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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黑格尔：对于青年卡尔·马克思而言，他代表了“我们时代的整个世界哲学”，而在19世纪末，对于他最后的忠实追随者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来说，他依然是“未被驳倒的世界哲学家”。他的同时代人就已经称他为“德国的亚里士多德”或“德国的普罗克洛斯”，而在20世纪，卡尔·巴特则提出了这样一个（尽管是修辞性的）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像托马斯·阿奎那之于罗马天主教会那样，成为新教的代表人物。但另一方面：在叔本华看来，他只是一个十足的“江湖骗子”——以及其他许多更难听的称呼；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则认为他是一个被阉割和模仿的费希特，“对一切神圣事物绝对的迟钝”。谢林也诉诸于动物界：黑格尔是一个陷入“猴子般”境地的、彻头彻尾散文式和“否定性的精神”，但他“一旦在否定中过度逾矩，就会变得滑稽可笑”。在黑格尔逝世四分之一个世纪后，鲁道夫·海姆勾勒出了一幅关于柏林时期黑格尔的幻想画面，将他描绘成一个饱食终日、自满、专横且傲慢的人：“在权贵恩宠的支持下，沉浸在成功及其著作的荣耀中，他视自己为德国的哲学独裁者，达到了其追求的目标。”而在黑格尔之前被证明其哲学原则与普鲁士国家不相容之后，他现在又被追溯性地授予了“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的任命状。在20世纪，他甚至被塑造成了承载德国精神史厄运的中流砥柱：从路德到黑格尔，再到希特勒。

这段摘录很短——考虑到两个世纪以来产生的大量评论（尤其是那些散发着恶臭的评论），这实在是太短了。然而，即便如此，它也足以让人对围绕黑格尔著作所展开的以及正在进行的斗争留下一个印象。即使在今天，围绕他进行争论的宗教和政治动机依然是鲜活的。诚然，它们不再处于首要地位，至少在学术讨论中是如此：这些讨论不再是围绕他个人，而是围绕他的哲学进行的。但这些讨论也经常退步——从以“事情”即以“概念”为导向，退回到关于其政治和宗教选择的旧有理念政治对立和堑壕战之中，而这些选择似乎是无法被忽视的，至少目前还不能。然而，这恰恰为围绕黑格尔的争论提供了一种鲜活性和时代感，这是其他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思想家所不具备的。像所有哲学“经典”著作一样，黑格尔的著作也抗拒被完全历史化，抗拒被沉没在哲学史中——但除此之外，它在今天作为一部尽管有着两个世纪历史距离，却在许多方面依然延伸到当代争论中的著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存在于当今关于政治与历史、艺术与宗教、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的辩论中——当然还有关于形而上学的辩论。因为即使宣称“形而上学的终结”和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也无法完全驱散这些精神——尤其是当它们并不停留在人们所预想的地方时。

而且，无论今天黑格尔的思想多么频繁地被指责为“欧洲中心主义”——对于一位19世纪初的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指责，而且甚至是不符合事实的！——：他的思想的影响早已不再局限于欧洲。它受制于各种潮流，但它不仅在欧洲，在亚洲以及北美和南美也同样可以触及。它既不受地区的限制，也不受宗教的束缚，同样不受特定社会体系统治等前提条件的制约。

在这种世界范围的联系——以及排斥——中，并非总是相同的主题处于首要地位。在不同时代、地点以及意识史格局的更替中，人们的兴趣总是转向其著作中不断变化的方面。这回应了黑格尔全面的认识主张：去认识“是什么在最深处将世界凝聚在一起”——但这当然不是像浮士德那样以魔法的形式，而是以把握性思维活动，即如黑格尔简短而晦涩地所说的“概念”的形式。而且他并没有停留在仅仅要求认识上，而是提供了丰富的认识和通往认识的途径，即使在我们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它们的地方（哪里又会是这种情况呢），这些途径依然证明是富有成效的。

然而，正是其著作的这种广度、其众多方面，加上众所周知理解其著作的高难度，使得今天不仅是职业哲学家，甚至连“黑格尔研究者”也很难将这部著作视为一个整体来概括——更不用说在其发展史的差异性以及其系统的奠基与展开方面了。本手册旨在克服这一困难。它首先对黑格尔的生平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呈现（第一部分）。专门针对“著作”的主体部分又分为两部分：以发展史为线索对黑格尔的手稿和已出版著作，从他最初的笔记到他最后的出版物进行呈现（第二部分，第1-8章）；以及对晚期“体系”的呈现，诚然黑格尔从未完整地落实这一体系，除了第一部分《逻辑科学》之外，他仅在讲演中对其进行了勾勒和预示（第二部分，第9章）。最后是对其哲学接受史的回顾（第三部分）。然而，这种影响的广度和连续性迫使我们只能将其限制在这种影响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该阶段同时也对这种哲学的流传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即在黑格尔生命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学派”内部的争论。然而，不能仅仅从学派内在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争论，而只能将它们理解为“学派”在“三月革命前”时期压抑的氛围中与其精神环境发生冲突的后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黑格尔的著作才获得了其进一步接受史所依据的形态。同时，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理解其著作的基线，这些基线引导着对其著作的接受直至今日。


这些关于对黑格尔哲学仍具争议性评价的导言性说明最初写于2003年春；它们至今依然有效。同样未曾改变的还有人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大兴趣——即使这种兴趣目前不再像过去那样与大学课程的广度相匹配。然而，研究的鲜活性并没有受到这种教学范围缩小的影响，从黑格尔手册第一次更新以来出版的大量新书和文章（这些都需要被重新收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这种丰富产出的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方面遗憾地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存的语言障碍使得这本手册无法充分反映黑格尔研究日益令人欣喜的“国际化”趋势。

当前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及：随着黑格尔著作版本编辑工作的快速推进，《黑格尔语料库》得到了极大的扩充。留存下来的黑格尔著作和手稿现在已全部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出版（GW 1-22），并且他的一些学科讲演的编辑工作也已经完成，如《逻辑科学》、自然哲学、（主观）精神哲学和法哲学（GW 23-26）；对于其他部分，工作也在快速推进，这已经可以从最早出版的部分卷册中得到证明（GW 27-30）。这使得对黑格尔著作的探讨建立在一个新的、权威的基础之上——从这些新文本中产生了大量新问题和答案，以及对我们迄今关于黑格尔哲学知识的补充和修正。

柏林，2015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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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说明与文献缩写

一本黑格尔手册不能局限于对黑格尔本人出版的相对较少的几部核心著作的呈现。它必须涵盖其著作的整个广度——甚至对“较小文本”投入超乎比例的关注，如果它们不应当在整体中消失的话。并且，它还必须全面考虑黑格尔在系统性主要著作彼岸，通过学术报告来展开其哲学的那些部分，尤其是它们决定性地塑造了其哲学的影响：即各种讲演。

对于其著作的所有部分，特别是对于那些由后来的编辑者才予以出版的部分来说，版本的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当前编辑进展允许的范围内，黑格尔的著作将根据历史考订版进行引用：黑格尔：黑格尔历史考订版全集。汉堡 1968 年及以后。（“GW”）。黑格尔的讲演尽可能根据黑格尔系列进行引用：讲演。精选的听课笔记与手稿。汉堡 1983 年及以后。（“V”），该系列目前正在为黑格尔历史考订版全集框架内的讲演新版做准备。对于那些通常在可疑条件下编辑出版且不符合当今学术要求的早期版本，只有在这两个关键系列中尚未提供相关文本的例外情况下才会被使用。

在下文中，各节末尾列出的书目清单很长——但未被提及的（想象中的）清单要长得多。在当前的学术史境况中，一份趋于完整的参考书目会比本手册本身还要庞大，因此这是不可避免的。引用书目的选择是基于它们对当前研究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记录研究史。被新近研究淘汰的著作将不会被提及，即使它们在当时可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关于“较小文本”的文献提示相对更详细，而关于主要著作的文献提示则较为有限，因为对于后者，在较新的版本中无论如何都有详尽的文献提示，甚至有专门的参考书目。被引用超过两次的书目，在首次出现时将以详细形式引用，之后将以带有出版年份的简短书名形式引用（对于同一年出版的著作，将附加字母以示区分），并在参考文献列表中再次以详细形式列出。

AA 科学院版：
康德：著作集。由普鲁士科学院编辑。柏林 1902 年及以后。
谢林：历史考订版。受巴伐利亚科学院谢林委员会委托，由汉斯·米夏埃尔·鲍姆加特纳、威廉·G.·雅各布斯、赫尔曼·克林斯、赫尔曼·策尔特纳和约尔格·扬岑编辑。斯图加特-巴特康斯塔特 1976 年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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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斯图加特 (1770–1788)

根据黑格尔传记作者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的一句名言，一位哲学家的历史就是“其思想的历史，即其体系形成的历史”。然而，如果不考虑其生平的历史，这思想的历史往往无法被呈现。因此，罗森克兰茨也将这两种历史联系在了一起。无论如何，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的人生阶段像黑格尔（Hegel）那样与其思想的发展阶段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仿佛预先反驳了狄尔泰（Dilthey）关于他的断言，即“哲学家内在发展的各个时期与每次更换住所并不一致”。罗森克兰茨正确地指出了思想与生平历史的另一个一致之处，那就是，尽管它们经历了所有的变化，但缺乏真正的戏剧性：正如他的人生轨迹虽然经历了几个精神和政治的时代以及灾难，却没有遭遇“个人命运的灾难”，他的思想轨迹尽管经历了一系列转折，总体上也是以连续性为特征的——尽管它甚至并非始于一条哲学家的道路。

黑格尔（Hegel）大约从1776年起就读于文理中学，1784年起就读于其家乡斯图加特（Stuttgart）的“高级文理中学”——在这里，他已经通过写作成绩脱颖而出，而他糟糕的演讲能力在当时已多次受到批评。关于他当时的兴趣，他的摘录以及他的《日记》（1785年6月至1787年1月，GW 1.1–33）提供了信息——后者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编年史”，他教育旅程的记录，他在其中部分使用德语、部分使用拉丁语主要记录了他成长过程的细节。然而，这些记录显示的并非专门是哲学的兴趣，而是非常广泛的兴趣。虽然黑格尔在文理中学就已经接触到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据他自己的记述，他“从十四岁起就完全掌握了沃尔夫（Wolff）的逻辑学，从十二岁起就掌握了明晰观念（idea clara）的定义”（R 26）——这很可能是基于沃尔夫派的手册《理性哲学基础或逻辑学纲要：供符腾堡学校公用》（Elementa philosophiae rationalis sive compendium logicae. In usum publicum scholarum Wirttembergicarum adornatum），其作者推测是直到1774年担任该文理中学（Gymnasium illustre）校长的约翰·克里斯托弗·克瑙斯（Johann Christoph Knaus）（Pozzo 1989, 8–10; 1999, 16）。然而，日记中最早的记录是关于历史的。1785年6月26日，在听了一场关于1530年《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路德宗的一份信仰告白）的布道后，黑格尔记下，这至少增加了他的“历史知识”；第二天的记录：“还没有哪部世界史比施勒克（Schröck）的更让我喜欢”，这暗示他早先阅读过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史”，并且在同一周，即1785年7月1日，他记下了“实用历史”的定义。不过，他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希腊语和拉丁语”（GW 1.30）以及古典世界上；这也是他那些年几篇必修作文的主题（GW 1.37–50）。日记中的另外一系列记录涉及数学——这种兴趣很可能是因为黑格尔在“杜滕霍费尔上校”（Obrist Duttenhofer）那里接受了“几何学和一些天文学”的额外私人授课而得到加强，这位上校还带他和别的学生一起“到城门外去进行土地测量”（R 6）。日记中并未提及当时的政治——除了一句评论：农民，这些“该死的人”，“把夏恩豪森（Scharnhausen）城堡的所有窗户都砸了”（GW 1.5）。近代文学在这里也没有被提及——只有一个事实：这位大约八岁的孩子从他“最敬爱的老师”之一，导师约翰·雅各布·勒弗勒（Johann Jakob Löffler）那里获得了18卷埃申堡（Eschenburg）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作为礼物（GW 1.8）。作为日记的补充，罗森克兰茨提到了未能流传下来的《卢梭的忏悔录》摘录，一份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的《颂歌》抄本，以及关于美学的摘录集，其中出现了“那个时代所有他最喜爱的作家”：“拉姆勒（Ramler）、杜施（Dusch）、莱辛（Lessing）、维兰德（Wieland）、恩格尔（Engel）、埃伯哈德（Eberhard）等人”。在斯图加特的公爵图书馆，黑格尔阅读了拉姆勒翻译的《巴图对优美学科的导论》（Batteux Einleitung in die schöne Wissenschaften）的一章——然而理由是“因为没有别的书”（GW 1.10）。在《日记》和论文中，并没有发现开启古典德国哲学时代的那些年代的哲学著作的回音：康德（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或是雅各比（Jacobi）的《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关于斯宾诺莎学说的信》。相反，学校授课的内容——正如他散步时与老师的谈话一样——是阅读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斐多》（Phädon）（GW 1.10），并且黑格尔详细摘录了1784年9月《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上门德尔松的论文《关于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尽管主题上以古典为导向，黑格尔流传下来的文本仍散发着十八世纪下半叶略显枯燥的晚期启蒙运动精神，这种精神在斯图加特文理中学肯定比在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谢林（Schelling）就读的该国修道院学校中培养得更强烈。它不仅贯穿了黑格尔官方的《文理中学毕业演讲》（1788年9月25日），该演讲特别将“科学的普遍和广泛用途”看作是“为国家培养能适应其需求的有用且有益的成员”（GW 1.49），而且也贯穿于他的《日记》和论文中。论文《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1787年8月10日）认为，古代民间宗教的信徒是“没有启蒙的、有着生动想象力的人”（GW 1.43），他们太容易沦为那些更聪明、更狡猾的祭司的牺牲品。然而，这种关系不仅描述了宗教史的早期阶段：“各个民族的平民都将感性和人性的特征归于神明，并相信任意的奖惩”——而且这“几乎在所有时代都一样。”（GW 1.44）黑格尔甚至在他“启蒙了的”同时代人的迷信中证实了这一评价——比如他们对“狂野军团”（Wütendes Heer）的信仰——这使他与西塞罗（Cicero）一起感叹：“o tempora! o mores!（啊，时代！啊，风尚！）”（GW 1.9）。

晚期启蒙运动的基调也印刻在1785–1788年间——如今只留下二手资料的——摘录中（GW 3.1–206）。它们构成了我们了解黑格尔教育历程的重要但单方面的资料来源，因为他有充分证据表明对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关注并未在这里留下痕迹。摘录的对象主要是哲学和教育学著作——费德（Feder）的《新爱弥儿》，杜施（Dusch）的《关于品味培养的信件》，温施（Wünsch）的《写给青年的宇宙学对话》，齐默尔曼（Zimmermann）的《论孤独》，坎佩（Campe）的《儿童基础心理学》，加尔韦（Garve）的《能力测试论》以及苏尔泽（Sulzer）的《所有科学的简明概念》。弗里德里希·尼古拉（Friedrich Nicolai）的《游历德国和瑞士的描述》以及那些被摘录的期刊也体现了晚期启蒙运动的特征：《一般德国图书馆》（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黑格尔的父亲曾订阅），《新优美科学与自由艺术图书馆》（Neue Bibliothek der schönen Wissenschaften und freien Künste），《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和《一般文学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至少在那些发表于其中的书评中，黑格尔首次接触到了康德（Kant）的哲学：他的自由概念以及他对形而上学与宗教关系的界定（GW 3.189 ff.）。

文本 (Text): GW 1.1–50, GW 3.1–205. – 资料来源 (Quellen): 生平文件，参见 Br IV/1.3–17；克里斯蒂亚娜·黑格尔（Christiane Hegel），参见 HBZ 3 f. – 期刊：弗里德里希·尼古拉（Friedrich Nicolai）（主编）：《一般德国图书馆》（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1765–1796。第1–106卷：柏林 / 斯德丁，第107–118卷：基尔；《一般文学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耶拿 / 莱比锡 1788, 1792, 1796；弗里德里希·格迪克（Friedrich Gedike）/ 约翰·埃里希·比斯特（Johann Erich Biester）（主编）：《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柏林 1784, 1787；《新优美科学与自由艺术图书馆》（Neue Bibliothek der schönen Wissenschaften und freien Künste）。第8卷。莱比锡 1769；其中包含：克里斯蒂安·加尔韦（Christian Garve）：《能力测试论》（Versuch über die Prüfung der Fähigkeiten）。 – 专著：约翰·格奥尔格·苏尔泽（Johann Georg Sulzer）：《所有科学与学问的其他部分之简明概念》（Kurzer Begriff aller Wissenschaften und andern Theile der Gelehrsamkeit），书中对每一部分的內容、效用及完美性皆有简短描述。第二版，经完全修改并大幅扩充。莱比锡 1759；约翰·雅各布·杜施（Johann Jakob Dusch）：《关于品味培养的信件》（Briefe zur Bildung des Geschmacks）。致一位上层阶级年轻男士，第2部分。莱比锡 / 布雷斯劳 1765；查尔斯·巴图（Charles Batteux）：《优美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Schönen Wissenschaften）。根据巴图先生的法语版，由卡尔·威廉·拉姆勒（Karl Wilhelm Ramler）增补，第三修订版，共4卷。莱比锡 1769，维也纳重印 1770；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斐多》（Phädon）或关于灵魂不朽的三次对话，第三增订版。柏林 / 斯德丁 1769；[J. G. H. 费德]（[J. G. H. Feder]）：《新爱弥儿或论基于成熟原则的教育》（Der neue Emil oder von der Erziehung nach bewährten Grundsätzen）。埃尔朗根 31774；威廉·莎士比亚（Willhelm Shakespeare）：《戏剧》（Schauspiele）。由约翰·约阿希姆·埃申堡（Joh. Joach. Eschenburg）编辑。新修订版。共22卷。斯特拉斯堡 1778 / 曼海姆 1783；克里斯蒂安·恩斯特·温施（Christian Ernst Wünsch）：《写给青年的宇宙学对话》（Kosmologische Unterhaltungen für die Jugend）。第2卷：论地球上发生的现象。莱比锡 1779；约翰·海因里希·坎佩（Johann Heinrich Campe）：《儿童基础心理学》（Kleine Seelenlehre für Kinder）。出版地不详 1784；约翰·格奥尔格·齐默尔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论孤独》（Ueber die Einsamkeit）。莱比锡 1784；弗里德里希·尼古拉（Friedrich Nicolai）：《1781年游历德国和瑞士的描述》（Beschreibung einer Reise durch Deutschland und die Schweiz）。附关于学术、工业、宗教和风俗的观察。第4–5卷。柏林 / 斯德丁 1785。 – 文献 (Literatur): 关于黑格尔传记的基础著作，尽管在许多细节上需加以修正，依然是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G. W. F. 黑格尔生平》（G. W. F. Hegel’s Leben）。柏林 1844。 – 较新的传记：雅克·东特（Jacques D’Hondt）：《黑格尔传》（Hegel. Biographie）。巴黎 1998；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黑格尔传》（Hegel. A Biography）。剑桥等地 2000；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Hans Friedrich Fulda）：《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慕尼黑 2003，22–61，268–301。 – 霍斯特·阿尔特豪斯（Horst Althaus）的著作《黑格尔与哲学的英雄岁月：一部传记》（Hegel und Die heroischen Jahre der Philosophie. Eine Biographie，慕尼黑 / 维也纳 1992）文笔生动，但充斥着错误，多处流于小说化。 – 关于斯图加特 (Zu Stuttgart): R 3–25；卡梅洛·拉科特（Carmelo Lacorte）：《早期的黑格尔》（Il primo Hegel）。佛罗伦萨 1959；伯纳德·泰塞德雷（Bernhard Teyssèdre）：《黑格尔在斯图加特》（Hegel à Stuttgart）。载于：《法国与外国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50 (1960)，197–227；《黑格尔1770–1970。生平、著作、影响。斯图加特市档案馆展览》（Hegel 1770–1970. Leben, Werk, Wirkung. Eine Ausstellung des Archivs der Stadt Stuttgart）。弗里德海姆·尼古林（Friedhelm Nicolin）编制的目录。斯图加特 1970，9–57；弗里德海姆·尼古林（Friedhelm Nicolin）（主编）：《青年黑格尔在斯图加特。论文与日记1785–1788》（Der junge Hegel in Stuttgart. Aufsätze und Tagebuchaufzeichnungen 1785–1788）。斯图加特 1970；《荷尔德林。诞辰200周年。马尔巴赫席勒国家博物馆展览》（Hölderlin. Zum 200. Geburtstag. Eine Ausstellung des Schiller-Nationalmuseums Marbach a. N.）。韦尔纳·福尔克（Werner Volke）编制的目录。慕尼黑 1970，11–45；何塞·玛丽亚·里帕尔达（José María Ripalda）：《早期黑格尔处的诗与政治》（Poesie und Politik beim frühen Hegel）。HS 8 (1973)，91–118；克里斯托夫·贾梅（Christoph Jamme）/ 奥托·珀格勒（Otto Pöggeler）（主编）：《“噢，故乡的君主！幸福的斯图加特”。1800年前后德国西南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O Fürstin der Heimath! Glückliches Stuttgart«. Politik,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m deutschen Südwesten um 1800）。斯图加特 1988；里卡多·波佐（Riccardo Pozzo）：《黑格尔：“哲学导论”。从文理中学时代到第一逻辑学（1782–1801）》（Hegel: »Introductio in philosophiam«. Dagli studi ginnasiali alla prima logica (1782–1801)）。佛罗伦萨 1989；福尔克·舍费尔（Volker Schäfer）：《黑格尔在乡村考试中。一个补充》（Hegel im Landexamen. Eine Ergänzung）。HS 24 (1989)，15–20；弗里德海姆·尼古林（Friedhelm Nicolin）：《从斯图加特到柏林。黑格尔人生的各个阶段》（Von Stuttgart nach Berlin. Die Lebensstationen Hegels）。载于：《马尔巴赫杂志特刊》（Marbacher Magazin. Sonderheft） 56 (1991)；贡萨洛·波尔塔莱斯（Gonzalo Portales）：《黑格尔早期的哲学理念。论其1785至1800年手稿中政治、宗教、历史与哲学的关系》（Hegels frühe Idee der Philosophie. Zum Verhältnis von Politik, Religion, Geschichte und Philosophie in seinen Manuskripten von 1785 bis 1800）。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4；里卡多·波佐（Ricardo Pozzo）：《关于黑格尔1794年心理学与先验哲学手稿中对康德的理解》（Zu Hegels Kantverständnis im Manuskript zur Psychologie und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aus dem Jahre 1794 (GW 1, Text Nr. 27)）。载于：马丁·邦代利（Martin Bondeli）/ 赫尔穆特·林内韦伯-拉默斯基滕（Helmut Linneweber-Lammerskitten）（主编）：《黑格尔在伯尔尼与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发展》（Hegels Denkentwicklung in der Berner und Frankfurter Zeit）。慕尼黑 1999，15–29；赫尔墨斯·施皮格尔（Hermes Spiegel）：《论黑格尔哲学的产生——早期思想动机。斯图加特岁月1770–1788》（Zur Entstehung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 Frühe Denkmotive. Die Stuttgarter Jahre 1770–1788）。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1；《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斯图加特学童时代的日记（1785–1787）》（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agebuch aus der Schulzeit in Stuttgart (1785–1787)）。联邦州文化基金会——遗产 214。联邦州文化基金会联合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出版。柏林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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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宾根 (1788–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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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考入图宾根大学与“神学院”

比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更甚，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强调，在图宾根（Tübingen）的求学岁月里，黑格尔（Hegel）在“私下里”经历了一次精神的（geistig）发展，“如果我们想把握（begreifen）他后来的成就，我们就绝不能忽视或低估这一点”（31）；后来的研究在这里遵循了他的观点。然而，这一时期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能够提供关于他的生活和兴趣的详细或至少是可靠的信息。因此，研究不得不依赖于对大学和公爵的“神学奖学金机构（stipendium theologicum）”即“图宾根神学院（Tübinger Stift）”情况的一般概述，以及后来第三方的消息。关于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谢林（Schelling）在图宾根神学院生活的更详细的消息，也允许对黑格尔得出一些结论。

这个“三子星”今天为人熟知的名字，很容易让人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大学和图宾根神学院的情况绝不能被认为是有利的。黑格尔于1788年10月27日在当时已有300年历史的埃伯哈德-卡尔斯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ät）（图宾根大学）注册入学，这所大学在当时被卡尔·欧根（Carl Eugen）公爵所忽视，而偏爱他所创立的“卡尔学校”，这也表现在学生人数的急剧下降上。早在1788年10月21日——根据公爵9月16日的命令——黑格尔就被接纳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公爵对此处却倾注了特别的关照。很大一部分学生住在图宾根神学院里；除了大学的教学（Lehre）之外，他们还要通过修道院般严格的生活方式以及科学和实践练习，为将来担任牧师的职业做准备。与居住在图宾根市内的其他学生即“oppidani（市民）”相比，这些“图宾根神学院学生（Stiftler）”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也有点精英主义的——群体。在黑格尔及其父亲在进入图宾根神学院时签署的规定承诺书中，以黑格尔的口吻写道，他“根据我最谦卑的请求和坚持，为了富有成效地完成我已开始的学业（我在上帝恩典的赐予下，决定最终仅仅将学业指向神学（Theologiam），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帝的教会或学校中，成为一名顺应他神圣意志以及您公爵殿下和您所颁布之职业规定的仆人），蒙恩被接纳进入您公爵殿下在图宾根的神学奖学金机构”——条件是，如果将来拒绝服役或证明不配服役，则必须“毫不推诿且完全地退还自接纳我之日起为我花费的费用，即每年仅伙食费就达六十古尔登（Gulden）”（Br IV/1.19 f.）。

被接纳进入图宾根神学院（Stift）并不意味着贫困；相反，通常被接纳的是来自在精神（Geist）上占主导地位且绝非身无分文的官员和神职人员阶层即“体面阶层（Ehrbarkeit）”的子弟。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度过的岁月可能是其历史上最具张力的时期之一。在他进入前几年，威廉·路德维希·韦克林（Wilhelm Ludwig Wekhrlin）和卡尔·弗里德里希·莱因哈特（Karl Friedrich Reinhardt）（后来的法国贵族）曾对那里的状况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正如莱因哈特所说，“自由的、几乎倾泻而出的思维方式（Denkungsart）[…]与人们所遭受的极其奴隶般的对待方式”——比如黑格尔在1791年也因未经许可缺席而必须服的禁闭室惩罚——之间的差别（Differenz）“让思考者预感到一场几乎不可避免的革命”（Hegel 1770–1790, 80）。但新章程直到1793年5月12日才出台，也就是黑格尔离开图宾根神学院和大学前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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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哲学学习

学业建立在为期两年的哲学学习基础之上，随后是三年的神学学习。在哲学学习中，学生们在注册仅六周后，即1788年12月3日，就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获得了学士学位（Baccalaureatswürde）。作为斯图加特“晋级者（Promotion）”（即同一届毕业生）的头名，黑格尔必须在此发表——未流传下来的——致谢演讲（Br 4/1.34）。同时期回溯一份斯图加特手稿（GW 1.46–48）而写成的、对教育体系（Bildungssystem）持批判态度的论文《论阅读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GW 1.51–54）可能与学位的授予有关，尽管可能与那次演讲无关。

当时在哲学院任教的有图宾根神学院的主管牧师（Ephorus）兼东方学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努雷尔（Christian Friedrich Schnurrer），自然科学家兼数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普费德雷尔（Christoph Friedrich Pfeiderer）（一位杰出的欧几里得专家），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勒斯勒尔（Christian Friedrich Roesler），以及哲学家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伯克（August Friedrich Boek，他以晚期启蒙运动为导向，但也讲授哲学史和古典作家）和约翰·弗里德里希·弗拉特（Johann Friedrich Flatt，他批判性地研究了康德和雅可比，并于1792年转入神学院）；接替他位置的是前辅导教师（Repetent）约翰·弗里德里希·加布（Johann Friedrich Gaab）。逻辑学家哥特弗里德·普卢克（Gottfried Ploucquet）当时因病不再举办讲授课（Vorlesung）；他于1790年去世（Br 4/1.23–25）。黑格尔当时听了哲学院举办的哪些讲授课（Br 4/1.23–25），不得而知；硕士项目（Magisterprogramm）仅记录：“除了常规课程外，他还听了勒斯勒尔（Roesler）教授讲授的新闻学；弗拉特（Flatt）教授讲解的《论神之本性（de natura Deorum）》和《经验心理学（Psych. empiricam）》；以及辅导教师巴尔迪利（Bardili）硕士（M. Rep.）探讨在神学中使用世俗作家的课程”（后者是图宾根神学院的一门课程）（Br 4/1.34）。在听哲学讲授课的同时，黑格尔也听了神学讲授课。罗森克兰茨提到了黑格尔“记录得非常好的听课笔记”，包括施努雷尔关于《使徒行传》的公开讲授课和关于《诗篇》第一部分的私人讲授课（1788/89年），关于《诗篇》第二部分和关于大公书信的公开讲授课（1789年），勒斯勒尔1789/90年关于哲学史的私人讲授课（“主要哲学家的命运和观点 [fata et opiniones praecipuorum Philosophorum]”），以及弗拉特关于西塞罗《论神之本性》（1789年）、关于形而上学和关于自然宗教（1790年）的讲授课。这些笔记在1855年其儿子们缩减黑格尔的遗物时被销毁了。——此外，从硕士项目的就职论题（Br 4/1.30–32）和这些年级的试写文章（Specimina）的主题中，可以看出大学所探讨的主题——其中数学论文的高比例令人惊讶。

这些教授对黑格尔的影响可以通过弗拉特的心理学讲授课对黑格尔伯尔尼时期的《心理学与先验哲学手稿》（见第二章第2.2节）的作用来证明，但在其他方面顶多只能推测——比如基于普费德雷尔对谢林的柏拉图研究获得的重要意义。比大学教授们对学生们的教化（Bildung）产生更大影响的，似乎是图宾根神学院的辅导教师们——特别是倾向康德的辅导教师，首当其冲的是被称为“康德狂热分子（Kantische enragé）”的伊曼努尔·卡尔·迪茨（Immanuel Carl Diez）。然而，这些关系似乎更具个人性质；例如，不能从卡尔·菲利普·孔茨（Karl Philipp Conz）对荷尔德林的确定意义推论出他与黑格尔的关系。

在1790年9月22日，黑格尔获得了硕士文凭（Magisterdiplom），这虽然不如在其他地方被授予的“世俗智慧（Weltweisheit）博士”学位受人尊敬，但在形式上被视为与之同等。为这一天发布的硕士项目——除了回顾黑格尔听过的讲授课以及他的学士演讲之外——还对此记录道：“在伯克（Boek）教授的主持下，他为论文《论撇开灵魂（Seele）不朽的人类义务界限（de limite officiorum humanorum seposita animi immortalitate）》进行了辩护。”罗森克兰茨对此产生了误解，仿佛黑格尔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但实际上，按照当时的普遍习俗，黑格尔只是——与芬克（Fink）、奥滕里特（Autenrieth）和荷尔德林一起——为伯克所写的论文进行了辩护。此外，硕士项目还提到了两篇由黑格尔写成（同样在1790年于伯克周围）但罗森克兰茨已经不知道的试写文章：“论常识（gemeiner Menschenverstand）对表象（Vorstellung）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判断”和“论哲学史的学习”——这是一个让黑格尔终生着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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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神学学习

在1790年11月22日，黑格尔在神学院注册；当时在那里任教的有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施托尔（Gottlob Christian Storr）以及大学校长约翰·弗里德里希·勒·布雷特（Johann Friedrich Le Bret）、约翰·弗里德里希·梅尔克林（Johann Friedrich Märklin）和路德维希·约瑟夫·乌兰（Ludwig Joseph Uhland），自1792年起还有弗拉特（Flatt）。根据罗森克兰茨的说法，在“1790-93年真正的神学课程”中，黑格尔几乎只听了施托尔的课，具体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罗马书和其他书信，此外还有教义学”（R 25）。众所周知的是，在图宾根神学院（Stift）的三年时间里，直到1793年，都在仔细研读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萨尔托留斯（Christoph Friedrich Sartorius）撰写的《教义神学纲要（Compendium Theologiae Dogmaticae）》（1782年，这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教义学）中的神学主题（loci）。然而（根据克里斯托弗·特奥多尔·施瓦布（Christoph Theodor Schwab）的说法），黑格尔并没有介入这些讨论和争端，也受不了施托尔备受推崇的信仰（Glaube）学说（Lehre）。这既支持了克里斯蒂安娜·黑格尔关于他“即使作为硕士还想学习法学”的报告的可信度，也支持了洛伊特魏因（Leutwein）的评论，即正是“他父亲的反对”阻止了他这样做。改变专业原本也会伴随着离开图宾根神学院——并要退还已产生的费用。

在学习神学期间，黑格尔由于持续的发烧在1791年多次获准休假去斯图加特疗养，在1793年初同样如此。他学业的唯一证据是1792/93年间流传下来的四篇布道文，这些是必修练习，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预示着黑格尔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的对宗教的研究。在1793年6月，他完成了他的神学学业；他与荷尔德林及另外七名候选人一起为勒·布雷特的一篇神学论文进行了辩护：“论复兴的符腾堡教会之灾祸（De ecclesiae Wirttembergicae renscentis calamitibus）”。在晋级中，黑格尔名列第四。图宾根神学院的毕业考试既记录了他的长处也记录了他的弱点；例如，其中写道“并没有忽视神学研究（Studia theologica non neglexit）”以及“并非不懂语文学（Philologiae non ignarus）”，但“在哲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philosophiae multam operam impendit）”——而不是像后来因为抄写错误产生并由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传播的那样，“在哲学上没有投入任何精力（philosophiae nullam operam impendit）”（1845, 205 f.）——这个错误导致黑格尔后来的批评者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1857, 40）断言，黑格尔的老师们给他带上的评语是“他在哲学上是个白痴”。

不久之后，在7月10日，也就是在图宾根神学院关于“不信教（Irreligiosität）”的争论达到高潮之前，黑格尔离开了图宾根——正如主管牧师施努雷尔略带嫉妒地写给J. E. H. 朔尔（Scholl）的那样，“以疗养为借口”；施努雷尔接着写道：“他长期在家里逗留，在那里他自己也许比父亲更有地位，这可能无法真正为家庭教师那种并非没有约束的生活做准备。”所谓的“图宾根残篇（Fragment）”可能正是在斯图加特这几个夏秋月份的闲暇中产生的，特别是因为它（GW 1.99 f.）——正如他在6月16日的第四篇布道文（GW 1.70–72）一样——是以康德直到1793年复活节集市才出版的宗教学说知识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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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图宾根神学院的朋友圈

关于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Stift）内社交圈的记载相对丰富，尽管也绝非毫无遗漏。这些记载一致认为，尽管黑格尔偶尔会有“天才般的举止”，但他是一个令人愉快且受欢迎的交际伙伴——在打牌和痛饮葡萄酒时也是如此。而且，虽然他身体不够灵活，甚至可以说有些笨拙，这经常给他带来障碍（不仅在跳舞时），但他对女孩却非常“喜欢亲吻”（küsselutig）。不过，他的同学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洛（Georg Friedrich Fallot）在黑格尔的纪念册（Stammbuch）上，将黑格尔画成一个驼背、拄着两根拐杖的老头，并附上这样的话：“愿上帝保佑这个老头”——但也写着口号“A万岁！”（Vive A!），这并非暗示革命英雄，而是指已故图宾根神学教授的女儿奥古斯特·黑格尔迈尔（Auguste Hegelmeier），当时许多人都在追求她，黑格尔也是其中之一。

来自图宾根时期的史料并没有表明黑格尔当时与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谢林（Schelling）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然而，这种史料的沉默似乎被朋友们在地理上分离后互相交流的首批信件所纠正。在写给黑格尔的第一封信中，荷尔德林回忆起他们“伴随着‘上帝之国’的口号而彼此分别”（1794年7月10日）。同样，黑格尔对谢林强调说：“理性和自由仍然是我们的口号，我们联合的中心是无形的教会”——以及：“愿上帝之国降临，让我们的双手不要闲在怀里”（1795年1月底）。但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话语解释为黑格尔、荷尔德林和谢林之间具有排他性友谊关系的证据。黑格尔的朋友圈主要提到的是其他名字——克里斯蒂安·菲利普·弗里德里希·洛伊特魏因（Christian Philipp Friederich Leutwein）、前面提到的法洛（Fallot），以及黑格尔的同届同学（Kompromotionalen）卡尔·克里斯蒂安·伦茨（Karl Christian Renz）、雅各布·弗里德里希·迈尔克林（Jakob Friedrich Märklin），特别是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芬克（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Fink）。黑格尔曾多次去芬克的家乡拜访他，芬克也曾去斯图加特拜访过黑格尔，甚至后来还在路过法兰克福时看望过他（R 34）；两人也有书信往来。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称他为“黑格尔最忠诚的同志”或“知心同志”（R 29 f.）——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芬克是罗森克兰茨描述神学院时期生活的主要信息来源。

关于谢林和荷尔德林的记载对此也并不矛盾。荷尔德林与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诺伊弗（Christian Ludwig Neuffer）以及鲁道夫·马格瑙（Rudolf Magenau）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同盟，这也有充分的信件可以证明。1790年11月中旬，他确实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提到，想和黑格尔一起去武尔姆林根教堂（Wurmlinger Kapelle）散步——但这并未透露出什么特殊的关系，就像荷尔德林在给母亲的信中表达的痛苦一样，他抱怨自己“在名次分配上，跌到了那两个斯图加特人——黑格尔和迈尔克林——的后面”。还有消息称，黑格尔曾与荷尔德林和谢林——即在谢林1790年进入神学院之后——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但这绝不能导致我们将后来著名的“三子星座”倒推到图宾根的求学时代。因为荷尔德林在前面提到给妹妹的信中继续写道：“有七个我同届的同学住在里面。我不用多说，这比和六个其他陌生人住在一起要愉快得多。另外几个少数人也是好人，其中包括（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布雷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Breier）和谢林”——也就是说至少有十个学生住在一起。（Bertaux 1969, 50，后被Jamme 1983, 35原封不动地照搬，压制了关于七名同届同学的提示，并总结说荷尔德林是和黑格尔、谢林以及布雷尔住同一间房。）

关于当时黑格尔与谢林的交往，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谢林的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Karl Friedrich August）则报道说，他父亲和黑格尔之间的友谊“更多地涉及他们的科学思维方式，而不是黑格尔在别处寻求的社交活动”。也许只有一种“强大且持久的联系媒介”使黑格尔和谢林相互接近，“那就是康德（Kant）”。然而，就黑格尔的哲学阅读而言，史料提供了截然相反的记载。洛伊特魏因报告说，黑格尔的“英雄是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他读卢梭的《爱弥儿》（Emil）、《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忏悔录》（confessions）；[…]他后来的那些观点是到了国外才形成的；因为在图宾根，他甚至对老康德（Vater Kant）都不太了解。”因此，洛伊特魏因是在另一个圈子里讨论康德的；在黑格尔那里，他“找不到什么共鸣”。“这个人是个折衷主义者；并且还在知识的王国里漫不经心地闲逛。”然而施瓦布（Schwab）却报道了正是洛伊特魏因与黑格尔交好的早年求学时期，说黑格尔“热衷于哲学”；“正如他的朋友们所说，他‘痛打’（pritschte）了康德”。然而，黑格尔从伯尔尼写给荷尔德林和谢林的信件，并不能说明他在图宾根时期对康德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些信件更倾向于支持洛伊特魏因的说法。（同样，关于黑格尔是一个“粗鲁的雅各宾派”（derber Jakobiner）的断言，以及关于自由之树的传说，施瓦布的记载也应谨慎看待。）

罗森克兰茨——他的判断基于未具名的第三方（大概是芬克）的陈述——认为后来黑格尔和谢林之间联系的起源，不是源于对康德哲学的共同兴趣，而是源于政治上的同情以及在政治“俱乐部”（即所谓的“无意义学院”[Unsinnskollegium]）中的相遇：“哲学本身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R 41）然而，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在神学院中非常普遍——这不仅仅是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属于法国但归符腾堡公爵管辖的蒙贝利亚尔（Mömpelgard / Montbéliard）（Jacobs 1989, 12 f.; Kondylis, 186–217）。但也正因如此，它无法支撑起关于黑格尔和谢林之间关系特别密切的断言。而由阿尔贝特·施韦格勒（Albert Schwegler）加工点缀多于真实流传的“神话般”（R 29）的故事——即谢林和黑格尔在一个晴朗美丽的春晨，“与另外几个朋友去了图宾根附近的一片草地，并在那里竖起了一棵自由之树”——现在通过与施韦格勒的来源（洛伊特魏因的报告）相比较，应作为其神话诗意创造力的产物而被否定——最多只是与后来的事件发生了混淆（Plitt 3.251 f.）。根据另一则消息，具有革命倾向的神学院学生据说是在1793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周年纪念日）竖立了自由之树（StA VI.618; Beck 1947, 38）——但当时黑格尔已经离开了图宾根；在恐怖统治时期（1793年6月2日至1794年7月27日），黑格尔无论如何只在图宾根度过了最初的四周。

今天，取代这种早期用神话诗意手法塑造“神学院学生”革命热情的，是近乎历史性的细节陈述——例如，说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将1793年5月31日“吉伦特派”（Gironde）的覆灭视为一场灾难（Jamme 1983, 197），或者说“神学院学生”并不把1793年1月21日处死路易十六视为“弑父”，而是将其解释为（正当的）诛杀暴君（Bertaux 1969, 53，引用 StA III.63,95）。这类断言容易让人忽略一点：没有任何关于黑格尔当时对大革命及其随后产生的各派别的立场的当代陈述，无论是出自黑格尔本人还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这与荷尔德林的情况截然不同。流传材料的稀少诱使人们对个别消息进行过度概括。这种虽可理解、但对历史研究来说却不可接受的倾向，已经体现在诸如经常使用的复数词“神学院学生”（die Stiftler）——这在方法论上抹平了潜在的分歧——甚至体现在所谓“图宾根公理体系”（Tübinger Axiomatik）的说法中（Kondylis，多处）——就仿佛“神学院学生”在政治和神学事务上必定持有同质的观点一样。

至于谈论“一种赋予图宾根朋友们著作以灵魂的天启情绪”，这再次跨越了走向神话化的界限。“这种末世论的期望，这种相信上帝之国近在咫尺、人类的命运时刻已经敲响的信念，以及想要在这个似乎天地交融的过程中至少在精神上参与其中的欲望，构成了神学院学生们真正的灵感源泉[…]。他们的神学是启示与革命的宗派主义，他们的政治是将末世论的期望转移到世俗事务上。”（Kondylis，46 及多处）这种解释固然可以以荷尔德林引用“上帝之国”的口号为支撑——然而，人们只需读读黑格尔的信件或手稿，就能对这一口号进行相对化的理解。康迪里斯（Kondylis）也承认，“在《图宾根残篇》中【见第 II.1.1 章】本身并没有明确提及这种天启情绪”；但他又说，这“是其支撑力量：它驱使黑格尔拿起笔来，而且是[…]作为一个自信的民众教育者而拿起笔”（77）。如果一个人将“天启”或“末世论期望”这些词与“神学院学生”的思想，甚至与普遍的晚期启蒙运动民众教育计划联系起来，那他必定对这些词的本意知之甚少。——相反，帕尔（Pahl）同时代的小说《乌尔里希·赫尔里格尔硕士的故事》（Geschichte des Magisters Ulrich Höllriegel，1802），却生动且充满讽刺地描绘了当时神学院及其周围环境中，革命热情与清醒幻灭之间所普遍存在的张力。

史料： GW 1; Lebensdokumente in Br IV/1.17–55; HBZ 7–19;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Große Stuttgarter Ausgabe, Bd. 6, 1.53, 57; Gottlob Christian Storr: Adnotationes quasdam theologicas ad philosophicam Kantii de religione doctrinam. Tübingen 1793; deutsch: Bemerkungen über Kant’s philosophische Religionslehre. Aus dem Lateinischen. Nebst einigen Bemerkungen des Uebersezers über den aus Principien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hergeleiteten Ueberzeugungsgrund von der Möglichkeit und Wirklichkeit einer Offenbarung in Beziehung auf Fichte’s 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 Tübingen 1794, ND Bruxelles 1968. – 文献： Johann Gottfried Pahl: Ulrich Höllriegel. Kurzweilige und lehrreiche Geschichte eines Württembergischen Magisters [1802]. Hg., eingeleitet und kommentiert von Johannes Weber. Frankfurt am Main 1989; R 25–41; Immanuel Hermann Fichte: Hegels philosophische Magister-Dissertatio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Schelling.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peculative Theologie 13 (1844), 142–154; Christoph Theodor Schwab: Hölderlins Leben. In: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Bd. 2.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46, 279; Rudolf Haym: Hegel und seine Zeit. Vorlesungen über Entstehung und Entwickelung, Wesen und Werth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Berlin 1857, 29–38; Karl Klüpfel: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Tübingen 1849, 260–275; Eduard Zeller: Ueber Hegels theologische Entwicklung. In: Theologische Jbb 4 (1845), 192–206; K. F. A. Schelling: Schellings Leben. In: G. L. Plitt (Hg.): Aus Schellings Leben. In Briefen. 3 Bde. Leipzig 1869, Bd. 1, 1–89; Julius Klaiber: Hölderlin, Hegel und Schelling in ihren schwäbischen Jugendjahren. Eine Festschrift zur Jubelfeier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Stuttgart 1877, ND Frankfurt am Main 1981, 61–102; Wilhelm Dilthey: 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 und andere Abhandl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1905]. In: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4. Stuttgart 1959, 5–187; Walter Betzendörfer: Hölderlins Studienjahre im Tübinger Stift. Heilbronn 1922, 99; Adolf Beck: Aus der Umwelt des jungen Hölderlin. Stamm- und Tagebucheinträge. In: Hölderlin-Jb 1947, 18–46; Heinrich Hermelink: Geschichte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n Württemberg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zur Gegenwart. Das Reich Gottes in Württemberg. Stuttgart / Tübingen 1949, 310–314; Martin Leube: Das Tübinger Stift 1770–1950. Stuttgart 1954, 106–113; Gisela Schüler: Zur Chronologie von Hegels Jugendschriften. HS 2 (1963), 111–159; Dieter Henrich: Leutwein über Hegel. Ein Dokument zu Hegels Biographie. HS 3 (1965), 39–77; Martin Brecht / Jörg Sandberger: Hegels Begegnung mit der Theologie im Tübinger Stift. Eine neue Quelle für die Studienzeit Hegels. HS 5 (1969), 47–81; Pierre Bertaux: Hölderlin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69; Joachim Ritter: Hegel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n: Ritter: Metaphysik und Politik. Studien zu Aristoteles und Hegel. Frankfurt am Main 1969, 183–255; Manfred Riedel: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1969, 1 Stuttgart 21982; Hegel 1770–1970, 58–95; Hölderlin. Zum 200. Geburtstag, 84–143; Dieter Henrich: Historische Voraussetzungen von Hegels System. In: ders.: Hegel im Kontext. Frankfurt am Main 1971, 41–72; Martin Brecht: Hölderlin und das Tübinger Stift 1788–1793. In: Hölderlin-Jb 18 (1973/74), 20–48; Martin Brecht: Die Anfänge de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und die Rezeption Kants in Tübingen (1788–1795).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1477–1977. Tübingen 1977, 381 ff.; Panajotis Kondylyis: Die Entstehung der Dialektik. Eine Analyse der geistigen Entwicklung von Hölderlin, Schelling und Hegel bis 1802. Stuttgart 1979; Philippe Muller (Hg.): Religion et politique dans les années de formation de Hegel. Lausanne 1982; Christoph Jamme: »Ein ungelehrtes Buch«. Die philosophische Gemeinschaft zwischen Hölderlin und Hegel in Frankfurt 1797–1800. HSB 23 (1983); Dieter Henrich: Philosophisch-theologische Problemlagen im Tübinger Stift zur Studienzeit Hegels, Hölderlin und Schellings. In: Hölderlin-Jb 25 (1986/87), 60–92, ND in Henrich: Konstellationen. Probleme und Debatten am Ursprung de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1789–1795), 171–213; Wilhelm G. Jacobs: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Orthodoxie? Schelling und seine Freunde im Stift und an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9; Riccardo Pozzo: Hegel: »Introductio in philosophiam«. Dagli studi ginnasiali alla prima logica (1782–1801). Firenze 1989; Michael Franz: Schellings Tübinger Platon-Studie. Göttingen 1996; Dieter Henrich (Hg.): Immanuel Carl Diez: Briefwechsel und Kantische Schriften. Wissensbegründung in der Glaubenskrisis. Tübingen / Jena (1790–1792). Stuttgart 1997; Dieter Henrich: Grundlegung aus dem Ich. Untersuchungen zur Vorgeschichte des Idealismus. Tübingen – Jena 1790–1794. Frankfurt a. M. 2004. – 关于施瓦本先辈的传说： Robert Schneider: Schellings und Hegels schwäbische Geistesnahmen. WürzburgAumühle 1938; Ernst Benz: Johann Albrecht Bengel und die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ut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27 (1953), 528–554; Günter Rohrmoser: Zur Vorgeschichte der Jugendschriften Hegels. ZphF 14 (1960), 182–208. – 关于对它的批评： Martin Brecht / Jörg Sandberger: Hegels Begegnung mit der Theologie im Tübinger Stift. Eine neue Quelle für die Studienzeit Hegels. HS 5 (1969), 47–51; Rainer Piepmeier: Aporien des Lebensbegriffs seit Oettinger. Freiburg / München 1978, 233 f. (Fuß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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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迁居伯尔尼

黑格尔迁居伯尔尼的情况通过汉斯·施特拉姆（Hans Strahm）的研究已几乎完美地被阐明。伯尔尼贵族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施泰格（Carl Friedrich v. Steiger）首先请求伯尔尼的学校书记员或写作大师大卫·冯·吕特（David v. Rütte）居中斡旋以任命一位家庭教师；后者得到了推荐，即来自图宾根的施温德拉茨海姆（Schwindrazheim）硕士。一位在其他方面不知名的伯尔尼人弗里德里希·冯·辛纳（Friedrich v. Sinner）向他的朋友（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Johann Karl Friedrich?）豪夫（Hauff）（一位目前生活在图宾根的斯图加特人）打听这位候选人的情况，豪夫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他不太合适；豪夫在93年7月10日推荐了黑格尔作为他的替代者——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黑格尔离开图宾根的日子。冯·辛纳将此事告知了冯·吕特，后者随即将目光转向了斯图加特“金牛旅馆”的店主约翰内斯·布罗德哈格（Johannes Brodhag），他之前也曾参与斡旋施温德拉茨海姆；布罗德哈格打听了黑格尔的情况，并在7月28日通知冯·吕特，他的消息提供者“给了黑格尔（H.M. Hegel）最好的评价，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非常适合担任年轻先生们的家庭教师”。布罗德哈格在八月底也再次进行了斡旋，转交了黑格尔在93年8月24日写给冯·吕特的信。在这里，黑格尔提到了“目前的情况”不允许他“在14天前给出一个确定的声明”，但也提到了一些顾虑，即提供给他的“15路易多（Louisd’or）是否足以满足他的必要需求”。在8月25日的附信中，布罗德哈格明确了这些顾虑，提到了日内瓦一位黑格尔认识的家庭教师所获得的“25路易多的薪水（Salarium）”（HBZ 20–23）。在9月11日的信中，黑格尔通知冯·吕特，之前提到的情况现在已经解决，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接受伯尔尼的职位了。这些“情况”可能在于，黑格尔在答应之前还需要获得斯图加特宗教法庭允许其提前参加考试的批准以及离开符腾堡的许可；它们也可能在于，黑格尔听说了席勒圈子里的一个家庭教师职位（在冯·卡尔布（von Kalb）夫人那里），并且想把决定权留给自己。在9月20日，哥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托伊德林（Gotthold Friedrich Stäudlin）写信给席勒说，“黑格尔已经被聘为伯尔尼的家庭教师，并且现在永远放弃了所有其他的意图”，而且他已经将冯·卡尔布夫人那里的职位引起了他的朋友荷尔德林的注意。荷尔德林在通过诺伊弗和克里斯蒂安娜·黑格尔寄往伯尔尼的第一封信（94年7月10日）中也回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友谊，你必定会有些生气，因为你把你的好命运（Schicksal）让给了我。”黑格尔进行这种“让步”是因为他更喜欢伯尔尼共和国而不是偏远的瓦尔特斯豪森（Waltershausen），还是因为他认为在那里自己离法国的革命事件更近，或者是第三个原因决定了他更偏爱伯尔尼，现在已经无法识别了。然而，荷尔德林后来努力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谋取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也应该在这次“让步”的背景下看待。

由于提供给他的职位，黑格尔可能在八月底，最迟在九月初申请提前在斯图加特宗教法庭参加毕业考试；在9月13日，他被批准“在本年（a. c.）9月19日早上8点”进行，而在9月20日，黑格尔“令人满意地通过了”考试。宗教法庭允许黑格尔“接受伯尔尼冯·施泰格上尉那里的家庭教师职位，条件是他要勤练布道，这方面他还很欠缺，并且一旦他的祖国召唤他，他要立刻响应。总而言之，我们期望他牢记自己的主要使命，不要忽视神学研究，并时不时地向尊敬的（H[ochwürdigen]）宗教法庭（Cons[istorio]）报告他的情况。”在“告别之夜”，即10月9日，黑格尔在斯图加特的朋友圈中庆祝；在10月10日，他可能就启程前往伯尔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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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伯尔尼 (1793–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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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治局势

在伯尔尼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家庭教师生活中不寻常的职业处境，还有他所陌生的寡头贵族国家的政治氛围。此外，当时该国因法国大革命而在政治上分裂为以市长（Schultheiß）尼克劳斯·弗里德里希·施泰格（Niklaus Friedrich Steiger）为核心的、以普鲁士和英国为导向的“主战派”，以及对法国事态发展态度友好的“中立派或和平派”。但即便抛开这些张力不谈，黑格尔也描绘了一幅令人反感的伯尔尼政治状况的画面。从95年4月16日写给谢林的信中关于“最高委员会（conseil souverain）”选举的判断——在选举中，事情是如此充满人情味，以至于“君主宫廷里通过表亲和堂亲进行的各种阴谋，与这里所进行的勾结相比，都算不了什么”——到关于卡尔特（Cart）的《机密信件》（见第二章第3.2节），他一直对这种贵族统治进行批判，甚至延续到《改革法案文章》（GW 16.330）中。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219节和第258节中对王政复辟的代言人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Carl Ludwig v. Haller）的论战，也可以被理解为他早年对伯尔尼贵族统治的厌恶的局部回音；哈勒在黑格尔伯尔尼时期担任政府委员会秘书。但在批判时，黑格尔不仅以外表上可感知的政治氛围为导向；这一时期的摘录（GW 3.223–233）以及他后来对卡尔特的《机密信件》的注释证明，他试图获得一幅关于伯尔尼宪法的确凿画面。

但吸引黑格尔注意力的不仅仅是伯尔尼的局势——还有法国的事件。在伯尔尼的岁月里，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立场的那些在图宾根仍有些苍白的基本特征，首次变得清晰可辨。在1794年平安夜，他向谢林报告说，他曾与康拉德·恩格尔贝特·厄尔斯纳（Konrad Engelbert Oelsner）——“你很熟悉的、发表在阿亨霍尔茨（Archenholz）的《密涅瓦（Minerva）》杂志上的那些信件的作者”（D’Hondt 1968, 7–43）——交谈过，后者给了他“一些在巴黎的符腾堡人的消息”，并且还告诉他，对让·巴蒂斯特·卡里耶（Jean Baptiste Carrier）（他对南特的大规模处决负责，并于94年12月16日被送上断头台）的审判“揭露了罗伯斯庇尔派（Robespierroten）的所有可耻行径”。这种同时代人总体的对于赞同革命理想和对其发展过程感到失望的特征性矛盾心理，在黑格尔那里一直保持不变。甚至在晚期的《美学讲演录》中，他还在赞美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晚期的革命颂歌：“一位老人对这一现象的参与，是对其内心世界的赞誉，一个民族（Volk）打破了各种枷锁，将千年来的不公正踩在脚下，并首次希望将其政治生活建立在理性（Vernunft）和法权（Recht）之上”——然而一种“更加强烈的愤怒”占据了诗人的心，“因为这个美丽的自由的早晨，变成了可怕的、血腥的、扼杀自由的一天”（W X/3.477 f.）。在这些话中，黑格尔在回顾时，也同样描绘了他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立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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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泰格家族的家庭教师

这些寥寥无几的消息让人无法看出，这些地区和世界政治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黑格尔作为“我们亲爱且忠诚的楚格公民施泰格的孩子的家庭教师（Gouverneur des enfants de notre cher et féal Citoyen Steiguer de Tschugg）”（Br 4/1.70）在伯尔尼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在容克街（Junkerngasse）51号的一座华丽宅邸里，还是在夏季的楚格（Tschugg）乡间别墅中。他的雇主，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施泰格（Carl Friedrich von Steiger）上尉，是当时的主要贵族家庭之一的成员，尽管他对伯尔尼政府保持着一定距离。关于黑格尔的教学及其与托付给他的孩子——他刚上任时八岁的玛丽亚·卡塔琳娜（Maria Catharina）和六岁的弗里德里希·鲁道夫（Friedrich Rudolf）——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一无所知。然而，从施特拉姆（Strahm）提供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施泰格期待他具备“改革宗教（即归正宗）、语言，尤其是法国作家、自然史、历史、地理和算术方面的知识”，此外还要有“良好的品行和音乐知识”。从黑格尔写给其雇主的唯一一封保存下来的信（1795年7月9日）中只能看出，如同其他家庭教师通常所做的那样，在男主人不在家时，除了教学任务，他还要承担起对家务的监督职责（例如对采砂场工作的监督），并须对此进行汇报。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何向谢林抱怨他那“过于繁杂且经常被打断的工作”让他“一事无成”（1794年12月24日，1795年1月底也有类似说法）。从中无法看出任何冲突状况；只有黑格尔雇主的兄弟写给该雇主的一封信暗示了某种不和——但这封信写于1796年11月7日，也就是黑格尔离开伯尔尼的时候；这种不和可能是由此引起的——但也可能由多种其他原因造成。这种不和背景的一个模糊迹象，或许可以从他对他在伯尔尼的教育成果所流露出的那一丝无奈中看出。在同一时期（1796年11月），他在向荷尔德林谈到即将转入戈格尔（Gogel）家族及其未来的学生时这样说道：“虽然用言语和概念填满他们的头脑通常是能做到的，但对于性格养成这一更为本质的方面，如果父母的精神不与他的努力相协调，一个家庭教师所能产生的影响将微乎其微。”除了对家庭教师处境的抱怨之外，他还抱怨“远离了文学活动的中心舞台”。黑格尔向谢林强调，“在我的孤独中，能时不时听到关于你和我其他朋友的消息，这让我感到多么欣慰”（1795年8月30日）。施特拉姆和邦德利（Bondeli）试图通过提及楚格丰富的藏书、伯尔尼市民图书馆以及当时伯尔尼的精神生活，来淡化由此产生的、尤其是由胡戈·法尔肯海姆（Hugo Falkenheim）所描绘的负面印象。然而，问题依然存在：黑格尔的地位在多大程度上使他能够参与这种生活。荷尔德林和谢林曾多次托付问候同样在伯尔尼，或者正如谢林讽刺地写道，在“他的小村庄”担任家庭教师的图宾根同届同学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沃尔夫冈·默格林（Friedrich Heinrich Wolfgang Mögling，Br 1.10,13,29,34,36），这表明他们之间至少有偶尔的联系；不过，我们只知道默格林也曾出入于施泰格家。因此，关于黑格尔社交往来的消息，只剩下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提到的前雕塑家和泥灰匠约翰·瓦伦丁·松嫩沙因（Johann Valentin Sonnenschein），他当时是“学院绘画”教授，是一位从家乡逃亡并定居伯尔尼的施瓦本人。在他的家里有人弹奏钢琴，特别是演唱席勒的诗歌（R 43）。荷尔德林在1794年7月10日提到埃米莉·冯·贝勒普施（Emilie von Berlepsch）和延斯·巴格森（Jens Baggesen）在伯尔尼的逗留，并请求黑格尔“多写写他们俩”——但黑格尔在保存下来的信件中从未提及他们。黑格尔似乎也没有与启蒙哲学家菲利普·阿尔贝特·施塔普费尔（Philipp Albert Stapfer）周围的圈子有过接触。这种孤立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作为家庭教师的工作所附带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在靠近比尔湖的楚格的施泰格家族乡间别墅中度过漫长的夏天，可能也不利于维系伯尔尼的社交活动。

然而，这些逗留应该通过那里丰富的藏书给了黑格尔补偿。尽管如此，在他抱怨“远离了各种书籍”或“缺乏可使用的图书馆”（1795年4月16日）的背后，大概不仅仅隐藏着为自己缺乏产出、在哲学上落后于朋友们寻找借口的愿望，而他的这些朋友有些在图宾根，有些在耶拿附近，正直接参与着当时的哲学事件。因为，尽管这座图书馆毫无疑问藏有许多珍宝——正如施奈德（Schneider）和瓦舍克（Waszek）后来出版的拍卖目录所显示的那样——但它却唯独缺少了那些能够让人追踪当时讨论的快速进展的著作，而这些讨论正是黑格尔与荷尔德林和谢林通信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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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荷尔德林和谢林的通信

这一通信开始得很晚——以荷尔德林1794年7月10日的信和黑格尔1794年12月24日致谢林的信开始——也就是在他离开图宾根一年或一年半之后。黑格尔给谢林的第一封信，起因是他阅读了保卢斯（Paulus）的《回忆录（Memorabilien）》中谢林的论文《论最古老世界的神话、历史传说和哲学原理》（AA I/1.183–246）。在这里，黑格尔发现谢林正走在“老路上[…]”，即澄清重要的神学概念，并帮助一点一点地清除旧的酵母（1794年12月24日）。通信中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视角的差异：谢林雄辩地抱怨图宾根神学对康德哲学的腐蚀性改编，这种神学现在将“所有可能的教条”都打上了“实践理性公设”的烙印，并且如此熟练地“牵着线”拉扯道德神学证明，以至于作为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那个高高在上坐在天界的个人的、个体的本质”就跳了出来（1795年1月6日）。黑格尔虽然对此作出了回应——但他并未讨论谢林所抱怨的对实践理性的操纵，而是赋予了这一主题一种宗教政治的转向：正统派“只要其职业与世俗利益相联系，交织在国家的整体之中，就是不可动摇的”（1795年1月底）。在1795年4月16日的信中，他也触及了这一主题：“宗教和政治同流合污，前者教授专制主义想要的东西，即蔑视人类，认为人类无力达成任何善，无法凭借自身成为任何东西。”正如在这项分析中回荡着康德《什么是启蒙？》的余音一样，黑格尔试图用康德来应对这一局面的尝试中也同样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他“重新拿起了对康德哲学的研究”（1795年1月底）。与谢林的诊断相反，即“已经开始变得狂躁的神学，现在很快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更强大地登场”，黑格尔表达了他的信心，即神学家们通过从“康德的火刑柱上”“窃取”批判性的“建筑材料”“来防止教条主义的烈火蔓延”，总是也会将“燃烧的煤炭”，也就是哲学理念带回家并传播开来。面对谢林对费希特的狂热希望，黑格尔略带距离感地反驳说，费希特的《一切天启的批判尝试》为对康德的神学误解“打开了方便之门”。他并未在康德的公设学说中寻找这种“胡闹”的根源，而是指出，如果他有时间，他会去考察，“在巩固了道德信仰之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需要反过来运用这个被合法化的上帝理念，例如在解释目的关系等方面，从而现在将它从伦理神学带到自然神学中，并在那里用它来发号施令。”带着这个纲领，他距离图宾根神学对康德的吸收并不遥远。他也坚持康德提出的主张，即至少用伦理神学的手段来确保一个个人的上帝的定在，因此他有些不解地向谢林询问，后者是否认为我们无法达到关于个体的、个人的本质的思想。也许是为了不冒犯黑格尔，谢林这样转述了这个反问，仿佛前者只是为了确认谢林的思维方式，因为对于作为莱辛（Lessing）知己的黑格尔来说，正统的关于神性的概念对我们而言已不再适用，这一定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他补充坦言，他在此期间已经成了一名斯宾诺莎主义者（1795年2月4日）。

当黑格尔仍然期望“康德的体系及其最高完成[…]能在德国带来一场革命”，并着手“重新研究实践理性的公设”（1795年4月16日）时，他却只能非常艰难地去理解荷尔德林和谢林向他报告的那场哲学革命。这场革命的第一个环节在于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95）——然而，尽管朋友们在接受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谢林甚至已经在两篇文章中对费希特作出了回应，黑格尔直到1795年4月16日才计划“在夏天去研究”这门《知识学》。黑格尔起初也忽略了这场革命的第二个环节，即由雅各比（Jacobi）的《论斯宾诺莎的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信》在违背其本意的情况下引发的18世纪90年代的斯宾诺莎复兴——尽管他至少在文理中学时代末期，在对雷贝格（Rehberg）一部著作的评论中曾接触过斯宾诺莎的哲学（GW 3.192）。黑格尔在回信中对谢林关于斯宾诺莎的坦白只字未提。因此，他也错过了这场革命的第三个环节，即谢林在1795年1月6日和2月4日以及荷尔德林在1795年1月26日的信中将费希特的“绝对的自我”等同于斯宾诺莎的实体。

然而，让黑格尔落后于朋友们的，并不仅仅是他远离了文学活动的中心舞台：那些“深入更深邃之处”的最新努力，在他看来，似乎更“只对理论理性具有更直接的意义，而不太能广泛应用于普遍实用的概念”。“因此，鉴于其目的，我对这些努力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1795年1月底）。他仍然以康德式的“应当”为导向（1795年4月16日），并在回应谢林提出的问题时，多次使用了“生平经历者（Lebensläufer）”的话语，也就是引自特奥多尔·冯·希佩尔（Theodor v. Hippel）的《上升路线的生平经历》一书中的话；相比之下，他只是为了证明“至少有良好的意愿”，才去探讨谢林对费希特的接受（1795年8月30日）。

黑格尔在1795年1月底向谢林表达的关于伦理神学、自然神学以及天意理念的思考，必定在此之前就已经告诉了荷尔德林，因为后者在1795年1月26日就已经鼓励黑格尔实现他的计划，尽管并非没有带着批判的弦外之音：“你着手研究宗教概念，在许多方面当然是好且重要的；你大概会完全平行于康德的目的论来处理天意这个概念。”黑格尔在1795年8月30日给谢林的信中或许回顾了这一计划：“我曾经正打算在一篇文章中向自己弄清楚，接近上帝可能意味着什么，并相信能在其中找到对实践理性主宰现象界这一公设以及其余公设的满足。”没有一篇流传下来的残篇可以与这篇“文章”对应起来，尽管这个主题在GW 1.105中有所回响，并在GW 1.195中通过追溯谢林而重新被拾起。

黑格尔在伯尔尼的岁月被两次旅行打断。第一次旅行只能通过推断得出：1795年5月15日，伯尔尼的官署给黑格尔签发了一张去日内瓦旅行的护照，而在5月23日，黑格尔在回程时拿到了一张“城门通行证”（Br 4/1.70 f.）。关于这次他从未提及过的旅行的原因，人们可以猜测是因为他高度评价卢梭（Rousseau）——但同样有可能是为了去拜访一位他认识的家庭教师（Br 1.433）。第二次旅行发生在1796年7月25日至31日，黑格尔与三位萨克森的家庭教师结伴同行；关于这件事，罗森克兰茨所流传下来的详细的《阿尔卑斯山漫游记》（见第二章第2.5节）提供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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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迁往法兰克福

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热切期盼着能够离开伯尔尼（Bern）的机会。这一变动的计划由来已久：荷尔德林（Hölderlin）在1795年11月25日的信中表明，他早在此前就已经在努力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Frankfurt）谋求一份家庭教师（Hofmeister）的职位，而与此同时，黑格尔自己也在考虑图宾根（Tübingen）神学院的复习导师（Repetent）职位——荷尔德林在1796年10月24日用一副令人反感的图景警告他放弃这个想法：“这神学院的职位在整个符腾堡和普法尔茨地区让我闻起来就像一具已经爬满各种蛆虫的停尸架。”正如荷尔德林在1796年10月24日所回忆的那样，在1796年“初夏”，他首次向黑格尔告知了诺埃·戈格尔（Noë Gogel）家中的家庭教师职位。在诗作《厄琉息斯》（Eleusis，见第二章第2.6节）中对与荷尔德林重逢的期盼，正是源于这封（已遗失的）信。谢林（Schelling）此时也在为黑格尔在耶拿（Jena）或魏玛（Weimar）寻找职位，但他在1796年6月20日就已经通过约翰·戈特洛布·聚斯金德（Johann Gottlob Süsskind）得知，黑格尔更倾向于法兰克福的职位。1796年10月24日，荷尔德林终于能够通知他的朋友，戈格尔家的职位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黑格尔高兴地接受了荷尔德林的召唤，但在1796年11月告诉他，自己要到“年底前后”才能辞去伯尔尼的职务，并且最快也要到一月中旬才能抵达法兰克福。1797年1月10日，斯图加特最高宗教会议批准了黑格尔迁往法兰克福（Br 4/1.71）；然而，就在同一天，荷尔德林已经向约翰·戈特弗里德·埃贝尔（Johann Gottfried Ebel）报告说，黑格尔已经抵达了（HBZ 33）。

黑格尔在斯图加特与父亲和妹妹共度了岁末年初；在这里，他也认识了她们的朋友娜内特·恩德尔（Nanette Endel），她当时寄住在黑格尔父亲家中。在写给黑格尔妹妹克里斯蒂亚娜（Christiane）以庆祝黑格尔57岁生日的一首诗中，她不仅提到自己曾为他打理领带，并且不得不挡住他的亲吻，还提到他曾在“96年的最后一刻”朗读了卡罗琳·冯·沃尔措根（Karoline v. Wolzogen）的小说《百合花艾格尼丝》（Agnes von Lilien）——这部小说曾于1796年发表在席勒（Schiller）的《霍伦》（Horen）杂志上（HBZ 28 f.）：“我们抛却了睡眠与梦境，/ 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所有的眼睛和耳朵都挂在他的嘴唇上。”多方来源一致证明，在伯尔尼的岁月里，黑格尔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早在1796年7月20日，谢林就诊断并批评了黑格尔“一种优柔寡断……甚至沮丧的状态”，而荷尔德林也在1796年11月20日警告黑格尔：“我看出，你的处境也让你丧失了一些众人皆知的、总是开朗的心境。”黑格尔在给温迪施曼（Windischmann）的信（1810年5月27日）中的回顾可能就是指这一时期：“我从自身的经验中体会过这种心灵——或者更确切地说，理性的心境：一旦它带着兴趣和预感陷入显象的混沌之中[……]。我受这种疑病症的折磨已有好几年，直到筋疲力尽；也许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有这样一个转折点，即他本质收缩的黑夜节点，他被迫穿过这种狭窄的境地，从而使自己得到巩固和确证。”甚至黑格尔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在他去世后也还记得这一点：“1793年秋天去瑞士，呆了三年多；回来时变得内向，只在亲密的圈子里才开朗。1797年初前往法兰克福。”（HBZ 27）

文本： GW 1, GW 3.221–233; Br 1.4–6,9–45. – 文献： R 41–80; Hugo Falkenheim: Eine unbekannte politische Druckschrift Hegels. In: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138 (1909), 193–210, ND in: Helmut Schneider / Norbert Waszek (Hg.): Hegel in der Schweiz (1793–1796). Frankfurt am Main u. a. 1997, 261–285; Hans Strahm: Aus Hegels Berner Zeit. 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41 (1932), 514–533, ND in: Schneider / Waszek (Hg.): Hegel in der Schweiz (1997), 287–316; Paul Chamley: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e Hegel. HS 3 (1965), 228 ff.; Hans Haeberli: Die Bibliothek von Tschugg und ihre Besitzer. In: Festgabe Hans v. Greyerz zum 60. Geburtstag 5. April 1967. Hg. von E. Walder, P. Gilg, U. Im Hof, B. Mesmer. Bern 1967, 731–745; Jacques D’Hondt: Hegel secret. Recherches sur les sources cachées de la pensée de Hegel. Paris 1968, 7–43; »Minerva«; deutsch: Verborgene Quellen des Hegelschen Denkens. Berlin 1972; Ludwig Hasler: Aus Hegels philosophischer Berner Zeit. HS 11 (1976), 205–211; Wilhelm Raimund Beyer: Aus Hegels Berner Zeit.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26 (1978), 246–250; Martin Bondeli: Hegel in Bern. HSB 33 (1990); Christoph Jamme / Helmut Schneider (Hg.): Der Weg zum System. Materialien zum jungen Hegel. Frankfurt am Main 1990; Cinzia Ferrini: Die Bibliothek in Tschugg: Hegels Vorbereitung für seine frühe Naturphilosophie. In: Schneider / Waszek (Hg.): Hegel in der Schweiz (1997), 237–259; Catalogue de la précieuse bibliothèque de feu M. l’Avoyer Christoph de Steiger de Tschugg. […] Ebd. 319–379; Alexandra Birkert: Hegels Schwester. Auf den Spuren einer ungewöhnlichen Frau um 1800. Ostfildern 2008, 88–92. – 关于法国大革命： 来源： GW 3.217 f. – 文献： Georg Lukács: Der junge Hegel. Über die Beziehungen von Dialektik und Ökonomie. Zürich / Wien 1948; Joachim Ritter: Hegel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Köln / Opladen 1957, ND Frankfurt am Main 1965 sowie in Ritter: Metaphysik und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69; Jacques D’Hondt: Hegel secret; Andreas Wildt: Hegels Kritik des Jakobinismus. In: Oskar Negt (Hg.):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Frankfurt am Main 1971, 269–296; Jürgen Habermas: Hegels Kritik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In: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 / Berlin 1967, 89–107; Henry Silton Harris: Hegel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Clio 7 (1977), N. 1, 5–17; Norbert Waszek: 1789, 1830 und kein Ende. Hegel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n: U. Herrmann / J. Oelkers (Hg.):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und Pädagogik der Moderne. Weinheim / Basel 1990, 34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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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兰克福 (1797–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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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家庭教师生活与社交

这些时期在哲学上的收获与其生活状况已知细节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差异不仅是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的特征，在法兰克福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史料令人惊讶的匮乏被大量通过将各种来源的信息相加、几乎像小说一样润色的拼贴画所掩盖：每一个流传下来的关于黑格尔生活圈中某个人的消息都被汇总起来，并断言“朋友们”也是这么想的，其中一个人读过的东西另一个人肯定也读过，而且一个人的生活中所记载的事情，另一个人也一定参与过。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是贫乏的史料，也能拼凑出一幅致密且色彩丰富、但在方法论上值得怀疑的画面。

关于他在酒商、后来的参议员诺埃·戈格尔（Noë Gogel）家中的家庭教师工作条件，只有荷尔德林在1796年10月24日和11月20日寄往伯尔尼的信中有所报道：戈格尔夫妇是“不苛求、不拘束、通情达理的人”，尽管他们有着社会地位和财富，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过着自己的生活”。黑格尔将“首先要教育两个九到十岁的乖男孩”，此外还有几个女孩，对于这令人担忧的额外教学任务，荷尔德林安慰黑格尔说，他也乐意“和这样一个好孩子聊上一刻钟”，并且这孩子肯定会记住德国位于欧洲。黑格尔将能够“完全不受拘束地”生活在戈格尔的房子里，“那是法兰克福最漂亮的房子之一，位于法兰克福最漂亮的广场之一——马市广场（Roßmarkt）上”。黑格尔在那里将“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这很重要”，并获得400古尔登的薪水以及旅行费用，还能在饭桌上“喝到非常好的莱茵葡萄酒或法国葡萄酒”。1797年2月9日，黑格尔向纳内特·恩德尔（Nanette Endel）证实了荷尔德林关于戈格尔一家的评论：“我们家里的气氛既不刻板，也没有那些空洞的、缺乏精神和毫无感情的闲聊；所做和所说的，都出自友谊和开朗。”黑格尔也向伯尔尼的朋友松嫩沙因转达说他过得很好（R 80）。

从法兰克福流传下来的——除了1800年11月2日致谢林的信——只有黑格尔写给纳内特·恩德尔的信。这些信描绘了他生活中并不那么深沉的一面：阅读小说《百合花的阿格内斯》的续篇，参加黑格尔“非常喜欢”的舞会，以及喜剧——至少每周一次——和歌剧；点名提到的有《魔笛》和《唐璜》，黑格尔对后者“因为音乐而非常渴望”。另一方面，他以一种卢梭式的社会批判口吻谈到“社会、城市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消遣的渴望掺入我们内心的渣滓”，并向这位女性朋友赞美乡村生活：正如他在乡间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与自己和人们达成和解一样，他现在也“经常逃向这位忠实的母亲，以便在她那里再次与那些我与之和平相处的人拉开距离，在她的庇护下保护自己免受他们的影响，并阻止与他们结盟。”他还向这位女性朋友承认：“自从您不再督促我保持虔诚以来，这事就完全结束了；我总是路过教堂而不入”（1797年11月13日）。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到了在美因河里游泳（他也在1800年8月21日的一首“本应成为”诗的《月光浴》中对之进行了赞美，GW 2.610），但也提到了1798年春季对美因茨（Mainz）的一次访问，之后他描述了法国革命军队推进所造成的破坏——没有任何政治评论，仿佛这只是一场自然事件。从1800年9月19日至22日，正如护照再次证明的那样，他再次访问了此时已成为法国领土的美因茨（Br 4/1.77）——关于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只能进行种种猜测。

在法兰克福，黑格尔与威廉·弗里德里希·胡夫纳格尔（Wilhelm Friedrich Hufnagel）保持着社交联系，后者当时是法兰克福教会事工部（Geistliches Ministerium）的资深牧师，其妻子卡罗琳（Caroline）是黑格尔的教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雷耶尔（Johann Friedrich Breyer，他父亲的一位表兄弟）的女儿。尽管无法证实这样一种说法，即黑格尔和其他名人一样，要归功于胡夫纳格尔的求情，“正是他将他们作为家庭教师引入法兰克福的家庭，这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联系、进一步深造的途径，并从而铺就了他们通往名望的道路”（HBZ 35），但黑格尔在1801年12月30日从耶拿寄出的信——感谢“鞋子、茶叶、钱、香肠”——确实证明了他们之间非常亲切的关系。

罗森克兰茨还报道说，黑格尔“作为一个真正的浮士德”，当时养了一只贵宾犬，他用诗句精确地描述了它的“必然性”，“这些诗句大概按照他的意图本应是挽歌体对句（Distichen）”（R 83）。关于黑格尔在诗歌抱负上其他成问题的结果，罗森克兰茨也做出了——可以理解的——毁灭性的评价。他对黑格尔哲学兴趣的提及则显得更为有利：从当时仍然存在的购书账单中，罗森克兰茨看出黑格尔“主要购买谢林的著作和最好、最新版本的希腊古典著作。特别是柏拉图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kus），他一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R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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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精神同盟”

奇怪的是，在黑格尔周围现存的文献中，没有任何证据触及当今关于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研究中被广泛讨论的组合：与荷尔德林、雅各布·茨维林和伊萨克·冯·辛克莱的法兰克福-洪堡“精神同盟”（Bund der Geister）。辛克莱于1792年10月在图宾根大学注册学习法学；荷尔德林在1795年11月25日给黑格尔的信中的提示，让人推测黑格尔从那时起就认识辛克莱。在耶拿学习之后，他自1796年起为黑森-洪堡伯爵服务。罗森克兰茨的记述也没有让人察觉到这个圈子的重要性；作为这段时期的熟人，他还提到（没有给出出处）弗里德里希·穆尔贝克、约翰·埃里希·冯·贝尔格（大概只是因为他误将“Breyer”读成“Berger”，R 144）、约翰·埃里希松（生于1777年，当时在耶拿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学习神学）以及约翰·本杰明·埃哈德（不过他当时是安斯巴赫的医生，并且从1799年起在柏林；参见ADB 6.201）。另一方面，黑格尔与约瑟夫·弗朗茨·莫利托、尼古劳斯·福格特和约翰·戈特弗里德·埃贝尔没有私人关系（R 81），罗森克兰茨可能是从辛克莱1810年8月16日的信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不过他提到埃贝尔时没有考虑到，后者在1796年至1802年期间无论如何都住在巴黎。

对这个朋友圈子多方面且连篇累牍的研究，掩盖了流传下来的文献的沉默——特别是在涉及黑格尔在该圈子中的地位时。这也间接印证了最近关于这个同盟的论述（Waibel 2002）。为了弥补这一点，甚至连可疑的来源也获得了很大分量：迪特·亨利希和汉内洛蕾·黑格尔将辛克莱的纪实诗《相识》（Die Bekanntschaft）解读为与黑格尔的相遇（1797年），奥托·珀格勒（1983年）和克里斯托弗·亚梅则将其解读为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相遇（1806年）——并且后者的理由更为充分。荷尔德林的信件虽然提供了他与黑格尔关系的线索，但并未提供对当时的“精神同盟”的深入了解。在1797年2月16日给诺伊费尔的信中，他写道：“与黑格尔的交往对我非常有益。我喜欢这些冷静理智的人，因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和世界处于何种境地时，可以在他们那里很好地找到方向”。早在1796年11月20日，他就向黑格尔预言道：“当我的情绪让我变成一个傻小子时，你常常是我的导师，而且你有时还得继续当下去。”在这个朋友圈子保留下来的其他信件——辛克莱或茨维林的信件——中，都没有提到黑格尔。1797年荷尔德林的《许珀里翁》（Hyperion）出版，黑格尔有一本——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如何阅读荷尔德林的诗作的。黑格尔后来与辛克莱的通信提供了一些线索——但黑格尔写给辛克莱的信已被销毁。在1810年10月给辛克莱的一封信草稿中，黑格尔让他向自己并不认识的莫利托问好，并为没有感谢他寄来文章而道歉；接着他继续写道：“也代我向高高的费尔德山和阿尔金（Alkin）问好，在不幸的法兰克福，我曾如此频繁且乐意地眺望那里，因为我知道你就在它们脚下。”与此相符的还有最详细的记录；它来自后来的时期，并且出自一位未参与“精神同盟”的人之手。普鲁士的威廉公主，本名黑森-洪堡的玛丽安娜，在1830年与“世界闻名的黑格尔教授”共进晚餐后在日记中写道，她向黑格尔提到了辛克莱：“于是他谈到了他，谈到了波纳默斯（Bonamös）[即法兰克福郊区的波纳梅斯（Bonames）]，谈到了他同他一起在我们山上的漫游，叫出了每个地方的名字——接着他又开始谈论荷尔德林，这个对世界来说已经销声匿迹的人——谈到了他的书《许珀里翁》”（GW 2.659）。

参考文献： Käthe Hengsberger: Isaak von Sinclair, der Freund Hölderlins. Berlin 1920; Ludwig Strauß: Jacob Zwilling und sein Nachlaß. In: Euphorion 29 (1928), 368–396; Dieter Henrich: Hegel und Hölderlin. In: ders.: Hegel im Kontext (1971), 9–40; Hannelore Hegel: Isaak von Sinclair zwischen Fichte, Hölderlin und Hegel. Ein Beitrag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1971; dies.: Reflexion und Einheit. Sinclair und der »Bund der Geister« – Frankfurt 1795–1800. In: Rüdiger Bubner (Hg.):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HSB 9 (1973), 91–106; Otto Pöggeler: Hölderlin, Hegel und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Ebd. 211–259; Pöggeler: Sinclair – Hölderlin – Hegel. Ein Brief von Karl Rosenkranz an Christoph Th. Schwab. HS 8 (1973), 9–53; Pöggeler: Hegels praktische Philosophie in Frankfurt. HS 9 (1974), 73–107; Christoph Jamme (Hg.): Sinclairs Briefe an Hegel 1806/07. HS 13 (1978), 17–52; Jamme: »Ein ungelehrtes Buch« (1983); Jamme / Pöggeler (Hg.): Homburg vor der Höhe in de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 Stuttgart 1981; Jamme / Pöggeler (Hg.): »Frankfurt aber ist der Nabel dieser Erde«. Das Schicksal einer Generation der Goethezeit. Stuttgart 1983; Jakob Zwilling’s Nachlaß. Eine Rekonstruktion. Mit Beiträgen zur Geschichte des spekulativen Denkens. Hg. und erläutert von Dieter Henrich und Christoph Jamme. HSB 28 (1986); Isaak von Sinclair. Politiker, Philosoph und Dichter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Anhand von Originaldokumenten dargestellt von Christoph Jamme. Bonn 1988; Violetta Waibel: »Bund unserer Geister«. In: Ulrich Gaier u. a.: »Wo sind jetzt Dichter?« Homburg, Stuttgart 1798–1800 (= Hölderlin Texturen 4). Tübingen 2002, 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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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写作计划

尽管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毫无疑问，法兰克福-洪堡的朋友圈对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广义上的宗教哲学手稿。《论德国宪法》一书的起草大概也至少在这个朋友圈里有一些根源，因为辛克莱尔从1796年起就为洪堡伯爵效力，并以此身份卷入了当时的外交活动中；例如，他在1798年参加了拉施塔特会议（Rastatter Kongreß）。然而，并非黑格尔当时所有的项目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圈子。他在伯尔尼就已经培养起来的浓厚政治兴趣，在1798年促成了他的第一部出版物：他匿名发表了《关于沃州（Pays de Vaud）与伯尔尼城昔日国家法关系的密信》——这是让-雅克·卡尔（Jean-Jacques Cart）反对伯尔尼贵族政治的一篇论战文章的带有注释的译本（见第二章第3.2节）。虽然匿名在梅塞尔（Meusel）1805年的《学者德国》中就被揭开了（HBZ 57），但黑格尔的作者身份直到胡戈·法尔肯海姆（Hugo Falkenheim）才被广泛知晓。大概是在朋友们的建议下，黑格尔放弃了发表一篇现在只剩下残篇的关于符腾堡政治状况的小册子（见第二章第3.3节）。

除了这两个项目之外，广义上的政治事件也吸引了他的注意。罗森克兰茨报道了黑格尔从英国报纸上摘录的——现已失传的——笔记，并流传下了他关于《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的批判性意见的摘录。负责此事的国家总理冯·卡尔默（v. Carmer）考虑废除肉刑，并代之以“通过完全的孤独和隔离与人的所有交流，通过切断习惯的需求和舒适”来加重刑罚执行，黑格尔反驳这一考虑是“像易洛魁人（Irokesen）那样，想着折磨他们被俘的敌人，并带着快感施加每一种新的折磨？惩罚和意在改进的道德快感与复仇的快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GW 2.586）。

然而，在这些政治兴趣之中，狭义上的哲学工作也并没有被忽视。罗森克兰茨报道，从1798年8月10日起，黑格尔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进行了“严格的研究”，并且“在这里就已经”试图将康德关于合法性和道德的对立“联结到一个更高的概念中，在这些评论中，他经常简单地将其称为生命，后来称之为伦理”。作为这一现在同样已失传的评论的另一个兴趣点，罗森克兰茨强调了克服国家和教会二元论的问题。如果国家的原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那么教会和国家不可能是有差别的。对前者来说，作为思想和统治的东西，对后者来说，恰恰是同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由想象力呈现出来的东西。只有当人在整体上被粉碎成一个特殊的国家人和特殊的教会人时，教会的整体才是一个残篇。”（GW 2.588）罗森克兰茨还提供了对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著作的另一个视角的洞悉：从1799年2月19日到5月16日，他为斯图亚特（Stew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德文译本写了一份带有批注的评论，“这份评论还完整地保存着。其中包含许多对政治和历史的伟大见解，以及许多精妙的评论。斯图亚特还是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黑格尔带着高贵的情致，运用大量有趣的例子，在竞争和劳动及交往的机制中，努力拯救人的内心，以此来反对重商主义中死板的东西。”（R 86）

然而，罗森克兰茨起初并未提及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领域：自然哲学。人们只能从他后来的消息中推断出它，黑格尔把他在1801年夏天的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的主题“已经带在身边很久了”：“早在很多年前，就可以在他那里找到从康德关于力学和天文学的著作中，以及从开普勒（Kepler）、牛顿（Newton）等人那里的摘录。[…]这些手稿以及一大堆属于它们的计算仍然存在。”（R 151 f.）考虑到黑格尔在耶拿工作前半年的多种多样项目，必须假设他已经在法兰克福进行了这些——今天已经失传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并以一种成熟的形式将它们带到了耶拿（参阅 GW 5.624,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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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迁往耶拿

恰好在法兰克福岁月的中期，黑格尔收到了他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的消息，说他们的父亲已于1799年1月15日去世。为了处理遗产问题，他在1799年2月24日授权他父亲的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当时在斯图加特担任文书顾问（Expeditionsrat）的约翰·克里斯托弗·京茨勒（Johann Christoph Günzler）：“在清点财产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变卖中，拥有无限制的全权，以我的名义去处理任何属于我并需要我采取行动的事务”。在这份授权书中，他也表达了他的意愿，即“在清点财产之后立即着手变卖，然后再进行分配”；但在1799年3月9日至28日，他也亲自前往了斯图加特。留下的财产在兄妹之间——黑格尔、他的兄弟格奥尔格·路德维希（Georg Ludwig）和妹妹——被平均分配；此外，他们还达成一致，两位兄弟愿意从他们的遗产份额中，“预先给妹妹500古尔登，作为由于她的教育而产生的费用的补偿”——具体来说，“硕士（指黑格尔）”出350古尔登，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出150古尔登（Br 4/1.72–74）。黑格尔剩下的3154古尔登的份额，为他寻求结束家庭教师工作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对于罗森克兰茨的报道，即黑格尔“现在非常活跃地”考虑过“转入学术领域”，并没有证据支持，对于他的补充说明更是如此：“黑格尔想去耶拿，当时的哲学黄金国（Eldorado），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R 142）直到父亲去世一年多以后，在1800年5月23日，黑格尔才请求斯图加特宗教法庭“允许他去访问几所外地的大学，并同时请求资助部分旅行费用”。在这里，耶拿至少没有被明确提及。甚至在关于已通过考试的奖学金获得者的“1804年简要概述”中，黑格尔仍被列为“正在旅行中”（Br 4/1.75 f.）。

关于旅行目的地是耶拿的第一个证据，是黑格尔在1800年11月2日给谢林的信，通过这封信他恢复了中断数年的通信——然而他只是“为了一个特别的愿望”而写信，也就是为了要几个班贝格（Bamberg）的地址。黑格尔原本希望在那里能见到这位朋友并共度一段时间，然而却得知谢林已经返回了耶拿，因此他向他索要为了在班贝格或另一座城市逗留的地址——并且他补充说，他会“更喜欢一座天主教城市而不是新教城市；我想近距离地观察一下那种宗教”。然而，罗森克兰茨报道说，黑格尔听从了（谢林的？）决定，“从法兰克福立刻前往耶拿”，并于1801年1月到达那里（R 147 f.）。

流传资料的匮乏很容易让人忽略一点，即黑格尔并非因为一项计划中的学术活动而联系这位朋友。他的信假定，他希望投身于“耶拿的文学喧嚣”的愿望，谢林已经从第三方那里得知了。黑格尔在耶拿的真正通信伙伴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是信中提到的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布雷耶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Breyer），他是谢林的表弟，当时是耶拿的编外讲师，但也可能是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采（Friedrich Immanuel Nietzsche），他当时与荷尔德林关系密切，在1801年参与了黑格尔的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程序，并且一直到纽伦堡岁月结束时都是黑格尔的导师。然而，黑格尔自1800年起就“与尼采”处于密切的友谊之中（Br 4/2.241），这一点迄今仍未得到证实。通往耶拿的联系也可能存在于海因里希·埃伯哈德·戈特洛布·保卢斯（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Paulus）那里，正如黑格尔1801年12月30日致胡夫纳格尔的信所示，他也认识保卢斯；黑格尔在耶拿很快就与保卢斯及其家人走得很近。尽管如此，黑格尔仍然对谢林给予了特殊的评价：“在我周围看到的所有人中，只有在你身上，我看到了那个我也想将其作为在对世界的表达和影响方面视为我的朋友的人。”尤其是在提到的这种“考虑”中，回荡着与荷尔德林分离的经验，当黑格尔来到法兰克福时，荷尔德林的形象曾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资料： GW 2; Hegel’s Theologische Jugendschriften nach den Handschriften der Kgl. Bibliothek in Berlin. Hg. von Herman Nohl. Tübingen 1907. ——文献： R 80–99, 141–143; Haym: Hegel und seine Zeit (1857), 123; Hegel 1770–1970, 112–125; Hölderlin. Zum 200. Geburtstag (1970), 164–239; Hartmut Buchner: Hegel im Übergang von Religion zu Philosophie. Philosophisches Jb 78 (1971), 82–97; Dieter Henrich: Der Grund im Bewußtsein. Untersuchungen zu Hölderlins Denken (1795–1795). [Stuttgart 1992], insbesondere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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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拿 (1801–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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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黑格尔与谢林

1800年前后耶拿精神生活独一无二的状况，以及大量的重要名字——仅提费希特、谢林、弗里德里希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以及最后同样重要的席勒和歌德——很容易让人忘记这些人之间的派系斗争，甚至是“阴谋（Kabalen）”。此外，当时耶拿的声望已经开始褪色：在黑格尔到达时，费希特已经因为“无神论之争”被解雇（1799年）并前往了柏林；在那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也同时开始了他《关于纯文学和艺术的讲演》。与费希特在空间上远离耶拿相平行的，是谢林和费希特之间在哲学上的决裂。随着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的构想，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差别对费希特来说也变得更加明显了，而对外，这种决裂通过谢林的《我的哲学体系的呈现》变得公开化，这本书在标题上就已经在寻求与费希特拉开距离。对于惊讶的同代人来说，谢林当时也走出了作为费希特门徒的角色，而起初无论是费希特还是同代人都将他视为这一角色；同时，黑格尔——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这位大师看来——都进入了作为谢林门徒的角色。这种定位不仅表现在谢林向埃尔朗根文学报（Erlanger Literaturzeitung）的编辑G. E. A. 梅梅尔（Mehmel）推荐“在耶拿克利普施泰因花园的黑格尔博士”代替自己作为评论员，并说他可以从中“期待一份完全能干且深刻的工作”（HBZ 39）；黑格尔还与谢林住在一起，正如他在1801年12月30日告知他的法兰克福熟人胡夫纳格尔的那样。

然而，正是这个变革时期，让黑格尔更容易在耶拿站稳脚跟。尽管缺乏他逗留头几个月的生平证据，但可以看出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耶拿的文学喧嚣”之中。他与谢林合作的第一个证据是他关于《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的著作。黑格尔必定是在抵达耶拿后不久就开始了它的起草工作，特别是他在“1801年7月”就已经签发了“前言”。毫无疑问，他写下这本关于差别的著作并非没有与谢林进行密切的协调，尽管谢林在1801年10月3日将其寄给费希特时，用带着外交辞令般距离感的话语说，这是一本“我没有参与，但我也无法以任何方式阻止”的书。

合作的第二个证据是《哲学批判杂志》。在此之前，关于费希特、谢林和施莱格尔兄弟甚至在歌德和席勒参与下创办共同杂志的几个计划都失败了，而在这个新项目中，谢林和黑格尔是唯一的编辑，在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拒绝之后，他们也是唯一的作者。他们通过不对自己的文章进行署名，来彰显他们在哲学上的和谐一致。这个项目也包含着针对费希特的矛头，这一点可以从谢林的意图中看出，他打算“出其不意地”将第一卷的第一期寄给费希特——正如当时已经与谢林关系密切的卡罗琳·施莱格尔（Caroline Schlegel）在1801年11月23日告知她的丈夫奥古斯特·威廉的那样。早在1802年1月4日，谢林就将这一期寄给了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和费希特（HBZ 43）——黑格尔为这一期贡献了两篇论文：《一般哲学批判的本质》和《庸常知性是如何看待哲学的》。因此，这本杂志的计划毫无疑问可以追溯到1801年上半年；1802年3月，第二期就已经出版，其中包含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的详细论文，而在谢林独自承担第三期的同时，第二卷的前两期包含了黑格尔的论文《信仰与知识》以及《论自然法权的科学处理方式》。

资料： GW 4。——文献： Hartmut Buchner: Hegel und das Kritische Journal der Philosophie. HS 3 (1965), 9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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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授资格论文

尽管如此，黑格尔在耶拿的第一年并非只致力于这种与当代哲学的探讨。对于他进入耶拿不仅是文学圈，也是学术圈而言，更重要的是他在1801年8月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然而，为了这一目的，黑格尔选择了另一个主题：自然哲学。鉴于1801年上半年刚刚提到的那些著作，人们必须假定，罗森克兰茨提到的（R 151 f.）为此所作的详尽预备性工作源自法兰克福时期。

关于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程序，黑格尔似乎出于错误的预期。1801年8月8日，他向哲学院申请“认证”他在图宾根获得的硕士头衔，这意味着，不仅要承认它与哲学博士头衔同等，还要将其承认为大学授课资格的前提条件。然而，哲学院院长要求黑格尔——除了一些形式上的程序外——“在目录[即讲授课目录]付印之前必须进行一次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答辩，或举行一次试讲；在后一种情况下，也必须在复活节出版的讲授课目录付印之前进行一次答辩。”然而，学院半数成员拒绝了院长这一非常通融的建议——并非没有忧心忡忡地看待因“施瓦本诸君”的移居而导致教员人数的急剧增加——他们援引章程，特别是学院恰好在“6天前一致决定”，答辩必须先于讲授许可的授予。由于不知道这一决议，黑格尔可能以为只需提交一份认证申请就能获得讲授许可。8月15日，院长将这一学院决议转达给黑格尔；同一天，黑格尔试图修改这些附加条件：院长可以“自行判断，在必须提交讲授课目录公告的十二到十四天内，写完、印好、分发并为一篇答辩论文进行辩护是不可能的；但我毫不怀疑，如果我在此期限之前提交这篇答辩论文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您和哲学院都会感到满意的；因为，正如我不会在没有获准讲授以及公告此事的情况下谋求认证一样，我同样不会通过延迟印制和答辩这篇答辩论文（随后它可能会在下个月之内完成）而达到任何目的，因为哲学院毕竟掌握着暂停讲授许可的权力。”（Dokumente, 31 f.）学院拒绝了这一建议，坚持要求进行答辩；但在进一步的交涉中，黑格尔——像一年前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样——出人意料地获准就“论题”进行答辩，条件是他承诺在讲授课开始之前补交大学授课资格考核论文和试讲。因此，黑格尔在五天内印制了十二条《论行星轨道的哲学论文的预备论题》。答辩于1801年8月27日，即他31岁生日当天举行；反对者是尼特哈默教授、谢林教授和学生施瓦措特，答辩人是谢林的弟弟卡尔。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黑格尔——毫无疑问地基于前面提到的自然哲学手稿——写出了他的拉丁文答辩论文《论行星轨道》，并且最初是用德文写成的。1801年10月18日，他将其提交给学院，第二天他举行了试讲；不幸的是，关于这次试讲的情况不得而知。

文献来源： GW 5.221–253。– 参考文献： Dokumente zu Hegels Jenaer Dozententätigkeit (1801–1807). Hg. von Heinz Kimmerle, HS 4 (1967), 21–99; Kurt Rainer Meist: Texte zur Habilitation (1801), GW 5.61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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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活动

随着在1801/02年冬季开始其教学活动，黑格尔（Hegel）开始了对他体系的阐述。在随后的六年里，他在讲座中对这一体系的基础学科进行了深化，最初的那些转瞬即逝的草图得到了充实。这些学科包括：哲学导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自然法、哲学百科全书、自然与精神哲学（其中拉丁语“philosophia mentis”在《一般文学报》的《情报版》（Intelligenzblatt）的德文译文中，被多次误译为“人类理智哲学”）、哲学史，另外还讲过一次算术。不过，他最早的听众之一伊格纳茨·保罗·维塔利斯·特罗克斯勒（Ignaz Paul Vitalis Troxler）也指出，这些讲座最初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黑格尔1801/02年的逻辑学讲座，最初有11名听众注册，“却解散了，因为只有像弗里德里希·施洛塞尔（Friedrich Schlosser，歌德的侄子[…]）和特罗克斯勒等少数人能跟得上讲课的内容。后者随后与黑格尔建立了私人关系”（Düsing 1988, 13）。这种失败部分是黑格尔自己预料到的，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逻辑学讲座的另一位听众伯恩哈德·鲁道夫·阿贝肯（Bernhard Rudolf Abeken）报告说，“过去在我心中根深蒂固的上帝、信仰、救赎和不朽，怎么也无法与这新学说结合起来，甚至似乎与它相冲突；而且很快被谢林（Schelling）拉过来的黑格尔，在讲座一开始就向我们高呼但丁的名言：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 entrate（入此门者，放弃一切希望）。我流下了最痛苦的眼泪……”（HBZ 41）。

此外，在黑格尔这第一学期的预告中写道，“disputatorium philosophicum communitet cum Excell. Schellingio diriget.”（将与谢林阁下共同主持哲学辩论）。卡尔·威廉·费迪南德·索尔格（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阿贝肯和特罗克斯勒证明，与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的猜测相反，这场辩论确实举行了。从他们的报告中也能了解到辩论过程的细节：参与者们提出了“属于当时形而上学思辨风格”的论题（这些论题在主题上或许借鉴了谢林（Schelling）同期的讲座，但不受其限制），并以当时的常见形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GW 16.79）。然而，黑格尔尽管作为联合举办者出场，在这场辩论中却十分克制低调，以至于他的名字在参与者的报告中甚至都没有被提及。

来源： Br 4/1.83–85。 – 文献： 金默尔：《黑格尔耶拿时期讲师活动文献》, 21–99; Friedhelm Nicolini: 关于谢林与黑格尔1801/02年冬季辩论的提示 1801/02. Ein Hinweis. HS 9 (1974), 43–48; 索尔格在耶拿的谢林研究 1801/02. 五封未发表的信件。由…提供并注释 Wolfhart Henckmann. HS 13 (1978), 53–74; 谢林与黑格尔的早期绝对形而上学 (1801–1802). 特罗克斯勒（I. P. V. Troxler）的综合讲座笔记，由…编辑、作序并加注 Klaus Düsing. Köl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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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社交

谢林不仅为黑格尔进入耶拿的学术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他进入耶拿的社交生活提供了便利。因此，他促成了黑格尔于1801年10月21日拜访歌德，并将他引荐给以约翰·迪德里希·格里斯为中心的杰出圈子（HBZ 39,41），这位法学家特别以翻译塔索、阿廖斯托和卡尔德隆的作品而闻名。相反，黑格尔当时是否也亲自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不确定的。尽管他后来回忆说：“我还在耶拿经历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先验哲学的讲授课的登场”，但这仅仅是着眼于据说这些讲授课的提前终止。然而，在这里，黑格尔只不过是重复了谢林对费希特（1800年10月31日）的一种说法，所以不能借此证明他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之间存在私人交情。因此，只有在1831年一份匿名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小册子中流传下来的一份来自一位“绝对可信之人”及目击者的证词，证明黑格尔旁听了施莱格尔“1800年在耶拿举行的关于先验哲学的讲授课”（Anonymus 1831, XXVII）——但这充其量只能涉及1801年1月中旬至3月底之间的这段时间。同样，从施莱格尔1804年3月26日对他哥哥的激烈言辞中也推断不出他们有私人交情：谢林“现在已经习惯了偷窃”——但是：“然而更让我恶心的是那些黑格尔式的把戏。——我大概再也不会读这个人写的任何东西了；时间对我来说越来越宝贵了。”（HBZ 56）最迟在1802年夏天，黑格尔应该已经结识了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HBZ 46），但后者却向谢林指责黑格尔的《信仰与知识》。而且，正如谢林在费希特面前与黑格尔的《差别》划清界限一样，他也在1802年8月19日“在所有方面”同意施莱格尔的看法，“除了他[即黑格尔]在哲学方面本不应该将费希特的《人的规定》视为未曾写过一样对待”。（HBZ 48）然而，当时在名义上还是施莱格尔妻子的卡罗琳，同样通过谢林——与黑格尔保持着私人联系，并经常在她的通信中提到他——作为拜访对象、在共同订购葡萄酒时以及作为香肠的爱好者（HBZ 44 f., 47, 49）。然而，后来在1809年10月4日，黑格尔散布了一个（来自保卢斯家族的？）关于她去世的相当不敬的说法：他把她称为“那个七的化身（Septem）”——也就是一个喜欢吵架的老太婆（奥林·F·萨默雷尔的友好提示）——“我们最近在这里听说了她的死讯，这里的一些人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魔鬼把她抓走了。”然而，在耶拿时期之初，黑格尔结交了两位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朋友：比他大四岁的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和比他大九岁的海因里希·埃伯哈德·戈特洛布·保卢斯。两人都出身于图宾根神学院，当时都是耶拿的神学教授。尼特哈默在1789年通过宗教法院考试后，在图宾根一直逗留到1790年4月，并在神学院进行私人授课（Henrich 1997, CI）；黑格尔当时可能已经认识他了；1801年他参加了黑格尔的答辩。与保卢斯的结合似乎是通过黑格尔在法兰克福认识的胡夫纳格尔一家促成的，黑格尔在1801年12月30日向他们报告说，保卢斯将在“复活节”出版一本新的斯宾诺莎全集。关于他后来参与该全集第2卷的编写（GW 5.513–516），他在这里只字未提，只是提到了它可能会给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可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旧派神学公众，早就把这位保卢斯看作一个扫罗，毫无疑问，他们会发现，通过出版斯宾诺莎（而且还是他自费做的！），他已经将自己提升到了潜能阶次为二次方的扫罗。”

参考文献： Anonymus [Hülsemann]: Ueber die Wissenschaft der Idee. Erste Abtheilung. Die neueste Identitätsphilosophie und Atheismus oder über immanente Polemik. Breslau 1831; Ernst Behler: Friedrich Schlegel und Hegel. HS 2 (1963), 203–250; Ernst Behler: Friedrich Schlegels Vorlesungen üb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Jena 1800–1801. PLS 2.52–71; Henrich (Hg.): Die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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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哲学编外教授

就像费希特离开耶拿以及后来与谢林的决裂毫无疑问地促进了他与黑格尔的密切结合一样，这所大学的进一步衰落似乎也迎合了黑格尔的地位确立。1803年，几位受人尊敬的教师离开了耶拿；谢林在1803年8月31日甚至谈到“耶拿迄今为止的南北无差别点的崩解，现在一部分被抛向南方，另一部分被抛向北方。”《耶拿文学报》被迁往普鲁士的哈雷；戈特利布·胡夫兰和保卢斯在当地大学重组的过程中被聘请到维尔茨堡；一年后尼特哈默也紧随其后。黑格尔当时也已经有了离开耶拿，回到法兰克福的一所文理中学去的念头，这可以从胡夫纳格尔在1803年5月4日的信中推断出来：我“几乎无法想象，您会把大学生涯换成文理中学教师生涯。我们的宗教法院已经通过我与一位哥达的教师进行了谈判，因为文理中学的副校长一职空缺；但我还在等待最终的回音”。

谢林也与卡罗琳（当时仍是“施莱格尔夫人”）一起在5月离开耶拿前往符腾堡，从那里他在1803年7月11日通知黑格尔，他现在已经和他的朋友结婚了。大约在这个时候，关于他被聘请到维尔茨堡的传闻已经流传开来，而他在1803年8月31日只能报告一种支持他的“非常明确的氛围”，黑格尔则在1803年11月16日祝贺他现在已经到达了他的“固定的位置和岗位”。这就同时宣告了由两人共同编辑的《批评杂志》的终结，以及他们哲学合作的终结。他们的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因为谢林在与出版商加布勒的法律诉讼中指定黑格尔为代表，并指示他的律师阿萨尔“在没有得到他[即黑格尔]事先同意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步骤或提交任何重要文件”（HBZ 51）。谢林还在1804年7月14日邀请黑格尔参与他未来的期刊《医学作为科学年鉴》的工作，但黑格尔直到1807年1月3日才对此作出答复——因为他想“同时通过行动”来证明他的准备，但没有找到机会。

另一方面，这种对耶拿大学来说岌岌可危的新局面，却允许黑格尔走出谢林的阴影。早在1803年11月16日，在祝贺（谢林）获得维尔茨堡教职时，他就向谢林报告说：“我又开始讲授课了，并且比平时表现得更好。”他的评估也得到了其他人判断的印证：在1803年夏天，席勒在威廉·冯·洪堡面前推荐黑格尔是一位“彻底的哲学头脑”，然而他“有些病态和暴躁”——后一种性格描述在其他言论中无法得到证实。但在1803年11月9日，他向歌德报告说，“我们的黑格尔博士据说吸引了许多听众，甚至听众对他的讲课也并非不满意”（HBZ 52 f.）。席勒和歌德在1803年11月/12月制定了让黑格尔和费尔诺相互接近的计划，以便黑格尔学会使他的观念论变得容易理解，而费尔诺则走出他的肤浅。歌德在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黑格尔作为交谈伙伴或晚会的参与者，而夏洛特·席勒则推荐他作为斯塔尔夫人的交谈伙伴（HBZ 54 f.）。

差不多一年后，K. F. E. 弗罗曼写道，黑格尔“这个冬天受到他听众的极大赞扬和爱戴”（HBZ 58），甚至在1804/05年冬天对“黑格尔和弗里斯”仍然“不满意”的K. Ch. F. 克劳斯的朋友Ch. F. 兰格，现在也向克劳斯报告说：“黑格尔的讲课大有改善，我希望，在鼓舞他的崇高精神的感召下，他能向我展示通往更好境界的道路。”（HBZ 57 f.）从这些年开始，黑格尔身边聚集了一圈学生，其中部分人后来仍与他保持联系——其中包括后来在柏林接替他职位的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加布勒，加布勒还报告了其他学生的情况：关于黑格尔后来在旅行中拜访过的荷兰人彼得·加布里埃尔·范·赫尔特（见第I.8.7 f.章），以及有些天才气质的赫尔曼·苏特迈尔和已经带有肺痨印记的克里斯蒂安·戈特希尔夫·采尔曼，他是“最深入黑格尔内在理解的人”（HBZ 59–62）。

在这些年里，黑格尔——与歌德、托马斯·约翰·塞贝克和弗朗茨·约瑟夫·谢尔弗一起——追求着一种强烈的自然哲学兴趣；歌德说上述三人“单凭他们自己就构成了一个学院”（HBZ 86）。黑格尔与歌德和塞贝克在暗箱中“进行了关于有色光加热能力大小的实验”（HBZ 73）。1804年1月30日，黑格尔被任命为公爵矿物学会助理员；1804年8月1日，他成为威斯特伐利亚自然研究协会的成员。与此相关的可能还有计划前往哥廷根和哈茨山的旅行，为此他在1804年5月30日获得了一本护照（Br 4/1.87 f.）。然而，尽管由于共同的自然哲学兴趣而与歌德建立了这些友好的接触，但——与埃克哈特·弗斯特的观点相反——没有任何理由将黑格尔在耶拿形成其哲学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归功于歌德。

尽管有这样令人高兴的发展，但他作为哲学无薪讲师的处境——因此没有薪水——仍然令人不满意。1804年9月7日，他请求去海德堡旅行的格里斯去探听“那里的大学在人员配置方面的情况如何；[…]我听说那里还有一个教席空缺”。几乎在同一时间，在1804年9月29日，他向歌德求助：他听说一些同事“期待着陛下恩准任命为哲学教授”，这使他想起自己是“这里最资深的哲学无薪讲师”，并且他相信，“至少在去年的冬天里，我的讲课并非没有得到众多听众的满意”——并且他预告将在1804/05年冬天完成对哲学的“纯粹科学的加工”。1805年2月，他被任命为哲学编外教授——当然是与弗里斯一起（Br 1.456），当时弗里斯已经作为费希特和谢林哲学的反对者而崭露头角。

尽管获得了这种承认，他的处境仍然令人不满意，尤其是因为任命并没有附带薪水。因此，在1805年夏天，黑格尔在写给从耶拿前往海德堡的约翰·海因里希·福斯的信（根据流传下来的草稿非常恳切）中，努力谋求海德堡的一个职位：在海德堡“科学的拯救将升起新的曙光”——但是福斯回答说，目前“在必要的学科得到安置之前，不能考虑任何额外的事情。”同样从耶拿转到海德堡担任化学教授的卡尔·威廉·戈特洛布·卡斯特纳也报告说，福斯从主管机构得到了一个“绝对拒绝的答复”（Br 1.95–103）。兰格，以前在耶拿偏爱克劳斯，后来又接近黑格尔，在1805年12月4日从海德堡向他报告说，卡尔·道布对他非常感兴趣——然而：“这位杰出的人物孤立无援地站在那里，想和那些被水浇透了的人谈论精神。”向尼特哈默——他显然曾努力促成黑格尔被聘请到维尔茨堡，后者由于普雷斯堡和约，起初又被从巴伐利亚分离出去——黑格尔在1806年1月14日尽管如此还是表达了对维尔茨堡、巴伐利亚新成立或扩建的大学，或者对重组后的图宾根大学的兴趣；从辛克莱1806年5月25日的信中可以看出，黑格尔也把希望寄托在柏林建立大学上。但是所有的这些希望都没有实现。因此，尼特哈默在1806年5月26日安慰他大声说道：“主毕竟还是会拯救以色列的”，而歌德在1806年6月24日至少为黑格尔争取到了100塔勒的年薪：“我虽然希望能够宣布更多；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了一个开端，未来的很多事情就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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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耶拿岁月的终结

然而，这种未来呈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形态：在与法国的战争再次爆发后不久，耶拿于1806年10月13日被法国人占领。同一天，黑格尔向尼特哈默报告说：“皇帝——这个世界灵魂——我看到他骑马穿过城市去侦察；——看到这样一个个人确实是一种奇妙的感受，他在这里集中于一点，骑在马上，跨越世界并统治它。”只有一些居民“因为行为笨拙和缺乏谨慎”而陷入窘境。这大概与加布勒后来的描述一致：黑格尔曾告诉他，“起初他还算幸运。一些步兵闯入他的住所，面带威胁之色，有可能做出最坏的事情；然而，他成功地抓住了其中一个佩戴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人，凭着他胸前佩戴的荣誉符号，使他和他的战友们实际上证明了他所表达的得到光荣对待的期望是正当的；他把所有的吃喝都给了他们，直到他们离开，他都与他们和平相处。”根据他在10月13日信件的附言，这天晚上他在“赫尔费尔德行政委员家中”住宿，并观看了“法国士兵在整个市场上从肉摊、旧货摊等处生起的火”。

五天后，黑格尔的消息却不同了：10月13日，耶拿发生了火灾，“城市的遭遇和我们一样糟糕”；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被洗劫了。加布勒接着说：“当10月14日城里到处都是破坏和满目疮痍，只有少数房屋免于被抢劫时，黑格尔在自己的住所觉得不安全，就和背着个筐子的女佣来到我们家，想在我们家寻找一个暂时的容身之处。”加布勒为他安排了一间空着的学生宿舍，“他暂时让女仆带着带来的财物留在那里。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小时后我回到家，听说所有东西又被取走了。”（HBZ 67 f.）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回自己的住所，据加布勒记载，在那里他“同样遭受了到处闯入的法国士兵的粗暴和冲击，最后不得不让步[即去了加布勒那里]”，而是去了卡尔·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弗罗曼和他儿子弗里德里希·约翰内斯那里，他们一致报告说，黑格尔“带着他全家，共六个人，住进了我们这里”，并参与了从受到火灾威胁的塞贝克房子里抢救物品的行动（HBZ 75 f.）。

黑格尔对其《精神现象学》手稿的担心似乎比他对这座城市福祉的担忧还要大。正如他在10月13日写道的那样，手稿的大部分已经在10月8日和10日寄出，他在担心手稿是否也到达了班贝格的出版社。但是在抢劫期间，黑格尔把最后几印张带在身边。它们虽然没有被毁，但“当然，那些家伙把我的文件像彩票一样弄乱了，这会花费我极大的心血去找出需要的东西”。10月20日，也就是他在两天前告诉尼特哈默的，他打算寄出这最后几印张，“从那以后，我总是把它们连同一封大火前恐怖之夜写的信一起装在口袋里随身带着。”由于战争的结果，学术活动性中断了；因为黑格尔想逃避预料之中的不愉快事情——“物价高涨、偷窃等”——而且宁愿在班贝格监督《精神现象学》的印刷，所以从11月初到12月中旬，他都在班贝格尼特哈默附近逗留。1806年11月17日，他给弗罗曼写了一份关于班贝格之行的讽刺性报告：“一路上我听到人们对法国人的足够多的吹嘘；——他们到处免去了人们每天只用一点点谷物、稻草、干草和其他生活用品并且总是重复这个行为的无聊；这个慢吞吞的民族通常需要常年累月才能做到的事，法国人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但是，由于人不工作是不好的，所以他们给他们留下了重新建造房屋的工作，这样他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布置得更现代化了。”1807年1月3日，黑格尔再次从耶拿写信给谢林，并且在1807年1月16日之前，他将《精神现象学》序言的手稿寄到了班贝格。

由于战争，耶拿原本就很困难的局面变得更加令人压抑。与此同时已从耶拿被聘请到海德堡的弗朗茨·约瑟夫·谢尔弗，在1807年1月底鼓励黑格尔，如果他能“作为单身汉离开耶拿”，也来海德堡，并参与一个“评论机构”，即即将成立的《海德堡年鉴》的工作。与此同时，黑格尔通过歌德向公爵递交了一份申请，既要求获得因谢尔弗离去而空出的薪水，又要求“搬进公爵植物园目前空置的住所”。他计划恢复他追溯到瑞士时期的植物学研究，以便他很快也能“在哲学讲授课之外提供植物学讲授课”，并能够与歌德谈论铁磁论。关于这个话题，谢林在1807年1月11日向他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谢尔弗所说的黑格尔应“作为单身汉”来的建议以及请求住所的申请，可能都有着相同的背景：1807年2月5日，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菲舍尔在耶拿出生（关于他，特别参见Birkert 2008）；他的父亲是黑格尔，母亲克里斯蒂亚娜·夏洛特·布尔克哈特，是“一位被抛弃的伯爵仆人之妻”；教父教母是“本地书商弗里德里希·弗罗曼”以及黑格尔的兄弟“皇家符腾堡团皇储中尉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黑格尔”。儿子随母亲的娘家姓叫菲舍尔，这位母亲此前已经“不光彩地”生了两个孩子：奥古斯特·特蕾西娅，生于1801年10月18日；1804年3月9日生了一个儿子，但死于1806年11月30日，也就是在耶拿的劫掠和路德维希出生之间（Br 4/1.231）。这个儿子在耶拿由弗罗曼的嫂子约翰娜·索菲娅·博恩和她的妹妹贝蒂·韦塞尔霍夫特开办的男童教育机构抚养，直到黑格尔在1817年将他接纳进自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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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迁往班贝格

因儿子的出生而变得更加困难的处境，由于尼特哈默1807年2月16日的一个提议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班贝格，当地报纸的编辑部成了空缺；有人询问尼特哈默是否能够承担这项任务，他却推荐了黑格尔。鉴于稿酬意外缩减，尼特哈默让黑格尔有了希望，作为补偿为他提供“神学院宗教教师的职位”；但最重要的是，他向黑格尔透露了一个“秘密”，即他已经在复活节期间“被慕尼黑的秘密学校和研究局聘用为见习官”。2月20日，黑格尔“通过专递邮件”感谢他提供的这一提示，尤其是因为他也一直“带着好奇心关注着世界事件”。然而，他“不能把这项工作看作是最终的（决定）”——在此他既提到了尼特哈默未来有影响力的职位，也提到了受聘到海德堡的可能性。在1807年2月23日，他同样向谢林表达了打算接手“政治性的《班贝格报》编辑工作”的计划，但他同时也提到了他未来作为《德国文学批判杂志》编辑前往海德堡的希望，并同时草拟了《德国文学杂志的准则》（GW 4.509–514）。

三月初，黑格尔抵达班贝格，从那里他通过歌德向公爵递交了一份因从事“一项临时的私人事务”而休假耶拿教授职务的申请。由于这种措辞，他希望能够更长一段时间地享受100塔勒的薪水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如他在1807年8月30日通知克内贝尔的那样，这笔付款在四月底就已经停止了。

文献来源： GW 4, GW 5。– 参考文献： R 147–230; Hegel 1770–1970, 126–142; Birkert 2008, 280–292; Eckhart Förster: Die 25 Jahre der Philosophie. Eine systematische Rekonstruktion. Frankfurt am Ma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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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班贝格 (1807–1808)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5.1 《班贝格报》

在班贝格，黑格尔期待着与耶拿相比一种令人愉快的环境：他为《班贝格报》所做的工作让他有时间继续他的“科学工作”；他与出版商施耐德邦格达成协议，如果收到其他录用通知，可以在短期内终止他的编辑活动性，并且他与出版商就平分利润达成了一致，这样他可以得到整整1300古尔登。此外，这项新任务符合他的政治兴趣。然而，早在1807年8月30日，他就写信给克内贝尔，说他“对政治的偏好”通过报纸“其实是被削弱了，而不是从中找到了养分”。同时，他试图争取克内贝尔担任通讯员：后者对“更高级政治”的涉足，可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低级的新闻撰稿人政治”。而克内贝尔也确实——尽管这不是他的“专业”——为黑格尔的报纸贡献了一些“政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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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其他计划

这些有利的条件确实让黑格尔感叹：“在这个世界上，我还需要多少尘世的东西呢？”然而，他仍然觉得他的编辑活动性是对他真正的哲学任务的放逐。为了重新接近这一任务，他在班贝格时期一开始就着眼于在文理中学工作，为此他指望得到尼特哈默的帮助。通过他，他在1807年5月30日向巴伐利亚枢密顾问冯·岑特纳递交了一份——现已丢失的——题为“关于高级中学或文理中学职位的意见”的备忘录。而对于尼特哈默预想的“为高级中学编写一本逻辑学的委托”，黑格尔则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因为这样的逻辑学只是一种更容易理解的形式的“旧逻辑学”，而更重要的是需要一门“新科学”（1808年5月20日）。当然，他更无法接受在班贝格的学校里，在巴伐利亚新教教会的监督下教授“启蒙宗教学说”的想法——这意味着“同时充当粉刷匠和扫烟囱的人”。他，“多年来栖息在苍鹰旁的自由岩石上，习惯呼吸纯净的高山空气，现在却要学着以死去的或（现代的）死产的思想为生，在空洞废话的铅灰空气中苟延残喘”（18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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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社交

黑格尔抵达班贝格仅一个月后，尼特哈默就离开了班贝格，前往慕尼黑担任负责学校和教会事务的州级参事。但大约在同一时间，黑格尔在耶拿的熟人保卢斯在维尔茨堡工作了四年之后，作为地区和学校参事带着他的家人来到了班贝格；然而，他们亲密的关系——正是由于结合紧密——今天只能在黑格尔生病期间互通的信件中才能被把握了。多罗特娅·施莱格尔甚至在1808年8月20日向苏尔皮茨·布瓦瑟雷报告说，黑格尔“每天晚上都在保卢斯家”，而且两人把她逼得“我不得不在各种事情上与他们争论并暴露自己的想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那边显露出了人们完全没有概念的原则！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观点，而且对事物的状况完全没有丝毫的了解！简而言之，错得超出了一切概念！——只要这样的人统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HBZ 89）当然，黑格尔的社交交往并不局限于保卢斯一家。在1807年7月8日，他写信给尼特哈默，高级司法参事约翰·海因里希·利贝斯金德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人也都与谢林及其妻子相识，“对我来说是一大收获，我几乎只去这家人那里”。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在晚饭后去“诚实的枢密院顾问里特那里”喝杯葡萄酒（1807年8月8日）。1807年7月，黑格尔还在让·保罗访问班贝格时结识了他，尽管让·保罗与雅可比有友谊，但他还是评价道：“黑格尔出乎我所有意料之外地令我喜欢”（HBZ 86）。此外，黑格尔还维持着与他在耶拿的朋友克内贝尔和托马斯·约翰·泽贝克的通信，后者向他通报了新的化学实验。然而，与谢林的通信则随着谢林1807年11月2日的信而中断了，谢林在信中告诉黑格尔，他到目前为止只阅读了《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并且不愿意把那里提出的反对形式主义的论战与自己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联系到他自己也希望“摆脱”的“鹦鹉学舌者”。相反，辛克莱尔从巴赫曼对《精神现象学》的评论中得到了这样的印象：黑格尔在那里是在反对“谢林及其同伙的江湖骗术”，这“只不过是毫无方法和未经证实的胡言乱语，虚伪地隐藏在愚蠢的狂热之后”（1810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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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政治审查

与官方报纸相比，黑格尔当时领导的《班贝格报》是一份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私人报纸；尽管如此，它仍受到地方当局的严格审查。在政治编辑方面，毫无疑问对黑格尔有利的是，他完全赞同当时政府的趋势：拿破仑对德国各邦的重新划分和内部结构调整。黑格尔将组织德国诸侯完全没有概念的所有这些事情的任务归功于他：“这位伟大的国家法学教授坐在巴黎。”（1807年8月29日）。对黑格尔来说，法国的政治状况是糟糕的：“政府与人民之间就他们和它的利益进行的这种对话，是法国和英国人民力量的最大要素之一。”（1808年2月22日）较小的报纸当时通常从其他报纸那里摘取文章，只要这些报纸也是在审查下出版的，因为它们自己没有与政治界的联系，也没有机会进行调查。因此，编辑的笔迹仅在选择和结合这些新闻时才显现出来。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为编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节：黑格尔在1808年11月9日也认为有必要引用他在哥达和爱尔福特出版的被他评估过的报纸。然而，这种操作流程似乎并没有产生巴伐利亚政府所希望的纪律效应，因为它在1808年3月16日就已经具有约束力地规定，“只有来自官方来源的官方新闻才能被登入报纸”——并且作为“官方的”有效的，正如负责班贝格的“美因河区政府专员”冯·施滕格尔男爵通知黑格尔的那样，只有法国和威斯特法伦的《导报》（Moniteur）（GW 5.688）。巴伐利亚政府暴躁且不可估量的行动，尤其是让黑格尔在最后几个月的编辑工作变得非常或然的：“这家报纸机构包含了一个家庭财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我的生计完全依赖于它，两名已婚工人和一些其他人的生计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一篇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文章而受到威胁；如果我采用了这样一篇文章，并且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确定什么会引起阻碍；报纸撰稿人对此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这不仅仅是空洞的担忧：当时“拜罗伊特和埃尔朗根报”已经被停刊，而在黑格尔离开几个月后，《班贝格报》也被禁止了，印刷机被查封（1809年2月20日）。因此，也有充分的理据让他渴望“终于从我的报业苦役船中解脱出来”（1808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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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从报业的枷锁中解脱

这种解放当时即将到来——即使不是以真正期望的方式。就像在耶拿晚期一样，黑格尔现在的目光也投向了不同的地方和活动。在1808年7月9日，他通知耶拿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弗罗曼，他最想回到耶拿，但是：“没有像样的薪水，我不能去，但如果有这样的薪水，我会由衷地愿意去，而且如果我仔细考虑一下，我哪里都不如去那里；对于恢复体面的工作，除了耶拿，我几乎绝望了”。然而，同时他也维持着海德堡的联系，当克罗伊策在1808年5月29日邀请他参与《海德堡文学年鉴》时，他在1808年6月28日除了对哲学著作的一般性提示外，还点名提出了一些书名：比如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拉辛与欧里庇得斯的费德尔比较》（Comparaison entre la Phèdre de Racine et celle d’Euripide）（这本书也保存在他的藏书中）、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以及雅可比和谢林的科学院演讲和反对他们而出版的小册子，这些“可能会有更普遍的利益，特别是关于巴伐利亚的方式和一般的方法，以及吸收外国教化的更高产品。”在后一方面，黑格尔当时生活在矛盾中：一方面，他反对对从德国北部来到巴伐利亚的学者表现出的“新天主教的傲慢”（1807年11月）。在1807年12月23日，他猛烈批评了卡尔·罗特曼纳反对雅可比的小册子：“R.先生”“与所有巴伐利亚流氓式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并把表达这些观点作为哲学的义务”。与谢林在1807年12月31日给温迪施曼的报告相比，这种评价的对立是引人注目的：罗特曼纳反对雅可比的文章对于这个对象来说“总是足够好的”，而且令人高兴的是，能够在这个国家看到像他这样的年轻人，相反令人悲哀的是，“最后甚至儿童和未成年人都必须喊出成年人和老年人不想看到的东西。”在这场冲突中，已经预示了黑格尔对谢林的背离和对雅可比的转向。

在其他方面，黑格尔早在班贝格就不遗余力地批评巴伐利亚的状况，就像他以前在耶拿反对普鲁士一样。但另一方面，他把在巴伐利亚获得职位的希望寄托在尼特哈默的关照上。早在1807年12月23日，他就向尼特哈默发出了恳求：“不要把我留在这里和报纸上。”他特别考虑到了像埃尔朗根这样的新教大学（1808年2月11日），但也对尼特哈默1808年5月8日的询问感到高兴，即他是否想在“我们某个主要省份的城市”担任“一所文理中学的校长”——黑格尔在1808年5月20日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试图将其引向他所希望的方向：“一个人在一个国家里，无论他是什么，最好是在首都；在省城逗留总是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流放”。充其量只有大学城才能“与首都相媲美”。因此，他考虑了在慕尼黑短期工作并很快转到埃尔朗根的想法。

在黑格尔1808年8月5日访问纽伦堡期间，关于黑格尔在一所文理中学工作的进一步细节似乎已经商定，因为黑格尔在1808年8月20日对尼特哈默已经谈到了他的“提名”，即使这“不会被排在首位”。然而，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再次爆发战争也可能会延迟他自己“从报业的枷锁中解脱”：“我在报业上的每一分钟都是失去的、被破坏的生命”（1808年10月1日）。在1808年10月26日，尼特哈默通知黑格尔，他被“任命为哲学预备科学教授，同时兼任纽伦堡文理中学校长”，也就是说，在这个他的朋友保卢斯不久前也被任命为地区学校参事的城市。因此，黑格尔在1808年10月28/29日向尼特哈默表达了他的感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目光投向复兴阿尔特多夫的新教大学以及在那里与尼特哈默的科学合作，但他用明确的话语说：“您是我的造物主，我是您的造物”。相反，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给萨维尼的信中将黑格尔的任命归功于谢林的影响（HBZ 93）——正如布伦塔诺的“报告”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属于虚构的领域一样。

为了在纽伦堡就职，黑格尔还向符腾堡精神事务部申请了批准，哪怕只是为了不失去返回符腾堡的法权，并且这项批准也发给了他——但带有一个不太恭维的理据：“黑格尔教授，根据他多年来研究的方向，似乎不再具备担任教会职务所需的足够能力和必要的倾向，而适合他担任的教职目前并没有空缺。”（Br 4/1.96）就职虽然有所延迟，因为1808年11月4日的“最高指令”首先必须经过官僚程序；保卢斯首先将已经前往纽伦堡的黑格尔再次送回班贝格，而尼特哈默不得不在1808年11月17日安抚他“缺乏信仰的朋友”，并命令他第二次前往纽伦堡。1808年11月23日，黑格尔终于收到了他的任命——他向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请求于1808年11月辞去耶拿大学哲学编外教授的职务。这样，随着他在纽伦堡就职，黑格尔一方面离开了大学；另一方面，他又向科学迈进了一步，从而走向了似乎向他提出的活动性：正如他每天越来越确信的那样，“理论的活动性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比实践的活动性要大得多；一旦表象的王国发生了革命，现实性就无法坚持了。”（1808年10月28日）资料来源： GW 5.389–447,682–696。– 文献： R 230–235；Hegel 1770–1970, 143–148；威廉·莱蒙德·拜尔：《在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黑格尔作为<班贝格报>的编辑》。科隆，第2版，1974年；曼弗雷德·鲍姆 / 库尔特·赖纳·迈斯特：《<班贝格报>中的政治与哲学。关于黑格尔1807–1808年编辑活动性的文献》。HS 10 (1975), 8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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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纽伦堡 (1808–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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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作为教授和校长的黑格尔

黑格尔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接任哲学预备科学教授和校长这双重职务的。早在1808年11月22日，他就在信中向尼特哈默诉说：“关于文科中学将要教授的哲学教学对象或科学，或者关于应当作为大纲基础的书籍，我仍然一无所知，甚至对于我的课程是否会被分配给不同的班级，因此是否会有差别的，正如我[…]几乎必须害怕的那样，我也一无所知。”然而，他个人的无知只是当时普遍混乱的一种补充，黑格尔在1809年2月12日将这种混乱表达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做出任何关怀，而且到处都缺钱”。他的朋友以及——作为地区和学校参事——也是他的上司保卢斯在1808年11月28日就已经警告黑格尔，“来自上面的唯心主义者先生们”将我们与玛门物质的、肮脏的本质完全隔离开来——当然他也不忘加上一句：“愿上帝诅咒所有的唯心主义（God damn all the Idealism）。”教学活动的组织最初也并不为人所共知，但规定教学内容的尼特哈默的《规范》（Normativ）已经“先期”在保卢斯的手中，因此他可以用讽刺的方式指示黑格尔，对于不久将升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来说，“最后的圣化”将不可避免地“通过您尊贵的口耳[…]倾注在他们身上；在二年级包括哲学导论和逻辑学练习4小时，在三年级包括一般科学联系知识导论4小时，在一年级包括宗教、法权和义务知识4小时，对此我祝愿救赎与涂油。”12月初，纽伦堡文科中学在保卢斯的讲话和黑格尔的宣誓下重新开学。黑格尔在1808年12月14日向尼特哈默报告说，学校有三十名学生，“其中八名在高级班”，在之前进行了学生分级考试之后，课程现在也已经开始了。他“三番、七番、九番地”感谢尼特哈默在其《规范》中规定的“提升希腊人的学习”以及“根除所有关于工艺学、经济学、捕蝴蝶等杂乱无章的东西”。黑格尔的“特殊任务”是“哲学预备科学”；但他也接管了高级班的数学课，因为原本指定的教师“不懂代数计算”，作为交换，他把“低年级的宗教和义务知识”交给了他（见第II.6.1.5章）。

黑格尔在“哲学预备课程”中的教学，部分是通过他的手稿流传下来的，部分是通过学生的听课笔记（由抄写员写成），或者是通过他自由口头讲解的笔记流传下来的。这些材料与其说传达了文科中学教学的印象，不如说传达了他体系的进一步部分的持续阐述的印象，特别是逻辑学和全面教学纲要。而他自己在1812年3月24日向尼特哈默首先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文科中学里教授的哲学太多了：“在低年级完全可以省略它”。在1812年10月23日，他把关于“在文科中学讲授哲学的一些思考”发给了尼特哈默——在这里，他考虑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观点：“也许在文科中学里所有的哲学教学似乎都是多余的，古代的学习对于文科中学的年轻人来说是最合适的，而且根据其实体，它是进入哲学的真正导论。”尽管对哲学教学的意义存在这些怀疑，所有由第三方流传下来的言论都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教学方法和履职情况。甚至当时的一名学生和后来的对手、被归入“思辨有神论”的约翰·格奥尔格·奥古斯特·维尔特，也从他的回忆中赞扬了黑格尔的教学方法以及他与学生打交道的方式，即“自由的教育”：“作为纽伦堡的校长，黑格尔的活动性产生了无限有益的影响”（HBZ 114–116, 128–136）。

然而，这种作为校长的活动性也包括除了实际的教学任务之外的大量事情：首先是要确保两栋教学楼配备一个“厕所”。因此，黑格尔不得不向总管署求助，“以便通过警察得到帮助——因为在其中一个场所，军队和守夜人占据了那个必要的地方”——，并且他抱怨说他把时间浪费在了这个“厕所的烦恼”上（1809年2月12日）。

此外，他为了消除这些和其他困境所做的努力，可能是在一种不太令人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黑格尔的朋友、市场负责人保罗·沃尔夫冈·默克尔在1812年就此向克内贝尔报告说：“政府对其仆人的要求几乎无法满足，而且在十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次能做对的，然后人们就会受到如此不体面的对待，并被激起不满。人们所要求的大部分东西都存在于可怜的、没有精神的表格和图表之中，人们被这些东西折磨得半死。”（HBZ 112）同样，黑格尔在1809年6月26日向尼特哈默抱怨道：“抄写所有可能的报告、证明、通讯、清单等等，是我职务中最令人厌烦的一面，我认为，不应该要求校长做这种生意”。然而，尽管黑格尔抱怨他有许多行政义务，在1813年12月13日，作为保卢斯的继任者，他“被最仁慈地委托担任皇家城市特派员处关于学校和学习事务的报告人”——黑格尔因为随之而来的薪水增加了300古尔登而接受了这一安排。而在他开始履职仅一年后——在尼特哈默缺席期间——慕尼黑做出了关闭纽伦堡文科中学的决定（不过这由于各种干预而被撤销了）。黑格尔认为这使他陷入了他的“纽伦堡爱国主义”和他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中——因为文科中学的终结或许会使他更接近实现他的真正规定，即回到大学（1810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6.2 婚姻，社交

生活条件的保障在黑格尔心中唤醒了另一个愿望，他在1809年10月4日首次向尼特哈默表达了这个愿望：“我终于也希望能着手并完成另一笔生意，即娶个妻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一个妻子！[…] 我快40岁了，是个施瓦本男子；因此，我实际上不知道，我是否不应该在我完全变成这样之前赶快迈出这一步，因为之后就不允许了；或者施瓦本的40岁的效果是否已经在我的身上显现出来了…”尽管有这种大概源于一句谚语的担忧和那个愿望，当他的朋友保卢斯在1810年3月15日把他的女儿“埃米”“转让”给他时，他却并不怎么高兴——对于她来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也许他当时已经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的玛丽亚·海伦娜·苏珊娜·冯·图赫尔，因为在1810年5月11日，他已经对尼特哈默谈到，他正处于要么永远幸福，要么被拒绝的边缘——而且他的朋友默克尔也在这件事上进行中介。保卢斯一家也知道黑格尔的计划，因为在1810年12月15日，卡罗琳·保卢斯已经让黑格尔向图赫尔小姐推荐自己。在1811年4月13日，他在一首诗中向玛丽求爱，三天后他就可以称她为“我的”了，并在接下来的一天在另一首诗中歌颂了他的幸福。然而，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尼特哈默，他直到1811年4月18日才告诉他未婚妻的名字——当然，他也同样告诉他（可能并非完全没有意图），他的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他获得大学教授职位为条件的。尽管这个希望最初没有实现，婚礼还是在1811年9月16日举行了，黑格尔在1811年10月10日向尼特哈默总结道：“总的来说——抛开一些仍然值得期待的修改不谈——我已经达到了我尘世的目标，因为有了一份职务和一个可爱的妻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完成了。”在经历了1812年6月27日出生的一个女孩的早夭之后，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813年6月7日出生，托马斯·伊曼纽尔·克里斯蒂安于1814年9月25日出生。

在黑格尔结婚后，并且可能与此不无联系，他的妹妹克里斯蒂安妮身上出现了精神疾病的最早迹象。黑格尔在1814年4月9日提议她搬到纽伦堡与他同住；她在那儿拜访了他，但她决定在1815年11月搬到阿伦她父亲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格里茨的附近，非常由衷地感谢“在你们（即黑格尔及其妻子）那里得到的所有给予我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Br 2.58），但同时又“充满了‘深深的仇恨’反对她的嫂子”玛丽·黑格尔，并对她的哥哥感到“‘高度不满’”，而且对其他几个亲近她的人也是如此（Br 2.486 f.）。在她的病情再次恶化之后，她从1820年到1821年年中住在茨维法尔滕的一家机构里，之后住在斯图加特，由卡尔·埃伯哈德·谢林（这位哲学家的兄弟）进行医疗护理，并在经济上得到黑格尔的少量支持。在黑格尔去世仅仅三个月后，但可能与此无关，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尝试后，她跳入纳戈尔德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 425, Birkert 2008）。

直到1810年，即保卢斯被任命到安斯巴赫和海德堡的那一年，黑格尔尤其与他和他的家人在非常融洽的氛围中生活，并延续了从耶拿和班贝格时期开始的长期友谊。黑格尔也与其他同事保持着友好的联系，特别是与“实科机构”（即除了文科中学之外的第二所高级学校）的同事。1809年，约翰·威廉·安德烈亚斯·普法夫被召至那里，他从1791年至1793年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因此黑格尔肯定认识他；黑格尔与普法夫保持着友好的交往，这不仅体现在1812年夏天普法夫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详细、客观的批评性意见中。在1809年5月7日，黑格尔感谢尼特哈默：他给“实科机构”派来了“结交友谊和交往的正直的人”——他和谢林在耶拿的听众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舒伯特担任校长，约翰·阿诺德·坎内担任历史教授。这三个人在那些年都在科学上确立了名声：普法夫作为数学家，坎内作为语言学家和“神话学家”，舒伯特之前已经凭借他的《自然科学的夜面景观》（1808）获得了名声，黑格尔在1808年6月28日就已经想要评论这本书了。黑格尔对第三方多次将舒伯特称为“朋友”，但在1810年3月13日向尼特哈默表达得有点尖刻，除了天堂的安慰之外，“尘世的安慰”对舒伯特来说也“仍然有益，他开始在虔敬派中寻找天堂的安慰，愿上帝赐予他力量！也许他首先在唯一能够拯救人的东西中找到了它”。舒伯特向谢林报告了他与黑格尔的再次相遇，谢林在他的回信中描述了黑格尔：“这样一个内在和外在散文体裁的巨大标本必须在我们这个过度诗意的时代被视为神圣。我们所有人都到处受到感伤主义的侵袭；相反，这样一个否定的精神是一种极好的矫正剂，正如相反，一旦他超越了否定，他就会变得令人发笑。由于这种效果，浮士德抱怨墨菲斯托费勒斯，对于那些一旦理解并看透了他的人来说，他是无法产生这种效果的。”在他后来的《生活回忆》（Lebenserinnerungen）中，舒伯特——删去了批评的基调——传达了这一描述，并强调，必须“以写信人所联系的那种表达敬意和认可的意义来理解谢林的话。”（HBZ 95 f., 101）然而，当时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哲学差别有多大，可以从黑格尔在1812年10月23日对尼特哈默的评论中看出：“谢林在这里友好地拜访了我；哲学上的事情我们没有触及”——而这一年正是谢林在“关于神圣事物的争论”或更准确地说：“有神论争论”中发表对雅可比的论战之年。

虽然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冷淡了下来，但他与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的关系却因他在《信仰与知识》（1802）中的论战而变得非常紧张之后，特别是在尼特哈默的中介下得到了改善。黑格尔与雅可比关系转变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和个人方面，而在哲学方面则较少。自他在班贝格的岁月以来，黑格尔在与尼特哈默的通信中经常提到雅可比，为了与雅可比和解——也是出于职业原因。黑格尔含蓄地承认了他对雅可比关系紧张负有责任，当他写道，如果不“让火炭落在头上，甚至我自己也会帮忙放上去”，期望的改变是不可能的。（1807年5月30日）。尽管他最初保持距离和讽刺（1807年8月8日），但他还是在1807年8月1日的《班贝格报》上提到了雅可比关于重建巴伐利亚科学院的演讲。他甚至从慕尼黑寄来了一些副本，并在“报纸的办事处”里出售它们——即使紧挨着一本关于“果树栽培”的书（GW 5.427）。关于演讲本身，他在1807年8月29日写信给尼特哈默，撇开雅可比的引文不谈，“肯定会对其中表达的关于科学等的高尚情操感到高兴，而且我重复了您的圣经格言：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枯木上，绿树上又会怎样呢？”正如从他接下来给尼特哈默（1807年12月23日）和克罗伊策（1808年6月28日）的信中可以看出，雅可比作为外国的、而且是新教的巴伐利亚科学院院长所遭受的各种怀疑和攻击，构成了修正以前如此紧张的关系的契机。尼特哈默主动向雅可比介绍了黑格尔友好的言论（1808年1月22日），从而开启了两人关系的改善，这种改善最初是通过转达问候来维持的。黑格尔和雅可比之间的相遇以及亲密关系的建立发生在不久之后，在时间上紧邻另一场哲学神学争论：雅可比和谢林之间关于神圣事物的争论（1811/12）。

在第三次哲学神学争论（继1785年的泛神论争论和1798年的无神论争论之后）中，它不再是有神论一方面与泛神论或无神论另一方面的固定对立，而是关于有神论自身的可辩护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人提议将这场争论称为“有神论争论”（PLS 3.4 f.）。这场争论是由雅可比公开指责谢林是无神论者而引发的，而谢林则以他论战的全部力量对此做出了回应（PLS 3/1）。黑格尔对这场争论的立场出奇地克制。通过他的朋友圈，他被拉到了雅可比一边，这一点可以特别从卡罗琳和海因里希·埃伯哈德·戈特洛布·保卢斯在1812年夏天的一封信中清楚地看出。保卢斯在这里大声疾呼反对谢林：“那个可鄙的家伙居然用您和谢林的骨头为雅可比搭建了绞刑架，并想洗清自己的清白！！”。1 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个人联系，黑格尔才没有对这场争论明确表态。因为尽管黑格尔在事实上接近谢林在这里最后一次代表的对上帝进行理性的、“科学的”认识活动的计划，但他并没有让自己被谢林多次的引诱卷入争论。甚至在他对雅可比著作的评论中，关于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雅可比引发这场争论的文章“在公众的回忆中仍然如此深刻，以至于在它上面停留更长的时间是不合时宜的。”（GW 15.22；见第II.7.1.2章）同时，在1812年夏天，雅可比在旅途中也访问了纽伦堡；展望这次访问，他记录道，他在那里会找到“黑格尔、坎内、舒伯特，所有我从未交谈过的人”。在这次逗留之后，让·保罗断言，不可能“不爱雅可比；甚至他的哲学敌人黑格尔现在也爱他。”（HBZ 108）黑格尔在1812年7月19日写信给尼特哈默，他对雅可比“对我的善意和友好的接待，我必须感谢您，并且非常看重我在这方面必须感谢您的东西。”（比较 1812年8月13日）然而，正如雅可比在1812年10月29日告知弗里斯的那样，他“只看了一次”黑格尔的逻辑学，“然后就永远把它放在一边了”（Henke, 324）。当时，由于年事已高，雅可比越来越觉得自己被迫做出这样的反应。在引用的信中，他还承认，赖因霍尔德让他感到“太费力”，而且对于赫尔巴特的哲学，他的头脑“完全被钉死了”。——不过，雅可比称弗里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评论“极其出色”，并且是对“粗野主义的宽宏大量的宽容”（同上，330 或 HBZ 118, 142 f.）。

在1815年初秋，黑格尔还在慕尼黑拜访了雅可比，此后不久，在1815年10月21日，雅可比为了黑格尔被任命到柏林而向尼科洛维乌斯求情——但仅仅是作为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的替代者：“当他最近在这里时，我向黑格尔保证会向你提起他。他已经完全不再是他在耶拿时的那个人了，如果在那里反对弗里斯的政党太强大，我可以在这之后向你推荐他。无论如何，我要做到这一点，而且是最有力地做到这一点”（HBZ 119）。此后，除了问候之外，两人还互相寄送了他们的出版物：黑格尔通过尼特哈默的中介（1815年9月20日）可能寄出了《逻辑学》的第二卷（而不是像霍夫迈斯特所假设的那样是第三卷，因为后者是一年之后才出版的（GW 12.326），并在1816年10月6日由出版商施拉格寄给雅可比）。雅可比寄给黑格尔他的《著作集》第二卷（1815年12月28日），黑格尔在11月份就已经“带着渴慕”期待着这位“最亲爱的、最好的雅可比”寄来这本书，“以便再次被提醒和激发哲学的思考”（1815年11月23日）。——1815年12月28日，黑格尔就此向尼特哈默写道：“我只进行了主要属于好奇心的第一次阅读，并在美丽的附录中发现了许多极其出色和新颖的东西。它在整个理念上投射了一种新的、启发性的和令人温暖的光。我不禁为这位亲爱的老人祈求，愿论战一面的痛苦永远沉没在下面，愿他那高尚的精神和光辉的心灵的享受不被玷污、完全没有减损地为他保留下来。”正如从尼特哈默1816年1月19日的信中可以看出，雅可比甚至被选为教父——由于玛丽·黑格尔在1815年底流产，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我们出色的雅可比对失去的教父身份表达了如此真诚的遗憾，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必须认真考虑替代者”。然而，由于进一步的流产，这样的“替代者”没有再出现，因此雅可比的教父身份也没有了，两人也没有再进行私人会面。

然而，在纽伦堡的最后几个月或海德堡的头几个月，黑格尔撰写了关于1816年夏天出版雅可比著作集第三卷的评论（见第II.7.1.1章）。此外，黑格尔由于各种新的义务（首先是在海德堡，此后不久他转到柏林）使他与尼特哈默的通信以及与雅可比的联系变得不那么紧密了。这种关系的亲密程度并未受到影响：在柏林时代开始之初，在1819年1月19日，尼特哈默通知黑格尔：“雅可比最后几乎每次见到我都会问：还没有黑格尔的信吗？”但在黑格尔回答之前，他收到了雅可比去世的消息，他在给尼特哈默的信中悲伤地写道：“雅可比的死除了个人的痛苦之外，还因为，正如您所写的那样，他经常打听关于我的消息，而现在从柏林再也没有收到我的任何消息了。人们总是感到被遗弃，这些从年轻时起就仰望的古老树干倒下的越多。他是那些形成了时代以及个体的精神教化转折点的人之一，对于我们表象出我们自身实存的这个世界来说，他们是坚定的支撑点之一。”（1819年3月26日）文献： 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舒伯特：《过去的收获和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两卷本。埃尔朗根，1855年；恩斯特·特奥多尔·路德维希·亨克：《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根据他的手稿遗作呈现》。莱比锡，1867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主编）：《“致克里斯蒂安妮·黑格尔小姐”。一封未发表的黑格尔信件和教长格里茨的信件草案》。HS 22 (1987), 9–16；Birkert 2008, 198, 225–264, 29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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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政治

从政治上看，黑格尔在纽伦堡的岁月首先是拿破仑获得最大胜利的几年，但也是他失败的几年。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同事舒伯特指出了他自己、普法夫和坎内一方与黑格尔另一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他似乎是那位伟大统帅和民族征服者过于无条件的崇拜者”。像在耶拿时一样，在黑格尔的政治选择中，有两个环节结合在一起：对拿破仑伟大的着迷，以及对反动政治的厌恶，在这些年里，奥地利和俄罗斯作为这种反动政治的代表出现在他面前。在1809年5月7日，他向尼特哈默祝贺“从敌人，即奥地利人那里获得解放”，并表达了他的满足感，因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我们所有人的解放和天主教化直接走上了绝路，如果绞刑架能放过他，他必须将这视为幸运。”一些纽伦堡人向进入的奥地利乌兰骑兵“带来兄弟般的万岁！”，他并不将其归因于在这个前自由帝国城市中，许多居民传统上倾向于“帝国”而不是巴伐利亚，而是因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这里有许多与他同类的人，即失业和被驱逐的流氓”。面对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热情，他完全不理解。当他谈到“出色的解放者”时，他联想到的是“哥萨克人、巴什基尔人、普鲁士的爱国者”（1813年5月21日）。他不屑于“看着我们的解放者经过”，并为此提出前景：“如果偶然能看到被解放的人，我也会动身的”。但目前他将一个法国人的行为和住宿费用与巴伐利亚人、奥地利人甚至俄罗斯人进行比较，但也承认对于一个“体面的市民妻子”来说，三个俄罗斯人还是比城里的44名志愿者更受欢迎（1813年12月23日）。对“昔日辉煌”复辟的担忧甚至阻碍了他对军事状况做出清醒的判断。甚至在1814年4月10日，当盟军已经进入巴黎时，他仍然希望他们“由此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从他们的毁灭中挣脱出来”。对他来说，唯一的解放体验在于，“免除了替代酒”，又能喝咖啡了（1814年4月29日）。然而，现在拿破仑退位后，他不仅声称已经用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绝对自由的批判预言了“变革”。他还赋予了它一个出人意料但值得深思的转变：“在我们的周围发生了伟大的事情。看着一个巨大的天才毁灭自己，这是一场巨大的壮观景象。——这是最悲惨的（τραγικότερον）事情。整个平庸的群众以其绝对的、铅一般沉重的重力无休止、无和解地沉重地推进，直到它把更高的一方拉下来，拉到与自己相同的水平或自己之下。整体的转折点，这群人拥有权能并作为合唱团留下来和占据上风的根据，就在于这伟大的个体性自身必须赋予为此的法权，从而毁灭自己。”不仅是这场变革——他还声称预言了伴随变革而来的反动（1816年7月5日）。这在当时的巴伐利亚表现为对1808/09年开始的自由派教派和学校政策的修正，尼特哈默在1815年11月19日就已经就此评论道：“幸运的是，教化不再需要在巴伐利亚寻找它的庇护所，反正人们在那里似乎只是把它引诱进来，以便打死它！”国王指责尼特哈默为改善新教徒的教化所做的努力，而尼特哈默在其中看到了证明，即“新教徒在这个国家正式失去了法权。 […] 但是，新教徒对于什么还要抱怨呢？宪法到底保障了谁的法权呢？”（1816年7月16日）。黑格尔在1816年7月5日用确知来反驳这些抱怨，即“我们所看到的反对波拿巴的最巨大的反动”，在事物的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太多，并且“时代的世界精神已经下达了前进的口令。这样的口令会被服从；这个本质就像一个全副武装、紧密结合的方阵一样，不可抗拒地、以像太阳一样的移动速度不知不觉地穿过厚薄向前迈进。”在这种确知中，他在1816年7月12日通过他自己对“天主教和新教”的有差别的的看法，来支持尼特哈默在教派政治方面的努力：“我们没有俗人；新教并没有被委托给教会的等级组织，而是仅仅存在于普遍的洞见和教化中。我想把这个观点补充到新教神职人员需要更卓越的精神教化的观点中；它在我看来甚至是最本质的。我想找机会，在什么地方提出它并将其付诸实施。我们的大学和学校就是我们的教会。”黑格尔早在1810年11月3日以及仍在1816年10月10日就以大致相同的措辞提出了这种为后来的文化新教做准备的观点：“新教与其说存在于一种特殊的教派中，不如说存在于反思和更高的、理性的教化的精神中”；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对他来说“和教会一样珍贵，而且肯定和教会一样有价值”，并且所有新教徒都将它们“视为他们的罗马和主教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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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从学校的烦恼中解脱

尽管达到了他尘世的目标——职务和婚姻——黑格尔在1811年10月10日笼统地称一些“修改”是“值得期待的”；1813年初，他在给辛克莱尔的信件草案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我唯一也是最后的目标是，在一所大学里当一名教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黑格尔从纽伦堡把目光也投向了许多地方——图宾根（1811年12月28日，1812年2月5日），海德堡，以及费希特去世后的柏林（1814年7月30日），甚至是荷兰，他在耶拿的学生范·赫特在那里为他看到了机会（1809年8月4日，1809年12月16日）。然而，即使是尼特哈默为了给黑格尔谋求埃尔朗根的职位而不断做出的努力，多年来也和黑格尔的其他尝试一样徒劳无功。

直到黑格尔听说弗里斯从海德堡被任命到耶拿时，机会才出现。1816年5月2日，黑格尔询问海德堡的保卢斯关于他的前景；卡罗琳·保卢斯在1814年8月16日就已经强调，根据她的“命运理论”，现在黑格尔也必须来海德堡了，在他们已经在耶拿、班贝格和纽伦堡团聚之后，并补充说：“您在沙子遍布的柏林想要什么，那里的人用顶针喝葡萄酒？”苏尔皮茨·布瓦瑟雷在1816年6月11日访问纽伦堡时，也向他的兄弟梅尔基奥尔询问，以便在海德堡打听关于黑格尔机会的消息（HBZ 122），并且保卢斯在1816年5月28日建议黑格尔，给他写一封“可以公开的信”，黑格尔在1816年6月13日非常乐意地完成了这件事。保卢斯7月11日的回信虽然遗失了，但黑格尔7月20日的复信表明，大学里的事情已经基本安排妥当：已经涉及到旅费、租金和寡妇抚恤金的金额；正如黑格尔同样在7月20日也向布瓦瑟雷提到的那样，只有卡尔斯鲁厄政府的决定悬而未决，他感谢布瓦瑟雷对他的任命“完全出于友好的利益”。7月30日，保卢斯再次就最后的财务安排给黑格尔提出了一些建议，就在同一天，神学家和黑格尔后来的朋友卡尔·道布询问黑格尔是否“倾向于”“接受这里的大学的哲学正教授职位。”现在，正如黑格尔在1816年8月8日写信给保卢斯那样，他期待着“从我们学校和学习事务的烦恼中解脱”；在8月11日给尼特哈默的信中，他还加上了“组织的烦恼”。在卡尔·道布8月16日的一封明确信件之后，黑格尔在8月20日答应了。

在徒劳地等待了这么久的一份聘书之后，黑格尔在1816年夏天一下收到了三份。在柏林，对于1814年去世的费希特的继任者问题还有待决定。在那里，德·韦特曾推动弗里斯的任命，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尼科洛维乌斯的帮助（见第I.6.2章）——但据说尼科洛维乌斯是“圣经协会的成员，马海内克也是其中的成员，据说后者更经常去他那里，反对您并为黑格尔说话。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言，即黑格尔将接到聘书。在索尔格在场的情况下，我非常强烈地反对他，而索尔格则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来保护他。那该怎么办呢？……神秘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而人们坠落得有多深，从考虑黑格尔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我认识的头脑都不如他那么混乱！”（HBZ 117）在1816年3月6日的投票中，黑格尔获得了思辨哲学教席的最多选票，而弗里斯获得了实践哲学教席的最多选票。然而，任命被推迟了，因为德·韦特对黑格尔投了单独的反对票；他称黑格尔的演讲令人困惑，并试图在负责的部长冯·舒克曼——他讨厌自然哲学——面前，把他抹黑成一个谢林主义者，从而也就是一个自然哲学家（HBZ 121）。因此，直到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劳默在七月份访问纽伦堡之后，程序才重新运转起来。他向冯·舒克曼报告了与黑格尔的各种谈话，以及黑格尔在1816年8月2日信中传达的“关于在大学里讲授哲学的想法”；黑格尔的谈话是“流利的和知性的”，因此他不相信“讲坛上的演讲会缺乏这些特性”（HBZ 124）。大约在同一时间，巴特霍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在路过时也拜访了黑格尔，并在8月4日向尼科洛维乌斯传达了黑格尔对柏林的兴趣以及他对黑格尔的良好印象（HBZ 123 f.）。8月24日，黑格尔终于收到了冯·舒克曼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请黑格尔自己对针对他演讲的疑虑表态。但在同一天，黑格尔的信送达了海德堡，他在信中接受了那里的聘书，同样也是在同一天，黑格尔提出了辞去巴伐利亚公职的请求。

在此之后的一天，慕尼黑的内阁——黑格尔之前已经向其预告了他即将提出的辞呈——终于决定任命他为“埃尔朗根语言学研讨班的系主任职位，以及雄辩术、诗歌，然后是古典、希腊和罗马文学的正规教职”。黑格尔必须向纽伦堡城市特派员处声明，他“难道不认为现在在埃尔朗根获得的职位比海德堡的聘书更可取吗？”（1816年9月5日）。在回信中，黑格尔指出，他甚至不得不因为已经决定去海德堡而拒绝了对“著名的柏林大学”的聘书。

在这一表述中，不仅流露出拒绝了期待已久却姗姗来迟的埃尔朗根聘书的满足感，还有在8月11日已经向尼特哈默传达的考虑：“也许，正如我妻子一点也不想听的那样，那个地方（即柏林）的职位是更优越的，把它放在前者（即海德堡）之后将是愚蠢的。”因此，在8月28日，他也向冯·舒克曼表达了他的遗憾，因为接受了海德堡的聘书，“已经放弃了在柏林大学获得更广阔阵地的期望。” 资料来源： GW 10/1–2。– 文献： R 246–295；马克斯·伦茨：《柏林皇家腓特烈-威廉大学史》。哈雷，1910年，卷1，578–580；K.戈尔德曼：《黑格尔作为纽伦堡教师研讨班和国民学校教育事务报告人 1813–1816》。ZphF 11 (1957), 387–394；库尔特·胡塞尔：《黑格尔作为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和教师》。载于：《纽伦堡市历史协会通讯》 48 (1958), 306–313；威廉·莱蒙德·拜尔：《黑格尔作为实际的行政官员（纽伦堡地方学校参事）》。载于：《德国哲学杂志》 9 (1961), 747–766；《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纽伦堡 1808–1816》。包含威廉·莱蒙德·拜尔、卡尔·拉尼格、卡尔海因茨·戈尔德曼的文章。纽伦堡，1966年（纽伦堡市历史与文化贡献，第13卷）；Hegel 1770–1970, 149–171；《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作为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 1808–1816。精选文献》。纽伦堡，1977年；威廉·莱蒙德·拜尔（主编）：《知识的逻辑学和教育的问题。纽伦堡黑格尔日 1811》。汉堡，1982年，1–39；弗里德里希·施特拉克：《苏尔皮茨·布瓦瑟雷日记和C.H.A.帕根斯特歇生活回忆中反映的黑格尔的人格性》。HS 17 (1982), 25–40；威廉·莱蒙德·拜尔：《纽伦堡作为偏振光颜色的出生地。（“教父”黑格尔）》。载于其：《黑格尔主题的当代关联。附黑格尔关于色彩理论的未知文本》。柯尼希施泰因 / 陶努斯，1985年，4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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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德堡 (1816–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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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教学活动

随着重返大学，黑格尔（Hegel）在获得职位和步入婚姻之后，也实现了他最后一个尚未完成的愿望。1816年10月28日，他以一篇“就职演说”开启了他的讲授课（Vorlesung）：能在这个围绕现实性（Wirklichkeit）的斗争已经结束，而哲学又能重新指望获得关注和热爱的时刻重新开始他的哲学学术生涯，让他感到特别高兴。“德意志族群”（Nation）“已从最伟大的事业中脱颖而出，因为它拯救了自己的民族性，即一切鲜活生命的基础”。对于一直对拿破仑（Napoleon）着迷的黑格尔来说，他以前从未定下过这种基调——但他非常准确地说明了他从这种民族的复兴中期望什么：“在吞噬了一切利益的国家（Staat）之外，[…] 人们也能重新想到上帝的国度，换句话说，在政治的以及其他与共同的现实性相联系的利益之外，纯粹的科学、精神（Geist）的自由而理性的世界也能重新繁荣起来。”德意志族群的独特性和特殊使命在于，成为哲学神圣之火的守护者，“就像从前世界精神（Weltgeist）为了它对自身的最高意识（Bewusstsein）而将犹太族群（jüdische Nation）保留下来，以便作为一种新精神从中产生一样。”（GW 18.3–8）因此，他批判他那个时代哲学的“平庸和浅薄”——以一种每个听众都能听懂的方式，针对他的前任弗里斯（Fries），后者恰恰在这些年里因为“仇恨犹太人和条顿主义”而引人注目（Sulpiz Boisserée 致歌德（Goethe）的信，1817年10月9日）。

然而，回到大学也被黑格尔同时感到是向某种新事物的过渡（Übergang）。尽管在耶拿（Jena）做过私人讲师和编外教授，他还是在1817年12月11日向尼特哈默（Niethammer）坦承：“我不过是个刚起步的大学教授”——而且他讲授的科学“实际上大多还得先由他来创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四个学期里重复了他的讲授课：他讲了三次《全面教学纲要》（Enzyklopädie）（1816/17年、1818年，以及1817/18年为瑞典王子古斯塔夫所作的私人讲授课，参见 GW 13.628），两次哲学史（1816/17年、1817/18年），两次美学（1817年、1818年），以及各一次《逻辑科学》（Logik）（1817年）、人类学与心理学（1817年）和自然法（1817/18年）。至少在1816/17年冬末，可能比第一次《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稍晚一点，他让人将他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见第 II.7.2 章）作为未来讲授课的手册付印，并在1817年4月19日遗憾地表示，它没能赶在夏季学期前及时完成；它直到1817年“6月初至6月23日之间”才出版（GW 13.631；HBZ 145）。

黑格尔对他的教学成果感到满意。在1816年10月29日向妻子抱怨他的一门课只有四名听众之后，他在1817年4月19日告诉弗罗曼（Frommann），他的《逻辑科学》讲授课有七十名听众，“而且我更喜欢在我的第二个学期而不是在第一个学期讲授它”。即使“他众多听众中的大多数人”对他的讲授有所抱怨（HBZ 144），但仍有一些人追随他，并与他终生保持着联系：弗里德里希·威廉·卡罗维（Friedrich Wilhelm Carové），后来因为他作为大学生联谊会成员的活动而未能获得教授资格；伊萨克·鲁斯特（Isaak Rust），后来黑格尔在宗教哲学和教会政治问题上与他保持着联系；以及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欣里希斯（Hermann Friedrich Wilhelm Hinrichs），1822年黑格尔为他的宗教哲学著作写了一篇序言（见第 II.8.2 章）。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理查德·罗特（Richard Rothe），他多次向父亲汇报黑格尔的讲授课，并在稍有延迟之后也跟随黑格尔去了柏林（Berlin）（HBZ 683）；以及爱沙尼亚男爵鲍里斯·冯·于克斯屈尔（Boris v. Uexküll）。在黑格尔离开海德堡之后，于克斯屈尔在1818/19年冬季还参加了“欣里希斯博士（Doctor Hinrichs）的讨论班（Conversatorium）”，“来自所有四个院系的争论者都聚集在那里，在这个讨论班上，对《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的解释构成了主线”（R 303），之后他也跟随黑格尔去了柏林（Kreysing 1996, 6–10）。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7.2 《海德堡年鉴》

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就已经怀有在海德堡建立一个“批判机构”的计划（舍尔弗（Schelver）致黑格尔，1807年1月底；黑格尔致谢林（Schelling），1807年2月23日）；到达海德堡后，他加入了《海德堡文学年鉴》（Heidelbergische Jahrbücher der Litteratur）的编辑部，该杂志在创办的短短几年内已经成为一份受人尊敬的评论刊物。然而，这项活动的一个早期而出乎意料的结果是，他与保卢斯（Paulus）同样在耶拿建立的亲切关系破裂了。保卢斯的《对冯·旺根海姆关于国家宪法理念的哲学评判》（Philosophische Beurteilung der von Wangenheim’schen Idee der Staatsverfassung）被全体编辑以篇幅过长为由拒绝——此后保卢斯中断了与黑格尔的联系。诚然，决定性的与其说是评论的长度，不如说是这样一个情况：“它在作为整体所呈现（zeigte）的方式上，是不宜被接受的”——编辑黑格尔、威尔肯（Wilken）和蒂博（Thibaut）在1817年1月29日如是说。在黑格尔1817年4月19日写给尼特哈默的信中，政治背景变得更加清晰：黑格尔将保卢斯对符腾堡（Württemberg）大臣兼联邦议会使节卡尔·奥古斯特·冯·旺根海姆（Karl August v. Wangenheim）（他在那里代表“三元构想”，即在德意志邦联中建立位于普鲁士（Preußen）和奥地利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第三种权能（Macht）的计划）的批判称为“就其人而言是恶毒的（quoad personam hämisch）”并且“就其事情（Sache）而言是极其庸俗的（quoad rem höchst philisterhaftig）”。

保卢斯的理性主义与黑格尔思辨的宗教解释之间可能一直存在——尽管从未被说出——的神学差别（Differenz），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不久之后（1823年）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对保卢斯和倾向黑格尔的卡尔·道布（Carl Daub）之间非常夸张的比较中估量出来；但这似乎并没有损害私人交往的亲切，特别是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一种政治上的一致（Übereinstimmung）所平衡。早在1813年5月23日，保卢斯——已经在海德堡——就写信给黑格尔，说他眺望“莱茵河对岸和孚日山脉，一切拯救都来自那里”；卡罗琳·保卢斯（Caroline Paulus）在1815年12月12日对“极其愚蠢的人群”感到愤慨，说他们“在德国人的愚蠢中做了一个致命的跳跃（salto mortale），并用各种各样的十字架把自己挂起来”，而德国的自由却只会被钉在这些十字架上。然而，在这封信中，她就已经提到了“祖国等级会议的故事”，保卢斯在随后的几年里非常坚定地参与了其中；黑格尔在1817年4月19日干脆称他为“我们等级的上帝”。

这种政治差别似乎也在其他方面损害了海德堡的社交生活。苏尔皮茨·布瓦瑟雷（Sulpiz Boisserée）在1817年7月13日记录了一次乘船游览的印象（Eindruck）：“一群革命的、毫无敬意的人。[…] 船上此时有些粗野，韦尔克（Welcker）在黑格尔提议为瑞典王储的健康干杯时反驳道布。‘他该先去挣得他的桂冠，德国的自由——等级会议万岁！！’”（HBZ 147 f.）。在这一年秋天，黑格尔也以他的著作《符腾堡王国等级会议上的谈判》（Verhandlungen in der Versammlung der Landstände des Königreichs Württemberg）介入了这些争端，在这部著作中，他反对“旧法权（Recht）”的拥护者，站在了拿破仑在德国建立的国家（Staat）宪法的立场上（见第 II.7.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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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家庭生活

1808年，黑格尔作为单身汉移居纽伦堡（Nürnberg）；前往海德堡时，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跟随他，玛丽（Marie）的妹妹“弗里茨（Fritz）”也留在海德堡直到1817年秋天。由于他现在认为自己有能力将儿子路德维希（Ludwig）（见第 I.4.6 章）接到身边，他的家眷进一步扩大了。早在1816年8月28日，黑格尔就把这个打算告诉了他在耶拿的熟人弗罗曼；1817年4月，路德维希离开耶拿，并在法兰克尼亚（Franken）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抵达海德堡（Br 4/1.234 f.）。1817年5月31日，黑格尔再次告诉弗罗曼，海因里希·福斯（Heinrich Voß）“送来了”路德维希，并且他已经向路德维希宣布了他母亲的死讯（他是通过福斯得知此事的）：“这对他造成的震动（affiziert）比对我的大。我的内心（Gemüt）早就与她了结了；我只可能还担心她与路德维希——从而间接地与我妻子——发生令人不快的接触，以及给我带来极其不快的事情。”在1808年7月9日，黑格尔还在弗罗曼面前表示遗憾，说他未能将布克哈特夫人（Frau Burkhart）“完全从她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她是我孩子的母亲，因此有权向我提出任何一种义务（Pflicht）”；然而，早在1811年5月18日，他就谈到了“布克哈特的无耻”，并请求不要让他的结婚计划过早地被她知道。

然而，关于这个儿子，黑格尔继续写道：“我和我妻子对路德维希感到欣慰。[…] 他展现出了聪明的头脑；他现在在当地的文理中学上学，当然，那所学校本来可以更好些。但我对他这个冬天在拉丁语方面学了多少东西感到非常惊讶。”随后的几年里——关于这三个儿子——的消息都很少。在柏林，路德维希于1821年11月5日在法国学院（Collège Français）注册——使用的是“Georgius Ludovicus Fredericus Hegel”这个名字。在路德维希坚信礼之后，黑格尔于1822年4月8日向弗罗曼提出建议，让路德维希——据他自己说他曾有过学医的愿望——去斯图加特（Stuttgart）一家他们俩都认识的商行当学徒。他说路德维希有了很大的改善，变得更成熟了，也有了荣誉感，但社会对他来说仍然是危险的，所以他不想把他留在“没有友好的监督，在陌生人中间”。1823年，路德维希又重新使用了“费舍尔（Fischer）”这个名字——这是否如法恩哈根（Varnhagen）根据海因里希·莱奥（Heinrich Leo）1844年的叙述所报道的那样，是黑格尔强迫的，鉴于其报道中的其他错误，必须存疑（Br 3.434 f.）。同年，路德维希大概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进入了这家斯图加特商行，并在1825年与他的“老板”发生争吵后又离开了。约翰娜·弗罗曼（Johanna Frommann）在1824/25年写给抚养过路德维希的索菲·博恩（Sophie Bohn）和贝蒂·韦塞尔霍夫特（Betty Wesselhöft）的信中，形容他有一颗“顽固的心（Herz）”，甚至说他心里装的是一块石头。他与（比他大六岁的）姐姐特蕾泽·布克哈特（Therese Burckhardt）有着亲密的关系。路德维希从他的视角描述了他与黑格尔的关系：“当我从耶拿来到海德堡时，我曾极其强烈地幻想着能享受到充满爱的教育和对待。作为一个继子，因为我的父亲——我现在不再这样称呼他了——我被他自己有两个孩子的继母放在了次要地位，以这种方式，我总是生活在恐惧中，却从未在对我父母的爱中生活过——这是一种必定会产生持续紧张关系的关系，这种关系绝不可能会有好结果。”离开斯图加特后，路德维希加入了荷兰军队。在黑格尔于1827年秋季访问荷兰联合王国（见第 I.8.7 章）之后，他在耶拿时期的学生兼朋友范·格尔特（van Ghert）提出要帮助路德维希（1828年5月23日）；黑格尔的答复不得而知。1831年8月28日，路德维希在日惹（Djokjakarta）死于“炎症性发热（Febris Inflammatoria）”（Br 4/1.237–246；Birkert 2008, 28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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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同事圈

在前面提到的1817年5月31日给弗罗曼的信中，黑格尔也谈到了同事圈中的社交接触：虽然没有频繁的相聚，但存在着一种没有酵母的亲切关系，“幸运的是，在我到达之前，他已经被驱逐到你们那里去了”——也就是弗里斯。保卢斯的不安分和多管闲事既没有破坏什么，也没有什么用处，而与蒂博的关系则是“一种友好的、几乎是信任的交往；他是一个诚实的、乐于坦诚的人”。当时，蒂博与萨维尼（Savigny）关于编纂民法典的争论才刚刚过去不久；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第211节中对萨维尼反对法典编纂的强烈批判，可能还是与蒂博这种联系的余音。在蒂博那里，黑格尔也参加了音乐晚会。费迪南德·瓦尔特（Ferdinand Walter）报道了黑格尔的兴趣：“这位冷峻、敏锐，但对一切真实和伟大之物都很敏感的精神，起初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将事情（Sache）整理出适合自己目的的样子。他是如此投入，以至于他多次要求在自己家里举行演出。”（HBZ 157）黑格尔也将卡尔·道布和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Friedrich Creuzer）视为自己的朋友。对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对普罗克洛斯的兴趣将他与后者联系在一起。尽管两人的道路在1820年代中期分道扬镳，但在克罗伊策的生平回忆中，他将他能够完成普罗克洛斯《神学要述》（Institutio theologica）的编辑工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黑格尔：黑格尔通读了校样并加上了评注，而克罗伊策则将这个版本献给了他（见第 II.8.3 章）。——然而，道布是海德堡的朋友中，个人友谊与哲学接受结合得最紧密的人。黑格尔移居柏林后，道布举办了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讲授课；正是他把年轻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送到了柏林的黑格尔那里；应黑格尔的请求，他于1826/27年在海德堡监督了《全面教学纲要》第二版的校对工作，并在黑格尔去世后，在他的《教义神学》（Dogmatische Theologie）前加上了这样的献词：“满怀即将追随的喜悦，谨以此献给黑格尔，我不朽的朋友的记忆。”根据现存的资料，海德堡同事聚会的一个高潮是让·保罗（Jean Paul）在1817年夏季的首次造访。在1817年7月11日海因里希·福斯家举办的潘趣酒会结束时，黑格尔提议授予让·保罗名誉博士学位；仅仅五天后，院系就决定“向此时此刻恰好在我们的城墙内逗留的高贵诗人让·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Jean Paul Friedr. Richter），颁发一份由系主任起草的荣誉学位证书”——虽然是一致同意，但有一位同事提出了疑虑，“首先，因为让·保罗的基督教信仰似乎不太可靠，其次，因为他的道德（Moralität）似乎也不太纯洁，毕竟让·保罗喜欢贪杯”。然而，黑格尔却以极大的严肃性和不寻常的雄辩——以及颈背上的调皮——向这位同事证明了，“让·保罗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基督徒”。7月17日，黑格尔和克罗伊策递交了博士文凭，7月19日，大家庆祝了一场“盛大的博士宴会”，在宴会上，黑格尔由于那位同事对让·保罗的基督教性的怀疑仍未完全消除，而感到“帝王般的喜悦”。让·保罗也向他的妻子讲述了这个“美妙的晚间圈子和彩虹”，里面全是教授、艺术家以及“像布瓦瑟雷那样的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HBZ 149–152）。

黑格尔与苏尔皮茨·布瓦瑟雷自纽伦堡时期起就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他欣赏布瓦瑟雷的画作收藏，这些收藏当时还存放在海德堡，并在那里结识了画家泽勒（Xeller）、施莱辛格（Schlesinger）和克斯特（Köster），后来在柏林时，他仍与他们保持着联系（HBZ 452）。然而，苏尔皮茨·布瓦瑟雷也促成了黑格尔与歌德自耶拿时期中断的联系的恢复。在1812/13年之交，歌德甚至对黑格尔感到悲伤，因为特罗克斯勒（Troxler）断章取义地使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歌德认为这是针对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光辉努力”的——不过，黑格尔的朋友泽贝克（Seebeck）消除了这种怀疑（V 6.413 f.）。《全面教学纲要》刚一出版，布瓦瑟雷就寄去了几页关于光和“牛顿天体运动学说（Lehre）”的内容；歌德立即回信感谢黑格尔“如此有力地帮助了他”，并首先通过布瓦瑟雷寄给了他关于色彩学说的材料，但在1817年7月8日也直接寄去了他刚刚发表的论文《论一般自然科学》（Zur Naturwissenschaft überhaupt）。由此，两人早在耶拿就已经存在、后来在柏林也继续进行的关于色彩学说的合作，又重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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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蒙召前往柏林

在黑格尔从海德堡寄出的信件中，首次缺少了一个贯穿过去十年的主题：希望改变自己的职业处境，希望无论是从报业的苦役中还是从学校的烦恼中解脱出来。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改变来得出人意料地快。早在秋天，卡尔·西格蒙德·弗朗茨·冯·施泰因·楚姆·阿尔滕施泰因（Karl Siegmund Franz v. Stein zum Altenstein）就访问了海德堡，大概主要是为了布瓦瑟雷的画作收藏，在此期间，他也亲自结识了黑格尔——并遗憾地表示，发往柏林的邀请“由于一个不幸的偶然事件”来得太迟了。在1817年被任命为一个新成立的“精神、教育和医疗事务部”的首脑（他将担任此职直到1839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之后，他除其他外，致力于重新填补费希特（Fichte）的教席。为此，他在1817年12月26日的一封充满个人感情的信中向黑格尔写道：“我没有误解那些可能将您留在海德堡的义务，但您对科学负有更大的义务，在这里为您展开了一个更广阔、更重要的作用性（Wirksamkeit）领域。您知道柏林在这方面能为您提供什么。但我希望，如果您在此之后的发展能符合多种计划，您的期望将被超越，而执行这些计划是我的义务”——他在这里暗示了计划中的柏林皇家科学院的重组。黑格尔在1818年1月24日表示感谢，但不免提出了一些财务上的要求，于是阿尔滕施泰因向国王提交了他的建议：“据我确信，这里唯一可以被高度信任地 […] 委托在大学讲授哲学的学者，是黑格尔教授 […]，他是一位性格最纯洁的男人，拥有罕见的、多方面的知识，精神成熟，并且拥有哲学上的敏锐，他各种著作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同样远离宗教狂热和不信仰，在他拥有哲学深度的同时，他在一般教育艺术中也拥有可贵的见解，甚至在这方面拥有实践知识。”（HBZ 168）1818年3月16日，部里通知黑格尔，他的要求已被批准，阿尔滕施泰因在3月18日又附上了一封私人信件；3月31日，黑格尔接受了任命。

早在1808年5月20日，黑格尔就写信给尼特哈默，说最好是在首都生活——并且当时想到了慕尼黑（München）。1818年9月12日，他在给妹妹的信中也以此为由：“柏林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中心”——他接着补充道：“哲学一直以来在德国北部都比在南部更是需求，也更自在”。早在1821年6月9日，他还在给尼特哈默的信中写道，他去柏林“是为了在一个中心，而不是在一个外省。”这些考虑显然也说服了他的妻子；黑格尔继续给妹妹写道，离开海德堡的想法起初让玛丽感到难受，“但她现在正带着勇气和信心投入其中”。她的母亲苏珊娜·冯·图赫尔（Susanna v. Tucher）也鼓励她：“必须拿起地图，把这块小地方放在大地方旁边，在那里孩子和子孙将找到足够的地方建造他们的小屋。”（HBZ 171）不过，黑格尔在海德堡，以及后来在柏林的学生理查德·罗特（Richard Rothe），还报告了其他的考虑：当时关于巴登继承权的争端“也是促使黑格尔接受柏林邀请的原因之一；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海德堡很容易变成巴伐利亚的，他将不得不害怕再次处于巴伐利亚的权杖之下，而这权杖是他极其憎恨的。”（HBZ 174）黑格尔在1818年4月21日向巴登内政部提交的辞职申请中暗示了另一个根据（Grund）：“主要是考虑到，在年岁渐长之后，有可能从在一所大学讲授哲学的这种不稳定的职位上，过渡并被使用于另一项活动性之中。”他以此为依据，依据冯·阿尔滕施泰因在1818年3月18日向他具体化的暗示：“我计划在这里的皇家科学院进行一次巨大的改变，并希望借此机会，为您开启一个非常美好的作用性，并在未来增加您的收入。”黑格尔可能在1818年9月18日带着家人离开了海德堡；9月19日，他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给普鲁士文化部写了信，9月23日至26日，他拜访了在耶拿和魏玛（Weimar）的熟人——弗罗曼、歌德和克内贝尔（Knebel）——，大约在9月29日，他——经由魏森费尔斯（Weißenfels）、莱比锡（Leipzig）和维滕贝格（Wittenberg）——抵达了柏林。

资料来源： GW 13，GW 15，GW 1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历史考订版全集》（Gesammelte Werke）。维尔纳·舒芬豪尔（Werner Schuffenhauer）主编。第17卷。通信 I（1817–1839）。柏林，1984年，33–38。——文献： R 295–312；珀格勒（Pöggeler）：《黑格尔与浪漫派》（Hegel und die Romantik）。波恩，1956年；弗里德海姆·尼科林（Friedhelm Nicolin）：《黑格尔作为海德堡的教授。摘自哲学系档案 1816–18》（Hegel als Professor in Heidelberg. Aus den Akten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1816–18）。HS 2（1963），71–98；威廉·莱蒙德·拜尔（Wilhelm Raimund Beyer）：《来自黑格尔的家庭生活。苏珊娜·冯·图赫尔致女儿玛丽·黑格尔的信件（1816–1832）（续）》（Aus Hegels Familienleben. Die Briefe der Susanne von Tucher an ihre Tochter Marie Hegel (1816–1832) (Fortsetzung)）。载于：HJb 1967，114–137；《黑格尔 1770–1970》（Hegel 1770–1970），172–188；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黑格尔与海德堡浪漫派》（Hegel und die Heidelberger Romantik）。载于：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五篇解释学研究》（Hegels Dialektik. Fünf hermeneutische Studien）。图宾根，1971年，71–81；珀格勒：《黑格尔与海德堡》（Hegel und Heidelberg）。HS 6（1971），65–133；施特拉克（Strack）：《苏尔皮茨·布瓦瑟雷日记与 C. H. A. 帕根施特歇尔（C. H. A. Pagenstecher）生平回忆镜像中的黑格尔人格性》（Hegels Persönlichkeit im Spiegel der Tagebücher Sulpiz Boisserée und der Lebenserinnerungen C. H. A. Pagenstechers）。HS 17（1982），25–40；威廉·莱蒙德·拜尔：《苏尔皮茨·布瓦瑟雷作为黑格尔在纽伦堡和海德堡的伴随者》（Sulpiz Boisserée als Wegbegleiter Hegels in Nürnberg und Heidelberg）。载于其：《黑格尔主题的当下关联。附有关于色彩学说的未知黑格尔文本》（Gegenwartsbezüge Hegelscher Themen. Mit unbekannten Hegel-Texten zur Farbenlehre）。柯尼希斯泰因/陶努斯（Königsstein / Ts.），1985年，78–84；克里斯托夫·布尔夏德（Christoph Burchard）：《H. E. G. 保卢斯在海德堡（1811–1851）》（H. E. G. Paulus in Heidelberg (1811–1851)）。载于：《永远开放。海德堡鲁普雷希特-卡尔斯大学六百年 1386–1986》（Semper Apertus. Sechshundert Jahre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1386–1986）。六卷本纪念文集。第2卷。柏林 等，1985年，222–297；卡塔琳娜·科莫特（Katharina Comoth）：《一份关于黑格尔在海德堡逗留的文献》（Ein Dokument über Hegels Aufenthalt in Heidelberg）。HS 20（1985），117–120；赫尔穆特·克赖辛（Helmuth Kreysing）：《鲍里斯·于克斯屈尔的主观精神笔记——一份讲授课听课笔记？》（Boris Uexkülls Aufzeichnungen zum subjektiven Geist – Eine Vorlesungsnachschrift?）。载于：《黑格尔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Hegelforschung）。赫尔穆特·施奈德（Helmut Schneider）主编。第2卷。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1996年，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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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柏林 (1818–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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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政治局势

黑格尔在1818年10月所处的普鲁士，其特点是改革趋势和复辟趋势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改革者发挥作用（Wirksamkeit）的顶峰以及大学的建立已经过去了近十年，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也不愿再被提醒他在1815年5月22日做出的关于赋予国家一部宪法的承诺——即使国家总理冯·哈登贝格（v. Hardenberg）在1820年1月17日迫于日常政治事件的压力，能够迫使他重申对宪法的承诺。普鲁士在维也纳会议上确立了自己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与奥地利和俄罗斯并列，并与它们在“神圣同盟”中紧密联结（vereinigen），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梅特涅（Metternich）的政策得到了德国各邦会议，即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普遍支持。像威廉·冯·洪堡（Wilhelm v. Humboldt）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贝梅（Karl Friedrich v. Beyme）这样的改革者在1819年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以不敬的名字称呼为“宫廷宠臣集团（Hofkamarilla）”的“王储党（Kronprinzenpartei）”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因素，冯·哈登贝格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没有个人的精力和政治权能来对抗这种因素。特别是大学，日益成为复辟政策的对象。然而，一个幸运的情况被证明是，在1817年，负责文化政策的部门从内政部中分离出来，扩建为一个由阿尔滕施泰因领导的新成立的部，它阻止了复辟党直接控制大学，并将许多限制性命令拖延和稀释，直到它们变得毫无意义。

当黑格尔抵达柏林并在1818年10月22日发表比海德堡就职演说只稍微扩充了一点的柏林就职演说时，这些复杂的关联对他来说还不清晰，他在演说中通过承接“普鲁士建立在理智（Intelligenz）之上”（GW 18.4）这一改革时期的老生常谈（Topos）来与改革时期相衔接。在随后几年的文化政策中，这个老生常谈也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虽然黑格尔的受聘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但也只是阿尔滕施泰因努力为普鲁士，特别是为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Berlin）招募各种不同流派知名学者的一个例子。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更喜欢新的普鲁士波恩大学（Universität Bonn），而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出于对朋友索尔格尔（Solger）的虔敬，拒绝了接替他职务的邀请——，但普遍产生的印象，就像歌德鉴于黑格尔和泽贝克的受聘，对苏尔皮茨·布瓦瑟雷所表达的那样：“阿尔滕施泰因部长似乎想为自己配备一支科学上的近卫军。”（HBZ 173）当时不仅在柏林存在着政治上紧张的氛围。已经存在的王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拿破仑新建立的王国，都在维护自身——而且往往采取压制手段——以反对通常与解放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希望。在1817年10月瓦尔特堡节日（Wartburgfest）的宗教改革纪念活动上，新觉醒的民族意识（Bewusstsein）体现了出来——但与此同时，这种民族意识的阴暗面也已经显现出来：仇恨犹太人和焚烧书籍，其中就包括文人和俄罗斯国务委员奥古斯特·科策布（August Kotzebue）的《德意志帝国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Reiches）。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作为埃尔朗根大学生联谊会的代表，作为仪仗队走在旗手旁边前往瓦尔特堡——而一年多之后，他在曼海姆刺杀了科策布。这种暗杀当时不仅被他大学生联谊会里的同志，而且被一些同情他们的教授粉饰为一种出于“最好信念（Überzeugung）”而产生的、因此也是好的、甚至“最好的”行为，这说明了政治气候的毒化。

用这种激进的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schen）（因此对黑格尔来说是违背了国家的现实伦理）的论点，黑格尔的柏林同事、新教神学家德·韦特（de Wette），弗里斯的密友，向桑德的母亲为谋杀辩护，并继续说道：通过“这个纯洁虔诚的青年，带着这种信仰，带着这种信心（Zuversicht）”所做出的行为，是“时代的证明。一个青年赌上自己的生命去消灭一个被这么多人当作偶像崇拜的人；这难道会没有任何作用吗？”（Br 2.445）德·韦特随后被立即解雇；大学学术委员会抗议解雇的意见被国王粗暴地驳回：“如果我将青年的教育进一步托付给一个认为在特定条件和前提下暗杀是合理的人，我就会违背我的良知（Gewissen）。”（Br 2.446）但在教授们中间，解雇导致了关于国家是否有法权（Recht）这样做的激烈对立。黑格尔主张国家的这项法权，“只要给教师留薪水，国家就有权解雇他”；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黑格尔甚至在1819年5月2日还和他一起参加了大学生联谊会在皮赫尔斯贝格（Pichelsberg）的节日，HBZ 193 f.）将这种观点称为“可悲的”，黑格尔也“以同样粗暴的态度”回击（Br 2.450）——但他参与了同事们为德·韦特筹集的25塔勒的募捐（HBZ 199）。

政府对那次谋杀和这些辩护的回应是，通过1819年8月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进一步加剧压制，该决议于1819年9月20日被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一致通过：大学以前的免审查权被取消，在大学里设立了被赋予极大权能的政府专员；涉嫌蛊惑民心活动的教授和学生将面临解雇或开除。然而，近期对这种过度和导致思想审查的“蛊惑者迫害（Demagogenverfolgung）”的愤慨，倾向于笼统地将其受害者粉饰为“自由派”，而无视当时这种对“德国自由”的呼吁与盲目的仇外心理——特别是在“体操之父雅恩（Turnvater Jahn）”周围的仇法心理——以及仇恨犹太人的紧密联系，这种对犹太人的仇恨也在达姆施塔特的一次大学生联谊会集会上爆发为大屠杀。

这一时期的政治冲突给黑格尔留下的印象（Eindruck），或许最好地反映在他1819年10月30日给海德堡朋友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的信中：“我已经50岁了，其中30年是在这些永远充满着恐惧和希望的动荡时代中度过的，我曾希望这种恐惧和希望终有一天会结束。现在我必须看到，它一直在继续，是的，在阴郁的时刻人们会认为，它会变得越来越糟。”早在他来柏林的第一年，黑格尔就多次被卷入这种争端中。还在海德堡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卡罗维就在他门下以一篇关于大学生联谊会宪法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卡罗维（Br 2.455–468）也参加了瓦尔特堡的节日；他是海德堡大学生联谊会的领袖人物，但致力于使联谊会不带民族主义倾向。古斯塔夫·阿斯维鲁斯（Gustav Asverus）是黑格尔在耶拿认识的一个熟人的儿子，他于1818年夏天从耶拿来，也加入了海德堡的大学生联谊会——但他愤慨地向朋友报告了那里过分的宽容：“想想看，如果你能想到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联谊会，[…] 他们想要所有的犹太人（Juden），所有的外国人，愿上帝怜悯。[…] 但最应归咎于此的是那个愚蠢的狗东西卡罗维，我最近在耶拿就已经很讨厌他了，现在我更讨厌他了。[…] 只是不平等的也以为自己是平等的。卡罗维朋友或者‘完全-痛苦（Gar-o-weh）’！现在让他们如此习惯于普遍和纯粹理性的东西，以至于他们愿意在他们极其普遍的陈规陋习中继续走下去……如果联谊会是德国的，并且一旦下定有力的决心去消灭放荡的野兽或类似的东西，那么就必须把这东西丢掉”。在这种紧张状态中，可以清楚地区分出以“普遍和纯粹理性的东西”为目标的“黑格尔式的”路线，与针对犹太人和外国人、旨在消灭“放荡野兽”的路线。然而，阿斯维鲁斯跟随黑格尔去了柏林；在给父母的信中，他清楚地说明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对他的思想影响甚微。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819年7月15日的蛊惑者迫害中被捕；黑格尔试图——也是通过提供担保——促成他的释放，但这一直拖到了1820年6月7日。1821年10月11日，阿斯维鲁斯给一位朋友写信说，联谊会不能“有任何政治目的；因为那是愚蠢。我们这些对国家一无所知的年轻小伙子，怎么能看透并相应地改善我们复杂的政治关系呢？[…] 只是把政治抛开，[…] 因为否则联谊会不过是一个政治俱乐部，并会被引诱做出愚蠢的事情。[…] 然而，把这种胡说八道带入联谊会的人，除了卢登（Luden）先生和韦塞尔霍夫特（Wesselhoeft）先生，再没有别人，我打心底里讨厌他们俩。自由、真理（Wahrheit）、祖国总是从他们可耻的嘴里说出来，而他们却是最大的利己主义者、最虚荣的傻瓜、最可怕的装模作样者和骗子”——在信的结尾，他建议朋友去结交黑格尔（Br 2.432–442）。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后来报道说，阿斯维鲁斯因为他对黑格尔的热情“被耶拿的联谊会正式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HBZ 424）黑格尔在1821年6月9日给尼特哈默的信中阐述了一个最终判断：“我平安度过了蛊惑者危机”。他了解了双方，“一方面是那些‘蛊惑民心的个体’的可悲和罪有应得的命运（Schicksal）”，另一方面是“对于如此模糊的事情来说，官方的公正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但最终还是有的，而且甚至比这更多”——他以此暗指冯·亨宁（v. Henning）被聘为讲师，他曾被怀疑为蛊惑者并被监禁。

他的同事索尔格尔在这个问题上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关于“瓦尔特堡演说家的废话”，或者关于那些十年来一直向学生“说教（vorgepredigt）”、“说他们是聪明卓越的人，国家和教会的复兴必须从他们开始”的人。索尔格尔也点名指出了那些他归咎于传播这种“傲慢愚蠢的自负”的人：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弗[里斯]（F[rie]s）和德[·韦特]（d[e] W[ette]）。黑格尔后来在他的《索尔格尔书评》（Solger-Rezension）中引用了这些句子——没有提到这三个名字（GW 16.90 f.），并根据自己的经验（Erfahrung）进行了评论：尽管遗憾的是，索尔格尔当时没有公开进行必要的争论，但必须为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使他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免遭了“可以预料到的恶毒敌意、关于奴性情意（Gesinnung）等的诽谤”（见第 II.8.7.3 章）。

因为针对他自己，人们提出了这种奴性和顺应现存关系（Verhältnisse）的指责——他后来“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的头衔所指的无非就是这个。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对政治谋杀的不妥协的拒绝和他对学生群体的温和影响，他的《法哲学原理》（1821年），最后还有，他以及在他死后他的哲学能够享受文化部长阿尔滕施泰因的持续支持。但是，一方面，阿尔滕施泰因也向那些在政治上做出不同选择的人提供他的支持——而且由于情况的缘故，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比如施莱尔马赫，他多次将他从复辟党的控制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阿尔滕施泰因必须保护他非常成功的文化政策路线，以抵御来自日益强大的复辟派“王储党”和“宫廷宠臣集团”的巨大阻力和攻击。在漫长的岁月中，只有两个机会已知黑格尔与“宫廷”发生了直接联系：通过普鲁士威廉公主在黑格尔担任校长期间关于一次宴会的报告（见第 I.3.2 章），以及阿诺德·卢格关于与王储谈话的含糊报告（见第 II.9.5.1 章）。阿尔滕施泰因也没有成功实现任命信中暗示的计划，即任命黑格尔为皇家科学院院长；与他的许多同事不同，黑格尔甚至没有被任命为枢密顾问，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与施莱尔马赫一起——获得的三级红鹰勋章也只证实了他与宫廷的距离。因为这只是一项相当低的荣誉，而且法恩哈根在日记中指出，这个勋章的授予早在1827年就已被期待，而在1830年获得勋章的并不是阿尔滕施泰因提议的黑格尔，而是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 Humboldt）提议的恩克（Encke）教授和米切尔利希（Mitscherlich）教授——他将此评估为证明（Beleg），“存在一种实际上比正式内阁更受青睐的副内阁。”（HBZ 335,410）黑格尔毫无疑问不仅属于阿尔滕施泰因部的“科学”近卫军，也属于其政治“近卫军”。但除此之外，他政治选择的范围惊人地广泛：他每年7月14日都要为攻克巴士底狱举杯（HBZ 299, 比较 214）；他对拿破仑的兴趣和崇敬依然不减——但他也坚持要求他的家人在国王生日那天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因为“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有价值的健康”（1826年8月10日）。相比之下，“普鲁士国家哲学家”这一盲目的公式，将阿尔滕施泰因部本身就一直备受争议的政策等同于“普鲁士国家”，并忽视了这些年里不同甚至对立的政治团体和努力。

文献： 马克斯·伦茨（Max Lenz）：《柏林大学史（1910）》（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Berlin (1910)），第 2/1 卷：阿尔滕施泰因部，177–404：在黑格尔的星象下；汉斯-约阿希姆·舍普斯（Hans-Joachim Schoeps）：《另一个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四世时代的保守派人物与问题》（Das andere Preußen. Konservative Gestalten und Probleme im Zeitalter Friedrich Wilhelms IV.）。柏林，第四版 1974年；赖因哈特·科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1791至1848年的一般邦法、行政与社会运动》（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Allgemeines Landrecht, 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斯图加特，第二版 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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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教学活动

关于黑格尔教学活动的当代消息，根据政治和社会的视角，差别非常大。

他的同事卡尔·威廉·费迪南·索尔格尔（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黑格尔还在海德堡时就曾与他协调过1818/19年冬季的讲授课（Br 2.189）——当时给蒂克（Tieck）写信说：“我很渴望知道好人黑格尔在这里会留下什么印象（Eindruck）。没有人谈论他，因为他安静而勤奋。如果哪怕只有一个他们非常希望拥有的最愚蠢的应声虫来了，也会大吵大闹，学生们也会被引向他的课堂，以拯救和挽救他们的灵魂。”（GW 16.121）然而，他柏林时期作用性的两个基本特征是无可争议的。首先，黑格尔的柏林岁月是体系的一贯扩建时期——这种扩建与其说是通过出版物，不如说是通过他的讲授课。在这些年里，他只出版了一部较大的著作：1820年10月，《法哲学原理》出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和《逻辑科学》的第一卷黑格尔只提供了第二版，不过这些版本几乎具有新书的性质，而随后很快出现的《全面教学纲要》第三版则与第二版差别不大。这些新版本以及在他的讲授课框架内对体系学科的重新加工，其特征一方面是对其体系思想更深入的渗透和阐述，另一方面是黑格尔在这些年里在他哲学的各个领域中所获得的丰富材料（Materien）。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他对当代自然科学的、但也是对“亚洲的”研究的深入接受。

他教学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在于明显的学派形成倾向。萨维尼早在1821年11月26日给马尔堡（Marburg）的信中报告说：“在哲学中，黑格尔占据着统治地位，他培养着非常狂热且不宽容的学生，他根本不被绝大多数人理解，但被波兰人（他们既不懂德语，也理解（begreifen）不了什么）狂热地崇敬着。”（HBZ 230）威廉·冯·洪堡在给他朋友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 Gentz）（梅特涅的秘书）的报告中写道，黑格尔“不属于那种只想把自己的作用性留给理念的哲学家，他组建学派，而且是蓄意这么做的。”（HBZ 380）黑格尔的听众威廉·黑林（Wilhelm Haering，他作为作家的笔名维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Willibald Alexis）更为人所知）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形象：“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同时更是一位伟大的统帅，他从其他统帅几乎不会将他们的辎重拉来的地区招募军队。他懂得如何利用一切力量。”（HBZ 302）黑格尔的教学成果和他组建学派的倾向，至少从他的演讲风格来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毕竟在1816年还曾引起过反对他被任命到柏林的顾虑。众多描述（HBZ 181, 203, 207, 246, 274, 276, 284, 375–379, 421 f., 442–444, 548）在描绘他的讲课时是一致的：总是被咳嗽和清嗓子以及在不同手稿中翻找所打断，他讲课时与其说是面向听众，不如说是向内的，这与施莱尔马赫出色的修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它们也同样一致地认为，一旦人们习惯了他的古怪，黑格尔的讲授就会展现出思想的丰富性，这是许多外表光鲜的讲授所缺乏的。因此，黑格尔总是在一大群——而且绝不仅限于学生的——听众面前讲课。约翰·爱德华·埃德曼（Johann Eduard Erdmann）将这种“教学活动的顶峰”——不是看听众人数，而是看黑格尔的讲授——定在1827/28年冬季学期之初，也就是黑格尔从巴黎（Paris）返回之后（HBZ 355）。

这些学生中的一些人，甚至是熟人，并不是因为哲学著作，而是因为属于黑格尔的生平圈子而为人所知：海因里希·威廉·奥古斯特·施蒂格利茨（Heinrich Wilhelm August Stieglitz）、海因里希·贝尔（Heinrich Beer）或弗里德里希·福斯特（Friedrich Förster）；许多人已经在这些年里或在以后的岁月里参与了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阐述，或者参与了学派的争论，如甘斯（Gans）、埃德曼、冯·亨宁、欣里希斯、霍托（Hotho）或米希勒（Michelet）。然而，在关于社交生活的报道中，缺少了三位学生的名字，他们超越了学派的圈子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但也进一步加工了这些思想，从而在哲学、神学和历史科学中获得了自己的历史意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和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文献 ——关于费尔巴哈： 西蒙·拉维多维奇（Simon Rawidowicz）：《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起源与命运》（Ludwig Feuerbachs Philosophie. Ursprung und Schicksal）。柏林，第二版 1964年。——关于德罗伊森： 约恩·吕森（Jörn Rüsen）：《被把握的历史。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历史理论的起源（Genesis）与理据》（Begriffene Geschichte. 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orie Johann Gustav Droysens）。帕德博恩（Paderborn），1969年；克里斯托夫·约翰内斯·鲍尔（Christoph Johannes Bauer）：“《一切运动的秘密都在于其目的（Zweck）》。黑格尔与德罗伊森的历史哲学”（»Das Geheimnis aller Bewegung ist ihr Zweck«. Geschichtsphilosophie bei Hegel und Droysen）。HSB 4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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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社交

学生圈子里社交生活的一个高潮是在1826年8月27日庆祝黑格尔生日的聚会——其中庆祝他的生日传统上总是与在接下来的一天庆祝歌德的生日联系在一起。《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认为这个“美好的双重节日”非常重要，甚至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这引起了同样在8月出生的国王的极大不满，他随后禁止了对私人庆祝活动的报道（HBZ 303–315, 318）。

然而，起初，移居柏林对黑格尔的社交往来并没有形成一个令人愉快的转折。就在抵达柏林一年后，黑格尔在给克罗伊策的一封信中，将他的新处境与海德堡的处境进行了比较，不过，他在海德堡度过的那几年里，那里的处境还没有被后来日益激烈的派系斗争所撕裂：“我还没有找到朋友的圈子。”（1819年11月30日）在随后的几年里，黑格尔也较少在同事圈中找到他的朋友——除了神学家菲利普·马海内克（Philipp Marheineke）和语言学家兼印度学家弗朗茨·博普（Franz Bopp）。相反，他与阿尔滕施泰因部的部级参事（Ministerialrat）约翰内斯·舒尔策，同时也是黑格尔的听众和邻居，关系非常密切。黑格尔与部长冯·阿尔滕施泰因的关系包含私人特征，尽管社会地位存在差异，但这种特征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阿尔滕施泰因的妹妹可能认识玛丽·黑格尔，因此在移居柏林时就已经提供了帮助（Br 2.180, 188, 192）。黑格尔在1830年5月27日她去世后发给阿尔滕施泰因的吊唁信，给部长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Eindruck），以至于他在感谢信中违背了礼仪，一直用“尊敬的阁下（Euer Hochwohlgeboren）”来称呼黑格尔。——与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泽（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黑格尔保持着多年的良好关系，虽然并不是特别密切，拉赫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也参与其中（HBZ 345 f.）。相反，与同事的关系，在较好的情况下局限于——除了内在的保留之外还有的——相互尊重，例如奥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HBZ 298, 302, 318–322），以及威廉·冯·洪堡（HBZ 379 f.）；而在较坏的情况下，则局限于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冲突中表现出的过分外交辞令式的拘泥礼节（Br 3.424–426）。除此之外，还有几乎不加掩饰的敌对，这构成了他与萨维尼或与施莱尔马赫关系的特征——而且这两人都典型地代表了他们各自的院系。

在这些年里，他与歌德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主要是因为黑格尔对歌德的色彩学说的兴趣，这种兴趣早在耶拿岁月就已经开始了，不过，这门学说甚至在当时也没有被同时代人承认为牛顿（Newton）光学的科学严肃的替代品（见第 II.8.5 章）。歌德不仅将黑格尔视为一位受欢迎的战友，而且将他视为这样一位哲学家：他的目光也为歌德本人带来了对许多事物的更深刻的清晰认识（HBZ 224–226）。此外，黑格尔与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舒尔茨（Christoph Ludwig Friedrich Schultz）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不仅是政府派驻大学的代表，而且也是色彩学说的拥护者。黑格尔还激发了他的学生冯·亨宁对歌德色彩学说的热情：冯·亨宁甚至举办了关于色彩学说的讲授课，多次去魏玛拜访歌德，并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一个专门为此设立的房间里进行实验。出于这种共同的兴趣，歌德在1821年4月13日送给黑格尔一块“浑浊的玻璃（getrübes Glas）”，人们可以通过它研究“原初现象（Urphänomen）”，即在明暗边界处色彩的起源（Genesis）——他加上了题词：“将这原初现象极好地托付给绝对（Absoluten）予以友好的接受。魏玛 1821年初夏”。

然而，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色彩学说。虽然歌德对黑格尔哲学的文字呈现（Darstellung）总是感到陌生，但是：“这样的人用文字所传达的东西，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直接将其转化为自己的需求而显得不清晰和深奥，那么在生动的谈话中，它马上就会成为我们的财产，因为我们会察觉到，在基本思想和情意上，我们与他是和谐一致（Übereinstimmung）的，因此在双方的展开和阐明中，是可以很好地接近并联结的。”（HBZ 358）因此，黑格尔曾多次去魏玛拜访歌德——1818年移居柏林时，1827年从巴黎返回时，以及1829年从卡尔斯巴德（Karlsbad）返回的旅途中。

文献： 马克斯·伦茨：《柏林大学史（1910）》，第 2/1 卷：阿尔滕施泰因部，177–404：在黑格尔的星象下；胡戈·法尔肯海姆（Hugo Falkenheim）：库诺·费舍尔附录：《黑格尔的生平、著作和学说（Lehre）》（Hegels Leben, Werke und Lehre）。第2卷。海德堡，1911年，1216–1223 及 1223–1229；《柏林的黑格尔。普鲁士文化政策与唯心主义美学。纪念这位哲学家逝世150周年》（Hegel in Berlin. Preußische Kulturpolitik und idealistische Ästhetik. Zum 150. Todestag des Philosophen）。奥托·珀格勒主编。柏林，1981年；《黑格尔与“无定规社会”》（Hegel und die »Gesetzlose Gesellschaft«）。由安德烈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和沃尔夫冈·维尔蒙德（Wolfgang Virmond）提供的一份新发现的文献。HS 20 (1985), 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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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科学院

然而，这些年里并非一切都如愿以偿。最重要的是，阿尔滕施泰因在 1817/18 年唤起的“期望”未能实现，即“在年岁渐长时，能有更多机会从在大学讲授哲学的这种不稳定职位上退下来，被调任并被需要从事另一种活动”——正如黑格尔在 1818 年 4 月 21 日寄给巴登内政部的辞职申请中所表达的那样。这里指的是皇家科学院在重组后的主席职位——类似于雅可比和谢林在慕尼黑的职位。然而，黑格尔甚至连进入这个科学院的资格都没有获得。围绕他被接纳一事长年争论不休，这对科学院来说并不光彩，对其哲学学部以及后来的历史-文献学部也有害，这些争论直到他去世才结束。施莱尔马赫长期以来一直阻止黑格尔进入科学院——他使用的论点在 1811 年 1 月 29 日的第一次科学院讲座中就曾提出过，表面上是就事论事，但最初同样是为了反对接纳费希特，该论点认为，最高和最普遍的先验及形而上学思辨是“一件完全孤独的事务，每个人必须在自己的精神深处完成”；因此它不属于应该承担共同著作的科学院（KGA I/11.11）——这个论点并没有阻止施莱尔马赫自己在科学院中讲授他自己的哲学，并且最终导致了哲学学部的枯竭和彻底取消，以及历史-文献学部的形成。直到 1830 年，至少在这个学部里，人们才普遍认识到接纳黑格尔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施莱尔马赫也感到有必要与威廉·冯·洪堡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共同为此极力辩护（HBZ 412）——但在补选发生之前，黑格尔就已经去世了。

文献： Adolf Harnack (Hg.):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Bd 1/2. Berlin 1900, 691 ff., 726–730, 734–741, 753 ff., 760–763; Max Lenz: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Berlin (1910), Bd. 2/1.177–404: Unter dem Gestirn He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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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科学批判年鉴》

由于黑格尔未能进入科学院，建立“科学批判学会”及其《年鉴》有时被视为一种补偿——这种解释主要是因为黑格尔现在同样坚决地反感接纳施莱尔马赫进入该“学会”。但是，《年鉴》的建立不应主要在这种视角下被理解和评价。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就已经追求过这样一个计划（GW 4.507–514, 549–553），并且在海德堡担任《海德堡年鉴》的编辑（参见第一部分第7.2章）。因此，很自然地，在被蒙召前往柏林后，他重新恢复了创办一份期刊的计划——特别是当时柏林大学还没有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刊物。虽然《一般文学报》在 1804 年从耶拿迁到了普鲁士——但不是迁到柏林，而是迁到了哈雷，即当时普鲁士最负盛名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在 1819/20 年冬季，黑格尔与负责此事的阿尔滕施泰因部长就创办期刊一事进行了交谈，在 1820 年 2 月 27 日，黑格尔向部长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一份批判性文学期刊的建议》（参见第二部分第8.7.1章）。黑格尔的这一计划旨在建立一份由国家赞助的期刊，类似于梅特涅倡议建立的维也纳《文学年鉴》，特别是类似于《学者杂志》。但出于多种原因，该计划并未实现，而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原因归结为“自由主义”和“国家”这样的口号（Obenaus 1994）。

尽管黑格尔在近二十年里一直追求期刊计划，但 1826 年《科学批判年鉴》的建立并非出于他的倡议，而主要归功于他在法学系的朋友和年轻同事爱德华·甘斯（Br 3.390–399）。对于甘斯在 1825 年夏天独立向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冯·柯塔提议在柏林创办一份文学报的举动，黑格尔最初显然犹豫不决（HBZ 325–330）——仅仅因为他无论出于经济还是科学的原因，都认为由私人资助的文学期刊是不可维持的（GW 16.432 f.）。关于计划中的《年鉴》，第一个提示出现在卡尔·道布 1826 年 3 月 29 日给黑格尔的信中，那是在甘斯访问海德堡之后；春天，甘斯特别与黑格尔和法恩哈根·冯·恩泽进行了交谈，1826 年 7 月 18 日，黑格尔发出邀请参加 7 月 23 日的会议，会议上成立了“科学批判学会”。该学会分为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哲学学部，每个学部由一名秘书领导；其第一任总秘书最初是甘斯，从 1828 年起是利奥波德·冯·亨宁。

单从创立方式就可以看出，同时代人对《年鉴》提出的两个疑虑并未切中其性质和目的：它既不是“黑格尔报”，也不是“国家报”。在后一方面，它从一开始就处于不稳定的境地：由于很少有希望它能在没有财政支持的情况下维持下去，编辑部早在 1826 年就申请了国家支持——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赞助机构。然而，对国家赞助的期望始终面临着一种担忧，即这种资助也会招致国家施加影响的企图（HBZ 336）。尽管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并且“学会”多年来一直努力争取，但直到 1830 年，在出版商柯塔干预并将印刷地转移到柏林之后，文化部才最终批准每年为这个亏损的企业提供 800 塔勒的相对较少的补助——这并不是为了使它成为一份“国家报”，而是为了防止它面临停刊。国家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因为《年鉴》和其他出版物一样受到审查。在黑格尔在世期间，普鲁士政府仅在 1831 年 2 月试图对《年鉴》的内容施加一次影响，阻止甘斯对雅尔克的一篇文章发表批判性评论，因为雅尔克被任命为柏林《政治周报》的编辑，该报旨在成为普鲁士保守和复辟倾向的汇聚点（Obenaus 1994, 28–38）。

另一方面，关于《年鉴》是一份“黑格尔报”的指责之所以被引发，是因为黑格尔及其门徒无疑在“学会”以及《年鉴》的编辑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另一方面，发起人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即从一开始就将该事业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而绝不只是由黑格尔学派组成——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正如伯克、博普、克罗伊策、歌德（参见 WA 42/1.20–54）、威廉·冯·洪堡、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吕克特、蒂博、法恩哈根等名字所表明的那样——尽管上述一些人加入时并非没有顾虑，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对个别评论或对“学会”的风格感到愤怒而退出。也许很难再有如此杰出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出版一份期刊了。今天人们对黑格尔及其一些门徒评论的兴趣，掩盖了他们的著作在《年鉴》中所占比例很小的事实。与他们相对的是自然科学、数学、医学、历史的评论，这些评论与黑格尔哲学没有任何联系。相反，为了宣传黑格尔哲学，人员限制在其学派内，主题限制在哲学及相关领域会更有利。法恩哈根恰当地描述了黑格尔的做法：他试图“建立一个派系 […]，一个私人的追随者群体，更多是建立在环境而非情意之上”（HBZ 323）。这也符合黑格尔对尼特哈默和罗特给出的理据：“毕竟必须要掌握话语权（Il faut enfin avoir la parole）”（1826 年 9 月 11 日，参见 GW 16.428）。在 1829 年 10 月 29 日，黑格尔再次向尼特哈默表达了《年鉴》的目标：他想要“利用《年鉴》创造一个机关，甚至不仅仅是一个机关，而是创造一把‘锋利的武器’来对抗蒙昧主义，无论它是来自这边还是那边，无论它是以神秘主义的偏执还是以最平庸的琐碎来表现自己”（Br IV/2.72）。

关于围绕《年鉴》的争论，奥古斯特·伯克的一份证言引人注目。在柏林早年，他多次强调他与黑格尔不是朋友；但在 1827 年 8 月 5 日，他写信给卡尔·奥特弗里德·米勒：“顺便说一句，黑格尔现在到处受到攻击，而且是以一种粗暴和不公正的方式，而他恰恰在这个时候开始克制自己；所有这类充满激情的攻击都令我反感，以至于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我与他和解。而且不容否认的是，那些结党反对他的人是被一种毫无节制的盲目激情所驱使的，他们关注的不是事情，而仅仅是针对人格性。”（HBZ 345）。

资料： GW 16; BSchr 101–428. – 文献： Max Lenz: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Berlin (1910), Bd 2/1.308; Pöggeler (Hg.): Hegel in Berlin (1981); Christoph Jamme (Hg.): Di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 Hegels Berliner Gegenakademi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4; darin 15–56: Sibylle Obenaus: Berliner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oder »Hegelblatt«? Di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im Spannungsfeld preußischer Universitäts- und Pressepolitik der Restauration und des Vormä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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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哲学对手

随着黑格尔哲学自 1820 年代中期以来获得的公众承认的提高，对他“极其憎恨”的人数也在增加，例如约翰·彼得·弗里德里希·安西隆（HBZ 345），他是一位复辟派国家学说（1820 年）的作者，也是外交部“真正的枢密使节参赞”。一种非政治的而是哲学的，但同时又超越了所有哲学差异、近乎病态的厌恶感，决定了亚瑟·叔本华对黑格尔的态度。甚至在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考核之前，他就发现他讲课的最“合适”时间是“黑格尔教授讲授他主要课程”的时间；他在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考核期间遇到的摩擦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纯粹哲学的争论（HBZ 202, 212）。

然而，直到 1828 年，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对手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他看来，黑格尔“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改良版的、并且通过各种内在的抽象空谈而具有更高潜能的费希特，而不过是一个被阉割的费希特”（HBZ 227）。他没有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看到费希特那种“高尚的不彻底性”，而是看到“在空洞抽象的思维活动的无尽流动与涌入中，出现了对于一切神圣事物绝对迟钝的更为庸俗的局限”；“这样一个被模仿的费希特的抽象扭曲”只能“引起反感”。1824 年秋天从维也纳返回的途中，黑格尔在德累斯顿的一个朋友圈里也遇到了施莱格尔，然而正如他于 1824 年 10 月 8 日写给妻子的信中所说，他“在他离开后才知道”他是谁。兰克在 1828 年 3 月 10 日访问维也纳时报告说，施莱格尔称“黑格尔是所有人中最末尾的一个”（HBZ 381）。尽管如此，这场争论并不涉及个人恩怨，而是关乎在理性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之间的决断（参见第三部分第2.1章）。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 1827 年的一首嘲讽诗（HBZ 362）的开头几行中表达了这一点：

施莱格尔布道反对黑格尔，
说他为魔鬼打保龄球。
黑格尔嘲笑施莱格尔，
说他说话毫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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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艺术与艺术之旅

然而，以下事实很难与黑格尔作为那位阴沉、苍白的哲学家的形象联结在一起：除了女高音歌唱家亨丽埃特·松塔格和评论家莫里茨·萨菲尔之外，他同时被称为“当时公开点燃激情的柏林生活的主要元素”之一（HBZ 301）。他对展览，但特别是对剧院和歌剧的喜爱，似乎比许多同事更多地把他带入了艺术圈，以及艺术家们交往的沙龙，尤其是门德尔松和比尔家族（HBZ 344）。而且他的评价似乎很有分量。亨丽埃特·松塔格当时在国王城市剧院唱歌；劳赫的学生路德维希·威廉·维希曼为她和黑格尔创作了半身像，歌德将这两尊半身像“放在了显眼的位置”（HBZ 418, Br 3.401）。第三位提到的人物，莫里茨·萨菲尔，来自匈牙利，经由维也纳来到柏林，在这里他主要作为讽刺作品的作者以及《文学、戏剧和社交的柏林快报》的创始人而闻名；黑格尔也在 1826 年为这份报纸撰写了一篇评论，评述了他的朋友、作家恩斯特·本杰明·萨洛莫·劳帕赫的戏剧《被转变者》（参见第二部分第8.6章）。在他逗留柏林的短短几年里，萨菲尔还创办了《柏林信使报》和文学协会“施普雷河上的隧道”，方塔内后来也加入了该协会；在一次冲突中，黑格尔甚至还充当了他的决斗助手——同时确保了争端的兵不血刃地平息。

关于黑格尔对歌剧和戏剧的偏爱，流传着许多无疑经常被过度修饰的报道。特奥多尔·蒙特后来回忆道：人们曾看到黑格尔，“大学钟声一敲响六点，他刚说完他的句子：‘音乐是空洞梦想的艺术’，就匆匆溜进对面的歌剧院，那里正在上演格鲁克的歌剧，他热情地为女歌手米尔德鼓掌。或者他会叫一辆出租马车，赶到国王城市剧院去听松塔格演唱。”黑格尔崇拜那些年代的伟大女歌手：经常做客他家的安娜·保利娜·米尔德-豪普特曼、安吉丽卡·卡塔拉尼，以及亨丽埃特·松塔格。他也认识女演员奥古斯特·斯蒂希，后来又认识了克雷林格。

留下来的报道已经看不出黑格尔如何将他的喜爱分配给皇家歌剧院、宫廷剧院和国王城市剧院了；它们尤其不能取代他的美学讲授课上的评价。黑格尔欣赏他的朋友劳帕赫的喜剧——但他也同样为莫里哀的《伪君子》中的路德维希·德夫林特鼓掌（HBZ 276）。据说他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格鲁克的歌剧，他欣赏莫扎特的《魔笛》和《唐·璜》，但另一方面却与妻子一起将卡尔·玛丽亚·冯·韦伯的《普列齐奥萨》称为“矫揉造作的莉泽尔”（1824 年 9 月 11 日）——然而在第二年他又想听韦伯的《欧里安特》（HBZ 284），当然他并没有附和人们为反对意大利人斯彭蒂尼而对德国人韦伯产生的民族狂热。他预留了加斯帕罗·斯彭蒂尼《奥林匹亚》的“一张池座票”（1824 年 2 月 7 日）——但另一次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舞台上和管弦乐队里的喧闹声太大了，以至于我没听见音乐。”（HBZ 378）在维也纳体验了罗西尼的歌剧后，他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但罗西尼的《泽尔米拉》却让他“在第一部分特别感到无聊”（1824 年 9 月 23 日），而在巴黎，在观看完罗西尼的《塞密拉米德》后，他于 1827 年 9 月 30 日遗憾地表示，“在柏林，人们主要把像‘阿尔及尔的意大利人 [!]’这样的东西视为罗西尼的作品或以此名义拿出来”。1829 年，他见证了一件既是音乐史也是文化政治的事件：他两次去听门德尔松指挥的《马太受难曲》。尽管根据采尔特的证言，门德尔松在黑格尔的美学讲授课上记下过巴赫“不是真正的音乐；现在人们已经走得更远了，虽然距离真正的音乐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HBZ 392），但根据编辑的证言，他——显然着眼于《马太受难曲》的演出——谈到巴赫时说，他是这样一位“大师，其宏伟的、真正的清教徒式的、强健而又如同博学般的才华，直到最近人们才重新学会充分欣赏它。”（W X/3.208）在海德堡，黑格尔曾通过布瓦瑟雷的收藏表达了对绘画的喜爱——然而，在柏林，他却是自法兰克福岁月以来首次重拾对歌剧的热爱。柏林丰富的收藏品和演出，只会进一步鼓励他去了解其他城市和国家——德累斯顿、荷兰、维也纳和巴黎。

他第一次“艺术之旅”是在 1820 年 8 月 / 9 月前往德累斯顿。他于 8 月 26 日抵达那里（HBZ 215），并且生平第一次站在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前、科雷吉奥的黑夜前”（HBZ 213 f.；然而，弗里德里希·弗尔斯特将黑格尔第一次访问德累斯顿与他对攻占巴士底狱的记忆混为一谈，因此将其时间移到了 7 月中旬）。黑格尔还在那里会见了伯蒂格，并在庆祝歌德生日的聚会上会见了路德维希·蒂克，后者朗读了《奥赛罗》——在评估莎士比亚的内心时，可能存在分歧，但这绝没有导致黑格尔和蒂克之间的决裂（HBZ 217）——因为仅仅一年后，黑格尔又来到了德累斯顿，游览了周边地区和皮尔尼茨，在那里他看到了王室成员进餐；在画廊里他审视了“老朋友们”，晚上再次听蒂克朗读，并让伯蒂格“在火炬光下向他展示古董”（1821 年 9 月 20 日），而且在他从维也纳回程的途中，他于 1824 年 10 月 10 日抵达德累斯顿后，“立即去了蒂克那里”。

1822 年 9 月 / 10 月，黑格尔前往联合荷兰——途经马格德堡（在那里他拜访了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的前战争部长：拉扎尔·尼古拉·卡诺）、科隆（在那里他亲自结识了温迪施曼，参观了李弗斯贝格和瓦尔拉夫的绘画收藏以及希尔恩夫人的玻璃窗收藏）和亚琛（在那里他参观了贝滕多夫的绘画收藏，并坐在了查理大帝的椅子上——但“唯一的满足感在于，一个人曾经坐在上面”）。他穿过鲁汶（“一座有着美丽房屋和哥特式市政厅的大城市”），在布鲁塞尔拜访了他在耶拿的学生范格特，并首先与他一起前往根特和安特卫普，然后途经布雷达（在那里他参观了一座被错误地认为是米开朗基罗的陵墓）、海牙、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返回。在布鲁塞尔，他感到了“诱惑”，想乘坐“驿马车”用短短三天时间前往巴黎——同样，从鹿特丹乘“蒸汽船”仅用 24 小时前往伦敦。

下一次旅行是在 1824 年 9 月 / 10 月，在阿尔滕施泰因部的财政支持下，黑格尔前往维也纳。在途中，他首先又访问了德累斯顿（在那里他又参观了绘画陈列馆，并和伯蒂格一起“看了一遍”古董，还拜访了蒂克，但最后坦白说：“我大致上已经受够德累斯顿了”）；然后他途经特普利茨前往布拉格，在那里他根据他的同事希尔特的指示安排了他的参观计划。赫拉德茨城堡是一座现代宫殿，“不像纽伦堡城堡那样是一个棱角分明、满是角落、不成形、不宜居住、没有窗户、五角形、未成形的且无法定义的东西”。他将卡尔施泰因描述为一座古老的城堡，“那里还挂着旧画，但除此以外没什么可看的”。9 月 20 日晚上他抵达维也纳，立刻去了当时汇集了“全意大利精英”并在那里客座演出的意大利歌剧院：“因为米尔德女士 […] 是这样命令我的”，她向他下达了“命令”，“去维也纳——为了意大利歌剧院——为了人民公园”。第一天晚上他听了梅尔卡丹特的《多拉莉切》，第二天听了罗西尼的《奥赛罗》，第三天听了他的《泽尔米拉》，第四天由于没有意大利歌剧，他去了“举世闻名的卡斯佩尔剧院，即利奥波尔德城剧院”；第五天他又听了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六天他再次去找“亲爱的阿尔莱金和他亲爱的——哦感人至深的亲爱而忠诚的科隆比娜”，第七天听了莫扎特的《费加罗》，第八天去了城堡剧院，第九天听了罗西尼的《科拉迪诺》，第十天再次听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等。他承认：“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品味败坏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这个罗西尼的《费加罗》给我的乐趣比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要多得多”，因为显然，“意大利人的嗓子在这种比较克制的音乐中似乎没有那么多机会来展示他们美妙的旋律，而听到这些旋律是如此甜蜜”；另一方面，对于罗西尼的音乐，他说它“只有唱出来才有意义”，而且由于是音乐，有时也会让他“感到无聊”。

虽然这些晚上大多献给了意大利人的客串演出，但白天则用于参观各种收藏馆——皇室的、列支敦士登的和埃斯特哈齐的画廊、动物学收藏馆、图书馆、珍宝馆、查理大公的收藏馆——他总结道：“在我们那里费力偷凑来的、不完整的、而且还为此大做文章的东西，——在这里却比比皆是、琳琅满目。”他见到了皇帝和皇后——“前者确实有一颗非常高贵、漂亮的头颅”，但他“也见到了小拿破仑， […] 一个漂亮男孩的头颅，深金色的头发，安静严肃而又自然的姿态”。他对“柏林-波茨坦式令人厌恶的贪婪”感到愤怒，因为那里到处都要收取门票，甚至是为了看腓特烈大帝狗的坟墓——但他赞扬了柏林孔雀岛上的繁花胜过皇家私人花园。

三年后，从 1827 年 8 月到 10 月，黑格尔进行了他最长、最远的一次旅行：途经卡塞尔、科布伦茨、特里尔（在那里他让人带他看了“非凡的古罗马遗迹”）、卢森堡和梅斯，经过第一次革命战争的旧址和沙隆战役的平原，到达巴黎，进入这座“文明世界的首都”。这些日子里，他大多与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赞在一起，他早先在海德堡就已经认识他了（HBZ 158 f.）；在柏林，当库赞在德累斯顿被美因茨调查委员会那些热衷于迫害煽动者的人奉命逮捕时，他曾为他奔走（HBZ 272 f.）。他向妻子描绘的巴黎是一座“几个世纪以来，热爱艺术和奢华的国王们，最后完全是拿破仑皇帝和富有的大亨们 […] 积累了各种财富”的城市；一切都比柏林大三倍、四倍、十倍。在卢浮宫里，他找到了“最崇高的古代大师的著名作品”——“拉斐尔、科雷吉奥、达芬奇、提香等的作品”；在剧院里，他看到了伏尔泰的《阿尔齐尔》和莫里哀的《丈夫学堂》，还有以查尔斯·肯布尔为首的一个英国演员剧团，但他对他们的表演方式并不像在巴黎遇到的劳默那样喜欢：“我现在看到了英国人的狂热在全盛时期的表现；他们把莎士比亚糟蹋得如此奇妙。”他的总体印象不如维也纳那样震撼；9 月 13 日他甚至给妻子写信说：“我这周在巴黎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多姿多彩的事可以告诉你；相反，它一直非常单调”。

回程途经布鲁塞尔——从那里他又去根特和布鲁日郊游，去看留在根特的凡·艾克的祭坛部分以及他和梅姆林的其他画作——然后经鲁汶、列日和亚琛到达科隆；直到这里，维克多·库赞一直陪伴着他。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又去波恩拜访了温迪施曼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并去魏玛拜访了歌德（HBZ 350）。

文献： Inge Blank (Hg.): Dokumente zu Hegels Reise nach Österreich. HS 16 (1981), 41–55; Rudolf Honegger: Goethe und Hegel. Eine […] literar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In: Jb der Goethe-Gesellschaft 11 (1925), 38–111; Emil Wolff: Hegel und Shakespeare. […] In: Fritz Martini (Hg.): Vom Geist der Dichtung. Gedächtnisschrift für Robert Petsch. Hamburg 1949, 120–179; Pöggeler (Hg.): Hegel in Berlin; Otto Pöggeler / Annemarie Gethmann-Siefert (Hg.): Kunsterfahrung und Kulturpolitik im Berlin Hegels. HSB 22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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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宗教争论

在黑格尔第二次拜访范格特（1827 年 10 月 7 日）时，一个重要的话题是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教派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此之前，作为负责教会事务的国家报告员在布鲁塞尔工作的范格特，也曾在信中报告过荷兰的教派斗争，黑格尔在 1826 年 3 月 8 日非常自信地回复他：“在普鲁士，我们已经摆脱了所有这些，对这种纷争一无所知；我们这里有一种极其出色的自由状态。”这一非常肯定的命题必须在当时的背景下来看。在 1825/26 年的冬季学期，圣黑德维希大教堂的一位牧师向阿尔滕施泰因部长控告黑格尔诽谤天主教：他在探讨化质说时曾评论说，如果一只老鼠吃了被祝圣的圣体，那么它以及它的排泄物也必须享受神圣的崇拜。部长随后要求黑格尔做出解释，并驳回了指控，但尽管有这种国家的保护，黑格尔仍然留下了恐惧，担心“柏林那个可怜的牧师大杂烩”最终会让他对他想在那里“生活和死去”的铜沟街“彻底厌恶”（1827 年 10 月 12 日）。

然而，这种教派冲突只有局部意义。更为严重的是，自 1820 年代中期以来，将黑格尔哲学怀疑为泛神论，不久之后甚至被怀疑为无神论的指控越来越多。虔敬派神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戈特特罗伊·托卢克（当然是匿名的）和哲学史家戈特洛布·本杰明·耶舍等著名作家也提出了这些指控。为了驳斥这些攻击，黑格尔不仅在他的讲授课中用了很大的篇幅（V 3.273–277）；他甚至觉得有必要在出版物中对它们进行防卫——不仅在《全面教学纲要》的序言和第 2 版第 573 节中（参见第二部分第7.2.3章），也在专门针对此类著作发表的《答辩》中（参见第二部分第8.7.6章）。因为这种攻击在当时绝非无关紧要。不到三十年前，费希特就在无神论争论中失去了他在耶拿的教席——这件事甚至在黑格尔生命的最后几天仍然被激烈地讨论（法恩哈根致黑格尔的信，1831 年 11 月 4 日），这可能是着眼于当时正在发生的“哈雷争论”：在 1820 年代的哈雷，虽然由朱利叶斯·奥古斯特·路德维希·韦格沙伊德和威廉·格塞纽斯所代表的稍微过时的神学理性主义（黑格尔早年的朋友保卢斯也属于这一流派）仍占主导地位。1826 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戈特特罗伊·托卢克从柏林前往哈雷时，黑格尔还鼓励他：“去给那个老旧的哈雷理性主义好好上一课”（HBZ 289）。然而在 1830 年，韦格沙伊德和格塞纽斯被由复苏的正统派、新虔敬派和政治复辟派组成的联盟（代表人物是属于王储党或“宫廷小集团”的格拉赫兄弟）指控为神学上的非正统——而在当时这同样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可靠。这一对自由的最新攻击在当时再次被阿尔滕施泰因部长的谨慎行动所挫败（Schrader 1894, 165 ff.）——但这已预示了十年之后在阿尔滕施泰因去世后影响黑格尔学派论战的格局。

资料： BSchr (hg. Hoffmeister) 572–575. – 文献： Wilhelm Schrade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s-Universität zu Halle. Bd 2. Berlin 1894; Rolf J. de Folter: Van Ghert und der Hegelianismus in der Politik der Niederlande. HS 14 (1979), 24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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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黑格尔的最后一年

黑格尔生命的最后一年显示他在外界的影响力和声望达到了顶峰。从 1829 年秋季到 1830 年秋季，他担任大学校长一职，他将这一职务管理得令所有人满意——并且这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而是普鲁士“中心”的大学。由于威廉·冯·洪堡和其他人所塑造的理念，这所大学在其成立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在德国大学中确立了首屈一指的地位。黑格尔被授予三等红鹰勋章（但这并不是很高的荣誉）。他的听众们用一枚由奥古斯特·路德维希·黑尔德雕刻的奖章给他带来了惊喜（HBZ 419 f.），他将这枚奖章送给了他的许多朋友——然而，采尔特和歌德却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背面那个展示着十字架的图案（HBZ 420,430）。

然而，从他所获得的承认中，不能得出结论说他的哲学也获得了广泛的承认。道布在 1829 年 10 月 11 日从海德堡向他抱怨：“除了柏林以外，你的体系现在在这里难道不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吗？”但即使在柏林，黑格尔的影响力也仅限于哲学院。神学院被施莱尔马赫控制，在这里他只有康拉德·菲利普·马海内克作为追求思辨神学的朋友和战友；而在法学院，爱德华·甘斯不仅被孤立，而且被憎恨和鄙视；自甘斯被任命以来，冯·萨维尼甚至从学院事务中退了出来。在其他普鲁士的大学里，他的哲学也绝没有得到强有力的体现——无论是在柯尼斯堡还是在波恩，无论是在布雷斯劳还是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只有他在海德堡早年的学生欣里希斯在哈雷任教；他后来的传记作者卡尔·罗森克兰茨在这些年才发现黑格尔的哲学。而在普鲁士以外的大学——例如哥廷根、海德堡、慕尼黑或图宾根——他的哲学无论如何都会遇到一致的拒绝。

仅仅在黑格尔于 1830 年 6 月发表纪念《奥格斯堡信条》三百周年讲演的一个月之后，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震动了政治的宁静——随之而来的是波兰动乱和比利时革命的消息，黑格尔对比利时革命尤为关注，因为这破坏了他的朋友范格特的事业。之前多次注意到黑格尔身上有多少立宪主义、甚至是法国和英国特征的法恩哈根报告说，黑格尔在这些动乱的影响下变得“完全专制”：“他尤其以满腔怒火憎恨比利时的骚乱，当它们无法被平息时，他完全失态了。”（对比 HBZ 323,355 与 333）后来的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也指责黑格尔倾向于法国的复辟政权。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希望得到“把黑格尔描绘成复辟哲学家，并可能的话陪他去瑟堡的私人乐趣”（HBZ 431）——这里暗示了查理十世逃往英国流亡的出发地。海姆后来写道，“一种无边无际的不适感”控制了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政治家，也控制了复辟哲学家黑格尔（459）。罗森克兰茨也报告说，七月革命“以最可怕的方式”震动了黑格尔；他虽然承认“缺乏更大篇幅的书面文件来更准确地描述黑格尔此时的内心情意状态”，但随后试图寻找一条不稳定的出路：“但是人们肯定可以将他与尼布尔相比较，即使黑格尔更平静、更从容，并且不像这位罗马历史学家那样被一场走向野蛮的战争和军事专制主义的想象所折磨”（R 418）——卡尔·黑格尔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他虽然证实他父亲“带着恐惧”将七月革命视为一场“似乎动摇了理性国家的安全基础的灾难，但他不像尼布尔那样，认为它将把我们引入专制主义和野蛮状态”（HBZ 415）。黑格尔在这些年里始终是德国和法国复辟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他批评冯·哈勒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也批评拉梅内修道院长和冯·埃克斯坦（GW 18.188 f.）。他最忠诚的门徒之一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更细致地指出，黑格尔“甚至没有批准七月革命”，因为新政府“摇摆不定，因此不可靠”。然而，在安西隆的餐桌上——也就是说，在与一位复辟代表的谈话中——黑格尔却评论说，“如果他按照理性行事，人们大概能与公民国王和平相处”（HBZ 415）。正如他的朋友维克多·库赞写给黑格尔的信中说，他被新政府任命为“国务委员，并获得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831 年 9 月 13 日）。

毫无疑问，黑格尔在经历来之不易的政治秩序的部分崩溃时，并没有他那些学生那样的热情，那些学生已经把自己视为一场世界历史意义远超 1789 年大革命的革命的见证人。他没有屈服于后来被海因里希·海涅在回忆录《路德维希·白尔尼》（DHA 11.9–132）中清算的“狂热时期”的诱惑。德罗伊森也在黑格尔死后，也就是不久之后写下这些发人深省的句子：“我们曾约定，尼布尔和黑格尔的方式将随着七月而结束，但似乎更多的是七月的冲动本身结束了。不然世界上空为何会笼罩着暴风雨般的闷热？”（HBZ 490）这个时期的书面证词缺失了。尽管黑格尔在几封信中暗示了政治事件——但这些暗示在 1830 年 8 月至 1831 年 1 月的信件中所占的篇幅，并不比提及他的疾病即一场“冷热病”、关于葡萄酒供应的通信，以及最重要的《全面教学纲要》新版稿酬结算更多。毫无疑问，对黑格尔来说，在法国第一次革命之后接着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这一历史经验占主导地位——而且由于法国重新宣称对莱茵河边界的权利（即针对普鲁士的西部边界），以及波兰起义（在普鲁士的东部边界），一场新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可能的范围。他在类似于几十年前耶拿战役前几天的表述中表达了对新战争的恐惧：如果当时（1806 年 9 月 17 日）说一种担忧吞噬了所有其他担忧——担心“上帝与我们同在——战争爆发”，那将使学者受到最严重的影响，那么现在，在 1830 年 12 月 13 日，他写信给格舍尔说：“然而，当前巨大的政治利益已经吞噬了所有其他的利益，——在一场危机中，以前曾经有效的一切，似乎都成为了或然的。”（参见 1831 年 3 月 30 日致拉科夫信）。在 1831 年 1 月 29 日，黑格尔还在写给舒尔茨的信中说，“目前这些情况中仍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因为法国人出现了那些尚未被公正地屈服所平息的、渴望战争和征服的意图，并且如此响亮地表现出来”。

在他的讲授课中，黑格尔有两处探讨了七月革命：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结尾处，以及在《宗教哲学》讲演的一段话中（V 3.339 ff.），这段话由于与世界历史的主题偏离，很少被引证来作解释。然而，黑格尔所描绘的七月革命的画面，与欧仁·德拉克洛瓦的画作很少有相似之处：他缺乏对革命群众的热情；他更缺乏一种信心，即人民所领导的自由是一种被正确理解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犹豫不决的立场也不足以证实那些关于复辟哲学家对革命有着无法名状的恐惧的草率断言。在过去几年直到下一年，黑格尔实际上对法国复辟政权提出了严重的保留意见——特别是着眼于政治与宗教的联系。

吞噬一切的政治利益也明显体现在黑格尔于 1831 年 4 月底发表在普鲁士《一般国家报》上的关于《改革法案》的论文中（参见第二部分第8.9章）。与对法国事件的担忧一样，他也担心围绕下议院选举新规则的英国争论会破坏国家秩序的稳定。

这些政治动荡也使处于个人生命威胁中的黑格尔感到压抑：从 1830 年 9 月到 12 月，他和妻子饱受“冷热病”折磨，扰乱了他的讲课进度，导致采尔特给歌德写了几份充满忧虑的报告（HBZ 417–420）。正如黑格尔于 1831 年 5 月 29 日写信给柯塔的那样，为了“强身健体”，1831 年夏天他在当时柏林城门外的克罗伊茨贝格的一座花园别墅二楼租了一套公寓；黑格尔在这个“克罗伊茨贝格的小城堡”里度过了夏季；他在那里与家人以及采尔特、施蒂格利茨及其妻子夏洛特（根据施蒂格利茨和采尔特的传述，HBZ 434,436）一起庆祝了他最后一个生日，第二天在附近的蒂沃利“娱乐场所”庆祝了歌德的生日，参与者包括采尔特、罗塞尔、画家谢勒和罗森克兰茨，后者“作为马海内克的客人与马海内克及其妻子”也一同参加了庆祝活动（HBZ 433；罗森克兰茨称这次庆祝活动为“黑格尔的生日庆祝”）。即使在这个愉快的聚会中，这些日子里的话题也没有完全停止，黑格尔在感谢海因里希·比尔祝寿的信中同样触及了这个话题：“针对我们这里日日夜夜不断谈论的正在缓慢爬来的霍乱病，说到底健康、良好品行加上一些防护措施是最可靠的 […] 手段。 […] 我仍然相信，我们能将它完全阻挡在外。我周五结束了工作，搬进了我的小城堡，我将在这里等待事情的发展”（1831 年 8 月 29 日）。通过随后出版了全集理论版《著作全集》的敦克尔-洪堡特出版社，他又签订了两份日期为 1831 年 10 月 1 日的合同，用于再版《精神现象学》和一部关于《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著作。然而，10 月末，随着冬季学期开始，黑格尔又搬回了城里；1831 年 11 月 7 日，他在此签发了《逻辑科学》第一卷新版的序言——他在序言中“怀疑，时代喧嚣的噪音和想象力那令人昏眩的喋喋不休 […] 是否还为对只思辨之认识活动的没有激情的寂静留下参与的空间”（GW 21.20）。

183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黑格尔进行了他最后一次《哲学史》和《法哲学》讲授课；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记下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自由是最内在的核心，并且精神世界的整个大厦正是在它之中得以建立的。”（GW 26/3.1495）星期六，黑格尔还与冯·劳默一起主持了考试（HBZ 465）；星期天早上，在一次愉快的早餐后，他抱怨胃痛和恶心，尽管医生努力救治，他还是在 11 月 14 日下午去世——医生诊断他是死于“最强烈的霍乱”（HBZ 457），而玛丽·黑格尔在最近才被发现的一封写给她母亲的信中对此再三质疑并予以坚决否认。经过特别批准，他没有被安葬在城外，而是被安葬在费希特和索尔格尔的旁边——正如他在索尔格尔葬礼上所表达的个人愿望那样（1819 年 10 月 30 日致克罗伊策的信）。马海内克在大学大礼堂的悼词中将他与“救世主 […] 相比，他在一切思想和行为中始终都在颂扬这位救世主的名字”；在墓前的悼词中，弗里德里希·弗尔斯特作了另一个比较：“亚历山的空王座将没有继承人继承，各总督将瓜分那些失去领袖的行省”（HBZ 473–478）。

资料： GW 14–21; BSchr; Hegel: Berliner Schriften. Hg. von J. Hoffmeister. Hamburg 1956, 507–577: Gutachten und Stellungnahmen; 579–674: Aus den Akten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Heinrich Heine: Ludwig Börne. Eine Denkschrift [1840]. In: Heinrich Heine: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Hg. von Manfred Windfuhr. Bd. 11. Hamburg 1978. – 文献： R 315–428; Hegel 1770–1970, 189–242; Pöggeler (Hg.): Hegel in Berlin (1981); Walter Jaeschke: Politik, Kultur und Philosophie in Preußen. In: Pöggeler / Gethmann-Siefert (Hg.): Kunsterfahrung und Kulturpolitik im Berlin Hegels. HSB 22 (1983), 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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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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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图宾根到伯尔尼的过渡 (1793–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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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民族宗教与基督教

(1) 诺尔为这第一组残篇（写于1793/94年）选取了《人民宗教与基督教》（Volksreligion und Christentum）这个恰当的标题。在这些残篇中，黑格尔首次作为哲学家脱颖而出，这是他的图宾根大学同学们还未曾认识到的他的另一面。从斯图加特文科中学时期流传下来的笔记（GW 1.1–54）能让人洞察黑格尔在启蒙与向往古典古代的张力中的精神发展；但它们还具有不真正的著作性质（见第一章第0节）。同样的评价也适用于黑格尔根据“神学院章程”在1792/93年用餐期间在餐厅里作的四次讲道练习的草稿（GW 1.55–72）。它们刻板的执行甚至比他的中学作文显示出更少的个人特色（尼科林1998年观点与此不同）。而且，黑格尔自己保存了它们这一事实，也不足以证明他在严格意义上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著作来承认——毕竟他还保存了更多被其继承人销毁的东西。

(2) 在《人民宗教与基督教》这组文本内，可以区分出两个加工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残篇《宗教是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文本16）以及与之相关的笔记页（文本12–15）。作为对该残篇的称呼，“图宾根残篇”这个名字已经约定俗成，但它更可能是在黑格尔离开图宾根之后才写成的。它不仅以了解费希特的《一切启示的批判尝试》——可能是根据1793年春季出版的第二版——为前提，而且还以了解康德关于《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著作为前提，该书在1793年复活节书展出版（GW 1.99 f.）；后者的影响在93年6月16日的讲道中也有所反映。无论如何，从7月10日起，黑格尔就不在图宾根了，因此可以认为，“图宾根残篇”更可能是在学业结束之后，在前往伯尔尼之前的斯图加特夏日里写成的。也许它的写成不仅需要这种闲暇，更需要从神学院令人窒息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黑格尔在伯尔尼岁月的前半期继续进行这些研究（文本17–26，28–30）；后来的一些文本可以清楚地被识别为是对早期文本的修订（如比较 GW 1.103 与 138 和 155）。因此，地点的首次更替并不意味着该项目的断裂，尽管重点的转移使得这些残篇的思想统一逐渐瓦解。

首版： N 3–71。——文本： GW 1.55–164, 195–203。——文献： 弗里德海姆·尼科林：《加密的解答。黑格尔在图宾根的最后一次讲道》，载于《哲学与诗歌。奥托·珀格勒六十岁寿辰纪念》，安妮玛丽·格特曼-西弗特编，第1卷，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1988年，第367–399页；托马斯·M·施密特：《承认与绝对宗教。黑格尔早期手稿中社会理论的形成与思辨宗教哲学的起源》，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1997年，第2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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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加工阶段

(1) 鉴于所讨论的主题，《人民宗教与基督教》这个合适的标题却并没有表达出：这些残篇本身构成了一种被内在紧张所撕裂的抗议，旨在反对近代社会-宗教生活的分裂。它们探问的不是宗教的真理，而仅仅是探问其作为治愈思想和社会的“分裂”的药方的适宜性——顺便说一句，这与革命的法国关于宗教社会作用的争论是和谐一致的。黑格尔的命题，即如果谈论公共宗教，那么“人们对此的理解就是上帝和不朽的概念”（GW 1.86），接纳了罗伯斯庇尔也曾追求的这一主题。这些时代历史元素非常不协调地与对卢梭的暗示、当时的感伤文化、对美好的希腊生活的热情，以及一种不断强化的康德主义并列在一起；康德主义同样将“上帝和不朽”作为实践理性的悬设而重新引入这些年的哲学争论中。

最后，借助康德的《宗教著作》，可以阐述该残篇的核心问题设定——即使它最初可能并非产生于这一主题：如果理性信仰与物神信仰（Fetischglauben，即相信外在对象和行动具有宗教相关性）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而人民宗教显然不能建立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始终包含实定的环节——历史、传统，从而包含这种物神信仰的切入点——“那么问题就在于，[…] 一般而言，一种人民宗教必须如何设立”，以便——在消极方面——尽可能少地拘泥于字面和仪式，并且——在积极方面——达到“使民族[被]引向理性宗教，对此产生感受性”的目的——但也在于，这样的人民宗教必须避免什么，以不致使其目的落空（GW 1.99 f., 103）。

康德在他的《宗教著作》中触及了理性宗教与通过神圣启示给予的实定的宗教之间中介的必要性这一问题，但他很难说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因为他既没有探讨，鉴于宗教纯粹道德的性质，如何会产生实定性（Positivität），产生非道德的、历史地预设的内容，也没有使人觉得有说服力地说明，一种实定的、非理性的宗教如何能给予道德的宗教以“可理解性”，并作为理性宗教的“载体”发挥作用（VI.165,118）；既然理性宗教是普遍可理解的，而实定的宗教在有效性上不仅具有地域局限性，而且需要历史的解释（耶什克 1986a, 89）。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黑格尔阐发出了一种新颖的宗教哲学，它既扎根于对“宗教”这一历史现象的直观，也扎根于他那个时代的理论状况。他的宗教概念受到双重二分法的建构：一方面是他已经发现的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的对立，另一方面是私人宗教与人民宗教的对立。然而，主观宗教绝非与私人宗教等同，正如客观宗教与人民宗教不等同一样。黑格尔用传统的术语将客观宗教称为“所信之信”（fides quae creditur），即以神学体系的形式被教授并被信仰的信仰内容。但他对主观宗教的理解——尽管平行对应关系会使人这样联想——并不是“能信之信”（fides qua creditur），即以此为基础相信某个内容的内在信仰。黑格尔在主观宗教中所感兴趣的只是其实践的一面：它“只在感受和活动中呈现自己”，它是在内在的发挥作用和向外的活动性。一切都取决于它；它趋向于普遍，但在历史上似乎没有离开客观宗教而出现过，尽管客观宗教只构成了主观宗教中“一小部分、相当不发挥作用的部分”（GW 1.87 f.）。私人宗教——它在第二加工阶段才具有重要性——只包括“按照个人的性格对个体的教化”（GW 1.102）；而人民宗教则必须完成客观宗教与主观宗教之间的中介，通过客观方面作用于想象力和心，并向灵魂注入权能和热情。因此，它的规定明显比卢梭《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八章中的“公民宗教”（religion civile）更为全面，后者的构想源于国家与宗教的约束力之间优先权争论的自然法权问题。

与康德一样，黑格尔也将宗教主要视为“实践的”，但不是严格关联于道德，即不严格关联于伦理法则的有效性。他的目光在这里——就像雅各比或后来的费尔巴哈一样——指向“整个人”、“一般的人”——并在其中发现，“感性是人类一切行动和努力中的主要元素”。而且只有通过感性才能作用于感性；因此宗教的动力也必须是感性的（GW 1.84–86）。黑格尔在此暂时停留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动力学说上，该学说也允许粗糙感性的动力，例如彼岸的奖赏承诺或惩罚威胁作为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它们，伦理法则才会被保护，以免沦为纯粹的“幻想”（KrV B 839）。在第一加工阶段，他关于感性动力必要性的确信可能遮蔽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到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自我修正：为了道德的纯粹性，不仅法则，而且促使行动的动力都必须是纯粹道德的：如同在对伦理法则敬重的道德感觉中一样。

(3) 出于这种把握得有些模糊的、虽然是实践的但并非在康德意义上纯粹道德的宗教概念，结合同样被宽泛把握的动力学说，就产生了对残篇提出的关于人民宗教标准的两个问题的回答：人民宗教必须如何构成，它又必须避免什么？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无论如何都很简短：它必须避免物神信仰，甚至包括启蒙了的物神信仰，“人们相信通过关于启蒙诸如此类的长篇大论就已经满足了理性的要求”，以及“为了教条式的学说永远揪住对方的头发不放”（GW 1.103）。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则更为复杂，具体来说包含三个方面。

“I. 它的学说必须建立在普遍理性的基础上。”因为只有那些可以要求每一个会思考的人接受的学说，才直接关系到道德；而所有那些推荐通往神之喜悦的特殊道路的建议，部分成为批判的对象，部分成为被滥用为“祭司统治”的对象。这种普遍性的一个蕴含是简单性，学说“既不需要一套学识机制，也不需要花费费力的证明”。作为第二个蕴含，黑格尔提到了人性——“一个伟大而艰难的要求”——但他主要将其理解为与各自所处的“精神教化”和道德的阶段相适应。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举了对“智慧而有效的神意”的信仰，这种信仰以正确的方式导向对“对上帝的完全顺从”，而“傲慢的冒失”则妄想能够探究并支配上帝的道路（GW 1.103 f.）。

(4) 凭借人民宗教学说的这第一个标准，黑格尔停留在了启蒙运动的基础之上。而通过第二个标准，他似乎离开了这个基础：“II. 想象力、心和感性在这个过程中绝不能一无所获”；人民宗教应当将自然美丽的丝线编织成一条高贵的纽带。然而，正是黑格尔的批判性和规范性兴趣在这里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因为被放任自流的想象力也可能孕育出怪物。因此他建议，“为了防止想象力荒诞的放纵，应该将神话与宗教本身结合起来，以便至少给想象力指明一条美丽的道路，然后它可以自己用鲜花铺满它”。基督教宗教虽然以其对地球“舞台”的定向为想象力设定了一个目标，但除此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地方”，在那里，想象力“如果被黑胆汁染黑——就能为自己描绘出一个可怕的世界”，而在另一方面，恰恰在这里，“我们伟大的基督教史诗诗人汲取了比以往任何诗人的灵魂中更宏伟的画卷、更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以及更感人的特征。”（GW 1.79）克洛普施托克的《弥赛亚》——这里指的就是它——尽管如此，由于两个原因，并不适合满足对于满足想象力和感性的要求：一方面它面向受过教化的人，但“民族的想象力没有指引”——另一方面，这里构想的幻想世界连接着一个陌生的表象世界。这个论点基于一个建立在赫尔德之上的理论：神话的图像世界与其产生它的民族精神的统一性。这不仅涉及艺术的生产，也同样涉及朴素的、定位于历史上被意谓的叙事的表象世界。在基督教宗教中，想象力“被人类的史前史——被一个陌生民族的历史——被他们的国王们与我们无关的作为和罪行所填满”（GW 1.80）。而对于一个通过其礼拜同时满足想象力、心和理性的民族来说，仅仅“每7天让耳朵倾听那些只在几千年前的叙利亚才能被理解并且适得其所的短语和图像”（GW 1.126）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图像“是东方的——不是在我们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宗教的信徒“永远无法将其同化”（GW 1.140）。因此，人民宗教应当完成的对心、想象力和感性的满足，被黑格尔置于民族的局限之下；然而，他却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将这种局限应用于希腊的幻想世界。

(5) 人民宗教的第三个标准是全面的：“III. 它必须这样构成，使得生活的所有需求——公共的国家行动都能与之相联结”。它必须到处伴随着人们——赋予他严肃的事务以尊严，甚至将他的放纵圣洁化。施莱尔马赫著名的一句话（写于稍后不久）也可能出自黑格尔的这段残篇：“宗教的感受应当像神圣的音乐一样伴随人的一切行动；他应当带着宗教做一切事，而不要出于宗教做任何事。”（KGA I/2.219）它应当与政治条件一起形成民族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历史、宗教和政治自由的程度是“编织在一条纽带中的”（GW 1.103, 109–111）。

诚然，基督教宗教在这三个方面都未能符合人民宗教的这一理想形态：它的学说超出了普遍的、简单的和人性的理性；它为想象力提供的教化已经被它那种在精神和真理中崇拜上帝的纲领性要求所阻止，并且它显然无法胜任其全面的政治任务，因为它想把人们教育成“天国的公民”。在提到的这三个层面上，宗教哲学展现为对基督教宗教的批判。然而，黑格尔声称，他并非仅仅以一个人民宗教的理想来对抗基督教宗教；他相信能够在希腊人美好的生活关系中认识到其历史的原型。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美好的希腊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产生裂痕的原因是什么？然而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人们可以从黑格尔对“希腊人和德国人的天才”的对比中找到含蓄的回答，但同时也被阻断了——尤其是因为“德国人的天才”（“例如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可怕的酗酒”，GW 1.81）那样的话，将必须包括日耳曼世界和实际上也是罗曼世界的天才。人们也可以通过黑格尔对犹太宗教（在许多方面与希腊宗教对立）的指示中找到答案——但这同样引出了关于这一传统取得历史成功的原因的进一步问题。黑格尔当时还没有掌握一种关于人类生活条件的社会-历史分化的理论，这种理论至少能够为令人满意的回答标记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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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二加工阶段

(1) 在他伯尔尼岁月的上半期，直至大约1795年中期，黑格尔对这些早期的尝试进行了部分扩展，部分修订，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更鲜明的重点。修订的一个焦点是他现在更为严格的康德主义（Kondylis 1979, 235–256），另一个焦点则是私人宗教（Privatreligion）的概念。

在第一阶段，这个概念的轮廓还很不清晰，以至于甚至被错误地与“主观宗教”的概念等同起来（Timm 1979, 35）。在第二阶段，它成为评判基督教宗教的一个关键概念。黑格尔现在将第一加工阶段中被证明的基督教不适合作为民族宗教（Volksreligion）的原因解释为，耶稣所创立的宗教最初是私人宗教。他认为耶稣的道德与“崇高的道德”是一致的——奇怪的是，原因在于“在其中灌输了对法则最无条件的服从”。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早期形式是如何堕落为后来的败坏状态的。黑格尔将原因之一视为“错误地将仅仅适用于一个小家庭的东西——扩展到了市民社会”。像施舍、财产共有或放弃武装抵抗等早期基督教习俗，只有在私人宗教的框架内才可能，甚至“不适合作为仅仅一个小教区、一个小村庄的原则”；即使是适合私人宗教的仪式，如果被纳入公共宗教，也会失去其意义和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宗教后来的变质将是其世界历史性成功的一个无法预见却又不可避免的后果（GW 1.150,129–131）。

(2) 然而，除了这条论证路线外，还有第二条路线：从私人宗教向民族宗教的过渡之所以会产生致命的后果，是因为在其最初的形态中就已经存在着一颗“种子”，其全部的有害性只有在历史展开的条件下才暴露出来——黑格尔现在通过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已经基督教化了的古代晚期的恐怖与苦难的描绘来说明这一点。例如，教会纪律已经存在于私人宗教之中——但在这里，在家庭圈子里，最初还没有引发那随之而来的“统治欲与虚伪”（GW 1.133）。晚期启蒙运动典型的对苏格拉底与基督的比较，进一步揭示了其他这样的负面种子：前者进行教导，后者进行布道；前者有一群开放的学生，后者有一个封闭的门徒圈子，这些门徒渴望将来占据“将军与宫廷总管的位置”；而且“犹太人反常的、不道德的观念”——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和“他们的耶和华的不宽容”——也渗透到了“基督教宗教的实践和理论”中，并在那里不断造成破坏（GW 1.121）。因此，偏离道德的歧途在基督教宗教的早期历史中就已经埋下：从施洗约翰的“你们要悔改”，到耶稣的“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再到使徒们的“信基督”（GW 1.151）。只有在绕道对基督和上帝的崇拜之后，基督教才又回到了道德。在黑格尔批判的背景中，回响着莱辛（Lessing）《智者纳坦》（Nathan）中西塔（Sittah）关于基督徒的话语（第2幕，第82-85行）：

正是那些，仍从其创立者那里传承下来，
用人性为迷信调味的东西，
他们热爱它，不是因为它具有人性：
而是因为基督如此教导；因为基督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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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伯尔尼草稿 (1795–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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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耶稣传 (1795)

(1) “然而，耶稣的历史具有非常巨大的实践重要性”(GW 1.148)。这句话出自《人民宗教与基督教》写作的第二阶段，仿佛预示了黑格尔后来以《耶稣传》为题而闻名的那部手稿。它在多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伯尔尼时期唯一一部尽管存在内部断裂 (GW 1.216) 但作为整体并非残篇的作品。

通过标注起始和结束日期“1795年5月9日–1795年7月24日”，黑格尔将其标记为一部已完成的、仿佛准备好出版的作品。尽管如此，他在1795年8月30日致谢林的信中并未提及它。可能黑格尔原本打算在他的《耶稣传》之后再写一部“对保罗书信的意译”；至少荷尔德林在1795年11月25日的信中的一条笔记可以作此解释。

(2) 罗森克兰茨在一张封皮上注下了《耶稣传》这个标题——这受到了1835/36年黑格尔学生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所引发的、当时极其激烈的神学及神学政治争论的影响，这场争论对黑格尔学派的凝聚力，乃至对系统神学与历史考证学派研究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参见第 III.2.3 章）。因此，罗森克兰茨将黑格尔的伯尔尼手稿置于一个可以追溯到苏黎世人约翰·雅各布·黑斯的《耶稣传》(1768) 的传统之中，在这个传统里，人们也可以将另一位苏黎世人的作品置于其中：约翰·卡斯帕·拉瓦特的《本丢·彼拉多》。不过，即使黑斯的作品在神学史上被归为早期理性主义，它给熟悉施莱尔马赫的耶稣传讲座甚至熟悉施特劳斯的人留下的印象，几乎和拉瓦特的作品一样充满感伤色彩。就批判性内容而言，黑格尔对《耶稣传》的改写，更接近不久前引发一场划时代争论的作品：即“沃尔芬比特尔的无名氏”的残篇，也就是赫尔曼·萨穆埃尔·赖马鲁斯的《为理性的上帝敬拜者所作的辩护或申辩书》，莱辛在18世纪70年代从中发表了《论复活的故事》和《论耶稣及其弟子的目的》等两个残篇——并且谢林称黑格尔为“莱辛的知己”(4.2.95)。即使这种说法主要可能是由于莱辛的《智者纳坦》对黑格尔变得具有重大意义，但也难以想象黑格尔会对此前莱辛的那些神学论战文章一无所知。

(3) 当然，黑格尔的《耶稣传》完全没有那种令同时代人对赖马鲁斯的作品（或者说由莱辛出版的残篇）感到愤慨的、几乎毫不掩饰的仇恨，特别是也没有赖马鲁斯试图指控耶稣具有失败的政治图谋及其门徒具有欺骗意图的尝试。赖马鲁斯反对信仰宣告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映象；而黑格尔对此则不再提及只言片语。他以福音书为基础，并且可能——正如罗森克兰茨在封面上题词所显示的那样——为此编撰了一部“基于自行翻译的福音书和谐”或者“用于统一部散见于各福音书中、部分叙述存在差异的事实图表” (R 51) ——但他只“在纯粹理性的限度内”考虑所有的证据。诞生故事中的神话部分被删去；耶稣的父母是玛利亚和约瑟夫；受诱惑的故事——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仅仅是发生在他的想象中；他作为一位道德教师出场；他没有施展任何奇迹，他向撒马利亚妇人指出，所有人都将在精神中敬拜上帝的时代，“在这个精神中，只有理性及其花朵，即伦理法则占据统治地位”。黑格尔早先对这一论断中敌视想象力倾向的顾虑，现在在他康德主义的影响下沉默了。他允许耶稣在纯粹道德之外所作的祈祷和关于“天父”的谈论，仍然保持在开明的自然神论框架内。只有一次耶稣脱离了指派给他的道德布道者的角色：当大祭司问他是否是“神的儿子”时，他回答说：“是的，我是，[…] 并且这个献身于神性和美德的被鄙视的人，有朝一日你们将看到他披上荣耀，升华于星辰之上”(GW 1.213,271)。随后他被判刑、钉十字架并被埋葬。关于他没有别的事情可报道了。

(4) 黑格尔在这里——在尚未引入神话概念的情况下——通过对福音书报道的道德还原所完成的“去神话化”，大大超出了后来才跟随他的理性主义的耶稣生平研究——包括他的私人朋友 H. E. G. 保卢斯或卡尔·奥古斯特·哈泽——甚至超出了施莱尔马赫。尽管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福音书和谐编排，但他对待圣经文本的态度比上述几位要自由得多：他根本不理会交织在耶稣生平中的超自然特征，从而避免了理性主义释经学那种勉强将其扭曲成人类理性范围的尴尬。取而代之的是，黑格尔接受了康德的《宗教著作》所推荐的、理智且善于思考的人民教师的有效诠释原则：即对神圣经文进行解释，直到“它们在其基本内容上逐渐与普遍的道德信仰原则相一致”(AA VI.111)。黑格尔在 1794/95 年间，特别是在他关于《耶稣传》的著作中，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追随康德。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者的文章能以同样的方式将康德对圣经文本的道德诠释推向极端，以试探道德宗教概念的历史承载力。

(5) 因此，恰恰是这种极端诠释的失败，合乎逻辑地使得《耶稣传》成为了黑格尔整体康德主义特别是道德宗教概念发生突变的转折点。因为事实证明，福音书对将其完全限制在道德范围内的尝试具有抵抗力。非道德特征甚至进入了黑格尔的《耶稣传》中，在与该文本时间上紧密相邻的时期，他也毫不掩饰地认识到，耶稣的宗教远不止是道德生活和教导：“除了推荐一种美德宗教之外，耶稣还必然始终将自己，即这种宗教的导师，牵涉其中——并要求人们信仰他本人”。他的权威成为了“对道德负有义务的原则” (GW 1.290 f.) ——因此，实定性的要素再次作为区分纯粹道德与宗教的标准被确立。黑格尔在伯尔尼最后一年的宗教哲学思考，正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

首次印刷：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第73–136页。——文本： GW 1.205–278。——关于当时耶稣传研究的资料： 约翰·雅各布·黑斯：《耶稣最后三年的生平历史。附带包含耶稣青年时期历史的导言》。2卷，第四版全面修订版，苏黎世1774年（第1版1768年）；G. E. 莱辛：《论历史与文学。选自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图书馆的珍藏》。1777年第4辑，其中包含《论复活的故事》；《论耶稣及其弟子的目的。沃尔芬比特尔无名氏的另一残篇》，由 G. E. 莱辛编辑，不伦瑞克1778年；约翰·卡斯帕·拉瓦特：《本丢·彼拉多。或微观圣经与宏观人类》。4卷，苏黎世1781–1785年；海因里希·埃伯哈德·戈特洛布·保卢斯：《关于新约的语文学-批判性与历史性注释》。4卷，吕贝克1800–1812年；同上：《作为早期基督教纯粹历史基础的耶稣传》。2卷，海德堡1828年；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经过批判性处理的耶稣传》。2卷，图宾根1835/1836年；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关于耶稣生平的讲座 [1819–1832]》；KGA II/15。——参考文献： 霍斯特·伦茨：《历史思想与基督问题。论康德的基督观及其在黑格尔那里的发展》，哥廷根1977年版，第55–75页；邦代利：《黑格尔在伯尔尼》（1990年），第147–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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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学与先验哲学手稿 (1795/96)

(1) 黑格尔的《心理学与先验哲学手稿》将人引向一个与宗教哲学研究相异的思想世界。关于它的成文时间有着不同的评判：编者通过字母统计法——即通过某些字母书写方式发生的显著变化进行断代——将其定为1794年（GW 1.484），而伊娃·齐舍因为其纸张的水印与《实定性著作》的大部分一致，所以定为1795/96年。

该手稿以将心理学划分为经验心理学和理性心理学开篇，前者“通过对各部分的列举”来认识灵魂，而后者的概念并不存在于任何经验中，因此必须对其可能性进行先期探讨。“第一部分。认识能力”（但没有随后的第二部分）被划分为感受和想象力，即两种低级认识能力，以及知性和理性，即高级认识能力。“感受”一章探讨外部和内部感官（GW 1.169–173），“想象力”一章探讨表象的保持与重新唤醒、再认、回忆和想象力；其中也谈到了梦游症和斯威登堡的见灵论等主题（GW 1.173–184）。最后，“知性”一章首先探讨“A. 概念的能力”和“B 判断的能力”（GW 1.184,16–186,11），然后插入一段关于康德先验逻辑的内容（GW 1.186,12–189,19），之后在“理性是推理的能力”这句话中简短地重拾讨论的主线；随后它过渡到在之前并未预告的标题“宇宙论”（GW 1.190–192）下的一段对康德关于理性心理学和宇宙论的理念学说的划分的简短概述，并中断于关于纯粹理性二律背反（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的评论。康德先验辩证论的第三篇主要部分，关于纯粹理性理想的学说，没有被提及。因此，“先验哲学”的主题在这里被嵌入了心理学框架内对认识能力的探讨中。

(2) 这部手稿打断了宗教哲学残篇的序列。这可能是首先获得它的人没有提及它的原因。罗森克兰茨在提及黑格尔的“神学研究”之外只提到了“历史研究”（R 59），而没有提及心理学手稿（除非人们将简短的提示R 86 f.解释为指向它），海姆和诺尔也对其保持沉默——大概是不想破坏将这一时期解读为神学时期的这种解释的封闭性。然而，这一时期的其他来源也证明了黑格尔对心理学的兴趣：他摘录了一篇1792年发表的对施密德《经验心理学》的评论（GW 3.209 f.），并且在1794年12月24日，他请求谢林让约翰·戈特洛布·聚斯金德（谢林的博士同学，不要与他的兄弟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聚斯金德相混淆，后者是当时的讲师和施托尔《注释》译本附言的作者）把《上德意志一般文学报》上的一篇对毛哈特《一般经验心理学汇编》的评论寄给他。然而，黑格尔对这篇——非常详细的——评论的兴趣也可能与其中包含的对拉普的文章《论道德动力》的评论有关。

(3) 但这部手稿不仅因为其主题而具有特殊地位，还因为它至少在严格意义上不能说黑格尔是其精神上的原作者：它在内容上很大程度地遵循弗拉特（Flatt）的心理学讲授课，可能是1789/90年冬季学期的，根据1790年的硕士课程表记载，黑格尔听过这门课（Br 4/1.34）。迪特·亨里希（1965, 70 f.）在图宾根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这门讲授课的听课笔记，由黑格尔的同学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克吕普费尔记录，这在版本的注释中被部分引用，它“在许多段落的内容上，往往在字句上与黑格尔的手稿一致”（GW 1.484）。然而，指向伯尔尼时期的字母统计特征和纸张质量排除了黑格尔的手稿同样也是听课笔记的可能，正如其第一位编辑霍夫迈斯特所猜测的那样。然而，该手稿无疑是以一份笔记为基础的——不管是别人的笔记（可能来自伯尔尼的康德主义者圈子，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与黑格尔是否有联系，或者是通过他的博士同学默格林获得的笔记，他当时也住在伯尔尼并与前述的聚斯金德保持联系），还是他自己的笔记，黑格尔在修改后可能把原笔记销毁了，特别是罗森克兰茨在列出黑格尔的听课笔记时并没有提到这门课的笔记（R 25）。

(4) 然而，《心理学手稿》的目的是一个谜。考虑到它与弗拉特讲授课的接近，这不可能是黑格尔出版计划的一部分，尽管该手稿并没有局限于简单地重现讲座的内容，而是在论述“知性和理性”时引入了其他来源：首先，在探讨低级认识能力和“知性”一章开始时（GW 1.167–186,11），它紧密遵循弗拉特的讲授课；在呈现“判断的能力”时，它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以及尤其是约翰·舒尔策（即舒尔茨）的《康德先生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为导向；只有一次，在将理性作为“推理的能力”进行探讨的开始时（GW 1.189,20–190,6），它短暂地追随了弗拉特的讲授课，然后又回到了康德和舒尔策那里，而弗拉特讲授课的后续内容则没有被考虑。

用康德和舒尔策对讲授课笔记进行这种补充，无疑是一个费力的操作流程；这且将是黑格尔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进行思想交锋的最早证据。里卡多·波佐（Riccardo Pozzo, 1999, 24）然而提出了这样的猜测：“黑格尔并没有编写自己的汇编，而是从一份他可以获得的笔记中摘录出来的”，这份笔记——不像克吕普费尔的笔记那样仅仅记录了弗拉特的讲授课，而是已经包含了上述三个来源的结合。这个假说的好处是，它解释了这份手稿在伯尔尼著作背景中的突兀地位，并使得罗森克兰茨对其保持沉默以及缺乏所有黑格尔特有表达方式的情况变得合理；因为——除了笔迹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假设黑格尔是作者。反对波佐假说的，似乎是黑格尔阅读施密德《经验心理学》评论的——虽然仅仅是模糊的——痕迹在《心理学与先验哲学手稿》中留下的印记（GW 1.167,1–3; 167,15; 167,16）；从这篇评论中，黑格尔在“也许稍晚一点”（GW 1.486）也摘录了一段话（GW 3.209 f.）。由于上述三个出处中的第一个仅仅涉及当时完全通用的术语“理性心理学”，而另外两个涉及黑格尔对手稿的旁注，因此人们也可以从这种关系中获得支持波佐假说的线索。

首版： 霍夫迈斯特（编）：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哲学第一草稿（伯尔尼1796年）。载于：《逻各斯》20 (1931)，第141–168页。——文本： GW 1.165–192。——来源： 约翰·舒尔策 [即 舒尔茨]：《康德先生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哥尼斯堡1789年，新的修订版，法兰克福/莱比锡1791年；卡尔·克里斯蒂安·埃哈德·施密德：《经验心理学》，耶拿1791年：见 GW 3.209 f.；《上德意志一般文学报》（1792/93）；J. D. 毛哈特（编）：《一般经验心理学汇编》，纽伦堡1792年及后续年份。——文献： 迪特·亨里希：《洛伊特魏因论黑格尔。一份关于黑格尔生平的文献》，《黑格尔研究》第3期（1965年），第39–77页；伊娃·齐舍：《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手稿遗赠与普鲁士文化遗产柏林国家图书馆的黑格尔馆藏》，威斯巴登1995年，分为2部分。（=《普鲁士文化遗产柏林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目录》，由蒂洛·布兰迪斯编辑，第二系列：遗赠，第4卷）。II.26, 65 f.；里卡多·波佐：《论黑格尔在1794年的心理学与先验哲学手稿（GW 1，文本第27号）中的康德理解》，载于：邦德利 / 林内韦伯-拉默斯基滕（编）：《黑格尔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发展》（1999年），第1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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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督教的实证性研究 (1795/96)

(1) 几乎与《心理学》手稿同期的伯尔尼最后一年，黑格尔重新拿起了在从图宾根到伯尔尼的过渡期间就已经开始的论著；某些部分又可以被视为对这些论著以及早先伯尔尼手稿的修订。然而，他的阐述现在处于一个通盘的（durchgängig）更高的反思层面上；对问题进行综合解答的能力也显著地更加发展。这三个流传下来的残篇可能构成了一个总体计划的各个部分，即使其布局结构已无法辨认。

(2) 黑格尔大约在1795年年中开始了最详尽的残篇《人们可以穷尽最矛盾的考察……》（man mag die widersprechendste Betrachtungen …）（GW 1.281–351）的写作；在手稿快结束时，他记录了日期“1795年11月2日”，在最后几页上记录了“96年4月29日”。在这一天，他可能也完成了写作。——在这个残篇中，黑格尔发展出了他的新问题设定。他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一种人民宗教必须被构造成什么样，而是如何能够把握，一种最初是道德的宗教如何堕落成了实定的宗教。不同于《耶稣传》，在《耶稣传》中将耶稣道德化地风格化和纯化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理想的呈现，这里的重点在于理解基督教历史的内在逻辑，结合那些规定了基督教作为一种实定的宗教得以形成的外部环境。然而，康德的道德宗教概念对于这个历史性问题设定仍然具有建构性作用：黑格尔和康德一样强调，“所有真正的宗教，包括我们的宗教，其目的和本质——都在于人类的道德”（GW 1.282）。但是，康德对道德宗教与成文宗教之间关系的解答却成了一个问题。历史的回顾很快就表明，成文宗教绝没有承担起康德所断言的那种作为道德宗教之载体的功能——相反。发展过程偏离了耶稣最初的道德宗教，并汇入了实定的、成文的宗教之中。此外，在由康德《宗教著作》构想出来的这一问题设定中，自然而然地包含了莱辛《智者纳坦》所阐明的问题，即基督教的信徒们并不是从他们自己的理性中获得他们行动的指导原则，而是始终必须通过耶稣这一形态——幸运的是，他是一个好人——作为中介（第2幕，第86行及以下）。

(3) 针对基督教何以从耶稣的纯粹道德迅速且致命地堕落为实定性的原因这一问题，黑格尔并不满足于一个单一的答案；相反，他列出了一长串在性质和分量上截然不同的、既有结构性也有心理学的论点，来解释纯粹道德的教师为何成为一种实定的宗教的诱因。虽然耶稣“自己免于他的时代和他的族群的那种传染病”；他是“一位纯粹道德的，而非实定的宗教的教师”（GW 1.283,285）。尽管如此，走向实定性的趋势并不是一种事后的衰败现象；它已经内在于其活动的条件中了。

(4) 黑格尔的第一个论点利用了当时的“新神学”为了护教目的而发展出来的“适应说”，但他将其批判地尖锐化了：为了能够产生任何影响，耶稣必须使他的活动方式适应犹太教的成文体制，适应其对实定的命令的盲目服从。因此，他必须将他的学说“建立在同样的权威之上，如果仅仅想诉诸理性，那就无异于对牛弹琴”（GW 1.289）。在一个被合法性原则统治的宗教中，道德也只能通过诉诸合法性被引入。当时普遍存在的弥赛亚期望虽然构成了对律法思维的一种替代——但它也同样受制于权威信仰的枷锁。即使在它的庇护下，耶稣的学说也只有当他没有直接反驳那些指向他的弥赛亚希望，而是试图谨慎地将其引向道德时，才能被接受。这就如同这位纯粹道德教师的悲剧：他只有通过背叛其学说的特性才能让其学说被倾听，并以此奠定了后来错误发展的基础。

在这颗实定性的结晶核周围，自然而然地附着了一系列其他的特征。耶稣显象的非凡印象，他的生平与受难史，他不合规矩的死亡，都俘获了人们的想象力，以至于它很快就掩盖了他的学说意蕴。对此，耶稣布道时的宗教环境也是决定性的，但这个瑕疵也落在了这位道德教师身上——例如通过门徒的选择以及形成一个有限的门徒圈子，制度化的形式被带入到纯粹的德行论之中。黑格尔在这里再次使用了早先已经运用过的苏格拉底-基督的对比：苏格拉底与他的朋友们交往的方式，防止了滑入实定性之中。他因为他的德行和哲学而被爱，而不是德行因为他而被爱。此外，如果极乐的条件不仅在于德行，而且在于对耶稣的信仰，那么“理性就成了仅仅是接受的，而非立法的能力”。从他那里流传下来的话语，是“只有在一个实定的宗教的教师的嘴里才有可能的，而在一个德行教师的嘴里是不可能的”（GW 1.297）。

其他不仅可归因于犹太人陷入合法性思维的布道特征，也加强了这种实定性——比如旨在迅速取得成功的短期差遣门徒，这根本不可能产生一幅道德生活的图景，当然，特别是那些被归功于耶稣的奇迹。即使在那个狂热追求奇迹的时代，这些奇迹似乎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但依然可以认为：“也许没有什么比这种对奇迹的信仰更有助于使耶稣的宗教变成实定的了，即使从其德行论来看，也完全将其建立在权威之上。”（GW 1.291）

(5) 这些提示通过修正提问方式，回答了最初的问题，即耶稣纯粹的道德宗教是如何变成基督教的实定的学说的：耶稣的宗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而是一种“实定的德行论”。但这样一来，耶稣也就不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理想。而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深入到这种早已奠定的实定性之中。为了解释这一点，黑格尔回溯了他关于从一种私人宗教过渡到一种公共宗教的逻辑的思考。然而，他并没有将差别主要固定在信徒的纯粹数量上，而是固定在因为共同体的建立而导致的定性改变的法权关系转变上。随着加入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就服从了它的章程；人们信仰，是因为“社会命令去信仰”（GW 1.310）。而这种服从的程度还在增加，因为教会共同体依附于国家共同体，并最终将其工具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思考引向了一个普遍的怀疑，即教会能否促进道德——引向一方面是“对神性的依赖”和权威，另一方面是意志的自由和自律之间的选择（GW 1.342 f.）。黑格尔超越了康德字面意义的增强版的康德主义，打破了康德试图通过其公式保持的道德与宗教的统一，即康德认为从道德到宗教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过渡（VI.618），并且宗教就是将道德命令理解为神圣的命令（V.129,480）。因为这个公式不仅忽略了被多样地诱导的实定性对于宗教概念的意义；它首先掩盖了，这种把道德命令理解为神圣命令的做法，恰恰把这些道德命令作为道德的东西扬弃了，并将其转化为实定的东西。现在，在实定的宗教的概念中首要的环节是，它“把伦理法则作为某种被给予的东西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与康德一致——唯一的道德动机是对伦理法则的敬重。因此，黑格尔对他最后的问题：“那么人类通过教会这套繁琐的规则体系获得了什么呢？”（GW 1.344）仅仅以指出它为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来回答。但这样一来，“纯粹道德的宗教”的理念就被看穿为一块木制的铁。

(6) 小残篇《一种实定的信仰……》（Ein positiver Glaube …）（GW 1.352–358）强调了这一批判，它从权威概念出发，转向对康德的公设学说进行尖锐的批判，这可以被理解为黑格尔与谢林之间通信的回响：在正统派必须承认通过纯粹理性为道德提供理据是非常可能之后，他们试图在最后一点上死守：他们规定人类的终极目的，使得其实现被认为依赖于一个对人类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可以把分配极乐以及对自然的统治权赋予这个本质。这个，正如黑格尔讽刺地说的那样，“著名的需求”（GW 1.358），即对伦理与极乐和谐的需求——据称是理性的需求，实际上却是感性的需求——当然正是康德将其提升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公设，并将其送入正统派的武器库。

(7) 第三个残篇，《每个民族……》（Jedes Volk …）（GW 1.359–378），可能是最后写成的，字母统计以及对谢林的《关于独断论与批判主义的哲学书信》（AA 1/3.47–112）的暗示都表明了这一点。——它首先重复了已经广为人知的关于神话的民族特性和一种抱怨的主题，即基督教摧毁了所有被它吸引的民族的“民族幻想”。早先已经与此相关的受教化者与“民族”之间社会鸿沟的主题也在这里再次出现。黑格尔非常强调地指出，“恢复一个族群失去的幻想”“向来是徒劳的”。他把该族群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部分对希腊神话学的接受能力，评估为他们“更大的独立性和对知性的不依赖”的迹象，这使得自由的审美享受成为可能。相反，克洛普施托克在颂歌《小丘与树林》中针对其同时代人开始的希腊狂热所提出的修辞反问：“难道阿哈伊亚是图伊斯克人的祖国吗？”黑格尔现在用一个反问来回答：“难道犹太是图伊斯克人的祖国吗？”然而，社会异化的问题通过回归阿哈伊亚的道路并没有得到解决，就像克洛普施托克通向犹太的道路一样：两者都只留给“受教化者”（GW 1.362）。

除了以在语言和思想上都更加成熟的形式恢复已知的内容之外，还有一种在社会分工和丧失政治自由和独立的视角下对古代世界衰落的解释。这种对后共和国时代古代社会堕落、其无能和软弱、其道德败坏的描绘，至少部分受到了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启发，同时也构成了对晚期古罗马整体宗教，特别是针对基督教的一种普遍宗教批判的出发点。虽然它的激进程度不及法国霍尔巴赫男爵的宣言，但显然预示了后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批判。

在晚期古代世界令人窒息的生活条件下，与这个可悲的尘世领域相对立的是一个天界的领域，其配置是与尘世互补而设计的。人们构想出一个配备完善的对立世界，作为他们需求的补充：尘世的苦难对应着天界的极乐，这里的堕落对应着那里的恩典——而且这里的贫困最多只能通过投射到那里的财富的一部分来缓解。但是，构想出这种来日可以战胜折磨者的对立世界的，并不真正是一种怨恨；对立世界的发明更多是由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心理机制。然而，黑格尔已经看到了他的时代正在克服这种形而上学的鸿沟：“除了早期的尝试之外，主要是留给我们的时代，至少在理论上，把那些被挥霍到天界去的财富，作为人类的财产予以收回，但是哪个时代将有力量维护这项权利，并取得占有权呢？”（GW 1.372）但真正的补充物是客观的上帝本身的观念——作为对人类需求本性的补充；补充物的生成最根本上是一个神谱式的过程，与人类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相平行。“神性的客观性与人类的败坏和奴役是同步进行的，而前者实际上只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启示，一种显象。以此方式，通过其客观的上帝，当人们开始如此惊人地多了解上帝时，这种精神展现了自己”。

首版：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152–239。——文本： GW 1.279–351，352–358，359–378。——文献： 彼得·科内尔：《和解的未来。启蒙运动中、黑格尔和黑格尔学派中的末世论与解放》。哥廷根1971年版，93–119；何塞·玛利亚·里帕尔达：《早期黑格尔的诗歌与政治》。载HS 8 (1973)，91–118；里帕尔达：《分裂的族群。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根源。G. W. F. 黑格尔》。阿森/阿姆斯特丹1977年版，15–84；邦代利：《黑格尔在伯尔尼》，165–207；施密特：《承认与绝对宗教》（1997），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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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家法与教会法

(1) 包含在残篇《人们可以穷尽最矛盾的考察……》中的哲学意蕴，绝不仅限于追问基督教的实定性产生的原因。在关于实定性的产生语境中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国家”与“教会”，使得黑格尔几乎忘却了他的真正主题，转而对教会与国家共同体显象形式的不同逻辑进行分析——即转向了一个将占据他直至其最后著作的主题。虽然黑格尔将这些有关国家教会法的论述与“实定性”主题结合了起来，并通过大段引用莱辛的《智者纳坦》将它们明显地捆绑在一起。但这些论述以他关于法权与道德关系、以及权利与义务理据的法哲学研究为前提，这些研究来自黑格尔当时国家法研究的语境，并且大概只是后来才被采纳到“实定性”的语境中去。人们也必须将它们作为那些年法国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热烈讨论的反映来阅读。

(2) 黑格尔此时的兴趣不再在于实定性的产生，而在于从早期教会过渡到一个“精神国家”——即一种具有国家形态的教会组织——时法权状况的改变。离开早期教会并不触动公民的权利，然而，从“精神国家”中退出或被开除的人，由于这个“精神国家”与公民国家的重合，却会同时丧失他的公民生存状态。黑格尔在这里还是以十足启蒙主义的方式论证了新教和天主教会的国家性质，即“教会是一个人与所有人，以及所有人与一个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目的是要在一个特定的信仰和特定的宗教意见中保护社会的每个成员、保护自身，为了保存这些信仰和意见，为了在这些信仰和意见中巩固每个成员而作出安排”。黑格尔把这种契约法权的建构——类似于公民的屈服契约——构想为服从（在教会的情况下是自愿服从）由主权者所表达的精神国家的普遍意志；这种普遍意志由此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公民法权之外的权利与义务的源泉”。黑格尔将它们归结在“纯粹教会法”的标题下，并明确强调，这种法权——仅仅因为它是基于契约法权的——并不损害“每个人的自然权利”（GW 1.315）。

(3) 然而，问题在于教会并不满足于这种纯粹教会法。它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尽管纯粹教会法和公民法遵循着不同的立法。由于两者的同质化，产生了“混合教会法”。国家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权利——无论其信仰如何——只要这些权利不侵犯他人的权利。相反，教会有权开除那些不服从其立法的人。公民国家虽然不必要在这一点上追随精神国家——但由于两者在范围上是重合的，就产生了一种冲突，在其中，教会经常能够针对国家的法权而贯彻其自身的法权。因此，教会权利的丧失也就导致了公民权利的丧失。在冲突的情况下，精神国家能够成功对抗公民国家，因为它为公民国家履行了建构性的功能。哪怕仅仅是进入公民国家的行为——在当时——也是一个教会的行为：洗礼；确立公民共同生活的婚姻缔结以及出现死亡事件时也一样。在这些事情上，公民国家“向精神国家出让了其权利及其职务”——或者从历史上更恰当地说：公民国家直到19世纪才会要求这些权利。国家也将教育的权利留给了教会——而教会同时将其理解为一种义务，即“将信仰深深地印入灵魂的骨髓之中”，以至于使人类的全部思维活动与行动都被其塑造（GW 1.317,325）。

(4) 然而，黑格尔也看到了，公民国家与精神国家的契约法权建制的各自内容并不允许有一种精确的对应：在公民契约中，人们可以将个体意志屈从于普遍意志并承认其为法则；但是，“违反意见本性”的是，将自己的意见屈从于多数选票。因此，信仰事务上的社会契约是“完全无效且作废的”。这也适用于那些想用多数票决定信仰问题的会议决议，即使像早期那样，会议具有代表性特征，更不用说后来（GW 1.328 f.）。

(5) 黑格尔在这里把宗教信仰自由实践称作一种并非仅仅是作为教会成员的人才拥有的权利，而是作为国家公民才拥有的权利，甚至称作“一种无论进入何种社会都不能放弃的人权”——即自我立法的“不可剥夺的人权”（GW 1.335,351）。因此，他赞扬了——这里如同1830年一样——在递交《奥格斯堡信条》（1530年，参见第II.8.8章）时挺身捍卫这种宗教信仰自由实践权利的诸侯。黑格尔在这里已经表达了德国新教，特别是路德宗，一种特有的基本历史经验，即对宗教信仰自由实践以及思想自由的保护，交给国家机构远比在教会一方要稳妥得多。他后来关于国家作为自由保障者的选择也是源于这种经验。教会体系的基本错误在于“不承认人类精神每种能力的权利，特别是其中居于首位的理性”——因此，教会体系只能是“一种蔑视人类的体系”（GW 1.349）。因为教会想要作用于信念，所以它压制意志的自由；它教导人们要把公民自由与对生活的享受“像粪土一样相对于天界的善物而予以蔑视”（这句话大概应与GW 1.345相对立地被阅读），由此它助长了专制主义——黑格尔借此仿佛将其对谢林的评论具体化了，即专制主义与教会是同流合污的（1795年4月16日；参见第I.2.3章）。

文本： GW 1.306–351。——文献： 罗森茨维格：《黑格尔与国家》（1920），第1卷第3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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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阿尔卑斯山漫游记 (1796)

(1) 关于黑格尔日内瓦之行的信息只有官方的旅行证件能提供；然而，关于他在伯尔尼高地为期一周的漫游，深入罗讷河谷并经过四森林州湖返回至卢塞恩的经历，他自己却作了非常详尽的记述。罗森克兰茨在《黑格尔传》中保留了这篇记述；但自那以后它便遗失了。这并不是日记形式的记录，而是一篇在旅行之后写成的、可能是带着出版意图而在文学上经过修饰的游记——其中均衡地融合了对风景及其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服饰与食物、习惯、经商头脑、政治权利以及语言的描绘，并穿插了审美判断、对威廉·泰尔的历史回忆以及有关奶酪制作或防范雪崩措施的教育性提示。

(2) 黑格尔进行这次漫游可能是在他即将告别伯尔尼之前，因为此时荷尔德林已经向他传递了戈格尔家家庭教师职位的最初消息。1796年7月25日上午，黑格尔“与三位萨克森家庭教师——托马斯、施托尔德和霍恩鲍姆”一起离开伯尔尼。托马斯是黑格尔雇主兄弟约翰·鲁道夫·施泰格的家庭教师；此外，关于黑格尔与他们的关系则一无所知。路线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克里斯托弗·迈纳斯在其《瑞士书简》中描绘的旅行路线；迈纳斯的报道和提示被尽可能地检验，要么被证实，要么被修改，甚至通过分享一本小屋留言簿上的打油诗而被纠正。总的来说，迈纳斯的《书简》犹如一条红线贯穿黑格尔的描述始终。

(3) 哲学的意趣在于这篇游记对待自然的态度。在旅行刚开始时，山谷的狭窄就让黑格尔感到“某种令人局促、令人焦虑的东西”。吕奇讷河的“轰鸣声”“最终令人感到厌倦”。相反，对于劳特布龙嫩的施陶巴赫瀑布，他——不同于迈纳斯，但作为席勒《论优美与尊严》（1793年）的读者——却感到“完全满足”，因为“这种水雾优雅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的飞流直下”具有“某种令人喜爱的东西”——而这绝非某种糟糕的田园诗意义上的：“因为人们看到的不是一种权能，一种巨大的力量，所以关于强制、关于自然之必然的想法就远离了，而那生机勃勃的、总是自我消散的、向四周飞溅的、没有汇集成一大块的、永远在运动并活跃着的东西，倒反而产生了一种自由游戏的图像”——仿佛在此自然之必然性消解为了艺术的自由。相比之下，观察冰川则“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有趣的东西。人们只能称它是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但这完全没有给精神提供进一步的消遣”；它的景象“既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令人喜爱的东西”。因此，黑格尔总结道——以一种预示着他后来描述坐在亚琛查理曼大帝的椅子上（参见第I.8.7章）的方式：“除了现在离这样一个冰川如此之近，以至于我能够触摸它并注视它的冰层所带来的满足感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进一步的东西”。取代岩壁和冰川的死气沉沉的，让作为观察者的黑格尔再次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赖兴巴赫瀑布的“永恒的生命、巨大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永远看到的是同一幅画面，同时又看到它从不相同。”然而，汹涌波涛撞击岩石的挤压，却给了他一个“自然之必然性的纯粹概念”——其中缺乏自由游戏的环节。对岩石，“这些永远死寂的团块”的注视，只在他心中唤起了“那种单调的、长久看来令人厌倦的表象：它就是这样。”（GW 1.383–392）因此，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赋予自然以美，甚至没有赋予其以崇高。

(4) 黑格尔既远离了对自然的审美化，也远离了对自然的道德化和神学化：无论是近代早期将山脉的巨大形态理解为堕落之后果的形式，还是同时代想要将自然把握为是由上帝为了人类而合目的地安排的形式。相反，人们可以在这自然身上研究，她是如何“无目的地”将岩石块相互堆叠在一起的，即使人类时不时懂得利用它们偶然的位置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即使是“最虔诚的神学家”也不敢冒险将“对人类的有用性目的置于荒凉-无目的的自然之下”。山民们至少绝没有发明自然神学的那部分，它“向人类的骄傲证明，自然为了他的享受和安逸生活是如何准备好了一切；这是一种同时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GW 1.390 f.）在另一个方面，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研究也伴随着他的这次漫游：每当“这些牧人族群的孩子气思维”将某个神话与自然形态联系起来时，“基督教的想象力却除了荒诞的传说之外什么也没产生”——水手们讲述的那座“杀婴”礼拜堂的名字由来的“感人故事”可能也是这种情况（GW 1.396 f.）。

首版： 罗森克兰茨，470–490。——文本： GW 1.381–398。——来源： 克里斯托弗·迈纳斯：《瑞士书简》，第1-4部分。柏林1784-1790年第1版，第1-2部分1788年第2版。——文献： 露特·格罗与迪特·格罗：《自然文化史》。第1卷：《世界观与对自然的占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1年第1版；黑格尔：《伯尔尼阿尔卑斯山旅行日记（7月25日至31日）》，罗伯特·勒格罗与法比耶娜·费斯特拉滕法译。格勒诺布尔1988年版（附旅行路线重建与插图）；邦代利：《黑格尔在伯尔尼》（1990），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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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厄琉息斯。致荷尔德林 (1796年8月)

(1) 卡尔·罗森克兰茨对黑格尔“被期待为诗歌”的诗篇做出了严厉但并非不公正的判决（R 84）。这一批评并未涵盖那首“神秘的”诗作《厄琉息斯》，这是黑格尔“满怀对朋友最热烈的渴慕”，于1796年8月致以荷尔德林的——尽管即便是黑格尔这首相对完美的诗句，也充满了韵律上的罪过。

这首诗让人回忆起在图宾根共同度过的时光，回忆起那“旧日的盟约”，而在这种回忆之前出现的是对重逢以及巩固旧日盟约的期待：“只为自由的真理而生活，永远、永远也不与那调节着意见与感受的章程讲和解”。写下这首诗时，仍是刚从阿尔卑斯山漫游归来的那个月，在比尔湖畔楚格的施泰格家族的避暑别墅里，这湖的“明亮的光带”在诗中友善地望过来。这其中无疑回荡着对卢梭的回忆，他曾不愿离开这片围绕比尔湖和圣皮埃尔岛的地区。然而，写这首诗与那篇漫游记时间上的同时性，却反驳了任何试图在这首诗中寻找“自然神秘主义”的企图。占主导地位的对比不是（卢梭式的）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比，而是白天的“令人厌倦的喧闹”与“拯救者黑夜”之间的对比；与其说是“自然赞美诗”，不如说是“黑夜赞美诗”。白天忙碌与夜晚的宁静自由之间的对立，被黑格尔与以下情况平行对比：被崇高学说充满的秘仪受法者的沉默，与现今充满一切的新生永死者“空洞的辞藻堆砌”之间的对立——这是在效仿席勒《希腊诸神》对丧失美好世界的哀叹。

(2) 罗森克兰茨在首次出版这首诗时，并没有特别指出他是同黑格尔遗稿中的其他手稿一起得到它的。但它确实属于这些遗稿，因此，黑格尔虽然将这首诗标明为“致荷尔德林”，但很可能根本没有寄给他。共济会式的“秘密交流”（邦代利1990，67，着眼于东特）因而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那本来设想给荷尔德林的双重加密的警告，即告诫他不要如此不谨慎地写作（贝尔托1969，111 f.），也从未发给它的收件人。黑格尔或荷尔德林方面也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后者收到过这首诗的抄本，而唯一一处简略隐射《厄琉息斯》的地方，却指向了相反的情况：在1796年11月的一封信中，黑格尔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荷尔德林他将前往（但同时提出了一系列财务安排），他写道：“对你的渴慕在我迅速作出的决定中占了多大分量，我们重逢的图景、与你共度的欢乐未来的图景，在这段中间时间里是如何浮现在我眼前的——对这些就不多说了。” 首版： 罗森克兰茨：《出自黑格尔的生平》。载R. E. 普鲁茨编：《文学史袖珍本》，第1卷。莱比锡1843年版，89–200，此处为94–102；参见R 78–80。——文本： GW 1.399–402。——文献： 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黑格尔的厄琉息斯。一项关于黑格尔哲学体验基础的精神史研究》。载《精神文化》40（1931），209–226；雅克·东特：《隐秘的黑格尔。探寻黑格尔思想的隐秘来源》。巴黎1968年版，227–281；德文版：193–237；贝尔托：《荷尔德林与法国大革命》（1969）；曼弗雷德·齐夫勒：《世界的散文。黑格尔的语言》。艾恩西德伦[1968]，269–301；赫伯特·安东：“厄琉息斯”。黑格尔致荷尔德林。载《荷尔德林年鉴》19/20（1975–77），285–302；雅默：《“一本非学术的书”》（1983），133–138；邦代利：《黑格尔在伯尔尼》（1990），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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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兰克福草稿 (1797–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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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黑格尔 (?) 对新神话的要求 (“……一种伦理学”)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四年始终被理解为是在（自我选择的）伯尔尼时期的孤立与耶拿时期的“文学——及学术——喧嚣”之间的一段过渡时期——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段极其多产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黑格尔——首先是得益于他与荷尔德林以及法兰克福-洪堡格朋友圈的联系（参见第 I.3.2 章）——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与当代争论的契合点，以至于他最终能够勇敢地迈向耶拿。自从赫尔曼·诺尔出版了黑格尔的《神学青年时期著作》以来，接触法兰克福时期的文本以及进而了解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途径，似乎就不成问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了研究的目光，但恰恰因此也使其变得狭隘，并将许多其他文本以及众多解释问题排挤到了背景之中。因此，必须在多个层面上重新审视这一时期黑格尔思想的发展。

3.1 黑格尔 对新神话的呼吁

(1) 在黑格尔从伯尔尼向法兰克福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篇20世纪从他笔下流传出来的最受争议的文本之一：即那篇以“一部伦理学”开头的片段。20世纪初，弗朗茨·罗森茨魏格发现并出版了它——使用了非常雄心勃勃的标题《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古老体系纲领》。出于时间顺序的考虑，这里将其置于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的开端，尽管并不能确定它是在那里产生的。甚至连黑格尔不仅是这个片段的抄写者、而且也是其作者这一点都无法确定。罗森茨魏格否认黑格尔是这篇明确出自他手笔的片段内容的作者，并主张其作者是谢林——原因在于那种“年轻气盛、充满胜利感的声音”，这种声音在1796年的德国只有一个人拥有；同时也因为那种漫不经心而又骄傲的纲领性语言“我将”（在此，这位反黑格尔主义者希望仿佛通过某种天意来发现一份谢林手稿的愿望，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起到作用）。阿道夫·阿尔翁和库尔特·席林怀疑在思想上将其归于谢林，特别是在1796年这个时间点；威廉·伯姆出于同样的原因主张手稿属于荷尔德林，而路德维希·施特劳斯则试图反驳伯姆（但伯姆对此作出了反驳），并再次支持罗森茨魏格将文本归于谢林的观点。在作者争论暂停较长时间后，奥托·珀格勒主张黑格尔也是作者，在1969年为澄清此事而举办的会议上，赫尔曼·布劳恩和哈维尔·蒂利特再次投票支持谢林，弗里德里希·施特拉克支持荷尔德林，而克劳斯·迪辛和奥托·珀格勒（以及后来的米夏埃尔·弗兰茨）则再次支持黑格尔。弗兰克-彼得·汉森在其关于接受史和解释的详尽论述中加入了这一阵营，但他对迄今为止一致公认的1796/97年的定年提出了质疑，并主张是在1795年春/夏季。近年来，新一代人再次拿出了这些旧的选择，部分还提供了新的论点支持：埃卡特·弗斯特投票支持荷尔德林，曼弗雷德·鲍姆支持谢林，赫尔穆特·许恩、胡贝图斯·布舍和维奥莱塔·瓦伊贝尔支持黑格尔。甚至对于那个——在罗森茨魏格看来仍奠基于神圣经济学之中的——前提，即只有上述三人之一才可能是作者，今天也不再有共识——尽管试图将其归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尝试缺乏说服力。然而，最近令人惊讶地澄清了长期存在争议的克林格尔对《博纳文图拉夜巡》的作者身份，这应当提醒人们，对于严格限制可能作者的范围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因为这个范围要比今天研究的视野宽广得多。

(2) 关于作者身份的争论——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未平息；尽管如此，这场争论并没有白费：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此文本特别是对其更广泛背景的思想性解读，如果作者身份是明确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它还开发了极其丰富的语文学和哲学方法库：遗稿研究、水印分析、笔迹分析——包括抄写自己或他人文本的技巧甚至潜在的听写错误——、风格、语言节奏、词频、传记和思想背景、文学形式、作者候选人的思想发展史，以及最终用于发展哲学体系的理论潜力。这些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份手稿直到最近才得以公开，而且必须由一份原本属于罗森茨魏格（后来属于路德维希·施特劳斯和马丁·布伯）所有的照片来代替。直到大约三十年前，它才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图书馆，与前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的其他馆藏一起，重新变得可供查阅。因此，研究的必要步骤无法按自然顺序进行；重要的信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才被人们知晓。

这张纸页于1913年3月在利奥·利普曼松签名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被提供，并被当时的柏林皇家图书馆（即后来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买下。迪特·亨利希发现，库存目录的样书上注明，该手稿出自“弗里德里希·福斯特的遗稿”，也就是说，这位黑格尔的学生——与路德维希·布曼一起——在《友人协会版》的框架下编辑《杂录》，并作为第一个掌握黑格尔全部书面遗稿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保留了由他编辑的大部分手稿（这在当时绝不罕见）；这些手稿在20世纪初，就在“……一部伦理学”这篇手稿之前不久，同样也是从他的遗稿中流入了签名交易市场。

罗森茨魏格借助——通过赫尔曼·诺尔编辑的《神学青年时期著作》提供的——字母统计方法，将该片段的日期“以接近于确定的可能性定在撰写诗歌《厄琉息斯》之前”，即在1796年4月29日（《实证性著作》结尾部分的日期）与8月之间的这几个月。这种定年——以及进行该定年的工具——现在被证明是脆弱的：该片段是写在梅明根造纸厂生产的纸张上的，该纸张生产于1796年，并且有证据表明在1796/97年之交被使用过。考虑到当时纸张仅仅在区域性流通，黑格尔可能在伯尔尼就已经使用了这种纸的说法是非常不可能的。在1797年3月22日致娜内特·恩德尔的信中，黑格尔回忆起“曾途经梅明根旅行”——大概是在1796年底从伯尔尼回斯图加特的归途；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购买了这种纸张。但也不能排除，仅仅几天后，在距离梅明根更近的斯图加特也能买到这种纸。以下事实暗示了这一点：黑格尔在早期的图宾根笔记纸页 (GW 1.80) 上，就已经使用了——较旧的——梅明根纸张。

(3) 文本以片段的形式开始——尽管看起来似乎他的思路在这张纸页上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开头的两个词“一部伦理学”明显是上一句话的结尾。没有理由把它们当作标题来读，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黑格尔是用这两个词才开始他的写作的。人们可能会试图用以下理由来支持这种假设：黑格尔很可能是在将这（现存的）单张纸页沿着左边缘从与其相连的另一张纸页上撕下来之后，才在上面书写的。因为它是在没有文字丢失的情况下被撕下来的，尽管它的书写没有留出页边距。然而，文本的开头可能写在任何另一张纸上，那张纸后来由于未知的原因被黑格尔本人、福斯特或第三方销毁了。

直到最近，人们还一致认为这个——以对黑格尔来说非典型的、不留边距的方式写成的——片段不是一份草稿，而是一份抄本；它显示出几处可以解释为抄写错误的错误。罗森茨魏格还（不太有说服力地）将略微扩大的词距和一个（不必要地划掉的）逗号解释为，黑格尔想要比他通常抄写自己的手稿时更小心地保存他的底稿。据此他得出结论，黑格尔在这里抄写的是一份他人的原稿——这也促使他使用了对他来说当时并不典型的小写 ‘s’ 的形式。

这张纸的誊清稿性质以及对作者的寻找，奇异地让文本批判退居次要地位，尽管片段《……一部伦理学》可能是这一时期被编辑最多的文本。迪特·布雷默直到最近才提供了两处重要的校勘修改：与其将正面第33–34行的破格句“我现在确信，理性的最高行为，由于它包含一切理念，是一种审美的行为”理解为这样，不如将其理解为：“……理性的最高行为，即它在其中包含一切理念的那种行为，是一种审美的行为”。他关于背面第23–25行的建议也很合理：与其写成“神话学必须变得具有哲学性，而民众变得具有理性，而哲学必须变得具有神话性，以便使哲学家们具有感性”，不如建立平行结构：“神话学必须变得具有哲学性，以便使民众变得具有理性；并且哲学必须变得具有神话性，以便……”。这两项建议即使不依赖于布雷默的理由也令人信服，即这涉及的并非抄写错误，而是黑格尔的听写错误——他在此还举出了“因此开化者与未开化者最终必须携起手来”（背面第22–23行）中大小写的转换为例证。所有迄今为止被看作抄写错误的笔误，也可以被解释为听写错误——即使（与罗森茨魏格的观点相反）划掉背面第9行的“历史”也是如此，因为导致这一提前写下下方单词的原因，同样可以很好地被理解为口述者读错所致。

其他的方法迄今也未曾得出明确的作者归属判定。哈维尔·蒂利特——他相信看到了毛手毛脚的以扫-黑格尔的手迹，听到了声音清澈的雅各-谢林的声音——试图通过比较黑格尔与谢林的词汇统计来从哲学论证上证实谢林的作者身份；该比较尽管并非绝对明确，但确实倾向于后者；然而，由弗里德黑尔姆·尼科林提供的一份较早的关于语言节奏的统计资料，则支持黑格尔是作者。——至此，用于确定作者身份的非哲学工具——在没有得出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应该已经用尽了。

(4) 与关于作者身份的争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该文本的哲学评价却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片段《……一部伦理学》产生于一个例如图宾根神学院所提供的理论环境之中；它面向（“你们看……”）一群熟悉康德（并通过席勒加以扩展）的问题领域的接受者。作为一个也熟悉有关费希特知识学争论的圈子里的纲领性的自我展示，这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与罗森茨魏格的观点相反，它不仅不是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的”体系纲领，而且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体系纲领”——它更像是一个哲学鼓动纲领，或者至少仅仅是作者打算执行什么的简单预告，而看不出他拥有进行系统性研究所需的手段。单纯的意向声明的罗列，还不能构成一个“体系纲领”。

迪特·亨利希揭示了这个片段的深层双重性：它利用了借鉴于康德的概念体系，来发展一个不能立足于康德基础之上的哲学纲领。由于未来所有形而上学都将归入道德——“康德仅用他的两个实践悬设给出了一个例子”（顺便说一句，这是对康德的误解）——该片段将伦理学理解为所有理念或所有实践悬设的完整体系。第一个理念是“将我自己表象为一个绝对自由的存在者”，随之同时，“整个世界”从虚无中涌现出来。由此出发，作者想要“下降到物理学的领域”，并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为道德存在者所准备的世界必须是怎样的？”从自然，他想过渡“到人的造物”，过渡到“人类的理念”——并表明，不存在关于国家的理念，因为国家是某种机械的东西，只会像对待“齿轮”一样对待自由的人；他想“奠定一部人类历史的原则，把从国家、宪法、政府、立法等全部悲惨的人类造物剥得精光”，并随后谈及“道德世界、神性、不朽的理念”——以及通过理性自身来推翻“一切迷信”和假借理性之名的祭司统治。理性的最高行为，即它在其中（如布雷默的推测）包含一切理念的行为，是一种审美的行为；统一所有其他理念的最高理念，是美的理念。——伴随着这一展望，关于这个项目的实质性草图结束了，作者过渡到他关于民众教育的诉求：主张将理性和内心的一神论与想象力和艺术的多神论结合起来（参照关于歌德的部分，PLS 3/1.324 f.）——并要求一种必须是“理性神话学”的“新神话学”，以便使民众具有理性，并使哲学家们具有感性。

(5) 关于片段《……一部伦理学》的多方努力——通过修正定年以及澄清手稿出自黑格尔遗稿——取得了两个重要的结果。此外，它们再次提醒人们，借助字母统计法对简短手稿进行定年是不可靠的——从而倾向于支持水印分析。然而，它们并没有解决关于作者身份的争论，甚至几乎未能对其产生影响；这需要内容上的论点。可是由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对称性，使得作者身份的确定变得困难：片段中所表达的某个思想如果能融入某个潜在作者的思想发展中，这不足以确认其作者身份；但如果它不能融入，这却是一个反对其作者身份的充分理由。因此，那些投入了大量、现在看来可能是穷尽了论证精力的分析，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具有说服力，即证明某个文本的概念或思路与所讨论的作者之一在特定时期的思想发展史不相容——不过当然必须考虑到，1796/97年之交作为晚于此时限，决不排除作为底稿或者听写稿的内容是产生于更早的时间的。因为在1796/97年之交，谢林和荷尔德林在他们的理论草案中，都已经形成了明显超越片段《……一部伦理学》状况的问题意识以及用于回答这些问题的工具。尽管该片段有许多能融入黑格尔思想的要素，但反对黑格尔是作者的理由，依然是该片段撰写时所采用的那种过于夸大其词的风格。黑格尔在所有言论中都对建立“新神话”的要求持非常批判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作者打算“把从国家、宪法、政府、立法等全部悲惨的人类造物剥得精光”的意图——尽管存在在时间上中性的关于“国家机器”的提及（参考 GW 1.369）——与关于其国家思想的所有证据，特别是与他对法国发展状况（这正反映在各项宪法中）的兴趣如此矛盾，以至于他被排除了在潜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即使是今天关于1790年代中期讨论状况的知识，也仍然不够详细和全面，不足以解开这个文本留下的谜团。

首次印刷： 《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古老体系纲领。一份手稿发现》（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Ein handschriftlicher Fund）。由弗朗茨·罗森茨魏格发表。海德堡，1917年（《海德堡科学院院刊·哲史学部》1917年，图版5）。– 文本： 特别是 GW 2。– 参考文献： 威廉·伯姆：《作为“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作者的荷尔德林》。载于：《德国文学与精神史季刊》（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4 (1926), 第339–426页；阿道夫·阿尔翁：《谢林思想中的神话》（Der Mythos bei Schelling）。柏林，1927年（《康德研究》增刊61），瓦杜兹1978年重印；路德维希·施特劳斯：《荷尔德林在谢林早期体系纲领中的作用》。载于：《德国文学与精神史季刊》5 (1927), 第679–734页；伯姆：《关于“体系纲领”。一种扩展》。同上，第734–743页；奥托·布尔格：《“一个尚未进入任何人脑海的理念。”（德国古典与浪漫主义中的审美宗教）》。载于：阿尔贝特·福克斯与赫尔穆特·莫特卡特（编）：《题材、形式、结构：德国文学研究》（Stoffe, Formen, Strukturen. Studien zur deutschen Literatur）。慕尼黑，1962年，第1–20页；奥托·珀格勒：《黑格尔，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的作者》。载于：《黑格尔研究副刊》（HSB）4 (1969), 第17–32页；布布纳（编）：《最古老体系纲领》（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1973年）；珀格勒：《荷尔德林，黑格尔与最古老的体系纲领》。载于：《黑格尔研究副刊》9 (1973)；伯恩哈德·丁克尔：《青年黑格尔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扬弃》（Der junge Hegel und die Aufhebung des subjektiven Idealismus）。波恩，1974年，第215–244页；米夏埃尔·弗兰茨：《荷尔德林与“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载于：《荷尔德林年鉴》（Hölderlin-Jahrbuch）19/20 (1975/77), 第328–357页；弗里德黑尔姆·尼科林：《选自最古老体系纲领的流传与争论史》。载于：《黑格尔研究》（HS）12 (1977), 第29–42页；弗里德里希·施特拉克：《关于“体系纲领”与荷尔德林哲学的补遗》。载于：《荷尔德林年鉴》21 (1978/79), 第67–87页；曼弗雷德·弗兰克：《作为“新神话”的诗》。载于：《日耳曼研究》（Recherches Germaniques）9 (1979), 第122–140页，重印于卡尔-海因茨·博雷尔（编）：《神话与现代性：重构的概念与图像》（Mythos und Moderne. Begriff und Bild einer Rekonstruk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3年，第15–40页；克劳斯·迪辛：《荷尔德林与黑格尔思想中的审美柏拉图主义》。载于：克里斯托夫·雅梅 / 奥托·珀格勒（编）：《德国精神史中的豪姆堡》（Homburg vor der Höhe in de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斯图加特，1981年，第101–117页；弗兰克：《即将到来的神。关于新神话的讲座》（Der kommende Gott. 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第1部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2年，第153–187页；克里斯托夫·雅梅 / 赫尔穆特·施耐德（编）：《理性的神话：黑格尔与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Mythologie der Vernunft. Hegels »ältestes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4年；伯恩哈德·丁克尔：《关于所谓“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的新争论》。载于：《哲学年鉴》（PhJb）94 (1987), 第342–361页；雅梅：《理念与神话。对 B. 丁克尔的“关于所谓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的新争论”的回复》。载于：《哲学年鉴》95 (1988), 第371–375页；弗兰克-彼得·汉森：《“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接受史与解释》（»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Rezeptionsgeschichte und Interpretation）。柏林 / 纽约，1989年；雅梅：《“犹太亚难道是图斯坎人的祖国？”青年黑格尔(1787–1807)的神话观》。载于：PLS 1.137–158；乌尔里希·施塔德勒：《体系与无体系性。关于唯心主义哲学和早期浪漫派文学圈中一种表现形式的评论》。同上，第52–68页；埃卡特·弗斯特：《“再次为物理学插上翅膀”：荷尔德林与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古老体系纲领”》（»To Lend Wings to Physics Once Again«: Hölderlin and the »Oldest System-Programm« of German Idealism）。载于：《欧洲哲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3 (1995), 第174–198页；赫尔穆特·许恩：《记忆女神。荷尔德林思想中的时间与记忆》（Mnemosyne. Zeit und Erinnerung in Hölderlins Denken）。斯图加特 / 魏玛，1997年，第106–110页；迪特·布雷默：《关于所谓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的文本》。载于：《荷尔德林年鉴》30 (1996/97), 第432–438页；胡贝图斯·布舍：《黑格尔早期对理性神话的兴趣——关于“最古老体系纲领”的前史》。载于：邦代利 / 林内韦伯-拉梅斯基滕（编）：《黑格尔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发展》（Hegels Denkentwicklung in der Berner und Frankfurter Zeit）(1999), 第295–320页；曼弗雷德·鲍姆：《再次：关于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同上，第321–340页；维奥莱塔·L.·瓦伊贝尔：《“一切理念的完整体系”。关于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体系纲领》。同上，第341–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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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沃州与伯尔尼城昔日国家法关系的密信

(1) 同样，黑格尔的第二部“法兰克福”时期作品也只能有保留地归入这一时期：他匿名出版的《机密信件》（Vertrauliche Briefe），这是对《让-雅克·卡尔致沃州财务官伯纳德·德穆拉尔特关于该州公法及当前事件的信件》（Lettres de Jean-Jacques Cart à Bernard Demuralt, Trésorier du Pays de Vaud, sur le droit public de ce Pays, et sur les évènements actuels，巴黎，1793年）的一部带有注释的译本。在19世纪关于其政治哲学的争论中，黑格尔的这部首次出版的著作是不为人知的；直到1909年，雨果·法尔肯海姆（Hugo Falkenheim）才做出了一项“不起眼，但并非完全没有趣味的发现”：莫伊塞尔（Meusel，1805年）和凯瑟（Kayser，1834/35年）的书目将这部著作的编者归于黑格尔。作为其担任编者的进一步证据，法尔肯海姆列举了该书中对大议会选举程序的嘲讽（在注释194-198中）与黑格尔1795年4月16日给谢林的信（见第一章2.1节）之间的相似之处。此后，又出现了更多证明这一归属正确性的线索：黑格尔藏书拍卖目录（第1219-1221号）中对该书的登记，以及他的《关于伯尔尼国家体制的摘录》（GW 3.221-233）。

(2) 毫无疑问，黑格尔在伯尔尼时就已了解卡尔（Cart）的著作，并且他为注释所准备的材料也更可能是在伯尔尼和丘格（Tschugg）而非在法兰克福获得的；由于上述摘录写在伯尔尼纸上，黑格尔可能也是在伯尔尼起草了这些注释。不过，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出版此书计划的次要记录，因此已无法确定他是在伯尔尼还是到法兰克福之后才完成了付印稿的撰写。当然，在伯尔尼出版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甚至连阅读法文原版都被禁止了。

(3) 黑格尔并不仅仅是翻译了卡尔的著作，他还通过删减——不仅删减了个人的结尾套话，甚至删除了原著中的第8封和第9封信——来强化其效果。作为替代，他添加了注释——部分作为脚注，部分在十二封信的每一封末尾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这些注释在主题上与信件内容保持一致，涉及瑞士历史的细节（为此黑格尔除其他外，还参考了他也曾摘录过的弗朗索瓦·塞尼厄（François Seigneux）以及约翰内斯·冯·米勒（Johannes v. Müller）的著作）、税收制度的细节、大议会和小议会的组成，以及在伯尔尼军队驻扎沃州（1791/92年）期间作为政治镇压手段使用的程序。通过这种方式，黑格尔用寥寥数笔加深了卡尔所描绘的伯尔尼寡头政治的形象，这种寡头政治在各个方面侵犯了沃州所谓的“古老权利”。只有在卡尔将英国的自由与自我征税联系起来的地方，黑格尔才与他产生了分歧，并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即在小威廉·皮特统治下），那里的政治环境已经恶化到人民在议会中不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英国民族甚至在许多其最坚定的崇拜者心中的威望也下降了”（GW 2.470）——英国在反对法国的联盟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使黑格尔在阅读英国报纸时（R 85）目光变得更加敏锐。黑格尔对其他史料中被赞誉的伯尔尼司法制度描绘了一幅特别令人不寒而栗的图景：仍然在使用“酷刑”；犯人的认罪对于死刑判决并非必要，被告受到如此恐吓以至于无法自辩；直到最近，公开辩护还在判决宣布后才作为一种口头的表演战进行（且对判决没有追溯效力），而现在，随着这场令人发指的闹剧被废除，连“文明国家公民最宝贵权利之一的残存阴影也被消灭了”：因此，在任何州都没有像这样与其规模成比例地“绞死、车裂、斩首、烧死”那么多人（GW 2.496 f. 脚注，由黑格尔添加）。

(4) 法尔肯海姆——继他之后的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亦然——猜测发表这种对伯尔尼政治状况的尖锐控诉的部分原因是：“他在施泰格（Steiger）家的圈子里每时每刻都面临的傲慢”，以及伯尔尼贵族阶层众所周知的骄傲与自大。施特拉姆（Strahm）对此予以反驳，他指出施泰格家中友好而高尚的氛围，以及黑格尔的雇主与伯尔尼贵族阶层之间的距离；他倾向于将黑格尔的著作解释为施泰格家族“对伯尔尼政权的家族怨恨”的余音——这可能是在相反方向上的夸大其词，尤其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黑格尔与施泰格家族的关系紧密到他会为了后者的利益而承担改编卡尔著作的工作。

更合理的解释是法尔肯海姆提到的政治原因：黑格尔通过出版物对抗一种政治体制，该体制推行的政策在自由要素和法律的掩护下，甚至堕落到不如诸侯宫廷阴谋的水平。黑格尔显然不是在通过这部著作发泄私愤；他是以此介入围绕伯尔尼和沃州的政治冲突。支持沃州一方的有后来的海尔维第共和国督政府成员弗雷德里克·塞萨尔·德·拉阿尔普（Frédéric César de La Harpe），以及在1790年初为沃州部分地区的权利辩护并在此后引发的动乱中被伯尔尼放逐的律师让-雅克·卡尔；他于1793年3月逃往法国，又因吉伦特派的失败而进一步逃往美洲——但他绝没有像黑格尔著作扉页上所声称的那样死去，这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为了掩盖踪迹。在伯尔尼一方活跃的人物包括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Carl Ludwig v. Haller），特别是他在1799年的《海尔维第年鉴》（Helvetischen Annalen）中也针对归来的卡尔本人发表了论战文章。黑格尔对冯·哈勒的反感可能由此开始，这种反感甚至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第219节和第258节中还有所体现，并在那里与当前的担忧混合在一起（见第二章8.1.1节）。

(5) 法尔肯海姆指出，黑格尔的著作在出版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由于应拉阿尔普干预瑞士的要求，法国人于1798年1月28日入侵，随后伯尔尼于1798年3月5日投降。扉页上关于“过去”的关系和伯尔尼“前”寡头政治的提法，以及黑格尔的“前言”，都以这些事态发展为前提，因此人们必须假设该书的书名是后来修改的。但也无法排除黑格尔是在战事升级和公众关注度提高的影响下才决定出版的。因为在伯尔尼与沃州及法国的冲突中，他对伯尔尼政策的抨击无论如何都无法取得与卡尔原著比肩的重要性。对黑格尔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对德国现状的“实际应用”，他在“前言”中表示无需专门详述这一点，因为时代的事件本身就足以大声宣告：“它们向全地大声疾呼：‘Discite justitiam moniti’（听从劝告，学习正义），而那些聋子将会深刻体会到其命运”（参阅维吉尔：《埃涅阿斯纪》VI,620）。对于他的著作的这一论证目的来说，伯尔尼寡头政治的终结是一个必要前提：作为主要（但不限于）通过出版物进行的煽动取得政治成功的例子，卡尔的著作对同样处于不可维持状态的专制德国发出了不祥的预兆，黑格尔在此预测其将面临类似的命运。

初版与文本： [匿名：]《关于沃州（Pays de Vaud）过去对伯尔尼市的国家法关系的机密信件。对伯尔尼国家前寡头政治的全面揭露。由一位已故瑞士人的法语原著译出并附有注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798年，哥廷根1970年重印；GW 2.395–591。——资料来源： 让·雅克·卡尔：《致沃州财务官伯纳德·德穆拉尔特关于该州公法及当前事件的信件》。巴黎，1793年；GW 3.221–233：《关于伯尔尼国家体制的摘录》。——参考文献： 雨果·法尔肯海姆（Hugo Falkenheim）：《黑格尔一份未知的政治出版物》。载于：《普鲁士年鉴》（Preußische Jahrbücher）138 (1909), 193–210，重印于施奈德（Schneider）/ 瓦谢克（Waszek）(编)：《在瑞士的黑格尔》（Hegel in der Schweiz）(1997), 261–285；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黑格尔与国家》（Hegel und der Staat）(1920), 第1卷.47–54；施特拉姆（Strahm）：《来自黑格尔在伯尔尼的岁月》（Aus Hegels Berner Zeit）(1932), 514–533，重印于施奈德 / 瓦谢克 (编)：《在瑞士的黑格尔》(1997), 287–316；雅克·东特（Jacques d’Hondt）：《秘密黑格尔》（Hegel secret），76页及下页；罗尔夫·康拉德·霍切瓦尔（Rolf Konrad Hočévar）：《青年黑格尔时期的等级与代议制。对其国家与社会学说以及代议制理论的贡献》（Stände und Repräsentation beim jungen Hegel. Ein Beitrag zu seiner Staats- und Gesellschaftslehre sowie zur Theorie der Repräsentation）。慕尼黑，1968年，128–137；沃尔夫冈·维兰德（Wolfgang Wieland）：《后记：黑格尔第一部出版物》（Nachwort zu: Hegels erste Druckschrift）。哥廷根，1970年；威廉·莱蒙德·拜尔（Wilhelm Raimund Beyer）：《“老政治家”黑格尔》（Der »alte Politicus« Hegel）。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14–20：《黑格尔与沃州著作》；邦德利（Bondeli）：《在伯尔尼的黑格尔》（Hegel in Bern）(1990), 25–36；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Hans-Christian Lucas）：《黑格尔对（在伯尔尼仍受推崇的）北美革命的遗忘。从卡尔著作到历史哲学讲演录》（Hegels Vergessen der (in Bern noch gewürdigten) nordamerikanischen Revolution. Von der Cart-Schrift zu d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载于：施奈德 / 瓦谢克 (编)：《在瑞士的黑格尔》(1997), 207–236；同上作者：《革命与改革之间的青年黑格尔。从伯尔尼到法兰克福过渡时期黑格尔的政治与法哲学选择》（Der junge Hegel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form. Politische und rechtsphilosophische Optionen Hegels im Übergang von Bern nach Frankfurt）。载于：邦德利 / 林内韦伯-拉默斯基滕（Linneweber-Lammerskitten） (编)：《黑格尔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思想的发展》（Hegels Denkentwicklung in der Berner und Frankfurter Zeit）(1999), 25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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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论符腾堡宪法。四个片段

(1) 从 1798 年的第二部政治著作，即所谓的《第一部符腾堡手稿》（Erste Württemberg-Schrift，以区别于 1817 年的第二部）中，卡尔·黑格尔（Karl Hegel）——根据手稿上铅笔做的标注可以证明——已经只找到了“一个残篇”（R 91：“一些残篇”）。但是，由于黑格尔如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所提及的那样，将这部著作分享给了斯图加特的三个朋友，因此它仅仅是因为流传才变成残篇形式的——人们不难猜想出其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罗森克兰茨传达了这部著作“优美的开头”；不久之后，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又根据他仍保留的一份抄本补充了一些其他的段落。

罗森克兰茨报道了这部著作标题的变更，但不精确且不正确。在黑格尔最初标记的标题“市政官员必须由公民选举产生。致符腾堡民族。1798年。”（Daß die Magistrate von den Bürgern gewählt werden müssen. An das Württembergische Volk. 1798.）中，他将“市政官员”（Magistrate）补充为“符腾堡的市政官员”（Württembergischer Magistrate），并且他也未能表明黑格尔在撰写这篇宣传册的过程中已两度更改了此标题：首先是将“由于阶层”（Daß die Stä[nde]）改为“市政官员”，随后将“由民族”（vom Vol[k]）改为“由公民”（von den Bürgern）。作为有效的标题他给出了：“论符腾堡最新的内部状况，特别是论市政官宪法”（Ueber die neuesten inneren Verhältnisse Württembergs, besonders über die Magistratsverfassung）。海姆早就指出，结尾处必须是：“论市政官宪法的弊病”（über die Gebrechen der Magistratsverfassung）。但最重要的是，罗森克兰茨掩盖了之前提到的原始标题已经被他人之手划掉并被第二个标题所替代的事实。甚至“致符腾堡民族”的献词也不是黑格尔所为，而是被他人之手划掉并最初替换成了“献给符腾堡的爱国者”（Württembergers Patrioten gewidmet），然而这一替换随后又被划掉了。这一标题的更改很可能揭示了政治形势的变化，并揭示了因此造成的著作论证的内部转变：从要求由公民选举产生市政官的政治诉求，转变为对符腾堡内部状况的一番考察。

(2) 在从伯尔尼前往法兰克福的途中，黑格尔在 1796/97 年之交在斯图加特停留了几周，并发现那里的政治局势极其紧张：为了批准征收新的赋税，公爵于 1796 年 9 月 22 日召集了自 1770 年以来的首次州议会。为了筹集必须向法国支付的战争赔款，这笔赋税是必需的。然而，州议会的召集只会加剧本来就已经白热化的冲突：公爵和“各阶层委员会”（ständischem Ausschuß）之间早先存在的紧张关系，现在又叠加了公爵和州议会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在 1797 年底弗里德里希公爵上台后，这场斗争尖锐到了极点。

(3) 这部著作现存不多的几个片段，无法让人清晰地了解黑格尔在这场冲突以及今天被汇编成 18 卷、共 168 篇的“州议会政论文章”（Landtagspublizistik）背景下的立场；黑格尔的图书馆里也有几篇这样的文章（Lucas 1983, 80）。因此，对于邦国历史的研究者（Hölzle, Vopelius-Holtzendorff）来说，黑格尔的这些残篇仅仅因为其作者响亮的名字而具有关注的价值。罗森克兰茨传达的引言部分局限于一般性的考察。其中也包括我们在《关于沃州与伯尔尼城昔日国家法关系的密信》中已经了解到的要求——放弃渺小的私人利益并“践行正义”——但在到底什么是公正的这类具体问题得出之前，各方对此一向是能达成一致的。同样能取得共识的还有这样一个命题：“如果必定发生一场改变，那么一定有什么东西会被改变”。然而黑格尔认为必须说出这一“赤裸裸的真理”，以便唤起人们对这种差异的意识，即必要的改变是伴随着“必定要发生的一种恐惧感”而被感受到，还是伴随着“愿意去实施的一种勇气”去完成——这是一个修辞学的公式，熟悉古典时代的人大概会联想到塞内卡（Seneca）的一句话：“命运引导愿者，拖曳不愿者”（ducunt volentem fata, nolentem trahunt）。相反，引言既没有回答是否真实存在假定的“改变之必然性”（GW 2.104；在 1842 年，这将成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一个纲领性公式），也没有回答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如何行动。

着眼于随后海姆手头还有抄本的那几部分，海姆证明，黑格尔“以熟练的笔触”分析了符腾堡宪法的薄弱环节以及由此产生的滥用职权现象。他的“批判性证实”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他的改革方案却陷入了疑虑之中，由于他引用了英国反对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关于习惯自由的英国人（可以赋予其更多自由权利）和被专制主义僵化的法国人（作为符腾堡人的类似物）之间的区别，在政治上提供了保障：或许不明智的做法是，“突然将代表选举的权利移交给未被启蒙的、习惯于盲从并且依赖瞬间印象的群众”。在主导性的局势下“大众的选举只会导致我国宪法的彻底覆灭。最主要的事情是，将选举权交到由那些不受宫廷影响、既有启蒙思想又正直的人士组成的一个团体手中。但是我不明白，人们究竟能从哪种选举方式中期望得到这样一个集会，即使人们将主动和被动的选举资格规定得再怎么仔细也是一样。”因此海姆看到了一个未解决的对比：黑格尔著作的一面是“针对过去统治权与地区之间签订的契约的内容及其后果的极其积极且详细的论述”，并伴随着对通过卡尔·欧根公爵（Herzöge Carl Eugen）和弗里德里希公爵腐蚀的官员、律师和顾问（大概尤其是高级顾问阿曼杜斯·斯托克迈尔 Amandus Stockmayer d. Ä.）以及公爵本人最高层的尖锐批评，公爵“基于先祖的远见卓识（ex providentia majorum）将一切权力集于自身，对于他能否承认与敬重人权并没有提供任何保障”；但是另一面则是他坦承束手无策，只要局势依然保持原样，他就找不到出路，并且寄希望于历史的发展本身将找到理论家的预测力量所无法洞悉的出路。于是海姆总结道：黑格尔的“诉求在对实际状况作为所有改革的必要前提的认知面前变得迟钝了，而他的改革热情就像他充满激情的演说情致一样，转变为了无知的屈服和理论上的不知所措。”类似的情境也将表征黑格尔最后一部政治著作——《论英国改革法案》（Reformbill-Schrift）（见第 II.8.9 章）。

(4) 关于黑格尔与其他对符腾堡状况持批评态度的人的个人关系，只有少数确切的消息——除了甚至连黑格尔的妹妹都卷入了革命环境，以及黑格尔传递了一封密谋信件之外（Birkert 2008）。诚然，辛克莱尔（Sinclair）自 1798 年 5 月以来就与“爱国者”的核心人物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巴兹（Christian Friedrich Baz）成为朋友——但到那时黑格尔的著作至少应该已经接近完成了。可以肯定的是，辛克莱尔、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曾谈论过所有这些令人激动的问题——但只要这种假设无法具体化，它就仍然是没有内容和没有结果的。——罗森克兰茨报道说，黑格尔把他的著作分享给了斯图加特的三个朋友：“这些人向他提出了关于适当修改的几个暗示，进一步充实了他的材料，但最终建议放弃出版，因为这部著作不仅无济于事，在当时的统治环境下反而会造成损害。”人们必须由此推断出存在着更为详尽的通信联系，然而这些通信已遗失；罗森克兰茨也没有透露朋友们的名字（是出于政治原因吗？）。这些通信所提供的视角对于了解黑格尔著作的主题范围也贡献甚微——例如，关于他是否对各阶层拥有独立外交政策诉求发表过意见，它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这可能只在扩大符腾堡版图的倾向上与公爵的政治达成了一致）。只有在一个方面，这些通信允许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黑格尔大概提出了州议会定期举行会议的要求，因为其中一位朋友在 1798 年 8 月 7 日对此持怀疑态度：“只要”（这里再次出现了海姆指控的“只要”）“顺便说一句，没有对立法意图做出其他安排，即使州议会举行多次会议，其结果也只是像在 27 年里举行一次会议一样。这些会议不过是给受骗的民族增加的新负担。此外，你非常普遍地提出的罢免各州代表的说法，也是绝不是任意的（nichts weniger, als willkürlich）。”面对由于陷入僵局而无出路的国内政治局势，这一“建议”本身就暴露出一种深深的不知所措。

此外，由于外部政治的问题，内部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因为法国人的行为在符腾堡的“爱国者”看来只能是背叛。督政府和拿破仑破坏了“符腾堡的爱国者”与奥热罗（Augereaus）将军参谋部约定好的起义计划（Bertaux 1969, 97），而且除此之外，法国人出于军事和同盟战术的原因自 1796 年以来也不再支持革命潮流；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坎波福尔米奥（Campo Formio）和约以及拉施塔特（Rastatter）会议上的兴趣完全转向了获取领土，首先是莱茵河左岸。因此，在给黑格尔的信中进一步写道：“这个伟大民族的代理人把人类最神圣的权利暴露在敌人的蔑视和嘲弄之下。我不知道有哪种复仇能与他们的罪行相称。在这些情况下，公布您的文章对我们来说弊大于利。”（R 91）——黑格尔自那时起很少使用他在伯尔尼后期的手稿以及在《第一部符腾堡手稿》（Haym, 67）中熟练使用的“人权”的说法，这大概并非巧合（Arndt 2001）。

初版： Fragmentarische Überlieferung durch Rosenkranz, R 91–94, und Haym: Hegel und seine Zeit, 65–68, 483–485; Hegel: Kritik der Verfassung Deutschlands. Aus dem handschriftlichen Nachlasse des Verfassers hg. von Georg Mollat. Nebst einer Beilage. Kassel 1893, 138–143. – 文本： GW 2.99–109. – 文献： R 90–94; Rosenzweig: Hegel und der Staat (1920), Bd. 1.54–63; Erwin Hölzle: Das alte Recht und die Revolution. München / Berlin 1931, 181–184; Hočevár: Stände und Repräsentation (1968), 137–147; Bertaux: Hölderlin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1969), 96–103; Hans-Christian Lucas: »Sehnsucht nach einem reineren, freieren Zustande«. Hegel und der württembergische Verfassungsstreit. In: Jamme / Pöggeler (Hg.): »Frankfurt aber ist der Nabel dieser Erde« (1983), 73–103; Barbara Vopelius-Holtzendorff: Das Recht des Volkes auf Revolution? Christian Friedrich Baz und die Politik der württembergischen Landstände von 1797–1800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Hegels Frankfurter Schrift von 1798. Ebd. 104–134; Andreas Arndt: Zum Problem der Menschenrechte bei Hegel und Marx. In: Konrad Wegmann u. a. (Hg.): Menschenrechte: Rechte und Pflichten in Ost und West. Münster 2001, 213–236; Birkert 2008, 100–124.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3.4 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片段 (1795–1800)

(1) 并不是某个不可归责的命运的恩赐或不幸导致了黑格尔的政治小册子只有一份简短的残篇原稿流传下来，而他的宗教哲学研究却有数百页之多。这种不一致毋宁说是一个精心挑选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部分是由黑格尔本人、部分是由他的继承人实施的。黑格尔销毁其关于符腾堡状况的政治小册子的根据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仅宗教哲学研究的丰富流传，而且其中流传材料的呈现形式，都要归功于其继承人和后来的编辑的挑选意图：它不仅把黑格尔塑造成《神学早期著作》的作者，而且还硬塞给他一部名为《基督教的精神》的主要著作。赫尔曼·诺尔，这些手稿的（在保罗·罗克先前的尝试之后）首位编者，对这两个——影响深远的！——书名负责，毫无疑问，他凭借这两个书名为20世纪初开始的“黑格尔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尽管他在“序言”中还谈到了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但在书名中却用了《神学早期著作》，并且他还将其编辑工作（“除了完全实施的按时间顺序排列之外”）的“主要成果”视为“重建黑格尔关于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的最美著作之一”（N V）。但是，这个命题在两个方面都具有误导性：黑格尔既没有写过一部“著作”，也没有给它起名为《基督教的精神》。这两者都是赫尔曼·诺尔编辑想象力的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后一个书名要归功于一种再创造，即受到了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第四集《基督教著作》书名的启发：《论基督教的精神。附录一些相关内容的论文。》这个据称是黑格尔的书名在接受史中扎根之深，也表现在一个滑稽的情况中，即直到最近，黑格尔（！）选择这个赫尔德式的书名还被当作他依赖赫尔德的证据（尽管黑格尔完全不认同赫尔德关于“精神”与形态之间关系的构想）。

然而，如前所述，黑格尔不仅没有将他的任何著作命名为《基督教的精神》（也没有将其中的某些部分用类似的结构命名为《犹太教的精神》）；他既不知道这种精神，也不知道那种精神，而且他也根本没有写过诺尔——效仿赫尔德的做法——所命名的那部“著作”。我们在这一时期从黑格尔手中得到的，是大约二十个残篇，在主题和完成度上各不相同，在充分阐述并修改过的文本和圣经出处记录之间摇摆不定，在主题上部分多次重叠，部分则在很大程度上残缺不全。黑格尔也没有提供关于这些残篇的计划次序的任何提示。相反，诺尔却把它们作为他所谓的“重建”黑格尔“著作”的基础，并且对于那些不愿服从这种“重建”的内容，他按照普罗克鲁斯忒斯的成熟先例进行了删减，并将其放逐到“附录”中——即使这涉及像“一种信仰被称为实定的”或“为了什么目的”这样在哲学上特别重要的残篇（GW 2.5–7或83–95）。

鉴于这一发现，诺尔在进行他的“重建”时很大程度上不顾残篇的年代顺序，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全都没有标注日期——顺便说一句，这是黑格尔将它们视为“工作材料”的另一个迹象；因为对于他认为已经完成的手稿，他当时也标上了日期。虽然诺尔声称，来自更广泛背景的——少数！——有日期的文本提供了“黑格尔笔迹发展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图型，[…]它使得以一种近乎数学般的确定性对其他手稿进行分类成为可能”。这充其量只适用于图宾根（？）、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文本的粗略划分；然而，诺尔对《基督教的精神》的年代测定，更多是基于考虑黑格尔——在其他工作的挤压下——何时可能有时间来做这件事（N 405）。但是，吉塞拉·许勒沿着诺尔的字母统计学足迹所制定的年代学在这里也收效甚微——并且应该承认，她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Schüler 1963, 151 f.）：这些简短的、部分以完整书写、部分以微小标题和页边批注形式存在的——因此完全无法比较的——文本，根本无法在字母统计学上进行评估。此外，黑格尔通过多次抄写，不断制作出往往只有微小差异的新版本，甚至那些必须费力剥离出来的个别残篇，也是由来自不同时期的材料组成的。因此，最近出版的这些残篇的历史考证版（GW 2）以伊娃·齐舍和迪尔克·施尼特格引入黑格尔研究的水印分析为导向。它也不能解决所有的测年问题，但它能以很高的确定性为每一张纸页提供下限（耶什克 2015）——由此，以往的字母统计学测年法被抛入了无稽之谈的境地。作为许多已完成的修订的代表，这里只列举应用这种方法的一个结果：以前被定年为法兰克福时期中期，并被当作受荷尔德林影响的证据的残篇，现在被证明早已在伯尔尼写下。由此，尽管伯尔尼岁月和法兰克福岁月之间过去被假定的鲜明转折并未被完全扬弃，但却被一定程度地夷平了。

与至少在伯尔尼时期晚期开始的著作（GW 2.3–13）相比，法兰克福岁月的最初文本已经显示出明显改变的特征。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早先的提问，即它们现在详细地把实定性的根源追溯到《新约》之前，并在犹太人的思维活动中发现它，最终将其追溯到因一场自然灾难即大洪水而丧失对自然的信仰（大洪水在此作为一个可确定年代的事件起作用，正如当时在弗兰斯·赫姆斯特休斯的《阿列克西斯》（JWA 5.7–102）以及荷尔德林那里那样；参见 Kondylis 1979, 69,468）。由这场灾难引起的“与自然的分裂”激发了获得“对自然的统治”的不可抗拒的愿望——由此，所有进一步解释的范式就确立了。作为这种停留在对立中的思维活动的进一步结晶点，黑格尔论述了亚伯拉罕和摩西——摩西在祭司学校和埃及宫廷中受过教化，并在孤独中制定了解放他的人民的计划，而他的人民则在使命意识和背道之间摇摆不定，并且只能通过强制来受到约束。对这种思维活动更具特征性的是亚伯拉罕的形象，这位游牧者将自己从与自然的联结中挣脱出来——他离开祖国，在作为其“崇高的”、“无限的客体”即其神性的镜子中直观自己的保存本能（这其中同时蕴含着游牧宗教社会学以及费尔巴哈式投影理论的出发点）（GW 2.29–31, 17 f., 35–40）。黑格尔甚至将决定亚伯拉罕命运的分裂行为与麦克白的命运相比较（GW 2.78），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当时的莎士比亚译本将这一命运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然而，与麦克白的形象不同，这种分裂行为对于由他建立起来的民族及其宗教来说，也依然具有建构作用。正如亚伯拉罕因为不愿去爱而撕裂了他与同胞及自然的关系一样，他的民族也依然固执于对敌对的自然以及包围它的各民族的“严格对立”之中——对立于一个被一位“异己之神”（GW 2.41）所统治的“绝对对立的世界”（正如黑格尔以反马吉安主义的方式使用了一个马吉安主义术语）。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分享这位神；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身边有任何其他神存在，他是一个不可见的绝对客体——正因如此，人在面对他时便主张自己是绝对主体。在这种关系中，黑格尔看到了“可以说是唯一的综合，而属于此的各种反题，一方面是犹太民族，另一方面则是整个人类和世界。”（GW 2.48）因此，犹太民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被“仇恨的恶魔”（GW 2.57）、被“人类之恨（odium generis humani）”（GW 2.70）所统治，而且犹太民族所有后来的“状态，直至其当今仍处的那个最寒酸、最卑劣、最糟糕的状态，都不过是他们最初命运的次序和发展”，他们长久地被这种命运所虐待，“直到他们通过美的精神与它和解，并由此通过和解将其扬弃”（GW 2.67）。这一预测原本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同化于基督教来实现解放的呼吁——如果不是扎根于犹太人思维活动中的对立也成为其命运的话：耶稣“克服命运总体的崇高尝试，因此不得不在他的民族中失败，而他自己则成为其一次献祭。”（GW 2.331–336,35–78）

(2) 这种对以色列的解释的概念视野，不再是对纯粹道德宗教范围内实定性起源的追问，而是分裂与联结的对比。狄尔泰将这种转变理解为黑格尔从康德主义向“神秘的泛神论”的转向（43–187），并抱怨沙夫茨伯里、赫姆斯特休斯和赫尔德对黑格尔的影响无法通过引文来证实（148）。亨利希对这一狄尔泰仅触及的传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绘，将其视为源自柏拉图源泉的联结哲学，并在沙夫茨伯里、赫姆斯特休斯的《论欲望之信》、赫尔德的《爱与自我》以及席勒的《尤利乌斯的神智学》甚至荷尔德林的《许珀里翁》中证明了它是决定性动机；孔狄利斯（261–409，450–529）广泛地阐述了这些联系，而半瓦森最近则强调了黑格尔法兰克福构想的新柏拉图主义背景。（然而，奇特的是，孔狄利斯（501）依然将黑格尔法兰克福文本的基调描述为“毫无怀疑是启示录般的”——因为黑格尔在梳理多处圣经段落时曾经引用过马太福音 4,17。）

从黑格尔当时对荷尔德林以及后者经过费希特洗礼的思维活动的熟悉程度中，我们可以把握，从法兰克福岁月之初起，他就以联结哲学取代了康德式和费希特式的实践哲学——因而首先用“爱”取代了“道德”（迄今其宗教解释的主导概念），紧接着直至法兰克福岁月晚期用“生命”取代，最后在耶拿用“精神”取代。先前关于“道德对实定性”的种种对比现在本身也在联结哲学的思想视野下被解释：“实定性”，先前作为一种宗教中不能消解于道德的规定性，现在被理解为不可联结之物的联结（GW 2.97），而康德意义上的“道德”现在对黑格尔来说则被视为统治，“是个体屈从于普遍者，是普遍者战胜其对立的个体”。然而，在正确理解下，它应当是“个体向普遍者的提升，联结——通过联结扬弃对立的双方”（GW 2.116）。现在，黑格尔循着席勒《秀美与尊严》的足迹——用“倾向”、用“情意”补充了康德式的义务诫命。但是，由于黑格尔克服了法则与倾向的对立，并将其和谐一致思考为“法则的成全（πληρωμα）”，康德的道德术语对他而言整体上变得不再有对象了：这种和谐一致是“生命，而作为差异者的关系，即是爱”（GW 2.159）。

这个在法兰克福岁月之初新获得的爱之概念的体系性分量，迫使黑格尔进行更精确的分析，以及对潜在误解的预防性防御：作为生命的联结，爱以分裂为前提，并且衔接点越是多种多样，爱就能越是内在——但也同样适用的是：它越是内在，“它就越具有排他性，对其他生命形式就越是漠不关心”；它将自己分离出去，甚至为了加深内在性的利益而为自己创造敌意。单单这一洞见就禁止黑格尔将这种爱与“关于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华丽理念的造作与平庸”（GW 2.284）混为一谈；他认为这是“那些时代的典型发明，它们不得不针对一个思想之物提出理想的要求和德行，以便在这些被思考的客体中显现得相当华丽”（GW 2.229）——这一旁敲侧击特别适用于席勒的《欢乐颂》，黑格尔在伯尔尼时还曾与朋友们一起唱过这首歌（见第 I.2.2 章）。

这些法兰克福岁月的残篇部分地以多个版本存在，其首位编者将它们混合在了一起；部分地，它们——就像残篇《道德、爱、宗教》——很难是一气呵成的：它的开头以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实践部分的概念性为导向，可能稍晚一些的续篇（“宗教，创立一种宗教”）则以联结哲学为导向（Kondylis，444，451，比较 GW 2.5–7 对比 8 f.）——第二个残篇可能是对一个在伯尔尼开始的文本的法兰克福补充。即使在历史考证版的基础之上，黑格尔新概念性的形成也往往无法以所需的规定性加以追踪，因为黑格尔后来多次补充了他的手稿。他似乎已经在法兰克福的头几个月里引入了爱之概念——作为自然与自由、主体与客体的联结——作为一个宗教哲学的基本概念：“宗教与爱是统一的。”（GW 2.97）另一方面，宗教并不仅仅是与客体合一；宗教关系需要一种客观化——在这里也可以谈论“投影”：“这种通过想象力转化为本质的爱，即是神性”（GW 2.9）。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将“宗教”理解为一种超越了“爱”的关系：“情意扬弃了诫命的客观性实定性；爱扬弃了情意的界限；宗教扬弃了爱的界限。”（GW 2.123）爱与宗教之间的这种区分影响了黑格尔对圣餐作为爱之宴的解释：“爱还不是宗教，因此这餐饭也不是一种真正宗教性的行为；因为只有一种通过想象力而被客观化了的爱之联结，才能成为宗教敬拜的对象”（GW 2.232）。黑格尔在另一个语境中重复了同样的思想：“这种爱（即会众成员彼此之间的爱）是一种神圣的精神，但还不是宗教；它要成为宗教，必须同时以客观的形式呈现自身；它，一种感受，一个主观的层面，必须与被表象者、与普遍者融为一体，并由此获得一个可受崇拜和值得尊崇的本质的形式。”（GW 2.302）然而，对于这个从“联结思想”（在一种最初未发展的合一之展开的意义上）出发去思考的爱之概念，黑格尔对立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爱之概念，它包含反思的概念（从逻辑上说：非同一之物的概念）作为其内在补充——并且这个发展了的爱之概念把自我毁灭的反思之片面性的概念以及未发展的合一之概念都在其自身中扬弃了。“（反思与爱联结了起来，——因此宗教性即是爱的成全（πληρωμα），两者结合起来思考。）”（GW 2.246 f.）在这一关于宗教性的思想中，达到了一种概念关系，其中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的逻辑结构已经成型。

(3) 黑格尔运用这套概念工具不仅来解释犹太教，而且也解释基督教的宗教：他将其解释为耶稣试图通过爱来联结他在其民族中发现的种种分裂，通过主观性来克服诫命的奴役，并“重新恢复处于其整体性之中的人”（GW 2.153）。这种意图中的恢复并不能仅仅通过用道德自律的思想去对立道德诫命的实定性或合法性来完成：因为这样一来，先前的外部统治只是被一种内部统治、一种“在自身法则之下的部分奴役”（GW 2.224）所取代：“对于特殊之物、冲动、倾向、病态的爱、感性，或者随人们怎么称呼它，普遍者必然且永远是一个异己的、客观之物；仍保留下一种不可摧毁的实定性”（GW 2.152）。爱之思想从反对统治，也反对道德法则的内部统治，即反对“康德式德行的自我强制”（GW 2.224）的对立中获得了其轮廓。耶稣在黑格尔的《耶稣传》中是一名严格遵守规矩的康德主义者，在《实定性手稿》中已经与宗教的纯粹道德解释保持了显著距离，现在则完全变成了一个反康德主义者：他不布道对法则的敬重，而是——在对马太福音 5,17 的重新解释中——作为那个成全法则并由此作为如此扬弃法则的人出现：通过法则的成全（πληρωμα），倾向与法则的和谐一致，这就是“生命”（GW 2.158 f.）。

黑格尔对康德式道德的统治意义的转向，在解释（如他所知：由多重传说结合而成的）故事时变得尤为直观，即“那位著名的美丽的女罪人”抹大拉的玛丽亚用珍贵的哪哒香膏膏抹了耶稣的脚。面对法利赛人西门针对其生活作风的诽谤之词，黑格尔突出强调了门徒们的观点，即这香膏本可以卖了施舍给穷人，这是一种“高尚得多的、一种道德的利益”。然而，门徒们也未能免于他的批评：“他们精打细算的明智，他们与知性结合在一起的刻意德行只是一种粗鄙；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把握这美好的情境，甚至还冒犯了一个充满爱的心灵的神圣流露”，这一心灵在耶稣身上做了一件“美好的事业”（GW 2.221 f.）。

针对在道德关系中通过统治与被统治对人类生活的调节，黑格尔现在让耶稣对立以“生命的纯粹感觉”。作为此种感觉，它逃避了概念的固定化。“爱神即是在生命的全体中在无限中无拘无束地感受自我”（GW 2.231）。存在于这种感觉中的神圣性就是纯粹的生命，因此，“当谈论它或属于它的东西时，其中不得包含任何对立之物；并且所有关于客观之物的关系或针对其客观处理的活动性的反思表达[必须]被避免”。“因此，关于神圣事物只能在热情中谈论。”它仅通过其作用、即相爱的“精神的联结”而在场（GW 2.250 f.）。在意识关系的对立中它是无法被固定的。为了思考纯粹的生命，有必要“消除所有的作为，消除人类曾经是或将要是的一切”——即紧紧抓住其纯粹的当下。但黑格尔在此两次用“纯粹生命”或“纯粹生命的意识”分别替换了“自我意识”或“纯粹的自我意识”，这并非偶然，并且他依然用虚拟语气说：“纯粹生命的意识本来会是对人类所是之物的意识”——但这并非在对所有规定事物进行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的，那样的结果只是一种“否定的未规定之物”。人们可能会试图将这种“纯粹生命”表达为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统一，或是神圣本性与人类本性的实体性统一——但即使是这些用语，在语言上依然巩固了它们宣称要克服的那种差别。“纯粹的生命即是存在。”（GW 2.248）孔狄利斯和鲍姆此外还指出，如果人们不在这背后（因此也在荷尔德林的生命概念背后）听到雅可比的“爱的基本思想，即爱作为生命在活生生者彼此关系中的自我体验，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上帝的呈现”——即使不考虑雅可比的“有神论创造形而上学”，而是以雅可比的泛神论公式为背景，即上帝是一切定在中的存在（JWA 1.39,117; Baum, 47 f.; 参见 Kondylis, 513），黑格尔关于这种“存在”以及“生命”的论述必然仍将“几乎不可理解”。

当然，随着这种纯粹生命的感觉被定位在耶稣的神人统一的意识中，这种感觉的历史性失败就如同《实定性手稿》中耶稣的纯粹道德思想的失败一样已成定局；这种解释甚至不需要修改。黑格尔在这里也把这种联结失败的条件视为耶稣的文化环境，但他将它们表达得比以前激烈得多：“在精神关系上如此贫乏的犹太教化”迫使耶稣将最精神性的东西强行塞入属于“枯燥的现实性”的语言表达之中（GW 2.251 f.）。由于“生命的污染”，即在“犹太的权力之下”受囚禁，耶稣只能将上帝之国带在心中（GW 2.293）。“上帝的理念也许还能被升华，但犹太的原则始终存留：那是思维活动与现实性的对立、理性与感性的对立，是生命的撕裂，是上帝与世界死气沉沉的关联，一种只能被当做活生生的关联来理解、且在这种关联中对于关联双方的关系只能作神秘谈论的结合。”（GW 2.257）无限的精神“在一个犹太人灵魂的牢房中没有空间”（GW 2.267）。

(4) 在一种甚至在历史上都不再能对黑格尔后来的体系思想做出公正评价的哲学史处境中，狄尔泰的论断产生了教条化的影响，即黑格尔“没有写过比”这些法兰克福岁月的宗教哲学残篇“更美的东西”；在这些残篇中显现出“黑格尔全部历史天才的初生鲜活，并且尚未受到体系的束缚”（Dilthey 1905, 68）。因此，受他启发的研究所做的，不仅是对诸多现在看来确实不美、甚至完全无法接受之处做出了默默的慷慨宽容；而且还把黑格尔的文本理解为一个“美好的事功（καλὸν ἔργον）”，理解为一部既超越了康德式的分裂，又优于后来据称僵化了的体系的“美好著作”，而根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荷尔德林的《许珀里翁》和《恩培多克勒》中的联结哲学所获得的概念性，在多大程度上被证明是一套在宗教哲学上富有成效的工具。

然而，那些被引用的、针对犹太宗教的不可原谅的措辞全都出自黑格尔的法兰克福时期（在始于法兰克福的《论德国宪法》中有一种较弱的回响，GW 5.158），单单这一情况原本就可以作为一个警告。在伯尔尼时他将之视为犹太教中一种共和主义传统之迹象的历史特征（GW 1.371），他现在却将它们解释为犹太狂热的最后挣扎（参见 GW 2.285）。诚然，人们可以将这归因于一种地方性的条件，即黑格尔可能直到那时才更密切地接触到犹太人的生活——尤其是因为法兰克福的犹太人隔离区在1796年被战火摧毁，犹太人口不得不被临时安置。但是，黑格尔在这里对犹太宗教如此缺乏理解且在历史上站不住脚的贬低，正是联结思想在宗教理论应用上那脆弱逻辑的概念性结果：它预设了隔离和分裂作为一种历史实在性，以便能够在体系上令人信服地引入从完全异质源泉中产生的联结思想——这类似于黑格尔在伯尔尼的解释中纯粹道德的思想预设了单纯的实定性，或者就像一般在宗教史的语境中，救赎思想只是次生性地产生了把世界解释为一个正等待这种救赎的世界的看法。黑格尔归咎为宗教联结纲领失败的偶然-文化根源，反而必须被认识为结构性根据，这些根据部分出自联结哲学的逻辑，部分出自一般宗教关系的逻辑。

黑格尔对耶稣命运解释的这种双重决定，反映在其双重对立中：反对犹太民族的“守护神”（GW 2.275）和反对“世界”。对爱与联结原则在耶稣形态中的严格聚焦，首先使旧约之约堕落成了“仇恨的旧约”，正像另一方面它将以色列人周期性背离去侍奉巴力神粉饰为“更美的精神”之追寻一样（GW 2.68）。相反，耶稣关于他与上帝统一的意识则产生了其与“自然”和“世界”的对立，作为那种统一的结构性补充：“因此，耶稣的存在就是与世界的分离，是逃避世界进入天界”（GW 2.296）。但是这种对立并不能被把握为第一种对立的次序。

但在审视基督教社群的形成时，黑格尔极其敏锐地看到，一种归功于将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的联结，会使对立结构永久化并仍然陷入否定的境地：“他们盟约的本质就是从人群中分离出去以及他们彼此相爱；这两者是必然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爱不应该是也不能是个体性的联结，而是上帝之中的联结，并且唯有在上帝之中，在信仰中唯有那种与一个现实性相对立的东西才能联结起来”。相反，与世界的关系依然带有“对其接触的恐惧[…]，对每一种生命形式的恐惧”之特征，因为每一次与世界的客观性相妥协，都将导致与上帝的分裂（GW 2.298）。因此，耶稣所生活的，而且尤其是他所创立的联结，永远是部分失败的，这出于逻辑根据，而非由于福音书作者的犹太教化。黑格尔本人曾暗示过对这种结构的洞见，他承认，为了爱的缘故，“它有必要使自己分离，它甚至为自己制造敌意”（GW 2.283）——类似地，黑格尔对福音文本的联结哲学的解释也必然为他自己制造了敌意。

(5) 黑格尔在后来基督教宗教的几个主题上分析了联结的这种失败。在圣餐的象征性行为中，“吃喝的行为——与耶稣精神中合一的感觉应当交融在一起；但是事物与感受，精神与现实性并没有混合在一起”；“总是有两样东西存在，信仰和事物，默祷思忱和视觉或味觉”（GW 2.241 f.）。“一种神圣的东西，既然它是神圣的，就不可能以一种可吃可喝的形态存在”；“本来承诺的是某种神圣之物，而它却在口中消散了”（GW 2.241,244）。

正像在圣礼教义中那样，精神与现实性的联结在基督论中同样——并且是以双重的方式——失败了。耶稣与其上帝联结的意识被误解为“耶稣的本质与那些信仰他并成为生命、自身内部也有神圣性的人的本质差异”（GW 2.272），并且耶稣“反对人格性，反对与其完美的信徒相对立的其本质个体性，反对一个人格神的思想，即认为其存在的绝对特殊性会是针对他们的根据”的一切抗议，都消失得无影无踪（GW 2.274）。而在耶稣死后，在耶稣身上被直观到并被死亡所毁灭的纯粹生命，在复活者的形象中，“在这种成型的爱中”，确实找到了一种满足宗教需求的形式。然而，在这一“神化（Apotheose）”，在“封神（Deifikation）”中，复活者的形象还被加入了某种“完全客观的、个体的成分”，它“总是像铅块一样挂在被神化者的脚上，将他拉向地界”：也就是本来“在坟墓里脱去的现实性和个体性的外壳”。虽然希腊人仅仅为成为了神的赫拉克勒斯献上祭坛，基督徒却连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也予以跪拜祈祷。“正是这种可怕的结合，几个世纪以来，让数以百万计寻找上帝的灵魂为此挣扎和饱受折磨。”然而，与一个个体的联结永远是不可能的（GW 2.309–311）。

(6) 黑格尔这句话中所表达的评价的有效性，其依据在于联结思想被证明并证实为一个宗教哲学的核心概念。但是，这甚至不能在希腊的人民宗教中被预设。此外，似乎黑格尔通过无视《旧约》和《新约》传统的其他部分，买到了他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例如，他完全忽视了保罗神学。最后，他的联结哲学视角恰恰将以色列宗教的那个特征置于了一项全面裁决之下，而这一特征在近代往往被视为该宗教在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化成就的标志：用联结哲学的术语来说，世界的祛魅仅仅显现为制造分离的知性反思的一个根本性失误。这种知性反思也完全可能服务于生命，这一点可以借用黑格尔选择的一个例子来直观地说明：例如，与知性思维活动相对立的“活生生者们的活生生关系”会导致个体与整体即其部落的同一，从而造成“对于这样一个自然的、未分裂的民族”进行战争时，“每一个个体都会被极其残忍地杀死”，而“在当今欧洲”，“战争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存在于每个人之外的整体”（GW 2.257 f.）——这是战争的人道化，尽管从联结哲学来看，这确实代表了一种缺陷。

独立于联结哲学的切入点，黑格尔对基督教宗教的分析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方法论上堪称典范的：即他将宗教思想的“真理”与能够通过历史研究获取的历史实在性意义上的“现实性”区分开来（GW 2.322）。对于作为“莱辛知己”（Br 1.21）的黑格尔来说，宗教不能建立在历史真理的基础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宗教中关心的不是历史事件，而始终是“它在犹太人的想象和追忆的生命中是如何存在的”（GW 2.44）。“因此，这并没有谈论”历史意义上的现实性（GW 22.219）。无论如何，宗教所报道的“事实（Facta）”仅出自圣灵降临在见证人身上之后的那个时代（GW 2.323）。圣经的见证并非历史文献；它们首先要归功于圣灵的浇灌；用现代的话来说——它们提供了一幅宣信的（kerygmatisches）历史图像，而不是一种历史的现实性。

(7) 类似于伯尔尼的《实定性手稿》残篇，关于基督教宗教的残篇也包含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哲学旨趣的部分。类似于那里的关于国家教会法的论述，这里也存在一个关于“犯罪、惩罚与和解”主题的离题论述（GW 2.179–211）。在内容上，它更涉及罗森克兰茨所流传的、上文（见第 I.3.3 章）提及的关于普鲁士《一般邦法》中刑法奠基的论述，并且它也预示了《法哲学原理》中后来关于犯罪和惩罚的理论。然而，它与此的区别在于，它将犯罪和惩罚的主题嵌入到“生命”的语境之中：“犯罪是对自然的破坏；由于自然是合一的，所以在破坏者中所破坏的东西就如同在被破坏者中所破坏的东西一样多。”（GW 2.181）“惩罚是一条被违背的法则的作用”（GW 2.188），而在这一领域，犯罪和惩罚的对立是不可克服的，和解是不可能的——但是“惩罚作为命运，是对罪犯自身行为同样的副作用”（GW 2.188 f., 192）；在命运中人认识到他自己的生命，它“唤起了一种对失去的生命的渴慕。”（GW 2.194 f.）——在另一点上，黑格尔这几年受过康德、《一般邦法》和斯图尔特训练的法权哲学旨趣也压倒了其宗教哲学旨趣：他认为，诸如蔑视财富之类的宗教要求是“一种只有在布道或韵文里才能被原谅的连祷，因为这样一种要求对我们而言不具有任何真理。财产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关于它的反思如果是可以忍受的，那么它与我们的分离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GW 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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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论宗教。两个片段

(1) 在他编辑出版的《早期神学著作》（Theologische Jugendschriften）中，赫尔曼·诺尔（Herman Nohl）将一份长篇手稿的两个残篇置于《体系残篇》（Systemfragment）的标题之下，黑格尔在手稿末尾注有日期：“1800年9月14日”。由于现存的这两叠对开纸（Bogen）分别标有“hh”和“yy”的序号，原文本的篇幅很可能包含了将近两个分别由24叠纸组成的“字母表”（Alphabet），即一个以“a, b, c”等标号，另一个以“aa, bb, cc”等标号的序列，总计约47叠对开纸——相比之下，《实证性论文》（Positivitätsschrift）只有19叠纸。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早先已从这两个残篇中引述了大量摘录（R 94–99；并非如他错误写道的那样，仅仅出自9月中旬完成的“结尾”）。尽管他将这些摘录置于黑格尔“对实定的（positiv）宗教概念的批判”的语境中，但他已经考虑过，黑格尔在这份手稿中是否“在与其整个哲学的体系（他在那些年里正致力于此）的关系中发展了宗教的概念，这份手稿还有一些[……]用字母标号的对开纸存世”（R 94）。海姆（Haym）也同样将黑格尔在这里看作是站在其体系的“门槛”（86）上，距离进入体系仅差最后一步。

关于《体系残篇》这一标题，诺尔（N 345脚注）认为其合理性部分在于推算出的原手稿篇幅颇大，部分在于黑格尔在完成该手稿几周后对谢林（Schelling）所说的话：“青年时代的理想”必须“转变为反思形式（Reflexionsform），同时转变为一个体系”（1800年11月2日）。然而，基于目前的流传状况，这个“体系”可能具有何种形态和论证结构已无法确定；甚至不确定原手稿是否仅仅再次涉及宗教，还是确实具有体系特征，从而使这两个存世的对开纸配得上这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体系残篇》（Systemfragment）。但是，如果考虑到黑格尔在1799年底/1800年初还曾以誊清稿的形式写下关于以色列宗教的详尽展示（GW 2.331–336）（诺尔让他的《基督教的精神》以此开头），总结了许多先前的细节，同时又再次对其进行了修订，那么这两个流传下来的残篇所出自的详尽著作，很可能是一部关于“宗教”主题的连贯展示——这正是罗森克兰茨已经考虑过的（R 94）。这已无法澄清；但还应提到一件奇闻：1907年和1917年引入的这两个标题的相似性，导致所谓的《体系残篇》本身被一系列著名的黑格尔解释者直至最近仍与所谓的《最早的体系纲领》（Ältestes Systemprogramm）相混淆——这或许可以理解，因为“体系纲领”并不是一个体系纲领，而“体系残篇”也不是一个体系残篇。

(2) 狄尔泰（Dilthey，注：原文拼写有误Diltrey）正确地强调，这些年份宗教哲学残篇的特有特征在两个《体系残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41）。黑格尔很可能是在1800年初完成上述关于以色列宗教的抄写（以及必要时对关于基督教宗教残篇的进一步修订）后，立即开始了这一整体的写作。这些残篇的概念也塑造了《论宗教》的两个残篇，但它们以自由的形式在其中展开，不再不断追溯至犹太教或基督教宗教。

(3) 两个残篇中的第一个（GW 2.341–344）大约构成了整个文本最后四分之一的开端。它以熟悉的对立（Entgegensetzung）与联结（Vereinigung）的术语开始，但转而澄清其中隐含的逻辑结构：“个体性（Individualität）的概念包含着与无限杂多（Mannigfaltigkeit）的对立，以及与这杂多在自身中的结合”；个体（Individuum）的存在在于它与它之外的所有生命的关系，但也同样在于与它们的对立。对于我们的考察来说，“设定在我们受限制的生命之外的生命是一个无限的生命[……]作为多数，是组织和个体的无限多数，作为统一（Einheit），是一个单一的、有机的、分离而又结合的整体——自然（Natur）”（GW 2.342）。因此，自然是“有限性（Endlichkeit）与无限性（Unendlichkeit）的这种联结以及它们在其中的分离”；但由于自然本身并非生命，因此“考察自然的、思维着的生命”就从它的对立中提取出一个“免于消逝之物”的活生生之物，一个“全生、全能、无限的生命，并称其为上帝（Gott）”——并且也可以“称其为一个精神（Geist），[……]因为精神是杂多的活生生的统一，与杂多作为其形态（Gestalt）相对立”（GW 2.342 f.）。

通过与作为活的法则（Gesetz）的精神结合，杂多的“单个生命成为器官，无限的整体成为无限的生命之全”。然而，即便是这种单个生命的联结中也会排除“一种对立，即死物”——“但是生命恰恰不能仅仅被考察为联结和关系，而是必须同时被考察为对立”，被考察为“对立与关系的结合”。但黑格尔在此也不认为这个复杂的公式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概念解决方案，而仅仅将其视为反思之不适当的标志，因此他使用虚拟语气来引入它：“我不得不表达为，生命是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而这个公式也同样导向一个无限倒退，导向一种“没有静止点地被驱使向前”。唯有反思（Reflexion，但黑格尔在此不再这样称呼它，而是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改写它：不可忘记），这种所谓的“综合（Synthesis）与反题（Antithesis）的结合”不是一个被反思之物，“而是它对反思而言唯一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在反思之外的存在（Sein）”，才能从中解脱出来。在与这个“客体（Objekt）”（黑格尔仍然这样称呼这个存在，实际上是不准确的）的关系中，“思维着的生命”“不再思维”；它不再是法兰克福-洪堡朋友圈中与“分离”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反思，而是一种“从有限的生命向无限的生命的提升（Erhebung）”，因而是宗教，对上帝的崇拜活动（Kultus）。“哲学恰恰因此必须以宗教而告终，因为前者是一种思维活动（Denken），因而其对立面一方面是非思维，另一方面是思维者和被思维者”。哲学——作为反思——不仅在宗教那里有其界限（Grenze）；它对宗教还有一种预备功能：“它必须在一切有限物中指出其有限性，并通过理性（Vernunft）要求完成它[……]从而将真正的无限性设定在其范围之外。”这些表述表明了黑格尔实际上正在与语言进行一场令人想起神秘主义思维的斗争，不得不甚至在语言上把握那些应该超越语言和思维的所有固定化之物的东西。因此他谈到一个“不再思维”的思维着的生命，一个虽然是“客体”但“没有任何被反思之物”的东西，一个“无限者的存在”，它然而并没有通过反思被设定，并且不能通过以限制之物来补充受限之物来思考，因为否则限制之物也将再次被思考为受限之物，并且反思的存在特征唯一在于“它是一个在反思之外的存在”。哲学反思的无限倒退（本应由宗教的提升来替代和克服）在提升的同样无限的前进中——以及在避免这种前进的表述的前进中——重新自我生产，然而这种潜在的无限性却被残篇的中断所回避。

(4) 两个残篇中的第二个（GW 2.345–348）构成了手稿的结尾。它与第一个残篇相隔15叠对开纸，即60页。构想的基本概念在这里已经被发展出来，但这个残篇为宗教崇拜活动学说以及理解宗教的整体性提供了出发点，并最终为黑格尔对一些同时代人的立场提供了视点。

黑格尔对崇拜活动解释的开端已经散失，但从回顾中可以推断，他之前在时间方面探讨了崇拜活动中神圣事物的客观性（Objektivität）。在“上面”将“时间的二律背反（Antinomie），环节（Moment）与生命的时期设定为必然的”之后，黑格尔现在描述了空间方面的一个类似的二律背反。宗教也赋予空间一种宗教质（Qualität）——朝向日出的方向，或者甚至仅仅是“特定空间的无定形”。伴随着上帝在崇拜活动中的在场，“客观的二律背反在关于对象（Gegenstand）的方面被设定；在空间的无限广袤中的无限本质，同时也在特定的空间中”——这一规定正如一首赞美诗中所表达的：连所有天界（Himmel）之天都包容不下的那一位，
现在却躺在玛利亚的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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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实证性论文的修订

(1) 在完成所谓的“体系”之后仅过了十天，以及刚刚从他第二次美因茨之旅返回之后，黑格尔在1800年9月24日开始修订《实证性论文》（Positivitätsschrift）的开头——这表明他仍然希望将其出版，尽管自后期的伯尔尼岁月以来他的哲学立场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奇怪的是，无论对导言还是这篇论文正文开头的修订，在展示问题设置方面虽然显示出明显的进步，但却没有法兰克福岁月联结哲学的痕迹——仿佛黑格尔努力不通过他后来的概念体系（Begrifflichkeit）去严重改变这篇论文的历史特征，从而也不改变其思想上的统一。他所打算的修改涉及实定性（Positivität）概念 (2)，问题设置的精确化 (3) 以及对启蒙运动宗教批判的立场 (4)。

(2) 修订的最重要结果在于，黑格尔以前毫无顾虑地使用的实定性概念本身成了问题。虽然他最初是在与宗教的道德特征相对立中来规定宗教的“实定性”，但现在人类本性和自然宗教的概念显得成了它的反概念。然而，黑格格尔证明了正是这些反概念是或然的（problematisch）：它们基于一种在数百年发展中获得的、但却是不准确的前提预设（Voraussetzung），即认为可以将人类本性现象的历史杂多总结为一个概念——然而人类本性的概念容许有无限的修饰（Modifikationen）。而这些并不是与概念相对的纯粹偶然之物，而是真正活生生的、自然的和美好的东西。

因此，一种宗教的实定性不能在与纯粹道德（Moralität）或与抽象的人类本性的对比中被规定（bestimmt）；它根本不能在内容上被固定下来，而只能作为与人类本性及其需求的历史可变的形态的反概念：“一种与‘其时代的自然’相和谐一致（Übereinstimmung）的宗教”，不能被称为是实定的（positiv）——即使这种自然显得再怎么可悲。因为“人类本性的一般概念太平洞（leer）了，以至于它们不能为宗教活动的特殊而必然更加杂多的需求提供一个尺度（Maßstab）。”（GW 2.354）只有通过历史的转变（Werden），比如在自由意识方面，即由于在其稳定的显现形式与转变了的需求之间在意识史上的不相称的形成，一种宗教才变成一种实定的宗教。

然而，对实定的宗教概念的这种纠正导向了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它只有借助一个时代与其自身和谐一致的尺度来运作：“对于一个没有灵魂、具有人类形态的本质来说，最愚钝、最僵化的迷信也不是什么实定的东西”；迷信与信仰（Glaube）的区别仅在于它不再被普遍分享。因此，黑格尔感到不得不通过区分宗教的追随者和评判者（Beurtheiler）的视角来缓和纠正实定性概念的后果：对于其追随者来说，迷信没有任何实定的东西；“但对于评判（Beurteilung）者来说，它必然是一个实定的东西，正是因为对于这个作为评判者的人来说，一定有一个人性的理想（Ideal）浮现在眼前。”这样看来，关于“实定性”的决定似乎又重新落入了理性（Vernunft）的手中——于是黑格尔不得不再一次更加精确化：“然而，人类本性的理想完全不同于关于人类规定的一般概念”。它允许特殊性（Besonderheit）；它甚至要求那些“在一般概念的灯笼光下”显得多余的宗教感觉和行为——自然无拘束的行为、纯洁的感觉、将永恒与某种偶然之物相结合的想象力的优美呈现（Darstellung）。但是，通过这个要求，黑格尔并没有回到他的宗教哲学的出发点；相反，他现在非常尖锐地标示了偏离进入实定性之中的那一点：“只有当这多余的东西扬弃了自由，它才成为实定的，也就是说，当它向知性（Verstand）和理性提出僭越的要求，并且与它们的必然法则相抵触时。”知性和理性也无权干涉人类的一切关系；只有“当人们向它们上诉时”，它们才是合法的法官；“那些没有声称自己是知性的或理性的事物，绝对不属于它们的司法管辖区。”（GW 2.354 f.）

凭借这些关于宗教解释的考量，黑格尔为自己获得了一种考虑到各宗教之历史特殊性的灵活的工具。然而，它的批判潜力却受到很大限制：应受谴责的“实定性”并非已经存在于人将永恒与神圣之物和某种偶然之物相结合的地方，而是只有“当这偶然之物作为偶然之物，作为其对于知性来说的东西，提出对不朽、神圣以及受崇敬的要求时。那时理性的法权（Recht）才介入（Eingreifen），才可以谈现实定性。”（GW 2.355）但这条件不适用于早期的宗教，因为它们并不在知性的统治和理性的法庭之下。相反，现代将它们当作迷信来谴责的异端化，反倒暴露出对知性的“一种刺眼的迷信”，这种迷信在术语上已经作为宗教的“刺眼的实定事物”的对应物发挥作用，即认为“人类本性与神圣本性绝对地分离开来”，并且“除了仅在唯一的一个个体中，不容许任何它们之间的中介（Vermittlung）”。然而，思考这种中介的尝试，最终必然会“过渡（Übergehen）到对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考察”——因此它将会超越法兰克福的甚至更早的伯尔尼手稿的视野（GW 2.361）。

面对自以为启蒙了的宗教批判姿态的“可怕的喋喋不休”，黑格尔近乎挑衅地表达了现在引导他的解释的原则（Prinzip）——即认为“许多世纪的信念，在这几个世纪中生活并死去的数百万人认为是义务（Pflicht）和神圣真理（Wahrheit）的东西——这至少根据意见来看，不曾是纯粹的无稽之谈甚至是不道德的。”解释的任务是，“去指明宗教对自然的适切性，正如自然在各个世纪中被修饰的那样”（GW 2.356 f.）。这一原则也决定了他后期的宗教哲学讲演录（V 3.107）。

但是，黑格尔在此将人类本性的这些修饰理解为静态的和历史上偶然的——可以说是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他虽然在它们“与民族和时代的伦常（Sitten）和特征的结合”（GW 2.357）中，将它们视为人类本性各种不同存在的各自需求的一种表达——但他还没有将这种杂多性思考为由某个原则所安排的。在此基础上，宗教史只能作为人类需求的自然史——这里的“自然史”是在传统“historia”（讲述人类本性不同显现形式的故事）意义上理解的，而不是作为该本性的连续发展。

然而，一个基本特征显然被排除在这种修饰之外：“在人类本性本身中，就有这样一种需求：承认一个比我们意识中的人类行为更高的本质（Wesen），并且”（GW 2.361）哪怕撇开生活的实用性，也致力于对这个本质的直观。

现在，黑格尔将其视为“时代的需求”，从人类本性的这一需求中去“演绎（Deduktion）启蒙运动所抛弃的教条学，展示其自然性和必然性。”（GW 2.356）这一任务设置虽然是隐含的，但同时也是明显的自我批评。因为从伯尔尼时期一开始，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论著就深受启蒙运动精神的影响，而他现在论及这种精神时说，它给要求面包的孩子提供的是石头（GW 2.355）。因此，黑格尔在这一修订中也证明了自己是“莱辛的知己”——因为在1771年1月9日，莱辛曾对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承认：“可是我早就担心，由于我抛弃了某些偏见，我也一起抛弃了一点点太多我将来还得重复的东西。”（3）接着这种雏形中的宗教科学方法论，黑格尔规定了他的论文的目的（Zweck）：作为一项考察，“基督教宗教的直接起源中是否包含了使它成为实定的诱因”——基督教教义“从耶稣口中和生活中产生的方式中是否[……]出现了可能为实定性提供直接诱因的情况，以至于偶然事物作为偶然事物被当作了永恒事物，以至于基督教宗教根本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偶然性之上的，这是一种会被理性抛弃并被自由拒之门外的断言。”（GW 2.362,358）在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背离其伯尔尼时期的康德主义的印象下，人们忽视了这个问题设置在字面上衔接了康德的《宗教论著》（Religionsschrift）。对康德来说，基督教宗教“比犹太教（Judenthum）具有巨大的优点，那就是它作为一种不是法定（statutarische）的而是道德的宗教，从第一位导师的口中产生并呈现出来”（AA VI.167）。与此相对立的一派认为，基督教宗教的优点在于它“实定地出自耶稣之口”（GW 2.359）。因此，《实证性论文》的目的在于根据基督教宗教至少后来的实定的或——用康德的话来说——“法定的”特征，历史地澄清康德的断言之正确性。

对黑格尔来说，问题不在于宗教的教义用现代知性的一般概念来衡量，是否是某种偶然的事物，“某种多余的因而也是不合理和不必要的事物”。因为这种偶然事物仅仅是启蒙反思的抽象成就。他所关注的更多是那些偶然事物，“它们作为宗教本身的对象，应当作为偶然事物持存（Bestehen），作为某种消逝之物，它们应该具有崇高的意义，作为某种有限之物，它们应该具有神圣性，并值得崇敬”。因为只有根据新的实定性概念，宗教内在的、对它自己而言偶然的事物才可以被作为实定之物加以拒绝（GW 2.362）。

然而，如果决定一种宗教是否具有实定性，取决于在两种类型的偶然之物（现代知性的和宗教内在的偶然之物）之间做出决定，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耶稣的行为和言说方式中，什么是那个偶然的事物，它能够就其自身作为偶然事物而被当作神圣事物来接受并如此被崇拜？”（GW 2.367）然而，随着这个问题的提出，《实证性论文》开头的修订中断了。

初版： N 139–151。——文本： GW 2.34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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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辩证法的产生与百科全书式的视野

(1) 那些黑格尔直到法兰克福的最后几个月里写下的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别于他从耶拿时期开始撰写的那些文本。虽然他是带着出版的意图写下它们的，但至少其中一些留为了残篇，并且即便那些非残篇的文本也被黑格尔扣留了（尽管他像保留许多其它东西一样，将它们保留了一生）——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它们中没有任何一个达到了出版所需的成熟度，或者是他在完成一份手稿的同时，就又放弃了其中所详尽阐述的立场，或者是由于根本没有出版的机会。相反，他从1801年开始写下的那些文本，是旨在直接介入（Eingreifen）当时争论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文本不再主要致力于宗教哲学的问题，或当前的政治的（《卡特论文》，Cart-Schrift；《论符腾堡宪法》，Württemberg-Schrift）或文学的（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事件；它们产生于哲学学术教学的周围环境，构成了对一个哲学体系或至少对围绕这样一个体系的争论的贡献。从1801/02学期最早的体系草图开始，就可以画出一条直通柏林岁月后期体系的不间断的线。这有理由让我们在这里——而不是首先在为了认识绝对者的“决定”（1802）（Kondylis 1979, 526）之处——设定一个断层，并将那些尚未被体系概念组织起来的论著称为“早期著作”——即便不是“早期神学著作”。

然而，谈论一个切口同时假定了连续性——而且不仅仅是生活关联的连续性，也是思想发展内部的连续性环节。因为思想的发展可能永远不会被一个断层完全切断，而只是被划分为时期或在方向上发生了改变。因此，随着断层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识别问题连续性环节（Moment）的问题——以及更进一步的问题：早期著作的哲学成就在后来的体系中也得到了保留。

(2) 黑格尔在他的伯尔尼手稿中关于受康德（以及一些后康德变体）决定的对宗教进行道德解释的问题状况的洞见，在他后来的思想中也依然有效：从道德出发，宗教无法被全面把握（begreifen）——而且，用施莱尔马赫《论宗教：讲话》中的话来说，宗教也不能由形而上学和道德拙劣地缝合在一起（KGA I/2.199）。宗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其中，人使自己与那更包容的现实性（Wirklichkeit）建立关系，而人同时也是那现实性的环节。黑格尔——在革命法国宗教政策的背景下——紧接康德《宗教论著》提出的问题设置，即他关于纯粹道德宗教与实定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实定性之起源的问题，仅仅在这个康德与后康德的问题语境中才是相关的。它们是（不准确的）康德关于纯粹道德宗教具有源初性（Ursprünglichkeit）之前提的后续问题（AA VI.167）；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在1790年代末围绕道德宗教的争论结束之后，它们对黑格尔后来的哲学便不再具有构成性意义。无论是着眼于后康德哲学的整体发展，还是着眼于他个人的思想道路，这个主题都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对它的探索虽然引导黑格尔在宗教生活的思想、历史和政治条件方面获得了杂多的洞见，但也同时阻碍了他去追随当时哲学的步伐。

(3) 在宗教哲学视角下，他对他在法兰克福尝试用联结哲学的工具去把握宗教也是可以说类似的。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表面上的合理性，即他勾勒出了一幅片面的——被删减了末世论（Eschatologie）和保罗神学的——而且本身也是失败的基督教宗教图景，并给它预置了一幅对以色列宗教令人气愤的漫画，以为这幅倾斜的图景赋予更多的合理性。从宗教理论上看，这种方法也导致了一条死胡同——而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最后几个月里打算修订伯尔尼时期《实证性论文》的残篇以供出版，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至少他在法兰克福的宗教概念与他在伯尔尼的宗教概念一样，对于他后来的宗教哲学讲演录都是不相关的。

(4) 尽管如此，这些年份的成果并不像伯尔尼时期的成果那样仅仅是负面的。因为从联结哲学的问题设置中，部分地借助它，部分地反对它，可以获得对概念关系的洞见，这些洞见完全独立于这种方法失败的宗教理论应用，并使黑格尔能够介入当时围绕先验哲学与实体哲学的争论中——这仅仅是因为当时形态下的联结哲学自身的概念工具正来源于这场辩论。亨利希（Henrich 1971, 39）将其归结为这样一个公式：“在法兰克福结识荷尔德林（Hölderlin）之前，黑格尔是教会的批评者，并且是与吉伦特派结盟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的分析者。在跟随荷尔德林并与他决裂之后，他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但是这种解释所基于的“唯一”基本思想的模型（从该思想中可以“无断裂”地推导出后来的体系——并连同它一起推导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却是相当或然的。

(5) 这种辩证思想的形成经常被视为黑格尔早期著作的体系成果——这是一种截然对立的解释在其中相互接触的信念。对于神学的解释而言，它的利益在于黑格尔是在圣经文本上，尤其是在《约翰福音》序言和三位一体思想上，成为哲学家的；对于卢卡奇周围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而言，是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导致了这点；而即使对于像哈特科普夫这样的卢卡奇批评者来说，早期著作也展现了“辩证之物的基本层和展现辩证法的决定性动机，使之得以被认识”（222 f.）。他在《实证性论文》中就已经很早地看到了“黑格尔思想中辩证法的突破”（37，参看 GW 1.365–376），但这并不是最初的发现，而是由于受到费希特《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和谢林早期著作的启发而在人道领域收获的一颗奇特果实——并且也是对谢林辩证法的一种倒退（29,220 ff.）。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现代辩证法的构想归功于黑格尔，甚至不能把它的主要部分归功于他”（208）。——如此外在的解释不能被算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它试图在黑格尔的概念工具中，而不是在他的资料来源或主题（如三位一体）中去寻找辩证法（Dialektik）的起源，它包含了一个合理的环节。黑格尔对《约翰福音》序言的论述（GW 2.255 f.）确实非常清晰地表明，他就像费希特一样，并没有从文本中获得他的概念，而是根据他的概念来阅读文本的。

相较于回溯到伯尔尼手稿，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辩证法的起源——如果确实在早期著作中的话——应在黑格尔对联结哲学的特殊接受中，在爱和生命的概念中去寻找。鲍姆区分了这种起源的“前史”，他主要以《为了什么目的……残篇》（Fragment welchem Zweck…，GW 2.83–95）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它包含“对人和爱的描述，这些描述与后来对辩证事实的描述非常接近”；但是，适当的逻辑术语尚未形成。“对对立面或矛盾的辩证处理的方法”是鲍姆在1798/99年冬季的这一残篇的修订阶段才看到的，在那阶段黑格尔将生命“在爱的自身感觉（Selbstgefühl）中思考为二重化与统一的统一”（1986, 38, 43）。

鲍姆认为真正的“辩证法的开端”（48–75）首先存在于（正如现在显明的那样：其实早得多的）残篇《信仰与存在》（Glaube und Sein，GW 2.10–13）中，他将其解释为黑格尔与康德的争论——基于雅各比《关于斯宾诺莎学说的信件》（Ueber die Lehre des Spinoza）中关于信仰和存在的概念（参看JWA 1）。然而，这个残篇——正如才在GW 2.634中报告的那样——是写在伯尔尼的纸张上的，因此极有可能是来自伯尔尼时期，在那段时期黑格尔确实与康德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争论。它将从《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中众所周知的词语“二律背反”（Antinomie）引入到联结的难题中。在这里，“二律背反”，即两个对立的事物被结合在其中的那个统一，据说“不是一个不同于被结合的对立事物的第三个关系项，而是联结的活动性（Tätigkeit）本身”，这种活动性作为被反思的活动成为了信仰（Glaube）的对象（49）。但是——根据鲍姆的看法——在这个黑格尔思想形成的阶段，这个思想仍造成了黑格尔试图在一种“生命形而上学”的语境下克服的难题。

黑格尔对联结条件的洞见也可以追溯到《关于宗教的两个残篇》中的第一个，在那里，他试图将目标所指的结合与非结合的统一，保存在一种通过“非结合”环节不断更新的补充的无限倒退面前，即他拒绝了“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的公式，并以一种只对信仰开放的“反思之外的存在”的思想截断了这种前进（参阅第II.3.5章）。

尽管如此，黑格尔通过这一思想已经如此接近他后来的辩证法概念，以至于早期著作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未能企及——不过并没有完全达到。因为现存的法兰克福文献已不再证明，实现这一步骤所必需的最后一步：即从通过虚拟语气引入的“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这一公式，转变为在绝对者的“辩证的”哲学思想中——在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同一性（Identität）原则中——将其成形。随着工作地点从法兰克福迁至耶拿，研究主题从宗教哲学和联结哲学转移到在哲学体系中对绝对者的展示（Exposition），这一思想上的跨越已初见端倪。但黑格尔只是通过以下洞见才完成了这一跨越：他试图作为“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来思考的那种结合，并非是一个先于这两个关系项存在的统一，而是“仅仅是关联自身的被发展了的概念（Begriff）”（Henrich 1971, 36）。然而，还需要体系发展的几年时间，黑格尔才不仅成功地将他的“思辨”概念作为反对一种“死寂”的同一性观念的标准，而且，将它与否定的思想相结合，使其成为逻辑规定的辩证展开的原则——而且这主要需要引入和展开精神作为后期体系基本概念的概念。

(6) 然而，尽管这个主题对于黑格尔哲学进一步的形成如此重要：如果只在这种针对黑格尔宗教哲学论著及其对形成其概念系统，特别是“辩证法”所做贡献的狭隘视角下，来看待黑格尔法兰克福岁月的思想成果，那将是失败的。由于诺尔编辑出版的《早期神学著作》，视野的这种限制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后果，因为它有意地隐去了黑格尔当时已为人熟知的政治著作，而且诺尔非常有把握地认为，即便是黑格尔对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评注的出现，也不可能“本质性地推翻”他所描绘的黑格尔哲学图景（N VII）。考虑到黑格尔上述两部著作以及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提及的历史和政治研究，特别是黑格尔为《论德国宪法》（Verfassungsschrift）撰写的草稿，诺尔的这一论断在当时已属误导，而数年后黑格尔翻译和注释的《卡特论文》的发现，使得重心进一步发生了严重的偏移。但我们现在试图将黑格尔主要塑造为一位“政治家”，也会与诺尔试图将黑格尔塑造为一位神学家一样失败。在完成最后那些宗教哲学残篇的同时，黑格尔也撰写了大量《几何学研究》（Geometrische Studien，GW 2.369–383）以及对席勒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评论（GW 2.385–388）；罗森克兰茨进一步记录了黑格尔对希腊哲学，尤其是对柏拉图（Platon）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广泛的研究（R 100）（这里肯定也可以加上对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研究），以及他同样广泛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研究（他在法兰克福岁月结束几个月后的教授资格论文正是源于此）。所有这些都要求修正诺尔的编辑所传达的这四年黑格尔生活的形象。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无论是在瑞士、在符腾堡还是在日益衰败的德意志帝国——以及除了在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国民经济学、当时的实践哲学、立法和几何学这广阔的领域之外——还有哲学史，包括希腊哲学史和最新的自然哲学史：早在法兰克福的岁月中——经必要修改后——黑格尔已表现出那种几乎无法被把握、无法企及的广度和认知利益的强度，而这正像少数其他思想家一样特征化了后来的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岁月中，黑格尔已充满了他不久之后在耶拿发展的，并在他一生中使他与众不同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兴趣。

文献： 亨利希（Henrich）：《黑格尔与荷尔德林》（Hegel und Hölderlin，1971），27–34；哈特科普夫（Hartkopf）：《辩证法的突破》（Durchbruch zur Dialektik，1976）；孔迪利斯（Kondylis）：《辩证法的产生》（Entstehung der Dialektik，1979），494–526；鲍姆（Baum）：《黑格尔辩证法的产生》（Entstehung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1986），48–73；亨利希：《意识中的根据》（Der Grund im Bewußtsein）。[斯图加特，1992]；耶什克（Jaeschke）：《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作品》（Hegels Frankfurter Schriften，2015），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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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从法兰克福转到耶拿，从家庭教师生活转到在谢林周围进行学术教学活动，从私人文学尝试转到通过教学和出版产生公共影响，这构成了他创作中最强烈的分水岭——这不仅在生活史上，而且在作品史上也是如此：在他到达耶拿的那一年，黑格尔就在他1801/02年冬季学期开始的讲座的背景下，开始以系统形式阐述他的哲学——尤其是一种预示了后来的体系形式。当然，这里也能看到与法兰克福著作的连续性（见4.1和4.2）——但差异远远大于连续性。

然而，这在当前的接受阶段才变得清晰。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通过将《体系草案II》（Systementwurf II，1804/05）错误地确定在法兰克福时期来掩盖这一分水岭（R 102-133），而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虽然部分纠正了他的数据，但纠正的范围尚未达到所需程度。在霍夫迈斯特（Hoffmeister）的实在哲学版本出版之后，直到历史批判版的前期工作，特别是通过海因茨·基默勒（Heinz Kimmerle），才完全修订了文本的年代学——主要是基于黑格尔笔迹发展的字母统计分析以及讲座预告。这套新的年代学基本上得到了伊娃·齐舍（Eva Ziesche）的水印分析的证实。直到这些工作完成后，黑格尔思想道路上的步骤——以前看起来像是奔向“体系的现象学危机”的跳跃游行（R 201）——才以其对黑格尔来说如此典型的直线般的逻辑一贯性清晰显现。

研究文献： Heinz Kimmerle: Zur Chronologie von Hegels Jenaer Schriften. HS 4 (1967), 125–176; Kimmerle: Die Chronologie der Manuskripte Hegels in den Bänden 4 bis 9. In: GW 8.348–361; Henrich / Düsing (Hg.): Hegel in Jena. Die Entwicklung des Systems und die Zusammenarbeit mit Schelling. HSB 20 (1980); Henry S. Harris: Hegel’s Development. Night Thoughts (Jena 1801–1806). Oxford 1983; Eva Ziesche: Der handschriftliche Nachlaß Hegels (1995).

4.1 德国宪法批判片段 (1799–1803)

(1) 然而，黑格尔的两个项目并未受到上述分水岭的影响：他的自然哲学（4.2）和他的政治研究。他制定《德国宪法批判》（Kritik der Verfassung Deutschlands）或简称为《宪法著作》（Verfassungsschrift）的计划，可追溯到法兰克福时期的中期，大约在他决定不发表《符腾堡著作》（Württemberg-Schrift）的时候。但在他来到耶拿的头三年里，他仍坚持这个计划，然而该计划一再被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1798年拉施塔特会议，第二次反法联盟，1801年2月9日吕内维尔和约）所打乱。直到“帝国代表主要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ß，1803年2月25日），决定了因割让莱茵河左岸地区给法国的补偿，并因此执行了世俗化之后，黑格尔才放弃了他的出版计划——尽管他的关切在此期间并未得到满足。《宪法著作》的主旨：“德国不再是一个国家”，甚至直到1806年8月6日，在拿破仑强迫弗朗茨二世放弃德国皇冠时才得到证实，而黑格尔在结束其工作时完全无法预见到这一点。

《宪法著作》未被收入《朋友协会版》（Freundesvereinsausgabe）。罗森克兰茨是第一个报道它并分享了摘录的人——在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下：即黑格尔是在1806年德意志帝国正式解散之后，即在他编辑《班贝格报》（Bamberger Zeitung）的环境中才写下这些文本的，并将其作为类似于费希特（Fichte）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的对应物。早在1857年，由于对1800年前后事件的更好了解，海姆（Haym, 1857, 485）就纠正了这一错误评估，并发表了更多片段。

(2) 严格来说，《宪法著作》并不是一部“著作”，而是一大卷零散的早期工作、草稿、1802年深秋的一份誊清稿和摘录，这卷材料既在罗森克兰茨和海姆审查之前，也在其审查之后有所减少，摘录主要来自当时的著名国家法学家约翰·斯特凡·皮特（Johann Stephan Pütter）的著作以及当代历史资料。基于海因茨·基默勒对耶拿时期著作年代的考证（GW 8.352-355），并结合当时的时代历史事件，同时与伊娃·齐舍（27-29）的观点略有不同，GW 5的编者现在对各个文本进行了断代，并将其划分为四个处理阶段。但是，在法兰克福时期存在多大程度的已丢失的初步阶段，仍然是一个悬案。

(3) 总体而言，《宪法著作》的片段是用一种与其第一部《符腾堡著作》少量遗迹截然不同的基调写成的：即苦涩的讽刺。当时由他的朋友们表达的那种经验，即人权的代言人为了愤世嫉俗的强权政治而放弃了人权，构成了《宪法著作》不仅在时间上也是在实质上的起点。总体上，它构成了对当时德意志帝国的状况以及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对此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的无情分析，并贯穿着对那些以其言行让德意志帝国成为其内外敌人笑柄的人的苦涩讽刺。海姆（1857, 69）将这种发展的晚期浓缩为一句精准的格言：“帝国等级背弃并背叛了皇帝：皇帝抛弃了等级并背叛了帝国。”但德国的不幸也取决于外部因素。与《符腾堡著作》相比，并且通过同时代的历史经验所传递——黑格尔对革命的法国的外交政策的批判性看法也是新的：

从那里传过来（并在德国被贪婪地接受）的“自由呼声”、“自由妄想”（GW 5.132,148）只掩盖了事实上旨在进行土地交易和解散帝国的非常有目的的强权政治——正如早在三十年战争中，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最诚恳、最富于人道主义关怀的宣言”（GW 5.215,126）也只是为了掩盖他的强权政治一样。黑格尔的批评也指向拿破仑，一方面他让日内瓦共和国从政治版图上消失，但却送给圣马力诺共和国“几门大炮作为礼物”，因为在这里只是“口头上充满了尊重共和国的名义”（GW 5.141）。黑格尔对这种两面派手法的批判之所以如此尖锐，可能是因为他在此清算了他自己以前也有过的幻想。所有的历史例子都教导说，用道德呼吁来对抗主权国家强权政治的内在逻辑是徒劳的：“人类是多么愚蠢，在超脱私利的拯救良知和政治自由的理想幻象上，在激情的狂热中忽略了强权中的真理，并且相信这样一个人造的维护正义的工程，以及虚构的梦幻能够抵御自然和真理的更高正义，而自然和真理正是利用必然性，无视一切信念、理论和内心狂热，将人类置于其权力之下。”（GW 5.107）这个关于“强权中的真理”的公式，在道德惊恐的喧嚣和迎合大众的咒骂中被多次引用和驳斥——被视为黑格尔“强权国家思想”的最早证据（Heller 1921）。然而，这样的批判试图通过将该公式从其语境中孤立出来，让人忘记它并不打算被评判为国家行为的道德标准，而是作为对其事实行为的描述，作为早期——而且不仅仅是早期——近代政治史的不抱幻想的“寓意”。因此，他的公式不能用道德的义愤来反驳，而只能通过历史的批判——通过证明历史的发展是由其他动机决定的。但是，令人理解的是，没有一个道德说教的批评者甚至尝试（无论如何都是徒劳的）去纠正黑格尔在数百页的篇幅中细致描绘的当时的政治局势。

亲爱的神圣罗马帝国
它怎么还能维系在一起？
(浮士德，奥尔巴赫的酒窖) (4) 这个问题不仅是由奥尔巴赫酒窖的酒友们提出的。黑格尔毫不畏惧地唱出了这首关于政治，因而令人不快的歌。流传下来的《宪法著作》片段构成了他反复提出的挑衅性核心命题的重复证明：“德国不再是一个国家”。它对德国不幸的回溯分析可追溯至三十年战争前，探入封建制度及“德国自由”原则，他与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样，认为该原则植根于“日耳曼森林”中。然而，未曾失去的并非这种“德国自由”的原则，而是其近代演变的形态。它延续了在近代主权国家条件下的类似于私法性质的生活关系，从而混淆了私法与公法（GW 5.11 等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混淆是当代不幸的根源：德国不再是一个国家，因为本应构成其公法的那种权利，被当成了私法来处理。这种见解解释了后来他在《法哲学原理》第258节中激烈抨击冯·哈勒（v. Haller）复辟国家科学计划的部分原因，该计划旨在废除新建立的公法关系，代之以私法、世袭的财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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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论行星轨道的哲学论文

(1) 如今已无从知晓，黑格尔是在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决定在耶拿谋求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的（见第一章 4.2节）。然而，自金默勒（Kimmerle）的研究以来，该程序的各个步骤已广为人知。这些步骤受耶拿大学所谓的《模式书》（Modell-Buch）以及补充的院系决议所规定。至少，黑格尔似乎对后者并不完全熟悉；他似乎以为，他于1801年8月8日提出的关于“学位互认”（Nostrifikation）的申请，即耶拿大学院系对其图宾根大学硕士学位的承认，便足以作为开始讲课的前提预设了。然而，院系却向他指出，在颁发授课许可和列入课程目录之前，他必须举行一次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答辩或一次试讲。据考证，该操作流程直到8月初才由院系“一致确定”（Kimmerle 1967, 30）。这使黑格尔陷入了严重的时间紧迫之中。他在8月18日才收到通知，得知即使不以附有论点的已印制好的文章为基础，至少也必须（像之前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那样）根据已印制好的论点进行答辩，并且必须在学期开始前举行试讲并将他的学位论文印制出来，才能在冬季学期进行讲授。尽管时间紧迫，黑格尔还是满足了院系的要求，并在8月27日他生日那天进行了答辩：“答辩人（Respondens）是来自符腾堡的谢林先生［指哲学家的兄弟］，反方（opponentes）是尼特哈默教授、谢林教授以及施瓦措特（Schwarzott）先生”——一名学生（Kimmerle 1967, 43）。

(2) 因此，作为他答辩的基础，黑格尔在8月18日到22日期间起草并印制了十二条《答辩前论点》（Praemissae Theses）。这些论点应当超越《学位论文》（Dissertatio）本身，彰显出这位参加大学授课资格考核者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中其学术概貌的深度与广度，当然，它们凭借自身悖论式的表述也为热烈的讨论提供了材料（GW 5.616–618）。它们暗示了几个对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主题——特别是论点一（“矛盾是真理的准则，无矛盾是虚假的准则”）、论点二（“三段论是观念论的原则”）和论点六（“理念是无限与有限的综合，一切哲学皆在于理念之中”）。引人注目的是对康德的批判（论点七：“批判哲学缺乏理念，是不完善的怀疑论形式”），以及作为反向对比对斯宾诺莎的强调（论点八）；同样，在关于实践哲学的论点（九至十二）中，论点十和论点十二也含蓄地反对了批判主义。

(3) 一张黑格尔在上面记下一些关于《致答辩》（Zur Disputation）的拉丁语表达的双折纸，以及谢林在其《答辩前论点》副本上的笔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答辩过程的线索。后者清楚地表明，在答辩期间，原本固定的角色分配发生动摇，以至于作为“反方”的谢林为了黑格尔的缘故，不得不提醒他的兄弟注意其作为“答辩人”的职责（GW 5.229–231, 611–616）。

(4) 规定要撰写的拉丁文的学位论文——《论行星轨道》（De orbitis planetarum）——是黑格尔直到答辩之后、1801年10月中旬他的讲座开讲之前才印制出来的，并且它是以一份更详尽的德语初稿为基础的。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报告说，他在遗稿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开普勒和牛顿之间关系的极佳著作”；黑格尔“显然把这篇关于行星距离法则的著作写了三遍，第一遍是用纯粹的微积分写的，这份手稿我也找到了；第二遍就是这篇德语论文，它其实和谢林的《世界灵魂》一书有着相同的主题，也就是区分机械性和有机性，特别区分绝对的力学和有限的力学。第三遍是在这篇拉丁文学位论文中，其篇幅仅为德语版的1/3。”（GW 5.537，参见 634 及 R 151 f.）

这部著作毫无疑问是从关于自然哲学的法兰克福摘录中产生出来的，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通过他的评论暗示了这一点，即黑格尔早就一直将行星距离这个主题萦绕在心头（R 151）。黑格尔1801年时多样的活动性此外还使得这一德文论著极可能在法兰克福就已写成。不过，黑格尔到底是在何时将详尽的德语底稿制作成拉丁文印制版，这点目前并不清楚。标有8月16日日期的信函中，黑格尔向系主任强调，在距离课程目录编撰完成的“十二到十四天里”，“一场答辩是无法被写好、印好、分发完毕并进行辩护的；但我确信，如果我在该日期之前提交学位论文的大部分或全部，您和哲学系将会满意的”。（Kimmerle 1967, 31）既然黑格尔在此完全未提及一份德语文本，那么有理由推测他当时已经拥有一份至少是部分完成的拉丁文版学位论文（有别于 GW 5.630）。甚至在8月底印制的答辩论点扉页上也已经标明了两个月后才会出版的学位论文的标题：《为关于行星轨道的哲学论文所作之前提论点》（Dissertationi philosophicae de orbitis planetarum praemissae theses）。

(5) 无论是从黑格尔的《早期著作》（Frühen Schriften）来看，还是从后来以逻辑学和精神哲学占主导的作品来看，黑格尔凭借一部自然哲学的著作来获取大学授课资格考核，都是令人惊讶的。这让人怀疑，他选择这一与其哲学重心相悖的主题，是在向谢林对自然哲学的兴趣致敬。然而，青年黑格尔似乎对自然哲学不感兴趣的印象，仅仅源于文献流传状况的不利。罗森克兰茨关于法兰克福研究时期的报告，包括黑格尔阅读谢林相关论著的情况（R 100），都充分证明了黑格尔对自然哲学有着真实的兴趣。凭借对天体力学主题的选择以及他对牛顿与开普勒之间关系的解释，他此外还踏入了一个对谢林来说至多只处于边缘地位的领域（AA I/5.193；但参见 SW I/4.473）。诚然，正如刚刚引用的那样，罗森克兰茨判断黑格尔那篇长篇德文论著与谢林的《世界灵魂》有着完全相同的主题。然而，黑格尔凭借这部拉丁文学位论文，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赢得了自身的特色——谢林当时通过对黑格尔各项工作的提示，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SW I/4.330, 432）。

这篇关于行星轨道的论文最终是以一个方法论、甚至“科学理论”问题为基础的：即在解释自然时，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认为，“天文学所展示的”这些法则，“倒不如说是从另一门科学，即数学中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真正从自然本身中获取的，或者是从理性中建构出来的”——而他的学位论文所抨击的正是这种将数学与物理学混合的做法：“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纯粹数学的理由与物理学的理由混淆，轻率地将在几何学上用于建构定理证明的线条，当成各种权能或权能的方向。”（GW 5.238）黑格尔试图用不断翻新的说辞来限制这一批评点：对于那些仅仅在数学中具有实在性的东西，人们不能赋予其物理的实在性。而且他把这种遭指责的盲目混淆归咎于牛顿（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归咎于18世纪晚期的牛顿主义）。相反，开普勒本来可以轻易地将他发现的不变法则那物理的形态披上一件纯数学公式的外衣——但他却无法忍受这种混淆。

(6) 《论行星轨道》（De orbitis planetarum）这部学位论文为黑格尔开启了学术生涯；然而，它也同时制造并巩固了针对其哲学的偏见——而这是因为对其文本意义的扭曲，以及一段围绕着他的、令人津津乐道的轶事——仿佛这位思辨的哲学家想要用“对事实来说更糟糕”这句空话，把借由经验发现的行星给辩驳掉一样。

在他的学位论文末尾，在“自然”（natura）与“理性”（ratio）、经验与合理解释之间关系的语境下，黑格尔谈到了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遗憾的一个情况，即在提丢斯-波得（Titius-Bode）行星序列中，其算术级数（4, 7, 10, 16, 28, 52, 100）的第五项竟然没有对应任何（当时已知的）行星。他把这种诉诸于算术级数的做法从哲学中驱逐出去（“与哲学毫无关系”），并引起人们注意，如果人们不以此为基础，而是以毕达哥拉斯数列（1, 2, 3, 4, 9, 16, 27）为基础，那么在那个位置上根本就没有行星可期：“如果这个序列是比那个算术级数更真实的自然秩序，那么在第四和第五个位置之间显现出一个巨大的空间，且那里根本不需要什么行星。”（GW 5.252）然而，黑格尔的意图绝非是通过他这明确处于假设阶段的考虑来断言第二个序列是真实的。他毋宁是普遍地反对，试图通过诉诸相对任意的序列来为自然事物的存在提供基础，由于从这些序列中可以派生出同样任意的结果（参见谢林，SW I/4.472 f.）。

如今，皮亚齐（Piazzi）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发现的“行星”谷神星（1801年1月1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猜测上升为确凿的认识，似乎最初辉煌地证实了提丢斯-波得序列的启发式功能，从而也证实了自然比例可以还原为算术级数，并反驳了黑格尔的怀疑——顺便提一句，也反驳了其他著名天文学家的怀疑。然而，随后不久发现的小行星智神星（1801）、婚神星（1804）和灶神星（1807）又再次驳斥了这种将行星距离与算术级数紧密挂钩的做法。因为，恰恰如果人们以提丢斯-波得序列为基础，那么这三颗小行星，尤其是海王星，根本不应该存在——因此，这些后来的发现再次证实了黑格尔对算术级数的证明存在之力量的怀疑（更不用说近代的发现了）。因此，如果黑格尔后来在第一版《全面教学纲要》中偏离他的行星著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行星的序列，关于它们最近的规定性，即距离，天文学尚未发现任何真正的法则，更不用说合理的发现了。——我在早年的一篇学位论文中对此所作的尝试，我不能再认为是令人满意的了。”（1§ 225，参见 V 7.43）然而，在这些距离是否可以通过数学序列来把握这个决定性问题上，显然根本不需要任何自我纠正。时至今日仍流传甚广的批评，在这里呈现了一种交织着怨恨与无知的“颠倒的世界”的例子：被认为是投机者和经验敌视者的黑格尔恰恰反对从抽象模型推导出经验的实在性，而被认为在自然科学上功成名就的提丢斯-波得序列，恰恰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正是以关于造物主活动性的“神学先验的”假设为基础的，而这正是黑格尔被指责的地方（Neuser 1986, 56）。

首版印刷或手稿：《为关于行星轨道的哲学论文所作之前提论点》（Dissertationi Philosophicae de Orbitis Planetarvm Praemissae Theses） […]。耶拿，无年份。——手稿：致答辩。——《论行星轨道》（Dissertatio philosophica de orbitis planetarum） […]。耶拿，1801年。——文本：GW 5.223–228 或 229–231 或 233–253。——参考文献：R 151–159；金默勒（Kimmerle）：《关于黑格尔在耶拿担任讲师活动的文献（1801-1807）》［Dokumente zu Hegels Jenaer Dozententätigkeit (1801–1807)］。刊于：HS 4 (1967), 21–99, 特别是 28–43；Theodor G. Bucher：《关于黑格尔行星论著的科学理论反思》［Wissenschaftstheoretische Überlegungen zu Hegels Planetenschrift］。刊于：HS 18 (1983), 65–137；黑格尔（Hegel）：《论行星轨道》（Dissertatio Philosophica de Orbitis Planetarum）。《关于行星轨道的哲学论述》［Philosophische Erörterung über die Planetenbahnen］。沃尔夫冈·诺伊泽（Wolfgang Neuser）翻译、导言与注释。魏恩海姆（Weinheim），1986年；Riccardo Pozzo：《“更接近自然”。论黑格尔在〈论行星轨道〉中对勒内·笛卡尔的批判》［»Der Natur näher«. Zu Hegels Kritik an Descartes in der Dissertatio de orbitis planetarum］。刊于：HJb 1989, 57–62；Stefan Büttner：《黑格尔思辨的自然哲学有何用？一种不合时宜的自然观察，以太阳系的思辨重建为例》［Wozu taugt Hegels spekulative Naturphilosophie? Eine unzeitgemäße Naturbetrachtung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spekulativen Rekonstruktion des Sonnensystems］。载于：《哲学与宗教。汉诺威哲学研究所丛书》［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Schriftenreihe des Forschungsinstituts für Philosophie Hannover］，1990/91年鉴，Peter Koslowski 与 Reinhard Löw 主编。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1990年，68–97页；Cinzia Ferrini：《黑格尔〈论行星轨道〉及其版本与翻译指南》［Guida al »De orbitis planetarum« di Hegel ed alle sue edizioni e traduzioni］。伯尔尼 / 斯图加特 / 维也纳，1995年；Kurt Rainer Meist：编者报告。GW 5.62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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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

4.3.1 产生背景

(1) 黑格尔在1801年初来到耶拿时所面临的哲学状况，与谢林1798年被聘往耶拿时的状况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变化部分是由1798/99年的“无神论之争”（Atheismusstreit）直接引起的，部分是由其后果引起的。由于这场争论，费希特在1799年失去了他的教授教职，并从耶拿迁居柏林（Kodalle / Ohst 1999）。而且，除了局部环境之外，哲学状况的特点是日益严重的支离破碎。雅可比在1799年3月致费希特的信（PLS 2/1.3–43, JWA 2.189–258），最初本应是为了将费希特从无神论的指控中解脱出来，但在它以“公开信”（Sendschreiben）形式出版时，却似乎加强了这种指控，因此导致了雅可比和费希特之间持久的异化。赖因霍尔德与费希特之间也发生了决裂——这倒不是因为他与雅可比的信同时写给费希特的“公开信”（PLS 2/1.47–56），而是因为赖因霍尔德不久后完全转向了克里斯托弗·戈特弗里德·巴尔迪利（Christoph Gottfried Bardili）的《第一逻辑纲要》（Grundriß der Ersten Logik，1800）。在其《19世纪初哲学状况简明考察论丛》（Beyträge zur leichtern Uebersicht des Zustandes der Philosophie beym Anfange des 19. Jahrhunderts，1801）的第一册中，赖因霍尔德宣布他从费希特的知识学过渡到巴尔迪利的逻辑学；他试图让费希特也迈出这一步的努力，被费希特以《巴尔迪利评论》（Bardili-Rezension，1800）粗暴地拒绝了——这激起了赖因霍尔德的又一封“公开信”，费希特对此作出了“答复”，而赖因霍尔德又对此作了再次反驳（PLS 2/1.126–181）。

费希特和谢林之间的空间分离，也促成了他们本已存在多年、此前却被掩盖的哲学“差别”的清晰表达。最迟随着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scendentalen Idealismus，1800）的出版，已经可以看出，谢林的自然哲学并不构成知识学的一个部分或补充。谢林赋予它一种特定的体系性意义，这需要一种他自己双重的哲学规划，并且与费希特的知识学的基本思路是不相容的。这些差别体现在费希特的《阅读谢林先验观念论时的评论》（Bemerkungen bei der Lektüre von Schellings transscendentalem Idealismus，1800）以及两人的通信中（PLS 2/1.183–232）——尽管当时公众还没有明显察觉到这些差别。

(2) 这种以日益分裂为特征的哲学状况，在黑格尔到达耶拿后很快就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也就是他在1800年11月2日致谢林的信中仍在寻找的“回到介入人类生活”的机会。在许多先前的项目——除了《卡尔特著作》（Cart-Schrift）外，均未进入出版阶段——之后，他关于《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的著作是他真正的第一部出版物，也是他的第一部哲学出版物。他在1801年初抵达耶拿后立即开始写作——可能部分利用了在法兰克福的草稿。赖因霍尔德《论丛》的第一册（黑格尔经常提到）可能早在1月底就已出版。黑格尔很可能在1801年4月就已经完成了初稿，因为他仅在一个脚注中提到了可能于4月出版的赖因霍尔德《论丛》第二册（GW 4.80），并将其称为在最初成文之后出现的出版物，而且他根本没有提到谢林在1801年5月出版的《我的哲学体系的呈现》（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这可以通过一个假设来解释，即《差别》一书是在1801年5月和6月排版的；——通常在排版主体文本之后才写的——“前言”落款为“1801年7月于耶拿”。早在8月中旬之前，这本书就像黑格尔在给梅梅尔（Mehmel）的信中所写的那样（Br IV/2.6），“在印刷机下”，即在印刷中。这个日期也得到了耶拿的乌尔里希（Ulrich）教授的间接证实；1801年8月13日，他通知他的同事们，他已经为黑格尔的著作“取得了审查许可”——但是这一程序的具体日期并没有提及。在9月的最后几天或10月的最初几天，《差别》一书出版了，因为谢林在1801年10月3日致费希特的信中提到它时，说它是一本“这几天才[…]出版”的书（GW 4.524）。

4.3.2 绝对者与体系

(1) 常见的简称《差别》没有表达出这篇著作详细标题的重点在于“体系”这个词——也就是黑格尔在1800年11月2日致谢林的信中已经出人意料地引入的同一个词。他的著作的体系性旨趣不在于向惊异的公众展示费希特与谢林之间的差别，甚至也不在于向费希特本人“在差别的镜子中直观地展示相对于费希特他自己的立场的真实性”（Tilliette 1980, 15），而在1801年他们俩之间的通信中这些无论如何都是不断被谈论的。黑格尔的旨趣更多的是探究体系思想和哲学的体系形式的问题。并不是在“费希特体系的呈现”中才开始，而是在指向他自己构想的初步思考“目前哲思中出现的各种形式”（Mancherlei Formen, die bey dem jetzigen Philosophiren vorkommen）中，黑格尔就极其坚决地反对这样一种体系思想，即认为能够把一个“作为命题组织的体系”（System als eine Organisation von Sätzen）奠基在一个最高的、通过自身确知的并且因而是绝对的基本原则中。然而，这正是赖因霍尔德首先在他的“要素哲学”中展开的体系思想，以便借此实现康德的关于“认识的一个整体的形式”的观念，从“一个原则”出发构建一个“按照必然法则联系起来的体系”的先验哲学（B 673）。然而，黑格尔不再明确地反对赖因霍尔德——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Gottlob Ernst Schulze）在他的著作《埃奈西德穆，或论赖因霍尔德教授先生在耶拿提供的要素哲学的基础》（Aeneisidamus oder über die Fundamente der von dem Herrn Prof. Reinhold in Jena gelieferten Elementar-Philosophie，1792）中曾对赖因霍尔德试图从一个原则来设计哲学的尝试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而是反对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中以修改后的形式接受这种体系思想并通过表述三个基本原则加以进一步发展的形式（GA I/2.255–282）——在此他不可能知道，费希特在98/99学年的“新方法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 nova methodo）的讲座中，自己也偏离了这个最初的构想。即使是费希特在94/95年与赖因霍尔德相比已经改进的奠基尝试也依然“本身包含了它的虚无性；因为一个通过反思设定的东西，一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受限者和有条件者，并需要另一个命题为其奠定理据，如此以至无限。”因此，黑格尔将这种体系思想非常严厉地称为一种“妄念”，这种妄念特别是当“体系本身把作为其原则的绝对者，以一个命题或一个定义的形式表达出来，但这个定义在根本上是一个二律背反，并因此作为一个纯粹反思的法则自己扬弃自己”（GW 4.23 f.）时，它便自以为是正当的。

(2) 在《差别》一书中，黑格尔将绝对者的概念引入了他的哲学——这个概念自1790年代头三十年以来对于承接康德的哲学获得了核心意义。康德自己虽然认为形容词“绝对的”（absolut）具有重要意义（A 324），但名词形式的“绝对者”（das Absolute）似乎只在康德个人藏书的一处边注中出现过一次（A 265），尽管康德不仅多次谈到“无条件者”或“无条件整体性的理性概念”，而且也毫无疑问地表明，这真正关乎的正是这个无条件者（B XX, 444, 592 f., 787 f.）。然而在康德之前的哲学中——即使只是零星地——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把握绝对者概念的传统。一方面，绝对者被思考为一个纯粹的首要者、无条件者，它规定了所有其他事物——无论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还是在逻辑的意义上。在这种“无条件者”的意义上，莱布尼茨也多次谈到了“绝对者的观念”（idée de l’absolû，ed. Gerhardt 6.592；亦见《人类理智新论》II,2,17, § 3），甚至费希特关于一个“最绝对的、纯粹无条件的基本原则”的谈论（GA I/2.255）也处于这一传统之中。

另一方面，自尼古拉·德·库萨（Nicolaus Cusanus）的《论有学问的无知》（De docta ignorantia）第一卷第二章以来，绝对者被思考为“绝对的大小”（maximitas absoluta）：“所以绝对的最大者是唯一的，它就是一切；在它之中有一切，因为它是最大者。而且由于没有什么是与它对立的，所以最小者与它同时重合。因此它也在一切之中。而且由于它是绝对者，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切可能的存在”。虽然库萨在1800年左右几乎无人知晓，但这种关于绝对者的思想也存在于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思想中，他于1600年在罗马作为异教徒被烧死。尽管由于他的著作被销毁，其哲学的接受史影响很小；但雅可比——在《论斯宾诺莎的学说》（Ueber die Lehre des Spinoza）的附录一中（JWA 1.185–205）——将布鲁诺的哲学作为“斯宾诺莎之前的斯宾诺莎主义”突显出来，从而引发了对布鲁诺的广泛接受——从哲学史著作一直到谢林的对话录《布鲁诺或论事物的神性原则和自然原则》（Bruno oder über das göttliche und natürliche Princip der Dinge，1802）。在他的著作《论原因、原则与太一》（De la causa, principio e uno，1584）中，特别是在第五个对话的开头，布鲁诺把绝对者理解为包含一切、在自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并在自身内部区分为差别的整体。然而，雅可比恰恰没有把这段——在1800年前后讨论的光芒中具有爆炸性的——段落纳入他对《论原因》的部分翻译中——这表明，“绝对者”这个术语在1780年代末还不是一个“刺激性词汇”，而是在雅可比引发的1790年代斯宾诺莎和布鲁诺复兴的过程中才成为一个通行概念的：那个“unum quod est omnia”（一即一切）——或者用雅可比同样传下来的希腊表达：ἕν καὶ πᾶν（JWA 1.16）——就是绝对者。

(3) 黑格尔对“绝对者”的谈论站在第二个传统中——而且这并非偶然。他没有把绝对者思考为一个预先设立的无条件者，因为他认为这个想法要么会导致无限后退，要么停滞在空虚之中。即使有一个纯粹的首要者和无条件者，它依然会在它之外有那个被它所规定（条件）的东西——虽然不是作为它的条件，但也是以一种使它受限的方式，因此它恰恰不是纯粹的无条件者。在绝对者概念的问题史中显现出一种由该概念的语义驱动的内在逻辑：即使是那个不被他者所规定，但却规定了他者的东西，也恰恰由于这种规定关系而没有从它所规定的东西中脱离出来，因而也就不是“脱离的（absolut）”。只有那个在与他者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才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被思考为“绝对者”。而且由于绝对者因此——如果它的确被正确思考的话——不能在自身之外有任何东西，所以它必然要把一切规定性都包含在自身之内，并作为它自身的规定性来设定。“绝对者”因此——如果人们想要按照其内在逻辑来思考这个概念，而不是干脆拒绝它——必须在上面引入的第二种意义上来思考，黑格尔后来简明扼要地表达为：“真相即是整体。”（GW 9.19）黑格尔在《差别》中已经用类似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因为“绝对者，既然是在哲思中由反思为意识产生出来的，因此就成为一个客观的整体性，一个知识的整体，一个认识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每一部分都同时是整体，因为它作为对绝对者的联系而存在；作为一个在自身之外有其他部分的部分，它是一个受限者，并且只是通过其他部分而存在；如果孤立作为一种限制，它就是有缺陷的，它只有通过它与整体的联系才有意义和意谓。”（GW 4.19）

(4) 伴随着将绝对者理解为整体，这就决定了一种特定的体系形式。哲学的“体系”不能被构想为以一个纯粹无条件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一系列命题——也不能被构想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基本原则序列。相反，哲学的体系应当这样来设计，即把绝对者作为在自身中产生差别的“整体”或现实性内在结构化的总体关联在思维活动中加以把握和重构。“绝对者应当为意识被构造出来”，而且它只能根据其内在的（“有机的”）状态，亦即作为“体系”被构造出来。因此，把握绝对者就是把它把握为“体系”。体系可以说就是绝对者作为整体的内在结构的映射，或是“对自身在完满的整体性中成为客观的绝对者的直观”——黑格尔还赋予这种观点以宗教的内涵：这是“对神永恒化身成人的直观”（GW 4.75）。黑格尔恰恰在这种宗教表述背后隐藏的体系性意义中看到，在绝对者的思想中，所有现实性最内在的原则被塑造成外在的现实性并获得了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就好像逻各斯道成肉身一样。

(5) 在意识对绝对者的这种构造中，黑格尔看到了“哲学的任务”。人们也许可以更恰当地把这种“构造”描述为“重构”：绝对者并不是首先由意识产生的。相反，它构成了意识的“前提预设”——如果人们想用“反思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点的话。作为“哲思的工具”，也就是将绝对者构造为体系的工具，黑格尔称之为“作为理性的反思”（GW 4.16）。黑格尔在这里使用“反思”一词（正如在同时期的体系草案中一样，见第II.4.6.1章），不仅仅是作为“思辨”的对立概念（Düsing, 1969），而是在一个广泛且具有矛盾色彩的意义上使用的，这种意义只有通过许多附加说明才变得明确：黑格尔在一个语境中谈到“孤立的反思”和“反思作为有限者的能力”，但同时也谈到“反思……作为思辨”和“反思……作为理性”（GW 4.16–18）。“反思”设定了规定性和对立；但是它（作为知性那样）并没有停留在对立之中，而是（作为理性）也重新扬弃了对立，并且由此为意识产生了绝对者。这种产生包含着两个环节——对规定性的设定和扬弃。“反思”因此在这里仅仅指思维活动在其对立功能中的运动。它产生出哲学作为组织成一个体系的知识整体性，而这作为整体性也可以说就是绝对者的图像，并从而使它的“直观”成为可能。

(6) 这种在“反思”概念及其产物中的张力，并非源于反思自身需要克服或通过另一种认识形式来消除的缺陷。相反，它根植于绝对者的内在结构或“生命”之中：在众多有限者的分化与这种非同一性被扬弃进包容一切的同一性之间的张力之中。绝对者既是同一性也是差别，因此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在哲学中“没有被设定的东西可以与绝对者脱离联系”（GW 4.27）。一种仅仅关注非同一性，也就是不把有限者与同一性联系起来的哲学，就错失了“哲学的任务”——即为意识构造绝对者：它将变成一种有限者的科学。相反，一种只愿主题化同一性而排斥非同一性的哲学，就会陷入相反的错误：它将因此失去语言以及思维活动。

绝对者作为内部有差别的“整体”的这种状态，奠定了用命题形式陈述它的困难。因为“一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受限者和有条件者，并需要另一个命题为其奠定理据，如此以至无限。”对于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必须既陈述其存在，也陈述其非存在，既陈述它自身，也陈述它的对立面。作为知性的反思“需要正确地指出其被设定的对立面，它的界限、根据和条件，但是理性联结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同时设定两者并且扬弃两者。”反思“不能把绝对的综合表达在一个命题中，如果这个命题要被当作知性的真正命题的话；反思必须把在绝对同一性中作为一的东西分离开来，并且把综合和反题分开，在两个命题中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同一性，另一个表达分裂。”（GW 4.23 f.）

黑格尔试图用“A = A”和“A = 非A”（或“A = B”）这两个命题来说明这一事态的形式结构：在命题“A = A”中，只有“纯粹的一致”被突显出来，而抽象掉了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就在于，等号一边的“A”不同于另一个——并且这种不一致通过第二个命题“A = 非A”被表达出来。将某物等同于某物要求某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差别并且从中被抽象出来。为了进一步（且并非没有问题地）说明，来自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A I/2.256 f.）中熟悉的用“自我”代替“A”的做法起到了作用：因为与自身发生联系的自我不同于第二个自我；前者是主体，后者是客体。两个命题都是“矛盾的命题”；“第一个同一性的命题表明矛盾 = 0；第二个命题，只要它与第一个命题相关联，就表明矛盾与非矛盾同样必然；作为命题，两者在自为的设定上具有同等的潜能阶次。”黑格尔用回溯到康德先验辩证论的词汇，将这两个命题的等效（即怀疑论的“均势”）称为“二律背反”，并在其中看到“绝对同一性的表达”——但这当然是一个并不真正恰当的表达（GW 4.25 f.）。

因此黑格尔在《差别》中把“二律背反”的意义限制在形式和否定的层面上：“如果人们仅仅反思思辨的形式层面，并以分析形式坚持知识的综合，那么二律背反，即自身扬弃的矛盾，就是知识和真理的最高形式表达”——或者换句话说：矛盾仅仅是“绝对者的纯粹形式显象”。二律背反只是“知识的否定方面，是被理性统治[否定？]、自我毁灭的形式方面”（GW 4.26 f.）——而且这是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思辨在其意识与无意识的最高综合中，也要求消灭意识本身，因此理性随之把她对绝对同一性的反思以及她的知识和她自身沉入她自己的深渊”，沉入“纯粹反思和推理知性的黑夜，而这正是生命的正午”（GW 4.23）。

在这种反思或知性与“生命”的对立中，依然回荡着黑格尔法兰克福草案中的对立（它导致宗教置于哲学的反思文化之上）（见第II.3.5章）的余音。但早在耶拿岁月之初，黑格尔就消除了这些遗迹：1807年体系的“前言”中对缺乏反思的猛烈攻击也可以被读作这种自我修正的痕迹。在这些攻击中，“黑夜”不是由反思引起的，而是由放弃反思引起的（见第II.4.7.2章）。不仅从其主题裁剪和贯彻程度低来看，《差别》的这些发展史差异也表明，将其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导论来读是成问题的。

诚然，即使在《差别》中，知识也并非纯粹是否定的、以“消灭”为内涵的：“除了这否定的方面之外，知识还有一个肯定的方面，这就是直观。”这两个方面，反思的“否定”方面和直观的“肯定”方面，黑格尔在这里还在方法论上严格地区分开来：“肯定”的方面并不是——像后来那样（见第II.6.2.4章）——作为矛盾的结果，而是从外部加到矛盾之中的（正如费希特也是以此来反对谢林的那样；见 PLS 2/1.200）。但两者都是知识必然的环节，正如黑格尔用一段在语言上让人想起康德（B 75）的话所解释的那样：“没有直观的知识”就是“在矛盾中消灭对立面；没有对立面这种综合的直观是经验的、被给予的、无意识的。先验知识把两者，反思和直观结合起来”（GW 4.27）。

“反思和直观”标示出了为“哲学的”或“先验的”或“思辨的知识”构成要素的概念对。“直观”在这里并没有被黑格尔理解为经验的直观，而是被理解为指向“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同一性”的“先验的”直观——这是一种奇特的概念，黑格尔后来在基础功能中就不再使用这种概念了（Zimmerli 1974, 205 f.）。然而引入“反思和直观”这对概念的体系性意义，与其说在于证明“肯定的”方面对抗“否定的”方面的起源，不如说在于引入主观和客观领域的区分：作为“反思和直观”，先验的知识“同时是概念与存在”——尽管黑格尔虽然主要把反思归于概念，把直观归于存在，但同时避免了“存在和概念的绝对对立”。事物和概念都是“绝对者的形式”，并且不能被撕裂开来：“在哲学知识中，被直观的东西同时是理智与自然、意识与无意识的活动；它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观念的世界和实在的世界——观念的世界，是因为它在理智中，并由此被置于自由之中，——实在的世界，是因为它在客观的整体性中有它的位置，作为必然性链条中的一环被推演出来。”（GW 4.27 f.）

(7) 这种对“概念”与“存在”二元性的强调——不是在对立的意义上，而是在有差别的和谐一致的意义上——已经预示了后来将“概念”与“实在性”区分为“理念”的两个方面（见第II.6.2.7章）。然而，在另一个方面，《差别》的草图般的导论段落构成了一份从法兰克福到耶拿的过渡文献，正如已经看到的关于贬低“反思的黑夜”以抬高“生命”那样：在黑格尔关于“哲学的需要”的论述中也是如此。在这里，“生命”的概念再次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真正催生哲学的是生命的一种缺陷——它的“分裂”。这个概念在法兰克福时期的“联结哲学”中已经被作为“联结”的反概念来运作（见第II.3.4章），但直到《差别》才将“分裂”理解为“哲学需要的源泉”（GW 4.12）。

此外，通过黑格尔对“相对的分裂”和“绝对的分裂”的区分，分裂的概念现在获得了更清晰的轮廓。“相对的分裂”是一种不可瓦解的规定，它自身与绝对同一性的概念一起被给定了。这种分裂已经存在于绝对者的内在关系结构和其显象的必然形式之中。如果没有它，“同一性”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从而成为一个无意义的词。在这第一层意义上，“分裂”标志着生命根本上的本体论前提预设：“必然的分裂是生命的一个因素”（GW 4.13）。与此不同的“绝对的分裂”则在于绝对者的显象与绝对者的孤立，在于将有限者的独立性固定化。它是一个受损生命的指标，只有从中才产生恢复这种生命的需要——随之也就是“哲学的需要”：“当联结的权能从人类生活中消失，并且各种对立面失去了它们活生生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并获得了独立性时，哲学的需要就产生了”（GW 4.14）。

对于前面（见第II.4.3.2章）在理论上被规定为为意识构造绝对者的“哲学的任务”来说，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实践要素：黑格尔现在把“哲学的任务”称为“扬弃分裂”（GW 4.64）。在这种对“恢复整体性”的需要中，他甚至看到了“理性的唯一旨趣”——从而借此他回到了康德一个奇特但在体系上很重要的概念（B 832 及其他地方）。这个实践旨趣也可以与理论方面协调起来：为意识构造绝对者是为了服务于理性扬弃固化的对立的旨趣。黑格尔在这里赋予哲学一种治疗功能，而这是哲学在法兰克福还无法承担的——因为按照当时的构想，哲学并没有克服分裂的领域。哲学能够在思维活动中扬弃绝对的分裂，因为这种分裂也只在思维活动中有它的位置，也因为哲学恰恰在对绝对者的思维活动中超越了这种分裂。哲学通过把这些限制把握为绝对者的显象，从而消除“限制的整体性”，并借此使被固定化的显象消隐（GW 4.15,13）。

既然“相对的分裂”是一个说明内在结构以及绝对者与显象关系的本体论范畴，那么“绝对的分裂”就是一个文化哲学范畴。对它的使用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必然的相对分裂的基础上，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错误的绝对分裂——为什么联结的权能会减弱，以及对其扬弃具有怎样的地位。如果它被哲学长久地扬弃了，那么哲学本身就会变得多余了。然而黑格尔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些问题。尽管他把分裂置于“时代的教化”与现代知性文化的关系之中，但他并没有在此探寻那些条件，使得这些文化形式发展成为至少是现代生命的主导形式。黑格尔关于“被撕裂的和谐”（GW 4.12）的说法让人联想到昔日完好无损的和谐状态，以及这种和谐复原的状态——根据一种受欢迎的但令人无法接受的神话思维模型，这种模型甚至还影响了他的《自然权利课》（Naturrechtsvorlesung）残篇（见第II.4.6.3章）。然而，《差别》还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比如指出思维活动的一种不变的结构，或是勾勒一部甚至被提及过的“理性史”）——这显然与黑格尔在这本书中究竟如何转向“历史”主题的方式并非毫无关联。

(8) 黑格尔的“一般反思”甚至是从关于“哲学体系的历史观点”（GW 4.9–12）的评论开始的——这是由当时刚刚兴起的关于哲学史编纂理论的争论（Geldsetzer 1968），特别是赖因霍尔德对这些争论的贡献所引发的。正是在这些争论中，相对于18世纪的“批判史”（historia critica），将哲学史编纂作为哲学科学经典内部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构想才逐渐形成，这一构想在二十年后黑格尔的讲座中获得了其经典形态（见第II.9.9章）。

然而，在《差别》中，黑格尔几乎完全是对“哲学体系的历史观点”采取论战的态度（Kolmer 1998, 154 ff.）。他轻蔑的判断可能还是受到早先对“哲学史”（在历史学=讲述哲学家的生活境遇和设计方案的意义上）记忆的预设影响，同样也受到理性主义所特有的对先验领域与历史领域之间存在不可逾越差别的假设的影响。这也依然影响了谢林在紧接其前的《最新哲学文献总体概览》（Allgemeine Uebersicht der neuesten philosophischen Litteratur，1797/98）结尾处关于知识与历史的对立，以及他对历史哲学不可能性所作的证明（AA I/4.188–190）。

同样这种“知识”与“历史”的背反论也是黑格尔批评对哲学体系进行历史处理的基础。所有的哲学体系固然都可以被历史地处理——但这仅仅意味着，没有哪一个体系能够免于这种错误的处理。然而，一个体系活生生的精神只会向一个“相近的精神”显现，而不会向这种仅仅把哲学作为打量对象的历史处理显现，以便借此“去扩大其余的木乃伊收藏以及偶然性的总体堆积”。

然而，黑格尔的批评不仅指向一种仅仅作登记和将其博物馆化的哲学历史学。它同样指向当时新颖的做法——黑格尔再次提到了赖因霍尔德——把哲学史写成一种进步发展的历史。对哲学的“目的论观点”，即关于它可“完善性”（Perfektibilität）的思想，将哲学降格为一种“手工艺”，降格为一种能够不断改进的机械技艺。针对这样一种观点，黑格尔提出了两个论证，其中第一个后来被其他人用来反对他自己的哲学：“目的论观点”将迄今为止的体系降格为“伟大头脑的预备练习”。那么历史上的后来思想家相比于前者总是正确。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论证，而更多是对因为自己晚出生而沾沾自喜之狂妄的一种道德上的非难。而第二个论证才是哲学上的：绝对者和它的显象，也就是理性，永远都是同一样东西；每一个指向自身并认识自身的理性都“产生了一个真实的哲学，并且解决了那个在所有时代都跟其解答一样的任务。”“每一种哲学在自身中都是完满的，就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一样，把整体性包含在自身之中。”但是这个论据也更多地具有自白的性质。它没有提供标准来判定何时一个自诩为哲学的思想方案能满足这个陈述，并且它潜含了一种关于“绝对者”与哲学体系形态之间关系的竞争性观点，而这种观点丝毫不比可完善性思想更少争议性。此外，它还面临着永远同一的绝对者其显象形态的多样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艺术领域——对于阿佩莱斯（Apelles）和拉斐尔，对于荷马和莎士比亚——至少不会以与通过其真理主张来刻画自身的哲学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黑格尔也以这种理性的同一性来反驳哲学中存在“个别特性”（Eigentümlichkeiten）的说法：把哲思提升到永恒的“唯一且普遍的理性”，恰恰就是从这种特性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然而，他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很快就适合打破他本人对历史性生硬的拒绝：“一种哲学真正的个别特性在于那种有趣的个体性，理性在其中用一个特殊时代的建筑材料为自己组织起一种形态”。这种表述（人们以为在其中听到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回音——但这在历史上大概是错的）恰好在理性与历史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而黑格尔在此前是如此激烈地否认这种联系的。在接下来关于“哲学的需要”的章节开头，指向历史的方向得到了加强：一种哲学的特殊形式一方面产生于在其中表达自身的“精神的活生生的独创性”，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于分裂所具有的那种特殊形式，而体系正是从这种分裂中产生的”。尽管有了这个出发点，黑格尔却并没有反思到，这种“特殊形式”不是一种偶然特殊的因而是无法把握的形式，而是被历史中介的——并且由此“历史”因素影响了从这种分裂中产生的哲学体系的建构（GW 4.9–12）。

4.3.3 费希特体系的呈现

(1) 黑格尔对“哲学体系的历史观点”的批评决不排斥对以往哲学的批判性回顾。它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有些模糊的要求，即一种哲学的“活生生的精神”必须“由一个相近的精神来诞生”（GW 4.9）。《差别》的体系意图本身就需要一个批评和肯定的基础。黑格尔在“真正的思辨”与“体系”之间，或者在“体系的哲学”与“体系”之间的和谐一致——或者再换种说法：在一种哲学的“原则”与它的体系性展开的形式之间的和谐一致中——看到了评判这类哲学的标准。

然而，这个假定的内在标准赋予了解释者一种能力，使其在面对一个哲学体系时，能够区分“原则”和“体系”：比作者本人更好地评判，其哲学意图是否在所选择的体系形式中得到了体现——或者两者是否分裂。一个“作为基础的需要并没有在其中完全成形”的体系，虽然作为这样一个体系变成了独断论，“但是真正的思辨可以在最不同的、彼此斥责为独断论和精神错乱的哲学中找到自己的身影。”因此，解释者的批判任务就在于，即使要反对一种哲学的外部体系形态，也要把它内在的意图提取出来并使之现实化：“只有当哲学史坚持这个观点时，它才有价值和旨趣；否则，它就不能呈现那在无限多样的形态中呈现自身的永恒而唯一的理性的历史”（GW 4.31）。

(2) 黑格尔并不是在关于“哲学体系的历史观点”的方法论评论中，而是在——经过“前言”中的一次预测之后——过渡到他“对费希特体系的呈现”时才勾勒出这样一种可能的——哲学史的！——哲学历史学的初步思路。人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他的费希特批评指导方针的普遍化：黑格尔一再承认费希特具有“最彻底、最深刻的思辨和真正的哲思”（GW 4.34），“勇敢地说出了真正的思辨原则。”但他继续写道：“然而正当思辨从它为自己建立的概念中走出来并且构成体系时，它就离开了它自己及其原则，并没有回到它的原则之中”（GW 4.6）。不过，这并不是某种预言现代人对一般哲学的体系形式产生的怀疑，而仅仅是将一种哲学原则与其——在黑格尔看来——特定的、不相称的体系形式相对比而已。

(3) 黑格尔对费希特体系形式的不相称的阐述，未明言地建立在他偏好谢林体系形式的基础之上。他把谢林体系呈现为对系统哲学的任务的成功兑现，从而也是衡量其他构想的标准。在这种视角下，费希特的哲学显得像是一个杰出但仍有缺陷的尝试——可以说是在通往谢林体系道路上的第一步。尽管如此，在黑格尔的批评中仍然能找到多个层面，这些层面在一种内在批评的语境下也是有道理的。

他对费希特体系形式的批判完全着眼于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95）（GA I/2）；黑格尔并没有引用其他文本——例如在1797/98年的《哲学杂志》中发表的《试图对知识学的一种新呈现》（GA I/4.183–281）。尽管他把《知识学》作为批评的对象，但是“知识学”这个词在正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因为黑格尔并不把费希特的早期主要著作解释为“知识的科学”，而是解释为一种有缺陷的同一性哲学。

他“对费希特体系的呈现”首先是在谢林体系构想的基础上对《知识学》的纲领进行了重新表述。黑格尔将知识的概念规定为“一切经验意识与纯粹意识的同一性”，“而认识这种同一性的哲学，就是知识的科学；它必须通过事实，即通过客体事物从自我中真实发展出来，将经验意识的杂多展现为与纯粹意识同一的东西，并且将经验意识的整体性描述为自我意识的客观的整体性”。通过哲学，“先验意识与经验意识之间表面的对立”被扬弃了，或者说“经验知识的客观的整体性被设定为等同于纯粹自我意识”（GW 4.35 f.）。

然而，黑格尔看到这种对哲学的规定被费希特的《知识学》破坏了：它的第一个基本原则“自我=自我”只有一种对抗于经验意识的纯粹自我意识的意义，即使在进一步的展开中，两者也没有达到真正的联结。黑格尔将这种批评与对深受赖因霍尔德影响的那种从一个前置的“基本原则”出发的体系形式的批评结合起来，甚至正如在费希特那里那样从一种“多数的绝对活动”或基本原则出发：无休止的设定自我、绝对的对立，以及前两者的（尝试性的）联结。然而，在这种综合中，纯粹意识即主观的自我为“自我=自我”，而经验意识即客观的自我为“自我=自我 + 非自我”；一种真正的综合之所以是不可能的，是因为“第一和第二基本原则的活动是绝对对立的活动”（GW 4.37 f.）。

因此，费希特的体系并不——正如赖因霍尔德断言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主观性的体系”或“独断的观念论”——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主观性设定为客观事物的实在根据”。费希特更多是“把主观事物和客观事物放在实在性和确知的同等地位”。但既然自我的功能在于设定它自己或者设定事物，“那么自我自身在体系中就没有成为主体=客体；主观事物固然是主体=客体，但客观事物却不是，从而也就不是主体等同于客体。”（GW 4.40）或者换种说法：自我是个“主观的主体客体”，而客观事物不是“客观的主体客体”（GW 4.65）。

因此，费希特没有成功克服在《知识学》开篇所陈述的“绝对对立”，即通过一个作为事实被接纳的“绝对客体”而带来的“阻碍”——而在黑格尔看来，这就使费希特甚至脱离了“观念论”。因为对于费希特来说，客观世界是作为自我意识无法瓦解的条件而显象的；相反，“观念论的原则”是“世界是理智之自由的产物”——而费希特无法成功将这一原则构造为一个体系（GW 4.43）。这不仅适用于《知识学》理论的部分，也适用于实践部分。它的最高综合是“应当”：“我应当等于我”——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只是一种被思考的或被要求的综合，而不是真实的综合。在这些条件下，自由也“不是扬弃对立物，而是对它们的对立”（GW 4.45）。

这种对立也以主观的主体客体内部自然与自我相对立的形式显象。虽然对于先验立场来说，自由和自然是“同一个东西”，它们的差异只在于显象上，但对于反思来说，“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条件”，并且未能达到自然和自由真正的“综合”，自然陷入了反思的屈从下；主观事物成为统治者，客观事物即自然成为被统治者；它获得了“绝对客观性或死亡的特征”（GW 4.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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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黑格尔这种坚持自然真正和解之思想的论述中，谢林的体系概念得到了最清晰的共鸣。然而，黑格尔此外还通过在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中进一步追踪“自然从属于概念的奴役状态”这一主题，为过渡到对其体系的呈现做好了准备——首先是在《自然法权基础》（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1796；GA I/3–4）中。在那里进行的“自然的演绎”中，展示了“自然与理性的绝对对立，以及反思在其整个严酷性中的统治”。黑格尔将他对《自然法权》（Naturrecht）的评论限制在自由与“概念之下的奴役状态”的对立这一主题上。他的论述已经让一个贯穿其晚期法哲学的主题初露端倪：如果人们首先将自由理念思考为一种纯粹理想的因素，思考为一种“绝对的无规定性”，而这种无规定性只是在后来在与其他人的共同体中才受到限制，那么自由的概念就被错失了。黑格尔的批判同样针对卢梭和康德——在这里还是心照不宣的，后来则是明确的：“如果理性存在者的共同体本质上是对真正自由的限制，那么它自在自为地就将是最高形式的暴政”。

在这些条件下，这种限制，这种“紧急状态”，被视为“绝对的必然性”，并且黑格尔担心，这种状态一旦确立——就会扩展到“无限制的被限制状态的二律背反”——直到证明旨在预防潜在自由侵害的强制措施是正当的，甚至深入到社会关系调节的细节中，在那里“警察几乎知道每个公民在每天的每个小时在哪里以及在做什么”。然而，凭借费希特在这里提出的一系列具体建议，他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即使在所谓的“自由”国家中今天也很普遍的操作流程；相反，黑格尔在此仍向这种“紧急国家”提出了一个令人回想起法兰克福草稿的愿景：“真正自由的、自为地无限的和无限制的，即生活的美好交互关系”，或作为“一个共同且丰富之生活的有机身体”的民族。但他的批判也处于大革命后关于国家作为一种机制或有机体的隐喻的对立的更大语境中：在18世纪90年代在浪漫派圈子中兴起的对机械论——因此也就是决定论——世界解释的批判，将自近代早期以来同义的世界或国家隐喻区分为作为完美的机器和完美的有机体——这一过程，直到雅可比在其第二版《大卫·休谟》（1815）中两次用“有机本质”取代“有机机器”，都可以被追踪到（JWA 2.82）。那种完全以个体，以“点的绝对实体性”的复多性为导向的原子论社会模型，只能通过一种外在的知性，通过作为强制法权的法权，来建立它们之间的结合（GW 4.53–58）。

(5) 黑格尔也看到这种统治与屈服的错误进路决定了费希特的《伦理学体系》（System der Sittenlehre）（1798，GA I/5）——区别在于，在根据自然法权构想的国家中，统治者凌驾于个体之上存在，而在道德中，这种统治关系则被转移到个体内部：“在伦理学中，概念和自然必须被设定为联结在同一个绝对的人格中”。但是，由于自由与自然的对立被吸收到了人的内部，人就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因此也是反自然的“对自然的压迫”：如果“发号施令者被转移到人自身内部，并且在他内部绝对地对立着一个发号施令者和一个服从者，那么内在的和谐就被破坏了，不和以及绝对的分裂就构成了人的本质”。面对“自由与必然性的固定的、绝对的极性”，将“无法考虑任何综合和任何无差别点”；“根据概念对自然的绝对规定，就是知性对心的绝对统治”（GW 4.58–61）。

尽管有这种诊断，黑格尔在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中看到了一个导向更好解决方案的出发点：费希特也谈到了“审美感官作为知性与心之间的联结纽带”。但是，“审美教化”在这里仅仅发挥了“促进理性目的”的功能：它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仅仅承担着为道德铺平道路的任务，“以至于，当道德出现时，它发现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即从感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黑格尔在费希特的“统治”模型中根本看不到进行此类中介的任何空间。费希特表达得“极好，但在考虑到他的体系时却是不一致的”。服从就是服从非我，这仅仅意味着我们的自然倾向必须服从我们的伦理法则，而这种“服从的分离”与审美直观是相悖的。因此，费希特恰恰在那个他因之与谢林最接近的观点上——在对审美直观的评价上——却又使得他体系的根本缺陷，即绝对的对立，成为永恒（GW 4.60–62）。

4.3.4 谢林与费希特哲学的原则与体系的比较

(1) 紧接着对费希特哲学的原则与体系形式之间鸿沟的这番批判，黑格尔概述了谢林的体系概念，这构成了他未曾明言的批判标准。这一节的标题——“谢林哲学原则与费希特哲学原则的比较”——在双重意义上是不恰当的。首先，它在这里较少涉及“原则”的比较，而更多涉及体系形式的比较。因为费希特和谢林之间的差别首要地存在于这种形式中，而不是在原则中。其次，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场“比较”，至少不是一场不带偏见的比较，而是黑格尔将谢林的观念作为更优越的方案，与费希特的体系形式对立起来。在此过程中，他奇怪地几乎完全以谢林的哲学在1800年的《先验观念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scendentalen Idealismus）中通过其自然哲学草稿所达到的形成状态为导向——尽管谢林的《我的哲学体系的呈现》（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早在1801年5月就已经出版了（PLS 2/1.196 f.），也就是说在《差异论文》（Differenz-Schrift）前言签署之前两个月。黑格尔可能那时已经将《差异论文》付印了。这种对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的追溯——即对一个已经被谢林的发展所超越的立场的追溯——在他大量的引用中暴露出来，也已经在他勾勒谢林将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并行处理（GW 4.67 f.）的过程中暴露出来，作为其背景，斯宾诺莎的定理“观念的次序和结合与事物的次序和结合是同一的”（Ethica II, 7）隐约闪现（GW 4.71）。

由于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是根据谢林的体系概念设计出来的，因此它已经预示了那些黑格尔认为谢林具有优越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于“原则”和“体系”的统一。在这里，这两者不再像在费希特那里那样分崩离析，而是处于和谐之中，因为作为原则的主客体不仅构成开端，而没有在体系的进程中回到自身；原则和体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统一体——这是因为，谢林在“主观的主客体”的对立面放置了一个作为补充的“客观的主客体”，也就是说，因为他把被费希特视为仅仅受到主体、受到“概念”统治的自然本身也思考为一个主客体。“真正的同一性仅存于此：两者都是一个主客体，且同时也是它们所能容纳的真正的对立。”（GW 4.66）

(2) 在这些显得有些刻板的公式背后，隐藏着一种不同于对立、而是旨在中介对立者的关于现实性以及作为把握这种现实性的哲学的观念。如果人们将现实性及其统一思想局限于诸如主体与客体、无限与有限、自我意识与自然的对立之中，以使反思在其中得以完满，那便误解了它的结构并摧毁了它的统一思想。黑格尔将“哲学的形式任务”设定为“扬弃分裂”。但是，这种扬弃既不能通过消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来完成，也不能通过将其提升至无限来完成，而是：“为了扬弃分裂，必须扬弃这两个对立者——主体与客体；它们通过被设定为同一的，从而作为主体和客体被扬弃了”，但它们的差别依然保留着。由此，它们在“绝对同一性”中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在其中拥有它们的实在性：它们既是分离的，也是不分离地同时处于同一之中的。因此，哲学必须在它们的同时存在中把握住二者——分离与同一性：“但绝对者自身因此就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对立与同一同时存在于它之中。”（GW 4.63 f.）

(3) 这种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与差别的思想在这里没有得到认识论上的深化；黑格尔仅仅关注谢林的体系概念，关注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关系。在《先验观念论体系》中，之前必须推论出来的东西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即谢林并不在康德、费希特甚至雅可比的意义上将“先验哲学”理解为一种哲学进路的标题，比如与某种形式的“实在论”相对立，也不将其理解为“知识学”的代名词，而是理解为双重哲学体系两面中的一面，理解为与“自然体系”相对立的“理智体系”。因此，主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仅仅是这两种“体系”或科学的关系。不同于费希特，对费希特而言，作为“先验哲学”的“知识学”构成了整个哲学的唯一真正的进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自然”才能成为对象，而谢林则试图在各自的科学中展开“自然”与“自我意识”，但其方式是阐明它们的平行结构，它们彼此的关联，它们的内在统一——恰恰是将它们两者都把握为“主客体”并在体系中进行阐释。与具有费希特特征的先验哲学不同，这种进路不仅将自然的规定性理解为“知识借给它的一种形式”，而且理解为它自身的规定性：“自然与自我意识自在地就像它们在各自的科学中被思辨所设定的那样”。这两门科学的关系并不是一门只主题化“主体”，而另一门只主题化“客体”；因为它们毕竟都以一个“主客体”为对象，而它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在先验哲学中，理智是第一性的，是实体，而在自然哲学中，自然是第一性的，是实体，而另一个则是偶性——或者换言之：在前者中是主观的主客体，在后者中是客观的主客体（GW 4.65–67）。

(4) 然而，黑格尔超越了这一由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体系》所代表的体系概念——展望了谢林的“同一性体系”：除了在理智与自然这两个体系中对绝对者进行阐释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立场”——当然，也有三重错失它的风险。他在这里勾勒了——借用后来的术语——“思想对待客观性的三种态度”（见第二章 7.2.5节）。黑格尔将第一个错误发展看作是通过因果关系“混合”这两门科学，如果在理智体系中混入自然科学，就会导致“超验的假说”，而在自然体系中混入理智，就会导致“超物理的，特别是目的论的解释”——也就是说，导致在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神学。这种批判可能总体上针对传统形而上学。——黑格尔将第二种可能的错失看作是这两种体系的一种——可能是经验科学特征的——和平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并没有根据它们那——矛盾的——主张将它们视为“绝对者的科学”——而对此，黑格尔定言地宣称：“绝对者不是一种并列状态”——这是一种也可以解读为对谢林双重体系概念的批判的说法。

作为第三个也是“最值得注意的立场”，他引出了“通常所谓的先验观念论”，对它来说，“关于主观的主客体的科学本身就是哲学整合性科学的一门，但也只是其中之一”。令人惊讶的是——也许是追溯到一份更早的手稿——黑格尔仅仅利用康德的自然概念来解释这一进路。《判断力批判》诚然将自然产物视为自然目的，因而看似将自然变成了主客体——但这也仅仅是对于反思的判断力而言的，它并未对自然的实在性作出任何论断：“因此，观察方式始终是完全主观的，而自然则是纯客观的、仅仅被思考的东西”。对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来说，自然无论如何只是一种质料，只是力学的对象，它“用那贫乏的吸引力与排斥力”就“已经变得太丰富了”，因为这样的力量已经是“一种自我设定，= 我”，这从质料的纯粹观念论立场来看是无法归属于它的。因此，违背了表象，对这个第三种立场来说，自然“仅仅是质料，而不是主客体”，而所寻求的更高立场因此也就被错失了。黑格尔甚至赋予了自然神学观察方式“在考虑到完整性方面”的一种优先性——顺便说一句，鉴于自然神学对于18世纪巨大的科学史意义，这并非不可思议（GW 4.68–71）。

(5) 在与这些错失绝对者之阐释的科学概念划清界限之后，黑格尔通过进一步解释理智与自然这两种“体系”的关系，开始了迈向“更高立场”的决定性步骤，在这一步骤中他既强调了这两门科学双重构成的必然性，也强调了它们的同一性。极性结构并非纯粹的事实；它本身就奠基于绝对者之显象的概念中：“显现和分裂自身是一回事”。为此，黑格尔还确保自己获得了某位未具名的“较年长的哲学家”即斯宾诺莎的权威支持，后者曾宣告了这两个被区分的“体系”的统一（见第二章 4.3.4节）。并且他试图不仅仅通过——主观的或客观的——主客体的术语，而且还通过自由与必然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概念来建立这两个“体系”的交错：自由与必然性也不能分配给这两个“体系”；它们同时归属于两者——必然性也归属于“理智体系”，而自由也归属于“自然体系”：它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转变；“它无意识的发展是生生活动性的反思，这种活动性无止境地分裂，但在每个受限的形态中自我设定，并且是同一的；在这个范围内，自然没有任何形态是受限的，而是自由的。”并且，尽管“自然科学”总体上是哲学的理论部分，但它仍旧有一个实践部分，正如另一方面，“理智科学”也有一个理论部分一样。

但是，只要这两门科学作为绝对者之呈现的形式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就必须同时在一个连续性中，作为一门连贯的科学被观察”。在它们的二位一体中，它们是“相对的整体性”；它们努力趋向“无差别点”，这个无差别点作为同一性在它们之中，作为整体性在它们之外；因此，它们是“同一性向整体性的自我建构”的形式，而这是“绝对者的自我建构”。如此一来，“这两门科学之分离的扬弃”便完成了，黑格尔总结道：“这就是唯一的更高立场，在这立场上，这两门科学消融在彼此之中”。

从这个“更高的”、也是最高的位置，黑格尔描述了哲学体系内在过程：也许看似亵渎神明地——追溯到了传统的神话素与神学术语中：“原始同一性（其无意识的收缩——主观方面是感觉，——客观方面是物质，在空间与时间的无止境的组织化的并列与相继中，扩展成客观的整体性），并将与这种扩张相对立的收缩（通过消灭前者自身而构成的收缩，进入自我认识的主观理性点），——即与主观整体性相对立，必须将两者联结进对那在完满的整体性中客观地成为自身的绝对者的直观活动中，——联结进对上帝永恒化身为人、太初之道诞生的直观活动中。”但是，由于这些可以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且在卡巴拉传统中司空见惯的“扩张”与“收缩”术语在此失去了它们早先的含义，因为它们不再命名宇宙生成过程的各个阶段，而是命名自然与理智的结构极性，同样，关于“上帝永恒化身为人”的直观活动的言论也是如此：绝对者自我生产在哲学体系中的呈现，正是宗教中以“上帝化身为人”为标题所说出的思想的真理（GW 4.75–75）。

(6) 黑格尔以勾勒哲学与精神生活的其他形式之间关系的方式，结束了他对谢林体系概念的呈现——实际上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体系草图”（Jaeschke 1986a, 149），更不是他自己的体系概念，正如已经可以从术语特殊的未规定性中看出的那样，由于频繁使用“更多”或“主要”等词汇，而这些词汇也出现在谢林的《艺术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Kunst）中（SW I/5.380）。——位于绝对者本质之中的极性结构，也贯穿了绝对者之直观活动的形式，即艺术和思辨，并且在艺术方面，这种极性再次延续为狭义的艺术和宗教这两种形式。因此，宗教被从属于广义的艺术，而与狭义的艺术并列。艺术作品是持久的，是“天才的产物，但属于全人类”；宗教则是“一种活生生的运动”，是“一种普遍天才的产物，但也属于每一个个体”。在艺术中，对绝对者的直观活动呈现为“更多地集中于一点，并且压制自我意识”，以及“更多地采用绝对存在的形式”，而在思辨中则“更多地作为意识，以及在意识中展开的主观理性的活动，它扬弃了客观性和无意识的东西”，或者“更多地作为一种在其无限的直观活动中自我生成的存在”。艺术和思辨“在本质上都是对上帝的敬拜；两者都是对绝对生命活生生的直观活动，因此是与它合一的。”（GW 4.75–77）

4.3.5 批判赖因霍尔德哲学

(1)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之差别的真正呈现至此已经完成；然而，黑格尔还附加了对赖因霍尔德哲学的严厉批判，他在那很少被引用的书作完整标题中就已经预告了这一点——作为对赖因霍尔德意在进行毁灭性批判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的反驳（参见 GW 4.564–566）。也正因为如此，谢林在这一时期也将赖因霍尔德作为其论战的首要靶子（PLS 2/1.261–333）。为了掩饰引入赖因霍尔德带来的概念上的断裂，黑格尔在这一节的开头评论说，还要“一部分谈谈赖因霍尔德对费希特和谢林哲学的看法，一部分谈谈他自己的观点”。纵观费希特和谢林的体系，黑格尔指责赖因霍尔德，“首先忽略了两者作为体系的差别，其次没有将它们作为哲学来对待”。当然，这第一项指责同样适用于费希特——并且适用于当时参与辩论的所有其他人。因为自谢林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存在于他与费希特之间的体系性差异一直被有意地压制，直到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体系》出版，甚至在这里它们也没有被公开言明。费希特本人也是在谢林的《体系》出版后，才开始就这些早有预感的差异向自己连贯地交代——而且，为了先验哲学历史影响的利益，他也同时努力不让这些差异公之于众（PLS 2/1.216）。

黑格尔并未通过批判赖因霍尔德对费希特的解读来具体化第二个指责，而是通过批判其对谢林的解读。黑格尔指责赖因霍尔德误解了《先验观念论体系》的导言——但他也指出了谢林后来在《思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文本，这些文本与赖因霍尔德的《论丛》（Beiträgen）同时甚至在其之后才发表。

黑格尔的批判首先针对赖因霍尔德对谢林关于绝对者作为“绝对同一性”、作为主客体概念的误解。另一方面，他驳斥了赖因霍尔德的指责，即先前的哲学——可以说是心理主义地——“在一种纯粹主观活动性的特征下表现思维活动”。实际上，“从先验直观的主观方面的抽象”是谢林哲学的“形式上的基本特征”——并且他用一段引文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人们首先学会纯理论地、仅仅客观地、没有任何主观混杂地进行思维活动，那么他们就会学会理解这一点。”这里包含了黑格尔后来“客观思维活动”概念的最早根源。

第三个方面涉及哲学之方法和目的的差别：对赖因霍尔德而言，哲学的“最本质的事务”在于，“通过分析即分离来为认识的实在性提供理据”；相反，思辨的“最高任务”在于，“在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中扬弃分离”，“实现绝对的联结”。黑格尔通过对待唯物论的态度阐释了这一被标记的差别；赖因霍尔德只“将其视为德国并不固有的一种精神错乱，并且没有从中看到任何扬弃精神与质料形式中分裂的真正哲学需求”——同样也没有看到，唯物论在德国的陌生感可能是“教化中相反的片面性”的结果。

最后，黑格尔还极其坚决地反对赖因霍尔德对费希特和谢林体系在道德上的归罪：他“将从不道德中解释这些体系的特殊性，并且断言，在这种体系中不道德已经获得了原则和哲学的形式。人们可以把这种说法叫做可怜的借口、愤怒的权宜之计等等，随便你怎么叫，并加以痛骂；因为这样的东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vogelfrey）。”哲学诚然是从“不道德”即从“时代的混乱”中产生出来的——但仅仅是为了反抗它，“把人从自身中恢复过来”（GW 4.77–81）。以类似的方式，谢林早就在《哲学书信》（Philosophischen Briefen）（AA I/3.58）中批判了这种将哲学差异与道德谴责混为一谈的做法：“谁不相信我们最新哲学家的论证，谁就被打上道德败坏的烙印。” (2) 然而，回顾赖因霍尔德与费希特和谢林的关系仅仅是作为前奏——是为了与赖因霍尔德就哲学体系奠基的形式展开争论，同样也是为了黑格尔对赖因霍尔德在过去几年中经历的多次“革命”的嘲讽——从康德主义者到费希特主义者再到雅可比主义者——但最首要的，是为了黑格尔与赖因霍尔德最后一个立场：他转向克里斯托弗·戈特弗里德·巴尔迪利（Christoph Gottfried Bardili）的《第一逻辑纲要》（Grundriß der Ersten Logik）展开争辩。

赖因霍尔德带着“欢呼”和“狂喜”迎接了这篇——早于1799年秋季出版的——巴尔迪利的著作——这令他的许多朋友感到非常懊恼。他非常热情地将它推荐给雅可比以及费希特，并向后者称其为“一种先验观念论的全新呈现——或者确切地说，是一项从新的、且在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上重新发现它的创举”（PLS 2/1.67,69）——尽管他自己不久后将由巴尔迪利中介的立场命名为“理性的实在论”。在写给赖因霍尔德的信件以及在一篇书评中，费希特都批评巴尔迪利的《纲要》极其不充分；赖因霍尔德公开回应了这篇书评——并在这个问题上，费希特和赖因霍尔德之间发生了决裂（PLS 2/1.110–134）。黑格尔承接了费希特的批判；他对巴尔迪利和赖因霍尔德投下的反对票也就是对费希特投下的间接赞成票，正如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将雅可比与赖因霍尔德区分开来（GW 4.88, 34–35, 84–85 脚注）。

黑格尔指责巴尔迪利的《纲要》“将哲学转变为认识的形式，转变为逻辑学”，甚至是将哲学还原为逻辑学——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史中，这一指控反过来被针对他本人。在呈现这种“还原”时，黑格尔几乎完全以赖因霍尔德对巴尔迪利的引荐为导向——即对于思维活动的概念、“思维活动的应用”以及“思维活动应用的质料”的区分——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区分恰恰使思维活动成为一种纯粹主观的活动性，因此也就与赖因霍尔德的要求相矛盾。哲学被还原为逻辑学是因为，赖因霍尔德追随巴尔迪利，将“真正的哲学”置于“对思维活动的应用作为思维活动的分析”之中，通过这种分析应该能够发现并建立“原真理与真理，以及通过原真理得到的真理”。

黑格尔更详细地探讨了巴尔迪利与赖因霍尔德“基础哲学”的关系——尽管有赖因霍尔德的抗议，他再次遵循了费希特的《巴尔迪利书评》，该书评称巴尔迪利的书是“对已故的赖因霍尔德基础哲学的改写”（PLS 2/1.115 f.）。黑格尔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详尽地比较了巴尔迪利的“逻辑学”和赖因霍尔德的《关于人类表象能力新理论的尝试》（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menschlichen Vorstellungsvermögens）以作证明——并由此将赖因霍尔德对巴尔迪利《纲要》的喜悦描述为一个人的喜悦，“他在极大满足中，不知不觉地被用自家酒窖里的酒款待了一番”（GW 4.81–90）。

(3) 然而，在另一方面，赖因霍尔德对他早期“基础哲学”的告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着眼于哲学的理据问题上。在1789-1791年的著作中，赖因霍尔德试图通过退回到一个通过自身确定的命题——意识命题——来解决哲学体系的理据问题（见第二章 4.3.2节）。这种进路的失败，以及对通过费希特的《知识学》对其进行的修改的疑虑，使赖因霍尔德确信应当更谨慎地解决理据问题：哲学必须从一个纯粹假言的、或然地预设的真理开始，并且只在进程中从它走向原真理——这种进路黑格尔甚至在其《逻辑科学》中进行过思考和拒斥（GW 11.34 f.）。在《差异论文》中，黑格尔反驳说，“用一个假言的和或然的［真理］根本无法为任何东西提供理据”。并且他怀疑这类准备练习只不过是一种“毫无原则的焦虑，在自身忙碌中总是只徒增自己的焦虑”的表现——一种“害怕陷入知识”的恐惧，除了“在自己凭分析、方法化和叙述而获得的对知识的爱、信仰和固定的指向上取暖”之外，什么也不剩。黑格尔在这种奠基反思——它最终只是这种“走向真正事业的助跑”——面前，提出了一种不再是外在形式的奠基：“作为整体”，哲学在“自身内部为其认识、形式和内容提供理据”。作为绝对者的阐释和自我阐释，除了对知识的关联进行这种内在的形成之外，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奠基。它之所以能提供理据，是因为“它将其每一个部分都设定为绝对的，由此在开端及每一个个别点上构成一种同一性和一种知识；作为客观整体性，知识为其自身提供理据——并且，它越是塑造自身，它就越能提供理据，它的各部分仅仅是与这些知识之整体同时提供理据的”。通过这些话，黑格尔已经预言了哲学体系的理据形式，然而他是直到完成《差异论文》后才开始详细阐发这一形式的（GW 4.81–83）。

4.3.6 哲学史意义

(1) 在《差异论文》中，初抵耶拿的黑格尔进行了他的哲学首秀。当时关于哲学基础的激烈争论迅速为他提供了“介入人们生活”的机会，而这正是他在1800年11月2日致谢林的信中仍在非常模糊地期盼的事情。他利用这种机会的方式，深深印刻了他当时与谢林的密切联系的痕迹。因为“日益将费希特的事业与谢林的事业区分开来”的迫切需要（致麦梅尔 [Mehmel]，Br IV/2.6），正对应着谢林早在《先验观念论体系》中就已铺平的、自1800年11月在——黑格尔肯定知晓的——与费希特的通信中（PLS 2/1.185–232）加以推动的、并在1801年5月《我的哲学体系的呈现》出版时公之于众的与费希特拉开距离的趋势。“我的体系”这个标题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旨在向公众强调这一体系纲领的独立性。

费希特与谢林之间的通信表明，两人的“差异”——通信中经常谈及于此——几乎可以追溯到他们哲学交往的开端。此外，它们在1801年的公开表达也并非由黑格尔抵达耶拿引发，而是部分由于两人哲学进路的分道扬镳，部分由于个人的敏感。赖因霍尔德也在其《论丛》第二册中强调了此类差异。黑格尔在这场争论中的角色，不仅仅在于像赖因霍尔德那样从外部注意到这些本身就存在的差异——因为这很容易被贬低为对手的战术。相反，黑格尔从内部，从先验哲学阵营内部完成了“费希特的事业与谢林的事业”之间的决裂，从而使其令人无可辩驳地信服。然而面对费希特，谢林在1801年10月3日将《差异论文》说成似乎是公众的客观声音：“直到这几天，一位极有头脑的人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论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我对此没有任何参与，但我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它。”（PLS 2/1.222）这便是《差异论文》的“哲学政治”、影响史意义所在：它终结了先验哲学能够以统一体面貌出现的时期。

(2) 由于这种意义，《差异论文》时至今日一直备受瞩目——哪怕仅仅体现在它受到了费希特追随者们的激烈抨击（Girndt 1965, Lauth 1987）。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篇处女作——似乎特别适合用来介绍黑格尔的体系意图。然而，正为了这个目的，它比黑格尔的其他任何文本都更不合适。它是一个初到耶拿者的思想见证，在这个人首次公开涉足哲学时，显然将自己托付给了其导师的体系意图和指导——并且至少没有明确质疑它们。

最重要的是，它展示了获得大学授课资格考核之前的黑格尔——因此也就是在他体系形成之前的黑格尔。它从谢林的视角探讨了费希特体系与谢林体系之间的关系，但并非出自黑格尔自身的体系概念。如果在1801年头几个月里 überhaupt 可以谈论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它也是由最后的法兰克福文本所代表的。因此，《差异论文》是一部既不适合用来介绍黑格尔哲学，也不适合用来批判其后期体系，同样也不适合用来真实阐释费希特与谢林之“差异”的文本。今天与黑格尔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特定体系形式的发展，直到他在1801/02年冬季学期开始讲授课程时才真正开始（见第二章 4.6.1节）。

首版印刷：《关于赖因霍尔德〈论十九世纪初哲学状况一览〉第一册之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in Beziehung auf Reinhold’s Beyträge zur leichtern Übersicht des Zustands der Philosophie zu Anfang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Istes Heft］。耶拿，1801年。——文本：GW 4.1–92。——文献来源：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Carl Leonhard Reinhold）：《关于人类表象能力新理论的尝试》（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menschlichen Vorstellungsvermögens）。布拉格 / 耶拿，1789年；赖因霍尔德：《用于纠正哲学家迄今为止误解的论丛》［Beyträge zur Berichtigung bisheriger Mißverständnisse der Philosophen］。耶拿，1790–1794年；赖因霍尔德：《论哲学知识的基础及对表象能力理论的一些解释》［Ueber das Fundament des philosophischen Wissens nebst einigen Erläuterungen über die Theorie des Vorstellungsvermögens］。耶拿，1791年；[哥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 (Gottlob Ernst Schulze)：]《埃奈西德穆，或论赖因霍尔德教授在耶拿教授的基础哲学之基础。兼论维护怀疑论以反对理性批判的傲慢》［Aenesidemus oder über die Fundamente der von dem Herrn Prof. Reinhold in Jena gelieferten Elementar-Philosophie. Nebst einer Vertheidigung des Skepticismus gegen die Anmaaßungen der Vernunftkritik］。[黑尔姆施泰特 (Helmstädt)] 1792年；克里斯托弗·戈特弗里德·巴尔迪利（Christoph Gottfried Bardili）：《第一逻辑纲要，清除了迄今为止逻辑学，特别是康德逻辑学的错误》［Grundriß der Ersten Logik, gereinigt von den Irrthümern bisheriger Logiken überhaupt, der Kantischen insbesonndere, […]］。斯图加特，1800年；费希特：《巴尔迪利书评》［Bardili-Rezension］。PLS 2/1.115–123；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主编：《论十九世纪初哲学状况一览（1801）》［Beyträge zur leichtern Uebersicht des Zustandes der Philosophie beym Anfange des 19. Jahrhunderts (1801)］。——参考文献：Helmut Girndt：《黑格尔〈差异论文〉中费希特与黑格尔体系的差异》［Die 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Hegelschen Systems in der Hegelschen »Differenzschrift«］。波恩，1965年；Manfred Zahn：《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同克里斯托弗·戈特弗里德·巴尔迪利“逻辑实在论”的争辩》［Fichtes, Schellings und He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Logischen Realismus« Christoph Gottfried Bardilis］。刊于：ZphF 19 (1965), 201–223, 453–479；Ingrida Görländ：《青年黑格尔的康德批判》［Die Kantkritik des jungen Hegel］。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6年，16–53页；Lutz Geldsetzer：《19世纪的哲学史哲学。论哲学史与哲学观察的科学理论》［Die Philosophi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 Zur Wissenschaftstheori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und -betrachtung］。迈森海姆（Meisenheim），1968年；Ludwig Siep：《黑格尔的费希特批判与1804年的知识学》［Hegels Fichtekritik und die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804］。弗赖堡 / 慕尼黑，1970年；Helmut Girndt：《黑格尔与赖因霍尔德》［Hegel und Reinhold］。载于：Reinhard Lauth 主编：《出自唯一原则的哲学。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借其逝世150周年之际的七篇论文及一份书信目录》［Philosophie aus Einem Prinzip. Karl Leonhard Reinhold. Sieben Beiträge nebst einem Briefekatalog aus Anlaß seines 150. Todestages］。波恩，1974年，202–224页；Walter Christoph Zimmerli：《关于哲学的问题。对黑格尔〈差异论文〉的解释》［Die Frage nach der Philosophie. Interpretationen zu Hegels »Differenzschrift«］。HSB 12 (1974)；Xavier Tilliette：《在耶拿作为谢林合作者的黑格尔》［Hegel in Jena als Mitarbeiter Schellings］。载于：Henrich / Düsing 主编：《耶拿时期的黑格尔（1980）》［Hegel in Jena (1980)］，11–24页；Reinhard Lauth：《知识学之前的黑格尔》［Hegel vor der Wissenschaftslehre］。美因茨 / 斯图加特，1987年；Petra Kolmer：《作为哲学问题的哲学史。特别是对康德与黑格尔的批判性反思》［Philosophiegeschichte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Kritische Überlegungen namentlich zu Kant und Hegel］。弗赖堡 / 慕尼黑，1998年；Klaus-M. Kodalle / Martin Ohst 主编：《费希特的解职。200年前的无神论争论》［Fichtes Entlassung. Der Atheismusstreit vor 200 Jahren］。维尔茨堡，1999年；Ludwig Siep：《〈精神现象学〉之路。对黑格尔〈差异论文〉与〈精神现象学〉的一篇导论性注释》［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Ein einführender Kommentar zu Hegels »Differenzschrift« und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0年，24–51页；关于巴尔迪利，请参阅 Rebecca Paimann：《作为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克里斯托弗·戈特弗里德·巴尔迪利的哲学》［Das Denken als Denken. Die Philosophie des Christoph Gottfried Bardili］，以及克里斯托弗·戈特弗里德·巴尔迪利：《逻辑学小品集》［Kleine Schriften zur Logik］。由 Rebecca Paimann 撰写导言并附有详尽的文本批评性注释。斯图加特-巴特康斯塔特（Stuttgart-Bad Cannstatt），2009年和2012年版；Jaeschke / Arndt：《康德之后的古典德国哲学》，314–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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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埃尔朗根文学报》上的评论

(1) 甚至在发表《差异书》之前，黑格尔就获得了另一个实现其所期望的“干预人们生活”的机会：通过评论，他不仅投入到耶拿的“文学喧嚣”中，而且投入到整个时代的喧嚣中。谢林的推荐为他开辟了这条道路：在1801年7月4日，谢林向《埃尔朗根文学报》的编辑戈特利布·恩斯特·奥古斯特·梅梅尔提名黑格尔代替他担任布特韦克的《思辨哲学原理》的评论员；梅梅尔可以期待黑格尔提供一篇“绝对称职和深刻的文章” (GW 4.527)。由此展开了梅梅尔和黑格尔之间的通信；1801年8月初，黑格尔接受了评论的邀请，并提出了其他的著作：“费希特的阳光般清晰的证明”（他将不得不把它“作为普及思辨的一个不幸的主观尝试”来处理）以及展销会目录中预告的、他还不熟悉的书籍“吕克特的唯心主义，舒尔茨的理论哲学批判，——也许：关于启示和神话作为康德宗教的补充。据我记忆，杜滕霍费尔的尝试已经发布了。” (Br IV/2.5 f.) 然而，当时费希特、格罗曼和杜滕霍费尔的著作已经在《埃尔朗根文学报》上被评论过；吕克特的《唯心主义》和舒尔茨的《批判》在《埃尔朗根文学报》停刊后，分别受到谢林和黑格尔在《批判杂志》上的严厉批评 (GW 4.239 ff. 及 197 ff.；见第II.4.5.4章)；而黑格尔——遵循当时的习惯匿名地——在《埃尔朗根文学报》上评论了韦尔内堡、克鲁格、格施泰克、菲施哈伯和赫尔德的书。

(2) 梅梅尔于1801年8月16日将布特韦克的《原理》寄给黑格尔，黑格尔在8月26日即以长篇完成的评论予以回复——仅在进行教授资格答辩的前一天。黑格尔在《原理》中发现了折中主义，而且这种折中主义的立场他几乎全部作为违背哲学的东西予以拒绝：已经在《差异书》中被批评过的临时性哲学的分界方法，为了建立哲学基础而求助于心理学，以及松散地借用康德的先验哲学元素——并且使用了令人愤慨的随意语言进行陈述。即使在布特韦克想要提升到“绝对理念”的地方，他仍然陷入在对立的“理想原则”和“现实原则”之中。因此，《原理》完全未能解决它自身设定的问题，而这在《精神现象学》之前的几年里也正是黑格尔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反驳怀疑论来建立思辨哲学，这种反驳首先要使用“怀疑的方法”本身，并试图从内部克服怀疑论。然而，布特韦克所谓的“反驳”仅仅在于“对怀疑论者所否定的东西的积极主张；——如果更深入地看待它，则在于洞察到怀疑论实际上是无法反驳的。”因此，黑格尔最终用他自己的构想反对布特韦克关于主体和客体对立的“现实原则”：“进行哲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扬弃主体和客体的对立 […]” (GW 4.95–104)。

(3) 布特韦克关于通过内在克服怀疑论来确立必然确定性的纲领，在形式上可以与黑格尔在耶拿岁月中所勾勒的相媲美。而在《埃尔朗根文学报》上发表的针对韦尔内堡、格施泰克和克鲁格的其他三篇同样非常尖锐的评论，则与黑格尔的系统意图有很大距离；它们是没有任何针对他自己哲学发展的深层意义的应景之作。黑格尔在1802年初写了这些文章，大概是一气呵成，因为他在02年3月26日将它们——连同一篇关于菲施哈伯的评论——寄给了编辑梅梅尔。

在韦尔内堡的两本“小册子”中，黑格尔拒绝了作者用来炫耀的“非常巨大的自负”，作者不仅想以此“证明费希特体系的无根据性”，而且还想扮演时代各个哲学流派中人们渴望的“仲裁者”。黑格尔评论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长篇引文，阐述了韦尔内堡的“首要原则”——即哲学家的任务是分离“意识中原始统一的东西”，并将原始分离的东西重新“原始统一”起来；“事物 (非我)，原始必然的东西”和“智力，精神 (自我)，原始自由的东西”是“原始统一的”；从前者抽象就是唯心主义，从后者抽象就是独断论。总的来说，韦尔内堡的著作是对唯心主义和独断论“一种单调的、忧郁的、呼告式的对立”；尽管黑格尔承认在其“基本理念”中可能表达了“哲学的理念”，但这取决于（这里没有提供的）科学的执行情况 (GW 4.105 f.)。

黑格尔更详细但并不更友善地报告了格施泰克的《法概念的演绎》——将其视为“试图将最高知识理由的演绎与通俗易懂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然而像往常一样，通俗易懂占据了上风。他拒绝了格施泰克开篇对“形而上学”和“法的物理学”的区别，认为这是将法的形式概念与法的现实相分离。在这篇论文三个部分的第一部分中，格施泰克试图“从普通人类理智中窥探其关于合法性判断的普遍概念”——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只听到了自己的概念。在第二部分中，格施泰克想“攀登到知识的最高理由”，或者说“从理性的最深处提取出”法的演绎——并得出两个无限，即自由的自我和外部力量，但他无法再说出关于它们结合的任何东西：“两者必须永远互不相容，每个对立面本身都是一个绝对，但每一个也由另一个所制约。”在这个答案中，黑格尔看到了“用费希特的色彩以及相应的令人振奋的演说式夸大所粉饰的最普通和最形式化的二元论”。完全看不到真正的法演绎，“除了将康德的道德哲学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词汇理解为二元论之外，什么也没有，以空洞夸张的言辞表现出来” (GW 4.107–111)。

黑格尔对克鲁格《哲学新工具论草案》的评论处理得最为简短：他没有深入讨论这本书，而是一方面躲在克鲁格的要求后面，即在不了解一份还要发表的附录的情况下，不要评判他的《工具论》，另一方面他指出“在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批判杂志中，一般地评价了克先生哲学上的努力”——即指出他自己对克鲁格的批评（见第II.4.5.3章）——他给克鲁格提建议，在计划中的附录中“省去在这个工具论中证明一种哲学趋势的麻烦，因为这显然是徒劳的” (GW 4.112)。

(4) 除了这三篇评论外，黑格尔还写了另外三篇，但今天已经遗失了。他在02年3月26日将关于菲施哈伯对于费希特的陈述的评论，连同上述的评论一起寄给了梅梅尔；关于它的内容和未发表的原因一无所知。正如黑格尔给梅梅尔的信中所写的，这篇评论的开头提到了“本地报纸上一篇夸夸其谈的评论”；这让人猜测他自己的评论与其相反，有一种批判性的倾向 (GW 4.517,554 f.)。

正如黑格尔在8月28日给梅梅尔的上述信中告知的那样，他首先把赫尔德的《上帝》新版的评论放在一边：“关于赫尔德，我必须先拿到旧版的《上帝》，因为我这里没有我的副本，这样我才能说明新版的情况；——我能看到的是他省略了雅可比在信中谈到的内容 [sc. JWA 1.219–231]；如果他真的理解了这一点，他应该全部省略掉。”02年3月26日，他向梅梅尔报告说，他将在“几天内”收到第一版，然后“也会尽快更正这一项”。黑格尔也完成了这篇评论；罗森克兰茨曾拿到过它并告知，它“以温和的尖锐阐述了这篇与第一版的区别” (R 223)。黑格尔可能没有寄出它，因为《埃尔朗根文学报》于1802年停刊 (GW 4.517,554)。

黑格尔为哈雷的《一般文学报》撰写的另一篇评论也遗失了。这源于尼特哈默在05年11月29日向编辑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许茨的推荐。从通信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应尼特哈默的请求，要评论雅各布·萨拉特的一本书，但不知道是众多著作中的哪一部——也许是《论与之破坏精神对立的改良精神》(1805年)。黑格尔大约在06年5月完成了这篇评论并将其寄给《一般文学报》。06年8月6日，黑格尔对尼特哈默评论说，这篇评论还没有发表，“它也可能不会发表——除其他外，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太长了”。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尽管尼特哈默进行了几次干预——但原因可能不是他所说的那个，而是因为《一般文学报》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非常批判，而对萨拉特的哲学非常肯定；并且由于尼特哈默与萨拉特的关系紧张，黑格尔的评论也可能非常批判 (GW 4.518,555 f.)。

Erstdruck: Zu Bouterwek: Litteratur-Zeitung. Hg. von G. E. A. Mehmel. Erlangen 1801, Bd. 2, Nr 181, 15. September (Sp. 1441–1448), Nr 182, 16. September (Sp. 1449–1451). – Zu Werneburg: Litteratur-Zeitung. Hg. von G. E. A. Mehmel und K. Chr. Langsdorf. Erlangen 1802. Anzeigenblatt. Nr 14, 9. April (Sp. 105–107). – Zu Gerstäcker: ebda. Kritikenblatt. Nr 35 (28. April) (Sp. 276–280). – Zu Krug: ebda. Anzeigenblatt. Nr 22, 4. Juni (Sp. 169). – Texte: GW 4.93–112. – Rezenziert: Friedrich Bouterwek: Anfangsgründe der speculativen Philosophie. Versuch eines Lehrbuchs. Göttingen 1800; Johann Friedrich Christian Werneburg: Kurze wissenschaftliche Darlegung der Unhaltbarkeit und Grundlosigkeit sowohl des transzendentalidealistischen Systems von Fichte, als auch des Systems der eitlen Genußlehre seiner Gegenfüßler und des kri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800; Werneburg: Versuchte, kurze, faßliche Vorschilderung der AllWissenschaft-Lehre oder der alleinigen sogenannten Philosophie, und faßlichere Darstellung der Grundlosigkeit beider extrematischen Systeme des Idealismus und des Dogmatismus, […]. O. O. 1060 [d. i. 1800];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Gott. Einige Gespräche. Gotha 11787 bzw. Gott. Einige Gespräche über Spinoza’s System; nebst Schafesburi’s Naturhymnus. Zweite, verkürzte und vermehrte Ausgabe. Gotha 1800; Wilhelm Traugott Krug: Entwurf eines neuen Organon’s der Philosophie oder Versuch über die Prinzipien der philosophischen Erkenntniß. Meissen und Lübben 1801; Karl Friedrich Wilhelm Gerstäcker: Versuch einer gemeinfachen Deduction des Rechtsbegriffs aus den höchsten Gründen des Wissens als Grundlage zu einem künftigen System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reslau 1801; Gottlob Christian Friderich Fischhaber: Ueber das Prinzip und die Haupt-Probleme des Fichteschen Systems, nebst einem Entwurf zu einer neuen Aufloesung derselben. Carlsruhe 1801; Jakob Salat: (wahrscheinlich:) Ueber den Geist der Verbeserung im Gegensatz mit dem Geiste der Zerstörung. Ein Versuch, mit besonderer Hinsicht auf gewisse Zeichen unserer Zeit. Den Freunden des Vaterlandes und der Menschheit gewidmet. München 1805. – Literatur: Ulrich Dierse: Bouterweks Idee einer Apodiktik. PLS 2.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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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哲学批判杂志》上的论文

4.5.1 关于《哲学批判杂志》的出版

黑格尔与谢林的合作，在《差别》一书以及为《埃尔朗根文学报》撰写评论时就已确立，这种合作通过共同出版《哲学批判杂志》（1802/03）获得了制度上的基础。在此之前，费希特和谢林，以及谢林、施莱格尔兄弟（Brüder Schlegel）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之间，在不同的联盟中试图建立一个“批判机构”（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歌德和席勒的参与）的努力，都令人不快且毫无成果地失败了——其原因在于相互接触的恐惧、各方（真实或害怕发生的）争夺霸权，以及最终由于1801年出现的划分为先验观念论、思辨、理性实在论和浪漫派圈子的派别，乃至最终与之相关的费希特与赖因霍尔德（Reinhold）之间、费希特与谢林之间的人身攻击，以及谢林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之间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谢林争取到了著名的出版商柯塔出版社（Cotta）来支持与黑格尔共同出版《哲学批判杂志》的计划——他也对费希特隐瞒了这一计划。他后来的妻子卡罗琳（Caroline）在1801年11月23日写信给她（当时）在柏林的丈夫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费希特也在那里），说谢林正与黑格尔一起出版一份批判杂志：“你还不应该告诉费希特，他很想出乎意料地把第一期寄给他”（HBZ 40）。一个多月后，在1801年12月的最后几天或1802年1月的最初几天，第一卷的第一期就已经出版了。

在这项事业中，黑格尔被赋予了“初级合伙人”的角色——也就是费希特一直看待谢林的角色——这已经体现在封面上，封面不仅违反了字母顺序（“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 Wilh. Joseph Schelling）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 Wilhelm Fr. Hegel）编辑”），而且还在排版上突出了谢林的名字，从而将几乎不为人知的黑格尔降级为了他的助手。同时代的人大多也是这样看待两人关系的：弗里德里希·科彭（Friedrich Köppen）称黑格尔不过是一个“从属于谢林体系的个体性”（GW 4.541）——尽管根据雅可比的说法，人们并不能“从他的报告中认出他是谢林的学生”（JWA 2.339）。因此，可以理解，黑格尔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至少把那个客观上虚假的消息的作者——“谢林从他的家乡找来了一位强健的先锋来到耶拿，并通过他向惊诧的公众宣布，费希特也远在他的观点之下”——宣布为“骗子”（GW 4.190）。

谢林和黑格尔不仅是编辑；他们也是《哲学批判杂志》唯一的作者——因为谢林试图争取奥·威·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撰写一篇反对雅可比的文章，但失败了（GW 4.535）。从篇幅上看，他们的贡献大致相当；然而，黑格尔的论文对自身哲学发展的重要性，要大于谢林的三篇较长的文章——即一篇针对赖因霍尔德《论绝对同一性体系及其与最新（赖因霍尔德的）二元论的关系》（Ueber das absolute Identitäts-System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dem neuesten (Reinholdischen) Dualismus）的论战文章，以及《论自然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Ueber das Verhältnis der Naturphilosophie zur Philosophie überhaupt）和《论哲学中的建构》（Ueber die Construction in der Philosophie）两篇论文（第1卷，分别在第1期和第3期）。

这些论文全都没有署名，这大概不仅符合当时的书评习惯，而且也是为了给人留下作者们无缝和谐一致的印象。尽管同时代人已经因为他“糟糕的报告”（GW 4.541）认出了黑格尔的文章，但在他死后，当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也将《论自然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这篇论文收入全集时（并指出黑格尔曾经真实或声称地说过自己是作者，GW 4.543–546），还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作者身份的争论——这不仅因为谢林的明确主张，也因为内容上的原因，这是不可信的（Jaeschke 1986a, 162–181）。对于那些较大的论文的归属，人们没有分歧；然而，每一位合作者在写作时，都会对另一方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GW 4.533–536）。

参考文献（Literatur）： Hartmut Buchner: »Hegel und das Kritische Journal der Philosophie.« HS 3 (1965), 95–156; GW 4.529–549: Editorischer Bericht; Klaus Vieweg (Hg.): Gegen das »unphilosophische Unwesen« – Das Kritische Journal der Philosophie von Schelling und Hegel. In: Kritisches Jahrbuch der Philosophie 7, Würzburg 2002.

4.5.2 导言。论一般哲学批判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现状的关系

(1) 虽然有了上述限制，但较大的论文仍可以分别归属于两位作者之一，而《导言》（Einleitung）则不允许单独归属。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一份简历中将其称为自己的作品；1838年10月31日，谢林告诉克里斯蒂安·赫尔曼·魏塞（C. H. Weiße），它“部分由黑[格尔]写成，但也有许多地方，只是我现在无法确切指出，正如主要思想一样，是我写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我至少没有审查过”（GW 4.541 f.）。一种对黑格尔来说陌生的口吻出现在这样一句话中：“就其本质而言，哲学是某种显白的东西，就其自身而言它既不是为贱民准备的，也无法为贱民而准备”；对勒内·笛卡尔二元论后果的防御，也让人想起谢林紧随其后的对“最新（赖因霍尔德的）二元论”的批判（GW 4.124 以及 126）。然而，在合作作品中试图划分出甚至连作者后来都无法认出的个别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2) 《导言》阐述了《哲学批判杂志》任务的条件，也就是使批判作为客观评判才成为可能的条件：如同艺术中的“美的艺术理念”一样，哲学中的“哲学理念”是内在批判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前提预设，这种批判不仅使各种主观性对抗主观性，而且使“绝对者对抗受条件限制者”，从而能够要求判断的客观性。不过，“哲学的理念”也是一个并未被普遍认同的标准，因此“批判”（这个词组预示了青年黑格尔派）面向一个存在差异的、四重的读者群体。

对于“假哲学”，它是“一个陌生的法庭”，除了揭露其“平庸”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对于这些情况，可以引用黑格尔在1801年12月30日写给胡夫纳格尔（Hufnagel）的报告：该杂志倾向于“为假哲学的胡作非为设定目标和尺度；杂志所使用的武器将是非常多样的；人们会称之为棍棒、鞭子和戒尺；——一切都是为了良好的事业和上帝的荣耀（gloriae Dei）；人们大概会在这里或那里对此抱怨；但这种烧灼疗法确实是必要的。”相反，值得欢迎的是第二种情况，即“没有科学范围的纯粹哲学理念带着精神作为一种天真表达出来，这种天真并未达到体系性意识的客观性；它是一个美丽灵魂的印记，它因为懒惰而免于陷入思维活动的堕落之中，但同时也缺乏勇气，投身于其中，并在其瓦解之前将自己的过错贯彻始终，因此也就没有在一个科学的客观整体中达到自身直观。”这一群体的代表应该是雅可比；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费希特1795年8月30日写给雅可比的信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果人类从未品尝过哲学的禁果，那么他们本可以不需要它——但走向这种堕落的冲动已植入人类心中，并且“只能通过勇敢地向前迈进，到达那个思辨和实践显得联结在一起的最高点，才能解决”。“我们出于狂妄开始进行哲学思考，从而失去了我们的天真；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赤裸，从那以后，我们出于对救赎的需要而进行哲学思考。”（GA III/2.392 f.）

第三个群体则更“科学”地对待“哲学的理念”——但要么尚未“提升到自由直观的清晰度”，在这里“批判 […] 不应误认这种努力”；要么是理念被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但主观性试图抗拒哲学以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揭露主观性为了逃避哲学所使用的借口”。

最后，第四个群体在“平庸”上与第一个群体一致——但它由那些认为自己拥有哲学，却只发出没有意蕴的空洞词句的人组成：“因为没有什么比这种将哲学的严肃转变为平庸更令人厌恶的了，所以批判必须竭尽全力以抵御这种不幸。”（GW 4.117–120） 

(3) 通过康德和费希特确立的、将哲学理解为科学的自我认识，导致了“每一次哲学尝试都扩展成为一门科学和一个体系”——以一种现存的哲学来命名自己被视为耻辱，“而独立思考认为，只有通过一种发明出完全自己的和新的体系的原创性，才能宣告自己的存在”。然而，这只是一种“特殊的反思形式”，是“自以为并宣称自己是原创性的特殊性”——这已经体现在它以“一种自己哲学的名字”自居，而不是在其他体系中认识到哲学的理念。批判哲学对这种做法“提供了特别好的服务”；也就是，它通过其理论，即理论理性“只会陷入矛盾”之中，助长了经验论，但另一方面，它“至少使很大范围的有限形式变得可疑或不可用”，从而帮助同时代人“洞察到他们的局限性以及某种良知的不安”；然而，这仅仅导致了从有限者那里成问题和假设性的出发，尽管它自负地想要达到真理，但“主要关心的却是拯救有限性”。因此，正如在《差别》中一样，这种批判是针对通过巴尔迪利（Bardili）中介的赖因霍尔德的“理性实在论”。

“对受限制者的拯救”——作者们（在这里可以听到黑格尔的声音）将当时的哲学草案置于这一标题之下——但尽管他们仍拘泥于“反思文化”，然而“最高对立抽象的形式是极其重要的，从这个最极端的端项向纯正哲学的过渡也就越容易”。同样的趋势也来自各门科学领域；它们建立在笛卡尔以哲学形式表达的、对有生命者的二元论撕裂之上，这种撕裂内在于西北方的世界——但是“各门科学的无聊——这个被理性抛弃了的知性所建造的建筑，更糟糕的是，它借用了启蒙理性或道德理性的名义，最终也毁灭了神学”，使得“整个扁平的扩张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并至少唤起了“对通过理性单独可能的关于有生命者的认识的渴慕”。这里已经预示了《信仰与知识》中的主导思想：在反思哲学乃至当时反思文化的全部展示中，蕴含着通向真正哲学的历史中介（GW 4.120–128）。

首次印刷（Erstdruck）： 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 Bd. 1, Stück 1. Tübingen 1802, III–XXIV. – 文本（Text）： GW 4.117–128.

4.5.3 庸常知性如何看待哲学

起初计划为《埃尔朗根文学报》撰写的、关于威廉·特劳戈特·克鲁格（Wilhelm Traugott Krug）《哲学新工具论草案》的书评（见第II.4.4章），黑格尔转而在《哲学批判杂志》上发表——连同对克鲁格另外两部著作的批判：其反对费希特的《关于知识学的书信》（Briefe über die Wissenschaftslehre）以及他的《关于最新观念论的书信》（Briefe über den neuesten Idealism），即关于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的书信。

在黑格尔看来，克鲁格的著作毫无疑问是上述第四类群体的代表，其特征是“将哲学的严肃转变为平庸”。他指责克鲁格对知识学的批判，错失了理论上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性与实在性的先验哲学学说，并且对自我进行自我限制的思想感到无法理解。克鲁格对谢林《体系》的批判内容相同，但在表述上“更为轻率”。他的第一个反对意见针对的是（据称的）哲学所要求的无前提预设性与它对绝对者的前提预设之间的矛盾；克鲁格将“第二个不一致”看作是先验观念论演绎一切的要求，尽管它既不能演绎狗，也不能演绎猫，甚至连“克鲁格先生的写字笔”也演绎不了。

从那时起，“克鲁格的写字笔”就成了一个话题——尤其是通过黑格尔两次试图驳回对其进行演绎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克鲁格既没有（如所声称的那样）针对《知识学》，甚至也根本没有提出这一要求，而仅仅是颠倒了谢林的一个论点，从而驳回了它。谢林反对一种“独断论”或实在论的认识理论，指出还没有人“尝试过描述或阐明那种外部作用的方式，而这作为一门关于知识的全部实在性都依赖于它的理论所必需的要求，理应被期待。”（SW I/3.429）克鲁格只是反驳说：实在论者“可以”对观念论者的要求做出回应：“还没有一个观念论者尝试过，描述或阐明关于一个外部对象（例如我的写字笔）的特定表象产生的方式”（《关于最新观念论的书信》，74）。克鲁格要求的这种——如今普遍被无视的——语境，清楚地表明了两点：克鲁格并没有要求对写字笔的实存进行演绎，而是他通过表明观念论同样会面临无法实现的要求，驳回了观念论对实在论认识理论的批判；因此，这种对写字笔的“演绎”的失败，对克鲁格来说仅仅意味着证明了实在论和观念论的均势：正如观念论无法演绎个别的有限者一样，实在论也无法解释认识过程的细节。

黑格尔误解了认识论上关于描述写字笔表象产生过程的要求，将其理解为一种本体论的、源于对有限性兴趣的要求——然而“在目前的时刻，尤其是哲学的兴趣”，“再一次将上帝绝对地置于哲学的顶端，作为一切事物的唯一根据，作为唯一的存在原则和认识原则（principium essendi und cognoscendi）”——而不再是放在有限性旁边，或者干脆“放在最后，作为从绝对有限性出发的一个公设”。这种说法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黑格尔认为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一天也许能够满足克鲁格的要求——当思辨“与天界和地球上过去和现在所有更重要的事物理清关系”时，正如他后来在回顾中所表述的那样，他将“无能”和“偶然性”指定为自然的构成环节，并因此驳回了演绎的要求（§ 250）。

然而，黑格尔真正的论点即使在《克鲁格书评》中，也不是将演绎推迟到希腊历法（即遥遥无期）。他用双重策略驳回了克鲁格对谢林的攻击：所谓对某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进行演绎的宽容要求，实际上使这种演绎变得复杂，因为它预设了对更普遍的东西（例如金属）的演绎——对于这一点，他将克鲁格引向了自然哲学，“关于自然哲学与先验观念论的区别，他似乎一无所知”。这些对于先验观念论不可理解的规定性属于自然哲学——当然，前提是“在哲学中——不像对克鲁格先生的写字笔那样——可以谈论它们”。因此，黑格尔在这里将“演绎”的任务赋予了自然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也要去概念性地把握“一棵橡树、一朵玫瑰、狗和猫的组织”——正如他明确拒绝对个别对象进行演绎的要求一样。《精神现象学》不久后用反向要求挡开了对演绎的要求，即要求它“说出，它指的是哪一个这个事物，或者哪一个这个自我；但这是不可能说出来的。”（GW 9.66） 

首次印刷（Erstdruck）： 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 Bd. 1, Stück 1. Tübingen 1802, 91–115. – 文本（Text）： GW 4.174–187. – 被评论著作（Rezensiert）： Wilhelm Traugott Krug: Briefe über die Wissenschaftslehre. Nebst ein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on derselben versuchte Bestimmung des religiösen Glaubens. Leipzig 1800; ders.: Briefe über den neuesten Idealism. Eine Fortsetzung der Briefe über die Wissenschaftslehre. Leipzig 1801; ders.: Entwurf eines neuen Organon’s der Philosophie oder Versuch über die Prinzipien der philosophischen Erkenntnis. Meissen und Lübden 1801. – 参考文献（Literatur）： Henrich: Hegels Theorie über den Zufall. In ders.: Hegel im Kontext (1971), 157–186; Konrad Utz: Die Notwendigkeit des Zufalls. Hegels spekulative Dialektik in der »Wissenschaft der Logik«. Paderborn u. a. 2001, 298–310.

4.5.4 怀疑论与哲学的关系

(1) 黑格尔的《怀疑论论文》（Skeptizismus-Aufsatz）源于为《埃尔朗根文学报》评论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Gottlob Ernst Schulze）《理论哲学批判》（Kritik der theoretischen Philosophie）的计划。这是这个人的新著作，他在1792年曾以古代怀疑论者埃奈西德姆（Aenesidemus）的名义批判了康德的理性批判，以及赖因霍尔德以体系形态展开其基础的尝试（见第II.4.3.2章）。黑格尔自己向《文学报》的主编梅梅尔提议将这本书作为评论对象（见第II.4.4章）；然而，该评论并没有发表在那里，而是在1802年3月发表在了《哲学批判杂志》上。甚至评论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在文本开头列出了舒尔茨著作的书目信息；但就内容而言，它已不再是一篇书评，而是一篇独立的论文。从一开始，人们对黑格尔的作者身份就没有怀疑；早在1802年3月15日，即谢林拜访他（谢林大概把这本新杂志交给了他）的两天后，歌德就在日记中写道：“黑格尔 怀疑论”（GW 4.538）。

(2) 黑格尔在这篇论文的——很少被完整引用的——标题中点明了论文的主题重点：“怀疑论与哲学的关系，其各种变体的呈现，以及最新怀疑论与旧怀疑论的比较”。黑格尔关注的不仅仅是舒尔茨的怀疑论，而是普遍地探讨怀疑论（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与哲学的关系——这也是出于当时的原因：在18世纪末，怀疑论在广泛的圈子里受到尊重和关注。它的新攻击方向从舒尔茨著作的副标题或标题中可以看出：它们一方面旨在“保护怀疑论以抵御理性批判的自负”（1792），另一方面旨在“批判实在论独断论体系”以及——再次地——“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所罗门·迈蒙（Salomon Maimon）的怀疑也处于同样的语境中。然而，与在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也属于其中一部分的传统的近代早期不同，现在将理性怀疑地发展为矛盾已不再服务于维护信仰这一辩护性利益——而是倾向于建立“常识”的立场。

但黑格尔也很早就了解了古代怀疑论。它是在图宾根大学教学的主题；在黑格尔的学生时代，尼特哈默就出版了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著作的翻译“样章”，而施托伊德林（Stäudlin）则写了一部怀疑论史——尽管黑格尔后来将其称为“胡说八道”（GW 4.211）。在伯尔尼岁月里，谢林向黑格尔推荐了曾德（Zeender）的一本书，该书既涉及新的也涉及旧的怀疑论；黑格尔很可能与生活在伯尔尼的曾德私交甚好（Hasler 1976）。最后，对于法兰克福岁月，可以——根据罗森克兰茨的说法——从书商账单中看出黑格尔必定特别是“大量研究了柏拉图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R 100）。其他同时代人——特别是施莱格尔——也关注怀疑论（Vieweg 1999）。

(3) 黑格尔的论文显示了对古代和现代怀疑论的密切熟悉——并且将后者描绘成一个虚弱的“私生子”（GW 4.206）：现代怀疑论甚至对古代怀疑论的体系意蕴和差异性都没有一个历史相称的理解，尽管它以一位古代怀疑论者（埃奈西德姆）的名字来装饰自己。相反，现代怀疑论恰恰是古代怀疑论的对立面：因为古代怀疑论所始于的皮浪怀疑论十个早期论式，仅涉及“感性知觉的不确定性”；它们不是针对哲学的，而是“针对庸常知性的独断论”，针对那个诉诸于“事实”、诉诸于有限者的假定真理的庸常意识。

只是随着古典后期哲学中历史性差异化过程的出现，怀疑论才开始转向“一方面反对[即斯多葛派的]独断论，另一方面反对哲学本身”——这表述在“后来的五个论式”中。黑格尔对它们的评价是矛盾的：“没有比这更好的对抗有限性独断论的武器了，但它们完全不适用于对抗哲学”（GW 4.218 f.）。因为它们属于理性，“理性将独断论所主张的必然二律背反的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并列放置”——但哲学超越了这种反思对立。黑格尔试图将所谓的——且灾难性的——二中择一的选项“独断论或怀疑论”，扩展为独断论、怀疑论和哲学的三位一体——他在古代对独断论、怀疑论和新学园派的对比中已经看到了这种三位一体的雏形。“哲学”必须利用怀疑论的批判来反对——同样是假哲学的——独断论；但它绝不能停留在纯粹的对立，即“二律背反”上。由此，强调意义上的“哲学”可能性的条件在于，怀疑论所引发的矛盾不是最终的东西，而是具有一种实定性的结果。

(4) 相反，对于舒尔茨自称的怀疑论，黑格尔不仅指责其无视哲学、停留在独断论和怀疑论的二中择一之中。它还与“最粗俗的独断论”结合在一起，因为它与皮浪主义截然对立，堕落到了“把不可否认的确知和真理放在意识事实中的野蛮状态”。此外，它还把“近代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理解为“能够对抗一切理性怀疑论的科学”。它以通俗的说教开场，宣称哲学家寻找真理的屡次尝试的失败是哲学的“原罪”，并宣传以此来代替这些徒劳努力的“哲学上无所事事”，而这种不作为“其自身就带有思辨理性死亡的标志”。

舒尔茨对理论哲学的批判最终归结为反对将理论哲学构想为一门科学的三个理由：(a) 作为科学出现的哲学，绝对需要真正的原则——但这样的原则是不可能的；(b) 理论哲学的最高原则“仅仅是被把握和被思考为概念”——但只处理纯粹概念的知性“并不是一种能够产生与现实性相符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点表象）的权能”；(c) 理论哲学将其关于绝对原则的知识建立在从结果的性状推断原因性状的基础上——而这样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对黑格尔来说，这些理由根本不是“怀疑论的”；它们表达的“无非是一个教条：概念和存在不是一回事”——即一个康德也主张的“教条”。黑格尔在获得教授资格时的论题VII中就表达了怀疑论和康德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批判哲学缺乏理念，是怀疑论的不完美形态（Philosophia critica caret ideis, et imperfecta est Scepticismi forma.）”（GW 5.227）。因此，他将舒尔茨的“怀疑论”看作较少属于真正的怀疑论传统，而更多属于康德的传统——而且更接近于一种在批判了约翰·洛克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之后，最终用了六百页篇幅来反对康德本人的康德主义（GW 4.224–228）。

(5) 《怀疑论论文》的意义不在于对舒尔茨的批判；而在于，黑格尔在特别是与古代怀疑论的争论中，重新规定了怀疑与哲学的关系，并在此背景下首次阐明了怀疑方法对他自身哲学方法的意义。他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新观点：“如果不规定怀疑论与哲学的真实关系，如果不认识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与怀疑论本身最紧密地融为一体，如果不存在一种既非怀疑论又非独断论，因而是二者并存的哲学，那么关于怀疑论的所有历史、故事和新版本都不会有什么结果。”（GW 4.206）怀疑论和哲学并没有相互敌对；其“高贵本质”常被误解的“纯正怀疑论”，并不是一个与独断论相对立的特殊体系，而是其位置就在哲学自身之中，因为“真正的哲学必然自身同时包含一个否定性的侧面，它反对一切受限制的东西，并因此反对大量意识事实”；它仅仅是“对绝对者认识的否定面”。黑格尔将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视为完美的“纯正怀疑论文献与体系”，因为这篇对话不仅包含对知性真理的纯粹怀疑，“而是致力于完全否定所有此类认识活动（Erkennen）的真理”——在此黑格尔赞同那种认为《巴门尼德篇》的结果是纯粹否定性的解释，这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神学解释截然相反（GW 4.197, 206–208）。

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怀疑论以“纯粹外显的形态”出现，而在每一个其他“纯正”哲学体系中，它是以内隐的形态出现的——因为“纯正”哲学要求消灭有限性，包括陷入有限对立中的知性。这通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表达的“怀疑论原则”得以实现：λογῷ λογος ἰσος ἀντικεῖται（即每个论点都有同等力量的相反论点）（GW 4.208）。然而，为每个“论点”树立一个同等价值的对立面，意味着每次都违背了矛盾律。因此，怀疑论融入哲学只有以扬弃矛盾律为代价才能实现——黑格尔意识到了这个结果：“因此，所谓的矛盾律对于理性来说连形式上的真理都算不上，相反，任何理性命题在概念方面都必然包含着对它的违背”。

(6) 提出矛盾对立命题的怀疑论操作流程，黑格尔在此没有称之为“辩证法”，而是称之为“二律背反”的提出。通过选择这个词语，他在字面上将怀疑论与康德关于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学说（B 432–595）联系了起来。黑格尔既通过这种做法，也通过他将怀疑论作为真正哲学的一个环节进行整合的纲领，暗示了瓦解这些二律背反的可能性——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理性。然而，这并不在于纯粹矛盾的对立，并因此也不在于取消两个命题。即使黑格尔在这种语境下没有深入探讨从否定性地扬弃矛盾到肯定性的理性知识的这一步，但他还是指出了矛盾以及合理性处于哪个层面上：“如果在任何一个表达理性知识的命题中，将其反思的部分，即其中包含的概念，孤立开来，并考察它们结合的方式，那就必然表明这些概念被同时扬弃了，或者以这样一种方式统一起来，即它们相互矛盾”。因此，矛盾存在于包含在理性命题中的概念的排斥性中，存在于它们为了自身规定性而相互具有的否定性关系中。但是，黑格尔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两个命题的矛盾不仅具有消灭有限者的纯粹否定性结果，而且同时具有肯定性的结果。这种将“辩证法”限制在后来所谓的“否定-理性的东西”上的做法，并不是《怀疑论论文》独有的特征；它与黑格尔同时期的逻辑学相符（见第II.4.6.1章；GW 4.208）。

(7) 黑格尔的《怀疑论论文》有一段直到最近才为人知晓的、现在由库尔特·赖纳·迈斯特（Kurt Rainer Meist）揭示的后续历史，它同时构成了《精神现象学》前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就在黑格尔的论文发表仅仅一年后——副标题是这样的——“由一位这次未署名，但绝非不为人知的作者所作的”《关于绝对者的格言》（Aphorismen über das Absolute）发表了——人们原以为这是至少来自谢林和黑格尔圈子的一部作品，如果不是出自他们自己的笔下的话，但实际上是出自G. E. 舒尔茨之手。他的目的是，“通过一种一致（具有欺骗性的）适应谢林（和黑格尔）所宣传的、作为各门科学‘绝对’体系基础的绝对者概念的方法论及元理论公设，向所有人不可辩驳地证明，这里一种错误的原则部署必然从一开始就荒谬地失败”（Meist 1993, 192）。尽管有舒尔茨的这些反对意见，谢林在《自然哲学导论的格言》（Aphorism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Naturphilosophie）（1806）中继续坚持这一绝对者的概念。此外，他还让舒尔茨去阅读“出色的”《怀疑论论文》（SW I/7.153）以受教——就好像舒尔茨的《关于绝对者的格言》不是对那篇论文的答复一样。舒尔茨又做了一次回复——这次用了自己的名字——在他的《关于人类认识的怀疑论思维方式的主要环节》（Die Hauptmomente der skeptischen Denkart über die menschliche Erkenntniß）（1805）中，在书中他在原则上应对了“绝对观念论”。

在紧接着《怀疑论论文》关于在绝对者中扬弃对立物的学说之后，舒尔茨揭露了思辨哲学的绝对者是“最纯粹的简单性和最纯粹的统一，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相互区分”（PLS 2/1.344）——这种表述让人把黑格尔后来批判绝对者是“一切牛在其中都是黑色的 […] 黑夜”（GW 9.17），视为一种由舒尔茨促成的、对原本与谢林共享立场进行的自我修正。而且，舒尔茨其他具有论战性的言辞也被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采纳——例如，在睡眠中接受的智慧也只是由梦组成的说法（比较 PLS 2/1.378 与 GW 9.14），或者科学必须向个体提供“梯子”，以及作为精神的实体是“被美化的本质”（比较 PLS 2/1.350 与 GW 9.22 f.）。比在“序言”中这些有针对性地联系舒尔茨更重要的是，黑格尔在“导言”中，在与舒尔茨怀疑论的论证的争论中，发展了他将“显现知识科学”构想为一种“自我完成的怀疑论”（GW 9.56）的思想。《精神现象学》的这种纲领性的自我理解是由与舒尔茨长达数年的论战塑造的——从这方面来说，舒尔茨的——在黑格尔看来不完美的——怀疑论，对于《精神现象学》的构想具有不可忽视的促发意义。

首次印刷（Erstdruck）： 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 Bd. 1, Stück 2. Tübingen 1802, 1–74. – 文本（Text）： GW 4.197–238. – 被评论著作（Rezensioniert）： Gottlob Ernst Schulze: Kritik der theoretischen Philosophie. 2 Bde. Hamburg 1801. – 来源（Quellen）： F. I. Niethammer: Probe einer Uebersetzung aus des Sextus Empirikus drei Büchern von den Grundlehren der Pyrrhoniker. In: Georg Gustav Fülleborn (Hg.): 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 2, Züllichau / Freystadt 1792; Salomon Maimon: Versuch einer neuen Logik oder Theorie des Denkens. Nebst angehängten Briefen des Philaletes an Aenesidemus. Berlin 1794; [Gottlob Ernst Schulze:] Aphorismen über das Absolute. Von einem für dieses Mal ungenannten, aber nichts weniger als unbekannten Verfasser. In: Neues Museum der Philosophie und Litteratur. Hg. von Friedrich Bouterwek. Bd. 1, H. 2. Leipzig 1803, 107–148 (PLS 2/1.337–355); Schulze: Die Hauptmomente der skeptischen Denkart über die menschliche Erkenntniß. Ebd. Bd. 3, H. 2. Leipzig 1805, 3–57 (PLS 2/1.356–383); Schelling: Aphorism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Naturphilosophie. In: Jahrbücher der Medicin als Wissenschaft. Hg. von A. F. Marcus und F. W. J. Schelling. 1805/06. SW I/7.140–197. – 参考文献（Literatur）： Hartmut Buchner: Zur Bedeutung des Skeptizismus beim jungen Hegel. HSB 4 (1965), 49–56; Ludwig Hasler: Aus Hegels philosophischer Berner Zeit. HS 11 (1976), 205–211; Valerio Verra: Hegel e lo scetticismo antico: la funzione dei troppi. In: Lo scetticismo antico. Napoli 1981, Bd. 1.47–60; Giuseppe Varnier: Skeptizismus und Dialektik. HS 21 (1986), 129–141; Michael Forster: Hegel and Skepticism. Cambridge, Mass., London 1989; Hartmut Buchner: Skeptizismus und Dialektik. In: Manfred Riedel (Hg.): Hegel und die antik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1990, 227–244; Giuseppe Varnier: Ragione, negatività, autocoscienza. La genesi della dialettica hegeliana a Jena tra teoria della conoscenza e razionalità assoluta. Napoli 1990; Kurt Rainer Meist: »Sich vollbringender Skeptizismus«. G. E. Schulzes Replik auf Hegel und Schelling (1993). PLS 2.192–230; Hans Friedrich Fulda / Rolf Peter Horstmann (Hg.): Skeptizismus und spekulatives Denken i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Stuttgart 1996; Klaus Vieweg: Philosophie des Remis. Der junge Hegel und das »Gespenst des Skeptizismus«. München 1999; Dietmar H. Heidemann: Hegels Realismus-Kritik. Philosophisches Jb 109 (2002), 129–147; Massimiliano Biscuso: Hegel, lo scetticismo antico e Sesto Empirico. Lo scetticismo e Hegel. Napoli 2005; Klaus Vieweg: Skepsis und Freiheit. Hegel über den Skeptizismus zwischen Literatur und Philosophie. München 2007; Gilles Marmasse: Hegel und der antike Skeptizismus in den Jenaer Jahren. In: Thomas Sören Hoffmann (Hg.): Hegel als Schlüsseldenker der modernen Welt. Hamburg 2009 (HSB 50), 134–150.

4.5.5 信仰与知识

(1) 在《怀疑论论文》发表仅仅四个月后，黑格尔的论文《信仰与知识》问世——它打破了时间次序，作为《哲学批判杂志》第二卷的第一期出版，正如标题页和一份出版社广告上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不使本杂志的第一卷不成比例地增大”（GW 4.313, 505）。这个理由并非纯粹是借口：在1802年12月补发的、包含谢林论文的第一卷第三期，实际上少了大约一百页。谢林在1802年7月16日将《信仰与知识》寄给奥·威·施莱格尔，并再次与黑格尔拉开距离（见第II.4.1章）：雅可比思辨的一面“确实追踪得很好；只是您也许会希望，涉及他的那一部分，其自身能够更少一些争吵和阴云，[…]；就像对待第一个极为出色的理念一样，它没有以更多的清晰性和正确性被梳理出来，确实令人惋惜。由于费希特，您的友谊确实可能受到些许挤压；然而，如果您还能接受的话，我几乎希望您不要把这期杂志给他看，因为我个人确信，他一点也看不懂，并且完全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把他同启蒙主义和柏林主义搅和在一起”。从谢林在1802年8月19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施莱格尔指责了黑格尔的文章——尽管使用的也是这样的论据：他本该“把费希特的《人的使命》（Bestimmung des Menschen）视作在哲学观点上没有写出来一样”。然而，针对这一指责，谢林为朋友辩护：他至少表明了费希特的著作“在这一观点上确实是零”——然而它又确实是“他哲学的花朵”（GW 4.538 f.）。

(2) 《信仰与知识》是黑格尔第一篇不具有书评性质的论文；它以自由的形式考察了康德、雅可比和费希特的全部著作，并令人惊讶地将他们的哲学归于一个共同的标题之下：“反思哲学”。通过这个词语，黑格尔指称的立场是，“知识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理性作为纯粹的否定性是一个绝对的彼岸，这个作为彼岸和否定性的东西受到一个此岸和实定性的制约”，从而“无限性和有限性，连同其对立一样都是绝对的”（GW 4.346）。康德、雅可比和费希特始终拘泥于这种对立，因此他们——与他们的自我理解相反——也并未走出“幸福论与启蒙的根本特征”，而是“毋宁说只是将其发展到了最高峰”：“他们有意识的方向直接反对幸福论的原则，但由于他们除了这个方向什么也不是，所以他们实定的特征就是那个原则本身”。他们停留在无限者与有限者（即理性无法理解的神圣者和有限的“绝对主体”）绝对对立的状态中，因此，处于这种绝对有限性和绝对无限性之上的，依然是“绝对者，它是理性的空白、固定不可理解的东西和信仰的空白”。在这个原则之内，他们当然形成了对立：康德是客观的一面，雅可比是主观的一面，而费希特则是两者的综合。但正因为他们由此呈现了这一原则可能形态的整体性，所以该原则就在他们身上历史性地穷尽了自身（GW 4.319–321）。

通过这种哲学史的论证模型，黑格尔承接了先前的序列模型：康德将批判的道路作为有别于独断论和怀疑论的第三条道路的论述（B 789），以及费希特——随后被谢林接纳的——将独断论和批判主义重新对立的观点（GA I/2.264–282）。类似地，雅可比后来描绘了一幅批判哲学及其年长（费希特的）女儿和年幼（谢林的）女儿的图景（JWA 3.75 f.）。与这一极具影响力的、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谢林的（可延长的）历史线索模型不同，黑格尔——同康德和费希特一样——强调了所经历的形态循环的完整性：对它的证明构成了历史性地引入一种新的、也就是真实的思维活动形态的充分理由。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框架中，将“作为思维活动独断论”的“反思哲学”放在“作为存在的独断论”之后；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教化的完整性”包括独断论的“客观性形而上学”和“主观性形而上学”（GW 4.412 f.）——这是一个黑格尔后来在《体系草稿 II》中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术语（见第II.4.6.6章）。

(3) 黑格尔令人惊讶地将康德、对康德提出批评的雅可比以及同样被雅可比批评的费希特并列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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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批评的费希特（Fichte）由此获得了一种暂时的辩护，即传统“信仰（Glaube）与知识（Wissen）”对立的当代形态，以特殊的方式与这三人的著作相联系：与康德（Kant）的说法，他必须扬弃（aufheben）知识，以“为信仰腾出地盘”（B XXX），与雅可比（Jacobi）（基于哈曼（Hamann））引入信仰概念（JWA 1.115 f.）及其（基于大卫·休谟（Hume））为其所作的辩护（JWA 2.7–100）；以及最后在费希特的《人的规定》（Bestimmung des Menschen）中，“知识”和“信仰”构成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标题。黑格尔（Hegel）把这三种非常不同的从知识向信仰的回溯联结（vereinigen）起来，因为他将它们解释为一种由他——如之前的雅可比一样——所认识到的、尽管尚未如此称呼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的迹象：启蒙的理性（Vernunft），仅仅与宗教信仰（人们可以将其扩展为：一般的实定性（Positivität））相对立（Gegensatz），在那个时代的杰出思想家中达致了对其自身局限性的自我认识，并由此被迫，“由于它只是知性（Verstand），它把比它本身更好的东西，设定为在它之外且在它之上的一个信仰中的彼岸（Jenseits）”。启蒙把握（begreifen）了其自身的否定性，然而在此它却分化了，部分地分化为对有限的（Endlichkeit）和经验的（Erfahrung）事物的肯定性知识，部分地分化为对永恒之物的“观看和预感的主观性（Subjektivität）”，借此它填充了那原本无限（unendlich）空洞的知识空间。——黑格尔由此分析了他那个时代哲学体系（System）中的同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后来由他的学生海涅（Heine）、埃希特迈尔和卢格（Ruge）在浪漫派的产生中指出：与其“天主教化”特征的表象（Erscheinung）相反，它是未获满足的新教的产物——主要是那些“坐在马克的沙地里”渴望奇迹仙丹的“可怜的干渴者”的产物（PLS 4/1.141–325，特别是 153）。

黑格尔由此首次将主观性（Subjektivität）原则（Prinzip）的先验哲学形态与其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Geist）形态（Gestalt）”的包罗万象的意识（Bewusstsein）史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主题化。从地理上看，他将它规定（bestimmen）为“北方的原则”；从教派史上看，将其规定为新教的原则。“新教优美的主观性”向其自身的深化，撕开了一条通向客观性（Objektivität）的鸿沟；它将客观之物降级为“毫无价值、且什么也不是的无（Nichts）”——降级为仅仅沾染主体（Subjekt）的纯粹实定之物。然而，由于它只在心（Herz）中建造自己的庙宇和祭坛，并且无法再在这种外在现实性（Wirklichkeit）中找到它的和解（Versöhnung），因此它在它的渴慕（Sehnsucht）中必然超越有限性（Endlichkeit）——进入一个空洞的、不可把握的彼岸（Jenseits），走向一个不可认识的上帝，“他位于理性（Vernunft）的界标彼岸”，并且不能成为直观（Anschauung）的对象（Gegenstand），因为直观只能与实定的、有限的事物发生关联。在此尚未明确提及的“优美灵魂（Seele）”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正如雅可比反对“宗教唯物论（Materialismus）”的转向一样（JWA 3.46–48）。

因此，黑格尔——同样是首次——对近代意识史中的这一部分过程给出了一种尽管只是粗略但依然是统摄性的解释，这一过程后来由他的学生们首次置于“世俗化”（在文化史范畴（Kategorie）的意义上）这一标题之下。然而，这一过程的根源处于晦暗之中；黑格尔仅仅诉诸一个“北方原则”，这“从宗教上看”就是新教。主体向自身的深化在此尚未显现（erscheinen）为主观性在世界历史上发展演变的一个虽晚但却必然的阶段，也尚未显现为一般基督教宗教的次序（Folge）。

尽管如此，他十分直观的（anschaulich）描述了这一原则的矛盾效果：固着于自身的主观性越过被视为虚无的有限事物向外逃离，把有限事物留给了使之物化的知性（Verstand）：美的事物“转变为一般的物，树林转变为木材”，并且如果理想不能“在完全属于知性的实在性（Realität）中被视为木块和石头”，那么它们就会转变为（Werden）“虚构之物”，而任何与它们的关联都会显现为“没有本质（Wesen）的游戏，或对客体（Objekt）的依赖以及迷信”。在这一运动中，黑格尔由此恰恰看到了雅可比仅仅作为康德的批判主义（Kritizismus）的次序（Folge）而加以谴责的事情（JWA 2.261–330）：理性被带向了知性。

黑格尔的解释在主体向自身内部的深化中，认识（Erkennen）到了由知性所塑造的近代世界解释的意识史前提预设（Voraussetzung）。然而，这种深化与对世界的知性解释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知性概念（Begriff）的优先地位之下加以描述。被黑格尔在“对无限（unendlich）之物的渴慕”这一关键词下所批评的雅可比，正是以这种方式试图去理解同一过程。其中的优先地位归于近代的知性科学：面对其成就，人类不再拜倒在“天界（Himmel）的辉煌与威严”面前；他“唯独惊叹于人类的知性，这个知性[…]通过知识能够终结奇迹，剥夺天界的众神，给宇宙祛魅”（JWA 2.399）。雅可比由此——很可能是首次——给出了自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以来广为人知的“祛魅”这一关键词——但与黑格尔不同，他没有把世界的祛魅理解为次序（Folge），而是理解为主观性向自身内部深化的前提预设（Voraussetzung）。因为自然科学带来的祛魅导致了对世界关联的一种机械论的、乃至决定论的解释；它由此打造了那个迫使主体退回自身的“铁笼”，因为主体唯有在这种对自身的深化中，才能持存其自由及其上帝的意识（耶什克（Jaeschke），2003）。

黑格尔的“主观性史”解释和雅可比的“理性史”解释，都没有回答究竟是什么最终引发了相关过程的问题——但毫无疑问，雅可比的解释更容易与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联结（vereinigen）起来。然而，黑格尔提出了一个雅可比没有处理的问题：那个原本向往永恒之美与极乐（Seligkeit）的主体，与其最终在有限性中安家的幸福论（Eudämonismus）之间的脱节。黑格尔将这后者视为“幸福论与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的作用，它将新教的优美的主观性改造为一种经验的（Erfahrung）主观性，将鄙视与经验定在（Dasein）达成任何和解的痛苦之诗，改造为满足于这种有限性并在其上心安理得的散文”。然而，黑格尔没有提供所要求的对这种突变根据（Grund）的洞见，而是给出了一个讽刺性的暗示：“当时机成熟时，超越活的身体（Leib）和世界之外的无限渴慕，就已经与定在和解了”。在这里，关于上帝之国降临的圣经用语被讽刺性地用来标志着与“平庸现实性”王国之间糟糕的和解的开端，在其中经验主体是自为的（für sich）并且享受自身：“全能的时代及其文化”已经为哲思（philosophieren）固化了这一受到感性（Sinnlichkeit）影响的理性的立场。因此，一个时代的哲学虽然必须在其内在的历史发展中被主题化——但黑格尔同时也把这种发展置于一般意识史的更大框架之中，不过在此他还缺乏将之主题化所必需的工具（GW 4.315–324，412–414）。

（4）在关于“康德哲学”的这一章中，作为后来的主观性哲学家，黑格尔以“主观性原则”的批评者身份出场，他将其视为对康德有利的一个减轻罪责的情节，即康德至少对这一原则是“直认不讳的”。与真正的哲学（其唯一理念（Idee）就是精神与世界、灵魂与活的身体或自我与自然等反思（Reflexion）对立的“绝对扬弃”）一样，康德哲学在它是“观念论（Idealismus）”这一点上与之一致。然而，由于它宣称有限的认识是唯一可能的认识，它便倒退回“绝对的有限性和主观性”，并且“不是对绝对者（das Absolute）的认识活动（Erkennen），而是对这种主观性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认识能力的一种批判”。黑格尔还试图通过大段引用约翰·洛克（Locke）的《论人类理智》来证实这一论断。

基于这种归类，黑格尔在快速浏览康德的三大批判时所强调的一些思辨洞见，就显现为更像是偶然的发现。黑格尔已经在康德关于先天（a priori）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中，认识到了一种“真正的理性理念”——但他把“先天”理解为“绝对同一”，并证明康德已经找到了对其问题的正确答案：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是“通过异质之物的绝对同一性（Identität）”。以类似的方式，黑格尔还从绝对同一性哲学的视角，评论和评估了《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的其他核心学说（Lehre）：先验演绎（Deduktion）、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Paralogismus）和二律背反（Antinomie），最后还有对思辨神学的批判，以及极其简短地评论了《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和《判断力批判》。

作为“康德的一项功绩”，黑格尔强调说，“他没有把思维活动（das Denken）或形式主观地看待，而是将其当作自在的（an sich）东西，不是当作无形式之物、空洞的统觉，而是把思维活动把握为知性，把握为真正的形式，即把握为三分法”。在其中包含了“思辨的萌芽”，因为在其中“包含了后天性自身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后天性由此“不再与先天绝对对立”。然而，总的来看，尖锐的批评占了上风。

在谬误推理方面，黑格尔指责康德把“我思变成了一个绝对理智的点”，从而“把之前的独断的客观的绝对有限性，转化为了独断的主观的绝对有限性”；在二律背反方面，康德仅仅从理性的否定层面使用理性，以扬弃反思对立。然而，在对思辨神学的批判中，“针对先前哲学的可怕盲目性，假哲学（Unphilosophie）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特别是康德“以其所能采取的最糟糕的形式”反驳了本体论的上帝证明，即以门德尔松的形式，将持存主张为上帝的属性之一——这恰如霍布斯针对勒内·笛卡尔（Descartes）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所提出的异议。

黑格尔在此将《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视为“理性的完全被践踏，以及知性的随之欢呼，并且有限性已经将自身颁布为绝对者”。在其肯定的形式中，这种有限性被称为“实践理性”。对于它，黑格尔只探讨了辩证法，而且不是关于灵魂不朽的公设（Postulat）（因为康德在此的呈现（Darstellung）缺乏“能使之接受哲学考察的所有自身的方面”），而是关于上帝的公设。黑格尔认为在其中“没有表达出什么，除了理性同时具有绝对实在性这一理念，即在这一理念中自由与必然性的一切对立被扬弃，无限的思维活动同时是绝对实在性，或者说，思维活动与存在的绝对同一性”——但这所有的一切都只在一种纯粹主观的、不充分的呈现中。

作为“康德体系中最有趣的一点”，在黑格尔看来已经在此显现，即它“认识到了一个领域，它是经验杂多（Mannigfaltigkeit）与绝对抽象统一（Einheit）之间的中项（Mitte）”，一个“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之间的中间环节”——即在《判断力批判》中。在此，康德被引导至一个“原型的、直观的知性”的理念——作为一种“绝对必然的理念”——被引导至“一种可能性与现实性绝对同一的理性”的理念。然而，康德并没有把这一理念作为哲学体系的组织中心；相反，在康德谈论它的方式（Weise）中，“看不出有丝毫的预感，即人们在此正置身于理性的领域中”（GW 4.325–346）。

（5）黑格尔同样结合雅可比的所有主要著作呈现了雅可比的立场，包括对小说《沃德玛》（Woldemar）的暗指；然而，致函《雅可比致费希特》则被留给了费希特那一章。——在被打上绝对有限性烙印的共同体（Gemeinschaft）领域内，黑格尔将雅可比的著作解释为“与康德哲学相对立的另一极”。面对其客观形式，雅可比“把主观性完全主观地变成了个体性（Individualität）；这种主观的主观之物，作为这样的东西，重新获得了一种内在生命，并由此似乎能够享有感受（Empfindung）之美。”另一方面，由于雅可比以实在论（Realismus）名义对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提出的批评，似乎赋予了他客观事物的环节（Moment）——但这其中所包含的表面上的改进，“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绝对的独断论，以及将有限事物提升为自在体（Ansich）”。

黑格尔同雅可比就斯宾诺莎（Spinoza）展开了详细的辩论。他对斯宾诺莎的了解可能也得益于他参与了当时他的朋友和导师海因里希·埃伯哈德·戈特洛布·保卢斯（H. E. G. Paulus）对斯宾诺莎著作版本的编辑工作（GW 5.513, 720–729）。黑格尔批评说，雅可比在许多地方才把有限性的各种关系带入斯宾诺莎哲学——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雅可比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对他来说是绝对的有限性和显象。在他和赫尔德（Herder）那里，黑格尔一致地发现了消除一种为科学的认识活动（Erkennen）所现存的形式的努力；雅可比“反对理性认识活动的本能”恰恰指向康德哲学中的思辨之处，并试图通过错误引用轻易地战胜它——而这意味着，对待康德甚至“比对待一条死狗还要糟糕”——这加剧了雅可比在《斯宾诺莎书信》中流传的莱辛（Lessing）的话，即人们谈论斯宾诺莎“就像谈论一条死狗”（JWA 1.27）。

黑格尔的论文揭示了一系列丰富的猛烈指责——“冷冰冰的、令人作呕的倾吐心声”、“信口雌黄”、“甚至充满恶意的歪曲”、“谩骂”、“咆哮”、“叫嚣”、“争吵”、“一连串的胡言乱语”——然而，这些指责后来反过来针对了他自己的呈现。这些指责的激烈程度让人猜测，直到1801年底，即不久前发表的雅可比批判康德的论文《论批判主义将理性带向知性的企图》（JWA 2.261–330），才导致了雅可比与谢林（Schelling）以及黑格尔之间的最终决裂。

黑格尔指责雅可比是一种“绝对有限性和主观性的独断论”，对于观念论哲学对有限之物的消灭，它发出“放肆的哭天喊地”。雅可比甚至从“原始的和基本的经验主义者大卫·休谟和约翰·洛克那里”（以此黑格尔忽略了哈曼的中间人角色）接受了信仰概念，并用这个词来指称经验现实性的确知（Gewissheit）。正因如此，黑格尔甚至为门德尔松辩护，后者在与雅可比的论战中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而，除了这种对有限性的信仰之外，雅可比也认识一种对作为“绝对客体”的永恒之物的信仰。在不抱偏见的、真正的信仰中，“有限性、作为某物自身存在、感性的全部领域，[…]在对永恒之物的思维活动（das Denken）和直观面前沉没，这在这里成为一，所有主观性的飞虫都在这吞噬一切的火焰中燃烧殆尽”。然而，这种不抱偏见的信仰却无法拯救到哲学中去：“把信仰引入哲学中，就完全丧失了那种纯粹的不抱偏见”；它被反思对立所感染，因此与它的超感官事物相对立的，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感性”（GW 4.346–380）。

在实践哲学领域，黑格尔对康德和雅可比的评价却发生了反转。他以类似于《差别》（Differenz）论文中的方式批评康德的实践理性：由于其对客观性的要求，它“除了产生一个专制的、以及撕裂伦理（Sittlichkeit）和美的体系之外，别无其他”；他的《法权（Recht）学说》“必然用最耀眼的耻辱玷污了伦理的自然”。相反，雅可比对概念的仇恨鄙视法则的形式——由此他在这里达到了一种被黑格尔称为“优美且极其纯粹”的立场：雅可比的自白说，他要撒谎，“就像苔丝狄蒙娜临死时撒谎一样；[…] 在安息日拔麦穗，也仅仅是因为我饿了，而法则（Gesetz）是为了人而制定的，人不是为了法则而存在的”（JWA 2.211）。黑格尔后来也引用了这段话（GW 15.20，参见第二部分第7.1.1章），尽管它——就像雅可比的其他例子一样——就其本身而言作为“对合法则性的（Gesetzmäßigkeit）和客观的方面的忽视”，作为“故意的客观性缺失”，同样只表达了对康德-费希特式合法则性的片面性。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对它评价极高——也许是因为“在雅可比那里，新教的主观性似乎从康德的概念形式回归到了它的真实形态（Gestalt），一种感受的主观之美以及天国渴慕的抒情诗”。然而在有限与无限对立绝对性的条件下，这样一种回归是不可能成功的：雅可比用“极度的痛苦、充满渴慕的自我主义（Egoismus）和伦理的病态”取代了优美的个体性，并且他的小说主人公们生活在“对其自身永恒观照的折磨”中，进行着“自我的淫乱”，以便借此开导“做作的或微不足道的女人以及多愁善感的公民（Bürger）”（GW 4.380–384）。

（6）与《差别》论文类似，黑格尔在此也引向了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谢林和黑格尔确实也曾——尽管没有成功——希望他作为《哲学批判杂志》（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的同盟者来共同反对雅可比（参见第二部分第4.5.1章）。然而，施莱尔马赫的演讲《论宗教》（KGA I/2.185–326）现在显现为雅可比原则的“最高乘方”，显现为一种新教的最高峰，“它在现世寻求和解，[…] 而不脱离其主观性的特征”。但由此现世也改变了其形态：在《演讲》中，“自然作为有限现实性的集合被消灭了，而被承认为宇宙，由此那将其对逃避现实性而飞向永恒彼岸的渴慕收了回来，主体或认识活动与绝对不可及的客体之间的隔墙被推倒”，从而实现了两者的和解。尽管如此，“这种对宇宙直观的主客体性仍然应该保留一种特殊的和主观的东西”，这是一种“宗教艺术家的精湛技艺”、一种“直观的主观特性”的产物——而黑格尔尖锐地补充道：“就一个人里面有其特性而言，他被称为白痴”。“真正的精湛技艺”本应该“在一个民族（Volk）和普遍教会的法则及身体（Körper）中获得了它的客观性和实在性”——而不是在行家们的“普遍原子论”中放弃所有客观性（GW 4.383–386）。

（7）康德和费希特没有回应黑格尔的尖锐批评，甚至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相比之下，雅可比在1802年8月10日写给赖因霍尔德（Reinhold）的信中说，他曾预言过谢林和黑格尔对他会有一次猛烈的攻击——现在果然发生了。“由于表达拙劣”，他确信黑格尔是作者：“要是那该死的黑格尔写得好一点就好了；我经常费力去理解他。”他以同样的尖锐回应了黑格尔的攻击：在他1802年8月和9月写给弗里德里希·科彭的（纯文学性质的）《致弗里德里希·科彭的三封信》中，他将之作为附录发表在科彭的《谢林的学说或绝对之无（Nichts）的哲学的全体》（JWA 2.331–372）中。在这些《信件》的第一封中，雅可比非常详细地转述了黑格尔的辱骂和指责，可能试图以此来揭露它们，并试图嘲笑它们。在给科彭的信中，他详细驳斥了关于错误引用的指责，但雅可比省去了一场原则性的辩论——或许是以为问题会自行解决：“有趣的是，这些人现在突然群起攻击费希特，仿佛他们从未与他有过什么共同之处。[…] 这帮人简直疯了；必须让他们互相折断脖子，让他们狂欢，直到他们倒下。”（Zoeppritz I.311 f.）

（8）雅可比的这番话指的是，黑格尔——至少部分是因为此时谢林与费希特已经决裂——在《信仰与知识》中对费希特哲学的批评远比在《差别》论文中尖锐。在那里，黑格尔反对它的体系形式，但认可它有一个“真正的思辨原则”（参见第二部分第4.3.3章）；而现在，他则指责费希特的体系，说它“没有走出普通人类知性的原则，并且在那种认为它不是普通人类知性的体系而是一个思辨体系的错误偏见传播开来之后，它自然会在后来的呈现中竭尽全力根除这种偏见”。这种旁敲侧击指向的是费希特的《人的规定》（1800），该书在撰写《差别》论文（在其中黑格尔也传播了这种“偏见”）时虽已出版，但未被他进一步考虑，而现在则“优先”成为批评的对象。奇怪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及费希特的《人的规定》甚至在字面措辞上也是对雅可比《雅可比致费希特》一信的直接反驳（JWA 2.187–258）——尽管他却将雅可比绝对二元论的“基本原理”与费希特的“原则”等同。

尽管自称“优先”以《人的规定》为导向，黑格尔却再次非常广泛而详细地探讨了费希特的哲学——从《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的基础（Grundlage）到他的实践哲学，再到关于无神论之争的著作，并且他忽略了将《人的规定》与这些早期著作分开的那个转折点。

仅仅通过其论文的素质（Anlage），黑格尔就把费希特的哲学构造为雅可比的“渴望”与康德的“客观性”的综合。正如之前对待康德一样，他现在将费希特置于“受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文化（而不是勒内·笛卡尔！）”塑造的传统之中，即“从主体立场”出发去计算和解释世界。由此，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对立”便已预先被勾勒出来了，并且与纲领相反，这种对立也没有通过体系的制定而被重新扬弃：费希特从绝对真实和确知的东西出发，但这只能通过表明它自身是不完整的，从而也就是不真实的，才能成为演绎的原则。观念的东西必须通过实在的东西来整合，即一开始完全空洞的知识必须通过经验的实在性来填充，这实在性在费希特那里也具有“绝对实在性”。因此，费希特绝对主观性的哲学从未超出雅可比所要求的二元论，因而雅可比根本没有理由担心费希特的“先验哲学的虚无主义会把他的心从胸膛里掏出来”（GW 4.387–401）。

“绝对对立”同样也预画了实践哲学的基本结构：“主观性、自我、纯粹意志（Wille），与客观性相对立，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并且同一性和整合的任务根本无法解决。”在这些条件下，道德（Moralität）变成了统治，乃至“绝对专制”，只留下“高调的宣告，即法则必须为了法则的缘故，义务（Pflicht）必须为了义务的缘故而被履行，以及自我是如何超越感性事物和超感官事物，漂浮在世界的废墟之上”——后者暗指费希特的一种表述，在法兰克福（Frankfurt）时期的尾声，黑格尔曾知道从中汲取肯定的方面（参见第3.5章）。

为了对抗这种“崇高的空洞和唯一的彻底空虚”，黑格尔提出了一种以谢林为导向的“自然”概念——他批评了《人的规定》第一“幕”中那个“自我”的“极度傲慢”和“狂妄的自大”，该自我为“永恒的自然在自身内行动”而感到悲哀。然而，存在于这一“幕”（黑格尔因其戏剧性场景而如此称呼）中的“自然”却被费希特描绘成纯粹决定论的，作为与自我的一切自由无中介地对立的——但他在此仅仅勾勒了一种失败的、需要被克服的构想的图景（这一点从黑格尔的批评中并不明显）。对于第二“幕”也是如此，在其中“自我”如今又因为通过先验哲学的知识而失去这种自然“再次同样绝望地”抱怨；在这里，虽然费希特也勾勒了一幅以其先前的先验哲学为导向的图景，但现在这图景是要被克服的。

然而，黑格尔没有公允地对待《人的规定》内部的这种上升运动——从决定论经由先验哲学到信仰——这并没有削弱他真正的异议：对于决定论、自然神学（Physikotheologie）以及先验哲学来说，自在的“自然”本身都是“一个绝对不神圣的死物”，它自身内没有它的目的。它成为纯粹的质料——哪怕是“义务的质料”——并在必要时也成为废墟，自由的理性存在者可以在其上空漂浮：“正如自然在自然神学中是永恒真理（Wahrheit）的表达一样，它在康德和费希特的道德神学中，就是一个将被消灭的东西，理性的目的只能永远在它身上实现，它被剥夺了真理，自身背负着丑陋和反理性的法则”。这样一种被设想为对象，同时也是道德行为的阻碍的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道德要求（不合适的）的接受者：“但它不应当（sollen）永远这样下去。”为了对抗这种“绝对对立”，黑格尔不仅提出了一种从“绝对同一性”出发设想的自然概念；他也试图确保得到柏拉图（Platon）和宗教的帮助。对于前者，上帝的理性把世界“生为一个极乐的上帝”，而后者不把灾祸理解为可避免的，以及在费希特式逐渐熄灭火山、减轻疾病和飓风的进步中可降至最低的东西。相反，它把握“恶（das Böse）是有限自然的必然性，与它的概念是同一的”，但它用一种永恒的、即“真正实在且存在的救赎”来对抗这种必然性，并为自然提供“一种可能的和解”：“其原初的可能性，即主观之物，在上帝原初的肖像中，而其客观之物，即现实性，在上帝永恒的道成肉身中，而那种可能性与这种现实性的同一性，却通过作为主观之物与道成肉身的上帝合一的精神（Geist），因而对自在的世界进行了重建、救赎，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使其神圣化”，这不同于费希特所设想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绝对不应当像现在这样保持原样，但也决不能变成别样，因为否则它就不再适合作为义务的质料了。

（9）鉴于黑格尔不放过任何细节的详细和尖锐的批评，令人惊讶的是他在结论部分所采取的调和态度，在其中他仍然从“反思哲学”中提取出好的方面：尽管它仍然受困于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对立之中，但它毕竟把无限性当作它的绝对者，而这种“无限性哲学”比“有限性哲学”更接近“绝对者哲学”。因此，“绝对者哲学”具有了双重任务：它必须防止“无限性、自我，[…]在这个点上固着并将自己变成了主观性”，并且它必须把存在于上述哲学中的否定性环节，“即以前只是历史性地存在于教化（Bildung）中并作为新时代宗教赖以立足的感觉（Gefühl），那种上帝自己已死的感觉，[…]纯粹标明为最高理念的环节，但也仅仅只是一个环节”。通过“新时代宗教”这个公式，黑格尔把关于哲学的任务设定的反思与其说置于一个时代诊断的语境中，不如说置于一个包罗万象的宗教史语境中：“独断哲学的以及自然宗教中那个快活的、不太彻底的以及个别的部分”缺乏否定性的深度，即缺乏对有限之物的消灭，因此它必然消亡；但同样必须克服一种虽然认识到这种——也是由宗教说出的，但是作为环节说出的——否定性，却将它坚持在与有限事物的绝对对立中的哲学。通过将无限的痛苦转化为最高理念的环节，哲学不仅超越了独断哲学和批判哲学。它也与宗教相接，但它在“思辨的耶稣受难日”中赋予了宗教历史上的耶稣受难日其恰当的存在，并以此将其作为在最快活的自由形态中复活整体性（Totalität）的先决条件（GW 4.401–414）。

初版：“信仰与知识或主观性的反思哲学，就其形式的完备性而言，作为康德的、雅可比的和费希特的哲学。”载于：《哲学批判杂志》（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第2卷，第1部分。图宾根（Tübingen）1802年，第1–189页。——文本：GW 4.315–414。——来源：费希特：《人的规定》。柏林（Berlin）1800年，GA I/6.189–309；弗里德里希·科彭：《谢林的学说或绝对之无的哲学的全体》。汉堡1803年；鲁道夫·策普里茨 (编)：《摘自雅可比遗稿。雅可比未刊信件集[…]》。共2卷。莱比锡（Leipzig）1869年。——文献：格尔兰：《青年黑格尔的康德批判》（1966），第16–53页；耶什克：《祛魅之魅》。载于：《信仰与知识》。《黑格尔年鉴》2004卷。柏林2004年，第11–19页；耶什克 / 阿恩特：《康德之后的古典德国哲学》，第353–356页。

4.5.6 《自然法》论文

（1）黑格尔的《自然法》论文（Naturrechtsaufsatz）是《哲学批判杂志》上的最后一篇大型长文。其主要部分于1802年发表在第二分册上，结尾部分于1803年发表在第三分册上——这很可能是出于出版方面的考虑，以避免第二分册在内容丰富的首册（包含了《信仰与知识》）之后再次过度膨胀；然而，也有已知的副本将这两个部分（具有不同的页面分页）合订在第二分册中。黑格尔可能同时将这两部分排版；由于《哲学批判杂志》第二分册是在1802年12月出版的（GW 4.539），因此他应该是在夏末秋初撰写了这篇论文——大概是与他在1802年夏天首次关于“自然、公民与万民法”（ius naturae, civitatis et gentium）的讲授课（Vorlesung）平行进行的。

（2）尽管实践哲学的问题已经介入了黑格尔早期的文本，特别是政治著作中，但《自然法》论文构成了黑格尔在这个对他和谢林而言独具特色的领域的第一部——流传下来的——著作。这种更大的独立性也表现在文学形式上：与之前的论文相反，黑格尔在这里既摆脱了评论的形式，也摆脱了对先前体系（System）的统摄性批评的形式，后一种形式仍然在《信仰与知识》中留有印记。然而，其方法的哲学基础仍在谢林的同一性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体系构想——如在他的体系概述中（GW 4.433）——与他自己于1801/02年冬季学期首次勾勒的方法之间摇摆不定——特别是在黑格尔的这些说法中，即甚至经验科学在其所有的杂多（Mannigfaltigkeit）中，也必须“同时浮现出关于所有这些互不相关的规定性以及一种原初的单纯必然性的绝对统一（Einheit）的图景和需求”，这是“绝对者的一个反映”（GW 4.418, 422 f.，参见第二部分第4.6.1章）。

（3）与稍晚的《伦理（Sittlichkeit）的体系》一起，《自然法》论文服务于“为古典实践哲学平反”（西普 1979, 159）——这与近代自然法，特别是在其康德-费希特形式下作为“理性法”形成了对立（Gegensatz）。黑格尔以“自然法科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为出发点。它虽然是一门哲学科学，然而——就像哲学的其他部分一样——它被从形而上学占据的哲学中心排挤出去，离它越来越远，并越来越靠近经验（Erfahrung）。因此，黑格尔并没有把“自然法科学”中诊断出的重点从先天事物转移到经验上的现象，理解为它自愿转移到经验科学领域，而是理解为一个由强大的哲学概念（Begriff）所迫使的、但随后被接受的剥夺公民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包含了对自然法的科学特征的剥夺。顺理成章地，黑格尔否认了“早期自然法的探讨方式[…]对科学本质（Wesen）的所有意义”，并宣称它们只是“关于科学历史的好奇心”的对象。相反，他把康德和费希特的先验观念论（它把“绝对者完全放入了实践哲学中”）理解为一种对抗这种经验无限扩张过程的逆向运动——然而，它是科学形式的一种更新，并没有与经验相中介，从而作为一门“纯粹形式的科学”，仅仅将其作为补充与经验科学相对立（GW 4.417–421）。

（4）然而对黑格尔来说，不存在完全不受绝对者的任何反光触及的纯粹经验，因此他也——在预测（Antizipation）他在此尚未展开的“绝对伦理”理念的情况下——就“绝对理念根据绝对形式（Form）的环节（Moment）如何在其中显现（erscheinen）的方式（Weise）”，来刻画对自然法的科学探讨中这两种“虚假形式”的第一种。即使是经验，也试图通过对一个整体性（Totalität）的表象（Vorstellung）和内部结构化，来赋予自己科学的形式。它从“一个有机关系的统一（Einheit）”中，分离出个别的规定（Bestimmung）（比如国家刑罚要求的个别理由），并将它们置于与其他事物的统治关系中。然而，由这种操作流程（Verfahren）导致的基本原理、法则（Gesetze）、目的、义务（Pflicht）和权利的杂多（Mannigfaltigkeit）之上，“同时浮现出关于所有这些互不相关的规定之绝对统一的图景和需求”，作为“绝对者的反映”。这种绝对统一一方面显现为“单纯的统一，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初的统一”——部分地作为虚构的自然状态，部分地作为人的自然与规定——另一方面显现为“经验知识（Wissen）反映中的整体性”。然而，经验科学的探讨将这两种统一视为分离的，而不是在其同一性（Identität）中把握它们。它只达致了对“原初与绝对统一的模糊预感”；它看到那些相互冲突的规定卷入了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没有认识到它们会被还原为无。最后，它将权利状态的神圣性这一对立图景置于这种自然状态的对立面——由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设定了“诸主体（Subjekt）绝对屈从于那种最高权能（Macht）的关系”。

黑格尔由此分析了这种“科学的经验”由于其内在结构而陷入的矛盾（Widerspruch）：科学形式把一种反思状态、一种上下级服从状态，并因此把统治的环节带入了对整体性的本应是经验的直观（Anschauung）中。用不充分的概念手段来模仿绝对者的图景，最终会导致它的扭曲。面对不仅是第二种“虚假”形式，而且早就是科学经验的这种“一致性”，黑格尔赋予了“古老的完全不一致的经验”以一种相对的法权（Recht）。对知性来说，虽然没有比用它的“本质抽象（Abstraktion）”去攻击它更容易的事了——但是它在经验与反思（Reflexion）的混合面前拥有多重法权：因为它要求自然法科学“必须以经验为导向”；因为它抛弃了“基本原理的脚手架和造作”；因为它断言“理论[…]与必要的实践相矛盾”；并且因为它提醒，经验为哲思（philosophieren）“提供了其概念（Begriff）的内容（Inhalt）”。由此黑格尔认为，尽管素朴经验的内涵之网缺乏一致性，但它仍比已然被科学经验所实施的“肢解”和“将没有本质的抽象（Abstraktion）以及个别性提升为绝对性”更接近于有机整体性的理念（GW 4.421–430）。

（5）黑格尔在面对对自然法的“纯形式”探讨时，加剧了对反思的批评。他分两个阶段展开批评：纯形式的自然法奠基于一个错误的绝对者概念之上，因此它不可能从这个概念出发达到伦理的内容，达到一个“伦理（Sittlichkeit）体系”。

在进一步阐述他已在《差别》论文和《信仰与知识》中提出的异议时，黑格尔批评这种形式的“自然法”——即费希特的《自然法基础》（1796，GA I/3–4）和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1797，AA VI）——虽然把“绝对者完全放入了实践哲学中”（GW 4.419），但它没有达致真正的绝对者，而是达致了一个只是否定性的（negative）绝对者。因此，他猛烈抨击其“试图在否定性的绝对者中展示出一个真正绝对者的错误尝试”。黑格尔之所以将这个绝对者称为“否定性的”，是因为它仅仅是“形式的抽象”，并且作为“纯粹的同一性，直接就是纯粹的非同一性或绝对的对立”。因此，这种哲学的原则是理性的纯粹统一与繁多且实在之物的对立，实在之物恰恰由此被规定为非理性的、应被否定的东西，被打上“经验之物的令人作呕的名字”（GW 4.423）的烙印，而反过来，观念之物则仅仅与它对立而不能达致实在性（Realität）。黑格尔虽然承认两者，即这种分裂以及实践理性的纯粹统一，都能在经验的意识中找到——但他试图将这一立场把握为无限性与有限性相对同一性的一方面，并否认它是“绝对的立场”。作为一个自封为绝对的片面立场，它倒不如说是“非伦理性的原则”（GW 4.430–437）。

（6）在一段离题的插入语中（GW 4.431–433），黑格尔试图将他对否定的绝对者概念批评的基本路线锚定在一个体系思想中，尽管这一思想具有新颖性和独立性，但在概念和术语上都明显带有他当时与谢林密切合作的痕迹。作为否定性绝对者思想的一项——失败的——体系基础，他首先指出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的第三条基本原理：“在自我中，可分的自我与可分的非我的对立”（参阅 GA I/2.272）。在黑格尔看来，这样建立的构想只能导致一种“观念事物与实在事物的非同一性”；因此，他以借鉴谢林同一性哲学的绝对者概念，即“观念事物与实在事物的绝对同一性”，来对抗它。它应被设想为“无差别（Indifferenz）与关系的统一；并且因为这是一种双重的东西，所以绝对者的显象被规定为无差别的统一与那种关系的，或那种诸多数为第一性之物和实定之物的相对同一性的统一，——并规定为无差别与那种在其中统一是第一性的且是实定的关系的统一；前者是物理的自然，后者是伦理的自然。”（GW 4.433）黑格尔也明确说出了这种构想的思想背景：斯宾诺莎的实体（Substanz）形而上学，其两个属性都表达了实体，并且是绝对的和无限的。然而与斯宾诺莎和谢林不同的是，黑格尔试图以关系的方式，即作为统一性与多重性的复杂、多级关系来规定“绝对者的显象”。尽管具有这种黑格尔式的特征，这幅体系草图在《自然法》论文的语境中并非孤立存在；它也与他在当时的讲授课（参见第二部分第4.6章）中相对恒定的体系发展形成了对比，这只能从他当时与谢林的哲学共同体中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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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奠基之后，黑格尔在第二步中分析了“无限性（Unendlichkeit），或否定性的绝对者（das Absolute），如何徒劳地试图达成一种肯定的组织（Organisation）”（GW 4.421），这仿佛是对该原则的批评正确性的一种检验。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联系到康德的自我理解，即有必要将实践哲学奠基于一个形式原则之上。两人之间的差别（Differenz）只有在对这样一种实践哲学方法的成就的评判（Beurteilung）中才显现出来——而这正是《自然法》论文（Naturrechtsaufsatz）的思想中心，同时也是康德和黑格尔的伦理学（Ethik）及其理性概念分道扬镳的地方。对于意志所有质料（Materie）的抽象（Abstraktion），对于将理性限制在自身立法上（这种立法以检验意志准则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的适宜性为唯一内容（Inhalt）），黑格尔认为这必然以同义反复告终：“而在真理（Wahrheit）看来，纯粹实践理性立法的自律（Autonomie）的崇高能力，就在于产生同义反复”（GW 4.435）。

这一批评并不能通过那种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来削弱，即康德绝不是在单纯的同义反复中打转，而是将一门伦理学（Ethik）和一门法权学说（Rechtslehre）建立在其原则（Prinzip）之上。但这也并非黑格尔所不知——他的指责反而在于，这样的内容不能从形式原则中以诚实的方式推导出来，而是通过将绝对的形式与有条件的内容相混合而骗取的，甚至是通过“戏法”变出来的。不过，黑格尔在这里没能——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将自己置于对手的强项范围内，也没能在绝对命令的形式性与康德关于最终目的的思想之间复杂关系上验证他的批评（GW 4.434–449）。

（8）此外，即使不考虑基于实践理性的形式命题进行伦理和法权定向的可能性，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分歧的决定性焦点也是可以阐明的。直到《自然法》论文的结尾部分，黑格尔才记下了其组织性的思想——为此他诉诸孟德斯鸠“不朽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与自然法的两种“虚假形式”相反，它“没有从所谓的理性中演绎出个别的制度和法则（Gesetze），也没有从经验（Erfahrung）中把它们抽象（abstrahieren）出来，而是[…]完全仅仅从整体的特征及其个体性（Individualität）中来把握（begreifen）它们”——由此它表明了，“特定的法则从中产生出来的理性和人类知性以及经验，并不是先天的（a priori）理性和人类知性，也不是先天的经验，那原本会是某种绝对普遍的东西，而完全仅仅是一个民族（Volk）活生生的个体性”（GW 4.481）。

由此，黑格尔与康德实践哲学的差别（Differenz）就被切中要害了：实践理性是应作为先天理性来把握，还是作为一种与“整体的特征及其个体性”，即与历史相中介的理性来把握？黑格尔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选择孟德斯鸠以及一种与历史相中介的理性概念，使他接近了一位他几个月前才猛烈抨击过的思想家：接近了对一种启蒙式的“不是理性的理性”的批评，这是雅可比在偶尔诉诸孟德斯鸠时也阐述过的（JWA 4.410–412）。

黑格尔在批评了自然法的两种“虚假形式”之后，在“伦理（Sittlichkeit）的绝对理念（Idee）”这一标题下，展开了他在这里表达的思想——在这一语境中，他已经提前引用了结论部分的内容，他用实定的东西来对抗纯形式自然法的“否定性的绝对者”，即“绝对的伦理整体性（Totalität）无非就是一个民族”。尽管有着——法国大革命后出现，因而在当时是“现代的”——“有机统一”与“纯粹机械”的对立，并且尽管后来有机体概念附着了生物学模型，黑格尔在这里对“民族”的理解并不是在自然主义意义上，而是在“政治意义上”，作为“一个按伦理组织起来的集体”（Schnädelbach 2000, 43）。然而，与这种以民族概念为导向的做法相联系的，是拒绝“世界主义的无形态（Gestalt）”和“人类权利（Rechte）的空虚，以及万民国家和世界共和国的同样空虚”，黑格尔在此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GW 4.484）。

然而，黑格尔并没有把“绝对伦理”设想为一个在其自身内部没有结构和紧张关系的、没有历史的社会状态。通过诉诸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引入了——一种在“伦理的绝对必然性”中建立的划分为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两个阶层（Stand）的结构——这种差别同样可能服从于历史的变迁，正如黑格尔诉诸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所表明的那样：“长期的和平和罗马人（Römer）统一的统治，将一种缓慢而秘密的毒药引入了帝国的生命力中。”（GW 4.456；这与黑格尔关于“战争的必然性”的信念有关，这种信念在他那个时代并不罕见，并且回顾起来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这不仅是在其不可避免性的意义上，而且也是服务于“各民族的伦理健康”，保护它们免于“腐败”，而“一场持久的、乃至一场永久的和平会将它们置于这种腐败之中”；GW 4.450；参见第二部分第9.5.9章）。罗马帝国当时有很大一部分人陷入了“私生活的疲沓的漠不相关（Gleichgültigkeit）”中，整个民族降至了非自由人的阶层——黑格尔将这种私生活的普遍性（Allgemeinheit）描述为“形式的法权关系”——正如他在《精神现象学》中也将罗马世界刻画为“法权状态”（GW 9.260–264）一样。

但是，“绝对伦理”需要持续的分化。在现代世界中，它呈现为“伦理的绝对意识（Bewusstsein）”与“资产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后者可以通过对他的获取物的安全享受来补偿其“政治上的无效性”。黑格尔试图通过一种令人惊讶的、离题的对悲剧和喜剧理论的回归，来使人把握这里面存在的对立，以及和解（Versöhnung）：绝对者永远与自身上演一出“伦理中的悲剧”：“神圣之物在其形态和客观性中直接具有一种双重本性，而它的生命就是这些本性的绝对合一”——但同时也是一种这两种本性的绝对冲突和牺牲的运动。黑格尔通过对《俄瑞斯忒亚》的简短转述来说明这种解释，这毫无疑问是谢林同时期关于“艺术哲学”的讲授课的反映——甚至在措辞上也是如此（对比 GW 4.459 与 SW I/5.698）。黑格尔谈到的“神圣的喜剧”也暗指了谢林当时对但丁的热情——但黑格尔所理解的“神圣的”喜剧是指有别于现代喜剧的古代喜剧。而且无论如何，借用悲剧理论来解释社会关系是黑格尔的一个特质。然而，他在这里并不具有现代性批判的意味，因为黑格尔通过它来说明和合法化社会分化，这种分化在他看来是必然的、超越时间的，即划分为绝对的意识对立于经验的意识，活生生的精神对立于有形体和必死的灵魂；现代性批判的方面仅仅在对近代喜剧的解释中才发挥作用（GW 4.454–462）。

黑格尔论述在体系上的重点，无论如何都不在于将美学范畴应用于社会的阶层划分；而在于证明精神在结构上优越于自然。黑格尔在这里试图在回顾谢林的概念术语的同时，超越其同一性哲学的构想。“伦理的绝对生命之理念”展现了一种“无限性与实在性的合一”，在其中显现出“神圣的自然”。地界（Erde）的“体系”，“只有在伦理自然的绝对无差别（Indifferenz）中，才被概括为所有部分的完美一致（Gleichheit），以及个别事物与绝对者在实在意义上的绝对合一”。自然永远无法“达致与本质（Wesen）和实体（Substanz）的绝对无差别”；唯有理智（Intelligenz）作为“绝对的个别性（Einzelheit）”，同时又是“绝对的普遍性”，作为“绝对的否定和主观性”，同时又是“绝对的肯定和客观性”。自然固然是“绝对的自身直观（Selbstanschauung）”，但精神却是“对自身作为自身的直观活动（Anschauen）或者绝对的认识活动（Erkennen）”，因此精神高于自然，并且是绝对者真正的概念（GW 4.462–464）。

（9）第二分册末尾这些最后考察的论述读起来像是结束语；然而，在第三分册中接续的“结尾”（GW 4.467–470）不可能是事后附加的，因为它的内容已经在《自然法》论文的标题中预告了：“自然法与实定法权科学的关系”（GW 4.470）。在对它的讨论之前，黑格尔还简短地论述了“绝对伦理”与个人的“实在的绝对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其中他“只把自在的（an sich）否定的领域”、“资产者或私人的伦理”分配给“道德”，“而把真正实定的（positive）东西，如其名称所说，即它应当建构出伦理自然如何获得其真正法权的东西”分配给“自然法”——以此，他把一种独特的意义强加给了这个在康德那里已经显得模棱两可的词汇。

这应该是黑格尔早期认识到一种宗教的“实定性（Positivität）”的必然性的次序（Folge），即他并不把法权科学在其经验的操作流程，在其关系到“现存宪法和立法的个别体系”的意义上的“实定性”，本身视为将它们排除在哲学之外的根据（Grund）——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源自哲学的东西，[…]更适用于现实性（Wirklichkeit）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在批判的意义上之所以成为“实定的科学”，是通过两种方式（Weise）：一方面，它们不仅涉及历史的东西，而且涉及“自在地属于理性并应当表达一种内在真理和必然性”的东西，然而却固守这种东西以反对哲学，并因此陷入了“臆见”。法权科学实定性的这个根据在于形式：“即，把那个观念的（ideell）、对立的、片面的，并且只有在与对立面的绝对同一性中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被孤立地、设定为自为的，并且被宣称为某种实在的东西”——作为面对整体绝对关联的某种独立事物。

但是，从“质料（Materie）”方面也能产生“实定性”——而且绝不是通过必然的特殊性本身，而是通过一个民族生命中的非同时性，这导致了活生生的事物与死去的事物的并存，以及由此带来的伦常（die Sitte）与法则的分离：“当伦常与法则合而为一时，规定性（Bestimmtheit）并不是什么实定的东西，但随着个人的成长，整体并没有同步前进，法则和伦常就分离了，[…]在整体的当下，就不再有绝对的关联和必然性了。”黑格尔在此运用了一个“实定性”的历史哲学概念，从中他能够架起通往历史法权科学的桥梁：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导致了“诸法则之间的内在矛盾（Widerspruch）”；历史法权科学揭示了“在当下没有真正鲜活根据的东西”在过去的原因——但它仅限于纯粹的历史解释：如果试图通过它将“仅在过去的生命中才具有真理的法则，为当下进行辩护，那么它就会超越其规定和真理”。因此，黑格尔在此已经构建了他二十年后将用来对抗那时才形成的“历史法权学派”的立场（参见第二部分第9.5.4章）：历史的法权知识仅仅是以“失去的伦常和死去的生命”为导向的；对于塑造当前的法权关系，它既没有批判的也没有肯定的意义，而这则是哲学的任务，即展开“绝对伦理”的思想——作为绝对精神（Geist）自身直观和自我认识的思想（GW 4.470–485）。

初版：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其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定法权科学的关系。载于：《哲学批判杂志》。第2卷，第2分册及第3分册。图宾根 1802年，第1–88页，及1803年，第1–34页。——文本：GW 4.417–485。——文献：罗森茨维格：《黑格尔与国家》（1920）。第1卷，第155–174页；曼弗雷德·里德尔：《黑格尔对自然法的批判》。HS 4 (1967)，第177–204页；沙伊特：《精神与共同体》（1973），第96–126页；黑格尔：《早期政治体系。伦理的体系；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耶拿（Jena）实在哲学（Realphilosophie）》。格哈德·格勒 编注。法兰克福 等 1974年；乌尔里希·克莱斯格斯：《黑格尔自然法著作中的合法性与道德性。论德国观念论中实践哲学的问题域》。载于：乌特·古佐尼 / 伯恩哈德·朗 / 卢德维格·西普 (编)：《观念论及其当代意义。祝贺韦尔纳·马克思（Marx）65岁生日纪念文集》。汉堡 1976年，第53–74页；卢德维格·西普：《承认（Anerkennung）作为实践哲学的原则。对黑格尔耶拿精神哲学（Philosophie des Geistes）的研究》。弗赖堡 / 慕尼黑（München） 1979年；安德烈亚斯·维尔特：《自律与承认。基于其对费希特的接受看黑格尔的道德批判》。斯图加特（Stuttgart） 1982年，第312–320页；伯纳德·布尔乔亚：《黑格尔的自然法 (1802–1803)。评论。对耶拿时期黑格尔思辨发生学研究的贡献》。巴黎（Paris） 1986年；皮埃尔路易吉·瓦伦扎：《耶拿时期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实践哲学。从青年时代著作到伦理体系》。帕多瓦 1999年，第299–353页；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按文本生成顺序的注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 2000年，第1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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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体系草稿 (1801–1806)

4.6.1 讲授课手稿残篇 (1801/02)

(1) 黑格尔于 1801/02 年冬季学期在耶拿大学开始了他在学术上的教学活动，开设了两门讲授课：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和关于《哲学导论》；除此之外，他还与谢林共同主持了一个哲学研讨班 (见第一章4.3)。罗森克兰茨传达了这些讲授课的一些残篇，而他的（本身已经是残篇的）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成了我们了解这两门讲授课的唯一来源。然而，在此期间，他所使用的残篇又被重新发现了。它们没有提供关于这两门讲授课的详尽图景，但它们确实提供了对黑格尔的第一个统摄性的体系草稿，以及他构想这个体系的第一个学科训练的最初尝试的洞察。这些残篇得到了伊格纳茨·保罗·维塔尔·特罗克斯勒（当时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听众）关于“黑格尔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授课的主要理念”的简短摘要的补充和证实。

(2) 黑格尔在一份手写布告中预告了《哲学导论》讲授课，称之为“关于哲学实践旨趣的免费讲授课”。人们本应将其理解为第三门讲授课，如果他不是——或许是迫于必须批准该预告的系主任亨宁斯的压力——在边缘处作了明确说明：“作为该讲授课（即哲学）的导论”。据此，这门课的构想直到讲授课开始前不久似乎还是未规定的——起初作为一般的导论讲授课预告，随后又计划为“关于哲学实践旨趣”的讲授课。

这两份流传下来的残篇中的第一份《这些讲授课…》也确实以一种——对于一门导论讲授课来说令人惊讶的、针对“批判主义、怀疑论方法、防范独断论”的——表述开始：“作为科学的哲学既不需要导论，也容不得导论”。更确切地说，“最应避免的莫过于将整个哲学本身变成一种导引，或者将导引当成哲学”。这种确信或许是黑格尔后来再也没有开设过“哲学导论”讲授课的原因。不过，在 1801/02 年的讲授课中，他指出了一种哲学导论仍然可能的方面：“作为主观形式与客观和绝对的哲学之间的一种结合手段和桥梁”。在这一语境中，黑格尔将两个预告的主题——关于“实践旨趣”的沟通和导引功能——结合在一起，并且借此——就像同时期的《差异》论文一样——谈到了“哲学的需要”：关于哲学的需要的问题与“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践的？”这一问题是同一的——并且“哲学的真正需要无非是学习通过它并由它来生活”(GW 5.259–261)。这种对哲学的简明而尖锐的规定，只有在哲学与生活相对立的背景下才能显得清晰，而费希特在此前不久正是这样表达了这种对立：“生活完全恰恰是不进行哲学思辨；进行哲学思辨完全恰恰是不生活；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贴切的对这两个概念的规定了”(PLS 2/1.61)。

不同于第一份残篇，第二份残篇《绝对本质的理念…》提供了对黑格尔最早的体系构想的洞察——并借此同时证明了这一体系构想惊人的一致性，从黑格尔的第一次讲授课直到他的最后文本。哲学的体系形式是由作为自我实现的真相的绝对者概念预先规定的：正如绝对本质在理念中仿佛设计其图像，在自然中实现自身，并作为精神返回自身和认识自身那样，哲学也必须首先为认识活动展开理念，随后向差别分解，但始终同时将它们保持在统一中，并最终“将伦理和精神本性的整个展开总结在单一理念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在最后仍要反思到它始终被总结在单一理念中。”这个体系草稿已经没有任何特定的同一性哲学的痕迹，即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在绝对者的“无差别点”中的平衡，也没有任何关于构建“主客体”的痕迹——这不同于黑格尔当时在谢林眼皮底下出版的体系草稿。哲学的任务是重构绝对者的运动，从“理念”经由在自然中的实现，直到它在精神中的收回和自我认识。这种对“绝对本质的理念”的规定塑造了哲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而且一直延伸到带有《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次序的《全面教学纲要》的结构。人们可以将黑格尔整个后来的体系发展视为对这第一份体系草稿的修饰性的、具体化的、但没有断裂的展开。它甚至已经显示出——起初仅仅是初步勾勒出的——精神哲学相对于自然哲学的体系性提升：黑格尔将从自然到精神的过渡描述为一种“奋力跃升”到理念返回自身并认识自身的形态。

与体系构想中这种惊人的一致性相比，那个——由于文本暂时遗失而——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即黑格尔当时的体系是三分的还是四分的，就显得次要了。毫无疑问，后者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谈到，一个“自由的民族”“最终在第四部分，即在宗教哲学和艺术哲学中，返回到纯粹理念，并组织对上帝的直观”。但这仅仅意味着，黑格尔当时并未将后来被称为“绝对精神哲学”的部分构想为他的精神哲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部分，而是构想为一个独立的体系部分，紧接在——主要被构想为“需要的和法权的王国”的——精神王国之后 (GW 5.262–265)。

(3) 第二门讲授课，《逻辑学与形而上学》，黑格尔由于起初的 11 名听众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流失而不得不中断，但他又以私人讲座的形式为两名学生——特罗克斯勒和施洛瑟——继续了一段时间。黑格尔在这里不仅通过提及传统来为这门课的名称辩护，而且还“考虑到其适用性”，并且他将这个名称保留了三十年，直到他在柏林的最后一次讲授课，尽管“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耶拿时期末尾对他来说发生了变化 (见第二章5.2, 第二章6.6.2)。

在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第一门讲授课中，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内在关系尚未明确确定。黑格尔将确立由知性孤立出的有限性的形式并将它们消灭的任务归于逻辑学——而这项任务在所有必要的步骤中都必须由理性来引导。就此而言，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并不是作为知性和理性的科学、反思和思辨的科学而相互对待的。因为知性也是由理性引导的，而且即使在逻辑学的“反思”中，理性也必须在场——部分作为由知性复制的“原型”，部分作为理性的“否定认识活动”。从“思辨的方面”来看，即逻辑学为理性指出了有限认识活动形式的意蕴，“唯有逻辑学才能作为哲学的导论”，并且从它那里“完成了向真正的哲学或向形而上学的过渡”。然而，由此不能(像杜辛 1969 年以及 1988 年，158 页那样)得出结论说，它作为导论仍然处于“科学”的门庭。因为如果是这样，它也就不能“仿佛在一种反光中始终”向反思展现“绝对者的图像”。作为科学的导论，它恰恰同时已经属于科学——这种关系在随后的几年里直至《精神现象学》一直保持有效。因此，黑格尔也明确将逻辑学或“观念论”称为“广泛的作为理念本身的科学”，并且他说，“正如[它]作为理念本身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一样”，它“将消灭狭隘的哲学体系的虚假形而上学” (GW 5.263)。

与这些关于逻辑学的——否定的——体系性功能的非常详细的陈述形成对照的是，黑格尔关于形而上学内容的说明仍然非常苍白。它应当“完全地构建所有哲学的原则”；从它那里将产生一种确信，“在所有时代都只有一种且恰恰是同一种哲学”，并且它必须“恢复最古老的古代”并将其从现代假哲学的误解中净化出来。此外，黑格尔向他的听众承诺，他将“把人们试图用来吓唬哲学的怀疑论幽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在其赤裸裸的状态中认识它”，并最终附上对康德和费希特体系的呈现。然而，恰恰是对他的《怀疑论文章》以及《信仰与知识》的这种展望强调了，至少流传下来的残篇没有显示出形而上学相对于逻辑学有独立的体系性意蕴 (GW 5.269–275)。这两门分支学科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悬而未决——直到黑格尔在他的班贝格草稿中 (见第二章6.6.2) 有利于逻辑学地做出了决定。

部分初版: R 189–192. – 文本: GW 5.255–275. – 文献: Klaus Düsing: Spekulation und Reflexion. Zur Zusammenarbeit Schellings und Hegels in Jena. HS 5 (1969), 95–128; Eva Ziesche: Unbekannte Manuskripte aus der Jenaer und Nürnberger Zeit im Berliner Hegel-Nachlaß. ZphF 29 (1975), 430–444; Jaeschke: Äußerliche Reflexion und immanente Reflexion. Eine Skizze der systematischen Geschichte des Reflexionsbegriffs in Hegels Logik-Entwürfen. HS 13 (1979), 85–117; Manfred Baum: Zur Methode der Logik und Metaphysik beim Jenaer Hegel. 在: Henrich / Düsing (编): Hegel in Jena (1980), 119–138; Düsing: Schellings und Hegels erste absolute Metaphysik (1801–1802). Zusammenfassende Vorlesungsnachschriften von I. P. V. Troxler, hrsg., eingeleitet und mit Interpretationen versehen von Klaus Düsing. Köln 1988; Varnier: Ragione, negatività, autocoscienza (1990), 41–132; Anne-Kristina Kwade: Grenze. Hegels »Grenz«-Begriff 1804/5 als Keimzelle der Dialektik. Würzburg 2000, 36–68.

4.6.2 伦理体系

(1) 在黑格尔的遗稿中，罗森克兰茨发现了一份关于实践哲学的誊清稿，并——接着其中出现的一个表述——赋予了它一个在内容上恰当的名称《伦理体系》。然而，他错误地将这份手稿视为黑格尔法兰克福“最初体系”的终结，他又（同样错误地）将后者由后来的耶拿体系草稿拼凑成一个内部异质的整体。相反，近期的研究将这份誊清稿的日期定在 1802/03 年秋冬 (GW 8.354)，即接近《自然法》论文的时期，也接近《论德国宪法》的最后笔记以及黑格尔在 1802 年夏季和 1802/03 年冬季的头两次关于自然法的讲授课时期。然而，《伦理体系》并不是讲授课手稿，也不是黑格尔在 1802/03 年预告的听写的底稿，而是一份着眼于出版而撰写的誊清稿——尽管它，正如他在写作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在接近结尾时变得更加草率。

(2) 《伦理体系》在黑格尔著作中占据着例外地位——不仅作为他对实践哲学的第一次体系性塑造，而且因为它受到其产生时代条件的双重印记：与谢林的合作以及对费希特的对立。它的撰写很可能与黑格尔批判费希特自然法的计划有着更广泛的联系 (Meist 2002)，他最初打算在 1802/03 年冬季的一门讲授课中执行这一计划——直到耶拿大学法学院的章程禁止他这样做。但是，尽管《伦理体系》总体上构成了针对近代自然法的反方案，正如它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 (AA VI) 尤其是费希特的《自然法基础》 (GA I/3–4) 中展现在黑格尔面前的那样，它却几乎总是克制直接的论战；论战的位置是同时期出版的《自然法》论文。

这部著作产生时间的第二个迹象是其谢林化的方法：它概念发展形式、直观与概念、普遍者与特殊者相互归摄的方法——以实现概念与直观的“完美一致”——以及构建“潜能阶次”的方法，是对谢林的一种独特的致敬。海姆已经尖锐地表达了《伦理体系》的这一典型特征，称之为“直观与概念相互归摄和等同设定、相异设定又无差别设定的图型法”；“表面上铺展着谢林式的建构手法，而在我们眼前，绝对精神及其环节以谢林的绝对无差别或同一性的名称和特征，以及这种同一性的谢林式潜能阶次的名称和特征显现出来” (Haym 1857, 174)。

(3) 但在这种图型式的“表面”之下——黑格尔后来从未更新过这种表面——他那敏锐的目光却在伦理世界丰富的建构细节中得到了证明。他不仅局限于近代自然法中刻板重复出现的主题——自然状态、契约、义务论、法权学说——及其推导的方法，他倾向于将社会世界的所有现象都纳入他的方法之中，并仅借此将其扩展为真正的《伦理体系》：他提供了作为社会“自然”的“绝对伦理”的完整“现象学”——这就打破了那图型化却又不连贯的基本结构。思想内容并不是从结构中，而是从所处理主题的丰富性中展现出来的——实践感觉、劳动、工具、机器、承认、交换、契约、货币、商业、主奴关系、犯罪，一直到“绝对伦理”——民族、国家宪法、政府、正义、国家形式学说及其与宗教的结合。

一方面，这种主题的扩展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一种主题的缩减同样值得注意，它成为黑格尔整个实践哲学的标志：即使是《伦理体系》也不包含一种与社会关系描述体系性分离的伦理学。“法权论”与“德行论”（康德）或者《自然法基础》与《伦理学体系》（费希特）的二元性，这种在18世纪的过程中才从此前统一的自然法中分化出来的二元性，在这里又被收回到一个内部分化的统一体中：“在这里便设定了道德与自然法的差别，并不是仿佛它们被分开了，前者被排除在后者之外，而是它的内容完全在自然法中，德行显现在绝对的伦理事物上，但只是在它们的短暂性中。” (GW 5.328)

(4) 重新整合这两门先前分离的学科的关键概念，却不再是近代自然法的概念，而是“伦理”的概念。在其中，思考了人类生活关系的总体，而在其中道德或法权只是抽象的环节。在“伦理”的标题下，黑格尔把握了人类生活塑造自身的形式。它们可以——就像在婚姻中那样——向下延伸到生物-自然的领域，但本质上构成了精神生活内在的一种特有的形式，对精神生活来说仿佛是自然然而又是历史可变的。

黑格尔设计了这幅原始社会的、非从属地由人类原子构建出来的“伦理生活”的图像，以反驳特定的近代契约理论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奠基。他由此给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复古”、反现代解释的印象，甚至是这样一种印象：他默默地关注“古代生活意蕴的恢复” (Haym 1857, 161)。民族的“绝对的”伦理共同体在这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最终视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GW 8.257，顺便提一下，这也是雅可比经常引用的）原则：“整体必然先于部分” (JWA 1.111,115)。

但这不仅仅涉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社会关系解释之间的差异。伦理的民族并不是现代国家公民在数字上的总和——正如在《伦理体系》中，“国家”概念几乎是挑衅性地缺失了——；但它更是古代城邦理想化的民族。它是“鲜活的无差别”；“一切自然的差别”在它之中都被消灭了；“它达到了最高的主客体性；并且所有人的这种同一性恰恰因此不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不是一种市民特性的平等，而是一种绝对的同一性，一种在经验意识中被直观到的同一性”。“直观活动与同一”是直接的，不仅仅是象征的；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的对立“如此深地落入绝对直观本身之内，以至于它们只是作为游戏而呈现出来”；“绝对将特殊性结合于自身的普遍性，就是民族的神性，而这种在特殊性的观念形式中被直观到的普遍者，就是民族的上帝” (GW 5.325 f.)。在黑格尔后来的思想中将显示出古代伦理缺陷的东西——绝对精神的领域尚未从客观精神中分离出来——在这里仍然毫无保留地显得是令人向往的伦理生活封闭性的标志。

(5) 然而，基于上述迹象的“复古”印象只是片面的。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些流派打算复兴此类古代形式的时代，指向古代城邦理想化民族的暗示也变得模棱两可。且无论如何，《伦理体系》古代-现代的双重面貌在开篇通过概念的选择就清晰可见了：关于“绝对伦理”，黑格尔说，“它的直观是一个绝对民族；它的概念是个体性的绝对同一” (GW 5.279)。两者——“绝对民族”和“绝对同一”对于伦理概念是构成性的。因此，毫不奇怪，黑格尔尽管非常有意识地保持与自然法的距离，但他不仅处理了自然法的主题——交换、契约、货币；他甚至超越自然法，转向现代“国民经济学”的主题，并将劳动概念引入“自然法”语境中。劳动的内在逻辑在于，它在自身中“分配”，成为“一种个别的劳动活动”；“工具过渡为机器”，而作为这种并非旨在满足自身需要，而是为了他人使用的机械生产的补充，通过社会分工满足他人的需要被预设了 (GW 5.297)。“需要体系”由此成为“普遍相互在物理上相互依赖的体系”；“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需要的整体而自为地存在的，他的劳动，或者满足其需要的财产的何种方式，都不能向他保证这种满足；这是一种他不具有任何权能的异己权能，取决于这种权能的是，他所拥有的富余对他而言是否是一种满足的整体；富余的价值，即表达富余与需要之间关系的东西，是不依赖于他的，并且是可变的。” (GW 5.350)

(6) 罗森茨威格向黑格尔的这些分析以及他——接近于“温和的重商主义”的——关于调节这类关系的思考，证明了这是一种“深刻认识与充满希望的乌托邦的混合”，只不过这种混合后来消失了 (1920, Bd. 1. 148–153)。黑格尔的阶层学说——“绝对自由伦理的阶层”、“正直的阶层”和“不自由或自然伦理的阶层” (GW 5.334)——也服务于这个目标，即让政治和经济上失去权能的个体与一个对他来说不再可认识的整体相互中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帝国代表会议主要决议的准备阶段 (1803)，黑格尔认为当时的“第二阶层”，即神职人员，已不再值得一提。自 19 世纪后期的政治斗争以来，常设的等级划分显得像是不合时宜的残余，这一情况掩盖了以下事实：恰恰是在那时，一种修订过的等级学说被赋予了“现代”功能：与启蒙运动机械的国家理想相对立，各个等级应当通过将个别性嵌入整体之中，实现社会生活新的、“有机的”结构化。

最后，黑格尔在这里首次触及了另外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他在随后的耶拿草稿中才进一步展开：即“承认”以及“主奴关系” (GW 5.290 bzw. 305; 见第二章4.6.5)。这构成了他的这篇——针对费希特的《自然法基础》的——著作在接受史上奇特的修正，即它如今的声誉恰恰归功于这两个由费希特的著作发起的主题。

部分初版: Hegel: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Aus dem handschriftlichen Nachlasse des Verfassers hrsg. von Georg Mollat. Osterwieck / Harz 1893. – 文本: GW 5.277–361. – 文献: R 103, 124–133; Haym: Hegel und seine Zeit (1857), 159–179; Rosenzweig: Hegel und der Staat (1920), Bd. 1. 130–155; Heinz Kimmerle: Das Problem der Abgeschlossenheit des Denkens. Hegels »System der Philosophie« in den Jahren 1800–1804. HSB 8 (1970), 215–243; Scheit: Geist und Gemeinde (1973), 96–126; Hegel: Frühe politische Systeme.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Über die wissenschaftlichen Behandlungsarten des Naturrechts; Jenaer Realphilosophie. Hg. und kommentiert von Gerhard Göhler. Frankfurt am Main u. a. 1974; Walter Christoph Zimmerli: Schelling in Hegel. Zur Potenzenmethode in Hegels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在: Hasler (编): Schelling. Seine Bedeutung für eine Philosophie der Natur und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1981, 255–278; Pierluigi Valenza: Logica e filosofia pratica nello Hegel di Jena. Dagli scritti giovanili al sistema dell’etica. Padova 1999, 299–353; Schnädelbach: Hegels praktische Philosophie (2000), 76–116; Christine Weckwerth: Metaphysik als Phänomenologie. Eine Studie zur Entstehung und Struktur der Hegelschen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Würzburg 2000, 37–69; Hans-Christoph Schmidt am Busch: Hegels Begriff der Arbeit. Berlin 2002; Kurt Rainer Meist: Einleitung zu: Hegel: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Critik des Fichteschen Naturrechts]. Hg. von Horst D. Brandt. Hamburg 2002, IX–XXXIX; Steffen Schmidt: Hegels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Berlin 2007.

4.6.3 关于自然法的讲授课

(1) 与《伦理体系》直接相关，罗森克兰茨提出了黑格尔另外两份今天已经失传的手稿：他将一段据称仍来自法兰克福时期的简短段落视为精神哲学的首次终结。然而，这一终结在黑格尔“后来在耶拿进入哲学的口头传授时”已不再令他满意——也就是在他从1802年夏季至1805年夏季频繁重复的自然法讲授课中。黑格尔现在进一步阐述了“宪法差别的概念”，最重要的是，他最初的体系以一篇关于宗教的论文作结 (R 132 f.)。从这篇论文中，罗森克兰茨（由海姆证实）传达了一个较短和一个较长的残篇；然而，它们并没有构成一个连续的思路，并且可能属于上述年份不同的讲授课。

(2) 这两份残篇的主题与最后法兰克福文本，以及《差异》论文中谢林式的“体系草稿”(GW 4.75 f.)，同样还有谢林的“基督教历史建构”(Jaeschke 1986a, 159–181) 显著不同——尽管它们在术语上仍部分受制于谢林。然而，它们与《体系草稿 III》的宗教哲学部分之间存在着同样大的距离。在第一份残篇中，艺术、宗教和哲学不再统一在同一性哲学的图型中，而是以一种已经预示其后来从属关系的形式存在。宗教和“科学”具有相同的内容，但它在“科学”中以观念性的形式存在，在宗教中以实在性的形式存在，因此除了思辨的一面之外，宗教还有“肯定的一面”，即一种“取自民族的经验定在的限制”。根据海姆的报告，黑格尔在民族宗教中“完全且仅仅看到其民族政治总体状态的镜像；它的上帝是衡量民族神性程度的尺度，或者说是其中伦理理念展开程度的尺度” (GW 5.465)。

作为宗教的另一个特性（区别于艺术和“科学”），黑格尔把握了实践的一面——但这并非康德伦理神学的意义上，而是作为艺术和科学的补充，作为一种作为：宗教主要是“祭祀，它将主观性和自由提升到最高享受，因为在这过程中它 […] 牺牲了一部分个别性，并通过这种献身使其余的财产获得自由。”然而，黑格尔将这个对于《自然法》论文和《伦理体系》也很重要的牺牲概念，与早期浪漫派的一个核心概念联系起来：“这种作为，即对人类必死的、功利性的作为的反讽，就是和解，是宗教的基本理念。”

(3) 第二份更详尽的残篇勾勒出了“宗教史”的神话式的（尽管在历史上具体化了的）图型——这是从原始的统一、分裂和统一的重构，或者从同一性、伴有相对同一性的差别和相对同一性归摄于绝对同一性的次序。黑格尔将原始和解的时代称为希腊“自然宗教”：“对他们泛神论的想象力来说，自然自在自为地是一种精神并且是神圣的。”在此，某个诅咒可能确实落在个别者身上，“但没有任何自然的普遍者是被上帝抛弃的。”针对这个“美丽的众神世界”，黑格尔提出了一种严格的必然性：它“必须”灭亡；“观念原则必须在普遍性的形式中构建自身”，“精神必须离开它在鲜活自然中的居所”；“伦理的痛苦必然是无限的”。但是，关于这种多重“必须”的原因，黑格尔保持沉默——这并非偶然，因为他在这里尚未拥有发展成熟的精神概念，他后来利用这一概念将不再仅仅神话式地将这类发展图型化，而是历史地去把握。相反，在这里，他最初只是将历史上可证实的次序服从于一种匿名的必然性。

尽管如此，他的一些在形式上似乎是设定的陈述，可以被视为分析的结果：随着观念原则在普遍性的形式中构建自身，实在原则作为个别性设定了自身，自然“作为被亵渎的尸体留在这两者之间”。在撕裂的时代，“原始的同一性必然 […] 提升其永恒的权能以超越其痛苦”，而这种唤醒的舞台“必然”是最被遗弃的民族，“因为在它之中，痛苦最深，其表达必须具有全世界都能理解的真理”。这种刻板的“必须”不可避免地显得可疑，如果人们将其理解为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建构——而不是试图把握古典时代晚期混合主义及其接受史的隐含思想的尝试。

通过这种世界历史处境，黑格尔看到新宗教的“两个必然的要素”已经预先形成：“自然的去神圣化，即对世界的鄙视，以及在这种无限的分离中，终究有一个人将与绝对者同一的确信承载于自身。”这种同一性与差别的内部两极性，将基督提升为“人类的民族神”，对于基督教进一步的、矛盾的历史仍是构成性的：人耶稣的神性赋予了世界一种新的神圣化，然而他的唯一性却赋予了对世界的持续鄙视，甚至是一场针对世界的“灭绝战争”。基督教结合了这两种相互抵触的趋势，和解与无限的痛苦：没有痛苦，和解就没有意义，因此基督教必须“永远生产这种痛苦，以便能永远和解。”然而，黑格尔看到在天主教中，一种个性化的“新神圣化”环节占据主导，这使它成为一种“美丽的宗教”；而新教起初确实扬弃了这种“神圣化的诗意”，但它将“痛苦及其和解的循环转化为渴慕，而将渴慕转化为关于和解的思维活动和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它能够“过渡到与定在的现实性的经验和解，过渡到一种不中介的、不受干扰的沉浸于经验生存和日常必然性的平庸之中。”罗森克兰茨进一步引述，黑格尔曾相信“通过哲学的媒介，将从基督教中塑造出第三种宗教形式”。因为在“新教脱去了陌生的神圣外衣之后，精神便敢于作为精神以其本有的形态使其自身神圣化，并在一种新宗教中恢复与自身原始的和解，无限的痛苦及其对立面的全部重负都被纳入其中，但未受玷污并纯粹地消融其中，即，如果会有一个自由的民族，并且理性将其现实性作为伦理的精神获得重生的话，这个民族能够有胆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凭借自己的威严为自身采取它纯粹的”（海姆：宗教的）“形态。” (Haym 1857, 165) 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并未附和《残篇》……一篇伦理学（见第二章3.1）或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关于神话学的讲话》中对“新神话”的要求（KFSa II.311–322）。所要求的不是一种新神话，这种神话在现代条件下充其量只能创造一个梦幻世界，或者散播一种假定的直接统一性的意识形态映象；恰恰相反，所要求的是认识“巨大的必然性将走向何方”，即认识历史内在的趋势。黑格尔将这种认识归于哲学：唯有哲学能够同时把“两千年来统治着世界及其一切教养形式的苦难和对立的全部能量封闭在自身之内，并使自身超越它”。

初版: R 133–135 bzw. 135–141; Haym: Hegel und seine Zeit (1857), 164 f., 414–416. – 文本: GW 5.459–460 bzw. 460–465; 465–467. – 文献: Johann Heinrich Trede: Mythologie und Idee. Die systematische Stellung der »Volksreligion« in Hegels Jenaer Philosophie der Sittlichkeit (1801/03). 在: Bubner (编):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1973), 167–210; Jaeschke: Kunst und Religion. 在: Falk Wagner / Friedrich Wilhelm Graf (编): Die Flucht in den Begriff. Materialien zu Hegels Religion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82, 163–195; 耶什克: Die Vernunft in der Religion. Studien zur Grundlegung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Hegel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6, 157–181.

4.6.4 讲授课手稿残篇 (1803)

(1) 在这个标题下有三个残篇，罗森克兰茨已经以这种形式发现了它们，因为他的报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超出今天现存的文本范围。它们是否属于某门特定讲授课，不像《讲授课手稿残篇》 (1801/02) 那样有把握。手稿的笔迹指向1803年夏季学期，黑格尔在该学期预告了关于自然法以及“philosophiae universae delineationem, ex compendio currente aestate (Tub. Cotta.)”（根据当年夏天柯塔出版社的纲要讲述普遍哲学概论）的讲授课。然而，这本纲要就像黑格尔当时预告的其他书一样，并未出版，这门讲授课是否开讲也不得而知。这三个残篇可能是为这门讲授课以及教科书做的准备；其指示在于它们——与《讲授课手稿残篇》 (1801/02) 相比——同时展现出更自由和要求更高的思想推演。

(2) 残篇关乎普遍者… 将“觉醒的意识”与“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主题化。黑格尔首先在这里接续了先验观念论的洞见，他不把“自我的构成”看作是一种孤立的、先于“世界构成”的意识活动，而是强调两者的同一性：“立刻，在同一个活动中，它与他者的关系就产生了”。

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个开端，黑格尔关注的不是自我和世界构成关系的理论，而是对他那个时代的分裂的诊断与治疗——即使他起初掩盖了这一点。觉醒的意识所关联的世界，对它来说并不是作为一个由先验哲学构成并控制的对象王国而显现出来的，而是作为“各种偶然性的集合，[…]然而其个别性同时也是一些线，一股盲目的隐蔽权能通过这些线在这混乱的游戏中不可抗拒地席卷其中的个体，并像其他一切一样使其消失。”意识虽试图将自己从“那必然性的游戏中”挣脱出来：“但这抵抗那绝对盲目权能的行动只是一场骗局；以为从其财富中夺取了一部分，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领域的这种确信，仅仅是一种欺骗；因为你以为交织进自己织物里的那些线，并没有逃脱它们所属的世界的权能，而你那整理它们的活动无非是你自己卷入其中，并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那权能。”自我处于对抗“必然性的盲目权能”和“偶然性的织物”的“斗争”中，而它“自己就处在它的暴力之中”。

这段戏剧性的描述似乎涉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本身；似乎只有通过黑格尔的另一段评论才建立了特定的时代关联：纯粹自我恰恰是在其“绝对的对立”中处于与世界的“绝对关系”中，而它为自己要求的那种“绝对自由”，是“那种欺骗的最高表达”。甚至试图“构思一种共同作为”——即把自然的被规定性说成是意识本身意向中的合目的性——也只会导致一种“欺骗性地反映出来的和谐一致”。

尽管如此，黑格尔将其规定为“哲学的任务，使个体的个别性与世界的普遍者和解”——并且为此准备了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修正了有关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初始假设：“世界本身包含了将其对立的个别性加以瓦解”。但是，如果世界是前面提到的“盲目的隐蔽权能”，那么每个人总是已经发现自己与世界处于关系之中的这一提示，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显然需要对最初作为普遍引入的世界概念进行修正：自在地，世界绝不是它对觉醒的意识所显现的那种所谓混乱的盲目必然性游戏，而是“在对自然的合目的性行为与明智的法则体系中，进而在伦常和被视为公正和善的事物的体系中，在科学的整体中，并最终在宗教直观形态的塑造中，建立起一个整体和普遍者的组织，它作为普遍者是自为的，并且，由于它是每个个体的精神，它又完美地实现了所要求的和谐。”然而，这种对自在存在的自我与世界和解的提示仅仅是回顾性的；它忽略了恰恰是这种和谐由于“意识的觉醒”而被破坏了。由于这种破坏，它们观念的差别变成了现实的对立，社会与宗教关系的被规定性现在才显现为如此阴暗描绘的“无定形的、盲目的必然性”。通过先验哲学激化的时代文化瓦解趋势，在先前如此戏剧性地描绘的世界理解中找到了一种特定的表达。

但这诊断也不是黑格尔最后的话：从自我、世界和上帝之间的“纷争”中产生了哲学的需要，并且——正如针对先验哲学的历史性对立所表明的那样——不是需要随便什么哲学，而是强调意义上的“哲学”。黑格尔将第二种具有前瞻性的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解决方式归于它。因为在这种哲学中，“鲜活生活的精神”赋予了自身一种新的、观念的、绝对自由的形态。这一展望显然是黑格尔在《自然法讲授课》结尾所阐述思想的一种修改后的具体化：当他在那里期待从哲学的精神中诞生一种新宗教时（见第二章4.6.3），这里就只谈论哲学了——即谈论那纯粹透明的认识活动的以太，“它在自身中无限地塑造自身。” (GW 5.365–369)

(3) 残篇精神的本质 … 的真正主题不是精神概念，而是自然概念。尽管如此，它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发展史具有突出意义。尽管黑格尔在此前曾多次提到精神优越于自然（见第二章4.5.6），但他在这里才第一次相对详尽地阐释了精神的概念——其表述的深刻性甚至已让人感受到他晚期精神哲学残篇的共鸣（见第二章8.4）：精神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生成、活动性、是对作为其他者的自然的认识，并恰恰在于扬弃其他者，使其自身解放，返回自身，在自身身旁存在以及自身一致性。

黑格尔在这里阐述了一个他在后来也从未修正过的精神哲学基本思想——并且是考虑到他在与先验哲学争论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立问题上获得的洞见：“在性格的能量中”，个别精神可以将自然远离自身并鄙视自然——并且“事实上，个别者只有当他鄙视自然的程度巨大时，他才是伟大的和自由的。”但在这种对立中，他本身只是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并且“在其中不是真正的精神”。通过对自然的抽象和鄙视而产生的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表面优越感，“因此并不是精神在自身身旁存在，也不是精神的驻留”。

在复杂而又精炼的表述中，黑格尔规定了自然与精神的关系——并且在这一点上，他既区别于它们在先验哲学中的规定，也区别于它们在同一性哲学中的规定：“自然，当它是精神的他者存在时，对它自己来说，它是那与自身一致的、不将其自身作为一个其他的、对立的东西来知道的，或者是那在它的自身一致性中对自己并非一个他者的东西，因此它在真理中自在地是在其自身上的一个他者。”精神在自然中直观它的图像，将它置于自己对面，在其中停止作为自然存在，并失去自己：“它是那面对着宇宙全部丰满的空虚，借此那否定的解放就被设定了”。但这种否定的解放还不是真正的解放：“鲜活的解放或者将生命[设定]到他之中是，他把这个宇宙作为他自己来认识”——或者换句话说：“当他成为那将整个自然对抗自己的空虚时，他是自由的；当他将这个整体设定为与他自己一致时，他是鲜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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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系黑格尔通过描绘“思想对自然的三种立场”做了更近一步的说明：庸常的认识活动只把自然当作精神的他者存在，当作没有精神的、经验的必然性。对这种认识活动而言，“自然本身”始终是“一个未知的、一个彼岸，把它称为上帝还是自然是漠不相关的”——这是对斯宾诺莎“上帝即自然”公式的暗指。“第二种立场”是诗性的直观；它把自然把握为一个整体，并且——正如黑格尔在暗示歌德的《浮士德》(WA I,14.163) 时所说——“在灌木丛、空气和水中认出兄弟”。但是，这种鲜活性在形态中是相互毁灭的个别个体性的无限性。诗歌必须塑造那无限者，因而必须超越自然，走向伦理个体和神灵形态——但它们也受到限制，“绝对精神”（在这里还不能在后来的意义上理解）“逃离了诗歌本身；它只能在哲学中表达出来”。思想对自然的“第三种立场”最终构成了自然哲学。只有它才将“自然提升为一个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绝对的整体”，超越了个别的、受限的鲜活性，走向其生命的丰富性 (GW 5.370–373)。

(4) 与前两篇不同，残篇它的形式 … 探讨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即通过艺术塑造一个民族的“绝对精神”。残篇以回顾希腊神话学开始——但这不再像在《自然法讲授课》中那样（见第二章4.6.3），简单地被解释为“自然宗教”和“原始和解”的阶段。绝对内容——出于结构原因——不能被单个形态穷尽；那单一的“形态必然在其身旁有其他形态，天空挤满了神”。最初，用于这些形态的“材料”取自自然，后来取自伦理生活；古老的自然神灵“退回到有意识世界的边界”，而伦理生活的自我意识则将其各个方面的杂多性在众多伦理神灵中赋予形态，然而，这些神灵作为个体性“在绝对的自由中完成它们特定的事业”，但恰恰因此与自己及其他神灵产生冲突，并就此（带有一丝早期浪漫派的意味）“在自身中具有反讽”。

这种通过对“绝对精神”进行鲜活自由的塑造，直至符合伦理的多样性的丰富的神圣个体性来形成的神谱学，在黑格尔看来始终处于各自受限的民族精神的视野内——这也促使他在页边旁注中对以色列宗教的某一方面进行了绝非毫无问题，至少非常片面的抨击：“一个民族的精神，必须承认其他民族的精神并排在它旁边，并且这些个体在它的上帝本身中也是鲜活的环节，以及作为特殊的神，如果一个民族除了自己的神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的神，并把它的神变成普遍的，而作为民族的形态却仅仅变成了它的神，那它将是最糟糕的，其宗教也将是令人憎恶的”。

在这里，黑格尔把神话学的培养归功于“谟涅摩叙涅(记忆女神)”，更多的是艺术作为“绝对的缪斯”。神话学本身是一件“艺术作品”，但不是某位单个艺术家的作品（例如赫西俄德或荷马，就像黑格尔后来经常引用的希罗多德那样）；确切地说，它是“所有人的作品”，而完成这部作品的单个艺术家，虽然是“谟涅摩叙涅的宠儿”，却依然仅仅是“民族精神的代理人”。正因为神话学不是单个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一个普遍者的精神的作品，它才有一段历史；它代代相传，并以“绝对意识的解放”为尺度。那种在《自然法讲授课》中仍然围绕着美丽神话学的直接性和原始性的外观，在这里已经让位于一种历史的视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黑格尔对神话学与艺术关系的这种历史解释，已经预示了他后来关于“艺术终结”的论点：当鲜活的世界不再将艺术作品纳入自身时，“艺术家就必须[在]他的想象中将自己转移到一个过去的世界，他必须梦想出一个世界，但在他的作品上也绝对印上了梦想的，或不鲜活的，即过去的特征” (GW 5.374–377)。

部分初版: R 180 f., 187 f. – 文本: GW 5.363–377.
– 文献: Henrich / Düsing (编): Hegel in Jena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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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系草稿II》（Systementwurf II）是——至少对我们而言——第一部允许详细洞察逻辑与形而上学之差别的体系草稿，同时它也是最后一部贯彻这种区分的草稿。早在1801/02年的草图中，这两种学科之间传统的、且已被康德掏空的区分就显得很生硬，甚至在那里，它在术语上就已部分地被突破了（见第II.4.6.1章）。在详细展开的《体系草稿II》中，对这两门学科的塑造随后明显违背了黑格尔最初的意图，即它们在方法论和内容上都是不可分离的。

黑格尔试图将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分离建立在辩证法（或“观念论”）与非辩证法、反思与“一般反思的扬弃”的方法论区分之上（GW 7.127, 111 f.）。然而，与这种方法概念相反，“辩证法”作为内在反思的形式，作为“概念的自我运动”，跨越了这两门学科。它们的方法差异如果被更精确地把握为自我关联与对他者关联之关系的每一次特定表现，那么这种差异在逻辑内部同样在变化。并且，在“为自”与“为我”、内在反思与外在反思之间的差别——黑格尔不久后将其作为《精神现象学》概念发展的动力（见第II.4.7.3章）——也贯穿了逻辑和形而上学（耶什克 1978, 106 ff.）。

但如果方法差异的假设被取消，学科在内容上的分离也无法维持。然而，它们的联结不能被描述为融合，而是——本来就已经萎缩的——“形而上学”的解体，及其质料残余被吸收到其他学科中。“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原则体系”，传统上本来就是逻辑的组成部分，它后来在“本质逻辑”中找到了其体系内的位置。由于“形而上学”的解体，黑格尔将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科学称为“逻辑”——尽管直到《体系草稿II》，“形而上学”相较于“逻辑”还拥有体系上的优先地位。在这个讲座的名称中，以及在随后讲座的预告中，“逻辑”这个名称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Kimmerle 1967, 62,87）。并且，虽然“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主题后来转移到了“精神哲学”中——即便对“绝对理念”概念也有辐射影响——但“形而上学”的核心，即借鉴特殊形而上学构想的“客观性的形而上学”，在后来的体系中并没有得以延续。

(5) 绝对精神的体系地位也预示了后来“绝对理念”的地位，在这点上，黑格尔将体系的后续形态理解为绝对精神这个“鲜活的上帝”的“转变”——而“实现自身之精神的第一环节”是自然（GW 7.187,177 f.）。它是“自我关联的绝对精神”——但作为“受束缚的精神”，因此它“在自身中包含了对抗其作为绝对精神之本质的矛盾[…]”；它是“作为其自身的他者的绝对精神”。

在质料上，《体系草稿II》的自然哲学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仅仅早一年的《体系草稿I》，而前者的残篇性质阻碍了贯穿始终的比较。这两部草稿中逻辑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无法清晰看出。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后来的版本在术语上强烈地以这部草稿的“逻辑”为导向，从而几乎完全脱离了在早期版本中依然占据主导的谢林的同一性哲学术语。

在新的、非常详细的草稿中，自然哲学的开端首次流传下来，其中包含自然的一般概念以及完整的“太阳体系”——但该手稿在论述有机体之前以残篇形式结束，因此缺少了自然哲学的核心：生命的概念。因为自然是精神，而且即使不是“以精神的形态”，作为认识自身的精神，至少也是作为在自身中被反思的，作为“生命”，在生命过程中在一系列自为的环节中展开自身（GW 7.179–186）..

这个系列中丰富的细节使得无法进行详尽的呈现，并迫使我们将重点限制在几个突出的方面。——与早期草稿一样，这部草稿仍然受限于一种较旧的宇宙论，它将主要差别置于“太阳体系”与“地球体系”之间。黑格尔将“以太”或“绝对质料”作为第一个体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一个普遍的、无限的、绝对自身同一的、“绝对弹性的”、无形态的、因此可以接受任何形态的一般自然的基体。黑格尔已经在它之中试图指出自我关联的结构，并吸收毕达哥拉斯传统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作为以太的一种“言说”，作为“无限性音调的发音，它们被自我同一者听见，作为绝对的旋律，是宇宙的绝对和谐。”关于以太之纯真性收缩进恒星的点的说法，也使用了一种可以追溯到历史久远的术语。但对于这种收缩的“绝对复多性”，黑格尔只表现出蔑视：它“自在地是不理性的，并且是一种如此空洞的崇高，就像对它的崇敬是未经思考的一样”——这显然是针对康德对璀璨星空的“崇敬和敬畏”的一种尖锐反题（AA V.161）。

从以太的基本概念出发，但在与它以及与逻辑和形而上学术语日益拉开距离的过程中，黑格尔试图在自然的整体性中展开自然的概念：首先是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并且伴随着它们，将运动的概念作为这个“太阳体系”的支撑概念。他也仍然塑造了“地球体系”呈现的开头部分，但现在是以落体运动、抛体运动和钟摆运动这些地球上的形式作为力学的对象，然而黑格尔打算将其一直推进到“实在质料的构造”（GW 7.250）。在第二部分，即致力于质料的理想和实在“过程”的部分，化学作用、“化学元素的流体性”的概念占据主导。黑格尔在此之后还紧接着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以“物理学”为标题的第三部分，其任务大概可以被描述为对前面两个部分的总结性深化——这是对《体系草稿III》自然哲学中“III. 总体过程”这一节的预测。但与那里不同的是，在《体系草稿II》中，并没有接着对有机体进行论述。黑格尔虽然将中和过程的概念一直引申到有机体的概念——但这篇“誊清稿的残篇”也就此中断。它原本是否还包含一部有机体哲学甚至精神哲学，这是极不可能的——即使黑格尔毫无疑问拥有这方面的材料。“自然哲学的结构残篇”可能属于这些材料，但在新的“黑格尔手稿年代学”中，它被归类为《体系草稿III》的预备工作（GW 8.294–308,359）。

部分初版： R 104–123。 – 初版： Hegels erstes System. Hg. von H. Ehrenberg und H. Link. Heidelberg 1915. – 文本： GW 7。 – 文献： Kimmerle (Hg.): Dokumente zu Hegels Jenaer Dozententätigkeit (1967); Kimmerle: Problem der Abgeschlossenheit des Denkens (1970), 120–200; Scheit: Geist und Gemeinde (1973), 127–140; Klaus Dusing: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1976), 150–198; Jaeschke: Äußerliche Reflexion und immanente Reflexion (1978); Rolf P. Horstmann: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Metaphysik der Subjektivität und Philosophie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Jenaer Schriften. In: Henrich / Dusing (Hg.) Hegel in Jena (1980), 181–195; Varnier: Ragione, negatività, autocoscienza (1990), 206–222; Christophe Bouton: Temps et esprit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De Francfort à Iéna. Paris 2000; Rainer Schäfer: Die Dialektik und ihre besonderen Formen in Hegels Logik. Hamburg 2001 (HSB 45), 91–157; Catia Goretzki: Die Selbstbewegung des Begriffs. Stufen der Realisierung der spekulativen Metaphysik Hegels in den Jahren 1801–1804/05. Hamburg 2011.

4.6.7 体系草稿III (1805/06)

(1) 仅包含实在哲学的部分《体系草稿III》，即关于“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手稿，也是在与黑格尔讲座的联系中产生的。对于1805/06年冬季学期，以及再次对于1806年夏季学期，他预告：“Philosophiam realem, i. e. naturae et mentis ex dictatis”；此外，他在冬季首次讲授“Historiam philosophiae”，在夏季讲授“Philosophiam speculativam s. logicam”。除了这些哲学讲座，黑格尔从1805/06年冬季学期到1807年夏季学期还预告了关于康拉德·迪德里希·马丁“斯塔尔纯粹算术基础”和约翰·弗里德里希“洛伦茨纯粹数学第一课程”的讲座——但关于这方面没有任何消息留存下来。相反，《体系草稿III》则几乎完整地流传下来；仅仅缺少了自然哲学的开端以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过渡。

(2) 关于自然哲学的论述以标题“I 力学”作为开端——而其中已经蕴含了这部草稿与前一部相比最重要的差别。在之前那部中虽然也能推断出这样一个标题（GW 7.228）——但它是在“地球体系”的开端才出现的。而现在，与以前不同，地球体系不再由一个分离的“太阳体系”在前面引导：黑格尔放弃了这种区分，并将以前“太阳体系”的内容整合进了力学之中，这门力学现在既包含了天体力学，也包含了地球力学——与现代世界观中天体和月下领域的区分被扬弃为分化的统一相契合。与《体系草稿II》相比的第二个重大差别在于第三部分对有机体的重新论述。通过这两项改动，黑格尔在这里得出了自然哲学的三分法，这种三分法也还决定着后来的全面教学纲要纲要——即使他后来将第二部分的标题从“形态塑造与化学作用”更改为“物理学”。

然而，上述第一个变化导致了这门“力学”很大程度上的重塑：而在《体系草稿II》的力学中，抛体运动、钟摆运动、杠杆法则以及质量和流体性的概念处于中心位置，黑格尔现在则以早期“太阳体系”的概念——空间和时间——作为开端，然后再过渡到质量和运动（GW 8.3–34）。在第二节中，黑格尔将物理学的主题（“形态塑造”）和化学作用建立了一种更偏向于外在的结合。对于物理学中的“重力”概念，黑格尔让“化学作用”中的“热”与之相契合。不过，他无论如何都试图在“总体过程”的概念中中介物理与化学的差异，在这个概念中，又一次将“物理物体”或“地球之火”的“力学”与“化学作用”建立关系（GW 8.34–108）。在“有机体”的标题下，他首先主题化了无机物向有机物的回归，以及在有机物中向自身的回归，然后才在双重的小节划分中对“植物有机体”和“动物过程”进行论述（GW 8.108–184）。

与《体系草稿II》这份誊清稿不同的是，在自然哲学的这第三部草稿中，黑格尔又在细节上参考了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从关于《以前地球表面与现在月球表面的相似性》（J. L. Heim, 1802）的一项研究，到落体法则和关于热素的理论，直至刚刚发表的关于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差异的著作（J. F. Ackermann 1805, G. H. Schubert 1806；参见GW 8的注释）。看起来，黑格尔似乎曾经打算，在计划出版他的第二部体系草稿时，为了宏大的线条而把细节退居其次。——遗憾的是，自然哲学的结尾以及精神哲学的开端都没能保留下来，以至于再也无法看出黑格尔当时是如何塑造从自然到精神的过渡的。

(3) 撇开这个片段式的开头不谈，这份手稿的第二部分包含了精神哲学的首次完整贯彻。它与《体系草稿I》的距离显而易见：早先那种谢林式的术语和对一种潜能阶次学说形式的依附已经消失；精神学说现在被划分为三个部分：“I. 依据其概念的精神”（这是为填补遗失的第一个标题而推断出的表述）、“II. 现实的精神”和“III. 宪法”。

在第一节中，黑格尔在“理智”和“意志”的标题下，发展出了一种后来主观精神哲学的一种——依然非常粗糙的——早期形态。第一章致力于“理智”，通过对“符号”和“名称”的论述，展现出与《体系草稿I》在质料上的紧密联系。然而，在以这种相似性为背景的情况下，精神概念相较于之前的意识概念的凸显就显得格外分明：精神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意识关系（作为对他者的关系），而是一种自我关系。对象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对象；它根本不再是“它所是的东西”，而是它独立的存在被扬弃了，“我的为我存在作为事物的本质成为了对象”；对象被吸收到精神之中，保存在精神的宝库里。

但这样一来，它并不被认为沉浸在精神的光芒中，而是沉没在精神的“黑夜”，即精神的深渊中。黑格尔用一种阴暗的措辞刻画了这幅画面，这让人想起浪漫派圈子中对人类“暗面”的发现：“人就是这黑夜，是这包含了无限多样表象、图像的财富但在其简单性中却空无一物的无——而其中没有一个正巧浮现在他脑海中——或者说它们不是作为当前的表象而存在。这黑夜，这存在于此的自然的内在——纯粹的自我，——在幻境般的表象中，四周皆是黑夜，这里突然射出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那里又突然闪现出另一个白色的形态，并同样迅速消失——当人们直视人的眼睛时——便能看到这黑夜，直视进那令人恐惧的黑夜，——这世界的黑夜在此迎面向人悬挂着。”（GW 8.187 f.）

实践的这一方面——从断章残简的流传物来判断——在《体系草稿I》关于“工具的潜能阶次”的章节中仅仅是附带提及，黑格尔现在首次将其置于“意志”的标题下。但这一章还涵盖了“冲动”、“劳动”以及“认识活动”、“爱”和“家庭”的主题，以便从这里过渡到“承认”和“法权的产生”的主题。法权即是承认，因此不是一种自然的关系，而是一种从概念产生的精神关系。针对“最初占有”（prima occupatio）这一法权的自然法权学说，黑格尔坚持认为，法权关系仅仅通过承认的运动来建立。以此，他隐晦地与康德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法权学说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AA VI.258–270）划清了界限，并且比在《体系草稿I》中更紧密地衔接了费希特的承认概念。被承认者因其存在而有效——但这个存在绝非某种直接的东西，而是某种精神的、从“概念中产生出来的”东西。黑格尔在新的精神哲学进路中，不再通过意识的整体性概念，而是通过意志概念来建构扬弃行为：个别的自为存在将自身呈现为意志，“作为这样一个意志，对于它而言，它作为占有物所具有的定在不再是有效的，而是它的被它所知的为自存在；它的存在具有关于自身的知识的纯粹意义，并如此这般地获得了实存。而这样的呈现就是通过自身完成的定在的扬弃”。那知道自身为自为存在者，从“生死斗争”中脱颖而出，以致于每一个都“将另一个看作纯粹的自我”，并是“意志的一种知识”，这意志借此成为了普遍意志、被承认状态（参见第II.4.7.4章）。

(4) 正如第一节首次预示了后来的“主观精神”学说的结构，第二节“现实的精神”也预示了“客观精神”的结构。这一节同样被分为两部分；因为第一部分在“被承认状态”的基础上，首先阐明了劳动、交换和财产等规定，并从它们进展到“b. 契约”和“c. 犯罪与惩罚”，后来的“抽象法权”这一小节的划分在此已经初露端倪。相反，在第二部分“具有权能的法则”中，黑格尔则以尚欠结构化的次序探讨了大量进一步的法哲学主题——从婚姻到司法，直至严刑逼供。

第三节“宪法”也显示出明显的编排问题。一方面，它的对象，即国家，毫无疑问属于前面“现实的精神”的领域；另一方面，这里也以一系列连珠炮似的、关于国家概念、阶层学说和初具雏形的绝对精神哲学的原则性论述，取代了系统化的结构。在耶拿早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概念，在这里——尽管在术语上有所波动——由于其缺乏结构化，已被国家概念所取代。黑格尔将其引入作为绝对精神的权能，它将自身作为目的——作为“在个体的完满的自由和独立性中的普遍性”。因此，国家的基本问题是个别与普遍者的中介——“个别者转变为普遍者，普遍者转变为[个别者？]，”然而不是作为“盲目的必然性，而是通过知识所中介的必然性；或者说，每个人在其中自身就是目的，也就是说，目的已经是推动者”。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一道反对卢梭——在卢梭的“公意”概念中指出了这种双重运动：“它首先必然从个别者的意志中将自身构成为普遍的，以致于前者似乎是原则和要素，但反过来，它才是第一性的东西和本质，而个别者必然通过对自身的否定、外化和教化，使自身成为普遍的，它在他们之前，它为他们绝对存在，他们根本不是直接相同的”——由此黑格尔主题化了现代国家的内在辩证法（GW 8.253–257）。

在前面的部分中，决定黑格尔对婚姻论述的问题也在这种张力中重现：他强调了自由意愿表达的意义，但拒绝了对婚姻的契约论解释。在政治领域，黑格尔通过将个别意志理解为自在的普遍意志来解决这种张力——并且，将现实的、仅仅是自在的普遍意志提升为现实的普遍意志，是“伟大人物”的作用，他动员了个别人纯粹的、自在的普遍意志，来反对他们有意识的意志：他“把前者站在自己这边，而他们必须服从，即使他们已经不再愿意”。

体现国家特征的这种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充满张力的统一中，也存在着它与希腊伦理的差别。黑格尔在此不再使用关于直接的统一被打破的神话公式，并且不仅是他历史的现实感在教导他，那种“如此受到并将继续受到羡慕的希腊人美好幸福的自由”不再会重返。这现在也根本不再值得期望了。因为现代国家的特征是“更高的抽象”，“更深的精神”。“古代人以及柏拉图所不了解的近代更高的原则”，恰恰在于“更高的分裂”，即知道它的自我作为普遍的本质，“与作为定在的普遍者相分离，却依然是绝对的——在它的知识中直接拥有它的绝对者”（GW 8.258–265）。

通过这些引导“宪法”这一节的关于现代国家特征的思考，黑格尔在他的实践哲学中完成了一次戏剧性的转向——同时也是向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告别。相比之下，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以熟悉的形式，将“知道自身的精神”作为“存在的有机体”展开划分为“较低的阶层和心态”（农民阶层和手工业阶层）以及“普遍性的阶层”，即“事务员”（在照管国家事务的意义上），他将学者和军人阶层也算入其中。在这里，黑格尔也重复了他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疑虑：它们处于自然状态中，即使它们通过条约来约束自己，这些条约——由于缺乏对违约行为的制裁——也不具有市民契约的性质：“这是一种永恒的欺骗：缔结条约、承担义务，然后再让这种义务消失。——一个旨在实现永久和平的普遍民族联盟，将是一个民族的统治，或者只存在一个民族——它们的个体性被消灭——普世君主制。”（GW 8.266–277）

(5) 黑格尔从这一阶层学说极少中介地过渡到对“艺术、宗教和科学”的论述——在这里，“绝对精神”的概念获得了对后来体系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意义。“绝对精神”这一表达总是为一种潜在的怀疑提供新的养料，即认为黑格尔将神话实体引入了哲学——如果这种怀疑已经针对一般的“精神”，或者“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那么它就更加针对“绝对精神”了。另一些人则在其中看到了一种迹象，表明晚期黑格尔背离了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并倒退回一种传统但已过时的观念世界中。

然而，神话学和被猜测的寂静主义在这里都同样遥不可及。“绝对精神”仅仅标志着精神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精神从外在的现实性中解脱出来，向自身回溯并成为自己的对象——恰恰在这一方面，它是绝对的：在自身中并在其中是自由的。精神在三种形式中获得对其本质的这种认识：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因此，所谓的“绝对”，是指不——作为主观精神——作为“内在性”的一种形式（比如意识或意志）关联于某个对它而言是外在的、非精神的东西；但也不——作为客观精神——是由各个主体所产生、但仿佛在他们之上并在自身中静止的伦理领域。作为精神生活的最高领域，“绝对精神”与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结构差异是很容易看出的：作为“绝对的”精神，它向自身回溯，将自身作为对象并认识自身就是其所是。只有在这里，精神的概念——作为一种思考着的自我关联的概念——才得以完满。

黑格尔将一个精神共同体，即一个“社群”的自我意识理解为精神这种向自身回溯的土壤，正如它在艺术、宗教和哲学或“科学”中所呈现的那样——也很难找到其他可以同样被这样说的精神生活形式了。它们的区别在于，直观主要被分配给艺术，表象被分配给宗教，而把握着的思维活动则被分配给哲学。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三种形式是否真正以黑格尔所标识为“绝对”的方式，被作为精神的自我关系来把握——作为精神性事物转向自身并认识自身的形式。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绝对精神”既不是一种被哲学驯化的神话实体，也不是某种关于其存在进行争论有意义的东西。

(6) 然而，对于《体系草稿III》来说，特殊之处在于“绝对精神”独特的体系地位：从形式上看，它仍然被整合在国家的领域中；黑格尔甚至将国家描述为“确信自身的、简单的绝对精神”（GW 8.258）。但在内容上，这个领域已经相对于国家独立出来了——正因为如此，在开头处才会说，绝对自由的精神产生出“另一个世界；一个具有其自身形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的作品在自身中是完满的，而它也达到了对作为其自身的自身的直观。”与伦理世界的“作为定在的精神”不同，这“另一个世界”作为“知道着的精神”将自身区分开来，并且它的知识相对于主观的形式“直观”、“表象”和“把握着的思维活动”，具有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三重形态——然而，从发展史的角度看，绝对精神的三位一体相较于主观精神的三位一体具有优先地位。

在这里，黑格尔就已经拥有了一幅诸艺术体系的草图——从雕塑经过绘画和诗歌到音乐——并且，绝对精神诸形式的等级制也已经确立。虽然有言道“绝对的艺术是其内容与形式相等同的艺术”——然而恰恰是这个要求，艺术对黑格尔来说无法兑现。它“产生出作为精神的世界”——但是它的要素，直观，是不符合精神的；因此它只能“给出一个受限制的精神”。美是形式——但它只是形式：一种对“绝对鲜活性的幻象”；被呈现出的无限性只是一种“被意指的无限性”。对于将美与真理结合在一起——正如席勒在《艺术家》（国家版. I.202）以及谢林在《布鲁诺》（SW I/4.226 f., 220）中所建立的那样——黑格尔简明扼要地反驳道：“与其说美是真理的呈现，不如说它是掩盖真理的面纱”。并且，对于艺术来说具有特征的美的形式与受限制的内容之间的差异，也无法通过将艺术还原为纯粹的形式并放弃内容来克服：因为“人们不会让这种内容被夺走”。因此，艺术在其真理中是宗教：“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对其自身的知识”（GW 8.277–280）。

(7) “但是在宗教中，精神对于自身成为对象，作为绝对普遍者，或者作为所有自然、存在与行动的本质，以及在直接的自我的形态中”。黑格尔从基督教的，即“绝对的宗教”中获得了这个宗教的概念。因为就像在国家生活中一样，现在在宗教生活中也认为希腊世界是由一种低级的原则所决定的。在神话的“美的宗教”中，尽管那种“使得自我只能是虚无的自然力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但它的意蕴却是一场“不配其本质的、没有基础和深度的游戏，那深度就是未知的命运。而绝对的宗教则是那已显露出来的深度——那深度就是我——它是概念，是绝对纯粹的权能。”然而，仅仅是这种关于“我”的言说就已经表明，黑格尔新的、精神哲学的对基督教宗教的解释直接在一种与基督教宗教传统理解的张力中阐明了自己：“绝对的宗教就是知识——知道上帝是确信自身的精神的深度，——借此他是所有人的自我——本质是纯粹的思维，——然而这种抽象被外化，他就是现实的自我；他是一个拥有普通空间和时间定在的人——而这个个别者就是所有个别者——神性并不外乎人性”。并且，与抽象的神圣本质的这种“外化”相对应的是人的外化：一种完全的外化，不仅是教化和感性定在的外化，而是“全部现实性”的外化——这是一种极端化，黑格尔后来（GW 17.277）在源于“无限痛苦”的斯多葛式自由和基督教式自由之间的差别中对其进行了解释。

因此，正是基督教宗教这种与精神概念相似的结构使其成为“绝对的”。其上帝道成肉身的思想是一个披着表象外衣的思辨思想：“绝对宗教的思想——内在的理念——就是这个思辨的理念：自我，即现实者，就是思维；——本质和存在是同一的，——并且如此这般被设定：上帝，那个彼岸的绝对本质，变为了人——这个现实的人”——但同样作为现实性被扬弃在社群的精神中。纯粹意识的内容在内在三位一体的学说中被表象出来，就像这种纯粹意识和世界的中介在经济学的三位一体的学说中被表象出来一样：“自在的本质；也就是说，上帝出现在自然中——作为现实者；所有的彼岸都已逃遁”（这是取代GW 8.283,4–6应该读作的文字）。

正如对艺术的解释一样，精神哲学的宗教解释不仅隐含着一种可能不同寻常的侧重，而且在对宗教的肯定中同时也隐含着对宗教的批判：宗教教义是“为意识存在的一种表象”，而崇拜活动则是“对那种表象的把握”。但对于宗教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即这种知识是以表象的形式存在的。它是“被表象的精神，是那无法将其纯粹意识和现实意识结合起来的自我，对于这自我而言，前者的内容作为另一种东西在后者中与它对立”。因此，宗教也无法公正地对待这种纯粹意识的内容。它是“思考着的精神，但并不思考它自身”；它的内容“只是被说出而没有被洞察——不是概念，不是自我”。由此导致了它的矛盾性：一方面，它分离了“现实性的王国和天界的王国”，并且只能在“这个世界的彼岸”中，而不是在现在中找到和解。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却转变为“教会的狂热”，即“试图将永恒，将天界本身引入尘世，也就是说，反对国家的现实性”——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恰恰国家才是“天国的现实性”。宗教让两者分崩离析，它是处于误解自身形式中的精神；它的内容“确实是真的；但这种为真是一种确信——没有洞见。”（GW 8.280–286）

(8) “这种洞见就是哲学，绝对科学。”因此，这便是体系中的这样一个位置，在此哲学自身成为对象——然而正如后来《全面教学纲要》的结尾一节那样，黑格尔在这里也不知道能对它说多少。他一方面回顾“民族”来规定哲学的概念，但最主要是回顾宗教，并且是以已成习惯的末世论批判的转向来进行：它是概念中对“绝对精神的一种知识”；它不指向“另一种自然”，一种“非当前的统一”；它“不是一种其享受和定在是在彼岸和未来的和解，而是在这里——在这里，我认识绝对者”（GW 8.286 f.）。

(9) 然而，在这一关于哲学的章节中，隐藏着一份对黑格尔体系构想发展极其重要的草图。关于“概念的形式”，黑格尔解释道：“a) 思辨哲学绝对的存在，使其成为他者，（关系变成）生命和认识活动——以及知识的知识，精神，精神对自己认识的知识”。这份简短的草图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Schäfer 2001, 159–176）——因为它对于理解黑格尔当时的逻辑构想，特别是理解该构想与《精神现象学》的关系，具有关键地位。关于这份草图，黑格尔说它的各种形态分别对应逻辑的一个概念——但他没有明言他所指的是哪种逻辑构想——很难说是《体系草稿II》的构想，但也不是后来班贝格和纽伦堡时期那些尚未详细阐述的构想，而《体系草稿III》仅仅是一部实在哲学——并不包含逻辑。因此，从这份草图来推断《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并为其构建的一致性获得论据，是合理的。

受到较少关注的是同样重要的提示——黑格尔以该提示结束这部精神哲学，尽管它也预示了《精神现象学》：即精神分化为自然和对自身的知识，分化为作为“静止的艺术作品——存在着的宇宙，以及世界历史”的自身。这种分化是精神过程的基础：因为存在着的宇宙“直接地摆脱了精神——但必定回溯到它”。世界历史是精神的运动，以中介这种分化：“在这种运动中，仅仅在自在的意义上自然与精神是一个本质，这一点被扬弃了——精神变成了对前两者的知识。”（GW 8.286 f.）

部分初版： R 193–198。 – 初版： Jenaer Realphilosophie II. Die Vorlesungen von 1805/06. Aus dem Manuskript hg.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 Leipzig 1931. – 文本： GW 8。 – 文献： Kimmeler: Problem der Abgeschlossenheit des Denkens (1970), 162–165; Düsing: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1976), 156–189; Wildt: Autonomie und Anerkennung (1982), 343–370; Jaeschke: Vernunft in der Religion (1986), 191–198; Schnädelbach: Hegels praktische Philosophie (2000), 117–162; Schäfer: Dialektik und ihre besonderen Formen (2001), 16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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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精神现象学

随着《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的出版，在多次未能兑现出版预告之后，黑格尔首次作为哲学家向同时代人展示自己——不仅仅作为《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的敏锐分析者，而是作为一个通过其自身的“体系”证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思想家。然而，该书出版的时机，即1807年春，法国人占领耶拿几个月后，是极不适宜的：战事仍在继续，耶拿大学虽然重新开放，但教授和学生寥寥无几；它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而且，黑格尔著作本应介入其中的哲学讨论在它出版时也已经沉寂：那种反驳的狂怒——它让一个自己几乎还未出现的“体系”立刻被下一个取代，以至于让·保罗在他的《政治斋戒布道》中建议，每次让六到八个这样的体系凑到一起，先读后来的反驳者再读被反驳者，并由此通过这种倒读让自己幸福地解脱魔咒，就像女巫通过倒念主祷文来施咒一样（SW I/14.286）。康德于1804年逝世，诺瓦利斯早在1801年逝世，而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及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都不再在大学任教。费希特虽然不知疲倦地产生着他的“知识学”的新草稿，却不再将其发表，而谢林在两年后非常坚决地反对了“观念论”并借此隐晦地反对了他自己的开端（SW I/ 7.333–352），此后几十年几乎完全陷入沉寂。然而，从这种处境中也能获得一种象征性的一面：黑格尔的著作——至少对于哲学公众而言——并不太像是以前哲学的一种变体，而是作为新的开端，甚至作为“黑格尔哲学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马克思，MEW 补充卷 1.571）而显现——不过这也额外增加了它当时被接受的难度。

相反，对于黑格尔本人以及对于当前的研究来说，《精神现象学》构成了耶拿岁月体系发展的果实。尽管如此，它在黑格尔哲学整体发展史上却拥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它犹如一块“漂砾”，无法作为一个环节整合进线性的体系发展中。人们可以在从耶拿到班贝格和纽伦堡的过渡中重建黑格尔思想——逻辑以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发展，而完全不用提及《精神现象学》。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多余的；这反而强调了它的独立性和非同寻常的地位。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前接受阶段的门槛，这种《精神现象学》的特殊地位诱使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与后来的《全面教学纲要》体系形态并立的独立体系形态——也许甚至是更好的、还未被后来“概念经院哲学”所拖累的替代方案，如果不是黑格尔哲学真正具有生产力和天才般、甚至“浮士德式”的形态的话。尽管这种将《精神现象学》解释为独立的体系形态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但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在法国存在主义中以及在新黑格尔主义中的影响史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这在这里不作呈现（参见最近Siep 2000, 259–268, Weckwerth 2000, 13,103–127）。

初版： Bamberg 1807。 – 文本： GW 9。 – 文献： Jean Paul: Politische Fastenpredigten.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Abt. I, Bd. 14. Weimar 1939, 286; Karl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MEW Ergänzungsband 1. Berlin 1968; Haym: Hegel und seine Zeit (1857), 232–260; Hans-Georg Gadamer (Hg.): Hegel-Tage Royaumont 1964. HSB 3 (1966); Pierre-Jean Labarrière: Structures et mouvement dialectiqu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 de Hegel. Paris 1968; Werner Beck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Eine Interpretation. Stuttgart 1971; Hans Friedrich Fulda / Dieter Henrich (Hg.): Materialien zu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3; Otto Pöggeler: Hegels Idee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eiburg / München 1973, 21993; Reinhold Aschenberg: Der Wahrheitsbegriff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Klaus Hartmann (Hg.): Die ontologische Option. Studien zu Hegels Propädeutik, Schellings Hegel-Kritik und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erlin / New York 1976, 211–308; Eugen Fink: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7; Claus-Artur Scheier: Analytischer Kommentar zu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Die Architektonik des erscheinenden Wissens. Freiburg / München 1980, 21986; Ulrich Claesges: Darstellung des erscheinenden Wissens. Systematische Einleitung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SB 21 (1981); Michael N. Forster: Hegel’s Idea of a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Chicago / London 1993; Terry Pinkard: Hegel’s Phenomenology. The Sociality of Reason. Cambridge, Melbourne 1994; Gustav-H. H. Falke: Begriffe Geschichte. Das historische Substrat und die systematische Anordnung der Bewußtseinsgestalten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terpretation und Kommentar. Berlin 1996; Henry S. Harris: Hegel’s Ladder. 2 Bde. Indianapolis 1997; Robert B. Pippin: 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Cambridge / New York 1997; Dietmar Köhler / Otto Pöggeler (Hg.):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erlin 1998; Jon Bartley Stewart (Hg.):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Reader. Critical and Interpretive Essays. Albany 1998; Siep: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2000), 63–258; Weckwerth: Metaphysik als Phänomenologie (2000); Arndt / Bal / Ottmann (Hg.):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T. 1. HJb 2001. Berlin 2002;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eute. Hg. von Andreas Arndt / Ernst Müller. Berlin 2004; Klaus Vieweg / Wolfgang Welsch (Hg.):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Ein kooperativer Kommentar zu einem Schlüsselwerk der Moderne. Frankfurt a. M. 2008; Hoffmann (Hg.): Hegel als Schlüsseldenker der modernen Welt (2009); Birgit Sandkaulen u. a. (Hg.): Gestalten des Bewußtseins. Genealogisches Denken im Kontext Hegels. Hamburg 2009, HSB 52; Brendan Theunisse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als metaphilosophische Theorie. Hegel und das Problem der Vielfalt philosophischer Theorien. Eine Studie zur systemexternen Rechtfertigungsfunktion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2014; Pirmin Stekeler-Weithof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2 Bde. Hamburg 2014.

4.7.1 著作历史与体系功能

(1) 罗森克兰茨报道说，黑格尔在他关于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导言中发展了“意识对自身所获得的经验的概念”，并且“自1804年起便由此产生了《精神现象学》的素质”（R 202,214）。关于后来的《精神现象学》工作的第一份证据由写于1805年5月之后的《绝对知识》残篇提供（GW 9.465）——很可能在那之后不久，因为《精神现象学》的印刷早在1806年2月就开始了（致尼特哈默，1806年8月6日）——并且在同时期的《精神哲学》（1805/06）中也——没有进一步具体说明地——谈到了“意识的经验”（GW 8.196）。在印刷开始时，黑格尔还假定在这本书中出版他的整个“体系”，因为他为1806年夏季预告了：“Philosophiam speculativam s. logicam ex libro suo: System der Wissenschaft, proxime prodituro”。然而，这里既没有提到后来的标题，也没有提到分为两个或更多部分的划分。

罗森克兰茨接着报道说，黑格尔在1806年夏季已经讲授了《精神现象学》，并将个别印张发给了他的听众，而且：“黑格尔为讲座目的而制作的对整体的摘要至今仍然存在。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将现象学与逻辑结合起来，即他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导言，并从绝对知识的概念直接过渡到存在的概念。”（R 214）然而，在夏季期间黑格尔的手稿尚未完满；直到1806年10月20日，他才将最后的印张送交出版社（致尼特哈默，1806年10月18日）——而且即使是这些大概也还没有包含“序言”。

只有在这个时候，这本著作才获得了最终的标题。因为在夏季，黑格尔还为1806/07冬季预告了：“Logicam et Metaphysicam [sive] philosophiam speculativam, praemissa Phaenomenologia mentis ex libri sui [:]: System der Wissenschaft, proxime proditura parte prima”。由此虽然已经提到了关键词“现象学”，但黑格尔依然认为，他的“体系”的这第一分卷大体上将包含“逻辑和形而上学”，而“现象学”只是“被预先放在前面”。黑格尔不再指望也包含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可以从他的预告中得出结论：这些学科将“ex dictatis”讲授。最后，在他的新书预告中——在他现在编辑的1807年11月25日的《班贝格报》上——说道，第二卷将包含“作为思辨哲学的逻辑体系，以及哲学的其余两个部分，即自然和精神的科学”（GW 9.447）。

然而，不仅仅是将《科学体系》削减为——原本只是要放在前面的——《精神现象学》发生在印刷期间；黑格尔也更改了这第一部分的标题。其最初的（位于“序言”和“导言”之间的）中间标题为：“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表述直到“导言”中才被证明是正当的（GW 9.61）。只有在包含了序言在内的整本著作印刷完成之后，即1807年初，黑格尔才让人把这个标题替换为“I. 精神现象学的科学”——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装订工都遵从了这个指示，所以有些副本包含了两张标题页（GW 9.51,444,469–471）。这虽然令人困惑，但标题的更替并不暗示着构想的差异：“经验史和现象学更像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而不是标志着本书不同部分的两种方法。”（Siep 2000, 63）。

(2) 毫无疑问，黑格尔在写作《精神现象学》时所承受的时间上的和最终政治上的压力，在这本著作中留下了痕迹。在1807年5月1日致谢林的信中，黑格尔自己对此毫无保留地倾诉道：“我感觉到，沉迷于细节损害了对整体的概览；但这整体本身，就其性质而言，是如此交错的相互过渡，以致于即使它被更好地提炼出来，我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直到它能更清晰、更成熟地呈现在那里。——更不用说个别部分还需要多方面的深加工才能让人弄懂，你自己只会过多地发现这一点。——[关于]后面部分更大的无形状态，也请你宽容，考虑到我总的来说是在耶拿战役前夜的午夜完成了定稿。”此处蕴含的对接受情况的担忧是非常有道理的：弗里斯写信给雅可比说，黑格尔的著作“因为它的语言让我几乎无法卒读”；黑格尔想要“给出一个关于人类精神或理性的普遍的哲学历史。这完全只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展开的谢林的自然哲学，而谢林通常从未能跨越到这一边。”相反，谢林给温迪施曼写信，带着相当蔑视的口吻说，他想看看“您是如何解开这团乱麻的；希望您没有从敬虔的那一面来看待它，因为另一方面，听任他将符合其个体自然并被允许的东西确立为普遍的尺度，是何等不公”——类似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指责，即雅可比将“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性”与“人性”混淆了（PLS 1/1.263）。与弗里斯不同，让·保罗感受到了黑格尔与谢林的这种距离；黑格尔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的清晰、文风、自由和力量；他也从父水螅谢林那里脱落下来；虽然人们可以轻易地把所有这些接连脱落的手臂和头部水螅重新塞回父水螅中去。”（HBZ 87–89）

(3) 这种由产生史留下的痕迹，以及通过罗马数字或大写字母对著作进行双重划分的问题，以及最终在三个版本的《全面教学纲要》中，将一篇——大幅缩减的——《精神现象学》纳入主观精神哲学的做法，自新黑格尔主义以来导致了关于《精神现象学》最初构想、所谓的断裂和事后扩充的不正确的假设。这些著作历史解释的歧途现在已被认识到（参见珀格勒和富尔达）；它们在此不再详述。

支持1807年实现的构想的原始性的论据——除了缺乏事后扩充的证据以及文本自身无数积极的提示外——还有罗森克兰茨的报道，即黑格尔在1806年夏季已经从“绝对知识”过渡到了逻辑的“存在”，以及最近对《精神现象学》的“逻辑”的研究。因为黑格尔在书末断言，“科学的每一个抽象环节”（即逻辑）都对应着“显现着的精神的一个形态”（GW 9.432）。这一信息起初也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研究，因为黑格尔当时的逻辑构想不仅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而且正处于从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分离向统一的形而上学逻辑的巨大变革之中。因此，无论是1804/05年的早期构想，还是后来纽伦堡早期的构想，甚至《逻辑科学》的构想，都不能被用来阐释《精神现象学》内部的逻辑；最接近它的是《体系草稿III》中那份简短的体系草图。它使得把《精神现象学》中诸“形态”的总体轮廓映射到逻辑结构上成为可能（参见第II.4.6.7章）。然而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黑格尔是与《精神现象学》的印刷平行，并且大概是着眼于它而写下这份草图的——但是并没有已知实现了这份草图的逻辑。它与其说是《精神现象学》构建的纲要，不如说是从《精神现象学》中提取的抽象。

(4) 因此，对《精神现象学》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这种一致性的问题，而是它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为“体系”发挥的功能的问题。根据罗森克兰茨的报道（R 214）以及黑格尔致谢林的信（1807年5月1日），但并不是根据《精神现象学》的文本，它是体系的“导言”，因此它实际上处于体系之外；相反，根据标题页和中间标题，它本身则是体系的第一部分。对这种矛盾性的归因是黑格尔耶拿草稿的一个特征；它可以追溯到《体系草稿II》甚至其1801/02年冬季的第一份草图——但在那里，这种双重功能归属于逻辑：作为第一个体系部分，它同时充当了进入体系，更确切地说是进入形而上学的导言（参见第II.4.6.1章）。然而，随着逻辑改变了其特征并逐步取代和代替形而上学成为真正的思辨的科学，它就不再能承担导言的功能了。

然而，这种空缺并没有为构建一个新的、而且没有任何先例的体系部分提供充分的根据。黑格尔在“序言”和“导言”中一致地表达了为“科学”进行辩护和提供理据的必然性——尽管康德-费希特将科学奠基于一个原则，一个绝对第一的原则的体系思想失败了（参见第II.4.3.2章），以及赖因霍尔德后来试图以一个假设的、成问题的真相作为开端的尝试也失败了（参见第II.4.3.5章），最终谢林诉诸“理智直观”（SW I/4.368）同样失败了。“自然意识”的知识，即精神的直接定在的知识，与“科学”之间的差别迫使科学超越一种“干瘪的保证”，并证明其真理要求——因为直接的自我意识是一个“绝对者”：它具有“绝对的独立性”，是“绝对的形式”，并且具有“无条件的定在”（GW 9.23）。因此，“科学”不能以自身和一个向直接的自我意识发出呼吁，让其提升到自己这里来的号召作为开端。它必须证明，自然意识在自身中具有通向真理知识的运动，并且通过其内在的运动“竭力达到真实的知识”（GW 9.55）——被指出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因此，这一般科学的，或知识的转变，正是这本《精神现象学》作为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所要呈现的。”（GW 9.24）并且，这条“达到知识概念的道路”，不可能是任意的，以至于“科学”成为一种偶然的发现。它通过思维规定获得其方向和规定性，“并且通过它们同样成为一种必然和完满的转变，从而这种准备停止成为一种偶然的哲学思考，[…] 而是这条道路将通过概念的运动，在其必然性中把握意识的全部世界性。”（GW 9.28 f.）“关于这条道路的科学，就是意识所作经验的科学”（GW 9.29,61）。只要《精神现象学》作为“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追溯了这条道路，它就站在科学的内在展开之外；然而，只要这条道路本身是必然的并且从而处于科学的要素之中，它也不在“科学体系”之外，而是构成它的第一部分。

(5) 但自然意识通向科学的道路，不是一条天真的或庄严的升华之路，而是一条毁灭和怀疑之路——不仅仅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假定的真理的怀疑，而是“彻底怀疑之路”。它证明了一般的“显现知识的不真实性”。在这一点上，它触及了怀疑论——因为古代怀疑论同样摧毁了自然意识的假定真理（参见第II.4.5.4章）：“这个指向整个显现意识范围的怀疑论，[…]通过在所谓的自然表象上制造出一种彻底怀疑，[…]才使精神变得擅长于审查什么是真理。”然而，在《精神现象学》的视角下，怀疑论最终自身也落入了不真实的意识形态序列中，因为它在对不真实的意识进行扬弃时总是仅仅达到纯粹的无，并且从中抽象出来，即“这无特定地是产生出它的那个东西的无”，因此是“规定的否定”，从而是在意识形态序列中一个新的形态。因此，它本身作为导言也是不可用的，《精神现象学》才是真正、才是那“完成自身的怀疑论”（GW 9.56 f.）

黑格尔要求将这个怀疑论概念用于他的立场，并非为了将自己置于古代传统之中。正如在《关于怀疑论的文章》中一样，他推荐他的操作流程作为对抗当时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怀疑论的更好替代方案（参见第II.4.5.4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他。然而，黑格尔显然是在回应舒尔策在他匿名的《关于绝对者的格言》中倾注在谢林“绝对者”和“理智直观”概念上的嘲讽——而且不是通过同样嘲讽的驳斥，而是通过一种也带有自我修正特征的改变的构想。舒尔策嘲讽说，同一性哲学的绝对者是“最纯粹的简单性和最纯粹的统一，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相互区分”（PLS 2/1.344），黑格尔通过他对“在认识上的空洞的天真”的抨击强化了这一点，即把绝对者“作为黑夜抛出，在这黑夜中，正如人们所说，所有的牛都是黑的”（GW 9.17）。舒尔策讽刺同一性哲学所标榜的对绝对者的认识是“精神通过沉入绝对者而中介的一种神化”（PLS 2/1.350）；黑格尔予以反击，他通过引入反思来使实体概念具体化并同时赋予其动力：哲学的要素“只通过它的转化的运动，才具有其完满性和透明性”；精神的实体虽然是“神化了的本质”，但作为“那自身简单或者是直接性的反思”（GW 9.22）。舒尔策嘲笑哲学作为“天界的女儿”，“地上的事物”并没有提供任何“阶梯，让人们可以在其上渐渐攀登到她那里”（PLS 2/1.350）；黑格尔向他让步，个人有“权利要求科学至少把通向这个立足点的阶梯递给他”（GW 9.23；参见 Meist 1993）。因此，黑格尔试图（据罗森克兰茨称：自1804年起）将对同一性哲学进行怀疑批判的合理环节（从1803年起）整合进他的进路中，以折断怀疑论进攻的锋芒。因为，只有那种不把怀疑论置于自身之外，而是在“贯彻了的”或“完成了的怀疑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I§ 36），才能确信自身免受其攻击。

通过同一性哲学和怀疑论之间围绕绝对者概念的争论背景，毫无疑问，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环节进入了《精神现象学》，尤其是它的“序言”。在他生命的尽头，在准备第二版《精神现象学》时，黑格尔在一份《关于1807年著作修订的笔记》中对此作了解释：“独特的早期著作，不作重写，——关系到当时撰写的时代——在序言中：抽象的绝对者——在当时占据主导”（GW 9.448）。他借此提到了他早先对“将绝对者视为单调和抽象的普遍性”的论战（GW 9.17）。然而，这种时代限制并不适用于《精神现象学》的全部文本，而是适用于“序言”。这份《关于1807年著作修订的笔记》也应被理解为“为了新序言的笔记”——正如它的第一行所写：“新[的]序言”（代替“右边的。序言”，GW 9.448）。黑格尔的朋友约翰内斯·舒尔策也报道说——通过援引这份《笔记》以及对话——黑格尔已开始的修订应当使文本“在本质上保持不变，仅仅在个别地方，由于他觉得表达不够恰当，或者句子的结构显得不够清晰，试图通过轻微的修改来辅助呈现。”（GW 9.478；参见版本比较，GW 9.9–26）

(6) 黑格尔后来观点中严重的改变并不涉及思想进程，而是涉及《精神现象学》的体系地位：他没有把它纳入他体系的全面教学纲要中，而是宣称所要求的“彻底怀疑”是“实际上在想要纯粹思考的决定中，通过那从一切中抽象出来并把握其纯粹的抽象、思维活动的简单性的自由而完成的。”（§ 36）尽管如此，黑格尔将它开头几章的主题包含在了全面教学纲要中，然而是在主观精神哲学中——起初只是隐晦地，作为“确知向真理的提升”，直到作为精神概念的“理性”（§ 334），后来也明确地将其包含在内（§§ 413–439）。——代替《精神现象学》，他把一个新的导言放在了三个版本的《全面教学纲要》之前，并且在后来的两个版本中还加了一篇详尽的逻辑导言：即探讨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 26–78）。这使得《精神现象学》的体系功能似乎从最初的导言转移到了精神哲学的一个部分——由此也同时提出了关于《精神现象学》一般的体系要求的问题。

黑格尔的学生和反对者们早已详细讨论了这个令人困惑的局面，并且他们在此过程中时而得出了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Fulda 1965, 57–78）。但在基本特征上，黑格尔的解决方案非常清晰：(1) 他坚持《精神现象学》的导言功能：它产生出“纯粹科学”，即逻辑的概念（§ 36），或者换句话说：它证明了哲学科学立场的必然性（§ 25）。(2) 然而他现在考虑到，作为《精神现象学》对象的意识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开端，而是哲学圆圈中的一个环节”（§ 36）。(3) 但他不再把《精神现象学》称为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虽然他没有明确将第一版《逻辑科学》称为“科学”的第二部分，但他在序言中确实将逻辑称为“《精神现象学》的第一部续篇”（GW 11.8）。然而，在《逻辑学》第二版的一个补充说明中，他澄清道，原先的科学体系第一部分的标题，将“不再附加于”计划在1832年春出版的《精神现象学》新版上（GW 21.9）。

在同时期产生的《关于1807年著作修订的笔记》中，黑格尔也解释道：“第一部分实际上 a) 在前，科学的”（GW 9.448）。但这并不是对它体系功能评估的晚期修正：早在第一版《全面教学纲要》中就说到，《精神现象学》应当“走在纯粹科学的前面”（§ 36），而且早在1806/07冬季的讲课目录中就在它出版之前预告了思辨哲学“以《精神现象学》为前导”；因此在这里，《精神现象学》也已经被视为“在科学的前面”。

文献： Otto Pöggeler: Zur Deutung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S 1 (1961), 255–294; Hans Friedrich Fulda: Das Problem einer Einleitung in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Frankfurt am Main 1965; Pöggeler: Die Komposition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SB 3 (1966), 27–74; Fulda: Zur Logik der Phänomenologie. HSB 3 (1966), 75–101, beide auch in: Fulda / Henrich (Hg.): Materialien zu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973), 329–390 bzw. 391–425; Horst Henning Ottmann: Das Scheitern einer Einleitung in Hegels Philosophie. Eine Analyse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München 1973; Kurt Rainer Meist: »Sich vollbringender Skeptizismus«. G. E. Schulzes Replik auf Hegel und Schelling (1993). PLS 2.192–230; Siep: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2000), 63–82; Schäfer: Dialektik und ihre besonderen Formen (2001), 164–176。

4.7.2 体系序言

(1) 在黑格尔那个时代，序言通常只有在著作印刷完成之后才写。它们虽然向后看该著作，但却是从已印刷的著作出发进行的回顾。对于黑格尔的“序言”而言，这只在一定程度上适用，因为它不是专门为《精神现象学》所作的序言，而是为整个体系所作的序言，而《精神现象学》作为体系的第一部分在本书结构中逻辑一致地紧随其后。因此，它一方面以展望的模式回顾《精神现象学》，另一方面又向前展望了随后才出现的“真相的科学”（GW 9.9–30 或 30–49）。根据黑格尔对《精神现象学》的新书预告，这篇序言阐述了作者认为“处于当前立足点上的哲学之需要；进一步阐述了哲学公式的傲慢和胡作非为——这种胡作非为目前正在贬低哲学，以及关于在哲学及其研究中首要的是什么。”（GW 9.446 f.）

(2) 这当前的“哲学需要”是它向科学的提升——因为它的真实形态“唯有它的科学体系”。但是现在的思维活动决不是同质的；这是一个“旧世界正在分娩，并向新纪元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同它先前的定在和表象世界决裂了”。而且不同于耶拿岁月的开端，对黑格尔来说，哲学现在的需要不再是为了“恢复最古老的旧事物”并将其从现代假哲学的误解中净化出来（参见第II.4.6.1章）。虽然精神总是“处于不断向前迈进的运动之中”，但尤其是现在，这是它形态重塑发生质的飞跃的时代。对哲学历史条件的反映现在为其概念获得了构成的功能——而不再是以其所谓永恒的形态为导向去抵制变化。黑格尔现在将哲学与精神这种不断的向前迈进置于一种具有生产力的关系之中，因为他现在将它认识为精神自身的展开：历史仿佛就是精神的生命。

这个“将哲学提升为科学”、“将对知识的爱”提升为“现实知识”的纲领，针对的是当时——多愁善感或浪漫主义地——渴望对绝对者的感觉、直观或直接知识的诉求——归根结底是在寻求“教化”，而不是“洞见”。对于这些要求，黑格尔虽然承认其有一定的合理性，认为在以前人们仅仅将目光投向神“彼岸的当前”之后，似乎有必要把近代的人们“从沉迷于感性、庸俗和个别的事物中拽出来”。但从哲学的科学特征出发，这种要求应该被断然回绝：“只寻求教化的人，[…] 最好去看看他在哪里能找到这个；[…] 而哲学必须警惕试图让人得到教化。”（GW 9.9–15）

(3) 然而，所期望的思想剧变也显示出了不稳定的特征：早期形态丰富性的丧失，缺乏规定、内容的“扩展和特殊化”。黑格尔将普遍可理解性的缺失以及哲学如今仿佛成为“少数个别人的深奥财产”的外观归因于此。反对这种趋势——以及反对他自己早期对知性的贬低——他现在为意识的这个要求辩护：“通过知性达到理性的知识”。这种对“科学的知性形式”的要求，黑格尔尤其针对那种新的“形式主义”，它将一切规定都沉入“空洞的深渊”，并断言在绝对者中一切都是一——以此，绝对者被当作了“所有牛都是黑的”黑夜（参见第II.4.5.4章）。然而，对此的替代方案并非放弃对绝对者的思想，而是让“对绝对现实性的认识”阐明它自身的本性（GW 9.15–18）。

(4) 这种对于此等认识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洞见”，在黑格尔那句大概被引用得最频繁且同时被误解得最深的格言中被表达出来，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把它理解和表述为主体”（GW 9.18）。对这句话的理解产生问题的地方，与其说是在实体概念上，不如说是在主体概念上。因为“实体”是那所是的东西，是那实际上、真理中存在着的东西。相反，关于“主体”的言说则会引发对“现代主体”甚或康德-费希特式“绝对主体”的联想——而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真相了。人们既可以将康德的哲学也可以将黑格尔的哲学称为“主体哲学”——但它们在极其不同的意义上是主体哲学。把真相或绝对者把握为主体，这意味着认识到它具有主观性的结构。因此，黑格尔试图在对“体系的呈现”的预先勾勒中，概述这句话所言说的是什么。

主观性的基本特征是活动性，而且这种活动性——作为绝对者的活动性——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不能被归于一个预设的基体——因为在绝对者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基体呢？第二，它不能指向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因为如果绝对者之外空无一物，它还能指向什么呢？对于这样一种活动，哲学史铸造了一个——诚然是悖论性的——概念：斯宾诺莎的“自因（causa sui）”概念。主观性概念的两个环节，绝对的自发性和自我关联性，在这个概念中已经被思考。然而，它们从纯粹或经验的主观性理论的原始语境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了绝对者的主观性——或“绝对主观性”——的环节。

被理解为主体的实体这种指向自身、自我产生的活动，被黑格尔进一步规定为“向其自身的转化”。在主观性概念中，黑格尔表达了实体向自身的这种转化：“主体，或向其自身转化”。然而，这种“自我设定的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思考着的主体的内部结构，而是现实性整体——逻辑的，以及自然的和精神的——结构。例如，“生命”只能被解释为反思的自然形式，这种反思我们在有机体的自我关联中可以认识到。黑格尔在这种语境中也回顾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概念：“目的是直接的、静止的，但它自身在推动着，或者是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将根据目的的行动归因于自身，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样类似于此，自然神学这场绝不仅仅是为了教化，而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的庞大运动，也只能将自然界中出现的目的关联思考为由一个神圣主体建立的关联。但是随着自然神学的原则性终结，只要这种目的关联被认为客观地存在于自然中，它们就不再能被思考为神圣主体存在的证据了。相反，现实性的内在合目的性结构，必须要么以先验哲学的方式被思考为反思判断力的概念，要么以思辨的方式被思考为实体具有主体性质的表现。

活动性、关联、自我关联和目的关联是主观性概念的基本环节；但它们并没有穷尽它。更高阶的环节是精神的知识和自我认识。因此，实体之主观性状况的标志，一方面是精神存在的，或者说“主体的”出现，它们以这种对除己之外的对象的认识以及认识着的自我关联为特征。另一方面，这种认识着的自我关联的结构——超越这些孤立的主体——塑造了全部精神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进行认识着的自我关联的各种形式，也就是“绝对精神”的三种形式，是精神自我认识的形式，这些形式诚然不能离开单个主体的自我认识来思考；主观性的更高级、精神的环节——知识和自我认识——无疑是与精神存在的现实性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它们的结构不能简单地从个别主体的自我认识中派生出来；它们并不穷尽于这些主体的知识和自我认识，而是超越它们构成了作为精神的现实性的最高领域。因为实体之所以是主体，并不单单在于它产生了单个的主体，而在于它整体上具有主观性的结构。

对黑格尔来说，不仅应将真相理解为实体，同样应将其理解为主体，这句话在“绝对者是精神”这个表述中找到了最高的表达。在精神的概念中，主观性的上述环节聚集在一起，并被带入一个体系关联中：活动、转化、自我关联、知识和——作为最高形式的——认识着的自我关联，即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同一性。在这些环节的展开中，黑格尔的精神概念继承了先验哲学中“我”或自我意识概念的位置。

“精神”是实体，它同样也应该被思考为主体。“精神”是一种定在，它作为知识而成为现实，并且没有除了知识之外的其他现实性形式。它是概念和实在性在其中合而为一的现实性形式。因此，精神的概念是那个最初在实体概念中被寻求并在主体概念中得到进一步规定的绝对者的概念。但是，即便精神是一种作为知识的定在——而这也属于被展开的主观性概念——这种知识的内容却并不必然同时是这种定在。作为知识的定在也能认识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甚至在这种认识中它并不处于与自身的关系中，而是处于与另一事物的关系中。因此，精神完满的、绝对的形态首先是这样一种形态：一方面，它的实在性应被把握为精神对自身的知识，另一方面，这知识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精神的概念——或者正如黑格尔后来所说，在这种形态中，精神的实在性及其概念都“是绝对理念的知识”（§ 553）。

(5) 关于其“主体”之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误解，黑格尔自己已进行了预料并加以驳斥——当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这种误解即认为，他的公式想要说明，应当在语言通常意义上来把绝对者把握为一个固定的“主体”——或者更明确地说：这就在——一个可与教会教义相比的意义上——断言了上帝的人格性甚至道成肉身。尽管在这种观点背后存在着一种正当的“需要”——也就是“把绝对者表象为主体的需要”。然而，仅仅是黑格尔对“表象”一词的选择就具有特征性和批判性，因此他也认为表达这种需要的句子更可能掩盖对绝对者的主观性的正确认识。因为借助这类句子，绝对者被表象为一个固定的主体，随后谓词被附加在它上面——而这就恰恰掩盖了对实体或绝对者的主观性的认识。因此，黑格尔在这里的表述出人意料地明确：“上述认为绝对者是主体的预料，因此不仅不是这个概念的现实性，甚至使之成为不可能，因为那种预料把它设定为静止的点，而现实性却是自我运动。”而正面表述则是：“这样认识自己为精神的精神，就是科学。”（GW 9.18–22）

(6) “序言”的第二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首先沿着显现着的精神的道路一路走到“真相的科学”，而不是立刻转向真相，这是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本身就证明是被缩减了的：它预设了真理与谬误之间固定的区分，并且它抹杀了历史、数学和哲学真理的不同性质。历史真理虽然只涉及一个个别的定在在其偶然性的方面——但即使它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赤裸裸的结果”，而是需要“自我意识的运动”。数学真理虽然和哲学真理一样，是洞察的对象，但是“数学证明的运动 […] 是一项外在于事情的活动”。因为这种外在性，黑格尔把它们——尽管它们具有无可争辩的自明性——视为有缺陷的认识活动的例子。哲学相反则把“现实的东西”，即在概念中的设定自身和活在自身中的东西，定在，看作一个过程，“并且这整个运动构成了实定的东西及其真理”。“真理”对黑格尔来说在这里不是判断的真理，不是认识论的，而是本体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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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格尔认为，这种运动的真正概念“属于逻辑学，或者毋宁说就是逻辑学本身”；黑格尔在此对它所作的描述无非是“一种预测的保证”。除了这种预测之外，《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只拒斥了那些失败的形式：特别是几何学的方法，但也包括康德“尚未被把握的三元性”，甚至谢林的“建构”。两者在这里都受到“形式主义”并因此是“变戏法”的怀疑。“科学只能通过概念自身的生命来组织自己”。为了使这种方法论理想合法化，黑格尔诉诸他先前阐述的本体论“洞见，这种洞见必须通过体系本身的呈现来证明自己”（GW 9.18）：因为“实体在它自身中就是主体，所有的内容都是它自身在自身中的反思”，是它的“自身运动”，并且不需要任何外在于它的、外在的反思，那只会扰乱“概念的内在节奏”。甚至对于所要求的“概念的努力”，黑格尔也没有作建构性的描述，而是作了几乎是沉思的描述，将其描述为“对作为概念的它的注意”，描述为对“概念的工作”的“旁观”（GW 9.30–42）。

(7) 对“哲学证明的概念”的另一个误解不是产生于外在的形式主义，而是产生于语言的结构：它暗示了这样一个表象，即存在一个静止的主体，内容作为偶性或谓词与它发生关联——然而实际上“谓词表达了实体，而主体自身落入了普遍者之中”。这涉及“一般命题的形式与破坏这种形式的概念之统一性之间的冲突”，在其中，“包含着主体与谓词之差别的一般判断或命题的本性，被思辨的命题所破坏”。黑格尔通过“上帝是存在”和“现实者是普遍者”这两个命题来解释这种颠倒：假定的主体各自“消融”在假定的谓词中；谓词获得了实体性的意义，即“它的概念的意义”（GW 9.42–49）。

思辨命题的这一问题背景构成了黑格尔后来判断逻辑学的背景，特别是他关于真理不能以判断的形式表达的评估（GW 12.28）。然而，这并不表明黑格尔哲学有某种特定的方法问题，而是一般哲学命题的问题；后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紧随其后，将神学传统的命题颠倒并重新估价：将“上帝是爱”变为“爱是神圣的”。不过，他将这种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的谓词向主体的转变，扩展成了“对一般思辨哲学进行改革性批判的方法”（费尔巴哈，GW 9.244）。

文献： 弗兰克-彼得·汉森（Frank-Peter Hansen）：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借助1807年的“体系序言”呈现的“科学体系”之“第一部分”。维尔茨堡1994年；耶什克：实体与主体。载于：《哲学杂志》62 (2000)，439–458；霍夫曼：黑格尔2004，197–278。关于思辨命题： 莱因哈德·黑德（Reinhard Heede）：神圣理念及其在宗教中的显象。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与宗教哲学关系的考察。明斯特哲学博士论文1972，205–254：“思辨命题”；京特·沃尔法特（Günter Wohlfart）：思辨命题。关于黑格尔思辨概念的注记。柏林 / 纽约1981；谢弗：辩证法及其特殊形式（2001），177–193。

4.7.3 导言

(1) “序言”是最后印刷的，“导言”是最先印刷的，大约早了一年。尽管如此，两者之间并没有概念上的分歧。然而，“导言”只有“区域性”的意义，只对《精神现象学》有意义；它的开篇将其方法推荐为比在认识之前进行批判的“自然表象”更好的替代方案——当然，它没有忘记将这种假定合理的干预要求揭露为一种使用笨拙工具的表象。此外，这种假定谨慎的做法建立在关于认识及其与绝对者之分离的未经证实的、甚至过时的假设之上：因为在绝对者之外，既不可能有认识，也不可能有真理。因此，真理的认识不是在“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的过程之前进行，而毋宁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作为科学从映象中的解放并提升“为真正的知识”。

达到这一目标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在其必然的、由“规定了的否定”建立的联系中经历“不真实的意识之形态的完满性”。黑格尔后来不再将其对历史过程的呈现服从于这一完满性标准——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这既无法兑现，也不是达到目标所必需的。第二个条件在于实现概念与对象的符合。在“显象变得等同于本质，它的呈现因此与精神之真正的科学的这一点[即在精神一章中]重合，并最终，由于它自身把握了它的本质，它自身将标志着绝对知识自身的本性”的地方，这一条件就达到了。

(2) 对这一构想具有基础意义的是黑格尔的信念，即意识经验的道路可以被重构为“规定了的否定”的过程，即一个意识过程，在其中，矛盾的结果不仅是无，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对象。黑格尔并不把这个过程设想为通过“科学”对“认识的实在性进行审查”——因为这需要一个前提性的尺度。他毋宁将其设想为“意识经验的科学”，设想为意识通过规定性“知识”和“真理”进行自我审查的过程——而黑格尔这种程序的描述，比任何地方都更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先验哲学遗产。意识将一个对象、它的真相、它的“自在体”与它自身区分开来——但它同时通过它的知识与这个对象发生关联；因此，这个“自在体”只是对于意识的一个“自在体”。意识宣布为真相的东西，是用来衡量它的知识的“尺度”——但这个尺度显然同样落入知识之中。究竟是真相符合知识，还是知识符合真相，究竟是对象符合概念，还是概念符合对象，两者各自是一回事；“概念与对象，为他物存在，和自在自身的存在”，两者都落入被考察的意识之中。它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和关于自身的意识，是关于真相的意识和关于自己对真相的知识的意识，是自在体的意识和这个自在体为它的意识。试图用对象来对抗意识的做法必然失败，因为每一个对象都是被知道的对象。任何试图将知识超越向知识彼岸的真相的尝试，最终总是终结在关于这个假定处于它彼岸的真相的知识中。如果意识发现它的知识与对象不相符，它的对象也就改变了。黑格尔总结道：“这种辩证运动，意识在自身中，无论在它的知识上，还是在它的对象上所进行的，只要从中产生出新的对象，它实际上就是被称为经验的东西。”然而，在这一分析中还缺少一个本质性的环节。新对象是通过“意识的颠倒”产生的，这是一种对于被考察的意识来说陌生的考察，是“我们的附加”——而正是首先通过它，“意识经验的序列才提升为科学的过程”。意识在其中产生新对象的必然运动，是在“它背后，仿佛是”进行的。这是一个自在体，它不是为意识存在的，而只是为我们考察者存在的——而只有：“通过这种必然性，这条通往科学自身的道路已经是科学，并且就其内容而言，已经是意识经验的科学。”（GW 9.53–62；参阅 GW 9.29） 文献： 马丁·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经验概念。载于：同上：林中路。法兰克福1963，105–192；维尔纳·马克思：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和“导言”中其理念的规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康拉德·克拉默：关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意识概念的注记（1976）。载于：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主编）：研讨课：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8，360–393；安妮特·塞尔：马丁·海德格尔走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HSB 39 (1998)。

4.7.4 显现着的精神的形式与形态

(1) 作为《精神现象学》对象的意识经验包含“它自身的整个体系，或精神之真理的整个王国”。因此，自然意识或直接意识必须经历的通向科学的“教化”之路是一条双重的道路：它是单个意识的形式、其“抽象、纯粹的环节”的历史（借鉴先验哲学的“自我意识史”），同时也是一般可标定日期的“意识形态”史（GW 9.61）。黑格尔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条道路。他从处理单个意识所作的经验开始。但是，起初似乎只属于第一条道路的意识环节，也可以“作为在精神历史中意识到它们的显象”出现（GW 9.117），并且在著作的进程中，这些环节越来越多地被这历史的形态所取代。只有从这历史出发（对他来说，这成为新的、真正的自我意识历史），他才最终完成了向“科学”的过渡。

《精神现象学》的体系功能就在于走过这条道路。然而对于它的读者来说，这条道路上的各个站点通常就已经成为目标。因为其描述的特点既在于令人惊叹的敏锐分析，也在于出人意料的妙语，更在于尖锐刻画的讽刺画和辛辣的讥讽，通过这些，这位绝对者的思想家鞭挞了那些似乎并不那么绝对的现实。这座实现着的绝对者画廊中的画面，以不同程度的强度吸引着研究者，甚至将它们作为个别画面来研究——而不管它们在整体中的位置，更不用说它们在整体中的体系功能了。然而，这条道路的洋溢着丰富性、这种“没有一个肢体不沉醉其中的酒神式的狂热”（GW 9.35），只能通过阅读这本书来传达；即使是详尽的评注也无法取代它。

(2) 黑格尔从主题化三种意识形式（A）开始了精神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必须矗立着最简单的形式，即“感性确知”（I），“关于直接者或存在者的知识”。然而，这种同时声称拥有感性认识的“无限丰富性”的知识，却被证明是贫乏的，因为作为直接者，它仅仅陈述了其对象的存在——并且在试图陈述时，它的对象也从它那里溜走了。当然，黑格尔的呈现与其说是“感性确知的现象学”，不如说是哲学史上熟悉的论证模式的变体——只要看看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特别是关于麦加拉学派的斯提尔波、昔勒尼学派、高尔吉亚、伊壁鸠鲁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以及关于大卫·休谟的论述，就能看出这一点。尽管如此，他对“感性确知”的呈现并不能被解读为仅仅是哲学史上的回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建构，就像接下来的形式一样——但它实现了它的体系功能，即证明一种将真理置于直接感性确知中的认识形式，毋宁是无言的，并且根本不具有真理能力（GW 9.63–70）。

对于第二种意识形式，即“知觉”（II），对象首先是“普遍者，在它的简单性中是被中介的”，因此是“具有许多属性的事物”——以“原子论的物本体论”的形式（Siep 2000, 90）。但在这里，意识经验到，“在知觉中被认为真实的，实际上只属于形式，并消融在它的统一性中”（GW 9.83, 71–81）。

在第 III 章“力与知性”中，对象对意识来说不是直接的，而是一个“内在的真相”，位于一个“彼岸”，一个作为宁静的法则王国的超感性真实世界。然而，当它再次被表象为感性世界时——这使得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里，黑格尔再次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尽管非常隐蔽的暗示，指向莱布尼茨、康德和怀疑论，以及较新的科学史和万有引力定律。也在这里，他揭示了意识关系，即一种意识与一个“事物”之间的分离的内在不真实性。意识毋宁说是处于关系的两端，因此，“不仅关于事物的意识只对一个自我意识是可能的，而且自我意识本身才是这些形态的真理。”因此，这里产生的“自我意识”不是从个体心理学角度来把握的，而是作为认知原则（GW 9.82–102）。

文献： 约阿希姆·C. 霍恩：黑格尔的“感性之真理”或“第二超感性世界”。载于：康德研究 54 (1963)，252–258；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颠倒的世界；赖纳·维尔：论感性确知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意义。两篇均载于：罗耀蒙黑格尔日 (1964)，HSB 3 (1966)，135–154 及 103–134；沃尔夫冈·维兰德：黑格尔关于感性确知的辩证法 (1966)。载于：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材料 (1973)，67–82；克劳斯·杜辛：古代怀疑论对黑格尔批判感性确知的意义。HS 8 (1973)，119–130；罗伯特·齐默尔曼：重访黑格尔的“颠倒世界”。载于：哲学论坛 13/4 (1982)，342–370；L. J. 戈德斯坦：辩证回溯中的力与颠倒世界。载于：国际哲学研究 20/3 (1988)，13–28；肯尼思·R. 韦斯特法尔：黑格尔的认识论实在论：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目的与方法的一项研究。多德雷赫特 / 波士顿 1989；马蒂亚斯·凯特纳：黑格尔的“感性确知”。话语分析评注。法兰克福 / 纽约 1990；安妮特·塞尔：感性确知的问题。关于《精神现象学》开端的较新研究。HS 30 (1995)，197–206；富尔达 / 霍斯特曼（主编）：黑格尔哲学中的怀疑论与思辨思维。斯图加特 1996；肯尼思·R. 韦斯特法尔：黑格尔、休谟与可感知事物的同一性。对1807年现象学中“知觉”章的历史批判分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8；安德烈亚斯·格雷泽：黑格尔的感性确知画像；约瑟夫·C. 弗莱：黑格尔的颠倒世界 (1970)。两篇均载于：克勒 / 珀格勒（主编）：黑格尔。精神现象学，33–51 及 89–105；迪特马尔·H. 海德曼：人们能说出他们所意谓的吗？关于黑格尔“感性确知”的研究。哲学史档案馆 84 (2002)，46–63；布雷迪·鲍曼：感性确知。关于德国观念论一个问题的体系前史。柏林 2003。

(3) 为了系统地引入自我意识概念（B）或“其自身确知的真理”（IV），黑格尔追溯了他的精神哲学，追溯到“承认”这一主题（见第 II.4.6.5、4.6.7 章）。然而，“承认”在那里处于法权关系发生的语境中，在这里则处于自我意识发生的语境中，因此也就更接近费希特对承认概念的引入。只有在承认中，“一个自我意识才存在于一个自我意识之中”。它的现实性需要它的“双重化”，因为只有自我意识既是我又是对象：“自我意识只有在另一个自我意识中才能达到它的满足。”与在《体系草稿 III》中不同，黑格尔在这里将“为承认而斗争”与“主奴关系”和“劳动”的主题联系起来。不仅如此，黑格尔现在将其关于知识与对象构想之间关系的“先验”问题，纳入了在任何传统乃至当代的认识论中都找不到的主题和内容”（Siep 2000, 97）——这是为了在广泛的意识历史的基础上为知识概念奠基。为此，他远远追溯到近代科学史之前，追溯到哲学和宗教历史的早期阶段：追溯到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形态出现在斯多葛主义中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在怀疑论中，它变成了一个自我意识的环节，这种自我意识“在其自由的确知中”让它的对象在一种消极辩证的运动中消失。它表现为“自我思维的悬搁”，表现为“关于其自身的不变的、真实的确定性”——但由于意识是“绝对的辩证不安”，它的不断矛盾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思想的“固执男孩们的吵闹”，他们通过自我矛盾换取保持相互矛盾的乐趣（GW 9.103–121）。

人们可以将这种追溯与黑格尔同时期的《哲学史讲演录》（1805/06）联系起来看（见第 II.9.9.2 章）——就像他的“苦恼意识”概念与宗教哲学研究一样。在他横跨科学史、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广阔意识史进路中，黑格尔将这种“苦恼意识”作为怀疑论之后的形态引入，它“自身作为双重的意识，一方面是自我解放的、不变的、与自身同一的意识，另一方面是绝对自我混乱和自我颠倒的意识，——并且是关于它自身这种矛盾的意识。”“苦恼意识”将这不变者与个别者的环节塑造成三位一体的上帝思想。但在这里，黑格尔也重复了他从早期著作直到晚期讲授课中一成不变的批判（见第 II.4.6.5、9.8.6 章）：正是“通过不变者的形态化”（这种形态化被规定为充当各种中介的实例），“彼岸的环节不仅留存下来，而且甚至被固定下来”。因为这种形态化现在“附着在一个不透明的感性的‘一’上，附着在一个现实者的全部脆弱性上”。因此，“苦恼意识”不知道，“它的这个对象，即在本质上对它具有个别性形态的不变者，就是它自己”。于是，它对这个对象采取了三种关系：“默祷思忱”、“欲望和劳动”，以及反对其“动物性功能”的斗争。后者——本来是漠不相关且虚无的——却因此“恰恰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而那总是重新感到被玷污的“苦恼意识”，最终将其存在维持为一个“自我孵育的、既苦恼又可怜的人格性”（GW 9.122–131）。

文献： 富尔达 / 亨利希（主编）：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材料 (1973)。其中包括 133–188：亚历山大·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前六章的总结性评注 (1958)；189–216：乔治·阿姆斯特朗·凯利：关于黑格尔“主奴关系”的注记 (1965)；217–242：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辩证法；西普：承认作为实践哲学的原则 (1979)，68 ff., 97 ff., 203–222；伊迪丝·杜辛：主体间性与自我意识。米德、舒茨、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行为了论、现象学和观念论奠基理论。科隆 1986，312–327；维尔纳·马克思：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6；瓦伦丁·普卢德：古典德国哲学中观念论与实在论的中介。一项对雅可比、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研究。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2013，467–550：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4) 随后的阶段，“理性的确知和真理”（C/AA，V），黑格尔将其与自我意识也在历史上联系在一起：只有当意识作为“苦恼的”意识“失去了其真理的坟墓”，并且“意识的个别性对它自在地就是绝对本质时，它才将其发现为它的新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有“它自身的真理和在场”。黑格尔让“观念论”说出这个新时代的概念：“理性是意识确知自己就是一切实在性”。

尽管有这个特定的指涉，“观念论”在这里主要是一个广泛的文化史范畴。它标志着思维与现实性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甚至人们通常不认为与“观念论”相关的现实性领域也是基础性的：意识将理性知道为“事物及其自身的同一本质”。而理性在世界中在场“或在场是理性的”这种确知，是整个近代世界关系的基础——甚至对作为“观察的理性”的科学，对“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对“对自我意识”及其与“其直接现实性”之关系的观察，在“相面术和颅相学”中也是如此。被观察的对象也不应该具有“一个感性的这个”的意义，而应具有“一个普遍者”、一个普遍合法则性的实例的意义。然而，黑格尔认为这种观察仍然陷入对其自身的一种误解：因为“它是理性，但理性对它来说还不是这样的对象”，所以它说，“它不想经验它自己，而毋宁是想经验事物的本质作为事物的本质”。这种误解最终在诸如“自我是事物”或“精神的存在是一块骨头”等命题中达到顶峰——在拉瓦特的相面术和加尔的颅相学中（参阅 GW 5.507 f.）。但即使在那里，意识也发现“事物作为它自己，并且它自己作为事物”（GW 9.132–192, 193）。

然而，理性的符合结构，它已经作为“观察的理性”的基础存在，在自我意识不指向“事物”而是指向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地方尤为明显。关于这种关系，黑格尔预先说到了“精神”，“它确知在自我意识的双重化中并在两者的独立性中拥有与自身的统一。”“理性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理性”的这种“实现”，其“完满的实在性”在于，“在另一个个体的独立性中直观到与它的完全统一。”但古代“自由民族”的幸福生活还不是这种理性的实现。黑格尔所呈现的必然道路既是对近代的合法化，也是对其因果性的批判。在诸如“快乐与必然性”、“心的法则和自大狂妄的妄想”以及“德行与世界进程”这些充满张力且神秘的标题下，黑格尔揭示了在试图实现自我意识与其他者之统一时所产生的矛盾——部分暗指歌德的《浮士德》和雅可比的《沃尔德玛》，部分作为对其启蒙和向人类最高理想致敬的革命时代的无情观察者：“为人类福祉而跳动的心，因此转变为疯狂自大狂妄的咆哮”。“看起来像是公共秩序的东西，因此是这种普遍的敌对，在这种敌对中，每个人都在攫取他能攫取的东西。”“关于人类福祉的浮夸言辞”和“德行骑士”的战斗，被证明是空洞的“与镜子中自己的影子作战”——因此黑格尔并非没有同情地看着“德行”被“世界进程”所击败。尽管后者应当是“善的颠倒，因为它以个体性为原则；但唯有这种个体性才是现实性的原则”。“世界进程的自为存在”和“德行的自在”因此被证明是理性的同属、必然环节，这理性“如今自在且自为地确信其自身的实在性，不再仅仅作为目的对立于直接存在的现实性而寻求产生出自身”（GW 9.193–214）。

黑格尔还在理性章最后一部分的第一节中指出了一种类似的发展：“精神的动物王国与欺骗，或事情本身”。正如在此之前“德行”与“世界进程”的差别一样，他在这里也扬弃了“行动”与“事情”的对立。仅仅为了“纯粹的事情”而行动的主张，被证明是“欺骗”，它毋宁是对“自己行动的享受”感兴趣。在这里，意识经验到，“事情本身的本性是什么”，即既不只是事情，也不只是行动，“而是一个本质，它的存在是单个个体和所有个体的行动，并且它的行动直接为了他者，或是一件事情，并且只有作为所有人及每一个人的行动才是一件事情；这个本质，它是一切本质的本质，是精神的本质”——“被个体性穿透的实体”，从而也就是“主体”（GW 9.214–228）。

在关于“立法”和“审核法则的理性”的章节中，黑格尔批评了那种天真的假设，即“健全的理性直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和什么是善的”。两个假定的法则“每个人都应该说出真理”和“爱邻如己”都停留在应当上；它们并不表达任何绝对的内容，而是仅仅表达“普遍性的纯粹形式”或意识的同义反复。通过这种转折，黑格尔过渡到对康德实践理性概念的批评，他在这里并未将其主题化为自律的，而仅仅是作为“审核法则的理性”。为了进行审核，需要一个尺度——但纯粹实践理性试图应用的尺度是无矛盾的思维。黑格尔并没有证明“所有权”和“无所有权”的原则两者都是无矛盾的，而是证明两者同样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只要被简单地表象——都是“无矛盾的”，由此他得出了结论：“理性自身具有的法则的尺度，因此对一切都同样适用，并且因此实际上不是尺度。”反对将立法表象为审核法则的想法，黑格尔援引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强调了不成文且无误的法权的存在：“我并非因为发现某事无矛盾就认为它是法权；而是因为它就是法权，它才是法权。”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同义反复，因为“无论是这一规定还是相反的规定是否是法权，都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即“在伦理实体中”（GW 9.228–237）。

文献： 克劳斯·杜辛：黑格尔“现象学”中的理性概念。载于：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 / 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主编）：现代的理性概念。斯图加特 1994，245–260；克劳斯·埃里希·凯勒 / 维尔纳·马克思：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理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2；加里·夏皮罗：关于精神动物王国的笔记。载于：斯图尔特（主编）：《精神现象学》读本 (1998)，225–239；玛丽亚·达斯卡拉基：理性作为绝对实体的意识。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理性概念的呈现。柏林 2012。

(5) 直到《精神现象学》的中部，黑格尔才将“精神”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引入（C/BB，VI）：它是“自在且自为存在的本质[…]”，它同时作为意识成为现实并向自身表象自身。只有它才是“自我支撑的绝对的真实本质”，而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只是它的“抽象”、“环节”。因此，只有它的形态才是“一个世界的形态”，而不仅仅是意识的形态。然而，黑格尔在此仍将宗教从这种精神概念中排除出去——尽管他已经在这里探讨了宗教显象。因此，这种“精神”概念的范围最接近后来的“客观精神”。但黑格尔在此并没有像后来在精神哲学的语境中那样主题化概念，而是探讨了历史运动中“一个世界的形态”——从古代伦理的“真实精神”到教化的“自我异化的精神”，再到他所处时代的“确知其自身的精神”。

尽管如此，如果将其视为历史的话，这些形态的顺序似乎是任意的，并且过于集中在近代。然而，看起来黑格尔最初可能打算采用另一种轮廓。在一部大纲草图中，他列出了三种形态，作为“绝对精神现实的自我意识将作为目标和结果从其中显现出来的形态”：“伦理世界、分裂为彼岸与此岸的世界以及道德世界观”（GW 9.240）。这令人推测，他最初打算将中世纪作为“分裂的世界”来探讨。好几处暗示也表明了这一点：提及罗马世界的法权状态，强调“彼岸”以及只在“信仰中”存在的王国，或者“逃离现实世界”（GW 9.264–266）。如果是这样，“分裂的世界”的呈现就会被“自我异化的精神”的呈现所取代（GW 9.238–240）。

正如在《体系草稿 III》中一样，“精神”是这样一个概念，在其中，单个主体的“精神成就”与既在它们之前又由它们产生的“实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被思考——更具体地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实体性、它们与孤立现实性的差异，以及联合这两者从而将“它自身与实体的统一作为它的产物”产生出来的自我意识的“无限中项”之间的关系。在“真实的精神”这一标题下，黑格尔回顾了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勾勒了从简单的“伦理实体”经过在其中爆发的矛盾走向“现实的自我意识”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中，伦理在罗马世界的法权状态中走向消亡（GW 9.240–264）。

已经在第二部分的标题中，黑格尔在“教化”和“异化”之间建立了一种挑衅性的联系——并且他在多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Siep 2000, 189–191），但并非在卡尔·马克思所创造的社会批判的意义上使用。作为精神之结构原则的“异化”意义是基础性的。根据（完全成问题的）将自我意识作为中介性自我关系的模型，“精神”是被思考的，因此，作为个别精神与其作为他者的实体之关系的“异化”构成了精神的基本结构：“直接地，即没有异化地自在自为有效存在的自我是没有实体的，[…]因此它的实体就是它自身的对象化”。因此，“异化”对于一般的精神性是构成性的——它简直就是精神的“实体”：没有不是异化的精神性的东西。

在这一基本意义上，附加了更多随历史变化的意义——因为它们全都是分裂的形式，对精神生活的形成具有构成性的功能，即使它们一次又一次必须被克服。其中包括宗教批判中向“分裂为彼岸与此岸的世界”的“异化”（GW 9.240），其中一个构成了另一个的异化现实性。“因此，就像每个个别环节一样，整体是一个自我异化的实在性”。异化在于，“在两个世界中拥有意识”，因为信仰是“逃离现实世界”（GW 9.264–267）。

另一种不同种类且支撑本章的异化是在“教化”概念中所思考的异化：它基于自我意识放弃了其自然的存在、“它的人格性，从而产生出它的世界，并且对它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陌生的世界一样，以至于它现在必须去控制它”；在这种关系中，它提升到了普遍者，并在其中拥有它的现实性。

黑格尔对“I. 自我异化之精神的世界”一节的历史指涉保持模糊。一些说法可以解读为对中世纪宗教和封建主义的暗示（“信仰”、“逃离”、“骄傲的附庸”）；另一些则指向近代早期的专制主义（“国家权力”作为“绝对的事情本身”，或是关于那些“不仅准备服务于国家权力，而且作为装饰围绕王座，并总是告诉坐在上面的人他是什么”的贵族的说法）。作为教化的异化世界的特征，黑格尔在这看到了以“其特有意义”出现的语言——作为赞美、谄媚、分裂的语言，为了刻画它，他多次引用了歌德1805年翻译的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GW 9.266–286）。

在这个异化世界内部，黑格尔将教化与“纯粹意识或思维的不现实世界”相对立——通过回忆起立法和审核法则的理性（见第 II.4.7.4 章），其概念“不具有现实性的规定”，但特别是以宗教的形态。对它来说，即使在这里也还“不是思想的形式在起作用”；它具有“与现实性以及尤其是自我意识之现实性相对立的规定性，因此它本质上只是一个信仰。”因为“纯粹的绝对本质意识”与现实性世界相对立，所以它也在自身中拥有这种现实性，因此它不仅是“异化的”，而是“在本质上自身异化”，分为“纯粹洞见”和信仰这两个方面。其对象“虽然同样处于纯粹自我意识的要素中，但却是在思维中，而不是在概念中，在纯粹意识中，而不是在纯粹自我意识中”；它虽然是“纯粹的思想”，但在意识中获得了客观的“存在，即存在于自我意识彼岸的”意义；对象从思维中跌落入表象，变成了一个超感性世界，“在本质上是自我意识的他者”。正是由于源自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结构构成了“绝对对象”之三位一体“组织”的基础。——相反，在“纯粹洞见”中，唯有自我本身是对象，“或者对象只有在具有自我形式时才有真理。”黑格尔总结道：“自我知道自身是它自己的对象，它是纯粹的自我；而这两方面的绝对等同就是纯粹洞见之要素。”因此，它是“呼唤一切意识的精神：为您们自身而存在吧，正如您们在自身中都是自在的一样，——有理性地。”（GW 9.286–292）随着对康德“敢于认识”（sapere aude，AA VIII.35）这一命题的变体，黑格尔向“II. 启蒙”过渡。它是“纯粹洞见”的“传播”，只有在它与信仰的对立中，才表现为“真正的活动”。它将它与“迷信的斗争”当作与“神棍的欺骗和欺瞒民众”、与“玩戏法的祭司的骗术”的斗争，以一种“不流血的”、“无痛的”方式进行：作为“无形无察的精神，它彻底渗透到高贵的部位中，并很快完全掌控了无意识偶像的所有内脏和四肢”。然而，它在这场斗争中犯下了类似的玩戏法之罪：恰恰是它剥夺了信仰之绝对内容的意义，将“那对精神来说是永恒生命和神圣精神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现实中易逝的事物”，变成了一块石头、一根木头或面团，变成了一个“迷信的怪物”。黑格尔甚至指责启蒙，正是它诱使信仰诉诸“关于偶然事件的偶然知识”，而这些东西本身显然无法承载绝对内容——如同他隐晦地提到莱辛的神学争论时所承认的那样（LM 13.1–8）。因此它从绝对者中排除了所有的规定性，并将其变成了一个彼岸的虚空，但这虚空却积极地关系于感性的现实性，并将其变成有用的东西。这反过来又对信仰是“一种令人憎恶的东西”并且“绝对是可恶的”。因此，它拥有反对启蒙的“神圣法权”，因为它歪曲了它；而启蒙对信仰来说只有“世俗法权”。但由于它的法权是“自我意识的法权”，因此它同时主张“绝对的法权”，信仰不能拒绝它。因为它只把信仰的思想聚集在一起，信仰将这些思想作为尘世和天国两个世界，在双重管理和双重意识中共存。启蒙可以这么说与信仰之“清醒”的意识结盟，反对它那沉睡的意识，对于沉睡的意识，信仰的内容是没有概念的，“一系列独立的形态及其运动的发生”，即一种与感性存在相联系的“表象”。通过这种方式，信仰的王国被“掠夺”，其先前的内容作为大地的财产要求被收回并归还给大地（见第 II.2.3 章）。通过这种丧失，信仰变成了与启蒙相同的东西：“关于自在存在的有限者对无谓词的、未被认识的和不可认识的绝对者之关系的意识”——但它是“满足的，而它是未满足的启蒙”——一个“忧郁精神的渴望，在隐蔽处哀悼它精神世界的丧失”。

启蒙与信仰之间先前的分裂因此在启蒙内部重新产生；作为胜利的一方，它将先前与之相对立的原则吸收到自身之中。其一个方向将绝对本质理解为“无谓词的绝对者”，“另一个方向称之为质料”。然而，在它们的分离中，“它们并没有达到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概念，即自在的存在和思维是同一回事”，从而也没有达到对黑格尔认识论而言重要的结果：“思维是事物性，或事物性是思维”。因此，黑格尔并不像其影响史中通常那样将笛卡尔主义理解为二元论，而是将其理解为一元论，其真正的概念意蕴虽然在启蒙与信仰对立的扬弃中自在地实现了，但对它们本身来说还没有生成（GW 9.292–316）。

通过取消现实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之间以及对象确知与自我确知之间的对立，同时仍保持纯粹思维与抽象质料之间的分离，所带来的实践后果，在“III. 绝对的自由与恐怖”中得到了黑格尔的主题化——这是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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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在在它的纯粹人格性中意识到了一切实在性；“一切实在性都只是精神的；世界对它来说绝对是它的意志，并且这意志是普遍的意志”，它升上“世界的王座，没有任何权能可以对它进行抵抗”。通过这些话，黑格尔——就在拿破仑在耶拿取得胜利之前——总结了卢梭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对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在这里，黑格尔也看到了个体意识与普遍意识之间对立的扬弃，通过个体自身成为了普遍者：“在它这种现实性的彼岸，飘浮在消失了的真实或被信仰的存在之独立性的尸体上的，仅仅是平淡气体的散发，即空洞的最高主宰（Etre suprême）。”然而，恰恰由于这种对一切规定性（Bestimmtes）的否定性，“绝对的自由”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成就；“它只是消失的狂怒”，“无中介的纯粹否定”：“因此，普遍自由唯一的工作和行动就是死亡，而且是一种没有内在范围和充实的死亡，因为被否定的正是绝对自由的自我之未被充实的点；所以它是最冷酷、最平淡的死亡，其意义并不比砍下一颗卷心菜的头或喝下一口水更多。”而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同时预见到了较新极权主义系统对人类的蔑视：“因此，受到怀疑取代了有罪，或者具有了有罪的意义和效果，而对于这种处于意图的单纯内在之中的现实性的外在反应，就在于干巴巴地消灭这个存在着的自我，在这个自我身上，除了它的存在本身，再也没有什么可夺走的了。”然而，“绝对的自由”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思想上都不是终结。黑格尔暗示，在政治世界中它又是如何重新走向一种“组织”——但这一步实际上并不在于“绝对自由”的逻辑之中，因为特殊性并不在其中。为了在这里找到一个概念上的解决方案，“绝对自由从其自我毁灭的现实性过渡到有自我意识的精神的另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普遍的意志”是“纯粹的知识和意志”（GW 9.316–323）。

这个新国度名叫“C. 确知其自身的精神。道德（Die Moralität）”。在其中，黑格尔看到了意识的对立，即“它自身的确知与对象的确知”之对立被扬弃，从而自我意识的知识成为了实体：“因此，绝对本质并非穷尽于作为思维的简单本质之规定，而是它是一切现实性，并且这种现实性只是作为知识”。意识在这里将一切客观性（Gegenständlichkeit）吸收到自身之中，并且“在它知道它的自由这一层面上绝对自由”。然而，意识恰恰在这里显得似乎“分裂至疯狂”并且“在渴望的衰竭中”消融。

黑格尔对“道德世界观”——康德和费希特的伦理学以及随后浪漫派的伦理学——的探讨，在这两极之间振荡。《实践理性批判》关于“最高善”和灵魂不朽及上帝存在悬设的学说，自从黑格尔早期与谢林的通信以来，对黑格尔来说就已经过时了（见第 II.2.3 章）；《精神现象学》对它的具体批判在于，“道德世界观”虽然产生了对象，因而是作为自身设定的，但却又将它“置于自身之外，作为自身的一个彼岸”，从而最终使道德成为不可能。此外，它还要求出于纯粹的义务去行动——但这也就意味着根本不去行动，因为行动总是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因此，用康德反对康德，它就是“一整窝毫无思想的矛盾”，是“既有一个道德意识，又没有道德意识”的“二律背反”（GW 9.323–340）。

从这些矛盾的瓦解中，对黑格尔而言，这里产生了一个“第三个自我”，即“良知的自我，那直接确知其自身即为绝对真理和存在的精神”。为了将这个“自我”置于“义务”之上，黑格尔暗示了雅可比的名言：法则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法则存在（JWA 2.211，见第 II.4.5.5 章）。但由此一来，这种良知也暴露了它与“绝对自由”的亲缘关系：它“不承认任何内容对它来说是绝对的，因为它是对一切规定性的绝对否定性”，它拥有“束缚和解开的绝对虚幻的威严（Majestät der absoluten Avartarie）”。它只有将它的直接确知转化为“确信（Versicherung）”——也就是说，在作为“精神的定在”的语言中——才能找到一种客观性，这是一种属于这“第三个自我”的第三种语言形式，其内容就是“知道自身为本质的自我”。在凌驾于一切规定性之上的提升中，良知是无力地在自身中消逝的“优美灵魂（schöne Seele）”，但也是“道德的天才（moralische Genialität），它将它直接知识的内心声音认知为神圣的声音”，从而本身就是“神圣的创造力”和对其自身神性的直观活动，但通过其语言性，它也是普遍者。通过这种语言性，它过渡到“一个共同体的崇拜活动”和宗教中，宗教“作为被直观或存在的知识，是共同体关于其精神的言说。”在这里，黑格尔同时看到精神与自身的和解已经完成：这个精神“是关于自身的纯粹知识，作为普遍本质”——但“在它的对立面中，在关于自身作为绝对自在存在的个别性的纯粹知识中”。这两个我，即普遍的自我知识和在自身中存在的知识，都是“纯粹知识”，也就是同一回事，普遍性和个别性因此就被中介了。黑格尔将它们“和解的‘是（JA）’”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认，这就是绝对精神”，甚至是“出现在知道自己就是这纯粹知识的他们中间的显现着的上帝。”（GW 9.340–362）文献： 埃曼努尔·希尔施（Emanuel Hirsch）：浪漫派在黑格尔现象学中的安葬（Die Beisetzung der Romantiker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1924)）。载于：富尔达 / 亨利希（主编）：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材料（1973），245–275；威利·厄尔穆勒（Willi Oelmüller）：未被满足的启蒙。莱辛、康德和黑格尔现代性理论的贡献（Die unbefriedigte Aufklärung. Beiträge zu einer Theorie der Moderne von Lessing, Kant und Hegel）。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9–34；朱迪丝·N. 什克拉（Judith N. Shklar）：自由与独立。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政治思想的一项研究（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Ideas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Mind«）。剑桥 / 纽约1976；塞尔焦·德拉瓦莱（Sergio Dellavalle）：自由与主体间性。论黑格尔历史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历史发展（Freiheit und Intersubjektivität.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von Hegels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n und politischen Auffassungen）。柏林1998，137–171；莫尔特克·S. 格拉姆（Moltke S. Gram）：黑格尔对道德世界观批判中的道德与文学理想（Moral and Literary Ideals in Hegel’s Critique of the Moral World View (1978)）。载于：斯图尔特（主编）：《精神现象学》读本（1998），307–333。

(6) “VII. 宗教”（C/CC）一章的位置是有争议的；它切断了“绝对知识”与“确知其自身的精神”的联系，同时从它的结尾也看不出向“绝对知识”的过渡（耶什克1983，61–63）。此外，令人觉得奇特的是，黑格尔在精神一章的开头将精神理解为“自我支撑的绝对的真实本质”，而将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理解为它的“抽象”和“环节”（GW 9.239）；然而，在宗教一章的开头，他也称“精神”为诸多“环节”之一，它们的历程无论是在彼此之间还是与宗教的关系中都不能“在时间中来表象”，并且他将“在世俗定在中的精神”区分为“被聚集的”，而将宗教区分为“简单的整体性（einfache Totalität）”。唯有宗教才是“整个精神现有的现实性”，这精神“在自身中作为自我意识到的精神成为现实并且成为其意识的对象”，因而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在其中，精神的自我确知与它的真理是一致的。而且，黑格尔也不是将这种同一性理解为直接的，而是理解为从精神的自我知识的直接性，向着它的形态与它的知识之完全一致的运动——从东方的“自然宗教”经过希腊古典时期的“艺术宗教”，直到“启示宗教（Offenbaren Religion）”（GW 9.363–368）。

这种对宗教史的精神哲学解读，为黑格尔提供了理解宗教史之统一性的钥匙：它是精神的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差异的逐渐扬弃；它赋予意识的对象以自我意识的形态——因此，它总体上是“上帝道成肉身（Menschwerdung Gottes）”的历史。然而，正如黑格尔明确强调的那样，这绝不意味着上帝以人的形态出现并且“被表象为自我意识”——否则，宗教史在其开端就已经完成了。但“被表象的自我不是现实的自我”：“被表象的东西，只有当自我产生出它，并将对象的规定看作是它自己的规定，从而在其中直观活动自身时，才不再是被表象的、对它的知识来说是陌生的东西”。“上帝道成肉身”就是宗教史——作为被表象的自我逐渐被现实的自我取代——作为将浪费在天界（Himmel）的财富归还给地界（Erde）（见第 II.2.3 章），或者——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作为看穿（Durchschauen）并由此收回投射。然而，对黑格尔来说，这种看穿并非针对宗教史本身，而是它的思辨意义恰恰在于，在现实精神和宗教表象的关联中逐步阐明这种洞见。

不过，这里所设想的宗教史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传统的框架内——除了对起源于印度的“花卉宗教（Blumenreligion）”（赫尔德，SW XVI.68）和“动物宗教（Thierreligion）”的模糊的图式化提示（GW 9.376：“种姓（Kasten）”）。（埃及的）“工匠（Werkmeister）”的宗教，自从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以来，就已进入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视野，进而也属于地中海文化的范畴。而“光之本质（Lichtwesen）”，以前被解释为指向伊朗宗教的提示，与其说是这样，不如说是以色列上帝的密码，正如与黑格尔宗教哲学手稿的比较所证明的那样（耶什克1986a，210–214）。在耶拿时期的末尾，甚至直到柏林时期的最初阶段，黑格尔对东方乃至非洲的宗教都没有分化的知识（GW 9.369–375）。

相比之下，他非常熟悉希腊的“艺术宗教”。它被归属于伦理的或真实的精神，但与后者不同，由于它已经认识了“自我意识纯粹个别性的原则”，所以它“在其完满中，只有当它脱离了它的持存时才出现”，即当“民族的实体向自身内部折断时”。它已经是“实质被背叛、成为主体之黑夜”的果实。艺术宗教成为超越“无形态之本质”的“主人”；它从人类的激情中汲取它特有的材料以塑造它的诸神（GW 9.378）——正如黑格尔将克莱门特·亚历山德里努斯（Clemens Alexandrinus）对异教哲学家（V 4.662）的批评应用到艺术家身上，并做出了肯定的重新评价。黑格尔甚至将“绝对艺术（absolute Kunst）”赋予这个世界。与《体系草稿 III》（见第 II.4.6.7 章）不同，他在这里用这个概念，精辟地标示了处于精神早期“本能式的劳动”与后来以概念为其形态的“更高呈现（Darstellung）”之间的那个历史阶段。

尽管如此，艺术宗教仍然涵盖了神之思想和宗教生活的广泛形式。首先，上帝的本质是“自然和有自我意识之精神的普遍定在的统一”。然而，在雕像和艺术家有自我意识的活动之间的差异中，这种统一并不能实现；神像缺乏自我意识，而艺术家是神的工匠大师。神圣定在的一个更高环节是语言。作为神谕的语言，它“对宗教自我意识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自我意识的语言”，作为苏格拉底的“精灵（Daimonion）”的语言也是如此，它同样只谈论偶然事物。它在崇拜活动的赞美诗中具有了有自我意识的定在，作为意识向自我意识的主动提升——起初在秘仪（Mysterien）中；并不那么多地在“有生命的艺术品（lebendigen Kunstwerk）”中（在那里人形的神的雕像被“有生命的自我”取代），而是特别在“精神的艺术品（geistigen Kunstwerk）”中。在史诗中，“崇拜活动中自在达成的东西，即神圣之物与人类之物的关系，向意识呈现出来”，并在悲剧这种更高的形式中：悲剧展现了“有自我意识的人们，他们知道自己的法权和目的、权能和规定的意志，并且知道如何去言说。”然而，由于这些现实的人是演员并且戴着面具，这确实表明，“艺术中还未包含真实的真正的自我。”但个体性的发展导致“个体性与本质之间毫无思想的混杂”走向瓦解（Auflösung），并由此导致“天界的无人化（Entvölkerung des Himmels）”，导致“驱逐这些无本质的表象”。喜剧继续了这一过程，最后，理性思维“剥去神圣本质的偶然形态”，将其“提升为美和善的简单理念”。在“辩证法的意识”中，在思维活动和行动中，一切对于自我意识来说“采取本质性形式以反对它”的东西都被扬弃了；一切普遍者都被聚集到其自身确知的“唯一万神殿（Pantheon）”中（GW 9.402），因此，艺术宗教的意蕴便在下面这个命题中达到顶点：“自我就是绝对本质”（GW 9.376–400）。

黑格尔将第三个阶段即基督教宗教称为“启示宗教”，因为在其中“神圣本质被启示出来”——这意味着：“它的启示显然在于，它是什么已被知道”，即它是自我意识。意识把对象、即绝对本质，不仅知道为一个陌生的、秘密的东西，而且知道为它自身。它的对象是自我，而这个自我“恰恰就是那反思在自身中的内核，它直接在那里，并且是那个对象为之存在的自我的自身确知。”他由此也解释了《体系草稿 III》中简短的表述，即“上帝是确知其自身的精神的深渊”（见第 II.4.6.7 章）。并且他还在隐晦地将这一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学划清界限：“神性（göttliche Natur）与人性（menschliche）是同一回事，而被直观的正是这种统一性。”黑格尔再次沿着“自我意识”的形态，穿过“斯多葛主义被思想的人格（gedachte Person des Stoicismus）和怀疑论意识的无所依托的不安（haltlose Unruhe）”直到“苦恼意识”，勾勒出通往“启示宗教”的历史道路。在这里，黑格尔将苦恼意识刻画为与“喜剧意识”相对立的立场，是“在它自身的这种确知中，关于一切本质性的丧失的意识，以及对这关于自身的知识之丧失的意识——实体的丧失以及自我的丧失，它是作为一句刺耳的话表达出来的痛苦，即上帝已死。”（关于“上帝之死”参阅 耶什克1983，64–68）。黑格尔在这里重构的过程包括两种相反的运动：自我意识外化（Entäußerung）为实体——它知道自己是普遍本质，并且“对它来说，实体就是自我意识，并因此是精神”；以及实体外化为自我意识。只要后者仍然不足或仅仅是想象出来的，对象之自在体与其为意识的显象之间的鸿沟，就必须通过寓言式的解经（Exegese）来桥接：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解释者的精神向着绝对者之精神化方向的发展，走得比客观精神更远。

宗教史就是上帝道成肉身的历史，而基督教宗教是“绝对宗教”，因为其内容正是这种“神圣本质的道成肉身，或者说，它本质上且直接地具有自我意识的形态”——并且这不仅仅是在“想象中，而且它现实中就是如此。”然而这种“现实性”只能存在于知识中，不可能在别处。因此黑格尔的表述有些绕弯子：道成肉身“现在表现为，它是世界的信仰：精神作为自我意识，即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存在；它对于直接的确知来说是存在的；信仰的意识看到、感觉到并听到了这种神性。”然而，恰恰是扬弃了作为绝对本质被知道的对象的这种感性在场（Gegenwart），构成了精神之自我意识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它仅仅是看到、听到他，它本身才成为精神意识”。只有在“被知道为绝对本质之物的直接定在的消失”中，“共同体的普遍自我意识”才生成。它不是在“复活节（Ostern）”之前产生的，而是只有随着“五旬节（Pfingsten）”开始绝对内容的形成时才产生。因此，黑格尔强烈地——而且非常不符合路德宗的传统——反对退回到历史的形成过程之后，或者退回到“五旬节”之后，“回到最初的不完善的共同体的表象，甚至回到那位现实的人所说过的话”——回到“对一个单个的被意谓的形态及其过去的毫无精神的回忆（geistlose Erinnerung）”。

黑格尔在这里对基督教宗教的解释，比几乎同时期的《体系草稿 III》展开得广泛得多。尤其是他在那里几乎是犹豫着引入的一个概念，自《精神现象学》以来，成为了最初理解基督教宗教以及后来理解一般宗教的关键词：表象（Vorstellung）概念。黑格尔现在将“表象”理解为“感性直接性及其普遍性或思维活动的综合结合（synthetische Verbindung）”。其中已经暗示了对表象的批判：它是两者未完成的联结（Vermittlung），还不是概念形式（Begriffsform）中的思维活动。被表象的东西还没有被把握——然而只有概念形式才能赋予真实内容以真实形式。表象赋予内容以一种外在的且作为外在之物不可理喻的发生过程的形式，一种自然关系的形式，一种时间上一次性的形式，一种“在彼岸与此岸之间未和解的分裂（Entzweiung）”的形式。它将“绝对本质”固定在一个孤立主体的形态中，从而阻碍了对精神之自我意识的洞见，而正是这种精神的自我意识使基督教宗教成为“启示宗教”。

黑格尔通过经历由宗教表象规定的思维活动的三个孤立“要素”（表象，即感官，以及自我意识）（参阅 V 3.12–69），来分析这些由表象形式造成的扭曲。但是，因为这个内容整体上停留在表象形式中，共同体“对它自身是什么并没有意识；它是精神的自我意识，但并没有将自身作为这个自我意识的对象”。它将精神的自我意识理解为“一种外来补偿的行为（Handlung einer fremden Genugthuung）”。它的和解（Versöhnung）对它来说瓦解为“未来的遥远”和“过去的遥远”；它虽然“在它的内心里，但与它的意识仍然分裂，它的现实性仍然是破碎的。”自在体对它来说变成了彼岸，而此岸则变成了一种“仍有待其圣容显现（Verklärung）”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对作为“启示宗教”的基督教宗教的呈现同时也是一种严厉的批判——而且还是在一个尚未形成宗教批判的环境中（GW 9.400–421）。

文献： 哈拉尔德·舍恩多夫（Harald Schöndorff）：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上帝成为他者及和解。关于VII.C.“启示宗教”第二部分的评注（Anderswerden und Versöhnung Gottes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Ein Kommentar zum zweiten Teil von VII.C. »Die offenbare Religion«）。载于：神学与哲学（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57 (1982)，550–567；耶什克：黑格尔的宗教哲学（Die Religionsphilosophie Hegels）。达姆施塔特 1983，59–68；耶什克：宗教中的理性（Vernunft in der Religion） (1986)，198–218；约瑟夫·施密特（Josef Schmidt）：“精神”、“宗教”与“绝对知识”。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同名三章的评注（»Geist«, »Religion« und »absolutes Wissen«. Ein Kommentar zu den drei gleichnamigen Kapiteln aus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斯图加特 / 柏林 / 科隆 1997；路易斯·马里亚诺·德·拉·马扎（Luis Mariano de la Maza）：结与盟。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逻辑、历史与宗教的关系（Knoten und Bund. Zum Verhältnis von Logik, Geschichte und Religion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波恩 1998；马蒂亚斯·霍伊斯勒（Matthias Häußler）：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宗教概念（Der Religionsbegriff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弗赖堡 / 慕尼黑 2008。

(7) 简短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C/DD，VIII）承担了在回顾显现着的精神历程时阐明《精神现象学》对于“体系”之奠基功能的任务。然而，仅仅由于其标题中所提出的主张，它便被广泛认为名誉扫地——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僭妄”，是“狂妄自大（hybrid）”（参阅 Siep 2000, 18 f.）：人们宣称，绝对地知道的东西，仅仅在于没有绝对的知识。在反形而上学情绪的时代，这似乎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人们觉得可以省去这样的问题：黑格尔在这个刺激性的标题下究竟讨论了什么——其实既不是认识论上关于全能和全知的幻想，也不是未来有待实现的一种可能的知识形态：而是他在启蒙运动末期看到在历史上已经实现了的那种知识形态。

黑格尔称这种知识为“绝对的（Absolut）”——类似于“绝对艺术”或“绝对宗教”等其它构词——因为它关涉到它自身，是精神关于其自身、关于其本质的知识：“将自身知道为精神的精神（der sich als Geist wissende Geist）”。它通过将那假定预先给定于它的、与它相对立的、并似乎限制着它的客体（Objekt）转化为它的主观性（Subjektivität）的规定，从而在它的对象、它的他者中知道它自身并且处于其自身之中——作为“知道自己处于精神形态中的精神，或把握概念的知识（begreifende Wissen）”。显现着的知识的道路就是“绝对知识”形成的道路；它是历史上被中介的知识，是意识史（即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和宗教的历史）的诸线索在其中相互交织、并将“实体”证明为“主体”的那个症结。

然而，为了理解这个过程，黑格尔不仅仅是简单地指向一种无定形的意识史。他试图详细描述它的结构。它的两条线索由“行动着的、确知其自身的精神”和宗教构成。宗教构成了自在体的一面，即绝对内容在表象中的发展——但这也是作为对于另一个行动之行动的表象。相反，确知其自身的精神，即自为体（Fürsich）的一面，是“自我特有的行动”——“对自我自身内在行动的知识，即知道它是所有本质性和一切定在，是关于这个主体作为实体的知识，以及关于实体作为对它的行动之知识的知识”。因此，在这知识中就发生了这两条线索的联结（Vereinigung），真理与确知的等同，这也构成了思辨“科学”的前提条件。

因此，黑格尔将一种对意识史而言虽具构成性、但仍然是受限的意义归之于宗教——作为“实体”的一面。在宗教那一面，它同样完成了对个体性和普遍性的中介——但它仍然是“粗糙的意识，其内在的精神越深邃，它的定在就越野蛮和僵硬”。它的启示性“实际上是隐蔽性，[…] 对它自身启示的仅仅是它自身的确知。”宗教授命“在时间上早于科学说出精神是什么，但只有科学才是对精神自身真实的知识。”因此，黑格尔对“绝对知识”的“现实历史”的回顾虽然从宗教开始，但他很快就离开了中世纪的宗教，并过渡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哲学和科学史。无论是它的理论方面——经验论（Empirismus）和理性主义——还是实践方面，黑格尔都——顺带提及启蒙和法国大革命——引导它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直到他自身哲学门槛前，也就是克服意识的对立，并走向“概念”和“科学”的概念——并由此到达他的“体系”所驻立的层次（GW 9.422–434）。

文献： 耶什克：“绝对知识”。载于：阿恩特 / 巴尔 / 奥特曼（主编）：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第一卷。HJb 2001。柏林 2002，286–295；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Hans-Friedrich Fulda）：绝对知识——其概念、显象与起作用。载于：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巴黎 55 (2007)，3，338–401。

4.7.5 精神与历史

(1) 较新的研究试图在黑格尔的前辈或同代人（例如朗伯特或晚期费希特）那里，为建立“现象学”项目寻找术语上的连接点。但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构想在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它没有找到明确的追随者，它也持久地改变了“精神”与“历史”之间的概念联系：自此以后，“精神”被设想为是历史的，反之亦然，“历史”被设想为精神的。精神与历史概念之间的这种联系，甚至在他1805/06年的《体系草稿 III》的“精神哲学”中也还看不出，尽管那里面有着从“哲学”向“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的过渡（GW 8.286 f.）；黑格尔是首次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这一点的——也许还在他第一次《哲学史讲演录》（1805/06）的那份已经遗失的手稿中。

(2) 在早已无可争议的结构问题背景下，精神与历史之间的这种新关系曾导致鲁道夫·海姆等批评家做出了毁灭性的（错误）判断：“《精神现象学》是一部因历史而被搅得混乱无序的心理学，同时也是一部因心理学而被搅得错乱崩坏的历史。”（海姆1857，243）确实，试图在事后去为黑格尔关于方法论和建筑术（Architektonik）的所有决定，以及他著作中的所有判断进行辩护，是没有多少前途的。然而，决定性的是他对精神之历史性的洞见，因此也是关于需要对他的体系的认识主张——或者更宽泛地说，对任何认识论——进行意识历史的基础奠基的必要性的洞见。人们确实不能认真地否认，思维在其中加以阐述的那些概念本身具有历史属性：只有通过多种多样的历史内涵，它们才获得了其特定的规定性（Bestimmtheit）——即使这种历史印记在它们被使用时很少被反思。大多数情况下，它并不被那个直接使用它的意识所认识，而是隐蔽在其“背后”——而这并非没有后果。

黑格尔多次批评哲学意识对其起源（Genese）的盲目性。例如，在“观念论”中，自我意识带着“它就是一切现实性”的主张出场——但只有“当它成为这种现实性，或者毋宁说证明自身就是如此的时候，”它才是这种现实性。然而，只要“观念论”带着这种主张出场，它就仍然是一种直接的确知，一种“不把握自身，也不能让别人把握的纯粹确信”——“因为那被遗忘的过程恰恰是对这一被直接表达出来的主张的把握（Begreifen）”。“绝对概念”也包含了“它自身生成运动的过程”（GW 9.133 f.）。人们可以为哲学史的所有阶段表述出一种类似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黑格尔的体系（如果这体系不去确证自己的历史条件性的话）——无论是以哲学史（更好地说是意识史）讲授课（Vorlesung）的形式，还是以《精神现象学》的形式，这《现象学》不仅在历史上，而且还通过将历史回顾与系统论证结合起来，来执行这种确证。

由此，《精神现象学》为进入体系充当了导言，通过证明它的前提（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通过在精神形态史中指出这种同一性思想的形成来证明它。这确实不是纯粹事实的东西，而恰恰是对作为“实体”的精神的解释，在其中精神证明自身是“主体”。黑格尔将一项任务赋予了在此达到的“知识”，那就是“仅仅考察相异之物在自身中是如何运动并回归其统一的”。这种规定毫无疑问掩盖了在任何“考察”中（尤其在《精神现象学》作为显现着的精神之呈现中）有效存在的各个环节的建构性作用。然而，黑格尔仍然可以为他的构想辩护，即它展示了这样一种内在“必然性”，即“纯粹运动”（GW 9.431 f.）借此从意识史的早期时代向着启蒙运动的终结推进——这不是说这种“运动”奔向了黑格尔的哲学，而是说这种哲学通过这种对显现着的精神之历史的确证，系统地阐述并辩护了它自身的系统性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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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次要流传、存疑与轶失之作

4.8.1 耶拿笔记簿 (1803–1806)

在围绕黑格尔传记进行的工作范围内，罗森克兰茨在1842年的《柯尼斯堡文学报》上报告说，在谢林离开耶拿之后，黑格尔在一个“原本专门用于摘录自然科学书籍的小对开本”中，也散乱地写下了“关于时代性格、关于哲学的本质、关于哲学与它所出现的那个时代之间关系的批判性意见”。罗森克兰茨最初在《柯尼斯堡文学报》上，后来（有的是故意地，有的是无意地被删节了）在《黑格尔传》的附录中发表了这样一些“在瞬间冲动下抛出的”《批判性警句》的选段。

然而，罗森克兰茨没有注意到，这些“格言”中的许多内容同样是摘录。例如，被他风格化为黑格尔的一篇“普罗米修斯式自白”的篇幅很长的浮士德格言，就是从约翰·戈特弗里德·格鲁贝尔匿名发表的一篇关于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尔小说的评论汇编中摘录出来的。——这一来源以及其他“格言”的来源，直到曼弗雷德·鲍姆和库尔特·赖纳·迈斯特进行历史考订版汇编时才得以澄清；对于其他的“格言”，可以推测它们同样也是摘录。

首版： 黑格尔耶拿时期 (1803–6) 的批判性警句，由卡尔·罗森克兰茨提供。载于：亚历山大·容格编辑的《柯尼斯堡文学报》。第1卷，柯尼斯堡，1841/42年，第31、32、38、42、43期；参见 R 537–555。——文本： GW 5.488–508。——文献： R 198–201：黑格尔的草稿本 (1803–1806)；黑格尔耶拿时期未知的格言，由弗里德海姆·尼科林提供，HS 4 (1968), 9–19；曼弗雷德·鲍姆 / 库尔特·迈斯特：黑格尔的“普罗米修斯式自白”。黑格尔四条耶拿格言的来源，HS 8 (1973), 79–90；GW 5.709–716,812–824。

4.8.2 关于诸三角形之三角形的残篇

罗森克兰茨将他通过长篇转述的语境中摘录出来的，但自那以后就已轶失的“关于神圣三角形”的残篇标注为黑格尔早期的法兰克福时期。在这篇残篇中，黑格尔借助三角形的比例关系，但也回溯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国度的三位一体关系解释为这样一种关系，即在其中，通过一系列各自不同的“中点”的次序，实现了上帝与宇宙的完全中介，从而使得第三个三角形代表了“一切返回上帝自身，或理念倾注于一切之上”。

罗森克兰茨将这一残篇评价为这样一种证明，即黑格尔的“思辨最初具有一种神智学特征，但在其中，辩证法的思维活动的能量与灵知直观形式的形象性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并很快迫使它采取一种更纯粹、更合乎逻辑的形式。” (R 101) 金默勒 (1967, 162) 将该残篇的年代定在《体系草稿 I》(1803/04) 附近，因为罗森克兰茨报告说，黑格尔的“三角形构造”被“具体地贯彻到了自然界中”，并在“动物的构造”处中断。然而，这一提示或许不应将该残篇置于《体系草稿 I》的语境中，而是应将其置于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宇宙思辨的语境中 (GW 5.707 f.)。

首版： 卡尔·罗森克兰茨：黑格尔最初的体系。——载于：文学史袖珍本。第2卷，莱比锡，1844年，158–164；参见 R 101 f.。——文本： GW 5.479–482。——文献： 海因茨·金默勒：论黑格尔耶拿著作的编年史。HS 4 (1967), 125–176；GW 5.706–708。

4.8.3 由诸三角形构成的素描

在黑格尔的遗稿中保存着一幅精心绘制的素描，它展示了一个三角形，其各个顶点上各有一个小三角形。在中心三角形的每一边都写着“spiritus”（精神）一词以及魔术-占星术的符号。这引发了关于黑格尔“与炼金术、灵知、蔷薇十字会、共济会、占星术的关联”以及关于他“对所有神秘主义和任何晦涩神秘事物的兴趣”的断言 (Schneider, 73)，但这些断言并没有任何依据——这与他的一些同时代人不同。

这幅素描并非刚刚讨论过的《关于诸三角形之三角形的残篇》的插图；它与黑格尔的其他文本也没有联系。由于该纸张的水印没有出现在他的其他手稿中，因此可以推测，这并不是他自己画的，而可能是他收到的一件礼物。此外，令人奇怪的是，罗森克兰茨并没有提到它，尽管他断言在黑格尔早期反对启蒙运动的时期有“一个神秘主义阶段” (R 199)，而且还传承了《关于诸三角形之三角形的残篇》。因此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幅素描甚至是在黑格尔死后才混入他的遗稿中的。

首版： 格奥尔格·施图尔法特：三角形。一个宗教象征的历史。斯图加特，1937年，图16。——图片： GW 5.533。——文献： 赫尔穆特·施奈德：论黑格尔那里的三角形象征。HS 8 (1973), 55–77；GW 5.73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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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班贝格时期论文与片段 (1807–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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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谁在抽象地思维？

(1) 这一文章在黑格尔文献语料库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篇应景之作，其基调与其说是哲学-科学的，不如说是讽刺的，然而它却包含了一个明确的哲学命题。

它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在黑格尔生前并未印行。《朋友协会版》第十七卷的编辑福斯特和鲍曼，将其收入了柏林时期的《杂纂》，正因如此，他们把黑格尔关于在“普鲁士”军队中，士兵作为“贱民”拥有被殴打的被动法权的说法，替换成了“奥地利”——这不仅是因为黑格尔的说法在19世纪30年代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因为在沙恩霍斯特的改革 (1808/13) 之后，这种说法也不再正确了。——受这种隐晦地将其标注为柏林时期的误导，罗森克兰茨不仅明确地将这篇论文定位于这些年份，而且还将其视为“柏林风格”的一件“奇特产物”——作为“形而上学、玩笑、讽刺、最尖刻的 [!] 讽刺，甚至令人震惊的幽默的一种奇怪的、独一无二的混合物”。不过，罗森克兰茨也承认，黑格尔的“施瓦本式的天真”缺乏“那种特有的矫揉造作，它通常从上到下甚至到南特·施特鲁姆普夫都带有巨大魅力的特征来标志着柏林人” (R 355 f.)。霍夫迈斯特将该文标注为“耶拿时期 (1807/08)” [!]，而金默勒最终将日期精确到了“1807年4月或几个月之后”，即班贝格的早期——部分是因为字迹的考证，部分是因为该文暗示了《有教养的阶层晨报》1807年1月2日发布的一项征文比赛；征稿截止日期是1807年7月1日 (GW 5.678 f., GW 8.360)。

(2) 黑格尔的这篇文章可能并非打算作为该征文比赛的投稿，因为该奖项是为一篇“关于自我主义的押韵诗体讽刺诗”而设立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转向了这些“有教养的阶层”，转向了“美好的世界”，正如罗森克兰茨所认为的那样，他不是为了“娱乐”他们，而是为了启蒙他们，使他们认识自己。黑格尔确实否认他为此使用了一种“诡计”，即“在轻松对话的掩护下，将思维活动和抽象的东西夹带进来”，最终使这位“陌生的客人”作为老熟人被发现。但他真正的诡计恰恰在于这种否认所产生的令人安心的效果。因为黑格尔首先假定，在“我们”所处的“上流社会”中（他似乎借此与这个社会认同，而在真理中却将其揭露为并非上流的社会），人们早就知道“什么是思维活动，什么是抽象的”。仅仅剩下的问题是，“是谁，在抽象地思维？”。

黑格尔对此给出了一个答案，虽然这不会让那些熟悉他的哲学的人感到惊讶，但肯定会让带着他们的“偏见”和对抽象思维活动的“敬重”的“上流社会”感到惊讶：它是“没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教养的人”。“抽象地思维”意味着，从一个具体的整体性中分离出单一的属性，将其抽象出来，并将其提升为唯一的视角——例如“在杀人犯身上除了他是杀人犯这一抽象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并借由这种单纯的质而在他身上消灭所有其余的人类本质”：“对普通民众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犯。”它激烈地拒斥一切试图在被定罪者身上看到不仅仅是杀人犯的企图——无论是“女士们”轻浮地将他视为一个英俊、有趣的男人，还是“人类鉴定家”强调其教养史中的不利环境，或者在其他场合，将一位“写书人”（歌德）的精心之作抽象地缩减为“对自杀的辩护”（对青年维特的辩护）。

然而，谁想要避免这种抽象，谁就可能陷入“相反的抽象”之中——就像“一个精致敏感的莱比锡世界”，在一个罪犯被绑在上面的车轮上，并在他本人身上“撒满和绑上”花圈——这大概是对一件不再为人所知的事件或一部文学虚构的暗示。这种撒花宁可说是一种“肤浅的、科策布式的和解，一种感伤性与恶劣事物的轻浮的妥协。”虽然黑格尔首先说，对“普通民众”而言，杀人犯除了是杀人犯之外什么都不是，但他最终看到“一个普通的年老妇女，一个济贫院老妇，杀死了杀人犯的抽象”：通过她看到他被砍下的头颅被“上帝的恩典之光”照耀，从而在“更高的阳光下，上帝已向他施恩”。

(3) 安克·本霍尔特-汤姆森在一份详细的风格分析（这样的分析尚未对黑格尔的其他著作进行过）中指出，黑格尔的这篇文章“意在呈现一个认市场景”，被她称为“一种喜剧”，其主体是社会 (182,193)。“正如思维活动的进程取代了舞台上的情节发展，风格也同样取代了喜剧式的塑造。” (195) 黑格尔在这里所意图的社会与自身的和解是“一种可与喜剧相媲美的和解”。在此意义上，它违背了征文中所建议的“讽刺诗”，在黑格尔后来的观点看来，后者无法实现“真正的诗性瓦解”，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解”。相反，“有教养的社会”将得到和解，“通过它认识到，正是思维活动使它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或没有教养的社会” (194)——即成为一个具体地或抽象地思维活动的社会。

首版： W XVII. 400–405。——文本： GW 5.379–387。——文献： 安克·本霍尔特-汤姆森：黑格尔的文章：谁在抽象地思维？一种风格分析。HS 5 (1969), 165–199；GW 5.67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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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两个逻辑学片段

(1) 与撰写应景之作《谁在抽象地思维？》同时，黑格尔恢复了对其体系的写作工作。与他此前的预告相反，迄今为止他只出版了作为导论的《精神现象学》。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通告中——发表在由他主编的1807年11月25日《班贝格报》上——他预告说，第二卷将包含“作为思辨哲学的逻辑学体系，以及哲学的其余两部分，即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GW 9.447）。关于这两门实在哲学学科，没有从班贝格时期保留下任何证明材料，但关于逻辑学的材料则有所留存。当尼特哈默向他提出“为中学编写一部逻辑学”的委托前景时，黑格尔在1807年7月8日回复道：“我在尽可能地撰写我的普遍逻辑学，而且短期内不会完稿”。一年后，即1808年5月20日，他对尼特哈默谈到他的“逻辑学，正如它现在开始转变的那样，我在耶拿几乎没有为其奠定根据，也没有详细讲授过”。这种“转变”的成果，就是《论认识活动》以及《论机械性、化学性、有机体与认识活动》这两个残篇。无论从字迹发展还是纸张质量来看，它们都应断代为班贝格时期；而在逻辑学的发展史上，它们占据了耶拿末期著作与纽伦堡初期著作之间的位置。

(2) 第一个残篇《论认识活动》，构成了第二个残篇最后一部分“认识活动”的完整表述的预备阶段。后面这个残篇，是完全属于班贝格时期的逻辑学构想片段的唯一资料来源。虽然无法借助这个残篇来探讨逻辑学构想重塑的核心问题。

然而，由于它——连同对“自由机械性”与“化学性”的论述——包含了引入后来“客观性”一章的要素，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对逻辑学的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该残篇超出了耶拿时期的构想，也超出了最后的逻辑学草图（GW 8.286）。

这个残篇的独特进路在于，它首次不把“机械性”、“化学性”和“有机体”作为自然哲学的主题，而是作为逻辑学的主题来处理，而且强烈强调了推论概念，大概是对先前推论学说的继续。然而，它没有论述目的概念，也没有任何停顿地从“化学性”过渡到“有机体”和“认识活动”，而“生命”与“认识活动”自第一份纽伦堡草稿以来，就在一门单独的“理念学说”中找到了其体系性的位置。因此，这个残篇是逻辑学发展的一个站点的证明：在这一阶段，逻辑学虽然开始整合后来在“客观性”标题下探讨的主题，但还尚未在“理念学说”中找到其终结。

首版： 珀格勒（Otto Pöggeler）（主编）：《选自黑格尔一部逻辑学的残篇》。附有关于黑格尔逻辑学发展史的后记。HS 2 (1963), 11–70。——文本： GW 12.257 f. 或 25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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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文理中学课程

6.1.1 来源、教学科目、方法

(1) 1808-1816年间，黑格尔在纽伦堡文理中学从事哲学教学工作，其在这一背景下对体系的阐述始终处于他在这些年间出版的主要著作——《逻辑科学》的阴影之中。尽管结成“往生者之友协会”的朋友和学生们掌握了黑格尔此时期的大量手稿，但他们最初将这些手稿排除在他们的版本之外。第一个认识到这些文本对黑格尔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卡尔·罗森克兰茨，他在“1838年秋天途经柏林时”发现了这些文本；随后——在克服了“往生者之友协会”方面的一些阻力之后——它们作为第18卷被补充到了《往生者之友版》中。

然而，罗森克兰茨通过将纽伦堡文本纳入黑格尔著作全集，从而将发展史要素引入其中的功绩，却因他以一种完全无法满足现代解释要求的形式呈现这些文本而大打折扣：他杂糅了多次重复课程之间的差别，并在呈现时采取了相当大的自由，以至于这些文本虽然作为耶拿和海德堡之间黑格尔哲学发展史的一个环节而清晰可见，但其内部差异性却未能显现。而且在另一方面，罗森克兰茨也损害了这一时期的文本：他并未将所有借来的手稿归还给黑格尔遗孀和往生者之友协会；有些通过他的侄孙阿诺德·根特（Arnold Genthe）流传到美利坚合众国，而且似乎有一部分在那里遗失了，只有另一部分进入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Henrich 1981, 586 f.)。雅各布·勒文贝格（Jakob Löwenberg）在20世纪初从中出版了一些文本；此后，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编辑了《纽伦堡文集》的一个新版本，但由于一些手稿在此期间遗失，他不得不部分求助于罗森克兰茨的首版。几十年前，伊娃·齐舍（Eva Ziesche）在柏林国家图书馆重新发现了另一部分被认为早已遗失的内容，此外，黑格尔学生（迈内尔、阿贝格）的一些听课笔记也新加入了这一时期的文本全集中。

直到《全集》第10卷，迄今为止非常令人不满意的编辑状况才在流传状况允许的范围内得到了纠正。这种流传不仅残缺不全，而且片面：保留下来的资料来源——部分是黑格尔的手稿，部分是（由他人抄写并经他修改的）学生听写笔记，部分是对黑格尔解释的自由听课笔记——完全出自纽伦堡时期的初期和中期 (1808–1813)。但这大概并非流传状况的单纯偶然，而是因为黑格尔在后期并没有像初期那样投入精力备课。最重要的是，他继续使用并修改了早年的材料，而人们并非总能毫无疑问地将这些修改归入后来的特定个别课程。

(2) 教学的目标和对象在轮廓上已经由他的朋友、当时负责巴伐利亚王国学校事务的高级学校参事伊曼努尔·尼特哈默起草的教学计划《王国公立教学机构设置的总体规范》规定给了黑格尔——因此并非独立于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概念。《规范》指出，“根本任务”是“引导学生进行思辨的思维活动，并通过循序渐进的学科训练引导他们达到能够成熟地进行哲学体系学习（大学教学以此开始）的程度。”在低年级，“思辨的思维活动学科训练的开端，应当从哲学的形式部分，即逻辑学开始。”对于中年级，传统特殊形而上学的号召具有决定意义，不过是在康德对其进行批判的视角下：在初级中年级是宇宙论和自然神学，对此指示参考康德对宇宙论和物理神学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批判；在高级中年级是心理学以及紧随其后的“伦理学和法权的概念”，其中对于心理学指示参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卡鲁斯（完全违背黑格尔的判断；见第二部分9.4.1节），而对于伦理学和法权则再次指示参考康德；最后在高年级，“之前单独处理过的思辨的思维活动的对象被概括在一部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中。”（65，参见 R 254 f.）

黑格尔欢迎这份《规范》——以至于他在1820/21年冬季准备普鲁士学校法时，甚至考虑在这一计划的基础上“写一本关于国家教育学的书”（致尼特哈默，1821年6月9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在细节上完全遵循这份《规范》。只要残缺的流传状况能够表明，黑格尔就以惊人的自由度和截然不同的侧重点来处理指定的对象。确实，“全面教学纲要”——也包括其缩减了“逻辑学”的形式即“特殊科学的体系”——是留给高年级的，中年级的精神学说也是如此。然而，黑格尔也在中年级 (1810/11) 甚至高年级 (1809/10) 讲授逻辑学，而他主要将法权、义务和宗教学说移至低年级。黑格尔在一份交给尼特哈默的关于在文理中学讲授哲学的《私人鉴定》中为这些偏离辩护，在其中他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意图——顺便说一句，他评论说，自然哲学不太适合文理中学的教学，因为“对自然的考察对年轻人来说还缺乏吸引力”，而且“对历史的哲学观点”部分可以省去，部分可以在宗教学科学中处理。然而，教学计划中缺少美学：如果“中学生 […] 能够获得关于史诗、悲剧、喜剧等本质的更明确的概念，那将是极有裨益的。一方面，美学可以提供关于艺术的本质和目的的更新、更好的观点，另一方面，它绝不能停留在对艺术的空洞闲扯上——正如所说，它必须涉及特殊的诗歌类型以及古代和现代的特殊诗歌方式，引导人们特性化地认识不同民族和时代的杰出诗人，并用例子来支持这种认识。——这将是一门既富有启发性又令人愉快的课程；它所包含的知识完全适合中学生；这门科学在文理中学机构中没有成为教学科目，这可以被视为一个真正的缺陷。” (GW 10.823–828)

(3) 黑格尔同样在这份《私人鉴定》以及附有该鉴定的1812年10月23日致尼特哈默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其教学方法的看法。即使在18世纪的学院哲学衰落之后，哲学仍然“同样是充满内容的科学的体系复合体”，而“对绝对之绝对者的认识”要求“认识一个体系各个阶段中的整体性”。哲学教学的目标在于“将关于根本对象的最高理性思想 […] 灌输进头脑中”：“必须教授和学习哲学，就像教授和学习任何其他科学一样。”黑格尔在此对“现代的嗜好，特别是教育学的嗜好，[…] 认为人们应该在没有内容的情况下学习进行哲学思考”进行论战。哲学教学的目标不在于“教育人们进行自我思维活动和自己生产”——当然这不是因为黑格尔反对“自我思维活动”，而是因为他认为脱离哲学内容的“自我思维活动”是一种幻觉，并认为恰恰通过吸收这些内容才能最好地促进这种思维活动：唯有如此，真理才能取代“意见、妄想、片面性、偏颇性、无规定性。” (GW 10.828–830) 与《规范》要求“引导学生进行思辨的思维活动”相反，黑格尔认为必须将文理中学教学限制在“抽象的”思维活动上，最多扩展到“辩证的”思维活动。首先主要是抽象形式：“必须首先让年轻人失去听觉和视觉，他们必须从具体的表象中被拉出来，退回到灵魂内在的黑夜中去”。从感性上升到抽象的道路虽然“更符合自然，但因此也是非科学的道路”——而且后者也更容易：“因为抽象的东西是更简单的东西，所以更容易理解。”（参见致尼特哈默，1811年10月10日）这种抽象的形式产生了一种“理智的哲学”，一种“由富含意蕴的抽象概念构成的系统性团块”——但恰恰是这种黑格尔在其他情况下批判的形式，在他看来“必须在文理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种思维活动方式，即应该以康德的纯粹理性二律背反为例进行学科训练的辩证的方式，黑格尔认为对年轻人来说既更难也更缺乏趣味；因此，教师可以自由地“随处尝试使用辩证法，只要他愿意，而在辩证法找不到入口的地方，就可以不使用它而过渡到下一个概念”。“真正的思辨，也就是认识统一中的对立面”，“在文理中学的讲授中只能少量出现”。虽然这仍然是目标，但教学作为预备训练，必须限制在抽象的东西上，至多是辩证的东西上 (GW 10.830–832)。

鉴于这种评估，不足为奇的是，黑格尔在附有该鉴定的致尼特哈默的信中还加上了一个“结尾注记”，尽管他自己对这个注记还有分歧：“即也许文理中学的所有哲学教学似乎都是多余的，古代文献的学习才是最适合文理中学年轻人的，而且在其本质上是通往哲学真正的导论。”有两个原因阻止了他将这个结论写进鉴定：作为“哲学预备训练科学的教授”，他不想抽走自己的存在理由，即“自己断绝自己的饭碗”。但他的第二个原因是客观性质的：他担心“变得完全学者化并倾向于文字智慧的语文学”，即“文字考证和韵律学的博学”，它现在排挤了早先的“美学空谈”，也会使哲学同样“几乎一无所获”。

6.1.2 逻辑学

(1) 继耶拿和班贝格岁月之后，纽伦堡岁月构成了逻辑学发展史的第三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黑格尔现在——在《精神现象学》之后——声明打算出版逻辑学，这导致他像在班贝格时期一样，也在纽伦堡岁月的前半期将重点放在逻辑学的详细制定上。他既在特殊课程的框架内，也在“全面教学纲要”中，甚至结合精神哲学来处理逻辑学。尽管详细制定如此密集，但与耶拿时期的草稿不同，预备训练的逻辑学由于在时间和概念上接近《逻辑科学》，因此没有独立的意义。其意义在于，它使得在耶拿《体系草稿II》(1804/05) 的最后详细制定状态之后，也就是在耶拿晚期以及班贝格时期的巨大空白之后，能够从班贝格残篇一直到《逻辑科学》几乎没有遗漏地追踪逻辑学发展史的各个步骤。它记录了黑格尔在《逻辑科学》所有分支领域的架构上的持续工作，从其二分为客观和主观逻辑学，以及其三分为存在逻辑学、本质逻辑学和概念逻辑学，再到将“客观性”领域插入后者，直到理念学说的形成。然而，在“概念的自我运动”细节的展开上，预备训练的逻辑学由于是为学校教学而规定的，以及由此导致的详细制定程度较低，仍然落后于耶拿《体系草稿II》的逻辑学。

(2) 流传下来的资料来源允许我们洞察逻辑学的三个发展阶段：1808/09年的初始阶段，1810/11年的修订，以及一次更晚的修订，由于缺乏年代标记以及有年代标记的比较材料，因此无法在时间上准确定位。早在最早的纽伦堡文本，即“全面教学纲要 (1808/09年高年级)”中，逻辑学就包含“既有一般存在的知性的概念体系，也有自我意识的知性的概念。只要它的每个概念直接将这两个规定统一在自身中，它同时就是纯粹的思辨哲学，因为对事物的思辨考察方式无非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考察，而本质同样既是纯粹的、理性特有的概念，又是事物的自然和法则。”(§ 6) 紧接着纽伦堡岁月的开端，在1808/09学年，逻辑学首次作为“纯粹科学”或“纯粹概念的科学”出现，它不再像四年前在《体系草稿II》中那样，作为导论同时也是体系的第一部分走在形而上学之前。现在，在经历了《精神现象学》的过程之后，本体论中所谓的存在的规定被认识为与逻辑学的思维活动的规定是同一的。由此，在最早的纽伦堡草稿中就已经迈出了向思辨逻辑学发展史的决定性一步。并且它的实施也更强烈地指向《逻辑科学》，而不是退回到耶拿时期的进路 (GW 10.61 f.)。

因此，黑格尔在最后一份耶拿草稿和第一份纽伦堡草稿之间详细制定了逻辑学出版形态的基本轮廓。由于1805/06年主要致力于《精神现象学》，因此必须假定，逻辑学的新构想特别是落在1807/08年的班贝格岁月，上面讨论的两个残篇也是从那里流传下来的（见第二部分5.2节）。由于这些文本被规定用于学校教学，细节的详细制定当然落后于出版时的状态 (1812–1816)——但也同样落后于耶拿逻辑学和班贝格残篇。然而，并不能总是肯定地说，个别概念上的差异是后来的澄清，还是说在哲学预备训练框架内讲授的早期草稿应该被描述为一个在科学形式上已经得到进一步制定的构想的纯粹“教学修改”。

这部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本体论逻辑学”（参见 GW 11.32），黑格尔称之为“存在的纯粹概念体系”(§ 8)。它在这里已经以“存在”（带有概念三联体：存在、无、转变）和“本质”两章开始，但黑格尔在这里仍然将关系范畴即实体、原因、相互作用放在“存在”和“本质”之后的第三个独立章节中，标题为“现实性”。这种存在逻辑学与《逻辑科学》中的存在逻辑学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对应于“质”和“（纯）量”的第三者还不是“度”，而是“无限性”。差距更大的是在“本质”一章中，黑格尔在其中探讨了“本质的概念”、“命题”（即同一性、差别性和对立性的三个命题，仿照耶拿形而上学，GW 7.128–138）和“根据”，以及在提到的“III.）现实性”一章的独立性中 (GW 10.62–69)。

他将第二部分即“主观逻辑学”特征化为“一般之物的纯粹概念体系”(§ 9)。然而，它仅包含一门概念学说、判断学说和推论学说。唯有当黑格尔从推论学说过渡到目的的概念时，后来“客观性”一章的萌芽才在这里暗示出来 (GW 10.69–75)。根据这第一个纽伦堡构想，“理念学说”（细分为“生命的理念”、“认识活动”和“绝对理念或知识”）构成了一个相对于客观和主观逻辑学独立的第三部分 (GW 10.75–79)。

(3) 关于黑格尔在逻辑学上的工作的证明，也出现在同年以手稿和听课笔记形式流传下来的“精神学说作为哲学导论”（1808/09年逻辑学中年级）中 (GW 10.29–60 或 116–136)。在其中，黑格尔——在达到理性概念之后——在第30节过渡到对理性法则，也就是对逻辑学的探讨。然而，尽管他也将这门逻辑学分为客观逻辑学、主观逻辑学和“理念的逻辑学”（第31节——在手稿中后来插入的理念学说已经包含在听课笔记中），但这门“心理学逻辑学”不同于他在同一学年高年级讲授的“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在这里，他根据“知性”、“判断力”和“理性”来构建客观逻辑学的结构：“作为被确定的东西”，逻辑的规定“属于知性，在关系中被设定属于判断力，就其辩证的方面而言属于理性”(§ 32)。“知性”部分的意蕴对应于“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的知性部分；在“判断力”部分，黑格尔将“存在的一般关系”作为“本体论判断”来探讨，也就是作为同一的判断（同一性、矛盾）以及综合的判断（差别、对立、根据；§ 48）。最后，黑格尔以康德的纯粹理性二律背反为例展示了“理性的辩证法”，他又将康德的四种形式与他的逻辑学联系起来：他将康德的第一种冲突形式称为“存在范畴的辩证法”，将第二种称为“本质范畴的辩证法”，将第三种（不再编号）称为“无条件关系的辩证法”（因为实体和原因性的范畴恰好属于这里）(§§ 54–83)。黑格尔在这里不再提及康德的第四种形式，而是——类似于“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中从“现实性”一章的关系范畴的过渡——过渡到主观逻辑学，不过其详细制定在一段详尽的判断学说之后中断了 (GW 10.29–60)。

(4) 与1808/09学年的这两种变体相比，“主观逻辑学 (1809/10年高年级)”显示出明显更高级的详细制定程度。它的流传既通过黑格尔对——仅到判断学说为止的——出自“精神学说导论 (1808/09)”的主观逻辑学的修订，也通过1809/10年的一份听课笔记（同样带有黑格尔后来学年的修订）。与1808/09年的课程相比，改变既涉及判断学说和推论学说，也涉及在概念学说之后对“概念的实现”的探讨。黑格尔将其置于“B 目的论推论”的标题之下 (§ 66)，借此他试图将出自“全面教学纲要 (1808/09)”的目的概念更紧密地与推论学说联系起来 (GW 10.263–291)。

在1811/12、1812/13和1814/15年间对他自己的听课笔记 (1809/10) 进行修订时，他将这一部分重塑为一个独立于“概念学说”的“II 客观性”一章。这门主观逻辑学最初的第三部分，“III. 过程”，通过这次修订成为新一章“客观性”在“机械性”之后并紧随其后的“目的”的第二个细分部分。“理念学说”在听课笔记 (1809/10) 中已经作为“主观逻辑学”框架内的第三部分出现，这与它在上一年度1808/09年的独立地位相反。因此，主观逻辑学构想的架构在1809/10年就已经大致设计好了，尽管黑格尔直到1816年才在《逻辑科学》的语境中将其出版 (GW 10.291–309)。

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一草稿的理念学说进行了后来的修订。听课笔记1809/10在一次前瞻中将其细分为“生命或美的理念”、“认识和善的理念”以及“科学或真理本身的理念”(§ 82)——也就是说，它是仿照传统的真、善、美的理念三联体，但在次序上进行了修改。在他后来的、无法准确定年的修订中，黑格尔将“或美的”这几个词加了括号，但保留在随后的标题行中，也没有从随后的文本中删去“美”这个词，尽管随后的文本无论如何谈论“生命”都远多于谈论“美”。这显示出在理念学说的范围和结构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动摇。然而，紧随其后的认识的理念以及善和真的理念已经预先采取了《逻辑科学》相应部分的结构，即便还没有预先采取其意蕴，尽管黑格尔在展望“知识的理念”时，在这里并没有——像在“全面教学纲要1808/09”第98节中那样——谈到“绝对理念”，而是仿照《精神现象学》谈到了“绝对知识”：“绝对知识是自身以自身为对象、并且有自身的内容，从而成为其自身的实在性的概念”(§ 109)。

(5) 黑格尔对“精神学说作为哲学导论 (1808/09年中年级)”的听课笔记的密集修订也涉及“主观逻辑学”。然而，其中只有“概念学说”被详细制定，而且这也只到判断学说为止，因此这没有提供关于总体构想继续写下去的任何提示 (GW 10.127–136)。相比之下，在通过一份残篇手稿和一份听课笔记留存的“逻辑学 (1810/11年中年级)”中，则显现出这样一种变化。它首先表明，存在逻辑学现在已经找到了它在1812年出版时的轮廓形式；它不再像1808/09年那样以“无限性”结束，而是以“度”结束，即作为“由事情的自然、由质所规定的”（（纯）量）的一个特定的量(Quantum)的概念(§ 30)。然而，“（纯）量”和“度”各章的内部细分，黑格尔为了出版而将其大大地进一步展开了 (GW 10.157 f. 或 221–227)。

紧接在存在逻辑学之后的本质逻辑学，在“本质的规定”和“显象”（“物”、“显象”、“关系”）之后，现在在第三部分包含了“现实性”，而在“全面教学纲要 (1808/09)”中，它是作为“客观逻辑学”的第三部分紧随本质逻辑学之后的。然而，在“现实性”的标题下，黑格尔——像以前一样——只探讨了关系范畴。后来出版的本质逻辑学的第一章“绝对者”在这里仍然缺失，模态范畴被包含在对“实体”的探讨中。现在构成本质逻辑学结尾的是一篇非常详尽的“关于二律背反的附录”，它再次强调了康德关于“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学说对于形成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康德主要引起了对二律背反的注意，但是并没有穷尽理性的背反论，因为他仅仅提出了它的几种形式。”(§ 79; GW 10.158–181 或 227–246) 1810/11年这份草稿的主观逻辑学在范围上与1809/10年高年级逻辑学中的相同。致力于“概念”并带有判断学说和推论学说的第一部分，无论如何都构成了一个很大程度上不变的要素。这里的第二部分标题为“目的，或目的论概念”，并且完全以“合目的性”主题为导向。就此而言，它比前面提到的将这一主题进一步发展为“客观性”一章的后来修订更接近“主观逻辑学 (1809/10年高年级)”。类似地，1810/11年逻辑学的理念学说也将美的理念归入生命的理念，而提到的那次修订已经开始将美的理念从逻辑学中剔除。由此可以推断，那次修订构成了一个相对于1810/11年逻辑学更晚的、但由于缺乏有年代标记的比较材料而无法准确定年的发展阶段 (GW 10.181–195 或 246–262)。

6.1.3 自然哲学

(1) 黑格尔在纽伦堡并没有在一门单独的课程中讲授“自然科学”，而只是与“精神科学”一起在“特殊科学的体系”或“应用科学”的语境中讲授——这既符合《规范》，也出于他自己的评估：自然考察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他们将其更多地视为“一种与人类和精神的行动和形态相比的理论上的无所事事”。此外，自然考察更难：“因为精神在把握自然时，必须将概念的反面转变为概念”，最后，自然哲学“以认识自然显象——即经验物理学——为前提”(GW 10.827)。

与逻辑学不同，逻辑学在纽伦堡文本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决定性的形成阶段，而黑格尔在自然哲学方面则回溯到他大量的耶拿详细制定。它们的三分结构在所有纽伦堡文本 (1808/09, 1809/10, 1810/11) 中也是固定的——然而与耶拿自然哲学的最后状态相比有一个双重修改：在《自然与精神哲学》(1805/06) 中，黑格尔将第一部分称为“力学”，而在纽伦堡以及后来的《哲学全书》(1817) 中将其称为“数学”。这一部分的首要对象始终是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以及对它们维度的讨论。但是由于在纽伦堡这种改变了的组织方式，黑格尔从“空间和时间”的主题过渡到算术和几何学以及微分和积分计算，而他在耶拿时则在“力学”标题下，在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之后探讨它们在“运动”中的“实在性”以及质料的概念。

黑格尔现在——并且同样在《哲学全书》(1817) 中——将这个从新形成的“数学”部分中排除出去的主题，置于以前的标题“力学”之下，放在第二部分的开头，他又——偏离耶拿自然哲学——将这第二部分称为“无机物理学”，在其之后应该在第三部分紧接着是“有机自然科学”(§ 100)。然而，在实施过程中，1808/09年的听课笔记显示出一个不清晰之处：黑格尔将第二部分称为“II.) 一般物理学”，并作为其第一门学科探讨了从第一部分中排除的“力学”(§ 111)。但在这之后又开始了一个带有主标题的部分，即“II.) 无机物理学”(§ 116)，并且这份听课笔记到这里就中断了；在第100节中被预告为自然科学第三门学科的“有机自然科学”没有再被详细展开 (GW 10.80–83)。

(2) 出自1810年的“特殊科学的体系”听课笔记——只到自然哲学结尾为止——遵循了这一构想，但澄清了注意到的不一致之处：它将自然哲学的第二部分，即“无机物理学”，进一步细分为“力学”(§§ 23–37)、“一般无机物理学或处于实在对立中的质料”(§§ 38–45：重力、光、颜色、身体、要素) 以及“特殊无机物理学或个性化的质料”(§§ 46–53：磁性、电、化学性)。紧接着，黑格尔也草拟了在“全面教学纲要 (1808/09)”中仅仅被预告过的部分“有机物理学”(§§ 54–61)。已经在这里，就像后来在海德堡的《哲学全书》中一样，他把“地球星体”作为第一种形态来探讨，因为它是“一个有机体系”，即使它“不是通过持续的自我生成来维持的，而是其形成过程是一个过去的”。在提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地质学和矿物学之后，黑格尔过渡到生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 (GW 10.85–97)。

(3) 这种构想也——以再一次进一步详细展开的形态——保留在为1810/11年高年级开设的“特殊科学的体系”中，该体系以一份黑格尔在随后的几年中进行了大量修订的听课笔记形式存在 (GW 10.311–339)，并且它也对《哲学全书》的初版 (1817) 具有决定性作用。就此而言，纽伦堡自然哲学尽管对其对象的探讨较为简略，但也构成了这门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6.1.4 精神学说

(1) 继逻辑学之后，精神哲学构成了纽伦堡时期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重点，毫无疑问这与出版计划有关：早在1811年10月10日，黑格尔就向尼特哈默预告，他希望在他的逻辑学——他希望在1812年复活节出版——之后，“以后”接着出版他的“心理学”。在这方面的工作在三个层面上进行：(2–4) 在课程“精神学说作为哲学导论 (1808/09)”中在导论问题视角下的探讨；(5–6) 在课程“特殊科学的体系 (1810/11)”及其后来的修订中作为对精神学说的系统性探讨；以及 (7) 在多次举办的课程“法权、义务和宗教学说 (1810/11，在1811/12中被修改)”中作为对精神哲学的一个特定截面的深化。

(2) 尼特哈默的《规范》为文理中学的“高级中年级”规定了精神学说。在这一年级中，“年轻人可以通过他的哲学思考被引回自身，并且可以选择心理学作为思辨的思维活动练习的第二个物质主对象。”（66，参见 R 255）。然而，黑格尔以一种有悖于尼特哈默意图的方式接纳了将心理学作为“高级中年级”教学材料的这一规定。因为按照后者的想法，心理学的探讨应该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卡鲁斯为导向；但是黑格尔在写给尼特哈默的《私人鉴定》(1812) 中声明，在卡鲁斯那里没有什么可供心理学借鉴的东西（见第二部分9.4.1节）。

而且黑格尔违反尼特哈默的规定，不仅仅是因为他粗暴地拒绝将晚期启蒙运动的知性心理学作为他的哲学预备训练的一个对象。他还两次改变了这门——在他抵达纽伦堡之后立即开始的——课程的构想。他最初以标题“精神学说。气神学（Pneumatologie）。关于意识、知识和认识活动的种类”开始，但仅详细展开了三个关于“感性意识”、“知性”、“物与特性”主题的段落 (GW 10.5 f.)。这个最初大概只是短暂考虑过的进路就此中断。在同一页 (206r) 的边缘，黑格尔又加上了两个为第二次构想做准备的草图 (§§ 2,6)：根据精神的对象种类和“根据其活动的不同种类”，将“意识学说和灵魂学说”进行二分，并附有前两个段落，以及意识学说的三分结构：“A. 抽象对象的意识”；“B. 有限精神世界的意识”以及“C. 绝对精神的意识 (γνῶσις σεαυτον) [认识你自己]”(GW 10.6 f.)。

第二种构想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详细制定；它包含了30个段落。尽管最初的构想很简短，但可以看出第二种构想显著偏离了它。黑格尔将刚刚提到的带有附加段落的二分法作为第二种构想的出发点。他现在将提到的这两种探讨“种类”确定为“意识”或“灵魂”的学说(§ 2)。作为意识学说的结构原则，他采用了提到的三分法，即抽象对象的意识，以及有限精神和绝对精神世界的意识(§ 6)。新构想的意识学说因此具有与《精神现象学》相同的范围，黑格尔还通过赋予这第二种构想总体标题“精神学说作为哲学导论”来进一步强调这种接近性。因此他并不打算——正如最初的构想似乎表明的那样——将精神学说作为哲学体系的一门学科训练，而是作为一门接近《精神现象学》的“哲学导论”(GW 10.8–29)。

但是，这第二个既有黑格尔手稿又有被他大幅修订的听课笔记为证的构想，他也只部分地予以实施。在它的第一部分“抽象对象的意识”中，他在达到理性概念之后就中断了，并从它过渡到逻辑学，正如上面（见第二部分6.1.2节）已经作为“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 (1808/09)”的一种变体被简要勾勒过的那样——而且他将这门课程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逻辑学上。因此，在关于其教学科目的报告中，他合乎逻辑地将其置于“逻辑学”的标题之下：“从关于意识及其种类的学说开始；随后推进到范畴，然后推进到与它们相关的二律背反及其辩证法，之后又过渡到真正的逻辑学”——也就是过渡到主观逻辑学 (GW 10.879，编辑报告)。因此，黑格尔在这个第一学年——有悖于《规范》以及他最初的进路——既在高年级也在中年级讲授了逻辑学，此外只有数学。

(3) 在《逻辑科学》出版之前，第一次构想改变就提出了近代被广泛讨论的关于《精神现象学》对于后来体系的功能问题。为第二版准备的两个草图表明，黑格尔在用“精神学说作为哲学导论”取代最初计划的主题“气神学”时，带有这样一种意图：将他的《精神现象学》作为课程的基础——而且是倾向于其全部范围，一直到“绝对精神的意识”。正如他的标年所显示的，1809年1月3日，黑格尔正处于对自我意识的探讨中，这里他的手稿中段落的编号（在第17节处）也中断了。他决定放弃向外扩展直到“绝对精神”的计划，而将“精神学说作为导论”仅仅推展到“理性”一章，因此并非是由于时间紧迫，因为他在此之后非常详细地探讨了最初根本没有预见到的逻辑学；也不是由于缺乏材料，因为他只需要回溯到他的《精神现象学》。促成主题改变的决定性因素大概是他对科学的“科学体系导论”和教学法的“哲学导论”之间的意义差别的洞察：由《精神现象学》通过重构在黑格尔体系中达到顶点的意识史的发展而对该体系立场的辩护，在原则上不同于针对中学生的哲学导论。为此，至多只有《精神现象学》中那些涉及直接可及的、属于个体意识历史的洞察的部分才是合适的，而不是集体意识历史的各种形态。

(4) 因此，黑格尔为了“哲学导论”的目的而回溯到《精神现象学》，以及他在“中年级 (1808/09)”课程中对其进行的缩减，都不允许我们洞察当时的“精神哲学”的形态，甚至也不允许我们洞察一部被缩减的《精神现象学》在其结构中的作用——恰恰是因为改变后的教学主题根本不再是“精神哲学”。但它们也无权让我们假设，黑格尔对《精神现象学》作为“导论”的体系性功能的看法已经如此迅速地发生了转变；毕竟他最初是打算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述的，然后才从“理性”的关键词出发过渡到逻辑学的某种修改形式——并且这种过渡的可能性既没有否定《精神现象学》的构想，也没有否定其体系性功能。为了教学目的而对其进行缩减，黑格尔在1812年给尼特哈默的《私人鉴定》中做出了明确辩护：他将心理学的探讨分为显现的精神和自在自为的存在的精神；“在前者中，我按照我的《精神现象学》来处理意识，但仅仅在其中标明的前三个阶段 […]，在后者中，我处理感觉、直观、表象、想象力等等的阶段次序。”(GW 10.825) 一种改变了的构想——但是由于流传状况的空白而产生的画面改变不大——是由“中年级精神学说 (1809/10)”提供的。根据黑格尔的报告，其主题构成了“关于意识各个阶段的学说，然后是心理学的理论部分，即理智的学说” (GW 10.879，编辑报告)。作为这门课程的底稿，黑格尔使用了他对1808/09年导论课程的听课笔记，这份笔记经过他密集但并非总是首尾一贯的修订。例如，他未加修改地保留了“精神学说作为哲学导论”的标题。相反，他始终一贯地用对意识阶段的缩减取代了早先对以《精神现象学》为导向的意识学说范围的展望——直到“绝对精神的意识” (§ 6)：“a) 一般的意识，或外在的意识；b) 自我意识；c) 理性。”在关于知性的部分，在第17节，他的部分修订过渡为一份新的、取代前一份文本修订的连贯草稿——然而这仅到探讨理性概念为止（除了黑格尔在这里与主题无关地为1809/10年高年级逻辑学课程对这本小册子的“主观逻辑学”所做的修订之外）(GW 10.99–115)。随着对理性概念的探讨，卡尔·罗森克兰茨对1809/10年中年级课程的流传也随之结束 (W XVIII.79–90)。黑格尔在关于其教学科目的报告中提到的“心理学的理论部分，即理智的学说”，既没有通过黑格尔的手稿也没有通过听课笔记流传下来。

(5) 因此，只有“特殊科学的体系 (1810/11)”才能让人洞察精神学说详细制定的状态。这份文本不是以手稿形式，而是再次以听课笔记形式流传下来的。在自然哲学之后，黑格尔探讨了“精神的学说”，作为“特殊科学”的第二部分。与早期以及后期 (1811/12) 的“精神学说”相比，其主题圈子显著扩大——达到了《哲学全书》中精神哲学的范围：它探讨“1.) 其概念中的精神，即一般的心理学。2) 精神的实现，即国家学和历史。3) 精神在艺术、宗教和科学中的完成” (§ 67)。否则被处理的“精神学说”在这里成了一个扩大概念的第一部分。作为交换，其二分为“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做法被撤回了；黑格尔仅仅简短地提到“《精神现象学》”作为对意识或显现的精神的考察 (§ 65)，而没有专门探讨它 (GW 10.33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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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草稿呈现出一副双面孔（Janusantlitz）：在将体系性精神学说的第一部分缩减为关于“处于其概念中的精神”的学说时，黑格尔是以耶拿《体系草稿 III》（1805/06，GW 8.185–222）为导向的。相比之下，在上述包含广泛内容的精神哲学的三分法中（在一个中间修订步骤中甚至变成了四分法），首次显现出其后来结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一种早期形态，而在《体系草稿 III》中，尽管“艺术、宗教和科学”在内容上具有独立性，但由于它们在形式上被归属于阶层学说——在“宪法”这一标题下——这种结构当时还无法辨认出来（GW 8.[VI]）。

对精神学说这一第一部分进行方向把握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其结构缺乏一致性：在“I. 处于其概念中的精神”（第68节及以下）这一标题之后，紧跟着第二个标题：“II. 实践精神”（第125节），随后是另外两个部分：“第二篇。实在精神”和“第三篇。处于其纯粹呈现中的精神”（分别为第150节和第160节）。与此相反，第一篇本来应该被命名为“处于其概念中的精神”，其第一个子部分为“I. 理论精神”。这种不准确性大概要归咎于黑格尔本人；我们可以假设，黑格尔在1810/11学年的课程中也打算将关于“处于其概念中的精神”的学说划分为理论精神和实践精神——正如他后来在对该课程进行修订时，在为尼特哈默撰写的《私人鉴定》（GW 10.826）中，以及早先在《体系草稿 III》（GW 8.185–222）的精神哲学中所做的那样。

关于理论精神的学说的基本结构由“感觉”、“表象”和“思维活动”这一三元组构成。对于“感觉”（等同于“感受”），只有三个小节（第69–71节）；相比之下，黑格尔极其详细地（第72–105节）论述了“表象”，尽管在对各个“能力”（黑格尔其实避免使用这个词）的归属和细分上，这种论述并不总是令人信服，且存在交叉重叠。例如，他将“表象”的第一种形式“a. 回忆”再次细分为“直观”、“表象”和“回忆”；将第二种形式“b.) 想象力”细分为“表象的普遍再现”、“能动的想象力”和“生产性的想象力”——而在“能动的想象力”之下，他也探讨了后来属于人类学范畴的现象：“梦中睡眠”、“梦游症”、“癫狂”以及“狂热的预感、幻象”。黑格尔将“表象”的第三种形式“c.) 记忆”划分为“一般符号”、“语言”和“再现性记忆”。理论精神的最后一种形式——“思维活动”（第106–124节）——的划分则更为清晰，它分为“知性”、“判断”（在判断力的意义上）和“理性”——其中后者又被细分为“否定的或辩证的”、“推理的”和“推论的理性”，而这最后一个又被细分为“形式理性”（在推论的过程中）、“目的论理性”（只要理性考察并设定目的的理性）以及最终的“理性理念”：“概念，只要其外在性或其实在性完全由其规定，并且仅存在于其概念中”（第124节）。就像在逻辑学中一样，这里的论述以及接下来的论述与耶拿时期的精神学说相比，看起来也不那么具有论证性和推论性，而是更像图解式的列举——这大概符合黑格尔的意图，即主要向学生传授关于这一领域的概览性认识，而不是精炼地阐明各个概念（GW 10.342–353）。

与“理论精神”的构想相比，“实践精神”的构想在结构上远不那么清晰。正如在耶拿时期一样，黑格尔在这里也以意志概念作为开端，并紧随其后论述了活动性和行动的概念，以及实践感觉、冲动和欲望的概念。由于其理据是：“精神按照其纯粹概念的关系，部分成为道德关系，部分成为法权关系”，因此他也把对法权（所有权、契约、惩罚）和道德（人对自身的关系、家庭关系、道德关系）的论述纳入了其精神学说的第一篇中（GW 10.353–359）。

因此，对于第二篇“实在精神”（第150–159节），就只剩下了国家，它是“同样多地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又建立在自由意志缔结的联结之上的，并且同样多地建立在法权之上，又建立在道德之上”。尽管提到了这两个构成要素——自然和意志——黑格尔在这里也强调了普遍者（即自身统一的个体性民族精神）相对于单个公民之个体性的首要地位。然而，这种首要地位并没有扬弃二者的关系：“公民对国家及其政府的本质情意既不是对其命令的盲目服从，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对国家措施中的安排给予其个别同意，而是对国家的信任以及富有见地的服从。”（第150–152节）“伦常、法则和宪法构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有组织的内在生命”（第156节）。按阶层划分主要“基于教育和教化财富的不一致，就像这些部分地又基于出身的不一致一样”（第154节）；宪法主要调节“个体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以及它们参与合作的份额”（第155节）。在关于权力分立的学说中，黑格尔将三个“抽象环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与“实在权能”（司法和警察、财政、行政、军事和政治权能）区分开来，“在后者的每一种权能中实际上都出现了那前三个抽象环节”（第153节）。在这个草稿中，黑格尔首次——在关于国家的论述之后——标示出了历史哲学的体系位置：历史学“以外在的方式”考察一个民族精神在其宪法、法则和命运中的发展，而“哲学历史学”则把握一个民族精神的原则，并且“主要在世界历史中考察普遍的世界精神，看它如何从其童年意识的开端起，使其自身向着其自我意识的高度”穿过各个分离显现的民族，走过它的教化史（第157节及以下；GW 10.359–362）。

第三篇“处于其纯粹呈现中的精神”仅包含六个（或编号为五个）小节（第160–[167]节），其中前四个专门论述艺术，另外两个分别论述宗教和“科学”。这一篇在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黑格尔在这里首次将艺术、宗教和科学的领域与“处于其概念中的精神”和“实在精神”对立起来，并让他的体系在这一领域中达到顶峰。然而在内容上——仅仅由于其篇幅简短——这一篇落后于耶拿《体系草稿 III》（1805/06）的精神哲学。

在关于艺术的章节中，黑格尔借鉴了古今之争，区分了古代（造型-客观的）艺术和现代（浪漫-主观的）艺术这两种主要形态。他将不同的艺术门类分别归属于外在直观（绘画、雕塑）或内在直观（音乐、诗歌）；演说术和建筑术被认为是“不纯粹的美丽艺术，因为它们的基础还包含着不同于对美的呈现的另一个目的。”——宗教之所以能够符合其居中的地位，是因为它“不仅仅为直观和表象提供绝对精神的呈现，而且也为思想和认识提供绝对精神的呈现。”因此，它也触及了其他形态所特有的两种认识方式，以便借此使个体“提升”到绝对精神，“产生个体与绝对精神的一致并向个体确证这种一致。”——最后的“科学”则是“对绝对精神的概念把握式认识”；由于它将绝对精神把握为概念形式，“知识中的一切异己存在都被扬弃了，这种知识实现了与其自身完全的一致，这就是以自身为内容并把握其自身的概念”（GW 10.363–365）。

(6) 在这个扩展到精神整体的方法之后，黑格尔将“精神学说（1811/12）”重新限制在以1809/10学年已经计划好的形式出现的“心理学”上：它的第一部分，“意识学说”（第6–48节），再次在意识学说或“精神现象学”（Meinel听课笔记，第4节）中探讨指向某个存在着的对象、显现着的精神，而且现在已经采用了对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的标准简短论述形式。黑格尔将“真正的精神学说”作为第二部分与此相对立（第49–94节），在其中，精神“通过其自我活动性产生其”对客体的“独立性”（第5节）。因此，这个版本一方面证实了与《精神现象学》相比，在精神学说语境中“现象学”的缩减版本；另一方面，它也证明了黑格尔在“精神学说（1810/11）”中对这种“现象学”的忽略应被视为一种缩减，这种缩减并非出于体系上的意图，而仅仅是由于在讲授整个精神时时间紧迫所致。

“精神学说（1811/12）”的流传情况同时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黑格尔的教学安排：Meinel的手稿以双重形式包含了这94个小节：首先是作为听课笔记（GW 10.523–543），与之分开的是黑格尔自由解释的笔记（GW 10.545–606）。以同样的方式，Meinel也流传下了“哲学全面教学纲要（1812/13）”，关于该课程的自由解释Abegg也做了笔记（GW 10.641–715 及 717–792）。

(7) 黑格尔不仅对自然哲学，而且也对“特殊科学体系（1810/11）”的精神哲学在后来的某个无法确切标定日期的时刻进行了修订。他在此过程中将编号数字“II”（用于作为“特殊科学”第二部分的精神学说）替换成了“III”（GW 10.339），这表明这是一个全面教学纲要课程，它用整体的三分法取代了在纽伦堡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分为“逻辑学”和“特殊科学”（后者又被再次二分）的二分法。这可能已经发生在1811/12学年高年级的“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中，黑格尔在其中在“复习逻辑学”之后，“按体系次序讲授了特殊科学的基本概念”，但这同样也可能发生在后来1812/13、1813/14或1815/16学年的某个同样是每周三小时的全面教学纲要课程中，而1814/15学年的课程显然只包含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GW 10.881–883，编辑报告）。同样表明这是全面教学纲要课程复习的证据在于，黑格尔对这份听课笔记的修订可以证明有三个阶段，即使并不总是能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此外，黑格尔的干预主要涉及体系建筑术的变化而大多未触及细节这一事实也表明，这是在一个试图给出哲学整体概览的讲座语境中进行的。

第一和第二修订阶段将1810/11学年未论述的“现象学”置于“处于其概念中的精神”之前，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精神学说。直到在第三个可能被确定为纽伦堡岁月末期的修订阶段，黑格尔才得出了自《全面教学纲要》（1817）起常用的将精神学说第一部分重构为“人类学”、“现象学”和“心理学”的新结构（GW 10.339–341）。然而，在这里，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被贯彻到底，因为“心理学”继续被算作第二（而不是第三）分支学科；现有的修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三个提到的分支学科现在首先构成了“主观精神哲学”的下级划分，黑格尔也没有为精神哲学的整体重构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此外，关于新的学科“人类学”，他只说了这些：它考察“纯粹处于其自然定在中的、以及与有机身体处于直接结合中的精神，以及精神由此产生的对该身体的状态和境况、占星学、恒星和地球的影响、疾病、气候差别的依赖性”（GW 10.340）。目前的流传情况并不能让人看出黑格尔在他的纽伦堡课程中至少把这些关键词展开成了“人类学”的基本轮廓，但《逻辑科学》（GW 12.197 及以下）中已经更为详尽的草图证实，黑格尔现在——1816年——已经找到了精神学说这第一部分后来有效的形式，即使他在信中提及“包含人类学的心理学”（致冯·劳默（v. Raumer），1816年8月2日）似乎更像是掩盖了这个已经找到的草图。

第二组修订笔记对于客观精神哲学的构想具有类似的意义。虽然听课笔记（1810/11）在精神学说的第一篇中论述了法权和道德，而在第二篇（“实在精神”）中只论述了国家（GW 10.359 及以下），但黑格尔现在在标题“1.) 法权”的边注中勾勒了后来法哲学的结构：“a) 法权科学 […] b.) 道德 […] c) 国家科学”（GW 10.355 及以下）——不过在这里他也没有在听课笔记中进行由此导致的结构调整。第三组笔记涉及艺术哲学，但不是作为构想的改变，而是作为对之前（第163节）只是笼统提到的诗歌概念的具体化，将其划分为其“主要门类”：史诗、抒情诗、戏剧，以及将文学形式归入这些门类。黑格尔可能在“哲学全面教学纲要”（1814/15）中进行了这些补充，因为在关于他的教学科目的报告中他指出，他在该课程中“在精神学说的美学部分”“停留了更长时间”（GW 10.883，编辑报告）——从而补偿了此前在为尼特哈默撰写的《私人鉴定》中就已经抱怨过的在“科学循环”中缺失美学的缺憾（见第 II.6.1.1 章）。

6.1.5 法权、义务和宗教的学说

(1) 正如黑格尔所确定的那样，在确定低年级的教学科目时，《标准》（Normativ）包含了一个模糊之处：在详细描述中，它规定了“逻辑学”，以便“锻炼年轻人的敏锐洞察力”，而在表格中，它却谈到了“关于宗教、法权和义务的知识”。在1809/10学年低年级的第一次授课中，黑格尔虽然从“逻辑学”开始（GW 10.879），但他在这里也过渡到了“法权、义务和宗教的学说”；他更倾向于讲授这个而不是“逻辑学”，因为这个“教学科目适合作为哲学导论的开端”。它的内容“对于这个年级的年龄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并且“得到了学生自然感觉的支持，它在学生的内心中具有现实性；因为它本身就是内在现实性的一面”。（GW 10.824）然而黑格尔改变了主题的次序：与《标准》要求的“关于宗教、法权和义务的知识”相反，他根据自己的体系构想讲授了“法权、义务和宗教的学说”（GW 10.369–420），即在1809/10学年紧随逻辑学之后，但从1810/11学年起作为一门独立的四小时课程讲授；在最后一个学年，即1815/16学年，他甚至只限于讲授法权学说（GW 10.884）。

尽管这门“法权、义务和宗教的学说”经常被讲授，但它仅通过罗森克兰茨的版本流传下来；关于他的来源和编辑方法，人们一无所知。可以假设，罗森克兰茨面前有来自多个学年的学生笔记，或许还有黑格尔的手稿，他将这些融合成了——几乎——统一的论证过程，然而这使得人们不再能够追踪这门学科的发展。罗森克兰茨只传达了他的猜测，即黑格尔本人肯定在后来甚至“为了给学生做笔记”而对这里传达的非常精确的解释进行了修订。（W XVIII.VI）不仅是这门课程的设置——它的实施也是为了适应学校教学的要求而量身定制的，这一点虽然并非贯穿始终，但在很多地方依然显而易见。就从这个版本所能看到的而言，黑格尔在这门课程前面加了一个一般的“导论”（第1–12节），他在其中将意志“确切地说是根据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关系”规定为实践这一领域的普遍基础。“法权的、伦理的和宗教的概念”是“在精神自身中具有其根据的对象”，因此属于理智世界（第2节），并且通过行动获得了“一个外在的定在”（第4节）。作为该领域的其他概念，黑格尔引入了“冲动”和作为“更高欲求能力”的“真正的意志”之间的区别，此外还引入了“事实（Tat）”和“行动（Handlung）”之间的区别，后者只包括“决心中的事实或意识中存在的事实，因此是意志承认为属于它自己的事实。”在意志的自由、对行动规定的认识以及决定从事这些行动中，存在着“过错（Schuld）”的可能性。黑格尔将意志规定为法权、义务和宗教学说的真正基本概念，而且不是能够将各种外在内容吸收进自身的形式上自由的意志，而是真正且绝对自由的意志，它并不指向某个特殊内容，而只指向自身，将其作为自由和普遍的意志。有了这个自由意志的概念——其自由恰恰在于它欲求其自身——《法哲学原理》的出发点就已经达到了（GW 10.369–371）。

(2) 在这篇导论之后，罗森克兰茨附上了更为详细的“对导论的解释”。它们单独的小节编号（第1–25节）让人猜测罗森克兰茨在这里插入了来自另一个学年的材料。因为如果“导论”和“解释”之间的区别只是听写的文本和自由陈述的文本笔记之间的区别，那么小节的编号应该是一致的。——黑格尔以回溯意识的概念和理论精神的规定来开始这些“解释”，例如追溯“表象”、“想象力”和“思维活动”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过渡到真正的主题，即“实践能力”。在这里他详细探讨了“反思”作为“相对的”、比较的反思和作为“绝对的”反思（即纯粹的自我关联）对于实践领域所起的作用：在其中，人离开了“低级欲求能力的领域”并提升到自我的纯粹自我关联中，这种关联只以自身为内容。从这种“实践的绝对反思”出发，黑格尔在第14节过渡到“意志的自由”并将其规定为“一般的自由”；“所有其他自由”——例如“出版自由”、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只是它的种类。”紧随其后，黑格尔在第22节探讨了法权的特征——例如其独立于意图、信念和情意，随后在第23节探讨了法权与道德的区别，他将这种区别特别放在了情意对道德的本质意义上；然而，尽管行动的价值因此并不在于它的后果，但这些后果仍然必须被纳入道德考察。在这里已经显现出，黑格尔并没有仅仅通过单一的标准来区分法权和道德，而是进行了“多视角的考察”。作为另一个视角，他指出人对于法权而言是“作为一个绝对自由的存在”的对象，对于道德而言则是根据其特殊性“作为家庭成员、作为朋友、作为这样一种性格等”；道德不仅要求尊重他人的自由，还要求关注他的福祉、他的“幸福（Glückseligkeit）”，将其作为一个持续幸福（Glück）的状态，不过这依赖于“幸运（Glück）”——这里指偶然性——因此并不是唯有上帝才具有的“极乐”。并且，黑格尔还在另一个方面区分了道德领域和宗教领域：虽然道德意志具有“完美的目标”，但它——非常不康德地——“也受到感性和个别性动机的驱使”，并且也没有能力实现他人福祉的手段；相比之下，宗教（第25节）“将神圣的本质、意志的完美”既视为“情意的完美”，又视为“实现神圣目的之权能的完美”（GW 10.372–389）。

(3) 三个篇章中的第一篇，“法权学说”，包含了“法权”和“国家社会”两章。黑格尔将“法权”思考为普遍意志（即指向作为自由之自身的意志）的现实性，这其中蕴含着这样的要求：“每一个个体都必须被他者作为自由的存在来尊重和对待”（第3节），即作为人。他从这个关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得出结论——在这里与康德一致——在法权上，“凡是不限制他人的自由或不扬弃其任何行为的一切”，都是法权允许的（第7节）。相反，“限制他人的自由或不承认其为自由意志的”行动则是“违法权的”，并且（唯有）为了扬弃这种违法权的强制，法权的强制才是被允许的（第6节）。这种预设的自由禁止将人作为物件（Sache）对待——例如作为奴隶；允许这一点的实定法则是“与理性或绝对法权相对立的”（第5节）——黑格尔在这里明显避免使用了“自然法”这个概念。

接下来，他探讨了传统的自然法或理性法的主题：通过原始占有无主物或通过对其塑形来获得所有权；纯粹占有与法权的、被他者承认的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构成“我最本己的人格或包含在我的本质中，如意志的自由、伦理、宗教等”的不可转让的善（第13节），以及转让的形式，即契约及其各种不同形式。紧接着，黑格尔从各种违法权形式中引出了民法概念（着眼于对我特殊权利的否定）和“刑法”概念（着眼于对一般法权的否定，这不仅必须被宣告无效，而且必须通过“报复”，即通过惩罚，以实定的方式予以扬弃）（第20节及以下）（GW 10.389–399）。

第二章论述了“国家社会”作为法权概念现实性的领域。在这里，它仍然被划分为作为“其成员通过爱、信任和自然服从（虔敬）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社会”的“家庭”，以及作为“在法权关系下的由人们组成的社会”的“国家”（第23节）。法权是国家的“直接目的”，而不是“道德、宗教、富足和财富”，尽管它们也很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黑格尔将作为法权共同体的国家与作为通过“语言、伦常、习惯和教化”构建起来的联系的“民族”区分开来（第24节），也将作为法权体系的国家与作为暴力和不法状态的“自然状态”区分开来，人必须从这种自然状态过渡到“理性意志占据统治地位”的状态（第25节）。黑格尔将内部国家法规定为在“普遍国家权能”中联合起来的特殊权能的关系：立法权（表达普遍的、自在自为存在的意志）、政府权能（细分为行政和财政）、独立的司法和警察权能，以及军事权能或“发动战争和缔结和平”的权能（第28节）。在“解释”中，黑格尔回顾了古代关于国家形式及其蜕变的学说，但并没有断言国家形式的循环。民主制只能“在简单、未被败坏的伦常和国家范围较小的情况下”“发生并维持”；贵族制给予某些家庭特权；因此，黑格尔倾向于君主制——而且是出于在今天看来出人意料的原因：因为在君主制中，“公民自由比在其他宪法中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外部国家法”通过特殊契约来调节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国际法。但是由于国家“彼此之间更多地处于自然状态而非法律关系中”，因此这种关系会被打破并被战争所取代（第31节）（GW 10.399–403）。

(4) 第二篇，“义务学说或道德”，以关于道德概念的大段论述开始，其中还再次探讨了它与法权概念的关系。黑格尔将“责任（Schuldigkeit）”和外在服从的概念归给法权，而将“义务”和“情意”的概念归给道德。在这里，他一方面承接了康德的实践哲学：道德“本质上涉及情意，并要求行动出于对义务的敬重而发生”，而法权行为“如果它是以对法权的敬重为动机的话”，那么它也是道德的。但是，他只是将“情意”理解为“道德行动的主观方面”，内容方面必须加入其中。因此，在这里道德领域显得比法权领域在内容上更丰富，在其中人也不仅被视为其自由不容侵犯的抽象的人，而且被视为具有特殊性和个别现实性的人，必须向其施予积极的善（第32–39节）（GW 10.403–408）。

然而，这部分的真正主体是讨论（I）“对自己的义务”，（II）“家庭义务”，（III）“国家义务”，最后是（IV）“对他人的义务”。这种呼唤将对社会关系类型学（作为个体的、家庭成员的、国家公民的和与他人相关的人）的定位与传统自然法的义务目录交织在一起，但是在那里总被列出的“对上帝的义务”却没有被提及。黑格尔从人作为肉体个体和精神-理性存在者的双重特征中推导出“对自己的义务”（第41–48节）——即自我保存的义务和提升至其普遍本性的义务。他将“家庭义务”（第49–52节）视为对他人义务的首要义务。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家庭成员“本质上只构成一个实体，只有一个人”，并且只有“当道德纽带解体时”，他们才互相对立成为（复数的）人。在这里以及后来，黑格尔把婚姻理解为“既非纯粹自然、动物性的结合，亦非纯粹的民事契约”，但他并不将其理解为一种伦理制度，而是理解为“在相互的爱与信任中情意的道德结合”。这种更广义的道德概念也体现在关于“国家义务”的论述中（第53–58节）：国家超越了单纯的法权领域，并“作为一个真正更高的道德共同体，促成了在伦常、教化以及普遍的思维与行动方式上的一致”。黑格尔将“国家义务”（服从政府、对君主和宪法的依附以及国家荣誉感）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基于国家保护功能的利益“算计”上，而是建立在“对国家绝对性的意识”上，即国家优先于个别意志和契约理论建构。黑格尔用了大量篇幅论述“对他人的义务”（第59–70节）；他在这里提到了“正直”、“诚实”、“普遍的爱人类的义务”，但这种义务更确切地延伸到“那些与我们处于熟人和朋友关系的人”，此外还有“明智”和“礼貌”（GW 10.408–418）。

(5) 第三篇，即非常简短的“宗教学说”（第71–80节），由“道德法则”的概念引出：它是“我们不得不无法抗拒地敬重的永恒理性法则”。“但我们也同样直接认识到我们的个体性与该法则的不相称，将它认识为比我们更高的、独立于我们的、自主的、绝对的本质”，这种本质在我们的意识中启示自身。这种“关于绝对者的知识本身是一种绝对和直接的知识，它不能以某种有限物作为其实定的根据，或者通过并非其本身的东西作为证明而被中介”；但它必须从感觉和信仰推进到对“上帝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超越理性”，因为理性本身恰恰是“上帝的反映”。然后黑格尔引入了宗教的概念，将其作为绝对本质通过感觉、思想和表象的“呈现（Vergegenwärtigung）”，并将其进一步规定为绝对精神，作为“将自身作为对象、但在其中只直观自身的纯粹本质”——黑格尔还为其补充了上帝传统的谓词：神圣、权能、智慧、善良和正义。人能够通过他的自由将自身与作为普遍者的上帝分离开来，并试图“绝对地自为存在”，在这一点上人的本性可被视为是恶的。但人的本性同样是“本质与自身的一致”，在这方面它“自在地具有神圣的本性”，而这种“认识，即人的本性对于神圣的本性并非真正是异己的，向人确证了神的恩典，并让人抓住这恩典，从而实现了上帝与世界的和解，或者说世界对上帝异化之消除。”（GW 10.419 及以下）

6.1.6 宗教学说

(1) 无论如何，黑格尔不仅在“法权、义务和宗教的学说”的框架内讲授“宗教学说”，而且从1811/12学年到1815/16学年，在一门独立的一小时课程中，为高年级和中年级共同讲授。黑格尔对这一改变表示欢迎，因为他似乎“年复一年地越来越觉得，在文科中学里，哲学教学已经有点太多了；现在因为宗教少了一节课，多少起了点作用。”（致尼特哈默，11年10月10日）然而在此之前，他出于其他原因强烈反对教授宗教课。在1807年11月，他还在给尼特哈默的信中写道：“同时教授神学——并且是按照那种要把神学进一步传给民众的漏斗的方式——还要写逻辑学，你很清楚，这无异于同时做粉刷匠和扫烟囱的人，一边喝维也纳药水一边喝勃艮第葡萄酒；[…] 我很乐意在一所大学讲授神学，并且如果在进行了几年持续的哲学讲座之后我很可能会这么做，——但是 α）开明的宗教学说，但是 β）为学校，但是 γ）在班贝格，但是 δ）预见到这里基督教新教教会会对我的主张提出要求；——这种接触，一想到它，我的所有神经都会震颤，仿佛基督教会是一个充满电的伽伐尼电池，ε, ζ, η 等等。——主啊！让这杯苦酒过去吧！”

(2) 黑格尔的祈祷虽然没有被听见，但他还是承担起了起初让他感到恐惧的任务，并以一种与他其他教学原则相一致的方式完成了它。1811/12学年和1812/13学年的课程保留在黑格尔的一份手稿中，以及Meinel（1811–1813）和Abegg（1812–1813）关于听写内容和黑格尔自由解释的听课笔记中。黑格尔的手稿首先以收集材料开始，在材料结尾他最终得出了初步的结构草图和表述，这些内容随后也进入了听写底稿中。在1811/12学年，黑格尔首先听写了关于“上帝的概念”的11个小节。他以一种令人惊讶、近乎挑衅的方式，从“上帝是 1) 一切存在中的存在”这一规定开始——也就是用雅各布（Jacob）总结斯宾诺莎上帝概念内涵的公式：“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一切现实之物中纯粹的现实性原则，是一切定在中的存在”（JWA 1.39）。黑格尔借助他的逻辑学将“纯存在”解释为“在自身中是单纯物，即对自身的否定关联；规定自身的反思”，并且他最终还作为第三条规定补充道：“上帝是主体”，“自在自为的且是精神”。手稿和听课笔记的第二部分是由“论宗教”的论述构成的。在这里，黑格尔勾勒了一部三个阶段的宗教史——从“崇拜作为无形本质的上帝”到“艺术宗教”，再到“精神的宗教”（第12–18节）（GW 10.197–209）。

紧接着在这一标题之下的是1812/13年的课程。然而，黑格尔在这里并没有——像人们在上一年的第18节之后所期望的那样——探讨基督教；他的手稿甚至主要涉及希腊古典时期，而在听写稿中——这里比手稿稍微自由一些——他给出了“精神宗教”的现象学：他论述了“教诲”的必然性，有限精神与纯粹理性的区别，以及最后把历史理解为“天意的作品或神圣行动的呈现”。即使是黑格尔的自由解释，如“注释”中所再现的，也通过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规定扩展了这种对“精神宗教”的呈现，但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种单一的宗教（GW 10.210–218）。

(3) 1811/12和1812/13学年的听写稿以及对后者的注释，一方面没有显示出同时在黑格尔与尼特哈默的通信中表现出来的、可以用后来“文化新教”（Jaeschke 2003）一词来称呼的那种宗教观的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它们也没有证实黑格尔关于他1811/12学年教学科目的报告，即上帝存在的证明及其在康德那里的批判本应发挥更大的作用。黑格尔只在手稿中那些起引导作用的、还不太有结构的段落里谈到了它们——至于在课程中是否也谈到了，就不得而知了。同样在1813/14和1814/15年的报告中，黑格尔将上帝存在的证明作为中心主题强调，但关于这一点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黑格尔在报告中赋予“上帝存在的证明”这一主题的关键地位，在为尼特哈默撰写的《私人鉴定》中也被提到了：康德对自然神学的批判“特别是在为期三年或四年的课程中是不无益处的”。“给出关于这些著名的上帝存在证明的知识；——让人熟悉著名的康德对这些证明的批判；——并且反过来再次批判这种批判；——这些在部分上是具有意蕴的”（GW 10.826）。当时这个主题对黑格尔来说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计划写一篇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文章：在《逻辑科学》中，他在1816年指出“将有另一个机会，更仔细地阐明由于逻辑形式主义而被带入本体论证明以及其他所谓上帝存在证明中的多重误解，以及康德对它们的批判，并通过恢复其真实含义，使作为其基础的思想回到其应有的价值和尊严中去。”（GW 12.129）

6.1.7 哲学全面教学纲要

(1) 刚才提到的个别学科的发展，在作为整体的体系建筑术的发展中，即在“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中得到了总结。此外，《标准》要求有一门专门的课程：“最后，在文科中学的高年级中，之前被单独探讨的思辨思维对象，将被归纳在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中。”（66，参见 R 255）黑格尔显然是从《标准》中接受了这个标题，将其用于呈现作为整体的体系。1803年夏季学期的德语预告虽然已经写着“哲学的全面教学纲要，克尔斯滕副教授（Hr. Adjunct Kirsten）讲授，以及根据其手册由黑格尔博士讲授”——但是，正如从黑格尔后来对预告的修改可以看出，这些翻译并不出自黑格尔之手；他自己预告的是“Philosophiae universae delineationem（普遍哲学的大纲）”（Kimmerle 1967, 54）。

根据《标准》的要求，黑格尔在所有学年的高年级都讲授“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不过，尽管这一讲座构成了他教学活动的核心，但他恰恰对“全面教学纲要”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感。他在为尼特哈默所作的《私人鉴定》中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不能包含别的东西，而只能包含哲学的普遍内容，即其特殊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它只给出一种概览，这部分上是合乎目的的，但部分上也是多余的，“因为在全面教学纲要中要简短考察的科学事实上已经它们本身更为详细地——并且大部分上已经讲过了（GW 10.826）。只有一门学科黑格尔是仅仅在“全面教学纲要”的语境中讲授的，那就是自然哲学——但他无论如何也认为它不太适合学校教学。

处于理应讲授“全面教学纲要”但又不想仅仅将别处已详细讲过的内容压缩成匆匆一瞥的概览这种令人不快的境地，黑格尔通过在各自的讲座中强调不同重点来解救自己。例如，他在1808/09学年的高年级中，以“哲学预备科学”为题几乎只讲授了逻辑学，随后是自然哲学的开端。在1809/10学年的高年级中，他也在1810年复活节之前详细讲授了主观逻辑学，并且只是在剩下的几个月中才以“特殊科学体系”为题讲授了自然哲学。在1810/11学年的高年级中，他跳过了逻辑学（这从关于他课程的说明中看不出来）；他以自然哲学再次开启了“特殊科学体系”，并从自然哲学过渡到“精神学说”，这样他首次在这里，即在第三次尝试中，把跨度拉到了体系的末尾，哪怕是放弃了“逻辑学”。从1811/12学年起，黑格尔从四小时的全面教学纲要课程中抽出一小时用于“宗教学说”，并且现在——正如人们从其教学活动的概览中可以看出的那样——在全面教学纲要课程中大概再次压缩性地“按体系次序”讲授了“特殊科学的基本概念”，但继续强调个别学科的不同重点。例如，他在1811/12年特别重视逻辑学，在1812/13年特别重视自然哲学，而在1814/15年则完全跳过了逻辑学，以支持精神哲学，特别是美学，他无论如何都认为教学计划中缺少美学是一个“现实的缺陷”（见第 II.6.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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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 1808/09 学年开始，留存有一份由黑格尔为下一年修订过的、内容涵盖到自然哲学的无名氏听课笔记（GW 10.61–83）；同样也有来自 1809/10 学年的听课笔记，但这仅涉及“特殊科学体系”（GW 10.85–97）。1810/11 学年的课程，同样有通过随后四年间修订过的听课笔记作为印证（GW 10.311–365）；而 1812/13 学年的课程，则由迈内尔的听课笔记，以及阿贝格和迈内尔两人关于黑格尔注释的两份笔记作为印证（GW 10.641–792）。因此，“哲学全书”的发展脉络有着充分的文献证明，尽管这仅限于纽伦堡时期的前半段。尽管如此，保存下来的各种资料整体上——不仅仅是关于“哲学全书”的资料——已经表明，相较于耶拿时期的体系草案，黑格尔在纽伦堡的课程，在更高层次上构成了《哲学全书纲要》的发展史。在纽伦堡的课程中，该体系形成了黑格尔后来在 1816 年秋季（即他转赴海德堡不久后），将其作为讲座纲要出版时所呈现的形式。所谓黑格尔在撰写《哲学全书》(1817) 时“速度异常之快”的假象 (Fulda 2003, 126)，完全是因为在 GW 10 出版之前，相关的版本资料不充分所致。

这种发展的一个表面特征在于体系建构的统一化：尽管始终存在三重结构，但在纽伦堡时期，体系最初主要呈现出二分法结构：分为“逻辑学”和“特殊科学体系”。并且这两者内部也都是二分法结构的。即便黑格尔在纽伦堡时期初期就已经考虑将逻辑学分为客观逻辑、主观逻辑和理念论三部分，但是“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二分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也是在《逻辑学》中所实现的形式——尽管黑格尔在此书的“一般分类”中已注明，对于“主观与客观的区分 […] 不必过分看重”，逻辑学应更“明确地”划分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 (GW 11.32)。在 1817 年的《哲学全书》中，逻辑学的二分法不再具有体系结构上的意义。同样明显的是，“特殊科学体系”被二分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精神哲学的第一个部分又细分为“理论精神”（包括“现象学”和“心理学”）和“实践精神”（包括“法”和“道德性”），而第二个部分细分为“家庭”和“国家社会”——只有第三个部分划分为艺术、宗教和科学这三位一体的结构。从纽伦堡时期中期开始，黑格尔对体系进行了持续的三重化结构重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给尼特哈默的《私人鉴定报告》中，以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门主要科学”的分类，取代了“思辨哲学”与“实在哲学”的二分法（GW 10.826）；同样也体现在他提升了逻辑学划分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的三重结构地位，以及将“人类学”引入精神哲学从而形成人类学、现象学和心理学的三重结构，或者将“自由精神”作为理论精神与实践精神的第三者；只有客观精神哲学此时尚未找到其最终的形式。

首次印刷： WIXVIII. – 文本： GW 10. – 资料来源： 弗里德里希·伊曼纽尔·尼特哈默：《泛爱主义与人文主义：关于学校改革的文献》。由 W. 希勒布雷希特修订。魏恩海姆 等地 1968。其中第 46–67 页包含：《王国公共教学机构设立的一般准则》；部分重印于 R 254–258；《根据哈佛大学手稿整理的黑格尔哲学全书与预备课程草稿》（附手稿样本）。由雅各布·勒文贝格编辑。载于：《黑格尔档案》第1卷第1期。莱比锡 1912, 15–58。 – 参考文献： 格哈特·施密特：《黑格尔在纽伦堡：关于哲学预备课程问题的研究》。图宾根 1960；《黑格尔为文理中学低年级编写的预备逻辑学》。由弗里德黑尔姆·尼科林编辑和评论。HS 3 (1965), 9–38；基默勒：《关于黑格尔耶拿时期讲师活动的文献（1801–1807）》。HS 4 (1967)；海因茨-约阿希姆·海东：《黑格尔的教养理论》。载于：海东 / 格诺特·科内夫克：《社会史与教育哲学研究。II. 19世纪德国诸方面》。慕尼黑 1973, 85–131；伊娃·齐舍：《柏林黑格尔遗稿中未知的耶拿和纽伦堡时期手稿》。载于：ZphF 29 (1975), 430–444；弗里德黑尔姆·施耐德：《黑格尔的预备课程与康德的伦理学》。载于：哈特曼（编）：《本体论的选择》(1976), 31–115；弗里德黑尔姆·尼科林：《教育学—预备课程—哲学全书》。载于：奥托·珀格勒（编）：《黑格尔：其哲学导论》。弗赖堡 / 慕尼黑 1977, 91–105；《关于黑格尔遗稿历史的疑问和来源》。I. 迪特·亨利希：《寻找遗失的黑格尔》。II. 威利·费迪南德·贝克尔：《黑格尔之子伊曼纽尔通信中黑格尔遗留的著作》。载于：ZphF 35 (1981), 585–591 及 592–614；罗兰·W. 亨克：《黑格尔哲学教学的教学法原则：以“为低年级编写的法权、义务和宗教论”为例的证明》。波恩大学博士论文 1986；神津邦夫：《关于黑格尔纽伦堡时期自我意识章节草稿的年代学》。HS 21 (1986), 27–64；神津邦夫：《哲学的需求：黑格尔关于“需求”、“冲动”、“追求”和“欲望”概念复合体发展的概览》。波恩 1988 (HSB 30)；乌多·拉迈尔：《黑格尔纽伦堡预备课程中精神论的系统结构》。HS 23 (1988), 19–49；乌多·拉迈尔：《黑格尔纽伦堡预备课程中的精神现象学》。载于：洛塔尔·埃莱（编）：《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中关于主观精神的理论》。斯图加特-巴特康斯塔特 1990, 84–130；乌多·拉迈尔：《意识结构与理性：黑格尔1811/12年的精神论预备课程》。载于：弗朗茨·海斯珀 / 布尔克哈德·图施林（编）：《精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斯图加特-巴特康斯塔特 1991, 155–187；乌多·拉迈尔：《向理念论的目的论过渡以及黑格尔预备逻辑学中“客观性”章节的产生》。HS 28 (1993), 165–191；《关于黑格尔纽伦堡现象学的文本》。由乌多·拉迈尔编辑并解释。HS 29 (1994), 9–61；《黑格尔在纽伦堡的“哲学全书”》。附有1812/13年的听课笔记，由乌多·拉迈尔编辑并解释。HS 30 (1995), 9–38；乌多·拉迈尔：《黑格尔纽伦堡精神论预备课程中“全书式”现象学的产生》。载于：科勒 / 珀格勒（编）：《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柏林 1998, 261–287；神津邦夫：《意识与科学：关于黑格尔纽伦堡时期体系构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等地 1999；乌多·拉迈尔：《理念论在黑格尔预备逻辑学中的结构和系统地位》。载于：乌尔里希·弗格尔 / 布尔克哈德·图施林（编）：《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体系》。斯图加特-巴特康斯塔特 2003；富尔达：《黑格尔》(2003)；雅什克：《黑格尔的新教概念》。载于：理查德·法贝尔 / 盖西妮·帕尔默（编）：《新教——意识形态、宗派还是文化？》 维尔茨堡 2003, 77–91；神津邦夫：《黑格尔体系中的意识、理念与实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7；克劳斯·格罗奇：GW 10 编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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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逻辑学

6.2.1 逻辑学体系——逻辑科学

(1) 黑格尔早在1802年就宣布要出版一本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或者更详细的拉丁文版本：“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或反思与理性的体系”）的书，但当时未能兑现这一承诺。自1803年起，他甚至承诺（同样未能实现）出版其整个体系的简明手册（见第II.4.6.4章）。在1807年6月为《精神现象学》写的自我预告中，他设想他的“作为思辨哲学的逻辑学体系”不久将与哲学的另外两个部分，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汇编为一卷出版（GW 9.447）。然而，他现在依然未能兑现这一预告。相反，在一年后（08年5月20日致尼特哈默的信中）继续从事逻辑学工作时，他得出这样的评估：他“在耶拿几乎还没有为逻辑学奠定基础”。因此，直到《逻辑科学》的第一卷，即“客观逻辑”出版，又过去了四年。而且，这一卷（尽管不是出于内容原因，而是出于篇幅和可能的时间原因）再次被细分：它的第一编，即存在论逻辑，于1812年4月或5月初出版；它的第二编，即本质论逻辑，尽管出版日期标注为1813年，但实际上已于1812年12月出版。然而，直到第二卷，即主观逻辑出版，又过去了四年。毫无疑问，这些延误也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部分是因为黑格尔繁重的公职工作（见第I.6.1章），部分是因为他私人生活中令人愉快的变化。正如他在12年2月5日致尼特哈默的信中所写：“在结婚的第一个学期写一本长达30印张、内容最深奥的书，绝非易事。——但生不逢时（injuria temporum）！我不是一个学者；为了达到合适的形式，我本还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我需要钱来生活。”

(2) 与其逻辑学构想的变化相对应，他现在不再像在耶拿时那样以“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为名预告这部著作，而是称为“体系”——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预告中以及在1812年复活节书市的目录中（GW 12.322–325）已是如此。该著作出版时却取名为《逻辑科学》，这大概不能被理解为是对该著作科学诉求的纲领性强调，毕竟在“科学的体系”（GW 9.1）这一标题中已经足够明确地提出了这种诉求。这可能是一种回应，因为在1811年秋天已经出版了一部《逻辑学体系》，而这令黑格尔感到恼火——该书出自其对手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之手。在这可以说是他书信中最长、最尖锐的论战中，黑格尔将这部《体系》及其附带的“说明”称为“完全是浅薄、没有精神、空洞、琐碎的，是最邋遢的解释性、最不连贯的讲坛废话，只有平庸之辈在饭后消食的时间里才能说得出来。”（11年10月10日致尼特哈默；参见GW 11.23; 12.311 f.）

(3) 在《逻辑科学》中，逻辑学——在经历了十年的工作之后——作为体系现在的第一门学科训练，找到了其有效的（尽管不是最终的）形态。在修改后的版本中，它进入了《全面教学纲要》的三个版本，从而也进入了黑格尔在海德堡和柏林关于“逻辑科学”的讲演录（见第II.9.2.2章）。自1827年以来，当《逻辑科学》第一版的存量已经很少时，黑格尔开始计划出新版，他认为为此有必要进行“许多部分的重塑”，这“需要较长的时间”（27年10月29日致Schrag出版社）。1831年1月，他完成了重新修订；他于31年11月7日，即他去世前一周，签署了这篇“关于存在的学说”的序言。他也计划修订《逻辑学》的其余部分，并向排版房承诺在第一部分印刷后“几周内”交付——但没有关于此的证据留存下来（GW 21.400–403）。

初版： 第1卷，第1编（存在论逻辑）：纽伦堡 11812，斯图加特和图宾根 21832；第1卷，第2编（本质论逻辑）：纽伦堡 1813；第2卷（概念论逻辑）：纽伦堡 1816。——文本： GW 11–12；GW 21（存在论逻辑第2版）。——文献来源： 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逻辑学体系。供教师和自学使用的手册》。海德堡 1811。

6.2.2 作为逻辑学的形而上学

(1) 对《逻辑科学》纲领的一般特征描述可以基于黑格尔主要在其引言部分（包括《全面教学纲要》中的“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中关于这一体系部分状态的阐述。因为在这些阐述中表达的自我理解既符合他逻辑学发展史的趋势，也符合其1812-1816年出版的构想——尽管黑格尔在上述逻辑学的开头部分几乎没有展望其第二卷，即“主观逻辑”。这可能与黑格尔在撰写引言部分时“主观逻辑”尚未完成有关。但即使在第二版后来对这些部分的修订中，“主观逻辑”在《逻辑学》纲领的发展中也没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一种具有重大诠释学后果的评估反驳了这种自我呈现与执行相一致的假设，即黑格尔“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精湛技艺做着他同时又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因此解释者的任务是代表“事情”来反对黑格尔对它的纯粹“意见”，并帮助这位饱受“对自己行为无意识”折磨的《逻辑学》作者“对他实际上所做的事情获得适当的意识”（Theunissen 1978, 88 f. u. ö.）。

另一个问题是，黑格尔是否可能因为他那个时代还没有一种合适的科学语言可供使用，所以未能始终以所需的精确度来表述他《逻辑学》的纲领。他的《逻辑学》应被理解为一种“元逻辑”，作为“反思的思维活动以及最终是整个哲学的一般方法论”（Stekeler-Weithofer 1992, XVI,9），作为“每一种[…]意义或含义分析的方法论”，并由此作为“思辨的科学”（同上 21）。这种解释方向将黑格尔的《逻辑学》置于当代哲学中一股有影响力的思潮的视野中；它用其工具来阐释前者，用当代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它，并将其理解为在许多方面具有前瞻性的贡献，今天不仅值得讨论，而且甚至适于作为纠正当代哲学中缩减论的矫正物。

尽管这种尝试无疑是合理的，但以下概述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黑格尔非常清楚他所构想的“科学”的问题设定的恰当概念——即使不是其所有问题史的前提预设或其执行的每一个思维步骤——并且重要的是展开这种自我理解。

(2) 上面（见第II.5.2章）引用的黑格尔关于他“在耶拿几乎还没有为逻辑学奠定基础”的评估，是基于这门科学在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可以推测发生在他最后的耶拿体系草稿和班贝格工作阶段，在纽伦堡的预备训练中可以认出，并在《逻辑科学》中得到了详细阐述和论证。它现在将“逻辑学”与耶拿《体系草稿 II》中“形而上学”的残余部分，即“作为原则体系的认识活动”联结在一起，后者在内容上无论如何都应归入“逻辑学”而不是“形而上学”。

逻辑学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吸收，不能仅仅在黑格尔的发展史背景下进行探讨。传统上区分的这两门学科训练的独立性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亚里士多德主义中哲学分化为各门学科训练的开端。在其《工具论》中——除其他外——后来的具有“思维法则的科学”意义的逻辑学也找到了其系统位置，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原则的科学”则与它区分开来。然而，这两门学科训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相互接触了：特别是作为一种语义分析而在《工具论》的《范畴篇》中建立起来的范畴，在他的哲学的其他语境中同时获得了本体论意义；它们既被视为谓词形式，也被视为存在形式。

黑格尔结合这两门学科训练的较近的史前史——根据他的自我理解——始于康德，因此他也几乎完全在回顾康德时表述他的《逻辑学》纲领，尽管黑格尔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他的哲学史讲演中——也详细地引用了费希特和谢林作为他自己方法的先驱。黑格尔非常尖锐地表达了他所诊断出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结构中的这种转变：批判哲学已经将形而上学变成了逻辑学（GW 11.22）。两门学科训练的这种认同最终并非康德的本意，但他的方法不仅被黑格尔这样理解，而且例如也被雅可比（JWA 2.136）和费希特这样理解——这并非没有根据。

康德将“先验逻辑”理解为一门规定先天认识的“起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科学（B 76–82）。由此，“先验逻辑”在回答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上获得了关键地位。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借此并非仅仅处于比传统更紧密的关系中，而是仍然作为独立的学科训练；相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合法性和尊严完全建立在先验逻辑的基础之上。此外，康德并没有将先验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的所有原则的体系”来阐述（B 25–27），因此也没有澄清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以及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如何区别于“先验逻辑”。这被他的继任者视为一个迹象，表明他希望“先验逻辑”被理解为早期形而上学的合法后继学科训练。此外，黑格尔还可以引用康德的明确声明来支持他的解释——例如康德的表述，即人们可以在“形而上学”中“以类似的方式尝试”哥白尼式转向，以及随后与先验逻辑的两个部分相同的一分为二的“形而上学”（B XVII–XIX）。

此外，用先验逻辑的第一部分，即“先验分析论”取代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仅仅构成了康德对形而上学批判的一个（而且更温和的）方面。“先验逻辑”决定形而上学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在其否定的部分，作为“先验辩证论”，完成了对前批判的特殊形而上学——理性的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的摧毁。然而，这些学科训练的传统问题领域并没有被整合到新的“逻辑学”中——即使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赋予了理性心理学和神学的主题——上帝和灵魂的不朽——一种新的、从哲学史角度看却是短暂的功能。

(3) 黑格尔方法的基准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逻辑批判的这一问题史境况预先勾勒的。黑格尔也采纳了这一否定的结果：摧毁学院哲学的特殊形而上学。尽管他在《逻辑学》开头抱怨形而上学的丧失，但理性的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不再构成他新的（等同于形而上学的）逻辑学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一般形而上学，即本体论的问题领域，并没有被康德的“先验辩证论”全盘否定，而是根据先验哲学方法的条件进行了重新表述，在黑格尔那里也获得了一个改变了的系统地位：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规定（不能像特殊形而上学的主题那样同样地被驱逐出哲学的原则学说之外）被认识和处理为思维规定。本体论只有作为逻辑学才是可能的。

因此，黑格尔看到自己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关系的问题史中的位置，是建立在他眼中由康德发起这两者原则性统一的基础上的。他将自己构想的一门（包含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逻辑科学》理解为对康德纲领的重新采纳——当然，这也是一种革新，必须消除该纲领中的一系列不一致和错误评估。他赋予它的任务是解决思维规定的系统化（即完整且方法规范的）确立问题，而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虽然通过批评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经验式收集以及从判断表推导范畴表（B 107）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范围和方法论上都失败了。

黑格尔将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客观逻辑”，构想为传统本体论以及康德“先验分析论”（它已经预见到了形而上学向逻辑学的转变）的后继学科训练，因此他多次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或本体论的逻辑学”（参见12年2月5日致尼特哈默信等）。关于这些联系，黑格尔在为尼特哈默撰写的《私人鉴定》中（即在他的《逻辑学》第一卷出版的那一年）作了精辟的表述。然而，这个对于解释《逻辑学》至关重要的陈述却很少被引用：“无论如何，在我对逻辑的观点看来，形而上学的东西完全归入其中。对此，我可以引用康德作为先驱和权威。他的批判将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还原为对知性和理性的考察。因此，可以按照康德的意义来理解逻辑，即除了所谓的普通逻辑的通常内容之外，将他称为先验逻辑的东西与之结合并放在前面；即在内容上是关于范畴、反思概念，然后是理性概念的学说。——分析论和辩证论。——这些客观思维形式是一个独立的内容，是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关于范畴的部分，——或者是以前的本体论。此外，它们独立于形而上学体系；——它们在先验观念论中就像在独断论中一样出现；后者称它们为实体的规定，前者称它们为知性的规定。——我希望我的客观逻辑将有助于再次净化这门科学，并展现其真正的尊严。在它被更多人了解之前，康德的那些区分已经包含了其中必需或粗略的部分。”（GW 10.825 f.）

(4) 康德的“先验逻辑”不仅在原则性纲领的这一方面对黑格尔的构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细节上也是如此：康德范畴表的结构甚至预先勾勒了黑格尔“客观逻辑”的内部结构。其第一编（存在论）的核心内容是——虽然是颠倒的顺序，正如黑格尔自己批评指出的那样（GW 11.41）——康德的（纯）量和质的范畴组——不仅是这些标题，而且是它们下面的范畴，例如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在基本结构中，自“逻辑学（中级班 1810/11）”以来，“度”的范畴作为第三个加入了它们——除了黑格尔从传统本体论（例如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第7节）中提取并插入新语境的一系列规定（例如“存在”和“无”）之外。同样，康德的关系范畴和模态范畴构成了“客观逻辑”第二编在预备训练的逻辑草稿中就已经存在且稳定（即使后来被多次扩展）的范畴基础。

(5) 因此，虽然传统本体论和康德的“先验逻辑”规定了黑格尔“客观逻辑”的主题领域，也预构了其内部结构，但“一般逻辑”——概念、判断和推理学说，而且不特别以其康德式的形式——构成了“主观逻辑”在草稿更替中坚持不变的核心，即使它——作为理性概念的确立——在最早的预备训练中就已经不仅仅是“一般逻辑”了。因此，以前独立的两门学科训练“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被重塑为作为“思辨逻辑”的《逻辑科学》——这是由“先验逻辑”引起的系统转变的结果：因为如果早期本体论的存在规定被批判哲学认识为思维规定，那么区分早期形而上学（作为存在规定的学说）与逻辑学（作为思维法则的学说）的鸿沟也就被克服了。两门学科训练因此拥有相同的主题：单一的理性或思维活动——并根据康德也强调的思维活动的两种不同功能进行区分，一方面是形成知性和理性概念，另一方面是判断和推理的操作形式。

这种只有在《逻辑学》工作的班贝格新起点之后才获得的洞见，导致黑格尔逆转了以前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在耶拿的草稿中，逻辑学对形而上学具有预备功能（见第II.4.6.1章）；现在，逻辑学将形而上学转化后的残余部分纳入自身，从而使其完全成为“纯粹理性的体系”（GW 11.21）。这种原则性的转变让黑格尔——在对其前期工作非常恰当的评估中——说出他在耶拿“几乎还没有为逻辑学奠定基础”（见第II.5.2章）。

6.2.3 作为形而上学的逻辑学

(1) 尽管康德的“先验逻辑”及其范畴和反思概念对于主题概念和“客观逻辑”的结构（以及随后对于《逻辑学》的整体构想）起着主导作用，黑格尔仍然赋予这些思维规定以批判康德的系统意义。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在用先验逻辑取代本体论时走得太远了：他确实将形而上学变成了逻辑学，但“出于对客体的恐惧，赋予逻辑规定以本质上主观的意义”（GW 11.22）。黑格尔同样将这个错误归咎于“后来的观念论”——即费希特和早期的谢林：它确实消除了康德的物自体这个幽灵，但从而加强了主观化的趋势，并达到了一种更加彻底的、一致的观念论——而不是像黑格尔认为必要的那样，不仅用康德的“先验演绎”来确保思维规定的客观有效性，而且还要确保它们作为存在规定的意义，并将思维活动理解为“客观思维”（GW 11.19）。

从对思维规定的主观理解到认识它们为“客观思维”的规定的这一步，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他的《精神现象学》才得以完成。他称其为纯粹科学概念的“演绎”，甚至补充说科学概念“不能接受任何其他证明”（GW 11.20）——而这些赋予《精神现象学》杰出意义的早期论述，黑格尔在其后期的修订中（GW 21.32 f.）也原封不动地重复了。通过《精神现象学》完成“从意识的对立中解脱出来”（GW 11.21），它克服了主观意识内容与客观世界之间假定的固定对立。尽管在此期间实质上将《精神现象学》的一部分纳入了“精神学说”（见第II.6.1.4章），黑格尔在这里重申了《精神现象学》作为系统“导论”的功能——当然不是在教学引论的意义上，而是在其概念和意识史的“证明”上，“真理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并具有自我的形态，自在的存在是概念，而概念是自在的存在。” “从意识的对立中解脱出来”将思维规定提升到超越主观的、“胆怯的、未完成的立场”，并导致“客观思维”的概念，导致“思想，只要它同样是事物本身”，并且：“这种客观思维即是纯粹科学的内容。”（GW 11.20 f.）

(2) 尽管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上与康德的先验逻辑有亲和性，但其系统意图——并与此相一致，其整个构想——已经彻底改变：它的任务不是为了展示在被认识为思维规定、作为主观性之产物的逻辑规定这一前提预设下，如何构成客观性并使经验成为可能。它唯一关注的是认识这些规定本身：“只要它们自在自为地，没有这种限制和考虑[对其假定的主观起源]，即是逻辑的东西，纯粹理性的东西。”（GW 11.22）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真相”，甚至就是真理和现实性本身——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逻辑学”同时也就是“形而上学”。

文献： 富尔达：导论的问题 (1965)；Dusing：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观性问题 (1976)；亨利希（编）：《逻辑科学》与反思的逻辑学。尚蒂伊黑格尔会议 1971。HSB 18 (1978)；米夏埃尔·托伊尼森：存在与映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功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8；对此参考 富尔达 / 霍斯特曼 / 托伊尼森（编）：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展示。一场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讨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0；克劳斯·哈特曼：本体论选项。见：哈特曼（编）：本体论选项，1–30；斯特凡·马耶查克：绝对者的逻辑。黑格尔哲学中的思辨与时间性。柏林 1992；赫尔曼·施密茨：黑格尔的逻辑学。波恩 1992；皮尔明·斯特克勒-魏特霍费尔：黑格尔的分析哲学。《逻辑科学》作为意义的批判理论。帕德博恩 等 1992；克劳斯·哈特曼：黑格尔的逻辑学。柏林 / 纽约 1999；伊里斯·哈尼施马赫：黑格尔逻辑学的形而上学意蕴。斯图加特-巴特康斯塔特 2001；富尔达：黑格尔 (2003)，93–126；霍夫曼：黑格尔 2004，278–383；米夏埃尔·施皮克：思考真实的生活。论黑格尔《逻辑科学》中的存在、生命和真理。汉堡 2009 (HSB 51)；Hegel. Scienza della logica. 见: Teoria. Rivista di filosofia […]. Pisa 2013；黑格尔——《逻辑科学》200年。安东·弗里德里希·科赫、弗里德里克·席克、克劳斯·菲韦格和克劳迪娅·维尔辛 编。汉堡 2014。

6.2.4 方法

我荒废了许多时间，
因为一个完满的矛盾
对聪明人和傻瓜来说一样神秘。
我的朋友，这门艺术既古老又新颖。
这是各个时代的行事方式，
通过三和一，以及一和三
传播谬误以代替真理。
人们就这样不受干扰地喋喋不休地教导；
谁愿意和傻瓜打交道？
通常人们认为，只要听到文字，
就一定能在其中思考些什么。
浮士德。女巫的厨房。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这里包含了一个真正的黑格尔式的要点——然而它是建立在对哲学史的进一步追溯之上的。在解释其辩证法概念的联系中，黑格尔不仅赋予康德一种“无限的”功绩和费希特一种“深刻的”功绩。他还赋予了另一位思想家相当的地位：“规定性是被设定为肯定性的否定，这是斯宾诺莎的命题：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这个命题具有无限的重要性”（GW 21.101）。由此，黑格尔也赋予了斯宾诺莎在1674年6月2日致雅里格·耶勒斯的信中的论述——在上下文中似乎是顺便提及的——对于他自己的方法以原则性的意义。而且，他根本没有在其原始表述中采纳这个命题，而是采纳了雅可比在其书信《论斯宾诺莎的学说》（JWA 1.22,100）中给出的精炼表述：“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规定即是否定）”。并且，为了进一步强调雅可比已经感觉到的这一命题的根本意义，自他的《雅可比书评》（见第II.7.1.1章）以来——也在这里引用的《逻辑学》第二版中——他还在它前面加了一个“omnis（一切）”。

概念的规定性仅仅在于否定，即与其自身他者的否定关系。为了思考一个概念，人们在思想上不能停留在它那里，停留在它与自身的纯粹同一性上，而是必然要过渡到它的否定物。借此，与其自身他者的否定关系成为一个概念内在的东西，因而它成为第一个概念本身的一个构成环节。作为概念之否定的东西，必须被思考进这个概念本身中；因此，一个概念既将自身又将其否定物包含在自身之中，包含了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但这正是将矛盾置入这个概念之中，在它与自身的关系中同时也是与它的他者的关系——并且通过它，思维活动——或者强调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从一个概念过渡到下一个，直到其规定性在概念关系的总体性中完成。

(6) 规定性通过否定关系趋向于与其自身他者的总体性而产生，这一思想还可以通过对哲学史的进一步追溯来阐明：追溯康德关于一个概念的彻底可规定性和一个事物的彻底规定的思想：“每一个概念，就其中没有包含的东西而言，都是不确定的，并且处于可规定性原则之下；即，每一对矛盾对立的谓词中，只有一个能归属于它”（B 599）。为了彻底规定一个事物，需要将这个事物与所有可能谓词的总括进行比较。但康德也没有使这一见解对产生规定性的方法变得富有成效——因为不知道要以何种次序进行“比较”。康德只是强调，在两个矛盾对立的谓词中，分别只有一个能够在概念中被思考。这同样使得每次被排斥的谓词成为形成一个概念的一个规定环节——但是，从这一见解中无法获得关于建立思维规定的受规则约束的程序概念。

(7) 黑格尔的独创性在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从规定性和否定的联系的洞见中，可以获得一种科学地产生逻辑规定的方法——不仅建立一种摇摆不定的系统、成对的否定关系，例如从存在到无再从无回到存在的运动，或从有限到无限再回到有限的运动，而是更进一步地确立一种持续向最高原则迈进的“概念的自我运动”。否定关系——或“矛盾”——不再是某种静态的东西，它也不是怀疑论所认为的、处于否定关系中相互之间相互扬弃和消灭的东西。构成思维规定的本性，即它们的“内在否定性”的，是将与其自身他者的否定关系作为自身概念的构成环节，以便“在一个系统的整体中，每一个新概念都通过前一个概念的辩证法而产生”（GW 10.831）——并最终产生一个完整且有序的思维规定体系，一个纯粹理性的体系。因为对立面不仅被把握为对立面——那样就不会产生前进的运动——而是同时“在其统一中”。由此，矛盾获得了一个实定的结果：“在这种辩证中[…]因而，在把对立面把握在它的统一中，或把握否定中的肯定中，包含着思辨的东西。”（GW 11.27；参看第81节）。

(8) 这种仅仅遵循“概念的本性”而不在思维的内在进程中混入任何外部反思的纯粹思维规定的展示方法理想，似乎要求产生一个完全不变的思维规定体系。然而，发展史的考察却说明了在逻辑联系中各个思维规定的系统位置的不断更替。尽管如此，这种对事实变化的洞见并不足以使黑格尔的主张无效，即逻辑学在一个纯粹内在的、不从外部引入任何东西的进程中展示思维规定。因此，逻辑学材料多种多样的布局变化，不能被评价为思维规定联系随意性的迹象。它是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最多在《逻辑科学》中，并且也在其中仅仅归于暂时的平静，试图找出并阐明思维规定所处的这种联系。然而，通过对逻辑内容的考察——并从而自在自为地考察思维规定——来认识和构建这种联系，可能比试图通过发生学操作来重构它更有希望。

这种可变性的可能性同时表明，黑格尔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即一个领域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规定“可以被视为上帝的形而上学定义”，而第二个规定则是差异和有限者的定义——并没有获得多少坚实的基础。如果发展史的考察教我们看到同一个规定在这个草稿中出现在这个位置，在下一个草稿中又出现在那个位置，那么对这样一个圆滑回答的解释力，或者至少对其解开文本的力量的怀疑，就几乎无法平息了。但是，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史的变化来反驳这个公式的意义。甚至在温和的表述“可以[…]被视为”中，就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感，并暗示这是针对传统观念的讨好（captatio benevolentiae），而不是逻辑学中的构成性陈述。此外，黑格尔在这个公式之后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定义形式的看法：其主体“只是一个共同的思想，一个对于自身是不确定的基体”——因此“命题的形式，就像那个主体一样，完全是多余的东西”（第85节）。

文献： 维尔纳·贝克尔：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与观念论原则。斯图加特 1969；阿伦德·库伦坎普夫：二律背反与辩证法。论哲学中矛盾的功能。斯图加特 1970；安德里斯·萨勒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柏林 / 纽约 1971；金特·马卢施克：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批判与绝对方法。HSB 13 (1974)；迪特·亨利希：黑格尔的基本操作。对《逻辑科学》的导论。见：乌特·古佐尼 / 伯恩哈德·朗 / 路德维希·西普（编）：观念论及其现在。祝贺维尔纳·马克思65岁寿辰文集。汉堡 1976, 208–230；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编）：讨论班：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8；于尔根·内尔：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导论。奥普拉登 1981；米夏埃尔·沃尔夫：矛盾概念。关于康德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迈森海姆 1981；特里·平卡德：黑格尔的辩证法。可能性的解释。费城 1984；沃尔夫冈·勒德：近代的辩证哲学。慕尼黑 1 1974, 2 1986；Hegel et la dialectique。国际哲学评论 139/140 (1982)；安德烈亚斯·阿恩特：辩证法与反思。关于理性概念的重构。汉堡 1994；迪特·万德施奈德：辩证法理论纲要。对黑格尔《逻辑科学》中辩证范畴发展的重构与修订。斯图加特 1995；安东·弗里德里希·科赫：黑格尔逻辑学中否定的自我关系。ZphF 53 (1999), 1–29；康拉德·乌茨：偶然的必然性。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的思辨辩证法。帕德博恩 等 2001；克里斯蒂安·格奥尔格·马丁：自身规定的本体论。黑格尔《逻辑科学》的操作重构。图宾根 2012；何塞·玛丽亚·桑切斯·德莱昂·塞拉诺：黑格尔逻辑话语中的符号与主体。汉堡 2013。

6.2.5 存在论逻辑

(1) 这种“方法”概念——作为体系内容的内在组织形式——的一个必然推论是，自赖因霍尔德和费希特以来就极其严重的问题，即哲学体系的“开端”和奠基，对黑格尔来说变得更加尖锐。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系统问题的这一哲学史条件：“直到近代才产生了这样一种意识，即在哲学中找到一个开端是一个困难，这个困难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可能性，已经被多方面地讨论过”——特别是被赖因霍尔德和费希特讨论过（GW 21.53；参看 11.34）。因此，黑格尔以详细讨论“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端？”这个问题来开始他的《逻辑学》——他立即回答了这个问题：“哲学的开端要么是一个被中介的东西，要么是一个直接的东西，而且很容易表明，它既不能是前者，也不能是后者”。

这个回答显然并非偶然地让人想起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雅典娜神殿断片》第53条：“有一个体系和没有体系，对精神来说都是同样致命的。因此，它很可能必须决定将两者结合起来。”（KFSA II.173）黑格尔也决定将哲学的开端既作为一个被中介的东西，也作为一个直接的东西。他回顾了独断论和怀疑论、批判主义和坚持“内在启示”的回答——他得出了一个精确的回答：逻辑学从《精神现象学》中预设“作为其最终的、绝对真理，产生出纯粹知识。”（GW 11.33）与《精神现象学》后来失去了导论功能的普遍断言相反，这个回答在《逻辑学》第二版中依然有效：“逻辑学在此范围内以显现精神的科学为其前提，它包含并展示了纯粹知识立场的必然性以及纯粹知识这一立场真理的证明，以及一般的中介。”《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作为纯粹知识的理念”——仍然是《逻辑学》的前提预设，并由此黑格尔分别过渡到纯粹存在的概念（GW 21.54 f.）。

然而，在两个版本中，黑格尔都考虑了一种替代方案：“绝对科学的开端必须本身是绝对的开端，它不能预设任何东西。因此，它决不能被任何东西中介，也不能有任何根据；相反，它本身应该成为整个科学的根据。[…] 因此，开端即是纯粹存在。”（GW 11.33）这个强调纯粹科学的无前提性的替代方案，黑格尔——正如在《全面教学纲要》I 第36节中一样——在《逻辑学》第二版中还在其前面加了一个考虑：“只是，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专断的选择：一个人只要把思维活动本身作为考察对象就行了。”（GW 21.56）——通过这两条道路，两种见解都得到了满足：开端要么是被中介的，要么是直接的，或者确切地说，两者都不是。但这样一个自由的“决断”本身也有一个确定的哲学史和意识史的位置——即它预设了在《精神现象学》中描述的显现知识的过程——这是黑格尔最不会否认的。

(2) “纯粹科学”的要素在《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知识”中达到了；它存在于“主观的与客观的统一”中，或存在于“存在本身自在地是纯粹概念，而只有纯粹概念才是真正的存在的统一”中。这个统一是所有思维规定的媒介，即使它们在展开的过程中又分化为“客观的”和“主观的”，并相应地分化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黑格尔说，“客观逻辑”“在内容上部分符合[…]康德那里的先验逻辑”。然而，即使思维规定的名称一致，它们的系统意义也严格区分：对黑格尔来说，它们不是自我意识、主观自我的产物，而这些产物与事物本来面目相对立；而是，它们是某种在意识的“背后”发生的“原始行动”的产物——一种“从意识的对立中解脱出来的客观化行动”。因此，它们既具有主观意义，又具有客观意义（GW 11.30–32）。

(3) 然而，“客观逻辑”不仅仅是取代了“先验逻辑”，正是因为如此——与“先验逻辑”一样——它也取代了一般形而上学，即本体论，或“Ens”（即实际上是“存在者”）的科学。但在黑格尔看来，存在者已经是一个被中介的规定；因此，《逻辑学》不以它为开端，而是以“存在”为开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存在”不再是一切存在者的总括，不是那个一切个体仅仅通过个体化才能从中产生出来的极其丰盈的东西；但对黑格尔来说，它也不像对康德来说那样——仅仅是一个事物的绝对“设定”，一个通过谓词来思考的对象的设定（B 626 f.），它是最贫乏的思维规定：作为思想必然已经归属于一切被思考之物的那种规定。仅仅由于这种直接性和无规定性，甚至无处不在性，它才适合作为科学的“开端”——顺便提一句，这也是费希特在反对谢林的《我的哲学体系的展示》时的私人笔记（黑格尔不可能知道）中指出的，尽管不是在他的《知识学》（1794年）中：“开端只能是最不确定、最未完成的东西，因为否则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从它出发继续前进，并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对它进行更精确的规定”（PLS 2/1.200）。

自从迪特·亨利希关于“逻辑学的开端与方法”（1963年）的论文（该论文在《逻辑学》解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发表以来，存在论逻辑以存在、无和转变为三联体的开端构成了讨论的一个重点。首先引起争议的是这个存在的概念：在其中，作为第一个思想规定，必须思考“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空虚性”，并且要如此思考它，以便从它那里阐明运动或过渡到下一个思维规定的思想转变——从它到达无的概念，并在进一步的步骤中到达“转变”的可能性。同样引起争议的还有，《逻辑学》这个在方法论上被突出的第一思维步骤与接下来的思维步骤之间的关系。“存在”与“无”之间的“关系”（不恰当地说）被黑格尔描述为同一性：无是“相同的规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乏规定，并因此总体上与纯粹存在是相同的东西。”存在已经过渡到无；在这一方面，黑格尔赋予它们在彼此之间“直接消失”的特殊作用，相对于存在论逻辑规定的其他运动形式，即通过否定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GW 11.43–58；21.68–95）。

(4)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不仅通过让“客观逻辑”取代先验逻辑来联系康德。康德的范畴表同时获得了在《逻辑学》中构造内容的功能——尽管黑格尔一直批评这范畴表的建立在方法论上是未经证明的。前两组，（纯）量和质的范畴，构成了存在论逻辑的概念框架，而关系和模态范畴构成了本质论逻辑的一个重点。在《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中，这一点比在《逻辑科学》中表现得更加清晰。然而，康德只在他的范畴表上引入了这些范畴，并将它们的进一步解释推给了“先验哲学体系”（B 106 f.），而黑格尔试图自己去思考这些概念的规定性，即它们的内部逻辑关系——不仅是（纯）量和质的关系，还有归入这些标题下的单一性、多数性和全体性，或者实在性、否定性和限制，即“界限”的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所有其他范畴的关系。他决不局限于康德的范畴表，但他也没有通过某种思维上的“自然发生”来获得思维规定，而是通过不断地追溯整个哲学史以及自然科学史和数学史来发掘它们。这些领域为获得思维规定提供了丰富的领域，因此在《逻辑学》中可以找到大量哲学和科学史的暗示和明确引用。当然，它们并没有提供思维规定的有条理的展示原则——尽管黑格尔，大概是在耶拿时期，也曾经探索过这条道路（见第II.9.8.5章）。只有《逻辑学》要求，仿佛在隐含的第二个思维步骤中，在它们的内在联系中展开思维规定。因此，《逻辑学》就是被赋予了系统形式的哲学史。那里的历史序列，在这里通过自我思考的思想层面被带入到系统序列中。因此，《逻辑学》倾向于展示纯粹思维规定的全体，并且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无结构的或受外部观点支配的众多，而是作为一条以否定为指导线索发展的联系。事实上，思维规定仅仅通过与其自身他者的否定关系获得其规定性，这种否定关系构成了“概念的自我运动”的基础。在这个思维运动中，各个规定被“扬弃”了——在特定的黑格尔式三重意义上：否定、保留，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但对它们的扬弃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完全消灭；它们仍然是思维不可或缺的规定。仅仅是在它们声称是这种自我思考思维的最高概念的真理主张这一方面被扬弃了。

这可以用无限的概念来说明。黑格尔通过思维规定“否定与限制”引入的有限的思想，如果不与无限的思想形成对比，就是一个空洞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它根本无法被思考——因为如果我们不隐含地回溯到一个预设的、最初未主题化的无限的思想，那么将某物称为“有限的”是什么意思呢？因此，它最初作为有限的他者被引入——但是，仅仅作为有限的他者的无限性，本身也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因此不是有限的他者；这样的无限性在有限那里有它的界限，并且因此证明是一种虚假的，即自身有限的无限性。因此，必须这样思考无限的思想：无限的并不是从有限停止的地方开始，而是无限的包容了有限的，并且可以说是把它包含在它自身之中——作为有限性与虚假的、即自身有限的无限性的同一。在第二版中，黑格尔试图在一种进一步增强的复杂性中展开这种关系。这种“肯定的无限性”思想对其他领域——特别是对上帝思想——具有重大的后果：它驳斥了认为有限具有固定存在，而上帝作为或者绝对无限者在彼岸存在并活动其本质的普遍观点。但是，这样一个无限者本身将仅仅是另一个有限者（GW 11.78–85；21.116–143）。

(5) 然而，黑格尔也在纯量概念的语境下阐述了无限性的概念——在这里他详细探讨了当时争论激烈的现实无限（infinitum actu）问题，在微积分讨论的语境下，微积分无论是以牛顿还是莱布尼茨的演算形式他都非常熟悉。在这里，他试图在当时微积分仍不充分的基础中挑出思想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针对当时的数学家的指示，即在演算中因为数量微不足道而可以省略某些项。相反，他试图揭示这些最初看起来纯粹是数量的操作的质的环节。同样，他试图使无限性的概念脱离“无限进程”的表象：这并不是真正的无限的，真正的无限的乃是在其质-量规定性中被包含在有限数量之间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思想，他引用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II,9）中的图形，这也是其《遗作》略加修改作为前言花饰的图形（参看 GW 11.428）。黑格尔同样详细地处理了“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冲突（B 454–471）。

(6) 在“质”和“（纯）量”这两个标题旁边，“度”才很晚作为第三项加入。在纽伦堡时期初期，在“中级班逻辑学（1808/09年）”中，虽然还很简短地写道：“存在的范畴是质、（纯）量和无限性”，但黑格尔在1810/11年引入了“度”（GW 10.30 甚至 157）——理由是，康德在（纯）量、质和关系之后处理了模态，但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第三项；他“没有把三重性这种无限重要的形式（尽管在他那里这仅仅作为一种形式的火花出现）应用到他的范畴的属（（纯）量、质等等）以及这些名称上，而仅仅应用到它们的种上；因此他没有能够得出质和（纯）量的第三者。”对于斯宾诺莎也适用类似的情况；对他而言，“模式一般是抽象的外在性，是对质的规定以及（纯）量规定的漠不相关”，“无度的东西”——对此黑格尔反驳道：“在这里模式具有作为度的特定意义。”度“虽然是外在的方式和方法”，但同时也是“存在的具体真理；因为在度中，各个民族都崇拜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的东西”；“上帝是万物的度”。

黑格尔将“度的发展”描述为“最困难的材料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度实现其自身的各种形式，也属于自然实在性的不同领域”。由此必须走向一种“自然数学”——但是“展开的度，即其法则的完全、抽象的有效性只能发生在机械性的领域”（GW 21.324–328）。

针对牛顿，黑格尔要求，“自然数学”必须“本质上是度的科学”——即不仅是纯量规定的经验知识，而且也不仅是将其简单地综合为普遍法则，以及通过指出个别知觉与法则的和谐一致来证明其正确。 “但是，必须要求对这些法则有一种更高的证明；也就是说，它们的（纯）量规定无非是从被关联的质，或规定的概念（如时间和空间）中认识出来的。” 但在“那些自然哲学的数学原则”或这类其他著作中，对此找不到任何痕迹（GW 21.340）。

然而，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排他性导向，同时也构成了“度”这一思维规定意义受限的一个迹象。在物理领域（即此处的化学过程）和有机领域中，度已经被“质的冲突”所扰乱——尽管黑格尔对度的处理特别依赖于当时化学的观念，如选择亲和性法则。此外：“在精神的王国中，更不发生那种独特的、自由的度的发展。” 在这里，度比例确实同样具有意义，例如它们对于众所周知的从量到质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不再能像在机械领域中那样以精确法则的形式被表述：“在作为这种特性的精神的东西中，存在着性格强度的差别、想象力的、情感的、表象等的强度的差别；但除了这种强弱的无规定性之外，规定性并没有走得更远。”（GW 21.328）黑格尔在其中看到了从存在论逻辑到本质论逻辑的过渡的暗示：“在度中，已经包含着本质的理念，即在规定性的直接性中与自身同一”（GW 21.326）。然而，黑格尔将实际的过渡定位于思维规定“无差别”——而且他非常明确地影射了它在谢林《我的哲学体系的展示》（1801）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将差别还原为它们的数量意义：“作为无差别的绝对者，在这一方面有量的形式的第二个缺陷，即差别的规定性并没有被同一个绝对者所决定，正如有第一个缺陷那样，差别只是在它那里一般地出现，即差别的设定，一种直接的东西，并不是它与自身的自我中介。”黑格尔宣称“绝对的无差别”为存在的最后规定，它还未达到本质的领域——为此他名义上是引用斯宾诺莎，但实际上是引用谢林：“绝对的无差别”只是数量上的差异；它“没有被思考为自为的绝对者”。“或者是外部的反思，停留在这样的观点上：各种特殊的属性自在地或在绝对者中是相同且同一的，[…]。这里仍然缺乏的是，这种反思不再是思考着的、主观的意识的外部反思，而是这种统一性差异其自身的规定去扬弃自身，而这种统一性因此被证明为绝对的否定性，即它对它自身、对它自己的无差别的漠不相关，正如它对它作为他者存在是漠不相关一样。” 因此，这些规定不再是外部的，像存在的规定那样；它们作为直接的东西被扬弃了：“规定和被规定不是一种过渡，也不是外部的变化，也不是在它那里出现的规定，而是它们自己与自身的关联，即它自身的否定性，它的自在存在的否定性”——而这就是本质的概念（GW 21.375 f., 380–383）。

文献： 迪特·亨利希：逻辑学的开端与方法。HSB 1 (1963), 19–35，并见：亨利希：语境中的黑格尔 (1971), 73–94；卡琳·施拉德-克莱伯特：黑格尔哲学中开端的问题。维也纳 / 慕尼黑 1969；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六篇诠释学研究。图宾根 1980, 65–85：黑格尔逻辑学的理念；沃尔夫冈·维兰德：关于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评论。见：现实与反思。祝贺瓦尔特·舒尔茨60岁寿辰文集。普富林根 1973, 375–414；皮尔明·斯特克勒-魏特霍费尔：论黑格尔的数学哲学。见：克里斯托夫·德默林 / 弗里德里希·坎巴特尔（编）：关于辩证法的分析批判解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2；乌尔里希·鲁希格：黑格尔逻辑学与化学。关于“真实的度”的连续评论。HSB 37 (1997)；安德烈亚斯·阿恩特 / 克里斯蒂安·伊尔（编）：黑格尔的存在论逻辑。解释与视角。柏林 2000。

6.2.6 本质论逻辑

(1) 关于本质的学说是《逻辑学》中最难的部分（第114节），这不仅仅适用于——正如大多被理解的那样——特别是这本书提出的方法论问题。这也在其构想的令人困惑的重构中得到了证实。随着本质论逻辑，黑格尔虽然没有设计出一种新的理论类型，但他确实设计出了一种关于一个如此以前未被看到的（逻辑）现实性领域的新理论。因此，它不能以与逻辑学的另外两编类似的方式借鉴哲学传统中的范例。在纽伦堡预备训练的逻辑草稿（见第II.6.1.2章）中阐述其本质论逻辑时，黑格尔因此被迫采用多种多样、变动很大的方法；他的逻辑学的其他部分——存在论和概念论——至少在一个核心领域已经比本质论逻辑更加固定（自耶拿中期1804/05年以来）。存在论逻辑很大程度上由质和（纯）量的二元性在概念上决定。同样，概念论逻辑——尽管存在理念论与概念论的关系以及后来加入客体性章节的问题——在判断和推理学说中有一个固定点。它可以在这里依赖传统丰富的材料——尽管其任务正是重新解释这些材料。这两个逻辑学部分的的发展也相应地更直接，而关系范畴和模态范畴对本质论逻辑并不具有同样组织整体的意义。除了它们的整合，它尤其要克服由于将耶拿《体系草稿 II》（1804/05）中形而上学的“原则体系”纳入逻辑学而产生的构想问题（见第II.4.6.6章）。

出于这个原因，黑格尔关于本质论逻辑“主要包含形而上学和一般科学的范畴”（第114节）的哲学史提示虽然并非不正确，但如果人们不仅想了解各个思维规定的哲学史来源，而且想了解《逻辑学》这一篇的编排问题，那么这个提示并不是特别有帮助。他对康德先验逻辑的引用提供了多得多的信息。特别是在本质论逻辑中，它在《逻辑科学》中的意义不再像本质论逻辑形成的纽伦堡早期（见第II.6.1.2章）那样突出。然而，发展史的考察表明，早期的本质论逻辑的特征是黑格尔努力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概念上一致地推导出康德先验逻辑中提供的理论要素。在通过对这种从传统继承下来的材料的彻底整理的过程中，黑格尔勾勒出了本质论逻辑的有效形态。他吸纳了模态范畴和关系范畴、反思概念和二律背反，甚至部分选择它们作为本质论逻辑发展、作为本质论逻辑规定的辩证法的指导线索——尽管总是旨在通过修改理论方法也能引起对康德结论的修改。

因此，本质论逻辑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从草稿到草稿不断改变和加深那些黑格尔作为其逻辑“建筑材料”而给定的理论要素的布局的过程。这使得至少不容易将逻辑规定的发展同时描述为利用一种“方法”，例如重复否定的自我关系这一论证形式或任何其他“基本操作”，来产生一个封闭的思维规定联系的起源过程——无论这种解释方法多么加深了对黑格尔思想发展结构的洞察。本质论逻辑的发展显示出如此的灵活性，在既定理论要素的布局上显示出如此的自由度，至少让人怀疑，仅仅利用相对不复杂的结构或操作，任何在纯粹内在的展开逻辑规定的主张，很难意在不过是为以前的内容决定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免责声明。

(2) 由于本质论逻辑和概念论逻辑的篇幅较小，即出于装订的原因，本质论逻辑自《朋友协会版》以来大多与概念论逻辑装订在一起。然而，黑格尔将它理解为“客观逻辑”的第二部分，因此也是早期本体论的继任学科训练，可以说是在第二代中：正如本体论的“Ens”可以翻译为“存在”也可以翻译为“本质”，“客观逻辑”也包含存在论逻辑和本质论逻辑（GW 11.32）。同样，语言对于“seyn（存在）”的过去时形式构成了“gewesen（曾在）”，黑格尔也将其作为这两个领域属于同一类的迹象（GW 11.241）。但在其他表述中，他放松了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之间的这种二分法：“本质介于存在与概念之间，构成它们的中间环节，它的运动构成从存在向概念的过渡。”（GW 11.243）这种趋势在百科全书式逻辑学（1817）的提纲中更加明显：它忽略了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划分，而赞成存在、本质和概念的三分法。

(3) 与存在的领域相反，黑格尔用“erinnern, Erinnerung（回忆/内心化）”这一词场来描述本质的领域——在字面意义上是内在地形成、“向内走”，尽管由此向外运动的反向运动、在“显象”中的“本质”的“外化”也同样被思考到了。这也符合在日常用语中“存在”和“本质”的区别：“本质”表示一个比存在的外在直接性更深的领域；它的表面必须首先被突破，才能到达本质。总的来说，从存在到本质的这种过渡基于一种见解，黑格尔曾为根据明确表达过：“凡是存在的东西，都不要作为直接的存在者，而要作为被设定者来考察”——由此，“存在本身就其直接性而言被宣告为不真实的且本质上是被设定的，而根据被宣告为真实的直接的东西”（GW 11.293）。在表面上，这种从存在向本质的运动可以描述为抽象，作为对一切有限和规定的东西的否定——但是在这个视角中，本质显得是由外部反思通过扬弃规定性产生的东西，而不是它自身的产物，作为自身“扬弃他者存在和规定性”以及“存在完美回归自身”（GW 11.242）。

然而，本质领域与存在领域不同的不仅仅是这种中介，而且其规定也因其特定的逻辑结构而有别于先前的规定：它们不仅仅是——在存在的领域之外——附加的规定，而是“本质的规定与存在的规定性具有不同的特征”；它们“本身既不是与他者不同的他者，也不是与他者的关系[…]；它们是独立的，但也仅仅是在彼此的统一中才是独立的。”（GW 11.242）因此，这个领域的规定主要成对出现——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同一性和差别、肯定的和否定的、根据和被根据的、形式和质料、形式和内容、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等等。而且它们恰恰是从与它们的他者的关系中获得它们的规定性；它们最初不是为了自身的某物，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拥有它们的系统意义：“它们是与自身相关的，并因此同时脱离了对于他者的规定性的规定。”（GW 11.259）在此，它们有别于存在论逻辑的范畴。（纯）量和质诚然在否定上相互关联，但不像同一性和差别那样，其完全的规定存在于它们彼此的否定关系中。

(4)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本质作为在它自身中的反思”，构成了对反映规定“同一性”、“差别”（差异、对立）和“矛盾”以及“根据”的讨论。黑格尔在耶拿把这个主题归为“形而上学”：在他的“认识活动作为原则体系”一章中（GW 7.128–138）。但现在黑格尔非常清醒地纠正了这种以前通行的、也被他自己代表的“命题的形式”或普遍思维法则的形式：对反映规定“作为自身反思的设定存在，命题的形式本身是接近的。——但是，当它们被表述为普遍的思维法则时，它们还需要一个它们关系的主体”——即一个预设的主体，这种思维作为一种特殊的行动归属于它——而这种具有主体的命题形式不仅是“多余的东西”，而且也是一种歪曲，因为它通过求助于这样一个主体重新唤醒了存在的领域。此外，如果这些命题作为普遍的思维法则建立起来，它们也会自相矛盾。因此，更重要的是“自在自为地考察”反映规定——就像存在论逻辑的范畴一样。因此，黑格尔在它们彼此的关系中分析反映规定——并在其间以插入的方式回顾哲学史的教条和计算方法——并表明，在它们彼此孤立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真理归属于它们。

作为反映规定的最后一个——或者是倒数第二个，如果算上“根据”的话——黑格尔讨论了“矛盾”的规定，作为他的辩证法的决定性规定。在这里，他通过隐含地回顾哲学史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希望如何理解这个“矛盾”：矛盾归属于事物本身；不应该——出于过度的温情——清除事物身上的矛盾并宣告它们无罪。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黑格尔在这里非常重视，这个“矛盾”并没有像康德那样“被推入主观的反思中”。它也决不是一种纯粹的“异常”或“短暂的疾病发作”，而是“一切自我运动的原则”，因此也存在于所有的运动中，甚至“外部的感性运动本身就是其直接的定在”——这是因为，一个运动的身体在一个现在位于一个地方，同时又位于另一个地方。如果它只在一个地方，它就不会移动——即使人们把时间段想得再短。相反，它将会静止。因此黑格尔得出结论：“人们必须承认古代辩证法家（即埃利亚学派）在运动中指出的那些矛盾，但由此不能得出运动不存在的结论，而应得出运动就是实存着的矛盾本身。”这不仅适用于外部的运动——它也适用于生命体的自我运动，即冲动，以及所有鲜活的东西：“某物只有在自身包含矛盾，并且确实具有这种把握和维持自身中矛盾的权能（力量）时，它才是鲜活的”——否则它就会“在矛盾中毁灭”。并且它同样并且特别适用于思维活动领域：“思辨思维仅仅在于，思维活动紧紧抓住矛盾并在矛盾中紧紧抓住自身”（GW 11.287）。因为，它必须把握现有的矛盾——并且它不仅局限于在表象中以“精神反思”的方式暗示矛盾：“相反，思考着的理性将各种不同的东西那种被削弱的差别，表象的单纯多样性，可以说尖锐化为本质的差别，即对立。多样的事物只有在被推到矛盾的顶端时，才变得活跃和鲜活，并在矛盾中获得那种作为自我运动和鲜活性内在脉动的否定性”——借此矛盾成为“绝对的活动和绝对的根据”（GW 11.288 f.）。因此，用“矛盾”，黑格尔主要指出这种逻辑的、自然的和精神现实性的内部的、存在于彼此间的否定关系中的结构，它不能简单地通过表述避免矛盾的原则而被废除，而是只能以相互矛盾的命题形式被表述。

尽管如此，“反对意见认为，他[即黑格尔]宣称‘一切’都是理性的，并做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尝试去‘本体论化’矛盾，这种反对意见是偏颇的。”（Fulda 2003, 119 f.）只有当这种反对意见同时表明现实性具有不同于黑格尔描述的结构时，它才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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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逻辑科学》中——与《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不同——黑格尔在论述反思规定之前，加上了一章关于“映象”（Schein）的内容，该章处理了“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映象”以及最重要的“反思”这些规定——在此黑格尔将“映象”理解为“作为直接的（东西）的反思”；“对于深入自身，从而与其直接性相异化的映象，我们有一个外来语：反思。”（GW 11.249）在区分为“设定的反思”、“外在的反思”和“规定的反思”的这种“反思”或“绝对的反思”下，黑格尔在此明确指出的并不是主观精神（例如起对立作用的知性）的一项成就，而是概念关系，即内部“纯粹中介”的不同结构——以区别于作为“本质与自身的实在中介”的“根据”（GW 11.292）。这些反思形式及其被赋予的直接性形式，由于它们似乎为破译黑格尔的方法概念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因此近年来在研究其对黑格尔方法概念的贡献方面引起了热烈的关注（Henrich 1971）——不过，黑格尔并未将这一章纳入《全面教学纲要》，这一事实确实容易让人怀疑其包罗万象的方法论地位（GW 11.244–322）。

(6) 本质逻辑的第二部分“显象”中，与康德的争论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在此背景下，许多命题隐含的挑衅性意义便清晰可见，例如：“显象就是自在之物，或者是它的真理。”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消除“自在之物”与“显象”之间的先验哲学差别，而是由于黑格尔将“显象”宣布为“自在之物”的“真理”，他还倒转了这两个概念的价值：某物自在地是什么，除了在它的显象中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显示出来——并且在它的背后，正如在意识的背后一样，再建立一个“自在体”的王国甚至想要赋予它真理，是毫无意义的。“显象”相对于“自在之物”以及直接的实存而言，都是“更高的真理”，因为它是“本质的，而相反，实存则是尚无本质的显象”（GW 11.341）。黑格尔还将另一个对立消解在显象的概念中：法则与显象的对立。两者具有“同一个内容”。“法则的王国只包含实存世界中简单的、不变的然而有差别的内容”；它“是实存着和显象着的世界的宁静映像。但更确切地说，两者是一个整体性，而实存着的世界本身就是法则的王国”（GW 11.348,345）。然而，作为整体性，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世界又“是一种与显象世界有差别的独立性”，而且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关联，以至于“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世界是显象世界的颠倒”——正如黑格尔在这里无疑是回溯《精神现象学》所表述的那样（参见第二章4.7.4；GW 11.323–368）。

(7) 在第三部分“现实性”中，黑格尔阐释了逻辑和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教义：绝对者的概念以及关系和模态逻辑范畴。在绝对者的概念中，他看到“本质和实存的，或者说存在一般以及反思的所有规定性都被瓦解了”——因为否则它就不会是绝对无条件的东西。但如果它仅仅被思维为所有谓词的否定，那么它就仅仅是空无——尽管它本应被思维为其反面，即绝对的充实。现在，不能再有一个作为外在反思的思维与这个绝对者（如果它的概念要被恰当地思维的话）相对立，因为这样一来，绝对者的概念就会被扬弃，反而会有两个绝对者，从而也就根本没有绝对者了。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反思可以站在绝对者之外，那么对绝对者的展示也不能落入外在于它的反思之中。相反，它必须是它自己的展示——而这无非是“存在和本质领域迄今为止逻辑运动的整体，其内容不是作为被给予的和偶然的东西从外部被拾起，也不是通过外在于它的反思被沉入绝对者的深渊之中”。

无论人们对“绝对者”有什么样的表象：如果人们试图去思维它，它的概念逻辑要求将有限性以及反思包含在内。有限性和反思只能作为绝对者的环节来思维，而不是作为与它相对立的东西，如果它还要被思维为绝对者的话。它也不能被思维为某种“第一的、直接的东西”——否则它就缺乏中介和自由的环节。完美的东西不能站在开端——这是一个从古代晚期关于神义论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谢林和黑格尔的思想。但它也不能由其他东西产生——否则它就会依赖于后者——而是它必须首先通过自己成为自己。因此，对绝对者的展示只能被思维为“它自己的行为，它从自身开始，就像它到达自身一样。”黑格尔通过对斯宾诺莎的批评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绝对者概念的轮廓，然而在这个批评的表面之下，他进行的是与谢林的争论：“那个只作为绝对同一性而存在的绝对者，只是外在反思的绝对者”——即谢林同一性哲学的绝对者（GW 11.370–379）。

(8) 黑格尔同样没有将这种对绝对者概念的展示纳入《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中；在那里，他从“关系”直接过渡到对模态范畴的探讨，但这并不构成单独的一章，而仅仅是关系范畴的导入（参见第二章9.2.2）。但在《逻辑科学》中，黑格尔在第二章里实际上也没有将“现实性”概念与绝对者概念连接起来，而是再次概括了逻辑规定的进程——从“存在”一直到“现实性”，作为模态逻辑的概念出发点。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并没有赋予模态范畴以独立的地位，同样不同于康德的是，他并没有将它们与“可能性/不可能性”、“定在/非存在”和“必然性/偶然性”这些范畴对并列起来，从而将必然性思维为实存与可能性的统一（B 106）。在极其复杂的论证过程中，黑格尔首先将“形式的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归属于“偶然性”这一标题，然后将“实在的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归属于“相对的必然性”这一标题，最后他将“绝对的必然性”作为一般现实性和可能性的真理发展出来。绝对必然的东西“因此存在，因为它是存在的”。

黑格尔由此达到了那个曾与“最实在的本质”（ens realissimum）概念一起构成了前批判自然神学本体论证明顶峰的概念：绝对必然本质，即“ens necessarium”的概念。康德此前已经反驳过这个概念，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唯名定义，人们通过它“一点也没有变得更聪明”；甚至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人们通过这个概念“也许根本没有思维任何东西”（B 620 f.）。类似地，黑格尔宣布绝对必然性是“盲目的”，是一个“畏光”的本质，归根结底它无非就是偶然性本身（GW 11.380–392）。

(9) 黑格尔分别从关系范畴出发——在《逻辑科学》以及《全面教学纲要》中——向概念逻辑过渡。但在这里，他首先紧随绝对必然性的概念引入实体概念：它应是“那存在的存在，因为它是存在的，存在作为它与它自身的绝对中介”——也就是“一切存在中的存在”，正如他在此再次借用雅可比的话所表述的那样（JWA 1.39）。然而，在这里他不再分析实体、属性和模式的关系，这已经是“绝对者”一章的主题，而是分析实体——作为“绝对权能”——和偶性的关系，以及其向因果关系的进一步规定，他再次将其详细划分为“形式因果性”、“规定的因果关系”和“作用与反作用”——后者尚区别于“相互作用”的概念。在相互作用中，黑格尔看到“因果性返回到它的绝对概念，并同时达到了概念自身。”向“概念”的这个过渡，从“客观逻辑”到“主观逻辑”的过渡，确实给黑格尔带来了相当大的问题，以至于他在概念逻辑的导论部分——带着微小的重音偏移——重复了它。整个“客观逻辑”应是“概念的发生展示”；因此“实体贯穿因果性和相互作用的辩证运动就是概念的直接发生”——而且这种运动同时是“对斯宾诺莎主义唯一且真实的驳斥”（GW 12.11–15）——也就是对那根据雅可比在纯粹形而上学的根基上并借助其手段无法被反驳的哲学（JWA 1.154）的驳斥。在本质逻辑的末尾，黑格尔同样回溯到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与在概念逻辑中不同，他在这里从“被动的实体”概念过渡到“普遍者”，从“主动的实体”概念过渡到“个别者”，以及从两者的同一性过渡到“特殊性，它在直接的统一中包含了来自个别者的规定性环节和来自普遍者的反思入自身的环节。”在这三个整体性——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中，黑格尔看到规定性中同时达到了一种“完全透明的差别”，“规定的单纯性”或“单纯的规定性，它是它那同一个同一性。——这就是概念，主观性或自由的王国。”（GW 11.393–409）文献： Peter Rohs: Form und Grund. Interpretation eines Kapitels der Hegelschen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SB 6 (1969, 1972); Dieter Henrich: Hegels Logik der Reflexion. In: Henrich (Hg.):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und die Logik der Reflexion. Hegel-Tage Chantilly 1971. HSB 18 (1978), 203–324; Manfred Wetzel: Reflexion und Bestimmtheit in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amburg 1971; Christa Hackenesch: Die Logik der Andersheit. Eine Untersuchung zu Hegels Begriff der Reflexion. Frankfurt am Main 1987; Gerhard Martin Wölflle: Die Wesenslogik in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4; Klaus J. Schmidt: Georg W.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Die Lehre vom Wesen. Einführender Kommentar. Paderborn 1997; Birgit Sandkaulen: Die Ontologie der Substanz, der Begriff der Subjektivität und die Faktizität des Einzelnen. In: Internationales Jb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5 (2007), 235–275; Stefan Schick: Contradictio est regula veri. Die Grundsätze des Denkens in der formalen, transzendentalen und spekulativen Logik. Hamburg 2010. HSB 53.

6.2.7 概念学说

(1) 从本质到概念的这个步骤，从“必然性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黑格尔在概念逻辑的导论部分“论一般概念”中看到，这一步骤的完成在于“构成实体必然性的那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同一性，同时作为被扬弃的或者作为设定存在（Gesetztseyn）”。自由的环节就在于超越这剩余的“存在”或“直接性”，这是无法从实体概念中消除的。在“概念”之下，黑格尔理解为普遍者和个别者的同一性——即在这样的意义上：普遍者和个别者二者都是整体性；“每一个都在自身中包含了另一个的规定，因此这些整体性恰恰绝对只是一个，正如这种统一性是它自身向着这种二重性的自由映象的分裂（Diremtion）一样”。这种逻辑关系在“客观逻辑”中还找不到；黑格尔称之为“概念的概念”——他深知这个概念“可能似乎偏离了人们通常对概念的理解”。因此，面对当时那些试图“把一切诽谤都堆在概念上”的企图，他寻求为他的概念的概念辩护。

为此，黑格尔让人回忆起“我的本性”——因为：“只要概念发展到本身自由的这种实存，它就无非是我（Ich）或纯粹的自我意识。我固然有概念，也就是说，有特定的概念；但我本身是作为概念达到定在的纯粹概念。”为了在哲学史上突显这一思想，黑格尔联系了康德的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的概念，并且在此对康德的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概念进行了思想上最严密的争论（GW 12.17–28）。然而，通过区分“有”概念和“是”概念，他首要地——尽管没有明确说明——采纳了雅可比对形容词式的理性和名词式的理性所作的区分——即人所拥有的理性和拥有人的理性之间的区分。雅可比将前者理解为“人的一种性状，他逐渐获得的，他使用的一个工具，它属于他。”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显象为“一种能力或属性，它与我的关系，就像事物的属性与事物本身的关系一样，[…]。按照这种表象，我有概念和概念本身，就像我有一件外套、颜色和其他外在属性一样。”然而，通过后者，“人得以持存；人是它所采取的一种形式”（JWA 1.259 f.）——也就是概念自由实存的形式。

因此，“概念”和“我”并没有被绝对等同，它们的同一性处于“只要”（insofern）的条件下：不是已经在逻辑学中被主题化的、不存在的那个概念，而是只有达到了自由实存的概念才是“我”。逻辑学的思维规定不能对自己说“我”。这种有差别的同一性的前提在于“概念”和“我”的结构类比：像概念一样，我“首先是纯粹的自身关联的统一，而且不是直接的，而是由于它从一切规定性和内容中抽象出来，并在与自身的无限制的一致的自由中结合在一起。因此，它是普遍性”。在这种表述中，类似于概念的无限性，我的无限性已经得到了暗示——但黑格尔在对他最后提到的这个“普遍性”的阐释中将其表达得更为精炼：我的统一固然是一种“自身关联的统一”——但这种自身关联“仅仅”在于抽象的否定行为，在于“从一切规定性和内容”的瓦解中。这种普遍性是“这样的统一，它仅仅通过表现为抽象的那种否定行为，才是与自身的统一，并由此将一切规定的东西瓦解并包含在自身之中。”为了恰当地把握概念与我之结构同一性，尤其要强调这个“仅仅”：主体的统一同样不是某种自在地存在着的、被预设的东西。但它同样也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身关联的结果，这种自身关联是“我”通过自由的行为才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也不是由可以通过内省达到的行为构成的。因此，它先于主体在试图把握自己时可能陷入的所有循环。“我”并不以它的自我认识为目的，而是总是从它与他者的纠缠中重新返回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总是已经从它通过他者的规定性返回到“与自身无限制的一致的自由中”。恰恰在这里存在着它与概念的同一性以及它的无限性：“无限的主体”固然有“规定性和内容”——但它并不因此受到限制。相反；它瓦解了自身中一切规定的东西，并恰恰因此——而且仅仅因此——是“与自身的无限制的一致”。

这种“否定的行为”和“抽象”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活动——但作为一种必然的活动，或者——用费希特的话来说——作为理性的“必然的行动”，而不是自由的行动。对费希特来说也是如此，“真正的哲学家”只能通过唯一被允许的“任意行为”，即“意欲进行哲学思考这一自由决定本身”（参见第二章6.2.5），“去观察理性在最初的和必然的操作流程中的表现，借此，他的我以及一切对它而言存在的东西，便在此定在”——“这总是一般地根据其内在法则、没有一切外在目的而必然进行的理性”或“必然行动中的理性”（GA I/3.316）。它同样不是一种被预设的实体偶尔作为次要活动来完成——或不完成——的行动，而是主观性恰恰存在于这种必然的和连续的行动之中。因此，用于描述它的概念不属于对我的自我观察；它们不是它可以掌控的，比如通过内省或心理学的观察，而是它们仅仅是先验逻辑或思辨地分析我的功能方式的对象。这同样适用于“无限的主观性”的概念：它把握了我的这种只有通过逻辑分析才能达到的必然活动，这恰恰无非是概念本身的活动。——并且黑格尔通过进一步的思想完成了他对概念和我之同一性的规定，即概念的自身关联的否定性同时包含了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它是普遍性，同时也是个别性、个体的个人性——也就是“绝对的普遍性，它同样直接地是绝对的个体化。”绝对的普遍性，直接是个体化：即使这里使用的是逻辑学术语，透过它们可以听到哲学-神学的公式：像概念一样，我是一与一切（Eins und Alles, ἐν καὶ πᾶν）（GW 12.15–17）。

(2) 黑格尔在第一部分“主观性”中再次从概念的“发生”推导出这个“概念的概念”——从思想由“存在”跨越“本质”，从“过渡到他物”到“设定”，然后又返回到“最初的存在”的运动，在这里他更详细地将其刻画为“概念”的存在，也就是在先前的思想阶段尚未达到的逻辑关系。在这一道路上，最初被认为是本源的、绝对直接的东西，被证明是一个被中介的东西，是已经包含在概念之中的东西。在“概念的概念”中——与表象不同——被思维的是一个事实内部的逻辑结构，作为它通过“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结构化。先前的思维规定相互之间并不像普遍者、特殊者和个别者那样产生关联；因此它们相互过渡，或者说它们在它们那他物中“映现”。然而，只有当一个事实在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规定中被思维时，它才被真正地“把握”。这些概念规定并不相互排斥，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就像在自然界中属、种和个体的关系一样。特殊者并不与普遍者对立，而是包含在其中，正如个别者包含在两者中一样。普遍者绝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对特殊者的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包含特殊性在自身的普遍者。通往越来越高和最高普遍者的抽象之路，黑格尔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概念之路的“歧途”——因为正是那被抽象“所鄙弃的个别性，才是概念在其中把握自身、并作为概念被设定的深处。”“生命、精神、神，——由于抽象将它们的产物，即个别性、个体性和人格性的原则排除在外，它同样无法把握纯粹的概念，从而除了得到没有生命、没有精神、没有色彩、没有意蕴的普遍性之外一无所获。”相反，具体的普遍者凌驾于特殊者和个别者之上；因此，黑格尔将其隐喻地描述为“自由的权能”甚至“自由的爱和无限制的福祉”——“因为它是自身对有差别者的态度，只将其视为自身，在其中它已返回自身。”在其他地方，黑格尔也多次使用神学术语：他把概念，即“真实的、无限的普遍者”，称为一种“创造性的权能”，其“作为设定存在”就是那无限的、透明的实在性，在其中它直观到它的创造，并在创造中直观到它自身。但这不应被理解为对“概念”的神化，而应理解为逻辑还原的行为：在宗教中被表象为神与其创造的关系，更确切地应被思维为作为具体普遍者的概念与个别者的关系（GW 12.32–52）。

黑格尔把他的判断逻辑与概念各环节的这一展示连接起来——因为对他来说，除了把握之外，“判断”是“概念的另一种功能，既然这是概念通过自身规定自身。”只有在这个从概念到判断的进展中，才会显现出“存在着哪些特定的概念”。黑格尔的判断逻辑通过三个特征有别于同时代的判断逻辑——比如康德的判断逻辑：由于黑格尔将判断把握为这种“概念通过自身的规定”，他将判断与单纯的“命题”严格区分开来，命题的诸要素并非像概念规定那样互相关联。判断始终具有将谓词归属给主体，从而主体才通过谓词得到规定的结构；它不是“两个概念的结合”，即两个原初独立的极端的结合，而是“概念通过自身的分裂（Direktion）”——或者根据当时流传的（尽管是错误的）词源学（如在荷尔德林的残篇《判断与存在》中）：“概念的原初划分（Ur-Theilung）”，“原初之一的原初划分”。由此就已经说出了“概念的原初统一”优先于“极端的独立性”。

通过这种回归于特定逻辑形式，可能出现的判断的整个范围远远小于可能出现的命题的范围。尽管有这种限制，黑格尔区分的判断形式仍与康德在“判断表”中（B 95）区分的一样多，即十二种——在黑格尔的判断形式中不难认出康德的判断形式，尽管黑格尔在名称和顺序上做了微小的改变：代替康德的“质”的标题，对黑格尔来说是“定在的判断”；代替“纯量”的是“反思的判断”，代替“关系”的是“必然性的判断”，代替“模态”的是“概念的判断”——每种都分别包含从属的个别形式，如“单称判断”等。然而，黑格尔并非在《纯粹理性批判》众所周知没有对其由来给出解释的“表”中引入这些判断形式，而是试图在批判性的审视中最初获得它们——从（肯定的）“定在的判断”直到（绝然的）“概念的判断”。因此，判断形式的建立原则构成了它们的逻辑发生。黑格尔由此试图用“科学的”推导来取代康德或亚里士多德对判断形式的“经验拾取”。

这个纲领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结果，即这些判断不仅仅是互不相同。在辩证的进程中，后一个判断总是前一个判断的“真理”，所以判断形式更是构成了一个层级，按其能否具有真理的标准进行排序。一个判断的“真理”标准——区别于它单纯的“正确性”——在于该判断各形式与其各内容之间的关系。当康德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正确构成的“肯定”判断的真理时，对黑格尔而言，相应的“肯定判断”由于其形式本身就已经无法承载真理——因为“S 是 P”这一形式具有逻辑意义：“个别者是普遍者”。但很明显，谓词的普遍性与主体的个别性并不相符，因此主体概念无法被谓词概念恰当规定——于是为了“这纯粹逻辑的内容”，就有必要从“肯定判断”进展到“否定判断”——以及同样从否定判断进展到“无限判断”等等。判断的形式始终存在于这种“逻辑内容”中——因此，判断的形式总体上不适合陈述真理。但像“必然性的判断”或“概念的判断”这样更高层级的判断形式，比“定在的判断”或“反思的判断”等基础形式更契合这种“逻辑内容”。只有在最后的“概念的判断”中，在“绝然判断”（“这样或那样行动是合乎法权的”）中，主体和谓词才相互契合，因为主体和谓词“每一个都是整个概念”。这种概念统一最初似乎只存在于这种直接的性状中——但这种性状联结了概念的两个极端：“它是判断的被充实了的、有内容的系词，是从那曾经失去各极端的判断中重新显现的概念的统一。通过对系词的这种充实，判断已成为了推论。”（GW 12.53–89）对黑格尔来说，推论不仅仅是“理性的东西”，而且“一切理性的东西都是推论”。这一最初令人费解的断言的意义，可从黑格尔在本章开头与传统（尤其是再次与康德）进行的争论中阐明。他在这里也是从康德出发，从康德关于理性的逻辑运用与实在运用的区分出发：理性既是推论的能力，也是“原则的能力”，因为它本身“包含了某些概念和原理的起源”。对康德而言，这两种“理性”的含义也绝非毫无关联地并列存在，因为在他看来，理性的概念同样是“推论出来的概念”（B 355 f., 366）。然而，黑格尔认为康德并没有将这种统一揭示出来，所以在康德那里“并未阐明，那种进行推论的理性与这种作为法则以及其他永恒真理和绝对思想的来源的理性，是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黑格尔要求，形式逻辑的理性必须“本质上也在涉及内容的理性中被认识到。”而对于“在所有这些对象（即理性概念）中，究竟是什么使它们具有理性”这一问题，明确的回答是，那正是它们的推论特征：理性“是作为确定的两极之统一；但这样一来，理性的东西就只能是推论。”（GW 12.90 f.）

与纽伦堡早期关于推论逻辑的一个残篇（GW 12.299–309）不同，黑格尔在这里论述各个推论形式时，遵循了判断形式的轮廓——分为“定在的推论”、“反思的推论”和“必然性的推论”这几组——而判断形式的第四组，即“概念的判断”，在推论逻辑中并没有对应的部分。正如同他以递进的进程层级化地发展出判断形式那样，他也同样层级化地发展了推论形式。在“定在的推论”中，黑格尔列举了传统的四种推论格；他将“反思的推论”细分为“全体性的推论”、“归纳的推论”和“类比的推论”，并将“必然性的推论”细分为直言推论、假言推论和选言推论。

在这后一种推论中，“推论的形式主义”已扬弃了自身，这种形式主义在于：“两个极端的起中介作用者、即作为抽象规定的概念，以此便与它作为它们之统一的那些极端分离开来。”“然而，不同的推论种类代表着中项充实或具体化的各个阶段。”在历经这些阶段的过程中，黑格尔看到了他的完全中介纲领的实现，这个纲领他在早期的耶拿时期就已经借用柏拉图的“美丽的纽带”思想引入过了（参见 GW 4.65）。概念的规定必须各作为推论的“中项”和“极端”出现一次，以便“起中介作用者和被中介者的差别”消失，不再留下未经中介的前提：“那被中介的东西本身就是它的起中介者的本质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作为被中介者的整体性存在。”推论的这种完成，同时被黑格尔看作是整个中介运动的扬弃，以及一种新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是通过扬弃中介而产生的”——即“客观性”的发生（GW 12.92–126）。

(3) 这章关于“客观性”的内容是《逻辑科学》中主要部分的这一块，是黑格尔最后才加入到构想之中的。尽管一篇关于“机械性、化学性、有机体和认识活动”的残篇（GW 12.259–298；参见第二章5.2）实际上早已出现在班贝格时期，但它似乎属于一个推论逻辑的更大语境，黑格尔从那里毫无断层地过渡到了自纽伦堡草稿开始就被归入独立理念学说的主题中去。直到后来，黑格尔才从目的概念出发，构想出关于“客观性”的这章，作为概念的“主观性”与理念学说之间的中介。

关于这个从概念的“主观性”到其“客观性”的新构想的过渡，黑格尔认为“就其规定而言，它与形而上学中曾作为从概念，即从神的概推论出其定在，或作为所谓的神的存在本体论证明所出现的推论是相同的。”由此已经表明，本体论证明在此处的理论语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就像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中一样，问题不在于证明作为“最实在的本质”的神的思想中包含“存在”作为其“实在性”之一，也不在于阐释神作为“必然的本质”的概念。因此，黑格尔试图更新“神的存在本体论证明”系统意义的尝试，并没有早已被康德反对这两种证明形式的论据所反驳。黑格尔自己把以前“那种证明的形式”称为“形式推论的不良形式”。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论证并没有因此免疫于采取其他步骤的批评——特别是因为，恰好这种向“客观性”的过渡在“概念的自在自为的存在”的意义上，并且而不是说总的看来“那个逻辑过程便是神将其自身规定到存在的直接呈现”，绝非是不言自明的。此外，黑格尔也没有详尽地论述这个主题；他宁愿指向“另一个场合，更详细地阐明因逻辑形式主义而引入本体论以及其它所谓神的存在证明中的多重误解，以及康德对它们的批判，并且通过恢复它们的真实意义，使奠基于其上的思想重获其价值与尊严。”（GW 12.127–132；参见第二章9.10）作为客观性的第一种形式，黑格尔论述了“机械性”。“机械性”以及“化学性”作为逻辑的而非仅仅是自然哲学的概念被引入，经常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认为黑格尔在这里将这两个领域混淆了。但黑格尔从形式上将机械性规定为“完全的、独立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对象因此在它们的关联中也仅仅作为独立的对象相互对待，并且在每一次结合中都保持相互外在”——借此他退回到自然哲学背后、退回“物质的机械性”背后，来到了逻辑的一般层面——尽管在他那个时代，“机械性”和“决定论”无疑首要地是对自然联系之全面解释的原则。此外，尽管受主导的自然哲学词汇影响，黑格尔显然在努力将机械性标举为一种逻辑规定，它在精神王国中同样占有地位（GW 12.133–147）。

这同样适用于“客观性”的第二种形式，即“化学性”。虽然黑格尔将元素自然的形式称为“真正的”化学性，而且特别是在这里他经常诉诸于自然哲学的术语。不过，他也在精神领域遇到类似的关系：化学性“同样构成了爱情、友谊等精神关系的形式基础”——也就是说，在其中，“它是无差别的客观性的第一次否定”（GW 12.148–153）。

“客观性”的第三种形式，即目的论，构成了“客观性”一章整体阐发的演进史的和系统性的结晶点。正是在目的的概念中，从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过渡才可以特别直观地展现出来：目的属于主观性，但它的实现却落入了客观性的领域。黑格尔对目的论的论述在双重意义上被当时的讨论所塑造。对于一般意识来说，“合目的性”在当时是与设定目的的知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世界进行目的论解释的可能性与“一个超世俗的知性”的假定相联系。这就产生了一个困境：“目的论原则越是与一个超世俗的知性的概念相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虔诚的偏爱，它似乎就越偏离真正的自然研究，后者想把自然的属性作为内在的规定性而不是作为异己的规定性来认识，并且只将这种认识视为一种把握。”因此，目的论的解释表现为一个“异质的要素”，而机械性，尽管它只将一个对象的规定性视为外在的，却被认为是一种比目的论更内在的观点——然而事实上，目的关系比机械性远为切合概念，特别是因为它知道“自由原则”并且是“机械性的真理”。但是，黑格尔确认了这种奇特的倒错——因为机械性通过“抽象的普遍性扩展为各种权能的全体性，即相互根据的整体。机械性由此显示它自身为整体性的努力：它力求为自己将自然把握为一个整体，对其概念而言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即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实体’，参见《伦理学·界说》，3]，——这是一种在目的和与之相关的超世俗知性中找不到的整体性。”相反，目的——在外在合目的性的意义上——总是只针对特殊事物——因此黑格尔总结道：“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外在的合目的性，一开始仅仅具有目的论的形式，实际上只达到了手段，而不是客观的目的。”它只达到“手段”和“工具”，这是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级的东西，是由“理性的狡计”交付给人的：“在人的工具中，人掌握了控制外在自然的权能，即使他在其目的上更受其支配。”然而，当时讨论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康德衔接亚里士多德，在这种外在合目的性之外对立出了内在合目的性的思想。黑格尔在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之第三个冲突和《判断力批判》处阐明了这一思想——他在此批评康德只将目的论原则“归因于一种反思判断力”，并使其“成为理性的普遍者和直观的个别者之间起连结作用的中间环节”。然而，即使存在这种区分，他仍然将其视为“康德对哲学的巨大贡献之一”——即使他在此没有更详细地讨论这种内在合目的性的原则，而是从它——作为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过渡到了“理念”（GW 12.154–172）。

(4) 这种对康德的矛盾态度也标志着黑格尔的“理念”概念。他首先批评了来自英语“idea”一词的“理念”的普遍用法，即仅仅是“表象”的意义。相反，康德已经“再次将理念这个词恢复给理性概念。”不过，黑格尔只将这看作是第一步：“理性概念这个表述也有些笨拙；因为概念总体上是某种理性的东西；而就理性区别于知性和作为这样的概念而言，那么它就是概念和客观性的整体性。——在这个意义上，理念就是理性的东西”，因此它也是无条件的东西，因为只有那些与非由其自身设定的客观性相关联的东西才有条件——而“无条件的东西”恰恰是“绝对者”的德语表达。在这里，概念是自由的，它不再有任何异己的东西作为对立面，而是“在它的主观性中认识这个它的客观世界，并且在这个客观世界中认识它的主观性”（GW 12.30）。

正因为如此，“理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目标”，例如一个被推向（柏拉图式的或先验哲学的）“彼岸”的“原型”，人们必须在可能无限的进步中向其接近。一切现实的（在强调的意义上）只在其“包含理念在自身内，并将其表达出来”的范围内存在。它是从直接性中“被解放到其主观性中的概念，它将自身与其客观性区分开来，然而客观性同样强烈地被它所规定，并且它的实体性唯有在那个概念中。”这并没有否认概念与客观性之间完全的不一致。在黑格尔看来，它们不一致的可能性在于，理念“正如它本质上是概念与实在性的统一一样，它同样本质上也是它们的差别”。然而，这种不一致的一面是实在性的有限性和非真理的一面，随着向“理念”的过渡，它并没有被消除。但是，如果一个现实事物的客观性完全不契合其概念，那么它根本就是“无”。因此，“理念”这一标题并不被设想为存在领域之外一个新的、甚至是庄严肃穆的更高领域，而是，它仅仅是适当地思维了在存在概念中已经尝试去思维的东西：“存在已经达到了真理的意义，因为理念是概念和实在性的统一；所以现在只存在理念所是的东西。”所有的现实性都有这种状态：即作为在自身内有差别的概念和实在性的统一。如果它是没有概念的，盲目的，那么我们就对它一无所知；如果它是没有实在性的，它就会是单纯的幻想。凡是存在的，既是一个被思维的东西，也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而且这不是在两个分离领域的外部巧合的意义上，而是通过思想对客观性规定的意义上（GW 12.173–178）。

在随后对“理念”的具体化中，黑格尔试图防范可能的误解，即接下来的内容与前面的概念发展处于一种“应用逻辑学”的关系。在《逻辑科学》出版前不久，他并不完全确定在这里应该处理哪些主题。他曾多次尝试在这里引入“美的理念”，但又同样频繁地将其删除（参见第二章6.1.2）。相比之下，“认识活动”属于理念学说的固定组成部分——因为如果“绝对真理是逻辑学的对象，而真理本身本质上在于认识活动，那么至少认识活动必须被论述。”而且，作为其必要的先决条件，黑格尔论述了“直接的理念；因为认识活动就是概念，但就其自为而言它作为主观的处于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中，所以它是关于理念的，作为被预设的或者说直接的理念。而直接的理念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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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概念上，黑格尔必须反驳他在“机械性”和“化学性”中遇到过的相同怀疑：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将“逻辑生命”与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的生命区分开来，因此他将其规定为一种完全被概念贯穿的客观性：它“仅仅是作为其客观性和特殊化的这种否定统一而自身关联、自为存在的生命，一个灵魂。因此，它本质上是个别的东西，它与客观性的关系如同与一个他者，一个无生命的自然的关系。”然而，即使在这里，“活的个体”、“生命过程”和“类的过程”等后续主题中，甚至在“感性”、“应激性”和“生殖”以及“痛苦”等规定中——黑格尔认为痛苦是“有生命的自然特权”，不可避免地混入了一般生命概念中的自然哲学回声（GW 12.179–191）。

直到在论述“认识活动的理念”时，黑格尔才脱离了这个自然领域——毕竟他也常称其为“精神理念”。然而，他现在在与他的精神哲学的划界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思维活动、精神、自我意识，是理念的规定，就理念以自身为对象而言，而且它的定在，即它的存在的规定性，就是它自己与自己的差别。”相比之下，他成功地区分了理性主义的“精神形而上学”——它致力于将“实体、单纯性、非物质性”作为（不朽的）灵魂的谓词，以及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谬误推理的批判。因为他固然赞同康德的批判，但他同样坚决拒绝康德关于自我意识和我之本性的论调。一个自我意识或者一个我，必须为了认识自己而使用自己，从而陷入循环，这是“野蛮的表象”——而且自我意识“正是定在着的、因而是经验上可感知的纯粹概念，是绝对的自身关联”。

借鉴传统的理念三元结构，黑格尔将“认识活动的理念”进一步划分为“理论的理念”和“实践的理念”。在前者，即“真的理念”中，黑格尔首先再次对康德将范畴理解为纯粹主观思维规定的观点进行了论战，由此必然得出“认识之后存在着未知的自在之事物性”的假设。然而，紧接着他论述了“分析认识活动”和“综合认识活动”的形式，并在这之下论述了其环节“定义”、“划分”和“定理”——这是回溯了数学史和哲学史。长期以来，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一直被视为综合认识活动的典范：“但实际上，通过康德和雅可比，旧形而上学的整个方式及其方法已被推翻了。”黑格尔接着带着对雅可比的明显偏爱继续说，雅可比“主要从形而上学的演证方式方面对其进行了攻击，并最清晰和最深刻地指出了关键所在，即这种演证方法完全被束缚在有限性的僵死必然性之圆圈中，而自由，即概念，连同一切真实的东西，都在其彼岸，是它无法企及的。”黑格尔在此看到，这为以下洞见做好了准备，即理念在综合认识活动中尚未达到真理——“由于对象不契合主观的概念”（GW 12.192–230）。

“实践的理念，行动”，“善的理念”，被黑格尔宣布为“高于被考察过的认识活动的理念”——因为在理论领域中，主观的概念“与客观世界相对立，它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特定的内容和充实。但在实践的理念中，它作为现实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相对立”。在这里，主观的概念具有其现实性的确知，同时也确知与它对立的客观性的虚无性。但即使在这里，它也没有克服它的有限性：善在形而上学史上长期占据概念层级的最高地位，尽管康德将其归属于“善良意志”中的主观性，但保持了其纯粹性（AA IV.393），而在这里，它成了一个有限目的的内容——从而成为一种有限和不稳定的东西：“如果善也再次被固定为一个有限的东西，并且本质上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尽管它有内在的无限性，它也无法逃脱有限性的命运：它进入外在的、偶然的定在，被毁灭，被卷入“善的冲突和对抗”并腐败为恶，而“完满善的理念”作为绝对的公设，在一个“纯净思想空间的”主观性王国中，作为一个无法被克服的限制，无力地面对着一个“未被开启的黑暗王国”。因此，黑格尔试图将理论的理念与实践的理念相互中介：毕竟，现实性并不是一个不透明的直接的定在，而是被概念规定的东西，而善也不是一个从反思中产生的、首先需要被实现的有限目的：“被发现的现实性同时被规定为已实现的绝对目的，但不是像在寻求的认识活动中那样，仅仅是没有概念的主观性的客观世界，而是客观世界，其内在根据和现实的持存就是概念。这就是绝对理念。”（GW 12.231–235）为了规定这种对绝对者的最高“定义”——如果《逻辑科学》确实涉及绝对者的定义的话——黑格尔甚至使用了近乎赞美诗般的表述：“其余的一切都是错误、阴霾、意见、努力、任性和易逝性；唯有绝对理念是存在，是不朽的生命，是自己知道自己的真理，并且是一切真理。”对他来说，它是“哲学的唯一对象和内容”——但这绝不是说哲学应该忘记其它的主题，而是说它要把这些其它的主题整体认识为绝对理念自身规定的形式，并在这些主题中认识绝对理念：自然和精神作为其定在的形式，而艺术和宗教作为“它把握自身并赋予自身相称定在的不同方式”——最后，哲学作为“把握绝对理念的最高方式”。

相比这些令人振奋的表述，阅读随后的内容可能会让人感到扫兴。因为黑格尔在这里，就像在《精神现象学》结尾的“绝对知识”一章中一样，并没有真正引入一个新的、能与他的这些表述相关联的思维规定，而是本质上对概念历程中走过的各个阶段进行了回顾。然而——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这种回顾都不是叙事性的理解的地位，而是表明“逻辑科学已经把握了它自己的概念”。在开始阶段，它所是的东西只能落入外在的反思中，还不能成为它自己的知识。只有在其进程中，最终在其结束时，才显现出它不是对与它不同的对象的外部知识，而是“它本身就是纯粹的概念，以自身为对象，并且[…]发展成为其自身实在性的整体，成为科学的体系”。最精炼地说，这里达到的知识表明，“规定性并不具有内容的形态，而是纯粹作为形式”而存在。而不是“一个给定的对象可以成为基础，绝对形式只作为外在的和偶然的规定与它发生关系，相反，这绝对形式已经证明自己是绝对的基础和终极真理。”所有被假定为直接的、被给予的内容，一切“有”的东西，在这里都被瓦解进概念，即纯粹思维自身的自我运动中，以至于“概念是一切，它的运动是普遍的绝对活动，是自身规定自身并实现自身的运动。”在开端时被假定为“事物的实体性”的东西，现在被认识为自己知道自己的概念的产物。

这些表述表达了一种全新的现实性蓝图。向眼睛呈现的外在现实性不被视为真实的现实性，这在哲学家中并不罕见。但对黑格尔来说，真实的现实性也不是一个事物如其自在状态的王国（区别于它们的显象）。使它们在强烈的意义上成为现实性的，恰恰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它们的逻辑意蕴或者说是自己思考自己的思维活动本身。而且除此之外，也无处寻找一个真实的世界。

然而，作为纯粹科学的逻辑学并不是通过对其内容的事后修订和重新评估来把握其概念的，而是通过对导致这一结果的道路（即其方法）的理解。黑格尔自己在这里经常谈到“方法”——尽管很清楚，这里的“方法”不能是在外在反思选择的可能通往目标的道路的意义上，而只能是思想内在发展的“绝对方法”。为了使其具体化，黑格尔再次回到《逻辑科学》的开端问题，从回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显得有所改变，因为现在，在其结尾，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开端的直接的东西，什么是绝对者，最初的存在曾被视为绝对者的“第一个定义”。在这里，黑格尔也再次重申——反对赖因霍尔德——开端不应该是一个暂时的、假设地接受的真理，而存在必须是最贫乏的思维规定——但它的系统意义在随后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如此自身交织成一个圆圈的方法，在时间的演进中并不能预见开端本身就是一种派生出来的东西”。正如“存在”的意义一样，逻辑学一般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对于存在，即其内容的开端，其概念显现为主观反思中外在于它的知识。但在绝对认识活动的理念中，它已经成为了它自己的内容。它本身就是纯粹概念，以自身为对象”。诚然，人们必须从绝对者开始，否则就永远无法达到绝对者，特别是因为所有的进展都必然是它的自身展示——但正因如此，它的概念直到最后才被达到：“只有在它的完满中，它才是绝对者。”黑格尔在这里明确地将他对“方法”的阐述置于“辩证法”这一标题之下——并且他再次联系了与辩证法概念杰出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位哲学家：柏拉图和康德。在柏拉图那里，他看到自己内在发展思维规定的方法已被预构——无疑是在后期的对话录中，特别是在《智者篇》和《巴门尼德篇》中：认识活动必须“自在自为地考察事物本身，[…]单独面对它们，并将它们内在的东西带入意识。”他认为康德是重新恢复这种方法的人，并强调“必须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即辩证法再次被承认为理性的必然性，尽管必须得出与由此产生的结果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既不像晚期古代怀疑论那样，得出相互矛盾的规定的（主观）虚无性和认识活动的缺陷，也不像埃利亚学派那样，得出相互矛盾的事物的（客观）虚无性。黑格尔再次强调这是“康德哲学的无限功绩”，将注意力吸引到辩证法“仅仅具有否定的结果”的“非批判性操作流程”上。借此，康德已经“给出了在自在自为地考察思维规定的意义上恢复逻辑学和辩证法的推动力[…]。没有思维活动和概念的对象，仅仅是表象或者甚至只是一个名称；而它之所以是其所是，就在于思维规定和概念规定中。”在这一哲学史的定位之后，黑格尔对他的逻辑操作流程给出了一个有效尽管相对抽象且因此远非充分的勾勒：“自在自为地考察的一个普遍的第一的东西”显示“它自身就是它自身的他者”。由此产生的第二个东西是“第一个东西的否定的东西”，且其本身是“第一个否定的东西”——但恰恰“不是空洞的否定的东西，无”，而是作为“第一个东西的他者，直接的东西的否定的东西”，因此是被中介的东西，但同时也是起中介作用的东西。这种否定的规定与他者相关联，因此它“将它自己的他者包含在自身内，并由此作为矛盾，作为其自身被设定的辩证法”，而这第二个否定的东西的运动就在于“设定包含在它自身内的统一。”在这一否定性中存在着“概念运动的转折点”——因此也是“一切活动、有生命的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最内在源泉，是辩证的灵魂，它拥有它本身的一切真理，唯有通过它才有真理；因为只有基于这种主观性，消除概念和实在性之间的对立以及作为真理的统一才得以建立。”它是“生命和精神最内在、最客观的环节，通过它，一个主体、人格、自由者才得以存在。”因此，这些并不是某种直接的东西，而是只能从指定的逻辑结构来把握——并且：“最尖锐的顶点是纯粹的人格性，唯有通过绝对的辩证法（这也是它的本性），它才同样将一切包容并保持在自身之内”。
黑格尔试图通过引入数字来进一步形象化概念的这一进程——但很快就表明，这类数字游戏更容易引起误解。第二个环节也可以被视为第三个环节，三分法（Triplizität）也可以被视为四分法（Quadruplizität）——因为在“抽象的数字形式”上什么也没有，就像后来的三位一体一样（参见第二章9.8.6）。它只提供了被滥用的机会：“形式主义虽然同样掌控了三分法，并坚持其空洞的图型；现代哲学所谓构造的肤浅胡闹和贫乏，无非就是到处挂上这种没有概念和内在规定的形式图型，并用作外在的排序，这使得这种形式变得乏味且名声不佳。”在这里，黑格尔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谢林及其自然哲学追随者——但从中也可以得出对试图将黑格尔辩证法形式化的一种警告，特别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这类尝试（等，Günther 1978）并没有显得特别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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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选自《海德堡文学年鉴》

7.1.1 雅可比评论

(1) 作为在海德堡发表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在1817年初，即他到达那里仅三个月后，发表了一篇关于1816年夏季出版的、仍由雅可比亲自编纂的《著作集》第三卷的评论。他的评论发表在这一年《海德堡年鉴》的前两期上，当时他还担任该年鉴的编辑。

在1802年的《信仰与知识》（见第II.4.5.5章）中，黑格尔对雅可比进行了无论是在语气还是在事情上都不恰当的过度论战，在此背景下，黑格尔在评论中所表达的对雅可比的高度评价——这绝非仅仅出于策略动机或表面上的敷衍——令人惊讶，尽管黑格尔即使现在也毫不吝啬在细节上的所有批评。这种转变并非由雅可比思维活动的转变所引起。该评论卷中发表的著作无论如何大多属于《信仰与知识》之前的早期时期——例如《雅可比致费希特的公开信》——而后来撰写的著作——如《论神圣事物及其启示》——在研究倾向上与早期并无不同。

但黑格尔在此期间发表的著作也尚未让人预感到他对雅可比的新立场。在《精神现象学》中，雅可比虽然多次出现（Falke 1996），但从这些暗示中尚无法看出黑格尔的评判发生了原则性转变。在《逻辑科学》中，黑格尔很少提及雅可比——并且直到1816年出版的概念逻辑中才提及（GW 12.229）——尽管雅可比对康德的批判之前就已经为此提供了多种契机。直到《逻辑科学》第一编“存在学说”（1832）的修订版，在雅可比去世很久之后，才更详细地探讨了他哲学的要素（GW 21.82–85），并且显然是沿着这篇评论所勾勒的路线进行的。

(2) 毫无疑问，这些年黑格尔对雅可比的评判只是在尼特哈默的中介以及由他促成的个人结识之后才发生了转变（见第I.6.2章）。在《信仰与知识》中黑格尔试图胜过谢林的粗暴论战语气，如今已被一种在哲学和历史上都更为公正的视角所取代，这一视角看到了雅可比在1785年至1815年的三十年间在哲学中所扮演的既核心又独特的角色。

黑格尔毕竟属于这样一代哲学家，他们在启蒙运动的末期通过雅可比的《论斯宾诺莎的学说》书信（1785，JWA 1）获得了决定性的推动。这本书的效力并不在于表面上讨论的莱辛是否是一个泛神论者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几乎只具有传记历史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并没有真正得到满足，因为关于这次谈话的唯一证词是雅可比的报告。这本书的效力毋宁说在于雅可比在其中如此持久地铭刻的评判：斯宾诺莎的哲学是唯一一贯的哲学——但它作为一贯的知性哲学不可避免地导向泛神论甚至无神论，因此必须摒弃所有这样的知性哲学。通过这个论点，雅可比引发了“斯宾诺莎之争”或“泛神论之争”，这——违背了他的初衷——引发了一波斯宾诺莎接受的浪潮。这里可以提到赫尔德、费希特、荷尔德林、谢林和施莱尔马赫，还有歌德的名字。在这种接受的伴随下，黑格尔的朋友海因里希·埃伯哈德·戈特洛布·保卢斯组织出版了斯宾诺莎著作的新版本，黑格尔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见第I.4.4章）。

(3) 就在泛神论之争过去仅仅十多年后，一场新的争论再次激起了同时代人的情绪：无神论之争，在此期间费希特失去了他在耶拿的教授席位（1798/99）。虽然这场争论不是由雅可比引发的，但他介入了其中，并且通过他最初旨在为费希特辩护、但却起到了加强攻击作用的《雅可比致费希特的公开信》（JWA 2.187–258），指出了其与泛神论之争的内在结合：费希特的先验哲学是“倒转的斯宾诺莎主义”，并且和之前对斯宾诺莎实体哲学的评价一样，它作为一贯的哲学也无法思考上帝的思想。——而在又一个十多年后，雅可比与谢林围绕对有神论的正确理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即“神圣事物之争”或“有神论之争”。黑格尔面前待评的这一卷，汇集了雅可比对康德的详尽批判（《论批判主义将理性转变为知性的企图》，1802年）与他在无神论之争中的著作（《雅可比致费希特的公开信》，1799年）以及在有神论之争中的著作（《论利希滕贝格的预言》，1802年，和《论神圣事物及其启示》，1811年）。

(4) 在评论这四部著作之前，黑格尔首先对雅可比在那个时代的哲学意义表示了赞美：面对在启蒙运动末期形而上学“勉强维持着疲惫生命”的那些“光秃秃的残余”，雅可比以一种“卓越的优越性”登场；他用对绝对者的“最高直观”来对抗它们，不仅是在感觉和表象中，而且是在思想中，因为他与斯宾诺莎一起认识到，“这是思维活动的最终真实结果，即任何一贯的哲思必然导向斯宾诺莎主义”——导向绝对实体的概念，作为否定的否定，其中有限被设定为否定的东西，即被扬弃了。顺便说一句，在这个回顾中，黑格尔首次模仿雅可比对斯宾诺莎的引述（JWA 1.22,100），铸就了完整的公式“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一切规定皆是否定）。但黑格尔在此主要归功于雅可比的进一步洞见是：真相仍然不能以斯宾诺莎绝对实体的形态来把握，因为它这样“还未被把握为绝对精神”。雅可比“在内心深处完成了从绝对实体到绝对精神的这种过渡，并以不可抗拒的确知感呼喊道：上帝是精神，绝对者是自由和人格性的。”这种评价将雅可比刻画为这样的思想家，他为黑格尔自己从实体到主体的思想道路发出了口号。特别是“精神”这个词——在黑格尔的思维活动中出现得非常直接——他在这里将其追溯到雅可比（GW 15.7–13）。

但即使在现在，黑格尔也认为雅可比的“对绝对精神的意识仍停留在直接的、仅仅是实体性的知识的形式中”，甚至停留在反思的意识中。雅可比似乎只迈出了超越斯宾诺莎的一步——只超越了他的实体概念，但并没有同时迈出第二步，即超越构成实体性互补的直接性，走向属于精神的知识运动。因此，精神和理性概念在雅可比的思维活动中并没有获得实际上在其中奠定的组织功能；在经过先前的“知性的水洗”之后，他未能再用理性和精神对认识活动进行洗礼。然而，尽管有这些保留意见，黑格尔仍然赋予了雅可比在其时代思想中的关键地位：雅可比和康德的“共同工作”，“并非在内容上，而是从认识活动的方式上，终结了以前的形而上学，并由此奠定了对逻辑进行彻底改变的看法的必然性。雅可比借此[…]在整个哲学史中开创了一个持久的时代。”（GW 15.11–13,24–29）

(5) 关于待评卷宗中的四篇论文，黑格尔说，它们“已被公众充分了解；但它们出现时的时代激情可被视为已经过去”——因此考察可以“局限于本质的东西”。——对于雅可比的论文《论批判主义将理性转变为知性的企图》（1802年，JWA 2.259–330），黑格尔赞同其“以真实的方式，即辩证的方式处理了”康德的哲学。黑格尔与雅可比一道，将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评价为本身仍受制于其时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活动方式，受制于抽象同一性的统治。然而，他针对雅可比指出，证明这种抽象的空洞性不应仅仅落入外在的反思中，而是必须通过“客观的辩证法”来证明它们的“内在虚无性”。他首先反驳说，雅可比没有突出《纯粹理性批判》的“无限功绩”：“在理论方面也认识到了精神的自由作为原则”，即包含在先验统觉概念中的自身规定的原则。与此相对，他又突出了雅可比对康德“叙述式手法”的批判，以便引用雅可比作为关键证人来反对他的“朋友们”的企图，这些人认为他们找到了对“批判哲学的改进”，即“对认识精神的认识可以成为人类学的事情，——成为对应当在意识中发现的事实的简单叙述”——他借此再次对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的《新理性批判》（1807年）进行了论战。

黑格尔没有将《雅可比致费希特的公开信》（1799年，JWA 2.187–258）置于无神论之争（1798/99年）的原始视角下，而是置于雅可比对康德-费希特式“理性的道德原则”（实际上只是知性的）的批判视角下。雅可比以一种“具体的理性，即在心的通俗名称下”来对抗这种抽象，黑格尔通过追溯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道德扬弃灵魂非逻辑方面的批判来支持雅可比的这一合理权利——但他批评雅可比，因为后者“在这里将心对立于自在的善、自在的真相”。黑格尔在这里也引用了上面（见第II.4.5.5章）已经引用过的“精彩段落”，其中雅可比将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神圣本性”对立于康德-费希特式的理性法则，对立于那纯粹的“毫无所求的意志”。但黑格尔在这里也指出，雅可比对“人格性威严的未规定方面”的呼吁也表达了“一种毫无所求的绝对意志”——一种未规定的普遍者，它只是消除了伦理的规定并否定了它们有“积极的成功”。然而，哲学既必须展现“这些伦理规定及其有效性的必然性，也必须展现它们奠基其上的更高层面，而这正是对它们拥有权能和威严的原因。”（GW 15.18–22）对于《论神圣事物及其启示》（1811年，JWA 3）这篇著作，雅可比将其早期论文《论利希滕贝格的预言》（1802年）置于其前，黑格尔也将其从原始语境，即雅可比与谢林之间的“有神论之争”中抽取出来。它“自首次出版以来仍留在公众的记忆中，因此再在上面花时间将是不恰当的”——但更多地可能是出于另一个原因：“想要理清在这个问题的交涉中出现的误解，将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通过这番外交辞令，黑格尔摆脱了事后介入这场争论的棘手任务——尤其是因为他虽然在个人情感上倾向于雅可比，但在哲学上却在这场争论中站在谢林一边，或者，正如他在这里不带个人色彩地表达的那样：站在“自然哲学”一边。因此，他为谢林的“自然哲学”寻求理解，这种哲学部分尚未找到其“科学形式”，部分在其任何呈现中都未能穷尽其内容——因此“为论战提供了有利的攻击面”。黑格尔只承认雅可比的“积极理念”具有“断言”的价值，即幸运的灵感和巧妙的虚构。因此，尽管他非常欢迎雅可比相对于启蒙运动而言的“机智的晨曦”，但在已经明亮的“理性之光”面前，这似乎只是“黑暗”。然而，为了不以这种不和谐的音调结束他的评论，黑格尔在结尾又回到了对雅可比一般意义的刻画（GW 15.22–29）。

(6) 黑格尔的评论获得了广泛的赞同——例如来自 N. v. Thaden 的赞同，他在 1818 年 4 月 26 日写给黑格尔的信中说，这篇评论“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提供了非凡的服务，——确实，您在很大程度上配得上这种赞美：多么温和地触及弱点！多么友好地将一切转向最好的一面！”这也让雅可比感到高兴，尽管并非没有提出异议，正如他的信件以及黑格尔给尼特哈默的信（1817 年 4 月 19 日）和黑格尔与雅可比之间持续的亲切关系所证明的那样。在 1817 年 5 月 30 日致约翰·内布的信中，雅可比非常精确地描述了他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对黑格尔来说，斯宾诺莎主义也是思维活动最终、真实的结论，但黑格尔在思想的道路上超越了它，达到了一个自由的体系；而他，雅可比，却只能通过跳跃来达到：黑格尔“可能确实是对的，我非常愿意与他一起再次尝试单凭思考能力所能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个老人的头脑太虚弱的话。”（HBZ 142 f.）让·保罗也证实了黑格尔对雅可比的这种新立场；他在 1817 年 9 月 3 日写信给他：“黑格尔已经离你更近了，只除了一点关于意志的问题。”（HBZ 156）初版：《海德堡文学年鉴》。第 10 卷，上半卷。1817 年。– 文本： GW 15.7–29; BSchr 8–40。– 文献： Gustav-H. H. Falke: 概念历史。《精神现象学》中意识形态的历史基底和体系排列。解释与评论。柏林 1996 年；Birgit Sandkaulen: 根据与原因。雅可比的理性批判。慕尼黑 2000 年，51, 55, 75, 238；Christoph Halbig: 客观思维。黑格尔体系中的认识论与心灵哲学。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2002 年，279–324。

7.1.2 符腾堡王国等级会议谈判

(1) 与《雅可比评论》这种和解的倾向相反，黑格尔在《海德堡年鉴》上的第二篇（虽然是匿名的）出版物却具有论战的矛头：他所谓的《第二篇符腾堡手稿》或《等级会议手稿》，即他对《符腾堡王国等级会议谈判》的评论。从形式上看，这篇文章是对 1815 年和 1816 年谈判记录出版物的评论；从实质上看，这是黑格尔篇幅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小册子。

黑格尔早年关注符腾堡的政治参与（见第 II.3.3 章）以及多年来的信件内容证明，他持续不断地且通常是非常充满论战性地参与了当地的政治事务。作为《海德堡年鉴》的编辑，他与他的编辑同事们一起，最初以篇幅为由拒绝了他的多年好友 H. E. G. 保卢斯撰写的一篇从等级会议视角出发、对国王和旺根海姆内阁提出批评的文章。黑格尔在 1817 年 4 月 19 日写给尼特哈默的信中说，保卢斯是“等级会议的神”；由于他“在涉及个人时恶毒对待，在涉及事情时极其市侩并具有普通人的常识般”对旺根海姆内阁的批评，他与他之间陷入了“作为编辑必须打标签的境地”。这，以及或许更广泛地说他们在拿破仑之后的时代所爆发的政治对立，导致了两人之间不可愈合的决裂。

(2) 国王与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是围绕宪法展开的。国王在 1815 年——作为这个现在拥有主权、领土比以前的公国大得多的国家的统治者——颁布了宪法；而由他召集的等级会议则想让他受革命前时代的“旧法”甚至“优良旧法权”的约束。在这场争论中，黑格尔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国王一边——这是出于一项宪法上的考量和一次历史经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动荡，在这些动荡中，被称为“德意志帝国”的“这种制度的荒谬，最终走向了它应得的、[…]可耻的结局”（GW 15.31，见第 II.4.1 章），并且符腾堡从一个帝国封地跃升为主权王国，在他看来，这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宪法基础，以至于坚持“旧法”无异于船主坚持对已沉没船只的法权。因此，黑格尔称赞国王的宪法草案是一个慷慨的姿态，即用国家代表的“意志”来补充自拿破仑以来王国建立其上的（专制且缺乏启蒙的）“权能”。另一方面，由于等级会议诉诸其革命前的“旧法权”，黑格尔将当时对法国流亡归国者提出的指控转移到了等级会议身上：“他们什么都没忘记，也什么都没学到”，而是“睡过了”充满教益的过去 25 年（GW 15.61 f.）。

在这种将等级会议与流亡归国者进行的比较中，已经暗示了黑格尔严厉批评等级会议的经验背景：他们所要求的“优良旧法权”，归根结底是一个准“市民贵族”的特权，这种特权在过去不受限制的滥用已经促成了民众的贫困化。在诉诸“旧法权”这一“神奇公式”（GW 15.80）的表象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黑格尔看来，这仅仅是为了在未来的符腾堡宪法中，再次将“昨天的卑鄙”（MEW 1.380）规定为今天和明天的法权状态。黑格尔将“旧法权”据称的统治刻画为一种纯粹的“陷入私人利益的泥潭”的状态，甚至是一种“理智的泥潭”和对国家的“私人掠夺”，特别是通过“书记员”阶层进行的掠夺（GW 15.48, 57, 97）。

(3) 在许多部分，特别是在对“书记员恶作剧”的批评中，《等级会议手稿》展示了强烈的局部色彩。但在其他地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一般特征也在其中显现出来。正如在《论德国宪法》（见第 II.4.1 章）以及后来的《法哲学原理》中一样，黑格尔认为政治悲惨状况的根据在于国家法堕落为私法（Privatrecht）：“从管理私人财产过渡到管理国家法权是这个时代带来的最重要的过渡之一”（GW 15.42）。因此，黑格尔在这里也对将国王与等级会议或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进行契约论的解释进行了论战：契约思想虽然“取代了以前那种认为政府和君主基于神圣权威的、毫无思想和理性的表象”（GW 15.60）——但一方面它违反了“有机秩序”的原则，另一方面它也是错误的，因为它需要一个“裁判官”或国家权力，在发生冲突时进行裁决，因此它本身不能在契约法上建立起来。他的法哲学的另一个持久特征在于对国王设想的选举方式的批判，既批评将国家公务员从选举资格中排除，也批评将选举权与终身年金挂钩。在后一种规定中，以及在代表思想的具体表述中，即将选民孤立为“孤立的原子”，黑格尔认为皇家宪法草案完全陷入了“纯粹数目和财产份额的法国式抽象”（GW 15.37 ff., 44）。

(4) 在这种对选举方式和代表模式的批评中，黑格尔偏离了国王的草案；但总的来说，他主张在与等级会议的谈判中，甚至内阁已经修改过的原始版本中，采用这一草案。他坚定的党派立场不仅导致他的文章通过单行本得到额外传播；而且也引发了关于他为何在国王和内阁方面进行“非常非思辨的次要攻击”（致尼特哈默，1818 年 1 月 31 日）的动机的问题，并在黑格尔死后招致了鲁道夫·海姆的告密：黑格尔用“亚洲式的雄辩”美化了符腾堡的“鹪鹩王国”——最终是为了通过旺根海姆部长获得图宾根大学校长的职位。但罗森茨威格已经指出，海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在偏僻的地方收回了这一（至今仍在流传的）指控，而且黑格尔的论证本来就没有遵循旺根海姆的政治（卷 2.51–55）。

(5) 然而，正如黑格尔所知，同时代的人对《等级会议手稿》的接受也是有分歧的。甚至尼特哈默在 1817 年 12 月 27 日也指责黑格尔，他“把一件坏事办得很巧妙”；他详细而内行地探讨了国王与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并对等级会议和内阁成员都赋予了“理性”和不理性。尼特哈默将《等级会议手稿》传达给谢林，谢林观察到黑格尔将联邦或联邦议会“间接地设为 0，因为他忽略了他们——这也许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因此，等级会议的不法权实际上在于他们被允许不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但黑格尔的意思可能是：‘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应该想做自己能做的事’，这也应该在这里适用。”（HBZ 163）在寄出他文章后面的样张时，黑格尔试图通过指出等级会议谈判的特殊性来削弱这种批评（致尼特哈默，1818 年 1 月 31 日）。

然而，罗森茨威格指出，在黑格尔的文章发表后不久，1819 年新选举出的州议会各党派放弃了对“旧法”的诉求，并采纳了他的许多论点——包括“自由派”，尤其是“市民之友”：“黑格尔所代表的思想因此在 1819 年部分地在全线上取得了胜利，例如拒绝承认旧法的有效性、赞美理性、反对金库和委员会；部分地，它们在各党派之间传播开来。”（卷 2.57–60）初版：《海德堡文学年鉴》。第 10 卷，下半卷。1817 年。– 文本： GW 15.30–125。– 文献： 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1857 年），347–356；罗森茨威格：《黑格尔与国家》（1920 年），卷 2.30–62；Hočevár：《等级与代表》（1968 年），183–208；P. Gehring：关于黑格尔的等级会议手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牵涉其中？ZphF 23 (1969)，110–121；Christoph Jamme：等级通过自身的教育。黑格尔 1817/18 年在海德堡关于新等级-市民代表的构想。载于：Lucas / Pöggeler (主编)：《欧洲宪法史语境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6 年，149–173；Rolf Grawert：1815–1819 年符腾堡宪法争论。载于：Jamme / Pöggeler (主编)：“啊，故乡的女亲王！幸福的斯图加特”。1800 年前后德国西南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斯图加特 1988 年，126–158；Dieter Wyduckel：“三月革命前”时期第三德国的理念。关于旺根海姆男爵三元立宪构想的一篇文章。同上，15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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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

7.2.1 产生与功能

(1) 在长期未能如愿重返大学之后，黑格尔终于实现了他早在耶拿时期（见第 II.4.6.4 章）就已孕育的出版讲授课纲要的计划：一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实现这个项目，是因为自 1808 年起，他已经在纽伦堡版本的“全面教学纲要”中为其做好了准备（见第 II.6.1.7 章）。由于黑格尔于 1816 年 10 月来到海德堡，在夏季学期初就已经向他的听众分发了第一批印刷样张，在“1817 年 5 月”签署了序言，并且该书于 1817 年 6 月中旬问世（GW 13.631），因此可以假设，他的《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它通常被这样称呼——基本上是在纽伦堡撰写的，在海德堡只是在 1816/17 年冬季的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框架内进行了最终修订——特别是在 1816 年的最后几个月中，除了要求他付出大量精力的讲授课之外（致尼特哈默，1817 年 12 月 11 日），他还要完成《雅可比评论》的撰写。

(2) 借助于《全面教学纲要》，黑格尔实现了他的构想，即“真相只有作为整体性，并且只有通过区分和规定其差别，才能成为其必然性和整体的自由；因此它必然是体系。”（§ 7）然而，他的书恰恰没有包含这个“体系”。因此，黑格尔没有给他的著作起以前在课程和出版目录中宣布过的、并且还在《精神现象学》前使用过的书名“科学的体系”；他称之为《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人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传统书名的延续，也是尼特哈默的《规范》（见第 II.6.1.1 章）再次向他建议的书名。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将其视为黑格尔明确不希望将此著作理解为其“体系”的权威呈现的提示：“然而，作为全面教学纲要，科学不应在其特殊化的详细发展中呈现，而是应局限于特殊科学的开端和基本概念。”（§ 9）标题后附加的“纲要”两个词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方面：这并非“科学体系”——其第一部分现在不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逻辑科学》——的有效呈现，而仅仅是这个体系“供其讲授课使用”的“纲要”——这是根据当时虽不再被普遍要求，但仍被广泛使用的做法，即在讲授课中以教科书为基础。在他 1816/17 年冬季的第一次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中，黑格尔还不能使用他的书；他很可能是与讲授课平行地编辑了文本的最终形态。在 1817 年夏季，他首次将《全面教学纲要》作为关于《逻辑科学》（GW 23,1.13–154）以及——正如其个人藏书中的一条记录（GW 13.311）所示——关于人类学和心理学讲授课的基础，此外还用于 1817/18 年冬季为瑞典古斯塔夫王子开设的私人讲授课（GW 13.628）。

关于《全面教学纲要》作为讲授课纲要的这种状态，黑格尔一直表达得非常清楚：用《全面教学纲要》代替“体系”的标题“部分是为了显示一个整体的范围，部分是为了表明将细节留给口头陈述的意图。”（GW 13.5）在后来的两版中，他更精确地阐释了这种纲要与讲授的双重构想：一个“全面教学纲要指南”不能独立存在；即使在后来的扩充之后，它的规定仍然是作为“一本需要通过口头讲授来获得必要解释的讲授用书。”（GW 19.5; 20.27,31）因此，《全面教学纲要》总体上构成了这些讲授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是特定的“关于全面教学纲要的讲授课”（见第 II.9.1 章），还包括其体系的其他个别学科训练。虽然黑格尔并没有在《全面教学纲要》的基础上讲授其体系的所有学科训练，但至少讲授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主观）精神哲学。在这些学科训练中，《全面教学纲要》的论述构成了讲授课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很自然地也应该在关于各自学科训练讲授课的语境中来处理它们（见第 II.9.2–9.4 章）。

7.2.2 1827年与1830年版

(1) 十年来——远长于后来的两个版本——黑格尔一直将 1817 年的《全面教学纲要》作为其讲授课的基础纲要。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不断地在这个框架上继续工作。他关于精神哲学的个人藏书构成了这项后续工作的一个证明。他让人将这本藏书与夹页装订在一起，以便记录他后来的笔记，这大概也是为《全面教学纲要》的其他两部分，即逻辑学和自然哲学准备的，但这些藏书并未保存下来。并非所有这些笔记都能在后来讲授课的听课笔记中找到；然而，它们是继续致力于该主题工作的一份文献（GW 13.250–543）。他继续从事《全面教学纲要》材料工作的另一个证明是听写稿（GW 13.581–596）和额外的草稿，但其中大概只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GW 13.545–580；19.419–435）。

然而，黑格尔对《全面教学纲要》的进一步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补充文本。早在 1822 年 7 月 30 日，他在对 Duboc 讲话时就表达了重新修订的意图：他决心“致力于将哲学提升为科学。[…]我在我的《全面教学纲要》中尝试给出一个概览，但它非常需要改写。”但直到 1825 年第一版售罄后，他才在 1826 年开始了重新修订的工作，这项工作一直拖到 1827 年初；该版——在他在海德堡的朋友，神学家卡尔·道布在校订方面的帮助下——大概在 1827/28 年冬季学期开始后不久问世（GW 19.462）。

尽管第二版的结构与第一版一致，但它实际上是一本新书。它不仅增加了一百个段落，而且在措辞和对细节的考虑上也做了通盘的改变。尽管如此，它仍然同样被理解为讲授课纲要，而不是“科学的体系”的呈现。相比之下，由于黑格尔听众数量的增加而在 1830 年就已成为必要的第三版的差异似乎微不足道；在黑格尔的《全集》（GW 20）中，它们被记录在一个专门的附录中。

(2) 根据罗森克兰茨的评判，《全面教学纲要》的初版“仍然完全包含了最初创作的创造性气息。后来的版本在细节的处理上，特别是在论战性和辩护性的注释上，变得更加详细；但是，为了获得黑格尔体系那种带着原始显现的全部权能出现的浓缩整体性，人们将永远要回到这个初版，因此也必须重新印制它。”（R 306）然而，这种评判过少地考虑了《全面教学纲要》在纽伦堡课程中漫长的产生历史；即使是初版，也不像雅典娜那样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而是多年发展结出的晚果。此外，罗森克兰茨的观点可能已经受到《友人协会版》中第三版的新版的影响。因为这个版本通过添加“附加说明”持久地改变了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的性质，这些说明主要来自于讲授课的听课笔记，但也有一些来自于黑格尔的草稿，这些都是在一个不再透明的过程中组合而成的。这些扩充实际上产生了一本新书，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本新书，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编辑米希勒于 1842 年给早期《全面教学纲要》第二部分起的新标题中：“作为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二部分的自然哲学讲授课”。尽管如此，这部在性质上完全改变的黑格尔学派著作直到今天仍被普遍当作黑格尔的著作来接受。因此，如果说赫尔曼·格洛克纳在他的《纪念版》（《友人协会版》的翻版）中，甚至不再将这个扩充版放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的标题下，而是放在了一个新的、违背黑格尔明确意图的标题“哲学体系”下，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即使这只是破坏《全面教学纲要》特定著作性质的后果。直到 1959 年弗里德海姆·尼科林和奥托·珀格勒重新编辑《全面教学纲要》（1830 年第 3 版）之前，《全面教学纲要》一直以这种在接受史上产生影响但被歪曲的形式被作为“黑格尔体系”来接受。

7.2.3 三篇序言

(1) 罗森克兰茨注意到的后来的《全面教学纲要》版本中的“论战性和辩护性”基调，在比较第一版和第二版序言时可能最为明显。诚然，第一版序言（1817，GW 13.5–7）已经对时代典型的现象进行了论战——既反对晚期启蒙运动的“肤浅”和缺乏思想，也反对其对立面，浪漫主义的“肆意妄为”，这种浪漫主义曾经给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但现在却被“认为是一种甚至升级到疯狂的荒谬”。面对这些过时的形态，黑格尔像在他的《海德堡就职演说》以及不久之后的《柏林就职演说》（GW 18.1–8，9–31）中一样，坚持“德国的严肃性”和“复兴精神的晨曦”。对于仅仅诉诸“直接知识”和“感觉”的做法，黑格尔提醒人们，在这些做法中同样存在“理性洞察的冲动”，这种冲动本身仍然将这种立场理解为“哲学知识的结果”——这在字面上与他的《雅可比评论》（GW 15.9）完全一致。

(2) 相比之下，第二版序言（1827，GW 19.5–18）不仅给了论战和辩护广阔的空间；它还几乎通盘揭示了一种“这关乎我的事情（mea res agitur）”的意识。早在 1821 年 5 月底，黑格尔在对克罗伊策讲话时就表达了他的担忧，“我们时代特有的虔诚，以及这种虔诚和其他人——众所周知虔诚在其中繁荣发展的煽动家——的恶意，将很容易提供这样的领导人[即，将思辨哲学归结为无神论]，并且将几乎被遗忘的口号：无神论，在被重新提及一次后，再次被接受。”不久之后，在“煽动家迫害”的尾声，在复辟时期充满猜疑的氛围中，黑格尔必须为自己辩护，反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戈特罗伊·托卢克在 1823 年首次匿名对他提出的“泛神论”指控（1823 年第一版，234；1825 年第二版，231；参见 V 4.763）。当时，“泛神论”（或“斯宾诺莎主义”）不仅标志着一种神学上的异端邪说，而且同时标志着所有道德的破产：因为如果对于斯宾诺莎主义和同一性体系来说，一切都是一，那么上帝与人之间以及善与恶之间的区别也就降格为纯粹的映象，所有的伦理都被扬弃了——因此，这也是担任市民职务，甚至是作为青年学生的教师的基础。黑格尔针对这种在当时仍然危险的告密的辩护，并不主要是为了与斯宾诺莎主义保持距离，而是为了澄清斯宾诺莎，尽管发生了泛神论之争（1785 年），斯宾诺莎对那个时代来说仍然是“死狗”：在斯宾诺莎的实体统一的思想中，当然没有差别——但这恰恰是因为上帝/人或善/恶这对词语在这个思想层面上根本没有位置。

因此，黑格尔在三个脚注中指责托卢克，这个“虔敬派倾向的狂热代表”，并引用了第 2 版 § 573——但没有明确提到他的告密——指责他陷入了知性对立的常见泥潭，指责他具有“特有的笨拙和颠倒”，参与了“关于泛神论的闲聊”——此外，还指责他有一种空洞的、放弃三位一体教义的神学。作为对照，他诉诸弗朗茨·冯·巴德尔，他认为在当时巴德尔与自己在转向宗教的客观内容上是一致的——尽管他同时相对化并拒绝了巴德尔特有的“灵知”形式。黑格尔不建议人们关注神圣事物启示的“混浊形态”，关注“灵知和卡巴拉的幻景”，而是建议回到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现的理念的形态，认为这是一种“无比尊贵”的形式，是“自身的和虚假的尺度（index sui et falsi）”（根据斯宾诺莎！）的真相。

(3) 甚至在第三篇序言（1830 年，GW 20.27–32）中，已经成为第二篇序言特征的辩护倾向进一步加强。对他的“泛神论”和“无神论”进行的神学和宗教动机攻击的数量众多且日益尖锐，迫使黑格尔——作为对他《反驳》（见第 II.8.7.6 章）的补充——在此处也对那些“断言拥有独家基督教信仰”并因此傲慢地宣称有权“掌握彼得的钥匙”并将同时代人“判处地狱般的诅咒”的人进行反击——不仅是已经死去的人，如但丁的作品中那样，而且是“凭借神圣诗歌的灵感”。为了避免预言给他的这种命运，黑格尔引用了大量的圣经段落——当然，这并没有说服他的原告，或者至少也没有平息他们。此外，黑格尔甚至在一个方面承认了明显的“基督教信仰”立场有一定的道理：面对与它相对立的“自由理性的虚荣”，它那“指责性虔诚的虚荣”并非不可理解。这虽然是“精神的无限法权的范畴”——但它僵化为纯粹的“否定的形式主义”，并传播了其“陈腐的、缺乏生气的理性主义知性之水的抽象”——后者无疑也是对他的前朋友、自 1817 年以来成为他政治上的宿敌、理性主义神学家保卢斯的侧面攻击（见第 II.7.1.2 章）。

但最重要的是，黑格尔诊断了这种令人不快的争论对哲学的一个前提和一个后果：源于“人类本性的无条件兴趣”的“深邃而丰富的意蕴”的发生已经“衰败”；虔诚和反思的宗教性共同找到了“没有内容的最高满足”——从而“哲学也成为了一种偶然的、主观的需要。”但在这里，黑格尔思维活动的基本特征也展现出来：他不仅是对这种形而上学意蕴的丧失发发牢骚；相反，他用一种新的确知对抗了将“形而上学的终结”作为抱怨对象的令人沮丧的诱惑：哲学现在“完全交给了主体的自由需要；没有任何力量强迫主体去从事哲学，相反，这种需要（如果它存在的话）必须顶住怀疑和劝阻坚定不移；它仅仅作为一种强于主体的内在必然性而存在，他的精神然后不知疲倦地被驱动去，‘使他能够克服’，并为理性的冲动提供有价值的享受。因此，在没有任何激励，甚至没有宗教权威的激励的情况下，更确切地说，为了多余和危险，或者至少是可疑的奢侈品，从事这门科学的活动就更自由地建立在对事情和真理的兴趣之上。”

7.2.4 导论问题

(1) 虽然黑格尔在这三篇“序言”中将他的思想与时代的精神和非精神联系起来，但逻辑学的“导论”和“先行概念”这两种形式却勾勒了他对一般哲学及其在“全面教学纲要”中的特殊呈现形式（如上所述）的理解的一些基本规定。在导论（1817 年）中，他将哲学刻画为“理性的科学”——但不是一种仅仅是主观的理性，而是一种“意识到自身为一切存在的”（第 1 版 § 5）理性。它将真相作为“整体性”，作为“体系”涵盖其中——但并非像先验哲学那样建立在特定的基本原则之上的体系（第 1 版 § 8，见第 II.4.3.2、4.3.3、4.7.1 章）。

(2) 1827 年和 1830 年的导论没有重复将哲学规定为“理性的科学”；它们现在将哲学刻画为对现实性（在强调的意义上理解）的“思维的考察”（第 2 版 § 2）。作为这样的考察，哲学与宗教以及经验科学都存在联系——黑格尔甚至将其“与现实性和经验的和谐一致”称为外在的“真理的试金石”。作为哲学原则的“反思”决不排除“经验”——特别是因为意识中的一切都被经验到了。它当然也有一个对象范围——“自由、精神、上帝”——不属于有限事物的领域——但这“具有更正确、更彻底的意义，即哲学的发展应归功于经验。”（第 2 版 § 12）这种对经验概念的强烈强调——同时放弃了“理性的科学”这一理性主义公式，并且在其他方面保持大致相同的措辞——构成了这些后来的导论与早期导论的特征差异。

(3) 早期的和后来的导论都只有初步定位的性质，是对随后“科学”的一种推理性的预期；它们并没有将科学“导论”到哲学体系中的功能，黑格尔在 1807 年将此功能归于《精神现象学》。关于这一重要差异，黑格尔分别在逻辑学的“先行概念”中进行了讨论，尽管存在细微的差别。正如黑格尔在第 1 版 § 36 中指出的那样，他在耶拿时期将《精神现象学》作为“意识的科学史，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的第一部分来处理，它应该走在纯粹科学之前，因为它是其概念的产生。”但这种意识也不是一个“绝对开端，而是哲学圆圈中的一个环节”；一种可选择的导论形式将是怀疑论——但它能做到的是，“对一切的彻底怀疑”，“实际上已经在纯粹想要思考的决心中，通过从一切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由而完成了”。因此，导论问题似乎在这个“决心”中被扬弃了——而没有讨论这种“决心”所处的条件。

第二版和第三版 § 25 中的理据更加细致：《精神现象学》本想从“直接的意识”开始并追溯其发展，但它不能“停留在单纯意识的形式面上”，而是必须将“意识的具体形态”预设并纳入“这种最初似乎仅限于形式的意识发展”中，因此呈现变得“更复杂”：“属于具体部分的东西，部分已经落入导论中。”在这里，黑格尔简要而恰当地描述了《精神现象学》的呈现问题：它必须预设科学的结果才能导论入科学中。

但黑格尔并没有就此放弃向体系的“立场”的提升：他用一种提升到概念来取代它，“当前时代哲学立场的兴趣以及关于真相及其认识的问题都围绕着这个概念的规定和有效性。”作为这个“绝对对象”，黑格尔引入了我们已经从《逻辑科学》中熟悉的“客观思想”的概念——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令人不舒服的”概念构想。但这恰恰是其体系性的地位所在：它标志着这样的思想，它不仅是作为与现实性形成对比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思维活动的产物而起作用，而且还作为一种同时是客观的思想起作用，作为“世界上的理性”，作为“客观理性”，而后者反过来又是“主观理性”的对象。

(4) 包含伦理、政治、宗教和“科学”在内的意识史，即《精神现象学》作为提升到“绝对知识”的立场，从而也提升到体系的立场而经历的意识史，因此在这里被限制为“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这三种立场的分类这一小小的——即便是体系核心的——方面，这同时也应被视为向客观思想概念的提升：“现在将考察赋予思想以对待客观性的这些态度，作为更详细的导论，以便解释和引出在这里赋予逻辑学的意义和立场。”

7.2.5 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

(1) 第一种态度 (§§ 26–36) 黑格尔将其刻画为“不带偏见的操作流程，它还没有意识到内部和对立的对立，并包含这样一种信仰：通过反思可以认识真理。”从历史上看，它涵盖了从起源到康德的形而上学。在《关于逻辑科学的讲授课》(GW 23/1–3) 中，他明确地将希腊哲学也归入其中——并且他指的是，这种第一种态度也可以是“真正的思辨哲思” (§ 27)。如果我们想反对如此广泛的时代特征概括（例如指出古典怀疑论或笛卡尔的怀疑），那将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不能毫不费力地被归入“不带偏见的操作流程”这一关键词之下。无论如何，黑格尔可以明确地将这两种形态据为己有：因为他认为古典怀疑论主要是针对感性的，而笛卡尔的方法论怀疑最终也证明了 18 世纪前批判时期学院哲学形而上学的形式，黑格尔在下文中将其作为范式——作为尽管其“不带偏见的操作流程”，但仍停留在“有限的思维规定中”和“尚未解决的对立中”的边界形态。

与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普遍贬低相反，黑格尔甚至在一个方面肯定了它：它认为“思维规定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由于其坚信“凡是存在的，通过其被思考，其自在便被认识了”，它“高于后来的批判哲学”——这种地位是以他自己的哲学的尺度来衡量的。然而，他同时提出了两个异议，再次抵消了这一优势：它将这些思维规定作为谓词附加在绝对者之上，而没有考察判断的形式是否包含真理；它从表象中吸取了它的对象——灵魂、世界、上帝。这种批判显然不是针对认同思想与被思考者的“不带偏见”的假设，而仅仅是针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和内容，在这其中，思想的第一种态度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后形式 (§§ 26–36)。

(2) 在“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二种态度”的标题下，黑格尔结合了两种在其他视角下显得对立的思想流派：经验论和康德的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诽谤批判主义。相反，黑格尔描绘了一幅非常肯定且接近他自己哲学的经验论图景：经验论包含着“伟大的原则，即真相必须在现实性中存在，并且必须能够被知觉到”——而不是某种纯粹应当存在的和彼岸的东西。“像经验论一样 […] 哲学也只认识存在的东西”。而且，黑格尔在经验论中发现了——与理性主义不同！——“自由的重要原则 […] 即人们在他必须承认其知识中有效的东西时，必须亲眼看到，并在其中知道自己的存在。”经验论固然不在思想本身中寻找真相，而是在经验中寻找——但这绝不意味着经验仅仅与思想对立。相反，经验论将属于单个知觉的内容提升“为一般表象、命题和法则的形式”。它仿佛从自己这一方致力于达到思想——但它没有认识到其结果的真正特征，因为它认为“这些一般的规定（例如，力）本身不应有除取自知觉之外的进一步的意义和有效性，并且不应该在显象中证明任何没有根据的联系。”这正是黑格尔批判的核心：“科学经验论中的根本错觉”在于“以一种完全不批判和无意识的方式”使用思维规定，因此陷入糟糕的形而上学，并且没有将其结果，即普遍者，认识为普遍者和必然者 (§§ 37–39)。

(3) 康德哲学与经验论的重要差别正是在于这种认识。然而，黑格尔将批判哲学归入经验论，因为它同样将经验作为认识的唯一基础；但与经验论不同的是，它不允许这些作为真理，而仅作为显象。(“经验论”在这里指的是“第一种”，以休谟为例的经验论，而不是推论性的且在“结果”上独断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参见 § 60)。接下来对康德哲学的勾勒遵循了我们已经从《逻辑科学》中熟悉的路线，黑格尔后来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再次追溯了这些路线。即使它在许多地方仅限于暗示，但它仍构成了与批判哲学最系统的对峙。

黑格尔首先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分析论中讨论了主题问题——并且尽管存在一些有问题的表述，但他非常准确地认识到，康德在这里革命了以前关于思想对客观性态度的假设：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概念获得了新的体系性意义。它们现在标示了“经验内部要素的差别。此处的客观性指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即思维规定本身——即所谓的先验。”并且由于先验感性论的结果，不再有经验的外部，它总体上都落入“主观性”中——黑格尔认为这一解决方案是“主观的（平庸的）观念论”，因而是代价过高的。批判哲学只通过主体的构成行为，恢复了以前由于对两者差别的认知而破裂的思想与对象的“不带偏见”的统一——但这样它就严格地留在了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之内。与它相对的似乎只有“自在之物”（黑格尔在这里遵循了雅可比的单数形式，因此也遵循了这样的误解，即在自在之物下“也包含了精神、上帝”）——但它是完全从一切规定性中抽象出来的结果，作为似乎毫无中介的、与思想的对立，它更确切地说只是被思想自身视为纯粹的“思维的产物”，视为抽象的“死胡同 (Caput mortuum)”(§§ 40–45)。

黑格尔赋予先验辩证法作为“理性批判的第二方面”更多的空间和分量；而这第二方面本身比第一方面更重要。尽管对康德对以前的特殊形而上学的批判细节有很多批评，但黑格尔并没有在其任何主题——谬误推理、二律背反和上帝存在的证明——中试图恢复针对康德批判的那种形而上学。相反，他试图在康德的论证中展现一种思想的动力学，这种动力学也超越了康德，推向了“客观思想”的概念 (§§ 46–52)。黑格尔在康德的实践性“要求”中已经看到了这条道路上的步伐：“要求善具有世俗的定在、外在的客观性，即要求思想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总体上是客观的”，更明显的是在《判断力批判》中，在“直观知性”的“原则”中。他在其中发现了“被表达的理念的思想”，“知性的普遍者与直观的特殊者”之间真实的联系——尽管目前仅处于预期的形式，并且与抽象普遍的理性概念毫无中介地联系在一起，即还没有“洞察到，这就是真相，乃至真理本身。” (§§ 53–60) (4) 早在他的《雅可比评论》中，黑格尔就承认雅可比与康德一道“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认识的方式上终结了旧的形而上学，从而奠定了对逻辑进行彻底变革的必然性。雅可比由此[…]在整个哲学史中开创了一个永久的纪元。”（见第二章第7.1.1节）他在此后十年中补充了这一评价的具体内容，在他对“思想对真理的第三种立场”的评价中（如他在此处偶尔使用的不同表述，§ 73）。这种态度的特点是，“仅将思想理解为特殊的活动，从而同样宣布其无法把握真理。”这“第三个”东西因此不是否定的否定，不是对有限性的超越，而是有限性的另一种形式；对它来说，思维规定仅仅是“神人同形同性论”，而思想是“仅仅旨在有限化的活动”。在这里，“范畴”不仅因为其主观的起源而像在康德那里一样被认识，而且“就其本身而言被认识为有限的”。尽管这种观点最终对黑格尔来说并不能提供一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但他承认它也说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即关于有限领域的真理，在这个领域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雅可比正确地看到，在仅仅在中介中前进的道路上没有其他的出路。”然而，他的错误在于他仅仅用跳跃到一种理性来对抗这种停留在有限性中的做法，这种理性是“直接的知识，信仰”。黑格尔对这种“直接知识”的批判现在比起以前温和得多：“直接知识”知道“我们在表象中的无限者、永恒者、上帝是存在的，——在意识中，与其表象直接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其存在的确定性。”“哲学”对此绝不矛盾——但矛盾的是这种“直接知识”声称相对于哲学所处的排他、孤立的地位，此外，它“应该作为事实被接受”，作为“意识的事实”和真理的标准，排除了它必然以此为基础的中介和提升。因此，黑格尔证明了这第三种态度在事实上的不真实，并且让它——但这可能是违背它的自我理解的——作为它真正的洞见说出：“理念不仅不是作为纯粹主观的思想才是真的，而且纯粹的自在存在也不是真的”，而是“理念只有通过存在的介导，反过来，存在也只有通过理念的介导，才是真实的。”然而，黑格尔首先并没有将这种洞见描绘为提升到他自己哲学的决定性一步，而是将其描绘为回归到“不带偏见的形而上学”的开端，即回归到笛卡尔。他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可以说现代哲学的全部兴趣都围绕其旋转”的命题——因为它断言了“思想和思考者存在的简单不可分割性”，同样也断言了“关于上帝的表象及其存在的不可分割性”。相反，“现代立场”偏离了笛卡尔的地方在于它将其科学认识方法限制在有限性上；因此它没有为对无限者的认识保留任何方法，而是将自己交给了“想象和断言的疯狂的肆意妄为，道德上的自负和感觉的傲慢” (§§ 61–78)。

因此，似乎需要进一步的步骤——而且不仅是否定地认识到科学的“彻底无前提性”或“想要纯粹思考的决定”，正如黑格尔在 § 78 中（回顾第 1 版 § 36）所说的那样。更确切地说，需要发展一种也用于认识无限者的方法——或者更好的是，一种包含整个知识领域的普遍方法——或者再次用《雅可比评论》的话来说：一种“关于逻辑的完全改变的观点” (见第二章第7.1.1节)。

(5) 然而，通过关联和批评实现的，这种暗示向其逻辑学的“更深概念”过渡的方式，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导论”到逻辑学以及由此“导论”到全面教学纲要体系的形式不能提供等同于《精神现象学》的功能。从形式上看，他现在自己用来反对他的《精神现象学》的循环重复出现了：如果后者必须预先假定本应由其证明的“科学”的内容和方法，那么黑格尔的新尝试，即简要地将现代哲学史的动力呈现为走向他自己哲学的运动，必然更会预先假定只有逻辑学才拥有的思维规定作为标准。他确实可以唤起对概念澄清的渴望——但他不能以符合他自己科学要求的方式证明“纯粹思考的决心”。

文献： 黑格尔：1830 年《百科全书》中逻辑学的“先行概念”。由 Alfred Denker / Annette Sell / Holger Zaborowski 编辑。弗赖堡 / 慕尼黑 2010 年。

7.2.6 “绝对精神”的构想

(1) 以《全面教学纲要》作为“讲授课用书”（见第二章第7.2.1节）为基础，黑格尔在讲授课中讲述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主观）精神哲学这些单独的学科训练——但他没有讲述客观精神哲学，因为他为此准备了一本单独的纲要，即《法哲学原理》（见第二章第8.1节），他也没有讲述世界历史哲学和“绝对精神”哲学，因为他为这些也准备了单独的草稿（见第二章第9.6节）。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全面教学纲要》的最后一章探讨了“绝对精神”（第1版§§ 453–477，第3版§§ 553–577）。这种呈现与关于美学、宗教哲学和哲学史讲授课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与在讲授课中对各个学科训练进行的全面体系性和历史性阐述相反，《全面教学纲要》在简短的导言（§§ 553–555）之后，主要将艺术作为希腊艺术（§§ 556–563），将宗教作为基督教宗教（§§ 564–571），并将哲学——特别是关注黑格尔体系——隐含地作为现代哲学（第2版§§ 572–574 或第3版§§ 572–577）进行主题化。

这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这绝对精神的全面教学纲要哲学是仅仅提供了其简化版，局限于艺术、宗教和哲学的三个部分历史的完成形态；还是它毋宁说提供了“绝对精神的体系构想”的独立展示，后者将绝对精神展示为一种“绝对历史”的形式，即一个从希腊艺术到基督教宗教，再到现代哲学的过程？在后一种情况下，绝对精神哲学的全面教学纲要不仅不是简单地通过替代其三种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来具体化的；相反，如果这样做，它的统一性将会被打破（Fulda 1965, 225–251; 2001, 242–255）。

将绝对精神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区分开来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前者构成了后者的精神实体；在这方面，它仿佛是世界历史的最核心部分。然而，存在争议的是，前者是否局限于希腊艺术、基督教宗教和现代哲学这三种完成形态，而不是涵盖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全部部分历史，当然，在这其中这三种完成形态代表了突出的阶段。将“绝对历史”局限于完成形态的最有力论点在于它们在关于“绝对精神”的一章中的顺序。但是，即使在这里，黑格尔也绝没有明确承认这种解读。关于艺术的部分确实也讨论了非古典艺术，象征艺术和浪漫艺术（§§ 561 f.），而关于哲学的部分根本没有显现出明确的时代参照。但最重要的是，黑格尔自己在他个人藏书笔记中对这个全面教学纲要的执行与这种解释相矛盾：这些笔记往往以与讲授课相同历史和地理广度来处理艺术、宗教和哲学；它们并没有揭示出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全部历史与仅局限于各个完成形态的“绝对历史”之间存在差别。它甚至包含对整个哲学史的明确召唤（GW 13.503–543; Jaeschke 2000, 387）。遗憾的是，黑格尔的《关于全面教学纲要的讲授课》没有通过听课笔记流传下来（见第二章第9.1节），因此也无法从中获得支持或反对特殊“绝对历史”假设的额外论点。此外，对黑格尔来说，不仅仅是完成形态——希腊艺术、基督教宗教和现代哲学——而且是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所有形态都属于“绝对精神”，因此，关于包含其形态少于全部的“绝对精神的历史”的论点并不充分——否则黑格尔很难如此全面地对它们进行主题化。

7.2.7 哲学的三个推论

(1) 过去几十年来的研究对《全面教学纲要》最后四节提出了所谓的“哲学推论”（§§ 574–577）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然而，研究并没有得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结果；相反，它的结果在解释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分歧从字面理解开始，直到质问这些推论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构想有什么功能结束。试图在现存文本或体系部分中找出推论原型的努力交替出现，伴随着关于他在这里是否在构思一种替代其《全面教学纲要》体系的形式——甚至是多种形式的思考。

(2) 此外，上述的几个段落还留下了关于发展史的谜团。在《全面教学纲要》的第一版中包含它们（第1版§§ 474–477），但在 1827 年的版本中却缺失了，而第三版又以哲学的三个推论作为结尾。这些修改在细节表述上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种在其他情况下不常见的变化的原因无法确切指出；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本节末尾将探讨进一步的解释。第二版中关于推论学说的放弃以及在第三版中的重新加入似乎与其他的构想变化没有关系，而更多地表达了他在结构设计上的某种不确定性。遗憾的是，黑格尔手写的《笔记》（GW 13.537–543）也未能为理解这三个推论提供明确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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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管第 575–577 节的构想无可争辩地具有推论逻辑的性质，但要将其结构映射到《逻辑科学》或《全面教学纲要》的推论学说上，并明确说出各节分别以哪些推论形式为基础，这并非没有问题。然而很明显，黑格尔将其构想为一个完整的推论：一个由三个推论组成的推论，其中每个环节既是开端，也是中项和结果。其原型是柏拉图《蒂迈欧篇》（31c–32a）中关于“美丽的纽带”的学说。黑格尔早在他关于《差别》的著作中就引用了这一思想——确切地说，是在他发展“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公式的语境中（GW 4.65）。在这种循环结构中，黑格尔看到了他完全中介之理想的实现。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中介方式，才不会留下任何未被中介的、未经证明的前提预设。

(4) 关于这四节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尽管黑格尔似乎相对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第 574 节以逻辑学为主题——但并不是在它构成《全面教学纲要》开端的意义上。在那里，它被理解为“上帝在创造自然界和一个有限精神之前的呈现”（GW 21.34）。相反，在这里，逻辑的东西具有在具体内容——即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中“得到证实的普遍性”的意义。黑格尔的《笔记》对此做出了更为精确的说明：逻辑的东西是结果，并且“不是在自然界其余的丰富性旁边孤立的、分离的发展”——相应地应补充“和精神的其余丰富性旁边”。

关于逻辑的假定“直接性”和开端性，《笔记》解释说：“在开端——人们希望直接地采取这一立场”（GW 13.537）。这表明，在真理中它并不局限于这种直接性——它不仅应被视为一个开端的东西、直接的东西，而且同样应被视为结果。而关于科学的“结果”的说法，第一版解释说：“其概念的前提预设或其开端的直接性，以及它在其中所具有的显象的方面，已被扬弃了。”第 575–577 节重新采用了“显象”这一关键词。第 575 节将“第一显象”——自然界——置于中心位置，从而同时赋予它在这个第一推论中作为中项的地位。然而，不能将这种通过自然界的中介理解为一个独立自存者作出的肯定性成就，“作为他者仅仅将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因为一方面，自然界并非真正独立自存者；它没有自己的现实性，它仅仅“自在的是理念”。另一方面，它仅仅是“通道和否定的环节”。《笔记》精确地指出：“自然界是中介的东西；抽象的他者存在，作为扬弃自身的——有限性——精神从其中反思进自身并与逻辑的东西设定为同一的——充实——逻辑的东西的具体化”。此外，《笔记》还强调了正文中的命题，即概念的中介具有“过渡的外在形式”：“但是过渡是主要的事情”。由此，黑格尔将存在逻辑范畴的运动方式——过渡到一个他者（§ 161）——归于这种中介，正如第一版在结尾处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在这个推论中具有“一个存在的”形式。

(5) 第 576 节探讨第二种形式的显象。这里的中心是有限精神作为认识活动的主观活动性。然而众所周知，它并不是以设定自然界的方式与自然界相对立，而是仅仅以自然界为前提预设，并将其与逻辑的东西结合起来，只要它在自然界中认识到并突显出逻辑的东西。黑格尔直到第三版才补充说，这种主观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自由，且它本身就是产生这种自由的途径”。——只有在这个第二推论中，他才明确追溯到他的推论逻辑，将其称为“在理念中的精神反思之推论”——不过，他并没有通过指出“反思之推论”（§ 190）内部同样是三环节的结构来详述这种追溯。在《笔记》的命题（“是各别的个体在进行哲思”）与反思推论的第一种形象即“全体性之推论”（在其中，中项应“同时被思维为所有各别的具体主体”）之间，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超出暗示的联系。属于此处的其他形式——归纳之推论和类比之推论——无论如何都不能映射到第 576 节上。

(6) 关于第 577 节中呈现的第三推论，黑格尔虽然没有指明推论的种类，但他将其刻画为“哲学的理念，它将自我认知的理性、绝对普遍者作为其中项”。从内容上看，这指向第 574 节的开端，在那里黑格尔将哲学的概念引入为“思考自身的理念、认知的真理”。而从结构上看，这指向了“必然性之推论”：它也——根据第三推论形象（B-A-E）——将普遍者作为中项。此外，还可以指出与这种推论的第三种即选言推论（disjunktiver Schluß）的特殊一致性。根据逻辑学的说明，在其中“进行中介的普遍者也被设定为其特殊性的整体性，并被设定为一个各别的特殊者、排他性的个别性，[…] 以至于同一个普遍者在这些规定中仅仅存在于差别的形式中。”（§ 191）与此相对应，在第 577 节中不仅有这种普遍者“在精神和自然界中自我分裂”的说法，而且还有“理念自我判断为（Sich Urtheilen）在第 575 及后续小节中被考察的那两个显象”的说法。这后者采纳了《笔记》中的一种表述；它们评述道：“哲学自身扬弃了它的主观性，即认识到它的理念向这 2 个端项的分裂”。

(7) 尽管在具体内容中得到证实的逻辑的东西作为自我认知的理性在第 574 节中仅仅作为结果进入视野，但在那里它构成了中项，其表现是“这两种显象”：自然界（在第 575 节中被称为“自在的理念”）作为自在理念的过程，有限精神作为理念主观活动性的过程。然而，它们借此并没有构成在某种程度上地位同等的环节——正如人们从第 577 节中可能推论出的那样。第一版非常清楚地坚持认为：作为这种分裂的一个端项，“自然界直接仅仅是一个被设定的东西，正如同精神就其自身而言不仅是前提预设，而且是返回自身的整体性一样。”（7）而且，另一个可能的误解虽然不能通过追溯到第一版、但可以通过追溯到关于它的《笔记》来排除：即认为这三个推论似乎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关联。相反，《笔记》明确坚持：“所有 3 个立场都统一在一个中 a.) 自我推进的是事情的本性 b.) 认识活动的活动性的运动 c.) 恰恰在其中，既非主观的也非客观的——而是呈现自身的这单一理念，并且在其通过各个特殊领域的演变中，这单一理念同时是环节”。总而言之，《笔记》的这种回顾显然构成了第 577 节最后一个主句的前奏形式。然而，与那里留得非常不确定的表述“它在其中统一”相比，它们更加确定地说，这三个推论在这最后一个推论中统合——前两个推论仅仅构成这最后一个推论的各个环节：第 575 节以“过渡的形式”（§ 575）中“事情的本性”的运动为对象，而第 576 节以认识活动的活动性的运动为对象。它们还确定地说出了否则只能被推论出的内容：第 577 节中谈论的“绝对精神”不属于“认识活动的活动性”的一边，而是一个相对于自然界和认识活动的运动的第三者。

(8) 黑格尔对这三个推论的展示极其多层且晦涩。因此毫不奇怪，它们找到了与其解释者数量一样多的不同诠释。它们的共同之处几乎仅在于：它们都很难与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展开的体系大纲相协调。在此通过关于逻辑学和客观精神去向的两个问题来更详细地阐明这一点。

关于逻辑，第 574 节说，它是“在具体内容中 […] 得到证实的普遍性”。尽管如此，其在体系大纲中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即使作为“得到证实的”，它也没有被绝对精神变得多余和吞噬。在第 575 及后续小节中，黑格尔似乎在最初的意义上谈论逻辑。因此绝对精神在这些小节中没有被提及。这种关系在第 577 节中——极有可能是——颠倒了。如果在自然界和精神中自我分裂（§ 577）的“绝对普遍者”应被理解为绝对精神，那么逻辑学在体系中就没有位置。相反，如果将其理解为逻辑学本身（而不是在具体事物中得到证实者），那么绝对精神将是无处安放的——除非它被安置在主观认识活动的一边，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这种困难让人想起黑格尔最早的体系草图，即他在耶拿岁月初期、与谢林合作时写下的那些（见第二章第 4 节第 6 小节）。在那里的绝对无差别点哲学中，逻辑学——在主观性与自然界旁边——同样没有合适的位置。

而且不仅仅是逻辑学在第 577 节概述的构想中找不到位置。所有这三个推论都只将有限精神主题化为主观的；它们没有提到客观精神。因此，精神仅仅以其作为绝对无差别的先验哲学环节就已经拥有的那种规定进入这三个推论中。关于客观精神的体系地位问题，人们也同样被进一步指向同一性哲学的早期构想。

(9) 由此只能得出一个推论：对这三个推论进行诠释的困难——至少部分地——是由于黑格尔在这里将一个属于其体系构想最早阶段的中介模型嫁接到了《全面教学纲要》上。黑格尔在第 577 节中设计的中介模型，以通过将一种主观的先验直观与一种客观的先验直观对立起来从而建构绝对者的早期做法为基础——“前者是自我，后者是自然，两者都是绝对自我直观理性的最高显象。”（GW 4.77）仅仅在精神的一边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这种从属关系中，才显露出黑格尔后来、但自 1803 年起就已经获得的关于精神更高地位见解的一丝痕迹。

除此之外，这些关系一直可以追踪到遣词造句中。上文最后引文中的“显象”一词已经是一个线索，而且并非唯一的线索：《差别》在谈及自然哲学和理智哲学的二元性时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两者内在同一性的同时，将这两门科学相互对立起来；在其中一门科学中，绝对者是一个主观的绝对者，以认识活动的形式存在；在另一门科学中，它是一个客观的绝对者，以存在的形式存在。”（GW 4.74）根据《全面教学纲要》的第一版，科学在显象的第一种形式中具有“一个存在”的形式（1§ 475，参阅 3§ 575），而在第二种形式中它显现为“一种主观认识活动。”（1§ 476，参阅 3§ 576）而且关于“三个推论”的说法也指向了体系构想起源的时期。奇怪的是，这一说法无法在黑格尔该时期的著作中得到证实，却能在谢林对此类路径的批评中找到，尽管谢林并未指明其作者是谁，但可以肯定地被确认为黑格尔。在批评逻辑学对哲学的意义之语境下，谢林概述了一种构想，即在形式和质料上让绝对者分别落入三个推论中，并借“布鲁诺”之口说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对于所有以这种认识方式去寻找哲学，却想以这条路径或根本上想去证明绝对者之存在的人，我们将断言：他们还没有跨入哲学的门槛。”（SW I/4.300）。在他不久后的著作《哲学与宗教》中，谢林再次提及这一点：反思哲学家们没有注意到，“绝对者能够被表达并在其中被表达的形式，还原为了存在于反思中并且通过三种推论形式被表达出来的唯一可能的三种形式，而且只有直接直观的认识活动才无限地超越通过概念的任何规定。”（PLS 3/1.106）。

然而，推论学说在概念和术语上对最早草案的这种双重追溯，并不意味着真正回归到了耶拿初期的起点。这是对一种不再适合其后构想的工具体系的追溯。因为它不允许确定逻辑学的体系地位，而且总体上给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带来了混乱，因为它忽视了客观精神的存在，同样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绝对精神的论述不再像绝对无差别那样——完全对立于自然界和主观精神这两门科学，而是作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第三者构成了一门精神哲学内部的部分。

这种三个推论的学说与后来体系构想的不兼容性，可能是黑格尔于 1827 年将其排除在《全面教学纲要》之外的原因。在那里，第 574 节首先与第三版一致地说，逻辑的东西是作为精神性存在的结果，但随后黑格尔继续说道：“它已被证明为自在且自为存在的真理，并且从其作为前提预设的判断、从对其内容具体直观和表象中，已经提升进其纯粹本原同时进入其要素中了。”体系的这一终结符合总体精神哲学、特别是绝对精神的新构想。然而黑格尔又同样地抛弃了它——可能是因为，这一终结只是令人不满意地实现了他对哲学体系的全面自我中介的理念，正如他在引用的柏拉图《蒂迈欧篇》以及第 192 节中所表达的那样。因此，他再次采用三个推论的学说，以其在《全面教学纲要》第一版中所采用的形式——仅作了微小的修改，而这些修改更适合于使这一构想变得隐晦难懂，而不是使其更加清晰。

首版：海德堡 11817；21827；31830。——文本：GW 13；GW 19；GW 20。——来源：[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戈特特罗伊·托卢克]：《论原罪与救赎者，或：怀疑论者的真正洗礼》。汉堡 11823；21825。——参考文献：卡尔·罗森克兰茨：《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性说明》。柯尼斯堡 1840（ND 希尔德斯海姆 1963）；富尔达：《导论的问题》（1965）；169–202；莱因哈德·黑德：《神圣理念及其在宗教中的显象。对黑格尔逻辑与宗教哲学关系的考察》。明斯特哲学博士论文 1972，276–303；布鲁诺·L·蓬特尔：《呈现、方法与结构。G. W. F. 黑格尔系统哲学统一性研究》。波恩 1973；埃米尔·安格恩：《黑格尔的自由与体系》。柏林/纽约 1973；恩斯特·贝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文学科学百科全书与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的区别》。HS 17 (1982)；维托里奥·赫斯勒：《黑格尔的体系。主观性的观念论与交互主观性问题》。2卷本，汉堡 11987；卡伦·格洛伊 / 赖纳·兰布雷希特：《关于黑格尔〈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的文献目录。一手与二手文献1817–1994》。斯图加特-巴特康施塔特 1995；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编）：《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30）》，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0；其中包含：克里斯塔·哈克内施：《逻辑科学》（§§ 19–244）；沃尔夫冈·诺伊泽尔：《自然哲学》（§§ 245–376）；赫尔曼·德吕佩：《精神概念》（§§ 377–387）、《主观精神》（§§ 388–482）；施奈德尔巴赫：《客观精神》（§§ 483–552）；安妮玛丽·格特曼-西弗特：《艺术》（§§ 556–563）；瓦尔特·耶什克：《启示宗教》（§§ 553–555, 564–571）、《哲学》（§§ 572–577）；富尔达：《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概念》。HS 36 (2001)，171–198；哈尔比格：《客观思维》（2002），219–324：思维对客观性的三种立场；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 / 布尔克哈德·图施林 / 乌尔里希·福格尔（编）：《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体系。从〈逻辑科学〉到绝对精神哲学》。斯图加特-巴特康施塔特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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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法哲学原理

8.1.1 起源

(1) 除了《全面教学纲要》和《逻辑学》后来的新版之外，黑格尔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法哲学原理》或者，根据其较少为人知的主标题，即《自然法与国家学说纲要》。在 18 世纪出现的“国家科学”一词，黑格尔并不是从冯·哈勒的《国家科学的复辟》（1816–1834）中提取的；他早就在纽伦堡将它作为“法学”的补充加以使用了（见第二章第 6 节第 1.4 及后续小节），并且同样将其用作他在海德堡的讲授课标题（GW 26/1.3）。相反，“法哲学”在当时是一个新的、令人惊奇的构词，它大概是基于黑格尔的讲授课而流行起来的——尤其是他本人偏爱这个标题，比如在 1819/20 年冬季学期的公告中：“Ius naturae et civitatis, i. e. philosophiam iuris”（Br IV/1.114）。

如同《全面教学纲要》一样，《法哲学原理》也不是一个已完成“体系”中独立自存的部分，而是如标题页进一步证明的那样，是一本“供其讲授课使用”的手册。它是从他在海德堡和柏林早期关于法哲学的讲授课中产生的，反过来又构成了后来讲授课的基础，因此它本身就构成了这些讲授课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人们不会认为，黑格尔在作讲授课时首先朗读了各自的主题段落，然后接着进行评论。由于手册与评论的这种交织，为了避免重复，这里将首先在《关于法哲学的讲授课》的语境中，从内容上探讨法哲学的构想（见第二章第 9 节第 5 小节）。

(2) 关于《自然法与国家学说》的讲授课（1817/18 年冬季在海德堡，1818/19 年在柏林），黑格尔并没有依据他的《全面教学纲要》来举办——大概是因为它不够详细——，而是以口授讲稿为基础。这些讲授课的迅速重复使冯·塔登认为，黑格尔打算出版它们（致黑格尔，1818 年 11 月 12 日）；然而，没有证据表明黑格尔当时或者甚至早在海德堡就已经考虑出版法哲学了。黑格尔仅仅是在 1818 年 2 月 1 日向海德堡出版商温特索要“胡果的《法学史》”（Riedel，第 1.15 卷），并随后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其进行论战，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有出版计划。直到在 1819 年 3 月 26 日致尼特哈默的信中，黑格尔才表达了这一意图：“为了莱比锡书展，我还应当写一本书（我分节的自然法）。”这条简短的信息包含了几个重要的信息：黑格尔还应当“写”这本书，这表明他并没有打算仅仅将他的口授讲稿付印；他提到的段落表明这是一本讲授课手册；所提到的书展只能是 1819 年秋季的米迦勒书展，因为欢呼节书展已经迫在眉睫，而“应当”表明，黑格尔当时已经与出版社取得了联系，或许甚至已经签订了合同。同样——大概写于八月的——冬季学期公告也指向一本即将出版的教科书：“ad compendium proxime in lucem proditurum”（Br IV/1.114）。

关于起源史的下一个证据是黑格尔 1819 年 10 月 30 日致克罗伊策的信——而围绕着这封信，流传着关于法哲学因害怕审查而据称被推迟的传说（对此可对比 卢卡斯/拉迈尔 的观点）。这封信之所以迎合了人们始终广泛传播的对制造传说的渴慕，也是因为它写于一个政治上非常动荡的时期：在“追捕蛊惑民心者”的时期，在当地开会的部长们做出“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以及在各德意志邦国政府，包括普鲁士，采纳了法兰克福联邦议会通过的限制性决议后不久（见第一章第 8 节第 1 小节）。黑格尔写道，他本想“用几印张关于法哲学的段落”来回报克罗伊策的赠书——但他并不像克罗伊策那样“在工作上如此勤奋和精神饱满”。“联邦议会决议下达时，我正要开始付印。由于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出版审查自由处于什么状态，我将很快把［它们］付印。”这段话被误解为，黑格尔当时——在“夏末”或“初秋”（施奈德尔巴赫 2000, 165,170 也是如此跟随伊尔廷的观点）——拥有一份《法哲学原理》的“可付印手稿”（伊尔廷 1973，第 1.64,67 卷），而现在他觉得有必要修改它，以适应新的情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直到 1820 年 10 月初才出版。伊尔廷（1975, 69 及其后）甚至断言，由于卡尔斯巴德决议，黑格尔“牺牲了他对现代国家的构想，并且为了适应现存状况，让他的现代国家理论分裂成互不相容的两个部分。大概要归咎于其呈现的晦涩难懂，才导致这种决定性的决裂——人们几乎想说这是对自身原则的背叛——迄今为止完全没有引起它应得的关注。”只要不带偏见地看一看黑格尔自耶拿初期以来的预告和出版习惯，就能知道，假定的因政治原因引起的推迟并不包含任何神秘之处：如果说黑格尔兑现过出版预告的话，那么他总是迟延兑现的。最重要的是——就像当时的许多其他作者一样——他并没有将他的出版物作为一个整体付印，而是分小批付印，将它们作为单独的印张收回，并视情况分发给听众或朋友。黑格尔显然也想在这里遵循这种操作流程。他对克罗伊策提到“几印张”——由此绝对不能推断出存在一份完整的、可以付印然后被扣留的手稿，而仅仅表明黑格尔现在认为开头部分——大概是“导言”——已经可以付印了。而且他绝没有向克罗伊策预告，他的书会因为新的政治局势而推迟，而是说他将“很快把这些部分付印”。由于学期已经开始，前几印张对学生来说无论如何都太迟了，因此黑格尔大概是与他的法哲学讲授课平行地完成了其余部分，并直到 1820 年 6 月 9 日才将前半部分“（或稍多一点）”寄给出版商“尼古拉书店”，并请求已经将这前半部分提交审查，但“不要开始印刷，直到我很快就会补寄的其余部分也从审查中返回”（Br IV/2.34）。在这个时候，《法哲学原理》基本上已经是完满的了；在 1820 年 6 月 25 日签署前言标志着他工作的结束。

而在《法哲学原理》于 1820 年 10 月初出版，但带有日期“1821”这一事实背后，也嗅不到任何神秘的掩盖意图——因为这也是今天常见的操作流程。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断言《法哲学原理》中的任何段落要归因于政治立场的转变，甚或事后的妥协适应。更令人惊讶的是，它极其明确地反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转而支持法典的编纂（从而含蓄地也支持宪法的编纂）（§ 211，参见 GW 4.470），此外，在所谓的“哈勒长篇抨击”（§§ 258, 219）中，以无以复加的尖锐态度攻击了当时复辟的主要代言人和后来普鲁士“王储党”的宠儿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耶什克 1986b, 227–234）。

1820 年 10 月 10 日，黑格尔将《法哲学原理》寄送给了冯·阿尔滕施泰因部长——并在寄送函的草稿中指出，他的书不可避免地表明，“我以此方式汇报了关于我现在讲述的这个对象所讲述的那些原则的范围——在王室领地并由阁下高明领导下所享有的如此公正的保护和令人钦佩的促进中，我将在哲思的真正自由下 […] 为我的责任作出交代。”在给国家总理哈登贝格亲王的寄送函草稿中，他表达得更为明确：他的学术努力在于，“将那些错误地篡改此名称的东西从哲学中剔除出去，而是为了证明哲学与一般国家本性所需要的那些原则的和谐一致，但最直接的是要证明它与普鲁士国家在其［国王陛下］开明统治以及殿下英明领导下，有幸部分保留、部分仍将保留的东西和谐一致，正因如此，属于普鲁士国家必然使我自己感到特别的满足。”在这封信中，隐藏在当时政治正确而恭顺、今天看来显得谄媚的措辞之下关于兑现宪法承诺的暗示，国家总理是很难注意不到的——前提是他如果注意到了这封信的话。

8.1.2 前言

(1) 黑格尔对《法哲学原理》的“前言”（GW 14/1.5–17）并未进入法哲学讲授课。然而，它决定性地塑造了其接受史。毫无疑问，它是黑格尔最精彩但也是最具有爆炸性的文本之一。即使在今天，它也被解读为“出版灾难”和“哲学政治小册子”（施奈德尔巴赫 2000, 327），甚至被视为政治复辟的宣言——当然，这出自那些并未表明他们曾涉猎过当时复辟党政治草案的批评者之手。此外，“前言”所引发的批判性保留意见也并未局限于《法哲学原理》；它多次使黑格尔的哲学整体名誉扫地。

(2) “前言”的复辟色彩似乎聚焦在这样一句格言上：“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GW 14/1.14）然而，只需少许诠释学技巧，人们就会确信，不能将这个“双重命题”解读为对现存政治状况的浅薄辩护。因为“前言”总的来说是通过“现实的理性”与“表面上显现的形态及偶然性”之间的“本体论差异”来描述“哲学对现实性的立场”的。正如哲学必须研究并把握自然界中“当下存在的、现实的理性，不是表面上显现的形态及偶然性，而是它的永恒和谐，而是作为它内在的法则和本质”，它在对伦理世界的认识中同样如此（GW 14/1.8）：它必须阐明其内在的合法则性——国家的内部逻辑，即“其合理性的建筑术，它通过对公共生活各圈子及其权利的特定区分，以及通过每个支柱、拱门和支撑所保持的严格限度，使整体的力量从其各环节的和谐中产生出来”（GW 14/1.10）。因为这种内在的理性结构才是真正的“现实事物”，并因此是哲学的对象——而不是关于日常政治的争论，更不是政治煽动。

因此，黑格尔反驳了一种自诩为哲学的思潮，在他看来，这种思潮通过诉诸“直接性”使得“这一建成的建筑融汇进‘内心、友谊和狂热’的泥沼”：这种“喧嚣”不仅未能把握哲学概念，而且还使哲学名誉扫地。他指名道姓地提到了那个人，他似乎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喧嚣”的化身：即“这种称自己为哲思的浅薄之统帅”，他的老对手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这种批评有时被指责为卑劣的，因为弗里斯当时由于他的“蛊惑民心的活动”，特别是由于他在瓦尔特堡节上的演讲而失去了职位。但是一方面，黑格尔在此仅仅重复了他早先的批评——那是在他还是纽伦堡的学校教师，而弗里斯是海德堡的教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弗里斯对哲学的贡献之外，绝不能对他的政治煽动中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沉渣避而不谈，这与黑格尔所批评的当代“浅薄”的另一种成分——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虔诚在当时甚至被用来使政治暗杀合法化（见第一章第 8 节第 1 小节）。

迄今为止尚未有人注意到，黑格尔将他一方面针对复辟、另一方面针对反对复辟的“蛊惑民心活动”的批评置于同一个概念之下：“对法则的仇恨”（GW 14/1.10）。黑格尔一方面在诉诸“感觉”或“神圣的友谊之链”（然后特定的人群又被排除在外）试图取代理性认识的地方认出了这种仇恨。他同样也在复辟的代表们身上看到了“对所有法则、立法、所有正式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最痛苦的仇恨”：“对法则、对法律规定的法权的仇恨是试金石（Schiboleth），狂热、低能以及良好意图的虚伪在此显露出来，并无可辩驳地显现出它们的本来面目，无论它们披上什么外衣。”（§ 258 脚注）

(3) 因此，“前言”之所以成为哲学政治学论文，并非因为其据称是对偶然持存之物乃至对已逝去之物的纲领性复辟的辩护，而更多是因为它试图使哲学置身于此类日常政治争论之外，并将其使命确立为对社会现实性之理性结构的非政治性认识。它必须穿透显象之丰富性的“五彩斑斓的外壳”：“然而，在这些外在性中，通过本质在其中的映现而形成的无限多样的关系，这无限的材料及其调节，并不是哲学的对象。哲学如果参与其中，就是介入了与它无关的事务”（GW 14/1.14 及其后）——而且不是因为它带着内疚的良知忽视它们，而是因为它负有认识普遍事物的使命。

然而，这个——在日常政治意义上非政治的——纲领暗示了另一个稳定性的方面：对精神世界的内在理性的认识活动始终只能是对存在者的认识活动；它无法跨越现在。正如个体无论如何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一样，哲学也是“在思想中把握的它的时代”。尽管如此，甚至不能说它存在于纯粹的现在之中：“作为世界的思想，它只有在现实性完满地完成了其形成过程并把自己弄好了之后的时间里才会显现。[…] 当哲学把它的灰色涂在灰色上时，那么生命的一种形态就已经变老了，并且用灰色涂在灰色上不能使之返老还童，而只能使其被认识；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降临时才开始起飞。”哲学致力于这种认识；它不是要构造国家应当如何，而是：“把握存在的东西，是哲学的任务，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GW 14/1.15 及下文）

(4) 将关于现实事物的合理性的格言嵌入到解释它的语境中，并没有阻止那种致命的误解，即认为黑格尔正是为了给偶然的显象辩护，而根据他的方法，哲学恰恰与此无关。等值公式的直接前身形式较少受到这种误解的影响。例如，“合乎理性的事物必然发生”这一公式贯穿了 1817/18 年《法哲学讲授课》的听课笔记（GW 26/1.164 及其后），而从 1819/20 年的讲授课中，即在创作《法哲学原理》（尽管也许还不是“前言”）时期，流传下来了一个类似的公式：“合乎理性的事物将成为现实的，而现实的事物将变得合乎理性。”（GW 26/1.338）在此凸显了“双重命题”（亨利希）至少同样包含在自身之中的批判性潜能阶次。海因里希·海涅讲述的与黑格尔的一段（大概是虚构的）对话也突出了这一点：“当我曾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句话感到不满时，他奇怪地笑了笑，并指出：这也可以说成：‘凡是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必然存在’。”（HBZ 235）然而，林吉尔对同一 1819/20 年讲授课的流传无论如何都遵循《法哲学原理》：“合乎理性的事物是现实的，反之亦然”——并且它完全顺着《法哲学原理》的意思进行了精确说明：“但不是在那些可能会陷入混乱的个别性和特殊事物中。”（GW 26/1.338 及其后）。

(5) “双重命题”的爆炸性，至少其在政治静寂主义意义上的“容易被误解性”（R 335），迫使黑格尔在第二版《全面教学纲要》（2§ 6）中对这些“简单的句子”的意义进行了精确说明——通过在强调意义上区分“显象”和“现实性”，并且一般而言通过诉诸于他的逻辑学中关于定在、实存和其他规定的分化概念。然而，将这种解释视为借口，视为从残酷的政治世界退缩到只有思维认识活动的毫无激情的寂静之中，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绝没有超出对偶然“显象”与“现实性”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无论如何都贯穿了他的“前言”。它谈到“现实性”也是在反对平庸的政治现实事实的对立概念意义上说的。同样，黑格尔现在也强调，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会把“任何无论多么萎缩和短暂的实存偶然地称作一种现实性”。然而，即使是一种“普通的感觉”也知晓单纯偶然之物与在肯定意义上的现实事物之间的区别，而这种现实事物是理念的环节，理念既不会卓越到、也不会虚幻到无法给予自身现实性：“但人们必须知道什么是现实的。”（V 8.50）

8.1.3 接受

(1) 与《现象学》或《逻辑学》等伟大著作不同，《法哲学原理》在同时代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对黑格尔来说始终是不愉快的。这绝非不可理解——因为随着《法哲学原理》的出版，黑格尔使自己与参与当时文献争论的所有派别都处于紧张关系中：因为对胡果的批评而与历史法学派关系紧张，因为要求编纂法典而与冯·萨维尼的政治选择关系紧张，因为对冯·哈勒的尖锐论战而与复辟派关系紧张，以及因为“前言”而与那些认同瓦尔特堡演讲者德国民族主义的人关系紧张。相反，《法哲学原理》的哲学实质却很难被理解。即使是像卡尔·约翰·弗里德里希·罗特这样的好熟人，也在 1820 年 12 月 18 日承认他感到“遗憾，我根本不理解这些段落，也不理解许多注释。[…] 在我看来，一个具有如此精神力量的人似乎不可能掌握不了导言（Isagogik），我认为它在开头虽然不是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是通俗易懂的。”尼特哈默也有类似的问题，但他在 1821 年 4 月 16 日总结道：“但是在所有我能找到的疑虑中，我还是告诉自己，是时候去应对不仅是我们那些谈论政治的酒馆常客、而且是我们国家科学家本身的迟钝和肤浅了，如果您在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感谢，那么您在其他人那里就更可以确定这一点了。”而自称是黑格尔忠实朋友和热心学生的冯·塔登在 1821 年 8 月 8 日简洁地总结了这本书的影响：“您开始了一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新战役，并且毫不留情地冒犯并伤害了朋友和敌人 […] 这一伟大的事情现在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如果在精神的土地上用科学的合法武器进行这场战争，那么很快就必须决定，是谁呈现了正确的法权，因此是真正正确的。”唯有冯·阿尔滕施泰因部长，尽管很迟，但在 1821 年 8 月 24 日向黑格尔表示了感谢：由于黑格尔敦促“把握现在和现实的东西，并把握自然界和历史中合乎理性的东西，在我看来，您赋予了哲学对现实性的唯一正确立场，这样您就最稳妥地成功保护了您的听众免受那种在未对现存事物进行认识活动就将其抛弃、且特别是在涉及到国家方面热衷于随意提出空洞理想的有害的自负所毒害。”（R 337）

(2) 曼弗雷德·里德尔将《法哲学原理》的评论置于“失败的接受”这一标题之下（1975，1.17–20）——并且这发生在此中的一些评论（赫尔巴特、Z. C.、科尔曼）非常详细且努力进行客观探讨的情况下；相比之下，他以前的朋友和（自符腾堡宪法之争起，见第二章第 7 节第 1.2 小节）后来的对手保卢斯匿名发表的评论则几乎完全是论战性的，它主要针对黑格尔的“前言”，当然，这在其他评论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当然，这是黑格尔自己挑起的；在 1821 年 5 月 9 日写给道布的信中，他说他想用“前言”“狠狠地教训这个光秃秃且傲慢的宗派——就像施瓦本人常说的那样，打击这头牛犊。”并且在 1822 年 7 月 18 日写给尼特哈默的信中，他同样严厉地写道：关于这类问题，无论如何只能指望少数人的赞同；“但我已经明确地亲自证明了，我不想在我们这些自由暴民中获得更好的反响。”然而，对于《文学总汇》将其对弗里斯的判决称为对一个无论如何已经受过惩罚的人的人身诋毁，他感到非常激动，以至于他把这个指控抄写下来，并“在一封长信中要求教育部提供保护，以抵御这种他所谓的诽谤”（R 336 及下文）——顺便说一句，没有任何成功。

除了黑格尔具有赫拉克利特式的“封闭性”和“不可穿透性”（保卢斯；里德尔 1975, 1.53）之外，批评的主要靶子是他关于现实事物的合理性和合乎理性事物的现实性的“双重命题”，这被认为是对现存事物的纯粹辩护——甚至等同于平庸的同一：即“凡是现实的，——即凡是直接感知到的东西，也就是经验的东西”（《文学总汇》；里德尔 1975, 1.147）。其他普遍的批评观点构成了黑格尔对弗里斯“浅薄”的攻击（例如保卢斯认为，由于某种“时代情况的显象”，应该让“一种健康的道德观被掩盖在过去的帷幕之下”；里德尔，55），以及他将哲学定向于把握“存在之物”，而不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应当。在这一观点上，Z. C. 是第一个提出直到今天仍被不断重申的反驳的人：“这样一种哲学当然可以适应此时此刻议程上的一切。”（里德尔 1975, 1.102）除了这些共同的反驳之外，所有评论都主张了特定视角：古斯塔夫·胡果批评了——也是纯负面地批评了——黑格尔对罗马法（以及他本人的《法学史》）的处理，对此黑格尔发表了一份《声明》予以反驳（GW 14/2.289 及其后）。然而，其他的评论寻求哲学或法学上的辩论。有两个在今天已无争议的点也带来了问题：黑格尔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Z. C.；里德尔 1975, 1.134），以及他引入了“法权哲学”或“法哲学”的概念来取代旧的“自然法”（Z. C. 和科尔曼；里德尔，1.107, 159）。

虽然评论者们指出了几个一致之处，而且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赞扬”——但批评却占了绝大多数。赫尔巴特认为黑格尔虽然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思考者”，但他被谢林“陷入斯宾诺莎主义的事故”一同拖了下去，在《法哲学原理》中提供了一种修改过的斯宾诺莎主义，混合着康德的先验自由和柏拉图的理念学说的成分（里德尔 1975, 1.98）。《文学总汇》也——在心照不宣地采纳雅各比的一种说法（见 JWA 1.122）——诊断出“未发展的、或重新陷入混乱的斯宾诺莎主义”（里德尔 1975, 1.151），而且 Z. C. 同样遗憾黑格尔“戴着同一性学说的有色眼镜”看问题，并且没有“在他之前像胡费兰、霍夫鲍尔、马斯等人已经踏上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最后，科尔曼将《法哲学原理》视为“一部巨著，但恰恰是因为它无法测量的高度而远超出人类的能力范围”——因此必然会失败（里德尔 1975, 1.144 及其后或 167）。

(3) 罗森克兰茨强调说，黑格尔的法哲学，“尤其作为讲坛上的演讲，产生了异常有益的”影响（R 337）。然而，对《法哲学原理》公众接受情况的转折直到黑格尔死后才出现：对于那些将未被理解的“双重命题”作为但丁式的“放弃一切希望”挂在通往黑格尔概念地狱大门上的人，爱德华·甘斯在为新版《法哲学原理》撰写的前言中反驳道，黑格尔的著作更多是“用自由的单一金属铸造而成的”（W VIII.X）。卡尔·弗里德里希·格舍尔几乎被遗忘的《散页集》也构成了《法哲学原理》影响史中一个短暂而富有成效阶段的早期证明，这一阶段随后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的《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 年）。

8.1.4 补充

(1) 后来为《法哲学原理》的印刷文本添加了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是黑格尔本人做的：就像对待《全面教学纲要》（1817 年）一样，黑格尔也请人为自己装订了一本带有“夹页”的《法哲学原理》手稿本。然而流传下来的副本仅包含《法哲学原理》的第一部分（直至并包括 § 180）。也许黑格尔在第二部分也有这样一本手稿本，但这方面没有证据。这些笔记最初由格奥尔格·拉松在《黑格尔档案馆》（1914–1916）出版；此后，他将它们添加到了他的《法哲学原理》版本中，随后的出版者也都各自附带着改进接受了这一做法，最近一次是《历史考订全集》（GW 14/2.292–773）。除了他手稿本的这些笔记外，黑格尔可能还拥有其他手稿，但除了少量剩余（GW 14/2.285–288）外，都没有保留下来。

(2) 第二个补充发生在黑格尔死后的时期：1833 年，黑格尔的学生和朋友爱德华·甘斯在“朋友协会版”的框架内出版了《法哲学原理》，并且在此过程中——就像在他之后的《全面教学纲要》的出版者们一样——根据讲授课听课笔记编写了“补充”。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直到现在的影响来说，这些“补充”变得非常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它们多次为《法哲学原理》增加了原本不为人知的扩充内容，不如说是因为讲授课听课笔记的语言，加上甘斯的自由编辑，给理解带来的障碍远远小于黑格尔各个段落的文本，甚至小于他的注释。但是就像《全面教学纲要》一样，这里的这些补充内容也同样不构成黑格尔已出版书籍的组成部分。由于专门出版了讲授课听课笔记版本，它们现在在内容上已经过时了；它们可以被归属到今天已有的霍托和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中。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保留着其在接受史上的意义——但也仅此而已。

首版：《法哲学原理》。《自然法与国家学说纲要》。柏林 1821 年。——文本：GW 14/1–3。——评论：[H. E. G. 保卢斯]，载于：《海德堡文学年鉴》，1821 年 4 月，392–405，第 25–26 期；古斯塔夫·胡果，载于：《哥廷根学者通报》，第 61 期，1821 年 4 月 16 日，601–607；佚名，载于：《1821 年最新国内外文学总目》，莱比锡 1821 年，436–441；[J. F. 赫尔巴特]，载于：《莱比锡文学报》，1822 年 2 月 20 日–22 日，353–371，第 45–47 期；Z. C. [卡尔·萨洛莫·察哈里亚？]，载于：《赫耳墨斯或莱比锡文学批判年鉴》，1822 年 1 月，卷 1.309–351；佚名，载于：《文学总汇》，哈雷，1822 年 2 月，305–317，第 39–40 期；[K. Chr. 科尔曼]，载于：《耶拿文学总汇》，1828 年 1 月，增刊第 2–7 期，9–53；均收录于里德尔：《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材料》。法兰克福 1975 年，卷 1.53–206。——参考文献：卡尔·弗里德里希·格舍尔：《一位法学家的手稿和辅助案卷的散页集》。3 卷本。埃尔福特/施洛伊辛根 1832–1842 年；卡尔·马克思：《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已印刷的导言，1843 年），MEW 1.201–333 或 378–391；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1857 年），357–391；汉斯·亨宁·里特（编）：《黑格尔关于法哲学的一份论战性声明》。HS 5 (1969)，31–39；黑格尔：《关于法哲学的讲授课 1818–1831》。6 卷本考订版与评论。卡尔-海因茨·伊尔廷主编。斯图加特-巴特康施塔特。卷 1 1973 年，23–126：导言；曼弗雷德·里德尔：《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材料》。2 卷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5 年；其中 52–78：卡尔-海因茨·伊尔廷：《黑格尔法哲学的结构》；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 / 乌多·拉迈尔：《对审查的恐惧？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法哲学原理〉的产生和印刷史》。HS 15 (1980)，63–93；迪特尔·亨利希（编）：《黑格尔。法哲学。1819/20 年讲授课的一份听课笔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3 年；耶什克：《法则的合理性。在有关民法和宪法的争论中的黑格尔和复辟》。载于：卢卡斯 / 珀格勒 (1986)，221–256；阿德里安·Th. 佩佩尔扎克：《哲学与政治。对黑格尔法哲学前言的评论》。多德雷赫特 1987 年；路德维希·西普（编）：G. W. F.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柏林 1997 年；施奈德尔巴赫：《黑格尔的实践哲学》（2000 年），163–370；耶什克：《作为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的施瓦本人？》。载于：帕特里克·巴纳斯 / 格尔德·罗尔莱克（编）：《普鲁士风格。作为一个艺术品的国家》。斯图加特 2001 年，249–259；罗伯特·B. 皮平：《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作为伦理生活的理性代理》。纽约 2008 年；瓦尔特·耶什克 / 比吉特·桑德考伦：《永恒者即是当下存在的——形而上学与自然法》。载于：库尔特·泽尔曼 / 贝诺·扎贝尔（编）：《自律与规范性。关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图宾根 2014 年，42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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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欣里希斯著作前言

(1) 黑格尔也通过为他的海德堡门徒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欣里希斯（1794–1861）的学位论文撰写前言，介入了当时的争论——即使不是介入法哲学方面的，至少也是介入围绕宗教哲学的同样尖锐的争论。早在1820年10月中旬以及之后的多次（致黑格尔，1820年10月14日、1821年3月14日、1822年4月22日、1821年5月28日），欣里希斯就曾请求他以前的老师为他的书写一篇序言，黑格尔在1821年4月7日答应了这件事。然而，事后他对在这些政治与宗教动荡的岁月里出版一部宗教哲学内容的著作产生了顾虑——毫无疑问，这与他在1821年夏季学期第一次讲授宗教哲学的讲授课有关。

在当前争论和充满猜疑的气氛影响下，黑格尔在1821年5月底写给他的海德堡朋友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的一封信草稿中记录下了他的担忧，即欣里希斯的书是否真的避免了所有可能使他受到无神论嫌疑的东西：“我将亲自就这方面给欣里希斯写信。我当时拿到他的手稿时，并没有从这个视角仔细查看它——也就是说，它在表达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引起误解。”欣里希斯自己也很清楚这种微妙的处境。例如，他在1821年10月13日亲自向黑格尔表达了他的顾虑，认为本来对他的著作似乎恰当的书名“通过科学对宗教的哲学奠基”（Philosophische Begründung der Religion durch die Wissenschaft），“由于可能会引起误解，恐怕是不明智的”。取而代之的是，欣里希斯在这封信中建议将书名定为：“对雅可比、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科学地把握宗教并按其主要内容进行展开的尝试的哲学理据”（Philosophische Begründung der von Jacobi, Kant, Fichte und Schelling gemachten Versuche, die Religion wissenschaftlich zu erfassen und nach ihrem Hauptinhalt zu entwickeln）。在1822年1月25日，欣里希斯再次详细报告了他的工作进展——其中他也多次提到了黑格尔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2) 黑格尔在其序言末尾引用了这份报告，做了一些文体上的，但也具有显著意义的修改：他将欣里希斯关于黑格尔哲学具有破坏性影响、可能被公开用来反对他的所有言论都转向了普遍化。欣里希斯在1822年1月25日写道：“然而，您的科学剥夺了我的这种表象要素，还有什么比我[…]努力消除[…]通过您的科学在我内心引起的最高的分裂和最高的彻底怀疑更自然的呢。[…]如果我不能[…]通过黑格尔哲学以知识的纯粹形式来把握存在于基督教中作为绝对真理的东西，[…]那么我就不想再对它有任何知识了。”相反，黑格尔发表了一个中性的版本，其中不再谈论他的哲学，而是完全谈论“科学”或哲学：“然而，科学剥夺了我的表象要素，[…]还有什么比我努力消除由科学在我内心引起的最高的分裂和最高的彻底怀疑更自然的呢。[…]如果我不能通过哲学以知识的纯粹形式来把握存在于基督教中作为绝对真理的东西，[…]那么我就不想再对所有哲学有任何知识了。”（GW 15.142）在主要部分写完三天后，黑格尔把序言结尾寄给欣里希斯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些（这里强调的）修改——并且非常明确地要求不要撤销他的修改：“我把您的草稿中明确表达我的哲学的词句删掉了。[…]至少像它现在的样子，它是好的，必须保持这样。”（1822年4月7日）

(3) 欣里希斯的著作并没有像黑格尔担心的那样，因为可能被误解为无神论的措辞而引起反感。尽管如此，它还是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但这并不是其作者的过错，而是因为黑格尔的序言。因为黑格尔在这里不仅感叹神学的普遍丧失以及“缺乏被认识的真理、客观的内容、信仰学说”，相比之下，“实际上，畜生拥有纯粹得多、真实得多，即完全天真无邪的无知的谦逊。”（GW 15.131,134）他还在这里对施莱尔马赫发起了著名的，当然是不点名的攻击，自从关于赌局的争论（见第一章 8.1）以来，他与施莱尔马赫的关系本来就已经破裂，尽管表面上通过礼貌的信件（1819年11月16日）得到了缓和：“如果[根据施莱尔马赫的《信仰学说》§9]人身上的宗教仅仅建立在一种感觉上，那么这种感觉正确地来说除了是他依赖性的感觉之外，就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这样一来，狗就是最好的基督徒，因为它把这种感觉最强烈地带在自己身上，并且主要生活在这种感觉中。狗也有救赎的感觉，当它的饥饿被一根骨头满足时。”（GW 15.137）通过这种说法，黑格尔仅仅重复了他在《柏林就职演讲》中已经提出的对作为“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唯神论形态”（GW 18.24）的感觉的批判——但是通过把它（即使是未言明地）指向施莱尔马赫，他现在赋予了它一种特定的尖锐性。以这种形式，它“在文体上确实是一种失态，但在事情上仅仅是黑格尔反对把宗教奠基于感觉之上的论证的一贯顶点”（Lange 1983, 218）。对于欣里希斯，黑格尔在1822年4月4日淡化了这种论战，他这样描述他的序言：“它时不时地与我们现在的神学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对黑格尔攻击的激烈程度的愤慨在某些圈子里一直持续到今天。不过，这也导致人们认为可以省去对黑格尔在对施莱尔马赫的这种批判中所触及的感觉概念问题的客观探讨。施莱尔马赫本人也刻意没有对这种攻击做出回应，并在1822年12月28日给卡尔·海因里希·萨克以及1823年夏天给德·维特的信中说明了原因（Briefe 4.306,309）。

(4) 应当区分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信仰学说》批判的两个维度——一个哲学的维度和一个神学或教会政治的维度。在他与欣里希斯以及他的海德堡朋友们的通信中，教会政治的维度处于前景。黑格尔利用《欣里希斯前言》的机会，引发了一场关于路德宗和改革宗之间刚刚建立的普鲁士联合教会的神学方向的公开争论。因此，他还在1822年4月4日写信给欣里希斯说，他期待海德堡的神学家和朋友卡尔·道布“做出公开声明，说明我们在第一部分（大概是因为人们在这些压迫时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不敢再往下写了）厚颜无耻、平庸乏味地被当作联合福音派教会教义提供的东西，是否真的是该教会的教义。”在1822年4月7日，他接着写道：“我们必须逐渐大声起来。您暗中告诉道布，部长有一个想法，邀请他和施瓦茨到这里来讨论神学和教会。[…]如果部长先生向我提起这件事，我会告诉他，他只需要请求这两位先生 1) 关于你们联合的条款[指的是关于巴登联合的论述]，以及 2) 关于对福音派教会教义的批判（作者原定于圣诞节出版第二部分，但可能不敢拿出来），那么他就能足够清楚地发现他们对神学和这种柏林神学有什么看法。”——然而，黑格尔的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

在哲学上，黑格尔的批判针对的是施莱尔马赫《信仰学说》奠基中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共同构成了“依赖感”的公式：反对谈论“依赖”和反对谈论“感觉”。任何关于“依赖”的想法都与黑格尔对基督教的理解相去甚远——即使他绝不低估这种依赖感在早期宗教中的作用。虽然他并不否认在宗教中会出现这样的依赖感——但这恰恰构成了错失宗教真正意蕴的指标。在接受《信仰学说》第一卷时，也就是在它1821年6月底出版后不久（KGA I/7,1.XXX），他在1821年夏季的宗教哲学讲授课中，因此甚至主要对施莱尔马赫关于依赖的谈论感到反感。“基本依赖感”的公式首先是在以色列宗教的呈现中，在“敬畏上帝”和民族奴役的语境下流入他的思想的（V 4.64）。然而，他看到依赖感与罗马宗教之间的联系甚至更紧密：依赖感导致了对政治权力的宗教崇拜，并最终导致了魔鬼崇拜：“崇拜魔鬼，出于依赖感/皇帝——把一个真正的人当作神来崇拜——比发烧和瘟疫更糟糕的状况的原因——饥饿的主人，直接掌握生命——崇拜魔鬼——在这里依赖感最为强烈”（V 4.648）。相反，在基督教中，他看不到它的容身之地；对他来说，它恰恰构成了对这种“依赖”谈论的对立极：因为主的精神在哪里，那里就没有依赖，而是有自由（哥林多后书 3,17；比较 Jaeschke 1985, 1158 f.）。即使“在最糟糕的宗教中”，“在这些宗教中，奴役和随之而来的迷信最为强大，但对于人来说，在向上帝的提升中，那是他感觉、直观并享受其自由、无限性、普遍性，即并非来自感觉本身而是来自精神的更高东西的地方。”（GW 15.137）关于第二个要素，即感觉，黑格尔的批判可以归结为一个简短的公式。他在其宗教哲学讲授课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展开，特别是在1824年讲授课的那个部分中，该部分仍然在与施莱尔马赫论战的新鲜印象下表述了关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学说（V 3.175–183）：宗教的内容也必须在感觉中——但感觉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它可以容纳任何内容——善的或恶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无法被证明是合理的。对此，黑格尔不仅可以引用圣经，还可以提出其他很好的论点，而且他在这里也可以认为自己与康德对感觉的批判是一致的：具有合法化力量的不是感觉，而只有思维活动。另一个问题是，施莱尔马赫关于虔诚感觉和依赖感的谈论是否完全可以归入所暗示的感觉概念之下，以及否则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公式——众所周知，这也是一个今天仍在多方面进行研究的问题（Arndt 1996, 1200–1209）。

初版： 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欣里希斯：《宗教与科学的内在关系。附对雅可比、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科学地把握宗教并按其主要内容进行展开的尝试的呈现和评判》。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作序。海德堡，1822年。序言：I–XXVIII。——文本： GW 15.126–143, BSchr 62–86。——文献：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按福音派教会原则连贯呈现的基督教信仰》（1821/22）。考订全集。第7/1卷。柏林 – 纽约，1980年；《施莱尔马赫的生平。书信集》。第4卷。柏林，1863年，1974年重印；Dietz Lange: 《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围绕宗教理解的争论》。HS 18 (1983), 201–224；耶什克: 《关于施莱尔马赫接受史的黑格尔补遗》。载于: 《1984年柏林国际施莱尔马赫大会》。Kurt-Victor Selge主编。柏林-纽约，1985年，1157–1169；Andreas Arndt (编):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著作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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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对克罗伊策尔《普罗克洛斯版》的注记

(1) 黑格尔接下来的出版物也仍然追溯到他短暂而富有成果的海德堡岁月：对他朋友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的普罗克洛斯版本的注记。克罗伊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报告了黑格尔的合作：“黑格尔对普罗提诺的看重不如对普罗克洛斯，并且特别赋予后者的这本书很大的价值。因此，由于他知道我拥有关于它的手稿辅助材料，他迫切要求我重新修订它。我答应了他，条件是把印刷样张寄给他，而他把他的评论告诉我。这确实[…]通过信件由他完成了，我把它们印在第二年出版的版本的一个附录里，并且它被题献给他[…]。”（GW 15.305）(2) 这个协议应该是在黑格尔逗留海德堡期间就已经达成了，因为它不是后来通信的主题。然而，黑格尔注记的产生过程可以从随后的信件中更准确地展现出来。就在他完成《古代民族神话学与符号学》的新修订后不久，在1820年5月30日，克罗伊策写信给黑格尔谈到维克多·库赞，一个共同的熟人：“但是我们的库赞教授先生对我态度不好。所有的奉承有什么用呢？——您也知道他自己说过，他不懂希腊语。现在他竟然[轻易地]要求我：a) 把我收集的普罗克洛斯资料给他，[只给] 500弗罗林——不算辛苦费——，b) 我应该为了让他出版普罗克洛斯而为他找一个德国出版商。我想，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于是印了一份公告。现在他带着他那些普罗克洛斯片段的拉丁文翻译——大部分在法布里丘斯那里都有——把不知道从蒂德曼和特内曼那里弄来的什么东西寄在前面，并且向公众保证，我的普罗克洛斯永远也不会出版。所以我不得不告诉公众，我的版本真的在印刷中，而库赞先生保证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也没有人问他。您将在秋天收到这本希腊语书，我请求您惠予接纳。” 1821年5月底，黑格尔收到了前八个印张，大概是第三部分的，他向克罗伊策致谢：“随附的翻译和注记，还有您所给出的内容，——以及文本的补充和修正——，普罗克洛斯的这篇论文是向我展现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中最让我喜爱和看重的——柏拉图的辩证法——同时在其中开始了比柏拉图更高的体系化，理念在其自身中的组织，——这是哲学上的巨大步伐，这主要归功于普罗克洛斯，后人正是从中汲取的。您用这个版本满足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在我的哲学史讲授课中，我也一定不忘提醒人们注意普罗克洛斯，特别是这篇论文，对我来说，它似乎是真正的转折点，是古代向新时代的过渡，是古代哲学向基督教的过渡，——而现在又要重新让它发挥作用了。——因此，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普罗克洛斯的这个新版本更合乎时宜的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黑格尔一定是完成了他的注记并寄给了克罗伊策。虽然信件和手稿没有留存下来，但早在1821年9月8日，克罗伊策就报告说：“普罗克洛斯的小书《神学要义》（στοιχειώσις θεολ）的文本我已经交稿了；但是现在，因为排字工人等不及了，在这个第一个假期周里，我必须再给它加一个附录（Epimetrum），因为我最近才从其他3份手稿中得到了一些不同的读法样本，以及泰勒对那本书的英文翻译。[…] 现在在这个附录中，您的评论也将特别占有一席之地，对此我向您表示最深切的感激。” 1821年9月11日，黑格尔报告说，他现在手头已经有了文本“直到包含第12个印张”，而在1821年9月23日，克罗伊策回答说：“普罗克洛斯的文本已经完成。但是因为必须加一个附录，所以您要在11月才能收到结尾。” 终于在1822年1月26日，克罗伊策宣布黑格尔将“在2月收到《神学要义》（στοιχειώσις θεολογική）。它是献给您的，也是献给一位语言学家范·赫斯德（van Heusde）的，您不会为他感到羞耻，他在柏拉图研究上做得很好，并且具备德国文学的知识。” (3) 这种类型的文献学工作对黑格尔来说并不陌生：二十年前，他就曾参与了他当时的朋友海因里希·埃伯哈德·戈特洛布·保卢斯的斯宾诺莎版本的编辑工作（见第一章 4.4，第二章 4.5.5）。就克罗伊策版本中能够看出的黑格尔的评论而言，它们仅仅涉及三个简短的段落，但它们证明了他在这个他所熟悉和高度评价的晚期古典哲学领域中的文本考订能力。

初版： Initia philosophiae ac theologiae ex Platonis fontibus ducta sive Procli Diadochi et Olympiodori in Platonis Alciadiem Commentarii. Ex codd. mss. nunc primum graece edidit itemque eiusdem Procli institutionem theologi- cam integriorem emendatioremque adjecit Fridericus Creuzer. Pars tertia. Francofurti ad Moenum 1822, 尤其是 319–332: Epimetrum. Variae Lectionis et Annotationis. ——文本： GW 15.253 f. ——文献： 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 《一位老教授的生活点滴》。莱比锡和达姆施塔特，1848年，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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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主观精神哲学片段

(1) 直到柏林岁月开始之前，黑格尔一直坚持他在纽伦堡岁月的计划，不再像他在耶拿所尝试的那样在一卷中，而是以科学形式陆续展开并出版其体系的各个学科。在这个出版计划中，他将精神哲学——与体系的结构相反——优先于自然哲学。早在1811年10月10日，他就写信给尼特哈默，说他想在他的《逻辑学》之后“晚些时候”接着写心理学——这肯定是指关于主观精神的整个学说，而不仅仅是当时的第二部分和（自1816年起）第三部分（见第二章 6.1.5）。在《全面教学纲要》（1817年）的第一版第367节中，他感叹心理学的“极其糟糕的状况”，此外，这与心理学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形成对比，即它“在它的经验状态下应该构成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这种形而上学除了人类意识的事实，并且确实是作为既与的、被经验地把握的事实之外，就不在于任何别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对弗里斯的《新理性批判》的旁敲侧击。冯·塔登在1818年4月26日抱怨关于精神的全面教学纲要学说的过度简略——并且他希望在这里将来能得到启发：“如果我们还能期待一份关于自然和精神这两个部分的注释，那是我们的福气”。在关于法哲学的讲授课中，黑格尔回到了他的出版计划：他在《全面教学纲要》的第363–399节中呈现了精神学说的“基本轮廓”，并指出，“很难找到一门哲学科学处于像通常被称为心理学的精神学说那样被忽视和糟糕的状况中”——因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给出其进一步的展开”（《法哲学原理》§ 4）。

(2) 关于主观精神哲学的残篇，为宣布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修改过的——部分扩展了，部分缩减了的——起点。它是扩展了的，因为如果它不仅包含第363–399节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包含关于一般主观精神的学说——即使目前残篇的范围仅包含精神学说和人类学的引论。它是缩减了的，如果就其外在形式，即分成不同小节这一点来看，它暗示了黑格尔并不是想写一部与《逻辑学》相媲美的关于“体系”的科学论著，而是——就像《法哲学原理》那样——想为他的讲授课编写一本教本。他提及了亨里克·斯特芬斯（Henrik Steffens）的《人类学》（1822年），该书大约在1821/22年之交出版（欣里希斯致黑格尔，1822年1月25日），这提供了一个上限时间（terminus post quem），并且这种引用在字句上与米什莱（Michelet）关于1822年精神哲学讲授课的报告（GW 15.302）的相似性表明，两者的时间点相距不远。相反，这个残篇的一个（未分成小节的）“附录”，由于在表述上与1825年讲授课的听课笔记惊人的一致，“肯定是专门为了在讲授课上使用而写下的——也许直到1825年才写下”（Nicolin 1961, 11）。

(3) 出版“主观精神哲学原理”的计划，黑格尔大概在1825年左右，在开始准备《全面教学纲要》第二版（1827年）的工作时，又放弃了——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在1825年之后继续从事该残篇的工作。然而，他在《全面教学纲要》中相对第一版所做的扩充，并不能等同于那个不再继续进行精神哲学教本项目。因为正是这个——其本身再次成为碎片化的——残篇，它还绝没有构成一份印刷底稿，而是黑格尔——正如他的边注所证明的——还想进一步修订，却提供了关于精神概念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

(4) 就概念的清晰度而言，当黑格尔描述精神处于自然和上帝这两个极端“之间”，“在自然世界与永恒世界之间”的独特地位时，他的语言也在这里获得了一种诗性美——作为出发点和目标之间的一个“中间”。精神的概念规定，首先它包含着它从哪里来以及它向哪里去这两个问题——但随即表明，恰恰是这两个问题“才真正是通过其被认识它是什么的所在。/它从哪里来，——它是来自自然；它向哪里去，——它是走向它的自由。它是什么，恰恰就是这个将自己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运动本身。这本身如此之多地是它的实体，以至于人们不得把它说成是一个如此固定的主体，似乎它在做这件事或那件事并起作用，仿佛这种活动是一种偶然性、一种在它之外还存在着的状态，然而它的活动就是它的实体性，现实性就是它的存在。”（GW 15.207,249）大概在没有其他地方，黑格尔像这样把从“实体”向“主体”的过渡，以及从人的“固定的”主观性向精神真正的主观性的过渡，说得如此言简意赅，同时又如此直观。此外，黑格尔在这里还以其他地方罕见的清晰度谈到了另外几个问题——比如他的精神哲学与先前的经验和理性精神学说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这与经验概念在“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二种态度”中的凸显相一致（见第二章 7.2.5）。精神哲学“既不能是经验的，也不能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必须“在其从自身出发的内在的、必然的发展中将精神的概念作为其活动的体系来进行考察”。然而，这两个片面环节“经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的价值评估是截然不同的：即使“科学”最终“要求某种完全不同于”对现象的经验知识的东西，但这种知识仍然“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甚至是一门绝对不可或缺的知识”。相反，关于理性心理学，则说它“在非常抽象的普遍性中”考察了精神，但是：“在这种考察方式中，通过其精神才成为精神的东西，并没有进入其中。”（GW 15.211,213）黑格尔有距离感同时又很坚决地处理了当时相对现代的“人类学特殊化”主题——或者“被称之为人种差异的东西”。这里要描述的差异“属于人的特殊自然”；因此，它们“并不涉及合理性本身，而是涉及其客观性的方式，并且并不确立所谓人种在自由和法权方面的最初差异。”在他的讲授课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即人们不能也不需要因为自然的特殊性而指责自然——“因为本质的东西是，人是人，而对于使人成为人的东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法权”（V 13.49, GW 25/2.619）。必须将这些非常鲜明的言论置于当时的背景下看：当时“先进的”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科学——“颅相学”（Cranioskopie），其颇受尊敬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缪尔·托马斯·泽默林）通过测量头骨周长，从而测量其他人种大脑的体积，来“科学地证明”他们的低劣性——由此可以很容易地证明政治推论的合理性。

对于与“人种差异”问题相联系的当时关于“人类是否起源于一对夫妇”的讨论，黑格尔将其贬斥为“狂想的离奇想法”，“在其中理念和自然实存被混杂在一起”（GW 15.224–227）——不久之后关于完美的原始状态或黄金时代的问题也是类似地处理：它基于“对精神本性的完全误解”，因为它想在直接性的状态下找到精神的真理。与这种直接性的浪漫主义相反，情况恰恰相反：“思维活动仅仅是知识和认识活动，只要它已经使自己自由，并且确实本质上从灵魂纯粹直接性的方式中解脱出来”（GW 15.245–247）。

初版： 弗里德海姆·尼科林引言并编辑: 《关于主观精神哲学的一篇黑格尔残篇》。HS 1 (1961), 17–48。——文本： GW 15.207–249。——来源： Henrik Steffens: 《人类学》。2 卷。布雷斯劳，1822年。——文献： 弗里德海姆·尼科林: 《初版引言》，同上，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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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论视觉与色彩

(1) 众所周知——并且经常被人一笑置之的——是黑格尔在耶拿、纽伦堡、海德堡和柏林对歌德的色彩学说所表现出的一贯兴趣，这也将他与歌德联系在了一起（见第一章 4.5，7.4）。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的是，除了《全面教学纲要》和《逻辑学》中的提示之外，黑格尔还亲自撰写了关于视觉和色彩的论文。它们确实在黑格尔于1822年9月15日前往尼德兰联合王国旅行途中在马格德堡写给歌德的一封信中被提及。他首先——像在其他信件中一样，比如1821年2月24日的信件中——详细探讨了色彩学说的问题，然后他总结道：最后请允许我[注意]，我冒昧地让人把几篇文章按照它们现在的形态誊清并附上。——它们完全源于去年冬天与舒尔茨先生（Herr Schultz）和冯·亨宁（von Henning）的交谈，并且涉及一些次要情况；第一篇也许有更广泛的利益，旨在消除在复视情况下想要出现的远和近。——对于第三篇，[我]还没有抽出时间来修改。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在书信集中对此评论说：“关于这些文章，人们一无所知，除了罗森[克兰茨：《黑格尔传》]第339页中提示存在一份关于生理色彩的手稿，它可能包含第一篇文章。”关于这后一份手稿，很可能应该是指黑格尔提到的——今天已经遗失的——第三篇文章；相反，寄给歌德的那两篇文章现在已经发表了。

(2) 这两篇新发现的文章中的第一篇其实并未真正涉及色彩学说；它参考了“枢密政府参事舒尔茨”（Schulz）[原文如此！]在1816年写的一篇论文“关于生理性视觉和色彩显现”，其“主要对象是复视”。这个问题也是1821/22年冬季克里斯托弗·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舒尔茨（Christoph Ludwig Friedrich Schultz）、冯·亨宁和黑格尔之间一系列“晚间谈话”的主题，黑格尔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然而，黑格尔论文的参照点是舒尔茨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包含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形象，不了解它就不可能理解黑格尔的论文。因为黑格尔试图表明，用来解释“复视现象”的这个形象，“似乎可能为对该现象的误解提供了由头”。他还提到了舒尔茨口头针对他的论文提出的一个“有趣的异议”，并试图削弱它（GW 15.255–269）。

(3) 第二篇文章也追溯到与舒尔茨的一次“晚间交谈”。只有它才以色彩学说为主题，并且是基于牛顿的追随者、黑格尔纽伦堡同事的兄弟克里斯托弗·海因里希·普法夫（Christoph Heinrich Pfaff）在1813年一本关于牛顿色彩学说的著作中描述的一个实验：“如果在黑色背景上水平并排放置一个蓝色和一个红色的方块，并通过[一个]三棱镜观察，蓝色的位移会比红色的更大。”黑格尔反对普法夫的“所谓的经验”说，“冯·歌德先生”已经“充分地阐明了它，并揭示了其无根据”。黑格尔反对该实验时辩称，在其安排中错失了决定性的情况；普法夫在这方面“步了牛顿的后尘，关于牛顿的实验，歌德已经充分表明，在许多方面，主要价值在于隐藏关键所在。”为了支持他的批判和阐明该现象，他还利用了冯·亨宁为他弄来的材料。他在结束时强化了他的批判：“像普法夫先生所实践的那样实验和推论的方式，其长处在于不关注那些唯一关键的情况，也有其令人不快之处，即对这种实验和推论的阐明根本无法引向任何类型的意蕴。”（GW 15.270–276）

初版： Wilhelm Raimund Beyer: 《纽伦堡作为偏振光色彩的诞生地。（“教父”黑格尔）》。载于其著作：《黑格尔主题的当下关联。附未知黑格尔色彩学说文本》。柯尼希施泰因 / 陶努斯，1985年，49–120，尤其是 93–112。——文本： GW 15.255–276。——文献： R 339 f.；Wolfgang Bonsiepen: 《在魏玛的歌德家》。载于: Otto Pöggeler（主编）: 《柏林的黑格尔。普鲁士文化政策与唯心主义美学。纪念哲学家逝世150周年》。威斯巴登，1981年，17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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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论皈依者

(1) 这一篇短小的，但对黑格尔关于同时代艺术的评价并非不重要的来稿，于1826年1月分两篇文章、共五期，匿名发表在由莫里茨·萨菲尔（Moritz Saphir）主编的《文学、戏剧与社交柏林快报》（Berliner Schnellpost für Literatur, Theater und Geselligkeit）上。这是一份每周出版三次的杂志，主要关注柏林的文学和戏剧生活。它通过《柏林快报附录》（Beilage zur Berliner Schnellpost），即《柏林快报批评与反批评补遗》（Beiwagen für Kritik und Antikritik zur Berliner Schnellpost）进行补充。真正的《快报》的头版带有歌德《车夫克罗诺斯》（Schwager Kronos）中的题词（第6-8行）：“只要新鲜，即使颠簸，跨过木桩和石头，也要快速小跑进生活”；黑格尔第一篇文章的结尾就暗指这个题词；《补遗》的题词则取自席勒《华伦斯坦的营地》序言中的第138行：“生活是严肃的，艺术是欢快的。”

(2) 在黑格尔所有发表的文本中，来稿《论皈依者》遭遇了最不幸的命运：带有副标题《反批判》的第一篇文章，以被删去了四分之一内容的残缺形式流传下来。在将这篇文章的四期收录进《朋友协会版》第17卷时，弗里德里希·福尔斯特（Friedrich Förster）和路德维希·鲍曼（Ludwig Boumann）不仅遗漏了黑格尔的结尾（GW 16.13,20–25）；他们甚至忽视了《柏林快报》第10号中的第三期，也就是第一篇文章的第三个四分之一（GW 16.8,1–10,20）。后来所有的版本都通过抄写重复了这个错误，而且研究界也没有人反感这种被截断形式的文本根本无法连贯地理解。直到《柏林文集》（BSchr）的考订学习版出版，它才变得完整。因此，无论是故意遗漏还是被遗忘的文本段落，从初版直到不久前都一直不为人知。

第二篇文章《附言》（Postscript）的命运甚至更不幸：它被所有以前的版本所忽视，因此直到2001年出版（GW 16.14 f.）之前，整个研究界都对它一无所知。

(3) 《皈依者》是恩斯特·劳帕赫（Ernst Raupach）的一部“五幕喜剧”的标题，他是一位当时在柏林多次上演剧作的诗人，黑格尔也与他私下相识。这是一部关于认错人的喜剧：两个恋人克洛蒂尔德和托尔夸托因为对他们爱情的误解而分手。当克洛蒂尔德要结婚时，托尔夸托的叔叔，一位伯爵，与她订婚，因为他想为侄子保留新娘。然而他去了罗马并假装死了，后来却作为一个隐士回来，并且——在弄臣布尔基耶洛和侍女菲娅梅塔的热心尽管不总是成功的帮助下——确保在许多纠葛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4) 黑格尔观看了1826年1月3日在柏林皇家剧院举行的《皈依者》首演。关于这次演出，《柏林快报》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很可能是出自编辑莫里茨·戈特利布·萨菲尔之手）的特征描述，其中既谈到了该剧，也谈到了演出。它绝不是完全轻视的；萨菲尔（关于他见库诺·费舍尔《黑格尔》附录中的雨果·法尔肯海姆，1236 f.）赞赏了演员们，他以这句话结尾：“总的来说，这部戏还会让公众高兴地娱乐很多个晚上。”尽管如此，文章还是包含了一系列针对该剧的反对意见，引起了黑格尔的矛盾和匿名的“反批评”。

关于情节——或者更确切地说，如黑格尔所写，缺乏情节——萨菲尔反驳道：“我们较新的喜剧诗人似乎很了解商业的糟糕状况，因为他们避免了戏剧中的一切情节。”“令人尊敬的作者先生的才华（我在许多作品中都高度评价他，而且他的精神今天也在许多美丽的场景中展现出来）过于满足于玩弄非本质的、偶然的东西。”萨菲尔明确批评说，正如黑格尔所引用的那样，该剧的素材源自于“一种盲目偶然的过度拧紧的暴力任务”——从而导致该剧错失了其作为喜剧的特性：“它不是一部喜剧，而更像是一部闹剧，正如好伯爵自己所称的那样。”——正如黑格尔所写的那样，受到批判的文章一开始就把这两个主要人物写得如此脆弱，以至于他们无事可做，只能在第一眼看到对方时就扑进对方的怀抱，这也采纳了萨菲尔的说法：“这两盏明灯是如此脆弱和容易皈依，以至于一个圣经公会都会为他们感到高兴。”如果不是弄臣和侍女拖延，这出戏在第一幕就已经结束了，这反映了萨菲尔的句子：“现在必须由侍女菲娅梅塔和弄臣布尔基耶洛来拖延这出戏，否则它在第一幕就已经结束了。”——在所有这些方面，黑格尔恰当地采纳了萨菲尔的反对意见，但试图通过综合的美学考量，部分通过与当时上演的其他戏剧的比较，部分通过《皈依者》特有的不同侧重点来削弱它们。

(5) 在简短的第二篇文章《附言》中，黑格尔不仅重新提及了他所熟悉的演员们的表现，还提及了分别在《皈依者》首演之后和第二次演出之前上演的两部剧，因为这两部剧没有填满剧院的夜晚：即轻喜剧《鸡群中的公鸡》（Der Hahn im Korbe）和巴多（Bado）的喜剧《脉搏》（Der Puls）。为了避免将来这种不必要的“压舱物”，他建议建立一个“更好的画廊”，“把保留在我们的保留剧目中的东西”，——这呼应了歌德在《愿望与渴望》和《致柏林》中的建议，即把在《豪德和施佩纳柏林新闻》（Haude und Spenerische Berliner Nachrichten）中“关于剧院的笔记和评判”节选编成一本书，“以便艺术爱好者可能方便和舒适地，依次也可能反复地，在各种联系中阅读、考察和思考它们。”

初版： 第1篇文章：关于《皈依者》。反批评。（来稿。）载于：《文学、戏剧与社交柏林快报》。第1–3期：栏31–40，第8–10号；1826年1月18日星期三，1月21日星期六，和1月23日星期一，分别在“戏剧与小说专栏”部门。——第4期：《柏林快报批评与反批评补遗》。第4号；1826年1月23日星期一，3个未编页码的页面。——第2篇文章：《附言》。载于：《柏林快报批评与反批评补遗》。第6号；1826年1月28日星期六，2个未编页码的页面。——文本： GW 16.1–15；BSchr 87–100。——被批评的文本： 《皈依者》。《文学、戏剧与社交柏林快报》。第3号，1826年1月7日，栏11a–12a，在“戏剧与小说专栏”部门。——来源： Ernst Raupach: 《皈依者》。五幕喜剧。汉堡，1827年；歌德: 《论艺术与古代》。WA I/40.122–124,126。——文献： Stefan Kraft: 《黑格尔、娱乐喜剧与艺术的终结。论现代喜剧在黑格尔美学中的地位》。载于: HS 45 (2010), 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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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科学批判年鉴》上的书评

8.7.1 从《文学批判杂志》到《科学批判年鉴》

(1) 围绕黑格尔及其学派建立的“科学批判学会”及其《科学批判年鉴》——尽管形式有所改变——实现了黑格尔早年在耶拿时便已抱有的创办评论期刊的旧计划：早在那时，他就已经草拟了《德国文学杂志准则》（GW 4.509–514），然而，那个充满活力的结语“将于1807年7月开始”，在当时艰难的政治局势下未能实现。黑格尔希望从耶拿受聘到海德堡并在那里接手《海德堡年鉴》编辑工作的愿望，起初也未如愿（致尼特哈默，1807年2月20日）；取而代之的是，黑格尔在1807-1808年间编辑了《班贝格报》，并由此以一种出乎意料且不情愿的方式积累了编辑经验。直到十年后，在他受聘到海德堡之后，他才参与了《海德堡年鉴》的工作——不仅通过他的《雅可比书评》和《第二部符腾堡著作》（见第II.7.1.1节等），而且还参与了编辑工作。因此，在他受聘到柏林后继续推行创办评论期刊的计划是顺理成章的，尤其是当时柏林大学还没有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因为《国家文学报》虽然在1804年从耶拿迁到了普鲁士，但并未设在柏林，而是设在哈雷，这座当时最受尊敬的普鲁士大学所在的城市。

(2) 在黑格尔受聘到柏林后不久，即1819/20年冬季，他与主管部长冯·阿尔滕施泰因之间就创办期刊一事进行了交谈，1820年2月27日，黑格尔向部长提交了一份《关于设立文学批判杂志》的建议。直到最近，这一构想只有黑格尔的手稿草案以及《朋友协会版》第17卷中与之多有出入的印本为人所知；最近，黑格尔随信寄给阿尔滕施泰因部长的清样也已出版。

这一构想旨在创办一份由国家赞助的期刊，“在皇家国家机构的赞助下”（GW 16.424），类似于应梅特涅要求在维也纳创办的《文学年鉴》，特别是类似于《学者杂志》（vgl. HBZ 326 f.）。马克斯·伦茨评价这一计划包含了一种“拿破仑元素”（308）。但它并未实现——原因众多，不能简单地用“自由派”和“国家”这些口号来概括（vgl. Obenaus 1994）。除了黑格尔的构想外，部长还收到了其他一系列建议——他对所有这些建议作了结论性的表态：“鉴于此事困难重重，未对该事作进一步跟进。将会有一天，当人们有更多意愿通过知识优势来提升普鲁士时，自然也不会缺少执行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3) 就在这一计划失败后不久，黑格尔的学生和朋友们试图创办一份期刊：《新柏林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月刊》。其发起人是弗里德里希·福斯特、利奥波德·冯·亨宁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卡罗维——而不是当时人们猜测的黑格尔（致欣里希斯，1821年4月7日）。然而，《新柏林月刊》只维持了一年；其他的项目接踵而至——甚至还有爱德华·甘斯向亨利希·海涅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出版一份关于法学和国家学的《柏林批判杂志》（Hogemann 1994, 60）。

(4) 尽管黑格尔追求他的期刊计划近二十年，但1826年《科学批判年鉴》的最终创立并非出于他的倡议，而主要是他的朋友、法学院年轻同事爱德华·甘斯的功劳（1836；vgl. Br 3.390–399, HBZ 325–330）。1825年夏天，甘斯在斯图加特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冯·柯塔那里独立提出创办一份柏林文学报的初步尝试，黑格尔起初对此相当犹豫——仅仅因为他认为由私人主办的文学期刊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科学上都不具可行性（vgl. GW 16.432 f.）。卡尔·道布在甘斯访问海德堡后于1826年3月29日致黑格尔的信中，首次提到了计划中的《年鉴》；在春季，甘斯特别与黑格尔和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泽进行了交谈，1826年7月18日，黑格尔发出邀请，参加7月23日的会议，“科学批判学会”在此次会议上成立。它分为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语言学三个分会，各由一名秘书主持；其首任总秘书起初是甘斯，自1828年起为利奥波德·冯·亨宁。

单从创立方式就可以看出，同时代人对《年鉴》提出的两点疑虑是不得要领的：它既不是一份“黑格尔报”，也不是一份“国家报”。在后者方面，《年鉴》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由于很少有希望它能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维持下去，编辑部在1826年就已经试图申请国家资助——因为当时没有其他资助机构。然而，希望获得国家资助的愿望很早就遇到了一种担忧，即这种资助也会招致国家试图施加影响（HBZ 336）。但是，尽管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困难和“学会”方面多年的努力，文化部——只是在出版商柯塔干预并在印刷地点迁至柏林之后——从1830年起才每年为这家亏损的企业批准了800塔勒的相对较少的补助——不是为了让它变成一份“国家报”，而是为了防止它面临停办的威胁。国家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也独立于财政资助而存在，因为《年鉴》与其他出版物一样都要接受审查。据我们所知，在黑格尔生前，普鲁士政府仅在1831年2月试图对《年鉴》的内容施加影响，并阻止甘斯对雅尔克的一部著作发表批判性评论，因为雅尔克已被指定为柏林《政治周报》的编辑，该报被设想为普鲁士保守和复辟倾向的汇聚点（Obenaus 1994, 28–38）。

另一方面，关于《年鉴》是一份“黑格尔报”的指责，是由于黑格尔及其学生毫无疑问地在“学会”以及《年鉴》编辑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引发的。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发起者们从一开始就努力将这项事业置于一个广泛的，绝不仅仅由黑格尔学派组成的基石上——并且不无成效，正如伯克、博普、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歌德（WA 42/1. 20–54）、威廉·冯·洪堡、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吕克特、蒂博、法恩哈根·冯·恩泽等名字所表明的那样——即使上述一些人在加入这项事业时并非没有疑虑，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对个别书评或对“学会”的风格感到恼火而退出了。很难再有一群如此杰出的人聚集在一起出版一本期刊。今天对《年鉴》的兴趣专门集中在黑格尔和他的一些学生的书评上，这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作品在《年鉴》中所占的比例在数量上很少。与他们相对的是大量自然科学、数学、医学、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书评，这些书评与黑格尔的哲学没有任何关系——这里仅举弗里德里希·吕克特关于东方文学的著作为例。然而，为了传播黑格尔哲学，将人员限制在他的学派，并在主题上将《年鉴》限制在哲学及相关领域，本来是有利的。法恩哈根·冯·恩泽准确地描述了黑格尔的做法：他试图“建立一个派系[…]，一个私人的，更多地建立在境况而非情意上的追随者群体（HBZ 323）。这也与黑格尔对尼特哈默和罗特给出的理由相符：“Il faut enfin avoir la parole [我们最终必须有发言权]”（致尼特哈默，1826年9月11日；vgl. GW 16.428）。

关于《年鉴》之争，奥古斯特·伯克的一份证词值得注意。在早期的柏林岁月里，他多次强调他和黑格尔不是朋友；然而在1827年8月5日，他写信给卡尔·奥特弗里德·米勒：“顺便说一句，黑格尔现在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而且是一种粗暴和不公正的攻击，而这正值他开始变得温和之时；所有这类充满激情的攻击都令我非常反感，以至于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与他和解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结党反对他的人，正被一种没有丝毫节制的盲目激情所裹挟，他们关心的不是事情本身，而仅仅是个人的恩怨。”（HBZ 345）这个“学会”及其《年鉴》的成立，有时被视为对黑格尔未能进入科学院的一种补偿，以及作为一个“反科学院”的建立（Jamme 1994）——这种解释主要可以援引黑格尔坚决反对施莱尔马赫加入“学会”的态度，以此作为对他阻止黑格尔进入皇家科学院的反击（HBZ 329 f.，见第I.8.1节）。但是，《年鉴》的创办绝不应主要在这种狭隘的个人竞争视角下被看待和评判。其特性一方面在于它采用了在当时文学报中属于创新的、而今已是理所当然的书评署名风格，另一方面在于其意图上普遍的、指向universitas litterarum（大学学术整体）的立场——而不是在于个人或受时代影响的论战，或在于黑格尔试图借此创建一个传播其哲学的平台。

初版 构想《关于设立文学批判杂志》：W XVII.368–390。– 文本：GW 15.147–187（草案）；GW 16.423–439（清样）。– 文献：《新柏林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月刊》。柏林 1821年，重印 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8年；爱德华·甘斯：《回顾人物与境况》。柏林 1836年，重印 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4年，215–256：“《科学批判年鉴》的创立”；伦茨：《柏林大学史》（1910年），第2/1卷，308；克里斯托夫·雅梅（主编）：《科学批判年鉴》。黑格尔的柏林反科学院。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4年。其中 15–56：西比勒·奥伯瑙斯：柏林国家文学报还是“黑格尔报”？复辟与“三月革命前”时期普鲁士大学与新闻政策张力场中的《科学批判年鉴》；57–87：弗里德里希·霍格曼：“学会”与《科学批判年鉴》的诞生；204–227：贡特·肖尔茨：施莱尔马赫，黑格尔与科学院；377–390：赫尔穆特·施奈德：霍托和法恩哈根·冯·恩泽在《科学批判年鉴》框架内的合作。霍托对《漫游时代》的书评；诺贝特·瓦舍克（主编）：《科学批判年鉴》资料（1827–1846）。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4年。

8.7.2 洪堡书评

(1) 黑格尔对威廉·冯·洪堡的论文《论以“薄伽梵歌”之名闻名的摩诃婆罗多插曲》的评论，属于《科学批判年鉴》在1827年1月首次向公众亮相的那些书评之一；也许它甚至是为了给《年鉴》开篇。关于这篇书评的形成历史，除了黑格尔在1826年12月19日写给卡尔·道布的一封简短的信中提到，他因这篇书评的第一篇文章等原因而耽误了《全面教学纲要》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外，没有任何消息。这至多只能指18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虽然《年鉴》在1826年7月23日正式成立（见第II.8.7.1节），洪堡在1825年6月30日已在科学院宣读了其论文的第一部分，并在1826年6月15日宣读了第二部分。但直到1826年9月30日，洪堡才将他的演讲单行本寄给外地的朋友。洪堡《文集》的编辑阿尔伯特·莱茨曼提到歌德（9月30日）、施莱格尔和韦尔克（10月10日）以及弗里德伦德（10月22日）是收件人。因此，洪堡的论文正是在法恩哈根·冯·恩泽报告的那个时候出现的，他在拜访洪堡时，洪堡“几乎没谈别的，只谈了那份新的文学报”，那份报纸“似乎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HBZ 320 f.）。在此期间，黑格尔想必也收到了洪堡那本直到1828年才上市的著作。

(2) 关于这篇书评当时的反响，也鲜为人知。尽管洪堡在书评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于1827年1月25日用友好的言辞向黑格尔表达了感谢：“在我收到并阅读您对我最近一篇学术论文的评判的那一刻，我确实需要向您表达我最热烈、最真挚的感谢，感谢您以友善和令人恭维的方式将我的著作介绍给公众。关于您以如此充满智慧和敏锐的方式展开的理念，我希望您能允许我下次当面与您进一步探讨。您文章结尾那令人恭维的前景让我感到惊喜，即您还打算再次费心探讨我的文章。”人们不知道这次谈话是否发生了，以及洪堡后来是如何向黑格尔回应这篇书评的续篇的。然而，洪堡此时已成为“科学批判学会”的成员；他的名字记录在1827年10月期的《年鉴》中。在这个“学会”会议的框架内，交谈可能会轻松自如地进行。洪堡写给弗里德里希·冯·根茨（1828年3月1日）的信表明，前面引用的措辞更多是形式上的，并未真正反映他的评价。他在这里谈到柏林《年鉴》，说尽管有几篇出色的文章，但他对整体“无法产生好感”，接着对黑格尔表达了矛盾的态度：“黑格尔当然是一个有深度和罕见头脑的人，但我无法想象这种哲学能够真正扎根。至少据我迄今为止所尝试的，我完全无法与它产生共鸣。讲授时的晦涩可能对他有很大的损害。这种晦涩并不具有启发性，也不像康德和费希特的那样像坟墓里的黑暗一样巨大和崇高，而是源于明显的笨拙。就好像作者的语言没有穿透一样。因为即使在处理非常普通的事情时，他也一点都不轻松和高雅。这可能是由于极度缺乏想象力。但我不想对他的哲学下断语。在我看来，公众对黑格尔似乎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条件追随他的人，另一类是把他当成一块陡峭的绊脚石而明智地绕开他的人。顺便说一句，他不是那种只想把效果留给理念的哲学家，他有意地去建立学派。《年鉴》也是由此产生的。我甚至是为了表明人们不应该那样看待它们，才特意加入了这个学会。顺便说一句，我和黑格尔有交往，而且表面上关系很好。在内心里，我对他的能力和才华有着巨大而真实的敬重，同时也没有忽视上面指出的缺陷。”在这方面，他也谈到了黑格尔的书评：“那篇关于我的长篇书评是我最不能赞同的。它混合了哲学和寓言、真品和赝品、极古老和现代的东西；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史呢？这整篇书评，虽然是隐蔽的，但也是针对我的，而且清楚地表明了他确信我根本不是一个哲学家，而只是别的什么。然而，我不认为这会使我对它产生偏见。”（Schlesier 1840, 298 f.）

洪堡的这种担忧几乎不符合事实。尽管如此，他对黑格尔评论的保留意见并非不可理解——虽然这些保留意见根本没有明确说出黑格尔“书评”的主要缺陷：严格来说，它根本不是一篇书评，而主要是铺陈了大量关于印度宗教和文学的材料，黑格尔在他的宗教哲学和哲学史讲演中也详细阐述了这些材料（特别是V 4.835–858, V 6.458, 462–483）。相比之下，尽管经常被提及，冯·洪堡第一篇论文的主题和方法并未得到阐明，而且正如黑格尔在其书评的“第二篇文章”结尾处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根本没有涉及第二篇论文。

(3) 黑格尔书评的出发点是他对《薄伽梵歌》部分内容的介绍，他将威尔金斯的英文翻译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拉丁文翻译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并尽可能地参考了洪堡的部分翻译。在此，他的哲学兴趣集中在用欧洲语言的概念来表达印度概念的困难上：它们所属的思维世界的不同，导致甚至看似相似的概念也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意蕴——正如他以“义务”概念为例所阐明的那样：这个梵文词被威尔金斯译为“duty”，被施莱格尔译为“officium”——但在印度史诗中，它并不是近代哲学内化的义务观念，而是源于印度社会种姓结构的一种“义务”，因此并不是我们意义上的“道德关系”。他进一步试图理解被称为“瑜伽”的思维体系的含义——及其与数论体系的关系——并因此思考洪堡将“yoga”译为“沉思（Vertiefung）”在此是否恰当——鉴于“用另一种语言的单个词语来翻译一种源于极其独特视角的表达，都注定是有缺陷的”（GW 16.32）。黑格尔不仅对洪堡，而且对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都表现出极大的敬重；另一方面，他乐于接受他们俩对阿诺德·赫尔曼·路德维希·黑伦的批评。

(4) 然而，黑格尔的书评并没有停留在洪堡论文引发的这些普遍问题上。他很快就脱离了洪堡的演讲和《薄伽梵歌》的文本，而是铺陈了他在宗教哲学和哲学史讲演中使用的所有材料。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当时大量出现的关于印度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的报道：不仅是《薄伽梵歌》的各种翻译，还包括《亚洲研究》中的文章，特别是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的论文，以及他在《皇家亚洲学会学报》（1824）上对印度哲学的详细论述，此外还有他所能获得的印度文学片段的所有其他翻译，例如他的柏林同事兼朋友、印度学家弗朗茨·博普的翻译，还有《罗摩衍那》的长篇段落，以及英国旅行家或军官的报告，其中包括詹姆斯·穆勒《英属印度史》的长篇段落（见V 4.835–858或V 6.485–497中的参考书目）。

(5) 洪堡认为黑格尔书评中确实存在的批判性弦外之音是针对他个人的，这种联系并未恰当地触及黑格尔的保留意见。相反，黑格尔试图就印度文本对哲学可能具有的意义展开客观的辩论。他不是作为语言学家，而是作为哲学家来接触这些文本，他的明显保留也是基于此——不是针对洪堡，而是针对印度文本的哲学尊严。他确实把它们看作是绝对精神历史丰富性展开广度的见证——但毕竟只是那些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甚至已经被希腊世界抛在身后的精神历史阶段的见证。在关于神圣和伦理等问题上，他没有在其中看到任何能令当代精神满意的答案。

黑格尔关于如何从哲学上激活新获得的更全面的文学和宗教史知识的清醒且批判性的问题，由于其与浪漫主义据称对东方思维世界的吸收——包括这种浪漫主义切入方式后来的彻底转变——的对立而获得了特定的尖锐性。最初，浪漫主义将东方视为衰败的基督教的更好替代品。青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关于诗的对话》（1800）中的“关于神话学的演讲”中呼吁寻找“东方的宝藏”，并在东方寻找“最高的浪漫主义”（PLS 1/1.119），年轻的约瑟夫·格雷斯也在其《亚洲世界的神话史》中试图以奇幻的手法向同时代人展示东方神话是真理的更深源泉。但后来，在一人皈依（天主教），另一人倒退之后，东方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它不再被视为智慧的更深源泉，但它至少被用作当时普遍流行的、谢林也曾强调的关于神圣的原始启示假设的证据，东方神话应被视为其散落的碎片——这种假设在黑格尔撰写《洪堡书评》期间，特别是在为法国的基督教复辟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GW 18.186–190；V 4.146, 153 f.）。

相反，黑格尔的意图是与这些以前未知的文本建立一种批判性的关系，不要因为首次向我们开放而感到喜悦就忽略了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的问题。他不想像后来的历史主义那样仅仅从实证的角度来吸收它们，但也不想将它们教条地工具化，而是要在涵盖一切的精神史框架内理解它们，并认识到它们的历史地位。在这种行事方式上，他可以——至少在死后出版的《遗著》出版之后——也与他已故的同事卡尔·威廉·费迪南·索尔格尔达成一些共识（vgl. GW 16.97–99）。

初版：《科学批判年鉴》，1827年，51–63（第7/8期），1441–1492（第181–188期）。– 文本： GW 16.19–75；BSchr 101–173。– 评论对象：威廉·冯·洪堡：《论以“薄伽梵歌”之名闻名的摩诃婆罗多插曲。1825年6月30日和1826年6月15日在科学院宣读。》载于：《皇家科学院历史哲学分会论文集》。柏林 1828年，1–44，45–64。– 来源：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诗的对话。载于：《雅典娜神殿。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一份期刊》。第3卷，第1部分。柏林 1800年，103（PLS 1/1.99–137）；约瑟夫·格雷斯：《亚洲世界的神话史》。2卷。海德堡 1810年；卡尔·威廉·费迪南·索尔格尔：《遗著与书信集》。路德维希·蒂克和弗里德里希·冯·劳默主编。2卷。莱比锡 1826年（重印 海德堡 1973年）。第1卷，709，757 f.；爱德华·甘斯：《回顾人物与境况》。柏林 1836年，251–256。– 文献：古斯塔夫·施莱西尔（主编）：《弗里德里希·根茨著作集。一座纪念碑》。第5卷。曼海姆 1840年；阿尔伯特·莱茨曼：“关于形成历史的注记”，载于：威廉·冯·洪堡：《文集》。第5卷。柏林 1846年，479；米歇尔·于兰：《黑格尔与东方。附黑格尔关于薄伽梵歌的一篇论文带注释的传统》。巴黎 1979年。

8.7.3 索尔格尔书评

(1) 甚至比《洪堡书评》更甚，对其柏林同事卡尔·威廉·费迪南·索尔格尔的《遗著与书信集》（=NSB）的书评，处于黑格尔与浪漫派论战的范围之内。关于它的形成我们一无所知，关于黑格尔与索尔格尔的关系——除了黑格尔的书评外——也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消息。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1801/02年于耶拿共事期间相互认识。在其书评的开头，黑格尔提到了《遗著》的两位编者——弗里德里希·冯·劳默和路德维希·蒂克——对索尔格尔生平的介绍，并在他们的报道中加入了一个隐含的修正，即索尔格尔在1802年去耶拿是为了听谢林的课。在那里，索尔格尔也参加了由谢林和黑格尔主持的讨论课，这似乎证实了索尔格尔早年就认识黑格尔——但是，与他的同学特罗克斯勒和阿贝肯不同，索尔格尔在他的信中一次也没有提到黑格尔，而且他也不在黑格尔讲座的听众名单中（Nicolin 1974；Henckmann 1978, 59）。1811年索尔格尔被聘至柏林大学；早在1816年首次试图聘请黑格尔来柏林时，他就为黑格尔说过话（HBZ 117），并且他也欢迎黑格尔在1818年的受聘：“我很想知道黑格尔的到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我对他被聘用感到不快，但我毕竟是第一个提议他的人，并且我总可以保证，如果我对他有什么期望，那只能是极大激发对哲学的兴趣，因此是一件好事。[…] 我非常敬重黑格尔，并且在很多方面令人惊讶地与他意见一致。在辩证法中，我们两人独立地几乎走上了相同的道路，至少完全从同一侧面，并且是一个新的侧面来处理事情。他在其他对我来说独特的事情上是否会同样理解我，我不知道。我很想让思维活动重新完全融入生活中去”（NSB 1.619 f.）。仍在海德堡的黑格尔通过他从前的海德堡同事、后来的柏林同事威尔肯向索尔格尔询问其1818/19年冬季学期的讲课主题，以便与他协调；大约在1818年5月，索尔格尔就此给了黑格尔答复，并继续说道：“如果能在您来这里时赢得您的友谊，那该多好！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表达您的著作一直以来给我的那种深深的敬意。我以自己的方式和通过另一条道路尝试了这项工作，并希望您对此也不会完全不满。也许我们不仅能够和睦相处，而且能够相互理解地合作，我将非常珍视这种幸运，因为人们对此是如此不习惯。” 在黑格尔发表就职演说的那天，索尔格尔写信给冯·劳默：“黑格尔在我回来前不久刚到这里，但因为我正忙着搬家，所以前不久才来看我。我很喜欢他，我希望并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他”（NSB 1.681 f.）——这种说法至少没有暗示在耶拿时期有更密切的相识。一个月后，索尔格尔写下了前面引用的对黑格尔在柏林工作初期受到的关注很少的惊讶。黑格尔还提到过索尔格尔一次，那是在19年10月30日——但在这里他必须通知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他两天前安葬了索尔格尔；那里离费希特（的墓）不远，有一天那里也会是他的墓地。

(2) 关于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索尔格尔仅在19年1月1日对蒂克表达过一次。他在这里首先批评了“S***（施莱尔马赫）学派”的错误，“即认为所有真理都仅仅在程度上与常识观察事物的方式不同”，然后谈到了相反的观点：“然而，更严格的哲学家陷入了另一个错误，其中现在特别包括H.，尽管我因为他渊博的知识和他对思维能力各种变形的清晰洞察而必须高度尊重他。他们虽然承认更高的思辨思维活动是一种与普通思维完全不同种类，但认为它在其合法则性和普遍性中是唯一真实的，而所有其他东西，包括经验认识，只要不能完全追溯到这些法则，就被视为是一种欺骗性和在各方面都虚无的对此的碎片化。乍一看，这似乎正是我意见的写照；但我希望您不会这么认为。我绝不否认不真实的认识活动及其对象存在：这两者都太多了；但它是作为无而存在的，一言以蔽之，它是恶。”（NSB 1.702.）黑格尔否认这里存在他和索尔格尔之间的差别（GW 16.103 Fußnote）——就像他总体上试图限制索尔格尔与他的思维之间无疑存在的差异，并在这种情况下对许多可能的争论点保持沉默一样。

(3) 黑格尔的《索尔格尔书评》与其说是与索尔格尔的辩论，不如说是关于索尔格尔的争论，是关于索尔格尔死后联盟的争论。为了其利益，黑格尔试图在充分承认索尔格尔与路德维希·蒂克的亲密友谊的同时，事后放松索尔格尔在美学上与浪漫派圈子的联系。与索尔格尔作品和个性中将其归类于浪漫主义的那些特征相反，黑格尔强调了那些使索尔格尔显得倾向古典，甚至从人格修养上来说也是“古典的”，因此与黑格尔相近的思想家的因素：他对索福克勒斯的翻译、对歌德的理解、他对——相较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无礼”——反讽的更深理解和体系性限制（GW 16.114–118；vgl. W X/1.84–90, 《法哲学原理》, § 140）。在黑格尔同样谴责索尔格尔失误的地方，他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失误属于索尔格尔的早期，或者是由蒂克或其他朋友引起的，甚至是从他的友谊中“逼取”的（GW 16.85）。黑格尔为了争夺索尔格尔而对浪漫主义、其“品味的迷失”、其对客观事物的蔑视所进行的辩论，甚至使他的这篇书评成为他批评浪漫主义的关键文本——比他发表《美学讲演录》使这种批评广为人知早了将近十年。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泽报道说，这篇书评“因为对蒂克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尖锐批评在这里引起了轰动。”（HBZ 383.）黑格尔在这里表达的评判——不仅是关于上述这些人，而是关于整个浪漫主义的评判——已经勾勒出了后来西奥多·埃希特迈耶和阿诺德·卢格在（左翼黑格尔派的）《哈雷年鉴》中发表的宣言《新教与浪漫主义》所遵循的路线（PLS 4/1.192–325；见第II.9.7.4.3节，第III.3.1节）。

(4) 与在评价近代文学方面的接触相比，在思辨哲学方面的接触更为密切。在这里，黑格尔可以强调索尔格尔许多相似且非常远离浪漫主义的思路——例如将对否定的否定理解为肯定（GW 16.101）。但黑格尔也清楚地表达了差异：索尔格尔停留在对范畴的不加批判的使用中，停留在对最高观点的自相矛盾的处理中；他没有认识到概念向前发展内在的必然性，他让辩证法通过对话变成了闲谈（GW 16.106–114, 119, 124–127）。

在哲学对宗教的立场方面也出现了进一步的接触点——例如关于索尔格尔的计划，以展示“基督教如何能够仅仅基于纯粹的思辨根据来理解并达到洞见”（GW 16.105；vgl. NSB 1.349），或者关于黑格尔解释为对三位一体学说意义之承认的索尔格尔的那些话（GW 16.101；vgl. NSB 1.632 f.）。但即使在这里，也存在许多难以弥合的差异——特别是针对索尔格尔让人想起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的启示概念的扩展（GW 16.105, 109–113；NSB 1.461）以及他的观点：哲学必须在信仰中找到其拱心石（NSB 1.599–605）。

(5) 但是，将黑格尔与索尔格尔联系在一起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在对近代文学的评判或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评判中完全脆弱的共识。在另一个领域，这种共识似乎是天衣无缝的：在对待当代政治辩论的态度上。黑格尔引用的关于“瓦尔特堡演说家的废话”或关于那些十年来一直向学生布道“他们是智慧和杰出的人，国家和教会的重生必须从他们开始”的段落，以及他关于“因奴才情意而被诽谤”的评论（GW 16.91），都说明了极其清楚的语言：索尔格尔在这里表达的是黑格尔自己对相关时代事件的立场；而由于其沉默及其随后的死亡幸而未降临在前者身上的诽谤，后者却亲自经历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对索尔格尔点名其批评对象的那句话保持沉默。在黑格尔非常审慎地放置的破折号处（GW 16.90, 34），索尔格尔的《遗著》中这样写道：“因此，S-r（施莱尔马赫）和F-s（弗里斯）本来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哲学家，甚至可能会互相攻击；现在时代的不幸在于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共同行事，甚至在第三个，即软弱的d. W.（德·维特）那里发生接触。”（NSB 1.725 f.）当时没有人不知道他说的是施莱尔马赫、弗里斯和德·维特！令人惊讶的是，冯·劳默将索尔格尔于19年4月21日写给他的信以这种过度明确、被黑格尔淡化的形式发表出来。政治辩论对黑格尔在柏林的岁月具有重大影响，这使得黑格尔完全赞同索尔格尔的这种观点，极有可能是他不让索尔格尔简单地被他的对手拉拢，而是作为一个盟友介绍给惊讶的公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绝不是为了掩盖其他提到的接触点。

(6) 然而，与《洪堡书评》的情况不同，已经确立的短标题《索尔格尔书评》也具有典型的意义。黑格尔绝不仅仅是给出对《遗著》的单纯评论，而是给出对索尔格尔著作以及“完整的人”索尔格尔的特征刻画。独特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复兴了一种“书评”的类型，特别是他在其中严厉攻击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评论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的小说《沃尔德马》时所阐述的那种类型。威廉·冯·洪堡在1797年1月23日给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的信中，将这种类型描述为“从不停留在一个作者的一部作品上，甚至不全部作品加在一起，而总是同时评论整个的人本身”（PLS 1/1.271）——但在索尔格尔的情况下，这并不是洪堡指责施莱格尔《沃尔德马书评》的那种“恶毒的”书评，而是一种死后的宣传，一种旨在死后结盟的呈现。

初版：《科学批判年鉴》，1828年，第1卷，403–428（第51–54期），838–870（第105–110期）。– 文本： GW 16.77–128；BSchr 174–241。– 评论对象：《索尔格尔的遗著与书信集》。路德维希·蒂克和弗里德里希·冯·劳默主编。2卷。莱比锡 1826年，重印 海德堡 1973年。– 文献：奥托·珀格勒：《黑格尔对浪漫派的批判》。波恩 1956年，重印 慕尼黑 1999年；赫尔曼·弗里克：《索尔格尔。18至19世纪之交勃兰登堡-柏林学者的一生》。柏林 1972年；“来自谢林和黑格尔1801/02年冬季的讨论课。一项说明。”作者：弗里德海姆·尼科利尼。HS 9 (1974), 43–48；“索尔格尔1801/02年在耶拿的谢林研究。五封未发表的信。由沃尔夫哈特·亨克曼提供并解释。” HS 13 (1978), 53–74；亨克曼：《索尔格尔与柏林艺术界》。HS 22 (1983), 199–228；海因里希·克莱尔蒙特：“批评意味着比作者自己更好地理解他”，——关于黑格尔的索尔格尔书评；乔瓦娜·皮纳：反讽可以是悲剧性的吗？关于黑格尔索尔格尔书评中悲剧理论的注记。两者均见于：雅梅（主编）：《科学批判年鉴》，257–279 及 280–300。

8.7.4 哈曼书评

(1) 黑格尔的《哈曼书评》也属于这种“同时评论整个的人”的书评类型。在他的书评中，没有哪一篇比这篇与他自己哲学的接触更少了。在这里，黑格尔冒险进入了一个对他来说陌生的思维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依然是陌生的。对他而言，约翰·格奥尔格·哈曼与其说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人物，不如说是某种独特的“特殊性”，在其中表达了时代同样独特的星象。在其书评的开头，他用寥寥数笔描绘了这种星象的生动画卷：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属于“德国的那个思维精神时代，在这个时代，它首先在学院哲学中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现在开始在现实性中运作，并开始要求那些在其中被认为是稳固和真实的东西，并开始为自己捍卫其整个领域。”在德国，这种“巨大的冲动”分裂成了“两种不同的性格”：一方面是在“中心”即柏林启蒙运动中枯燥的知性思维，另一方面是在外围：在哥尼斯堡、在魏玛和耶拿、在彭佩尔福特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具有独创性的个体花环”。在这里“在天才、精神和理性深度中开花结果”的东西，遭到了“从那个中心发出的最恶毒的攻击和贬低”。然而，在这些“个体”中，约翰·格奥尔格·哈曼“不仅也是有独创性的，而且更是一个怪人，他坚持在一种深沉的特殊性的集中，这种特殊性对任何形式的普遍性，无论是思维活动的理性还是品味的扩展，都表现出无能为力。”他“只能够进行幽默的、闪烁的、跳跃的表达”；“思维活动的理性的需要”对他来说是“陌生和未被理解的”（GW 16.131–133）。

因此，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没有讨论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的著作——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然而，这种既赞赏又保持距离的态度并非黑格尔独有；如果他的同时代人与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建立联系，情况也无非如此——特别是歌德——而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及其圈子，其中也包括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著作的编辑卡尔·约翰·弗里德里希·罗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种距离。但是，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在1788年也总结了他个人与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的关系：“尽管我一直试图去了解，但我还没有弄清楚他生活并获得幸福的艺术”（GW 1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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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与雅可比及其圈子的结合，黑格尔得以接触到哈曼（Hamann）的著作。不过，他并不是通过雅可比，而是早在以前就认识罗特（Roth）了；在1808年10月1日致尼特哈默（Niethammer）的信中，黑格尔首次提到了他，而且至少从他在纽伦堡时期的初期，他也与当时在纽伦堡担任财务官的罗特建立了个人联系，后来发展为友谊；1810年，罗特在慕尼黑成为高级财务官，1817年起担任部级参事，并于1828年担任新教高级教廷的主席。在给尼特哈默的信中，黑格尔经常将罗特与雅可比直接联系在一起提及；两人在慕尼黑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致库赞（Cousin），1818年8月5日）。首次提到与罗特的学术联系，是在1817年4月19日，当时黑格尔以《海德堡年鉴》编辑的身份请求尼特哈默询问罗特是否愿意承担书评工作。1820年12月18日，罗特写信感谢黑格尔寄来《法哲学原理》——不过他承认，他完全不理解正文的段落，也未能理解所有的附释——并表达了他的希望，“在复活节时，能够用哈曼著作的第一部分，这纯粹是语文学的，来回报”黑格尔的礼物；1821年6月9日，黑格尔请求尼特哈默，“向高级财务官罗特先生[…]转达我初步的谢意，感谢他的好意寄给我的各种如此丰富的礼物。”——这里的复数形式可能表明，罗特除了哈曼著作的第一卷之外，还将他与弗里德里希·克彭（Friedrich Köppen）共同编辑的雅可比著作的一卷寄给了黑格尔。一年后，即1822年7月18日，黑格尔——同样是通过尼特哈默的居中斡旋——给罗特寄去了一本《欣里希斯著作前言》的单行本，并再次让人“为这对我如此有趣的哈曼著作的礼物”表示感谢——这很可能是指1821年出版的第二卷。

在创办《科学批判年鉴》之后，黑格尔于1826年9月11日通过尼特哈默邀请罗特参与合作，并预告了一篇对哈曼文集的书评：“我急切地希望我们在这次展销会上能收到第八卷，这一卷本身将是很有价值的，我还必须等待它，以便为我们的期刊撰写一篇关于哈曼的本质与活动的评论，正如我所打算的那样”。尼特哈默在1826年10月12日向黑格尔报告说，罗特“对邀请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相反，关于您预告的对哈曼著作的评论，他委托我写信给您：1）这套著作的文集应被视为以第七卷结束，因为第八卷实际上只包含索引，此外最多只有一些不太重要的补充；2）这第八卷的出版不能期望这么快，而且在您预告了该著作的评论之后，他更打算推迟第八卷的出版，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其中为您关于他评论的回复留出一席之地；3）但尤其是，您将自动发现为什么哈曼如此不被理解以及将不会被理解的原因，即他经常采取一个非常高的立场，例如他在对荷马的判断中。”尼特哈默接着附上了个人的评论：“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渴望看到您对哈曼著作的判断。我发现他的立场是这样的：我期望通过对他的透彻判断来瓦解根据普遍观点哲学和历史之间相互对立的不良状况。但我认为这种瓦解并不容易。在将他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进行比较时，哈曼作为一位先知高于他的同时代人，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的时代——如果人们想把这个荣誉称号留给这群人的话——比他自己的时代更不理解他。因此，现在完全是时候出现一个人，能够挑开这层白内障。我打心底里欢迎他！”与罗特的建议相反，黑格尔继续推迟撰写这篇书评，以等待文集的完成。1827年8月9日，他写信给尼特哈默：“我本打算着手处理哈曼，但总是在等待第八部分及其必要的解释。”（然而，这一卷分为两个部分，直到黑格尔去世很久之后，即1842年和1843年，才由古斯塔夫·阿道夫·维纳（Gustav Adolf Wiener）编辑出版。）在这封信之后的两个月，黑格尔在从巴黎返回的途中拜访了歌德；爱克曼（Eckermann）记录了他们的谈话：“人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哈曼的话题，特别是黑格尔主导了发言，并对那位非凡的精神发展出了如此透彻的观点，这些观点只能来自于对该对象最严肃和最认真的研究。”（HBZ 351）在此时，黑格尔显然已经决定只将已出版的七卷作为评论的对象。除了书评之外，显然还有来自准备工作留存下来的《关于哈曼的笔记》（Notizen zu Hamann）（GW 16.407 f.）。

(3) 关于在尼特哈默圈子里，特别是编辑罗特对《哈曼书评》的接受情况，没有任何消息——这让人有理由猜测它在慕尼黑的朋友圈内引起了相当大的不快。在书评发表之前，尼特哈默在1828年1月还写道：“虽然我并不总是对《年鉴》感到高兴，但也足以让我打心底里祝愿它们快乐地成长和繁荣。”然而，尼特哈默留下的下一封信是在1831年5月27日。尼特哈默在此信中感谢黑格尔寄来他的“宗教改革讲演”，即在《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三百周年纪念日上的讲演（见第二编 8.8），以及一枚在1830年12月初为向黑格尔致敬而铸造的奖章（参见 Br 3.462，HBZ 419）。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之间的通信并没有完全中断，这由最近为人所知的一封黑格尔致尼特哈默的详尽信件——遗憾的是仅以摘要的形式——所证明，不过这封信并没有明确涉及《哈曼书评》。黑格尔在那里试图“打消尼特哈默（对《年鉴》的）保留意见”，这可能是指对《哈曼书评》的反应，但也可能是指前面引用的1828年1月的信（Döderlein 1978, 75 f.）。这种不快的另一个证据是，受罗特委托的哈曼文集第八卷的编辑古斯塔夫·阿道夫·维纳在第一部分的附录中虽然分享了歌德、克劳迪乌斯（Claudius）、雅可比、拉瓦特（Lavater）、莱辛（Lessing）和让·保罗（Jean Paul）关于哈曼的言论，却简短地指出：“一篇在痛苦地误解了哈曼的个人和作为作家的价值（这二者在他身上紧密相连）及其整个生活地位的情况下写成的书评，在这里理所当然地不再被提及。”（VIII f.）

另一方面，同时代的人对黑格尔的《哈曼书评》大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拉赫尔·法恩哈根（Rachel Varnhagen）提到了“他出色而奇特的书评”，而法恩哈根（Varnhagen）本人在把一本书题献给黑格尔时，也提到了“关于索尔格尔和哈曼的出色、同时既尖锐又温和的性格刻画，在其中您对当今的意义和对其他时代与条件下的法权同样予以了兼顾”，他称其为“那种适度且内容丰富的批判的最美典范[…]，我最愿意把这本书放在这个批判的圈子里。”（Varnhagen 1830, IV; 参见 Br 3.455）甚至在后来，在1838年4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他重读了这篇书评“带着巨大的享受和真正的满足。黑格尔很好地把握住了他，那个奇怪的、令人钦佩的怪人！”（Gründer 1961, 91）。关于歌德的评价，爱克曼记录道：“歌德继续说，黑格尔在《柏林年鉴》上写了一篇关于哈曼的书评，我这几天一直在读，反反复复地读，我必须要大力赞扬。黑格尔作为评论家的判断一直都很好。”（HBZ 391 f.）

然而，哈曼的后代却谴责这篇书评是对其名誉的攻击，因为黑格尔在其中深入探讨了哈曼私人生活的环境，特别是他的“良知婚姻（Gewissensehe）”，也就是说，这被视为前面（见第二编 8.7.3）指出的那种“充满恶意的”书评。哈曼的一个女儿马格达莱娜·卡塔琳娜·罗森伯格（Magdalena Katharina Rosenberger）写信给黑格尔，说她在“偶然翻阅《年鉴》”时看到了这篇“诽谤性文章”——而她的长信基本上由指控组成：黑格尔把哈曼作为他“诽谤癖”的对象（Br 4/2.84–87）——尽管黑格尔只是复述了罗特在被评论的文集中已经汇编的消息。然而，这种批评很可能导致了在“朋友协会版”（Freundesvereinsausgabe）的新版本中，《哈曼书评》“第二篇文章”的前两段被删除了，在这两段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方面：初版的第859–864栏在那里被毫无提示地去掉了（比较 W XVII.66 与 GW 16.149–151）。这很难说是一个疏忽——就像关于劳帕赫（Raupach）的《皈依者》的那篇文章一样（见第二编 8.6）——尤其是随着“第二篇文章”开头的消失，书评开头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也被删除了。

(4) 这种从子女虔敬和受伤害的视角出发的批评并没有公正地对待黑格尔的《哈曼书评》。因为哈曼个性中丰富多彩的图景——早年在英国的逗留，在里加的纠葛，在两份家庭教师工作和作为包装厂管理员服务中的紧张关系，与柯尼斯堡朋友们的误解，也包括与康德的误解，以及最后在明斯特和彭佩尔福特的逗留——这幅图景取自黑格尔评论的版本，此外还有哈曼和雅可比的通信以及雅可比的《精选通信集》（Auserlesener Briefwechsel）。然而，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大量的单封信件和消息中一丝不苟地重建了这幅图景——因为他看到，哈曼的“作家性格”“完全只是迄今为止所描绘的个人特性的表达”（GW 16.161）。这幅图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其文学风格的哈曼虔诚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其中，“抽象的内在性”与坚持三位一体和和解的客观学说结合在一起（GW 16.154,158）——然而并非以“僵化的正统神学”的方式（GW 16.132）。在他“原始的桀骜不驯”和对其受众的“敌对感受”中，以及在他“既宏大又极其怪诞的倾诉”中（GW 16.171,169），作品和人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哈曼和雅可比一样，也无法写出一本真正的书——黑格尔在此引用了编辑罗特的话：哈曼的著作是“真正的偶尔之作，充满了个人色彩和地域色彩，充满了对同时代显象和经验的关联，但同时也是对他所生活的藏书世界的暗指。”（GW 16.161）黑格尔认为哈曼对哲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各各他与舍伯里米尼》（Golgatha und Scheblimini），这是对门德尔松（Mendelssohn）《耶路撒冷》（1783）的批评，尤其是他“非常奇特的”——在古老的、肯定意义上的“奇特”！——《关于纯粹理性之纯粹主义的元批判》（Metakritik über den Purismus der reinen Vernunft）。通过他对“关于思维实体的先验迷信”的批评，哈曼将自己置于“理性问题的中心”，但他“以语言的形态”来把握它。而且，正如黑格尔不放过任何机会贬低赫尔德（Herder）一样，他也在这里抱怨说，赫尔德从这个源泉中“汲取了他那带着极度狂妄登场，又受到公正贬低，现在早已被遗忘的元批判”，而他与哈曼的通信则沦为了“做作的语调”和“悲叹的无聊”（GW 16.167 f.,177）。着眼于哈曼与雅可比的关系，黑格尔非常敏锐地看到，雅可比试图将自己依附于哈曼，比如用他的信仰概念，然而哈曼却对雅可比发起“否定一切的爆发”，因为他把“斯宾诺莎，那个患有笛卡尔-卡巴拉式梦游症的可怜虫，像一块胃里的石头一样”带着——但这并没有削弱雅可比对哈曼的“深切信任”。然而，黑格尔非常准确地听出了那些关于哈曼在明斯特和彭佩尔福特拜访的信件中的弦外之音，关于他与朋友们的生活，“他们就像一半一样契合我灵魂的理念。”这些信件显示出一种奇特的脱节，一边是哈曼仿佛作为一种末世的显现，作为“人间天界的预尝”而表述的感受，另一边是那个“被附体者”的焦躁不安，“一个恶灵交替着把他时而扔进火里，时而扔进水里”。因此，雅可比这样总结他的印象：“在合理与不合理、光明与黑暗、唯灵论与唯物论方面，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πᾶν（全体）”——由此哈曼对佐丹奴·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巧合原则”（principium coincidentiae）的兴趣也可以理解了，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与雅可比不同——和哈曼持有共同观点，而在另一方面，他与雅可比不同，对哈曼的虔诚持疏远态度（GW 16.170）。因此，黑格尔最终总结道——虽然不完全准确——雅可比因为哈曼的“在场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到困惑，而是继续感到困惑”——而这种分裂似乎也预示了黑格尔自己对哈曼的关系（GW 16.182–184）。

初版：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1828. Bd. 2.620–640 (Nrr 77–80), 859–900 (Nrr 107–114). – 文本： GW 16.129–187; BSchr 242–317. – 评论对象： Friedrich Roth (Hg.): Hamanns Schriften. 2 Bde. Berlin 1821–1825. – 文献来源： Moses Mendelssohn: Jerusalem, oder über religiöse Macht und Judenthum. Berlin 1783; [Johann Georg Hamann:] Golgatha und Scheblimini! Von einem Prediger in der Wüsten. [Riga] 1784, 38 (Hamann: Sämtliche Werke. Hg. von Nadler. Bd. 3); Jacobi: Werke. Bd IV/3: J. G. Hamanns Briefwechsel mit F. H. Jacobi. Leipzig 1819;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s auserlesener Briefwechsel. 2 Bde. Leipzig 1825–1827, ND Bern 1970. – 参考文献： 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 (Hg.): Denkwürdigkeiten des Philosophen und Arztes Johann Benjamin Erhard.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30; Käthe Nadler: Hamann und Hegel. Zum Verhältnis von Dialektik und Existentialität. In: Logo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 20 (1931), 259–285; Karlfried Gründer: Nachspiel zu Hegels Hamann-Rezension. HS 1 (1961), 89–101; Johann Ludwig Döderlein (Hg.): Regest eines Briefes von Hegel an Niethammer. HS 13 (1978), 75 f. vgl. Br 4/2.72; Stephen N. Dunning: The Tongues of Men. Hegel and Hamann on Religious Language and History. Missoula, Montana 1979.

8.7.5 格舍尔书评

(1) 与之前的书评不同，《格舍尔书评》显示出黑格尔处于防守状态。它与不久之后的《反驳文章》一起，构成了主要具有辩护性质的书评组。不过，它已经服务于防御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隐含的。它写于这样一个背景下，当时指责黑格尔哲学是泛神论的呼声越来越高（见第一编 8.8）。据我们所知，柏林的新教神学家——因而是同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戈特特罗伊·托卢克（Friedrich August Gotttreu Tholuck，1823年）首先匿名指责黑格尔为泛神论（见第三编 2.1）。这类——尽管在政治上并不成功——攻击也在柏林大学内外由冯·凯泽林克（v. Keyserlingk）和戈特洛布·本杰明·耶什克（Gottlob Benjamin Jäsche）发起过（Lenz 1910, 294; Jäsche 1828）。

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对一本明确为他的哲学表明立场，而且还为它提供“一颗虔诚之心的权威证明”（GW 16.215）的著作感到欣慰，这丝毫不奇怪。因此，他在他的《全面教学纲要》（§ 564）以及他的《上帝存在的证明讲演录》（GW 18.252）中都引用了这本书。玛丽·黑格尔当时向黑格尔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Christiane）报告说：“最近写了很多关于他哲学的东西，很多严厉的，很多恶毒的；他的哲学传播得越广，它找到的追随者越多，那些人的嫉妒和烦恼就越会被激起，因为这给他们的王国带来了冲击，或者宣告了其终结。[…] 一本对这么多严厉的指控起了抚慰作用的著作，并且热情地为黑格尔哲学进行辩护的，是来自瑙姆堡一位他不认识的学者。”（HBZ 396 f.）而其作者——卡尔·弗里德里希·格舍尔（1781–1861）——甚至都不是专业的“学者”，而是瑙姆堡高级州法院的法官，因此是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恩斯特·路德维希·冯·格拉赫（Ernst Ludwig von Gerlach）——后来“哈雷争端”的发起者（见第一编 8.8）——的同事。

尽管如此欣喜地接受了格舍尔的《格言录》，黑格尔却过了好几个月才与他建立起个人联系。1829年5月10日，他向他以前的学生拉文施泰因（Ravenstein）指出“几个月前在这里[…]出版的一本著作”，并解释说：“作者在书中主要关注我对基督教理念的呈现，并为它们提供多方面的辩护，展现了深厚的基督教虔诚与最彻底的思辨思维活动的卓越结合。”拉文施泰因随后与格舍尔联系，然后在1829年9月21日给黑格尔的回信中引用了格舍尔的一封信，该信已经考虑了黑格尔的书评：“我不能掩饰，黑格尔教授先生在《柏林年鉴》上对我的《格言录》的判断，不仅教育了我，而且从整个人性上打动了我；其中不仅表达了最明确的尖锐，还有一种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温和。我把对我在众多公务中写下的书页的这种友好承认，看作是对我10年来在心中敬重并热爱我的哲学老师（虽然素未谋面），以及在口头交谈中经常尽可能为他辩护，消除个别误解的回报。尽管如此，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能够与这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大师建立联系；然而，现在我觉得在多个方面有义务写信向他表达我的感谢。如果您比我先给黑格尔教授先生写信，我非常请求您提前代我向他表达我最大的敬意和感激，不仅是因为他对我的友好，也是为了我这10年来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切。”但似乎早在那之前，黑格尔在去波希米亚旅行时曾打算拜访格舍尔，但与他错过了，这可以从格舍尔在1829年10月14日给黑格尔的第一封也是非常详尽的信中看出。这就是两人之间通信的开始；黑格尔虽然拖到1830年12月13日才回信——“极其延迟”——但同样详尽，格舍尔在这一年的除夕夜为此表示了感谢；他给黑格尔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831年2月24日，包含了对黑格尔被授予红鹰勋章的祝贺。

(2) 格舍尔的著作虽然通过黑格尔的书评为更广泛的读者群所知，但同时也更多地是被掩盖了而不是被展示了。此外，对其的阅读被格舍尔后来在复辟圈子中扮演的角色蒙上了阴影；他那迄今一直被黑格尔主义法哲学研究顽固忽视的《散页集》（Zerstreute Blätter）也是如此。因此，人们也忽略了，黑格尔高兴的、感激的握手决不意味着毫无保留的同意；它更像是一个“外交性的”，一个政治性的回应。

(3) 黑格尔看到《格言录》的“卓越与罕见之处”在于，其作者“以虔诚的意义，不仅被古老的即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教义的真理所渗透，而且也感受到了思考着的理性的需求，并且在其受过充分教养的形成中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就内容和形式而言，这里的兴趣直接处于思辨哲学的中心。”他的著作处理“对主观谜题的解决，即基督教与思辨理性的那种原始统一，以及它们自觉的结合，对于表象而言如何显示为不可理解的。”因为在这种不可理解性中，包含了相信圣经的基督徒与他们的理性主义对手联合起来反对思辨哲学的动机——但这同时也导致了两者特征的堕落。（GW 16.188–191）关于当时宣称“无知”的现象，格舍尔在第一部分以雅可比为例进行了分析——鲜为人知的是，他的著作构成了1820年代对雅可比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以及他的小说的最深入探讨。格舍尔首先站在这里雅可比的立场上，即信仰被“科学”摧毁了——或者用雅可比的著作《论神圣事物及其启示》的话来说：宣称没有上帝是科学的兴趣（JWA 3.96）。并且他分析了——完全使用黑格尔的方法——那种强调对上帝的无知的说法所犯的矛盾：它起初停留在知性的同一性中（“上帝是上帝”），但却想把最初否认赋予它的一切都归因于它——尤其是人格性——并最终出于对这种矛盾的意识而逃入上帝的不可认识性和不可理解性的断言中。黑格尔强调了格舍尔的证明，即“以这种方式演绎他们的无知的人，陷入了与他们批评的对象相同的虚无主义”——这是格舍尔恰好在首次对黑格尔提出泛神论指控的著作以及在雅可比本人身上所做的证明（GW 16.194）。

以类似的方式，黑格尔也讨论了《格言录》致力于“绝对知识”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在这一部分，格舍尔回溯了《精神现象学》中的命题，“绝对的实体同样是主体，而绝对的主体同样是实体”。格舍尔在此进一步驳斥了关于“知识自我神化”的指控，他“指出，人认识上帝，不仅在于上帝在人之中，而且也在于人在上帝之中，但这仅仅意味着人在上帝之中，而不是说人就是上帝”（GW 16.199–201）。最后，在格舍尔的第三部分，将“考察现代知识与信仰在所有方面和转向上的对立，并揭示两者之间所谓的互不相容及其可分离性本身的虚妄。”黑格尔在这里转述了格舍尔对理性主义的内在批评，这种理性主义同时“只愿进行释经，只愿符合圣经”，从而犯下了自欺欺人的错误，掩盖了“进行释经的正是自身的精神”这一事实。并且他赞同格舍尔的解决方案，这无论如何也正是他自己的解决方案：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差异“不可否认，但这种同一性并不排除差异，因此，虽然两者在任何方式下都能找到彼此并有所区分，但同时也知道它们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GW 16.210–215）

(4) 就这点而言，在格舍尔的《格言录》中，黑格尔欢迎信仰与知识之间和平的“晨曦”，他突出强调了那些有助于他为自己辩护以反驳泛神论的指控、将指控反转指向其辩护者，并巩固他自己主张的特征：哲学与宗教具有同一个内容——即绝对者——并且它可以通过把握的思维活动，而不仅仅是通过信仰或甚至感觉来接近。然而，他默不作声地略过了那些暴露格舍尔倾向于超越这个哲学概念的陈述。这在格舍尔关于黑格尔对原罪堕落理解的“后记”（Göschel 1829, 190–195），以及在前言中关于否定的可悲和一切瓦解和粉碎的辩证法仅由“思辨的精神所抵挡，这种精神被赋予主体，当主体在祈祷和信仰中坚持，并在其所有困境中向圣经作为上帝的话语寻求庇护时”的断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上 VII）对于第 II 页（哥林多前书 1,20–23）、第 IX 页（哥林多前书 3,18 f.）和第 X 页（歌罗西书 2,8 f.）上的三句格言也是如此，前两句将这个世界的智慧视为在上帝面前的愚拙，而最后一句则警告人们不要被哲学的欺骗所掳去并背离基督。

同样意味深长地，黑格尔对拉文施泰因和格舍尔在信中使用的发音清晰虔诚的、至少接近虔敬派的措辞保持沉默。拉文施泰因写道（1829年9月21日），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基督只能居住在一个完全破碎的心里”，而格舍尔则承认，对他的著作的反对声音来自虔敬派活生生的信仰的最尖锐之处，这让他感到困扰，他“觉得在基督里与他们有联系”（1829年10月14日）。然而，如果不将格舍尔的《格言录》和这些信件进行比较，黑格尔的书评确实给人一种与格舍尔无缝的和谐一致的印象。

(5) 因此，毫不奇怪，黑格尔凭借这篇书评也赢得了来自他通常保持距离或疏远的圈子的掌声——例如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在1829年10月12日的信中。——费希特看到他自己的哲学与格舍尔一致，但反对黑格尔，他主张一种“基督教哲学”的纲领，其任务在于证明上帝的人格性和灵魂个人的不朽（见第三编 2.2）。卡尔·约瑟夫·希罗尼穆斯·温迪施曼（Karl Joseph Hieronymus Windischmann），即卡尔·恩斯特·雅尔克（Karl Ernst Jarcke）——后来普鲁士复辟党的一位重要代表——的岳父，在1829年10月27日向黑格尔提到了在他为法国复辟意识形态的一本有影响力的书籍翻译所写的前言中一致的表达：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圣彼得堡的黄昏》。另一方面——根据罗森克兰茨后来的报告——当黑格尔将格舍尔“以其律师般娴熟的辩护才能”“被证明为他的哲学的基督教性质严肃地视为他的荣誉，并且完全意识到他因此给大众造成了不良印象，在全体公众面前友好地握住作者的手以感谢他的辩护”时，引起了极大的惊讶。（R 400, 参见 GW 16.215）

(6) 然而，1844年的这种非常疏远的评价基调，可能只是因为围绕黑格尔宗教哲学的争端、1840年左右学派内部的冲突以及格舍尔立场的转变才形成的。格舍尔对虔敬派始终存在的联系感，使他在黑格尔死后试图将这种先前被唤起的“鲜活的信仰”以一种相当直接且无问题的方式与黑格尔的哲学联系起来，并将为了虔诚的利益对黑格尔哲学提出的要求表现为早已被其满足——在此过程中，为了使他的观点合法化，他总是可以坚持黑格尔那“充满感激的握手”。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的《耶稣传，考证处理》（1835/36）引发争议后，这一点变得尤为危险。在随后的结果中，格舍尔完全背离了黑格尔的哲学，并加入了当时虔敬主义和反动派的联盟——这通过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务委员会成员和马格德堡的教廷主席而为他带来了职业上的成果（见第三编 2.5）。

初版：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1829. Bd. 1.789–816, 833–835 (Nr. 99–102, 105–106). – 文本： GW 16.188–215; BSchr 318–353. – 评论对象： Carl Friedrich G .....: Aphorismen über Nichtwissen und absolutes Wissen im Verhältnis zur christlichen Glaubenserkenntnis. Ein Beitrag zum Verständnis der Philosophie unserer Zeit. Berlin 1829. – 文献来源： Joseph de Maistre: Abendstunden zu St. Petersburg oder Gespräche über das Walten der göttlichen Vorsehung zu christlichen Dingen. Mit Beilagen von C. J. H. Windischmann.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1825. – 参考文献： Gottlob Benjamin Jäsche: Der Pantheismus nach seinen verschiedenen Hauptformen. Bd. 2. Berlin 1828, XXII, XXVII, XLIV; Göschel: Zerstreute Blätter aus den Hand- und Hilfsakten eines Juristen. 3 Bde. Erfurt, Schleusingen 1832–1842; Lenz: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Berlin (1910), Bd. 2/1.294; Jaeschke: »Urmenschheit und Monarchie. Eine politische Christologie der Hegel’schen Rechten.« HS 14 (1979), 73–107; Arndt Haubold: Karl Friedrich Göschel (1784–1861). Ein sächsisch-preußisches Lebensbild des Literaten, Juristen, Philosophen, Theologen zwischen Goethezeit und Bismarckära. Bielefeld 1989; Peter Jonkers: Unmittelbares Wissen und absolutes Wissen. Göschels Aphorismen über Jacobis Nichtwissen. In: Walter Jaeschke / Birgit Sandkaulen (Hg.): Ein Wendepunkt der geistigen Bildung der Zeit.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und die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Hamburg 2004, 359–375.

8.7.6 反驳文章

(1) 大约在撰写《格舍尔书评》期间，黑格尔开始对五篇主要以匿名形式反对其哲学——特别是反对其哲学与基督教宗教（从而也与国家）关系的著作，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回应。作为第一篇著作的作者，埃德曼（Erdmann）（1896, § 332,1, Bd. 2.642）提到了一个叫“许尔泽曼”（Hülsemann）的人，但关于他，除了他曾再次针对黑格尔写过文章并且在其中稍微透露了他的匿名身份之外，人们所知甚少。这篇后来的著作《论理念的科学》（Ueber die Wissenschaft der Idee，1831）的前言总体上构成了对黑格尔书评的二次反驳；在这里，作者自称是一名32岁的新教徒，从未与任何黑格尔主义者，甚至也未曾与黑格尔本人接触过，只是通过阅读才了解了他的哲学；稍后提到，他是“一名前普鲁士军官，现作为残废军人退役”。

(2) 相比之下，黑格尔此前甚至与第二篇著作的两位作者之一，卡尔·恩斯特·舒巴特（Karl Ernst Schubarth）有过密切而友好的接触，这是通过歌德的说情促成的。歌德对舒巴特的同情是基于后者对歌德色彩学的兴趣（Br 2.485）；在1821/22年冬季，舒巴特属于围绕黑格尔、舒尔茨（Schultz）和冯·亨宁（v. Henning）的圈子，该圈子在柏林进行色彩学实验，黑格尔关于光学的论文也是从这个圈子中产生的（见第二编 8.5）。后来，即1827年5月9日，歌德为舒巴特在普鲁士政府谋职一事求助于黑格尔；黑格尔于1827年6月18日请求阿尔滕施泰因部长接见，“以极其恭顺地呈交一份请求”——很可能与舒巴特有关。1827年6月29日，黑格尔回复歌德，并建议为了提高舒巴特在普鲁士谋得职位的成功几率需要考虑什么：仅仅是“个人的运用”是不够的，因为国王坚持“被推荐人的资质要通过符合规章制度的途径来证明”。歌德随后在1827年7月9日向舒巴特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指示——这几乎可以称为信件的起草——告诉他应该如何向阿尔滕施泰因部长提出他的申请（WA IV/42.250–253）。1827年8月17日，歌德感谢黑格尔对舒巴特命运的关心，并且在这里他称舒巴特是一个“卓越的，虽然由于某些特质而显得有些短视的人”。大约在这个时候，舒巴特可能已经在撰写攻击黑格尔的宣传册了，因为在1829年1月16日，他把他的书寄给了歌德——希望能得到歌德的赞同（参见 Hoffmeister 对这些事件的详细描述，Br 3.407–410）。歌德似乎立刻读了它，因为在1829年1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午，爱克曼博士。借着舒巴特的反黑格尔之作，就这一重要事情透彻地讨论了决定性的方面。”（HBZ 391；参见 397 以及道布致黑格尔的信，1829年4月15日）。奇怪的是，歌德对舒巴特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他这本“反黑格尔”著作而严重受损。爱克曼记录了1829年2月4日与歌德的谈话：“我继续读舒巴特的书，歌德说；他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把他的话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他甚至说了一些非常出色的话。他的书的主要方向在于，存在一个在哲学之外的立场，即健康的常识的立场；而艺术和科学独立于哲学，通过人类自然力量的自由作用，始终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心意。我自己就一直独立于哲学；健康的常识立场也是我的立场，所以舒巴特证实了我一生自己说过和做过的事情。 / 我不能完全赞赏他的唯一一点是，他知道的某些事情比他说的要好，所以他做事并不总是完全诚实。就像黑格尔一样，他也把基督教扯进哲学里，而基督教在哲学里是没有什么可做的。基督教是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存在，堕落和受苦的人类时不时地总是靠着它重新站起来；既然人们承认它有这种作用，它就凌驾于一切哲学之上，并且不需要哲学的任何支持。同样，哲学家也不需要宗教的权威来证明某些学说，比如灵魂永存的学说。”

(3) 在他的《反驳文章》中，黑格尔——除了对对手的不理解发出普遍的抱怨外——非常，甚至过于详细地讨论了针对他的指控。关于第一篇著作，他确实说过：“不可能去追究它的每一个细节；几乎每一行都包含了要求更正的内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能尝试将它的方式概括为一个特性，然后添加细节作为佐证。”但是，像黑格尔在索尔格尔和哈曼身上成功做到的那种特性刻画，在这些宣传册中是给不出来的，他想在这里击退它们的攻击。它们沉迷于“关于推演的混乱尝试”和“充满高尚情感和崇高要求的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在努力之后，它们惬意地在舒适、充满感情的流露中休息。”（GW 16.218）在“第二篇文章”开头，黑格尔确实“渴望并努力”，“想从这个深不可测的泥潭中找到一条出路”——但他整篇文章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再次诊断出“抽象公式、琐碎的心理学普及读物的杂乱混合，被充满崇高情感的涂油的冗长演说所打断”——这里特别是针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但他再次开始在细节上反驳它们。他偶尔可以指出，这位匿名的对手在制定针对思辨哲学的论战时，已经被思辨哲学“传染”了——他把这评价为雅可比作为座右铭放在其《阿尔维尔》（Allwill，1792）前面的那句话仍然有效：“真相，在排斥它的同时，就拥抱了它（La vérité en la repoussant, on l’embrasse）”（GW 16.248）。然而，这位匿名作者于1831年发表的第二篇控诉著作——这次不再是关于泛神论，而是关于无神论——如果黑格尔还能读到的话，会让他对这句座右铭的真理感到绝望。

(4) 至于第二部著作——由舒巴特和卡尔加尼科（Carganico，关于他没有进一步的了解）所著——黑格尔在第三篇文章中进行了探讨。这部著作的开头比第一部要自负得多——尤其是因为两位作者试图“在他们的视野中纳入整个哲学的领域，甚至！将这一领域扩展到哲学领域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它尽可能多地用歌德的引言来装饰自己——这并没有错失在魏玛产生预期效果的目的，但并没有给黑格尔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他仅仅将其评价为对歌德见解的“学生式的”（GW 16.262）歪曲。黑格尔几乎完全跳过了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该部分自认为是《全面教学纲要》（1827）的概述——而且对于第三部分，即“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他也做了比较简短的打发——其中他多次用舒巴特早期著作《关于荷马及其时代的理念》（Ideen über Homer und sein Zeitalter，1821）中极其明显的不连贯之处来反驳舒巴特（GW 16.251–272）。

然而，他驳回了当时可能威胁到其市民阶层生存的两次攻击：舒巴特以“惬意的敌意”重复指出黑格尔对立宪主义的倾向与他在一个“不能在严格意义上和更发达意义上被称为立宪”的国家中作为公务员的职位之间的不一致，以及他指控黑格尔的“灵魂不朽学说”。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这种学说，除了政治上的暗示外，是最常被用来对一种哲学投掷敌意的学说。”当然，对异端灵魂不朽观的怀疑很少像这里这样拙劣地提出来，在这里它们达到了顶点，舒巴特质问黑格尔是否认为自己“活着升入天界”（GW 16.272–274）。——在黑格尔和歌德死后，在更加严酷的复辟条件下，舒巴特以变本加厉的形式重复了他的政治暗示，并试图通过断言“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最高生命和发展原则不相容”，在政治上消灭黑格尔学派（见第三编 2.5）。

(5) 在1829年的初秋，也就是他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不久，黑格尔仍然希望他的反驳文章能取得一定的成功。关于针对他的攻击，他在9月27日写信给道布：“如果人们把自己局限于不去理会那些也许无法拒绝的事情，匆匆浏览这样一本书，那么人们就会带着普遍的不满而离开。但是，如果要进行批判，就不可避免地要彻底品味所有的恶意和思维活动能力的无能细节。对于公众来说，无论批判的工作多么艰辛，也未必完全是白费的，尽管公众常常让自己的空脑袋被这些书弄得很大，并通过沉默来坚定良好的印象，但是如果人们有力地攻击了它们的弱点，公众也会同样容易地放弃这些印象，并声称对此一无所知。这些书中确实有很多太卑劣的地方了。”这种描述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黑格尔所评论的书的作者重复并加强他们攻击的那些书。

(6) 然而，黑格尔未能评论另外三本宣布要进行书评的著作。就克里斯蒂安·赫尔曼·魏塞（Christian Hermann Weiße）的著作而言，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是提到的所有著作中唯一可能进行哲学辩论的一部。他在9月27日写信给道布，说这本小册子《论存在、无与转变》（Über Sein, Nichts und Werden）是他的“同事和朋友施马尔茨（Schmalz）亲自寄给他的”（在这里，“朋友”这个词要理解为讽刺），而《反对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的书信》（Briefe gegen die Hegelsche Enzyklopädie）的作者据说是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这个猜测肯定不准确，但卡尔·道布（1829年10月11日）也赞同这个猜测。

黑格尔没有执行他的书评计划，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在这一年的10月份就任大学校长——这一情况也阻止了他承担其他书评工作。1830年2月23日，法恩哈根写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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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黑格尔“被事务缠身；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要为《年鉴》评论《普雷沃斯特的预言家》（Die Seherin von Prevorst），这本书在这里以及慕尼黑和其他地方已经成为信徒们的精神食粮，成为贵族们的一道散发着刺激香味的美味佳肴，但这个计划似乎在他作为校长的耗时职责和荣誉中搁浅了；否则本可以期望他能够有力地介入，并彻底纠正某些流言蜚语”（HBZ 410）——这毫无疑问与他在《全面教学纲要》（1830）前言中的评论相一致：许多在“基督教信仰的独占所有权”中陶醉的人，以及“《普雷沃斯特的预言家》的信徒们，为了与一群幽灵保持良好关系并对它们充满敬畏而沾沾自喜，而不是驱逐和流放这些反基督教的、奴性的迷信的谎言。”（GW 20.28 f.）

但是，黑格尔后来也评论了奥勒特（Ohlert）和格雷斯（Görres）的著作，因此被公务缠身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停止撰写这份合集书评。K. F. 策尔特（K. F. Zelter）在1829年11月10日写给歌德的信中分享了另一个可能更深层的原因：“上个星期黑格尔向我承认（他想让我为他的报纸效力），他很后悔卷入了与对手的争论。”（HBZ 406）早在《索尔格尔书评》中，黑格尔就已经阐述了他那——后来并未被遵循的——见解，他用以下的话来表述：“总的来说，人们已经厌倦了哲学家们宣布自己被误解的声明”（GW 16.107）。

初版：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1829. Bd. 2.77–80,97–109,293–308,313–318,936–960 (Nrr 10–11,13–14,37–40,117–120. – 文本： GW 16.216–274; BSchr 354–428. – 评论对象： Anonym (Hülsemann?): Ueber die Hegelsche Lehre oder: absolutes Wissen und moderner Pantheismus. Leipzig 1829; Karl Ernst Schubarth / K. A. Carganico: Ueb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und Hegel’s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nsbesondere. Ein Beitrag zur Beurtheilung der letztern. Berlin 1829. – 原定评论对象： C. H. Weiße: Ueber den gegenwärtigen Standpunkt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 In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as System Hegels. Leipzig 1829; Anonym: Briefe gegen die Hegel’sche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Erstes Heft, vom Standpunkte der Encyclopädie und der Philosophie. Berlin 1829; [Theodor Anton Heinrich Schmalz:] Ueber Seyn, Nichts und Werden. Einige Zweifel an der Lehre des Hrn. Prof. Hegel. Berlin, Posen, Bromberg 1829. – 参考文献： Schubarth: Erklärung in Betreff der Recension des Hrn. Professor Hegel in den letzten Nummern der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vom vorigen Jahre. Berlin 1830; Anonym (Hülsemann?): Ueber die Wissenschaft der Idee. 第一部分。最新的同一性哲学与无神论或关于内在的论战（Die neueste Identitätsphilosophie und Atheismus oder über immanente Polemik）。 Breslau 1831, V.XXXV; Schubarth: »Persönliches in biographischen Notizen«. In Schubarth: Gesammelte Schriften philosophischen, ästhetischen, historischen, biographischen Inhalts. Hirschberg 1835, 235–267; Schubarth: Ueber die Unvereinbarkeit der Hegel’schen Staatslehre mit dem obersten Lebens- und Entwicklungsprinzip des Preußischen Staats. Breslau 1839 (ND in Riedel: Materialien, Bd. 1.249–266); Johann Eduard Erdmann: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erlin4 1896, § 332,1, Bd. 2.642; 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Hg. von H. H. Houben, Wiesbaden 1957, 235.

8.7.7 奥勒特书评

(1) 在黑格尔的书评中，对奥勒特关于“观念实在论（Idealrealismus）”著作的书评——更准确地说：是该著作唯一出版的第一部分，其特殊标题为“作为形而上学的观念实在论”——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既不服务于攻击，也不服务于防御，也不像《索尔格尔书评》和《哈曼书评》那样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性格刻画”。诚然，奥勒特在1830年12月4日将他的著作寄给了黑格尔，并且他也在其中提及了黑格尔。着眼于黑格尔在《差异论文》中关于绝对者的概念，他甚至谈到了“天才的黑格尔”（Ohlert 1830, 57）——但这肯定不是黑格尔在《年鉴》上发表评论的充分理由。

(2) 关于阿尔贝特·利奥波德·朱利叶斯·奥勒特（Albert Leopold Julius Ohlert），人们知之甚少。在他的《观念实在论》出版时，他已经发表了一篇关于费希特之前以及费希特哲学中自我概念历史的论文（1823年），以及一本简明的逻辑学（1825年）。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称他为东普鲁士人，而奥勒特在自己的博士论文扉页上称自己为西普鲁士人，罗森克兰茨可能没有看到这篇论文；罗森克兰茨称他为“赫尔巴特（Herbart）的学生”，大概也是为了努力将黑格尔的书评风格化为与赫尔巴特形而上学的辩论（R 405）。可能正因为如此，赫尔曼·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干脆宣布奥勒特是“赫尔巴特主义者”（Jubiläumsausgabe Bd. 20.XV）。然而，无论是在奥勒特的书中，还是在黑格尔的书评中，都没有提及赫尔巴特，而在奥勒特的《宗教哲学》中，他将赫尔巴特的体系描述为实在论最大胆、最连贯、最敏锐的贯彻——但也因此是一个片面的进路，他更试图通过他的“观念实在论”像超越片面的观念论一样超越它。

(3) 没有已知的黑格尔对奥勒特信件的回应。在书评中，黑格尔评价他“是一个熟练而敏锐的思考者，他有耐心——这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主要要求——去处理抽象的思想”；奥勒特的第四“卷”完全基于“思辨理念”。黑格尔的书评跟随着奥勒特的论证过程，穿过了“人类处于一般的哲学思考状态”、“纯粹观念论”、“纯粹实在论”和“纯粹观念实在论”这四章，但他已经在书评的开头预先指出了奥勒特的系统性精髓：在关于普遍的矛盾、怀疑和问题的开篇章节之后，“将阐述并批判这两种对立的、片面的解决途径，即纯粹观念论和纯粹实在论，最后将纯粹观念实在论作为两者之间的调和，以及作为满足人们有权向哲学提出的要求的体系呈现出来。”（GW 16.275 f.）

这种通过“纯粹”观念论和实在论来克服观念论和实在论的意图，从黑格尔哲学系统阐述的初期就贯穿其中（见第二编 4.6.5）——即使他自己从未以这种有些图式化的方式表达和执行过它。这种趋同可能是黑格尔撰写这篇书评的原因。因此，黑格尔在本质上赞同奥勒特；他“非常同意作为基础的内容”，仅仅是在表达不够严谨或对所讨论立场的描述有误时，才相对克制地向作者指出。

然而，黑格尔——态度温和，但实质上很强硬（suaviter in modo, fortiter in re）——最终提出异议，在奥勒特第四章的论述中，尤其因为他偏爱“直观（Schauen）”这个词，“每一个读者都必须意识到缺少证据，即如被规定为那种统一的理念，实际上是绝对的，是真相。”仅仅指出观念论和实在论的片面性是不够的；相反，有必要在精神方面和感官方面“就其自身进行考察，并在它们之中认识到，正如它们应当相互对立地被规定一样，它们更应是这样，即在它们的对立面中扬弃自身，从而知道它们各自与其对立面的同一性是从它们自身推导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且仅仅是由哲学来完成的证明。”（GW 16.287–289）(4) 没有已知的奥勒特对书评的书信回应——也许是因为黑格尔的意外离世。然而，奥勒特在其《宗教哲学》（XII）的前言中谈到了对他《观念实在论》的评价：“除了贝克（Beck）《普通总览》（allgemeines Repertorium，[…]）中详细的内容介绍外，我首先看到了已故的黑格尔在1831年6月《科学年鉴》中的书评，这不仅作为这位可敬之人的最后文学作品之一引起了我的兴趣，而且这篇书评就像黑格尔的所有文章一样，彻底而深入，也以多种方式教育了我。还要感谢这位令人敬重且功勋卓著的哲学家在墓中的赐教。”随后是对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的详尽讨论。这不仅仅是出于对黑格尔哲学的距离感而做出的姿态；在他进一步的阐述过程中，奥勒特还宣称哲学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正如康德在近代德国哲学中为之做好了准备，并由谢林——指的是早期的谢林——和黑格尔各自以奇特的方式宣告的那样：“从这两者中都闪耀着这样一个主要思想，即如在人类中表达的理性，必须与在基督教启示中说话的神圣理性相一致，否则相对者就不愿与绝对者对立。[…] 因此，理性的科学，或真正的哲学，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努力地与直接启示所宣告的真理结成最紧密的兄弟同盟，并且希望以前存在于哲学与基督教宗教或我的神学之间不幸的裂痕，就哲学而言，不再发生”（同上 192）。

初版：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1831. Bd. 1.848–864 (Nrr 106–108). – 文本： GW 16.275–289; BSchr 490–508. – 评论对象： Albert Leopold Julius Ohlert: Der Idealrealismus. Erster Theil. Der Idealrealismus als Metaphysik. In die Stelle des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 gesetzt. Neustadt a. d. Orla 1830. – 参考文献： Ohlert: De notione tou ego dissertatio […]. Königsberg 1823; Ohlert: Grundriß der allgemeinen reinen Logik zum Gebrauche für seine Vorlesungen. Königsberg 1825; Ohlert: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ihrer Übereinstimmung mit Vernunft, Geschichte und Offenbarung. Leipzig 1835.

8.7.8 格雷斯书评

(1) 黑格尔的最后一篇书评，是对格雷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慕尼黑讲座的评论，在尖锐程度上不亚于不久前写的《反驳文章》——尽管他在这里不需要抵御攻击，而是主动出击。早在给黑格尔的信件中对格雷斯的提及，就让人猜测他们之间至少是一种非常疏远的关系。早在1807年1月底，从耶拿搬到海德堡的同事弗朗茨·约瑟夫·谢尔弗（Franz Joseph Schelver）就要求黑格尔“直截了当地解释格雷斯和温迪施曼作品的哲学方式”。这让人猜测黑格尔在早期的耶拿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格雷斯的神话学著作。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在1810年初给格雷斯的一封信也证实了两人互有耳闻；布伦塔诺写道，他在纽伦堡拜访了“诚实木讷的黑格尔”：“他正在读《英雄书》（Heldenbuch）和《尼伯龙根》（Nibelungen），并在阅读时把它们翻译成希腊语，以便能够欣赏它们。”（HBZ 103）在纽伦堡，黑格尔可能通过他在实科中学的同事约翰·阿诺德·坎内（Johann Arnold Kanne）更加熟悉了格雷斯的“方式”，而且他在海德堡的朋友克罗伊策也与格雷斯有密切的联系。在柏林时期，黑格尔获得了由格雷斯编辑的《伊朗英雄书》（Heldenbuch von Iran），他也将其用于他的宗教哲学讲演中（V 4.655,726,781,803）。

(2) 然而，黑格尔的书评也显示出与他《索尔格尔书评》的一些接触点。因为在处理神话学方面，他也知道自己与索尔格尔意见一致。例如，索尔格尔在与他的朋友冯·德·哈根（von der Hagen）的辩论中写信给他说，他“渐渐获得了最坚定、最清晰的确信[…]，克罗伊策已经使用过的，格雷斯、坎内以及类似的人对待宗教历史和与此相关的世界历史的方式，是基于绝对无法把握这些事物的真正性质”（Solger 1826, I.745）；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他证明了他严厉判断的合理性。

然而，比索尔格尔更重要的是，黑格尔面临着理性和历史关系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表现方式并不是两者不相容，以及非历史的理性属于哲学，而历史属于神话学研究。针对神话学派对历史概念——或者说仅仅是“历史”这个词——的占领，黑格尔非常尖锐地指出，该学派虽然总是把“历史”这个词挂在嘴边，但其非历史地图式化并以圣经片段来装饰自身的操作流程却让任何关于历史的想法变得荒谬，并让想象力自由驰骋。

这标志着方法论上的根本差异：在格雷斯看来，“通过思考和把握来洞见必然性，以及只有基于历史证言及其批判性评价才能证实历史，并且只有这种认识才被称为科学性，似乎完全是未知的，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那些谈论“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人，因此必须依赖于“历史证言及其批判性评价”——而不是依赖于神话或其他的宗教想象力——尽管它可能会用一种“生动活泼的隐喻语言”表达出来（GW 16.291）。黑格尔与格雷斯的争论是关于历史概念的争论——如果他在慕尼黑早期的讲座中得知了谢林晚期哲学的消息，他本可以同样与谢林进行争论。

(3) 通过这种对神话学派历史概念的批判，黑格尔试图对抗当时已经广泛传播的偏见，这种偏见甚至扭曲和拖累了后来关于其哲学的辩论。就在他的书评发表前不久，这种偏见也在格雷斯本人身上显现出来。1831年5月15日，恩斯特·冯·拉索（Ernst v. Lasaulx），他也在慕尼黑听过谢林的课并记录了他的讲座，写信给格雷斯：“所以我读了《全面教学纲要》的新版、一些反对它的论战小册子以及黑格尔对它们的批评......我从未发现哪种力量能在坚持纯粹思想并迫使它阐释所有内在概念契机方面更强大，但这种概念的辩证法就像智能的一场干火，吸干了自然所有湿润的生命，代之以绿色生命而放置了一个幽灵般的图型。在谢林自然哲学中到处吹拂的清新温暖的春天般的气息，被一门逻辑学科学所取代，它在体系的结尾实现了思辨神学的意义。”（HBZ 429）格雷斯在1831年5月27日证实了这一印象并将其概括为：“你对黑格尔的判断在我看来大部分是真实的，然而你指责他的枯燥，也存在于所有数学研究的更高程度中，并且与每一次以科学的锐度——而他在这一点上极为突出——进行的研究所无法分离的。他恰好是一个逻辑几何学家，仅此而已，并用一些被承认的东西为自己建立世界，[…] 但从这个世界到有着所有曲线、力量和鲜活生命的丰富的现实世界还有很长的一步。”（HBZ 430）但真正的争论点并不在于是否应该从所谓的“逻辑几何学”向“自然的生命”迈出这样一步，而在于如何迈出这一步：是通过格雷斯将“反思的形式主义”与神话想象力和基督教虔诚混合在一起——还是恰恰通过历史研究。

(4) 格雷斯的“世界历史”完全摆脱了这种与历史研究的联系：他发展了一个“历史周期”图型，而这些周期又运行于一系列的“时间”中，然而它们的特征仅仅在于它们根本不是“历史周期”，而是神话虚构，尽管它们与《旧约》的“史前史”有松散的联系。在第一周期中，只有上帝在发挥作用，在第二周期中“邪恶的起源”发生了，第三周期从原罪堕落一直延伸到大洪水。对于这三个时期，黑格尔说，格雷斯“知道如何就哈别莱特人（Habeliten）、塞特人（Sethiten）和该隐人（Kainiten）如果在没有发生原罪堕落，以及相反，在仅仅是罪的诅咒占据统治的情况下，在六个契机中会做些什么给出许多解释”（GW 16.305 f.）。而接下来的“历史周期”也以其与所有可研究历史的无限遥远为特征。

(5) 因此，《格雷斯书评》就像是黑格尔对谢尔弗早期要求他对格雷斯的“方式”发表意见的一种迟到的兑现。然而，它直到此时才写成，可能与格雷斯著作产生的改变的环境有关。此时，格雷斯不再仅仅是幻想的神话学家；他是政治天主教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并因此被聘用到新成立的慕尼黑大学——他在那里与谢林一起任教。尼特哈默在1828年1月写信给黑格尔说，他是谢林刚刚开始的慕尼黑讲座的听众之一：“事实上，这些讲座在不止一个方面应算作当时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了也提到其中一些表面现象：在格雷斯的腹语术旁边，还有一群来自神学院的穿着黑色长袍的人！”黑格尔的攻击——特别是在他饱受政治-宗教冲突折磨的最后几年——正是针对这种神话学派和浪漫派与政治天主教的结合。这方面的一个进一步的迹象，也是他断绝了与谢尔弗同样提到过的温迪施曼的关系，在1822年和1827年的旅行中，他仍然与温迪施曼保持友好的联系（见第一编 8.7）。温迪施曼写给黑格尔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829年8月1日。与此同时，温迪施曼成了黑格尔曾经的同事的岳父，温迪施曼在促成他的改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卡尔·恩斯特·雅尔克（Karl Ernst Jarcke），后来作为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 Gentz）的继任者成为梅特涅（Metternich）的极端保守派秘书（Lenz 1910, 2/1. 386–388）。然而，在《格雷斯书评》本身中，这些联系仍然处于背景之中，除了一处黑格尔探讨当时泛滥的原始启示幻觉的地方，格雷斯“与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 von Schlegel），以及其他天主教作家，特别是与法国现代派的作家——除了拉梅内神父（Abbé Lamennais）、埃克斯坦男爵（Baron Eckstein）之外，还有与教团有关的学者们共同分享了这一幻觉。为了天主教宗教的利益，为了在存在方面也为其声称普遍性和原始性，”将原本作为精神、作为上帝的意象而置于人类之中的理性，表现为一个处于历史开端的状态（GW 16.294）。黑格尔从其晚期耶拿岁月开始，特别是在他的柏林讲座中，就一直在抨击这种关于原始启示的观点：它糟糕地把概念中的第一与历史中的第一混为一谈（V 4.146,170–172 及注）。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这种浪漫主义观念与法国天主教复辟派圈子的联系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如他在《天主教徒》杂志（Le Catholique）中找到的那样（GW 18.187–189）。

后来，格雷斯著作的一位编辑 M. A. 施特罗德尔（M. A. Strodl）反过来拒绝了黑格尔对其神话以及神学政治方面的批评。针对黑格尔批评的科学要求，他指责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充满了历史的不准确之处，而在政治方面，他提醒人们注意黑格尔在普鲁士的党派立场。

《格雷斯书评》发表于1831年9月。这因此是黑格尔生前看到的最后一篇发表的文章。与《反驳文章》相似，它也预示了1830年代和1840年代围绕他的哲学所引发的争论，并对他的哲学在宗教氛围圈子中丧失有效性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初版：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1831. Bd. 2.438–463 (Nrr 55–58). – 文本： GW 16.290–310; BSchr 509–535. – 评论对象： [Joseph] Görres: Ueber die Grundlage, Gliederung und Zeitenfolge der Weltgeschichte. Drei Vorträge, gehalten a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in München. Breslau 1830. – 参考文献： Görres: Das Heldenbuch von Iran aus dem Schah Nameh des Ferdussi. 2 Bde. Berlin 1820; Solger: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wechsel. 2 Bde. Leipzig 1826; Görres: Ueber Grundlage, Gliederung und Zeitenfolge der Weltgeschichte. […] In zweiter Auflage mit einem Vor- und Nachwort hg. von M. A. Strodl, München 1880, 123,152 f.; Jaeschke: »Unsere heutigen Mythologen«, oder: Über die Unbequemlichkeit des Denkens. In: Anne Baillot/Mildred Galand-Szymkowiak (Hg.): Grundzüge der Philosophie Solgers. Münster 2014, 207–223.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8.8 奥格斯堡信条三百周年纪念讲演

(1) 黑格尔生命中最后一年的外在表现是他事业的顶峰：在1829/30学年，他被选为柏林大学的校长。1829年10月16日，他以此新身份请求阿尔滕施泰因部长接见；10月18日他正式就任新职（HBZ 404；据此日期应为10月19日）——并发表了一篇拉丁语讲演（W XVII.311–317）。这个职位也可能是为什么正如他在《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纪念讲演开篇所说，大学评议会邀请他在该信条递交第三个百年纪念日发表节日讲演的原因——借此机会他也许回想起了他日记中的第一条记录——1785年6月26日：“在晨祷礼拜上，牧师里格尔先生讲道，他朗读了《奥格斯堡信条》，而且首先是信条的引言；然后开始讲道。即使我什么也没记住，我的历史知识也还是增长了。也就是我学到了，1530年6月25日递交了《奥格斯堡信条》，1535年2月2日符腾堡进行了宗教改革，以及1599年通过《布拉格条约》新教宗教得到了确认；新教徒（Protestanten）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对1529年施派尔严厉的帝国决议的抗议（Protestation）。我还想起来，路德于1546年2月18日去世，而萨克森选帝侯智者约翰于1547年4月24日被彻底打败并被俘。”（GW 1.3）

(2) 黑格尔也亲自邀请了阿尔滕施泰因部长参加这次纪念活动（黑格尔致阿尔滕施泰因，1830年6月21日）——这就在法国七月革命爆发的前几天。纪念活动前三天，即1830年6月22日，黑格尔感谢他的学生和朋友弗里德里希·弗尔斯特送来“基督之泪”（Lacrimae Christi）葡萄酒。他将这种酒视为一种证明，即“主对天主教恶习流下的眼泪，不仅仅是咸水，而且是一瓶瓶流动的火”，他表达了希望，这种火将有助于“我此时必须揉捏的拉丁语修辞之水”。

这种——有些奇特的——对基督流泪原因的解释已经暴露出他讲演的基本基调，黑格尔借此巧妙地处理了一项在教派政治上很棘手的任务。首先，《奥格斯堡信条》是一份路德宗的信仰自白。它最初将路德宗和改革宗区分开来，而且只是逐渐——基于一个修改后的版本——才成为改革宗的信仰自白。在过去十年的末期，由于普鲁士新教教派的“联合”试图克服路德宗和改革宗之间的分歧，教会政治受到了影响，但也正因为如此，路德宗方面再次爆发了对立。然而——尽管黑格尔在其他地方明确表达了他的路德宗信仰（BSchr hg. Hoffmeister, 572–575）——他并没有用任何一个词来讨论这些新教内部的分歧（参见 R 409 f.）。相反，他利用这个机会，不顾《奥格斯堡信条》作为普遍新教信仰自白反对天主教的历史作用，并且撇开新教内部的分歧，将新教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来推荐。

(3) 相比于他在柏林岁月行将结束之时，黑格尔并非始终对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对立赋予相同的重要性。即使在其柏林岁月之初，在《法哲学原理》中以及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1822/23，GW 27/1.73 f.）中，教派对立对他而言似乎已变得毫无意义：与他同时代的国家教会法规定相一致，黑格尔赋予国家权利，“要求其所有成员都隶属于某个教会团体，——至于具体是哪一个，因为对于内容[…]国家不能干涉。”（GW 14/1.216）然而，当时——根据《德意志邦联条例》第16条——公民权与属于天主教、路德宗或改革宗教派相挂钩，而黑格尔将这个范围画得大得多：恰恰是强大的国家在面对其他宗教团体时表现得越宽容。黑格尔以非凡的讽刺，特别反对——由三个基督教派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所导致的——对犹太人的排斥：反对赋予犹太人公民权而“引发的喧嚣”忽视了犹太人“首先是人，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肤浅的、抽象的属性（Qualität）。”（《原理》§ 270 脚注，GW 14/1.217）对1820年代罗曼语系国家，特别是复辟时期的法国的政治局势及其对德国各邦以及对“联合尼德兰”的影响的经验，使得黑格尔修正了他早先关于教派分歧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假设。他不再将“所有伦理关系的毁灭”的危险看作是由个别人的鲁莽行动造成的，“这些人寻找主，并在他们未受教化的意见中确信自己能直接拥有一切”，并在诉诸他们虔诚的、因而是绝对无误且不可侵犯的心的同时，甚至僭越了政治谋杀的法权，而且在此还得到精神领袖的确认（同上，§ 270 附释）。他现在看到，这种危险受到了一个教派的威胁，这个教派不屈服于国家的伦理，而是试图将国家置于其统治之下——依据的断言是世俗的权力不是直接由上帝授予的，而是通过他在人间的代理人授予的。因此，黑格尔现在不再认为哪个教派在一个国家中发挥决定性影响是漠不相关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求将新教提升为国教——这将是错误的道路。对黑格尔而言，现代国家恰恰在将自身理解为一个世俗国家这一点上建立在“新教原则”之上：对他来说，新教的要素恰好在于不要求教派的绑定。然而，黑格尔在他所处的时代看到了这样的迹象：这样一个世俗国家只能在宗教教派不对此进行阻挠的地方得以实现。为此，可以说需要国家、宗教和哲学之间结成联盟，因为：

“在宗教和国家中，自由的概念（Begriff）是同一个。”（V 3.340，见第二编 9.5.8）

(4) 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黑格尔的第一份书面表达和他的最后一份立场声明之一，都涉及了《奥格斯堡信条》——并且甚至显现出一个一致的方面。在伯尔尼的残篇《每个民族》… 中，黑格尔似乎回忆起了童年时听到宣读《奥格斯堡信条》的经验：他谈到“在一些新教教会中通常每年都要宣读《奥格斯堡信条》，这通常会让每个听众感到无聊，除了紧随其后的冷冰冰的讲道，这是庆祝那个事件纪念日的节日吗——似乎教会和国家的当权者乐于看到，这种纪念，即我们的祖先曾经感受到了这种法权 [即在宗教见解中遵循自己所获得的确信的法权]，并敢于冒着牺牲千百条生命的危险来捍卫这种法权，关于这点的纪念在我们心中沉睡，绝不要保持鲜活”（GW 1.360）。相比之下，1830 年柏林的纪念活动并不仅限于“宣读”和“冷冰冰的讲道”；它的作用在于“回-忆”（Er-innerung，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对“法权的捍卫”，伯尔尼时期的黑格尔称这种法权属于少数几个“国民中的一部分人曾对其抱有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并未像对十字军东征的兴趣那样随着想象力的冷却而消散”的事件之一（GW 1.360）。而年轻的黑格尔在这里要求用来对抗促使遗忘的“节日”，在 1830 年由他和歌德的朋友策尔特（Zelter）等人筹办：策尔特就此写信给歌德，他的81名大学生借此机会“演奏了现在连教皇自己都没有的音乐”；感恩赞（Tedeum）和路德宗的众赞歌（Choral）“掀翻了大学建筑的屋顶，让周围地区也产生了共鸣”（HBZ 413）。

(5) 黑格尔晚年这篇节日讲演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强调“德国各邦的君主和自由帝国的市长们”，即非教会和非神学团体，在通过递交《奥格斯堡信条》来捍卫宗教法权时所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他的讲演基调与《宗教哲学讲演录》中几乎同时期的关于宗教与国家关系的论述（V 3.339–347：“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全面教学纲要》§ 552 的详尽附释相一致：诚然，自由的概念首先是在宗教中被把握的——但是，国家是自由的现实性，而国家的这种现实的自由和伦理决不能因为直接诉诸某种宗教原则而受到威胁和被掏空，不管这种诉诸是打着伪自由主义的幌子，诉诸个人内心的虔诚与纯洁，还是以复辟的姿态，诉诸所有伦理关系之上的宗教奠基——后者最终必然以试图控制这种宗教奠基而告终。

(6) 在自由的现实性这个视角下，黑格尔的这篇——最初仅以拉丁文形式发表的——讲演，在将近十年后由 F. A. 梅尔克（F. A. Maercker）首次翻译，并被引入到了当时已经极其尖锐的政治-神学争论之中。梅尔克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没有什么比一篇学术讲演更适合让我们立足于基督徒自由的真正立场——正像我们要将这种自由归功于德国精神那最辉煌的发展时代那样，这篇讲演是黑格尔在 1830 年于第三次纪念递交《奥格斯堡信条》的百年庆典上用拉丁语发表的，我们认为在这个重新唤醒了我们时代宗教和教派混乱的中心，在本地给出一份德语译文，是恰当且有益的。”（Maercker 1839, 195）

初版： Oratio in Sacris Saecularibus Tertii Traditae Confessionis Augustanae ab Universitate Regia Friderica Guilelma Berolinensi die XXV. M. Iunii A. MDCCCXXX. rite peractis habita a Georgio Guilelmo Friderico Hegel, Rectore, Philosophiae Doctore, Professore Publico Ordinatio. Berolini et Stettini, A. MDCCCXXX. In Libraria Nicolai. – 首次翻译： F. A. Maercker: Hegel und die christliche Freiheit. In: Der Freihafen 2 (1839), 192–209. – 文本： 拉丁语版本：GW 16.311–322；德语译文：BSchr 429–442 及 Stefan Strohm，见下文。 – 参考文献： Jaeschke: Staat aus christlichem Prinzip und christlicher Staat. Zur Ambivalenz der Berufung auf das Christentum in der Re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Restauration. In: Der Staat 18/3 (1979), 349–374; Stefan Strohm: Freiheit des Christenmenschen im Heiligtum des Gewissens. Die Fundierung des Hegelschen Staatsbegriffs nach seiner »Akademischen Festrede zur dritten Säkularfeier der Confessio Augustana«, gehalten am 25. Juni 1830 in Berlin. In: Blätter für württembergische Kirchengeschichte. Hg. von Gerhard Schäfer und Martin Brecht. Nr. 80/81 (1980/81), 204–278, Edition und Übersetzung: 208–229; Jaeschke: Hegels Begriff des Protestantismus. In: Richard Faber / Gesine Palmer (Hg.): Der Protestantismus – Ideologie, Konfession oder Kultur? Würzburg 2003,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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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论英国改革法案

8.9.1 历史语境中的产生

(1) 在黑格尔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通过担任校长和获得红鹰勋章获得了公众的承认，但对他的哲学和个人的攻击也愈发猛烈。最重要的是，这一年因欧洲规模的政治危机而显得沉重（参见第 I.8.9 章）。在外交政治上，这一年的标志是法国的七月革命、“联合尼德兰”的瓦解（由于他的朋友兼学生彼得·加布里埃尔·范·赫尔特以及他的两次旅行，黑格尔对后者的命运格外关注，参见第 I.8.7 章），此外还有波兰的起义以及英国的内政危机（Losurdo 1989, 353–388）。

这些充满威胁的进展——与黑格尔的表述相反（参见第 I.8.9 章）——绝对没有完全吞没他的哲学兴趣：在这一年中，除了讲授课活动之外，他还完成了对《逻辑学》第一部分“存在论”的重新修订，并且开始了对《精神现象学》的重新修订以及将《关于上帝定在证明的讲授课》整理出版的工作（GW 21.400–403; 9.472–478; 18.394–400）。尽管如此，政治兴趣还是抓住了他——而这在黑格尔的论文《论英国改革法案》中留下了印记。

(2) 该文的第一部分于1831年4月底匿名发表在普鲁士的《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Staats-Zeitung）上。这种匿名性可能正是缺少任何关于其产生背景的提示的原因。黑格尔虽然一直表现出对政治政论的偏好。他的第一部出版物已经是一篇政治论战文章（参见第 II.3.2 章）；随后是1798年关于符腾堡宪法危机的未保存下来的传单（参见第 II.3.3 章），1800年左右写就的关于德国宪法的文章（参见第 II.4.1 章），以及1817年对符腾堡邦议会辩论的评论（参见第 II.7.1.2 章）。黑格尔也始终是英法政治局势的敏锐观察者——但这很难解释他为何会发表这样一篇如此详尽、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立宪法权方面的一篇关于英国政治状况的论文，而且尤其是在《国家总汇报》上发表。他究竟是应他人之请还是出于自身冲动撰写这篇论文的，却不得而知。虽然卡尔·罗森克兰茨报道称，鉴于关于改革法案的讨论，他（指黑格尔）“被最折磨人的表象所攫取，使他日夜不安。”（R 418）然而这位当时既不在柏林生活也不属于黑格尔核心圈子的传记作者并没有为此提供证据，就像他没有为黑格尔对七月革命的态度所作的戏剧化报道提供证据一样（参见第 I.8.9 章）。弗朗茨·罗森茨威格采纳了罗森克兰茨的报道，却没有指出其作为资料来源的身份——并且遵循着传奇塑造的逻辑，他将罗森克兰茨已经成问题的证词变成了复数形式：黑格尔“根据可靠的证词，被最折磨人的不安所攫取”（Rosenzweig 1920, Bd. 2.229）。

(3) 黑格尔在不到四周的惊人短时间内——从3月底到1831年4月26日开始发表——写下了他的论文。它展现出对英国和爱尔兰状况的惊人详细（尽管并非完全没有错误）的了解，这主要是基于阅读刊载议会辩论报道的英国报纸以及议会记录，但也基于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的详尽报道，这些报道通常摘自英国报刊。

(4) 他的这篇论文却只有三期发表在《国家总汇报》上——而且甚至是以一种不仅被编辑部润色过，而且在政治上被淡化了的形式发表的，正如人们从他的手稿与报纸上的印本之间的变体中所看到的那样：编辑部对一系列表述感到反感，用弱化了的表述来替换它们，甚至完全删除了它们。这篇论文结尾的印发甚至因国王的命令而被搁置。1831年12月2日，玛丽·黑格尔向尼特哈默报告说，黑格尔在过去的一年里创作了“一篇关于改革法案的文章（该文在国家总汇报上印了一半之后，因国王的命令而未获准继续）”。在脚注中，她解释了这一禁令：“陛下本身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有顾虑：一家内阁级报纸包含了对英国状况的指责。——奉命之下，续篇被单独印发，并在私下分发，而不想署名的黑格尔私下里因此获得了最大的赞誉（Elogen）。”（HBZ 498）这一报道的可靠性现在可以通过三封信来证明。关于停止印发的理据，枢密内阁顾问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向《国家总汇报》的编辑（？）菲利普森（Philipson）发去了一张便条，该便条在黑格尔的抄本中保留了下来：“国王陛下并未指责关于改革法案的文章，但认为它不适合刊登在国家总汇报上，因此我必须请求，将劳驾告知于我并附此退回的该文结尾予以搁置。波茨坦，1831年5月3日。阿尔布雷希特。”在黑格尔询问此事时，菲利普森告知了他这一过程：“所命令的文章结尾附于此：此外，使自己获得倾听是多么容易，请阁下惠允从随附的枢密内阁顾问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供机密阅览的sub voto remissionis（按：退回决定）的回复中看出。若一个人不是一个过于坚定的新教徒，他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永远做您的菲利普森。8/5. 31。”通过黑格尔写给做过部长、私交甚笃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贝默（Karl Friedrich v. Beyme）的一封信，我们对此过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显然，后者在一封——未流传下来的——1831年5月16日的信中表达了对这篇论文的“满意的奉承性证明”，并给予了“过高的赞美”；玛丽·黑格尔所说的“最大的赞誉”可能就是指此。

鉴于与《国家总汇报》约定的匿名性，黑格尔甚至对冯·贝默也没有明确承认自己是作者。但他向后者解释了中止文章发表的原因：“由于该文章的倾向是要求诉诸原则，而这些原则除其他外，也是对普鲁士宪法和立法进行误解和诋毁的持久源泉，就像反对它（指普鲁士宪法）的人也认可英国自由的自命不凡和公认声誉一样，它抓住了英国改革法案的契机，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观点，即英国的国家宪法因此受到了攻击，这使得作为普鲁士国家总汇报而言是不合适的，从而阻止了文章结尾的印发。一次特别的印发——阁下的宽宏鼓励将是其最重要的规定根据——很可能需要更详尽的阐述，为此所缺的可能与其说是材料不如说是时间。”因此，贝默似乎是黑格尔论文单独印发的推动者。这份单行本没有保留下来，但很可能是收录在《全集》（Werke）中发表的版本的底本。然而，导致这种单行本出现的事实令人猜测：玛丽·黑格尔写到的“最大的赞誉”并不仅仅是贝默做出的。

罗森茨威格此外还指出了其可能性：黑格尔未曾预料到的英国冲突的戏剧性转折——英国国王解散议会——使得进一步印发变得“极其不合时宜”（Rosenzweig 1920, Bd. 2.235）。他进一步指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持久善意，但这同样仅依据玛丽·黑格尔的信件；它们没有自己的文献价值。

8.9.2 局势与解决方案的分析

(1) 所谓的“改革法案”（Reformbill）是指一项拟在1831年为下议院选举引入新的、更公正的选区划分的法则。早期工业化引发了人口从偏远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在按照从前状态分配选区和席位时，这些城市处于明显劣势，而荒芜土地的所有者却向选入下议院派遣代表。早在于1818/19年的法哲学讲授课中，黑格尔就已经批评了这种不公正：“那些非常无足轻重，甚或被海水淹没乃至毁灭了的村庄，在英国拥有选举权，而后来出现的大城市，如曼彻斯特，却反而没有。”（GW 26/1.239）借此，大土地所有者就能以牺牲城市平民为代价为自己获取相当大的政治权重：对很大一部分议员席位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此外，在漫长的岁月中还出现了许多积弊：对议会席位的征税和交易。

(2) 按照他的批评者的说法，黑格尔凭借其《论英国改革法案》一文明确站在了反对改革法案的保守派一边——即站在了从选票分配不公的现状中获利最多的土地所有者和商行一边。黑格尔对英国政治状况的总体上尖锐且无疑是片面的批评，可能也促成了这一印象：一个软弱的国王，一个腐败的议会，一个充满“猎狐者”（fox-hunters）的社会，贵族和教会在毫不顾忌地剥削平民，特别是在爱尔兰。即使黑格尔自己是从英国的文献来源、议会辩论记录和报纸中认识到这些弊端的，但他毫无粉饰地说出它们并让他的画面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决定，这已经引发了足够多的公愤——因为当时的英国政治体系，正如后来一样，常常被德国“自由派圈子”视为榜样。因为鉴于黑格尔谴责的弊病，现在德国或特别是普鲁士的许多缺陷显得是较小的，因此也是更可忍受的罪恶。

正因如此，罗森克兰茨已经认为，尽管该论文内容扎实，但人们仍能感受到一种“病态的烦闷”（R 419），而黑格尔一贯的批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诽谤者——鲁道夫·海姆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毫无节制的论战：“无尽的不适也攫取了这位复辟时期的哲学家。”（1857, 455,457）“政治党派在对立党派的评判中所特有的全部充满偏见的局限性、全部充满激情的烦闷，都在黑格尔对英国议会的评判中发泄了出来”“坏脾气的倾吐心声”或者“自鸣得意且充满恐惧的官僚主义的推理”（458 f.），这些都是他那异常丰富的论战武库里的表达。

(3) 可是，《论英国改革法案》的神髓在于黑格尔抓住并翻转了支持者们的一个论点。当他们用“必须进行理性的改革，以免发生暴力的革命”这一论点来煽动对革命的恐惧时，黑格尔试图表明，即使通过改革法案改革了选举法权，革命的危险也依然迫在眉睫：“然而，如果该法案（通过其原则甚于通过其规定）为那些与迄今为止的体系相反的原则开辟了进入议会、从而进入政府权能中心的道路，致使它们能够以比迄今的激进改革者可能获得的更大的重要性在那里出现，那么，由于在实定的特权利益与实质自由（reelle Freyheit）的要求之间，没有一个中立的、能遏制和调和它们的更高的权能存在，这场斗争就有变得更加危险的威胁，因为在这里，君主制要素没有这样的权能：其他国家借助于这种权能，得以实现从以前仅仅基于实定法权的立法，过渡到一种基于实质自由原则基础之上的立法——并且是一种纯粹免于震荡、暴力和掠夺的过渡。”在《论英国改革法案》的这个结尾转折中，最后一部分给出的理据无疑是决定性的：缺乏一个能够调和各方立场分歧的“中立的更高权能”。因此，黑格尔绝不否认这样一个论点：即不改革也会导致革命——仅仅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实际存在的弊病，甚至可能对它们有所夸大，他就不会否认这一点。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对他来说，“实质自由”的状态是值得追求的——这已经在构词中体现出来了。然而，他的问题在于，他无法确信改革法案旨在通往那里的道路，也真能带来所期望的成功。

罗森茨威格已经详细说明过，对于黑格尔而言，计划中的改革一方面走得太远，另一方面又不够远。诚然，黑格尔支持取消特权、消除选区划分和议会席位分配中的不公正的努力。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了改革法案，因为在他看来，鉴于存在着令人发指的弊病，它预计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并且在其延续的条件下，他看到了一种议会式解决方案的失败。他猜测，尽管计划对选举法权进行新的规定，但对统治阶级的土地所有阶层而言，在短时间内至少恢复甚至扩大旧的权能结构，这只会是轻而易举的事——仅仅是披上了一件自由化的外衣。当然，如果真的发生了改变，那么它将导致统治阶级的同质性被瓦解——而且鉴于持续存在的弊病，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议会内部人数较少的反对派与议会外的平民大众结盟，这可能会为一场革命提供一个危险的切入点。

因此，黑格尔拒绝改革法案，认为它不适合解决现有的社会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必须采取另外的做法：首先，必须消除社会的弊病，而且只有在化解了由此产生的冲突之后，更公正的选举法权规定才能生效。

这一论点不仅仅是出于拖延策略，这已经从黑格尔在第一篇《关于符腾堡宪法的文章》中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论点（参见第 II.3.3 章）中可以看出来，在那里，他确实是为了消除弊病而努力的。他也在这里坚持了这一早期的信念：如果在改变选举法权之前不改革社会关系本身，那么人们只是将社会的紧张局势输入到新建立的代表机构中。

然而，通过指出这种类比，也同时建立起了它与第一篇《关于符腾堡宪法的文章》隐性失败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在那里要求，在形式上的国家关系改变之前，必须先有社会状况在物质上的改变。但在着眼于符腾堡的情况下，他其实无法指出物质关系应如何被改变。同样的困境也适用于英国。在传统的制度关系内部，唯有通过呼吁政治负责人的认识去主动废除他们的特权，才能带来改变——而黑格尔始终认为这种道德说教的途径是虚幻的。

(4) 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中，黑格尔看到的最大阻碍在于英国代表宪法（Repräsentativverfassung）的形式。他的顾虑并非针对代议制宪法这一工具本身；与古代城邦不同，现代国家仅仅是因为其大小，代议制宪法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黑格尔对代议制宪法必要性的认识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国民代表制（Nationalrepräsentation）。他认为抽象的“民族代表”（Volksvertretung）观念和人民主权观念一样，都是自由主义的错误。相比之下，他偏爱阶层代表制的原则——正是为英国。因为在那里刻板地提出的要求，即族群的“重大利益”应在议会中得到代表，在黑格尔看来，通过阶层代表制比通过国民代表制原则能够更好地实现。国民代表制建立在个人意志原子化的基础之上；个人抽象地面对国家的普遍性，而没有通过特殊的机制、阶层或社团（Korporationen）进行中介并“有机地”纳入伦理国家的结构化整体中。因此，黑格尔运用他所有的雄辩来证明普选权是无效的——况且这种普选权甚至并不是真正的普遍，而是附带条件的。他为阶层代表制所作的辩护无疑带有保守色彩，即使现代的“阶层”不能等同于中世纪固定的、不可改变的阶层。同样，诉诸于有机体思想也让人想起保守的国家理论——当然这是在后来的回溯中才有的。特殊的机制绝不能在坏的意义上将自己理解为特殊的，而应理解为一个普遍者即伦理国家的特殊化。

(5) 不过，黑格尔对国民代表制的拒绝还有第二个，绝不是没有道理的方面，这使它本身包含了进步的、批判社会的环节。国民代表制的原则并不必然导致实现自由的进步。在代议制体系中，往往不是以自由的名义代表他人的利益，而是践踏他人的利益。这种危险，即以普遍自由的名义，仅仅贯彻了有产阶级的私人利益，黑格尔特别在按照改革法案所追求的模式的代表制中看到了它的存在。那里应该被代表的“族群”，其本身就是一种抽象，也就是从具体的个人利益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而这些个人利益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只要在一个“族群”中存在如此严重分歧的个人利益，甚至阶级利益——正是在这种语境中，黑格尔大量使用了阶级（Klasse）概念——，只要“民族代表”的观念还是一个幻影，它只是掩盖了植根于现实财产关系中的阶级利益。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代议制机构的选举不受财产资格选举权（Censuswahlrecht）的限制时，这种效果或许才不会发生——他始终嘲笑这条出路，因为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见识应该与10镑的地租挂钩。然而，一旦放弃了这种——受到嘲笑的——财产资格选举权，黑格尔预测革命倾向将会占据上风。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国家的毁灭。因此，黑格尔认为按阶层划分的代表制能更好地适应实际存在的、自身结构化的伦理国家的整体：它比国民代表制更好地表达了这种给定的国家结构、阶层差异和财产关系，从而也更好地实现了理性的平衡。

(6) 可是，在黑格尔看来，英国局势的特征在于：各集团的利益——拥有土地的阶级和工商业的利益——事实上在议会中得到了代表——尽管只是偶然，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能够买到其代表权的利益的力量。这可以说是一种披着国民代表制外衣的伪装的阶层代表制。但在黑格尔看来，顺理成章的向明确的阶层代表制——如同当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的那样——发展的趋势，在英国并未显现。此外，值得怀疑的是，将国民代表制转变为阶层代表制，是否足以通过消除一度存在的特权，为消除社会冲突作出充分贡献。这之所以不大可能，首先是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事实上，议会更接近于阶层代表制的形式，而不是国民代表制的形式，然而却没有任何改变发生。因此，黑格尔所分析的问题的真正原因也不在英国代表制体系的特殊性中。

(7) 在他看来，英国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随之所有其他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在于公法关系所具有的私法性质。英国的政治关系整体上建立在实定法权之上；这些由实定法权保障的、从旧时代承袭下来的制度，仍然全都太明显地带有其私法起源的痕迹。英国所缺乏的，是将这些建立在私法基础上的关系转变为基于国家法权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一发展已经在欧洲大陆近代历史中完成了。

关于这类基于私法关系的历史起源和命运，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讲授课包含了有趣的提示。他在那里指出，尽管法国和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发展如此不同，但它们在这方面的结果却是一致的。如果国王剥夺了贵族的权能，就像在法国那样，但他还是保留了——或者恰恰是保留了——贵族对其依附者的私法关系。另一方面，如果男爵们像在英国那样，从国王那里强行获得了他们的法权地位，那么贵族对依附者的私法关系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触动。即使是在当前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私法关系，仍然带有它们起源于封建主义领地制度的痕迹。私法关系自然构成私人利益的表达，而当它们延伸到现代国家中时，由于受到实定法权的保障，它们就阻碍了理性的国家法权关系的发展，阻碍了发展出趋于国家普遍伦理的法权。在黑格尔看来，英国这种原本属于国家法权关系的私法性质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那里缺乏了“普遍阶层”——一种不依赖于特权，而是由能力构成的独立的公务员队伍。

(8) 在黑格尔看来，英国的核心问题，即将基于私法的关系转化为基于国家法权的关系，在欧洲大陆已经得到解决——通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特别是通过它对废除旧帝国法权的后果，以及拿破仑的改革。但这种发展在英国并未发生。因此，黑格尔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就很明显了：他分析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在欧洲大陆通过一种独特的政治和法律发展被克服，并导致了黑格尔作为“理性的”东西而表示欢迎的结果。但这套解决方案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像英国这样的其他国家——无论是政治发展还是立宪法权上的发展。

另一个引起对黑格尔严厉批评的环节是：在符腾堡，君主制贯彻了“现代”的国家法权规则——但黑格尔却认为英国的君主制没有这种权能。在此他错误地评估了英国国王的政治和法权地位——这在《论英国改革法案》发表几天后，随着国王解散议会而显现出来。尽管如此，毫无疑问，国王既没有政治权能，也没有法权地位，可以凭借自己的权限将全部以私法为基础的结构转变为国家法权结构。

(9) 这种对英国局势与欧洲大陆局势的对比，揭示了《论英国改革法案》的问题所在：作为解决方案，黑格尔脑海中浮现的是欧洲大陆国家革命后的政治和法权发展。除此之外，他其实无法就如何为英国解决同样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因此，这也解释了在这篇论文中为何充满了不知所措的特征，这种不知所措比对革命的恐惧或据称对复辟解决方案的宣传要明显得多：人们很难说清楚，如何运用理性法权的论据来扬弃建立在私法之上的特权的法权性质，并建立一个拥有实质权利和实质自由的体系。因为即使在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公共事务”（res publica）仍然会是一件“私人事务”（res privata）。

因此，罗森茨威格准确抓住了这篇论文的特有特征，他强调了其困境（aporetisch）特性：尽管黑格尔对统治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同情那些需要建立的新关系，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勇敢地对前者说不，果断地对后者说是。“一种他原本不具备的哈姆雷特式的特征，笼罩着他的态度。”（Rosenzweig 1920, Bd. 2.236）不过，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特征”早在黑格尔的第一篇《关于符腾堡宪法的文章》以及《论德国宪法》中就已经毫不逊色地表现出来了（参见第 II.3.3，4.1 章）。

于是，黑格尔避免了明确站队或甚至提出具体建议。反对旧状况的理由与反对所期望的新关系的理由一样多。但无论如何，他认为哲学家的角色仅限于比较、分析和评论这些局势，并且是在一个政治争论参与者可能并未察觉的层面上进行。然而，哲学无法为政治决断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南；它只能揭示常常只是在表面上被讨论的问题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人们对此依然处于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无意识状态。当哲学做到这一点时，它同样也为克服这些问题做出了贡献。但对于解决方案本身，黑格尔并不指望从哲学认识中获得，而是寄希望于另一种权能：历史。着眼于以英国为例所探讨的问题，黑格尔所召唤的这个权威机构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了比黑格尔自己——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在关于改革法案的讨论中所敢于希望的更好的成就。

首次印刷：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Preußische Allgemeine Staats-Zeitung），1831年，第115/116期（4月26日，星期二），第118期（4月29日，星期五）（第853 f., 857 f., 867 f.页）。——文本： GW 16.325–404; BSchr 443–489。——文献： 海姆（Haym）：《黑格尔及其时代》（Hegel und seine Zeit），454–459；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黑格尔与国家》（Hegel und der Staat，1920），卷2.225–239；Shlomo Avineri：《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Hegels Theorie des modernen Staate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247–261；Domenico Losurdo：《黑格尔与德国遗产。革命与复辟之间的哲学与民族问题》（Hegel und das deutsche Erbe. Philosophie und nationale Frage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aktion），科隆1989；Christoph Jamme / Elisabeth Weisser-Lohmann (主编)：《政治与历史。论黑格尔改革法案论文的意图》（Politik und Geschichte. Zu den Intentionen von Hegels Reformbill-Schrift），HSB 3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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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德堡与柏林时期讲演 (1816–1831)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9.0 讲演中的体系

(1) 面对巴登内政部，黑格尔并没有从一位高校教师的视角，以期望在新建且已享有盛誉的柏林大学为学术讲授课找到更广阔的活动领域来为他所谋求的从海德堡转往柏林说明理由，而是以“薪俸的显著增加”以及“在年岁渐长时，能够从在大学讲授哲学的这种不稳定的职能过渡到另一种活动性并被派上用场”的前景来作为理由（见第一部分第7.5节）。这些计划的失败迫使黑格尔将这种“不稳定的职能”——他在耶拿（1801–1806）只是边缘性地感知到它，在班贝格和纽伦堡（1807–1816）痛苦地想念它，而直到他的海德堡教授任期（1816–1818）才全面承担起它——履行至其生命终点。因此，除了在《班贝格报》的短暂插曲之外，他在其生命的整个后半段都在讲授哲学——在文科中学八年，在大学二十年——，从而比费希特或谢林长得多。因而毫不奇怪的是，他也是在其讲授课的语境中展开其哲学的。讲授课及其哲学作为体系的培养对他而言是一回事。

自从他从法兰克福过渡到耶拿以来，黑格尔的兴趣便集中于将其青年时代的理想思维活动“转化为反思的形式，同时转化为一个体系”（致谢林，1800年11月2日）。这种转化的最早见证构成了《耶拿体系草案》。然而，它们主要并不是关于书籍项目的——即使黑格尔在这些早年几乎不断地预告书籍的出版——，而是肯定要归入他当时讲授课的材料：部分是讲授课手稿，部分是被视为此类手稿修改稿的文本。黑格尔的《耶拿体系草案》是讲授课手稿。相反，黑格尔当时出版的文本——甚至在他的讲授活动开始之前出版的《差别》论文（见第二部分第4.3节）以及与它同时出版的《批判杂志》中有些篇幅相当大的论文（见第二部分第4.5节）——，就其性质而言是“批判性著作”（GW 4卷的书名也是如此），但在形式上并不像讲授课手稿那样是“体系”的草案或构件。并且，正如罗森克兰茨所报告的，最终正是从这些讲授课，特别是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导论”中产生了“《精神现象学》的素质”，作为进入“科学体系”的导论。黑格尔甚至在1806年夏天的讲授课中，根据印张讲授过它——即使肯定只是它的开头部分（R 202，214）。然而，尽管它发端于讲授课的环境，但《精神现象学》是远远超出讲授课范围的两本书之一：作为进入已完成的“科学体系”的导论，它本身就是体系的第一部分。

除了它之外，稍晚时候，黑格尔只出版了另一本处于其讲授课语境之外的书（分三卷）——尽管它同样也“产生”于讲授课，而且正如现在从GW 10卷对纽伦堡逻辑学草案的全面编辑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产生”于他的文科中学教学：《逻辑科学》（1812–1816，1832）。它是体系的基础部分，但也是黑格尔以科学形式完成的唯一体系部分。它在黑格尔体系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就建立在这一点上。相反，《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的三版（！），以及《法哲学原理》（！），都不是以科学形式完成的“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为了学术讲授课的简编、“宣读教材”。甚至在今天，这种归属依然被“死者之友”将其讲授课纲要毁损为“哲学体系”所掩盖（正如赫尔曼·格洛克纳的《百年纪念版》在标题中明确标明的那样；见第二部分第7.2.2节）。而且黑格尔也曾打算以讲授课简编的形式出版“主观精神哲学”——作为纲要，而不是作为以科学形式完成的体系部分（见第二部分第8.4节）。

(2) 因此，讲授课绝不构成——原则上可以忽略的——“真正”著作的附录；它们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黑格尔哲学“著作形式”的主导要素，也就是说，是他制定其哲学的形式。人们可能会对此感到遗憾，但着眼于黑格尔哲学的这种著作形式，《逻辑科学》简直是非典型的——这毫无疑问并未削弱它对于体系的基础性和卓越的意义。大概这要归功于这样一个情况，即黑格尔在撰写它的时候，无法以真正的讲授课形式培养其哲学，而能够将他的精力完全集中于书籍形式。但它是黑格尔所完成的后期体系的唯一部分。他的哲学的著作形式不是“科学体系”。从他后来的以科学形式完成的“体系”来看，只存在《逻辑科学》——与它并列的是讲授课，黑格尔虽然想把其中一些讲授课加工成体系的各个部分，但却没有超出简编甚至只达到简编的程度。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他的哲学的直接接受史是其著作形式的忠实反映：它的影响建立在讲授课之上，特别是建立在关于其哲学的“实在哲学”部分的讲授课之上。用悖论来表达：黑格尔“体系”的影响是一个他并没有，至少没有以他设想的“科学体系”的形式完成、而仅仅在他的讲授课中勾勒出来的体系的影响。黑格尔的“体系”主要是一个“讲演中的体系”。

(3) 因此，讲授课对于黑格尔哲学著作形式的主导意义并不是由于他遗留形式的某个（不）幸的巧合。它自然以黑格尔长期的讲授活动为前提，但它最终并不归功于特殊的教学爱欲——最多只有一部分归功于他著名的修辞缺陷，这迫使他对自己的简编和演讲手稿进行密集的加工。然而决定性的是另外一点：著作形式“讲授课”的强烈强调甚至主导地位，发端于学术演讲在理解和功能上的一般变化，这种变化在1800年左右也出现在他的同时代人身上——在赖因霍尔德身上还没有，但从费希特开始就有了，费希特在他的耶拿讲授活动之前发表了《论知识学概念作为其讲授课的邀请文》一文，其《全部知识学基础》带有副标题：《作为给听众的手稿》。对于谢林来说，早期的讲授课——就现在所能认识到的而言——对其哲学的著作形式意义较小；而他的“晚期哲学”情况则有所不同。相反，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讲授课又具有很大的意义——即使它被布道和翻译等其他著作形式所拉平。

这种将重心从出版物转移到讲授活动的做法，毫无疑问是18世纪“学院哲学”终结的结果——它的哲学学科体系固定不变，但其教学形式，即以简编——自己的或他人的——作为自己演讲的基础，并因此将倾向于静态的知识传递给新一代学生，也同样终结了。随着启蒙运动末期这种“学院哲学”的熄灭，在学术讲授语境中培养哲学的一个极其富有成效的时代开始了——而且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哲学科学的体系被重新塑造。在18世纪晚期，逻辑学、本体论、理性的和经验的心理学、宇宙论和自然神学以及“自然法”被讲授；而自康德批判以来，特殊形而上学的学科——理性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相继从教学内容中消失；新的学科以新的名称出现。虽然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和法哲学仍然保持着与早先的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法的联系，但也增加了全新的学科——如“世界历史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和“哲学史”。人们可以从黑格尔的教学内容中看出这一划时代的变化，而他自己的讲授活动无疑也为确立新体系做出了贡献。

关于这种变化，黑格尔在《论大学哲学讲授》的鉴定意见中非常精确地表达过，他是在为其受聘于柏林进行前期澄清的过程中，于1816年8月2日发给“普鲁士皇家枢密顾问和教授弗里德里希·冯·劳默”的（W XVII.349–356）。他在这里指出，“哲学先前的科学培养”在形式和内容上，或多或少已经过时了；“然而在另一方面，取而代之的哲学理念仍然没有科学的培养，并且特殊科学的材料还没有或者完全没有获得向新理念的转化和吸收。”新的理念“还没有满足这样的要求：把属于哲学的广阔对象领域，塑造为一个有序的、通过其各部分建立起来的整体。”“因此，我们在大学里和著作中所看到的平均水平，仍然只是一些旧有的科学，逻辑学、经验心理学、自然法，可能还有道德；因为，即使对那些在其他方面仍坚持旧有东西的人来说，形而上学也已经崩溃了，就像德国国家法对于法学系一样；如果在此没有那么想念过去构成形而上学的其他科学，那么至少对于自然神学来说肯定是这样的，它的对象是对上帝的理性认识。”因此，这种哲学概念的变化一方面涉及哲学分支学科的体系构想，但另一方面，这个新体系的各个学科也必须被重新设计。黑格尔也清楚地认识到并表明这是他的任务。1817年12月11日，他当时在海德堡已经一年了，写信给尼特哈默说，他所讲授的科学，“其实大多还要先去创建”。这种表述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一种情境，即讲授课构成了哲学著作形式的构成性乃至主导性要素：它们是发明一门新科学的行为，而不是对一门已经存在的科学的展开，更不是单纯的重复。

(4) 认识到讲授课产生的这些情况及其在黑格尔哲学著作形式中或许不受欢迎但却是事实上的主导地位，解释者就有义务去公正对待黑格尔自己赋予它们的功能。相对于出版物而言，它们并不构成一个权利较低的领域。它们甚至是他展开其哲学的主要形式——即使黑格尔的意图毫无疑问始终指向“科学体系”。诚然，它们不应——像在其早期接受史中那样——被误解为以科学形式完成并与之相符的体系部分：它们是黑格尔尝试最先去发明其中所讲授科学的努力：从给定的材料中塑造出其内在形式——而且尤其是在学术教学活动时间紧张的条件下。

单是基于这种产生的情境和规定，它们就不应被视为僵化的、被束缚在逻辑枷锁中的精神，而是被视为各个科学转变过程的文献。因此，必须将它们发展史的变异性勾勒出来，而不是将其视为反对意见甚至自我矛盾。如果谁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思想运动——哪怕只是因为编辑不够充分——，他就只能将它们视为静态的。然而，没有什么比狄尔泰以来流传的反对意见更荒谬了，他们认为，它们记录了晚期体系日益僵化的过程；它们甚至根本不是以科学形式完成的体系部分。已经完成的科学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主题——但即使是它，也熟悉这种变异性，正如《逻辑科学》第二版与第一版的关系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它，尽管其认识绝对者的要求很高，也始终是一门“处于萌芽状态”（in statu nascendi）的科学。而他的哲学的其余所有学科，黑格尔本来就没有将它们作为“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去完成，而是以“讲授课”这种准备性的著作形式去完成的，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异性。

(5) 黑格尔的讲授活动在1801/02年冬季非常仓促地开始了，大概紧接着他的试讲，准备时间极短（见第二部分第4.6.1节）。据记载，他第一次讲课是根据讲授课手稿进行的，其中只有少数片段流传下来（GW 5.269–275）。但从他的第二个学期，即1802年夏天开始，黑格尔教学形式的一个基本区分就变得具有构成性：根据教科书讲授（»secundum librum«）与根据口述讲授（»ex dictatis«）之间的差别——之后又加入了根据手稿宣读。对于1804年夏季，缺少具体的说明——也许是偶然的，因为1804/05年冬季的全部讲授课（内部分化）被预告为“根据口述”（ex dictatis），而1805年夏季的两门讲授课则被预告为“根据教科书”（ex libro）。在1805/06年冬季，黑格尔再次“根据口述”讲授实在哲学；但对哲学史而言则缺少这样的说明——这里可以推断存在一份讲授课手稿，它的一些部分毕竟已经进入了讲授课的出版物中（W XIII–XV）。在1806年夏季，黑格尔再次预告他的讲授课部分“根据自己的书”（ex libro suo），部分“根据口述”（ex dictatis）。——诚然，在所有这些年里——直到1806年夏季，他分发《精神现象学》印张时——，黑格尔都无法真正依赖教科书，而是每次都必须退回到手稿上。

尽管如此，在这个早期，还是显示出了“教科书”和“口述”之间明确的选择，在1805/06年的特殊情况下，这种选择还被根据手稿进行的讲授课所补充。它似乎也对海德堡讲授课产生了影响：对于第一个学期，即1816/17年冬季学期，虽然无法从预告中得出任何信息，但在随后的三个学期里，黑格尔根据（预告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讲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并根据口述讲授所有其他讲授课——即使是哲学史也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是说黑格尔只进行了口述；相反——至少从他的纽伦堡岁月开始——他每次都口述一段，然后加上自由的解释。

在柏林，这种基本模式发生了变化：在第一个学期，他仍然保留着它，因为他最后一次根据口述讲授了“自然法和国家法”。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另一种二元性占了上风：即以简编为基础的讲授课和以讲授课手稿为基础的讲授课之间的选择。关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黑格尔根据《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讲授，关于法哲学根据《法哲学原理》讲授，而关于世界历史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以及哲学史，则基于手稿讲授。

(6) 这种“简编讲授课”和“手稿讲授课”之间的差异是柏林讲授课的基础，它对于著作形式“讲授课”在多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审视流传下来的情况可以发现，学生中记录简编讲授课笔记的倾向不如记录手稿讲授课的笔记那么大。因此，总体而言，前者的笔记流传量远不如后者丰富；通过多份笔记流传一个学期所讲授课程的情况在此属于例外。因此，在“简编讲授课”这种著作形式中，简编的真实性虽然毋庸置疑——但黑格尔口头讲授作为简编重要补充的流传，通常不如手稿讲授课那样有保障。相反，在“手稿讲授课”的著作形式中，手稿部分由于流传的遗失而很大程度上退居幕后——但通过笔记流传的口语总体上密集且相对可靠，尽管笔记的文献价值无疑波动很大。然而，这绝不应导致全盘否定，而应导致对流传的见证进行文献批评式的处理，并确保其思想内容。

(7) 然而，黑格尔并没有仅仅将他的演讲建立在各自版本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的基础上；他给自己整理了额外的手稿（“笔记本”和“文稿束”），其中只有少数片段保存下来。这些纸张曾经有多厚，现在已经无法确定了。

已经从这些额外的手稿中可以推测出，黑格尔并没有严格按照《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的段落来进行讲授——而且就我们所能识别的而言，这适用于所有的简编讲授课。多次被提出的假设，即黑格尔每次都是宣读一段然后进行评论，这在任何一门简编讲授课上都找不到证据。现在能够进行的对同一门课程讲授课笔记的比较表明，一些笔记记录者在家里整理笔记时，将简编的相应段落插入了他们的笔记中。演讲与简编的绑定实际上惊人地松散。就现有的少数例子所能显示的而言，它甚至比讲授课手稿与讲授课笔记之间的联系还要松散。口头陈述基本上既没有提供简编的重复，也没有提供严格的解释，而是提供了自由的补充。

简编讲授课和手稿讲授课之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当然，这不是针对这种或那种讲授课类型的个别笔记而言，而是针对这两种著作形式所讲授的学科而言：在手稿讲授课中，一门学科各课程之间的发展史差异要大得多：它始终也涉及各个学科的体系形式。黑格尔在这里只有在经历了几次课程之后才获得体系形式。与此相对，简编讲授课——通过以未改变的简编为方向——在概念上很大程度上被固定下来；变异性在这里几乎完全体现在对细节进行阐述时的重点转移。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黑格尔的哲学而言，手稿讲授课的笔记比简编讲授课的笔记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以下对简编讲授课中各个学科的阐述可以局限于简编和笔记之间的关系；相反，对于手稿讲授课，它必须同时考虑其体系形式的发展。

因此，简编虽然起到了为听众提供概览并作为开展各自演讲的支撑作用——并且它省去了在柏林大学当时被认为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口述费力。但另一方面，它限制了一门学科在概念上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黑格尔经过在纽伦堡文科中学长达数年的准备，才出版了《哲学科学全面教学》，并且在海德堡和柏林多次讲授法哲学后才出版了《法哲学原理》——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他现在至少在体系形式已经找到（尽管未必已加工成“科学”）的程度上，“发明了”这些科学。

(8) 除了《逻辑学》之外，黑格尔“体系”的所有学科都仅以“讲授课”这种著作形式存在。因此，对于解释者而言，并不是要面临以出版物还是以讲授课为导向的诠释学选择，而仅仅面临流传的完整性及其真实性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由于大量文本遗失而恶化了的流传情况下，“讲授课”这一著作形式还能发挥它在黑格尔哲学最初构想中曾经有过的作用吗？这个问题对于著作形式“讲授课”的不同要素——简编、手稿、笔记——必须分别回答。

在简编方面，与早期情况相比，没有记录到任何差异。相反，在讲授课手稿方面，虽然同样不存在真实性的问题，但也发生了严重的遗失——无论是因为学生们既没有把他们为了在“死者之友版”中编辑而获得的手稿归还给黑格尔家族，也没有将它们存放在皇家图书馆（比如马海内克的“宗教哲学”手稿，W2 XI.VII），还是因为手稿后来被家族故意销毁（Henrich / Becker 1981, 590,613）。因此，“讲授课”著作形式的完整性由于流传情况已经遭到了破坏——而且自《死者之友版》完成以来就是如此。在黑格尔众多的讲授课手稿，他的“笔记本”以及用于补充的材料文稿束中，只有宗教哲学的手稿保存了下来——然而这也仅仅作为四次宗教哲学讲授中的第一次讲授的基础，尽管黑格尔在后来的讲授中也有选择性地使用了它（GW 17.356–359）。第二大群体是历史哲学的讲稿，第三大群体是哲学史讲授课的手稿（分别为GW 18.35–111或121–214）。然而，这两大类几乎只包含导论部分，而且它们也只是片段性的。关于艺术哲学的讲授，甚至只保存下来两个短小的片段（GW 18.115–117）。

与讲授课手稿的数量不同，如今流传下来的笔记数量甚至比《死者之友版》时还有所增加：即使当时的编辑者没有指出他们所有的资料来源，但他们手上的笔记很可能比今天的编辑者要少。这种增长固然令人欣慰，但毋庸置疑的是，笔记的真实性低于黑格尔自己撰写的文本。尽管如此，所流传的讲授课手稿篇幅短小，使得笔记成为了解黑格尔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除了上述两个简短片段外，美学仅通过笔记流传下来，而我们对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或哲学史等学科的了解也几乎完全依赖于笔记。放弃这些就意味着放弃通过它们流传的学科，并通过消除它们并非只在其接受史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正是他哲学著作形式的构成部分的广大领域，来肢解黑格尔哲学。诚然，不应对笔记不加审视地进行编辑和解释；它们需要文献批评的加工并检验其真实性。但只要它们经受住了这种批评，对它们全盘不信任就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这更是没有成效的。

目前的学术研究在处理黑格尔文本时暴露出一种奇特的哲学-语文学双重标准：一方面对解释笔记抱有可以理解的顾虑，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大规模地编辑个别通常是或多或少偶然发现的笔记，这些编辑仅仅基于它们被发现的单纯事实，而没有与其他文本证据进行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批判性比较，因此不允许对编辑后的文本进行检验。最重要的是，对笔记所展现出的顾虑在面对《死者之友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和《法哲学原理》等简编的“附加说明”时往往被完全悬置——尽管“附加说明”的真实性远低于笔记：它们是通过一种每卷不同、编辑不同、不透明的选择过程，部分从笔记中，部分从其他来源，甚至可能是编辑自己的添加拼凑而成的。因此，与“附加说明”相比，笔记具有史料性质——即使它们偶尔可能是不纯正的史料。然而，确定这种纯正或不纯正的程度并对抗后者，正是其批判性编辑的任务。

(9) 历史-考证版编辑的首要任务是将来源文献从后来的变形中解放出来，并恢复其原始形式。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恢复，版本在无意中不可避免地超出了纯粹的修复，并改变了接受情况：虽然黑格尔的听众通常只听到相关学科的一次讲授，但读者却将阅读几门讲授课。通过这种方式，它的变异性向读者展示出来了——而这已经与到处被满怀爱意地维护的体系建立者黑格尔日益僵化的形象背道而驰了。并且，在单纯的、也许是游戏般的变异性背后，各个学科的发展史也变得可识别——并且它总是可以从黑格尔在柏林最初的讲授课一直追踪到最后的讲授课。

然而，这种发展不应在任何引人注目的转变中去寻找——比如黑格尔从右翼黑格尔派向左翼黑格尔派的转变，反之亦然，或者从基督教思想家向泛神论思想家的转变。相反，它涉及各门学科的形成——它们的基础建立过程以及由于黑格尔在每门课中新发掘的文献进行全面深入评估而对原始方法的改变和扩展，有时也是因为思想规定性的不断进步。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发展的决定性维度：在于每门首先还需要“发明”的科学的体系形式的形成中，在一般方法的同一性与它具体的特殊形态之间的独特张力中。的确，从黑格尔在耶拿的第一次讲课（1801/02）一直延伸到他的晚期讲课。但自从第一次讲课以来，黑格尔的体系思想同时也是与（当然不是无限的）可完善性原则联系在一起的——而宣布这两个原则不相容将是一个肤浅的反对意见：各个学科具体的形态只有通过讲课逐步实现，即使它们并未在内容上展示该体系。

认识到手稿讲授课体系形式的逐步形成，构成了发展史呈现的体系成果。因为这种历史知识本身就具有体系意义，只要它表明了思想如何通过否定的途径获得其规定性。因此，同样错误的是，不去使用以前编辑那充满想象力的拼凑作品，而是把每次最新的一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最成熟的——讲稿的形态作为版本编辑的基础。因为这也将失去对体系形式形成的过程和引导它的动机的洞察力。正是对这个过程的理解，构成了我们关于相关学科知识的一个构成性环节。

因此，讲义的编辑任务是，在补充讲课手稿编辑（GW 17-18）的同时，尽可能地跨越黑格尔哲学的著作形式及其流传状况之间的鸿沟：自他担任高校教师以来，黑格尔的哲学几乎完全是在他的教学活动框架内且依赖于教学活动展开的。对黑格尔来说——就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教学并非其出版物的“副产品”，而是他的哲学获得其普遍形态和特殊思想规定性的地方——黑格尔仅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科学》这两处将其进一步展开为“科学体系”。

文献： 耶什克：黑格尔讲课讲义的编辑问题。载：《普通哲学杂志》5/3 (1980), 51–63；黑格尔遗稿史的问题与史料。I. 迪特·亨利希：寻找失去的黑格尔。II. 威利·费迪南·贝克：黑格尔的遗稿在其子伊曼纽尔通信中的反映。载：ZphF 35 (1981), 585–591 和 592–614；耶什克：口述的词语及其流传的破缺。关于讲课讲义编辑的方法论。载：关于著作和文本。文本学论文集。西格弗里德·沙伊贝和克里斯泰尔·劳费尔主编。柏林1991，157-168；耶什克：手稿与讲义。关于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讲课编辑的思考。载：口头和书面流传的文本构建。[…]载：editio，国际版本学年鉴。增刊1，图宾根1991，82-89；关于黑格尔讲课讲义的报告。HS 26 (1991)；耶什克：黑格尔编辑的一个新阶段。HS 36 (2001),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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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百科全书

(1) 黑格尔关于全面教学纲要的讲授课可以追溯到其教学活动的初期——即使并没有使用这个名称。早在他于耶拿的1803年夏季，就预告了类似的内容：“全哲学大纲，根据本夏季（图宾根，柯塔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简编（Philosophiae universae delineationem, ex compendio corrente aestate (Tub. Cotta.) prodituro）”。德文译本在这里就已经称其为“哲学全面教学纲要”。然而它肯定不是出自黑格尔之手，这可以从他在另一个学期抗议出版的德文译本看出来（见第二部分第4.6.5节）。在接下来的学期中，黑格尔也每次都预告了关于整个体系的讲授课——关于“思辨哲学体系”（philosophiae speculativae systema）（1803/04）、“全哲学体系”（philosophiae systema universum）（1804）或“全部哲学科学”（totam philosophiae scientiam）（1804/05 和 1805）；然而自1805/06年冬季以来，他将其讲授课仅限于各个学科。

黑格尔关于整个体系讲授课的每次预告大概只有在1803/04年冬季的“思辨哲学体系”中得到了遵守。然而，从这门课中仅流传下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片段（见第二部分第4.6.5节）。此后，尽管黑格尔发出了普遍的预告，但他似乎每次都将他的计划限制在体系的各个部分：1804/05年冬季讲授了“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见第二部分第4.6.6节），而1805/06年冬季讲授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见第二部分第4.6.7节）。因为在这些晚期的耶拿岁月中，“体系”的素材已经膨胀到他必须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只讲授一个片段，要么将整体浓缩为一个并未完全展开的纲要。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纽伦堡关于其教学内容的报告中表达了对《规范》要求讲授“全面教学纲要”的保留意见：它“除了哲学的一般内容，即其特殊科学的基础概念和原则之外，不能包含其他任何东西，[…]。既然在文科中学给出这样一份各要素的概览是如此合目的的，那么如果在进一步考量时，它同样可能被视为多余的，——这是因为在全面教学纲要中简短讨论的科学，实际上本身就已经详细地——大部分地存在了。”（GW 10.826）这最后一个保留意见诚然不适用于他海德堡讲授课的开端。相反，很明显黑格尔在此首先希望向他的新听众提供关于他计划在后来的讲授课中详细讨论的领域的广泛概览——因此可以理解，他在海德堡的四个学期中讲授了三次全面教学纲要：在第一门课（1816/17）——这同时为他提供了编辑第一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印刷文本的机会，然后是1817/18年冬季为瑞典王子古斯塔夫所做的一次未预告的私人讲授课（GW 13.628,639 f.），接着是1818年夏季的再一次讲授，这次已经有了“解释性口述”，因此已经超出了印刷版本（GW 13.581–596）。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给出其哲学的一般概览——他在柏林也以一门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1818）开始——但之后他只再讲授过一次全面教学纲要，那是在1826/27年，当时他正在准备他简编的第二版。

(2) 因此，全面教学纲要的讲授课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他的讲授课法规；它履行了一项边缘功能。只有当他需要以广泛概括的形式呈现他哲学的基础原则时，他才会讲授全面教学纲要——在海德堡和柏林的前几个学期以及在海德堡的私人讲授课中。不过他在1818年夏季结束时在海德堡也重复了这门讲授课，其原因仅仅可能是黑格尔大约在同一时间对尼特哈默和冯·劳默所说的那样：哲学的新的理念“仍然没有科学的培养，并且特殊科学的材料还没有或者完全没有获得向新理念的转化和吸收。”（1816年8月2日）——或者说他必须讲授的科学，他还没有“创建”（致尼特哈默，1817年12月11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海德堡也讲授了两次美学和哲学史，尽管他那里只教了四个学期。然而，随着他逐渐加工出各个科学并且他的听众熟悉了它们，总体上讲授“全面教学纲要”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3)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全面教学纲要”是唯一目前没有笔记证明其存在的讲授课学科。因此，关于这些讲授课，我们一无所知。很可能黑格尔的演讲与印刷文本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他的听众放弃了做连贯的笔记——哪怕是他们自己，就像在1816/17年的海德堡，预期着即将出版的出版物。相反，黑格尔在1818年添加到其“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中的“解释性口述”被流传了下来。它们构成了对某些段落迅速的、甚至不到第一版出版后一年就加工出来的“修改”，这些段落现在被黑格尔认为需要修正或至少需要解释。因此，在对《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相关段落进行任何解释时，都应参考它们。

课程： 1816/17年冬季；1817/18（为瑞典王子古斯塔夫的私人讲授课）；1818；1818/19；1826/27。——首次出版： 弗里德海姆·尼科林（编辑）：黑格尔一门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中未出版的口述。HS 5 (1969), 9–30。——文本： GW 13.58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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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逻辑学与形而上学

9.2.1 流传

(1) 黑格尔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讲授课构成了可以说是贯穿他整个教学活动——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讲授课——的“主线”。他讲授最多的主题莫过于此——尽管在这三十年（1801–1831）中他的构想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即便是逻辑学讲授课的数量庞大，也依然未能完全提供这一主题存在感的适当图景，因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不仅是在专门针对这一分支学科的讲授课中作为主题。甚至在耶拿，只有前三个学期（从1801/02年冬季到1802/03年冬季）的预告，以及之后1806年夏季的预告中，才将“logicam et metaphysicam”列为一门讲授课的标题。然而，在这期间的六个学期中，黑格尔有五次在关于其整个体系讲授课的语境下讨论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或者至少有这打算——，并在讲授课目录中明确提到了这个分支学科，而在1806年夏季，他把“精神现象学”置于逻辑学之前，如罗森克兰茨所流传的（R 214）。仅仅在1805/06年冬季他没有预告或讲授逻辑学；在这里，“哲学史”占据了“逻辑学”的位置。

这可能尤其是由于黑格尔对逻辑学的持续加工，致使从耶拿时代起关于它的手稿只有两份留存下来（GW 5.269–275, 7.3–178；见第二部分第4.6.1，4.6.6节）。从这一时期更是找不到笔记——除了特罗克斯勒在其谢林讲授课笔记边缘流传下来的那几页，单凭这便已构成黑格尔和谢林当时合作的一个证明。

(2) 在海德堡，黑格尔——应卡尔·道布的明确要求（1816年8月16日）——还没有在第一个学期预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而是直到1817年夏季才明确讲授了它（GW 23/1.13–154），并且已经是根据其《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的印张讲授。但他肯定也在1816/17年冬季和1818年夏季的两次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的语境下讨论了“逻辑学”——同样在其后在柏林的两次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中也是如此。不过对此并无相关消息。

在柏林岁月，情况更加清晰了：这证明了黑格尔赋予逻辑学基础性的意义，他在每个夏季学期都根据各自最新版本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讲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从1819年夏季（对此没有相关消息）一直到1831年夏季学期。这些讲授课虽然不是毫无空白的，但确实是被详尽流传下来了；笔记文本现在已经完整地体现在考证版中——在GW 23/1卷是黑格尔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1817）的基础上讲授课程的笔记，而在GW 23/2卷是在第二版（1827）基础上讲授课程的笔记。它们表明，黑格尔在他的演讲中非常强调对《哲学科学全面教学》“先行概念”的解释，特别是对关于“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段落的评论。但是，有关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科学》后续部分也得到一些笔记的详尽解释；因此即使是它们的变体，对于理解逻辑学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9.2.2 全面教学纲要的逻辑学 (1817) 与《逻辑科学》 (1812–1816; 1832)

(1) 鉴于它以其“科学”完成的形式出版，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其后来的“体系”的框架中——因此排除耶拿时代的草案——以两种形态呈现：在《逻辑科学》（1812–1816；1832）的三卷以及在著作形式“讲授课”，也就是说在笔记以及将这一体系部分——有些误导人地——置于“A. 逻辑科学”标题下（而黑格尔将另外两个部分命名为“自然哲学”及“精神哲学”）的三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这两种形态在构想的起点及执行的基本路线上毫无疑问是一致的。这就禁止了在讨论过《逻辑科学》（见第二部分第6.2.1节）之后，在此再去详尽呈现全面教学纲要逻辑学的构想。尽管如此，这两种版本依然显现出了一系列差别——在此仅仅是要标记出这些差别。

《逻辑学》与《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这两种形态之间的这些差异，很大一部分存在于作为简编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相较于《逻辑学》的科学形式化展开不可避免要进行的语言压缩和材料缩减中。然而，单用“压缩”和“缩减”这两个概念无法全面描述这些差别。全面教学纲要逻辑学并不仅仅是缩微版的《逻辑科学》——作为“大逻辑”的缩写版的“小逻辑”，正如它常常被称为的那样，虽然这种称呼不够精确。它展示出了独立推导联系——就此而言，它构成了逻辑学的一个独立的独特形式。

(2) 这不仅涉及全面教学纲要逻辑学中独立的，并且在讲授时占据了不成比例大幅空间的“先行概念”（见第二部分第7.2.4节）。最引人注目的是逻辑学建筑术上的——绝不仅仅是外在的——差别。在《逻辑科学》中，黑格尔从作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逻辑学概念中推导出，这种统一必然展开自身，“而且正是通过对这种统一所包含的东西，亦即存在与思维活动的差别进行呈现”的必然性。由此他推导出逻辑学的基本划分：“因此，一般而言，逻辑学可以被划分为存在与思维活动的逻辑学，分为客观与主观的逻辑学。”逻辑学划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逻辑学两“卷”，也是遵循这种区分的。仅仅在这个划分的结尾，黑格尔才准确阐明：“虽然逻辑学一般被划分为客观与主观逻辑学。但更准确地说，它有存在逻辑学、本质逻辑学和概念逻辑学这三个部分。”（GW 11.30, 32）

相反，《哲学科学全面教学》放弃了思维活动与存在统一性在内在分化的明确基础上阐释逻辑学结构的尝试，因而它取消了客观与主观逻辑学的细分。取而代之的是，它仅仅断言：“纯粹科学或逻辑学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存在的逻辑学、本质的逻辑学，以及概念或理念的逻辑学；——直接思维活动的、反思思维活动的以及从反思进入自身并自身存在的思维活动的逻辑学。”（1§ 37, 参看 3§ 83）。基于“思想”的三种形式的这一结构原则，逻辑学的这三个部分所处的关系，与通过思维活动和存在统一体发展为它们内部差异的原则所处的关系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全面教学纲要的结构原则掩盖了黑格尔与学院形而上学建筑术的联系——掩盖了他关于客观逻辑学取代了先前的本体论这一提示（GW 11.31 f.）。

(3) 仅仅只有几年时间将《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第一版及其系统阐述的“逻辑科学”与《逻辑科学》本身分开；到概念逻辑学的距离甚至只有一年。单凭这一点就使得从发展史的角度解释这些差异显得有些牵强，而且尤其因为，即使黑格尔晚年修改的存在的逻辑学（1832），尽管在细节上有所偏离，但在草案设计上还是遵循了它的第一个版本（1812），而不是遵循时间上很接近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1830）——比如“（纯）量”第三章的标题：“量的比率”（GW 11.179, 21.310）相对于“程度”（1§ 55, 3§ 103）。此外，区分“客观逻辑学”和“主观逻辑学”这一做法在晚期修改存在的逻辑学中也再次回归。然而，存在的逻辑学中这两种基本形式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都很小。除了已经提到的导言部分和“先行概念”，它们特别涉及本质逻辑学——即在逻辑学的发展史中其体系形式最后定型的那个部分。

(4) 像《逻辑科学》一样，《哲学科学全面教学》（1817）也将本质逻辑学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逻辑学》中还使用了相同的标题：“显象”（§§ 74–89）以及“现实性”（§§ 90–107）。然而，第一部分（§§ 65–73）却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在《逻辑学》中，它的标题为“作为自身反思的本质”，并且分为三章：“映象”、“本质性或反映规定”以及“根据”。相反，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逻辑学》第一部分的第1章（“映象”）被删除了；以前的第3章（“根据”）则被黑格尔大大压缩后合并到了第2章中，这样一来这第2章——也就是关于反映规定的探讨——就成了《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第一部分的唯一内容——虽然黑格尔将原本的同一性、差别和矛盾这三种序列压缩成了同一性和差别两项，并将“根据”作为第三项来处理，而“根据”现在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地位。

这些改变似乎是出于对简化《逻辑学》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复杂结构的一种表面的、粉饰性的兴趣。但是它们深深介入了本质的逻辑学。这不仅仅涉及对先前第3章“根据”（GW 11.291–322）内容的删减，这些全面而富有内容的阐述被缩减到了仅剩关于作为反映规定的“根据”（1§§ 72 f.）的短短两段；它更关乎本质逻辑学开篇处的改变。因为随着第1章“映象”被取消的，不仅有对本质概念的体系性介绍，而且还有对“设定的”、“外在的”和“规定性的反思”的展示——这部分内容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从这里似乎能够开启本质逻辑学的辩证法其具体形态，并且能够揭示直接性与否定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它“相比于[逻辑学结尾处的]方法的抽象论述显示出了剩余”（Henrich 1971, 105）。这就不免令人惊讶，黑格尔恰恰没有将这些在方法论上重要的部分纳入他逻辑学的第二种基本形式，即《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并且，他的讲授笔记的流传情况同样符合新版即《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被修改的草案（GW 23/1.92 f.）——尽管黑格尔在演讲其他地方也回到他在《逻辑科学》中提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他出于篇幅限制的考虑已经从简编中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为了说明反映规定，他又利用了哲学史甚至自然哲学中的例子——一直到牛顿的光学理论。

然而，这些改变只有极小部分是真正的新构思：它们在本质上恢复了本质逻辑学开端的形态，而这早在《逻辑科学》之前，即在纽伦堡“中级班的逻辑学”（1810/11; GW 10/1.158–160）中就已确立（§§ [34–41]）。它在第一部分中也只探讨“本质的规定”，即同一性、差异性、对立性与根据。它没有后来关于映象的那一章，同样也将“根据”处理为反映规定中的“第三项”——尽管它编号为“第4项”（见第二部分第6.1.2节）。

(5) 第二个改变起初看来似乎也主要具有一种删减性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藉以导入存在（Existenz）概念的那些概念和成对概念——形式与本质、形式与质料、形式与内容；形式的、实在的、完全的根据；相对和绝对无条件者——并没有进入《哲学科学全面教学》（1817）。与此相反，在他的演讲中，他又回溯到了《逻辑学》中的论述（GW 23/1.97–102）。对“显象”的处理方式亦与之类似：在此黑格尔同样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对《逻辑学》的文本进行了大量的缩减，以至于无法再清楚看出对康德的显象概念，对“显现的”世界和“自在存在的”世界的对立在哲学史上的追溯，而听课笔记至少还保留了有关此方面的一丝模糊线索（GW 23/1.102）。

不过，随后发行的两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对这种删减进行了修正，并且在形式上，它们重新向《逻辑科学》的建筑术靠拢：它们又回到了第一部分的双重三分法，这次的标题是“作为存在的根据的本质”。然而，黑格尔并没有恢复关于“映象”和三个反思的章节。取而代之的是，在关于反映规定“根据”的论述之后，紧跟着简短的一章“存在”（3§§ 123 f.）以及关于“物”（3§§ 125–130）较长的论述——伴随着形式与质料的辩证法——，而无论在《逻辑科学》还是在“中级班的逻辑学”（1810/11）中，这部分都是在第二部分“显象”中才被展示出来的（GW 10/1.160–162; 11.324–340）。因此，一方面本质逻辑学的全面教学纲要版本（1817）在整体上向《逻辑科学》之前的最后修订状态靠拢，另一方面，它随后的两个版本又重新汲取了《逻辑科学》中的内容和结构。而关于他最后一次逻辑学课程的流传情况也没有勾勒出一幅与之相异的图景（GW 23/2.747–762）。

(6) 构成全面教学纲要逻辑学第二种独立基本形式的第三个要素便是“现实性”这一部分。其发生变化的方式与关于反映规定的处理存在类似之处。不过，此处的问题不再是黑格尔进路的某一个特定主题，而是有关关系范畴与模态范畴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在关于“现实性”这一部分，《逻辑科学》第一章便探究了绝对者的概念——“绝对者的展示”、“绝对的属性”以及“绝对者的模式”。在其后的一章——也是以“现实性”为标题——黑格尔紧接着论述了模态范畴。与纽伦堡时期的文科中学课程不同，在这里他把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来处理。只有在这个阐释“绝对必然性”，即绝对者必然的自我展示的思想之后，黑格尔才过渡到了第三章，他在那里的“绝对关系”标题下论述了关系范畴。

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相应部分的结构要简单得多：它既没有一章专门探讨绝对者的概念，也没有独立论述模态规定。第一章，展示绝对者的概念被取消了，而论述模态以及关系范畴的第二和第三章被黑格尔合并为一个单独的部分，只不过这一部分的结构相当模糊：它以用阿拉伯数字下分的模态范畴（§§ 90–96）开始，并且在没有作进一步切分的情况下连接了按拉丁字母下分的关系范畴（§§ 97–107）。借此，要么这种下分似乎可以说成为了前面的数字“3)”这一层级的下分——从而关系逻辑学成了模态逻辑学的附录——要么反之，模态逻辑学变成了关系逻辑学的前缀。模态范畴与关系范畴虽因此被区分开了，但在逻辑学的建筑术中却以不确定的方式融为一体。其演讲流传下来的情况也展现了同样的图景；甚至可以说，这进一步抹平了模态与关系范畴间的差异（GW 23/1.105–113）。

然而，这种呈现形式也不完全是崭新的。因为早在《哲学全面教学纲要》（1808/09）中，黑格尔就在关系逻辑学前面的段落探讨了模态范畴（§ 43）——尽管这一部分的标题也是“现实性”，从而让人联想到的是模态范畴而不是关系范畴。同样，“中级班的逻辑学”（1810/11）也在“现实性”的标题下论述了关系范畴，并且在此黑格尔将模态范畴划归到了实体概念中（§§ [66–69]）。因此，模态与关系范畴区分对待并平行论述只在《逻辑科学》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后期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版本又回到了《哲学全面教学纲要》（1808/09）的形式：他们将模态范畴（§§ 142–149）置于被作为这部分真正主题的对关系范畴（§§ 150–159）的论述之前——尽管这样的优先考虑关系范畴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1817）中尚不明显。当然，这种关系也可以反转：在第150段（参见 GW 23/2.768）之后，对关系范畴的整个论述便显得像是对之前展示出的作为“绝对关系”的必然性概念的一种说明。

(7) 由此看来，黑格尔对逻辑学第二种基本形式的详细阐释极大地介入了其在《逻辑科学》的本质论中已有的形态。就在这一点上也再次显示出——鉴于他本人所阐明的方法理想——这在逻辑元素的安排上出乎意料的自由，以及在构想出由他自己宣称为“必然的”思维规定的联系方面，表现出不亚于这种自由的令人惊叹的灵活性。这便要求去相应灵活地把握黑格尔的方法概念总体：它能与对逻辑关系的替代性展示相容——这不仅仅在那些能被理解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适用，在涉及‘全面教学纲要形式’与‘科学形式’并存的情况下也是一样。

从《逻辑学》过渡至《哲学科学全面教学》时发生的这种‘本质的改变’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回归到本质逻辑学的较早形态。这便产生了一个难题，即把这种全面教学纲要的基本形式解读为他“转变”中一个新阶段。全面教学纲要展示的这种语言形态——由于放弃实际上的论证，采用一种简明扼要、类似颁令地传达各自所达到的思维规定发展状态的风格——与“中级班的逻辑学”（1810/11）以及该早期阶段的其他草稿基本一致，这无疑是《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自身作为纯粹用于讲课纲要这一整体特征的必然结果。但即便如此，以此去重新确立一个自认为已被淘汰的构想，这也是说不通的。并且《哲学科学全面教学》毫无疑问受制于对篇幅的限制，然而这同样不足以说明那些倒退回过去的分歧是合理的。

人们确有良好根据可以去寻找或成功提出论据：认为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借由引入“映象”与三个反思重塑了本质论的开端，皆因如此才能真正地触达本质的概念。然而人们无法同样提出确凿的理由证明为何他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又撤销了这一改良，且解除了对于思想进程的维护——比方说因为更加成熟的洞见表明在《逻辑科学》里所做的尝试出乎意料地走不通。不仅如此，要是试图把那些上述的分歧——比如也是在关于“现实性”的章节中对于模态规定的探讨差异——解释为《逻辑科学》和《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这两种文学形式之间的差别所致，这种做法似乎希望也不大。若要成立，就需要能提出那样的不仅单纯以在宽泛程度上《逻辑学》超过了一部全面教学纲要为由进行平庸论证，更能澄清为何那无疑显现在《逻辑科学》的一端与《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以及《中级班的逻辑学》(1810/11)之间的这种展示模式之中的不同，会导致需要对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不同的建构的原因。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此类论断被提出——即使仅仅是因为此勾勒出分歧还没有被视为逻辑学诠释的一项未解决的挑战。

课程： 1817; 1819–1831。 – 文本： a) 简编： GW 13, §§ 12–192; GW 19, §§ 19–244; GW 20, §§ 19–244; b) 笔记： GW 23/1–3 (早先的版本: V 10 [1831], V 11 [1817])。 – 逻辑学活页： GW 13.545–560, 565–569; GW 19.419–435。 – 文献： 亨利希：黑格尔的反思逻辑学 (1971), 95–156; 克劳斯·杜辛 (编辑)：谢林与黑格尔的第一绝对形而上学 (1801–1802)。综合的I. P. V. 特罗克斯勒讲授课笔记。科隆 1988, 尤其是 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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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自然哲学

9.3.1 流传

(1)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哲学处于黑格尔学术活动的开端——因为他是以一个自然哲学主题完成教授资格论文的（见第 II.4.6 章）。尽管如此，在1801/02-1802/03年间，他并没有宣布开设关于自然哲学的讲授课，尽管他除了学位论文之外还在该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种克制可能是耶拿局势的结果，在耶拿，他必须扮演谢林的初级合伙人的角色。直到1803年夏天之后，也就是谢林离开耶拿之后，黑格尔才在每个学期都宣布开设自然哲学讲授课——最初是在呈现其整个体系的框架内，而在1805/06和1806学期则作为“实在哲学”，也就是与精神哲学一起。黑格尔还宣布在1806/07和1807学期继续这种结合，但他在这些学期中已经不再讲授了。——从1803-1806这几年中，没有流传下来任何听课笔记，但保留了黑格尔的讲授课手稿，即《体系草稿I、II和III》（见第 II.4.6.5–4.6.7 章）。

(2) 在纽伦堡，黑格尔在《哲学全面教学纲要》（1808/09）的结尾就已经简要地涉及了自然哲学（GW 10/1.80–83）；然而，这短短的几个小节仅仅包含“I. 数学”和“II. 一般物理学”部分；流传下来的口授记录就此中断。但在接下来的学年里，紧接在《逻辑学》之后，黑格尔从1810年复活节开始处理“特殊科学体系”，在这里他从“自然科学”开始，在其中他又一次讲授了“数学”以及“无机物的一般物理学和特殊物理学”，随后还讲授了“有机物的物理学”（GW 10/1.86–97）。黑格尔——可能在1814/15年——又极其详细地重新修订了这些口授记录（GW 10/1.311–339）。尽管如此，他在纽伦堡的体系发展重心并不在自然哲学上——这与他的评估相符，即自然哲学不太适合文科中学的教学（见第 II.6.1.3 章）。

(3) 在海德堡，黑格尔始终在关于《全面教学纲要》的讲授课框架内讲授自然哲学，即在1816/17年冬季、1817/18年冬季为瑞典古斯塔夫王子开设的私人讲授课中，最后是在1818年夏季，在最后一次讲授课中带有“解释性口授记录”。然而，在流传下来的口授记录中，只有“对 §. 196. [§. 197.] 等的补充”这一论述涉及自然哲学（GW 13.593 f.）——但正是这种补充让我们得以一窥黑格尔对自然哲学的进一步构建（见第 II.9.3.3 章）。但总的来说，《全面教学纲要》仍然是海德堡这两年中自然哲学的唯一来源。

(4) 同样在他在柏林的第一年，黑格尔也只在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1818/19）的框架内处理自然哲学。然而，在1819/20年冬季，他首次将自然哲学作为一门讲授课的主题，并且他最初每隔两年重复一次，即在1821/22、1823/24、1825/26年冬季学期（GW 24/1–2）。但随后，由于他在此期间已经准备了大量内容丰富的讲授课，将自然哲学排挤到了较短的夏季学期：黑格尔没有在1827/28年冬季，而是在1828年夏季才再次讲授自然哲学，最后一次是在1830年夏季，并且这两次都是根据《全面教学纲要》的第二版。

实际上，黑格尔本想将第三版或至少是其清样作为最后一次讲授课的基础，但是——由于印刷的延迟——这未能实现（GW 20.586–590）。

(5) 然而，《全面教学纲要》的三个版本并非讲授自然哲学的唯一基础。在其《全面教学纲要》第二卷的序言中，其编辑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报告了黑格尔的来源：“前两次柏林讲授课又以一本完整的四开本笔记为基础。对于1823-1824年的讲授课，他写了一篇新的导论，并在其后附上一本新的补充笔记，两者都是对开本；但是，对于这些讲授课和后来的讲授课，也使用了早期的笔记，甚至是耶拿的笔记。”这些笔记自从被米希勒使用后就丢失了；保存下来的只有他的描述：“黑格尔的柏林笔记，虽然是在第二版《全面教学纲要》出版之前编写的，但总体上遵循了材料的进程，正如它已经存在于这一版中并在第三版中保持不变一样；只有一部分颜色学说在这些笔记中还有另一个位置[…]。因为尽管这些笔记以及由此产生的讲授课仍然着眼于第一版《全面教学纲要》，其中许多材料的排列方式不同：但黑格尔在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久就感觉到了这种安排的缺陷，然而，这种安排总是比耶拿笔记中占主导地位的安排更接近最后被接受的安排”（W VII/1.XVIII–XX）。

(6) 对于海德堡的三次讲授课以及柏林1818/19年关于全面教学纲要的讲授课，没有任何听课笔记保存下来。关于自然哲学的六次柏林课程中，前五次通过听课笔记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并且也已完整出版（GW 24/1–2）；然而，没有流传下来1830年的课程。米希勒对《全面教学纲要》第二部分（W VII/1）编辑的补充虽然对简明扼要的段落提供了广泛的解释和补充；但其来源价值令人怀疑，特别是由于米希勒将非常不同的材料——既有黑格尔的耶拿手稿，也有柏林的听课笔记——加工成一部汇编，其组合原则已无法辨认；由于它们在文本库中多次超出了保存下来的听课笔记，因此它们在 GW 24/3 中作为次级流传被公布。

9.3.2 体系形式

(1) 也许与黑格尔在纽伦堡时期对自然哲学保持的距离有关，即使在第一个全面教学纲要纲要（1817）中，自然哲学的有效体系形式也还未被发现。与其它学科训练相比，他在随后版本中所做的修改要大得多。正如在纽伦堡的草稿中一样，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1817）中也——在自然哲学导论之后——将其第一部分置于“数学”这一标题之下。然而，这个标题充其量只有在黑格尔在这里探讨了空间概念及其三个维度的意义上才是合理的，这为几何学构成了前提预设。但在那之后，他过渡到时间概念及其维度，并指出，与空间的有限科学即几何学“直接相对的并没有这样一门关于时间的科学”。此外，他承认，“数学”这个名称“被用于对空间和时间的哲学考察，因为至少它最接近这种考察，尽管数学仅仅考察这些对象上的纯量规定”。而他随后对“哲学数学”的思考也更多地导回了逻辑学，而不是导向自然科学（1§ 203, 3§ 259）。

因此，黑格尔在后来的版本中虽然同样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开始，但不是在回顾“数学”，而是在前瞻“地点与运动”以及“质料与运动”。他现在——就像已经在耶拿一样（见第 II.4.6.7 章）——将这部分置于“力学”的标题下。然而，黑格尔并非直到《全面教学纲要》（1827）才发现这个新结构。他对自己从“数学”开始的不满的第一个线索已经由1818年夏季的海德堡讲授课口授记录给出：黑格尔在这里尝试一种以存在逻辑学为导向的对自然作为“存在”的特殊化。相比之下，他不再谈论“数学”，不过也还没有谈论“力学”。然而，关于自然哲学的第一堂柏林讲授课（1819/20）已经将“力学”作为第一部分的主题——尽管黑格尔还是根据第一版《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这门课：“力学（不仅仅是数学）”。在第三堂讲授课（1823/24）中，黑格尔也明确提到了简明教程和讲授之间的这种差异：“然而，我将赋予这部分比在我的全面教学纲要中所做的更大的范围，并将在这里纳入 § 197–217 中所探讨的内容。”（GW 24/1.530）

(2) 将“力学”从“物理学”中分离出来，导致了对这第二部分进行进一步广泛的修订。黑格尔完全重新塑造了这部分：在插入大量材料并以逻辑规定为导向的情况下，他将其先前的第二节“B. 元素物理学”（1§§ 219–234）扩展为两个小节“A. 普遍个体性的物理学”（3§§ 274–289）和“B. 特殊个体性的物理学”（3§§ 290–307）。黑格尔将原来“物理学”的第三节“C. 个别物理学”用作——尽管是狭窄的——新的第三节“C. 总体个体性的物理学”的基础。——在自然哲学的第三部分，即“有机物理学”中，其纲要，即地质和植物自然以及动物有机体的次序，则保持不变。在这里，变化不在于体系形式，而在于对细节的深入塑造。

(3) 自1819/20年课程以来有效的新结构的优点无疑在于，它没有将“数学”作为第一门自然科学来探讨。然而，它的代价是，在《全面教学纲要》（1817）中构成“物理学”第一部分的“力学”与物理学分离，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置于其前，而黑格尔继续将自然哲学的第三部分“有机学”称为“有机物理学”，因此将其归属于作为“自然学说”的广义“物理学”概念。

9.3.3 自然的概念

(1) 黑格尔将“自然”和“理念”的关联概括在公式中，即自然是“处于他者存在形式中的理念”；作为自然，理念处于“外在性”的规定中。为了理解自然，显然一切都取决于如何思考这种“外在性”和那个“他者存在”。尽管黑格尔的公式表面上很精确，但它非常复杂，最重要的是它是矛盾的：与早期笛卡尔的思维实体和广延实体的二元论相反，它虽然将“理念”和“自然”的关联理解为二元的，但同时也是一元论的。然而，与本体论的一元论即唯灵论相反，它强调了距离的环节：自然绝不单纯是“理念”或“精神”，而是“他者”。如果自然不是“处于他者存在即否定性形式中的理念”，那么理念和自然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如果自然不是处于他者存在形式中的理念，那么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条本体论的鸿沟，一条“宽阔而丑陋的沟壑”，从中很难看出它如何能够通过认识被跨越——除非通过对上帝思想的传统诉诸，但这在启蒙运动之后在方法论上不再合法。

因此，黑格尔的公式将“理念”和“自然”的关联规定为一种差异化的统一，但在区别于谢林早期自然哲学的情况下，不是两者的平衡——因此自然会是僵化的理念，理念会是精神化的自然——而是在理念的首要地位下。在自然中，理念“对自己是外在的”，而不是反过来自然在理念中对自己是外在的。自然是否定的，是理念的外在性，并且作为这种纯粹的外在性，它也相对于理念是外在的。通过这种不太直观的、公式化的表达方式，黑格尔试图陈述自然与理念关联的决定性基本特征：既是它们的同一性，也是它们的差别。因为从一个在这里仅仅确定同一性或仅仅确定差别的切入点出发，这种关联根本无法被思考。即使从理念向自然的过渡只能被作为前提预设，而不能被发生论地描述时，情况也是如此（3§ 247）。

(2) 对黑格尔来说，自然的“外在性”并未体现在它的“广延”中——尽管与精神不同，它无疑是一个广延的事物，因而是“广延实体”。“外在性”体现在概念规定彼此之间的关联中，体现在它们在这里“具有彼此独立且个别化的持存的映象”，并且同样体现在自然中的概念规定没有作为自身在逻辑上的精确性中被坚持。“概念规定的踪迹当然会一直被追寻到最细微的个别之中，但这最细微的个别不能被它们所穷尽”。这一明确的表态就已经否定了经常对黑格尔提出的泛逻辑主义指责。例如，类与种的逻辑关系同样适用于自然——但在自然中取代概念规定性的，是“物种无规定的多样性”。到底有67种还是更多种鹦鹉，只能通过经验计数，而无法再由概念规定（GW 12.218），这甚至适用于空间的三维。尽管黑格尔免除了几何学推导演绎这三个维度的任务，因为它不是一门哲学科学，但这本来可以被理解为自然哲学应当承担此任务，且在讲授课中黑格尔也表示，这种三一性必须“被证明，而非仅仅被指出”（GW 24/1.535）——但他在这方面并未做出什么努力。因为仅仅提及逻辑环节的三一性是不够的，特别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也有着内容上的规定性，而他自己对于空间三维却否定了这一点。

黑格尔也承认，在寻找这类“踪迹”的尝试中，他尚未达到自己所认为可能和期望的深度。所以他虽然指出了“一些基本特征”，“即自由运动的主要规定是如何与概念相联系的”——但他随后非常坦诚地表示，这“在其理据上无法被更详尽地展开，因此目前必须听任其命运。”（§ 270）这些论述清晰地展示了黑格尔的倾向：对他而言，自然界形式的多样性并未展现自然对抗概念统一的权能，反而是展现了“自然的无能”：它无法坚持把握概念。然而，在概念的视角下显得是“自然的无能”的，在生命的视角下却表现为它的丰富性。黑格尔在此也谈论了“无限的丰富性”——但他对此不以为然，尤其因为这并非哲学的主题，于是他将其与“偶然性”联系起来。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不希望这“无限的丰富性”被“赞美为自然的高贵自由，亦或自然的的神性，或至少是自然之中的神性”的话。因为在这里绝对谈不上“自由”，对他来说“神性”并不存在于随意多样的形式的“外在性”之中，而是在逻辑规定的统一之中（§ 250）。

(3)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属于一个自然概念经历了极端张力和摩擦的时代。在18世纪，通过一项划时代的理性化成就，自然的“祛魅”过程原则上完成了，并概念化了（JWA 2.399）。诚然，这并不能阻止其后续历史一直延伸到现代。但近代早期对自然诠释的力量已被打破：自然不再被认为因堕落而败坏，进而带有恶魔色彩，奇迹也不再是自然的构成环节。那些受神学主导的诠释已被将自然理解为一种由法则规定的、因此是可计算的关联所取代。

但这只排除了几种神学的倾向，仍留有其它许多选择：18世纪的自然神学将自然在其合法则性中理解为造物主的作品，而造物主的善良、智慧与权能又能反过来从其受造物中被认识：苍天颂扬永恒者的荣耀，且不仅是苍天，甚至最微小、最不起眼的造物都在颂扬。在18世纪末“感伤主义”的氛围中，自然甚至被赋予了神性的特质；它自身现在也被体验为一种“神圣者”，即“神圣的自然”。但同样存在着对立观点：尽管雅可比在许多特征和表达上接近“感伤主义”，但他与许多其他人一起，描绘了一幅按规律理解的自然图像，将其视为“一条从始至终毫无间断的、全由起作用的原因构成的因果链”。这样的自然遮蔽了上帝，并在一种中性的无神意义上对他变成了一种反上帝的自然，他现在用阴暗、近乎诺斯替色彩的笔触来描绘它：他称其为“一位可怖的、从永恒到永恒只孵化着映象和影子般生命的夜之母——只要天亮，便是死亡、毁灭、谋杀与谎言。”（JWA 3.117,12）相反，谢林在其学园演讲《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联》（1807）中称自然为——明显呼应了斯宾诺莎的“能动的自然”——“世界神圣的、永恒创造着的原始力量，它从自身之中产生并能动地创造万物。”（SW I/7.293）与这些既令人印象深刻又相互对立的图像相比，黑格尔对自然的诠释显得很谦逊，甚至几乎显得苍白。对他来说，自然既非反神性亦非神圣之物——因为自然对他而言是“理念”，但只是“处于他者存在形式中的理念”。因此“人们可以在自然中、也应当在其中赞叹上帝的智慧”——但与自然神学的执着于自然相反，“精神的每一个表象，即使是它最糟糕的幻想、最偶然的任性的把戏，甚至是每一个词语，都要比任何单个的自然对象——比如凡尼尼的那根麦秆——更好地成为认识上帝存在的根据”。黑格尔还以一种挑衅的方式提升了精神对自然的这种优越性：即使是“直达于恶的”任意，“也比星辰按法则的运行，或植物的无辜，是无限高得多的东西；因为那样迷失的东西，仍然是精神。”（§ 248）这样的言论不断引起争议——黑格尔在此无疑与歌德有着最遥远的距离。但这些并非出于对自然的敌意，而是逻辑一致地源于黑格尔将自然理解为一种“阶段的体系”，其最终的阶段被超越走向精神，以至于精神在整体上属于比单纯自然事物更高的阶段。即使是恶也是自由的产物——因此它比单纯的自然要多（§ 248）。自然的缺陷仿佛恰恰表现在它甚至不能变恶。

(4) 他的自然概念的另一个特征，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的这些引论部分没有以同样的规定性明确表达出来——也许只是因为从他的总体切入点来看，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讲授课中他对此非常详尽：“自然”并非仅仅是某种“客观的”、从外部给予意识的事物；它不是“一个与我相对的实体性的事物，它同样是我的[…]。它既是精神的事情，也是对抗精神的非精神事物，但对精神而言并不陌生，反而是在这个他者中精神拥有了自己。”自然并非任何单纯直接的东西，而是始终被精神把握的东西——且这种认识也并非一种纯粹由对象所规定的经验知识，而毋宁说是我们概念化的一种补充。因此，谈及自然法则时他说：“我们从外部获得它们，但我们在其中获得了我们自己的东西。普遍性的形式是我们自己的形式。”（GW 24/1. 4 f.）

这个切入点归功于先验哲学的遗产。尽管如此，黑格尔从未将这种被认知的、始终也是由主体性的成就所构成的自然与一种“自在的自然”对立起来：正如它在意识中所是的那样，它就是那样——并且给它自身指派一种超越意识之外的“真实的”却不可认识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对于意识所勾勒的自然图像而言，起构造作用的不仅仅是独立于时间而有效的先天的认识条件，同样还包括文化历史、人类历史发展的沉淀。这已经显示在对上述不同的神学诠释的考察中，也显示在对自然机械论和目的论诠释的对立中。对自然的经验是世界经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既预设了先天的概念框架，也预设了每个时代广泛的精神性。

(5) 基于这些先天的与历史的前提预设，对黑格尔来说，自然“应当被考察为一个阶段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必然从另一个阶段产生，并成为它由此产生者的下一个真理”。因此，这种切入点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将自然理解为一个“阶段的体系”，而在于它们的结合：黑格尔勾勒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全景图：以阶段次序的形式展现的自然现象的完全一致的关联，显示出一种朝着日益连贯和观念性方向发展的趋势——从基本的彼此相外在，直到心理上的观念性。”（Wandschneider 2001, 166）而这个被理解为贯穿一致的关联的“体系”，在黑格尔看来绝非纯粹事实性的、不透明的事物。作为开普勒“辉煌发现”的前提预设，他赞美了“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理性的深刻信念”（§ 280）。不仅他自己的构想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理性存在于自然中，自然恰恰因此且仅在其包含理性的程度内才是可认识的；而且他构想本身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在另一处指出这种“信念”的并非教条主义的、而是启发式的特征，“即概念猜测自己在特定自然中，并把握了一种自然哲学的理念”（§ 312）。因此，自然哲学的任务便是将这种猜测提升为确知。

(6) 将自然的“体系”构想为一种不仅连贯且超越自身的阶段次序，可能被解读为对进化论的预测，尤其是进化论可以轻松地融入黑格尔的构想之中。但黑格尔正是为了防止这种误解，用强调的口吻继续他那句话：“但并不是说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自然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构成自然根据的内在理念中产生的。转变只属于概念本身，因为只有概念的改变才是发展。”撇开那些关于黑格尔在这个世纪之初（而该世纪中期进化论思想才开始凯歌前行）明确排斥了进化思想的廉价嘲笑不谈，有两点不应被遗忘：黑格尔之所以排斥进化思想，正是因为它当时未得到经验科学的证实。他认为这只是“旧的乃至新的自然哲学的一个笨拙的表象”，这种自然哲学试图通过将这样一个进化过程“置于过去的黑暗之中”以使其更清晰（3§ 249）——而他不想加入这种做法。因此他认为“进化”和“流溢”甚至“转变”一样，都是可疑的诠释——尽管“转变”一词暗示着他与歌德之间既有的并一直试图寻求的亲近关系（GW 24/1.518–522）。此外，黑格尔将自然理解为一个自身关联的“阶段的体系”，其范围比进化论要广阔得多，而进化论仅对“有机物理学”具有局部意义。

9.3.4 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

(1) 自然哲学的一个突出任务，是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体系”，并将其作为整个哲学体系内的整合环节，通过在其中证明“概念规定的踪迹”来做到这一点。通过这种方式，自然哲学将自己与形式上的特殊形而上学的理性宇宙论区分开来，但同样也将自己与浪漫主义和谢林的自然哲学区分开来。似乎直到过去三十年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才成功地走出了他们压倒性的阴影。诚然，早在耶拿时期，在他自然哲学的第一个草稿（见第 II.4.6.5 章）中，黑格尔就试图拉开与谢林的距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多次——有时颇具论战性地——与谢林的“形式主义”划清界限，无论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还是在私下向他（当时的）朋友保卢斯保证，他“过于专注于数学，最近是高等分析、微积分、物理学、自然史、化学，以至于没有受到那种自然哲学的狂热的感染，即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仅凭想象力去哲思，将甚至到了荒谬地步的空洞念头视为思想。”（30.7.14）凭借自《全面教学纲要》（1817）中提出并在1819/20年以来讲授及进一步发展的构想，他拥有了一种独立的、不可混淆的切入点。然而，直到最近，接受史一直省却了必要的区分努力，而是宁愿沉迷于那个——此外还被误解的——关于黑格尔据说通过思辨取消了一颗真实存在的行星的轶事中（见第 II.4.2 章）。

(2) 用后来的区分来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一门“质料的”学科，而不是对自然科学进行批判性反思或甚或自然科学科学论意义上的“形式的”学科。它也“不旨在对理论的自然科学学科提供形而上学的奠基”。它放弃了“试图通过先天的理论认识来对经验科学的自然认识提供理据，或者去揭示数学物理学家不可或缺的形而上学前提预设。这种放弃是一种收获。”（Fulda 2003, 143）自然哲学不把自然科学作为主题，而是——像自然科学一样——以自然为主题。然而，它通过其把握对象的特殊提问方式，与自然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而这种提问方式是经验研究根本无法企及的。它不进行自然研究，也不追问单个的自然现象，而是将自然——作为理念的他者存在——理解为一个整体，并且不只是作为一个僵化的“阶段的体系”，而是作为一个“鲜活的整体”。它的排序是按照主观性结构的连续形成来进行的，因为这些结构标示了从自然到“精神”的过渡，“精神是自然的真理和终极目的，并且是理念真实的现实性。”（3§ 251）。因此，对黑格尔来说，关键从来不是对“自然”中某个对象或现象的纯粹理论理解，而总是其在精神回归自身的道路上的位置——尽管他同时也坚持考察单个对象并试图把握它们。

对黑格尔而言，“自然”并不是单纯的“客观之物”。因此，与其保持一种纯粹的理论关联仅仅是一种抽象。把握自然总是包含着精神自我把握的过程。黑格尔由此规定了自然哲学的概念：它既不是一门“客观的”、纯粹理论的学科，其最高任务反而在于“联结对立项”，即联结决定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两方面：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接入点。在理论的把握中，“自然”最初显现为我们所惊叹和敬畏的，独立于我们并自为持存的，作为一个能动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存在，因而作为主体。它也绝不是抽象的他者，不是自由单纯的对立面，那个让自由徒劳地消耗自己的对立面，相反，它本身是在内部按理性构建的，因而是我们自由的前厅。

尽管如此，对我们来说，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实践干预的对象，成为被我们使用和支配、被剥削和摧毁，甚至通过人类理性的狡计被破坏和粉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直接身处其中的、与自然关系的无意识的撕裂状态。”“所以自然哲学的问题在于解决这个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对立的联结在于：我不仅把自然视为一个与我相对抗的实体性之物，同样也把它视为我的；反之亦然；自然不仅仅是无自我的，也是自为存在的。”（GW 24/1.4）

(3) 照此看来，自然哲学的任务主要可被视为实践层面的，即克服这种撕裂状态，实现精神与自然的和解。然而，这种对自然哲学任务的实践性规定在其实施过程中却退居其次了——尽管并未被撤销。它的通用操作流程——用之前引用的话来说——可以被描述为在自然中寻觅“概念规定的踪迹”——顺便说一句，这在方法上与绝对精神的哲学并无二致。人们同样可以用康德的话把这个纲领描述为阐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即使黑格尔并未由此追求形而上学奠基的意图。而且他明确强调，这里只可能涉及到这类“踪迹”或“形而上学初始根据”：“概念规定的踪迹当然会一直被追寻到最细微的个别之中，但这最细微的个别不能被它们所穷尽。这种继续推导和内在关联的踪迹常常会让观察者感到惊讶[…]。但必须警惕的是，不要把这种踪迹当作诸形态的规定的整体性”（3§ 250）。因为这不仅违背了自然的概念，自然的概念本来就包含着偶然性、外部排列甚至是自然的无能，而且这会使自然变成完全由逻辑所规定的东西。在寻求对自然规定进行完全逻辑推导的纲领中，黑格尔进一步看到了这样的危险：那在哲学上诚实的层面上已无法通过先天被把握的自然维度，会被一种假想的、受理智引导的标签所掩盖，从而使得自然哲学沦落为一种“按照类比的表象和幻想的操作流程（乃至狂想）”，只是“外在地将规定和图型印”在对象之上（§ 246）。

(4) 为了其在实践上的任务，自然哲学旨在认识概念的“踪迹”，从而旨在认识自然中先天的东西。但正是为了揭示概念的这些“踪迹”，而不是陷入泛逻辑主义，并随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形式主义，经验是必需的。黑格尔对此有着极其清晰的认识，恐怕无人能说得比他更明白了：“哲学不仅必须与自然经验相一致，而且哲学科学的产生与教化以经验物理学为前提预设和条件”。并且黑格尔要求，“除了在哲学进程中指出符合对象概念规定的对象本身之外，还必须指出并且指名与这种规定相对应的经验显象，并展示出它确实与前者相符。”当然，在强调经验科学作为前提预设特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自然哲学现在必须从经验科学开始，或者甚至要借由它来获取合法性——因为即使对自然科学来说同样适用：“科学的产生过程与前期准备工作是一回事，科学本身又是另一回事”（3§ 246）。“当科学成熟时，它当然不再从经验事物开始，但它要获得实存，就必须有一个从单个到特殊、再到普遍者的过程”（V 9.76）——即归纳的过程。

这种说法绝不仅属于纯粹纲领性宣言的层面，也不会在随后对自然哲学的详细阐述中因无人理会而失效——因为早在黑格尔大量借鉴同时代单门科学的成果，以及他偶尔纠正它们的假设时，这就得到了反驳——不仅过去三十年的研究文献证明了这一点，最近版本的注释也能说明。黑格尔的批判并非针对诉诸经验，而是针对经常从经验中得出的错误结论，尤其是自然科学背后隐藏的“知性形而上学”——例如反对“用不可名状的形而上学泛滥于物理力学之中，这种形而上学——违背经验与概念——”仅仅依赖于数学规定（§ 270）。这种针对将经验结果作错误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的批判，针对“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3§ 320）的批判，贯穿于他的整个自然哲学。与此相反，他要求关注经验——肯定不是以停留在经验为目标，而是为了终结将经验与恶劣的知性形而上学混淆的做法：将现象从被知性反思与形而上学扭曲之前拯救出来，并为寻找一种更适合现象本身的对经验的思辨诠释争取空间。由此，他也反对同时代人试图将自然现象还原为物质性，并在这个过程中迷失在同义反复中——比如通过将声音归结为“声质”或热量归结为“热质”（§ 304 f.），甚至最终将睡眠的能力归结为一种“催眠力”。于是他的抱怨最终达到了一个呼吁的顶点：“科学究竟何时才能做到，对它所使用的那些形而上学范畴获得一种意识，并且用事情的概念去取代它们作为基础！”（§ 270）

(5) 自然哲学的关系中存在紧张的，并非对“经验”本身，而是对经验发现的那种恶劣的形而上学诠释——以及数学诠释。诚然，在涉及数学功能方面，黑格尔极其精确地划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介入方式。他认为，借助数学来阐述经验发现的内在合法则性是完全合理的操作流程——因此他赞扬了拉格朗日，后者在其《解析函数论》中，通过将数学函数应用于力学，表现出“不想把这些规定用作对法则的证明，而是像这门学科理应的那样，从经验中提取法则，然后将数学处理应用于其上。”（§ 267）他认为只有在自然科学错误使用数学可能性时它才误入歧途——当它“把为了数学规定所必须画的那些线，变成了物理上的现实性。”（§ 270）因为这毒害了一个基本的洞见：“人们必须知道，应用数学不能证明任何自然法则。”（GW 24/1.38）毫无疑问，黑格尔并未总是能从经验研究中识别并吸收在后来的科学史发展中被证实和接受的东西——但在这方面，他的自然哲学与他那个时代的经验自然科学毫无二致。他偏袒歌德的色彩学说而反对牛顿，这并非基于赞成或反对经验的某种立场。相较于低估经验科学，人们也许更容易指责黑格尔高估了经验概念对较近自然科学的意义。

(6) 然而，如果黑格尔将经验科学所宣扬的“经验”仅仅理解为未受理论触及的、对单个事物的收集及执着于此，那么他绝难赋予它这种构成科学的重要性。但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此理解经验，恰恰会破坏经验科学的概念。“经验并不只是感官的摄取，而是本质上致力于发现普遍者、法则和类别，当它产出这些东西时，它就产生了一种属于理念、概念之领地，并能被吸收到概念领地中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经验科学概念早在近代哲学真正开始之前——即在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中——就已经确立了（V 9.76）。

此外，黑格尔赋予“经验物理学”，亦即整个经验自然科学的作为哲学科学“产生与教化的前提预设”的那种结构性意义，并不仅仅像根据上下文可能理解的那样（§ 246），专门针对自然哲学。这一陈述的意义，从他的哲学史讲授课中的一段话可以明了，在其中黑格尔以同样的方式、极为强调地指出：“如果没有经验科学自身的发展，哲学不可能比古代人走得更远。”（V 9.76）因此，黑格尔将一种构成功能赋予了经验科学，这种功能对近代哲学的整体——甚至最终对“绝对知识”的培养——都至关重要（GW 9.430）。

9.3.5 力学

(1) 作为自然的第一阶段，黑格尔探讨了“力学”——它是具有奠基功能但同时受限的一个自然现象领域：包括空间和时间、质料与运动，尤其是天体的运动。然而，力学的奠基功能并没有诱使黑格尔对自然进行机械论的解释（Wahsner 1996, 116），即将其决定论地诠释为一个封闭的因果关联，这在启蒙运动末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至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第三重冲突”（B 473），甚至延续到了雅可比那里。相反，黑格尔旨在“限制机械解释的位置，遏制那些夸大其词地断言自然只不过是原子或物质粒子的机械运动体系的论调。”（Stekeler-Weithofer 2001, 132）在第一章中，黑格尔首先探讨了在“有限力学”之前的现象：空间和时间，地点与运动。在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中，他看到了作为“彼此相外在”或“外在于自身”的自然的首要规定。这种彼此相外在不能作为空间自身的谓词被述说——仿佛它除此之外还是别的东西。它是绝对的彼此相外在本身，“仅仅是绝对的外在于自身存在”（GW 24/1.14）。但空间在实在中并非真的被其内可能存在的差异所分割——所以它“只是彼此相外在和否定的存在的可能性，而非这种状态的设定，因此是绝对连续的”，“纯粹的纯量”，“作为直接且外在地存在着的”，或者是那直接的外在性的纯粹形式或“抽象[…]”。

就此而言，黑格尔在此也看到了与牛顿绝对空间概念的触点，不过前提是他将“绝对空间”理解为“抽象的空间”（GW 24/1.20）。他更接近康德先验哲学关于空间作为直观形式的概念。但黑格尔明确拒绝从“主观观念论”的意义上片面地将空间的这种形式特征理解为仅属于主观认识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诚然是形式；但它们也具有实在性，特别是它们能“打死我们”——比如被一块飞来的砖头（GW 24/1.25）或者一颗铅弹（GW 24/1.553）。然而，我们不可能将空间与时间的这种观念性和实在性分离开来并使它们相互对立。空间就仿佛“一个中间事物”（GW 24/1.15）——而如同空间一样，“时间也与客观性和面对此客观性的主观意识之间的区别毫无关系。”（§§ 253–261）

(2) 在空间和时间的这种居中地位中——介于主观诠释和客观诠释之间——体现了黑格尔切入点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也是非常显著的特征，在于黑格尔在空间和时间之间建立的紧密的概念啮合。它们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空间内部的辩证法就是过渡到时间。[…] 时间反过来也是一个向空间的过渡[…] […] 于是时间过渡到空间，空间过渡到时间。”（GW 24/1.23 f.）。只是表象赋予了它们互相独立和互不相干存在的映象，然而实际上只能将它们放在一起——连同质料和运动一起——来加以把握。在如今，这种对表象的批判其土壤比在当时更为肥沃——尽管为了这个理由将黑格尔抬举为相对论的先驱显然是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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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时间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体现在第二对概念即运动和质料的概念中得到了实现。运动是“将这两个对立着的环节结合起来的统一”，而黑格尔将质料引入为运动内生矛盾“向自身之内的塌缩”。因此，黑格尔并不那么热衷于将质料规定为“复合物”或“不可穿透的”，他更关注的是其“重力”的规定。在重力之中包含着，物质性身体“本质上拥有运动，也就是说，时间以空间的方式设定自身，而空间以时间的方式设定自身。质料是空间与时间的统一，但在其中它们之间的区别尚未在它身上被设定。”（GW 24/1.28）它是空间性的，但它也具有绵延的时间要素，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运动，恰恰存在于它的重力之中。因为物体由于其重力而执行的坠落运动，并不是像被抛出的或被推动的物体那样只是外在地归属于它；虽然这种抛掷运动只是一种“偶然的”运动，但自由落体运动是物体“本质的”、“内在的”运动。因此，黑格尔坚持认为，即使在抛掷中，偶然运动和本质运动也属于一体，而在方法论上将前者孤立出来——变成纯粹的、仅被摩擦力阻碍的抛掷运动——“既不属于经验，也不属于概念，而只属于抽象的反思”，并且“有限运动不可分割地与重力结合在一起”（§§ 261–268）。

因此，“引力”在黑格尔看来是“质料的实体”，或是“物质身体性已在理念中实现了的、真实确切的规定概念”，并组织了一个“多个身体的体系”。因为“运动作为运动，普遍地仅仅在一个由多个身体组成的体系中——而且是根据它们彼此之间的不同规定而处于关系之中——才有意义和实存。”

(3) 天体之间的关系，“在其中重力的概念为其自身被自由地实现了”，被黑格尔在“绝对力学”的标题下作为“绝对自由的运动”进行探讨。在这里，他主要试图证明，牛顿对开普勒法则的“证明”，实际上部分是由这些法则自身推导出来的，部分则不够深入，只要它们只证明了行星轨道必定具有“圆锥截面”的形状，却未具体证明其为椭圆；且部分也是“仅仅由归纳从经验中被指出的”。他强烈反对“泛滥于物理力学之中、不可名状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仅仅基于数学规定，却——“违背经验和概念”——将它们夸大为实在的力，特别是离心力和向心力；像在《逻辑学》（GW 11.228 f.）中一样，他对这种粗糙感性且难以令人信服的表象感到愤慨，即在行星轨道的某些特定点，即远日点和近日点上，一种——甚至较弱的——力会压倒较强的力。不过在1819/20学年的讲授课中，他区分了牛顿一方面和他在法国及德国的“鹦鹉学舌者”另一方面，后者“带来了许多混乱”（GW 24/1.30）。他自己试图在作为基础的规定性的复杂性中寻找运行轨道为何是椭圆而非圆的根据：由于在这里“空间与时间的规定在其相异性中、在其彼此相对的质的关系中出场了，必然地，这种关系在空间性自身中表现为它的差别，由此便需要两个规定。由此，这个回归自身的轨道其形态本质上变成了椭圆。”（§§ 269–271）

9.3.6 物理学

(1) 自然哲学的中间部分由“物理学”构成，作为尚未具有生命之自然阶段的体系。在“普遍个体性的物理学”的标题下，黑格尔首先探讨了天体体系，在耶拿时期（见第 II.4.6.6 章），他在体系上仍将其置于尘世物体物理学和力学之前。虽然在这里他并未简单地将天体作为现存的引入，而是从质料的概念过渡到光的概念：“质料现存的普遍自我便是光，——作为个体性时是恒星，而作为总体性的一个环节时则是太阳。”因此，对黑格尔来说，光与质料存在着差异化的同一性——即作为质料单纯的“纯粹观念性”，作为“抽象物”（GW 24/1.49），因而是绝对轻的、不可称量的——一种“无限的外在于自身，但作为纯粹显现”。然而，光本身恰恰不是物质的；黑格尔反而试图消除光所有指向物质性的规定——从“离散的、单个光线、粒子及其束”——以成全光的单纯简单性。

当黑格尔在此没有把重音放在个体性、放在太阳作为中心天体的地位上，而是放在光的概念上时，他所探讨的作为光之对立面的，与其说是“黑暗”，不如说是月球和彗星体。它们相对于太阳和地球存在的差异在于，它们不绕自己的轴旋转，而是绕着中心天体旋转。相比之下，行星——尤其是地球——在黑格尔看来则有着显著的特征，即它们既绕自身的轴又绕中心天体旋转。这些不同运动形式——绕轴自转、绕中心天体公转，以及既自转又公转——之间差异化的关联被黑格尔理解为天体体系——而这种差异化对他来说正是一个证明，“证明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理性”，而非纯粹的偶然性——他将此思想与开普勒的发现相联系。

但是，黑格尔并未试图从其内在的“理性”中推导出该体系内部关系的进一步规定性——既不涉及我们的太阳系相对于其他星系的关系，也不涉及我们体系内行星的数量或大小，甚至没有涉及他已在其教授资格论文中问及的距离顺序（见第 II.4.2 章）。而且他也没看到有其他机构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至于行星的序列，天文学对于它们最邻近的规定性即它们的距离，还尚未发现任何真正的法则。”（3§§ 272–280）在从普遍者到个别的下降序列中，黑格尔接下来探讨了地球作为“个体性的形体”所应有的普遍规定：“元素总体性的规定”或“普遍的物理元素”：空气、火、水，以及土——其中火和水又构成了一个对立，一个本身分裂的中间项。在这里，黑格尔有意识地坚持传统意义上的“元素”概念，反对当时新出现且被他定性为“任意的”的“化学单纯性”的含义。元素构成了被黑格尔称为“地球物理层面的生命，即气象学过程”的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在这个广泛的标题下，他还加入了地震和火山活动。

着眼于地球的普遍过程，黑格尔对在其中“再次认识并证明出，与在个别形体性过程中出现的相同的那些规定”进行了争辩，他尤其反对“将现象的所有关联转化为各种物质和质料，部分是不可称量物，这使得每个物理存在物变成了已经提到过的质料的混沌，并在每个其他事物虚构的孔隙中穿梭进出。” 如果把这归于“思辨 vs. 经验”的标题下，这种抗议也未被正确把握。毋宁说，黑格尔强调，这样一种理解并不能依靠经验来支撑：“人们还假定一种经验实存，而在经验上它却不再显现了。”（3§§ 281–289）

(2) 在下一个思想步骤中，黑格尔探讨了——在“特殊个体性的物理学”这一标题下——在此时已不再是元素性的、而是个别的身体上出现的那些规定：比重和内聚力以及声音和热。与天体体系不同，在这里将这些现象汇集起来令人感到惊讶。特殊比重与普遍重力的区别在于，在其中所寻求的统一不再落在形体之外的重力中心里。黑格尔非常强调指出，当他谈到“物质的组成部分”时，“不应理解为原子或分子，也就是说，不是独立地为自己持存着的，而是仅仅在量上或偶然地存在差异，以至于它们的连续性本质上不能与它们的相异性分离开来”——就像芝诺的悖论，也只有当空间和时间被设想为分解为无数孤立的时空点时，才是无法解决的。——在声音现象中，黑格尔根据同时代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对他而言，空间性与时间性混合在一起；并且从声音的基础即振动出发，黑格尔过渡到热的概念，尤其因为通过膨胀现象，热也可以与空间概念建立关联。相反，在这里黑格尔对当时同时代假定存在一种特殊的“热-质料”的观点展开了论战，在这方面他再次看到了一个劣等知性形而上学的幻想产物（3§§ 290–307）。

(3) 第三节，个别身体或“总体个体性的物理学”，其组合逻辑是最难看穿的。黑格尔在这里以“形态”概念开始——但他随即从形态直接过渡到磁性及其与电性和化学主义的关系。着眼于此，他赋予自然哲学重要的中介功能：坚持这些现象的同一性，同时也不放弃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前，磁性、电性和化学主义是完全隔离的，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每一个都被视为独立的力量。哲学把握了它们同一性的理念，但同时也明确保留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在物理学最新的表象方式中，似乎跳到了这些现象完全同一的极端，从而产生了这种需要——这些现象必须同时也应该被相互区分开来。”（3§§ 308–315）在“个体形体的特殊化”这一标题下，黑格尔首先详细地探讨了光的现象——并在此过程中，他再次讨论了牛顿的《光学》和歌德色彩学说之间的差异。作为其他的现象，他探讨了嗅觉和味觉——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随后他还讨论了“电学”（3§§ 323–325）。

最后，黑格尔相对详细地探讨了“化学过程”。在《全面教学纲要》（1817）中，他仍将其置于“个别化”这一关键词之下（¹§ 252–260）；相反，在随后的两个版本中，他看到了化学过程的独特之处在于双重运动：“联结”的运动——作为一种“从无差别的身体出发，通过它的激发走向中和”的运动——和“从这种联结返回，直到分解为无差别的身体”的运动。在这里黑格尔同样试图借鉴同时代科学中的现象——尤其是电流作用。他探讨了它与电性和化学主义的关联，并且在这里也同样对同时代的“将电性和化学主义等同”的做法进行了论战，在这种等同中，作为独立现象的电流作用被消解了：所有“在化学过程中出现的比重、内聚力、形态、颜色等的变化，以及酸性、苛性、碱性等特性的变化都被抛在一边，一切都在电学的抽象中被淹没了。”因此，他对各门特殊科学提出了要求：“人们不要再指责哲学的抽象脱离特殊物，不要再指责其空洞的普遍性了！既然他们为了正电和负电就可以轻易忘记形体性的所有这些特性。”另一方面，他赞同地引述了贝托莱对在没有分析化学反应具体情况时的“选择亲和力单方面条件”的批评。化学过程应始终“在其完整的总体性中”来把握，即“作为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推论的三元组合”，并且要克服“仅仅将总体化学过程抽象地表象为一个物质对另一个物质作用”的做法。同样，在这里黑格尔的目标也是去“反制那种不仅在化学中、也在物理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形而上学，即关于物质在所有情况下都不变相的思想或者毋宁说混乱的表象，以及关于物体由这类物质复合与构成的范畴。”在化学过程中，黑格尔看到了已预示着“生命”的特征：“个体的形体在其直接性中同样既被扬弃又被产生出来”。他还指出在化学中，“合目的性的规定”已然被用来提供解释。对于从化学主义到有机体这一过渡的决定性要素是，前者否定了预设的条件和特性，将其降级为产物，或者设定了“直接实体及属性的相对性”，进而通过这一过程使其成为个体性的一个环节。借此，他在概念上构建了向作为自我产生和自我维持过程的生命的过渡（³§§ 326–336）。

9.3.7 有机物理学

(1) 早在从化学主义过渡到有机体时，黑格尔就已经回溯到了“活动性”的概念，并在“有机物理学”的开端重新接续了这一概念：即凭借“主观性”概念。它证明了自己是这一特定领域的关键概念，因为它构成了这整个领域的结构：它已然奠定了“地质有机体”的根据，并且更为强化地，作为“特殊的、形式的主观性”，成为了生命的植物有机体，最终，“作为个别的具体的主观性”，成为了动物有机体。“有机体的阶段”因而便是主观性、活动性以及自我关联着的活动性的实现阶段。借此，自然哲学同样对回答“将实体同样确切地理解为主体意味着什么”作出了贡献。诚然，主观性的展开在这里仍局限于活动性和自我关联的阶段。为了达到那能进行思维活动的自我关联、那具自我意识的主观性，需要进行一小步却也是决定性的一步：即从自然王国向精神王国的过渡。

(2) 这恰符合该构想的逻辑：作为第一阶段，即“地质自然”，占据了一个独特的、矛盾重重的位置：一方面，黑格尔将其称作“生命”——但这种生命在此仅仅是“直接理念”，因而实质上是“非生命”、死寂的生命。他称“地质自然”为“第一有机体”——然而这是一个作为“以无生命方式实存的、机械的与物理的自然整体性”的有机体，可谓是无机物的有机体。它或许有一个形成过程——但这已是过去的、“一个作为前提预设的过去”。尽管如此，地球表面不仅是各种个体形体的“普遍体系”，也是“气象过程的直接主体”，作为如此它是所有生命的基础。它“在每一个点上都无限地爆发成点状的及转瞬即逝的鲜活性”——通过“自然发生论”，或用今天常用的观念来说，通过“涌现”（³§§ 337–342）。

(3) 关于地质自然与植物自然之间的差别，以及“植物自然”王国其内部的结构化，黑格尔都是以主观性的展开为线索进行规定的——即在点状、转瞬即逝的主观性与塑造出一个“客观有机体”之间的差别，或者是根据这个有机体及其主观性之间的关联：在植物中这两者还仍然是同一的；植物“仍未能成为自为存在着的主观性”，“以对抗其自在存在着的有机体”。它固然是个体性，但“还未被解放为主观性”：它未能自行规定它的地点；其营养吸收的过程并非随意的，而是“持续涌动的”，且它“并不是对个别化的无机物发生关联，而是针对着普遍的元素。”黑格尔更具体地将植物的生命过程具体化为形态发生过程，即植物内在的二分及其生长以及一个新个体的产生；并且将其规定为植物生命向外的特殊化——例如朝向水、土、光与空气——以及最终规定为类别过程，但在植物生命这一阶段，类别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与形态发生过程重合在一起。

黑格尔在这里的目的是对植物生命过程的独特性进行规定——以区别于无论是化学过程还是动物过程。在对其植物生命的诠释上，黑格尔求助于歌德及其同事卡尔·海因里希·舒尔茨。歌德的“植物的转变”开创了关于植物本性的合理思考的端绪，因为这“将注意力从仅仅纠缠于细节事务转移出来，引向了认识生命的统一”。作为将生命过程与之前的各个阶段区分开来的“主要问题”，黑格尔突出了“实体的改变，即普遍地把一个外部的或特殊的质料直接转变为另一个质料”；“出现了一个点，在那里，哪怕是以化学的或者类似的机械方式去追溯中介，都被中断了并且变得不可能。这个点是无处不在并且贯穿一切的，而由于对这种简单的等同化及其简单的二分的无知，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不承认它们，这使得构建一门研究活生生事物的生理学成为不可能。”（³§§ 343–349）

(4) 直到面对动物有机体，黑格尔才将其视为“真正的有机体，在其中外部的形态与概念相一致，即部分本质上成为了肢体，并且主观性作为贯穿整个整体的一个统一而实存。” 试图将有机体分解为其各部分的做法是解剖学家的工作，但解剖学家所分析的仅仅是死物，恰恰不是有生命之物：“他们手中所有的仅仅是碎片。可惜缺少了精神纽带”（GW 24/1.133）——这正如黑格尔用墨菲斯托费勒斯的口吻所进行的嘲讽（Vers 1938 f.）。在动物之中，有机的个体性作为主观性“出场了，这是只要形态本身的那种外在性已在观念上被理想化为各个肢体，有机体在其向外的过程中保持了那将自身维系于内在的自我统一。”并且，作为比植物更复杂的主观性的其他特征，黑格尔列举了自我运动、声音、动物热、间断性内摄以及感觉。

黑格尔类似于植物生命过程，将动物的生命过程规定为这几个名目：“形态”、“同化”及“类别过程”。然而在这里，动物生命中的“形态”本质上是“成形过程”。因此他在此探讨了当时备受讨论的话题，包括敏感性、激惹性以及再生繁殖，并且他把“神经、血液和消化体系”归配给它们——而后者被视为“直接的、植物性的、且在专属于内脏的体系中起着中介作用的再生繁殖”。这一成形过程概念的关键点在于，有机体“产生自身，即它恰恰就是那种肢体构造的总体性，以至于每一个肢体都交互地作为目的和手段，依存于其它部分并且抵抗着其它部分而维持其自身”。

让人感到困惑的是，黑格尔在谈论动物生命过程时使用了“同化”的说法——而且即便人们接受这一名目，也无法天衣无缝地将他在此所论述的所有现象都归入这一项下。因为黑格尔在此首当其冲地探讨了“理论过程”，即与敏感性概念相联系的五种感官的形成，随后是在激惹性概念基础上的“实践关系”：即对匮乏的感觉以及消除这一匮乏的冲动。冲动、本能、需求被黑格尔把握为诸多的否定，“被设定为包含在主体本身的肯定之中”。

因此，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凸显出主观性概念的地方：“像这样一个能在自身之内拥有其自身的矛盾且能忍受这一矛盾的存在物，就是主体；构成了主体的无限性。”在此上下文中，黑格尔还探讨了当时广为流传的布朗尼主义的刺激理论。布朗尼主义将所有的疾病还原为仅仅两种情况——亢进的与虚弱的——对此，黑格尔进行了嘲弄式的评论：“那只需半小时就能成为一名医生了”（GW 24/1.179）——这或许是对谢林曾经对其妻子卡罗琳之女奥古斯特·伯默尔治疗失败的一次反思。尽管如此，黑格尔仍将刺激概念的引入——相较于那种大谈外部起因之作用的做法——视为走向理解有机体迈出的重要一步：若要建立与生命之物的某种积极联系，它的可能性就必须被“由概念规定好，因而必定是内在于主体的。”然而，他用严厉的措辞坚决反对仅仅以纯量的方式去理解有机体的这些区别——而他对这种做法的指责，主要是指向谢林对布朗尼主义的接受和改头换面，而不是布朗本人：“导致这一迷途的起因，就在于那个根本性的错误，即在绝对者被规定为主观的与客观的绝对无差别之后，一切所有的规定由此便理应只是一种纯量上的区别。”黑格尔恰恰也是在《逻辑学》（GW 21.227）中向谢林提出了这同样的指责。而在此之后，他还对那种“非哲学的、粗俗感性的”形式主义提出了一种总体的批评，这种形式主义“只是简单地用碳与氮、氧与氢等去取代概念规定”。为了反击这样的形式主义，黑格尔提请人们铭记亚里士多德：他对活物“关于其应被视为以目的为导向地运作着这彻底的规定，在近现代几乎被遗失了，直到康德通过论述内在目的性，即主张生命应当被作为自为目的来加以考察，从而以他自己的方式再次唤醒了这一概念。”相比之下，黑格尔并未仅仅以康德那“方式”来把握内在合目的性的概念，即它只是反思性判断力的一个规定；他在内目的性的概念中看到了通常的“概念”结构在有机体身上的实现，看到了它的这种自我关联、向自身内部的回归、它的“自我闭合”（§§ 350–366）。

动物生命在“类别过程”中达到了其最高阶段。由于对“类别”和“物种”关联的规定，这为黑格尔提供了一个与动物学及植物学分类体系展开辩论的契机。相较于人为构建的体系，比较解剖学作为动物学的辅助科学在近代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而且这与其说是在扩大经验观察的广度上取得了进步，倒不如说是因为“其质料已然向着概念的方向努力加工”，即在各门个体科学对其材料的结构化上越来越趋向于哲学式的把握——接着黑格尔讨论了不同分类体系的优点：按照脊椎、按其“外貌特征”，或按牙齿及利爪——即按动物的“武器”分类。

然而，这种从经验科学向着概念的这种趋近是有其原则性界限的：“生命理念的直接性就在于，概念并未在生命中作为概念本身而实存[…]。动物界几乎更不可能如同其它自然界层级一般，展现出一个在自身之内自成一体而独立的理性的结构组织”——这正是因为自然中“概念的孱弱”。物种和类别的关系确然是一种理性关联，但单个类别与物种无法仅仅通过理性获得充分的规定；此外，类别与个体都被置于外部自然界众多条件的制约及其改变之中，这进一步使它们偏离那些由理性所规定的关系。

尽管如此，类别过程的基本规定是一种双重的否定：“如同对类别内在普遍性的否定，同样，也否定了作为单纯的自然之物、其所具有单纯的直接个别性”，这就是指类别以及单个个体的被设定和被扬弃。黑格尔将性别关系理解为对起初分化成各个个体的这样一种否定之否定。其根据在于，该个体对于其自身内在的类别有着不相称性，并由此衍生出了关于匮乏的感觉，驱使着进行互补的尝试。然而这种过程产生的并不是满足，而是不断产生的、新的一个个体，于是繁殖过程“不可避免地步入这无尽循环推展这种恶的无限性之中。这类别只有通过个体的衰亡来保持自己，个体在交配过程里完成了它的使命，并且由于它并无更高的定数而因此走向死亡。”个体的被毁灭固然可能由于外部发生，比如暴力致死，但死亡的本身就是一种偶然性。因为疾病和死亡早已存在于这一个体的概念之中了：“它向普遍者的不相称性，正是它原初始发的一种病，并且是致死的一粒天生的种子”，这生命自行终结了它自己。所谓的物理上之痛或恶即使可能源于偶然，然而其最终极的基础以及必然性则是源于其形而上学上之痛或恶。

(5) 黑格尔从这属于自然的事物的消亡出发，过渡到“精神”——“精神是这自然界的真理及终极目的，更是这理念的真实确切的现实性”（³§§ 251）——并且“这或许是黑格尔最为深奥的思想之一，即我们的精神恰恰在这大自然中、在伴随着我们这些拥有着自然性实存的人面临死亡销匿之际，觅得了自身的另一面对映形象。”（Fulda 2003, 152）然而在此处黑格尔却并未就此停留在那一套去宣扬自然这被界定了寿命之物其消逝及微不足道的说教之辞之中。在1819/20年的讲授课上，他在这里回到了自然哲学那实践向的课题任务：“当人们能够获知大自然其作为大自然时，这也就是精神对自然的和解。”（GW 24/1.181）因为能够去认知自然的自然这意味着将其外在性认识为概念的外在性，因此也就是将其确切地认定为一套各层级不断实现主观性阶段的体系。

但最重要的是，黑格尔试图从某种逻辑结构展示从自然过渡至精神的阶段：自然之物的死亡“恰是那形式上的对立的扬弃，那直接个别性与个体性的那普遍性的扬弃”。大自然的独有特征表现为那直接的个别性及其普遍性之间的一种不相称——仿佛这种直接个别性自身就理应要是那个普遍者一样——因而这单一个别便遭遇了被扬弃。但这在黑格尔看来只是其中否定性的一面；它形成向接着进入下面那个最高维度的过渡。由于那种能恰当地适合这概念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其只能出场展现在这种精神之中——通过“此概念的主观性，此概念的客观性也就是被扬弃了的这纯个别之直接性，这种具体的普遍”，这样便设定好了这概念，“正是这拥有了其所对应现实性的概念，即这享有定在的概念本身，——它便是精神。”（³§§ 367–376） 讲授课： 1819/20；1821/22；1823/24；1825/26；1828；1830。
——文本： a) 简明教程： GW 13, §§ 193–299; GW 19, §§ 245–376; GW 20, §§ 245–376; b) 听课笔记： GW 24/1–4。（原编辑：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卷。1819/20年讲授课。曼弗雷德·吉斯结合 K. H. 伊尔蒂希编辑。那不勒斯 1982年；黑格尔：1823/24年柏林自然哲学讲授课。K. G. J. 冯·格里斯海姆笔记。吉尔·马尔马斯编辑并作导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 2000年；黑格尔：1819/20年柏林自然哲学讲授课。约翰·鲁道夫·林吉尔笔记。马丁·邦德利与许南·塞尔曼编辑。汉堡 2002年 = V 16。——关于自然哲学的散页笔记： GW 13.561–564。——参考文献： 迪特里希·冯·恩格尔哈特：《黑格尔与化学。关于1800年前后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威斯巴登 1976年；奥拉夫·布赖德巴赫：《黑格尔思想中的有机物。关于1800年前后自然哲学与生物学的研究》。维尔茨堡 1982年；迪特·旺德施奈德：《空间、时间、相对性。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物理学基本规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2年；沃尔夫冈·邦西彭：《黑格尔的时空学说。基于两份讲授课笔记的呈现》。HS 20 (1985), 9–78；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 / 迈克尔·约翰·皮特里（主编）：《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经验主义与思辨性自然认识之间的关系》。斯图加特 1986年；奥拉夫·布赖德巴赫：《黑格尔的进化论批判》。HS 22 (1987), 165–172；布丽吉特·法尔肯堡：《质料的形式。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然形而上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7年；迈克尔·J·皮特里（主编）：《黑格尔与自然科学》。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7年；卡尔-诺伯特·伊米格：《黑格尔对引力的诠释。一项关于黑格尔与牛顿的研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9年；沃尔夫冈·邦西彭：《黑格尔关于自然哲学的讲授课》。HS 26 (1991), 40–54；斯特凡·比特纳：《作为自身陌生理性的自然。黑格尔自然哲学研究》。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论文 1991年，达姆施塔特 1993年；卡伦·格洛伊 / 保罗·伯格（主编）：《德国唯心主义中的自然哲学》。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3年；迈克尔·J·皮特里：《黑格尔与牛顿主义》。多德雷赫特等 1993年；卢卡·伊莱特拉蒂：《自然与理性。论黑格尔自然理念的发展》。特伦托 1995年；沃尔夫冈·诺伊瑟：《自然与概念。从牛顿到黑格尔的理论构成和概念史研究》。斯图加特/魏玛 1995年，148 ff.，175–216；雷娜特·瓦斯纳：《黑格尔自然哲学批判。基于当今自然认识之光探讨其意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 1996年；保罗·齐歇：《谢林和黑格尔哲学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模型》。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6年；沃尔夫冈·邦西彭：《康德、谢林、弗里斯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奠基。数学自然哲学对阵思辨自然哲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7年；乌尔里希·鲁希格：《黑格尔逻辑学与化学。关于“真实的度”的逐段注释》。波恩 1997年 (HSB 37)；托马斯·卡伦伯格：《自然的解放。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然与自我意识》。汉堡 1997年；斯蒂芬·霍尔盖特（主编）：《黑格尔与自然哲学》。奥尔巴尼 1998年；伯纳德·玛贝尔：《偶然性的考验。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第245至271节注释》。鲁汶/巴黎 2000年；奥拉夫·布赖德巴赫 / 迪特里希·冯·恩格尔哈特（主编）：《黑格尔与生命科学》。柏林 2001年；皮尔明·斯特克勒-魏特霍费尔：《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一种局部规定的尝试》。HS 36 (2001), 117–145；迪特·旺德施奈德：《黑格尔的自然本体论构想——在今天》。HS 36 (2001), 147–169；迈克尔·约翰·皮特里：《黑格尔主义与自然科学：一些当前的发展和诠释》。HS 36 (2001), 199–237；富尔达：《黑格尔 (2003)》，133–156；辛齐亚·费里尼：《从黑格尔生命理念中的地质性到动物性自然》。HS 44 (2010), 45–93（此处有进一步参考文献）；辛齐亚·费里尼：《黑格尔论自然与精神：一些系统性的评论》。载：《黑格尔研究》 46 (2012), 11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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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精神哲学

9.4.1 主观精神的流传与体系形式

(1) 关于（主观）精神哲学的这门讲授课对黑格尔具有特殊分量，这已经表现在，他在最后两次讲授课（1827/28和1829/30年）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较短的夏季学期，而是在冬季学期讲授它，以便能够以他觉得必须的详尽程度来处理这些材料。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目前的流传状况——尽管这些讲授课在此期间已经完整出版——并不完全令人满意：除了全面教学纲要之外，出自黑格尔之手的只有《主观精神哲学残篇》（Fragment zur Philosophie des subjektiven Geistes）以及少数带有笔记的手稿保存下来。与其他的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除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外）相比，它们的课堂笔记记录也差得多：在六次讲授课中只有一半，即1822年、1825年和1827/28年的讲授课，保存有课堂笔记。

在这其中，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人类学与心理学”的讲授课——在他新构想的哲学学科训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早在耶拿时期，从1803/04年冬季一直到1807年夏季学期的最后一次公告，他连续不断地预告“philosophia mentis（心灵哲学）”——这个标题并不能让人真正看出黑格尔所理解的“精神哲学”是什么。1803/04学期的德语公告——肯定不是出自他之手——将“philosophia mentis”翻译为“灵魂学说（Seelenlehre）”；它因此——错误地——将这门学科训练归入了学院哲学的理性或经验心理学的传统中。1806年夏季学期的翻译是“人类知性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menschlichen Verstandes）”——这促使黑格尔做出了“更正”：应当将其翻译为“精神哲学（Philosophie […] des Geistes）”。在1806/07年冬季，这一更正得到了遵守，但在1807年夏季又重复了前一年的错误（基默勒/Kimmerle 1967，54–56）。这些错误的翻译反映了同时代人的理解难题：当时将其翻译为“精神哲学”显然并不自然。然而对黑格尔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表达——因此在1806/07年冬季，他甚至将他的《精神现象学》称为“Phaenomenologia mentis”——而不是“Phaenomenologia spiritus”。

(2) 然而，耶拿时期的“philosophia mentis”仍然包含了整个精神哲学——包括后来被称为“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主题——以及纽伦堡时期的“精神学说”。在流传下来的纽伦堡文本中，“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三元组虽然已作准备，但尚未明确贯彻（见第二章第6.1.4节），而是直到《全面教学纲要》（1817年）才得以实现——而在1817年夏季，黑格尔以其为基础讲授了他关于主观精神哲学的第一门课程。然而，他以“人类学与心理学”为标题预告了这门课程，可能是因为对于那些还不熟悉他哲学的学生来说，这些术语比“主观精神”更具表现力。他讲授课的中间部分，即关于意识的学说或《精神现象学》，在公告中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提及——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混乱。在最后三次讲授课——1825年、1827/28年和1829/30年——中，他都在课程标题“人类学与心理学（Anthropologia et Psychologia）”上加上了“即[或]精神哲学（i. e. [bzw. sive] philosophia mentis）”的补充——以至于这个术语现在不再与《全面教学纲要》中的“精神哲学”部分范围等同，因为后者毕竟也包含了“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在最后两次讲授课中，黑格尔甚至将心理学放在了人类学之前——尽管这种颠倒并没有反映在讲授课的内容中。

(3) 这预示着术语上的困难，即使不是混乱。仔细考察其主题对象，这种混乱会进一步放大。黑格尔没有像人们从术语上预期的那样在“心理学”中发展关于灵魂的学说，而是在“人类学”中发展的；相反，他将“心理学”理解为真正的关于处于其概念中的精神的学说。这种混乱在《全面教学纲要》（1817年）中还不存在：在这里，黑格尔将关于主观精神的学说划分为“灵魂”、“意识”和“精神”等部分。然而与此同时，他预告了关于“人类学与心理学”的讲授课，其中他将“人类学”作为关于“灵魂”的学科训练归入，并将“心理学”归入“精神”。可能为了统一并让听众更容易定位，他在《全面教学纲要》后来的两个版本中，用讲授课的标题“人类学”和“心理学”来作为“主观精神哲学”三个部分的标题（在它们之间是《精神现象学》），并将原来的标题“灵魂”、“意识”和“精神”降级为副标题。

关于处于其概念中的精神的学说，黑格尔虽然曾考虑过使用“神灵学（Pneumatologie）”这一名称，但他放弃了它，因为这个术语会让人联想到18世纪学院哲学的“神灵学”。因为在那里，“神灵学”是“理性心理学”的另一个词，也就是“特殊形而上学”的一门学科训练——而黑格尔坚决将他的计划与此区分开来：“神灵学给出了精神的诸如非物质性之类的规定，人们以此为基础建立不朽性。但由此人们对作为具体者的精神知之甚少。为了了解精神，既然在形而上学中获益甚少，就必须求助于经验，并从中提取具体的东西。它必须补充形而上学先天地考察精神时的贫乏。”这番在1827/28年讲授课（埃德曼笔记，参见《全集》GW 25/2.562）中对“理性心理学（psychologia rationalis）”（参见《全集》GW 15.212等）的批评，其论证方式与康德对“谬误推理”的批评完全不同。黑格尔强调经验对于这门科学的必要性，这与他在《全面教学纲要》2第6节及其后，或在“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二种态度”（见第二章第7.2.5节）中对“经验”的坚持是一致的。对于精神的认识，黑格尔赋予经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先天的知识。“经验、经验的灵魂学说与哲学、把握的思维活动[并]不对立，正如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的那样。”然而即使在这里，经验虽然形成了一个必要的要素，但不能单独成为精神科学的可靠基础——尤其是当它放弃把握的思维活动而形成为“经验心理学”时：“知觉的经验形式”不能形成哲学的基础。“哲学必须与现实性相一致；它考察事实上存在的东西，而存在的东西必须能够被证明，但它展示必然性，而经验无法达到这种认识。”此外，经验始终已经建立在一种——对它自身隐藏的——形而上学之上。同样，黑格尔拒绝了——在历史上紧随康德之后的——那种转向，即心理学，“并且是在其经验状态下，应当构成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这无非是将人类意识的事实，即作为被给定的事实，经验地把握并对其进行分析”（1第367节）——而黑格尔看到这一点的，可能较少是在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的《供讲授课使用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14年）中，而更多是在弗里斯的《新理性批判》（1807年）中。尽管如此，他绝不拒斥经验心理学；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两门科学互相对立：经验心理学只面对杂多，理性心理学只面对抽象；前者虽然也在其丰富性中、但在其瓦解的状态下呈现精神，后者则在其抽象的单一性中呈现精神；两者的片面性就在于此。”相反，他也在这里指出了一种回到经验的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抗拒他意义上的思辨解释：“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书”；对他来说，它们是“在此之上唯一值得一读的东西。”（《全集》GW 25/2.565；参见3第378节）尽管有这样的评价，以及他对心理学“极其糟糕的状况”（1第367节）的抱怨——这可能适用于整个关于主观精神的学说——黑格尔还是广泛地，尽管常常是批判地，借鉴了他同时代人的个别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归入“经验心理学”，尤其是在“人类学”中。他在1812年给尼特哈默的《私人鉴定》中，那些显得既挑衅又暴露出自身的陈述，即他在心理学中对“卡鲁斯的风格”的了解，是“如此无聊、毫无教益、死气沉沉、没有精神，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但这指的并不是——如通常被认为的那样——当时才二十出头的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而是今天几乎无人知晓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卡鲁斯。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1829/30年在德累斯顿的《心理学讲授课》直到黑格尔死后第二年才出版，而爱德华·贝内克的《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教科书》——这无疑不会得到黑格尔的赞同——则是在1833年出版的。作为“从比纯粹经验更高的哲学立场出发”的著作，黑格尔在《主观精神哲学残篇》中提到了埃申迈尔的《心理学》（1817年）和斯蒂芬斯的《人类学》（1822年）。然而，这里提到的少数几个名字传达了一个完全不充分，甚至是误导性的画面，未能展现黑格尔对经验研究的吸收：正如对这些讲授课的评论（《全集》GW 25/3）所显示的那样，黑格尔在如此巨大的程度上借鉴了当时的文献，以至于那种偶尔流传的观点，即这位思辨哲学家蔑视经验，显得简直像恶意的诽谤——同样的，经过相应的变更，这也适用于其他的讲授课学科训练。

(4) 黑格尔总是基于第一版或第二版的《全面教学纲要》来讲解“人类学与心理学”。因此，它的三分结构——灵魂/人类学，意识/《精神现象学》，精神/心理学，即它在纽伦堡时期精神学说的最后修订中所获得的形式（见第二章第6.1.4节）——尽管在术语上存在差别，但在实质上保持不变，即使后来更全面的阐述需要更细致的结构划分。黑格尔直到《全面教学纲要》（1830年）才做出了唯一重大的改变：在“心理学”的细分中，他在“理论”和“实践”精神之后加上了第三种形式，即“自由精神”。

这就是说，并没有引入全新的内容；对于黑格尔来说，达到自身的精神是自由的，这无论如何都是不言而喻的，他在2第483节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在1827/28年讲授课导言中三次提到“自由精神”，不能理解为早期预测将“自由精神”作为一种独特的第三种形态引入（不同于图施林/Tuschling，《讲授课全集》V 13.XVIII）。黑格尔通过改变2第481节的结尾——即精神在其自身规定的真理中是“客观意志，一般的客观精神”——来引入“自由精神”，改为3第480节：意志在其自身规定的真理中是“真正的自由意志”。然后他将1827年作为“客观精神”开端的2第482节及其后，编辑为关于“自由意志”的新的3第481节及其后，因为他现在将1827年关于“客观精神”的内容改写为关于“自由意志”的内容：自由意志现在是“理论与实践精神的统一。”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黑格尔才过渡到“客观精神”：“因此，理念仅显象于意志中，意志是有限的，但它也是将其发展并将其展开的内容设定为定在的活动性，作为理念的定在，定在就是现实性，即客观精神。”（3第482节）(5) 仅此一点，就比1827年的版本更强烈地强调了“自由”这一主题——黑格尔还通过对3第482节的注释强调了这一点，在注释中，他将自由理念——作为一个具有“极其巨大的实践后果”的理念——相对于那些他认为不了解自由的文化（非洲、东方）凸显出来，但也相对于那些（希腊人和罗马人）凸显出来，他们之所以未能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将自由与社会前提预设（自由出身）或个人特征（如通过哲学获得的性格力量）绑定在一起。自由只是“通过基督教进入世界的，根据基督教，个体本身具有无限的价值，因为个体是上帝之爱的对象和目的，被规定与上帝作为精神有其绝对的关联，让这个精神居住在自己之中，也就是说，人类自在地被规定享有最高自由。”讲授课： 1817年；1820年；1822年；1825年；1827/28年；1829/30年。——文本： a) 纲要： 《全集》GW 13，第300–399节；《全集》GW 19，第377–481节；《全集》GW 20，第377–482节；《主观精神哲学残篇》：见第二章第8.4节；《关于精神哲学的笔记与手稿》：《全集》GW 13.251–415，570–580；b) 课堂笔记： 《全集》GW 25/1–3（早期版本：《讲授课全集》V 13；《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哲学》/ Hegel’s Philosophy of Subjective Spirit。由M. J. Petry编辑、翻译并附导言和注释。3卷。多德雷赫特 / 波士顿 11978，21979）。——资料来源：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卡鲁斯：《遗作》。第1–2卷：心理学。莱比锡 1808年；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新理性批判》。海德堡 1807年；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供讲授课使用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哥廷根 1814年；卡尔·奥古斯特·埃申迈尔：《分为经验、纯粹与应用三部分的心理学。供听众使用》。斯图加特 / 图宾根 11817，21822年；亨利克·斯蒂芬斯：《人类学》。2卷。布雷斯劳 1822年；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心理学讲授课，1828/29年冬季于德累斯顿举行》。莱比锡 1832年；弗里德里希·爱德华·贝内克：《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教科书》。柏林 11833年。——文献： 基默勒：《关于黑格尔耶拿时期讲师活动的文献 (1801–1807)》（1967）；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黑格尔的人类学说。对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第387–482节的评论》。斯图加特 1970年；赫尔曼·德吕（Hermann Drüe）：《出自概念的心理学。黑格尔的人格理论》。柏林 / 纽约 1976年；洛塔尔·埃莱（Lothar Eley）（编）：《全面教学纲要中黑格尔的主观精神理论》。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0年；罗塞拉·博尼托·奥利瓦（Rossella Bonito Oliva）：《精神的魔法与概念的消遣。关于黑格尔百科全书中主观精神哲学的考察》。米兰 1995年；迪尔克·斯特德罗特（Dirk Stederoth）：《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哲学。比较评论》。柏林 2001年。

9.4.2 精神的概念

(1) 在《全面教学纲要》的所有三个版本中，黑格尔都在探讨“主观精神”之前，置入了关于精神概念的一般性陈述。他后来在“精神的概念”和“划分”（2/3第381–384节）的标题下，采纳了第一版中的1第300–306节，并在它们之前再次安排了四个导论性的段落（2/3第377–380节）。这些段落虽然包含了关于精神概念的根本性陈述，但同样也只是极其简略的陈述；它们没有构成精神哲学的“先行概念”——类似于《逻辑学》——因此必须由《主观精神哲学残篇》来补充。然而，从1822年和1827/28年的讲授课笔记中可以看出，黑格尔甚至只是在导论中顺便提及了这些基础段落，而真正的评论则是从“主观精神”才开始的；只有在1825年（《全集》GW 25/1.151–154），黑格尔才稍微详细地、但仍然非常简短地探讨了这些关于精神概念的一般性陈述。

(2) 黑格尔首先以否定的方式引入精神的概念，作为自然的真理和“绝对的第一者”，也就是作为自然这个否定者的否定者：作为对概念之外化的扬弃，并因此作为“绝对否定性（absolute Negativität）”。但这并没有实定地说出“精神”究竟是什么：也就是在形式上“达到其自为存在的理念[…]，它的客体以及主体都是概念。”并不存在一种实体的“精神现实性”，可以额外地将一种知识归因于它，而是精神作为一种定在，除了知识和意志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形式。自然即使作为被思维穿透的自然，也始终是某种与精神不同的、直接的东西，是“概念”所指向的东西，仿佛是意向性活动的外部对象，而在精神中，对象与概念合而为一。“精神”是把握者和被把握者——是“以概念为其定在”的概念（3第376节）。精神与自然存在在原则上截然不同的结构就在于此：“对精神的认识”始终必须读作“主观与客观的属格（genituvus subjectivus et objectivus）”；认识的是精神，被认识的也是精神。

因此，指向精神性事物的精神是在其自身之中的，因而是自由的——因此黑格尔将“精神的本质”规定为“自由，概念作为与自身之同一性的绝对否定性”。并且因为精神的这种自由是以它相对于自然及其真理而言是“绝对的第一者”为中介的，黑格尔用一个新的并且同时是“对绝对者的最高定义”来表达在这里达到的思想阶段：“绝对者就是精神”——正是作为表明自己是逻辑事物和自然事物的绝对先在者，从而作为真正现实性的东西。尽管黑格尔在其他情况下对“定义”表现出冷淡，但他不仅将这个定义标举为恰当的定义，作为关于现实性内部结构的充分的“本体论”命题，而且此外还将其标举为世界历史的动力和目标：“可以说，寻找这个定义并把握其意义和内容，是所有教化和哲学的绝对倾向，所有宗教和科学都向这个焦点汇聚；世界历史只能从这种冲动中去把握。”（3第381–384节） (3) 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同一性的结构，黑格尔在这些前提段落中仅仅是暗示而并未展开，他将其与早期发现的词语和“精神的表象”对立起来，作为被把握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正是费希特和早期谢林以及他的同一性哲学的先验观念论——无论对错——从“自我意识”中读取的结构——顺便说一句，这个词在黑格尔的这一上下文中并没有出现。人们也可以把他的精神概念放在更广阔的哲学史视野中：黑格尔在这里按照先验观念论中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同一性的模式，解释了努斯（Nus）、对思想的思想（Noesis Noeseos）的概念，并在吸收普罗提诺元素（《九章集》V,3）的情况下，将其与近代的自我意识问题结合起来。

对于先验观念论来说，在自我意识中——并且仅仅在它之中——这种主客体同一性是现实的：知识和被知道的事物是一体的。但是在自我意识中，作为关系两端的能知的自我和被知的自我，在事实上并没有现实的差别，而只能在概念上加以区分。相反，黑格尔像康德一样，不将“自我意识”理解为反思的这种内部自我关联的模式，它也无法以这种方式被思考。因此，所有似乎从自我意识的反思模式中流出的问题，都纯粹是虚构的，不仅不符合事情本身，也不符合它们的主题化方式——至少就黑格尔和康德而言是如此。

但是，正是这种假定从自我意识中读取的反思结构，被黑格尔从个体的自我意识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认识为对精神概念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结构：精神是在它自身的他者中的自我认识（Sichwissen）。在这里，在精神中，在自我意识中只是被假定的关系两端彼此区分开来。与自我意识的自我认识不同，属于精神的自我认识是现实差异者的统一。而在自我意识概念中的关系必然保持空洞的同时，知道的自我关联在这里被思考为现实精神过程的结构——作为在充满实在性的他者中的自我认识。

(4) 这种精神的自我关联结构，尚未显明于其特有状况，即知识始终是关于某物的知识，即在它单纯的“意向性”中。它更缺乏反思性的环节：即使“精神”是一种作为知识的定在，这种知识的内容也不必然同时就是这种定在。作为知识的定在，也可以知道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包括它未能在其中与自身建立关联的事物。然而反思性对于精神的所有形态都是基础性的。它已经显现在基本形式中——作为“自身感觉”或作为“自我意识”（在所有意识都包含反思性的意义上；某物不仅仅是“被意识到的”，而始终是“被我意识到的”）。即使对于知道他者，这种反思性结构也是基础性的：如果知识仅仅是指向他者的方向，我就不会知道他者的任何信息。

(5) 在展示精神的各个形式的过程中，这种自我关联性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已经出现在主观精神的形式中，既有理论精神，也有实践精神。然而，它对于精神概念具有特征性的形态，只有在它超越这种内部反思性——通过意志向精神的客观化，即“作为它产生并被它产生的世界的实在性形式，在这个世界中，自由作为实存的必然性存在，——这就是客观精神。”因为“客观化”必然是“自我客观化”——既是“将自身作为世界产生出来”，也是在已经客观化的、“客观精神”的这个世界中的自我关联（见第二章第9.5.2节）。它还有别于“绝对精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方面它的实在性应被把握为精神对自身的认识，另一方面这知识的对象无非是精神的概念本身——在这个世界里，它因此处于“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且永恒地自我产生的精神客观性与其观念性或其概念的统一体”中：“在其绝对真理中的精神”（3第385节）。

(6) 自我关联性和自我生产或客观化为“客观精神”以及“绝对精神”，构成了精神概念的两个特征，黑格尔在“精神的概念”（3第381节）的标题下没有提及或只是暗示性地提到了这两个特征。而第三个特征他也只是略微触及——在他那句关于“世界历史”只能从寻找绝对者作为精神的定义的冲动中去把握的评论中。通过这种方式，他暗示了“精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然而他在其精神哲学导言性且基础性的部分中并没有展开这一联系——无论是在各个版本的《全面教学纲要》中，还是在留存下来的三次讲授课中。

精神与历史其实不仅仅处于上述关系之中——尽管它们的联系也因此变得紧密。因为如果世界历史的运动在于寻找将绝对者的概念视为精神，那么历史就是绝对者这一自我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然而，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根本上就是精神的特定客观化形式。尽管可以反驳说，这种客观化主要应被思考为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领域的体系性分化。但是，构成这些领域的诸形态也是历史地展开的——艺术、宗教和哲学，正如法权、道德和伦理一样——即使黑格尔没有专门将客观精神的历史作为主题，而仅仅是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引出“世界历史”（见第二章第9.6.1节）。然而，作为国家过程的“世界历史”并不能等同于那种提炼出绝对者作为精神的概念的“世界历史”。

在这里，黑格尔触及了精神与历史的联系，但他没有在其哲学所允许并暗示的形式中体系性地将其阐发出来：所有精神性的事物都必须被思考为历史性的事物。没有任何精神性的事物不同时是历史性的事物。因为历史是精神的展开形式，因为精神只能通过自由来思考。反过来也是如此：只有精神性的存在才是历史性的存在。因为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能拥有历史——不言而喻：是显著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单纯的时间变化，这种时间变化对于自然来说也是特征性的，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称自然的变化为“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显著意义上的精神史，而不是自狄尔泰以来我们习惯谈论的“精神史”那种模糊的意义。我们不将历史归因于现实性中其他非精神的领域——或者充其量只是在它们侵入精神生活并成为精神生活环节的范围内。

因此，不仅比康德（“纯粹理性的历史”，B 880）更是，甚至比赫尔德（Herder）更是，黑格尔成为了“历史性”——一个似乎首次出现在他这里的词（见第二章第9.6.2节）——的发现者，并且将历史性作为精神的特有展开形式。然而，黑格尔又掩盖了这一发现，因为他没有在任何地方体系性地揭示精神与历史的联系，而是仅仅在其哲学的历史部分中展示了它。然而，它必须植根于精神的概念本身之中。

文献： 阿德里安·佩珀扎克（Adriaan Peperzak）：《绝对者的自我认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基础》。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7年，17–37；耶什克（Jaeschke）：《历史的历史性》。载于：《黑格尔年鉴》 1995年。柏林 1996年，363–373。

9.4.3 人类学

(1) 在精神哲学中从发展史角度看是最后、从体系性角度看是第一部分的人类学，黑格尔在他的讲授课中给予了最大的篇幅——尽管他通常非常慎重地安排他的材料，并且体系性的重点此外落在作为真正的精神学说的“心理学”上；因此，“心理学”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始终得到最广泛的阐述。

然而，在黑格尔的“人类学”中，关于“人”的明确论述很少，而且仅仅是在非常有限的视角下进行的：它首先是“灵魂学说”——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心理学”。在《全面教学纲要》（1817年）中，这一节的标题确实简单而恰当地叫作：“灵魂”；在后来的两个版本中，这成为了副标题。作为灵魂学说，这门子学科训练一方面将那些仍处于特定人类性之前的主题化，另一方面它又屏蔽了一系列人类学的主题——从“关于五官”的学说到人类的整个“生活世界”。

(2) 在黑格尔时代，“灵魂”的概念不仅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人类学概念；它此外还是一个充满问题且无处安放的概念。由于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者的“灵魂”被逐出了形而上学——并且它没有进入他的《实用人类学》（1798年，全集第七卷）。自古代和基督教以来，“灵魂”作为非物质性的事物一直与物质性的“身体”相对立，笛卡尔（Descartes）的思想实体（res cogitans）和广延实体（res extensa）的二元论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传统的对立，变成了“精神（或灵魂）与身体的实质区分（realis mentis (oder animae) a corpore distinctio）”。在这个前提下，如何在概念上把握身体和精神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即“身心交感（commercium corporis et mentis）”，成为了早期近代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基于两者的实体性差异，灵魂和身体之间物理上的相互影响是不可思议的，它们同样显而易见的联系似乎只能通过求助于上帝的思想来思考——无论是在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的“偶因论”形式中，还是在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中。

这种传统在18世纪末衰落，黑格尔那经过区分的一元论坚决反对它。对他来说，灵魂固然也是非物质的——但不是在实体二元论的意义上，而是作为“自然普遍的非物质性，自然的简单的观念性生活”（3第389节）。作为这样的事物，它始终关联于“自然”。因此，“人类学”是思考精神与自然之间联系——在灵魂的概念中——的体系性位置，而且是以完全脱离以前的“理性心理学”的形式被思考的。康德所反驳的理性心理学试图通过灵魂实体的简单性来证明其不朽性的努力，对于黑格尔来说甚至不值得一提，更不用说专门反驳了。即使黑格尔将“感觉灵魂”（或“梦幻灵魂”，2第403节）和“现实灵魂”与“自然灵魂”区分开来，这三种形式都保持着与“自然”的联系。事实上，灵魂的概念就是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其与自然的联系：只有存在身体性，才有灵魂。但对于黑格尔来说，灵魂从来没有与其身体性处于平静的和谐之中，而是总体上指向将这种身体性向着意识方向超越的运动。

(3) 黑格尔看到自然与灵魂的联系特别体现在第一种形式中，即在狭义上的“自然灵魂”中：在这里，精神仍然过着“一种自然生活，这种生活在它里面只是部分地达到了模糊的情绪”。黑格尔列出了一系列“自然规定性”：气候、季节和一天中时间的变化——但对于当时流行的谈论人的“宇宙的、星象的、地球的生活”，黑格尔非常明确。动物生活在这种感应中，并且在人类疾病状态下它们也可能起作用，但总的来说：“对于人来说，他越有教养，因此他的整个状态越建立在自由精神的基础上，这类联系就越失去意义。”在这个上下文中，黑格尔再次提到了“种族差异”，他在《主观精神哲学残篇》中已经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表述（见第二章第8.4节）。——作为“自然规定性”的其他形式，黑格尔讨论了气质、天赋、性格、面相、性别差异、诸如年龄的变化以及诸如清醒和睡眠等交替状态（对于清醒和梦幻的区分，他诉诸“康德关于表象之客观性（其被范畴规定的客观性）的差异”）。在另一方面，他含蓄地支持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II，13等）：“有人问灵魂在睡眠中是否活跃。精神，灵魂，本质上是活动性，不是一个事物，不是一个抽象的自我关联、被反思、静止、僵死的存在，而是永恒的运动。”通过这里讨论的最后一个主题——“感受”——黑格尔已经预示了“感觉灵魂”——因为对于“感受和感觉，语言用法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一种彻底的区分”；充其量“感受”更多地指向发现的被动一面，“感觉同时更多地指向其中包含的自我审视”。然而，黑格尔不仅重复了其对施莱尔马赫神学（见第二章第8.2节）以及情感神学批判基础的观点：虽然一切都必须在感受中——或者在“心中”——因为它们标志着精神性的原始形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不能成为“善、伦理和宗教的标准”：“没有什么经验比这更平凡了，那就是同样至少也存在着邪恶、败坏、不敬神、卑劣等感受和心灵”。

然而，黑格尔在这里也以一种对他来说非典型的方式要求——相对于纯粹的生理学——一门明显基于经验的“特殊科学”，一门“心理生理学”，它研究“在其生命化特殊性中的内部感受体系”——并且他在一种指向未来的虚拟语气模式中具体化了这门未来科学的内容，认为它“会”理解一切：最终“必须对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联系形成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这些联系，眼泪、一般的声音、更具体地说是语言、笑、叹息，然后还有许多其他特定的表现形式，这些与病理和面相学相关联的表现形式，都是由灵魂形成的。”（3第391–402节）(4) 黑格尔将从“自然灵魂”到“感觉灵魂”的步骤视为走向“内在个体性”、“自为存在”以及最终走向“我（Ich）”的一步，作为一种简单的东西，在这种东西中，印象和表象的杂多就像在一个“无规定的矿井”中一样“被保存起来而没有实存”——但这样一来，“多年来被称为被遗忘的表象、知识再次出现，因为它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被带入意识之中。”虽然“感觉灵魂”是“直接规定的，因此是自然和身体的，但这种身体性相互外在的感性杂多对于灵魂来说，与对概念一样，不被视为某种实在的东西，因此也不被视为限制；灵魂是实存的概念，是思辨事物的实存。”借此，黑格尔赋予“感觉灵魂”作为“个体的”灵魂那种他否则留给“自我（Ich）”的规定，并且黑格尔也类比“自我”来规定这个灵魂与其内容的关系，尽管具有一种特定的差异：它与自身区别开来的，“尚未像在意识中那样是外在客体，而是其感觉整体性的各项规定”。

黑格尔将“感觉灵魂”描述为“被动的”，因此尚未是一个在自身中反思的主体——因此在这里，是他用来讨论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的现象的位置：“动物磁性（animalischer Magnetismus）”或——以它的发现者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命名——“梅斯梅尔催眠术（Mesmerismus）”，但也普遍探讨梦游症及相关现象。不仅是“时代精神”促使他在讲授课中进行广泛的论述，而且这些领域与他的“灵魂学说”的主题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即自然元素和精神元素的结合。当时报道的众多例子的共同点是，它们不适合一种将它们要么只解释为精神现象要么只解释为物质现象的科学体系。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打破了这种严格的区分。从黑格尔的描述中并不总是能看出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提到的案例值得信任。“事实”似乎需要验证——但那些要求这种验证的人本来也会先天拒绝它们，而要理解这些现象更需要“不拘泥于知性范畴”。因此，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探讨了这些现象——然后得出了一个普遍结论：它们属于“直接性”和“感觉生活的沉闷”，甚至属于人类的疾病史，而不属于发展为自由意识的思维：“期望从梦游状态获得关于理念的启示是愚蠢的。”这个判断在他的论述中以多种变体贯穿始终：“然而，荒谬的是，把这种状态下的观看当作是精神的提升，当作是一种真实的、自身能够具有普遍认识能力的状态。”对此，他甚至引用柏拉图作为见证。

对他来说，磁性现象和梦游症的基础，即自然和精神的结合，也构成了“精神疾病”的普遍基础。“纯粹的精神”不会生病；只有通过坚持其自身感觉的特殊性，通过其“特殊身体化”，那个“形成为知性意识的主体，才有可能患病”。“因此，这是一种心理疾病，身体和精神不可分割；发病最初看起来更多地是从这一侧或那一侧开始，治愈也是如此。”疾病的爆发在于“审慎与普遍事物的权能，即理论或道德原则对自然事物的权能减弱了，否则自然事物就会被自然事物所征服和隐藏”。另一方面，审慎的主体“是支配这些特殊性的主导天才”——原来是“本我（Es）”的东西，已经变成了“自我（Ich）”，我们可以预期地说。自然事物、身体性必须逐渐被克服——不仅在疾病领域，而且在习惯和熟练等形式中：当灵魂内在规定自身并确立目标时，“身体性作为直接的、外在的存在和限制就被规定了”。在建立这种目标时，“一般来说，物质事物和确定的身体性作为观念性的自在的观念性被设定了”（第403–410节）。

(5) 在这个将精神从自然性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身体性最终被降级为“外在性作为谓语，主体在其中仅仅与自身关联”——黑格尔将这种形态称为“现实灵魂”。这里的“身体性”绝不被评价为一种纯粹的“反精神的”、可抛弃的东西；它是与内在处于同一性之中的外在，但作为从属于内在的东西。而且“从属”这个词也会唤起错误的、带有军事色彩的联想。黑格尔通过谈论“一种倾注于整体之上的精神基调”来更好地表达他的思想，这种基调“使身体直接表现为一种更高本质的外在性”——在直立行走中，在使手成为“绝对工具”中，以及在笑和哭中。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性并非抽象地与身体性并列，而是贯穿其中。黑格尔在这里预见性地满足了费尔巴哈后来对他提出的要求：也将人的感性思考为不仅仅是非精神的，甚至不是动物性的感性，而是特定的人类感性。不过：尽管人类的身体性是经过精神转化的，但它仍然伴随着偶然性，因此它只是精神的“最初显象，而语言马上就成为其更完美的表达。”在这里，黑格尔针对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流行现象得出了一个毁灭性的结论：“想要将面相学，尤其是颅相学提升为科学，是最空洞的念头之一，甚至比想要从植物的形态认识其疗效的‘事物标记（signatura rerum）’还要空洞。”（第411节及后）

文献： 默里·格林（Murray Greene）：《黑格尔与灵魂。思辨人类学》。海牙 1972年；迪特尔·斯图尔马（Dieter Sturma）：《黑格尔的无意识理论。关于自然哲学与哲学心理学的联系》。《黑格尔年鉴》 1990年，81–99；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身心问题。对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1830年）第389节的评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2年；克里斯托夫·J.鲍尔（Christoph J. Bauer）：《一种“人类学的降级”？关于黑格尔将人类学降级为主观精神的环节的理据探讨》。《黑格尔研究》43（2008年），13–35；毕尔吉特·桑德考伦（Birgit Sandkaulen）：《“灵魂是实存的概念”。哲学人类学的挑战》。载于：《黑格尔研究》45（2011年），34–50。

9.4.4 《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1) 精神哲学的中间部分，即“《精神现象学》”或“意识”（1第329节），黑格尔以他在纽伦堡时期的“精神学说”中改造其《精神现象学》开篇部分的轮廓来进行讲解（见第二章第6.1.4节）——但采取了更深入阐述的形式。黑格尔将意识作为精神的“关系”或“显象”来引入（这证明了这一节标题的合理性）。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起初截然不同：其中一个端项是“我，意识的主体”。

这个“我（Ich）”——作为不同于“灵魂”和“自我意识”的东西，作为简单的事物，它同时是普遍者，因此也是实存的矛盾，同时也是这个矛盾的消解（《全集》GW 25/2.746–748）——被黑格尔描述为纯粹的“对自身的自我确知（Gewißheit seiner selbst）”。尽管使用了这种反思性的概念语言，黑格尔并没有试图从其内部的自我关系中阐明这个“我”的发生（Genese）。精神“对自身的无限关联”不能按照自我意识的反思模型来思考。对他来说，“我”虽然是“自为存在的反思”或“纯粹的观念性同一性”——但这都是逻辑规定，黑格尔根本没有提出这种自我确知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就像他没有提出自身感觉是如何进入灵魂的问题一样。他把这两者都描述为自身关联的形式——而没有试图描述这种自身关联的发生。相反，他将“我”从灵魂中凸显出来：“我”——作为形式的同一性——将具有多样规定的内容，即灵魂的“自然生活”与自身分离开来，把它当作“独立的客体”与自己对立起来，并与其发生关联。它在这个客体中反思自身——而不是在独立于客体关系之先的内部结构中反思自身。并且在与客体的这种关系中，它不仅仅像最初看起来那样是意识关系的一个端项，而是“关系的一方以及整个关系；——它是既显现自身又显现他者的光”——正如黑格尔借用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光与真理的比喻所说：“光不仅显现自身，也显现黑暗（lux seipsam, & tenebras manifestat）”（《伦理学》II，43）。

在1827/28年的讲授课（《全集》GW 25/2.746–754）中，黑格尔比以前详细得多地探讨了“我”的概念——尽管“我”是实在哲学（Realphilosophie）的一种形态，但他无一例外地使用逻辑规定来描绘“我”的独特性。“我”是个别事物，当每个人说“我”时，他都这样认同自己——但这样一来它同时也是普遍者；它是“完全纯粹和空洞的，完全简单的与自身相同一的东西，完全无规定的东西”，“是在无限的个别性中的普遍者”，是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同一性；它是通过排斥一切他者而产生的“对否定的否定”或“绝对的否定性”；它是抽象的有限性，但同时又是无限的，因此是“无限的有限性”；作为与自身相关联的普遍性，它是“实存的概念，否则它在任何地方都不实存，作为‘我’，它作为自由的概念而实存”（见第二章第6.2.7节）。因此，“我”是实在哲学的一个特例“实体（Entität）”，它只能被纯粹逻辑地规定，因为它恰恰不是某种“存在者（ens）”，而是纯粹的否定性以及对一切特定内容的否定（3第413–417节）。

“我”是这种“仅仅通过那种显现为抽象化的否定行为，才与自身统一的统一体，并因此将一切被规定状态包含在自身溶解之中”（《全集》GW 12.17）。对于这个“我”的概念来说，决定性的一点有两方面：“我”成为统一体“仅仅”是通过对被他者规定的否定，而不是通过某种先于否定的内部自身关联。并且这种否定性不能被理解为它的自觉成就或自由行动。因为这已经预设了“我”，甚至是意识本身。毫无疑问，抽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有意识地理解——但对于“我”具有构成意义的否定性却仿佛在它背后运作，这是一种只能用逻辑手段描述的必然活动性。

(2) 精神通过意识和自我意识走向理性的道路，黑格尔借鉴《精神现象学》将其描述为“我”的自我确知向着真理的“提升”，即提升到这样的阶段：在其中，自我意识的规定被认识为客体自身的规定。不仅“意识”（感性意识，知觉，知性）和“自我意识”（欲望，承认，普遍自我意识）内部的各个步骤，黑格尔也让其遵循《精神现象学》——尽管他在某些方面与它保持了距离：因为他为“我”的自我确知保留了“确知（Gewißheit）”一词，现在他谈论的是“感性意识”而不是“感性确定性”，并且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此时”和“此地”并不是感性意识的对象，而是“本来属于直观活动的”。但最重要的是，他强调指出由于《精神现象学》导言的缘故在其开篇不可能做出的说明：意识作为关系“仅仅包含属于抽象自我或形式思维活动的那些范畴，这些范畴对其而言是客体的规定”；感性意识因此只“知道这个客体作为一个存在者、某物、实存的事物、个别的事物”。

对“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进一步描述以非常浓缩的形式走过了《精神现象学》的相应章节，然而在讲授课中又被扩充了（《全集》GW 25/2.746–798）。黑格尔在这里更广泛地阐述了第418节中仅被暗示的思想：构成“感性意识”基础的是感受的丰富性与“规定性的贫乏”之间的对比。“我”将这种属于灵魂的丰富性及其直接的自然性从自身排斥出去，并将它作为通过逻辑的、“客观的规定”所把握的客体与之关联。然而，普通的意识只关联于对象，而不关联于整个意识关系；因此，它不知道“对象具有的规定是作为本体（Noumen）才拥有的，只是通过我、在与我的关系中才拥有的”；它“不知道我是进行规定的东西”。从确知向真理的进一步发展在于，这种认识到“我”自在地具有认识构成功能的知识，也变为意识的知识——然而，这并不是说对象构成是任意的。一种如此被（误）解的观念论“理所当然地被人们说成是愚蠢的。事物自然而然地显现为我们所发现的那个样子，而我们在此之中是不自由的。”但是对象除了有“感受规定性”这方面之外，还有“范畴这方面，根据它，对象是一个本体（Noumen），即一个思想规定的体系”。这比在“感性意识”中更为明显地显现在“知觉”中，它把对象看作一个“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被中介的、在自身中反思的并且普遍的对象”，但未能摆脱感性事物和精神事物之间的矛盾，而且这再次更明显地显现在经验科学中——毕竟它们不构成知觉的简单集合——然后再次显现在“知性”中，知性将“显象”与由范畴规定的普遍者和事物的“内核”分离开来，并为意识扬弃了它的客观性（对象性）。因此，意识在这个“对象”中认识到了自身，它变成了自我意识（第418–423节）。

(3) “自我意识”对黑格尔来说是意识的根据，“因此，在存在中，对另一个对象的所有意识都是自我意识”。相反，如果把自我意识纯粹理解为“我=我；——抽象的自由，纯粹的观念性”，那么它就“没有实在性，因为以它自身为对象的这东西并不成其为对象，因为在它本身及其对象之间不存在差别。”正因为这种不允许对象关系存在的无差别性，自我意识的循环是不存在的。

因此，在“自我意识”的标题下，黑格尔在这里也不是在探讨“自我意识”的内部构成问题，而是在探讨自我意识在通过其外在差别进行实现的过程，即那个内部无差别的自我意识将自己置入其中的过程——在欲望和承认中。这里谈论的“结合”，不是主观的自我与客观的自我的结合，而是“我”与外在现实性的结合以及在其中得到的满足，无论是通过消耗外部对象，还是通过为承认而与其他自我意识进行斗争，最终其消解在“普遍的自我意识”中。在这个状态中，两个自我意识都拥有“绝对的独立性”，但它们在普遍性上没有区别，而是在他者中自由地知道自己。“我”以“我”为对象——但不是以一种被理解为过程的内在自我关联的形式，而是：“我以我自己为对象，我面对一个人，但那就是我；这是人的绝对理念：我与我的这种不可区分性。（另一个人也是我，因此这个我完全是普遍的）但它也在自身中包含了完全的区别性；因为另一个人同样是自我排斥的、与自身关联的，具有人格性的事物”（《全集》GW 25/2.785）。尽管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概念经常被批评为受制于主体性哲学的立场，然而几乎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像黑格尔的方法那样前后一致地以交互主体性来构想自我意识概念——以至于最终它甚至脱离了“自我意识”这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含义（3第424–437节）。

(4) 这种过程，而不是一种能通过先验哲学分析来揭示的内部主体性构成，对黑格尔来说构成了狭义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耶什克/Jaeschke 2009年）——相对于包含整个《精神现象学》的广义而言。黑格尔将其结果，即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称为已经频繁遇到的词：“理性”。

然而，这种理性概念包含两个方面，黑格尔未能充分区分它们。他通过“普遍的自我意识”的概念引入理性概念，在其中被认识者自身也是一个自我意识。当“概念”和“实在性”都是自我意识时，在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什么也不是的差别”。同时黑格尔阐述道，现在已经被克服的“概念和实在性的普遍对立[…]在这里已经具有了自为存在的概念、即意识与作为外在存在着并与之对立的客体的那种更明确的形式”（第437节）。然而，这个外在存在的“客体”有别于另一个自我意识。但第二个方面最终在理性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自我意识这样一种确知，即确知它的各项规定也同样是对象性的事物，是事物本质的规定，正如它们是它自己的思想一样，这种确知就是理性”。这里强调的并不是一个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之间的关联，而是它与一种外部事物，一个“世界”的关联；在讲授课中，黑格尔同样强调了后一个方面：“因此普遍意识的合理性在于：在世界中、在客体中发现自己及其内容；精神对理性说：你是来自我理性的理性，就像亚当对夏娃说的：你是来自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所以精神走向世界，带着这种信念：世界的内容正如它自身一样是合理的（世界的内容就是理性的诸多规定）”（《全集》GW 25/2.798）。然而，这种确知虽然是借助于《精神现象学》的整个进程得到保障的，但在此处——在《全面教学纲要》的“现象学”中——并非单凭自我意识的这整个发展进程就能保障的，这既无法通过“欲望”，也无法通过“为承认而斗争”来保障（3第438节及其后）。

文献： 迪特尔·亨利希（Dieter Henrich）：《自我意识。对一种理论的批判性导论》。载于：吕迪格·布伯纳（Rüdiger Bubner）等（编）：《诠释学与辩证法。论文集 I》。图宾根 1970年，257–284；康拉德·克拉默（Konrad Cramer）：《“体验”。关于黑格尔自我意识理论的命题——兼论后黑格尔哲学某个基础概念的难局》。《黑格尔研究附录》11（1974年），537–603；伊迪丝·杜辛（Edith Düsing）：《交互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米德、舒茨、费希特与黑格尔的行为主义、现象学与观念论基础理论》。科隆 1986年，328–351；康拉德·克拉默等（编）：《主体性理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7年；克里斯托夫·沙尔霍恩（Christof Schalhorn）：《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全面教学纲要概念》。《黑格尔研究附录》43（2000年）；耶什克（Jaeschke）：《意识的自我意识》。载于：霍夫曼（Hoffmann）2009年，15–30。

9.4.5 心理学

(1) 直到这门被颇为不幸地称为“心理学”的真正精神学说开始时，黑格尔才达到了他的哲学自他第一份体系草案（1801/02年，见第二章第4.6.1节）以来便向之聚焦的那个概念：精神的概念。因为只有在这里并且从这里开始，主题概念才排他性地从属于“精神”；灵魂与优先于它的自然性之间的绑定被解除了，意识与一个与“我”对立的外在事物之间的绑定也被解除了。现在它涉及的不再是对某个“对象”的认识，而是精神对自身的认识：“因此精神只从它自己的存在出发，并且只与其自己的规定发生关系。”由于精神的这种自身关联，黑格尔宣称“什么是它的概念以及什么是它的实在性——即无论是被规定为‘客观理性’还是‘知识’，这是漠不相关的”。然而尽管存在这种自身关联，黑格尔起初还是将这里的“精神”视为有限的：亦即只要“知识未能把握其理性的自在且自为的存在，或者同样，只要这种理性尚未在知识中使自己达到完全的显示”。引用的这些表达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理解它们需要特殊的启蒙。然而，这里并不涉及任何神秘事物，正如“精神”也绝非神话学意义上的大物，而就是人自身的精神性（见第二章第9.4.2节）。黑格尔在这里只是强调精神哲学与优先于它的逻辑和自然领域的差异。在那些领域中，（进行认识的）精神总是指向他物；而在接下来其哲学的各个部分中，精神只与自身建立关联——分别作为理论的、实践的和自由的精神，并最终作为客观和绝对的精神。在进一步的过程中还会被讨论的所有形态，都是精神自身的形态，而不是某种对它来说陌生的事物。这不仅适用于社会生活意志的客观化，也适用于艺术、宗教和哲学，黑格尔将它们理解为精神对自身认识的形式。它们都从主观精神中产生，因此精神在其中不是与某种它感到陌生的事物相关联，而是与它自身相关联。对这些事物的知识与这知识所知道的“对象”同样是精神的“实存”，正因为如此，它在严格意义上不再是“对象”。

在这里，黑格尔将精神形式的阐释称为“前进”或“发展”——他甚至谈到精神的一个“目标是产生其客观的实现，并在其中同时产生其知识的自由。”然而，这些表述不应被理解为，似乎黑格尔在这里——如上文（见第二章第9.4.2节）所要求的那样——想要暗示历史是精神的特定展开形式。他只是在反驳那种假设，即可以用一种“假定的自然发生”来解释“所谓的精神官能”的产生，在这种假定中，感性依然保留为肯定的基础。对于这些“所谓的官能”，他无论如何都不将其理解为自然事物，而是作为精神事物，此外也作为精神获得“解放”的一系列阶段。它们是精神的“产物（Productionen）”——而这体现在两方面：它们并非任意的产物，而是这样的，“以至于内容既是自在存在着的，也是依据自由而属于它的。”通过这个思想，即精神的内容既是某种附随的东西，也是由精神产生出来的、其自由的产物，黑格尔获得了对理论精神和实践精神的区分：就它的显现而言，它是前者的对象，就它基于自由产生而言，它是后者的对象——而黑格尔试图在《全面教学纲要》第三版中通过引入第三种形态即“自由精神”来消除位于这种区分中的“双重片面性”（3第440–444节）。

(2) 黑格尔在理论精神与实践精神的区分视角下，对“解放”和“提升”作了更深入的论述——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两者并没有彼此分离，而是共同作用的：“理智发现自身被规定；这就是它的映象，它从这种映象的直接性出发，但作为知识，它所做的是把发现的东西设定为它自己的。”实践环节并不是事后才附加到理论知识上的，而是它在知识本身中起作用。在概念上要对两者进行区分——但不能将它们孤立地对立起来，因此将“理论”和“实践”分离开来也是一种“后黑格尔式的抽象”（布伯纳/Bubner，1971年）。这种关于不可孤立其虽在概念上可区分但在现实中不可分离的事物的警告，黑格尔同样也用来反对孤立理论精神所谓的“力”或“官能”。他将它们理解为认识的“环节”，而不是那些还要专门解释其相互作用的独立形式。虽然在生活中它们可以被互相孤立起来——直观、回忆、幻想等等——但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孤立构成了一种由于任意或缺乏教养而造成的未能达到真正认识的迹象。

在“直观”、“表象”和“思维活动”等主要标题下，黑格尔将认识的各种环节体系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例如将“感觉”也归入“直观”（并在此重申了他对感觉刻板的矛盾评价）；在“表象”下，他还探讨了“回忆”、“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和“记忆”，并且根据精神的“解放”线索，将这些环节进一步细分。因此，例如将意象以“潜在的可能性”保存在理智的“黑暗矿井”中的“回忆”，依然比“再现想象力”包含更多的直接性，而后者又比“幻想”包含更多。只有在幻想中，“理智才不是作为无规定的矿井和普遍者，而是作为个别性，即作为具体的主观性存在”，并且虽然幻想产生的意象只有主观的直观性，但在“符号”中它增加了“真正的直观性”。虽然“象征”也具有这种直观性——但与它相比，“符号”又是更进一步的解放阶段：相反，作为符号，它的“直观的固有内容，与它所作为其符号的那个内容，互不相干”——在此意义上，在符号上，理智展示了“在使用直观方面比在将其象征化时更自由的任意和支配力。”（3第446–458节） 在这里，在“符号”问题上，黑格尔看到了探讨“语言”作为“真正的理论理智的活动”、并且与之相对的回忆和幻想等都是其“外在表达”的系统位置（《全集》GW 18.195）。然而，正如他所限定的那样，在一门哲学科学中，它“仅仅依据一种特有规定性被考察，即作为理智将其表象显现在外在要素中的产物。”对于“要素材料”、即“词汇的”部分，也对于“形式的”、语法的方面，黑格尔只贡献了极少数的评论——在《全面教学纲要》（1830）中，他参考了例如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的《德语语法》和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 Humboldt）此前刚发表的科学院论文《论双数》（Ueber den Dualis）。与18世纪末的语言哲学相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对当时关于语言是神圣还是自然起源的激烈争论一字未提。他将对语言的评论限制在其作为符号体系的功能的极其简略——如果从语言在20世纪哲学中所取得的重要地位来看，显得过于简略——的勾勒上：它“赋予感受、直观、表象一种第二位的、比它们直接的存在更高的，总之是一种在表象的王国中有效的实存。”尽管黑格尔在“作为原始的音响语言”之外，想要“仅仅附带”提及书面语言，但他论述的实际重点却放在后者身上——特别是关于当时——自莱布尼茨以来——一直存在的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孰优孰劣的争论。按照这个术语，由于两者都被认为是“静止的”文化，黑格尔如当时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将其主要指代中国的文字，而不是埃及文字，尽管他在讲授课中报告了当时“首次”由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开始的象形文字破译（《全集》GW 25/2.848），这一破译得益于偶然发现的“罗塞塔石碑”（1799年）；根据流传的说法，他并未提及在1822年和1824年进一步发展了杨的工作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

针对莱布尼茨关于象形文字比字母文字具有优势的考虑，黑格尔认为“决定这些书面语言价值的根本规定”在于，象形文字“首先违背了语言的基本需求，即名称。尽管它包含的直接表象可以非常丰富，但对于作为名称的精神而言，单纯地拥有一个直接简单的符号就足够了，这种符号作为一种仅仅自为的存在不给予思考任何东西的余地，其规定仅仅在于意指并感性地呈现那些纯粹的表象本身。”名称是“纯粹自为毫无意义的外在性事物，它们仅仅作为符号才有了含义”——语言的这种不可或缺的功能正基于此：“我们是在名称中进行思维活动的。”（3第458节及其后，第462节）然而，虽然名称为了其自身特有的无意义性而被指向一种自身之外的意义，从而成为“事物”，但黑格尔将记忆看作是“向思维活动的活动的转变，这种活动不再有含义，也就是说，主体性与它的客观性已经不再是不同事物”。与他那个时代对记忆的轻视相反，黑格尔坚持其重要性：“到目前为止，精神学说、理智体系化过程中一个完全被忽视且事实上也是最困难的点在于：理解记忆的地位和重要性，并理解它与思维活动的有机联系。”由于他赋予了记忆这样的重要性，他严厉批评了“前些时候[即18世纪末]被重新炒作而现在又理所当然被遗忘的古人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将记忆贬低为机械装置，而不是将其理解为——即使是片面的——“思维活动的实存环节”（3第461–464节）。

与在讲授课（《全集》GW 25/2.866–877）中不同，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仅仅用很少几个段落来探讨狭义上的“思维活动”（3第465–468节），尽管“理论精神”在其中达到了完满，其思辨性质也首次在此得到精确的把握。然而相较于第三版，《全面教学纲要》的前两版在此处提供了一种语言表达更巧妙的提法，它的结构预示了《法哲学原理》（1821年）序言中“双重命题”的形式（见第二章第8.1.2节）：“凡是被思考的东西，就是存在的；而存在的，仅仅当其是思想时才是存在的。”（2第465节，1第384节） 讲授课笔记表达得没那么精妙，但也许更容易理解：“思维活动的意义在于：我所思考的东西，就是事情本身；[…]事情本身只有通过思维活动才存在。只有当事情通过理智而成为事情时，这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否则它就还不是客观性，而只是纯粹的外在性。思维活动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全集》GW 25/2.867及其后）这里清楚地显示出与先验哲学的“客观性”概念的亲和性：“客观性”不是与主体对立的东西，而是首先通过主体建构起来的。“思想”在这里显然不是指广义上的思维活动的任意产物；在肯定意义上的“思想”不是一个念头，而是“真正的普遍者，即它自身对自身的他者，即存在的包摄统一”，或者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简单同一性”。这样，黑格尔在这里回溯到了将理性概念规定为“概念的主观性及其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简单同一性”（3第438节及其后）。这种同一性现在为了思维活动自身而显露出来：“思想”现在成了它自己的对象。

然而黑格尔说，这种“思考认识（denkendes Erkennen）”首先还是形式的：因为提供给思维活动作材料的回忆表象仍然是被给予的内容，思维活动——作为形式知性——将其“处理为种类、门类、规律、力量等等一般转化为范畴，其含义在于，资料只是在这些思维规定中才具有其存在的真理”。思维活动的运动现在在于扬弃这种最后的直接性残余，被给定性。作为知性，它根据自身的普遍性，即范畴，来阐释个别性；作为否定性、方向或判断，它声称个别性为“一种普遍者（类或种）”，在其中内容显现为被给予的；而作为“形式的理性，推理的知性”，它从其自身规定该内容，并由此扬弃了它自己与被给予事物之间的形式差异。

因此，理智清除了最后的直接性；它吸收了这种直接性，并且“在完全占有之后，现在安居其所有权之中。”在语言表达上，黑格尔已经预见了实践领域，从此处迈入该领域仅需极小的一步了：因为已经清除了假定与其对立的直接性的理智是自由的，并且由于它知道自己是规定内容的主体，因此它就是意志。

(3) 黑格尔从思维活动的概念过渡到意志的概念，从“理论精神”的概念过渡到“实践精神”的概念，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他所看到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尽管在它们之间作了必要的区分。一个纯粹的、没有认识环节的意志对他来说绝对不可思议，同样的，一个纯粹的、没有内含实践环节、即连对认识具有引导功能的“兴趣”都不具备的认识活动也是不可思议的。正如黑格尔始终将意志思考为一种“思考的意志”，他也始终将其思考为一种“自由的意志”。一个不自由的意志如同一个不思考的意志一样，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然而，黑格尔将它称为“意志[…]提升至思考的意志的道路”——即从首先仅自在地思考的意志，向真正思考着的并自由的意志的提升。

黑格尔对实践精神的阐述，无论是从篇幅还是从其概念发展来看，都更像是对“理论”论述的一段精简附录。然而，“实践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系统性的关键作用，因为它从狭义上为“客观精神”的世界奠定了基础——因为精神的客观化不是基于“认识”，而是基于“意志”：“作为意志，精神进入了现实，作为知识，它置身于概念的普遍性的土壤中。”因此，《法哲学原理》（1821年）的“导言”回溯到意志的概念，甚至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因为“实践精神”在《全面教学纲要》（1817年）中的阐述还很不充分。黑格尔直到第二版《全面教学纲要》才引入将其细分为“实践感觉”、“冲动”、“任意和幸福感”；而在第三版中，他再次作了细微修改，变成了“实践感觉”、“冲动和任意”以及“幸福感”。

黑格尔将这种体系性区分称为向“客观精神”迈进的“意志的道路”。穿越这条道路的动力在于自由、自我规定的意志概念与形式单一个别意志拘泥于其规定性之间的矛盾。在最初只是自在自由的意志中，自由必须首先被“呈现为实存”。作为第一种形式，黑格尔引入了“实践感觉”，以对应“灵魂”的“感受”和理论精神的“感觉”。他对这种感觉的批评同样沿着熟悉的轨迹展开，特别是由于他在以前的所有感觉形式中已经各自预见到了实践环节：“感觉不过是主体直接特有的个别性的形式”，因此任何内容最终都可以置入其中。所以，如果想在这种感觉的形式上就获得真理，而不是诉诸那些固然也必须以感觉形式存在以属于主体的个别性方面，但理性的内容——即法权与伦理，这就“很可疑，甚至远远不止如此”。

在这个脉络下，黑格尔引入了一个许多批评者抱怨其在黑格尔著作中被边缘化的概念：应当（Sollen）概念。自从早期近代自然法终结以来，即使在其“世俗”形式下，它最终依然将应当的概念固定在神的意志上，因此要在体系上锚定它变得极其困难。黑格尔处理这个概念的方式就是证明。虽然他甚至谈到一种“双重的应当”；但它的第一种形式仅仅基于自然的意志与其“外部客体”的对立关系，期望这些客体符合该意志——也就是符合偶然的目的。这里黑格尔立刻找到了关于“世界上罪恶根源（Ursprunge des Übels in der Welt）那个著名问题”的答案——也是对那自古代和古东方流传下来、由莱布尼茨冠以“神义论（Theodizee）”之名的问题“恶从何来（unde malum）”的回答：“恶[此处仅限于物理上的恶（malum physicum），即不愉快和痛苦]无非是存在与应当的不相称。”然而，哪怕提出这个问题的语境及其极其简略的回答并不令人惊讶，但它的核心论点却足以让人吃惊：相对于“存在”，“应当”绝不必然永远是对的。一种产生于偶然、有限目的和存在之间不一致性的应当，是没有真理的。对于这种目的，“恶只是在其狂妄与虚妄的想象中所施加的惩罚权利。它们本身已经是恶了。”因此，对恶的抱怨被如此一种驳斥所拒绝，即实际上的恶反而是这种抱怨本身。在一个不再有对物理之恶负责的实体的意识历史境况下，对于这种抱怨也不再有负责的接收者，抱怨本身就变得没有意义。因为这种无意义性，它自己便成为恶，因为它只是为了自身不合理的目的而遮蔽了对生物和精神“存在”本身的认知，而在这种存在中本就包含了“内在区分”——因而也包含了“恶和痛苦的原则”：“否定性、主体性、我、自由”。

针对“应当”概念的第二重、在哲学上更加成问题的维度，黑格尔采取了一条类似于康德的路径，即让“应当”产生于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对立中：前面考察过的单个意志相对于外部对象的“最初的自我规定”在这里“起初没有被提升到思维活动的普遍性，因此这种普遍性本身构成了针对这种自我规定的、无论是在形式上、抑或是其本身都能成为其内容的应当。”因此，“应当”并非来自某个外部权威机构，而是位于被正确理解的“思维活动的普遍性”之中。它自身已经伴随着具有正当理由的规范性要求而出现——并且已经受制于这些要求的是“形式实践感觉的种种变形”——如“愉悦、喜悦、痛苦等等、羞耻、悔恨、满足等等”（3第469–472节） 实践精神的其他形式——冲动、倾向、激情——传统上并未享有显赫的声誉，它们似乎理所当然地与这种内在的“合理性”相抵触。然而，黑格尔几乎成为了它们的辩护者；他试图为它们洗刷通常附着在它们身上的道德污点：它们“同样一方面以精神的合理本性为基础”——尽管另一方面它们“也附带偶然性”。从形式上看，“激情”只包含在诸多意志规定中限定于某一种特殊的规定，而无视内容。“但仅仅因为这一形式的缘故，激情既无善亦无恶；这种形式仅表明，一个主体将其精神、才能、性格、享受的全部鲜活兴趣寄托于某个内容上。”由此接续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个句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伟大的事业是没有激情而被完成的，也没有可能是不伴随激情被完成的。只有一种僵死的、甚或往往是伪善的道德，才会对作为这种形式的激情本身大张挞伐。”（见第二章第9.6.4节）不仅针对这种“伪善的”道德评价，而且更广泛地反对任何道德评价，黑格尔都致力于恢复冲动、倾向、激情和“兴趣”的地位。因为“如果没有兴趣，任何事情都无法成就”。黑格尔首先赋予它们“形式上的合理性”，即“主体借由自身活动去扬弃主体性，实现自身。”至此，它们被严肃对待，视为生命和历史的根本驱动要素，并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形式上的正当性：“冲动和激情无非是主体生命力之所在，它在此中体现于其目的和执行过程中。”并且它们“真正的合理性”并未通过一种“外在反思”显露出来，而是落实在“精神本身的内在反思中：超越其自身特质及其天然的直接性，赋予其内容以合理性与客观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表现为必然的关系、法权与义务”。因此，它体现在它被客观化为伦理关系的过程中，“客观精神哲学”必须承担对这种关系的考察——作为“关于法权、道德和伦理义务的学说”。（第473–475节） 黑格尔在第一版和第二版《全面教学纲要》中将“幸福感”概念与“反思意志”和“任意”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在传统、字面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自由的思考意志在各种偏好之中进行选择的能力。然而，只要它仅仅在这样有限的、个别的冲动和倾向上进行选择，它就仍深陷有限性之域。它是“这样一种矛盾：意图在一种特殊性中实现自身，但这一特殊性对它来说终究是微不足道的虚无”。仅仅从这种以一种倾向排挤另一种倾向的过程，从欲望到享受又从享受到欲望的无休止的摇摆之中，唯有对一种全面且持久的满足的表象似乎可以作为解脱——这传统上通过“幸福感”概念来表达。然而黑格尔多次批评指出，在康德之前，启蒙伦理学完全是这种以幸福感为基础的伦理学（《讲授课全集》V 7.171；9.149），而自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以来，幸福感这一概念已经受到严重质疑（全集 AA V.25）。黑格尔接续这一批评，甚至质疑了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幸福感是对所有冲动满足的混乱表象，但在这一满足过程中，必然会有一种冲动或全部或部分地牺牲给另一种，或是优先于另一种，或是凌驾于另一种。”（第396节）作为这种自我毁灭般的反思考状态的“真理”，向他展示的反倒是“意志在自身上的普遍规定性，即其自我规定本身，即自由”——以此，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1830年）中过渡到了“主观精神”的最后一种形态，即“自由精神”。（见第二章第9.4.1节，第476–482节）

资料来源： 雅各布·格林：《德语语法》。第1部分。哥廷根21822年；威廉·冯·洪堡：《论双数》。于1827年4月26日提交于科学院。柏林 1828年；洪堡：《文集》。阿尔伯特·莱茨曼（Albert Leitzmann）编。第6卷。柏林 1907年，4–30。——文献： 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黑格尔与应当》。载于其著作：《历史哲学的难题》。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3年，37–51；亨利希（编）：《黑格尔哲学心理学》。《黑格尔研究附录》19（1979年）；阿德里安·佩珀扎克（Adriaan Peperzak）：《绝对者的自我认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基础》。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7年，38–57；威廉·A.德·弗里斯（Willem A. de Vries）：《黑格尔心理活动理论。理论精神导论》。伊萨卡 / 伦敦 1988年；阿德里安·西奥多·佩珀扎克（Adriaan Theodoor Peperzak）：《黑格尔实践哲学。对全面教学纲要中关于人类自由及其客观实现的阐述的评论》。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1年，17–106。——关于“语言”：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黑格尔著作中的语言问题》。斯图加特等地 1966年；曼弗雷德·许弗勒（Manfred Züfle）：《世界散文。黑格尔的语言》。艾恩西德伦 1968年；西奥·博达默（Theo Bodammer）：《黑格尔对语言的解释。对黑格尔关于语言的言论的阐释》。汉堡 1969年；布鲁诺·利布鲁克斯（Bruno Liebrucks）：《语言与意识》。第5–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0–1974年；布鲁诺·申德勒（Bruno Schindler）：《不可言说事物的可言说性。黑格尔走向具体概念语言的道路》。维尔茨堡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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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法哲学

9.5.1 传承

(1) 黑格尔关于“自然法与国家法（ius naturae et civitatis）”的讲座，在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讲座之后，构成了他教学活动的第二个重点。从1802年夏季在耶拿的第二个学期（即使这次讲座可能因为他当时“完全被其文学工作所占据”而未能举行，R 161），一直到1831/32年冬季的最后一次讲座，这些讲座确立了他的学说。“自然法与国家学（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因此也是《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真正的——尽管不常用，在一些版本和翻译中甚至完全未被提及——主标题。而且这是一个标志，显示了黑格尔对这些讲座赋予的份量：在耶拿时期，即使当他讲授其整个系统——“Philosophiae universae delineationem”等——时，他有时也会宣布增加一门关于自然法的讲座，例如在1803年夏季、1803/04年冬季，以及1805年夏季。

关于这些讲座，人们却一无所知——即使可以从同时期的手稿中大致推断出其内容的轮廓（见章节 II.4.6.5, 4.6.7）。关于“法与义务论（Rechts- und Pflichtenlehre）”的纽伦堡文理中学课程，也没有充分的文献证明（见章节 II.6.1.5）。直到第一次海德堡讲座（1817/18年），他的法哲学才有了连贯的文献记录。黑格尔在这里授课时，首先口述各个段落，然后分别通过自由的论述进行阐释（GW 26/1; V 1）。他在1818/19年的第一次柏林讲座中，即他到达柏林后不久，依然遵循了这种方法（GW 26/1; V 1.267–280）。然而最迟在1819年初，他决定继《百科全书》之后，为他的讲座出版另一部大纲：《法哲学原理》（见章节 II.8.1.1）。在1819/20年的讲座中，就仅存的两份笔记（GW 26/1）所能看出的而言，黑格尔已经放弃了口述；在《原理》出版后，他无论如何不再口述了（笔记 [匿名 1821/22]、Hotho [1822/23] 和 Griesheim [1824/25]）。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黑格尔把这门讲座交给了他的学生和朋友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他在1830/31年冬季学期再次宣布开设此讲座，但随后因“身体不适”而取消。直到1831年秋季，在经历了前一年的革命和起义后政治动荡的时期，他才再次想要讲授法哲学，但却只能讲完开场部分。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在1867年（！）报道称，重新开始他的讲座是因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要求，他邀请黑格尔共进晚餐（HBZ 437）——然而，这个被津津乐道并被约翰·爱德华·埃尔德曼（Johann Eduard Erdmann）以缓和的形式收入《全德传记词典（ADB）》第11卷第272页及以下的轶事，只要没有更好的来源证实它，就必须被放逐到童话的领域。

讲座： 1817/18；1818/19；1819/20；1821/22；1822/23；1824/25；1831/32（已开始）。—— 文本： a) 大纲： GW 14; GW 13, §§ 400–452; GW 19, §§ 482–552; GW 20, §§ 483–552; b) 听课笔记： GW 26/1–4 (预编版：黑格尔：1818-1831年法哲学讲座。卡尔-海因茨·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编辑并注释，共六卷。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第1卷：1973年；第2-4卷：1974年（未出齐）；黑格尔：法哲学。1819/20年讲座的一份笔记。迪特尔·亨利希(Dieter Henrich)主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3年；黑格尔：自然法与国家学讲座。海德堡1817/18年及1818/19年讲座补遗。P. 凡嫩曼(P. Wannenmann)记录。汉堡1983年(=V 1)；黑格尔：法哲学。凡嫩曼（海德堡1817-18）和霍迈尔（柏林1818-19）的听课笔记。卡尔-海因茨·伊尔廷主编。斯图加特1983年；黑格尔：法哲学。1822/23年讲座的卡尔·威廉·路德维希·海泽(Karl Wilhelm Ludwig Heyse)笔记。埃里希·席尔巴赫(Erich Schilbach)主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1999年；黑格尔：法哲学讲座。柏林1819/1820。约翰·鲁道夫·林吉尔(Johann Rudolf Ringier)记录。埃米尔·安格恩(Emil Angehrn)、马丁·邦德利(Martin Bondeli)和许南承(Hoo Nam Seelmann)主编。汉堡2000年(=V 14)；黑格尔：法哲学。1821/22年讲座。汉斯格奥尔格·霍佩(Hansgeorg Hoppe)主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5年)。—— 文献： 卡尔·弗里德里希·格舍尔(Carl Friedrich Gösche)：法学家手册与辅助卷宗散记。共3卷。埃尔福特，施洛伊辛根 1832–1842；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基于历史观的法哲学。海德堡。第1卷、第2/1和2/2卷：1版 1830, 1833, 1837; 第1卷: 3版 1854; 伦茨(Lenz)：柏林大学史。第2卷 (1910)；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黑格尔与国家 (1920), 第2卷, 75–204；赫尔曼·海勒(Hermann Heller)：黑格尔与德国的民族强权国家思想。政治精神史论丛。1版 1921，阿伦重印版 1963；格哈德·杜尔基(Gerhard Dulckey)：法的概念与法的形态。对黑格尔法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柏林 1936；埃里克·韦伊(Eric Weil)：黑格尔与国家(Hegel et l’état)。巴黎 1950；贝尔纳·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黑格尔的政治思想(La pensée politique de Hegel)。巴黎 1969；曼弗雷德·里德尔(Manfred Riedel)：黑格尔法哲学研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版 1969，斯图加特 2版 1982；罗尔夫·康拉德·霍切瓦尔(Rolf Konrad Hočevár)：黑格尔与普鲁士国家。1821年法哲学评注。慕尼黑 1973；亨宁·奥特曼(Henning Ottmann)：黑格尔哲学中的个体与共同体。第1卷。柏林/纽约 1977；维托里奥·赫斯勒(Vittorio Höslé) (编)：德国观念论的法哲学。汉堡 1989；佩珀扎克(Peperzak)：黑格尔的实践哲学 (1991), 107–370；路德维希·西普(Ludwig Siep)：德国观念论中的实践哲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2；西普 (编)：G. W. F.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柏林 1997；施内德尔巴赫(Schnädelbach)：黑格尔的实践哲学 (2000), 163–370；阿德里安·T·佩珀扎克(Adriaan T. Peperzak)：现代自由。黑格尔的法、道德和政治哲学(Modern Freedom. Hegel’s Legal,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多德雷赫特等 2001；迈克尔·索尔特(Michael Salter) (编)：黑格尔与法律(Hegel and Law)。汉茨/伯灵顿 2002；罗伯特·B·皮平(Robert B. Pippin)：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作为伦理生活的理性代理(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Rational Agency as Ethical Life)。纽约 2008；克劳斯·菲韦格(Klaus Vieweg)：自由之思。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慕尼黑 2012。

9.5.2 自然法、法哲学、客观精神哲学

(1) 黑格尔关于法哲学的讲座，发生在一个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政治与社会方面都发生剧变的时期。证明这一点的首要迹象，在于他宣称要讲授“自然法与国家法（ius naturae et civitatis）”，却又与自然法概念保持了尖锐的切割，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奇特的矛盾。早在1817/18年的讲座中，他就非常明确地表述过：“自然法这个名字应当被放弃，代之以哲学法学，或者正如将要显明的那样，客观精神的学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包含了歧义，“因为在它之下 [1]）被理解为某物的本质的概念，以及 2）无意识的直接自然本身。”（GW 14/1.8）

(2) 黑格尔绝非首个批评自然法概念的人。自18世纪末以来，这个在世纪中叶仍未受到挑战的、古老尊贵的标题“自然法”，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并且是以“理性”的名义——发起的攻击：“自然”是存在者的总和，因此是描述的对象——但这就并没有设定规范。比如描述人的自然属性，其系统位置在于（实用）人类学——但是从这种关于人是什么的描述中，无法得出关于他应当成为什么的认识。道德或法律约束力的根据不在于“自然”，而“仅仅是先天地存在于纯粹理性的概念之中”（AA IV.389）。于是旧有的“自然法”就这样被重构为了“理性法”——尽管理性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仍然存在。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对立，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在其术语上与黑格尔有相似的摇摆，又将他的哲学法学称为“自然法”（AA VI.237,242）。

对自然法的第二种攻击，是以现实中始终存在的并且正在历史中发展着的法的名义进行的。这种批评尤为成功，因为它不仅仅依靠法哲学的论证，而且蕴含了一种政治含义，这种含义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年里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即 自然 = 理性 = 启蒙 = 革命 的等同。由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论》（1790），这种批评在影响史上变得特别成功——特别是在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德文翻译中，并通过他添加的内容（1793）被激化，将对革命的批判与对“历史”的诉诸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种理论形势下，关于自然法与实在法传统的科学体系性对立，首次被关于法的奠基中的普遍性与语境性之间新的科学实践性对立所覆盖，这一对立直至今日仍贯穿于契约论与语境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中。针对自然法或理性法，人们不再提出传统的反驳——只要对它的违反至少没有引发直接的制裁，它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而是说，它的普遍性诉求破坏了历史上存在的法的现实性——并带来了众所周知的灾难性政治后果。

确实，社会对于伯克而言也建立在同意之上，正如自然法中一样——但这种同意不是基于理性的行为，而是长期的习惯与偏见——或者更好说是：生活方式。在这些生活方式中表达了对各自统治形式的同意。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建立在（主动或被动的）服从行为之上，也不建立在理性法所设想的社会契约之上，而是建立在保障公民需求满足与福祉的政治体系的历史发展之中。现代的合理性反而是人为的，正如现代国家中一切都是人为的一样——因此也是缺乏立足点的。现代的理性哲学虽然树立了人道（Humanität）的理想——但恰恰因此，带着它那人为的、“造作的”理想，它无法实现真正的人道，反而会驱向革命并以兽性告终。这种批评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以奥地利国家总理梅特涅（Metternich）为代表的复辟时代的末期。即使在失败的1848年革命之后，它也被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黑格尔死后二十年间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思想家——所重复：“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或革命，恰恰就是‘自然法’所依据的原则的结果。”（Stahl 1830/1854, 3版 289）

(3) 这种围绕自然法与历史的冲突塑造了黑格尔构思其法哲学基础的形势，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将其详细阐述。他很早就熟悉这种划时代的冲突——并从中得出了不应倒向理性派或历史派任何一边的结论，而是试图包容并统一这两个冲突的极点。他兴趣的双重性可以在他的两部并列的著作中得到说明：在他的《关于德国体制（Verfassungsschrift）》（GW 5.1–219，见章节 II.4.1）中，他显示出对政治局势和历史论证的密切熟悉，对历史上形成的法权关系的承认，以及同样地，在面临急剧改变的政治现实时其合法性的问题。然而，在完成这些工作后不久，他便带着他的《自然法论文（Naturrechts-Aufsatz）》介入了关于现代自然法的争论——并且作为一位既批评早期现代“经验”自然法，也批评康德和费希特的“纯粹形式自然法”或理性法的批判者出现。他的批评集中在那句挑衅性的话中：“对于早期处理自然法的方式，以及任何被认为是其不同原则的东西，都必须否认其具有该科学本质的一切意义。”（GW 4.419，见章节 II.4.5.6）

(4) 简述的争论一直延续到黑格尔在海德堡的时期，并在当时——“理性法派”与“历史派”（蒂博 Thibaut 对抗 萨维尼 Savigny）之间围绕编纂《民法典》及宪法的争论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因此，这些争论构成了他法哲学路径的建构基础——即使黑格尔很少明确回到这些争论上去：他的法哲学在寻找一条穿过理性法的斯库拉（Scylla，意指一侧的暗礁）和虽然仅是历史性却带着提供合法性力量的法权观念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意指另一侧的漩涡）之间的航道。

依照黑格尔在其他地方也实施的程序，两者的中介必须被认为是双面的：必须证明，理性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在书桌上构想出的原则，不以未经与政治-社会现实发生中介的方式抽象地反对该现实，而是只有当它总是已经与这种现实中介了时，它才是理性。同样地必须表明，历史本身不是单纯的事实性，而是历史作为精神的解释形式并因而作为“自由的历史”。只有当历史的运动同时也是规范性内容的展开时，历史才能够维护一个规范性的要求。反过来说：只有当理性不以破坏现实为结果，而是能够论证只有当理性总是已经被认为与这种现实和解了时才是被正确思考了时，理性的规范性要求才能对现实生效。

(5) 针对一个终极立足点要么在“理性”要么在“历史”中的法权思想，黑格尔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反对方案——早在海德堡时期他就用这样的话说：“法的领域不是自然的领域，[…] 而是法的领域是精神的，确切地说是自由的领域”（GW 14/1.8）。在《原理》中表述得更加简明扼要：“法的基地一般地说是精神的东西，其更切近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这个意志是自由的，以至于自由构成了它的实体和规定，而法权系统就是实现的自由的王国，是精神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世界，作为第二自然。”（§ 4）在精神和自由这些概念中，黑格尔试图跨越其时代法权思想所特征的理性与历史的对立。

这一新路径现在所承载的概念不再是像在耶拿时的“伦理（Sittlichkeit）”，而是“精神（Geist）”的概念，且自《百科全书》（1817）以来更具体地说是“客观精神（objektiver Geist）”的概念（1版 § 400）。在这个概念中——该概念随后将拥有一段属于它自己的、直到20世纪由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和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所延续的历史——黑格尔以巧妙的简洁概括了社会生活的特征：“客观精神”就是“主观精神”并在更切近地说是意志得以客观化、对象化的精神世界。通过这种概念的形成，社会生活作为结果的特征被突显出来了。它是精神生活，它不建立在自然关系上，而是建立在主观精神，即标明了人类生活的精神性上。在它缺失的地方——显然地——就没有社会制度。因为法、道德和伦理都不是“出于自然”。它们是由精神，更具体地说是意志，由自由意志产生出来的形式；精神是它们的“实体”，正如黑格尔所说。虽然不能完全从精神中阐明它们，但它们决不会没有这种自由意志存在。这可能显得平庸——尽管如此，将这个经常被遗忘且以前从未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的真理拉回意识中，并没有错。在黑格尔的时代，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他的同事兼竞争对手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他的《关于国家学说的讲座》中，就纲领性地提出要提供一个“国家的生理学（Physiologie des Staates）”（KGA II/8.496,69）——只要澄清这种“生理学”的对象、即国家的“自然（Physis）”正是精神，并且是通过意志行为设立的、因而称作“客观精神”，黑格尔本来是可以分享这种表述的。

(6) 客观精神的概念使我们能够把法、道德和伦理涵盖在统一的解释下，来解释社会生活。因此关于它的科学是一门——尽管内部有差异——“统一科学”。它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分裂为一侧是伦理学而另一侧是法哲学——只要今天在“实践哲学的复兴”的过程中没有无论如何把法哲学忘掉。而且黑格尔在客观精神概念中所思考的法、道德和伦理的统一，并不是以他反过来把伦理学忘掉为代价买来的。他也把他的“客观精神哲学”设计为了伦理学的后继学科。它被纳入到法和伦理制度的语境中，这至多能作为暂时的、方法论上的悬置，但绝不能被无后果地忽视。

在客观精神领域内部，“法”和“道德”，或者“道德”和“伦理”之间的差异是可以精确指出的。相反，“法”与“伦理”的关系可能会显得有些令人困惑，因为黑格尔在双重意义上使用“法（Recht）”这个术语——广义上，他将其大纲命名为《法哲学原理》，以及狭义上限制在“抽象法”的意义上。在广义上，“法”不仅包含“有限的司法权利”，而且包含“自由之所有规定的实存”（§ 486）——因此也包含伦理的形式。它们是社会生活一般的形式，但作为社会生活，它们当然也是法权形式：家庭正如“市民社会”或者国家一样。它们必须被理解为法权形式——但绝不允许仅仅且不是首要地作为法权形式被理解。例如，如果仅仅在“公法”这一标题下探讨国家，就会缩减国家作为一种伦理形式的内容——正如康德在他的《法学形而上学原理》中那样。

伦理的形态是自由意志的现实性形式、自由的生活形式。作为这样的形式，它们虽然具有法的一面，但并不消融于其中，也不能被还原于其中。相反，在“形式法”的狭义意义上的法和道德，“两者皆为抽象物，其真理唯有伦理，即主观性与意志概念的统一。”（GW 26/2.805）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当伦理形式首要地作为法权形式被感知时——就像从希腊向罗马古代的过渡，以及启蒙时代一样，他同样将其描述为一个“法制化（Verrechtlichung）”的时代——这是一种历史衰退形式的标志——尽管他当时只是体验到了这种法制化进程的开端，而这一进程带着加速的动力延续到了我们的今天，并且很可能会继续发展下去。

由于这种广义与狭义法概念的区分，黑格尔的语言使用似乎非常灵活——然而，可以反驳他的是，把法的概念——作为“自由的实存”——扩大至涵盖世界历史，反而会过度稀释其内容。相反，狭义的“形式的”、“司法的”或“民事的”法的概念，又很可能设定得过窄了——尤其因为黑格尔在“抽象法”的标题下只探讨了私法和刑法领域中一般的自然法或理性法规定，却没有探讨公法。因此，相对于“法哲学”这个书名，“客观精神哲学”更好地切合了黑格尔的系统意图，也符合了《原理》的主题范围。因为在这个位置上的所有现象，无疑都是“客观精神”。

文献： 汉斯·韦尔策尔(Hans Welzel)：自然法与实质正义。哥廷根 4版 1980；卡尔-海因茨·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自然法与伦理。概念史研究。斯图加特 1983；瓦尔特·耶施克(Walter Jaeschke)：伊曼努尔·康德与G. W. F. 黑格尔：理性法与历史。载于：从国家规范的宗教到世俗奠基。论近代哲学中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当代的法体系问题。路德维希·西普(Ludwig Siep)、托马斯·古特曼(Thomas Gutmann)、伯恩哈德·雅基(Bernhard Jaki)与米夏埃尔·施泰特勒(Michael Städtler)主编。图宾根 2012，119-140。

9.5.3 自由与必然性

(1) 另一个承载黑格尔法哲学的概念已经被提及：自由的概念。爱德华·甘斯是首个强调了这一概念核心地位的人。在为他重新编辑的《原理》版前言中，他写道，这部完整的著作“完全是用自由这一种金属铸造而成的”。自由——当然“不是那种主观喧哗的、那般狂热并如火箭般窜升的自由，而宁可说是达到了饱和的，但也由此达到了更大坚固性的凝练”的自由——不仅仅是这部著作的“基础要素”，而且是它“唯一的质料”（W VIII.Xf.）。这就好像甘斯在这里接上了黑格尔最后一次讲座——关于法哲学——中的一句话：“自由是最内在的东西，精神世界的整个建筑正是从它那里被建立起来的。”（GW 26/3.1495）这种将自由作为“最内在的东西”的概念，是法哲学从主观精神哲学预设而来的。主观精神哲学将意志概念作为“自由意志”展开——而在法哲学的语境中，黑格尔在导论里退回到这个预设概念（《原理》，§§ 1–32）。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概念与主体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主体并不是部分在思考、部分在意愿，而是在其不可分割性中既思考又意愿。自由之所以是“最内在的东西”，是因为它构成了主体性一般的一个构造环节。它既是对规定的扬弃，“绝对抽象或普遍性的无限制的无限性”，即否定性的自由，也是“规定和设定一种规定性作为内容和对象”（§ 5 f.）。它是规定性的唯一来源——并非一种对伦理上的善或道德法则的知识，这种知识在别处有它的起源和有效性根据，要么是在一种自在存在的理念世界中，要么在神的决断中。毋宁说，自由自身就是原则，是这种言说伦理上的善的奠基性实例。而作为这样的原则，自由就是自我立法，自治（Autonomie）——这个概念，尽管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其特有的康德式内涵而退居幕后，但绝非被他撤销，而是被更为具体地规定了。

然而，黑格尔反对康德的自由概念，因为即便在康德那里——正如在自然法传统中一直回溯到霍布斯一样——自由也被思考为意志原本拥有的一种没有限制的特性，被构想为一种“自然状态”，这种特性仅仅在后来进入社会状态时才被限制。但是，这样一种起初无限制的自由概念对黑格尔来说，除了虚假的抽象之外什么也不是——而且还带有令人疑虑的副作用，因为它会让受法权约束的人类共同生活显得像是一种缺陷状态。相反，黑格尔始终将自由思考为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或者用今天如此频繁用来反对他的概念来说：自由始终应当被认为是在“主体间”被中介的。

(2) 整个精神世界的建筑从这种自由中升起——不仅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世界，同样也是“绝对精神”的世界。而这种精神世界的生成，绝对不需要预设主体将自己知道为一切认识和意愿的终极原则以及执行了这一建筑的人。它同样也可以归功于一种未意识到自身、也许甚至误解了其自治的自由。因为在精神世界中发现的一切，都不是自然之物，也不是以其他方式被给予主体的。它是通过主体自身，即通过它的自由产生出来的，通过自在自由的意志和自由的认识产生出来的——即便在主体将这自由的产物体验为其自由之限制的地方亦是如此。

法同样被黑格尔理解为实现，理解为自由的实存——至少是形式自由的实存。因为所有的法在自由的、设立该法的意志中拥有其有效性根据；不存在某种如同奠基于自然或神圣的决定中，而非出自于制定法权的主体的自由意志的法权。所有的法权都发源于自由——尽管众所周知，这种自由并不总是所有法律主体的普遍自由。因此，只有当法权奠基于法律主体的普遍意志之中时，它才成为自由的真正实存。为了这种普遍性的缘故，法权和政治的自由，只有当它排除了特殊性，或者换言之，当它不仅是我的自由而且同时也是他人的自由时，才是真实的自由。这样便不只是对于精神世界的整个建筑暗示，而是真正地确立了它来源于自由——尽管它最初可能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实定的、阻碍自由的东西。

(3) 恐怕很难找到其他哪一种哲学，带着同样的热情但同时又带着合理性，将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为源于自由。然而，黑格尔并没有仅仅看到这种来源于自由的一面——他同时在其中发现了必然性。从自由中产生这一过程本身，服从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黑格尔客观精神哲学的标志，恰恰在于这两面——自由与必然性——的并存以及它们特有的联结形式：似乎与自由意识对立的必然性，正是自由发展的必然性。

谈论自由意志的“逻辑”或“必然性”，可能显得矛盾。但是尽管有显然的疑虑，这种表述依然具有很好的意义，且它所标明的问题，绝不只是黑格尔法哲学内部的问题：这是塑造社会关系的一般的核心问题。黑格尔只不过是首次在他的法哲学中以这种尖锐的形式认识并说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解决方案虽然显得矛盾——但若人们提出到底“伦理”是奠基于何处这一问题时，这些所谓矛盾将会被证明是蕴含在事物本身的。

通过简短的回顾可以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早期的自然法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它总是已经被以双重方式回答了：伦理的形态——家庭与国家——要么被认为是神的命令奠基的，要么是被认为是“出自自然”的形态。但由于这种“自然”在基督教的思维空间中总是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即便也许是被看作堕落的自然，这两种答案最终都归结为同一个。今天几乎无法想象，直到17世纪，这种假设对于人们的心灵有着何等巨大的力量。

因此，近代早期自然法所完成的变革就显得同样激进：法和伦理奠基于自由意志——而由于这个自由意志在现实中显现为多数自由的，尤其是相互冲突的意志，因此这种奠基关系被想象成了契约。契约的思想用于限制但也用于国家权力的合法化——不过它同样用于虽非历史的、却是假设的关于国家权力生成的解释。因为只有在家庭和国家起源于自由意志的假设下，自由意志才能充当批评现有关系的合法化权威。只要社会关系被认为奠基于神的意志或“自然”中，自由意志就是没有合法权利的：它只能使那些将其现实性的根据存在于它自身中的事物合法化或者拒斥它。

契约理论这划时代的功绩不容置疑——但这并不能使它免于一切批评。在黑格尔时代，它被拒绝首先是出于政治原因，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先导——而今天，它正因此作为一种有利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被推荐给当代的解释者们。尽管如此，这不应掩盖由黑格尔所揭示的它的不足：契约理论使伦理的形态成为有意识完成的自由意志行为的直接产物——成为任意配置甚至贬义上“任性”的产物。于是它仿佛错失了目标。因为即使所有伦理形态和法权的所有形式由于自由意志而存在，它们得以存在的形式绝非归功于有意识完成的意志行为，而是归功于在这些行为背后起作用的必然性。

早先康德在他的法权学说中就已经指出了契约理论这一弱点的一个方面：缔约方是否决定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绝非由其任意处置的。假如缔约方一致决定停留在自然状态中，他们虽然没有彼此加害，但仍对法权本身造成了不义，“因为他们剥夺了法权概念本身的一切有效性”——因为要求摆脱自然状态并建立一个管理法权的市民社会（在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是一种定言命令（AA VI.307 f.）。在这里，如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另一些部分中一样，康德暗示了存在于缔约方意志之下的更深层次的理性结构——而没有因此去质疑近代契约理论的原则见解。不过，这种作为一种“应当”的要求，在康德那里还带有一种外在的、可以说类似于道德的特征；这并非证明了一种内在的逻辑。相反，黑格尔法哲学的标志在于，他首次将关于自由且自我客观化的意志之内部逻辑及其在自由自我意识中所处位置的问题，提升到了意识之中。

黑格尔常被指责低估了近代契约理论的重要性。然而，这是顺理成章地出自他的这样一种洞见：即社会生活，也就是伦理，是由一种不可能通过退回到契约思想或抽象自由意志加以阐明的内在逻辑所构造的。但黑格尔的这个新见解也不是仅仅倒退回希腊的思想：即社会关系优先于单个人意志。在法哲学正如在其它实在哲学中，他关心的是对一个系统性基本问题的全新洞见：法权和伦理在其概念上是“自我意识的自由”——但它是一种已成为“自然”或“世界”的自我意识自由（§ 430，《原理》§ 142）。伦理就是使自己成为世界的现实的自由（§ 484）。但是，当自我意识的自由形成一种世界的现实性时，它就服从于一种内部的逻辑，一种不由它支配的必然性。那么，“自由——而不是自然——将自己塑造成为伦理世界”这一断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这种形成与重塑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内部逻辑，是无法从关于自由和意愿自由之自由意志的思想中推演构造出来的，而只能是由法哲学从现实的关系中重建起来的。当重建完成，便会清楚显明，这种必然性并不是对自我意识的自由感到陌生的东西，而是其自身的必然性。

这种重构绝非只有哲学系统的利益；它同时具有极高的政治方面，即它让人意识到伦理的形态，以及其通过法权所表现的抽象公式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产物。那种仅仅因为制度形式是对立于自由意志的事物就要打破它的革命冲动，只能说明对于自由的自我理解，以为只有从有意识的行为中产生的才是其产物，而非是它无意识生产的结果。那些都是自由展开的内在逻辑的结果，这一事实已经通过消极的思考显示出来：它们根本不可能是另外的起源——它们毕竟不是“出乎自然”的。它们所由之的“自然”，仅仅是精神自身的自然，也就是其内在逻辑——而关键问题是：自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这逻辑中认出它自身。

在伦理与法权的这一双重性质中，这绝不是什么因为黑格尔体系自身强加的约束或因他天生渴求矛盾而导致的怪癖。这是他直视人类共同生活中充满张力的内部构成所得出的结果，在其中他非常精准地分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层次：社会生活的一切形态和形式都来源于主观自由。但是当精神世界的建筑从它升起，当自由在社会制度中变为“自然”时，这个建筑就服从于一种不能仅仅从自由理念加以解释的内在逻辑，且这种逻辑甚至表现出不自由从而与自由相对抗。甚至这种要求自由的自由自身，在它客观化的行为中产生出了根据其内部逻辑的必然关系，而这些关系甚至能被经验为一个似乎要扼杀自由的“铁笼（stahlhartes Gehäuse）”。这既适用于伦理的形态，也适用于规制伦理关系的法权。

于是，黑格尔法哲学以及任何哲学上对社会生活的探讨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被揭示出来：这些从自由中产生出来的伦理结构，还有多大程度能够算作自由意志的产物？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由意志配置支配的？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那产生出它们的自由？或者换句话问：伦理形态和法权形式，根据其内部逻辑在多大程度上切断了与源于自由的联系？而且既然它们虽源于自由，但在发展中又遵循自身的内部逻辑：它们还能多大程度上被自由调节？正是这里，是黑格尔阐明的问题——同时这也深深是当代政治的问题：那源于自由的“事物本性（Natur der Sache）”，与自由的意识是对立的（《原理》，§ 144），而这自由意识往往无法再在这种它自身产生出的“事物本性”中认出自己——就像那个不知道如何驱散他所召唤出灵魂的魔法学徒。社会关系的必然性或许总是能被自由意志扬弃——但恰恰正是这种必然性，强迫了自由意志为自己服务——不如说是必然性扬弃了自由意志，而非自由意志扬弃了必然性。

考虑到这一洞见的激进性，一种常见的反驳由于太过肤浅必须被摒弃：即黑格尔无视个体的价值，因为照他的看法，自由作为客观的事物，作为伦理力量之“必然性循环”统治着个体的生活，并且这些个体只是客观伦理力量显现的形态与现实。这确实是黑格尔经常被说出的一项结论（《原理》，§ 145）——然而仅仅通过用中伤诽谤加以反应、从而使这结论在道德上更显得严厉，是对付不了这类分析的。一切的重点仅仅在于这结论是否是真实的，而不是它是否是受人期待的。

黑格尔自身对“自由意识”与“客观化自由的必然性”之间这种张力的洞见，绝没有感到这是构成威胁的——他确信，主观与客观的理性会彼此中介，因为这客观方面自身就是对自由理念的解释。而自由的现实性，在他看来，在自由发展的客观逻辑中被保存得比在主观行为中更好。只是今天，这种被黑格尔怀抱的信念已经稀释成了几乎不再被期望的希望。因为若不能从要求自己自由的意志中来理解，还有什么能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伦理的内部逻辑实际上就是自由的逻辑？

(4) 追随关于自由与必然性关系的这个问题，随之而来一个后继问题：如果社会关系被其内部逻辑所控制，而这种内部逻辑与意图自由的自由意志之间的鸿沟似乎日益扩大，“规范（Normen）”的地位将如何发生改变？因为，当规范的根据不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意志，而是被禁锢在“必然性循环”里的客观化的意志时，规范的概念就会随之发生改变。这里似乎预示着从伦理规范向“事实的规范性（Normativität des Faktischen）”的翻转。

黑格尔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基于他对这对我们而言日益分离的两面的统一性的信念，他认为这是可解的。因此他对“伦理”的概念在规范和描述之间游移不定。黑格尔早先曾试图通过这个概念的起源史来确保伦理的规范特征：“伦理必然性循环的系统发展”就是“伦理义务论”——当然这是“在其是客观的意义上而言，而不是被包含在道德主体的空洞原则中”的“伦理义务论”。黑格尔因此赋予伦理各种客观规定的发展一种规范性质——尽管他也补充说，他想要在此后省去本应追加上的“因此，此规定对人而言乃是一项义务”这样一句话。一种非哲学的道德学说将材料取自现有关系，相反：“一个内在而连贯的义务论只能是那些通过自由理念成为必然且因此才得以现实存在的各类国家关系的发展”。（《原理》，§ 148）因此，“关系的发展”的规范特征仅仅奠基于黑格尔紧握的这种确信，即这些关系“通过自由的理念是必然的”。因此，一旦人们对现有关系“通过自由理念是必然的”这一信念消退，它的规范性也会随之消退。到那时，规范理论转变为一种描述理论；关系所具备的伦理性必然就堕落成了事实性的强制。

文献： 安德烈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历史与自由意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柏林 2015。

9.5.4 客观精神哲学的体系形式

(1) 早在《百科全书》（1817）中，黑格尔便已勾画出了“客观精神哲学”的纲要——尽管比起“主观精神哲学”的纲要来要明显不够详细。黑格尔在关于“自然法和国家学”的海德堡讲座中使此纲要具体化，但不再更改，同样，在随后的讲座和《原理》中也没有修改。自《百科全书》（1817）以来，他的构想保持恒定——然而其产生的原因则隐藏在迷雾中。耶拿时期的草稿离此尚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在纽伦堡的《特殊科学体系》（1810/11）中，充其量也是在其后期修改（1814/15）中模糊地勾勒出了客观精神的概念（在这里它最初仍被称为“实现中的精神”，然后被称为“实在的精神”[GW 10.341 与 359-362]）和客观精神哲学的系统形式的轮廓——特别是因为“实践精神”与“实在的精神”的关系在此时也尚未被澄清（见章 6.1.4）。概念和系统形式直到《百科全书》中才变得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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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系的不同学科中，没有两个学科具有相同的体系形式，这对黑格尔研究来说还不是一个问题。因此，在阐明各个部分之前的解释任务是从相应学科的概念中获得这种系统形式——如果人们不想满足于传统规范、经验条件甚至偶然发现和决定的解决方案。

(2) 在《百科全书》中，黑格尔以不同的方式划分了客观精神哲学：在第一版中，他从个人意志作为绝对精神概念的知识开始，“它构成了其内容和目的，并且它只是一种形式活动。——这种同一性1）作为一个简单的、直接的概念是法律；2）作为反思或判断，是道德；3）作为根据其概念的现实，或结论的整体，道德。”（§ 401）在后来的两个版本中，他将法律、道德和道德的三位一体与直接、自我反思和实质意志的三位一体联系起来（第 487 条）——基于“基本路线”第 33 条。

作为一个结构原则，黑格尔提到了“自由意志观念本身的发展”——由此他明确地将第三个时刻与第一个时刻相比理解为“这两个抽象时刻的统一和真理”：“善的思想理念在反映在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意志中实现；——因此，作为实体的自由与主观意志一样存在，就像现实和必然性一样；——本质上普遍存在的观念；道德。”为了证明这种划分的合理性，黑格尔在第33条的注释中提到了他的“思辨逻辑”。但是，他们关于“仅根据其概念或本身所设置的内容具有直接性或存在的形式”的解释既不能充分证明法律和道德领域的分配，也不能使法哲学的体系形式作为一个整体变得可理解——然而，这是黑格尔对科学的理解所要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序言”中已经提到了逻辑：“我在我的逻辑科学中详细发展了思辨知识的本质；在这个大纲中，只是在这里和那里添加了对进展和方法的解释。考虑到主题的具体性和固有的多样性，它被忽视了在所有细节中证明和强调逻辑进展；在某些情况下，假设熟悉科学方法，这可能被认为是多余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很明显，整体，就像它的成员的发展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主要希望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判断是因为它要做的是科学，而在科学中，内容本质上是与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GW 14/1.6) 这种对法哲学逻辑基础的持续诉诸的位置——“基本路线”的“序言”——表明除了科学功能之外，它还具有政治功能：强调该书的科学特征，因此不以当前的政治事件为导向。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忽视这一意图的失败。 2022 年 7 月 18 日，他写信给尼特哈默：“但处理国家事务的最糟糕方法是使用概念和理性。”这可能不仅是因为他本人通过挑衅性的表述将这种接受带上了政治轨道（见第二章8.1.2），而且还因为如此有力地引用逻辑作为基础，但并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具体化，即至少可以从逻辑中理解系统的形式，如果不是细节的结构的话：“在抽象法则提出之后，黑格尔自己对逻辑概念和设计的引用实际上完全消失了。黑格尔总是提到逻辑的转变，但他从未给出确切的逻辑决定”（de Vos 1981，119 f.）。

(3) 但是，试图通过直接引用逻辑结构而不是特定对象的内在逻辑来证明逻辑对法哲学——或该体系的任何其他学科——的基础功能，无论如何可能都是徒劳的。美学和宗教哲学等密切相关的学科的截然不同的结构表明了理智哲学学科体系形式可能存在的变异范围。

在《宗教哲学讲义》（1827年）中，黑格尔曾为这样一个普遍的系统形式制定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方案：“所有科学总是这样的过程：首先是概念，然后是概念的决定性、现实性、客观性，最后是第一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对象，是为自身而存在的，成为对自身的客观性，与自身相关。” （V 5.177，参见V 3.83 f.）但是，虽然他总体上宣称了“科学”的概念、历史和完整形式的这种顺序，但他决没有以这种形式设计他的体系中的个别科学。根据这种概念、历史和完整形式的系统统一序列模型，法哲学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设计：作为对客观精神概念、其历史及其完整形式的阐述。

这一概念的合理意义在于，所有形式的精神都是历史人物，因此都具有对其内容的历史渐进性解释的特征。黑格尔还没有考虑到这最初适用于主观精神这一事实。然而，它不仅适用于绝对精神领域，也同样适用于客观领域。但与他的专着不同的是，黑格尔没有在法哲学中插入任何历史元素——尽管这些概念的历史影响从一开始就存在：例如，黑格尔甚至强调“抽象法”概念的历史特征，例如人和财产，特别是其他概念的历史性，无论是在“道德”部分还是在“道德”部分，其当代历史含义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黑格尔将法律和道德以及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的道德制度揭示为等级秩序的形式，而不是历史人物。因此，他的方法看起来像是对社会现实的静态、理性的阐述。尽管他了解法律和制度的历史，但他强调将其解释排除在他的法律哲学之外。

(4) 但如果法律是“自由的存在”（基本路线，第 30 条），那么法律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自由的逐步实现。整个精神世界从自由中崛起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作为历史，也是作为法律历史发生的。这应该已经从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考虑之前的阶段开始：随着法律概念的发展——从“fas”取代“ius”。它还必须描述所有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作为实现理性的形式——以及进步，例如，通过归属和义务概念的发展，以及——今天超越黑格尔——发展到现代国际法作为20世纪之前未知的独特结构的法律形式。只有将一切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发展理解为理性实现的形式，才能克服理性与历史之间的冲突，而理性与历史之间的冲突历史地、系统地构成了他的法哲学的起点。只有这样，在自由概念的历史发展背景下，才能传达其概念发展的规范性内容、阐释理性内容（基本路线，第3段）与法律秩序和制度的事实性之间的对比。

（5）这可能是一种特定的科学历史对抗，不仅从一般观点来看，而且从他自己的系统方法来看，阻止了黑格尔给予法律史应有的地位：与历史法学派、古斯塔夫·雨果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的对抗。这一解释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黑格尔对概念方法和历史方法进行了完全非黑格尔式的区分，这些部分嵌入了对历史法学派的争论中。黑格尔指责它把来自概念的真正正当性换成了“来自环境的正当性”，它混淆了外在的出现与概念的出现，并且与它作为“历史”法学派的自我描述相反，它宁愿以一种完全非历史的方式思考，并将今天的法律建立在昨天的法律之上，即使由于同时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得过时（基本线，§ 3）。这种冲突在《哲学史讲座》中也多次出现：这里据说律师们希望人们“如果他们知道如何陈述以前是如何持有的，就将其视为对此事的理解”（GW 18.85，V 6.73）。

然而，在这些讲座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黑格尔对历史法学派的批评有些过分——他否认法律史的任何规范性特征，并声称法律史中不存在这种精神。法律历史包含特殊性，就像宗教历史一样，因此我们不再向朱庇特屈服（V 6.327），这一事实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论点。否则，后者将成为反驳精神存在于宗教历史这一事实的证据——而黑格尔几乎不想否认这一点。至少，我们现在拒绝跪下的精神与早期宗教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阻止黑格尔将宗教史作为宗教概念的实现纳入其宗教哲学的背景中：因此，他承认艺术史、宗教史和哲学史，而他否认法律史。

与历史法学派的对抗显然模糊了黑格尔对这样一个事实的看法：在无视历史的法概念的系统发展与黑格尔理所当然地拒绝的对法律史的纯粹历史处理之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即对法律史的哲学理解的道路，即：对法律实现的哲学重建的道路。法律历史的纯粹历史处理决不会使这段历史变得过时——从哲学角度和合法性利益来看，这无疑是不够的——就像宗教历史不会因为只处理外部性的教会历史的历史考虑而变得过时一样：它只知道决定教会任何教条或组织结构的会议的日期（V 3.76等）。黑格尔想要在历史法律学派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这显然使他看不到法律史的经验性处理是基于一种不符合哲学标准的方法，而不是基于这种历史本身的特殊构成。

这可以通过黑格尔区分法律史和宗教史的考虑来说明：“在这里（参见宗教哲学），这与从经验上对待法律的情况不同。法律史的决定不是从概念中得出的，而是从别处得出的。这是人们实际上决定法律含义的地方；但是某些权利，罗马和德国的，是从经验中获取的。另一方面，在这里（也参见宗教哲学），法律历史的决定不是从概念中得出的，而是从别处得出的。 « (V 3.84) 如果这对于法律史来说是正确的，那么，这与其说是对法律史的反对，不如说是对精神概念的反对。但在这里，黑格尔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来证明他的主张，即作为客观的、作为法律的精神与作为绝对的、作为宗教的精神有着不同的关系——否则他就不能用黑格尔的手段来证明这一点，否则他就强调，构成法律的只是一个原则、一种精神。但是，在这种精神下，历史性和非历史性之间不会发生任何对立：正如宗教历史哲学对于宗教哲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宗教哲学知道如何认识宗教中的理性，即使其最初是不合理的形式，法律历史哲学对于法哲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教导我们将法律历史理解为自由的历史。黑格尔并没有处理他的方法使之成为可能和他所要求的法律史，相反，他将自己的法律哲学发展为基于理性法的形式建构，这并不能调和他的概念中固有的情境主义和历史方面与理性法的观点。

(6)然而，黑格尔的法哲学也包含着历史的成分：在处理了内部和外部宪法之后，它最终达到了对世界历史的概述。但世界历史——正如黑格尔令人惊讶地按照“外部宪法”将其描绘为国家的历史（见第二章9.6.2）——并不等同于他的客观精神哲学体系形式中缺失的法律史。

从黑格尔自己对“客观精神”的历史特征的洞察，以及他对其体系的学科结构的纲领性表述，可以得出质疑他在《百科全书》（1817）中令人惊讶地设计的体系形式的论点。对于构建他的法律哲学表述来说，这可能已经足够了。然而，鉴于客观精神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实施，黑格尔稍后才将这一概念“经典化”并将其编入“基本路线”，这似乎是一个缺点——与宗教哲学讲座不同，他是在经过许多大学之后才制定出宗教哲学的形式。然而，法哲学所实现的系统形式决没有穷尽他对客观精神哲学的系统方法的可用选择。

文献： 古斯塔夫·雨果：罗马法史教科书。柏林51815；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关于这本杂志的目的。见：历史法学杂志 1 (1815)，1-12，见：Hans Hattenhauer（编辑）：Thibaut 和 Savigny。你的纲领性著作。慕尼黑 1973 年，261–268；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哲学法。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68 年；亨利希/霍斯特曼（编）：黑格尔的法哲学。法律形式及其逻辑理论。斯图加特 1982 年，其中 393-427；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论黑格尔法律哲学的理论类型，428-450； Dieter Henrich：逻辑形式和真实的整体性。论黑格尔实际国家概念的概念形式卢德沃斯：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一个猜想。 HS 16 (1981), 99-121; Jaeschke：被遗忘的自由历史。见：Hegel-Jb 1993/94，柏林 1995，65–73； Sandkaulen 2009：其中 284-301； Jaeschke：法律谱系； 302-327；弗朗索瓦·科尔韦根：自然与历史之间的法则。

9.5.5 抽象法则

(1)黑格尔将其法哲学的第一部分置于“抽象法”的标题之下，一再引起误解，甚至有人认为黑格尔以这个标题来看待罗马法，但罗马法并不是抽象的法，而是“具体的”(Villey 1975, 145 f.)。但是，尽管黑格尔在这里多次提到罗马法，但他绝不打算代表它。无论如何，它的术语更倾向于现代，尤其是18世纪的自然法则。然而，在第一个领域中，它并不是要处理它，而是要把自由意志的基本决定作为一个仍然“抽象”的自由意志进行系统的阐述——不是在虚构的意义上，就好像这种意志还没有嵌入到具体的生活环境中，而是在意志的意义上，对这种意志的考虑从现有的相互联系中抽象出来：人——或人格——是“作为一个完全抽象的自我的自我意识，其中所有具体的限制和有效性都被否定和无效”。 “在人格中，我与自己的关系是完全确定的、有限的，但在各个方面都是绝对纯粹的关系……并且在有限性中，我知道自己是无限的、普遍的和弗莱耶。” （基本路线，第 35 条）黑格尔将“人”区分为“抽象的、因而是形式法律的自我抽象基础”（第 36 条）——通过标记法哲学的这一起点，他显然超越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就其普遍性而言，人格不仅仅是具体的、个性化的自我意识；在一个自我意识没有发展到人概念中所设想的普遍性的世界里，就不会有法律——因为法律是针对作为普遍意志的个人意志。因此，人格是一般“法律行为能力”的原则。

然而，黑格尔认为，即使是这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大约在一千半年前，人的自由开始通过基督教而绽放，并成为人类一小部分人的普遍原则。” （基本路线，第 62 条）这一推导当然并非旨在提供详尽的信息；毫无疑问，它把活跃于“个人独立、无限人格原则”的思想潮流简化为单一传统，特别忽略了他本人在后来强调的罗马传统（§185）。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还将人的概念视为一个必须首先被历史地带入意识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一条法律不被普遍思考并以自我意识的形式表达出来。然而，可以假设，在人的概念尚未进入普遍意识的历史条件下，法律只会以一种有缺陷的、尚未普遍的模式发展。黑格尔后来表达了这一原则的完整实现：​​“人是有效的，因为他是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这种思想所适用的意识具有无限的重要性”（§209）。

（2）前面引用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在世界历史上盛行了千年半的“人身自由”与“财产自由”进行对比，后者“可以说，从昨天开始，到处都被认为是一项原则”——尽管黑格尔承认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为他没有像康德那样引入财产概念，认为如果没有外部我和你的可能性，任意选择的物体本身就是无主的（AA VI.246），而是作为人格的必要补充：“人必须给自己一个外部自由领域，以便作为一个想法存在”（基本线，第41条） - 而这种自由意志的外部性就是财产。因此，黑格尔并不认为财产是满足需要的有用手段。相反，他认为“真正的立场”是“从自由的角度来看，财产作为自由的首要存在，其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目的”。 (§ 45) 现代自然法尚未在人和财产之间建立这种联系——而且这无疑是一种爆炸​​性的联系。因为他，黑格尔被表现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私有财产的辩护者。 “人/财产”概念星座的真实性问题当然独立于这些标签——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这一星座本身在历史上只是暂时的，而且也是有问题的：在自由实现的表象下，它只是隐藏了它的具体化。黑格尔的限制是，虽然财产是理性的东西，但某人拥有多少是巧合，这使人们怀疑这样​​一种理由，即贬低对平等的要求，将其视为“理解的抽象同一性”的产物，并将对每个人的“通融”要求部分作为道德和虔诚的愿望，部分作为针对公民社会福利的要求传递（第49条）。但另一方面，承认“人”与他外部的自由领域之间的必然联系并要求平等，这似乎同样是意识形态上的负担。对于联系的必要性，黑格尔可以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它的假设，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侵犯我的财产的人侵犯我（即使我在外部财产中的意志“并不像在我的身体中那样直接存在和现实”，§48）。为了反对这种潜在的误解，认为这种联系是相互构成的——因此，没有财产的人不可能是一个人——应该指出，“人格”不是由“财产”构成的，而只是由所有决定性的抽象所产生的自我关系构成的：人格就是自由，从这种自由中只能得出在外部领域中客观化的需要——而不是从财产中反过来得出人格。

黑格尔财产观的具体成就在于论证了人与财产之间的这种联系。他的进一步解释——也关于“使用”和“亵渎”——占据了自然法的常见章节。黑格尔讽刺了“原始占有”（prima occupatio）的主题，指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第二个人不能占有已经是另一个人的财产的东西”（第50条），而第一个人的所有权并不是源于他是第一个人的事实，而是“因为他是自由意志”（GW 26/2.816）。黑格尔反复强调财产的基础在于意志与物的关系，它紧密地遵循了康德的先验财产概念。当然，外部占有也必须添加到纯粹的意志中——通过物理扣押、形成或指定财产。对约翰·洛克来说非常重要的形成理论因此被相对于补充意志决定并可以被其他形式取代的外部行为。

（3）黑格尔的自由意志概念中一直包含的一个含义，只是在黑格尔“从财产到契约的过渡”中明确表达出来：“作为意志的存在”，财产“只是为了另一个人的意志而存在。这种意志与意志的关系是自由存在的独特而真实的基础”。 (§71) 这里黑格尔还明确强调，在客观精神的关系中，承认的时刻总是“包含和预设的”。因此，“主体间性”并不是在一定层面上才进入客观精神哲学的，而是在一定层面上才进入客观精神哲学的。相反，它的所有形式都旨在成为主体间性的。 ——与财产一样，黑格尔也不是从其对于满足需要的有用性的角度来理解“契约”，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源于“自由人格的真实（即仅存在于意志中）存在的观念”的制度：契约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们对缔结契约的人有利，而是因为契约是自由意志相互关联的一种形式。

根据对意志概念的强调，这已经成为财产章节的特征（Bergés 2012），黑格尔认为契约的本质是“两个人之间形成共同意志的协议，而不是服务交换”。 （Landau 1975，第 188 页）。然而，奇怪的是，黑格尔与这种对意志的一贯强调相反，在现代自然法的主导传统和他那个时代的法律实践中坚持物质正义和契约约定服务的等价性原则，即物品的价值是根据亚里士多德传统通过需要来衡量的，而不是像亚当·斯密那样根据使用和交换价值来区分，也不像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那样根据劳动数量来确定。另一方面，黑格尔并不以总体共同利益的观点为基础坚持对等，而是以个体通过其意志的决定而实现客观存在且其意志不可被违反的观念为基础：“在这方面，黑格尔的契约论并不是自然法的简单重复——尽管包含了这一学说的基本概念——而是关于物质契约正义的自然法思想与私人自治原则的综合。” (Landau 1975, 188) (4) “抽象法”的第三部分尤其被认为是固守在传统中——在一种不好的意义上：黑格尔关于“不公正”的论文，特别是他的惩罚理论。黑格尔通过毫不妥协地反对启蒙运动的著名刑法理论家，已经为这一评估做出了贡献。贝卡里亚侯爵否认国家有权判处死刑，“因为不能假定社会契约包括个人同意被杀”。但是：“国家根本不是契约”（第 100 条）——并且不能从错误的前提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方面，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父亲保罗·约翰·安塞姆·费尔巴哈则将国家惩罚权建立在以下事实之上：惩罚受到威胁，而罪犯知道这种威胁并违反了这种威胁。但是：“但是威胁的合法性又如何呢？”这里的惩罚是合理的，“就像你对狗举起棍子一样。所以人被当作狗一样对待，而不是根据他的荣誉和自由。” （GW 26/2.855 f.）黑格尔指责恩斯特·费迪南德·克莱因的《普通德国痛苦法原则》将“不公正”轻视为“邪恶”：如果犯罪和惩罚都被定义为“邪恶”，那么“人们当然可以认为仅仅因为已经存在另一种邪恶就想要一种邪恶是不合理的。[…]但这不仅仅是关于邪恶，也不是关于做这个或那个好，但这绝对是关于不公正和正义的。” （基本路线，§ 99）与基于与目的（例如预防或改进）的关系来证明惩罚合理性的当代相对方法相反，黑格尔代表了一种“绝对”的惩罚理论：惩罚是因为已经发生了不公正行为（“quia peccatum est”），而不是（根据一个人的说法）。相对理论），以便不再发生进一步的不公正（“ne peccetur”）。通过这种方法，黑格尔——就像他之前的康德一样——似乎又回到了受启蒙运动精神影响的当代刑法理论背后关于报应原则（“ius talionis”）的旧观念。然而，这种“旧病复发”的形象一方面以启蒙运动刑法理论的同质形象为前提，而这一形象无法以这种方式得到证明；另一方面，国家惩罚权的相对正当性的“现代性”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绝不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它们诉诸社会契约或效用考虑所表明的那样(Seelmann 1987, 229-233)。康德已经简短地驳斥了贝卡里亚的推理：“这都是诡辩和对法律的歪曲。” （AA VI.335）从费尔巴哈的一个小草图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的讨论并没有提供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令人信服的方法：“对于一个人来说，惩罚是通过施加惩罚来直接威慑他人：另一个人在施加民事惩罚中只看到威胁的实现，这种威胁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对于第三个人来说，惩罚是对罪犯面前的惩罚和直接安全——以及任何对惩罚的后果感到颤抖的人。为了安全起见，系统将这些不同的理论揉捏在一起，并用感情汤浇灌，将它们服务于节俭的刑法。” (Feuerbach 1800b, 5) 这个可能的理由清单很容易被增加——例如康德的纲领性句子：“刑法是指挥官因服从者的罪行而对其施加痛苦的权利。”(AA VI.331)这个看似古老的表述包含着一个类似古老的理由：犯罪者“因为他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但这绝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就采用的传统。相反，康德提出了非常深思熟虑的论据，反对惩罚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反对一般或特殊预防的理论：“司法惩罚永远不能仅仅用作促进罪犯本人或公民社会的另一种利益的手段，而必须始终仅因为他犯了罪而施加于他”（AA VI.331）。因此，古老的“报复法”（ius talionis），即报复法，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康德以一种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过时的考虑来证明他的陈述是正确的：“因为人永远不能仅仅被视为实现他人意图的手段，也不能与财产法的目标混在一起，而他的天生人格保护他免受财产法的侵害。”康德从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述中获得了这一论点，该表述在其他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以这样的方式行事，无论何时，你都将人性用于你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上，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AA IV.429)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罪犯“在考虑为自己或他的同胞从这种惩罚中获得任何好处之前，必须先被判有罪”。 (AA VI.331) 如果“peccare”本身不值得惩罚，则惩罚“Ne peccetur”是非法的。

正如在财产理论中一样，黑格尔也紧随康德拒绝惩罚的相对理论——即使这意味着他只是与康德“坐在同一个柴堆上”，正如歌德曾在类似场合所写的那样（JWA 1.381）。然而，他们对某种行为应受到惩罚的原因存在不同看法。康德在这里主张“严格的报复权”，黑格尔主要主张恢复被侵犯的权利的必要性：被侵犯的权利必须得到恢复——否则该权利将被废除，犯罪将适用（基本线，第99条）。对被侵犯、被否定的权利的必要恢复只有通过否定其侵犯才能实现。国家对罪犯的强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他犯罪的后半部分——或者在神话形象中：欧美尼德们睡着了，但犯罪却把他们吵醒了。惩罚不是降临在罪犯身上的外在“邪恶”，而是由他的罪行本身所施加的，因为它本身（在先验意义上）是微不足道的。侵犯权利“确实是一种积极的、外在的存在，但它本身是无效的，这种无效性必须通过否定否定来证明（第 97 条）。然而，由于犯罪不能作为一个事件而被撤销，因此其无效性的证明必须从犯罪开始的那一刻开始——犯罪者的意愿：因为“违法行为的积极存在只是作为犯罪者的特殊意志。”通过侵犯其违法行为来恢复权利不应被认为是伤害只会违背罪犯的意愿而发生，因为罪犯所侵犯的固有意志也是他自己的理性意志，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的伤害“不仅本身是正义的，而且同时也是他的固有意志，他的自由和权利的存在”（第100条）。

批评者认为，除了惩罚之外，黑格尔还假设罪犯同意惩罚及其执行，这纯粹是犬儒主义——但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他本来拒绝接受的惩罚的契约理论正当性的合法要素：针对罪犯的强制不仅作为国家反强制是合法的，而且是合法的。它不是来自外部机制，而是来自罪犯本人的理性意志，这种意志与他自己的意志并存——如果不想将罪犯贬低为动物，就不能否认这种理性意志。黑格尔对于这个论点是非常严肃的。它也在道德章节中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回归：罪犯“作为一个主体，不是此时此刻的个体，也不是这种孤立的复仇热潮的感觉；“那么，他将成为一只动物，因为他的有害性和受到愤怒发作的不安全感，他的头部必须受到打击。”（§132，参见§120）对他的人性的承认同时假定他有理性的意志，因此同意他的惩罚。

来源： Cesare Beccaria：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匿名 1764 年）米兰 1977 年；保罗·约翰·安塞姆·费尔巴哈：对积极令人尴尬法的原则和基本概念的修订。卷。 1. 爱尔福特 1799 年，卷。 2. 开姆尼茨 1800a；费尔巴哈：关于惩罚作为防止罪犯未来受到侮辱的一种手段。开姆尼茨 1800b；恩斯特·费迪南德·克莱因（Ernst Ferdinand Klein）：普通德国法的原则，以及对普鲁士法律的评论。霍尔 1795、1799。 - 文献： 卡尔·拉伦茨：黑格尔和私法。见：B. Wigersma（主编）：1931 年 10 月 18 日至 21 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黑格尔代表大会的谈判。图宾根/哈勒姆 1932 年，135–148； Ossip K. Flechtheim：黑格尔的刑法理论。柏林 1975 年； Riedel：黑格尔法哲学材料（1974），卷。 2；其中131-151；米歇尔·维利：黑格尔法律哲学中的罗马法，152-175；约阿希姆·里特：人身与财产。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基本路线”§§ 34–81, 176–197;彼得·兰道：黑格尔对合同法的论证；沃尔夫冈·希尔德：黑格尔惩罚概念的时事性。见：埃里希·海因特尔（Erich Heintel）（主编）：政治思想传统的哲学要素。维也纳/慕尼黑 1979 年，199–233；伊戈尔·普里莫拉茨：班柯的幽灵。黑格尔的惩罚理论。 HSB 29 (1986)；克里斯托夫·杰尔曼（Christoph Jermann）（主编）：黑格尔法律哲学的主张和成就。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7 年；其中55-99； Vittorio Höslé：抽象法，227–237；库尔特·泽尔曼：黑格尔与启蒙运动的刑法哲学； Diethelm Kleszczewski：惩罚在黑格尔公民社会理论中的作用。系统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基本原理中的犯罪与惩罚概念。柏林 1991 年；西普（编）：黑格尔。法哲学基本原理（1997），95-124；施纳德巴赫：黑格尔的实践哲学（2000），199-218； Alfredo Bergés：自由意志是一项法律原则。对霍布斯和黑格尔法律基础的调查。汉堡 2012；阿米尔·莫赫森尼：抽象自由。论黑格尔的财产权概念.汉堡 2015。

9.5.6 道德

(1)从接受历史来看，法哲学第二部被“自然法与政治学”、“法律与道德”等重大主题所掩盖。一个特别不利的影响是，它的标题“道德”引起了解释者的期望，但没有实现这一期望，即黑格尔将在其体系的基础上展示“德性学说的形而上学的最初原则”。但他在这里并不关心道德。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道德”指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域，其过程是“废除最初只存在于自身的意志，这种意志直接且仅在自身中与存在于自身的意志或公意相同，根据这种差异，它加深了自身，并把它本身定位为与存在于自身的意志相同。”为自身而存在的个人意志被体验为“应该”。因此，道德领域是存在于自身的个体主体的意志与存在于自身的意志或“公意”之间的调解领域——因此，可以说，是“普遍意志”的概念起源。

即使黑格尔对他所说的“道德”的含义的解释也不总是适合明确强调其轮廓。在《百科全书》第 503 条中，他指出，这里的道德必须是“广义上的，它不仅仅意味着道德上的善。法语中的 Le Moral 与 Physique 相对，它意味着一般的精神、智力”。但这是特别早期的现代概念“存在士气”，它仍然对康德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对立产生影响。对于黑格尔来说，“道德”也不仅仅意味着道德上的善，而是可以有意义地使用“善”或“恶”这些术语的整个领域——但对他来说，这个领域非常狭隘地局限于“意志的决定，只要它存在于一般意志之内”。然而，这种意志的决定不仅仅停留在“内部”，而是表现在“行动”中。

在“道德”的标题下，黑格尔用现代术语提供了一种行动理论（Quante，1993），即对意志自决与行动之间关系的分析。他没有提供预期的伦理学，而是设计了康德伦理学没有考虑到的新学科的基本原则，从而“准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价值中立的道德物理学和道德社会学”。 (Schnädelbach 2000, 224) 与“抽象法律”相比，“道德”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因为它不再是关于人的自由在外在的一件事中的存在，而是关于“普遍意志的决定，作为它自己的存在”：“主观意志在道德上是自由的，因为这些决定是内部设定为它自己的并由它意志。这种自由的物理表达是行动” （第 503 条）。

这种将意志视为反映在自身中并在内部决定自身的东西的考虑，扩展了抽象法律中“人和物”对“主体和行动”这对概念的抽象分配，但并没有因此取消第一个领域的良好含义：在法律中，个人意志仅根据其普遍性来解决，而不是根据其特殊性或其对自身的反映及其自决来解决。它只落入“道德”。 “道德”、自我反思、意愿和行动的主体比法律领域的“人”更具体地被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主观意志被边缘化；然而，在《道德》中，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事实上，黑格尔将其定义为“主观意志权利的发展”（基本路线，§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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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主观意志并不局限于主观的范围内；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指向内容或目的，即与外部事物的关系成为一种自我关系：它“不仅包含我的内在目的，而且就其接收的外部客观性而言，还包含我的主观性”。 （第 110 条）。然而，它不仅包含这一点，而且作为意志的对象（始终也是一般的），同时“概念的客观性”以及与其他意志的关系（§§ 110-112）。黑格尔在他的简历中介绍了这个领域的关键概念：“主观或道德意志的表达是行动。行动包含确定的决定，α）在其外部性中被我称为我的，β）与作为应该的概念的本质关系，γ）是他人的意志。一方面，他承认过错和责任的广泛概念，这也延伸到实际上不是由我的“行为”而是由我的财产引起的情况。但即使反对我的“行为”的无条件归因，黑格尔也确认“意志的权利”“仅承认其行为中的行为，并且仅对其目的中的先决条件及其意图负责。”（§117）因此，这种意图的时刻将行动的概念与行为的概念分开了。黑格尔不仅仅主观地理解意图的概念：他还包括后果，但仅限于那些与行为目的直接相关的结果，而不是所有其他受外部性和机会影响的结果。

在这里，黑格尔也表明，这种仅基于“意图”的“行为”归属是法律历史过程的结果：与他对法律历史的排除相一致，他没有详细遵循它，但他至少将国家关系与“英雄式的自信”区分开来：这是“由于其坚实性尚不能反映行为与行动、外部事件与环境的意图和知识之间的差异，以及法律历史的碎片化”。后果”（卡斯珀斯，2012）通过这个例子和类似的例子，黑格尔可以很容易地表明，法律意识的形态不是由先验的基本模式所固定的，而是归因于其自身主体性的深化，归因于“自由意识的进步”。

（3）在第二节“意图与善”（§§119-128）中，黑格尔也假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在现代，人们对​​动机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也称为看人心。这预设了行为的客观与动机的主观（内在）之间的决裂。” “这种突破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立场，它在世界历史上和每个人身上都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GW 26/2.879）然而，黑格尔反对这种分离，强调“主体在行动中找到满足的权利”（§121），“意图的权利”，同时“行动的客观性的权利”：意志和行动的客观性质都不会崩溃。在“意图”这个概念中，黑格尔表现出了一种在词源学上也是有形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它包含了一个普遍的元素，即抽象意义上的远见，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一个特殊的元素，即“去除具体事物的某一方面”（基本线，§119）。因此，一般的和特殊的、本身的目的和主观满足是不能分开的。因此，黑格尔既反对两者相互排斥的观点，也反对只期望一般目标的要求。但他也反对将客观目标退化为主观满足的手段。因为主体不能脱离它的行动来断言它的价值：“主体是什么就是它的一系列行动。”黑格尔反过来将主体在其行动中寻找和满足自身的权利追溯到意识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也反映在法律史中：“主体的特殊性发现自身得到满足的权利，或者说是同一件事，主观自由的权利，是古代与现代之间差异的转折点和中心。这种无限的权利在基督教中得到了表达，并成为一种新世界形式的普遍的、真实的原则。”（§§ 124）（4）将主观自由权作为新的世界历史原则的这种区别似乎会蒸发掉所有与之冲突的客观性，或者至少暂时降低它的地位，但黑格尔在第三部分“善与良心”（§§129-141）中远非如此：“不承认任何我认为不合理的事物的权利是主体的最高权利，但通过其主观决定，它同时是正式的和权利。另一方面，理性作为客观的主体仍然是坚定的。”（§132）因此，这并不是为了放弃一种权利而选择另一种权利，而是关于两者的满足——黑格尔认为善概念中的这种满足是“观念”，它包括意志的主观方面和外在性——直到“外部存在的随机性”；它是“已实现的自由，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132） 129）在这种外在性意义上，比客观性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主体最内在的自我认识，即“良心”，因为良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权威，当然，“一种神圣的东西，触碰就是犯罪”。但具体个体的良心是否符合这种良心观念，其认为的善或认为善的东西是否实际上是善的，这只能从应该善的内容来判断。 […]因此，国家可以以自己的形式控制良心，即不承认它是主观知识”（第 137 条）。

这种良心权与不被公众承认的鲜明对比背后，无疑是围绕科策布被桑德谋杀案的争议经历（见第一章8.1）。在这里，黑格尔明确授予国家将他的行为归类为谋杀的权利，并根据犯罪者的“纯洁的心”和“良心”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良心在这里表现出极其矛盾的态度：即使它只不过是自身内部自我意识的形式反映，它也声称只有当良心和真正的善是相同的时候，它才会产生“神圣”。然而，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它的主观狭隘性就相当邪恶了——黑格尔认为它总是“处于变成邪恶的边缘”。 (§ 139) 只有在这里，邪恶才有它的起源——“在神秘中，即在自由的思辨因素中，它必须超越意志的自然性并在内部反对它。黑格尔认为这种传统的神学信息从根本上是不充分的：“如果上帝被认为是创造世界的绝对积极者，那么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转向，消极性就不能在积极性中被认识到”（GW 26/2.902）。在他看来，恶的起源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善与恶的起源完全在于意志，而“意志在其概念中既是善又是恶”——自然意志和反映在其本身的意志，因为自然与自由相对立，而反映在其本身则与意志的普遍性相对立。

黑格尔通过这种对主观性善恶起源的解释，结合了对主观性自我缺失形式的批评。它们都属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赋予主观性原则如此崇高的地位，使得失败变得如此致命，并成为“邪恶的终极、最深奥的形式”。主体总是能够通过积极的目的为不良行为辩护，将其视为“责任和良好的意图”——无论是对他人，“这就是虚伪”，还是对自己——“因此，这是主观性的更高高峰，声称自己是绝对的。”虚伪仍然以“某些行为本身是轻罪、罪恶和犯罪”为前提，因此仍然保持着客观的评价标准。 “但是，如果善意、善意和主观信念被宣称为行动的价值所在，那么就不再有任何虚伪，也不再有邪恶，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知道如何通过善意和动机的反映来使事情变得美好，并且通过他的信念的那一刻，它就是善的。”黑格尔用雅可比写给霍尔默伯爵的一封信来反驳这一观点（§ 140），这当然不是巧合——因为雅可比在当时的意识中错误地代表了这种向主观性的直接性、向“美丽的灵魂”的衰退——尽管他断言道德要素本身就存在于纯粹主观性的善的基础上（JWA 1.129-135）。

黑格尔最终将“反讽”描述为这种“将自身视为终极的主观性”的“最高形式”——当然，这并非没有将柏拉图和费希特以及他已故同事索尔格（见第二章8.7.3）排除在外，尽管有一些批评评论。他将（浪漫的）反讽描述为一种立场，这种立场知道自己是“关于真理、权利和义务的决定和决定”，并最终达到“认识到自己是所有内容的虚荣，并在这种认识中认识到自己是绝对的”。在讲座中，黑格尔明确指出了当时他的读者几乎不会错过的内容：他指的是弗里德里希诉施莱格尔，他指责施莱格尔声称他是“为魔鬼打保龄球瓶”，就像奥古斯特·威廉诉施莱格尔在他的嘲讽诗句中非常恰当地表达了这一点（见第 I.8.6 章）。

文献：卡尔·路德维希·米什莱（Karl Ludwig Michelet）：哲学道德体系，关于法律归责、道德史和基督教道德原则。柏林 1828 年，北布鲁塞尔 1968 年；卡尔·拉伦茨：黑格尔的归因理论和客观归因的概念。莱比锡 1927 年； Riedel：黑格尔法哲学材料（1975），卷。 2、其中201-216；约瑟夫·德尔博拉夫：黑格尔的行动理论，217-244；约阿希姆·里特：道德与道德。论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论述米格尔·朱斯蒂：对黑格尔行动概念的评论。 HS 22（1987），51-71；克里斯托夫·杰曼：道德。见：杰曼（主编）：黑格尔法律哲学的主张和成就。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7, 101-144;迈克尔·匡特：黑格尔的行动概念。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3；西普（编）：黑格尔，法哲学基本路线（1997），125-192；施纳德巴赫：黑格尔的实践哲学（2000），219-245；布丽塔·卡斯珀斯：黑格尔行动理论背景下的“罪孽”。汉堡 2012 年。

9.5.7 道德

9.5.7.1 道德概念

(1) 黑格尔将他的客观精神哲学的第三部分（不仅是就其范围而言最重要的部分）命名为“The Sittlichkeit”——即这个概念——与“道德”概念截然不同——已经成为他在耶拿的实践哲学的中心概念（见第二章.4.5.6）。但尽管“道德”和“道德”之间存在这种持久的差异，它们的概念内容在从耶拿到海德堡和柏林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在耶拿它绝不是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对于古代来说，它仍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内涵。然而现在，它正在成为一个形式上与历史无关的概念，尽管就内容而言，自“自然法与政治学”讲座（1817/18）以来，它甚至被一种非常现代的区分所构建，而这种区分在康德和费希特中还没有发现：“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最重要的是，黑格尔不再强调“Sittlichkeit”的“实体”特征，而是强调它源于自由：属于它的所有决定都源于自由——即使源于最初没有意识到自身并因此是不真实的自由。它是“自由的概念已经成为现有世界和自我意识本质的一部分”，因此是“自由的理念”（基本路线，§142）。

但正是这种道德结构使其显得矛盾：它的时刻——“法律和权力”——最初并不具有个体主体的自由特征，而是某种陌生的、强制性的、甚至是强制性的；他们拥有“最高意义上的独立性——比自然存在更绝对、无限坚定的权威和力量”。然而它们是他自己的产物，是他自己存在的见证——它们不是“自然”产生的，而只是出于他的意志。这种内在矛盾的强调是黑格尔客观精神哲学的一个具体特征——它的优点在于不必忽视这两个相互冲突的陈述中的任何一个或否认它们的真理。

（2）这种道德本身违背个人意志的存在，意味着黑格尔法哲学与近代早期占主导地位的倾向相对立的一个因素，并使其表现为“反启蒙”：道德形式的坚定权威使契约观念相对化并否定。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和国家的契约论基础模糊了道德契约关系和任意契约关系的区别，其任意性已经表现在它们对契约当事人的数量和契约内容的漠视。作为自由观念的现实，“道德”似乎是一个极其现代的概念；然而，作为一种本身存在的自由现实，它阻碍了以个体主体的意志为基础的基础。对于黑格尔来说，契约的观念只在私法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道德的形式不受个人契约意志的任意支配——相反，它们是其“实质”。黑格尔并不认为道德概念的形式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反对意见，因为道德形式作为精神形式，仍然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家庭和婚姻与“公民社会”和“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9.5.7.2 家庭

(1)这种道德概念与契约观念的对立已经成为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婚姻的论述的特征。这绝不否认家庭也包含契约因素——但只有当道德关系受到威胁或破坏时，这种因素才会凸显出来。如果把婚姻理解为契约，那么签订契约的人数以及契约的内容都是任意的——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对于契约解释的代表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在这里回顾了《基本路线》第75条，在该条中他已经谴责了康德契约主义婚姻观的“可耻”。他的道德观一方面反对契约理论的还原，但另一方面也反对婚姻的自然主义还原——就好像婚姻是一种已经充分由伴侣的性别差异决定的自然关系。这两种解释都未能认识到一般道德、特别是婚姻和家庭的特殊中间特征：由意志行为构成，但不是任意的契约关系，同样不是纯粹的自然，但尚未有一个自然时刻（Bockenheimer，2013）。 ——然而，这种对婚姻自然基础的强调也导致黑格尔在性别角色的描述中遵循了他那个时代所认为的“自然”：男人被赋予了“自由的普遍性”、公开的思想和客观意志，而女人被赋予了家庭中的“具体个性”和“感觉”（§166）。

(2) 另一方面，黑格尔仍然坚持他那个时代的观点：婚姻离不开性别差异这一自然时刻。然而，这不仅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今天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黑格尔对它的放弃可以被描述为以牺牲婚姻的自然时刻为代价来加深婚姻的精神-个人特征。因为他认为其真正的核心在于将“自然性别的唯一外在统一转变为精神统一，转变为自觉的爱”，放弃孤立的人，“从这种人格的相互不可分割的奉献中”以及形成一种新的、总体性的人格（§ 161, 167）。

然而，作为一种道德形式，新人的形成并不需要单纯的相互保证，而是需要一种正式的行为并得到“家庭和社区”的认可。与他那个时代的法律状况相矛盾，以及对俾斯麦时代婚姻法新规定的预期，黑格尔补充道：“教会考虑到这一点的事实是这里无法做出的进一步决定”（§164）——这与他将国家视为真正道德的观点相矛盾。但由于制度框架不能保证婚姻的成功，道德关系也可能被破坏，黑格尔宣称婚姻“只是其本身不可缺少”——他甚至向基督求助，要求离婚的可能性。然而，他要求立法“必须使解除婚姻的可能性变得极其困难；必须尽可能维护道德法则”，而不是“随意”放弃婚姻（GW 26/3.1283）。为了防止这种摇摆不定的偏好，他对那些宣称正式锚定是不必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立场进行了辩论：反对“无礼和支持它的智力”（§164） - 换句话说：反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Lucinde（1799，KFS V.1-82）和施莱尔马赫的关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Lucinde的熟悉信件（1800， KGA I/3.139–216）。

9.5.7.3“公民社会”

(1)黑格尔法哲学在对婚姻和家庭的精心平衡的表述中，表现出总体上较为传统的一面；另一方面，他的第二种道德形式“公民社会”理论被认为是最进步的，也是影响最重要的因素。黑格尔并没有在《基本路线》（1821）中首次引入它，这一点现在仍然可以读到：《Kolleg 1817/18》已经包含了一篇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发展的论文。

拉丁语对应词“societas Civilis”本身当然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传统术语。在近代早期的自然法中，自霍布斯以来，“公民社会”作为“自然状态”的反义词而发挥着作用：人必须离开自然状态（statusnaturalis），建立一个公民社会（societas或statuscivilis）或“国家”。另一方面，黑格尔不仅在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公民社会”是指在家庭和国家机构层面之间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的相互依存。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再是“自然状态”的对立面，而是，可以说，“自然状态”的历史现实在现代国家理论中只是虚构的：因为虽然霍布斯将“自然状态”描述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从中人们必须进入“公民社会”，但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公民社会”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个人私人利益的战场”（§289） - 或者更多简而言之：“公民社会”是以前唯一想象的自然状态。

(2) 这种逆转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具有挑衅性的、成功的妙语。在这里，黑格尔不仅赋予了传统概念以新的、相反的含义，而且还赋予了传统概念新的含义。相反，他概念化了一种社会生活形式，这种形式在古代或近代早期的政治现实和理论中没有任何模式，只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才将自己确立为政治生活的特别现代的、非政治的变体。这个社会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第190条）是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和经济状况的公民，与“公民”、“citoyen”形成鲜明对比。 “资产阶级”一词包含了将新发现的领域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术语正当性——否则谈论“资产阶级社会”就会被归类为术语恶意。虚构与“资产阶级自然状态”之间的类比，两者都变成了“反对一切的全能”，其原因在于缺乏国家监管结构。这就是为什么霍布斯的命令“exeundum esse e statu naturei”（De civie，I，13）仍然适用于这种新的“资产阶级自然状态”：一个人必须走出一个国家，另一个人必须进入国家。

（3）然而，“exeundum esse”对于“公民社会”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不是像无法无天的自然状态那样被抛弃，而是受到高于它的实际政治领域——国家的控制；它不能把自己定为最高的。但即使抛开国家的主导地位，“公民社会”也绝不被描绘成消极的：它确实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通过寻求满足需求，它“呈现出放荡、痛苦以及双方共同的身体和道德毁灭的景象”（§185）。

但这种对个人需求的满足是完全正当的，此外，“公民社会”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是社会生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个人认识到其特殊性的权利，并作为“人类”过着自己的生活——作为“被称为人类的观念的具体化”，与抽象法律的纯粹“人”以及道德的“主体”形成鲜明对比（第190条）。在这种对特殊性权利的认识中，黑格尔看到了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旧国家”被“特殊性的独立发展”所摧毁：“个体的独立、无限人格和主观自由的原则，它内部出现在基督教宗教中，外部与罗马世界的抽象普遍性联系在一起，但它并没有在真正精神的唯一实体形式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的原则是一个统一的原则，它公正地对待了这种特殊性：“它允许理性的对立充分发挥其力量并压倒它，从而将其自身维持在其中并将其团结在一起。” (§ 185) (4) 然而，稳定“公民社会”的绝不仅仅是国家的外部影响。甚至最初看似混乱的需求满足也被组织成一个“需求系统”——在这个标题下，黑格尔借鉴了“国家经济”的见解。即使在 19 世纪初，政治哲学对经济学的接受也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它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1797）中尚未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费希特将他的“哲学草案”《封闭交易状态》（1800，GA I/7）视为“法律理论的附录”，但在这里他遵循自己的道路，但几乎没有追随者。在施莱尔马赫的《国家学说讲座》（KGA II/8）中也可以找到接受政治经济学的痕迹，尽管其发展程度远不如黑格尔。因此，可以理解的是，马克思后来发展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特别是针对黑格尔并与他形成对比。

特别是，黑格尔从政治经济学中得出这样的见解：需求领域及其满足形成了一个“系统”——一个自组织的整体——其内部规律可以在理论上描述，因此不能再被视为实践哲学的一个子领域——这也符合黑格尔对客观精神哲学的态度。这个领域内在的理性将其组织成“差异的有机整体”，即使它们回归到自然的东西，仍然是“从精神中产生的”（§§ 200 f.）。这甚至适用于立即自然出现的需求：它们并非源自“那些应该有这些需求的人，而是源自那些发现不适并试图帮助它的人”——最终“源自那些引起人们对他们所面临的不适的关注的人的利润欲望”。因此，这种需求最终变成了“主观任意性、意见问题”，需要得到满足（GW 26/2.955；26/3.1318）。

这种需求的社会调解使得那些看似追求私人利益的人实际上为整体福祉做出了贡献——这要归功于“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的指导，它将经济领域提升为自我调节系统。 “主观自私”转变为“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求做出贡献”（第 199 条）。 “公民社会”是个人在相互斗争中不仅找到生存，而且实现整体“福祉”的领域。黑格尔认为这种制度特征的一个条件是“公民社会”分化为三个经济“阶级”——实体的或直接的、反思的或形式的和一般的阶级，或者农业、工业和公务员制度。对他来说，这种结构不仅是事实，而且本质上是合理的——因为不存在内部分化的自组织“系统”。然而，对于他来说，属于这些阶级并不是固定的；它确实受到“自然、出生和环境”的制约，“但最终和本质的决定在于主观意见和特定的任意性”（第206条）。

（5）然而，“公民社会”并不局限于这样的“需求系统”：黑格尔还赋予它其他内部调节结构——首先是“司法管理”（§§209-229）。令人惊讶的是，“国家主义者”黑格尔并不认为司法行政是国家权力之一，而是将其分配给“公民社会”——其论点是相对范围本身“赋予了被普遍承认、已知和想要的东西的权利的存在”（§209）。因此，法律不是从“外部”或“之上”、从国家范围渗透到​​“公民社会”的东西，而是在国家内部产生的。但它也必须在其中表达和公开。因此，黑格尔主张对现实中始终存在的“理性”法律进行法典化——特别是但不仅限于对萨维尼的反法典化态度的批评（§211）。针对他对“普鲁士国家一般土地法”（1794）的拒绝，黑格尔强调，为人民制定法律法规，特别是系统有序的“土地法”的统治者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恩人”——即使这样的法律法规绝不能声称“完美”和不可改变，这一点也适用（§§ 215 f.）。如果法律形式仍然与实际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并且法律发展仍然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施奈德尔巴赫（Schnädelbach，2000，284）认为“黑格尔的司法理论属于现代法律社会学的史前史”。 – 在这里，黑格尔进一步采纳了当代对“司法公开”和“陪审法庭”的要求（与复辟时期重申世袭管辖权的倾向相反）（§§ 224, 227）。

（6）除了“司法”之外，黑格尔还为“公民社会”划定了另一个领域：“警察和企业”（§§230-256）。黑格尔在这里谈论“警察”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基于 18 世纪较古老的概念，即警察作为一种权威，并不专门负责打击犯罪的安全，而是负责照顾整体的福祉——“监督和预防”（第 235 条）。黑格尔在这里绝不关心打击犯罪，而是关心对不良经济发展进行政治上必要的纠正，从而释放“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动力：正如它一方面增加财富，另一方面增加“特定工作的孤立和限制，从而增加与这项工作相关的阶级需要的依赖”，甚至“尽管它产生了过剩的财富”，但它毕竟还不足以“控制过度的贫困和创造暴徒。” (§§ 243, 245) 针对这种不良发展，黑格尔不仅使用“警察”，而且使用“公司”——上述三个阶级的专业合作组织，特别是行业组织。黑格尔赋予它们道德化原本孤立的行业的任务，因此他将它们与家庭一起视为“建立在公民社会中的国家的第二个道德根源”（§255）。但作为回报，黑格尔也将对公司的监督权交给国家——“因为这样的公司往往会僵化并憎恨自己”——就像在旧行会中一样，而且：“行会精神在态度和法律方面可能变得非常狭隘”——公司也是如此。 “但这些缺点并不涉及事物本身的本质和内在合理性”（GW​​ 26/2.997；26/3.1403）。

(7) 但最终，“公民社会”固有的这些机构——“警察和公司”——不足以限制由此产生的不良发展。这要求国家作为具有权力的普遍体——即使黑格尔严格避免为了“公民社会”的利益而使国家合法化。然而，今天，黑格尔所寻求的国家统治似乎也未能幸免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他在其他方面对此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描述：“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吸收了家庭作为传统的经济基础。它使个人脱离了家庭的纽带，“使家庭成员彼此疏远，并承认他们是独立的人”；结果，个人变成了“公民社会的儿子”，而不是父母的儿子”（§ 238）。这是“激励他的巨大力量[sc.11]。 “（GW 26/2.993）”（GW 26/2.993）然而，与此同时，似乎“资产阶级社会”已经颠倒了黑格尔赋予它的对国家的从属关系，并且还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将个人从统治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愤世嫉俗的借口下。

9.5.7.4 状态

（1）对于海德堡和柏林黑格尔来说，道德的完美形式是国家——而不再是受赫尔德和浪漫主义影响的耶拿观念中的“人民”。与历史哲学不同，备受讨论的“民族精神”概念在柏林的法哲学中不再占有系统地位；它仅出现一次（基本行，第 257 节），与对雅典娜的提及相结合，并且以复数形式出现了三次。这种对人民概念的采用汇集了几种倾向：对意志概念而不是实体存在的系统定位，政治领域的更强的法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这在人民的概念中恰恰没有被考虑到，即使它由于其生物学含义而似乎与有机体概念相关，最后是与浪漫主义的距离，特别是与浪漫主义在当时德国主义中的表现和对民族国家的要求的距离。另一方面，对于黑格尔来说，人民现在是一个自然单位，而不是一个政治单位——事实上，除了其政治结构之外，留给他的只是“人民的疯狂想法”（§279）。因此，不是人民，而是国家才是“道德观念的现实”，作为直接存在中存在的“习俗”与个人自我意识的统一体，国家知道国家是其目的，也是其活动的产物，并在其中拥有自由（§257）。然而，黑格尔非常精确地规定了如何理解这一产物：“对于自由，我们不能从个体、从个体的自我意识开始，而是从自我意识的本质开始；这个本质就是自由，人类可能知道或不知道，这个本质以独立的暴力的形式实现自己，其中个体个体只是瞬间”（GW 26/3.1405 f.）。

（2）奇怪的是，人们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经常提出的怀疑完全是针对它的一个方面——针对普遍性时刻。然而，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的标志在于普遍性和个体性的调和：国家的“理性”在于“普遍性和个体性的相互渗透的统一，这里具体而言是国家客观自由的内容统一。即普遍实体意志和主观自由作为个人知识和寻求其特定目的的意志——因此在形式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即一般法律和原则。” （§258）对黑格尔来说，这种统一性并不是直接的东西，而是从古代开始的宪政历史发展的结果：“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和深度，允许主体性原则完善到个人特殊性的独立极端，同时将其返回到实质统一性，从而将其维持在其内部。” （第260条）对于“个人利益本身就是最终目的”（第258条）这样的想法来说，黑格尔坚持公众与个人的“统一”似乎是对公众完整性的背叛——然而，对黑格尔来说，对个人的这种执着是以从现有的普遍中抽象出来为代价的——因此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一种不理想的政治幻想。

另一个反对意见是黑格尔将神圣的荣誉赋予国家。然而，一方面，这并不适用于国家的纯粹——因而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恰恰适用于这种普遍性与个体性的中介，适用于国家中个体的知识和自由知识；另一方面，黑格尔在讲授中强调，“真正的上帝”不是一种特殊的状态，而是作为现实与知识统一原则的“理念”（GW 26/3.1406）。此外，这种对神圣荣誉的主张具有阻止国家直接服从外部宗教目的的预期政治效果，正如复辟所希望的那样：作为一个“真正的神”，国家不能成为为宗教服务的工具——类似于霍布斯将国家作为“凡人之神”（利维坦，XVII）的区别，强调了它独立于教会对权力的主张。最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的这种“神性”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终极的、无法再被超越的真实现实。但即使这些澄清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黑格尔的语言是政治领域刚刚逐渐脱离宗教正当性的时代的遗物。在黑格尔时代听起来具有挑衅性的东西，在世俗国家时代看来就是过去时代的返祖现象。

（3）对于现代国家概念的理解，黑格尔特别提到了卢梭——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他主要批评卢梭的抽象自由概念。但在这里，他将卢梭的优点区分为“建立了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不仅在形式上（例如社会本能、神圣权威）而且在内容上被思考，即思想本身，即作为国家原则的意志”。然而，他指责他错误地理解了意志，即作为个人意志，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公意”“不是意志本身的理性部分，而只是作为有意识的个人意志中出现的公共意志”（§258）。

黑格尔用这几句话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概述了现代国家起源的矛盾特征：它源于思想，源于意志，即源于“主观性原则”——因此个人可以发现自己在其中得到调和。但它并非源于自我意识的思维和意志，而是“在自我意识的背后”。因此，如果一个人认为现代国家是自然的东西，并且没有看到它产生于理性意志，那么如果一个人将其理解为自我意识意志的产物，那么人们就会错过现代国家的概念。然后，它似乎归功于契约，归功于个人根据私法模式的明确同意——黑格尔看到了这种误解所产生的矛盾后果，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巨大景象”：“一个伟大的现实国家的建立，推翻了一切存在和给定的事物，现在从头开始，带着思想，只想给它所谓的理性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因为它们只是没有思想的抽象。”试图参与最可怕、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从他在伯尔尼的信件（见第一章第 I.2.1 节）到他最近的声明，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矛盾评价始终没有改变。

（4）黑格尔在“内部宪法”的标题下讨论了国家的宪法，自1819/20演讲以来，他再次将其分为“自身的内部宪法”和“针对外部的主权”——尽管非常不对称，因为几乎整个关于“内部宪法”的论文都属于“内部宪法”，即作为对国家三种权力的阐述。然而，黑格尔在序言中对国家的基础进行了一般性陈述（§§ 260-271, 272-274），其中他再次强调和解释了国家的中心任务、普遍性与个体性的调和、“一般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必要性和自由——例如关于“政治情感”和“国家有机体”或政治宪法的二元结构（§§ 267） ff.）。然而，在它们中，黑格尔并没有看到这个想法的两个同样原创和合理的时刻：他将“精神”——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理解为“国家现有制度的结果，其中理性真正存在”（§268）。哈贝马斯的口号“宪法爱国主义”离这里并不遥远——只要“宪法”不被理解为成文的“基本法”，而是现有的、理性结构的国家的现实，这反过来又在稳定国家的“态度”中创造了一个时刻：“通过暴力（这种想法经常），国家团结在一起，但将其团结在一起的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基本秩序感”（GW） 26/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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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秩序的现实的持存对黑格尔来说是决定性的。因此，他虽然承认，“在近代，人们对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有更明确的直观，这是极其重要的；制定宪法已经成为一件最普遍的事情。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GW 26/2.1008 f.）。所以，他毫不怀疑，“谁应该制定宪法？”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因为宪法不是什么“被制造出来的东西”，而是“纯粹自在自为的存在，因此应被视为神圣的和持久的东西，被视为超越了那些被制造出来的东西的领域”——但这绝不排除对其符合宪法的更新（第273节）。以此，黑格尔既反对了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关于一位睿智的立法者的观念（如卢梭的“立法者”），也反对了拿破仑对宪法的独裁——而且他的论证类似于历史法学派抗议纯粹理性法权意义上的“制造”，认为从中只能产生出一种“思想的产物”。

与强调合宪秩序的现实存在相比，另一个问题就变得次要了：这部宪法是否在一份文件中被编纂下来。即使是今天被认为是“自由派”的国家法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对成文宪法的要求也表现出很少的理解。例如，施莱尔马赫就抨击了“赋予这样一张纸以如此具有保障性的意义”（KGA II/8.585）的做法——其措辞类似于不久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履行旧的宪法承诺时所用的措辞：他不希望这样一张“纸”介于他和他的子民之间。这种对法典编纂要求的距离感，并不意味着是对国王未履行宪法承诺的投机性妥协。相反，它是一种政治经验的表达，即法典编纂并不是决定性的事情：因为像法国这样已经有了这种宪法的国家，绝没有给人留下宪法保障了政治局势稳定的印象；相反，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表现出了大得多的稳定性。然而，黑格尔尽管含蓄但同样明确地选择了支持法典编纂——例如，在他对萨维尼拒绝私法法典编纂（其背后本来就存在宪法的法典编纂问题）以及对哈勒的“对法律的仇恨”的论战中（第211, 258节；见第二章 8.1.1节）。

（5）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结构原则在于权力分立（第272-320节）。然而，他赋予权力分立的形态，与当时逐渐形成并至今决定着宪政现实的形态有所偏离——并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如此。他将其评价为一项“极其重要的规定”，“如果它是被从其真正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那么人们有理由将其视为公共自由的保障 […] ——因为正是在其中，存在着理性的规定性的环节。”（第272节）然而，仅仅是“权力分立”的说法就已经引起了知性的错误联想，仿佛这表达了“权力相互之间的绝对独立性”——而其后果，正如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将是“国家的毁灭”（第272节）。

黑格尔挑衅性地表达了这种对权力分立的保留态度——顺便说一句，施莱尔马赫也是如此（KGA II/8.539）。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即使在当今的宪政现实中，也不存在权力的严格分立，而只存在权力的区分。它允许比如通过立法权力来选举行政权力的最高层——对于司法权也是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立法草案的倡议。仅仅通过这一点，黑格尔所担心的权力相互之间的“斗争”就在其意义上完全被避免了。然而，他的模型还要求进一步的中介：“这些权力中的每一个本身之所以成为总体，是因为它在自身中有效地拥有并包含了其他的环节”（第272节）。他对自己每项权力的描述都试图证明这一原则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权力三元组与已经成为经典的权力三元组在内容上的区别对他是有利的。

当时对权力的区分，例如从康德的《法权学说》或施莱尔马赫的《关于国家学说的讲演》中可以看出，还没有被固定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个统一体上，尽管这些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与当时对多种权力进行的有些任意的列举相反，黑格尔试图按照概念的环节来展开它们：立法权和行政权对应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司法权“不是概念的第三个环节，因为它的个别性存在于这些领域之外”（GW 26/2.1010）。黑格尔用“王权”代替了司法权——通过这个在今天看来令人费解的步骤，他同时解决了三个问题：他证明了概念的逻辑结构也是政治现实的结构，他使权力三元组的形态适应了君主立宪制的要求，并赋予了后者由概念合法化的外观。在当时毫无疑问，君主是这样一种合乎宪法的“权力”，在其中其他权力联合起来——如果不把他理解为三种权力之一，就必须把他规定为一种“更高秩序的权力”，一种“凌驾于各项权力之上的权力”，这几乎同样令人感到费解。

用“王权”代替司法权的做法引发了许多批评。这种情况又因以下事实而加剧：黑格尔并不是按照逻辑顺序来论述这三种权力，而是从“个别性”，即王权开始，经过特殊性（行政权），向普遍性（立法权）推进。然而，这主要可能是一个表达问题，而不是政治上讨好妥协的表现——特别是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第三个范畴实际上证明了是前面范畴的基础，因此这种倒置更相当于对王权的降级。它也与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或“卡尔斯巴德决议”无关——因为黑格尔早在1817/18年的海德堡讲演中就已经进行了这种“范畴倒置”（GW 26/1.171–210）。

毫无疑问，对黑格尔来说，君主立宪制是发展最高的国家形式——同样，对于施莱尔马赫（KGA II/8）以及一般而言那个时代的国家哲学来说也是如此，这种哲学毕竟产生于对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怖统治”的直观。但它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与自由的实现相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君主制的宪法被认为是最适合保障自由的宪法（第286节）——而且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这并非没有道理。然而，黑格尔对“王权”的非同寻常的处理，掩盖了他论述的两面性：他虽然恰如其分地突出了君主的地位——甚至他认为它接近于“将君主的权利视为建立在神的权威之上的观念”——但他接着说：“但众所周知，这与哪些误解联系在一起”（第279节）。针对复辟势力，他强调国家事务与“特殊的人格”只是“以外在的和偶然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家事务“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第277节）。“主权”在君主的人格中拥有其存在——但它是国家的主权（第278节及以后）。在人格的环节中也存在着偶然性和自然性的环节，因此，是“自然的出身”“规定了君主的尊严”。在当今欧盟许多现存的君主制国家中，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对黑格尔来说，这已经无可避免地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即这只是关于形式上的“决定的顶峰”的问题：“因此，对于一个君主制国家，人们所需要的就是拥有一个说‘是’的人”。君主的“我意欲”（Ich will）——顺便说一句，这与一位民选总统的“我意欲”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使法律的客观方面生效；它在“i 上打了个点 […]，因为顶峰应当是这样的，即性格的特殊性不是重要的事情”（GW 26/2.1015）。——瓦恩哈根在他的日记（1840年1月9日，卷1.161）中报道说，国王对黑格尔的学说因为这一论断而破坏了君主制、宗教和伦理的告密，仅仅略带嘲讽地回答说：“如果他现在不这么做呢？”。人们可能会怀疑这则轶事的历史真实性——但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局势。科塞雷克在这句话中也恰如其分地看出了当时君主的地位：“他可以放弃行动，而当局不能强迫他。但他不能在不确定得到部长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1975, 278）

（6）与君主不同，黑格尔要求在行使“政府权力”时必须证明其“能力”（第291节）——这同样适用于一般的“国家公职”，适用于公务员阶层。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而黑格尔试图将它上升为概念，“用显著现代的关于公务员社会学的论题”（Schnädelbach 2000, 317）。但他也试图在政治上与它结盟，因为在三月前时期的这些早年，它构成了反对复辟势力的一个进步因素（Koselleck 1975, 263, 387–389）。

（7）最后，在“立法权”中，根据黑格尔的中介方案，他也看到了君主因素和政府权力的作用。然而，对其描述的核心是黑格尔关于等级和代表的学说。尽管他借此涉足了当代论战的领域，但它在今天看来却像是一个过时的模型：等级代表制已被国民代表制和政党民主制所取代。

然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不承认政党原则——这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一致，在那种环境中，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政党。另一方面，从法国大革命中，他对国民代表制的模型很熟悉——但他与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拒绝它。在当代有机体思想的背景下，他列举了反对国民代表制的原则性和实用性论据：它是原子论的，执着于抽象的个人；它诱使人们对投票漠不关心，从而导致单个政党的偶然利益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利益本来应该被整合到整体之中；它所谓的普遍性到处都受到违反理性的选举资格限制（这种限制将投票能力与获取年金挂钩）。符合整体“有机”划分的代表制，必须是持续的代表制。代表们恰恰“不应是作为孤立个人的代表，不应是民众的代表，而是社会某个基本领域的代表”，并应当使“重大利益”发挥作用。

法哲学中很少有哪一部分像等级学说那样明显过时——尽管黑格尔并不寻求恢复旧的封建等级，他早在他关于符腾堡邦议会的文章中就严厉批评过这种封建等级（见第二章 7.1.2节）。在政治等级中，黑格尔看到“主观的形式自由的环节，即作为众多人的观点和思想的经验普遍性的公众意识”获得了存在；它们作为“中介机关”处于政府与“分解为特殊领域和个体的民族”之间（第301节及以后）——顺便说一下，其预期效果是“让众多人也有发言权，使经验的普遍性获得其发言权，即主观自由的环节”（GW 26/3.1453）。然而，在1817/18年的讲演中，黑格尔除了这种中介之外，还给等级会议指派了另一项任务：即“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并且为了履行这一任务，他也认为“反对派”是等级会议的一个“主要环节”（GW 26/1.193）。

然而，通过等级中介的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他们的“共同知情、共同商议和共同决定”（第314节），是在两个截然分开的层面上进行的：黑格尔虽然将政治等级设计为“市民社会”的职业等级在国家领域中的一种变体——但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在“自然伦理的等级”中，因出身而受惠的长子继承权领主取代了农民，并组成了一个自己的“议院”——即“上议院”（第305-307节）。黑格尔笼统地承认这第一个等级享有“出场”的权利（第308节）。相反，对于“等级要素的另一部分”，代表制问题就出现了：（剩余的和真正的）“市民社会”由于其人数众多，必须由代表来代表——黑格尔让这些代表根据市民社会现有的分为“本来就已成立的合作社、市镇和同业公会”的结构，在王权的号召下产生（第308节）。

以此，黑格尔勾勒出了当时等级代表制形式的一个粗略轮廓——而且这绝不仅仅是普鲁士的情况：当时的宪法绝大多数是等级制的——无论是瑞典帝国议会旧的四大等级划分，还是拿破仑在意大利颁布的分为“有产者、学者、商人”（Possidenti, Dotti, Merchanti）的宪法。而黑格尔要求“重大利益”（第311节）的代表制，在字面上让人想起他关于英国下议院组成的评论（GW 16.365, 361）。但是，与他在构建“王权”时的做法不同，黑格尔在这里不再兑现他通过“概念”来证明具体的宪法规定的声称。这在两院制上就已经失败了，他只能通过实用主义的考虑来证明其合理性。虽然他接受了“进步的”要求，比如要求“等级会议公开”，并指出了“公众舆论”矛盾的意义（第314-320节）。然而，他的等级学说仍然面临着想要将事实美化为理性的怀疑——尽管必须把它看作是进步的讽刺：即按照黑格尔的模型，人口的光谱将被更广泛地代表，而且“重大利益”的代表和活动将比在今天的议会中更少地被隐藏起来。

参考文献： 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 Tagebücher. Bd. 1. Leipzig2 1863; Adam von Trott zu Solz: Hegels Staatsphilosophie und das Internationale Recht. Göttingen1 1932, ND 1967; Riedel: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und Staat. Grundproblem und Struktur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Neuwied / Berlin 1970; Riedel: Material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Bd. 2 (1975); Reinhart Koselleck: 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Allgemeines Landrecht, Verwaltung und soziale Bewegung von 1791 bis 1848. Stuttgart1 1967,2 1975; Georg Ahrweiler: Hegels Gesellschaftslehre. Darmstadt / Neuwied 1976; Shlomo Avineri: Hegels Theorie des modernen Staa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6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1972); 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u. a. 1979; Udo Rameil: Sittliches Sein und Subjektivität. Zur Genese des Begriffs der Sittlichkeit in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HS 16 (1981), 123–162; Lucas / Pöggeler (Hg.):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im Zusammenhang der europäi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6;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 Terry Pinkard (Hg.): Hegel Reconsidered. Beyond Metaphysics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Dordrecht u. a. 1994; Siep (Hg.): Hegel, Grundlag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997), 193–265; Schnädelbach: Hegels praktische Philosophie (2000), 245–323; Susanne Brauer: Die Familie in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2007; Albena Neschen: Ethik und Ökonomie in Hegels Philosophie und in modernen wirtschaftsethischen Entwürfen. Hamburg 2008 (HSB 49); Hannes Kastner: Noch einmal: die Stellung des Monarchen. Oder: Hegels »versteckte« Demokratietheorie. HS 43 (2009), 67–85; Maxi Berger: Arbeit, Selbstbewusstsein und Selbstbestimmung bei Hegel. Zum Wechselverhältnis von Theorie und Praxis. Berlin 2012; Eva Bockenheimer: Hegels Familien- und Geschlechtertheorie. Hamburg 2013.

9.5.8 国家与宗教

（1）还在“国内法”这一章开头的一般性部分，在对第270节的注释中，黑格尔就探讨了他那个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当时的争论深受相反趋势的影响：一方面，大规模的世俗化（在此期间，诸侯们为了弥补他们在莱茵河左岸领土损失的利益，很少顾及教会的完整性）才过去几年；另一方面，新教诸侯同时又是各自国家教会的最高主教；而浪漫派，特别是诺瓦利斯，宣传恢复基督教世界古老统一的思想——不仅是恢复自宗教改革以来分裂的教派的统一，而且是恢复教会与国家的一般统一。

（2）与这些趋势相反，黑格尔很早就表达了他的见解：教会与国家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并不能通过恢复它们的统一（以事先修正教派分裂为前提）来平息。诚然，这种分裂已将国家“完全撕裂”。但正是这种国家因教派教会和宗派造成的撕裂，才“奇迹般地同时也提供了国家赖以建立的一些原则的预感”。取代过去由教会建立的国家的实体性统一的，是作为“现代国家的原则”的外在结合。回想起来，教派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甚至被证明是国家概念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只有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一个国家才是可能的”（见第二章 4.1节）。

因此，人们可以补充说，国家因为教会分裂的事实而被撕裂。但是，只要它本质上仍然与作为赋予意义中心的教会相联系，它就只会被撕裂这么久。一旦它失去了这个中心，它就必须将自身重新构建为一种外在的结合。这种外在的结合是现代国家的原则，并且必须保护它免受各种形式的重新实体化的尝试——包括宗教的重新实体化。在这里，黑格尔比他的同时代人，不仅比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比20世纪的理论家更尖锐、更恰当地表达了现代国家的原则：即使在20世纪初，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906, 30）仍将教派分裂描述为德国国家的一种先天缺陷，一种我们几乎永远无法治愈的缺陷。

（3）然而，黑格尔早期的见解——即现代国家的原则仅仅是外在的结合——不仅远远超前于后来许多国家哲学家的判断；而且在《法哲学原理》的上述章节中，通过他对国家作为伦理生活现实形态的基础的规范性展开，也没有完全兑现这一见解。将国家作为“伦理国家”维系在一起的纽带，现在不再仅仅是外在的了。它也包含了宗教——但带有重要的保留：宗教固然是为国家提供“情绪的最深处的统合环节”——但这只有当宗教不孤立地自成一体，而是当它反过来将自己纳入国家的普遍伦理中时才成立。“那些寻求主的人，并在其未受教化的意见中确信能够直接拥有一切的人，[…]只能引发所有伦理关系的毁灭、愚蠢和令人憎恶的事物”。“最廉价的”事情就是，“在敬神之中已经拥有了洞察法律和国家机构本性、对它们评头论足并指出它们应该和必须是怎样的所有条件，而且仅仅因为这些出自一颗虔诚的心，就以一种绝对正确和不可侵犯的方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为了对抗宗教，“毋宁说需要一种拯救的力量，这种力量承担起理性和自我意识的权利。”然而，黑格尔这个难以检验的警告并不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教会，而是针对其周边或随后得到神学批准的被误导的行动，这些行动认为可以诉诸一种更高的权利，来反对在其组织中展开的国家现实理性——例如针对一场据说怀着纯洁的心进行的政治谋杀（见第一章 8.1节）。

尽管有这样的顾虑，在19世纪初，宗教信仰作为其政治整合潜力的事实依然受到广泛推崇。因此，黑格尔仍然赋予国家这样一种权利：“要求其所有成员都隶属于某个教会团体”——但他接着说：“随便哪个都可以，因为对于其内容 […] 国家无法介入。”这些甚至可以是那些不承认对国家负有义务的宗教团体，比如贵格会或再洗礼派。因此，黑格尔以非凡的讽刺语气，反对当时德意志邦联实行的将公民权利与隶属于当时在德国享有特权的三个教派教会之一挂钩的做法。针对赋予犹太人公民权所“引发的喧嚣”，他指出，这些喧嚣忽视了犹太人“首先是人，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肤浅的、抽象的性质”。今天我们知道，当时那种用心良苦的企图——通过将其建立在基督教宗教的基础上，通过将公民权与隶属于三个基督教教派之一相绑定，来在政治上稳定国家，而不是将国家理解为一个具有自身法权和自身伦理特质的结构——导致了多么灾难性的后果。

（4）然而，19世纪20年代随着欧洲复辟运动——特别是在法国——宗教政治局势的加剧，迫使黑格尔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后来的两个版本（第563节，第552节）和宗教哲学讲演（V 3.339-347）中，以及在纪念《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三百周年的演讲中（见第二章 8.8节），在一个重要观点上修改了《法哲学原理》以及《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1822/23年，GW 27/1.73 f.）的立场。他必须注意到，教会的政治中立化和权力剥夺远没有像他——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新教——最初设想的那么深入。他现在看到各教派对“现代国家”原则持有不同的态度，因此，他现在不再认为个人属于哪个教会团体是无所谓的。作为“伦理的”国家，国家将以前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分裂在自身中扬弃了；“神性”并不站在它的对立面，而是它在自身中就拥有神性。因此，国家的稳定性不那么受到个别人不理智行动及其同样不理智辩护的威胁。它受到那些不屈从于国家的这种伦理，而是试图将国家置于其统治之下的教会的威胁——其依据是：世俗权力并非直接由上帝授予，而是通过他在人间的代表授予。任何以立于其外的神圣之物的名义，试图使国家屈从于各项要求的企图，都必然破坏国家的伦理生活。

因此，黑格尔修改了他早期对教派差异的漠不关心。在他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1830/31年）中，他现在也抨击了“我们时代的愚蠢（他在几年前还认同这种愚蠢），即想要独立于宗教来发明并实行国家宪法；天主教宗教尽管与新教宗教共同属于基督教，但它不允许国家的内在正义和伦理，而这正是包含在新教原则的最深处之中的”（GW 18.173）。伦理生活和自由宪政只有在与一个理解自身为这种自由思想的载体并承认世俗性自足性的教派相联系时，才能发展起来——根据这些年的经验，这就是新教。因此，黑格尔之所以推崇它，不是因为它适合赋予伦理生活以一种新教教派的根基，而是因为“新教原则”毋宁在于承认国家的伦理，并且不让其从外部受制于具有宗教动机的要求。因为只有它将基督教的原则表达为自由的自我意识——并且：“这是宗教和国家中自由的一个概念。”（V 3.340）黑格尔的这种“政治新教”很容易被误解——仿佛黑格尔现在想要将新教奉为国教，并将至少是新教渊源的信仰召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伦理的守护者。然而，新教仅仅是这种自由的消极条件——并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承认国家的伦理建立在自身之中，独立于某种特定的宗教根基和指导。悖论式地说：对于19世纪20年代后期的黑格尔来说，一个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新教国家，而且并不是因为新教适合为国家奠基，而是相反：因为“新教国家”毋宁说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由明确的宗教奠基的国家，而是其基础就在自身之中的国家。

然而，黑格尔在这里并没有从对这种基础可靠性的摇摆不定和怀疑中走出来：在另一处，他虽然认为宗教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是必然的，但认为这终究不是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这种国家法律和宪法的脱离，是为了那种不承认法权和伦理自在存在，不承认其具有实体性的宗教的特殊性而成为必需的；但是如此从内心中、从良知最神圣的地方，从宗教拥有其座席的宁静之所中脱离出来，国家法律原则和机构不仅未能达到一个现实的中心，而且它们依然停留在抽象和未规定性之中。”（GW 18.173）参考文献： Ernst Troeltsch: Die Trennung von Staat und Kirche, der staatliche Religionsunterricht und die theologischen Fakultäten. […] Heidelberg 1906; Reinhart Maurer: Hegels politischer Protestantismus. HSB 11 (1974), 383–415;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er Staat als sittlicher Staat. Vortrag bei der Entgegennahme des Reuchlinpreises der Stadt Pforzheim 1978 am 22. April 1978; Jaeschke: Staat aus christlichem Prinzip und christlicher Staat. Zur Ambivalenz der Berufung auf das Christentum in der Re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Restauration. In: Der Staat 18/3 (1979), 349–374; Jörg Dierken: Hegels »protestantisches Prinzip«. HSB 38 (1998), 123–146; Andreas Arndt / Christian Iber / Günter Kruck (Hg.): Staat und Religion in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Berlin 2009; Ludwig Siep: Der Staat als irdischer Gott. Genese und Relevanz einer Hegelschen Idee. Tübingen 2015.

9.5.9 向外的主权与外部国家法

（1）作为“有机体”、“自为存在”、“个体”或“人格”，国家必然处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只有这样，它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第322节）。外部关系并不是事后才被加到发展完善的国家概念中，而是构成了这个概念本身不可分割的环节：它既包含了内部主权，也包含了外部“主权”。也许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早在1819/20年就已经在原则上引入了“向外的主权”和“外部国家法”之间的区别（GW 26/1.575-577），并在次年将《法哲学原理》的结构设计为：将“向外的主权”放在“向内的内部宪法”之后，作为“内部国家法”的第二个要素，然后再引出“外部国家法”（第321-329, 330-340节）。黑格尔没有使用“国际法”（Völkerrecht）一词，可能是因为在传统的“ius gentium”（万民法）概念下，思考的是在各民族中普遍适用的法权，而恰恰不是我们今天的“国际法”，并且因为无论是个人主义的“古典国际法”还是现代国际法，调节的都不是民族之间的关系，而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主题上，黑格尔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向外的主权”和“外部国家法”之间的区别，而学术接受也将其消解了：在黑格尔的批评者看来，这两个章节没有区别，都是那些体现了他早在“序言”中就已显露的立场的致命问题不可挽回且令人震惊地显现出来的地方——即停留在理论上的，甚至是停留在描述上的，对现实政治结构的所谓的概念把握，而放弃了诸如应当如何为了改善它们而改变它们那样的模型设计。但是，对黑格尔来说，把握已经存在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甚至不是“价值中立的”——描述；它始终同时包含一种规范性的含义：“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GW 14/1.15）。然而，这种理性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而是一种内在的逻辑，道德的呼吁对它毫无作用，因此是无意义的。

（2）但是，即使“把握存在的东西”的公式总体上描述了黑格尔的纲领，但它也很少像在这里以及随后关于世界历史的各部分那样得出一个如此令人沮丧的诊断——这完全有别于那种人们喜欢强加给黑格尔的对廉价和解的幼稚乐观的信仰。黑格尔对国家世界的状况提供了清醒且令人清醒的描述，其（令人遗憾的）正确性在随后的时代中经常得到证实，直到今天也一再被证实。他以一种不抱幻想的激情来分析国家间的关系，这种无情的严厉似乎在传递赞同的信号——但这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

在这种分析中，黑格尔运用了近代早期自然法中核心的自然状态概念（第333节）。然而，在自然法那里作为为了使国家合法化而服务的的方法论虚构（因为单个意志总是被整合到一个甚至只是受非常初步的法权约束的社会语境中），在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却变成了现实：没有凌驾于各国家之上的掌握权力和制定法权的权威；它们不是在一个它们之前就已存在的涵盖性法权秩序框架内行动，而是在一个法权未被规范的空间中行动。因为并且只要它们彼此之间不存在法权关系，它们也就不能对彼此做不义之事——它们仿佛拥有霍布斯在想象的自然状态下必然赋予个体的“对一切事物的权利”。由此得出了直到20世纪初才变得有问题的假设，即国家拥有进行战争的权利（ius ad bellum）。虽然由于力量的耗尽，这并不必然导致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但它同样也没有带来持久的和平，而是导致了一种遵守条约和破坏条约之间“交替”的状态。古老的自然法命题“pacta sunt servanda”（条约必须遵守）只不过表达了一种空洞的“应当”，对于这种应当的遵守，只要没有执政官对条约进行有约束力的解释，监督其遵守，并对违约行为进行制裁，主权国家就会根据自身利益的计算来决定是否遵守。在这种状态下，甚至“伤害”的概念也取决于受影响国家的解释（第334节），因此，如果“特殊意志无法达成一致”——例如通过（康德式的）国家联盟的预先调解（第333节及以后）——战争仍然是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黑格尔绝不反对这种程序——但他并没有在其中看到预防冲突的保障。因此——正如黑格尔以“其思想的近乎冷酷无情的逻辑”所表述的那样（Schnädelbach 2000, 324）——“只要战争属于事物的本性，它就会发生；国家会再次爆发战争，而所有的空谈在历史的严酷重复面前都会归于沉默”（第324节 补充）。

可能比对这种机制的分析更令人愤慨的是，黑格尔不仅将战争作为这种冲突中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予以接受，而且还在战争中发现了一种“合理性”（ratio）：战争“不应被视为绝对的恶和纯粹外在的偶然性”。在战争中，实体证明了自己是反对一切个别和特殊事物的普遍力量；它根据概念，将有限之物设定为有限和偶然的，从而使它不仅仅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毁灭，而是通过一个自由的行为而毁灭（第324节）。当然，人们可以在这里提出异议：精神的任务是否真的是接管自然界破坏性的工作，甚至比自然界更彻底地执行它——但这只是关于这样一种洞见：这种毁灭在自然界和精神界中都有其存在。

黑格尔甚至赋予它积极的后果——他认为这个思想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在这里罕见地使用了自我引用的手段，并断言“各民族的伦理健康在他们对有限的规定性的固化漠不关心中得到保持，正如风的运动保护海洋免于腐败一样，而一种持久的平静，正如各民族长期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海洋陷入腐败。”然而，黑格尔赶紧在一次同样罕见的话锋转折中保证，这“顺便说一句只是一种哲学理念，或者用人们习惯表达的另一种方式来说，是对神意的辩护，而现实的战争还需要另一种辩护（第324节，比较 GW 4.450 和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3c）。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种索然无味的为神意辩护的做法感到愤慨——然而，一种带有距离感的措辞“用人们习惯表达的另一种方式来说”是一个明确的暗示，表明这不是恰当的表达方式，但那些喜欢这样表达的人应该对所描述的事实表现出理解。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到，黑格尔当时并不是“信口开河”，正如他曾表述的那样，而是从几乎一生的战争和革命的经验中说话——顺便说一句，他同时也对克罗伊策尔（19年10月30日）抱怨了这些经验。尽管如此，他还是欢迎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产生的新国家，认为这是对18世纪末政治版图的一种进步——而这种（难以反驳的）经验，即从上述战争中产生出了更好的东西，可能促使了他做出这种评价。

（3）无论如何，上述内容只是抓住了黑格尔论述的一个方面。将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与个体进行比较，除了其令人恐惧的方面之外，也包含了一个指向未来的组成部分：对自然状态的记忆隐含着“必须离开自然状态”（exeundum esse e statu naturali）的要求。和个人一样，国家最好也走出自然状态——因为如果它们坚持处于这种状态中，它们虽然不对彼此做不义之事，但它们却做了一般意义上的不义之事。这虽然是康德的措辞（AA VI.307），但黑格尔的法哲学也包含了一个尚未被他完全穷尽的这方面的潜力。早在他的第九篇特许任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these）中就已经确定：“自然状态并非不义的，但正因为如此，必须从其中走出来”（Status naturae non est injustus, et eam ob causam ex illo exeundum）（GW 5.227）。

那些像个体一样相互对待的国家，作为自由意志，总是已经处于至少是初步的法权关系之中。而且，正如黑格尔总是针对卢梭和康德强调的那样，如果自由的概念不能被认为是事后对单个意志原本无限制自由的限制，而是必须被认为是具体的自由，那么国家的自由也必须被类似地思考。这种自由的一个基本环节在于相互“承认”，并通过条约建立法权关系。虽然这些条约可以被撕毁，并且由于没有“掌握权力的普遍物”来强制执行它们而更容易被撕毁——但是谁撕毁了它们，就不再是在无法权的空间中行动，而是在做不义之事。即使爆发了战争，相互承认也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以至于在战争本身中，战争被规定为应当结束的东西”。尽管他与当时那种个人主义的、与今天大相径庭的国际法思想保持着距离，但黑格尔在这里列举了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仍然有效的国际法规定，因为它们应当“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尊重使节、尊重内部机构以及家庭和私人生活，战争的进行应以各国的习俗为导向，第338节及以后——因此，这些规定大多已因当今的武器技术而被转移到美丽梦想和无法实现的理想境界中去了。而且，不应感到奇怪的是，黑格尔在他的时代还没有预料到那些非常有希望但又极其脆弱的国际法形式，这些形式只是针对20世纪的历史灾难和任务才逐渐形成，并且仍在形成之中——同时它们对在如此多地方爆发的战争又是如此令人震惊地无效，仿佛它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因此，对黑格尔来说，战争也是一种“应当结束的东西”——但对他来说，它不是一种绝对不应当存在的东西，黑格尔不知道任何“不应有战争”的理性的绝对命令。走向战争的趋势存在于国家的个体性之中，它总是包含着否定的环节。它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当时像“神圣同盟”那样的）国家联盟来消除，因为：“因此，即使许多国家结成一个家庭，这种联合体也必须作为个体性为自己创造一个对立面，产生一个对立面，一个敌人。”（GW 26/3.1471）。这种在康德的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未被问题化的形成大政治集团的逻辑，在20世纪恐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证实。诉诸于道德责任对它毫无作用——它最多只能在同一层面上通过整合措施来补偿。而在黑格尔看来，它也不能通过建立启蒙时代所要求的世界国家，即“最大的国家”（civitas maxima）来实现——因为这违背了包含对其他个体的否定关系在内的国家个体性的概念——而这种内在的否定性转而会反对世界国家并从内部瓦解它。但是，如果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工具不起作用，那么也就没有“执政官”来决定它：决定便落在世界历史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事实上是恰当的，甚至不意味着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参考文献： Adam von Trott zu Solz: Hegels Staatsphilosophie und das Internationale Recht. Göttingen 1932, ND 1967; Andreas Arndt und Jure Zovko (Hg.): Zwischen Konfrontation und Integration. Die Logik internationaler Beziehungen bei Hegel und Kant. Berlin 2007; Walter Jaeschke: Vom Völkerrecht zum Völkerrecht. Ein Beitrag zum Verhältnis von Philosophie und Rechtsgeschichte.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56 (2007), 277–298; Giovanni Gerardi: Die Hegelsche Theorie des Völkerrechts. In: Hegel-Jahrbuch 2014. Berlin 2014, 34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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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世界历史哲学

9.6.1 传统

（1）直到1822/23年冬天，黑格尔才开始讲授“世界历史哲学讲座”，讲授“普世哲学”；他每两年重复一次，即在1824/25、1826/27、1828/29和1830/31等较长的冬季学期，由于材料丰富，与哲学史学院交替进行。因此，“世界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最后发展起来的哲学学科——因为只在1829年夏天举办过一次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讲座”并不是该体系的独立部分（见第二章9.10）。

然而，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讲座并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学科，而是广泛发展的“客观精神哲学”的最后一个部分——“法哲学”。黑格尔在《百科全书》（1817）（1§§ 448-452）中将系统中的这个位置分配给了“世界历史”主题，甚至在他于 1822 年阅读他的第一堂历史哲学讲座之前。他在“法哲学基本路线”中确认了他当时的决定，该书已经更详细地讨论了“世界历史”（§§ 341–360），并且在百科全书的后续版本中仍然有效（3§§ 548–552）。

（二）在其“体系”的学科结构中，“世界历史哲学”学院是黑格尔第一个不以纲要为基础，而是以手写阐述为基础的学院，即第一个“手稿讲座”。这带来了传统的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迄今为止讨论的学科中还没有出现。鉴于学院规模庞大，今天只剩下几张纸：三张介绍 1828/29 年学院的“史学类型”（GW 18.121-137），以及全面但不完整的 1830/31 年学院的所谓“介绍”，其中提供了讲座的基本部分（GW 18.138-207），以及两个片段第一部分的初步阶段（GW 18.208-214）。在第二个历史部分中，只有一个片段论东方的历史在次要传统中幸存下来（GW 18.221-227）。关于第二部分的进一步解释只能通过（目前为 16 份）讲座记录获得； Kolleg 1822/23 的抄本已在重要版本 (GW 27/1) 中提供。

(3)没有单独的证据表明黑格尔计划出版他的历史哲学。但这可以从 1830/31 年手稿的附录中推断出来，其中包含讲座的第一部分。它显示了非常先进的准备状态，非常接近公平副本 (GW 18.381) - 甚至使用 aste 风险来标记脚注。这意味着这份手稿的公平副本特征比大致同时发生的Reformbill-Schrift先进得多，后者的手稿看起来几乎是旁边的草稿。这个学期，黑格尔没有像往常一样宣布“Philosophiae historiae universalis”，而只是宣布“Philosophiae historiae universalis patempriorem”——大概是为了以最终形式解决这一部分。与讲座相比，随后对手稿的具体补充也表明了出版的意图（Jaeschke 2009）。

9.6.2 世界历史和历史性

（1）黑格尔较晚将“世界历史哲学”作为自己的讲座主题，可能是因为“历史哲学”即使有的话，至少在19世纪初并不是学术教学的常见主题。毫无疑问，黑格尔在学术哲学领域的确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他个人的兴趣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没有哪个哲学家的思想“历史”占据了比他更广阔的空间——从他在伯尔尼岁月中对吉本和休谟（Waszek 1997）的全神贯注，到对1830年革命年的历史剧变的深入考察。他对沃州写作的评论，他的“宪法写作”，他对《班贝格尔报》或他的新闻的编辑对符腾堡宪法冲突的干预以及最后他的“改革法案”记录了对各自历史状况及其根源的深入研究，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些例子还表明，黑格尔对历史的兴趣绝不是古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政治兴趣——他在不同的背景下所说的“干预人们的生活”的兴趣（对谢林，2000年11月2日）。

对他来说，历史不仅是他个人和政治兴趣的对象，也是他哲学中的知识对象——这有两个方面。可以说，以“客观过程”的形式，它是国家的历史，最终是“世界的历史”。但与此同时，“历史”是一般客观、绝对精神的阐释形式（见第二章9.4.2）——这一面具有系统性和时间性的优先性：只有因为历史是这种精神的阐释形式，才存在“客观”历史。在一个无意识的世界里，既不存在国家，也不存在历史。黑格尔对历史的兴趣总是多元化到这两个方向，即一般精神哲学和面向“国家历史”的历史概念——但他并没有以简洁的形式区分它们，同时又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这正是他的精神哲学方法所表明的。这导致了系统性的纠葛和紧张，但这并没有损害双方对自己的意义。

（2）“历史哲学”一词的形成，使我们较少与一般的精神历史联系在一起，而更多地与“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历史”联系起来。她属于启蒙派，所以当时还年轻；伏尔泰和赫尔德的表述和历史建立尤其值得一提。与传统的“普遍历史”或“普遍历史”不同，“世界历史哲学”有一个双重前提：“普遍历史”指的是关于个别事件的一般性、综合性信息，而“世界历史”则指的是一种“客观”或准客观的自成现实。 “历史哲学”是对现实这一特定领域的思考把握，而不是一种“历史”、一种叙述。黑格尔在演讲中宣布的“普遍哲学历史”，虽然采用了传统术语，但预设了“历史”或“历史”的含义从“主观”信息或故事到“客观”语境的转变，这种转变自18世纪中叶以来就发生了。哲学思考的对象不是信息，而是其对象。

在哲学概念还没有以膨胀的方式贬值的时候，这种从“主观的”到“客观的历史”的根本意义转变并不能保证这个现在以其独立性和自身规律首先进入意识的领域是“哲学”的可能对象。在理性主义哲学概念的条件下，“事实”不是“科学”或哲学的主题，而是“历史”的主题。 “历史哲学”概念的形成是基于进一步的、双重的调解：克服“事实”与“理性”之间的严格对立以及基于这种对立的哲学概念。但即使哲学不再局限于理性主义的理性概念，而是仍然被理解为对现实的“思考观察”，那么这种现实也必然是某种普遍的东西——某种不能仅以其“事实性”来讲述、但却可以被思考的东西。或者用著名的黑格尔名言来说：只有存在“历史理性”，“历史哲学”才有可能。这同样适用于“绝对精神”的学科（经过必要的修改）。

（3）黑格尔将“客观历史”限制为国家历史——其中“国家”并不是按照特定的现代统治形式的简洁意义来理解的，而是还包括早期的统治形式——例如“城邦”或“帝国”。尽管国家概念有这种扩展，黑格尔将国家前的生命形式从历史中排除一开始似乎是任意的——甚至是系统架构缺陷的不幸后果：在《百科全书》和《法哲学基本路线》中，黑格尔总是在关于“国家”的章节中处理“世界历史”，方法是巧妙地（如果不是没有问题的话）从“外部宪法”转向，而“外部宪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最高执政官将其交给“世界历史”，而各国的争端则交给其“世界法院”裁决。

然而，“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是像这次转变之后那样，既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它还包括国家宪法的发展，特别是“将国家形成君主立宪制”：“道德生活的这种真正形成的历史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问题”（基本路线，§273）。因此，“世界历史”既是国家的“内部历史”，又是国家的“外部历史”。

但除了这种片面的使用之外，黑格尔还使用了全面的“世界历史”概念。对他来说，这不仅限于国家的历史，而且最终涵盖了一般精神的发展。在他对世界历史的系统阐述中，他将其定义为精神表现的总体：它包含“整个内在和外在范围内的精神现实”（基本线，§ 341）；在下一段中，他称之为“一般精神的解释和实现”。这种“普遍的世界历史”不可能在“法哲学”最后的“国家”一章中得到系统的定位。它还包括艺术史、宗教史和哲学史，这些甚至在《法哲学》的最后都没有讨论。

然而，“世界历史”概念的局部性与全面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单纯的不一致，而是存在的。相反，它指出了精神世界各个领域相互依赖而在制度架构中可能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问题：脱离了“绝对精神”的形式，“世界历史”既不能被写成国家的“内部历史”，也不能被写成国家的“外部历史”。内在构成的发展正是在“世界自身精神的深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在他的讲座中详细地预见了“绝对精神”的领域。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并不完全依赖于“绝对精神”的发展。因为它的全面发展只发生在国家的土地上——即使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地方。因此，国家历史的部分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只能在与精神的“普遍”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中被思考。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在强调意义上将历史与国家的出现联系起来：只有随着国家的出现，“绝对精神”的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知识形式才出现，这些知识形式不仅代表了国家“深化”的“必要条件”，而且特别代表了其运动被称为历史的“必要条件”。

(4) 因此，“世界历史”就其“普遍”概念而言，是国家的部分历史——内部的和外部的——与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历史。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绝对精神”的故事实际上具有优先权：黑格尔早在1805/2006年就在耶拿研究了哲学史，1818年可能在海德堡研究了艺术史，1821年在柏林研究了宗教史——但在1822/23年才首次涉及“世界历史”。然而，它们的晚期暴露并没有为知识生活的各个子领域发明一个独立的上层建筑，而是在概念上定义了它们无疑存在的关系，甚至相互依存关系。渗透到每一个现实中的单一精神不能被分割成孤立的局部历史。 “历史的统一性”所依据的事实是，从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精神的历史——简洁意义上的“精神的历史”，而不是今天常见的模糊意义上的“精神的历史”。 “历史”只不过是心灵发展的特定形式——即使自然因素——气候、土壤形式等——也参与其中（GW 27/1.77-95）。

黑格尔并没有将这一极为大胆的“世界史”草案作为一部精神史来进行——不仅是因为他的讲座的安排和结构，要求其在一个学期内只讨论一个主题，而且毫无疑问也是因为这一草案的规模。然而，在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黑格尔展示了知识生活的不同方面如何交织在一起，并可以用统一的方法来处理——政治史、宪政史、艺术史、宗教史和哲学史，以及现代理解中的“科学史”。无论如何，历史哲学的任务不是书写这个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澄清“历史”概念，甚至超越“客观”历史概念。

（5）黑格尔把他的“历史哲学”整体设计为“世界历史哲学”，作为对世界历史的思考。这样他就缩短了“历史”这个话题；他只在“引言”中讨论了历史概念——即使他在1830/31年的讲座公告中将其描述为“第一部分”，他对历史概念的处理仍然比对宗教概念的处理狭隘得多。尽管如此，它与“绝对精神”哲学的相关文本一起，为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当然，历史哲学首先打开并衡量了这一主题的整个视野​​，并且不屈服于当前流行的限制。这个基本问题并不是针对“历史的意义”（黑格尔无论如何都没有谈到）或“历史的终结”，而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是什么使历史成为历史，是什么使历史与自然存在以及精神存在的其他领域区分开来，以及最终如何能够理解历史确实存在——而不是不存在。

启蒙运动早期对历史进行系统化的尝试，基于教育或进步的典范，甚至无限的完美性对历史进程的解释，还没有提出关于历史的具体概念内容的问题。即使在这个词的使用意义发生了转变之后，现在被称为历史的“客观过程”在其内部构成上并没有成为哲学问题。孔多塞和赫尔德等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以一种天真的、客观主义的方式看待历史。他们假设存在历史这样的东西，人们可以思考它采取什么形式——它是否与倒退相关，或者是否朝着更加完美的方向发展。历史概念本身最初并没有成为哲学的问题。当时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关于历史的某些东西——它的起源、它的终结、它的结构甚至它的天意方向——但它并没有澄清历史的概念性定义。

黑格尔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论述不是在他的历史哲学讲座中，而是在他的哲学史讲座中，这并非巧合。在哲学史讲座（1805/06）中，黑格尔——在时间上接近“现象学”——发现了“历史”主题作为他的哲学主题——早在他第一次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的讲座之前，早在美学和宗教哲学讲座之前。在关于哲学史的讲座中，黑格尔提出了历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由此他成功地发现了精神的历史性，实际上是一般意义上的简洁意义上的历史性的发现。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历史性”一词——随后经历了一段令人兴奋的概念史，直到20世纪——在他的讲座中首次被提及——即使它当时“悬而未决”，正如其他几乎同时出现的资料显示的那样（Renthe-Fink，Bauer）等。在苏阿贝迪森。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性”不仅仅意味着事件的真实性，也不仅仅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事件在时间背景下的放置。 “历史性”和“事实性”之间的含义相似，但也有区别，这在该词最早的两种用法中显而易见，后来每种用法都发展了自己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黑格尔用一种方式来描述教会对基督的看法，并将其与诺斯替教徒进行比较：“因此，它同时也是以历史性的特定形式存在的精神的真实观念。” （W1 XV.137；类似于W2进入神话图像。不久之后，这种使用方法在黑格尔之后的神学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历史的耶稣”问题中。第二个证据可以在黑格尔对希腊世界精神存在的一般描述的背景中找到：“在这种自由、美丽的历史性特征中，记忆女神——（在这里，“历史性”并不是指“事实性”，而是——由“记忆性”的提及所表明的——时间性和对时间性的反思的双重结构——精神的已知存在。嵌入在语境中的结构，只有通过时间性的崩溃和对时间性的反思才能在完整意义上构成，并且最终是历史本身的结构：使历史成为历史并将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东西不仅仅是事件的序列，而且它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站在这些事件的链条中的主体知道自己的存在是由这些事件决定的，并且在同一行为中将自己置于“历史”关系中。正是以这种方式，一系列事件构成了历史。

这两处对名词“历史性”的使用可以通过在黑格尔《哲学史讲座》的引言中对形容词“历史的”的使用进行扩展。黑格尔在 1820 年的手稿中谈到了理性知识的宝藏，先于我们的哲学史已经发展了这一点，并为后世的人们所扩展：“历史上的我们……是人类所有前几代人的工作的继承和结果……”。 (GW 18.36) 我们的“历史性”最初在这里只是作为他人工作的遗产和结果出现。但随后前面提到的记忆和反思的时刻就消失了。但是，当黑格尔三年后再次抄写他的手稿时，他通过以下扩展强调了这段话的核心重要性——只有那时他才表达了历史性的完整观念：“我们是什么，我们同时是历史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如在这个地区的思想史一样，过去只是一个方面，所以就我们而言，共同的不朽与我们的历史性密不可分”（GW 18.100 f.）因此，“历史”不仅仅意味着事实，也不意味着变化、出生和死亡、生活在这个或那个世纪、服从历史并继承过去的遗产。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站在理性、精神发展的过程中，并通过记忆术确保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位置，并以这样一种方式面对过去，即与过去、记忆术的关系构成了一个人自己的存在：也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是历史性的。

这些关于历史意义的表述首先是在黑格尔 1820 年和 1823 年的哲学史手稿以及他的历史哲学讲座中具体体现出来的。从物质角度看，“历史性”这个新词可能已经属于黑格尔的《耶拿哲学史讲座》（1805/06）。然而，《精神现象学》并没有使用这个词——尽管它提供了关于理性历史性这一观念的足够清晰的信息，也提供了关于这一观念对黑格尔哲学总体上的影响的足够清晰的信息，以及他首先为处理哲学和宗教，后来也为艺术的处理而提出的后果：艺术哲学、宗教哲学以及最终哲学自身的回归必须被历史性地构想。脱离这三个绝对精神人物的历史来谈论艺术、宗教和哲学是根本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它们的历史性属于精神概念本身。

因此，“历史”——与《百科全书》和《法哲学基本路线》中其作为“世界历史”的论文所创造的印象相反——不仅仅是客观的、被发现的，也不是任何“自然的”。它基于心灵的特定条件，与时间的过去本身保持距离，并将其置于与过去相同和不同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是“精神世界的结构”的基础——适应后来的标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黑格尔的洞察之上，即我们只是历史上的我们，但没有采用他的哲学的知识哲学框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的“历史”除外，无论他如何试图掩盖他对黑格尔依赖的痕迹。这样，对于黑格尔来说，变化一直是已知的，并通过反思和记忆而获得了“历史”特征，它再次成为一种准自然的“客观历史”。

9.6.3 历史的构成

(1) 这种历史性概念对于知识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是基础——政治领域、科学、艺术、宗教、哲学。这些领域是“历史地”构成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在自然过程意义上“创造”的，类似于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历程——我们不称之为它们的“历史”——而是说它们是通过智力生产和挪用、通过“工作”和“继承”——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纪念性反思中“创造”的。黑格尔没有考虑到这里似乎出现的另一个方面：只有当未来的概念被添加到“记忆”中时，历史性的概念才能被完全掌握。

这个术语是基础性的，尤其是对于明确称为“历史”的领域的反思。即使在其（假定的）客观方面，历史也是以灵性、历史性为基础的。因此，历史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存在的。它是通过历史意识创造和理解的，即h。被构成历史。没有这样的组织性行为，就有事件，甚至是连锁事件，但没有“历史”。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事件被转化为“想象的作品”——只有当这些事件被构成为“想象的作品”时，事件才成为“历史”。这显示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概念的特定“思辨”特征：看似“客观历史”的东西本身就是主观想象的作品；这创造了我们赋予历史的客观性——而且正确地赋予了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多余的成分，而是构成历史的元素。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用赋予它的材料创造出来的，而这些材料本身还不是“历史”。

（2）这种非客观主义的历史概念的结果是，它将知识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和时代排除在“非历史的”之外：精神领域绝不是不发达的，甚至可能是高度发达的，然而，在这些领域中，精神的历史性时刻仍然是隐藏的，无论是在客观方面还是在主观方面都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精神不是自然的东西，它的时刻的实现并不仅仅取决于时间的进展，而必须具体地把握和实现。一个民族也可以完成“三年半”的教育历程，即两千年半的教育历程，却没有获得历史可能的教育（GW 18.124）。无论黑格尔对“缺乏历史”的诊断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是由于信息缺乏造成的，这一点都适用。即使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它必须通过今天对来源的深入了解进行修正，仍然无可争议的是，即使是“将家庭发展为部落、将部落发展为人民的丰富的、甚至不可估量的工作[……]只是在没有历史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从客观主义的历史概念的意义上来解决这一过程，即作为一系列事件，从而作为历史。这同样适用于作为“理论智慧行为”的语言发展：它们的起源并没有落入历史，而是“仍然笼罩在沉默的过去的阴暗之中”；他们不把自己归功于“变得自我意识的意志行为，也不归功于赋予自身其他外部性、实际现实的自由”——这并不表明他们的超自然起源。 “语言的沉淀”先于历史，而语言历史只包括在不同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家形成条件下的后期阶段（GW 18.195 f.）。

（3）对于黑格尔来说，“客观历史”始终是由历史意识构成的“客观化”历史。当然，这种建构“客观历史”的行为并不是由每个个体的意识来进行的，而是由史学来进行的——而不是由编年史来进行的，尽管这些可以被视为史学的初级阶段。然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主观方面”，即历史，绝不是仅仅增加事件的物质方面并将其构成“历史”，而是通过增加“主观方面”，物质改变了它的性质：“一个民族的实际客观历史只有在他们也有历史的地方才开始”（GW 18.124）。因此，它只是从双重意义上的历史开始：当它的进程、行为的物质特征发生变化时，以及当它被构成历史时。

因此，历史总是发生在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之间的中间地带——或者更好：它是一种既包括外在客观性又包括主观构成的复杂现实，它不仅仅是“客观”，而且不仅仅是“主观”——这就是当前方法中的情况，其叙事概念最终无法区分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和想象的创造。

黑格尔强调了“客观”与“主观历史”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必须把两种意义的结合视为一种比外在巧合更高的一种；可以认为，历史叙述与实际的历史事实和事件同时出现；它是推动它们共同前进的内在共同基础。”人民“没有客观的历史，因为他们没有主观的、没有历史的叙述”； “如果没有进步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没有思维记忆，也就没有记忆的对象”（GW 18.192-194）。因此，主动权似乎落到了意识的一边，即这样一个最终目标的制定——但黑格尔最终留下了悬而未决的优先问题，特别是因为在这里，一如既往，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双方的统一。为了理解为什么“历史”作为历史是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而不是在那些条件下产生的，必须始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国家条件或“绝对精神”形成的因素本身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澄清的。

（4）“客观历史”总是由“主观”构成的；另一方面，“主观”通常来得太晚，无法通过打开影响行动者行为的知识视野来影响历史的物质特征。在黑格尔在1822/23和1828/29学院中区分的“史学类型”中，只有“原始史学”才有可能——尽管对它们来说也很难证明。但否认修昔底德或凯撒的历史著作对希腊和罗马世界的作用至少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这是为以后假设的。但即使对一部历史作品的直接的、改变历史的意义做出有问题的判断，也不会影响其构成性质。通过目击者和同时代人的“原始史学”，事件被转化为“想象的作品”； “客观历史”也始终是“想象的作品”（GW 18.124）。总是历史学家首先撰写“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情，分散在主观的、偶然的记忆中，甚至保存在转瞬即逝的记忆中，并将其组合成一个整体，并将其放置在摩涅莫绪涅的神庙中，从而赋予它不朽的永恒性”。 mons tems de Frédéric II”。他认为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条件，“教育不仅应该在人民中呈现高水平，而且也不应该孤立于神职人员、学者等，而应该与国家和军事领导人联合起来。”对于那些“处于顶层”的人来说，不要“通过某种道德瓶子或其他智慧的洞”来看待历史（GW 18.128 f.）。

但“原始”历史只能涵盖很短的一段时间；因此，它必须辅之以“反思历史”的“汇编”。他们创造历史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后来的时代，而且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像李维的《历史》或约翰内斯·冯·穆勒的《瑞士联邦历史》那样试图消除这种差异并暗示一种即时性，那么它就错过了它的任务。黑格尔批评了这一点，引用了歌德（浮士德，V.578）：“如果历史学家想要描述时代精神，那通常是主自己的精神。”他特别攻击了这样一种历史学家，他们“时不时地对事件和个人进行道德打击，并通过基督教和其他反思从沉闷的叙述中醒来”。黑格尔对“实用主义”历史的评价更为有利——在这里，他可能还记得，在他的第一份日记中，他记录了他“虽然对它有一个相当黑暗和片面的想法”，但“它是一部实用主义历史”（GW 1.5）。这部史学也具有“当代意义”。然而，她并没有模拟所描绘的事物的同时性。尽管如此，“历史学家的目的和目的，以及人民的目的和时间本身的目的”是可以重合的。他也不普遍反对穿插的“务实反思”：“这种务实反思，无论多么抽象，实际上都是为了活跃当下，让过去的叙事在当下栩栩如生。”他发现这种形式更多地出现在“法国”中——与德国历史学家的最新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德国人更让我们满意，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对他的同事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西比尔暗示，前不久提到过。黑格尔再次与歌德总结了他对实用史学的判断：“这样的反思是否真正有趣和令人振奋取决于作者自己的想法”（GW 18.136 f.）

9.6.4 历史原因

(1) 黑格尔 1828/29 年的引言手稿以对实用史学的评估结束——大概是因为以下关于“哲学史”的陈述（参见 GW 27/1.14-95）包含在他 1830/31 年的详尽手稿中。尽管黑格尔对“史学类型”的介绍性介绍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自己对这个介绍性版本的判断：它是“一个不能包含任何哲学内容的概述”（GW 18.122）。然而，“哲学史”不能从局外人的角度预先讨论；解释它们是黑格尔讲座的总体纲领。

这段“哲学史”的一个中心概念是理性的概念。黑格尔在其作品的一些段落中，如此全面、持续地援引“理性”——而且很少像这里那样含糊其辞。哲学只是给历史带来了唯一的理性观念：“理性主宰世界，世界历史上的事情也是理性发生的”。然而，他提到了思辨哲学：它证明了“理性[…]是实体，就像无限的力量一样，它本身就是所有自然和精神生命的无限实体——就像无限的形式，其内容的活动一样”（GW 18.140，参见§ 549）。

（2）将黑格尔哲学描述为“泛逻辑主义”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表述——但这个词并没有更清楚地说明理性规则的讨论意味着什么。黑格尔似乎还通过有条不紊地使他的“哲学史”纲领不受反对意见的影响而名誉扫地：因为如果哲学已经带来了世界理性政府的观念，如果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反过来也被它理性地看待，那么结果似乎总是在预料之中——反对所有可能从历史的公然不合理性中提出的潜在反对意见。这种先验的史学不需要涉及历史细节。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任何分析一样，只有旨在了解内在理性的历史观察才能揭示这样的“实质”。

黑格尔本人通过他的解释学预设提出了经验历史研究结果可能被讹误的问题——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被化解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更多的是战术性的：黑格尔指责他那个时代所谓的经验历史是先验的史学——即使考虑到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关于早期罗马时代的主张，黑格尔也有充分的理由。哲学将“这样的优先事项[…]留给了该领域聪明的历史学家”。然而，这种批评并不能确保哲学不仅仅关注另一种先验，而是走一条更好的道路。但黑格尔在这里给出的第二个理由似乎是合理的，至少在其纲领形式上是这样的：哲学不允许自己被这样的历史学家所诱惑；哲学不允许自己被这样的历史学家所诱惑；她通过对经验主义的忠诚而与他们区分开来：“但我们必须接受历史本来的样子；我们必须历史地、经验地前进。” “因此，只有通过对世界历史本身的考虑，事情才合理地发生，这一点将会变得显而易见”（GW 18.142）。因此，从方法论上讲，他的事业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经验程序，以识别历史中真正原因的启发式原则为指导。

（3）黑格尔本人在两个杰出人物身上表明了世界理性政府这一理念并不能保证可靠的结果：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原则的人。苏格拉底和黑格尔的反对意见并不是针对他的原则，也不是针对阿那克萨戈拉没有将理性视为“智力”或“自我意识的理性”这一事实，而只是针对他将理性限制于自然并且没有在原则与所谓原则之间提供具体的中介这一事实。他对第二种形式更为批评，即个人构想的“天意”根据计划统治世界的虔诚声明。这种对“普罗维登斯”的信仰也是不确定的——最重要的是，黑格尔对谈论“普罗维登斯计划”的差异进行了争论，同时又坚持认为承认它是“自以为是”。虔诚的心灵可能会因看到自己的信念在个别事件中得到证实而受到启发——但哲学不能止步于这种“对上帝的信仰的小小兜售”。它最终必须转向“理解创造性理性的丰富产物，这就是世界历史”——现在“世界的最终目的终于以一种普遍的、有意识的方式成为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天意计划”的含义是什么：历史的原因就在于它可以被理解为“世界精神的理性必然进程”。历史的最终目的本身，即精神对其自由的认识，也是众所周知的（GW 18.142–150，参见基本路线，§ 343）。

(4) 通过这些关于历史的最终目的及其实现的陈述，黑格尔似乎已经达到了哲学狂妄自大的顶峰。即使撇开它们的混合特征不谈，它们似乎是基于明显不充分的前提。因为我们只能在历史的终结时谈论“历史的最终目的”——而在此之前最多只能以历史神学所实现的对这一终结的预期形式来谈论。因此，历史哲学在结构上仍然依赖于历史神学。就其起源而言，它是圣经末世论的世俗化，只有作为历史神学才可能存在——这种假设曾经很有影响力，但作为历史或系统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批评见Jaeschke 1976）。但这种所谓“prolepsis”的思想与黑格尔相去甚远。对他来说，“世界精神”的最终目的的确定源自精神的概念：精神总是以自我意识为目标，以对自身的认识为目标；它具有自我意识的结构——“世界精神”与个体的精神主体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自我认识是他内在的目的；精神是为这种自我认识而设计的，并在其中得到完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Noesis noeseos”，但不是在上帝的自我思考中，而是在现实中，它在这种知识中得到完善。将历史解释为精神概念的解释必然意味着将其解释为实现精神的自我意识——对其自由的认识的过程。

“历史”既不是自然的发展，也不是形式的过程，而是一种精神的阐释。它以“历史性”为基础，并以自我关系为中介，蕴藏着“思想自由的萌芽”（见第二章9.6.4）。对于黑格尔来说，简洁意义上的“历史”只有在“理性开始进入世俗存在的地方”才开始。这并不是他们从外部获得的东西：他们的“材料”本身就是自由的行为：

“自由只是法律、知情权和意志权等普遍的、实质性的目标，并产生符合它们的现实——国家。” (GW 18.19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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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个历史概念完全基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它还没有与历史的现实性相中介。但黑格尔提出了他的纲领，即它必须“从对世界历史本身的考察中得出，在它里面发生的确实是合理的”，并且为了确定这一点，必须进行历史地-经验地的操作流程（GW 18.142）。他的“哲学历史”，他对世界历史的论述，服务于对预设概念的历史验证：即它有理据地被解释为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实现。抱怨黑格尔的先天主义和他试图证明其历史概念良好意蕴的“宏大叙事”，并同时先验地忽视这种至少是尝试过的经验验证，是不太诚实的。

黑格尔非常认真地对待这种经验验证精神哲学历史概念的目标——以至于他有时似乎完全沉浸在经验中。正是以此，他的做法从当时在同时代人中蔓延的关于原始状态的幻想中脱颖而出，这些幻想出现在复辟时期，甚至在谢林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那里也能找到——即认为在历史开始时，存在一个由上帝创造的完美原始状态，在这个状态被破坏后，今天只能偶尔发现它的“废墟”。黑格尔同样坚定地将他的经验验证纲领与约瑟夫·冯·格雷斯置于《论世界历史的基础、分期和时代顺序》（Ueber die Grundlage, Gliederung und Zeitenfolge der Weltgeschichte）这一标题下的神话谵妄区分开来；他认为有必要非常迫切地提醒格雷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即“历史的证明只能基于历史证据及其批判性评价，并且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被称为科学性。”（参见第II.8.7.8章）
(6)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难题在于，他纯粹的精神哲学历史概念与那些起初映现于历史观察者眼中的单个的行动和事件之间的中介。“世界精神”毕竟不是在个体在历史中行动的意义上的历史“行动者”。精神的“普遍目的”与个体的“有意识目的”分道扬镳——特别是因为黑格尔通过通常剥夺历史个体的“普遍目的”而进一步拉大了二者之间本已存在的鸿沟。关于历史中的真实动力，他的想法一点也不“观念论的”：历史不是被——崇高的——理念所驱动，或者大约是由在历史上采取能动的主体将实现精神的终极目的写在他们的旗帜上所驱动的。它由他们的利益、需求、冲动，由自私的目的和激情所规定：“因此，没有任何事发生，没有任何事被完成，不是在那里能动的个体也在满足自己”。这绝不是应受谴责的，甚至也不值得遗憾，而是“主体的无限法权，自由的第二个本质环节，即主体在一种能动性、劳动中找到自己的满足”。黑格尔在这里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面（参见第II.9.4.5章）引用的《全面教学纲要》中的那句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伟大的事物是没有激情而完成的。”（GW 18.158–161）这种在包含在精神概念中、但并不被历史行动者有意识追求的“普遍目的”，与他们的“有意识”的、但偏偏没有指向普遍者的目的之间的不一致，黑格尔试图以双重方式来弥合——通过“世界历史个体”的“臭名昭著”的思想，和同样“臭名昭著”的“理性的狡计”定理。不过在关于黑格尔的文献中谈论这“狡计”的比在他自己的文本中谈论的要多；在他的——虽然是残篇性质但在主题部分却是完整的——世界历史哲学手稿中并没有出现这个表述，只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出现过一次（W IX.41）。在《逻辑学》（GW 12.166）以及《全面教学纲要》第3版第209节中，黑格尔虽然谈到了“理性的狡计”，但在目的论概念处，并且是在一个非历史的，甚至更带有自然哲学色彩的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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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艺术哲学

9.7.1 传统

(1)尽管“美”作为“审美柏拉图主义”背景下的形而上学概念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们很少致力于狭义的艺术。相比之下，黑格尔的第一个系统草图（1801/02）已经给艺术哲学和宗教哲学赋予了系统强调的意义：该系统的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旨在展示“自由人民”如何“回归宗教和艺术哲学中的纯粹观念并组织上帝观”。 (GW 5.264) 因此，艺术是上帝的观点。尽管有这样的决心，并且尽管——也许也是因为——谢林大约在同一时间发表的艺术哲学讲座（SW I/5），黑格尔最初相当忽视了这个主题——与他的体系的其他部分相比。在阐述他的“体系”时，最初的重点并不是艺术哲学。在关于心灵哲学的一个片段（1803）中，他确实谈到了“诗歌”——但带着后来成为刻板印象的矛盾心理：艺术确实是“绝对精神”——但它是有限的；它是一种限制性的东西。 »绝对精神[…]从诗歌本身中逃脱；它只能在哲学中表达和呈现”（GW 5.373）。从这个时候起，“系统终结的碎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艺术不能否认其内容“它的本质事实是，它不存在，而只有绝对的渴望，而不是通过形式。”（GW 6.331）。黑格尔在手稿“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系统草案III”中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在这里，他甚至介绍了“绝对艺术”的概念——但他认为艺术本身的直接性和感知形式并不适合精神；艺术“只能赋予其人物有限的精神”——因此，艺术实际上就是宗教（GW 8.277-280），因此，“精神现象学”并不将艺术视为一个独立的人物，而只是将其视为宗教历史中的一个人物，即“艺术宗教”（GW 9.376-399）。纽伦堡，黑格尔主张在高中教学中给予美学更大的份额——但在一个条件下：“一方面，它可以对艺术的本质和目的提供更新、更好的看法，但另一方面，它不必只是艺术的洗礼”（见第二章.6.1.1）。

（2）直到海德堡，黑格尔才开始详细探讨艺术哲学。尽管在《百科全书》中，他仍然将艺术——就像在耶拿一样——放在“艺术的宗教”标题下（1§§ 456-464），但他在海德堡的四个学期中，在 1817 年和 1818 年的夏天，两次阅读了有关美学的内容，每次都是听写的。在柏林，黑格尔第一次阅读《美学与艺术哲学》是在 1820/21 年的冬天，现在不再是听写，然后是 1823 年和 1826 年的夏天，以及 1828/29 年的冬天——不像其他学科那样以固定的周期进行。然而，在第一次柏林演讲之后，他对这门学科感到非常有信心，以至于他在 1821 年 5 月底写信给克罗伊泽，表示他打算“及时印制一些关于它的内容”。但这并没有发生；然而，不能排除的是，一张关于“B.梦幻般的象征主义”的幸存纸张，可能来自1828/29年的学院圈子，是一部美学纲要的详细阐述的证据——如果它不是来自海德堡小册子，作为听写模板，它肯定被分成几个段落(GW 18.117)。然而，黑格尔在后来的两个版本中稍微扩展了《百科全书》中有关美学的几段内容，最重要的是，他将系统架构中的“艺术”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将其作为“绝对精神”的独立形象，与“揭示的宗教”并列（2/3§§ 556-563）。

(3)目前传播和版本情况均不尽如人意。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来自海德堡和柏林的黑格尔“小册子”——已经丢失；柏林特刊中保留了一张关于“艺术作品的真正客观性”的内容（GW 18.115 f.）。黑格尔的学生海因里希·古斯塔夫·霍托 (Heinrich Gustav Hotho) 在他的《美学讲座》版本（作为朋友协会版本的一部分）的前言中介绍了这两本小册子：“最古老的小册子来自海德堡，年份为 1818 年。按照百科全书和后来的法律哲学的方式分为短段落和详细注释，它可能早在 10 月就被用于听写 […] 1820年，他开始进行全新的修订，由此诞生了这本小册子，从那时起，这本小册子一直是他后来关于同一主题的所有讲座的基础，因此1823年和1826年夏季学期以及1828/29年冬季学期的本质变化仅写在单独的纸张和纸张上，并作为插页插入。 (GW 18.342) 到 1820 年，这本小册子被描述为永久的“基础”，这与黑格尔之前引用的 1821 年 5 月“印制一些关于它的内容”的意图不谋而合——无论是否因此排除了后来对该概念的更正。

关于海德堡抄本也一无所知。自从黑格尔口授以来，一定有这样的记录——但霍托似乎没有得到这些记录（GW 18.343）。今天幸存下来的资料仅来自柏林讲座：1820/21 年的第一次柏林讲座由附言记录，第二次则由两份附言记录（GW 28/1）。 1826 年和 1828/29 年学院有六份和三份仅部分出版的手稿（V 2.LXXVI–LXXVII）记录； 1828/29学院的成绩单尚未出版。

(4) 在这些最新版本之前，黑格尔《美学》的唯一来源是霍托作为朋友协会版的一部分提供的版本；后来的其他版本最终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与作为“友会版”一部分的其他版本的讲座记录一样，它也是一个完全可疑的来源 - 甚至可能更可疑。因为霍托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遵循了当时编辑的精神，以编程方式制定了这一点：“以最大的谨慎和不愿做出改进的方式，将最多样化、常常相互矛盾的材料合并成一个（如果可能的话）全面的整体”（W X/1.VII）。 《美学》之所以受到学生的好评，是因为霍托的编辑工作成功地将黑格尔的讲义变成了一本“书”，就像《美学科学》类比《逻辑科学》一样。然而，正是这个节目如今引起了人们对缺乏真实性的怀疑——而且并非没有理由。

《美学》是除了《哲学史》之外黑格尔在 1820/21 年冬天既没有听写也没有纲要的第一堂课； 1821 年夏天，他做了第一次关于宗教哲学的讲座。这两场讲座与世界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座一起构成了“手稿讲座”组。然而，后两者与前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黑格尔在《世界史》和《哲学史》中都是从“导言”开始的——但更多的是基础——然后遵循历史发展的指引，允许修改，但不能随意安排。然而，对于“美学”和“宗教哲学”来说，又产生了制度形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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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指控也可以针对“不朽之友”的其他讲座版本：将不同来源融合成一本“书”在这里不可避免地是暴力的，因为他们所谓的通过随后插入三分结构对文本进行系统改进是愚蠢的。然而，霍托对黑格尔概念的系统变形似乎比宗教哲学讲座中的要小——然而，宗教哲学讲座并没有认识到可能故意篡改措辞的现象。而毫无疑问，那些经常被诟病的后记的真实性，要大于那些按照不透明原则将后记加工成“书”的版本。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对霍托斯版的批评结果强调了对整个材料进行历史批判版的必要性。只有所有讲座年份（包括 1828/29 学院）的历史批判出版物才能取代霍托的版本，结束现在所需的成绩单和版本的“双重”研究，并允许对他的编辑做出最终判断。

即便如此，也无法获得最终的确定性：霍托版本所依据的几份手稿已经丢失。然而，最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讲座手稿和他后来的文集都丢失了。因此，永远不能完全排除霍托编辑团队误判的风险：如果黑格尔的手稿没有流传下来，《友会版》中的宗教哲学版也会受到一些无端指责。

但目前也很清楚：试图通过将“现象”与“体系”对立来拯救黑格尔美学，特别是其“当前性”，即最终消除黑格尔真正哲学的具体特征，是徒劳的：对黑格尔来说，体系特征并不在于脱离现实的“机械辩证的概念建构”——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和严重的后果。歪曲了他的哲学！ – 但在对现象的精神渗透中，在这种情况下是艺术作品。他的美学“总是[…]从系统性和现象性历史兴趣的建设性结合中获得其特定的特征”（V 2. XCI，CVII.）。

9.7.2 系统构成

(1)美学在黑格尔时代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哲学学科；甚至这个词直到18世纪中叶才获得了“艺术哲学”的含义。尽管很短暂，黑格尔之前的美学史却已经非常丰富，正如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康德和席勒这些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关于新旧艺术的优越性的争论，《古代与现代的问题》，包括莱辛、席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谢林的德国续集，也早于黑格尔的美学。最后，在“先验唯心主义体系”（1800）和他的身份哲学中，即在他与黑格尔密切合作时（1801/03），谢林将美学提升到了体系的顶端，甚至高于自然和先验哲学。因为它的目标是最高的：艺术作为绝对的观点。黑格尔后来也给艺术在这个体系中赋予了很高的地位，尽管不是最高的：它是“一种带入意识和表达神圣、人类最深刻的利益、最全面的精神真理的方式”（W

（2）黑格尔著作中专门讨论“美学”的部分——直到《百科全书》，1§§ 456-464——确实揭示了“美学”的基本方法，但它们没有提供足够具体的原则来塑造其系统形式。然而黑格尔不必像其他学科一样发明这门科学的形式。这一点从霍托斯版中看不出来。因为它分为三个部分：“引言”之后是I、“艺术美的想法或理想”、II。将理想发展为艺术美的特殊形式”，III.“个体艺术的体系”。1820/21、1823和1826学院的现有版本的后记清楚地表明，黑格尔并没有以这种方式组织这三个学院的讲座：这里“引言”后面是“一般部分”，分为[1]“一般的美”和[2]“一般的艺术形式” （即象征、古典和浪漫形式），最后是“特殊部分”，展示个人艺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诗歌。

与其他学科相比，这种二分法显得很奇特。它根本不是来自黑格尔，而是来自谢林。就人们可以相信他儿子的版本而言，谢林还将他的《耶拿讲座》（1802）分为“一般部分”和“特殊部分”，其中他处理“真实的一面”（音乐、绘画和雕塑，包括建筑）和“理想的一面”（诗歌）的个人“艺术形式”。尽管黑格尔在艺术的“建构”、艺术的材料和形式方面没有遵循谢林的一般部分，也没有在特殊部分的“现实与理想系列的对立”方面遵循谢林的做法——但是将“美学”分为一般部分和特殊部分（以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建议无疑可以追溯到谢林。霍托的版本掩盖了这种最初存在的正式协议和依赖性——可能是无意的，因为——与黑格尔不同——他不可能知道谢林的讲座（除非人们假设他已经看到了流传的谢林讲座的抄本之一）。

黑格尔最初将他的二元结构建立在谢林的轮廓之上的假设使得这一概念的内部突破及其后来的扩展变得合理。首先，“一般部分”绝不是同质的：对“一般之美”的解释风格与他的论文之后所谓的“一般艺术形式”的历史发展有很大不同——也在“一般部分”内。在第一部《Kolleg》（1820/21）中，黑格尔的术语波动就变得引人注目，因为他在向象征性、古典和浪漫这三种历史艺术形式的过渡中谈到了“艺术的特殊部分”，尽管他仍然在“一般部分”内移动，而实际上所谓的“特殊部分”只是在相当晚的时候才开始（GW 28/1.65,116）。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将谢林对“艺术形式”的讨论打散在“一般部分”。就其历史特殊性而言，“一般艺术形式”更像是“特殊艺术形式”——黑格尔显然在他的最后一讲中也这样对待它们，随后是第三个“个别部分”，其中使用例子详细介绍了个别艺术（V 2.XXXVIII，LXXIVf.）。有了最后一个构想，随着艺术史从“一般部分”分离并转向“特殊”部分，黑格尔克服了他对谢林建筑学的倾向，从而得出了一个版本，为美学的这一部分提供了与其概念和实质分量相对应的位置，而且在系统结构上类似于宗教哲学中关于宗教史的论述。霍索在面临前三个学院的概念和第四个学院的概念之间的选择时，将他的版本建立在后一个概念的基础上，这并非不可理解。

9.7.3 精神与美丽的自信

（1）从艺术解释的角度来看，这种系统形式的变化可以描述为“在激进的系统前提下对材料的有意识的修改和重构，这需要对有问题的部分、‘象征艺术形式’的概念以及——尤其是当代的——‘浪漫主义艺术形式’的例子进行更详细的审视。” (V 2.LXXIV) 但这也是这里所要求的黑格尔总体知识哲学方法的一部分。根据宗教哲学的纲领性表述，“在所有科学中”首先是一般概念——即在这里，在“绝对精神”的范围内，精神的概念；第二个是“概念的确定性，概念的具体形式”，第三个是概念的自生化（V 3.83-85）。由于一切精神事物都是历史的，因此将具体事物视为历史的处理形成了客观或绝对精神哲学的组成部分。

（2）对黑格尔来说，艺术与宗教和哲学一起是绝对精神的一种形式——这三种形式穷尽了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整体：与自身相关并承认其自身本质的精神，在这种对自身本质的认识中，它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因此是自由的。这种知识哲学基础对于“艺术哲学”也至关重要——无论是从系统角度还是从发展历史角度来看。甚至黑格尔最初在关于艺术的系统草图中写下的最早的注释——没有详细说明——概述了这个知识哲学框架：艺术哲学——连同宗教哲学——是“自由人民”形式的精神“回归纯粹观念并组织上帝观点”的形式（GW 5.264）。甚至在黑格尔对艺术或艺术哲学提出任何个人决定之前，他就奠定了艺术和美学的精神哲学基础：无论艺术如何被更精确地定义，它始终是精神对自身的认识，并在其中回归自身，一种认识的自我关系。

这种知识哲学基础在第一篇文本中也变得清晰起来，该文本更详细地讨论了艺术，并且已经在系统草案 III 中概述了艺术系统。但与此同时，黑格尔也已经指出了艺术与另外两种绝对精神形式的区别：艺术是认识精神的一种形式，它“创造了精神的、供观看的世界。但这只是这种自我观的第一种形式；在其中，精神以一种由主观精神产生的形式看待自己，而主观精神仍然具有自然的直接性。这正是为什么她是“印度的巴克斯，她不是清晰的、自知的精神，而是热情的精神——一种将自己包裹在感觉和图像中的东西，在其之下隐藏着可怕的东西。”它的要素是直觉，因此是无中介的直接性——一种与精神不相称的要素，一种有限的精神，“假定的无限”，“假定的非真实观念”，是的：这里的美是“绝对活泼的欺骗”，它“与其说是掩盖事实的面纱，不如说是掩盖事实的面纱”。 (GW 8.278 f.)

《海德堡百科全书》也证实了艺术的这一知识哲学基础及其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作为认知心灵的第一个形象。然而，有迹象表明重点发生了转变。艺术是“作为理想的绝对精神的观察和表现”——它的含义是“作为自然和精神的相同和具体本质的实体性，这种具体本质被称为上帝”。 (§ 456 f.) 进一步的几段，黑格尔介绍了“由精神产生的具体形式”作为这种知识的直接形式的真理，“其中自然的直接性”“摆脱了其偶然性”并且“仅作为思想的标志”，“其表达由他自己如此解释，以至于图形没有显示任何其他内容； – 美的图形。” (§ 459) 百科全书的两个柏林版本(§§ 556-563）重复了一些相同的词，但它们进一步转移了重点：当黑格尔后来将刚刚引用的段落移入他的《艺术论》（§556）的第一段时，在《海德堡百科全书》中尚未得到系统强调的美概念，现在成为与精神自我认识概念并列的另一个关键概念——以下段落通过对美的重复提及证实了这一功能。

最后，《艺术哲学讲座》再次证实了他们自己带来的这种重点转变——无论是霍托的版本还是他的后记：他们的第一句话将讲座的主题定义为“美的领域，比艺术的领域更近”（GW 28/1.219），而该版本则以一些修饰重复了这一点：主题是“美的广阔领域，而艺术更接近，那就是“美的艺术”是这些讲座的领域，黑格尔取代了科学中的“第一”“概念”，即它在艺术概念中所呈现的特定形式的精神概念，取代了《美学》中对“美”概念的讨论。

然而，考虑到美学乃至讲座文本的发展，这是一个严肃的决定，绝不是不言而喻的。黑格尔甚至如此强调美的概念，以至于他考虑过用“审美学”这个名字来取代实际上不合适的“美学”这个名字，他说这个名字在其他地方也被考虑过。他之所以拒绝这一点，并不是因为这会过分强调美的概念，甚至将其置于中心位置，而是因为他的讲座“不考虑一般的美，而纯粹考虑艺术的美”（WX/1.3）。人们可以说，“艺术哲学”是“审美学”，即美的理论——只是因为它的范围更广，黑格尔才把他的事业留在“美学”和“艺术哲学”上。

（3）这种对美概念的强烈强调无疑并不否认知识哲学方法的首要地位——“百科全书”和后续的讲座课程都充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充分阐明精神自我意识概念与美概念这两个方面的联系。无论如何，美的概念不再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是众多概念中的一个，而且因为美所隐含的“表象”而成为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对于艺术哲学的纲领来说，美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主要概念——这与自海德堡时代以来艺术哲学在黑格尔的教学中日益受到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讲座的授课并没有公正地体现这种美的程序性区别。一般的知识哲学方法是针对他们的：“艺术没有别的工作，就是在感性的观点之前带来精神中的真理，与客观性和感性的整体相协调。”他们的第一个、最初的需要是“从精神中产生一个想法、一个思想，由人作为他的作品产生并由他呈现”（W X/2.255,272）。艺术从来不仅仅是存在的再现，同时也是自我的产物和表现——即使它可能看起来只是自然事物的“客观再现”。 “因为艺术作品应该只关心描绘诉诸精神理性和真理的东西”（人们可能会诽谤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美学”——但对艺术实际上是什么的一般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赋予​​了单数“艺术”的权利）只能来自“自上而下”。无论如何，最终重要的不是一种解释是来自“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而是它是否使某些东西变得可见并打开了被解释的现象。

这就提出了美的概念和精神的自我意识的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系统区分美的概念作为根据智性哲学构想的艺术哲学的中心概念的原因。美的概念不能从作为精神自我意识形式的艺术概念通过概念分析操作得到，精神自我意识的概念也不能从美的概念中推导出来。这不仅适用于通过剖析一个概念而获得另一个概念的可能性，也适用于在实施的概念背景下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基于智识哲学的美学背景下完全放弃美的概念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拒绝这个概念的突出意义，让它再次成为其他概念中的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是，美的概念可以被置于艺术哲学的中心，而艺术哲学并不认为自己是对自我认识精神的解释。那么，是什么注定了美的概念被认为是精神自我意识的充分表达，甚至是唯一充分的表达，对于黑格尔来说，艺术就是这样呢？

“精神的自我意识”和“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不能通过诉诸“美的观念”来实现——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甚至只是通过“真、善、美”的观念或价值观三位一体的知识生活领域的价值哲学基础。这些尝试起初看似合理，但很容易陷入图式或困难之中。人们应该只记得新卡尼亚主义为使哲学的子领域服从于这样一种价值概念所做的努力——这不仅导致了“神圣”的新价值被添加到真、善、美的三位一体观念中，而且还导致了关于现在是否应该将其作为继前三个价值之后的第四个价值或作为高于它们的更高级的价值的讨论几乎没有结束。

无论如何，黑格尔没有试图通过诉诸传统的三元观念来构建“绝对精神”的架构。人们确实可以将真善美的观念与理论和实践哲学联系起来。但在纽伦堡手稿中经过多次删除、更新和再次删除之后，黑格尔最终没有将美的概念纳入逻辑中（见第二章6.1.2）。最重要的是，他在处理绝对精神的其他两种形式时，并没有试图以类似于《艺术哲学讲座》中的美的概念的方式来区分这样一个概念。宗教哲学没有“神圣观念”作为系统基础，虽然哲学哲学关注“真”和“善”，但这些概念还远远不能实现美观念对于美学的功能。但我们怎样才能理解美观念的这种功能及其与精神自我意识概念的关系呢？

(4)这种关系的澄清本可以从美学的第一个“一般部分”中得到澄清——但这种期望令人失望。与其他学科一样，黑格尔强调系统的各个部分必须将自己呈现为“源于整体概念”（GW 28/1.245） - 但他既没有证明他的讲座分为“一般”和“特殊部分”，也没有证明将“一般部分”分解为对美丽和所谓的“一般”艺术形式的处理，因为它们的多样性而不是特殊的艺术形式。将这个关键特征归结为美学的美概念绝非不言而喻的。没有这样系统地指定美的概念作为中心概念的理由，只有一个简洁的断言：“一般部分必须考虑一般的美的观念”——即美是“内容和该内容存在方式的统一，概念的适当性和现实性”（GW​​ 28/1.246）。

这种对黑格尔对美概念的引入没有被系统地识别的批评也适用于霍托的后记比照以及他的版本。艺术哲学不是机械艺术的哲学，而是“美术”的哲学，这一事实在术语上是一种尴尬，因为“艺术”一词的含糊性，并且不能成为专注于美概念的充分理由。不管这种共同的理由缺陷如何，它也适用于后记和版本，即对美概念的各自解释远远达不到一个人可以而且必须要求处理一个中心概念的概念阐述的程度。

美被作为一种“想法”——“并且以某种形式”引入。它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抽象形式”，例如通过规律性或形式和谐；它具有治愈自然与精神之间断裂的形而上学意义：美术作品是“纯粹的外在的、感性的和短暂的、纯粹的思想、自然与有限的现实与理解性思维的无限自由之间的第一个调和成员”。 (W X/1.12) 作为一件艺术品，即时性只是理念的标志：美。自然美因其中介性而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处于前台，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仅仅是“属于精神的美的反映”（W黑格尔认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低于精神的——即使精神首先带来了分裂，然后它以绝对精神的形式调和了分裂。美的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也使艺术作品免于被指责为是精神的）。 “纯粹的表象”与现实相对：其“看似”的现实，由精神而生，比“坏的、短暂的世界”具有“更高的现实”（W X/1.13）；同样美丽，它也有真理。

但这些简短的纲领性决定之后是关于“概念本身的本质”以及“概念的现实”的长篇解释，以及关于“更高本质”中概念差异的独立出现，从而成为一个“系统”。这些陈述既不涉及一般的美学，也不涉及具体的美的概念。它们也可能属于其他讲座，主要是自然哲学讲座。因为黑格尔在这里发展的是普遍的“生物的决定”——生命、个性、有机体、物质性的概念，他将其解释为“活泼的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而这与美的概念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生活当然是实用性的表象，而不是艺术中主题性的具体表象。

下面的解释旨在逐渐引出这个主题，但也离这个主题很远——事实上，它们很难接近这个主题：有机体本质上不同的统一性与人们在一群色彩缤纷但穿着相同的士兵中发现的纯粹的“规律性”之间的对比。 “主观统一性以部分形成的多样性为前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观统一性”决不能在它存在的地方被描述为“美”。鱼可以有“大头”和“小尾巴”；部分形成的多样性的主观统一在这里呈现。然而，我们并不称它们为美丽——即使只是因为“习俗”的主观必要性，否则它会向我们展示不同的比例（GW 28/1.266）。 “内在的联系是整体，是灵魂本身”——但这种内在的联系只是为了思想，而不是为了艺术，当然也不是什么美丽的东西。充其量，某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美丽的，“只要我们感觉到自然结构中概念的必要性”。 (GW 28/1.267,269)。然而，这必须适用于一切自然事物，前提是没有任何事物被上帝或这种“概念的必然性”完全抛弃，因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只能通过它而存在，没有它，任何事物都不会存在。

黑格尔向美的概念迈出了第一步，确定了形式和物质的同一性，形式驻留在物质中，从而使形式成为“这种材料的实际本质”——例如在晶体的例子中，尽管在这里黑格尔最终再次集中于纯粹的“对称性和规则性”（GW​​ 28/1.272）。 “有机生物更加美丽，一般来说，一切宣告自由内在活动的东西”——尽管树懒因为缺乏这种“活动”而空手而归，而鸭嘴兽并没有因为缺乏活动而使自己变得不受欢迎和难看，而是作为“鸟类和四足动物的混合体”——这个结论实际上也应该适用于天使。另一方面，并​​不是“概念的必要性”让我们能够谈论“风景之美”，而是“这些物体与心灵的关系”（GW 28/1.270）。黑格尔对“一般美”的评论过多地关注自然美，尽管对他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美。尽管他们并没有竭尽全力地思考和批判自然美，但黑格尔虽然开始多次思考艺术美（GW 28/1.267,269），但总是在“一般的美”的标题下回到自然美，以讨论它的不足之处——甚至是有机体及其自我保护、血液的脉动以及动物与自然元素的联系。

与这些没有抓住主题的解释相比，第二部分“美丽的艺术或一般的理想”（GW 28/1.285-289）尽管有系统的特权，但在数量上过于狭窄，而第三部分“理想的存在”又非常广泛，但转向个人设计并远离基本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也没有生产力。即使在第二个阶段，美丽的艺术最终被认为是主题，黑格尔也再次诉诸人物“进行解释”。很难不认为这是对自己设定的任务的逃避。

关于艺术任务的指示相应地简短：它必须使“平淡意识只能有限获得的东西到处透明，从而揭示灵魂的基调，所有器官中的精神”。它的目标是“存在真理的表征”——但不仅仅是在概念上，而且在感知上。它将精神“从外部偶然性的有限性，从概念存在的削弱中解放出来”——这可以理解为：概念在其存在中遭受的削弱；它将感性提升到阴影和理想的境界。它创造了“真实的现实”，正是通过废除最初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真实的现实”，而不是它本身。

但这里必须进行的运动不仅仅是一维的高度运动，而是双重的运动。黑格尔用一个不完全恰当、但正因如此而特别生动的形象来概括它：“精神立足于感性，但又将其拉回自身”（GW 28/1.288）。 《百科全书》用一种更为复杂的概念形式描述了同样的想法：美是“由主观精神产生的具体形式，其中自然的直接性只是想法的标志，其表达被富有想象力的精神所美化，以至于形式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东西”（§556）。

在这里，精神伸出它的脚，可以说，只持续了极短的一瞬间，因此几乎没有直接的东西粘在它上面——或者换句话说：仍然粘在它上面的东西在精神上完全变形了，升华了。即使是人们倾向于归因于感性的“具体形式”，在这里也不被视为取自自然，而是被视为“从主观精神中诞生”——这是非常正确的。这里的目的并不是一种感性与精神之间的“和谐”，而是感性可以说只是作为精神似乎依附的一个参考点，当然只是为了将自己推离它——作为精神本身创造和假定的摩擦表面，精神首先在其上点燃自己。或者正如其他地方所说：“精神不需要”“具体的物质”；这只是为了欲望；但他也不想要一般性的思想，而是“从物质框架中抽象出来的感性的、个体的；他想要的只是感性的表面”；（GW 28/1.235）——这在更精神的艺术中，在音乐和诗歌中，以至于这种感性的表面本身是从精神中诞生的。然而，这个“表面”绝不能仅仅变得肤浅——否则，严肃性、美的更深层次就会缺失。

美的概念——作为艺术美——在这方面纯粹是从理智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通过属于对象的“客观”关系：当然不是通过其物质性，也不是通过对称性、规则性等，甚至不是作为自然与精神的和谐。这个版本的美概念适合精确地概括自然美和艺术美之间的区别，这对黑格尔来说非常重要：美的概念仍然保留在精神领域，但它也可以与自然相关，因为自然不是与精神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它的他者，并且因为它本身就是向精神的过渡——这对黑格尔来说是这样的。美的概念最多可以从比喻意义上与精神之外的条件联系起来，比如可以类比精神解释的自然形式，即进行非物质化的形式，或者美丽的风景、月夜等直接引发精神效应的情境，从而实现从自然到灵性的类比转变。

（5）两种独立的艺术解释方法（心灵哲学的路径和美的概念的路径）之间所期望的联系似乎是通过以下事实建立的：美的概念最终完全由心灵哲学决定。该解决方案具有优雅的优点，但也有两个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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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针对这个概念的内部构成，最重要的是，反对它与黑格尔实施他的方法的兼容性。对美概念的纯粹精神哲学解释是对自然到精神的解释，如果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就会导致黑格尔美概念的修改，而黑格尔的美概念则面向古代艺术的解释。纯粹的知识哲学的美概念过于依赖于“变形”的时刻，因为它是对有限性和自然性的超越——因此它最终并没有公正地对待黑格尔对完美美的表述。由于知识哲学概念的动态性，美的缩影将不再是具有“内在与外在的一致性”（GW 28/1.319）、具有自然性与灵性完美和谐的希腊神的雕像，而是表达“有限性的剧烈痛苦”（GW 28/1.289）并同时转化、净化和解释的圣母怜子图。它。根据这一概念，作为美的历史的艺术史不会是一场从象征性的开始上升到完美美，然后随着精神的深化和撤退而再次下降的运动。相反，这将是一条不断上升的线——至少在基督教宗教艺术方面是这样。

这种对纯粹知识哲学美概念的关注得到了补充性关注的补充。它涉及艺术哲学乃至黑格尔自己的艺术哲学的“美”概念的系统范围和可行性。即使人们纯粹从心灵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美的概念，这种美的概念与心灵哲学的总体观点（艺术是心灵的自我意识形式）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这种自我意识不仅仅表现在美的观念上。它要丰富得多；它的意义远不止是在美中实现自然与精神的统一，或者在精神中解释自然性。将艺术概念置于美概念的中心，发挥了知识哲学方法中的一个（但只是一个）要素，在这种方法中，艺术（由于黑格尔的系统架构的原因）主要被解释。但与此同时，它掩盖了黑格尔方法所提供的关于“艺术”现象的大量观点，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激发并鼓励了对古典主义的——尽管不准确的——指责。

（6）黑格尔对“美的观念”而非一般艺术概念的广泛定位，使他能够发展出这种对艺术的总体精神哲学解释，而不是对宗教或哲学史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缩小。尽管如此，讲座的开头部分已经为知识哲学解释提供了几个重要的基本起点。

黑格尔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艺术的需要”的问题：“人为什么要生产艺术品？” ——他的回答触及了这个普遍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他的艺术哲学也将被重建和重新表述：因为“人更具思考性，更有意识。在有意识的过程中，它必须把它是什么和一般的东西放在自己面前，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对象。”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美”，而只是谈论意识和精神的特殊结构。艺术作品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一种方式，“将人类呈现给人类”。它是他的灵性的一面镜子——不仅是，甚至不是主要的，当它在肖像或雕塑中明确地描绘他时，而是在一切事物中，艺术作品都是人类灵性的客观化，从而也是他的自信的客观化。

这种双重性的根源在于——即使这在今天听起来可能很可悲——无处在于“精神的本质”，在于构成精神的分支或异化甚至投射的结构。不仅如此，尤其是在艺术中，人类将自然性打上印记，“以便从事物的形状中认识自己”。它是这种精神结构的突出形式，黑格尔明确将其归类为“理性”，“人作为意识表达自己，双重化自己，使自己对自己和他人可见”。这也是他实践的一个要素：“因此，艺术作品是由人创造的，以便意识本身成为物体。这就是人的理性的巨大必要性。”（GW 28/1.229 f.）他的存在——作为精神存在——的这种客观化也包括精神与自然和神圣的关系——这只不过是精神的自我关系。

这些基本的陈述不能以美的概念为基础。因此，如果艺术的概念被定义为美的观念的实现，而美的观念主要是为了在讲座的“一般部分”中暴露出来，那么它就太狭隘了——尤其是因为那里对它的谈论很少。首先，艺术不是美观念的表现，而是精神概念中固有的分支和客观化结构的表达——这除了艺术作品的生产当然也可以服务的某些目的之外。人们可以设定这样的目的——但它们仍然是次要的，甚至是第三位的，黑格尔充满张力，喜欢称之为“精神的本质”。艺术并非源于个人目的，而是源于精神本身的本质——从黑格尔还不知道的第一部作品到现在。与这种知识哲学基础相反，目的的建立是将这种总体结构合理化为有意识的个人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目的越接近普遍的心理状态，其表述就越恰当。

由于将现有的精神状态提升到有意识的目的显然满足了一种需要，黑格尔最终承认：“如果一个人想要确立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揭示真理，呈现人类胸中的运动，并以具体的、图画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艺术与宗教和其他事物的历史有共同的最终目的。” （GW 28/1.243）这种对艺术目的的表述——以及与之相关的绝对精神的其他形式——可能让人想起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从莱辛谈话到他晚期文本的其他表述，一次又一次地总结他的艺术——尤其是他的小说的任务：“在我看来，揭示存在并揭示它是研究者的最大优点”（JWA 1.29）。当然，雅可比的表述并没有融入到明确的知识哲学艺术概念的背景中。然而，真理的启示和感动人心的事物与存在的启示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毫无疑问的。而艺术的这种揭示真理、揭示存在的目的，就像这种存在本身的变化一样是永无止境的——哪怕只是因为它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主观的“目的”，而是植根于精神本身的结构特性。

“美学”对美概念的定位仅仅穷尽了黑格尔知识哲学方法中关于艺术的一小部分——而且它也破坏了绝对精神三种形式的统一。整个领域的基础是精神在其他人中认识自己的概念。

艺术也必须主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无论美的概念在这种认识的自我关系中继续扮演什么角色：这无疑包含了远远超出美概念所能考虑的范围。因此，知识哲学方法比对美概念的限制更加灵活和“可连接”。尽管“心灵哲学”这个词在今天有冒犯性，但毫无疑问，将艺术理解为精神的客观化、对象中的自我认识、存在与自我的统一，比同样无法解释的对美概念的执着更适合理解“艺术”现象的多样性，尤其是其当代形式。艺术哲学的知识哲学基础所开辟的解释潜力远远大于其美概念的基础。对知识哲学基础的定位，使艺术哲学从狭隘的美概念中解放出来。它还使他们摆脱了与这个术语相关的狭隘性——至少以黑格尔在其关于古典艺术的论文中创造这个术语的形式——作为艺术史的关键点。

9.7.4 “艺术形式”的历史

（1）首先在“一般部分”，最后一次在“特殊部分”的研讨会上，黑格尔遵循“美学”的基础，写了一篇关于“艺术形式”的论文——实际上是一部艺术时代的历史。他可能从谢林那里借鉴了“艺术形式”的概念，谢林也在他的“一般部分”中讨论了“艺术形式”，但他从历史角度重新解释了它。对于黑格尔来说，将艺术史纳入“美学”并非由美学家自行决定：艺术是精神的一种形式，因此其现实必然具有历史发展的形式。因此，全面的艺术哲学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历史现象——否则它的主题将不可避免地被缩短。

黑格尔按照美概念的标准，将艺术史划分为“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三个时代，即尚不美的艺术、美的艺术和不再美的艺术。人们可能会嘲笑这种三重结构，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图式主义的表达。然而，它本身就是在反对图式主义的过程中诞生的。通过它，黑格尔回避了近乎教条的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划分，这种划分在“古代与现代的问题”的魔咒下，仍然被谢林所证实（SW I，5.372）。 “象征艺术”的概念使黑格尔能够超越希腊，将东方艺术，特别是作为一个独立时代的艺术，融入到一个总体艺术史中——这是一个收获，即使今天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过于笼统，无法捕捉到这一标题下所考虑的现象的微妙本质。

9.7.4.1 象征艺术

（1）通过将第一个艺术时代命名为“象征”时代，黑格尔采用了当时广泛使用的术语，但他赋予了它新的含义——甚至与他自己早期使用该词相比（Kwon 2001，39-65）。对于谢林来说，象征不再意味着有限与无限的成功结合，而是来自自然的精神内容的最初的、因此也是不完美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仍然是模糊的。黑格尔的“象征”版本对应于他在海德堡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克鲁泽的“象征主义和神话”的象征概念——而黑格尔对“象征艺术”时代的区分可能可以追溯到与他的联系。在这里，以及在宗教哲学中，他为克洛伊泽辩护，反对特别是约翰·海因里希·沃斯的攻击，在强调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相比的特殊性方面，他比克洛伊泽更接近。另一方面，他遵循克罗伊泽的方法，强调象征和神话思想的“深层意义”、“合理性”、“内在合理性”。他甚至从他的解释中获得了道德尊严：“但是，为人类的智力形成和形成辩护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比单纯的历史外部性的集合更高尚。” （W Bone 所创造的各个部分，当它们后来被组合在一起时，其原始的统一性就被揭示出来了。对黑格尔来说，位于原始图像中心的“断裂”已经完全成为隐喻性的：外部与内部、表象与意义之间的断裂。在这里，他又回到了他的“主观精神哲学”的“符号理论”（见第二章 9.4.5）：符号是一个符号，但不是一个任意的符号，而是“一个就其外在性而言，在它“是一般观念、某种内在事物的图像表现。”由于意义与表达的分离，它无可挽回地具有意义不充分的一面——这解释了所描绘内容的一个经常遇到的特殊性：“为了使它有意义，它必须被扭曲；为了让人们看到材料的意义，必须对其进行暴力。”（GW） 28/1.369）由于意义是不同于表征的东西，并且不是由表征决定的，因此符号“本质上是模糊的”，人们可以将象征艺术理解为“关于意义和形式的适当性和不适当性的持续争论”（W X/1.391-395,410；参见GW 28/1.329-334）。

这种内在张力是象征艺术的构成要素，不能随意克服；因为它本质上属于意识史上的早期时代，其中物质和形式尚未得到中介。然而，它们的不可通约性并不以艺术和工艺的不足为代价：相反，“表现并不完美，因为意义还没有其绝对内容”（GW 28/1.338）。因为只有真实的内容才能以完美的形式呈现。但象征性“更多的是对例证的追求，而不是真实再现的能力”（W X/1.99）；这个想法仍然“寻找其真正的艺术表达，因为它本身仍然是抽象和不确定的。”因为精神尚不为人所知，也未被代表为自由主体。因此，黑格尔将象征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置于“尚未”的范畴之下。它是“前艺术”模式的艺术（W X/1.388-391,406）。

在“象征艺术”的标题下，黑格尔实际上创造了意识史上早期时代的图景，而不是对其艺术的具体解释——当然也是由于当时对东方艺术的了解有限。从历史上看，他只允许艺术在宗教之后出现。这始于对本身尚未被象征性理解的自然物体的崇拜，例如光，而宗教和艺术中的象征性只有当一般性脱离了特定的存在方式时才开始（GW 28/1.338）。然而，在他后来的宗教哲学讲座中，黑格尔非常认为，所谓的“自然神化”永远不会停留在纯粹的自然物体上（特别是因为这里不能假设我们平淡的自然物体的概念），而是总是强调精神的一面（V 4.428 f.）。因此，要么在宗教中，现有的人物包含一般意义，要么在象征性的艺术作品中，专门创造了一个人物，并赋予了这种意义。然而，总的来说，黑格尔认为象征艺术与宗教有很强的联系，即使不是在其首要地位下：这种与再现分离的“普遍意义”必须在其自身的背景下变得明确，从而在神话或“神圣诗歌”中（GW 28/1.353）——由此向宗教的过渡变得流畅。

黑格尔根据“艺术形式”的历史轮廓，将其内部区分为三个“象征主义阶段”——继而分为“无意识象征主义”、“崇高象征主义”和“比较艺术形式的有意识象征主义”。这段情节在后记中没有明确强调，但它也在那里。然而，黑格尔并不认为伊朗宗教的基本目的是象征性的，他也不知道这里有任何艺术品；两者都只能在印度和埃及明显地找到初步的程度 - 但他显然将这些观点以及“崇高的象征主义”（即以色列，以及在“作品”之后还有伊斯兰世界的诗歌）归因于“天真的和无意识的象征主义”（W X / 1.487），其中符号尚未被设定为符号。 ——这个艺术时代的整体特征可以用“动物形态”、“谜团”、“崇高”（有限与无限的不可通约性）等关键词来概括；然而，在象征性标题下概括的非常不同的文化的统一最多只能被消极地表达：它是“尚未找到适合思想的形式”的艺术（§561）。对于黑格尔来说，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先于古典艺术的“前艺术”的有缺陷的形象。

第三种形式，“比较艺术形式的自觉象征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是一种历史上确定的形式，只是因为它不属于“象征艺术”时代，因为它的标志在于它还没有有意识地使用象征本身。在“意识象征主义”的标题下，黑格尔借鉴了包括当代诗歌在内的大量例子，揭示了寓言、寓言、谜语、寓言和隐喻等诗歌形式（GW 28/1.355-368，W X/1.486-547）。

9.7.4.2 古典艺术

（1）“古典艺术”是黑格尔美学的核心——而且不仅仅是从系统架构的角度来看。古希腊的“美丽世界”正是以这种形式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仍然辐射到我们现在。它也不仅仅是艺术史上三个时代的中间阶段，而是艺术的绝对衡量标准。在其中，艺术完善了自己作为美丽的艺术并发挥了其最高潜力：“没有什么美丽可以存在和成为。” （所以，这虽然只是一个短暂的纪元，在人类意识史上却有着绝对突出的地位，因此，它同时成为了一个将艺术史划分为完美的上升和下降的组织中心，从而使所有早期的艺术都降格为“之前”，所有后来的艺术都降格为“之后”。但其后的历史却再也无法完全摆脱完美的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为失去“美好世界”而哀悼的故事。希腊人和他们的神。

在这些近乎赞美诗般的短语中，黑格尔的古典主义似乎公开地表达了自己。就语言而言，它们超越了历史描述和哲学解释，它们让人怀疑《美学讲座》中的黑格尔已经无法摆脱荷尔德林的朋友在学生时代就已经陷入的希腊狂热，也无法摆脱他那个时代的古典主义。为了对希腊艺术的高度欣赏，他准备付出所有早期和晚期艺术贬值的过高代价。除了这些表明古典主义迷恋的短语之外，还有其他观点可以进行其他强调。

黑格尔通过回顾象征形式来定义这一艺术的“经典”特征，即象征形式是那里分离的东西的“绝对结合”（GW 28/1.369）：形式和内容，概念和现实，以及在这里所表现的东西和意义是彼此充分的。这种显然难以证实的说法，源自黑格尔美学的知识哲学前提：艺术是直觉形式的精神的自我意识。因此，它必须找到它的真实形式，在那里它的对象，精神，被视为它的真理。但它只能以人类的形式显现并被观察。人是“真正的美和艺术的中心和内容；”只有在人类形式中——净化了所有有限性的缺陷——精神才接受“在感性和自然中适合它的存在”（W它本身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在其中出现的精神”——是的，它是“精神的镜子”（GW 28/1.376）。它不是精神的象征，它并不意味着不同于它本身的东西；它不仅指精神，而且存在于其中。古典艺术以感性的方式揭示精神，从而构成“真正的美和艺术的中心和内容”（W X/2.10）。

但人类形态只有同时也是神的形态，才能成为精神的最高表达，即神性并不否认其灵性。因此，希腊诸神的拟人化是这一艺术得以完善的关键时刻。神不能再以动物形态出现；这对他来说是不合适的——如果神暂时呈现出动物的形态，比如天鹅，他就没有什么好图。强调人类形态作为精神的适当表现，不可避免地与动物的退化联系在一起，动物是纯粹的自然，甚至纯粹的自然力量，因此也是象征性的。

黑格尔与希腊世界的概念和情感联系并没有导致他否认其起源于意识的象征形式。他认为“古典”世界依赖于象征意识。从历史上看，这在希腊民间宗教与东方宗教之间的多样化关系中已经很明显。古典艺术——就像象征艺术和后来的浪漫艺术一样——以宗教为先决条件，而希腊大众宗教反过来又以属于象征世界的早期宗教形式为先决条件。根据黑格尔经常引用的希罗多德的话（II，53），荷马和赫西奥德确实让希腊人成为他们的神——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通过希腊精神精神中的象征宗教的转变——这一历史过程进入神话本身，作为奥林匹斯众神与泰坦之间的战斗，或者更一般地说，作为新旧诸神之间的冲突，在那里它被看待和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在这里强调，预设的宗教内容本身是完整的，艺术家发现了它——但也修改了它，从而创造了完整的古典艺术作品。艺术想象力控制了宗教观念，并以美的目的自由地塑造它们——这并不会对它们最初表达的宗教信仰产生影响。尽管黑格尔强调古典与象征的连续性，但他也强调通过这种转变而发生的断裂——比克洛伊泽更强调，后者在这里画出了更多的流动过渡（GW 28/1.376-381，W X/2.98）。

黑格尔古典艺术论文中的关键概念是精神概念，即以人类形式展现出来的精神。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尤其是在霍托的后记中，美的概念只出现得很少。黑格尔通过精神的概念引入了古典艺术的概念：它从精神、从自由中产生这一事实适用于所有艺术——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区别性和决定性的定义：“古典艺术是内容上的自由。它的内容就是其自由中的精神。”即使黑格尔最终将古典艺术归因于神的设计中的“实质美”，他又通过精神的概念来确定这一点：“它的绝对内容不是其抽象的思想灵性中的精神，而是作为精神主体性”或作为以人类形式出现的“主观灵性”（GW​​ 28/1.369,375 f.）。

“作品”为美的概念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但它也不是在神话或悲剧的背景下找到了真正的位置，而是在黑格尔认为是古典艺术典范的艺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雕塑。尽管他几乎不使用任何视觉材料，而几乎完全报道，但他仍然将其置于古典艺术的中心，作为其概念的实现：作为对人类形式的自由精神的看法。它展现了完美中的美：“美丽的东西不能成为或成为任何东西”（W X/2.121）。但正是因为古典艺术，尤其是它的雕塑，最大限度地增强了美感，决定了艺术（和宗教）进一步历史的张力在这里爆发。

雕塑展示了人类的形态，或许也是人类形态的神——但它是艺术家利用现有材料精心制作的作品，也可能被人类摧毁。精神在她身上认识到自己——但同时他也知道她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自己。他并不真正存在于神的形象中。 “你可以对美和艺术充满热情，只要你愿意，这种热情现在仍然是主观的，在你所看到的对象、众神中也找不到这种热情。” (W X/2.103) 以人形表现的上帝还不够人性化，拟人化还没有走得足够远； “诸神的旧形象缺乏眼睛的光芒；神不认识自己。”（GW 28/1.407）席勒的《希腊诸神》中的诗句：

由于众神仍然是人类，
人更神圣吗？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黑格尔将“晚期荷兰人的风俗画”视为这方面的典范。他将其解释为一种与“庸常的现实性”和解的形式，一种“在生活的散文中”安身立命，但这本身又有着政治宗教的根源：“荷兰的城市已经从世俗和精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的政治自由，他们的生计，一切都通过他们自己，通过市民德行和新教虔诚而获得。”虽然风俗画的对象“不能满足更高的感官，但仔细观察就会使我们与之和解”——也就是因为“画家的无限艺术”，“映现的艺术”：“在这里，正是映现构成了利益，一种深入自身的映现。在美之中，映现的一面被突显出来”；“实体性的东西已经逃遁，而映现被紧紧抓住”（GW 28/1.434–436）。

黑格尔将他那个时代的艺术视为这种发展的终点。其独特性在于，“艺术家的主观性凌驾于其素材和创作之上，因为他不再受制于内容或形式等本身已规定的领域的既定条件，而是将内容及其呈现方式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权能和选择中”（W X/2.228）——这一特征，就目前所能看出的而言，黑格尔特别关注的是歌德《西东诗集》和弗里德里希·吕克特的诗歌中对东方素材的采用，或者对哈菲兹抒情诗的仿写。但它同样甚至更多地适用于那些在“歌德的艺术时期”（海涅 1835，125）结束、因此也就是他一生结束后才出现的艺术（见第 III.1.1 章）。

9.7.5 艺术的体系

(1) 伴随对“艺术形态”的这一论述，按照早期的体系构想，“一般部分”的第二部分结束了；随后在“特殊部分”中是对各门艺术的呈现。然而，在最后的讲授课中，黑格尔将“艺术形态”的论述提升为独立的第二部分，从而使各门艺术被置于第三部分（见第 II.9.7.2 章）。而且就目前所能辨认的而言，他不仅在这里更加详细地探讨了个别艺术作品：他的讲授课——尽管细节上可能有未看到、看错或缩减之处——展现了对艺术作品压倒性的丰富知识以及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应该没有第二种艺术哲学能拥有如此广泛的跨度——即使其他方法毫无疑问在有限的细节上能提供更多的知识。因此，他自己的主张，“我几乎了解一切，人们应当而且能够了解它”（W X/3.556），虽然显得具有挑衅性，但也绝非没有理据。

在各次讲授课的最后一部分，黑格尔区分了五门艺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诗歌——，但这区分的原则绝非不言自明。在1823年的讲授课中，他回溯到感性的两种形式：作为直接外在意识的直观和作为“已经开始的内在方式”、作为感性与思想之间摇摆的表象。按照这个原则，各门艺术根据感性精炼的尺度、从较粗糙质料的解放来划分——从归属于视觉和听觉这两种理论感官的艺术，即建筑、雕塑、绘画和音乐，直到诗歌，诗歌在其对表象的结合中虽然始终包含对感性的回溯，但并不直接归属于感性。黑格尔似乎进一步将这五种艺术追溯到造型艺术、音响艺术和言辞艺术这三位一体——这种划分至少在霍托的旁注中占据主导地位（GW 28/1.445，486）。

然而，根据《朋友协会版》的记载，黑格尔反驳说，这种根据感性形式的划分“没有从事情本身的具体概念出发，而只是从其最抽象的方面提取出来的”。根据一种“更深刻的统一方式”，艺术的“中项”是“绝对者、作为上帝本身的上帝的呈现”，以一种妥当的外在显象呈现，而这个神圣主体“在其对面有一个外在的周围世界”，并且相对于此有一个“主观的内在”。由此原则得出了象征、古典和浪漫这三种“艺术形态”的划分。黑格尔现在将其扩展为各门艺术的划分原则，将建筑归于象征艺术，将雕塑归于古典艺术，将绘画和音乐归于浪漫艺术——当然不是说在各自的艺术形态内只存在这门艺术，而是指艺术形态与单门艺术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和性。他无论如何都将诗歌作为时间上无差异的，置于按历史归类的艺术形态之上。这种以艺术形态为导向的划分，虽然不同于以感性为导向的分类，将各门艺术进行了不同分组，但并没有改变它们的次序。毫无疑问，由于其将艺术与历史时代相对应，这种划分要求更高，黑格尔在部分情况下也可以诉诸经验的证据来支持它：例如雕塑在古典世界中的卓越地位，出于内在理据，它既不能在象征艺术中被预先感知，也不能在浪漫艺术中被重复；又如绘画和音乐在近代的更高发展，可以合理地将其追溯到主观性向自身的深化。除了这种贯穿始终的历史运动——艺术的意蕴在这运动中，在艺术形态和与其专门对应的艺术序列中展开——之外，黑格尔还将作为精神形态的各门艺术本身赋予了一部内部历史。然而，奇怪的是，他并不是以精神发展的特定进程形式来描述它，而是更像描述自然过程：“一个开始、前进、完成和终结，一个生长、开花和衰败”（W X/2.255–264，245）。

9.7.5.1 建筑

(1) 对于第一门艺术，即建筑，黑格尔严格按照历史的划分来处理——分为象征的、古典的和浪漫的或“哥特式的”。对他来说，它不仅“在概念上构成开端”，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因为它的目的始终是保护性地包围主体。然而，黑格尔也看到早期建筑与雕塑的相似之处。只有当建筑超越其实用性，获得“美的艺术”的特征，并且具有精神意义，作为一种“给精神听的无声语言”时，他才将其纳入呈现之中。同时，它具有人类“联结”的特征——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巴别塔”，黑格尔将其理解为“一件巨大的雕塑作品”，类似于希罗多德描述的“贝尔神庙”，但他并未明确说明后者与“巴别塔”的关系。由于这种与雕塑的接近，黑格尔在建筑的第一阶段也探讨了柱子，特别是阳具柱和发声的埃及门农神像柱、方尖碑、赫尔墨斯柱和宝塔（GW 28/1.445–454）。

(2) 对于古典建筑，黑格尔突出了“合目的性”的观点，这并不与美对立，而是与美统一：“在这里，美存在于严格的合目的性中。”它所符合的目的“是为某种精神的、神圣的东西划定空间，想要庇护并保护它”——即作为神庙。黑格尔在这里详细探讨了古典神庙的细节，但也探讨了罗马建筑（特别是由于拱顶技术），将其作为希腊建筑和基督教建筑之间的“中间形态”。他讨论了一系列当时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关于木结构与石结构的主导地位问题，或柱子的功能和独立地位问题，并特别与阿洛伊斯·希尔特的《古代建筑史》展开了辩论；此外，他还提到（总是赞同地）歌德，以及例外地提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因为他的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GW 28/1.454–458，W X/2.303–331）。

(3) 作为“浪漫”建筑的范例，黑格尔探讨了“哥特式”建筑，在他那个时代，“浪漫派”（在现代意义上）重新发现了它。关于“前哥特式”，即罗马式，他所能说的不过是它“与圆和拱有关”，而他还没有认识到后来的风格——文艺复兴、巴洛克——的独立性；取而代之的是，他补充了一些关于园林艺术的评论。——他将哥特式建筑的“主要特征”视为独立于服务人类的目的：“哥特式教堂是为自身存在的作品，人在其中就像一个个点一样迷失。”“人们和他们的忙碌在这种宏伟中迷失了。”古典神庙的合目的性“在哥特式建筑中是次要的事情。”这对他来说也体现在哥特式拱顶的“自然形态”中：它——像他同时代的浪漫派一样——让他想起“森林的穹窿，令人敬畏，引人沉思。尖拱、柱子的交汇就具有这种特征。这正是树枝相聚并交织成穹窿的方式”——当然在这里，是一个“为内在性而设定”并召唤升华的穹窿（GW 28/1.458 f.，W X/2.332–352）。

9.7.5.2 雕塑

(1) 黑格尔将所有时代建筑的特质视为对精神形态的包围，即外在性与自由精神性之间的张力。相反，在雕塑中，这种张力被扬弃了；它以“精神的个体性为对象，并让精神在直接的物质性中显现。[…] 因此可以说，在这里，精神按照其本来的样子被呈现出来。”它甚至呈现了“这样一个奇迹，精神如何将自身塑造入质料，如何能够当场地在其中展示自身。”精神与质料的这种统一，黑格尔也用斯宾诺莎的说法（《伦理学》II，7）来概括：它是“广延事物秩序和观念事物秩序的统一，是灵魂与活的身体的最初的美的统一，只要精神的内在在雕塑中仅仅通过其有形体定在来表达自己。”（W X/2.365）尽管如此，这种统一仍然是或然的。与局限于平面的绘画相比，黑格尔承认雕塑具有自然性的优势——但这自然性“只是外在物质性的自然性，而不是作为精神的精神之自然性。” (2) 黑格尔认为雕塑完全依附于“古典艺术形态”；后者创造了绝对理想的、未被超越的作品——在关于个别作品的论述中，黑格尔也经常参考温克尔曼的判断，但他在这里也借助面相学，甚至借助在《精神现象学》中被批评的弗朗茨·约瑟夫·加尔，来分析古典面部塑造的独特效果。由于这种导向占据主导地位，黑格尔在雕塑部分就放弃了描绘其内部历史。在1823年的讲授课中，他只是只言片语地提到了象征雕塑，却没有提及后来的“浪漫”雕塑；根据该版本，黑格尔在这一节的结尾也简短地谈到了罗马和基督教雕塑。在“浪漫艺术”中，雕塑虽然“常常达到了极高的精通程度，但它不像希腊雕塑那样，是树立神之妥当形象的艺术”——因为“基督教精神的整个方向[…]，在宗教直观和表象居首的地方，并不指向理想性的古典形式，而这种形式构成了雕塑最直接和最高级的规定。”它更多地停留于作为“（宗教）建筑的装饰”，但也介入了“庸常的生活”——在这个范围内，黑格尔知道列举出许多例子，既有他在纽伦堡岁月里的，也有与他同时代的柏林雕塑家沙多、劳赫和蒂克的雕塑——但这并没有使这种直接的直观改变他的判断（GW 28/1.460–472，W X/2.353–465）。

9.7.5.3 绘画

(1) 与雕塑的“客观实体性”相对，黑格尔说绘画的主要规定是“自为的主观性”，但它又自由地放手特殊之物，并接纳偶然之物。通过与平面的结合及其要素“光”和“色彩”，绘画摆脱了“质料的客观规定”。由此它的对象范围被“无限扩展”并且不再能被规定；一切特殊之物都能在这里“找到位置”。尽管绘画摆脱了表现人类形态的限定，黑格尔却称它“更加拟人化”——即在于它以人类生活的整个领域为主题，并且是在精神的内在性视角下（GW 28/1.472 f.）。在这里突显出来的“主观性原则”要求，“一方面，放弃精神与其活的身体的无偏见的统一，并或多或少地否定地设定身体性，以便从外在事物中突出内在性；另一方面，为主观及感性事物的多样性、分裂和运动的特殊方面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其“基本类型”不是“精神与活的身体绝对完成的融合[…]，反而是那集中于自身的内在映现出来”，是在自身中无限的主观性（W X/3. 6 f.）。

(2) 因此，在历史上，绘画的首个主题领域是宗教领域——人类在爱中的呈现，而且是在无欲求的母爱中，当然也在痛苦中，这与古代雕塑的客观性有着不同的特征：“在浪漫的痛苦中，总是有返回自身的反思，内心深处的极乐”。然而，这些呈现不能局限于宗教范围，尤其是因为其动机本来就取自整个人类领域。因此黑格尔指出，教会需要这种“应受崇拜”的画像。“但是艺术提升得越高，这样的对象就越被拉进现实存在。绘画使它们具有尘世感和当下感，赋予它们世俗定在的完美性”。灵魂的深度也传递给其他对象——风景和日常物品。在这方面，艺术超越了自然：“它不仅是对感知事物的严格模仿，在个体化时，艺术必须高于直接的当下存在。” (3) 黑格尔试图从绘画与平面和色彩的结合来理解绘画的特殊性。黑格尔认为绘画的构图最初以雕塑为导向；然而，平面允许绘画比雕塑更自由地组合其对象——因此黑格尔从这里将绘画的内在发展理解为从雕塑的逐渐脱离。然而绘画特性的决定因素是色彩，以及随之而来的明暗对立，特别是人类肉体的色调。——根据1823年讲授课的笔记，黑格尔展开这些规定时几乎没有涉及个别画作；而根据《朋友协会版》，他则通过具体作品详细解释了他的构想——这种差异大概源于最后一次讲授课更详细的内容，毕竟那是黑格尔第一次在一个更长一点的冬季学期中所讲授的（GW 28/1.472–481，W X/3.9–124）

9.7.5.4 音乐

(1) 继绘画之后，音乐是“第二门浪漫艺术”——对黑格尔来说，它同时是典型的“浪漫艺术”，因为它“将主观性本身既作为其内容又作为其形式”（W X/3.127）。它是完全主观的；音乐的内在性是“最终的”、“最抽象的内在性，是完全无对象的客观性，是完全主观的客观性”（GW 28/1.481）——这绝非夸张的解释，而仅仅是对音乐特定的存在方式的描述：与雕塑或绘画不同，甚至在严格意义上与诗歌作品也不同，一首乐曲没有“客观性”，不能自为地持存；它的定在仅仅存在于主体的个人接受中。

这种消解了音乐对自为持存之外在性联系、并将其“客观性”仅仅锚定于“主观性”或“内在性”的做法，似乎助长了音乐内涵的“主观化”，仿佛音乐正因此而仅为主观性即“感受”而存在。黑格尔丝毫不质疑音乐的这一维度：它作用于内心、激动、热情，并且也可以有意识地用来取得某种效果——比如在军乐中。但黑格尔警告不要高估它对内心的作用：今天，小号不再能使耶利哥的城墙倒塌——这需要其他手段，法则也不再像俄耳甫斯那样通过音乐来颁布。然而，这些对音乐效果的讽刺性怀疑绝不否定“主观性”对音乐的意义。因为黑格尔在此强调的“内在性”不仅仅局限于感觉或感受。除了情感方面，还有理性的方面：在音乐中“支配着最深的内在心灵和最严格的知性，以至于它结合了极易彼此独立的两个极端”——只有两者合在一起才全面地标示出音乐的特征（W X/3.133）。

(2) 在1823年的讲授课中，接着关于“外在与内在要素的一般规定”，黑格尔探讨了作为内在感官感知自身的声音，声音之于外在性的否定，通过人声或其他乐器产生声音的不同方式，以及时间对音乐即节拍的意义，最后是和声与旋律：“在和声与旋律的统一中，蕴藏着深刻作曲的秘密，它唤起和声最深的对立，并从对立中返回——这在这里几乎展现为自由与必然性的斗争。”尽管如此，与《朋友协会版》中的章节相比，这一流传本显得贫乏——而且不仅在数量上。在1823年的讲授课中，关于音乐的章节没有让人窥见黑格尔对作品的了解，同样对音乐体裁保持沉默，并且最后还以一个严重的误判收尾：“正如建筑需要一位神，音乐的主观性同样需要一种文本、思想和表象，它们作为特定的内容并不存在于音乐中。”只有言辞艺术的精神内容才赋予音乐“充实”。“不独立的音乐仅仅是点缀。它越是独立，就越是只属于知性，只是一种仅仅为行家准备的人工技巧，并违背了艺术的目的。”（GW 28/1.485 f.）

(3) 这一误判源于黑格尔的讲授课内容，而不仅仅是笔记记录者的失误；在1821年和1826年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从这个讲授课中流传下来的关于器乐的句子也是：“对此我不能说太多。我必须将其视为一种不幸，音乐竟如此独立、基本地确立了自己。最主要的是可唱的东西，有旋律的东西。[…] 随着音乐以这种方式获得完善和独立，只有理论上的行家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Olivier，39）。然而，《朋友协会版》充分弥补了这些缺陷和误判：可能是在最后一次讲授课（1828/29）的基础上，它展示了广阔的经验背景——从当时“现代的”歌剧和交响乐一直追溯到巴赫和古老的意大利圣乐（这里必须补充蒂博的名字[见第I.7.4章]）。最重要的是，它纠正了关于音乐依赖于词语的误判。它不仅区分了（如同1826年的讲授课）“伴奏音乐”和“独立的音乐”，而且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根据黑格尔的新认识，音乐只有在后者中，在脱离词语后，才真正达到了自身。

不过，与此相对的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断言，“在所有艺术中，音乐包含了最大的可能性，不仅可以从任何真实的文本中解放出来，还可以从表达任何特定内容中解放出来，以便仅仅在自身封闭的声音组合、变化、对立和中介过程中得到满足，这些都属于纯音乐的领域。但这样音乐就仍然空洞无物、毫无意义，而且由于它缺乏所有艺术的一个主要方面，即精神内容和表达，还不能算作真正的艺术。”这可以按照前三次讲授课的意思来理解——但文本继续写道：“只有当在声音这一感性要素及其多样的音型中，精神之物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时，音乐才提升为真正的艺术；至于这内容本身是否通过词语明确获得其具体说明，抑或必须更不确定地从声音及其和声关系与旋律灵魂中被感受，则无关紧要。”（W X/3.142 f.）因此，使音乐提升为“真正的艺术”的精神内涵并不依赖于对言辞的求助——在另一处则清楚地表明，这不仅标志着一种可能性，而且音乐的真正规定正在于这种脱离，在于从词语中“解放”出来：“但是如果音乐想要纯粹是音乐的，它就必须消除自身中不属于它的要素，并在其现在才完全的对词语规定性的自由中彻底与之决裂。”（W X/3.211） (4) 当声乐摆脱对词语的束缚，并在完全由嗓音产生的声音中达到顶峰时，黑格尔就已经让这种“解放”开始了（见第 I.8.7 章）。完全自主的器乐不再从词语那里借取“精神”；在其中，形式本身就是精神。然而，正因为黑格尔将器乐发展为“独立的”，即“绝对音乐”的这一过程描述为音乐向其最内在规定的解放，令人费解的是，他虽然提到了莫扎特的交响乐，但——至少就目前所见而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引用贝多芬作为这一发展的主要证据——尽管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83）对黑格尔对贝多芬“雄辩的沉默”及其与E. T. A.霍夫曼的贝多芬解释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思考（GW 28/1.481–486，W X/3.125–219），这也仍然是一个谜。

9.7.5.5 诗歌

(1) 诗歌，即“言辞的艺术”，在艺术的体系中在多方面占据着特殊地位：它是唯一不能像其他艺术那样，重点归属于三个艺术时代的某一时代的艺术；它在所有时代和几乎所有文化中都同等存在。最重要的是，它是唯一完全从直接感性媒介中解放出来的艺术，即使是像音乐这样摆脱了外在客观性、并面向“内在性”的艺术也依然属于感性媒介。诗歌将“声音”降低为“纯粹的中介”，即词语，它是表象的外在符号，因此——在翻译中——也可以由另一个符号来代表，而不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什么可能被视为对诗歌限制的指标——它归属于一种语言，以及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必要性——黑格尔反过来将其评价为它精神性的指标：精神从感性质料中退出，并且“从而在它特有的基础上面对自身”（GW 28/1.486）。

单凭这种不仅脱离了较粗糙的质料，而且脱离了整个感性媒介的特性，诗歌就在各门艺术的等级中占据了最高地位。尽管如此，作为一门艺术，它也仍然与感性相关：黑格尔在这里取代“感性”的概念是表象的概念——而“表象”也始终固定在感性上；它保持着“直观和思想之间的中项”（GW 28/1.489）。意味深长的是，黑格尔因此赋予这门最高艺术与紧随艺术之后的“绝对精神”形态相同的、主观精神的概念：宗教。这两者虽然都仍然与直观相关——但已不是直接完成的直观，而是被扬弃在精神之中的直观。这种脱离了感性呈现事物的特性，也使诗歌成为普遍的艺术：因为它在表象的媒介中运动，它能够把握精神近乎全部的财富。对它封闭的只有纯粹思想，纯粹思想完全摆脱了感性，因此不能用诗来呈现。相反，一切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被思考的东西，也都存在于表象之中。

(2) 正因为表象概念具有如此广阔的范围，必须具体说明这种表象何时以及如何成为诗歌素材。因此，黑格尔将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特别是与修辞学和历史学区分开来。他也指出了三个积极的，但相当普遍的标准：诗歌艺术作品必须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必须也有一个个别的目的，并且部分必须“作为有机体的部分而显现”。因此，比这些以自然哲学为导向的标准更具体的是精神生产的环节：艺术虽然可以将给定的“五彩缤纷的事件内容”纳入表象——但它必须“从中创造它，为表象呈现它，创造这种关联，使得目的从这种呈现中显现出来。”（GW 28/1.487）与历史学不同，它有权完全从对外部条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使其中的“目的”能够被认出，它也必须从艺术家的意志中重新产生，并通过他获得其内在的统一和塑造。由它构想出的，即有意的统一性，必须“显现为无意”——不同于修辞学，后者出于理智的目的和外在的合目的性构想一个整体。诗意事物的其他标准是特定的“表达”——“非本义的”言辞方式的使用，诉诸比喻、隐喻，最重要的是通过节奏或韵律进行诗句化——黑格尔详细讨论了这两种形式在不同语言中的应用。

这些一般性的段落在1823年讲授课的笔记中非常简短；它们更具有引言的性质。在《全集》中，它们被广泛展开——正如在《全集》中，对诗歌的描述的总量大约是笔记的九倍。在《全集》中，这些一般的讨论占据了对诗歌描述的前两个主要部分，而笔记主要部分的主题——对诗歌体裁的论述——在《全集》中被降级为仅仅是第三部分，并再次非常详尽地论述并讨论了许多个别例子。

(3) 黑格尔从各自内容的语境中推导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诗的体裁三位一体。如果素材是“一个向外展开的世界，[…] 在那里，事情自由地自为前进，在其客观性中发展，而诗人退居幕后”，那么它就在史诗中被塑造；相反，如果素材是“主观的心情，是对心中有此内容并将之表达出来的主体的充实”，那么这种塑造就是抒情的。黑格尔将戏剧诗理解为前两种形式的“结合”，这两种形式本身也可以渗入戏剧之中；但他通过参考希腊语单词的含义，特别指出了这种体裁的积极规定：“最后，戏剧的内容是一个客观的事物，是精神的具体的客观性，即行动。”（GW 28/1.493 f.）

(4) 在更仔细地规定史诗内容时，黑格尔具体化了刚才所说的内容：史诗不仅是对一个向外展开的世界的描述，而是“一个世界的整体，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着一个独立的行动”——因此，它必须“在一个使行动成为必然的特殊状态下被理解。”因此，它不能呈现世界历史，并以人类精神，“人道主义”作为其英雄：“这个素材对艺术来说太高了”，因为艺术“必须给出个体的形态”（GW 28/1.495 f.）。但即使这种将史诗限制在以个体形式呈现整体的做法也还是过于形式化：个体的行动是由冲突引起的，而且由于史诗以客观的整体性为目标，它们是各民族的冲突，也就是一种“战争状态”，并且不是“内部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实体性的”、对伦理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冲突。由此产生进一步的要求：“发生的时代必须是英雄时代，那时伦理生活和关系已经发展并被意愿”。史诗作品属于“一个民族从沉睡中醒来的最初时期，以至于后来成为法则的东西恰恰作为观念、作为习俗显现出来。”（GW 28/1.497，499）毫无疑问，黑格尔是从荷马史诗中得出了这个史诗概念，但伟大的印度史诗也可以归于其下。然而，将史诗限制在英雄时代的做法迫使黑格尔“区分原始的史诗和后来创作的史诗”，在后者中，“表象的方式属于另一个时代，不同于内容”，内容在当时也就不当真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如此，克洛普施托克的《弥赛亚》中亦如此。“现代时代”不可能有史诗，因为这种伦理关系的原始发展已经离它很远了；在现代，所有的生活关系都已经固定化、散文化了。因此，虽然黑格尔并没有将一般的诗歌分配给特定的历史时期，但他确实分配了诗歌体裁——最明显的是史诗，根据《全集》，抒情诗也是如此（GW 28/1.499–501，W X/3.326–418）。

(5) 与史诗中“对象的客观性”相对，黑格尔把抒情诗凸显为这样一种诗歌形式：它使“主观性”——作为“内在性”，还不是作为“行动”——获得其应有之义：精神“下降到自身中，注视自己的意识，并满足其需要，即不去呈现事物的外在实在性，而是在主观的内心中，在心灵的经验和表象的反思中呈现事物的当下和现实性，从而展现内在生命本身的意蕴和活动性。”抒情诗源于“一种需要，即说出自身，并在自身的表达中感知内心。”黑格尔在这里出人意料地频繁谈到“心”，它在经过其“既无声又无表象的专注”之后，“敞开自身以言说自己，并因此将在那之前只是被感受到的东西，以自我意识的直观和表象的形式把握并表达出来。”黑格尔也是主要在与史诗的对比中展开抒情诗的以下规定的。虽然他也讨论了抒情诗的不同形式——警句、浪漫曲、叙事诗、应景诗、颂歌、民歌——或者适合抒情诗的“最大多样性”的韵律——但他依然将这些视为抒情诗主观起源的结果。由于“内在的主观性是抒情诗真正的源泉”，它虽然不适合像伟大史诗那样成为一个民族的“诗歌圣经”；但另一方面，它不仅属于“英雄的”起源时代，而且属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所有阶段。由于这种对单个主体的追溯，“时代和民族性的特殊性以及主观天才的个别性成了决定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因素。”由此，黑格尔不仅理解了分为历史形式——“东方”、古典和“浪漫抒情诗”——的做法，也理解了它在“浪漫”时代的统治地位：如果“这些民族的整个生活都是从主观性原则中发展出来的”，抒情诗就获得了“压倒性的重要性”——尽管不是抒情诗，而是戏剧构成了“诗歌和一般艺术的最高阶段”（W X/3.419–478）。

(6) 黑格尔将这一地位赋予“戏剧诗”，因为它“将史诗的客观性与抒情诗的主观原则结合在自身之中，通过在直接的当下呈现一个在自身中封闭的行动[…]。”戏剧是对客观事物的呈现——如同史诗一样——但这客观事物本身在此处就是主观性在其行动之中；它是“为表象意识对当前的人类行动和关系进行的呈现”。所以，主观性在这里不是仅仅就其单纯“内在性”的一面成为主题，而是作为行动着的，而且是在“冲突的情境中”行动的主观性：“最终，真正戏剧性的是个体在他们的利益斗争以及性格和激情的裂痕中表现出自己。”这种相互碰撞的性格和目的的冲突，同时确立了“行动的统一”——而且黑格尔只承认这是对戏剧具有建构意义的统一，而不是传统上也一并提到的地点和时间的统一。戏剧从这一核心出发，从将行动表现为行动出发进行组织；它必须既避免史诗的冗长，又避免“倾吐自己的内心”，并将一切服从于唯一的内容，即行动。但“行动”绝不是抽象的东西，它的“质料”是“完整的人，他不仅表达感受、表象和思想，而且，卷入到一个具体的行动中，根据他的总体定在，对别人的表象、意图、行为和举止产生作用，并且经历类似的反应或在对抗中坚持自身。”然而，如果仅仅将戏剧理解为行动着的个体一般的“冲突”，无论是在他们的小利益中，甚至是在他们的恶意中，戏剧性都是不完全确定的。它的对象是自身有理据的伦理权能之间的冲突——由此，黑格尔最终也将戏剧，如同先前的史诗一样，根植于一种“英雄的世界状态”，而与对历史漠不关心的或倾向于更具“现代感”的抒情诗相对立。这种与历史的关联也适用于喜剧，在喜剧中“主观性”虽然占上风——但同样不是“现代的”主观性。因为同样对于喜剧来说，阿里斯托芬提供了尺度——黑格尔用了一个粗犷的表述来表达这一点：“如果不读他的作品，就无从得知人可以感到多么爽。”（GW 28/1.510）悲剧本来就以“永恒实体性的事物”为对象，以“实体性的利益”的冲突为对象，而作为这样一种“实体性的”冲突，它要求在行动人物一方兼有罪过和无辜。“在古代人物身上，有过错是性格的荣誉。[…] 对这样一个英雄，没有比说他遭受了无辜的苦难更糟糕的说法了。”（GW 28/1.506）只有从正当的和通过冲突而有罪的行为中，才能产生“真正悲剧的痛苦”。

然而，悲剧的目的并不是展现这种痛苦，而且——在这里有别于亚里士多德——也不是为了产生恐惧和怜悯，或者进行“净化”，而是通过看到“永恒的正义”来实现“和解”。黑格尔将这种悲剧性的和解与“在事件领域中史诗的正义，纯粹平衡的普遍和解”区分开来。“相反，更高的悲剧和解涉及特定伦理实体性从它们的对立中显现，走向它们真正的和谐”。这种和谐与精神的满足是通过扬弃伦理的片面要求而产生的——黑格尔尤其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看到了这一结果，因此他宣布该剧为“最完善的艺术作品”。他将这种形式的和解与“内在的和解”区分开来，比如在《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中。然而，尽管用词如此，与其他解释者相反，他也在这里看到了与“基督教基调”的距离。因为在这里涉及的也不是基督教中“在永恒救赎之泉中”沐浴，不是“灵魂的显圣”，这种显圣使“心本身[…]成为心的坟墓”，而是“这个伦理意蕴自身的统一和谐调”。这种对古代悲剧的崇高评价，使得黑格尔不容易对“现代悲剧”——从莎士比亚到歌德——产生肯定性的关系。现代悲剧是由“主观性原则”，即“性格的主观内在性”所决定的，并且就此而言，它显然由一个与古代“伦理权能”相对立的原则所决定。黑格尔试图解决这种“冲突”，通过宣布主观性自身也是一种类似实体性的权能，并赋予它一种满足的“法权”，它可以在对抗他者时坚持这一法权。但这样一来，它一部分——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了“不法与犯罪”，如在《麦克白》中；一部分，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它受制于“尘世的脆弱”和“有限性的命运”，因此，偶然环境的连锁导致了一个不幸的结局，而这个结局本身不能真正被称为悲剧性的，因此只能提供“一种仅仅是痛苦的和解，一种在不幸中不幸的极乐”。但是，由于现代悲剧因其“主观性原则”不再能达到悲剧的最高点，其倾向便与喜剧的倾向结合在一起——与“艺术根本上的瓦解”倾向结合在一起（W X/3.479–581，GW 28/1.508 f.）。

9.7.6 艺术的终结

(1) 黑格尔谈到“艺术根本上的瓦解”，最初并未让人看出，对他而言，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特定“现代”的，并且局限于诗歌领域的趋势。然而，这只构成了黑格尔关于“艺术的终结”这挑衅性且因此也备受争议的命题的一个方面，该命题如此清晰，却自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不解的言论（HBZ 430，432）以来一直被反复误解。在他那个时代，这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嘲笑：这位哲学家在他的讲授课上宣布了艺术的终结，然后穿过街道跑去歌剧院或剧院（见第 I.8.7 章）。然而，这个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于他在精神哲学框架内对美学的构想。

它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讲授课《论自然法》（见第 II.4.6.3 章）。在这种早期形式中，黑格尔实际上通过一种神话的建构，以自然与精神原始统一的破裂来论证艺术的终结——但他在耶拿时期的中期就告别了这种建构。《美学讲演录》系统框架的改变需要转移论证艺术终结的重点。鉴于对艺术形态之历史灵活性的新认识，关于艺术终结的命题必须建立在不可变的、所有艺术固有的以及它作为艺术不可逾越的方面之上。

黑格尔在《体系草稿 III》，即1805/06年的“精神哲学”中就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理据：它们存在于创造自我的个别性和享受的无我性之中，以及艺术作品的个别性之中。后来的“绝对精神哲学”接受了这种理据。《全面教学纲要》中专门论述艺术的第一节已经主题化了艺术的结构特性的不适当，无法完成其最高任务。黑格尔在这里谈到了“分裂为外在庸常定在的作品，分裂为生产它的主体，以及直观它、崇敬它的主体，另一方面它是对自在的绝对精神作为理想的具体直观和表象”（§ 556）。如果，正如“分裂”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这应该被视为一个缺点的话，那么这个缺点不能仅仅通过指出现代艺术的反思性来消除。基于黑格尔的批评，这种反思性充其量只能被理解为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无法改变的缺陷的替代品。生产者与被生产者的分离也是不可超越的。然而，必须明确论证，为什么在这种三等分中应当看到艺术缺陷的表现或根据，而不是把它看作某种中性的东西，甚至是优势。黑格尔认为，不完满性在于，随着分裂为三个不同的因素，艺术的直接性并由此它的任意性出现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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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内容、质料和生产者——同时也是其天赋才能与自由任意。由于这种直接性和自然性的介入，艺术在美之中、在形式与内容的和谐一致之中的完满，便成了历史的特例。

(2) 这个反对意见触及了作为一般形态的艺术，也就是希腊艺术。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身并不适合用来论证艺术的终结。因为尽管指出了所有艺术的缺陷，希腊艺术——黑格尔始终坚持这一点——仍然适合满足精神的最高需要。如果人们认为有理由承认希腊的美的艺术具有一种完满特征，那么关于艺术终结的命题就不能建立在单纯确认艺术的结构缺陷无法改变之上。

实际上，只有将对结构缺陷的认识与对其不适当性的认识结合起来——通过将如此描述的艺术构成与其实际任务相对比：即对自在的绝对精神的具体直观——艺术的不足之处才变得明朗。这第二个环节是历史上可变的。因此，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艺术结构上的不完满性虽然与任何其他时代一样存在，但恰恰是因为源于结构缺陷的自然性这一环节，形式与内容的不适当性并未出现，所以两者结合成了艺术的最高、不可逾越的形态。

艺术的结构条件与内容的这种和谐一致，本身就与精神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联系在一起，只要内容的形成遵循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非单纯形式意义上的美只有在希腊世界才是可能的，因为在那里，被呈现的内容，即精神性的、神圣的东西本身还带有自然性。将直接的自然性“美化”为“理念的符号”和“美的形态”（§ 556），只有在希腊世界才是可能的，因为在那里，精神的对象，即神圣的东西本身还带有自然性。因此，结构缺陷与上帝概念自然性的和谐一致，虽然构成了以人的形态表现的神圣之物实现完满之美的历史前提；但同时，它也标志着一种对其把握方式仍不恰当的指标：希腊艺术中美丽的人形神仍然是艺术家用自然质料制造出来的。

绝对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完满之美的可能性条件，是历史上的一个立场，在这一立场上，上帝概念虽然发展到已经超越单纯的自然之物，并将上帝作为自由的精神来认识，但还没有发展到它完全脱离自然性并且自然性是其绝对否定的地步。基于这一论点，与耶拿时期的论证相比，美对于艺术终结的功能也可以被重新规定。如果后古典世界中美的艺术之不可能性是由希腊世界直接和谐的破裂来论证的，就像在耶拿时期那样，那么这就仍然是所有后来艺术不可磨灭的污点，此外这还倾向于恢复那种美得以成为可能的生活关系。只有认识到，神像的美本身只是精神自我意识——也就是上帝概念——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完满的果实，这种危险和那个污点才得以消除。因此，谢林借以论证古代优越性的表现神圣之物的“象征”优点，并不是值得效仿的东西，而其本身正是其不完满性的表现。

(3) 对于黑格尔来说，在古典理想中实现的美并不是终点；在历史上和在艺术呈现中，它将被对深化于自身的主观性的精神美的把握所排挤。鉴于艺术在时间上独立存在的结构缺陷，其终结的尺度落在其中所呈现内容的史学发展之中。这个内容毕竟不是一个非历史的绝对，而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在宗教形式中就是上帝的化身为人，早期的《差别》论文就已经将其称为绝对者的自我构造（GW 4.75）。实体之成为主体，在希腊艺术中确实比在基督教之前的宗教中成功得多——因此黑格尔在两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人们将希腊艺术家视为对特定基督教的某种预感，对这种联系的理解就会滑入布道的说教之中。这样一种预感模式假定了一种外在的关系。它不能解释谁为什么预感，而如果这个模型不想仅仅是显得巧妙或者仅仅是为了唤起对基督教末世论的联想（不过严格说来，它在这里也是错误的），那么这其实就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黑格尔将创造人形神像的艺术家视为基督徒菲迪亚斯是正确的。然而这里的理据不在于一种暗中的预感提前了随后的历史事件，而在于整个艺术和宗教史的发展正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在宗教中是以想象上帝化身为人的思想形式，甚至超越了基督教。然而，上帝化身为人在希腊艺术中还没有成功，而且在艺术中也不可能成功。对此，大体上可以给出两个理据，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基督教中的上帝化身为人的观念也至关重要。上帝化身为人之所以尚未成功，是因为上帝还不是“真正的他者”（Theunissen 1970，192 f.）；但同样正确的说法是，它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上帝在这里仍过于他者，且尚未是同一性。神像中的上帝化身为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由艺术家所创造的，因而是某种直接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在这一限度内，并不是真正的他者。他异性的思想，使得对上帝化身为人的思考类似于将人格性要求带入三位一体学说之中的那种尖锐化，然而他异性并非目的本身。化身为人的上帝必须是与单个自我意识真正的他者，因为他只有作为这样一个他者才能与自我意识是同一性。希腊的神并不是那个他者，因为他并非是那个同一性：即自我意识着的精神性。只有从黑格尔极其成功的辩证法出发，才能对希腊艺术中和解的失败进行这种批判，而不致阻碍对基督教特性的理解。

希腊诸神需要批判的不是他们与人相似——即他们是人类精神的镜像——而是这面镜子只扭曲地反映了人类精神的图像，因为上帝还没有被表象为自我意识。因此，黑格尔对席勒诗作《希腊诸神》中所描绘的图景的反对意见，也不是这些神过于人性化，以至于人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在他者中的在自身，而仅仅是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一种审美自我享受的唯我主义的自由。对于黑格尔来说，他们的缺陷反而在于他们还不够人性化，还不是自我意识。因此希腊世界中也有一种悲哀的痕迹：不是因为秘密知道神圣之物中纯粹水仙式的自我遭遇，而是因为认识到，这样是无法实现自我遭遇的。因此，没有什么比仅仅讽刺地谈论人在荷马诸神中感到自在，更不符合黑格尔的思想了。这种自在，构成了希腊世界对精神具有家园特征的基础，该精神来自东方而又转向自身。只有当实现这种自在的投射是某种原则上不合法的东西时，这种自在才值得反对。

的确，投影必然受到批判，如果它发生在这里的方式不再真正允许收回被投影之物的话。因为在投射人的精神实体时，同一性已经丧失。神圣之物以随意多样的个体形态显现，在这些形态中神圣性变成了抽象。但人们不能反对说，这只是人类精神实体的投射——仿佛还存在另一个实体似的。因为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有两个精神实体，一个神圣的，一个人类的。黑格尔哲学从一开始就力图证明这是一个荒谬的思想。如果它只澄清了一点，那就是：神圣精神不是异于人类精神的精神，只要后者是在其真理中，在其“实体”中被理解的话。自从早期著作以来，黑格尔就不停地强调这一点。在《体系草稿》III中初步制定的宗教章节里，它说道：“神的本性与人的本性并非另一种”——只要后者真正地，即在其实体中被把握的话（GW 8.280）。在宗教哲学讲授课晚期的手稿中，同样如此：精神的理念就是“神圣与人类本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绝对精神（V 5.6）。所有其他的宗教之所以被贬低，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对神圣精神与人类精神实体性统一的认识，而这正是上帝精神在人之中认识自身的先决条件。所有基督教之前的宗教和艺术都倾向于此，但这也是它们的不完满之处，即它们没有达到这种统一。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将希腊神像中的精神实体的投射贬低为仅仅是人类的投射，无非意味着退回到基督教中已达到的认识状态的背后——即使这是在对基督教本身利益的误解中。如果这个核心点没有得到适当的把握，不仅无法理解希腊艺术和基督教宗教的关系，而且还会破坏对体系的整体理解，而这个体系正是在绝对精神哲学中达到顶点的。因为如果人们将精神实体的二元论归咎于黑格尔，“绝对精神”就成了一个空洞的词汇。

(4) 但是，当神圣之物不仅在具有人形的神像中被观照和崇拜时，因为后者毕竟缺乏真正人类的东西：自我意识，美的艺术世界便一去不复返地被克服了。这原则上不是艺术所能创造的，而这也正是它失败的理据：在此意义上，如果精神已经产生出另一种自我意识，它就无法满足人类的最高兴趣。那么，艺术作品本身就不再是膜拜的对象。“眼界更开阔的精神”从艺术塑造的客观性中转向其内部，并将其推开（W X/1.135）。基督教宗教达到了精神认识自身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不再能与自然性相结合成一种和谐一致。当真正属于人类的东西即自我意识被认识为神圣之物时，外在的形态就再也不能被当作神圣之物来直观。因此，精神对其自身的认识无法在艺术中再找到它完满的形态。

如果在基督教时代，人们不再向阿波罗和朱庇特的雕像屈膝，这不仅因为被呈现的诸神属于一种逝去的宗教，而是因为随着新的宗教的出现，精神的概念，以及同时艺术与宗教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希腊神像的美丽世界中，真理是无法与它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相分离的；而在基督教世界中，即使独立于艺术作品，真理也存在于意识之中——长久以来，这不仅是忽视，甚至是对立于其艺术呈现的。真理是由宗教预先给定的，与其相比，其艺术塑造仍然是后来附加的东西。当真正属于人类的东西，即自我意识被认为是神圣的时候，外在的、自然的人类形态就不再能被视为神圣之物来直观了。

这样，上帝就被知道为人所是的一样的东西。为了确立这种同一性，不可或缺的是，上帝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一个“真正的他者”。但是上帝的他异性的真正形式恰恰在于他是同一个。既然人们赋予艺术一种绝对的内容——而黑格尔关于艺术与宗教相关联的定理，只有在这一精神哲学的前提下才得以构想出来——那么人们也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这种内容在宗教中找到了更好的、更恰当的呈现，而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精神在其自我意识的历史中提升到了一个对艺术来说，一方面不再能在与自然性相协调中呈现，另一方面原则上依然不可企及的阶段。

(5) 把内容呈现为一个外在事件，以及呈现精神向自身深化的双重任务，必然要求呈现非理想的东西，甚至不美的东西、扭曲的东西。例如，基督受难史的尖锐和不和谐迫使绘画也表现丑陋的一面；而在另一方面，教会音乐中的受难曲也迫使引入不谐和音，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当然如果不最终解决它们也是不行的——所设想的分裂和和解就无法表现出来。不仅在完全意义上的美作为美的形式与内容的和谐一致——即使是形式上的美在这里也找不到位置。没有不谐和音的形式美将无法把握基督教和解的概念，从而也无法把握浪漫艺术的概念。在基督教艺术的任务光照下，当代古典主义对于黑格尔而言所提出的模仿的要求，只能被描述为对基督教艺术与古典希腊艺术之间根本和不可扬弃的差别之根本误解。

(6) 在世界历史上基督教出现之后，艺术已不再构成精神的最高利益。它依然是次要的东西——并非因为它被预先规定了“绝对内容”；象征和古典艺术也同样如此，即使那里的内容不像在基督教里那样在同一意义上受到独断的标准限制。然而，关键在于，作为真理被知晓的“绝对内容”，以允许艺术完满的方式不再能够被艺术呈现所企及了。这正是艺术终结命题所宣告的一切。在基督教世界中实际上是宗教将艺术指派到了次要位置，这并不陌生，而且历史已无可辩驳。但是只有接受宗教哲学论证的排他性，黑格尔立场的重量才会被恰当把握。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命题只能而且排他地在其与宗教关系的语境中被探讨；这不是一个艺术哲学，而是一个宗教哲学的命题。因此，黑格尔在谈论艺术的终结时也同样承认，人们“固然可以希望艺术日益提升并达到完满，但它的形式已经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不管我们觉得希腊的神像多么出色，不管我们看到天父、基督、马利亚被呈现得多么庄严与完满，这都无济于事，我们还是不再下跪了。”（W X/1.135）这并不是自我矛盾。对黑格尔来说，所有其他的，并且看起来“更具现实性”的论证，一部分是误入歧途，一部分是次要的。现代世界反思文化中艺术的局部性，或者是那些据称将艺术排挤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壁龛和自由空间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能被引作论证现代艺术终结的论据，因为艺术在通过精神发展的进程表达精神的最高利益方面，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将其地位让给了宗教。相比之下，在黑格尔的视角里，所有为现代世界艺术终结所作的与政治现实相关的论证都只是对衍生现象的主题化。同时，从他的立场出发是不可能去为其证明这种希望是合理的：期望通过改变政治社会关系或通过艺术的自我反思能够扭转艺术的终结。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能够倒转宗教历史——而这，即使它可以做到，也不过是一种倒退而已。然而，恰恰是这种针对艺术终结的排他性论证产生了如下效果：它只在一个分享黑格尔关于艺术与宗教内容同一性之精神哲学立场的构想框架内才有说服力。如果不接受这一立场，人们显然会得出关于现代艺术地位的其他论证，但那就再也不是黑格尔的论证了，需要一个自己独立的、不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理据。

讲授课： 1817; 1818; 1820/21; 1823; 1826; 1828/29; – 初版： W1 或 W2 X/1–3。 – 文本： a) 手稿： GW 18.113–117; b) 笔记： W X/1–3; GW 28/1–4 (初版：黑格尔：美学讲演录。柏林 1820/21。一份笔记。赫尔穆特·施奈德编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5; V 2; 黑格尔：艺术哲学或美学 [1826]。慕尼黑 2004; 黑格尔：艺术哲学。1826年讲授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5 [两本均由安妮玛丽·格特曼-西弗特等人编辑])。 – 资料： 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古代民族特别是希腊人的神话学与符号学》。第二次完全改版。4卷和1卷图片。莱比锡和达姆施塔特 1819–1821；阿洛伊斯·希尔特：《古代建筑史》。3卷。柏林 1820–1827。 – 文献： 亨利希·海涅：《浪漫派》（1835）。杜塞尔多夫 海涅版本 第8/1卷。曼弗雷德·温德富尔编辑。汉堡 1979，121–249；赫尔穆特·库恩：《通过黑格尔完成古典德国美学》。柏林 1931；海因茨·海姆泽特：《黑格尔的音乐哲学》。HS 2 (1963)，161–201；曼弗雷德·许弗勒：《世界的散文。黑格尔的语言》。艾恩西德伦 1968；米歇尔·托伊尼森：《黑格尔作为神学政治论说的绝对精神学说》。柏林 1970，148–215；亨里希：《论黑格尔美学的现实性。关于黑格尔艺术哲学研讨会结束时的思考》。HSB 11 (1974)，295–301；彼得·斯丛迪：《诗学与历史哲学 I》。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4，特别是 267–511：黑格尔的诗歌学说；耶什克：《艺术与宗教》。载于：格拉夫 / 瓦格纳（编辑）：《遁入概念》（1982），163–195；卡尔·达尔豪斯：《黑格尔及其时代的音乐》。载于：珀格勒 / 格特曼-西弗特（编辑）：《黑格尔时期柏林的艺术经验与文化政治》。HSB 22 (1983)，333–350；《黑格尔美学的新史料》。由赫尔穆特·施奈德提供并说明。HS 19 (1984)，9–44；格特曼-西弗特：《艺术在历史中的功能。对黑格尔美学的研究》。HSB 25 (1984)；格特曼-西弗特 / 奥托·珀格勒（编辑）：《黑格尔美学的世界与影响》。HSB 27 (1986)；延斯·库伦坎普夫：《康德和黑格尔的音乐》。HS 22 (1987)，143–163；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 / 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编辑）：《黑格尔与〈判断力批判〉》。斯图加特 1990；格特曼-西弗特（编辑）：《现象对抗体系。论黑格尔柏林美学或艺术哲学讲演录中哲学体系构想与艺术判断的关系》。HSB 34 (1992)；布丽吉特·希尔默：《概念的映现。黑格尔艺术的逻辑》。汉堡 1997；贝亚特·布拉德尔：《康德和黑格尔对美的合理性》。慕尼黑 1998；《1826年黑格尔美学讲演录中的音乐章节》。阿兰·奥利维耶编辑并说明。HS 33 (1998)，9–52；格特曼-西弗特：《艺术（§§ 553–577）》。载于：《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施奈德尔巴赫编辑（2000），317–374；威廉·梅克（编辑）：《黑格尔与美学》。奥尔巴尼 2000；西尔维亚·维扎尔德利：《意义的分裂。黑格尔思想中的音乐》。罗马 2000；权正任：《黑格尔对艺术的规定。“象征艺术形态”在黑格尔美学中的意义》。慕尼黑 2001；弗朗切斯卡·伊安内利：《现代的印记。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对丑的规定及其在黑格尔学派中的接受》。慕尼黑 2007；阿兰·帕特里克·奥利维耶：《黑格尔，美学的起源》。雷恩 2008；安德烈亚斯·阿恩特，金特·克鲁克，尤雷·佐夫科（编辑）：《破碎的美。黑格尔的美学——语境与接受》。柏林 2014；托比亚斯·布劳内-克里考，托马斯·埃尔内，卡塔琳娜·肖尔（编辑）：《从终结处思考。宗教与艺术之间的黑格尔美学》。弗赖堡 2014；尼克拉斯·赫宾：《黑格尔喜剧的美学》。汉堡 2015。HSB 63；瓦尔特·耶什克：《黑格尔对浪漫派的批判》。载于：赫尔穆特·许恩和约阿希姆·席德迈尔（编辑）：《欧洲浪漫派。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柏林 / 波士顿 2015，15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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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宗教哲学

9.8.1 传承

(1) 甚至早在其第一部耶拿体系草稿（Systementwurf）中，黑格尔就赋予了宗教哲学突出的体系性功能，将其作为精神哲学的最后形态来完成“将整体总括为一”（R 179，参见GW 5.263）的任务——即便他在此处尚未暗示宗教哲学将以何种方式承担这一任务。在耶拿岁月里，宗教哲学在内容与轮廓上逐步充实，但尚未找到自身特有的体系性展开形式；无论是在《体系草稿 III》还是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中，历史轮廓始终占据主导。直到《全面教学纲要》（Enzyklopädie）（第1版第465–471节），宗教哲学才超越这一历史轮廓得到了扩展，并被置于“绝对精神”的语境之下，此外还确立了宗教相对于艺术的优势地位，在此黑格尔仍将艺术称作“艺术的宗教”（第1版第456节）。另一方面，他在海德堡（Heidelberg）讲授过两次美学，却未讲授过宗教哲学，以至于前者似乎被推到了前台。黑格尔于1820年5月5日致柏林大学校长的关于哲学课程完整性的表态也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在精神哲学框架下，除了“人类学与心理学”之外，他只提到了“同时与宗教哲学相关的艺术哲学”（V 3. Xf.）。宗教哲学依然停留在后台——这并不令人惊讶：如同历史哲学与美学一样，当时的宗教哲学绝不属于理所当然的学院教学法规（Kanon）。然而就在他将宗教哲学置于美学之下仅仅几个月后，黑格尔出人意料地预告了1821年夏季学期的“宗教哲学（philosophiam religionis）”——此后在1824、1827与1831年的夏季学期又讲授了三次。

(2) 黑格尔之所以决定在此时讲授宗教哲学，可以从他的兴趣中得到解释，即他意图将其“体系”中的各门学科训练（Disziplinen）逐步确立为其教学对象，并由此才真正将它们“确立”下来。然而，他如此出人意料地做出这一决定，让人猜测还有一个额外的诱因：1821年6月，也即与黑格尔首次讲授宗教哲学的同一时期，他的同事兼对手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第一卷《信仰学说》（Glaubenslehre）出版了。虽然无法证明这就是诱因——但黑格尔在手稿及其前期准备阶段就直接对施莱尔马赫的《信仰学说》进行了探讨，并且黑格尔这一时期的书信言论也表明，他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竞争局面。21年5月9日他致信卡尔·道布（Carl Daub）说，他正殷切期盼施莱尔马赫的《信仰学说》，尤其是因为他自己也正在讲授宗教哲学，他接着写道：“据我所知，施莱尔马赫目前也在付印一部教义学。这让我想到了一首克塞尼亚（Xenie）：‘人们可以长时间用代用币支付，但最终还是得掏腰包！’——不过这个腰包是否倒出来的依然只是代用币，我们还得拭目以待。”这种紧张的态度不仅是个人竞争局面的表达；它还具有教会政治的一面。《信仰学说》出版后，黑格尔在22年4月4日致信欣里希斯（Hinrichs）：“我期待道布公开发表声明，即到底那是普鲁士联合福音教会的教义学，还是说，有人厚颜无耻且浅薄地——当然仅仅是在其第一部分中[…]——向我们提供了被当作这种教义学的东西。”这种冲突在仅三天后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现在必须让我们逐渐响亮起来。”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也必须理解黑格尔在欣里希斯《宗教哲学》序言中尖锐的论战（参见第II.8.2章）：这与其说是对同事的私人诽谤，不如说是关于普鲁士联合福音教神学基础的宗教政治斗争中的工具（耶什克[Jaeschke] 1985）。

(3) “宗教哲学”讲座的传承十分幸运，不过——如果允许打个比方的话——它并非仅仅散发光芒，同时也投下了阴影：令人欣慰的是，至少这一部讲稿流传了下来，但它也伴随着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副作用：黑格尔显然没有进行过详尽的准备工作，而是在其首个讲座开始前不久才动笔，并与讲座同步推进。因此，它在各方面都带有匆忙写就的草稿印记——不仅在措辞的塑造上，更在黑格尔首次为本讲座构思的体系构想上。令人非常欢迎的是，现在可以借助于新发现的一份1821年讲座的听课笔记，来解读手稿中通常如同密码般堆砌的要点（GW 29/1）。早在第二个讲座（1824）中——该讲座通过几份听课笔记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他就几乎彻底摆脱了这份手稿，而在第三个讲座（1827）中——同样通过听课笔记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所有对该手稿的回溯联系都被切断了。第四个讲座（1831）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只有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在抵达柏林后，根据前一个夏季举行之讲座的一份不知名听课笔记所作的简短摘录作为印证（V 3.XX–XXV）。

黑格尔后来对其讲稿保持的这种距离，相对削弱了其在体系构想方面的价值。虽然它无疑是“最原汁原味的声音（ipsissima vox）”，但它仅仅是一个初步加工阶段的见证。手稿相对于听课笔记无疑具有更大的真实性，这可能会诱使人们也对由它所代表的宗教哲学的体系形式与塑造，赋予比听课笔记为后期讲座所印证的那种形式更大的约束力。然而，这将会使得这一学科在十年发展中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

(4) 这四个讲座的先后次序并非仅仅包含某个主题的静态变奏；它必须被理解为寻找宗教哲学的体系形式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最终达到了其目标的寻找过程。与美学不同，体系形式的起源在这里一览无余，因为不仅黑格尔1821年的手稿流传了下来，而且该讲座的听课笔记也已出版（V 3–5）。然而，在《朋友协会版》（Freundesvereinsausgabe）（W XI–XII）框架下的早期版本，以及由格奥尔格·拉松（Georg Lasson）编辑的版本，却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无法辨认，因为它们破坏了所有四个讲座的不同体系构想的完整性，并将它们混合成了一篇连续的文本。因此，对于那些不仅仅对脱离思想的体系性展开而孤立存在的“证明性言论（Dicta probantia）”感兴趣的任何关于宗教哲学的专题研究而言，它们都是无法使用的。

9.8.2 体系形式

(1) 无论如何，黑格尔在其第一稿中就已经整理出了体系形式的一个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更非陈腐刻板的特征：将宗教哲学分为三个部分，即“宗教概念”的展示、“规定性宗教”（即宗教历史）的论述，以及“完满的宗教”（在他看来就是基督教）。正如与美学或其他学科训练的比较所显示的那样，这绝非常规的学科轮廓——即使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是“一切科学中始终如一的进程：首先是概念，其次是概念的规定性、实在性（Realität）、客观性，最后是这样一种状态，即第一个概念将自己作为对象，自为的，对自己成为对象，与自身发生关系。”（V 5.177，参见V 3.83 f.）

如果这是对的，宗教哲学将是他的体系中唯一“符合概念的”学科训练。然而，尽管该命题要求普遍性，在第一步中其适用范围仍须限制在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哲学之内，因为只有它们才以历史展开的形式重构了“概念的规定性”。在概念上与宗教哲学最接近的无疑是美学——但黑格尔在那里是在前三个讲座的一个初始的“一般部分”中讨论历史上的艺术形式，而“特殊部分”则以各门具体的艺术为对象（参见第II.9.7.2章）。因此，在那里的规定性并未被首要地把握为历史规定性；直到最后一个美学讲座中，黑格尔才使该体系构想接近于宗教哲学的体系构想。

在第二步中，黑格尔的普遍表述甚至必须被限制在宗教哲学上。宗教哲学这种特殊的分为三个部分的原因在于其与精神概念所具有的特殊体系亲和性（Affinität）。在作为仅次于哲学的精神最高形态的宗教中，黑格尔看到精神的结构已然显现得如此纯粹，以至于它也成为了宗教哲学的结构原则。黑格尔自己也道出了宗教概念与一般精神概念的这种接近：“我们在此面前拥有的概念，无论如何现在就是精神本身；正是精神本身在进行这一发展，并以这种方式是能动的。”（V 3.85） (2) 宗教哲学的特定体系形式源于精神概念——更确切地说，源于它的蕴涵项，即精神形态的一切规定性、一切客观化（Objektivierung）同时都是历史性的——精神并非仅仅“落入历史之中”，犹如落入一个对其而言陌生的媒介之中，而是将历史建构为历史（参见第II.9.6.3章）。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宗教哲学中更清晰地从体系性上整理出精神概念的这一环节。精神的自我关系，即宗教，具体化为特定的形态，这些形态作为精神形态本质上是历史形态。对宗教的哲学考察必须关注宗教意识的这种历史状况；它必须采取历史的操作流程（Verfahren），因为否则它就无法公正对待其处于历史状况之中的对象。否则它就只能提供一幅宗教历史的剪影，并且这还缺乏自我意识，从而面临教条化缩减与僵化的危险。然而对黑格尔而言，宗教历史的论述构成了宗教哲学的一个建构性且从而也是结构塑造性的环节；宗教历史从某种漠不相关的东西，甚至从一部谬误史，转变为精神的自我认识史，甚至成为一门哲学的首选主题，这门哲学将特尔斐神庙的古老命令：“认识你自己”，理解为要求精神进行此种自我认识的召唤。

(3) 宗教哲学建筑术（Architektonik）中的“科学”先后次序，即从概念向历史规定性的过渡，并不对应于宗教哲学的发展史。从其视角来看，如果说黑格尔将宗教历史纳入到了他的宗教哲学中，那是不恰当的。相反，历史的首要性在于宗教历史。以体系形式制定的宗教哲学可以说生长自两个根源：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和对宗教的历史考察。宗教哲学中那些超越对历史宗教的哲学诠释而展示其“概念”的部分，首先在柏林讲座中从最初纯粹的历史轮廓中结晶出来。在耶拿岁月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起初包含的内容不过是对历史宗教的论述——即使在此期间，尽管理论中已然包含了比较宗教历史学的元素，但也绝未完全局限于纯粹历史的呈现。它始终在精神发展的语境下将宗教作为主题，这种精神在其既是历史又是体系性的进程中完满其关于自身的知识，因此是在“宗教历史哲学”的框架下。但这尚未从宗教概念的体系性展示（Exposition）出发。

(4) 除了展示一个“宗教概念”之外，黑格尔柏林体系构想的第二个独特之处也将它与耶拿岁月的构想区分开来：后者尚未在建筑术上将基督教与在它之前的宗教历史割裂开来，正如后来在作为宗教哲学第二和第三部分的“规定性宗教”和“完满的宗教”之间的区分中所表现的那样。耶拿论述将基督教毫不间断地与其它历史宗教并列——虽然是作为一种出类拔萃的形态。《精神现象学》甚至称之为“绝对的宗教”（参见第II.4.7.4章）——黑格尔虽然在后来也时不时使用这一名称，但不再处于作为标题这样突出的地位。

黑格尔通过对其体系构想的两次深刻修正，在柏林讲座中克服了这种起初纯粹属于历史视角的宗教哲学结构：通过对“宗教概念”的新颖展示，以及将基督教作为“完满的宗教”从先前的宗教历史中剥离出来。然而这并非两个在思想上互不相关的新构造，而是同一种转变的两个方面：将基督教作为完满的宗教剥离出来，将其与之前的宗教历史对立起来，在概念上基于对宗教概念独立地进行显明化，但反过来也是如此：这种对“宗教概念”独立地进行的展示（Exposition）也有助于这种剥离。而只有通过这种对“完满的”宗教的剥离，其它的宗教才成为“规定性宗教”。

在柏林的讲座中，黑格尔不再以与在宗教历史的概念规定性中——被假定的——完整性之关联，来为宗教的完满性奠基。不再必须是概念的所有环节都现存地包含于现实性中，“绝对的宗教”才能进入世界。如果黑格尔的表述偶尔唤起这种印象，那么这些表述只不过是延续了他体系构想发展中一个已过时的阶段。因为基督教的完满性特征如今在于“宗教概念”与“完满的宗教”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它是完满的，因为它契合于宗教概念。这并不仅仅断言了基督教相对于其他宗教的单纯优越性——例如说它比“规定性宗教”更“完美”。这也绝非意味着，基督教的特征达到了一种不再能够被超越的伦理的或一般精神的层次——或者甚至说，只有它才必须被看作真实上帝的真实启示。相反，正如黑格尔所习惯说的那样以及下文（参见第II.9.8.6章）所必须展开的，在基督教中，宗教概念对自己成为了对象。

(5) 这种将“完满的宗教”从宗教历史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尽管起初它可能显得是一种非历史的操作流程的表达，以及出于教条原因对基督教偏好的表达——对“规定性宗教”的诠释产生了深远的，且绝非不可取的影响。虽然这是特殊的，但也很容易理解，基于这种将基督教从宗教历史中剥离的做法，其结构已远不如《精神现象学》中那样被固定下来了。如果“完满的宗教”的完满性特征由“宗教概念”来界定，那它就不再必须由完整走遍宗教历史来得到保证。相反，宗教历史的范围与塑造形态近乎被释放出来，尤其是因为在宗教概念——作为精神概念——中，并未规定宗教历史的结构原则。将“完满的宗教”与先前的宗教历史割裂开来，恰恰是一个条件，使得关于其完整性的问题，能够以类似于考察自然时，解答关于“鹦鹉”这一类别是否穷尽的问题相同的双重方式来解答：在概念上，通过给出其规定性；在经验上，通过列举已知的67个物种（GW 12.218），即通过经验性的历史研究。然而，正如对于类别的概念而言，“是否还能再发现一打[物种]”是漠不相关的那样，对于宗教概念而言，是否将更多宗教纳入历史考察之中同样是漠不相关的。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且令人遗憾的缺失：作为历史，宗教历史——类似于自然——并非被概念原则通盘的规定。“科学”虽然必须穷尽“概念的规定性”，但这并非通过经验上的完整性而发生——尽管黑格尔本人在一届届讲座中也拓宽了他的宗教哲学的经验基础。然而，在历史中究竟是先于抑或后于“完满的宗教”存在着两种还是二十种“规定性宗教”的形态，并未由它的概念规定下来。

9.8.3 宗教作为精神的自我意识

(1) 宗教哲学的基础概念是精神概念——精神作为这样一种现实性，它虽然是人类的产品，但同样（类比于雅各比[Jacobi]的实体性理性概念）与其说是人类拥有精神，毋宁说是精神拥有人类（JWA 1.259）。宗教作为精神的一种形态，这就已然蕴含了它不仅仅是对上帝的单纯意识。恰恰是通过将其理解为一种意识关系，精神的概念就没被把握住。宗教既不是人类——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与一个同他对立的上帝建立起来的关系，也不是上帝与人类建立起来的关系。它不是对某个上帝的意识，而是精神的自我意识，作为精神的自我意识，它不再仅仅被把握为人类对上帝或者上帝对人类的关系。相反，将上帝与人类假定为两个固定的、自为的持存的主体，阻碍了发现宗教的真正本质——即便它通常显现为宗教的独有特征。

在这样一种神-人结构的预设下，黑格尔认为宗教的特征根本无法进入视野。宗教是精神的一种自我关系——“精神，它意识到了它的本质，意识到了它自身。精神意识到了自身，而它所意识到的那个东西，就是真实的本质性的精神；这才是它的本质，而不是另一个东西的本质。”（V 3.86）上帝的思想因此必须被解释为知晓自身的精神的思想，并在哲学神学与宗教哲学的统一中展开：如果哲学不仅仅想把上帝称为“精神”，而是想将他作为精神来思考，那么它必须本质上将他思考为在宗教中知晓自身的精神；同样，如果宗教中知晓的内容不是有限意识的规定性，而是神圣的东西，那么宗教哲学就成了哲学神学。

宗教哲学必须展开这个思想。它无须去唤起虔诚，也不用去进行护教——即便它可能会带来宗教虔诚史或护教论方面的效果。但它也不应当去批判地瓦解宗教，而是——类比于艺术和哲学——将其把握为精神在其中转向自身的一种形态，在这个形态中精神获得了关于自身的意识，并且在其中是“绝对精神”：确切地说，也就是作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它不是一种去与只能在精神彼岸（Jenseits）找寻的上帝所发生的关系——似乎必须超越精神本身去接近这个作为自为的现存者。它是精神对自身的知识的三种形式之一——并且绝不仅仅是个别的精神本质关于自己作为个别者的知识，即其自闭式的自我指涉，而是关于它作为精神本质到底是什么的知识。因此，这种自我意识也非孤立的；精神生活的各种形式——正如当时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的那样——始终是主体间性的。

(2) 作为精神的这样一种形态，宗教并没有别于艺术和哲学的内容，也就是知晓自身的精神。然而这个“绝对的内容”在绝对精神的诸形态中以不同的形式显现，确切地说，在宗教中以表象的形式显现——作为一种因此优越于“直观”的形式，因为表象更适合于把握什么才是精神。因此，在体系的层级结构中，它凌驾于艺术之上，并且（基督教）宗教在历史上也继承了美的艺术，成为精神自我知晓的真实表现形式。“表象”是黑格尔对那些不直接呈现的对象的意识形式的称呼——例如用来供直观欣赏的艺术品——但它同时仍然依附于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以及图像化的事物。这也适用于圣经里的上帝及其他对人的干预作为在空间和时间中发生的事情被表象，也适用于诸如“父”与“子”这样针对内在三位一体关系幼稚图像。

虽然黑格尔也早已将表象形式赋予了诗歌（参见第II.9.7.5.5章），因为诗歌同样超越了对于某个对象的直接感性出场与直观。诗歌的对象虽然是“观念的（ideell）”，它们不再属于外在现存的感性事物，但仍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被表象的。然而，尽管诗歌和宗教共同依附于表象，二者之间却存在显著差异：虽然诗人为他所设计的形态声称“真理”，即诗性真理，但宗教却赋予其表象形态“绝对的真理”，且其目的不是为了达成一种对诗歌的审美关系，而是为了对这些表象内容产生信仰。

然而，尽管黑格尔强调表象作为把握精神的方式，比其它艺术形式的直观更为精神化，但因为其不可避免地需要回溯到时间性和空间性，表象最终仍然不适合于精神性。黑格尔认为它介乎于直观和进行概念把握的思维活动之间。因此，将宗教界定为“表象形式下的精神自我意识”不仅允许且要求一种矛盾重重的侧重点：用宗教表象的语言来说，以积极的启示降临到我们面前的东西，是精神的产品，因而自在的是合乎理性的；它并非纯粹偶然，更非狡诈牧师用来欺骗的工具——这就体现了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护教效果。但同样有效的是：起初作为一种实证性的、对理性而言是陌生的东西显现，且至少就其意蕴而言被哲学认识为一种合乎理性的东西，必须以理性的形式加以重构——而这其中蕴含了一种批判的特征。宗教哲学的诠释学任务和成就就在于发展出这两种视角：将那起初作为“实证的”东西——不管是反理性的抑或是超理性的——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东西，把握为一种合乎理性的东西——作为精神自我意识的一种尽管不充分的形态——随后在其恰当的概念形态中去思考它。为了这种把握，需要两个环节：宗教的质料，但同样也需要哲学“概念”的形式。表象虽然既是概念的对象，也是其历史前提预设，但它并非其合法性根据。相反，概念是认识活动的根据，并且是衡量表象真理的尺度：为了解密宗教表象（即便是基督教的宗教表象）中理性的象形文字，人们必须已经具备了概念。

因此，这种前表象的思维活动与进行概念把握的思维活动之间的差别，最终也会驱使它超越宗教。因为表象与概念虽然是同一内容的两种形式，但并非两种漠不相关、平起平坐的形式。在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中，表象形式虽然在历史与体系构建中皆处于先前的地位，但绝不是它真实的绝对先前（Prius）；它的本质无法被空间与时间的固定性所捕捉。因此，精神性的恰当形式只有是那种它不再以表象形式自我理解从而同时总是被误解的形式——即概念形式。

(3) 黑格尔对宗教的纯粹精神哲学解释，与所有其他同时代的解释——无论是启蒙运动的自然神学、道德和浪漫主义的宗教概念，还是理性主义或虔敬派的神学——都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指责所有这些解释，虽然他们将上帝称为“精神”，但并没有将上帝作为精神来思考，并因此将上帝的思想要么消解在“最高本质”的知性抽象中，要么消解为某种不确定的感觉内容并在虚空中划线。虽然宗教必须也存在于“感觉”之中——但感觉并不是其基础所在。然而，黑格尔的解释也与宗教的自我理解相冲突。就像艺术作品一样，对黑格尔而言，所有的宗教都是绝对的，即知晓其本质并将其自身与其本质设定为统一的精神的形态。无论这些历史宗教曾经多么错失又多么理解过这种认识：它们都是这种精神统一体的形态，它们有区别地将这表象为神圣精神作为普遍精神对人类精神作为个别精神的关系。即使是宗教崇拜的对象起初也作为一种自然之物显现，但仔细考察却证明它是一种精神之物——即便是，如果在宗教的一个最初阶段，自然与精神之间的范畴差异还根本未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孕育出形态。宗教的对象——或者说“本质”，就像黑格尔有时简而言之的那样——可以被经验为更多的自然之物或者更多的精神之物，可以是更为可怖的，或者是更偏爱人类的；它的图像可能更多地被打上了伦理的印记，或者是被打上了美的印记；它可能在险峻的彼岸同人相对立，或者以人的形态显现——然而，它始终是人类精神将其表象为真实之物的忠实表达。

(4) 精神的概念包含了个别精神和普遍精神有差别的同一性诸环节，以及在精神关于与自己本质（因此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同一的知识中，这些差别的展开与被扬弃。然而这些环节构成了宗教的结构。由此，黑格尔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上帝“只有在他是精神，从而使自身成为某个共同体的镜像对象并且将某个共同体与自己相关联的活动性时，才能被真实地把握，并且，关于上帝的学说只能作为关于宗教的学说被把握并传授”（V 3.33）。

由此，其思辨的宗教哲学的特征与主张就精炼地表达出来了：它首要地就是哲学神学——与其说它展开了一个普遍的上帝概念，不如说它展示了逻辑学之绝对理念的哲学-神学尊严（V 3.35）——以及它是宗教哲学。哲学神学最终必须作为宗教哲学来实施；其传统的形而上学形式却错失了上帝思想，因为它试图将上帝思想与宗教对立起来坚持。上帝必须被思考为精神，并从而本质上被思考为在宗教中被知晓的以及在与有限精神的同一性中被思考的。另一方面，宗教哲学在最核心的意义上是哲学神学：只要宗教就是绝对精神并且作为绝对精神，是精神对自身本质作为最高现实性的知识。

(5) 黑格尔在此项宗教哲学研究的开展过程中，一方面将其与他哲学的一般体系基础紧密结合，特别是与精神概念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又将其与历史中现存的宗教紧密结合，他倾向于尽当时可能达到的完备程度将它们作为主题。这项任务的双重性源于他对于哲学总体本质与任务的理解，正如他在那句名言中所主张的：哲学的任务是把握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参见第II.8.1.2章）。因此，正如黑格尔多次限定的那样，宗教哲学也没有这样的任务去将这个或那个“主体引向宗教，去使他在其自身没有宗教或不想拥有宗教的情况下变得具有宗教”，且宗教哲学的任务也绝非去构想出一个理想的宗教。相反，它“将认识并把握现存的宗教作为其终极目的”（V 3.10）。

但这等认识活动与把握绝对不仅仅是照本宣科地复述源流中传承的东西。它存在于将历史给定的东西与哲学中展开的“概念”进行一种包含着证明和批判、因此显得矛盾重重的论证中介（Vermittlung）。只有以此种方式，存在的东西才能被认识为一种合乎理性的东西。但这必然导致，被把握的某一种宗教的形态，与其自我理解并非等同。这种去把握对象的理解与被把握对象的自我理解之间的差异，是任何对宗教现象进行科学考察所共有的——而不能因为这种差异就干脆全盘摒弃这类认识。

在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视域中，每一种宗教，只要它是根本意义上的宗教，就被视为精神对精神的关系——即便是它再怎么不完美，即便是精神在其中还没有以一种契合其概念的方式去把握自身。因此，每一种宗教都是绝对精神的形态——而非仅仅是宗教历史上最终免于历史束缚的最后形态。“绝对精神”——这一词句在今天太容易被附带护教论或是批判的倾向性所误解——绝非意味着一种神秘化，而是精神在其中指向自身并试图认识自己本质的那个形态。这种精神的自我联系导致了其自我认识形态的产生，不论是较多地成功或失败，无论是以东方的“自然宗教”的方式，或是古希腊神话学的方式，还是犹太教或基督教的方式。但这绝非为任意性敞开大门。存在一个尺度能够用来规定这种失败或成功的程度——而这恰恰是精神概念本身。

宗教哲学的这两方面的拓展——历史层面和概念层面——因而并非背道而驰。对历史材料的加工依据的是概念原则，但在加工过程中黑格尔检验并修正了他的原则：虽然他并未修正将宗教视为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概念，但他修正了那些用以在体系的关联中合理执行此一解释的概念性工具。在这关联的逐步拓展进入宗教哲学三个主要部分的具体体系形式的过程中，存在着这四次讲座的特征与动态。

9.8.4 宗教概念

(1) 这种透彻的研究对于体系层面的意义，在“宗教概念”的重构系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那些致力于展示宗教概念的讲座之第一部分的内部结构。此处的“宗教概念”绝不能被理解为单纯指出宗教是什么的名义上的定义。这里的主旨绝非提出一种从关于宗教的一般表象跃升至关于宗教的思辨概念的方法，更非针对与“宗教”相关的主题（例如宗教与艺术，或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的外在议论。

不过，黑格尔1821年的手稿却可能给人留下这种不恰当的印象：在这里，似乎这正是宗教哲学第一部分的任务：从表象中提取出宗教概念（a节），去认识其必然性（b节和c节），最后给出宗教与艺术和哲学的关系（d节）。但是随后的各次讲座，特别是自1827年的讲座以来，表明这绝非“宗教概念”在体系层面的意义。但这后期的成型也显示出，黑格尔在那份手稿中就已经预见到了直到后来才实施的一条基于精神概念的进路。因为即使在那里，黑格尔也已经——类似于精神概念，如《全面教学纲要》第1版第453节、455节抑或第3版第553节及其之后所表述的那样——指明了宗教概念的各个环节：首先是“绝对统一的规定”，即绝对的、实体的（substantiellen）内容；然后是“分离的环节”，即异在（Anderssein），最后是“主观的环节”：“即精神性的自我意识自身是永恒的、绝对的环节”（V 3.103–106）。

宗教哲学第一部分唯一在体系上相关的任务就是在这三个环节中展开宗教概念，因为它们建构了宗教概念，作为精神形态的内部结构。然而，在手稿中黑格尔仅仅是列出了这些环节，却未借由它们来建构他讲座的第一部分。在第二次讲座中，他在关于“我们探讨过程的概述”里展示了这个概念：“因此，第一个环节是实体性的东西，第二个是意识的立场，然后第三个是这种有限意识立场的扬弃，是两方面的联结，崇拜活动（Kultus）”（V 3.55 f.）。尽管他如此纲领性地勾画了这个分类，但在执行这第一部分时，他并未遵循该原则；相反，他仍然依赖第一次讲座中的主题。直到最后两次讲座才以所述的形式展开“宗教概念”：“宗教概念”不是别的什么，而纯粹是这些环节在体系上的展开。只有至此，宗教哲学的这一部分才找到了适合它的体系形式：“A. 上帝的概念”一节阐释了第一环节，即绝对统一性的环节；“B. 关于上帝的知识”一节阐释了第二个环节，即自我（Ich）与其对象相分离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对于宗教自我理解来说这体现了宗教关系的标志；然后，“C. 崇拜活动”展开了第三个环节——即精神事物（das Geistige）的自我意识，它通过其行动克服了这种在表象看来不可扬弃的分离，并导致精神对自身的知识，导向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此而言这能够在宗教的阶段上被实现。

(2) 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这种三分法绝不仅仅是一种任意的呈现形式，而是似乎有另一种替代方式，它是一种源自内容本性的、必然的结构化。只有当“宗教概念”的阐释是对其各个环节的说明时，它才构成对内容本身的说明，而不是滞留在事物外表的外在议论。因此，这一体系形式的完善正构成了这些年来宗教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方面。同样，也只有一门确证了这些差别的诠释，才能公允对待宗教哲学讲座在概念层面的意蕴。否则的话，它必定会被先前两届讲座中不同内容的所误导。因为黑格尔在手稿中记录的通向宗教概念之路——即将其吸收出宗教表象——并没有通向一个严谨科学意义上的宗教概念。黑格尔在后面的章节中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宗教哲学的认识活动并不在于“我们预设了一个上帝与宗教的概念，并且 𝛼) 必须证明这个概念是正确的，𝛽) 现在为这一内涵寻找主观的认识根据”（V 3.131）。

同样也不可能存在——正如在1824年讲座最初宣称的那样——通向宗教概念的双重路径，即一条经验性的路径和一条思辨的路径（V 3.165）。因为在同一讲座的后文中，黑格尔明确表示人们无法通过经验途径达到宗教概念（V 3.218）。在先前尝试采取这种途径时，其方法论意义仅仅在于证明它不会达到目的——从而它仍外在于宗教哲学真正的体系性旨趣。即便在头两届讲座中占据了如此大篇幅的对宗教立场的必然性论证，也必须被认作一个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宗教概念的主题。因为，对于宗教立场的必然性的真正论证存在于体系的展开中——从逻辑学经过自然哲学直至精神概念。当然，人们出于教学目的可以在宗教哲学开篇以极快的速度重述这一过程；但在严谨意义上，再次完成这种展开绝非宗教哲学本身的直接任务。

(3) 毋宁说，宗教哲学必须公理式（lehmatisch）地从精神概念出发：“宗教学科训练是一门科学，并且是哲学中最终的学科训练；就此而言它以其他哲学学科为前提，故而是结果。” 因此，在宗教哲学中，所能探讨的东西只能是精神概念所内蕴的，即作为哲学的必然结果——即使黑格尔对于这最后的结果、对于这最高的现实性，还是采纳了传统的名称“上帝”：“哲学的历程引向这样一个结论：所有这一切最后的结果就是上帝。这个最高的东西随后便构成了上帝存在的证明，也就是说，那个自在自为的普遍者、那全然包容一切、包含一切的东西，那唯有凭藉它一切才得以存在、拥有持存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真理。”（V 3.265,267） 这是一门不仅仅具备预备性质、而是采取体系构想构建的宗教哲学的首要任务：将作为精神的或作为纯粹普遍者的或是作为“绝对持存”的这个从“体系”中产生的上帝概念予以展开。作为起点，黑格尔表述道：“上帝是绝对实体，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性。”（V 3.269）然而，如他所熟知的那样，这句话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斯宾诺莎主义、泛神论”的嫌疑，而这种指责在当时也正是冲着他的哲学提出的。因此，他既试图驳斥针对他的控告，也试图坚定将上帝规定为“绝对实体”的立场，通过——正如《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作的那样（参见第II.4.7.2章）——将“实体”的概念与“主观性”的概念进行中介。作为真正现实性的上帝是“精神”，而精神性中蕴含着不仅仅是单纯的实体性：其中存在着知识与自我知晓，即思考的自我关联，并且这种自我关联不单单是个体的，也是某个共同体的。对黑格尔而言，“唯一”关键的在于上帝作为统摄一切现实性的思想是如何被进一步规定的，“它究竟是被规定为实体，还是精神。整个哲学无外乎是对于统一之规定的研究；同样，宗教哲学只不过是一系列不断展开的统一体，在这里其始终是那个统一，只是这个统一被不断作进一步规定。”（V 3.276）

9.8.5 规定性宗教

(1) 但是，历史中的、“规定性的宗教”也构成了这种统一的形态。黑格尔在其讲座的第二部分中对它们进行了探讨，以展示宗教概念是如何在历史中成形的，也就是精神性自我关系的这种关系如何在“宗教概念”的思考中塑造自身，并以此在这些形态上证实宗教概念。

黑格尔用将近一半的可用讲座课时来探讨规定性宗教；另一半课时则分配给了“导论”、“宗教概念”和“完满的宗教”。如果他不是确信，正是这个历史部分在宗教哲学中占据着杰出的地位，他就很难如此分配。作为首批赋予“宗教哲学”——在他那个时代仍是一门处于萌芽状态（in statu nascendi）的学科训练——以全面体系性构想的学者之一，黑格尔也是第一个将宗教史置于这种宗教哲学中核心地位的人。与其他同时代的草稿相比，他的讲座以一种广阔的、趋向于普遍且饱含现实感的视野为标志，借此他把握其对象。

他宗教哲学中的一个特征性和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特质在于，他并非仅仅以众所周知的希腊“人民宗教”形式或是以处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形式来将历史宗教主题化，而是在它们历史的及地理的多样性上对其进行主题化。黑格尔在思想上延伸以意图囊括宗教之总体的尝试，突破了传统上甚至直到他那个时代还将非基督教宗教主题化时常用的两套三分图型：既突破了古代晚期关于异教徒、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图型（Schema），也突破了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由“基督教西方”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且依然成为莱辛《智者纳坦》之基础的关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图型。而且，这种对图型的炸裂，并没有通过将比如“中国人的智慧”或是“东方的宝藏”当做对抗基督教的论战武器——正如启蒙运动的某些进路（莱布尼茨[Leibniz]、沃尔夫）及早期浪漫派（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PLS I/1.119）所特有的那样。

(2) 黑格尔最终将基督教宗教标榜为“完满的”——然而，他对以前宗教的审视绝非是为了借口它们不配享有人的尊严的迷信或纯粹是狡诈牧师的欺骗，而对它们的思想意蕴加以恐惧的排斥（Perhorreszierung）。顺带一提，这种激进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阐释模式最初来源于基督教护教论。但在护教论中，这种模式唯一的目的只是因为“异教”宗教非神圣的起源及其缺乏真理特征而诽谤它们。相反，黑格尔对在其历史多样性中去认识宗教的旨趣，既不是为了暗中破坏，也不是为了在护教学上巩固基督教。这种旨趣是为了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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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学的根基，虽看似非教条设定，更像一种诠释学的前提预设，但同样旨在证实他的预设：即宗教之中存在着理性。如果宗教之中存在理性，那么这种在历史上实现的理性，必定也会向在哲学认识中现实的理性敞开。

(3) 黑格尔在其手稿中以充满纲领性的段落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偏见”：“关于上帝的表象之逐步塑造，与宗教的历史相关联；只要这一历史被收集和加工过，主要能让人看到的只是外在显现的东西；更高级的需要是，在其中认识意义、实证的、真理以及与真理的联系——简而言之，认识其中的理性；堕入这类宗教的正是人；因而其中必定有理性，在所有的偶然性中有一种更高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去研究宗教的历史，也就是同时去与其中出现的可怖的、荒谬的东西和解（versöhnen），去证明其正当性，去认为它是正确的、真实的，正如它以其整个形态所呈现的那样（人，用儿童献祭），并非这里的讨论内容；但至少去将开端、根源认识为一种人类的东西，它正是从这其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更高的和解。”（V 3.107 f.）

所有宗教都立足于其中的这种人类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黑格尔在另一处更精确地将其称为精神性的东西。不仅基督教作为“绝对的宗教”——同样，历史上出现的其它宗教在他看来也构成了绝对精神的形态，即自我关联并自我认识的精神——即便这种对于宗教的哲学理解绝不契合于宗教的自我理解。所有宗教都是这种知晓其本质并与自身本质合二为一的精神的形态。这种对于一切精神事物而言建构性的，关于个别精神与普遍精神之关系的法则——正如黑格尔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在思想上展开的，而在第三部分在历史上得到证实的那样——在宗教史中起初还未能根据其真理被认识和生活出来。在各个具体的宗教中，人们以极其不同且——以黑格尔的宗教概念来衡量——极不完满的方式规定着他们与神圣事物的关系。然而，意识在历史上现实的宗教中无论可能对此偏离多远：同样，它们都关乎一系列精神统一的规定，即神圣精神作为普遍精神对人类精神作为个别精神的自我关系的形态——而这种关系也同样构成了某一宗教信徒关于现实性理解的整个结晶点。

(4) 黑格尔关于宗教史的构想也经历了如同讲座第一部分起初那样的快速变迁；它展示出为了在思想上穿透和构建宗教史而持续进行的重新尝试——尽管他还没有充分利用其中所包含的选择。在整个宗教哲学构想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史的概念化通过两次侧重点的转移而区别开来：它先于宗教哲学的体系结构，并在宗教哲学的概念基础已经奠定且其构想的体系结构逐渐与体系主线趋同（尤其是自1827年讲座以后）而获得稳固后，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流变之中。后来的三次讲座中的每一次，都通过将新的“民族宗教”（歌德[Goethe]，V 4.4）纳入总体草稿，丰富了专门探讨“规定性宗教”的中间部分。在这种尽管有意放弃经验的完备性却占主导地位的走向历史扩展的趋势中，如果黑格尔在另一个讲座中将更多的宗教——例如日耳曼人（Germanen）、日本人或印第安人的宗教——纳入他的宗教史纲要，那本是顺理成章的。

在宗教史轮廓的这一逐步重塑过程中，反映出黑格尔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这些知识主要是他在柏林岁月里从其他文化（最好是东方文化）中获得的。这种广泛的吸收不仅是在准备宗教哲学讲座的框架内进行的，同样也是在同时进行的美学和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哲学讲座，以及哲学史讲座的框架内进行的。黑格尔的信息来源包括旅行日记以及来自非洲或亚洲的传教士报告，但更主要的是当时还很年轻的汉学和印度学的翻译和论述——这里仅提及被他大量评估利用的《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的许多论述，尤其是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的论述，但也包括他在柏林的同事、印度学家弗朗茨·博普（Franz Bopp）的著作（参见第I.8.3章）。还有对于希腊古代以及南部和东部地中海地区——这是黑格尔自青年时代起就熟悉的领域——当时同样通过他海德堡时期的朋友克罗伊策（Creuzer）（参见第II.9.7.4.1章）和卡尔·奥特弗里德·穆勒（Karl Otfried Müller）关于象征学和神话学（Mythologie）的研究，以及对此展开的激烈论战，获得了新的启示。这些文献中的许多——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文献——现在已在GW 22：《摘录与笔记》（1809–1831）中可以获取——尽管令人遗憾的是，黑格尔的藏书集大多已被销毁。

因此，如果用19世纪后期获得的或甚至我们今天的知识去反驳黑格尔首次努力寻求的、倾向于全面地在哲学层面上处理历史宗教的做法，那就是一种廉价的批判。新版的讲座展示了他对当时历史研究成果的不懈努力，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修正此前通常对讲座这一本就常被忽视的部分所作的批判：再没有比这种将讲座哲学家描绘成试图用“体系强制”，用一套预制的抽象规定网络将历史现实的缤纷多样性削足适履地加以规范的流行画面，更不符合黑格尔对这些丰富材料进行哲学把握的努力了。

(5) 黑格尔历史视角的持续扩展，必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他对讲座的同样持续的修订。第一个层面涉及关于各个单个宗教的图像：它可能会在不同的讲座中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宗教的例子中，黑格尔给出的与其说是一个单一的解释，不如说是一系列极其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绝未统一成一幅整体图像。他对以色列宗教的论述也是如此——尽管这里的差异更应该被描述为不同侧重点的强调：在后来的讲座中，黑格尔越来越摆脱赫尔德对旧约宗教的解释以及将旧约上帝解释为“光之本质”的圈子；其他旧约传统和核心概念开始显现。因此，取代从各个不同讲座中混合而成因而模糊不清的以色列宗教单一画面的，必须是一系列必须相互对照并理解其不同侧重点的图像。

第二个层面的修订，涉及的较少是对各个具体宗教描绘，更多的是其在整个始终具有层级结构的宗教史中的地位。宗教之所以获得其规定性，不仅仅是通过其内部的具体性，同样也是通过它们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随着例如佛教（Buddhismus）相对于印度教，或希腊与旧约宗教的前置或后置，同时也就表达了向宗教历史内部某个特定的阶段（Stufe）和功能的分配。

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自然宗教（Naturreligion）概念的变化。其意义历史绝非以黑格尔在此放弃了耶拿早期将希腊宗教等同于自然宗教的做法而告终。在柏林的第一次讲座中，这个概念退居其次——除了一次提及（V 4.27）。而且在那里，自然宗教阶段起初尚未获得历史的具体性；对他来说，它纯粹就是东方宗教，而其形而上学概念则是简单的纯存在（Sein）。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讲座中，黑格尔将——除了巫术（Zauberei）以外——中国、印度、伊朗和埃及的宗教都置于“自然宗教”的标题之下。然而在最后一次讲座中，他赋予了这个概念一个全新的且狭窄得多的规定：在此，他只将宗教历史的初始阶段，即“巫术的宗教”称为“自然宗教”。而中国和印度的宗教（包括佛教和喇嘛教），黑格尔现在将它们放在中间部分，在“宗教意识自我之内的分裂（Entzweiung）”（V 4.615–623）标题下论述，随后是“自由的宗教”，在此已然是由伊朗和犹太教开启（V 4.623–642）。

在宗教向宗教史不同阶段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黑格尔对于宗教思想意蕴日益深入的洞见得到了三重表达：“存在（Sein）”这一范畴不适合表达某个宗教的形而上学意蕴，因为所有的宗教——作为宗教——都是精神的形态。自然之物的范畴——即使不是在外部自然的意义上，而是直接的自然的主观性（Subjektivität）意义上——也绝对不足以囊括中国和印度的宗教；伊朗宗教——作为“善（das Gute）的宗教”——确切知晓，尽管还带有光之自然属性，神圣的东西是内在精神的、自我规定的东西，因此应当被归入更高的范畴圈。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结构上的深远重组，1831年讲座的概念只能被看作是时间上最晚的——而不能被看作是黑格尔的宗教史洞见在思想塑造意义上已获得其定局的、最终具约束力的形态的那个概念。

除了在对“规定性宗教”论述和排列布置上的变化之外，还出现了系统意义深远的第三个变化层面：即呈现（Darstellung）原则的变化。对黑格尔来说，他首要关心的并非是关于历史的“规定性宗教”的一般论述；他完全没有局限于仅仅去利用那种由于将“宗教概念”与“完满的宗教”同“规定性宗教”分离开来而赢取到的历史空间：去描述各个宗教并纯粹以时间先后次序——或其他经验性的次序——将它们罗列。他的意图是认识历史宗教中的理性：将它们把握为自我思考本质的精神的诸形态。进而，他的目的不在于展现这种精神的自我意识的任意众多类型，而是将普遍与个别精神种种不同的中介形态归入一种主要是思想上的秩序之中，而这种秩序最终将证明与历史秩序是同一的。然而，这样一种思想秩序的原则无法从纯粹的宗教概念中得到充分的推导（ableiten）。仅从这个概念本身出发——作为精神的实体性统一的概念、作为在其内和在一个对它即是如此认知的知识中的判断（Urteil）、以及作为普遍与个别精神中介同一性的概念——要是没有额外的设定，甚至都无法使得诸宗教多样性的事实显得合理。

因此，黑格尔发现自己被迫在宗教哲学之外寻找这类秩序原则。但是，这些原则也同样经历了类似于它们所意图排序的宗教那般的快速变迁。他也不仅仅是用一个原则取代另一个原则，而不改变原则相对于被排序者的位置：相反，在随后的三次讲座过程中，他逐步收回了最初用于从概念上建构宗教历史的原则，并用更为灵活和特定、更适合于众多宗教和该领域特定性质的各个原则取代它们。众所周知，严格按照逻辑学规定（存在-本质-概念）对“规定性宗教”进行图式化的划分仅见于手稿，在后来的讲座中已不再出现。宗教在历史上的多样性无法被一种哪怕在黑格尔《逻辑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中适得其所的概念术语所俘获。不管怎么说，其向宗教史领域的可转移性，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从未证明甚或考虑过。而他的第二个原则——将“规定性宗教”分配给宇宙论和目的论的上帝存在证明——也远不够精细，不足以作为许多他所处理的宗教的秩序原则。最终所谓的“形而上学概念（metaphysische Begriffe）”其实仅是对各个宗教意蕴的观念化（Konzeptualisierung），而非秩序原则，更何况它们本身也未作为被某一原则所秩序化的而出现。通过这种方式，从一届讲座到另一届讲座，体系构想和历史之间的重心向有利于历史的方向转移——即使黑格尔始终坚持他的主张，将宗教系列把握为受概念秩序化的。

(6) 然而，尽管黑格尔的主张，即倾向于把当时所有可用的文献都用来对历史上的宗教作一次完整的哲学考察，是如此新颖、甚至是前所未闻的，且尽管他描绘的各个宗教及其有序的整体图景是如此宏大，但这一图景许久以来不再令人满意，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学、东方文献学和宗教学（Religionswissenschaft）直到黑格尔的时代之后，才逐渐建立为学术训练科目；它们无疑极大地改变了他所描绘的图景。即使是从以色列，以及希腊和罗马（Rom）的宗教来看，这也是事实，在黑格尔时代人们对这些地方的了解远比对东方深入得多。因此，任何人如果仅仅是为了了解黑格尔所论述的某一种宗教，都不会去求助于他的宗教哲学。在这种——最初的也是不恰当的——视角下，他的论述顶多只有科学史上的意义：它说明了那个历史时代，当时关于东方宗教的第一批详细消息传入欧洲，当时诸如印度文本被首次翻译——通常首先被译为拉丁语或其他欧洲语言——而且在另一方面，不仅仅是像约瑟夫·格雷斯（Joseph Görres）那样信奉浪漫派神话狂热的人（参见第II.8.7.8章）在他们荒诞的著作中散布，就连专家们在专业期刊中也会传播深奥难懂的断言——即便有时仅仅是因为他们被提供消息的人蒙蔽了双眼。

但是，如果不将黑格尔的论述类比于现代的宗教学史和宗教历史的论述来阅读和评判，而是投身于他在哲学上关切的那些问题，并且他为了这些问题而把还很少被开垦的宗教史领域提升为验证其宗教概念的场所，那么就会呈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然后也会表明，他的出发点仍须与较新的宗教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作类似的斗争：与宗教概念的统一、与宗教同国家（Staat）、社会、艺术和哲学的关系、与宗教在面对其多样性和变化时的真理主张，或与宗教和历史之关系的问题作斗争。

(7) 在此仅就最后一个主题稍作说明。自19世纪以来，“宗教史”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术语——但要给这个词赋予特定的意义却绝非易事。因为“宗教史”既不是指新式的比较宗教学，也不是——在传统对“历史（Geschichte）”或“历史学（Historie）”理解的意义上——对诸宗教的讲述，而是指各宗教置身其中的客观联系。但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纷繁杂多的诸宗教何以建构宗教史？概念塑造的逻辑假定，存在一种作为连续发展意义上的宗教史，其中至少包含多种宗教：宗教本身像艺术或哲学一样，有着“客观历史”，而现实的各种宗教则作为各个阶段在这历史内部相互关联。

这是黑格尔——以多种方式具体化了的——断言：必须用宗教概念去对“规定性宗教”进行整理：应该用各自在其中被表象和实现的普遍与个别精神的区别性同一作为尺度（Maßstab），将它们纳入一种秩序——尽管不必然是一种被明确固定下来的秩序。这般由观察者制造的秩序——正如黑格尔通过将“完满的宗教”从“规定性宗教”中剥离出来所顾及到的那样——不需要构成阶梯，好像人们从倒数第二级阶梯通过最后顺理成章的一步就能登上“完满的宗教”。它甚至完全不必被表象为某种历史次序：来自不同时代和文化的宗教可以被以它们所构想的属神精神与人类精神的和解，也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识为指导线索，按层级进行排序——而不宣称除此之外其现实的历史关系也已经被把握了。但黑格尔在此，如他在关于《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中一样，声称不仅能将根据概念排序确证为是思想秩序同时也是历史秩序（V 6.27）。这“事实之秩序（ordo rerum）”应该对应“观念之秩序（ordo idearum）”，诸宗教的思想层级应对应它们彼此的历史地位。概念的发展之路于是成了历史的进程。

然而正是这一主张黑格尔并未兑现，并且对于宗教哲学而言，在合理性上远远不如在他的哲学史讲座中那样有说服力。与其主张相对应的也没有任何关于确证的尝试，甚至缺乏对这样一种确证之必要前提预设的反思。不同于在哲学史或世界历史讲座中的做法，甚至仅仅是编年史层面的考量在黑格尔的“宗教史”中也只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虽然恰恰是他批评了对中国或印度文化高龄的夸大其词的前倾，但在宗教领域里，他主要还是将世界精神之路开启于中国和印度宗教，包括佛教，尽管其他宗教——特别是埃及和以色列宗教——在年代上绝不亚于前者。

再者，黑格尔也根本不致力于论证至少部分的历史连续性，尽管这对于印度教与佛教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宗教的影响，乃至印度和伊朗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可以追踪出来的。诚然，他当时的文献来源并没有促进对这类联系深入的洞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允许。而对于当时被断言的连续性，比如关于希腊神话东方起源的假设，黑格尔极为克制——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这种观点得到了他在海德堡时期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Friedrich Creuzer）的支持，但他更倾向于那些批评者的观点，如哥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rmann）或约翰·戈特利布·罗德（Johann Gottlieb Rhode）。

最后，黑格尔忽略了另外两个对于宗教之历史论述来说不可或缺的方面：除去零星的旁注——例如关于晚期印度教与吠陀经的关系，或者密特拉神与帕西教（Parsismus）的关系——他忽略了各个宗教内部的自身历史，尽管在看待基督教时，他自己也强调并非某种“史前史”或最初的启示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某种思想真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成型。诸如以色列宗教内部一神论逐渐成型这样一种对于历史考察至关重要的过程，完全处于他对宗教的观察视线之外——而这大概并不仅仅因为当时的研究状况还不允许去纵览旧约传统的特殊性及其逐步融合。同样，黑格尔也不关心，这种内部的历史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他所论述的宗教究竟是依然活着的宗教，抑或是已经过去的宗教。在相对于基督教的其他宗教属于过去或是与其同时代并存，对于他的观察方式而言不成问题，甚至引不起其兴趣的关注。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普遍精神与个别精神各种中介形态在此产生的多样性。相反，后来的，常常是由外部动荡造成的命运，则——据说——与自我把握的精神毫不相干。

同样，诸宗教在黑格尔的呈现中出现的一个次序（Folge），并不是仅仅由概念所规定的，而在本次序中，经验遭到概念强暴的情况——正如人们常常所说的那样——要少得多。思想上的秩序得到了补充和扭曲——但这并不是通过历史原则，而是通过地理原则：“规定性宗教”的论述与其说构成了宗教史，不如说是一幅宗教地理图。宗教之路始于中国，并且在空间上并未中断，经过印度和近东延展到地中海区域：从埃及和以色列进一步延伸至希腊和罗马。黑格尔在每次讲座中逐渐纳入视野的宗教数量扩充，也顺应了这条路线：在地理上——不过也是在时间上——这条路线并没有超出已设定的目标。然而，这条仅仅看起来从东向西的历史轨迹，同时也被黑格尔解释为一种思想向上的发展：作为精神自我意识中的一次进步。

(8) 在这一点上，可以向他的构想提出一大堆问题：如果他对“规定性宗教”的论述，并不像他声称的那样能被解释为宗教史，而是只能解释为宗教地理图，那么这样一种“进步”意味着什么呢？特别值得追问的是，说较早的宗教构成较晚宗教的条件/前提预设（Voraussetzung），到底还能有何涵义？是否仅因在世界历史的某一点上，出现了一种——按黑格尔宗教概念衡量——更高的精神形态，即使它与被视作其前提条件的早期形态没有任何历史关联，这种条件/前提预设的结构就算达成了呢？断言佛教是埃及宗教的条件，这到底还能让人联想到什么合乎理性的意义呢？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令人满意，但它们依然指向了一个重要方向。

黑格尔的概念性工具允许对这些问题给出两种看似分歧却能相互调和的答案，不过它们都超出了他原本的理论起点。他的这种解释——即所有宗教都是精神获得对自身意识的形态——单独来看独立于这种诸宗教处于历史联系之中的预设。即便在一个自然条件不允许不同文化发生任何接触从而排除了历史联系的世界中，这种解释依然声称具有有效性。作为精神自我意识各形态的宗教，并不必然只能在与其他文化的历史交流中形成，或者必须由外界触动而生；它们绝不能被理解为某种“原初启示（Ur-Offenbarung）”的残片，如同黑格尔总是告诫人们必须反对当时盛行的“原初启示狂热”那样。相反，只要哪里有精神性，它们就在哪里自我浮现，因为一切精神性凭其本性都被设定要去获得一种对于自身的意识。在各个民族之中乃至后来的更宏大文化圈层之中，基于各异的自然与文化条件，这种意识也会产生差异。一旦掌握了真实的宗教概念，就可以——衡量这些孤立的宗教对这一概念契合程度的多少——将它们排成一种思想上的秩序。但是，这一秩序对于历史联系以及地理毗连性是漠不相关的。至于说精神——在黑格尔看来——从东向西行进，这只是一种古老的，偶有经验成分贯穿其中的解释模型。但相较于历史秩序而言，它对于思辨的宗教概念就更加外在。

但另一方面，这里最初假定的众多如同单子般（monadischer）孤立的诸宗教之直接性，却与黑格尔的精神的历史性概念相矛盾。这种现存的杂多，充其量只是精神带来其自身知识这种本来能动性的某种准自然（quasi-natürliche）的前提预设。因为，在黑格尔的宗教概念意义上，对普遍精神与个别精神关系之“正确的”、“完满的”见解，不可能是任何直接的东西；精神只有在走过一段历史中，才会获得其关于自身的意识。用比喻的说法来说，精神就像是天生就拥有一种对其自身的恰当意识那样——这是违背“精神本性”的。因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不可能是任何直接的东西。自由必须被造就，被开拓，而这过程正是历史——关于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东西作为一个被回忆的东西被包含其中而不可能在原则上被无视，所以对于黑格尔而言，这个过程必然是精神自我意识的进步（参见第II.9.6.6章）。而且，精神后期的各个形态之所以能够将较早形态视作其历史的条件，是因为它们事后把这些东西纳入了自己的意识——即使它们最初可能分属不同的文化圈，并没有置身在这个后来者的构建历史中。

(9) 就此而言，似乎通过一条迂回路径又重新达致了一幅在随便哪个讲座读者看来都是由黑格尔所勾画出的那样的宗教史图像。然而仍然存在两个本质上的区别。

精神只有因为其历史性，在走过一段历史中才达致对其自身的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达致自身的实现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必须在概念上和历史层面上将此前形态作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性。不可能把这些形态的总括（Inbegriff）把握作为“那一部（die Eine）”宗教史——除非人们想采用一个不仅不要求确切纪年，也不要求持续发展的松散的历史概念。然而，仅仅讲述不同的宗教不可能被宣传为精神的发展。精神的历史以及尤其是宗教的历史之所以存在，唯有作为——不由概念决定的——诸多局部历史联结所构成的杂多性，这些历史联系范围因各自文化圈层而扩充并受限。只有历史学家的视野才能纵览这些局部历史。但这并非属于宗教史自身内部的视界，且对于宗教历史中所形成的认识建构来说，这来得太迟了。

这种对黑格尔模型概述性的修正，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时间上较晚的宗教依然可能隶属于概念发展中较早阶段，以及为何随着一个完满形态的实现，其他宗教及局部宗教历史的出现也绝不被排除——假如我们跟随黑格尔，预设建立某种“宗教概念”和探讨“完满的宗教”是有意义的的话。如果必须认为诸宗教在作为全体是被扬弃到“那一部（die Eine）”历史中思考的话——如黑格尔似乎试图做的那样——那么如果在历史上较晚出现的某种宗教去代表一个仿佛早被克服了的阶段，那将是严重且难以理解地退步到已取得的精神自我意识的成果之下去了，这是回忆女神（Mnemosyne）的失职。然而，在那些局部的历史之外——在没有记忆女神执掌的地方——要求已在精神发展中达致的阶段不可被倒退回其后，乃是无意义的要求。精神试图在其中表达其本质的诸多表象，绝不会因为来自其他文化语境中的各种形态而被淘汰，或者因为某个所谓完满形态的设定而变得多余。若非如此，我们便无法从黑格尔方法论出发，去理解伊斯兰教的出现与历史了。再者，黑格尔曾多次使用过的那个公式：概念抹除了时间，亦即该概念完满历史成型的结果不再受时间上的变化影响，这只能在其各自的局部历史范围内有效。因此，宗教史的多样性和局部性——同黑格尔的主张相左——反倒成了其“规定性宗教”概念具备说服力的恰恰一个先决条件。

正是诸如这样的问题，使讲座的第二部分成为了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的一个极好然而还很少被穷尽的来源。黑格尔宗教概念的阐释力在这里通过他所探讨的诸宗教展现得不比通过第三部分来得差，而在这里所能找到的大量并且深刻的启示让第二部分作为（虽然并非为了神学，但却是为了）宗教哲学上的旨趣，似乎还要合适得多。很多其他问题在此部分也得到了更为详尽的探讨：比如表象同崇拜活动的关系问题，抑或是人关于自己刻画的图像与人关于上帝刻画的图像间的关系问题，又或者宗教与艺术、与哲学，以及同伦理生活根本关系的问题。即便超越狭义宗教哲学之外的问题陈述，这部分也提供了丰富的见解：比如关于精神之本质的问题，关于精神之历史性的问题，抑或逻辑环节与经验-现象学环节之间的问题。

9.8.6 完满的宗教

(1) 同样也处于这种体系与历史之联系中的，是黑格尔对基督教理念的哲学说明；这是他哲学的对象，而非其基础。他不仅是通过将他讲座第三部分完全奉献给基督教，来强调基督教相较于先前诸宗教的卓尔不群。尽管他称先前的宗教为“规定性宗教”，但他称基督教为“完满的（vollendete）”宗教——至少现在这个形容词在与其同时使用的“绝对（absolut）”面前占据了主导。对于许多阐释者而言，这就足以标示出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特性了：这是一种哲学的教义学——对一些人是典范，对另一些人则是梦魇。

但黑格尔并非仅仅把这种名号（Epitheton）戴在基督教的头上；他也通过一个类似的准概念化标题引入其他宗教。唯独在事后，他才揭示它们的历史同一性——比如作为“美的宗教”或者“合目的性宗教”，分别对应于希腊宗教和罗马宗教。这类称号中的大多数——度、在己存在（Insichsein）、幻想、善的东西、谜语、崇高——并非严谨的概念规定；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对于某一宗教，是否另一个名称会更合适。比如在黑格尔的时代，“崇高”经常被作为印度艺术的特征提及。相反地，“完满的宗教”这个名称已经表达了一种概念规定。这要求给出一种不同于那种纯粹提示——为何用“度（Maß）”或“谜语”来看待比如中国或埃及宗教是合理的——的另一种证明。

“完满的宗教”——这可能让人联想到对“完满艺术品”的通俗说法。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完满的宗教”绝不仅仅是某种成功程度的最高升华。恰恰相反，这更表明了这样一种宗教所具有的一种能够得到精准描述，且与先前的诸宗教产生质的区别的结构特征。黑格尔用两个公式来表达基督教这种完满性的特征。根据第一个公式，它是那个契合于概念的宗教。此处的“概念”不是单纯抽象的“概念”，而更确切地说是宗教概念。但是，很明显，单凭这个公式还不足以将某一宗教从众多宗教中凸显出来：所有宗教都契合于宗教概念——否则它们就不算是宗教了。因此，为了在众多宗教中将某个特定的宗教作为“完满的”凸现出来，除了仅仅的“契合”以外，还必须指出这种契合特定的方式。

特定的方式由第二个公式所指明：基督教是那种其宗教概念本身成为客观对象、成为对其自身之对象的宗教。这是必须照字面来理解的：宗教概念本身建构了基督教的对象。这公式可能看起来惹人误解，如果不是荒谬的话——仿佛在基督教中一个抽象的概念竟然享受着神圣的荣耀。因为何以不仅仅是某个概念自身对自己成为了对象，尤其这基督教宗教甚至将一个概念当作对象——它是不是甚至在进行概念崇拜？但是，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宗教概念绝非某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宗教的个别特征性规定之总括（Inbegriff），而是它的理性结构，可以说是它内在的逻各斯（Logos），也就是精神本身，表现为其能动自我联系构成的三个环节，黑格尔为了将完满宗教与规定性宗教区分开来，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就已提前引出了这三个环节：(1) 体现为作为“知识”与“本质”实体性统一的精神——在“低级宗教”中这已见雏形，而在上帝化身成人的思想中得到了完满表现；(2) 环节是判断，将精神一分为二，作为对象的精神与这种精神关于自己的知识相分离，同时也就伴随着上帝作为绝对肯定的东西被与作为否定之物（negative）的“世界本质”、“人”对立起来。以及 (3) 知识，“由于深知精神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永恒的、绝对的环节”（V 3.102–105）。借由这三个环节的展示，黑格尔扩充了《全面教学纲要》第554节关于宗教的极其凝炼的规定：绝对精神“既是在己存在的、又是返回自身的和已经返回自身的同一性；作为精神实体的那个唯一和普遍的实体（Substanz），在其自身作判断分裂，并在一个为这种判断存在的知识中作判断分裂（das Urtheil in sich und in ein Wissen, für welches sie als solche ist）”。然而，尽管理性自我联系的这三个环节就是宗教概念建构性的各个环节，且因此可以在所有宗教中被找到，但正是通过它们，黑格尔极其精确地标明了“规定性宗教”与“完满的宗教”之间的区别——在此，我们将整段摘录如下，考虑到它对理解“完满的宗教”概念的重要性：“但正如前面关于科学的方法以及关于概念之进一步规定所注意到的那样，宗教本身的完满就是它产生其自己的概念，使该概念对于它自己成为对象；只有通过将其对象化，该概念才得到了发展，才在该概念之中设定了其整体性（Totalität）的各项规定。aa) 应注意的是，在启示（offenbaren）宗教里，那些规定作为内容的本质环节与对这内容的意识以及作为真理的规定一起浮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表现为客观的，存在于客观对象的体系中。但在那些规定性宗教里，这些规定也显现出来了，就如同大自然的花朵和造物，只是偶然地抽枝发芽，不知从何而来，将向何处去——只是作为预感、图像、表象。”（V 3.106）因此，尽管所有宗教都是由这三个环节构成的，但基督教将这三个环节下的精神作为宗教表象的对象：在三位一体的上帝思想中。因此，黑格尔坚持用三位一体说来对抗当时的神学，并认为三位一体说的意义正是在于精神概念：宗教自在的是什么——一种由上述三个环节建构的精神自我意识——在这里成为它自身、成为其表象的对象，成为上帝概念本身的内容，并构成了其教义意蕴（Lehrgehalt）：在三位一体的上帝思想中，作为这些环节的为着表象（Vorstellung）的人格化之个别化塑造。黑格尔在某些“规定性宗教”中，特别是在印度的三相神（Trimurti）中，辨认出了这种痕迹，对于该痕迹对于印度教的意义，正如某些当时对三位一体神学抱有抱负的印度学家或——在类似领域——汉学家一样，黑格尔也高估了它。但是，与他们不同，黑格尔并不将其（浪漫地）理解为“原初启示（Ur-Offenbarung）”的残余，也不（历史地）视为跨文化历史中介过程的结果，既不（神学地）当作对基督教的预感，亦不（护教学地）简单视为是“希腊人（与东方人同样）的剽窃”；他将它们理解为那唯一的“精神之本质”的体现。因为“精神”总是具有他在自我意识中读取出来的这种二元结构：精神将自身作为对象，并且就在这其中它是自为的（für sich）。

(2) 然而，把这种宗教标记为完满的宗教，是合理的：此时，那些自在（an sich）现存的宗教概念之诸环节不仅是暗示式地现存而且落在观察者的意识中，而且这种宗教恰好自身把这些环节做为其对象：黑格尔之所以称基督教为完满的宗教，是因为在这里作为精神“本质（Wesen）”（也就是 essentia 意义上的）的东西，同样也是精神的“本质”（也就是 Gegenstand 对象的意义），或者换个说法：对于精神而言是“本质”的东西，就是它自己。与此相反，若以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31929, 35）的老生常谈去反对这种对“完满的宗教”概念的界定，主张历史中没有绝对宗教（正如历史中没有绝对的人格）的位置，那并不具备什么特别的证明力。另一个更值得严肃对待的反对意见是：黑格尔精神概念本身就已经是依据基督教塑造出来的了，所以他为基督教宗教的完满特征所作的论证就在这方面是循环的。虽然表面看来确实有理，但这基督教根源却绝难证明。因为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不属于基督教被一般人所熟知和作为前提的传统储备；它也与新约圣经中的“圣灵（πνεῦμα ἅγιον）”概念几乎没有共通之处——哪怕不去附和尼采（Nietzsche）那句批判论战的论断：“新约里‘精神’这个词不过是个误会”（《瓦格纳事件》，第9节）。另外，发展史方面的考量也反对这种衍生推导。黑格尔精神概念的生成发生在1801年以后先验哲学与思辨争论不休的岁月里，而是在构建了精神概念之后，他才得以去重新解释基督教宗教，并将自身置于同基督教积极且富有体系成效的相互关联之中。

(3) 不同于“宗教概念”和“规定性宗教”，黑格尔作为“完满的宗教”而对基督教进行描绘的做法，在其1821年手稿中就已经达到了一种成熟的呈现形式。自第二次讲座（1824）以来，尽管他又一次作了变动，但其自身并未真正超越它。之所以这么早就找到了这种呈现形式，应该归结于两点理由。他对基督教十分熟悉，就省去了漫长的吸收掌握和去彻底思考迄今不为人知的文献来源的经过了，省去对那些资料在新的新闻信息光照下的反复重新解释——正如他解释一些东方宗教以及以色列宗教的情况那样。另一方面，正是将基督教作为“完满宗教”这一精神哲学的解释——也就是基督教与精神结构的和谐一致（Übereinstimmung）——规定了对其呈现的基本脉络。因为其本身就是切近于概念之形式的，所以它靠近体系形式。

在他的手稿中，黑格尔起初遵循了他用来建构“规定性宗教”论述时的同样结构：他将论述分为 A. 抽象概念，B. 具体表象和 C. 崇拜活动。以往版本对第一节在对基督教宗教完整论述中的地位、甚至是其真正的内容所做处理，已扭曲得使人完全无法辨认。在《朋友协会版》中，虽然第一节标题是“上帝理念的形而上学概念”，但它却被归入“导论”部分去了，甚至被放置在“分类”之前，从而根本不再是实际上的基督教宗教展现里的构成部分了。所以，这也使它无法再被认出这原本是对诸其他宗教之形而上学概念进行探讨的一个结构上的类比（Analogie）。而且，在这第一节中，黑格尔要处理的压根就不是什么“上帝理念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基督教的宗教概念。格奥尔格·拉松在其版本中更是变本加厉，用以掩饰本节在体系中的功能地位：在他的版本里，他将这篇“形而上学概念”，即对于基督教概念基础之解说，归在“父的国度”这个标题下——这就是说，他把这篇“形而上学概念”跟三位一体的上帝概念之引述搀和在了一起，而把上帝引述作为“具体表象”的第一层界域，原也是黑格尔并不毫无来由的引入。黑格尔在概念探讨跟基督教宗教引述表象界域之间做出的这种精准区别因此被消除了，两部分在体系当中的地位价值再也不具可辨识性了。

作为基督教的“抽象概念”，黑格尔本质上是在处理本体论证明（V 5.5–12）——就像他之前探讨关于自然宗教及罗马宗教形而上学概念里的宇宙论证明及物理神学证明那样（V 4.5 及以后，分别地，100及以后）。但不能简单地说这一证明与该概念重合。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的上帝证明都不过是对诸概念关系进行表象或知性层面的定式化表达——在本体论证明的情况中，这归根结底是对概念与存在之同一性不充分的定式化（参见第II.6.2.7章）。然而，尽管这在“规定性宗教”的领域内，向上帝证明分配各个宗教的做法是动摇不定的，基督教与本体论证明间的结合却是未作改变——尽管绝不那么显而易见地是说，何以该证明就被赋予能成为该宗教之形而上学概念这样一种资格呢。

在这早期版本别有用心刻意掩盖的“具体表象”之标题下，黑格尔讨论了基督教中的教义意蕴——尽管也是在一种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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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变体，这显然不能使他满意，并导致了后来的构想变更。这种“具体的表象”的结构，黑格尔在这里首先由《全面教学纲要》给出：宗教哲学讲授课在三个表象领域（V 5.16–69）中探讨上帝的思想、自然与有限精神的关系以及“救赎与和解”（V 5.28）的神圣历史，这三个表象领域完全契合于反思或宗教表象将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这些逻辑环节“分离”出来的“特殊领域”（1§ 466；2/3§ 566）。因此，也只有从讲授课出发，这些《全面教学纲要》段落对于黑格尔解释基督教宗教的体系性功能才变得显而易见：它们不应被理解为从概念中对教义意蕴的演绎，而是作为宗教表象的报告，当然，黑格尔想在其中探寻精神的概念，而他从其他来源已经掌握了这一概念。正如黑格尔在讲授课中，在这个与《全面教学纲要》共同的部分之前加上了对形而上学概念的探讨，他在这里也加上了一节关于崇拜活动的探讨：关于共同体的产生、持存与消亡（V 5.69–97）。

早期的版本模糊了进行概念论证的部分与接受表象并对其进行解释的部分之间的区别。因此，它们也没有表明黑格尔最初的构想与教义学是不相容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这些概念逻辑环节或基于它们之上的“具体表象”的领域，实际上与三位一体的上帝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基督论和救赎论在第二个领域，即特殊性的环节中找不到位置。它们构成了第三个领域的主题——从而占据了神学上由三位一体的“精神”所主张的位置，但是精神在上述三个“环节”中并没有被分配到自己的位置。

神学教义学和宗教哲学之间的这种分歧——就其本身而言——当然不是改变哲学论证的充分理据。但是，讲授课这一节实际上不是关于哲学思想的奠基和展开，而是关于“具体表象”的呈现——在方法上与前面关于“特定宗教”的相应章节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里不能忽视“精神”作为第三位格应被列入宗教表象的对象之中。对表象的报告必须契合真实的表象，而如果不考虑“精神”的对基督教宗教“具体表象”的探讨，就不适合其对象。这想必促使黑格尔重构了最初的构想。但是，当他将他的手稿中构成第二和第三领域的主题合并为新的第二领域，并将“精神”——作为第三者——纳入“具体表象”时，就不需要对崇拜活动、对共同体进行单独的探讨了——因为对黑格尔来说，它构成了“精神的王国”。在这里，在“完美的宗教”中，崇拜活动和表象的领域甚至比在早期的宗教中更不能分开。

通过这种改变，从第二期讲授课开始，“完美宗教”的呈现基本上获得了三位一体的结构。在1824年以及1831年，在探讨三个按三位一体神学构想的领域或要素之前，仍然是对本体论上帝证明作为基督教宗教形而上学概念的探讨；但实际的重点在于“具体表象”的那三个领域。在1827年的讲授课中，黑格尔在“宗教的概念”中全面探讨了上帝的证明；因此，只有这期讲授课实现了对基督教宗教的纯粹三位一体的呈现。尽管最后一期讲授课再次以本体论上帝证明开始，但作为对应，它通过众所周知的标题“圣父王国”、“圣子王国”和“圣灵（精神）王国”（V 5.281）进一步强调了受三位一体神学动机驱使的三个要素或领域的划分，黑格尔以前也偶尔使用过这些标题，但从未像最后一期讲授课那样以如此醒目的方式使用过。

因此，从第二期讲授课开始，黑格尔消除了这样一种不一致性，即“完美宗教”的自我意识违背其概念而没有出现在其表象对象中。然而，在被消除的不一致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不一致性。如上所述，与《全面教学纲要》相和谐一致，黑格尔的手稿将实体性统一和判断以及中介同一性的环节列为宗教概念的环节（V 3.102–106，参见§ 554）。这三个环节的三位一体——根据黑格尔的手稿和《全面教学纲要》——构成了“具体表象”的结构，并且它显然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学相关，而又不能完全映射到后者。然而，由于黑格尔从第二期讲授课开始将“具体表象”按三位一体神学进行结构化，他违背了他早期对宗教概念的三个环节的展示。然而，这三个环节并不能简单地同样根据三位一体神学的模型进行纠正，因为它基于概念逻辑环节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想必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在后来的两版《全面教学纲要》中保留了它们的原因。这表明了概念逻辑结构和三位一体神学结构之间的一种不契合。尽管黑格尔试图掩盖它——在版本史和因此在接受史上是成功的——但它并不能真正被消除。在宗教哲学的视角下，必须将其归咎于宗教表象无法纯粹地把握精神作为绝对内容的结构。在其他地方，它也落后于概念的认识。

(4) 与法哲学讲授课一样，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讲授课也属于其体系中特别具争议的部分。在它们死后出版几年后，就爆发了关于它们的激烈争论，随之而来的是黑格尔学派最初的分化，然后是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最后是彻底的分裂（见第三章第2.4节）。但是，早在黑格尔生命的最后几年，关于其哲学整体上的基督教性质的谴责就已经增加；它被指控为泛神论和无神论。

这些攻击最初主要针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此外还针对《精神现象学》和《全面教学纲要》。然而，在宗教哲学讲授课出版之后，它们不仅获得了更广泛的基础。在已知的哲学-神学争论问题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问题，即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宗教哲学。这场争论主要着眼于讲授课的这第三部分。这已经表明，与其说它是一场关于黑格尔宗教概念的哲学争论，不如说是具体关于其对基督教宗教和神学立场的争论——黑格尔的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宗教和谐一致，甚至：它是否满足了一个虔诚心灵的相当深远的要求。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双方都能在其中援引自认为明确无误的证明语（dicta probantia）。由于这种均势，“黑格尔的讲授课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是模棱两可的”（Löwith 1964, 194）这一观点已经固定下来——既是正统也是异端。但是，如果不从字面上的措辞，而是从其基础的、但在早期版本中被很大程度上掩盖的构想出发来理解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如果人们就其论述的论证结构和地位达成共识，并且不将黑格尔报告宗教表象内容的那些段落误解为类似“形而上学的演绎”，那么这种印象就会消失。

黑格尔确实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因为他将讲授课的单独一部分分配给了对基督教的探讨。但是，他在这里的方法与第二部分探讨特定宗教时的方法是一样的：他首先给出“形而上学的概念”，所以在基督教的情况下，即本体论的上帝证明；在进一步的呈现中，他以各自已知的宗教表象和崇拜活动的形式为导向。黑格尔并没有在任何地方“从概念中”，也没有从预设的“形而上学的概念”中“演绎”出这个具体的表象本身。他将它从各自可获得的文献中作为一种既定的东西接受下来——基督教宗教的教义意蕴和崇拜形式也是如此。第二个步骤在逻辑上与第一步分开，尽管在材料上往往与第一步结合在一起：即从精神哲学的宗教概念视角对这种被接受的表象进行解释。两者的和谐一致程度同时也即两者的理据程度。因为如果没有概念，表象只是一种实证的东西，因此是无理性的和无足轻重的，如果没有表象，概念只是一个纯粹精神哲学的概念，而不是宗教的概念，并且没有历史参照。

与这种二元性相契合，在解释中也可以区分出两个步骤。第一步可以被称为神学解释；第二步才开始哲学解释。第一步涉及到一个合理的、甚至不可回避的问题，即黑格尔作为基督教所呈现的东西是否确实应该被视为基督教的——尤其是黑格尔自己非常重视他的哲学与基督教宗教的和谐一致。这个前提似乎没有问题，但在审查时需要考虑三点。

甚至就什么应该被视为“基督教的”达成共识也绝非没有问题。如果对此应用过于天真的原教旨主义标准——不仅早期的关于黑格尔哲学基督教性质的讨论受到这种标准的拖累——那么很快就会证明，几乎没有哪个系统神学的设计能在它面前站得住脚，在黑格尔的时代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更不用说较新的释经学的结果了。因此，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哲学-神学讨论，只能在反思的神学概念基础上进行。此外，思辨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宗教的和谐一致不能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同义反复——好像黑格尔仅仅是打算以“哲学”的表述重新讲述教义学的内容，或者赋予其“哲学认识”的认可印章。他同样对宗教历史或宗教现象学的呈现不感兴趣——尽管他努力进行这种经验研究。他的兴趣更在于证明，在宗教中存在理性，甚至在于证明各自的表象世界和与之相关的崇拜实践应该被理解为精神在其中获得其自我意识的形态。为了这个证明，需要在他精神哲学的宗教概念之光下解释流传下来的见证——借此，它们最初的意义必然被识别为一种精神哲学的意义。此外，黑格尔经常并着重指出，他所断言的这种和谐一致是通过两个规定来表征的：宗教和哲学在内容上的同一性，但也有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异。哲学与宗教具有相同的内容——即绝对者或精神——但不是以表象的形式，而是以把握的思维活动的形式。因此，必须总是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被注意到的不一致理解为由表象和概念之间的形式差异引起的。

这两种知识方式的区别——表象作为一种受空间性和时间性、受图像性束缚的认识，而把握的思维活动作为一种摆脱这种反向参照的认识——黑格尔在讲授课的第一部分就已经详细讨论过：表象和概念不是同一内容两种同等有效的形式；其适当的形式只有概念形式。因此，重要的是也要在“绝对形式”中，在把握的思维活动中把握“绝对的材料”。由于这种逻辑上的优先性，概念也许能够理解表象，但表象不能理解概念。因此，表象也不能对概念提出任何有效性要求；相反，它必须让自己被概念所纠正。表象——或作为启示被表象的东西——和理性虽然彼此对立，但并不像异类和不可和解的那样对立。因为启示的真理可以被重构为理性的真理——正如莱辛在他的《人类的教化》第72节中纲领性地表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将启示的真理作为启示加以钦佩，直到理性学会从“它其他已确定的真理”中推导它们并将它们联系起来（LM XIII.430）因此，可以被称为将表象“重塑”或“扬弃”到概念之中的过程，实际上在莱辛那里就像后来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是在另一思维层面上的重构，是从概念中生产出内容。这是可能的，因为表象和概念虽然有差别，但并不是本质上不同的；毕竟它们都是同一思维活动的形态。因为正如没有双重的理性——一种神的和一种人的——同样也只有一种思维活动，即使它发展出多种形态。被表象的东西——以及作为启示被表象的东西——自在地是这同心理性的环节。

正是在这种表象与概念的区别中，确立了通过把握的思维活动对宗教表象同时进行肯定和破坏的独特双重性。因此它不应被理解为模棱两可，而应被视为一把双刃剑。与更激进的宗教批判形式相比——例如费尔巴哈后来的“发生论-破坏性批判”（见第三章第4.1节）——黑格尔将宗教表象突出地标示为关于绝对内容的知识；而在与哲学上的把握的比较中，他又将其贬低为一种不够完美的形态。

因为表象和把握的理性不是平等的形态。概念是表象的尺度；两者的每一次非同一性都由表象承担。不过，黑格尔非常强调地指出了这一点：思维活动是最深刻、最内在的洞见方式。如果它确信某个内容，它就不能容许有任何违背该内容的东西。因此，哲学史讲授课在讨论双重真理学说时，得出了这样一句精辟的结论：“理性就像上帝一样，不希望有其他神灵在自己身边，更不希望有其他神灵在自己之上。”（V 6.304）概念认识的优越性尤其表现在，黑格尔为宗教表象分配了一个虽与把握的思维活动分开，但并非自成一体、拥有独立法权的领域。他引入概念认识，要么是为了肯定表象的陈述，要么是为了在不和谐一致的情况下，在表象自己的层面上明确地纠正它们。所有三个表象领域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在第一个领域，黑格尔接受了三位一体的上帝思想——不仅反对他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神学，也反对施莱尔马赫和托卢克，他们俩对此同样不知所措。但是，黑格尔指出，表象并没有将第三者理解为第一者和第二者的统一，同样，它在信经中将创造世界的思想引入了实际上作为内在三位一体去表象的上帝思想的领域，从而搅乱了这些领域的概念逻辑次序（参见 1§ 467, 2/3§ 567）。在第二个（最初是第三个）领域，黑格尔展现了神人统一的学说，并且他强调了思辨解释与宗教表象的接近——与启蒙运动以纯粹道德眼光将耶稣视为一个好人和美德导师（黑格尔自己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遵循这种观点，特别是在他的《耶稣传》中，见第一章第2.1节）相反。但是，尽管表象强调了上帝化身思想、神性与人性统一的真理，但在将其表象出来时，它也同样遮蔽了它。当表象将神性和人性相互对立地坚持，并仅让它们在一个神人身上沟通时，它就偏离了这一思想的真理：“神性和人性是一个生硬沉重的表达；人们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表象必须被遗忘”（V 5.143）。在第三个领域，即“精神”的领域，像在以前的宗教中一样，黑格尔在这里看到了宗教的真正中心，因为这里特别涉及精神的自我意识。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共同体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的个别自我意识确实已经达到了对其本质的意识（V 5.100）——但共同体将这种本质表象为另一个本质。它知道普遍精神和个别精神的同一性——但它将这种统一性寄托在特定的人身上。它自己确实说出了“一次即永远”——但它误解了这一点，仿佛这只是在说（有点平庸）：“一次就够了”。根据其概念，共同体是精神真实的自我意识——但在其模糊的表象中，它将这种充实的现在分裂为“从前”和“过去”（参见 GW 9.420 f.）。

9.8.7 宗教的终结

(1) 黑格尔对宗教的兴趣指向对其作为精神自我意识之一种形态的认识。因此，宗教哲学的主题不是黑格尔体系中一个偏远且相当无关紧要的领域，而是对于全面理解他的哲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哲学的一部分：即他的体系的最后也是终结的学科。它的任务是，类似于美学和哲学史，将宗教把握为精神借以回归自身、获得关于自身的意识、并正因此成为绝对精神的那些形态之一：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

这样的哲学认识直接兼具两面：通过概念对表象进行批判和理据提供。理据提供和批判不能随意要求或被作为多余和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拒绝。它们不可避免且无法更改地源于一种特定的意识史境况。黑格尔以微妙的反讽，运用“时间的满足”（《马可福音》1,15；《加拉太书》4,4）这一启示录-圣经的典故来描述这种境况：现在“时间已经满足，通过概念提供理据已经成为一种需要”。然而，这个时间之所以满足，是因为以前那些为“绝对内容”提供合法性形式的东西——启示、传统和经典——已经因为启蒙运动失去了其约束力和提供理据的力量。因此，“时间的满足”恰恰暴露出自己是“时间的空虚”。

(2) 作为摆脱对宗教来说已变得充满威胁的处境的出路，黑格尔只看到了通过把握的思维活动提供理据：因此“宗教必须逃入哲学”（V 5.96）。黑格尔之所以只能向宗教建议这种逃入概念的做法，是因为他完全是在精神哲学的意义上，并且因此在与哲学具有同一性的意义上把握宗教的：如果它没有与哲学共享的“绝对内容”，它也就不能逃入其“绝对形式”。正是因为这种内容的同一性，黑格尔建议宗教进行的逃避，并不是仓促地逃入一个对它来说陌生且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进入的领域，而是逃入它自身的基础——仿佛是一场“幸福的逃亡”（felix fuga），思维活动借此找到了它特有的领域。此外，“逃入概念”也绝非意味着仅仅用哲学取代宗教的纲领，而是为其重新奠基：在传统、经典、启示和历史，甚至是社会效用这些崩溃的支柱的位置上，现在由在精神哲学中展开的理性取而代之。

黑格尔非常清楚地看到，在“共同体的消亡”这一意识史和社会史的处境下，批判的史学绝对不能承担确保绝对内容的任务——而且他比今天那些仍然指责他低估了历史批判神学的认知成就的人看得清楚得多：“如果以历史的方式处理，那就完了”（V 5.95）。黑格尔自己将新约文本中讲述的故事视为“绝对的历史”——作为适合精神本性的历史，这与他蔑视批判性历史考证并不矛盾。因为这绝对的历史并不是在可以接受历史批判的意义上的历史，更不是在粗糙事实（facta bruta）的意义上的历史：它是由那些精神已经倾注在他们身上的人讲述的（V 5.246）。因此，它是——用现代的话来说——“宣信的（kerygmatische）历史”，而回归“历史事实”将意味着倒退回宣信的历史观之后。通过历史的切入，诚然可以澄清一些细节，甚至可以确认空坟墓旁的痕迹——但作为信仰和把握之对象的绝对内容，却无法通过这种途径找到。

相反，如果一种宗教在这个“逃入概念”面前退缩，并继续在历史学上或启示实证主义上确立自身的合法性，那么它就会陷入对自身误解的束缚之中——在关于它的基础以及关于它的内容的双重幻想中。因为失去了基础，它也就失去了它的内容，并萎缩为那种“放弃了真理及其发展的”并且支配一切的主观性。虽然求助于主观性，正如黑格尔自己在其与雅可比的论战中就已经逐渐清楚地看到的，是一个合理的甚至不可或缺的环节——但这种主观性现在必须从自身产生内容，同时将其承认不是一个被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客观的、自在自为的真相（V 5.267 f.）。然而，黑格尔认为这不再是宗教的标志，而是哲学的标志。

(3) 因此，除了宗教的基础以及内容的这种腐蚀之外，还有另一个让它“逃入概念”的根据：它在哲学作为把握的思维活动、从而作为精神的更高形态处所遭遇的终结。这一定理再次反映了黑格尔的宗教概念的双刃性——而不是什么模棱两可性。他赋予了它巨大的历史意义和很高的真理蕴含——但不是最高的，因为它不可分割地束缚于表象。因此，他也诊断并预测了它的过渡性质，它的“被扬弃”，甚至“宗教的终结”——在结构上类似于“艺术的终结”。因此，关于“艺术的终结”的学说构成了关于“宗教的终结”的学说的范式：正如以前艺术相对于宗教那样，现在一旦哲学作为以概念形式把握精神而被建立起来并在“绝对形式”中把握“绝对内容”，宗教就再也不能满足精神的最高需要。——至于这里分别引入的这两个过程——宗教基础以及内容的腐蚀，以及哲学确立为最高真理形式——实际上是分离的事件，还是同一发展的两个方面，黑格尔没有再明确讨论过。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宗教的中介，哲学是无法形成的——但是，在哲学现在表达和阐释这些概念的层面上，宗教已无法再跟随它，从而失去了其最高意义。正因为如此，“绝对内容”现在也必须逃入哲学；它只有通过哲学才能获得其理据，因为只有哲学形式才是精神自我意识的自由形式。因此，在宗教哲学讲授课的最后，出现的理性法庭（V 5.268）这一启蒙隐喻并不是偶然的——不过，这是一种理性，它并不是去给另一个定罪，而是承认它是自己的他者，并希望通过历史地和哲学地理解这个他者来与它和解。

(4) 因此，“逃入概念”绝对不意味着——正如该表达最初似乎暗示的那样——一个鉴于黑格尔1821年第一期讲授课中所预见的“共同体的消亡”而旨在仅仅寻求一种暂时的，甚至可能是权宜之计的纲领。它将受时代制约的负面迹象即“时间的空虚”作为契机，去完成在理解宗教究竟是什么的理解中无论如何都要进行的进步。尽管谈论“宗教的终结”，谈论其被扬弃进入哲学，谈论“逃入概念”，但建议逃入不问世事的祭司阶层之孤立避难所，绝对不是黑格尔关于宗教、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最后之言——即使这一点在固执地无视发展史差异的情况下不断被断言（Habermas 1985, 49）。因为着眼于这种关系，黑格尔在他后来的三期讲授课中完成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他用“共同体之精神性的实现”的纲领取代了逃离这个世界的要求。自第二期讲授课以来，第一期讲授课结论部分的悲观基调被取代了，取而代之的是宗教的精神意蕴逐渐实现，融入世俗性中的草图（V 5.262–270）。

这绝对不与“宗教的终结”之定理相矛盾：即使宗教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再也不能满足精神的最高需要，它的“实体”，它的精神意蕴，就像已经传递给哲学一样，也同样可以被融入社会现实中。黑格尔的学生们进一步展开了这个思想。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1843, 305 f.）将其理解为“世俗化”（Verweltlichung）——但不再是传统的教会史衰落范畴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史范畴意义上的，作为基督教原则的实现；理查德·罗特（Richard Rothe）首次将这种“世俗化”（Verweltlichung）称为“世俗化过程”（Säkularisierung）（1837, 85），从而创造了作为国家法上“世俗化”（Säkularisation）反概念的世俗化的文化史概念。这里的“世俗化过程”不是被认为是宗教“实体”的异化或盗用，而是被认为是其进入世俗性并在其中消融（Jaeschke 2001, 10 f.）。

黑格尔通过世界历史的“与世俗性和解”的三个“真实阶段”来勾勒这种“共同体之精神性的实现”。他认为第三个阶段在近代的伦理制度中已经达到：“自由原则已经渗透到世俗事物本身中，世俗事物既然如此按照概念、按照理性、按照永恒的真理被塑造，就变成了具体的自由、理性的意志。”除了“真实的阶段”之外，他还区分了“理念方面”，即近代意识对世俗性采取的立场。在最初的两种形式中，精神性的实现尚未成功：启蒙运动将其在宗教中获得的“理性自由”反对所有的奴役，因此也反对宗教的奴役；思维活动的自我确定性然后被限制在主观性的最高点上，以至于在主体中所有内容“都被吹散了，没有客观性，没有固定的规定性，没有上帝的发展，最终根本不再有任何内容。”但第三种形式在于，“主观性确实从自身出发，但却是根据必然性展开内容的，它知道并承认有一个内容是必然的，并且承认这个必然的内容是客观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这是哲学的立场。”概念“虽然生产真理——这是主观的自由——但它认识到这种真理同时是一个没有被生产出来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真相。”在这方面，宗教保存了这么久的精神“实体”，也进入了甚至还包括现代伦理世界的建构条件中，因此它促进了“和解”，促进了“上帝的和平”，但现在这种和平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于所有理性，而是首先通过理性被知道、被思考并被作为真相所认识。”（V 5.267–269，参见 V 9.8 f.）

讲授课： 1821年，1824年，1827年，1831年。——初版： W1 或 W2 XI–XII。——文本： a) 手稿： GW 17；V 3–5；b) 听课笔记： V 3–5，未来 GW 29。——文献： Carl Ludwig Michelet: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en gegenwärtigen Kampf Schellings mit der Hegelschen Schule. Berlin 1843; Richard Rothe: Die Anfänge der Christlichen Kirche und ihrer Verfassung. Wittenberg 1837; Ernst Troeltsch: Die Absolutheit des Christentums und die Religionsgeschichte. Tübingen3 1929. – Karl Löwith: Hegels Aufhebung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HSB 1 (1964), 194; Michael Theunissen: Hegels Lehre vom absoluten Geist als theologisch-politischer Traktat. Berlin 1970; Scheit: Geist und Gemeinde, 143–268; Falk Wagner: Der Gedanke der Persönlichkeit Gottes bei Fichte und Hegel. Gütersloh 1971; Reinhard Leuze: Die außerchristlichen Religionen bei Hegel. Göttingen 1975; Joachim Ringleben: Hegels Theorie der Sünde. Die subjektivitäts-logische Konstruktion eines theologischen Begriffs. Berlin / New York 1977; Franco Biasutti: Assolutezza e Soggetività. L’idea di Religione in Hegel. Trento 1979; Graf / Wagner (Hg.): Die Flucht in den Begriff (1982); Quentin Lauer: Hegel’s Concept of God. Albany 1982; Guy Planty-Bonjour (Hg.): Hegel et la religion. Paris 1982; Jaeschke: Die Religionsphilosophie Hegels. Darmstadt 1983; Jürgen 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5; Jaeschke: Paralipomena Hegeliana zur Wirkungsgeschichte Schleiermachers. In: Kurt-Victor Selge (Hg.): Internationaler Schleiermacher-Kongreß Berlin 1984. Berlin / New York 1985, 1157–1169; Jaeschke: Die Vernunft in der Religion. Studien zur Grundlegung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Hegel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6; Adriaan Peperzak: Selbstkenntnis des Absoluten. Grundlinie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7, 79–110; Michael Schulz: Sein und Trinität. Systematische Erörterungen zur Religionsphilosophie G. W. F. Hegels im ontologiegeschichtlichen Rückblick auf J. Duns Scotus und I. Kant und die Hegel-Rezeption in der Seinsauslegung und Trinitätstheologie bei W. Pannenberg, E. Jüngel, K. Rahner und H. U. v. Balthasar. St. Ottilien 1997; Gerhard Wölfl: Kult und Opfer in Hegels Religionsphilosophie. Tübingen 1999; Jaeschke: Die geoffenbarte Religion. In: Schnädelbach (Hg.): Hegels Enzyklopädie (2000), 375–466; Jaeschke: Säkularisierung. In: Handbuch religionswissenschaftlicher Grundbegriffe. Bd. V. Stuttgart 2001, 10 f.; Jean Greisch: Le buisson ardent et les lumières de la raison. L’invention de la philosophie de la religion. Bd. 1: Héritages et héritiers du XIXe siècle. Paris 2002, 121–173; Religion et Savoir absolu. G. W. F. Hegel; Martin Wendte: Gottmenschliche Einheit. Eine logische und theologische Untersuchung. Berlin / New York 2007; Gunnar Hindrichs: Das Absolute und das Subjekt. Untersuchungen zum Verhältnis von Metaphysik und Nachmetaphysik. Frankfurt am Ma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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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哲学史

9.9.1 流传与“前史”

(1) 作为绝对精神的第三种形态，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将其命名为哲学（§§ 572–577）。类比于艺术哲学和宗教哲学，现在可以期待“关于哲学的哲学讲授课”，并且在这些结束段落中也可以找到这种项目（同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也曾设想过）的暗示——即不仅仅是哲学对自身的历史性反思（Jaeschke 2000, 466）。尽管如此，黑格尔并没有将他的讲授课献给这样一门学科，而是仅仅献给了哲学史。

除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外，黑格尔在任何主题上都没有像在哲学史这个主题上讲授得如此有规律，也没有讲授得如此详细——第一次是在1805/06年的耶拿，然后是在1816/17年和1817/18年的海德堡。然而，关于这些并没有资料留存下来：黑格尔的学生、这些讲授课在“朋友协会版”中的首位编辑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报告了一份“耶拿笔记”，但它和在海德堡撰写的一份“哲学史简明纲要”一样已经遗失。只有黑格尔在柏林举行的六期讲授课才有文献来源：1819年夏季，1820/21年冬季，然后以两年为一轮在1823/24年、1825/26年、1827/28年和1829/30年冬季。在1831/32年冬季，即他在11月14日去世前几天，他再次开始了这门讲授课，但甚至没能完成导言；米希勒继续了这门已开始的讲授课。但也只是从这些年留存下来了关于导言的两份手稿残篇（分别为1820/21年和1823/24年），此外，每期讲授课都通过至少一份、通常是多份听课笔记而流传下来（V 6.XI–XXXVII）。

(2) 黑格尔很早就开始批判地探讨早期——不仅仅是同时代——哲学家的立场。有记录表明，在他在法兰克福的岁月里，他曾深入研究柏拉图和怀疑论（R 100），并且这也是他1802年的一篇批判性论文的主题（见第二章第4.5.4节）。但是，黑格尔早期的著作并没有勾勒出一种“哲学史”的构想。甚至他为《差异》一书所作的导言性评论，关于“哲学体系的历史观点”（GW 4.9–12），也根本没有让人期待他不久后会转向这一领域；它们没有为发展一种作为独立哲学学科的哲学史构想提供出发点（见第二章第4.3.2节）。

但是，早在1805/06年冬季，黑格尔就首次就“哲学史”进行讲授——为此，他可能已经告别了他最初的观点，并获得了他解决理性与历史关系的初步基本概念。他转向哲学史的思想基础很可能是精神的概念，他自1803年以来不断地在拟定这个概念。然而，这个猜测无法得到证实，因为没有关于这期讲授课的文献留存下来。不过，米希勒仍然将黑格尔的“耶拿笔记”用于他为《朋友协会版》编辑的讲授课，在其中，部分是由于文体原因，部分是由于罗森克兰茨的提示（R 202），可以识别出一些源自这本“笔记”的段落。最重要的一定是历史纲要W XV.686–690，其特点是与几乎同时期的《精神现象学》平行的思想轨迹。然而，它与后来的海德堡和柏林构想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为米希勒报告说，这本“耶拿笔记”的导言对于他自己的编辑工作来说“除个别段落外，皆无法使用”（W1 XIII.VII）。

(3) 哲学史讲授课的流传情况与世界历史哲学和美学讲授课的情况相契合：因为黑格尔的手稿没有保留下来，《朋友协会版》的这些卷就具有持久的文献价值——在这里当然排除了导言，由于有一份大量且起草得很好的残篇以及所有讲授课年份的听课笔记，今天该导言的文献依据要比米希勒的版本好得多（V 6）。然而，在对哲学史的呈现方面，它表现出了极其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黑格尔的手稿和不同讲授课的听课笔记中汇编而成的——即使毫无疑问这是以重复、改变和重心转移为代价的。米希勒试图通过将其塞入一个相当僵硬的三分法（即假定的“辩证的”图式）中来应对这种材料的丰富性，但至少柏林讲授课的听课笔记不能证明这一点——正如人们可以在1825/26年的讲授课中所看到的那样（V 7–9）。

9.9.2 哲学史作为哲学

(1) 就像其他精神哲学的主题一样，在黑格尔的时代，关于哲学史的讲授课也不属于自明的高校教学对象。尽管在那时，哲学史编纂学——同样是紧跟康德，即他的关于“纯粹理性的历史”的断言（B 880）——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当时流行的滕内曼（Tennemann）、蒂德曼（Tiedemann）和布勒（Buhle）的哲学史著作与关于这个主题的讲授课并没有联系。哲学史并没有构成传统学科分类的一部分：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它并未被赋予受唯理论所塑造的科学性概念的地位。直到18世纪的最后几年，在学院哲学消亡和科学开始历史化的时期，随着学科分类根本性的重构，哲学史才在哲学学科新的整体中获得了其位置。后来，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它得到了进一步的极大扩展——尽管这是以牺牲在哲学史中涉及理性的历史这一假设为代价的。

(2) 两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构成了黑格尔构想的前提预设。第一项在于“历史”意义的转变（见第二章第9.6.2节）。雅各布·布鲁克尔（Jakob Brucker）影响深远且仍常被黑格尔引用的“哲学史”名为《批判的哲学史》（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并且单单“批判的”这个形容词就已经表明，这里的“历史”应在“报告”的意义上，即在传统的主观意义上被理解。“历史”作为一种客观事件联系的意义对布鲁克尔来说仍然很遥远；因此，对他的“historia”，即对他的叙述来说，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安排材料绝不是强制性的。然而，在上述滕内曼等人的哲学史著作中，“历史”意义的转变已经完成：它没有给出一个哲学报告，而是描绘了一种准客观的联系。黑格尔也是如此：他1820年的残篇以声明开始：“这些讲授课以哲学史为对象。”（V 6.5）这些讲授课（至少主要地）本身并不是“史学”，而是以“历史”为其对象。

第二个前提预设在于已经暗示过的尝试，即试图填平或至少在某些地方桥接唯理论所设定的必然的理性真理与偶然的历史真理之间“宽阔可憎的鸿沟”（LM XIII.7）。在1800年前后，一种哲学史理论的特定标志在于寻求理性的（先天的）与历史的（后天的）环节的结合。这在哲学史编纂学中也比在一般的历史编纂学中更容易找到，因此哲学史学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由于它是一门历史学科，它确实不能完全脱离一般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但它的特殊对象使其比其他历史学科享有特权。因为人们期待，其对象——先天的或理性的东西——的发展能分享其结构：它不仅仅服从于偶然，而且其本身也是受理性主导的。如果它不得不局限于只提供一部关于个别思想大厦本质上偶然地产生和消亡的单纯“史学”，或者它是否成功地在上述领域之外，还重构了一部理性主导的哲学本身的理性内容的哲学史，这就成为了判断哲学史编纂学哲学地位的标准。

(3) 黑格尔的柏林讲授课构成了哲学的哲学史编纂学的经典形态——尽管在其之前的那些直接先行的著作，如滕内曼为其十二卷本《哲学史》所作的导言，并不像在黑格尔自己看来那样与此相去甚远。尽管如此，这种新观点首先还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贯穿所有个别呈现的伟大思想：哲学的各个历史形态，知道自己的精神的这些行为，不应仅仅被当作历史偶然性来接受。在它们之中完成了哲学本身的生成，并且它们的先后次序也不是由外部环境控制的，而是由其内在逻辑控制的。

正如一般的世界历史不能被认为是由偶然性和激情支配的一系列事件——即使它朝向匆匆一瞥者的表面暗示了这种印象，并且其精神意蕴只有在表面和纯粹经验的背后才能被认识。更不用说哲学史了：它不是在精神王国中延伸到无限的各种意见、错误和反驳的系列，也不是单纯对思维理性之英雄事迹的“记忆”（memoria），而是精神自身发展的媒介。——然而，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黑格尔可能并不是首先从世界历史推断出哲学史，而是相反：他在关于“绝对精神”的历史中获得的洞见也改变了他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因为黑格尔也是主要在哲学史编纂学方法论的语境中（见第二章第9.6.2节）确立了“历史性”这个对于世界历史在体系上至关重要的概念。

黑格尔几乎以公理的形式指出了“理性”与“历史”的这种建构性联系：“哲学是关于理性的知识，其发展的历史本身必定是某种理性的东西，哲学史本身必定是哲学的。”（V 6.14）然而，它所固有的这种理性——正如世界历史和绝对精神的其他部分历史一样——只向准备理性地看待它的人显现。对于不了解理性，也不敢将哲学史解释为理性历史的人来说，其固有的理性也是无法显现的。为了评判哲学史，人们必须已经带着理念而来，这与为了评判行为必须带着什么是对、什么是适当的概念而来是一样的（V 6.28）。

这是把握哲学史理性内容的释经学上合法的条件，而绝非丐词（petitio principii）。带着理念而来的要求，并不是以牺牲在对待以前的哲学时必须“极其严格准确，‘历史上’准确地坚持自己的话语”（V 6.44）这一其他要求为代价。只有这两个要求才完整地描述了哲学史家的任务。然而，黑格尔又往前走了一步——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退回到唯理论的圈子里——他着重强调断言，只有借助带来的理念对“最原本的话语”进行概念化，即“只有把哲学史理解为理念发展的这样一种体系，才配得上科学的名称”（V 6.28 f.）。否则它只是纯粹的史学——因此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也不是科学。哲学史的理性内容和受理念主导的史学共同构成了将其整合入哲学科学体系的前提预设：“正是因此，我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举办关于它的讲授课”（V 6.28）。

(4) 此外，黑格尔试图在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中把握哲学史的科学性，“即历史中哲学体系的先后次序与理念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中的先后次序是同一的”（V 6.27）。在这个大胆的主张中，斯宾诺莎的命题回荡着：“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同一的”（Ethica II,7）。然而，这一主张未能经受住对细节兑现或其可兑现性条件的检验，它宣称历史次序与逻辑次序相一致。这一点从宣称哲学史（爱利亚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的开端与《逻辑学》的开端相对应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要求在历史的准确性和逻辑的准确性上大打折扣。黑格尔自己甚至没有让哲学史从爱利亚学派开始——尽管他确实恰如其分地承认他们比他们的前辈（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享有高得多的尊严。此外，将赫拉克利特划归为思维规定“转变”，就要求将他排在爱利亚学派之后（这是有问题的），而对于《逻辑学》的第二个规定，即无，根本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历史对应物。

鉴于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的不可否认的差异，这种逻辑与历史和谐一致的公设无法维持。在哲学史讲授课和法哲学讲授课中（V 6.27；GW 26/2.799 f.），黑格尔自己也承认时间次序和概念次序存在差异——但他没有说明这是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的。哲学史的理性及其科学性不能通过像逻辑历史平行主义这样简单的原则来保证；这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方法。

(5) 如果人们否认观念的次序等于事物的次序，否认哲学史的结构原则及其黑格尔的呈现是《逻辑学》范畴的先后次序，那么就会出现两者真正关系的问题。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授课的次序原则的问题很容易回答（尽管有些平庸）：它除了时间过程本身之外什么都不是——而且顺便说一下，这比他展现宗教史的形式反思得多。

关于逻辑与思维规定的史学的关系，可以得出两点思考。所有在哲学史中被加工出来的思维规定都必须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逻辑学》中——否则《逻辑学》就不能成为对它们的完整的体系性认识。反之，同样必然也是微不足道的是，所有在《逻辑学》在体系性论述中所阐述的思维规定也都必须是曾在哲学史中被思考过的——否则它们就根本不会为人所知，也不会成为《逻辑学》可能的主题。历史次序与逻辑次序的脱钩，使两者同一的原则变为内容同延性的更为谦虚的原则。

但是，即使这样，仍需要确定两者的相互交织或独立程度。黑格尔在分别呼吁承认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以及抗议将哲学史误解为“一堆无序的杂物”、一系列“单纯的意见、错误和思想游戏”（V 6.28）时，一再重申逻辑先后次序与历史先后次序的同一性。然而，这里并不存在逻辑-历史同一性的不可避免的替代方案。相反，思维规定出现的不可逆历史次序的“必然性”，是由于众多的世界历史、宗教、社会和精神哲学语境产生的，每一种语境都遵循其自身的“逻辑”。《逻辑学》作为研究纯粹思维规定的内在联系的科学，并不等于同时也是研究它们在历史中有序出现的科学。为此，需要一门哲学史本身独立且复杂得多的逻辑——作为“哲学的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在体系中的位置由《全面教学纲要》末尾专论哲学的部分所标示。然而，黑格尔本人只执行了这样一门学科的历史方面。

(6) 但是，即使没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包含范畴和历史发展的“逻辑”，哲学史也绝不是被抛弃了一切理性的——并且这不仅仅是因为理性是它的对象。正如艺术史和宗教史一样，哲学史也是精神作为精神对自身认识的历史——而且与艺术和宗教相比，它不仅仅采取了更为反思的形式，更因为它是明确地指向把握的思维活动的发展的。它是作为“自我意识的历史”的理性历史——不再是在认识能力发生论的发展的先验哲学意义上，而是理性的真实历史，即作为在与现实性的关系中思考自身的思维活动的历史。

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史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异于自身的事物的转变”，而是，当它“展示我们的科学的转变”时，它展示的是我们自己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绝非我们外在的某物，不存在于“我们的现实性彼岸”，它同样也绝不是“一件过去的事情”，而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同时也是历史地是这样的”（V 6.9,6）。正是这种双重同一性使得（客观的）哲学史成为历史最深处的内核，并使其（主观的）史学成为“哲学本身的科学”（V 6.3）：我们自身与我们的历史的同一性，即我们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的科学的转变”与我们自身的转变的同一性。

“历史性”并没有被个人生命的狭隘界限所限制，而是由我们分享精神领域的程度来决定——因为在“我们是什么的内在事物中，共同的不朽性与我们具有历史性这一事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V 6.6）。这种不朽性的共同性可以说就是精神的“实体”或理性，因此“我们”并不是每个个人的集合名词，而是这种共同的东西是构成个别自我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不朽性”并不是因为许多人对“共同的东西”的共同关联才成为不朽性，而是由于其自身构成的条件。哲学毕竟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而“不是意见的编造”（V 6.18）。因此，这种“共同的不朽性”“越是如此不凡”，它受到进行生产的主体的特殊性的影响就越小，相反总是已经属于“人作为人的普遍特征”——甚至“这种没有特征的思维活动本身就是进行生产的主体”。尽管如此，这个没有特征的不朽的东西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归属于“普遍精神”，“而普遍精神不会停滞不前。”（V 6.6.f.）它的存在也是它的行为，而它的行为是它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的真正位置恰好是哲学史。

(7) 但黑格尔非常清楚，哲学史的显现并不符合这一要求很高的概念。通常它显现为各方意见的竞技场甚至是战场，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断言和摒弃他喜欢的东西，而“思维理性的英雄画廊”最终被揭示出——尽管仅仅是在扭曲的视角下——是“蠢事的画廊”（V 6.5 或 15）。然而，即使人们把这些扭曲归咎于对哲学史主题的不当处理，它自身仍表现出一种不可轻易被搁置的双重内在冲突：它所主张的永恒的东西与它的本性所具有的可变的东西之间的冲突；以及它众多的真理主张与真理的统一性之间的冲突。

这两种形式的冲突在没有详细论证的情况下显得直观合理且成为哲学史的特征。确实，真理的统一性并不直接否定多样的真理主张的存在，因为可能在众多主张中隐藏着那个“真正的”、合理的主张——但每一个都确称只有自己是对的，以牺牲其他的为代价，因此这也无济于事。同样，永恒性和时间性是异质的，哲学追求“对真正的，因此是永恒和不朽的东西的认识；而历史相反，“从对它最直接的表象来看，它处理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是偶然的、短暂的和过去的事情。”（V 6.13）。在这个表述中，也隐藏着黑格尔用来解决这种双重冲突的钥匙：通过一个经过反思的历史概念，将历史作为自身分化之整体性的形态。

在黑格尔看来，这两种冲突的形式都在运用抽象的知性概念进行操作：永恒与时间、多与一被简单地对立起来——仿佛不随时间发展的永恒和只与多对立的一才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死寂的东西。正如逻辑学和“时间的形而上学”所表明的那样，哲学史本身就表明不应将这些概念对视为未经中介的对立：真相并不是那种将时间排除在外的永恒，也不是必须越过其界限才能有多的那种一。哲学不是一个非时间的体系，而是“发展中的体系”——并且“只有把哲学史理解为理念发展的这样一种体系”，才配得上“科学的名称”（V 6.28 f.）

在这种哲学史概念中，黑格尔试图将“体系”和“历史”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这对黑格尔而言，并非只是两个相异概念的单纯口头上的“综合”：“历史”对黑格尔来说无非是精神展现的形式；它是无法从精神概念中被剔除的。诚然这还未认识到这段历史特定的运动法则——黑格尔暗示在精神领域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运动形式和历史进程。宗教或者诸门科学的历史比如与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就不同。哲学史“既不展示一个没有增加的更简单内容的持存 [如宗教]，也不仅仅展示在已经获得财富的基础上平静地积累新的财富的过程 [如诸科学]，而是它似乎提供了一幕总是不断翻新的整体之变化的景观”，以至于理性的认识本身最终也有消逝的危险（V 6.12）。

人们不必把这番言论当做是对科学史完全恰当的描述，也可以承认黑格尔指出哲学史和科学史在发展形式上存在差异是合理的——这也应提醒我们在将科学史构想生搬硬套到哲学史时需保持谨慎。现在作为哲学史特征的发展思想首当其冲地否定了早期耶拿时期的构想：站在哲学史起点的不是“最古老的旧物”（见第二章第4.6.1节），而是一个由于其开端性必然显得“抽象的”概念形式，即尚未进一步被规定的概念形式。然而，它的进一步规定并不是作为“新财富的平静积聚”而完成的，实际上而是作为“整体的变化”来完成的，这种变化只有在拥有“理念”的哲学史家的注视下才能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来把握——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不断重新开始，但可以类比于世界历史，将其定性为“自由意识的进步”。但也说明了这种发展并非走向空洞的无限：它始于“自由的思想为自身涌现，将其对象把握为思想的地方”（V 6.103），并以它的自我认识为终结。

9.9.3 哲学史的开端

(1) 哲学史的开端被规定为思想作为思想的自我关联，这也使得它比艺术史或宗教史开始得更晚这一事实变得可以理解。这两种思维活动自我客观化的形式——尤其是神话——比哲学开端的同样高级的客观化更为本原：思想首先把握了它的对象，然后才将该对象把握为它自己，从而转向自身并与自己同在。而只有“在思想元素中展现理性的东西”才配得上被称为哲学（V 6.84,103）。

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何艺术和宗教在历史上具有优先性。但是，这就非常令人难以置信了：即艺术和宗教不仅出现得更早，而且它们比哲学传播得更广——或者更确切地说，哲学作为知识进行方法论精巧处理的自我反思的传统形式及往往是制度化的联系，不仅较晚才开始画它的“灰暗的灰色”（GW 14/1.18），而且它在历史上更是一个例外。

(2) 黑格尔试图——首先——用两个社会史方面的论据来把握这一点。他在这里经常援引亚里士多德（981b）：只有摆脱对日常生活的担忧，摆脱对直接利益的追求，才能使人类自由地从事那些既不涉及必要需求也不涉及生活便利的科学，从而也能够从事哲学；为此，人必须首先达到“需求满足之后的需求，即不需要”（GW 21.12）。虽然这指出了一个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一种分工社会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达到这种发展阶段，就连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提出埃及祭司的闲暇是数学（而非哲学）发展的原因。

第二个论据将政治自由确定为思想自由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公民自由开花结果的地方，哲学才能脱颖而出。公民自由建立在意志作为必须绝对尊重的意志之无限性之上。”（V 6.93 f.）政治自由作为哲学自由思想（在希腊城邦中）产生的前提这一观点，也被黑格尔在他的导言中以各种不同的说法反复强调：“既然这是政治自由的原则，即主体是自为的，那么它也包含了对象的自由思维活动”（V 6.265）。

黑格尔从来没有否认这种非常肯定地将政治自由的实现与哲学自由思想的发展联系起来的观点——但是他在一个关键点上修改了它。两者的联系绝对不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在希腊，它被意识史的发展所覆盖：会思考的精神超越了其自然的、实体的形态，即直接的伦理：“它因此在与那个现实世界对立中产生了一个理念的世界，并逃入那个理念世界。因此，如果哲学要出现，现实世界必定发生了断裂。哲学然后是调和破坏，这个破坏由思想活动所引起；这种和解发生在一个理念世界中，当尘世世界不再能满足它时，思想就逃入其中。”当它描绘其“灰暗的灰色”时，“青春和鲜活性的生机已经逝去”，而它所建立的和解，“并不在作为那样的现实性中，而只在思想世界中”找到位置。

这个论点似乎只涉及希腊哲学的第三个阶段，即它在所谓的“罗马世界”中的形态。黑格尔将意识史上的“断裂”追溯到了苏格拉底之后的时期：“意识自为存在内在性原则，是以下哲学家们退出国家事务并局限于教化一个理念世界的原因”（V 7.163）。但是，即使在此之前，在爱奥尼亚和 Magna Graecia（大希腊），哲学家们就已经从“国家事务”中退却；与政治世界的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理念世界”的展开早已开始。不仅在“罗马世界”之前，这种意识史上的“断裂”就被世界历史的动荡所包围和加强：哲学的自由思想不是随着城邦政治自由的确立而肯定地产生的，相反，只是随着这种自由受到威胁和毁灭，随着“爱奥尼亚生活在小亚细亚的灭亡”和“雅典人民的腐败，这个时候才到来，哲学在那里进行调和。”（V 6.239 f.）。

毫无疑问，这四个论据指出了哲学在希腊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但它们同样不足以完全把握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其他方面——例如希腊人民宗教和艺术的具体形成——也必须补充。尽管如此，这证明了黑格尔对哲学恰好在希腊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兴起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3) 如今，人们针对这种局限于希腊传统的做法提出了“欧洲中心论”的指责——并且如果在当时这种方法论限制并非是传统的，而是在黑格尔的时代——也包括滕内曼和蒂德曼——非常自觉地并且顶着旧传统的阻力而带来的，那么这种指责似乎更加站得住脚。对于 18 世纪，具有特色的是“民族志学”的哲学史学，除了希腊传统，它几乎展现了所有古代和东方民族的“哲学”——不仅包括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哲学”，还包括埃及人和迦勒底人、斯基泰人和蒙古人的“哲学”，以及埃及人那里的变为了“唯物论”的“迦勒底-波斯实在论”，和“西藏观念论”（V 7.192 f.）。对于这样的一部哲学史学，黑格尔只有嘲讽——这出于三个原因：一方面，它使用了一个完全未经理性反思的哲学概念，另一方面，它依赖的来源同样不足——哪怕是赋予琐罗亚斯德“de natura libros quattuor（自然四卷）”的古代记载——最后，它甚至以过度的博学支出来弥补这种来源的匮乏。黑格尔关于爱奥尼亚哲学的一句话在这里也很合适：“人们所知最少的，往往能成为人们最博学的（研究对象）。”（V 7.22）相比之下，建立一部仅限于西方传统、但在可靠文献基础上并具有概念上精确的哲学史学，具有巨大的优势。

(4) 然而，这种当时在方法论上重新定义的哲学史学——加上黑格尔反浪漫主义的反对“印度智慧自吹自擂”（V 6.269）的情绪——也导致了某些传统被否定具有这种精确的哲学，而对于这些传统，自19世纪的研究以来，画面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对于中国和印度文化。在他最初的讲授课中，黑格尔总是在他的导言的结尾提到“东方的观点”，就像是哲学史的门厅一样。这是一种（而且也是被浪漫主义的神话狂所炒热的）“关于高超的东方智慧的古老传说”——于是他在这里勾勒了在宗教哲学讲授课中更详细讨论的一些神话表象——但这只是为了表明这毫无意义：“所谓的东方哲学已经被前述讨论终结了。”（V 6.86,94）黑格尔在1825/26年的讲授课中也重复了这种评价：东方世界“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哲学”，因为它还没有摆脱处理普遍者和个别者关系的实体模型，也没有形成“人格性”的概念（V 6.266 f.）。但他现在从东方宗教表象的总体特征中挑出了两种文化。他关于中国人的言论没有超出他以前所阐述的范畴：在“抽象思想”方面，他简要提及了中国经典，尤其是八卦和五行学说；在实践方面，他提到了孔子，认为孔子可能提供“优秀的、有用的道德教义”，但是：“不能指望他有深刻的哲学研究。对我们来说，在其中没有什么可学的。西塞罗的《论义务》可能对我们来说比孔子的所有著作都好”——一个评价，必须考虑到黑格尔对西塞罗的贬低评价才能被正确评估（V 6.369–373）。

对于印度情况就不同了：尽管黑格尔在此也重申了印度哲学“与宗教同一”的观点，但他现在首次看到了印度哲学的独立性：“直到最近，我们才获得关于印度哲学的确切认识；总体而言，人们将其理解为宗教表象；但在近代，人们了解了印度人自己独立的哲学著作；尤其是科尔布鲁克（Colebrooke）[…]在《亚洲学会会刊卷一》中为我们传达了两部印度哲学著作的摘录，这实际上是我们第一次掌握的关于印度哲学的东西。”即使黑格尔又用这种对科尔布鲁克的表扬来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进行刻板的嘲讽，但这依然证明了他准备自我纠正的意愿，以及他接受研究成果的强度——因为科尔布鲁克详尽的论文发表于1824年，也就是黑格尔上讲授课的前一年。他现在从中挑出了“东方文化中值得高度崇敬和有缺陷的东西”：“思想是自为的，思想是真理的基础”这一“观念论”，是“整个东方的一个伟大发现”。与其“理智的实体性”相对的，是欧洲“理智的主观性”——与所有客观事物都被轻视的“主观的虚荣”相对比，他将东方“理智的实体性”的“优势”视为“在此淹没那种主观的虚荣”。尽管黑格尔同时也批评东方实体性也是“抽象的”，缺乏客观形式，以及将一切规定性都消融于普遍实体之中，但在这里，东方实体性还是成了欧洲主观性的虽抽象却必须认真对待的替代方案（V 6.374–400）。

9.9.4 先行概念，分期，来源

(1) 然而，黑格尔将克服这两种片面性归功于希腊哲学奠定的传统：它几乎包含了这两方面，因为对它来说，作为普遍者的思想同时作为“我”、作为自由的主体而存在。对于从这一传统开始的哲学史，正如黑格尔特别是着眼于受基督教影响的时代所说，这同样整体上也适用：它是精神提升到它的自我意识的过程（V 9.5）。它的所有规定都是针对自身的思想的规定，是思想的自我客观化。即使思想尚未将这种客观化结构作为这种结构本身来主题化，并可以说“天真地”与他者相关联，它依然把这个他者提升为思想的形式，从而使自己成为对象，在这里是以自由思想的形式，即作为哲学。

黑格尔也用其他的概念体系来表达这种思想自身的关联，比如作为“主观性原则”或自我思考的努斯（Nus，心智）。思想活动，即努斯，是自我规定的活动性——即使阿那克萨哥拉尚未这样表述（V 7.101）。相反，亚里士多德已经表述出了主观与客观的“绝对统一”：“那思考其自身之努斯，是绝对的终极目的，是善；这仅仅在自身中并为自身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将这种努斯对自我的思考（νόησις νοήσεως，思维思维自身）命名为“所能思考到的思辨”——尽管亚里士多德看起来似乎在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努斯，而是“对特定事物的思想”（V 8.91）。然而这种构成绝对目的、思考自我的结构，正是精神一般的结构。它构成了精神历史的基础——不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即所有该历史的形态都具有这种结构，而且这一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再次构成了这样一种自我思考的形式。

毕竟，“精神”总是以自己的自我认识为目标；它所有的客观化都是自我认识的形态，因为它认识并因此关联到这些客观化上，没有精神的客观化不是其自我认识的形态的。因此，不论在包含了历史编纂学的广义上的“客观的”哲学史，还是作为“主观的”的哲学历史编纂学，都是这种自我认识的形态——即使它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属于广义上（包含其历史编纂学的）哲学史的概念，作为自我思考之思维活动的形态，同时也是思维活动与存在相统一的规定——因为思维活动的确“与其存在是同一的”（V 7.56）。并且巴门尼德的这个命题不仅适用于属于一个思想（与其他存在不同）的那个“存在”；想要寻找一个未被思考的存在是徒劳的。因此这个命题构成了哲学史的“真正的”开端：“思想于是实际上第一次随着爱利亚学派开始，对于自身是自由的，作为本质，作为唯一真相；思想现在把握了自身”（V 7.53）；因此它的历史同时也它是它自由的历史。并在修改后的形式中，这个思想贯穿整个哲学史总是被重新说出——有时是隐含地，有时是明确地。

(2) 不同于他的哲学中的所有其他学科，哲学史讲授课不需要任何特定的“体系形式”。毕竟，黑格尔并没有把他的讲授课——类比于艺术和宗教哲学——构想成一种“关于哲学的哲学”，比如借用于关于哲学的“三个推论”的有问题的学说（见第二章第7.2.7节）。讲授课不是提供一个“体系”，而是仅仅提供一段“哲学史”，因此，代替体系形式作为结构原则的是分期。

据可以看出，哲学史总体划分为两个时代的做法在黑格尔所有的草稿中保持不变——分为古代哲学和“新哲学”或“近代哲学”。这种二分法不仅让人想起美学中“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它在形式上也已经被传统的哲学史学所预设，即假设只存在两种形式的哲学：古代的、异教的，以及近代的、基督教的。直到 18 世纪初，这种区分甚至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即否定近代拥有自己的独立哲学，并用基督教宗教取而代之（V 9.88）；因为它传统上被认为是“我们的哲学”（nostra philosophia）。对黑格尔来说相反，新哲学是不依赖宗教基础的近代哲学。因此，哲学史实际上只包括两个时代——古代和近代——但在两个时代之间，黑格尔设置了中世纪哲学，认为它是一门与基督教宗教特殊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然而，他对于承认中世纪哲学拥有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感到犹豫；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中间时期，一个发酵时期”（V 6.275）。归根结底，对他来说它并不构成一个时代，而是填补了时代之间的时间，“基督教宗教的原则”首先在近代哲学中找到了恰当的表达。

黑格尔通过“理念”和“精神”或“知道自身的理念”这两个概念来区分这两个“真正的”时代——并且他阐明，这看似有点机械的区分却适于用来结构化这部被构想为主观性历史的哲学史：“理念或者自在自为存在的永恒的事情是希腊世界的原则；这件永恒的事情通过思想活动被贯彻并带入意识之中”。在希腊哲学中，思想活动虽然生产了一个作为对象化的“理智的世界”，一个“真理的世界”——但它还没有反思到，这是一个由进行思考的主体所生产的世界：“主观性依然表现为偶然的”。只有在第二个时代，这个虽然由主体生产、但对主体而言表现为客观的世界才被认作是生产出来的，并被收回到主体中：“‘我’在理念本身中被认识，知识被把握为无限的形式，[…]而这必定作为‘我’，作为知晓的原则被把握。”只有通过这种知识，主观性才获得“无限的价值”：“主观方面与事情、客观方面完全同一了”——只要前者作为正在生产并在被生产物中对象化的事物被知道，思维活动作为存在，而存在作为思维活动被知道（V 7.4 f.）。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然而，哲学史的这种结构不应该被误解，就好像分界线从根本上将两个时代分开，新的主体性自我知识可以说是从天而降——例如以基督教的形式。历史的发展既包含连续性，又包含跳跃性，因此“主观性原则”并不仅仅因为一种间断性：它已经作为“苏格拉底原则”进入希腊世界，“真理是通过思想来调解的”。 （V 7.128）。然而，在这里，它似乎是针对希腊世界的，因为它的内在毁灭——因此也是“希腊的悲剧”（V 7,130）。尽管最初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本身的回归”（V 8.159）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罗马世界哲学”的标志，黑格尔已经将亚历山大哲学解释为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精神“再次从其主观性走向客观性，但同时走向理智的客观性”，并且在这个时期“仅主观地把握自身的思维的无限性，现在变得客观”； “从世界的丧失中，创造了一个世界，同时在其外在性中保留了一个内在的世界，因此是一个和解的世界，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灵性世界”（V 8.161, 164）。然而，“主观性原理”直到第二个时代才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从笛卡尔开始，它也是在一个极其充满冲突的过程中逐渐确立的：黑格尔仍然把康德之前的学派形而上学归结为“朝向客观性的第一思想立场”，仍然把客体视为客观而主观性视为偶然的客观思维（见第二章7.2.5）。哲学史的全球划分并不是对比两个同质的时代，而是标志着曲折而紧张的哲学史的决定性转折点。

（3）黑格尔的讲座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哲学史作为自由思想的历史的总体解释结合起来，自由思想的历史使自身客观化，在其客观化中认识并与自身同在，并与对个别草稿的详细的、甚至是历史性的呈现和对个别句子意义的阐述进行了结合。在这方面，它们除了黑格尔对哲学史的总体解释外，还具有关于哲​​学史的一般信息的特征——不仅包括个别草稿，还包括它们之间的联系、学派的创立和争论以及当前和后来的接受历史。除此之外，它们还将哲学史与艺术、宗教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不是一种外部的、随后的联系：所有这些故事都只是单一精神历史的部分历史，其各自的原则超越了它们。但哲学史——作为精神以其自身形式理解自身的历史——并没有以整体的方式表达它，但至少以其纯粹的形式表达。

（4）黑格尔所描绘的哲学史图景是通过阅读各种资料来源而发展起来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当然还有近代的德语文本；只是为了描绘东方，他才不得不求助于翻译。不应忘记，当时的传统情况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前苏格拉底哲学碎片的收集那时才刚刚开始；斯多葛派的残片还没有被收集起来，甚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没有好的版本。黑格尔几乎完全依赖哲学史的新著作来描述哲学家的生活条件，而这种描述本身并不是他们作品的主题。但这一规则有一个，而且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例外：黑格尔显然仅在最近的哲学史的基础上呈现中世纪的哲学——而且他自己也说，鉴于大量的著作，“一个人必须坚持别人的工作”（V 6.360）。他甚至可能没有研究坎特伯雷的安瑟姆本人，他对他的“上帝的本体论证明”非常感兴趣。但这个例外也有一个例外，它代表了中世纪在处理资料来源方面的哲学：摩西·迈蒙尼德的《Doctor perplexorum》是黑格尔广泛而基础广泛的图书馆中唯一可以找到的那个时代的著作。

9.9.5 古代

(1)黑格尔用特别长的时间来阐述希腊哲学。他对此的评论占据了整个历史叙述的三分之二。这可能不是由于错误的处置；而是由于错误的处置。其他讲座周期也表明，总的来说，他以非常平衡的方式涵盖了他的材料。因此可以假设，黑格尔非常有意识地给予了它如此大的份额。他还指责约翰·戈特利布·布勒（Johann Gottlieb Buhle）和威廉·戈特利布·坦尼曼（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处理古代哲学的速度太快，或者在内容上不够充分（V 6.362）——他无疑想反驳​​这一点。

但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原因让他与希腊人呆在一起这么久：现代欧洲人在讨论了艺术、宗教或东方民族的基本哲学后转向希腊人，心中充满了一种故乡的感觉。欧洲从“叙利亚”接受了宗教——但是“所有装饰精神生活并使精神生活有价值的科学和艺术部分直接来自希腊​​，部分通过绕道罗马人间接来到我们这里。”但“家乡”的感觉不仅仅是遇到自己文化根源的熟悉感：“我们对他们感到宾至如归，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自在，并将他们的世界当作自己的家。因为他们对自己感到舒服，所以我们对他们感到舒服；朴素的共同精神将我们联系在一起。”（V 7.1 f.）

尽管如此强调，黑格尔绝不描绘出一幅无差别的“故乡”图景。它包括：自我客体化、实现并因此存在于世界中、“精神的愉悦”，同时也包括与外部世界的决裂。但与印度不同的是，知识世界发展中反映的沉思“不是通过逃避、抽象、回归自我来解放灵魂，而是对当下的满足”。然而，在这里，黑格尔超越了他自己对哲学史的分期，他将“希腊哲学的原则”定义为“主体的自由”，并且不仅是存在于自身的自由，而且是“知道自身是无限的我”。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自我是现代的自我——而且当然有更好的理由（V 7.3, 14）。

(2) 黑格尔将希腊哲学——就目前可见的——划分为三个时期： (I)“思想本身的发展直至科学的整体性”——即h。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II）“科学分化为特殊系统，而这些系统本身就是整体”——意味着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新学院派和怀疑论作为对立运动； （III）“思想发展为个人的、知识的世界”——新柏拉图主义（V 7.5）。

第一个时期不能仅仅用“科学史”来界定。从政治上来说，这是希腊城邦的盛衰时期；它以亚历山大“世界帝国”的建立而结束。黑格尔再次将其分为三个部分，但他并没有从一个原则中推导出这种内部结构——“前苏格拉底学派”（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派，最后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它始于爱奥尼亚哲学和意大利哲学这两种传统，最终以雅典为地理中心汇聚并产生了希腊哲学的古典形式。这里普遍存在的“必然性”是一般智力发展的必然性。

然而，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最成功地展示了历史发展和逻辑之间的相似之处：两者都从简单的观念开始，特别是爱奥尼亚哲学家和意大利哲学家所传承下来的，这些观念实际上形成了哲学史的另一个“前厅”，而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只始于埃利亚学派和赫拉克利特哲学史。他们也是最早阐释哲学伟大主题——思考与存在、存在与虚无的关系及其向“成为”的转化的人。黑格尔研究的是恩培多克勒之后的原子论者——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他将“为自己而存在”的原则归于他们，而对于阿那克萨戈拉，他说，对他来说，发展“只不过是衡量标准的确定”。但阿那克萨哥拉的伟大原则不是“尺度”，而是“努斯”，因此——与黑格尔的本意相反——即使是希腊哲学第一阶段的形象也表明逻辑与历史的平行并不适合打开哲学史的结构。

第二阶段是由智者派、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学派形成的——这就是黑格尔对哲学史的表述的独特特征出现的地方：对他来说，哲学史不是“观点”的历史，而是发展成其决定并表达其时代的思维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不可能有“错误”的哲学，而只有片面的设计。这一解释学格言要求我们承认所有“哲学”中的“哲学”，即决定自身的思想，并且我们还强调那些人物的“必然性”，这些人物——无论是在整个后来的传统中，甚至只是在黑格尔时代——由于各种原因而在理论或道德上陷入了声名狼藉。因此，他的哲学史由一系列莱辛意义上的“拯救”组成——尽管黑格尔毫不吝啬对细节的批评，也远非教皇式的“一切都是好的”。

第一个“拯救”是针对智者的。黑格尔并不认同传统的道德批评，这种批评至今仍塑造着智者​​的普遍形象。另一方面，他第一次将他们理解为意识史上杰出的群体，这使人想起古老的、结构牢固的希腊世界的解体——即“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黑格尔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傲慢的表现，而是“一个伟大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句子”，“从现在起几乎一切都围绕着它旋转”——但对于“人”是“根据他特定的个性”还是“根据其理性本质”仍然存在“模糊性”（V 7.123）。

苏格拉底对人的理性本性的洞察超越了智者。随之而来的是“现实是通过思维来调节的”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回归自身”同时也是“从特定的主观性中出现”：本来应该为自身而存在的客观性现在被认为是主观的，而是一种本身就是客观的主观性，当然“不是外在的客观性，而是精神的普遍性”。但通过将早期的客观性与这种“主观性原则”进行对比，苏格拉底唤起了这两种原则的悲剧性碰撞，因此他的命运展现了“希腊的悲剧”。黑格尔不再诉诸启蒙运动中苏格拉底与基督的类比，他也不让苏格拉底无辜地死去；相反，他把他描绘成一个承担罪恶并因此而死的悲剧英雄（V 7.127-164）。

黑格尔对苏格拉底学派的表述，即 h.麦加拉学派、昔兰尼学派和犬儒学派多次表现出“拯救”的特征，黑格尔将他们所追求的“幸福”描述为一种普遍的、“合理的”幸福（V 7.165-182）。苏格拉底哲学的实际延续是柏拉图——尽管黑格尔将他描述为苏格拉底主观性原则的反对者。因为柏拉图的哲学“以他那个时代的实质为基础”，因此“后来的主观自由原则被有意识地排除在柏拉图的状态之外”。然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他是“世界历史的个体之一，他的哲学是世界历史的存在之一，从其起源到后来的所有时代，它对心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通过他，“超感官的土壤已经被耕种”，基督教后来继续在其上发展（V 8.53,1）。然而，柏拉图对黑格尔感兴趣的并不是经验世界和理智世界之间的这种区别，而是与埃利亚学派相比，黑格尔发展存在与思维之间关系的方法、“高级辩证法”——即使柏拉图只是“抽象地开始”（V 8.138）。 ——既然柏拉图将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黑格尔不仅根据其原则，而且在其各个学科中讨论它：“辩证法”、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他的继任者以及最初的亚里士多德大多遵循这种分类——有时略有修改。

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最丰富、最科学、最全面、最深刻的天才之一”。第二次“拯救”就从这句话开始——因为亚里士多德在黑格尔时代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最晚到18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就不再是思想史上的一股形成力量。黑格尔的同时代人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实践上是幸福哲学的支持者，在理论上是现实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因此与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相反，黑格尔努力强调经验和思辨时刻的结合，作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标志，这确立了他在自然哲学、伦理学以及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的世界历史地位。在 νόησις νοήσεως 的思想中，黑格尔看到了所表达的“主观和客观的绝对统一”——由此他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顶峰”达到了——“可以​​思考的最具思辨性的事物”（V 8.91）。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德国亚里士多德”（Br I.497），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这一思想结束了他的“百科全书”，即他自己思想的基本路线的发展——即使他毫无疑问地在他自己的知识哲学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了它。

黑格尔将希腊哲学的第二时期描述为罗马世界的哲学——这在历史上并不完全正确。然而，他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自黑格尔的学生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以来我们称之为“希腊主义”的时代——两种“教条哲学”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以及与它们相对立的两个怀疑论方向，即现代学院派和本身的怀疑论。黑格尔将以前的哲学称为“教条哲学”，因为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它们的“科学特征”发生了变化，通过在每种情况下还原为“原则”或“标准”，它们获得了更大的系统统一性——在斯多葛学派中还原为思维，在伊壁鸠鲁学派中还原为“感觉”。他称后两个学派为“怀疑论”，因为正如他讽刺的那样，他们断言“存在与思维之间著名的区别”——但这绝不是没有道理的：“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种区别，这种区别的主张是违反斯多葛学派的原则的，因为他们没有表明观念和想象、思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区别本质上是相互融合，将它们自己定位为相同的”（V 8,138）。

作为这个时代所有四种哲学的共同特征，黑格尔强调，对他们来说，“精神的满足只存在于对一切事物的冷漠和自由”，存在于“平静”（V 8.102）——这部分是由于思想的内在进一步发展，部分是由于历史环境：这些迫使主体从不再提供满足的公共政治生活中退出，进入内在，进入私人生活。在这里，“主体性原则”发展为“内在自由的意识”，发展为“精神的自由”，发展为主体性无限的初步形式。然而，它与基督教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基于意志的内在力量。尽管这使她在道德上与众不同，但她仍然很特别。它不会变得普遍。

在此背景下，黑格尔进行了他的第三次“拯救”：拯救伊壁鸠鲁。在基督教世界中，没有一种哲学像以前一样受到排斥。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的逻辑和形而上学主要是“极其简单、抽象，但也非常琐碎”（V 8.122）——但即使是他的自然哲学也应该被赋予“价值”：伊壁鸠鲁是“经验自然科学、经验心理学等的鼻祖”。 ——这绝不是一种批评，而是对“关于鸟类飞行、占卜、预兆等的东西”的奖励，这些东西当时在斯多葛哲学中找到了家（V 8.127 f.）。

但真正的“救赎”涉及伊壁鸠鲁的实践哲学：“伊壁鸠鲁的道德是最令人厌恶的，因此也是最有趣的”。对此的判断最初是“非常不利的”——但伊壁鸠鲁以这样一种方式寻求幸福，即“自由且独立于外部巧合、感觉的巧合。所以这里的目标与斯多葛哲学中的目标相同”。黑格尔的这一判断基于一个“毫无疑问的证词”：塞内卡，他本来很少尊重他，但他称伊壁鸠鲁的道德是“神圣而正确的学说”，尽管与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形成鲜明对比。甚至自斯多葛学派以来的伊壁鸠鲁也从黑格尔饱受诟病的神学中获得了积极的一面：《Intermundia》中的诸神“只不过是普遍的普遍性”——而现代关于上帝作为“至高存在”或“être suprême”的说法尽管具有优越感，但并没有更进一步（V 8.128-131）。

希腊哲学的第三阶段比第二阶段更严格地属于罗马世界：“亚历山大哲学”。黑格尔这样称呼它，主要是因为“新柏拉图主义”这个词缩小了它的特征，超越了古代哲学流派。但它更确切地说是早期原则的统一，“之前一切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它的否定。因为它的直接前提，尤其是怀疑主义，是“自我意识本身的回归，这种没有客观性的无限主观性”，“消灭一切客观事物”和“通过纯粹的、无限的抽象本身来满足意识”。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哲学“并不是通过逃避目标来给予幸福，而是本质上通过朝向目标的方向来给予幸福”； “从世界的丧失中，创造了一个世界，它同时在其外在性中保持内在性，因此是和解的，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灵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精神“在自身内部突破，再次从主观性走向客观性，但同时走向理智的客观性，走向精神和真理中的客观性”（V 8.159-168）。

通过对约翰福音 4:24 的暗示，黑格尔还表明，他认为亚历山大哲学在意识历史方面与基督教相似。从历史上看，这种联系在他视为狭义新柏拉图主义史前史的人物中变得有形：斐罗、卡巴拉和诺斯替主义。黑格尔还谈到了普罗提诺对诺斯替派的讨论。普罗提诺反对他们，主张“可理解的事物与真实事物之间的联系”。普罗提诺也将“很多个体美”归功于黑格尔，他特别强调了亚里士多德的νοῦς和νοτόν统一思想。但他认为普罗克洛斯高于普罗提诺，因为在他那里“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普罗提诺的思想比普罗提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发展和明确”；在他身上，人们可以找到“新柏拉图主义者中最发达、最优秀的人”。从普罗克洛斯的“最精明和最广泛的一体辩证法”中，最高三位一体的时刻本身再次被视为整体，黑格尔也为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观念架起了一座桥梁（V 8.169-191；见第二章8.3）。

9.9.6 中世纪

（1）哲学史的“第二时期”和第一时期一样，长达一千年——但黑格尔却穿上了“概念七联靴”，以便迅速“克服”它。他只是犹豫地赋予了这个“发酵时期”（V 6.276）一个独立的地位。他们的历史也非常不均匀：教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经院哲学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松散的顺序出现。在方法论上，黑格尔的表述也与其他两个时期的不同：它不是从源头发展出来的，而是建立在最近的哲学史的基础上的——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它的最强点。尽管由于任务的艰巨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奇怪的是，黑格尔没有通过自己对资料来源的研究来探索这一时期，尽管与我们对上帝一无所知的现代浅薄形成鲜明对比，他一再赞扬经院思想家，因为他们的著作实现了神学和哲学的统一（V 9.10，GW 18.230）。

（2）在第二个时期，哲学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塑造了它的性格：它必须掌握“基督教的思想”，而这个“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构想”。因此，黑格尔并不把这种联系理解为哲学对宗教的依赖——恰恰相反。宗教在历史上先于哲学，但是：“为了掌握基督教的思想，人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这一思想本身，并认识到这才是真理”； “必须承认观念、具体、精神作为精神的真理，这是教会教父的独特形式”：“他们根据哲学观念制定基督教原则，并将哲学观念融入其中，从而发展出基督教教义概念。” (V 9.3,5,10) 这里非常明确地主张思想高于历史给定内容。这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可言。即使思维指的是历史上给定的内容，也无非是“人内在的精神想要在待解释的话语中认识自己，并且除了人内在的事物之外无法认识任何其他东西”（V 9.13）。当黑格尔用“上帝本身存在并为之而存在的东西就是精神”（V 9.1）来表达“基督教的观念”时，这无疑是这句话与圣经词（约翰福音4：24）相比的含义：这个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世俗的、特殊的不再是直接的，而是被视为普遍的、理智的，因为它的根源和真理在上帝之中，因此上帝被认为是具体的。” “上帝被认为是自我独特的、具体的，其中存在中介，与我们所谓的意识的联系，使人在上帝中看到自己的根源。”因此，“基督教的观念”被包含在精神自我认识的一般过程中，“自身上升到其自我意识的这一立场”。 （V 9.4 f。）

(3) 然而，黑格尔在他的讲授中远远超出了思想与特定宗教内容之间的关系。在《摩西·迈蒙尼德》中，他简要地谈到了犹太哲学。他还报道了阿拉伯人的哲学，特别是他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接受——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发展了科学和哲学，但没有进一步定义具体的想法”。在世界历史事件——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下，他更详细地谈论了经院哲学家。对他们来说，思维“受到绝对预设的折磨”：“思维似乎并不是从自身自由地进行，在自身内部移动，而是依赖于一个给定的内容，该内容是思辨的，但其内部仍然包含直接存在的模式”，即宗教观念的形式。

然而，黑格尔留下了“文学史”的详细介绍，他将自己限制在“强调外部课程的主要时刻”（V 9.31）：他简要地报告了约翰·司各脱·埃留根纳、安塞尔姆和阿伯拉德、纳瓦拉的彼得、托马斯·阿奎那、约翰内斯·邓斯·司各脱和阿尔伯特·马格努斯——但这些报告实际上仍然是外部的。他简短地提到约翰·查理尔（Johann Charlier）和雷蒙德·冯·萨邦德（Raimund von Sabunde）是“神秘主义者”。他更详细地报道了当时教会教学理念中奇异的独创性的轶事。在所有这一切中，黑格尔能够认识到“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V 9.45），但没有认识到哲学思想的真正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在实在论和唯名论之间关于一般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争论中最为明显，在“这个一般是否存在于现实中还是只是名义上的主要问题，即主观观念或思想事物的主要问题中。”（V 9.41）（4）奇怪的是，黑格尔认为他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视为第二个时期的最后形式，而不是第三个时期的开始，因为他在这里强调的要点——对人类自由的坚持、世俗的内在权利、古代哲学的复兴、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特殊个体”——可能更好地归因于现代，尤其是因为黑格尔从明显的新新教的角度将其解释为实现“新教原则”的决定性阶段。主体性”，实际上是“人与自身和解的开始”：“在这里，主体性原则、与自己的纯粹关系、真正的自由的原则，其他一切都以此为基础，不仅得到了承认；而且还得到了承认。”相反，它只是要求这仅在邪教、宗教中重要。”“现在基督教以精神敬拜上帝的诫命才得到履行。神，一个灵，只有在主体自由灵性的这种状态下，才能与灵发生联系；一个缺乏自由的主体不会在精神上表现出来，不会在精神上敬拜上帝。这是原则的一般性。« (V 9.62 f., 65) 黑格尔的宗教改革观点主要基于路德宗的圣餐教义；与它相矛盾的方面——比如称义教义或圣经原则——都被默默地忽略了，就像路德教的正统教义一样，路德教的正统教义直到18世纪中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他指出，在走向“主观性”的过程中，“教会教义的哲学发展被搁置了”； “天主教教义中有更多的哲学和思辨”；在新教的教义概念中，内容“更多地以历史性的形式呈现，这使得教义变得枯燥”。但他认为正是这种缺陷强化了内在证据、“精神见证”的倾向。然而，黑格尔将这种“主观性”方向与哲学方向区分开来：“在新教教会中，主观宗教原则与哲学分离。但在她那里，它真正复活了。” (V 9.66 f.)

9.9.7 现代

（1）哲学中“主观性原则”的真正复活只有在其“与神学的统一”被瓦解之后才会发生。然而，它并不是一次性发生的，而是可以说形成了现代哲学史的“实质”。在它的开端，思维“作为一个主观的事物，其存在反映在自身之内，因此它与一般存在存在着对立。那么，我们的兴趣完全在于调和这种对立，理解调和的最高极端，掌握存在和思维的最抽象、最高的划分。从那时起，所有哲学都对这种统一感兴趣。”（V 9.71）（2）现代哲学以各种形式追求这一兴趣，也追求那些乍一看无法识别的问题，例如：在这里，黑格尔也试图平衡总体问题与细节的处理，《朋友协会版》将这一章（基于 Kolleg 1823/24）分为三个部分；但在其他学院中，黑格尔通过突出四对或三组来构建他的材料，其中一些形成对比，其中一些代表一个共同原则：培根和伯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以及马勒伯朗士）；洛克和莱布尼茨（以及沃尔夫）；康德、费希特和谢林将其他哲学家归为这些主要群体之一。

(3) 第一对非常不平等的一对，英国大法官和德国鞋匠弗朗西斯·培根和雅各布·博姆，在“现代哲学的前一个时期”仍然迷恋黑格尔——这对于培根的“De Augmentis scientiarum”来说充其量是合理的，但对于他的“Novum Organum”则不然。黑格尔几乎总是称他为“经验哲学的军事领袖”。尽管这个标题看起来并且常常带有贬义，但黑格尔却以尊重的态度描绘了培根哲学的图景：他“在科学和哲学史上是非凡的”，因为他“建立了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方法和关于知识程序的一般原则”。思辨知识可以“与这种知识做高尚的事情，但对于科学思想来说，有必要发展内容的特殊性”。经验的概念必须但可以简洁地概括：“经验不仅仅是感官的接受，而且本质上关心的是发现普遍性、规律、类型，并且在产生这些的过程中，它产生了属于思想、概念的基础的东西，并且可以被吸收到概念的基础中。”黑格尔甚至更进一步：他将经验主义归结为哲学的基本功能：“如果没有经验科学的训练，哲学不可能比古代人取得更进一步的进步。” (V 9.75 f.)

黑格尔对“条顿哲学家”伯姆的态度自他在耶拿的岁月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他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与内容相关的东西，特别是三位一体的观念，并且他看到他“无限地高于无限、永恒、至高无上的存在等的空洞抽象”。但他对“执行中的野蛮行为”感到不满：“这是一种野蛮的再现和表达形式，是他的思想和语言之间的斗争，而斗争的内容是寻求统一最绝对对立面的最深刻的想法。”总的来说，他认为伯梅近年来被授予“太多的荣誉”——这是针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谢林和弗朗茨·冯·巴德尔的。然而，最重要的是，阅读《伯姆》需要与阅读一般宗教文本相同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必须熟悉这个概念，才能以这种极其令人困惑的方式找到真理”（V 9.78-87）。 “实际上”只有笛卡尔才谈到“新世界的哲学”。

（4）只有在笛卡尔那里，黑格尔才看到了自新柏拉图主义者以来就被中断的“真正的哲学”的开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家里，像船夫一样，在长时间的漂泊之后终于可以称呼‘陆地’了。”在那里，他看到“自由思考”再次出现在这里：“思考是一个原则；应该有效的东西只有通过思考才有效。”然而，在这里，不仅思想与存在的不可分离性，而且思想高于存在的首要性都得到了明确的陈述和有条理的证明——无论是在笛卡尔将“我思”作为哲学不可动摇的基础的出发点中，还是在第五沉思中对上帝的证明中。然而，黑格尔相信他能够表达他的哲学的主观性历史驱动力，而笛卡尔本人比他们的作者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驱动力：“自由的利益位于最底层”，但笛卡尔“并没有强调这一点”，而是将其隐藏在对“确定性”和避免错误的利益背后（V 9.90-102）。

黑格尔批评了第二点：笛卡尔确实确立了“思想与存在的统一”这一原则，但他未能证明其同一性。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把这个话题交给了追随他的形而上学。在斯宾诺莎的基本概念中，在“绝对实体”的概念中，也表达了“思想与存在的统一”——然而，这里没有思想的首要地位，甚至以包括个体灵性在内的一切特殊事物被视为纯粹的修饰，从而作为某种最终不真实的东西陷入“单一绝对实体”的深渊——并且反对这种“主体自由的观念的反抗”。黑格尔认为，考虑到斯宾诺兹体系的形式，这种愤慨是可以理解的：“精神不同于物质，是实体的、真实的，不仅仅是一种匮乏或否定。自由也是一样，它不仅仅是匮乏。”活泼、灵性、自由可以在思想本身中得到体现——但斯宾诺莎在这方面并没有成功，他的体系中的这一缺陷通过莱布尼茨的个性原则以及洛克（V 9.102-113）得以整合。

（5）然而，黑格尔对洛克和莱布尼茨的论述所强调的并不是对斯宾诺莎主义缺陷的补充，而是他们在个人取向上的对立。洛克的“短思维”是从个体中推导出普遍性，一方面这种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普遍性比个体晚于意识。但洛克忽视了关于将军地位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这些一般性决定本身是真实的吗？它们从何而来，不仅在我的意识中、在我的理解中，而且在事物本身中？”因此，思维与存在统一这一伟大主题在此不再进一步展开。洛克仍然陷于“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之中——但黑格尔并没有隐瞒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普通科学的方式”——而这正是洛克的伟大影响的基础：正是这种“推理思维的哲学化，现在已经变得普遍，通过它，精神地位的整个革命已经出现”。 (V 9.116-123) 奇怪的是，黑格尔虽然对洛克和莱布尼茨进行了对比，但并不是基于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莱布尼茨的《新论文》之间的对比。他确实提到了莱布尼茨广泛的科学和政治效力，以及他的“神正论”——“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但对我们来说不再那么有趣了。”但除此之外，他主要讨论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预先建立的和谐”学说：通过这一点，他将斯宾诺莎的“绝对统一原则”与“个体实体的绝对多样性”进行了对比——个体实体只有在上帝中才作为单子统一起来——并通过这一点，他弥合了笛卡尔二元论所开辟的思想和扩张之间的鸿沟（V 9.128-136）。

（6）黑格尔认为，迄今为止所认为的广义“形而上学”是一种从一般智力决定出发，并将观察和经验与之结合起来的思想形式。他称赞她“将思想的对立面带入意识，并将兴趣引向解决矛盾”。但这种分解“是由上帝决定的。因此，所有这些矛盾都在上帝身上得到了解决”。但这意味着它们只是被断言为已解决，而不是被理解——因为要发生这种情况，就必须证明“对立面及其预设的无效性”。这就是现代形而上学落后于希腊形而上学的原因：在后者中，“对立发展为绝对矛盾，即比旧哲学更加深刻，即发展为比旧哲学更高的东西”。然而，他们的决定只能推迟到来世。

为了对抗这种向超凡脱俗的倒退，人们试图寻找人类精神中固有的坚实原则：“一种现世的、智能的支持已经出现，现世的原则是从所谓的常识、常识、自然感觉中得出的。”黑格尔在这里提到了法国和苏格兰哲学以及德国启蒙运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领域，包括对宗教的批判，他在大卫·休谟中看到了这一方向的杰出代表，休谟特别是通过他对经验概念的批判，“直接过渡到康德哲学”（V 9.140-146）。

（7）随着现代德国哲学——康德、雅可比、费希特和谢林的提出——黑格尔总结了心灵到达自我意识的漫长道路——因为这种哲学始于“自我意识”或“我”，即始于“主体性原理”。然而，他的演讲重点最初是关于这些设计及其背景的详细信息——它们的相互批评和内部发展，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到费希特更一致的发展，以及雅可比对谢林“身份体系”的批评。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认为“真正的思辨再次出现了”——尽管有缺点，即对立面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冷漠被假定，但没有被证明”。另一方面，黑格尔概述了如何提供这一证明：即“以便主观和客观在其逻辑决定中分别受到检验……，然后从中得出主观是这样的，是要转变，而不是保持主观，而是使自己成为客观的，而客观是这样，不是保持主观，而是使自己成为主观的。” “但是谢林在他的演讲中没有考虑到逻辑性”——只有通过它们，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才被认为是真理。但尽管有这样的批评，对他来说，谢林仍然是“哲学中最后一个有趣的、真实的人物”（V 9.182,184,188）——这种高度评价与已故谢林的不断努力形成鲜明对比，他不仅将黑格尔的哲学简化为“插曲”，而且到处诽谤它（SW I/10.126-161）。

(8) 在对谢林的这种批评的模式中，黑格尔指出了对比的正确调解应该如何概念化——但他没有将自己的哲学呈现为对哲学史所有难题的完美解决方案。相反，他简要地概括了其发展的主要时刻，从古典希腊哲学的“观念”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具体观念”，再到将绝对理解为“精神，作为认识自身的观念”。他看到了主观与客观之间对立的真正解决与和解，“认识到这种对立，达到绝对的极端，就会自行消解”，而“永恒的生命就是永恒地产生这些对立，并在同一性中永恒地建立它们”——然而，这并不是像从这个表述中看起来的那样，在一个最终静止的游戏中，而是在一系列必然从彼此中出现的心理形态中，而绝不会继续进入空虚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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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黑格尔将“哲学史的终结”理解为在他之后将不再有任何哲学，并且一系列的智力形成将随着他而终结，那将是荒谬的。他的学生v. Griesheim甚至在这里记录了这句话：“一系列的智力形成现在已经结束了。”但另一方面，这个“暂时”——如果黑格尔应该这样说的话——并不标志着现在是任意的。对于黑格尔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观点，即整个哲学史的内部结构和运动得到认识的时间点，不是通过对未来最终状态的仓促预期，而是通过回顾其从开始到黑格尔现在的历程。

这种回顾揭示了自己是精神的作品——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最内在部分，作为历史，它总是具有自我指涉的知识结构。 “Tantae molis erat se ipsam cognoscere mentem”（W，在同样的背景下，他将精神的这项工作，绝对是艰苦的工作，描述为“精神本身的生命”，而且——可能用他在耶拿演讲中的话——不仅作为一种艰苦的发展，而且作为“有限的自我意识与出现在其自身之外的绝对自我意识的斗争”（W XV.689）。世界历史和，在其哲学史的核心就是这场斗争，而斗争的终点就是他们的目标。

学院： 1805/06； 1816/17； 1817/18； 1819； 1820/21； 1823/24； 1825/26； 1827/28； 1829/30； 1831/32（开始，由 C. L. Michelet 继续）。 – 首次印刷： W1 或 W2 XIII–XV。 – 文本： a) 手稿： GW 18.33–111； V 6.1–81。 – b) 后记： W XIII–XV； GW 30/1–5（先前版本：V 6–9）。 – 来源： 摩西·迈蒙尼德：perplexorum 博士 […]。巴西利亚亚科1629；约翰·洛克：一篇关于人类理解的文章。 2卷。伦敦81721；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新论文，见：拉丁和法国哲学著作。鲁德编辑。埃里克·布里德.阿姆斯特丹/莱比锡 1765；雅各布·布鲁克（Jakob Brucker）：《历史批判哲学与世界的不稳定性与我们的理论演绎》。 4卷。唇形科 1742–1744；迪特里希·蒂德曼：思辨哲学的精神。 6卷。马尔堡 1791–1797；约翰·戈特利布·布勒：哲学史教科书。 8卷。哥廷根 1796–1804；威廉·戈特利布·坦尼曼：哲学史。 11卷。莱比锡 1798–1819；布勒：科学复兴时代以来的现代哲学史。 6卷。哥廷根 1800–1804；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论印度教徒的哲学。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汇刊。卷。 I. 伦敦 1824 年、19-43、92-118、439-466、549-579。 – 文献： Lutz Geldsetzer：19世纪哲学史的哲学。论史学的科学理论与哲学思考.迈森海姆 1968；沃纳·贝尔瓦尔特斯：柏拉图主义和唯心主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2 年；约瑟夫·奥马利、基思·W·阿尔戈津、弗雷德里克·G·韦斯（编）：黑格尔与哲学史。海牙 1974 年；克劳斯·杜辛：黑格尔和哲学史。古代和现代的本体论和辩证法。达姆施塔特 1983；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 / 盖伊·普兰蒂·邦杰（编）：黑格尔体系中的逻辑和历史。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9；佩特拉·科尔默：哲学史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批判性的考虑，特别是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性考虑。弗莱堡/慕尼黑 1998； Jens Halfwassen：黑格尔和晚期古典新柏拉图主义。对黑格尔思辨和历史解释中的“一”和“理性”的形而上学的研究。 HSB 40 (1999)； Jaeschke：哲学（§§ 572–577）。见：黑格尔百科全书，编辑。施纳德巴赫（2000），375-466；大卫·A·杜奎特（David A. Duquette）（主编）：黑格尔的哲学史。新的解释。奥尔巴尼 2003； Dietmar H. Heidemann / Christian Krijnen（主编）：黑格尔与哲学史。达姆施塔特 2007 年。




    黑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学派
    

    


9.10 上帝存在的证明

9.10.1 传统

(1) 黑格尔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讲义》在几个方面构成了他的教学背景中的一个特例。虽然所有其他讲座都致力于他的“体系”的各个学科，但他从 1829 年夏天开始的讲座“de existentiae Dei demoibus”讨论了一个与逻辑和宗教哲学都有联系的具体问题。最早的编辑——康拉德·菲利普·马海内克和布鲁诺·鲍尔——将它们附在宗教哲学讲座的版本中，因为黑格尔已经在其背景下处理了上帝的证明。

1829 年夏天，黑格尔中断了他通常的两场四到五个小时的讲座，正如他在普鲁士教育部长诉阿尔滕施泰因案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不佳，也是为了获得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研究我的新版《逻辑学》”（16.5.29）。为此，黑格尔本可以重复之前的一个讲座，而不是设计一个新的讲座，但他只讲了一个小时的上帝证明讲座，这样就减轻了时间负担。

（2）与迄今为止讨论的学科相比，《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讲座》的来源不是学生的讲义（可能与黑格尔讲座手稿的片段结合在一起），而是——据我们从以前的编辑的信件中得知——一份现已丢失的黑格尔的“公平副本”——因此，除了他的出版物之外，它是黑格尔笔下最广泛的、尽管是零碎的文本。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关于本文的地位及其起源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明确的回答。他的第一位编辑马海内克报道说：“这本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的著作，是他自己亲手写成的，并分为他在一年夏天公开发表的有关该主题的讲座，但尚未完成，他认为他会在去年冬天完成，几天后死亡带走了他，当时他刚刚咨询了这些作品的出版商。”玛丽·黑格尔 (GW 21.403) 的一份报告也证实了出版的意图，并由日期为“1831 年 10 月 1 日”的出版合同证明。 （GW 18.395-399）。

(3) 因此，黑格尔的手稿似乎是为 1829 年夏天的讲座而写的，而且它也有许多措辞特征，使其符合讲座手稿的条件——包括：对本学期教学主题的开头考虑，对之前内容的引用（而不是“上面”或“下面”），以及传统的结束语“1829 年 8 月 19 日关闭”。以及今年夏季学期的十六个讲座的划分。另一方面，各个讲座的发展程度截然不同，黑格尔还多次将他的文本称为“论文”——这对于讲座手稿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4) 人们可以尝试通过两个假设将对比鲜明的解释——讲座手稿或论文——联系起来：(1)黑格尔已经将他 1829 年的演讲基于一份经过编辑印刷的手稿，但同时具有讲座手稿的重要特征，(2)他在 1831 年夏天修改了这份手稿，以期出版——解释了相关特征。然而，他的手稿必须显示出这一修订的痕迹，而信件中则提到了“公平的副本”（GW 18.396）。因此，我们必须添加进一步的假设，即黑格尔（3）至少修改了他的手稿的开头部分，同时将其放入一个公平的复制版本中，然而，该版本保留了演讲特征并仍然包含原始的结束语 - 但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不满意的假设网络。

此外，次要证据相互矛盾：虽然 Marheineke 写道，他“打算在去年冬天找出上帝的证据”（GW 18.395），但 Marie Hegel 报告说，她的丈夫“致力于”准备这份手稿，以便在 1831 年夏天印刷。然而，她也提到了此时已经发表的其他项目：“关于 Ohlert 和 Gans 的评论 [大概读作： Görres]——一篇关于改革法案的文章”（GW 21.403）。最好的情况是，黑格尔可能仍在 1831 年夏天进行《戈尔雷斯评论》（见第二章 8.7.8）。因此，无法对证明上帝的文本的性质及其写作时间做出安全的决定。

(5) 对于《论上帝的宇宙论证明》片段的年代测定来说，这更不可能。它可能不是演讲稿，而是一篇论文的片段，其中还涵盖了上帝甚至宗教的其他证明。由于与康德文本的接近，几乎像学生一样的接近，它可能来自更早的时间，也许来自纽伦堡时期。在其中，黑格尔在课堂上讨论了上帝的证明，他当时也提到了这样一个项目（GW 18.400-402）。

9.10.2 在系统中的位置

(1) 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首次表明了关于上帝证明的计划，在对早期的、不充分的上帝证明形式的批评的背景下：“然而，我将把它留作另一个机会，以更多地阐明逻辑形式主义给本体论带来的多重误解，以及其他所谓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以及康德式的批评，并通过建立它们的真正含义，潜在的想法« (GW 12.129) 本公告不能提及《百科全书》中的评论，因为黑格尔在撰写公告时尚未计划出版《百科全书》，而这距离他有机会搬到海德堡还有几个月。

在这里，特别是在他的开场白中，黑格尔将上帝的证明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本体论的证明——置于逻辑的背景下：他选择了一个对象，“与今年夏天的逻辑讲座相关，并构成对其的一种补充，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形式上，因为它只是逻辑基本规定的一种特殊形式”。但这并不否认上帝证明与宗教哲学之间的关系，因为从内容上来说，上帝证明属于宗教哲学。这给人的印象是，上帝的证明在形式上属于逻辑，在内容上属于宗教哲学——但黑格尔修改了这种印象：它将表明，宗教哲学“只要它是一种科学哲学，逻辑就不会崩溃，根据我们目的的最初表现，逻辑不仅构成了形式方面，而且实际上同时也是内容的焦点。” （GW 18.228）

（2）黑格尔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讲授是“不合时宜的反思”：上帝的证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誉，事实上，它们已经声名狼藉，不仅仅是因为康德式的证明证明它们失败了，而是因为它们属于以前的形而上学，“我们从它们干涸的荒凉中把自己救回活生生的信仰，从它们干涸的理解中我们再次上升到宗教的温暖感觉。”然而，黑格尔正是想通过他的讲授来克服这种思维与感觉之间的对立。上帝的证据“源于满足思考和推理的需要”。在第一讲结束时，他就给出了他想要处理他的主题的“一般含义”：即，上帝的证明“应该包含人类精神对上帝的提升，并将其表达为思想，就像这种提升本身就是思想的提升并进入思想领域一样。” (GW 18.229,234) 在《百科全书》中，黑格尔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这些证明只表达了所表达的情感的内容和内容”，即“将情感精神提升到上帝”（§ 398）。

黑格尔的讲授内容非常广泛。它是关于证明（II），关于中介和直接性（III），关于感觉（IV），关于认识上帝（V），关于形而上学和其他上帝证明之间的区别（VI），关于自然神学中上帝的概念（VII），关于上帝的众多证明（VIII）以及关于上帝证明的系统学 - 已经从康德那里知道（IX）。仅从讲座第十一讲更仔细地探讨了“从世界的随机性到世界的绝对必然性的推论”；讲座 讲座 想要从有限的“存在”转向无限的“存在”是荒谬的。因为在这里，有限性被设定为“绝对”，偶然性与绝对必然性分离，因此其本身被提升到必然性的地位。讲座 讲座 为了说明这一点，黑格尔引用了绝对必然性的概念如何在宗教历史中以“更具体的形象”呈现出来。黑格尔在泛神论中找到了绝对必然性概念的具体宗教表达——在这里黑格尔重复了他对泛神论通常观念的众所周知的批评（参见GW 19.8-10）；然后，他转向这一观点的哲学形式，转向将上帝确定为独一或“存在于一切存在中”（参见 JWA 1.39）、“绝对实体”或“自因”的“实体体系”——这些概念也是通过雅可比的调解而给出的。

(3)“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讲座”由此引发了对雅可比的详细讨论； “康德”这个名字，以及康德对宇宙论证明的具体批评，根本没有出现在其中。黑格尔的批评是针对雅可比的，因为他开启了时间向“信仰”和“情感”的转变。因此，他用雅可比来表明他，“直接知识和信仰党的领袖，通过考虑思想而如此拒绝理解，无法超越纯粹的理解”。至此，黑格尔的讲座结束了——尽管最后的公式是“1829 年 8 月 19 日结束”。这个结束不是结束，而是决裂。甚至在第十六讲的最后部分中关于亚里士多德、巴门尼德和斯宾诺莎的评论似乎也远没有以前那么成功。它们甚至可能没有形成处理宇宙论证明的结论——而且黑格尔无论如何也没有抽出时间来处理这里的目的论甚至本体论证明。他在关于宗教哲学的讲座中讨论了它们，每一个都在宗教历史阶段的“形而上学概念”的背景下（V 4/5） - 但这些陈述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

(4) 埃克曼报告说，他告诉歌德，黑格尔读过一本“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大学”，并且“歌德同意我的观点，认为这样的讲座不再合时宜”。 (HBZ 402) 因此，歌德——就像他之后的许多人一样——仅仅从学院的名称就可以得出结论，黑格尔打算在前批判的自然神学中复兴上帝的证明——而这可以说是在法国七月革命前夕。但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不真实的了。黑格尔提醒我们上帝的传统证明的意义，提醒我们对上帝的“思维提升”的必要性，而不是他的同时代人放弃理解性思维并退回到“活泼的信仰”和“温暖的感觉”（GW 18.229）。然而，这种“思维的提升”必须摆脱以往形而上学的智性形式；正如黑格尔在对雅可比的讨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它甚至必须克服有限与无限的固定的智力对立，其中“绝对内容”实际上无法被掌握，并且它必须根据“逻辑科学”和“哲学史讲座”的指导方针重新定义概念与现实之间、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这些变化的革命性不亚于康德对上帝证明的批评，这并不影响有限和无限的概念，甚至不影响人格上帝的观念。它只是否认这样一位上帝的存在可以从概念上得到证明；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批评否认了这样一个上帝的概念。 ——这一点在其历史第一阶段（三月前）发生的争端中是众所周知的。

学院： 1829。 – 首次印刷： W1 XII.289–483，W2 XII.357–553。 – 文本： a) 次要传统： GW 18.228–336； b) 后记： 黑格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讲座。乔治·拉森编辑。汉堡1 1930，ND 1973，1–72（后记维尔纳）；未来的 GW 29。 - 文献： Dieter Henrich：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图宾根 1960；沃尔夫冈·克莱默：上帝的证明及其批评。审查其证据价值。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67 年；迈克尔·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说是一部神学政治论文。柏林 1970 年；哈拉尔德·克努森：德国唯心主义中上帝的证据。康德、黑格尔和魏斯提出的绝对的模态理论论证。柏林/纽约 1972 年；扬·罗尔斯（Jan Rohls）：神学与形而上学：上帝及其批评者的本体论证明。居特斯洛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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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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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三月前时期早期的哲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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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时代意识

(1) 尽管七月革命终结了法国的复辟时期，但除此之外，它带来的社会变革微乎其微——而在当时的各个德意志邦国，这种变革自然就更少了。然而，随之而来的“三月革命前”时期（Vormärz）在德国同样以显著的意识转变为特征。这种转变肯定不仅仅源于这一政治根源——即希望或担忧在德国复辟的日子也屈指可数——而更多是源于虽然刚刚起步但仍在不断推进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精神领域也发生了一种转变，并且由于代际更替，这种转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随着黑格尔（1831）、歌德（1832）、施莱尔马赫（1834）和威廉·冯·洪堡（1835）的相继离世，在短短几年内，一个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表达了“时代精神”的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这些精神代表人物的离世，古典德国哲学的时代宣告结束，同时——正如亨利希·海涅立刻指出，且如今看来并非没有顾虑的那样——“歌德的艺术时代”也宣告结束（参见第II.9.7.4.3章）。

在哲学史中，今天的这种时代断裂常常被冠以“形而上学的终结”甚至“德国观念论的崩溃”的标题，这与其说是把握，不如说是招贴式的标榜。在当时德国也已拉开帷幕的早期工业化时代、严峻的社会后果以及经验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压力下，形而上学的体系似乎像纸牌屋一样坍塌了。然而，这种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解释，只不过是将当今思维活动与古典德国哲学的距离，倒摄入了那些年的意识之中。向历史的回溯不仅展现出一幅要丰富、差异化得多的画面，甚至展现出一幅部分截然相反的当时意识状态的图景。

这种常见的误解根源于将哲学史上的时代概念与“三月革命前”时期的质的概念混为一谈——类似于我们在将“德国观念论”的时代概念与当时观念论哲学的质的概念相混淆时所观察到的情况。“三月革命前”时期首先指的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到1848年失败的三月革命之间的时代，其次在质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为三月革命作准备的“革命”思维活动，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维活动，以及紧随其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著作。然而，由于当代哲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一思想流派上，（在质的意义上的）“三月革命前”的哲学便与“三月革命前”时期的整个哲学画上了等号——仿佛前者是后者的特征，或者甚至完全填满了后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且绝非边缘的，甚至在当时是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不仅退居幕后；它们还被遗忘了。然而，“三月革命前”时期的哲学（在时代概念的意义上）只有极小一部分是“三月革命前”的哲学（在质的意义上）。因此，那个由卡尔·洛维特所塑造的、受困于“19世纪思维活动中的革命性断裂”的常见图景，更像是一幅漫画，而不是对整个“三月革命前”时期哲学的恰当呈现。

(2) 正如一个时代已经结束的意识一样，当时的一个群体的感受同样具有特征：他们不再生活在旧时代，但也没有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中，而是——借用末世论的说法——生活在“时代之间”（Gedö 1995）。“旧的纪元”已经结束，但那个被预感到的“新纪元”最多只隐约可见，尚未真正降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未决状态——一种由不合时宜的、衰败的旧事物与尚未形成其固有形态的新事物混合而成的模糊状态。

(3) 这种不确定性的表达，特别体现在这二十年间直至1848年失败的革命之前的文学中——在海涅、伯尔纳以及“青年德国”那里——同时这也意味着：它反映了一个在文学上虽然引人注目、但在数量上微乎其微、影响力也不大，甚至被排挤到孤立或流亡境地的群体的生活感受。相比之下，代表当时意识的，是对政治和社会变革趋势以及由其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反应：背离那种建立在自由与理性、即“思想”基础上的秩序，背离政治契约思想以及神学理性主义，而重新转向被信仰为坚固之物的东西，转向“实证的”东西，无论是在政治生活中，还是特别在宗教生活中。那些当时的政治和宗教复辟势力深知，对1789年革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1830年革命的这种广泛反动潮流正在支撑着他们。

(4) 黑格尔门徒们既没有分享这种、也没有分享那种生活感受，尽管他们后来的“保守”派别与复辟势力、正统派和虔敬派相近，而“进步”派别与“青年德国”相近。尽管黑格尔学派同样意识到了时代的断裂，但他们部分地将其把握为原则奠基与细节阐发（乃至普及）之间的差异（米希勒 1841，5页及下页），部分地将其把握为概念的“完成”与“概念的实现”、精神原则的实现或“世俗化”模式——并且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其体系的详尽阐述，另一方面是其在现存现实性中的沉淀——也就是按照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讲授课中（参见第II.9.6.6章、第9.8.7章）勾勒的、被如此执着地忽视的模式。从这一点出发，就很容易把握后来向“行动哲学”（Stuke 1963）以及“改变”世界（MEW 3.7）这一口号的过渡。

出于同样的根据，这个“实现”的时代也构成了黑格尔接受史上的决定性阶段，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正如黑格尔哲学起源与体系形成的时代一样，其直接的接受史、弗朗茨·奥弗贝克意义上的“史前史”，也可以通过革命来界定：它始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之后不久，一直持续到1848年失败的德国革命。只有在后者之后，古典德国哲学的余波才因为行政措施而被釜底抽薪。而在这些革命之间，德国的哲学论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黑格尔哲学展开的论争——围绕其哲学概念，以及其塑造随着黑格尔之死而开启的新时代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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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为接受史基础的“朋友协会版”

(1) 随着黑格尔的离世，围绕其哲学的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开启了一个新的、决定性的阶段——正如雅可比受歌德启发，在回顾围绕斯宾诺莎学说的斗争时曾说的那样，这是一场类似于“天使长与撒旦为争夺摩西遗体的斗争”（JWA 1.91,119）。这场围绕其哲学的斗争的开端，或许部分地是由黑格尔的出乎意料的离世所引起的，即由于那种延续被其生命突然中断所撕裂的讨论语境的需要。但这可能也与这样一种哲学有关，它如此鲜明地试图表达并实现时代的普遍特征，即“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时代”（参见第II.8.1.2章），并因此以一种突出的方式成为同时代人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澄清的对象。

但决定性的或许是另一回事：与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著作不同，黑格尔哲学在其生前只受到了很少的公众关注和探讨。其真正的接受史是在其死后才开始的，这又与上述关系最密切的哲学家形成了对比。《精神现象学》以及《逻辑科学》都是在古典德国哲学早期（1801年左右）的哲学论争文化归于沉寂之后才出版的。康德、赖因霍尔德和费希特当时有些已经离世，有些不再参与公众论争，谢林也是如此，他几乎通盘保持沉默，仅在1812年被激怒而对雅可比作出回应（SW I/8.19–136）。充满问题的政治局势当然也阻碍了接受，这些著作的难度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因素。甚至连《法哲学原理》也只是在书评中引发了一些攻击，而未激起任何哲学辩论。与那些将黑格尔塑造为其时代哲学大帝的广泛流传的传说相反，他生前的影响仅限于他的听众席，仅仅辐射到了哈雷——甚至在柏林，它的影响也只是部分的。

黑格尔哲学接受史富有成效的阶段是在他死后才姗姗来迟地开始的——在那个被他的学生按照他的模式把握为精神事物实现的阶段。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哲学的形象，这个形象带有众所周知的模板和对立面，似乎已经成为这种哲学本身的整合环节，并对其直至当今的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像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之子）、克里斯蒂安·赫尔曼·魏塞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这样的批评家，分析了“在黑格尔离世的那个时间点”的哲学状况，将其塑造成一个“转折点”，并宣告“对哲学进行再次重塑的必然性”。与他们的意图相反，黑格尔门徒试图赋予其哲学一个持久的形态，以便能够将其融入到精神和社会的现实性中——并且是通过双重方式。

(2) 黑格尔哲学在当时毕竟没有首要地像康德通过他的三大“批判”那样、通过他的出版物发挥作用。他的早期著作本来就没有出版，同样没有出版的还有《耶拿体系草案》。他在耶拿时期的批判性著作在他柏林的岁月里至少部分已经绝版，而又没有再版，因此鲜为人知。相反，《精神现象学》的（原本只有750册的）第一版到1829年还可以买到；它在出版25年后才出了第二版——这也同样说明它没有获得广泛的接受；《逻辑科学》也是如此。黑格尔的作用特别是通过他在海德堡的两个学年、尤其是柏林的13个学年里的讲授课发挥的。自然地——除了一些听课笔记外——这些讲授课几乎没有传播到他的学生圈子之外。直到黑格尔死后立即成立的“往生者之友协会”，才以一种迄今为止史无前例、但很快又被施莱尔马赫的学生所效仿的方式，不仅重新出版了黑格尔已出版的著作，而且收集并出版了他的讲课手稿以及学生的听课笔记。因此，正是“往生者之友”创造了黑格尔文本全集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形象，它——伴随着其优点和缺陷——决定了直接的接受史，并且其影响至今仍能被感受到。

由于斗争的日益加剧，从一开始起，对这一形象的塑造工作就处于“哲学政治”和日益明显的辩护视角的支配下——当然不是在那种总是自命不凡地宣称文本被篡改了，或者“黑格尔遗孀”选择了“世界应该得到什么，不该得到什么”的意义上（等等，Beyer 1967, 564）。从她在黑格尔死后的一封早期信件中写下这句话的事实中，人们不能不加审查地推断出这个版本具有被篡改的性质。引导编辑排版的意图在于作品呈现的完整性——而这一目的支配着关于材料选择的决定。正是由于这一目的，而不是由于虔诚的“黑格尔遗孀”，所有那些本会瓦解或至少质疑“体系统一性”的文本——如早期著作和《耶拿体系草案》——都成了牺牲品。而且，思想在海德堡和柏林讲授课中的内部发展也被搁置和清除了，这都是为了展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仍然是表面的完整性。编辑的主导思想始终是，黑格尔的文本自己会说话，最多是某种拙劣的呈现方式可能引起误解。对于例如针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攻击，“往生者之友”用这些讲授课的一个新版本来回应，该版本现在也应该以黑格尔的手稿为依据。然而，事实证明，这个版本同样无法让这类攻击平息。相反，由于它与第一版存在差异，它只激起了更多的批评和假设，而新版本并不允许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V 3.XLIII–LIV）。

这种唯独应该让黑格尔自己说话的判断，甚至也决定了对《全面教学纲要》和《法哲学原理》之“附加语”的编辑，以及决定了最后一个部分的版本即卡尔·罗森克兰茨版的纽伦堡《预备训练》的文本选择。在序言中，他为其纳入黑格尔关于道德的论述提供了理由：“人们其实早就应该不再可能指责黑格尔体系不讲道德了。然而，如果虔敬派在柏林市中心，在那里对黑格尔体系的透彻了解本该弥漫在整个精神氛围中，谈论起黑格尔泛神论的放荡和粗鄙的自我主义，并附和其他关于该体系不讲良心和不道德的毫无用处的指控，那么人们只能感到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充满灵魂和感情深邃的驳斥，来反驳这些充满谎言的胡言乱语。” (W XVII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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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体系的进一步扩展

(1) 尽管对《友人协会版》中具有权威性的黑格尔言辞的说服力充满信心，但他的学生们并未就此满足。除了这种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展示之外，他们还提出了实现黑格尔体系的第二种形式：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对其进行进一步发展。部分人将黑格尔仅在讲座中涉及的体系学科写成专著——例如哲学史的某些部分；部分人将黑格尔哲学的主导观点应用于他本人未曾专门研究的领域——例如法哲学或美学的某些子领域。而且，这暴露出学生们脱离现实的、夸大的自我认知：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与黑格尔的作品等量齐观，甚至因为具有更宏大的“系统性”或“辩证性”阐述而将其置于黑格尔的作品之上——尽管他们本质上是靠着继承来的精神实质在维持。

后一种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要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能力限制在体系的子领域内——这不仅是因为学生们缺乏大师那种普遍性的视野，还因为对细节的专著式阐述需要更专业的侧重点。自福斯特在黑格尔墓前发表演讲（参见第 I.8.9 章）以来，这种对体系的拆分经常被比作亚历山大帝国在继业者之间的瓜分；但是，在此不应忽视，这种划分并非遵循某个战略计划，而是源于各自的哲学倾向和能力——而且，并没有发生继业者之间的战争。这些文献卷帙浩繁；可以列举出远超一百部——并且绝非无关紧要的——专著（罗森克兰茨 1878）。

在某些领域，有几位学生同时开展工作；作为基础学科的逻辑学，受到了众多学生的研究——例如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欣里希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利奥波德·冯·亨宁、约翰·爱德华·埃德曼、卡尔·韦尔德和卡尔·罗森克兰茨。主观精神哲学又由埃德曼、罗森克兰茨和朱利叶斯·沙勒进行了深入阐发（埃克斯纳 1842/44），法哲学特别是爱德华·甘斯的研究领域，最初卡尔·弗里德里希·格舍尔也参与其中，后来又有埃德曼和欣里希斯加入，而美学最初由克里斯蒂安·赫尔曼·魏塞——在黑格尔在世时，他在广义上仍自视为学生——研究，随后特别是海因里希·古斯塔夫·霍托和罗森克兰茨，最后是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菲舍尔和特奥多尔·蒙特。在哲学史方面，费尔巴哈、卡尔·路德维希·米希莱特和埃德曼值得一提。在这个领域，黑格尔的影响力持续不断地延续到三月革命前之后；即便是希腊哲学的历史学家爱德华·泽勒，也处于这一传统之中。唯有自然哲学没有得到延续。然而，尽管这种体系的延续倾向于保持其最初的规模，并且尽管围绕上述所有领域的讨论层出不穷，但对黑格尔的影响史起决定性作用的争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发生在一个单一领域：宗教哲学。而且，正如关于逻辑学或法哲学的争论一样，这场争论最初也并非在学派内部、“右翼”与“左翼”之间进行，而是作为学派与竞争派别之间的争论而展开。

资料来源： C. H. 魏塞：《论黑格尔逝世之际公众与哲学的关系。兼论我对哲学体系看法的简短阐述》。莱比锡 1832；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论黑格尔体系及哲学再次重构的必要性》。莱比锡 1833。– 参考文献： 弗朗茨·埃克斯纳：《黑格尔学派的心理学》。2卷。莱比锡 1842–1844；卡尔·罗森克兰茨：《黑格尔学派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参考书目》。11861。载于：《新研究》。第4卷。文学史。近代德国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史。莱比锡 1878, 440–462；威利·莫格：《黑格尔与黑格尔学派》。慕尼黑 1930；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想中的革命性决裂。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11941，斯图加特 51964及以后版本；卡尔·洛维特（编）：《黑格尔左派。著作选》。斯图加特-巴特康斯塔特 1962；赫尔曼·吕贝（编）：《黑格尔右派。著作选》。斯图加特-巴特康斯塔特 1962；赫尔曼·吕贝：《德国的政治哲学。对其历史的研究》。11963，重印版 慕尼黑 1974；霍斯特·施图克：《行动的哲学。关于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哲学的实现”的研究》。斯图加特 1963；威廉·拉伊蒙德·拜尔：《黑格尔友人协会版是如何诞生的。（摘自新发现的黑格尔遗孀信件）》。载于：《德国哲学杂志》 (1967), 563–569；彼得·科内尔：《和解的未来。启蒙运动、黑格尔以及黑格尔学派中的末世论与解放》。哥廷根 1971；乌多·克斯特：《文学激进主义。从青年德意志到黑格尔左派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意识与历史哲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2；英格丽德·佩珀勒：《青年黑格尔派历史哲学与艺术理论》。柏林 1978；赫伯特·施内德尔巴赫：《德国哲学1831–1933》。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3, 25–35；安德烈亚斯·格德：《时代之间的哲学。三月革命前围绕哲学概念的争论》。PLS 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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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围绕宗教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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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督教哲学与理性哲学

(1)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早在他生前就已经是其体系中争议特别大的部分。早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针对他哲学的攻击就越来越频繁——不是以哲学论争的方式，而是频繁地以匿名的宗教和道德猜疑的形式：黑格尔在柏林的同事、神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戈特特罗伊·托卢克似乎是第一个匿名指责他信奉泛神论的人（第1版1823, 234；第2版1825, 231）。这类攻击——尽管并不成功——在柏林大学内部也发生过，是由冯·凯泽林克发起的（Lenz 1910, Bd. 2/1.294）。泛神论的史学家戈特洛布·本雅明·耶什克理所当然地将黑格尔归入“泛神论”的名称之下（XXII, XXVII, XLIV），随后这一指控被那些告密文章所接受，针对这些文章，黑格尔不仅在他的讲授课中，而且在1827年第2版《全面教学纲要》的序言和第573节中，最后还在《科学批判年鉴》的答复中进行了自卫（参见第II.8.7.6章）。同样对于谢林来说，黑格尔的哲学也是泛神论——而且“并非斯宾诺莎那纯粹、宁静的泛神论”，而是一种人造的泛神论，“在其中，人们恰恰是为了假装想要拯救并维护神的自由，结果神圣的自由却丧失得更加可耻”（SW I/10.159 f.）。

(2) 在当时，这类攻击绝非毫无危害，泛神论争论、无神论争论和有神论争论就是明证（参见第I.6.2章，第II.4.3.1章及第7.1.1章；对照 Philosophisch-theologische Streitsachen 2012）。然而，在复辟时期，这类指控的滋生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因为通过新虔敬派和正在重新形成的正统派所带来的宗教生活态度的更新，与政治上的复辟结合在了一起。当时的这种剧变既有政治的、也有社会的根源；在政治上，这关乎与国家结构合为一体地同样去更新革命前世界的思想；在社会学上，可以将其描述为对虽然刚刚起步但却显著推进的现代化的早期反向运动，以及对由此初露端倪的宗教之社会分割的反向运动——即反对将其压制回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领域甚至被压制进私人生活。但正因如此，神学正统派和政治复辟势力的联盟获得了可观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到了1830年，在邻近柏林的哈雷，两位理性主义神学家格森纽斯和韦格沙伊德还因为神学上非正统（从而在政治上不可靠）而遭到告发（参见第I.8.8章）。

但即使在这样有针对性的告发之外，在复辟时期的条件下，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先前在作为“理性哲学”的哲学与作为实证宗教的基督教之间划出的边界线，现在被移入了哲学内部。哲学现在不应该与基督教相对立，而是应当唯一地在基督教的基础上被重新建立——作为“基督教哲学”。这个表达与传统的关于“基督教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ana）或“我们的哲学”（nostra philosophia）的说法相联系，自奥古斯丁以来，这种说法就将基督教与古代哲学相对立，将其作为新时代的精神态度。以类似的方式，新的“基督教哲学”现在应当与新的“异教”即启蒙哲学相对抗。“理性哲学还是基督教哲学”这个二选一的问题，决没有提出两个平等的、或许甚至可以互补的选项：当时为梅特涅效力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几部著作中宣告，启蒙运动传统的“理性哲学”彻底崩溃了，并且必须由一种“基督教哲学”取而代之。他称之为“基督教的”，是因为它建立在“启示”之上，并且不是建立在通过自然的启示或者雅可比先前所说的“内在启示”之上，而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实证的启示”之上。唯有这种启示才能为其他启示提供内在的支撑。

施莱格尔现在试图在对近代哲学史的一种“辩证的”构造中证明，这种“基督教哲学”是唯一仅存的选项。因为理性哲学或主观性哲学在费希特那里已经“达到了那个顶点，[…]在这条道路上现在已无法再被超越了，因而从这里出发，精神同样极其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反向的全新转变，一种从自我制造的无条件的思维活动的深渊中退回的回归，回归到对启示或者对神圣的实证事物的认识。”三月革命前时期对古典德国哲学理性概念进行批判的特征，并不是产生于这种理性与蓬勃发展的经验科学之间的对立，而是产生于这种理性在保障那些在宗教上被期望的成果方面的无能。因此，施莱格尔凯旋般地宣告了主观性哲学的终结：“虚假的自我的中心已经停止，并且不再存在了。”并且他断言，继续走理性哲学之路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在这条道路上，取代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那种毕竟还“高尚的不连贯性”的，充其量只能是“在空洞抽象思维活动的无限泛滥与涌入中，出现对一切神圣事物的绝对迟钝那种平庸得多的局限性，例如在黑格尔体系和著作中所发现的那样。”（Jaeschke 1989, 491–495）由此，战线就清晰地勾画出来了：施莱格尔的斗争针对的是理性哲学，这种哲学从“我”、从思考的主体中展开其内容，它将理性而不是将启示作为其基础及其断言的标准。他的论战既从宗教来源、也从政治来源中汲取养分。在其关于《时代的签名》（1820-1823）的论文中，施莱格尔重申了自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1790）以来人们所熟知的理性哲学与革命的等同——不过施莱格尔此时在“理性哲学”下理解的已不再是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而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他在“革命”下理解的也不再是1789年的革命，而是人们所担忧的未来的革命。

(3) 这种对“理性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对比似乎是施莱格尔首创的；至少他是第一个产生巨大影响地代表它的人。在为“基督教哲学”而战的过程中，他很快找到了众多战友——除了其他人之外，还有谢林。尽管谢林早先曾强烈反对施莱格尔，但在慕尼黑大学重新开始其教学生涯时（1827年），他明确地将自己的新哲学推荐为“基督教哲学”：“对我的哲学来说，真正决定性的名称是基督教哲学，而我严肃地把握住了这一决定性的东西。”“但对哲学而言，基督教不仅是权威，更是对象，不过这对象肯定变成了权威，因为基督教迫使我进行正确的认识，并教导我洞悉，用迄今为止的哲学是无法达到全体的。”（1827/28, 9,13）这一对立同样主导着他对“历史哲学”与“逻辑哲学”或“否定哲学”与“实证哲学”的对比；参见Jaeschke / Arndt (2012)。

(4) 在这种精神环境中，宗教哲学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隐约出现了一种结合，然而这种结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才一步步地产生了历史的影响：后来成为普鲁士保守派核心人物、但当时还在慕尼黑的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在其多次再版的、有影响力的《法哲学原理》中，借用谢林的话，接过了“基督教哲学”的口号。哲学必须依赖基督教，尤其是法哲学的问题，如果没有关于上帝人格性的基督教教义，就无法解决。然而，像黑格尔那样追问基督教必然性的哲学，却摧毁了宗教的本质（1830, Bd. 1.353–362）。但这现在已被克服：“哲学本身现在通过谢林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它承认，先天地不可能知道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创造、历史、上帝自由的行动、受造物自由的协作。”（1833, Bd. 2/1.17）。

(5) 另一种虽在宗教方面、但不在政治倾向上与这从谢林出发的思潮相融合的思想流派，与此汇合了。甚至在谢林讲授课开始之前，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就写道，思辨的最高目标历来就是在无条件者中认识人格性的上帝（1826, XXXVIII）。在黑格尔死后不久，他在其纲领性著作《论当今哲学的对立、转折点与目标》（1832）中，试图在这一意义上将黑格尔之死把握为当代哲学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上，他与克里斯蒂安·赫尔曼·魏塞不谋而合，后者在其同时期的著作《论在黑格尔离世时间点公众与哲学的关系》中，同样从反对黑格尔的“概念无神论”中汲取了他重塑哲学并将其对准人格性上帝的希望（1832, 34–41）。在费希特和魏塞周围，以及在他们创办的《哲学与思辨神学杂志》周围，接下来的几年里形成了一个松散结合的圈子，后来又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而瓦解，这个圈子以“思辨的有神论”或“晚期观念论”的名义，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巨大的影响。

(6) 针对这种在复辟圈子内提出、但也辐射到其范围之外的要求（即要求将整个社会生活，包括艺术和科学，都基督教化），黑格尔早在19世纪20年代的过程中就以一贯的清晰和日益增加的强度予以反击——尤其是在他1831年的最后一门课程中，也就是在法国七月革命之后，最为激烈：伦理和法律的国家生活本身就是这个领域中的神性，因此它吸收了整个早期神性的扩张（V 5.289）。由于这个根据，黑格尔构想的国家不是复辟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Jaeschke 1978），正如他的哲学不是“基督教哲学”一样。虽然两者，国家和哲学，都有着被基督教塑造的起源史；它们是从“自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而黑格尔同时将这一原则思考为“基督教的原则”。但单单因为基督教与表象的联系，它就不可能具有哲学奠基的功能，同样也不可能具有作为评判哲学成果的标准的地位。如果一个哲学概念将奠基的或具有约束力的定向功能归于基督教，它就会退回到中世纪“与神学的统一”中去，而近代哲学的独特性恰恰在于瓦解这种统一。类似地，这也适用于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参见第II.9.9.7章及第9.5.8章）。

(7) 当然，黑格尔的方法也包含一个旨在实现这种统一的环节：宗教与哲学内容同一性的定理。然而，尽管它似乎非常接近“基督教哲学”的纲领，但它却与后者截然相对，因为其论证的意义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基督教哲学”应当是在理性破产之后——或者至少是在对理性之不足达成共识之后——建立在宗教的基础和尺度之上的。而黑格尔的宗教与哲学内容同一性定理，一方面虽然包含了通过理性对宗教的合法化，但另一方面却包含了将宗教扬弃在哲学之中。黑格尔的同时代人非常清楚辩护与扬弃的这种矛盾心理——其中扬弃占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强烈否认内容同一性的定理，并抱怨逻辑范畴不适合把握“活生生的信仰”（Weiße 1829, 209–213）。

(8) 无论是在他的《答复》中，还是在《全面教学纲要》（1827）的“序言”中，黑格尔都反驳了已经针对他提出的指控（参见第II.8.7.6章及第7.2.3章）。然而，这种反驳很难说服任何一个批评者，反而可能会鼓励新的批评者。甚至接受史的这个早期阶段就已经显现出一个可以追溯到现在的特征：关于黑格尔（以及其他哲学家）哲学之基督教性质的斗争，很少是根据在神学上反思过的基督教概念的尺度来进行的。更常见的是，人们用一种前科学的、天真的对基督教的理解，来反对黑格尔把握宗教的尝试。既然宗教与哲学内容同一性的定理似乎如此坚决地承认了对宗教的基督教性质进行检验的权利，批评者们就自认为免除了遵循这一定理必然得出的规则的义务。所有那些其宗教兴趣未能通过黑格尔哲学得到满足、甚至受到伤害的人，都感到被召唤为批评者。他们在黑格尔那里找不到他们从宗教中熟悉的上帝形象，这就构成了他们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充分异议——并从中得出结论，要么完全放弃哲学，要么转向一种能满足其宗教渴望的“基督教哲学”。

隐含地，这种从天真的宗教性立场出发主导的针对宗教哲学的论战，同时也打击了科学神学的很大一部分——而且不仅仅是在该论战诉诸“德国人民的宗教感”及其“深邃的情感”的地方，或者在它反驳黑格尔的基督教真理标准时提出（即启示宗教之所以为真，不是因为它与理性和谐一致，而是因为它恰好是神圣的启示，并且“作为神圣的启示[…]在各方面都是神圣的启示”）（[Hülsemann] 1831, 210,14）的地方。甚至这些对黑格尔宗教解释的最初反应——后来在围绕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尔的斗争中得到加强——就已经在天真宗教意识与科学研究的神学之间发生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9) 围绕黑格尔哲学的基督教性质展开的斗争的第一阶段（1828-1831），是在这种方法论上显得天真的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而且，它是基于非常单薄的文本基础的。当时讲授课还没有被编辑出版，而黑格尔本人当时正努力防止课堂笔记落入坏人之手，他不愿为这些笔记的内容负责（V 3.XV）。令人惊讶的是，《精神现象学》中的宗教章节（参见第II.4.7.4章）在斗争的这一阶段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尽管《精神现象学》对学派内部宗教哲学的接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较年长的学生，如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加布勒（他是黑格尔教席过于软弱的继任者）和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欣里希斯，在后来的学派斗争中多次受到指责，说他们停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这适用于那些源于该学派的最早的宗教哲学著作，适用于欣里希斯的《宗教与科学的内在关系》（参见第II.8.2章）和伊萨克·鲁斯特的《哲学与基督教》（1825），较少适用于格舍尔的《格言录》（参见第II.8.7.5章），但又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卡西米尔·康拉迪的《自我意识与启示》（1831）。

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后来的左派。从施特劳斯的《论战著作集》（参见第III.2.4章）中引证的言辞（dicta probantia）的选择，依然可以看出《精神现象学》对于他理解宗教哲学的重要性。而费尔巴哈受《精神现象学》影响有多深——尽管他也听过1824年的宗教哲学课——从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参见第III.4.1章）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究竟《精神现象学》的宗教章节被排除在关于基督教性质的初期斗争之外，是因为它碰到了理解上的巨大困难，还是因为批评者们力求切合时弊，这可能还悬而未决。最初，无论如何，斗争是围绕逻辑学——特别是作为纲要的逻辑学——以及整个《全面教学纲要》的思辨神学特征展开的。特别是后者，对于讨论而言变得很重要——且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其中包含了关于“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的部分（参见第II.7.2.5章）。这三部分在这一程度上涉及了宗教哲学的基础，即黑格尔在此在客观思维活动理论的语境中，扬弃了信仰与理性的传统对立。这一文本较之《全面教学纲要》的宗教章节的更长篇幅，使得它能够比后者更好地讨论信仰、直接知识、直观和思维活动的范围及其无能之处。由于这个原因，许尔泽曼第二次匿名发表的对黑格尔的指控——这次不仅仅是泛神论，而且是无神论——在概念上严格坚持了这一“先行概念”。因为在这里，宗教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基础比讲课出版前的任何其他地方都阐述得更加清晰。

资料来源：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年；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s）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Betrachtungen über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柏林，1793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时代的签名》（Signatur des Zeitalters）（1820-1823）。PLS IV/1.3-90, KFS A VII.483-596；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欣里希斯（Hermann Friedrich Wilhelm Hinrichs）：《宗教与科学的内在关系》（Die Religion im inneren Verhältnis zur Wissenschaft）。附带对雅可比、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为科学地把握并根据其主要内容阐发宗教所作尝试的呈现和评判。海德堡，1822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戈特特罗伊·托卢克（Friedrich August Gotttreu Tholuck）]：《论罪与和解者》（Die Lehre von der Sünde und vom Versöhner），或：《怀疑论者的真正洗礼》（Die wahre Weihe des Zweiflers）。汉堡，第1版1823年，234页；第2版1825年，231页；伊萨克·鲁斯特（Isaak Rust）：《哲学与基督教》（Philosophie und Christenthum）或《知识与信仰》（Wissen und Glauben）。曼海姆，第1版1825年，第2版1833年；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Immanuel Hermann Fichte）：《神学预备学校的命题》（Sätze zur Vorschule der Theologie）。斯图加特/图宾根，182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世界时代体系》（System der Weltalter）。1827/28年慕尼黑讲授课，根据恩斯特·冯·拉索克斯的笔记。西格伯特·皮茨（Siegbert Peetz）编辑并作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0年；戈特洛布·本雅明·耶什克（Gottlob Benjamin Jäsche）：《各种主要形式的泛神论》（Der Pantheismus nach seinen verschiedenen Hauptformen）。第2卷。柏林，1828年；[卡尔·弗里德里希·格舍尔（Carl Friedrich Göschel）]：《关于不知与绝对知识同基督教信仰认识之关系的格言录。当代哲学理解的一个贡献》（Aphorismen über Nichtwissen und absolutes Wissen im Verhältnis zur christlichen Glaubenserkenntnis. Ein Beitrag zum Verständnis der Philosophie unserer Zeit）。柏林，1829年；匿名[许尔泽曼（Hülsemann）]：《论黑格尔学说，或：绝对知识与现代泛神论》（Ueber die Hegelsche Lehre oder: absolutes Wissen und moderner Pantheismus）。莱比锡，1829年；施塔尔（Stahl）：《法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第1-2/1卷：第1版1830-1833年；第1卷：第3版1854年；匿名[许尔泽曼]：《论理念的科学。第1部：最新的同一性哲学与无神论或论内在的论战》（Ueber die Wissenschaft der Idee. 1. Abt. Die neueste Identitätsphilosophie und Atheismus oder über immanente Polemik）。布雷斯劳，1831年；卡西米尔·康拉迪（Kasimir Conradi）：《自我意识与启示，或宗教意识的发展》（Selbstbewußtseyn und Offenbarung, oder Entwicklung des religiösen Bewußtseyns）。美因茨，1831年；费希特：《论当今哲学的对立、转折点与目标。第一批判部》（Ueber Gegensatz, Wendepunkt und Ziel heutiger Philosophie. Erster kritischer Theil）。海德堡，1832年；魏塞：《论在黑格尔离世时间点公众与哲学的关系》（Verhältniß des Publicums zur Philosophie in dem Zeitpunkte von Hegels Abscheiden）（1832年）；巴赫曼：《黑格尔体系与再次重塑哲学的必然性》（Hegel’s System und die Nothwendigkeit einer nochmaligen Umgestaltung der Philosophie）（1833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1841年）。载于：《费尔巴哈：著作全集》（Feuerbach: Gesammelte Werke）。第5卷。——文献： 伦茨（Lenz）：《柏林大学史》（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Berlin）。第2/1卷（1910年）；埃梅里希·科雷特（Emerich Coreth）/瓦尔特·M·奈德尔（Walter M. Neidl）/格奥尔格·普弗利格斯多费尔（Georg Pfligersdorffer）（编）：《19世纪和20世纪天主教思想中的基督教哲学》（Christliche Philosophie im katholischen Denken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第1卷。格拉茨等地，1987年；耶什克（Jaeschke）：《主观性的空壳，或：论哲学被宣称为实证的》（Die hohle Nuß der Subjektivität oder: Über die Erklärung der Philosophie ins Positive）。载于：阿尔伯特·穆斯（Albert Mues）（编）：《作为体系的先验哲学。1794年至1806年间的争论》（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als System. Die Auseinandersetzung zwischen 1794 und 1806）。汉堡，1989年，第483-496页；格奥尔格·埃森（Georg Essen）/克里斯蒂安·丹茨（Christian Danz）（编）：《哲学-神学争论。泛神论争论——无神论争论——有神论争论》（Philosophisch-theologische Streitsachen. Pantheismusstreit– Atheismusstreit – Theismusstreit）。达姆施塔特，2012年；瓦尔特·耶什克（Walter Jaeschke）/安德烈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康德之后的古典德国哲学。纯粹理性体系及其批判。1785-1845》（Die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nach Kant. Systeme der reinen Vernunft und ihre Kritik. 1785–1845）。慕尼黑，2012年，第693-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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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帝的人格性与灵魂的不朽

(1) 建立“基督教哲学 (christliche Philosophie)”的呼声，尽管鉴于近代哲学史的发展进程听起来出人意料，但这绝非仅由一小撮学术团体发出。凡是宗教信仰除了要求信仰外还要求洞见，却又对古典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从其出发点所能提供的解答感到失望的地方，都能听到这种呼声。人们理所当然地向哲学提出了两个密切相关的要求，而至少在宗教意识看来，这种哲学未能满足这些要求：即它必须证明上帝的人格性 (Persönlichkeit Gottes) 以及灵魂的不朽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这在1830年代绝非提出什么新主题；相反，这涉及的是“基督教哲学 (philosophia christiana)”的两个大主题，这两个主题——后来又加上了近代的主题“世界 (Welt)”——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特殊形而上学 (metaphysica specialis)”之中：理性心理学 (rationale Psychologie) 证明了灵魂的不朽，而理性神学 (rationale Theologie) 则证明了人格性上帝的存在。然而，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令人敬仰的传统组成部分，而是有神论 (Theismus) 的两个核心命题，并且——正如那个时代的三大哲学-神学“争论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也是有神论借以明确区别于无神论 (Atheismus) 的两个标准。

因此，即使是康德 (Kant) 也——尽管不太有说服力地——感到有必要在《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中，至少以悬设 (Postulaten) 的形式，重新恢复被他破坏的“理性心理学”和“自然神学 (natürliche Theologie)”的对象。他虽然没有把上帝的人格性和灵魂的不朽解释为认识的对象，但仍然将它们解释为实践理性的悬设，也就是说，解释为出于实践利益而必然需要的理论假设——并且早在1790年左右就已经表明，事后用出于神学或宗教利益被认为是必要的所有谓词，来装扮这个被悬设的上帝，并不困难。

(2) 因此，在批评者看来，即使是康德的伦理神学 (Ethikotheologie) 在确证人格性和不朽性的虔诚利益方面，也比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更加契合。人们怀疑，在黑格尔体系基础上可以想象的上帝人格性和灵魂不朽的形式，与基督教所教导的毫无关系，这种怀疑在黑格尔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就已经成为指控他犯有泛神论 (Pantheismus) 和无神论的前提。卡尔·恩斯特·舒巴特 (Karl Ernst Schubarth) 和 K. A. 卡尔加尼科 (K. A. Carganico) 指责黑格尔说，他的体系对灵魂的不朽绝非偶然地避而不谈 (1828, 146 f.)，而黑格尔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辟谣——而是对他的批评者的不朽观念进行了反击（参见第 II.8.7.6 章）。然而，他的辩护绝不能消除人们对思辨不朽概念之基督教属性的怀疑。不过，不朽问题最初尚未成为争论的中心，因为当时唯一可用的资料不允许进行有根据的批评。这也是费尔巴哈 (Feuerbach) 匿名的《关于死与不朽的思考》(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1830) 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尽管这些想法使它们的作者终生无缘大学讲坛，但在学术讨论中却没有找到稍后肯定会有的广泛反响。正是弗里德里希·里希特 (Friedrich Richter) 关于末世论 (Eschatologie) 和不朽的著作——其出版时间几乎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讲座出版时间相吻合——标志着关于上帝的人格性和灵魂的不朽的辩论的开始。

(3) 随着试图再次将这些主题归还给哲学的尝试，三月革命前 (Vormärz) 面临着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即：源于晚期启蒙运动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导致的哲学概念的划时代转变，是否作为昔日“特殊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终结 (Ende der Metaphysik)”而持存下来，还是仅仅成为一段插曲——即在早期近代似乎仍与传统神学主题相容、后来被认为对此不适用和无权限的理性 (Rationalität) 概念，现在是否应该为了这种哲学-神学上的不足而反过来被摒弃。

因此，1830年代充满了围绕这两个主题的哲学-神学争论：围绕上帝的人格性和个人灵魂的不朽，以及两者的内在联系。卡尔·路德维希·米希莱特 (Carl Ludwig Michelet) ，或许是黑格尔学生中在其著作中最忠实地追随他的人，并且直到世纪之交前夕 (1893) 去世一直保持这种忠诚，因此他在回顾时毫不夸张地断言，“过去十年的哲学史 [即自黑格尔逝世以来的十年] 实际上只是在哲学的怀抱中关于这些对象所引发的争论的历史”。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相关的，而且甚至是“绝对同一的 (absolut identisch)”——一个只是另一个的“对立面 (Widerspiel)”(1841, 7 ff.)。

(4) 直到1830年代初，黑格尔的批评者都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在出版物中——例如在《哲学全书》中——对这些主题的表述非常简略，而且没有达到所期望的通俗易懂。随着康拉德·菲利普·马海内克 (Konrad Philipp Marheineke, 1832) 编辑出版了宗教哲学讲座，这种最初的不利局面似乎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些讲座为分析提供了足够详尽的材料。然而很快就发现，这些讲座似乎可以有相反的解释——而且正是由于黑格尔的逝世与其讲座的出版之间的内在联系，排除了在它们出版时做出权威解释的可能性。

对于学派而言，格舍尔 (Göschel) 试图证明个人的不朽是黑格尔体系的逻辑结果——最初是以对里希特书评的形式 (1834)。然而，格舍尔自以为是对黑格尔的辩护，却无意中阐明了思辨宗教哲学在接受宗教不朽信仰时的决定性阻力在哪里。从时间概念来看，作为用无尽时间的恶的无限进展 (schlecht-unendlichen Progreß) 来替代永恒 (Ewigkeit) 的无限延续的想法必须被抛弃。另一方面，普遍精神的永恒个体化的定理，绝不包含单个“这个 (Diesen)”的恶的无限连续性。因此，格舍尔的书评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为讨论画上句号；相反，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从根本上探讨了对不朽的哲学和神学谈论的合法性。——然而奇怪的是，与他们的主张相反，基督教个人不朽教义的支持者更倾向于支持“灵魂的不朽 (immortalitas animae)”，而不是圣经中肉体复活的信仰。

由于谢林 (Schelling) 在1830年代没有通过出版物介入这些讨论，所谓的“晚期唯心主义 (Spätidealismus)”或“实证哲学 (positive Philosophie)”，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思辨有神论 (spekulativer Theismus)”的代表人物构成了批评者的最重要阵营：费希特 (Fichte, 1834) 和魏塞 (Weiße, 1834) 反驳格舍尔说，个人不朽的想法在黑格尔哲学中要么根本没有意义，要么只有一个非宗教的意义。他们关注的不是黑格尔的个人虔诚，也不是在他的作品中是否能找到与基督教相容的关于“人格性与不朽”的个别言论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问题，即像黑格尔那样的理性哲学 (Vernunftphilosophie) 是否能在这个问题上以合法的方式得出肯定的论断，而不仅仅是通过理论上的偷换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论证在方法论上优于格舍尔的论证，因为他们不是从那些也许可以解释为个人不朽的个别文本段落出发，而是从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起点出发：作为理性哲学，它根本无法展开不朽的学说——因为理性对这样的不朽一无所知。在这些批评者眼中，黑格尔哲学不要求获得其总体构想根本无法获得的东西，这恰好是其思想上的严密性和理智上的诚实的标志。然而，对于批评者来说，这种相当准确的评价也构成了超越这种理性哲学整体的充分理由——即走向一种“基督教哲学”，这种哲学由于其以上帝启示 (Offenbarung) 为起点，似乎能够提供宗教意识认为不可或缺的结果。他们认为，黑格尔忽视个人不朽，虽然坚持贯彻了他的理论起点——但也正因如此，应当放弃这个起点，转而采纳有神论的起点。

因此，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格局：黑格尔的批评者因为他的逻辑一致性而为他辩护，但这仅仅是为了借此证明他那种仅仅是“逻辑的”哲学在原则上是不充分的。相反，他们批评格舍尔，因为格舍尔错误地以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不朽学说，但他们又为他辩护，因为他坚持了这一教义。在他的回应——《复活节礼物》(Ostergabe, 1835)——中，格舍尔未能达到这种论证的水平，只是强调了他早先的立场；随后贝克尔斯 (Beckers, 1836) 重申了费希特和魏塞的批评。

在部分黑格尔学生与思辨有神论者之间的这场争论中，后者在关于理性哲学认识范围的必然局限性方面，毫无疑问地拥有更好的论点。格舍尔和加布勒 (Gabler) 都没有明白，面对这样的反对意见，仅仅从黑格尔的讲座中展示出符合他们观点或似乎符合他们观点的证据 (dicta probantia) 是不够的。而对于理性哲学的代表们来说，思辨有神论者试图通过回归启示来弥补理性哲学必然只能认识理性可及之物的这一局限性，却又想留在哲学内部的做法，就像是从哲学向非哲学的致命一跃 (Salto mortale)。

(5) 不朽问题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只是顺便提及。因此，对于像康拉迪 (Conradi, 1837) 和米希莱特 (1841; 1844–1852) 这样继续发展他立场的学生来说，除了在体系的基础上来解释这些段落之外，别无他法。此外，这些解释的基调是一致的：在不朽的思想中，宗教意识表象了精神对它而言不可被把握为永恒现在的无限性。与这个——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相当偏僻的主题不同，围绕上帝概念的争论触及了宗教哲学的基础。在讲座出版之后，以前只能模糊辨认的黑格尔上帝概念中逻辑要素与特定的宗教哲学要素的相互渗透——即绝对理念 (absolute Idee) 与绝对精神 (absoluter Geist) 的关系——现在可以明确界定了。这证明黑格尔的上帝思想不能等同于《逻辑学》的绝对理念。然而，“绝对精神”似乎仍受《逻辑学》约束：作为一个辩证过程，但不是一个可以向其祈祷的活生生的人格 (lebendige Persönlichkeit)，并且此外是一个未完成的上帝，他必须首先达致自身，而这不仅需要世界——正如黑格尔的（实际上是霍托 Hotho 的）当时已被广泛引用的《概览》(Aperçu) 所说（V 3.213），而且特别需要人类的自我意识，没有人类的自我意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缺乏精神和自我的各种环节的总体，他甚至无法使自己达到意识层面 (Fichte 1834, 33 ff.; Weiße 1833, 222 ff.; Jakob Sengler 1837, 315 ff.; Fischer 1839, 38 f.)。最后，在一种盲目的、但在主导的批评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战看来，宗教哲学的上帝是一个“纸糊的学校偶像”(Bachmann 1833, 282)，“一个从柏林库普弗格拉本的黑格尔工厂出产的玻璃木偶”(Bachmann 1835, 161 f.)，或者“一个哲学家从自己的内脏中产生的理性偶像”(Eschenmayer 1834, 5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格尔主义者——格舍尔、朱利叶斯·沙勒 (Julius Schaller, 1837, VI)、加布勒 (1836)、罗森克兰茨 (1834, 123 ff.) 和埃德曼 (1845, 62–117) 坚持黑格尔的上帝概念与基督教宗教观念是相容的。直到讨论的后期，那些看到黑格尔的上帝概念与教会教义的对比并且不因之而排斥他的人的声音才有所增加 (Baur 1835, 707 ff.; Michelet 1838, 643 ff.; 1843, 388, Conradi 1839, XIII f.)

(6) 这些关于上帝的人格性和灵魂的不朽的辩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结果。虽然它们并未导致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基督教性 (Christlichkeit)”的被各方接受的定论，但它们确实澄清了理性哲学谈论上帝所必须处于的条件。如果人们拒绝黑格尔的范畴，认为它们不适合用于认识上帝，因为它们“属于我们的范畴和反思规定 (Reflexions-Bestimmungen)的圈子”，并且因此要求为上帝设定区别于那些“源自我们范畴的”属性，即：非受造的、永恒的、无限的、原初的——或者如果人们用“虔诚的激动”作为真正重要的东西来反对黑格尔的“概念废话 (Quark von Begriffen)”(Eschenmayer 1834, 3 f., 30)，这就显得太缺乏分量了。学派对这种天真做法的嘲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为了反对黑格尔所谓的泛神论而宣扬将上帝与世界对立起来的做法，其可疑性也可以通过宗教哲学的辩证法被清楚地揭示出来。对于要求上帝在世界之前及世界之外也必须被理解为有自我意识的精神的要求，学生们的反驳是：“精神”这样就仅仅成了一句空话，无法借此思考任何确定的东西。他们不仅把关于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的上帝具有自我意识的说法视为不可理解的拟人论 (Anthropomorphismus)，而且还将其视为理论上的偷换概念。而任何批评黑格尔关于创造必然性的概念不适合上帝的人，都遭到学生们的挑战，要求其证明“在永恒中的某个时刻”通过神圣意志行为进行创造的观念更符合上帝的概念——更不用说这种观念本身所包含的哲学问题了。

最后，学生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致坚信，恰恰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幸运地拥有了有意义地谈论上帝的人格性的构成条件：三位一体 (trinitarischen) 的上帝概念。这对于当时的当代神学——例如施莱尔马赫和托卢克 (Tholuck) 的神学，与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格尔一致的卡尔·道布 (Carl Daub) 和康拉德·菲利普·马海内克的“思辨神学”相反——通常变得很陌生。学派对黑格尔三位一体思想的坚持，当时确实引发了反驳，认为黑格尔的教义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除了名字相同之外毫无共同之处 (Bachmann 1833, 309; 1835, 109 f.; Fichte 1841, 985 ff.)。然而，关于三位一体和上帝人格性的学说之间的系统联系由此并未受到质疑。这种联系也没有在哪里比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建立得更有说服力。因为即使人们仍然坚持上帝内在三位一体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也不必然被认为是人格的，更不用说是三个人格的。尽管对黑格尔有诸多批评，比如费希特必须将他的构想既与教会的构想也与黑格尔的构想区分开来。他拒绝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称从经世三位一体 (ökonomische Trinität) 追溯到内在三位一体 (immanente Trinität)，用来指称“原初人格性 (Urpersönlichkeit)”，即上帝唯一自我意识的诸多环节。取而代之的是，他要求重新构想内在三位一体：思辨有神论关于上帝以三个环节呈现的单个体人格性的假设 (Fichte 1834, 70; 1841, 986; Weiße 1833, 14, 252 ff.)。

因此，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系统现实性在这些讨论中并不是通过以下方式被证明的：即借助它并在哲学认识这条康庄大道上，最终还是达致了传统的圣经和教会的表象，而这仅仅比以前做得更好，即额外地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相反，它的现实性在于它阐明了实证教义和传统教条学与思辨真理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恰恰是因为它要求把握基督教的理念。声称这种差异终究只是形式上的这一主张，使得整个学派有别于他们的反对者。在这些反对者中，一种以神学——大多数情况下自然是通俗神学——进行论证的流派，将启示那不可企及的神圣性对立于一切哲学 (Eschenmayer 1834, 25, 44 ff.)。与这个群体的争论在哲学上是徒劳的；它基本上演变成了论战 (Strauß 1837; Rosenkranz 1840, 267 ff., 309 ff.)。

然而，在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学派与“思辨有神论者”费希特、魏塞、费舍尔 (Fischer) 和森格勒 (Sengler) 的争论。这些人坚持建立一种“真正与宗教和经验和解的 […] 哲学”的理念 (Weiße 1832, 41)。他们认为，这种和解在黑格尔体系中必然失败，因为它的构想有误。在这个体系中，“上帝仅仅被理解为辩证的过程、绝对的理性、原初思维 (Urdenken)”。既然思辨思维是“那个神圣原初思维的恰当写照 (adäquates Abbild)”，那么先验的认识上帝在其中确实完成了——但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上帝。然而，思辨不能沿着先验的线索“上升到原初理性的人格性理念”(Fichte 1834, 10 f.)。如果没有丧失其宗教意义，人格性和不朽的理念根本无法被引入封闭的思辨体系中。因此，被批评的并非黑格尔体系语境中缺乏这些理念，而是这种在既定体系关联中完全合乎逻辑的缺失，成为了从原则上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契机——这个计划需要建立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Fichte 1833/1836, Weiße 1835, Fischer 1834)。

费希特和魏塞澄清理性哲学范围的尝试，将学派与思辨有神论之间的讨论原则上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即超越了关于宗教哲学的某项陈述是否能在有神论意义上被理解的争论层面。因此，格舍尔或加布勒以辩护姿态堆砌引文，未能达到争论应有的水平。他们本应首先纠正费希特关于黑格尔哲学是一个自身逻辑一致的理性认识体系的解释，并证明在黑格尔哲学的语境中得出有神论陈述的可能性。相反，格舍尔和加布勒所代表的解释形式，却徘徊在理性认识和信仰宣告的阴阳魔界之中。这使得他们无意中成为抱有神论立场的批评者的最重要盟友。在当时的批评看来，他们试图将上帝理解为绝对的人格性、逻辑理念意义上的绝对主体性，并同时理解为最高个人的尝试，只是使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是错误的、但却井然有序的黑格尔体系陷入了自相矛盾、半途而废和各种悖论之中 (Fichte 1834, 24 f.; Schelling: SW 13.91 f.)。最重要的是，右翼黑格尔派关于对传统的人格性和不朽观念进行哲学论证的必要性的投票，可以被反过来用于对付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真理诉求。批评界认为右翼黑格尔派的优点在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超越了黑格尔——尽管他们并没有对此有清晰的意识 (Fichte 1834, 8; Fischer 1839, 38 f.; Staudenmaier 1844, 867 f.)。

在同时代人眼中，各学派派别的呈现方式与今天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今天流行的观点认为老黑格尔派保留了纯正的学说。右翼黑格尔派的解释，正因为他们向人格性和不朽的理念推进，反而显得“进步 (progressiv)”，而稍后的中间派和温和左派则停留在黑格尔体系的立场上。在宗教哲学的解释上，黑格尔的反对者与位于中间派和左翼的学生在解释黑格尔文本时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而他们与右翼的共同点则在于：他们都认为哲学也必须找到通向传统基督教教义的道路并加以强化。中间派和左翼作出的巨大且常常被误解、并在今天已不可复制的解释成就，在于坚持表象与概念形式上的非同一性 (Nichtidentität) 的环节，并在坚信黑格尔所召唤的理性思维力量的基础上，通过从概念上阐述各个主题领域以积极地证明思辨宗教哲学的真理，以及通过批判表象的基础及其附带的哲理来消极地予以证明。相反，右翼黑格尔派在多大程度上抹平了宗教表象和概念化思维的形式差异并因此倒退回黑格尔之前，这特别表现在决定了学派命运的那个问题上。

资料来源 (Quellen)： 卡尔·恩斯特·舒巴特 / K. A. 卡尔加尼科 (Karl Ernst Schubarth / K. A. Carganico)：《一般论哲学，兼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Ueb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und Hegel’s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nsbesondere. Ein Beitrag zur Beurtheilung der letztern)。柏林 1829；[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Ludwig Feuerbach)：] 《一位思想家遗稿中关于死亡与不朽的思想》(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aus den Papieren eines Denkers […])。载于：费尔巴哈：《全集》(Gesammelte Werke)。第1卷，175–515；魏塞 (Weiße)：《论黑格尔逝世之际公众与哲学的关系》(Verhältniß des Publicums zur Philosophie in dem Zeitpunkte von Hegels Abscheiden) (1832)；巴赫曼 (Bachmann)：《黑格尔的体系与哲学重新改造的必要性》(Hegel’s System und die Nothwendigkeit einer nochmaligen Umgestaltung der Philosophie) (1833)；伊曼纽尔·赫尔曼·费希特 (Immanuel Hermann Fichte)：《哲学体系纲要》(Grundzüge zum System der Philosophie)。第1部分。作为自我认识的认识；第2部分。本体论。海德堡 1833/1836；弗里德里希·里希特 (Friedrich Richter)：《关于末世论。从宗教立场所作的一项科学批判》(Die Lehre von den letzten Dingen. Eine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aus dem Standpunkte der Religion unternommen)。第1卷 弗罗茨瓦夫 (Breslau) 1833，第2卷 柏林 1844；里希特：《新的不朽学说。一场晚宴的对话，作为维兰德“安乐死”的补充》(Die neue Unsterblichkeitslehre. Gespräch einer Abendgesellschaft, als Supplement zu Wielands Euthanasia)。弗罗茨瓦夫 1833；魏塞：《神性的理念。一篇哲学论文。作为宗教哲学的科学奠基》(Die Idee der Gottheit. Eine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Als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egung zur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德累斯顿 1833；卡尔·奥古斯特·埃申迈尔 (Carl August Eschenmayer)：《黑格尔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原则的比较》(Die Hegels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verglichen mit dem christlichen Princip)。图宾根 1834；费希特：《人格性与个体延续的理念》(Die Idee der Persönlichkeit und der individuellen Fortdauer)。埃尔伯费尔德 1834；卡尔·菲利普·费舍尔 (Carl Philipp Fischer)：《形而上学纲要》(Die Wissenschaft der Metaphysik im Grundrisse)。斯图加特 1834；格舍尔 (Göschel)：对里希特的评论，载于：科学批评年鉴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1834)，第1–3期，17–19；魏塞：《关于人类个体不朽的哲学秘传学说》(Die philosophische Geheimlehre von der Unsterblichkeit des menschlichen Individuums)。德累斯顿 [1834]；罗森克兰茨 (Rosenkranz)：《黑格尔。致耶拿的宫廷顾问兼哲学教授 C. Fr. 巴赫曼博士的信》(Hegel. Sendschreiben an den Hofrath und Professor der Philosophie Herrn Dr. C. Fr. Bachmann in Jena)。柯尼斯堡 1834；巴赫曼：《反黑格尔》(Anti-Hegel)。耶拿 1835；斐迪南·克里斯蒂安·鲍尔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基督教灵知或基督教宗教哲学及其历史发展》(Die christliche Gnosis oder die christli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图宾根 1835；格舍尔：《从思辨哲学的视角论人类灵魂不朽的证明。一份复活节礼物》(Von den Beweisen für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menschlichen Seele im Lichte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Eine Ostergabe)。柏林 1835；魏塞：《形而上学纲要》(Grundzüge der Metaphysik)。汉堡 1835；胡贝图斯·贝克尔斯 (Hubert Beckers)：《关于 C. F. 格舍尔从黑格尔学说立场出发对个人不朽论证的尝试。附黑格尔方法在形而上学中应用的评论》(Ueber C. F. Göschel’s Versuch eines Erweises der persönlichen Unsterblichkeit vom Standpunkte der Hegel’schen Lehre aus. Mit einem Anhang über die Anwendung der Hegel’schen Methode auf die Wissenschaft der Metaphysik)。汉堡 1836；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加布勒 (Georg Andreas Gabler)：《论真实哲学对基督教的虔诚》(De verae philosophiae erga religionem christianam pietate)。柏林 1836；卡西米尔·康拉德 (Kasimir Conrad)：《不朽与永生。试图阐释人类灵魂不朽的概念》(Unsterblichkeit und ewiges Leben. Versuch einer Entwickelung des Unsterblichkeitsbegriffs der menschlichen Seele)。美因茨 1837；朱利叶斯·沙勒 (Julius Schaller)：《我们时代的哲学。兼对黑格尔体系的辩护与解释》(Die Philosophie unserer Zeit. Zur Apologie und Erläuterung des Hegelschen Systems)。莱比锡 1837；雅各布·森格勒 (Jakob Sengler)：《论思辨哲学与神学的本质和意义 […]。特别导论 […]》(Ueber das Wesen und die Bedeutung der speculativen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 Spezielle Einleitung […])。海德堡 1837；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David Friedrich Strauß)：《为辩护我的著作“耶稣传”及对当代神学特征的描述的论战文献》(Streitschriften zur Vertheidigung meiner Schrift über das Leben Jesu und zur Charakteristik der gegenwärtigen Theologie)。第3册，图宾根 1837；卡尔·路德维希·米希莱特 (Carl Ludwig Michelet)：《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最新哲学体系史》(Geschichte der letzten Systeme der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von Kant bis Hegel)。第2卷。柏林 1838；康拉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基督。三篇论文，作为正确理解人格性概念的补充》(Christus in der Gegenwart,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rei Abhandlungen, als Beiträge zur richtigen Fassung des Begriffs der Persönlichkeit)。美因茨 1839；费舍尔：《神性的理念。以思辨方式建立和发展有神论的尝试》(Die Idee der Gottheit. Ein Versuch, den Theismus speculativ zu begründen und zu entwickeln)。斯图加特 1839；罗森克兰茨：《黑格尔体系的批判性解释》(Kritische Erläuterungen des Hegel’schen Systems)。柯尼斯堡 1840；费希特：《近现代哲学特征文集，或从笛卡尔和洛克到黑格尔的批判历史》(Beiträge zur Charakteristik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oder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selben von Des Cartes und Locke bis auf Hegel)。苏尔茨巴赫 21841；米希莱特：《论上帝的人格性和灵魂的不朽，或精神永恒的人格性的讲座》(Vorlesungen über die Persönlichkeit Gottes und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oder die ewige Persönlichkeit des Geistes)。柏林 1841；米希莱特：《德国最新哲学的发展史，特别关照谢林与黑格尔学派当前的斗争》(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en gegenwärtigen Kampf Schellings mit der Hegelschen Schule)。柏林 1843；米希莱特：《精神永恒人格性的显现。一部哲学三部曲》(Die Epiphanie der ewigen Persönlichkeit des Geistes. Eine philosophische Trilogie)。第1卷，纽伦堡 1844；第2卷，达姆施塔特 1847；第3卷，柏林 1852；弗朗茨·安东·施陶登迈尔 (Franz Anton Staudenmaier)：《黑格尔体系的陈述与批判。从基督教哲学的立场出发》(Darstellung und Kritik des Hegelschen Systems. Aus dem Standpunkt der christlichen Philosophie)。美因茨 1844；约翰·爱德华·埃德曼 (Johann Eduard Erdmann)：《作为宗教意识现象学的宗教哲学》(Die Religionsphilosophie als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Bewußtseins)。载于：埃德曼：《杂文集》(Vermischte Aufsätze)。莱比锡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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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念或历史的首要性

(1) 在关于上帝的人格和灵魂的不朽的学说中，学派内部的分歧在学生们众多的著作和评论中显露无遗。然而，学派并没有因为这一争论而分裂成各个派别，也没有因为关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或者因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法哲学争论而分裂，而是因为一个根本不属于传统哲学问题范畴的主题的争论而分裂：耶稣的生平。它甚至不是一个传统的神学主题。直到后来思想的历史化进程中，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它才在神学中被多次探讨，并且自从围绕莱辛出版具有圣经批判性质的《无名氏断片》（即赫尔曼·萨穆埃尔·赖马鲁斯的作品）展开激烈争论以来，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影响：在这一主题中，基督教的历史基础岌岌可危。但它也对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史获得了核心意义。当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在1835至1836年间出版他的著作《耶稣传，批判地探讨》时，这种意义还无法预见，即使在今天，它也没有显露无遗，而是需要加以阐释。

(2) 就在黑格尔去世前几天，施特劳斯来到柏林，为了去听黑格尔的课。他也听讲并记录了《法哲学》和《哲学史》（1831/32年）讲座的开头部分（参见GW 26/3.1487–1495和V 6.351–357），并摘录了1831年夏季《宗教哲学》讲座的一份笔记（参见V 3–5），同样还摘录了施莱尔马赫《耶稣生平讲座》的两份笔记。正如他后来的旁注所证明的那样，这些讲座在施特劳斯那里留下了一种印象：尽管是违背意愿进行的，但仍然对基督教的历史基础完成了一次异常成功的解构。因为施莱尔马赫在他多次讲座中将这一主题引至这种边界，却始终在边界前退缩。他虽然使出他全部的学识和口才，为了使自己和他的听众（其中也包括年轻的施特劳斯）对历史批判研究的后果视而不见。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历史批判，但随后又断言，人们不能再进一步了：“福音书——我们唯一的历史源泉——讲述了奇迹。因此，我们对奇迹的判断必须这样，以至于福音书的可信度不受损害，因为否则我们对基督其人的信仰就会崩塌，而他[即基督]对我们来说就会变成一个神话人物。”这种论证标志着神学史上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教条与历史之纲领性统一的失败，无可挽回地显现出来（雅施克 1985, 1161–1167; 1986a, 361–436, 328–348）。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今天仍被广泛认为是奠定现代历史批判释经学的著作。然而，他的意图是证明，基督教那所谓坚实的历史基础已经破裂，而且并非偶然地破裂：历史批判研究摧毁了福音书叙事的历史基础，而它最初登场其实是为了巩固这一基础的。但是，带着这种见解，这些叙事对施特劳斯而言并没有被证明是无意义的。完全本着黑格尔的精神，他试图用一个概念基础来取代历史基础。他并非将圣经叙事理解为历史报道，而是借助黑格尔的概念机制并与他在思想上保持密切一致，将其理解为一个“哲学神话”——作为一种实际上只有概念把握的思维（begreifendes Denken）才能接近的真理的表象式（vorstellungsmäßig）表达。如果被揭示的神话仅仅是“历史的”，那么神话式的解释虽然可以消除许多令人反感的东西，但却无法确保其内容的真理性。但施特劳斯将这些神话解释为哲学的：在神话语言中作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被表象（vorgestellt）的东西，在真理中是精神之本性的表达。历史性奠基的失败，开启了洞察这些文本之真实特征的视野，并迫使人们退回到概念中去。

施特劳斯的精神哲学解释——他将神人合一的思想理解为一个“哲学神话”——消解了历史的事实性：它在历史上同样是无法证明的，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无关紧要的。但这在所有那些仍沉湎于天真的自信，或者至少是希望这种事实性能够被确保的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一种“加略人犹大主义”（Eschenmayer 1835）。相反，施特劳斯的方法严格符合黑格尔的见解：正如真理不能通过历史研究来证明一样，它也不能被历史批判所驳倒。在历史上能被驳倒的，只是那种仿佛在这里涉及的是事实性的假象。

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的结论绝不是颠覆性的。对黑格尔来说，这本来就是确定的，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来自时代诊断的预设，而不是作为一个被论证的东西：唯有概念能够担保基督教的真理性。然而，施特劳斯惊人地、准确地认识到，黑格尔对正在形成的历史神学所作的轻蔑论战，忽略了对体系免受来自这一方向的攻击所必要的保障。因此，他规定了历史批判唯一能够具有的地位。将新约文本解释为一个哲学神话，成为了思辨的概念通过排斥事实性的东西来进行自我中介的环节。它事后使黑格尔对基督教进行历史性奠基的拒斥合法化。黑格尔仅仅是预期了的东西，施特劳斯将其引发出来：历史批判摧毁了在黑格尔时代看似依然完好无损的基督教支柱，并迫使它逃入概念之中。

毫无疑问，施特劳斯并非仅仅从对思辨的宗教哲学的解释中获得他的战略。它以对当时神学史趋势的深刻洞察为前提。他从施莱尔马赫的《耶稣生平讲座》中摘录的非常庞大的内容所具有的分量，至今尚未被研究界真正加以考虑。即使他们自己不承认，但这些摘录确实证明了教条与历史的直接性——从中，施特劳斯读出了一种呼吁，即不是逃入历史，而是逃入概念。这样做的必要性在这些摘录和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中表现得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明显。

然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不仅仅是事后支撑了这一战略。施特劳斯的方法论反思证明，宗教哲学促进了甚至使得他的构想成为可能：在概念中为基督教的真理性奠基，使人从一种痉挛般却又徒劳的对事实性的固守中解放出来，施特劳斯认为这种固守是他那个时代神学的典型特征。它将事实性的东西贬低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借此无意中免除了历史研究的各种教条主义顾忌，否则（正如施莱尔马赫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历史研究本来是无法摆脱这些顾忌的。黑格尔宗教哲学影响史中一个决定性的过程是，一旦被释放出来的历史研究不再需要这种结合，并且促使人们不再相信那种源自进行思考的理性的真理奠基。

文献来源：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耶稣传，批判地探讨》（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2卷，图宾根，1835/1836年，特别是第2卷，第732–744页；卡尔·奥古斯特·埃申迈尔（Carl August Eschenmayer）：《我们这个时代的加略人犹大主义。作为对最新出版著作的补充：施特劳斯的〈耶稣传〉》（Der Ischariothismus unserer Tage. Eine Zugabe zu dem jüngst erschienenen Werke: Das Leben Jesu von Strauß），第I部，图宾根，1835年。——参考文献： 雅施克（Jaeschke）：《关于施莱尔马赫影响史的黑格尔拾遗》（Paralipomena Hegeliana zur Wirkungsgeschichte Schleiermachers），载于：《1984年柏林国际施莱尔马赫大会》（Internationaler Schleiermacher-Kongress Berlin 1984），K.-V. Selge编，柏林 / 纽约，1985年，第1157–1169页；雅施克：《宗教中的理性》（Die Vernunft in der Religion，1986a），第328–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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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学派的分裂

(1) 然而，施特劳斯（Strauß）凭借这种解释，引发了一场在规模和强度上都轰动一时的愤慨风暴，即使对于一个习惯于激烈的哲学-神学争论的时代而言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攻击并非仅仅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该学派的“加略人犹大主义（Ischariothismus）”，而他被视为其代表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尽管他对基督教历史基础的详细破坏完全独立于黑格尔（Hegel）而进行，但其大胆之处却得益于概念基础的确定性，并且他的结果也立足于黑格尔哲学的立场上。因此，对于该学派的代表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表态支持或反对。在此之前，尽管学生们在吸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面对外界的攻击，特别是来自思辨有神论（spekulative Theismus）的攻击，他们始终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直到在这种再次尖锐的局势下，他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的解释差异才导致了学派内部的公开冲突。

(2) 埃德曼（Erdmann）、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沙勒（Schaller）、加布勒（Gabler）、欣里希斯（Hinrichs）以及尤其是格舍尔（Göschel）强烈否认施特劳斯与黑格尔联系的适当性，并否认他们自己的立场能够与黑格尔保持连续性来表述。然而，他们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阵线。值得注意的是，比如沙勒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施特劳斯的神话解释，尽管他甚至没有恰当地理解它。就连格舍尔（1838）也不禁在某些观点上赞同施特劳斯，并保护他免受不公正的攻击。因为他捍卫学派的一名成员，同时也是在进行自我防卫。格舍尔的著作比学派内其他批评家的著作更能清楚地显露其批评的意图：为了阻止黑格尔的反对者因为这样的果实而摒弃他的哲学，就必须与施特劳斯划清界限。面对神学方面提出的要从根源——黑格尔——抓起的要求，格舍尔坚定不移地推荐这位大师的宗教哲学，作为对抗施特劳斯谬误的有效良药。

(3) 黑格尔右派的辩护性著作，无意中使得他们与思辨宗教哲学的距离比之前在上帝的位格（göttliche Persönlichkeit）和个人不朽（individuelle Unsterblichkeit）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埃德曼试图通过发展史的区分，来削弱施特劳斯所提供的一些证据的冒犯性：他认为这些证据虽然冒犯了宗教情感，但它们属于黑格尔在耶拿（Jena）时期的哲学史讲义，因此必须让位于其成熟时期的宗教哲学（1853, 846）。这种论点令人惊讶，因为恰恰是由黑格尔学生们发行的《友人协会版》（Freundesvereinsausgabe）模糊了发展史上的差异，而且，用后来的学生笔记去对抗一份毕竟与《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同时期写成的黑格尔手稿，也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格舍尔也毫不犹豫地多次承认宗教哲学中存在模糊不清或不成熟的部分，尽管他竭力贬低其重要性（1838, 16 ff., 45）。然而，即使在那些他认为与黑格尔天衣无缝地保持一致的主题上，也暴露出一种同时代人无法忽视的重大分歧——尤其是他试图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与历史证据绑定，甚至宣称它赞同某种残余的奇迹信仰（1838, 35–40）；沙勒（1838, 19 ff.）甚至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1840, XXIVff.）也有类似情况。这些意图证明的做法使得右翼黑格尔主义的解释不仅落后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也同样落后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退化到一种用思辨装饰品点缀的正统信仰的水平。因此，这种解释被中间派、左派以及“思辨有神论者”所拒斥。相反，中间派和中左派原则上承认施特劳斯的解释是对宗教哲学的合法阐释，即便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反对他——主要是在关于一个人的神人合一（Gottmenschlichkeit）是由理念还是由时间外在环境决定的问题上，或者是关于耶稣神性原则的问题上。这些以及其他问题能够在学派内部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进行讨论（Rosenkranz 1836, XVIff.; 1840, XXff.; Michelet 1841, 186 ff.; Vatke 1840）。但是，有一群人的数量远大于上述群体——即“思辨有神论者”、围绕《普遍教会报》（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的晚期理性主义者，以及围绕《福音派教会报》（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的新正统派——他们虽然也确信施特劳斯解释的适当性，但仅仅将其视为黑格尔宗教哲学危险性的又一新证据。

(4) 面对大量针对他的攻击，施特劳斯在《耶稣传》（Leben Jesu）出版两年后，感到有必要发表《为我的〈耶稣传〉一书辩护的论战文章》（Streitschriften zur Verteidigung meiner Schrift über das Leben Jesu，1837）。在第三册中，他转向了黑格尔学派内部的争论，并试图阐明黑格尔在他所涉及的问题上是如何思考的，以及必然会如何思考。在这里，施特劳斯将初步看来（prima facie）纯粹是神学上的关于神人耶稣复活的问题作为标准。然而，它很快就暴露为一个关于理念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哲学问题：“对于随着神性与人性相统一的理念，福音书的历史作为历史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赋予的问题，本身有三种可能的答案：即要么凭借那个概念，整个福音书的历史可以从理念中得到历史的确证；要么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要么它无论全部还是部分都不能从理念中得到历史的确证。”施特劳斯将黑格尔学派的代表人物分配到这三种可能的答案中——即黑格尔右派、中间派和左派。然而，这三种可能的答案绝不是地位相等的选择——因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毫无疑问，在哲学上只有最后一种，即左翼黑格尔主义的答案是站得住脚的。因此，该学派的分裂并不构成一种稳定的状态；第一种答案在哲学上无法站住脚，并迫使其潜在的支持者将他们的宗教利益安置在哲学之外，至少是在一种理性哲学之外；这在较小程度上也适用于第二种答案。相反，第三种答案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来辩护——但它却是同时代大多数人最难以接受的答案——这并非出于无知，而是因为用世俗内容取代宗教的意识史进程，在启蒙运动中经历了加速发展之后，在复辟时期（Restaurationszeit）正经历着一个延缓的阶段。

Quellen: Karl Rosenkranz: Kritik der Schleiermacherschen Glaubenslehre. Königsberg 1836; David Friedrich Strauß: Streitschriften zur Verteidigung meiner Schrift über das Leben Jesu und zur Charakteristik der gegenwärtigen Theologie. Heft 3, Tübingen 1837; Carl Friedrich Gösche: Beiträge zu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von Gott und dem Menschen und von dem Gott-Menschen. Mit Rücksicht auf Dr. D. F. Strauß’ Christologie. Berlin 1838; Julius Schaller: Der historische Christus und die Philosophie. Kritik der Grundidee des Werks Das Leben Jesu von Dr. D. F. Strauß. Leipzig 1838; Wilhelm Vatke: Beitrag zur Kritik der neueren philosophischen Theologie. In: Hallische Jbb 3 (1840), Nrr. 1–8; Johann Eduard Erdmann: Versuch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Darstellung de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Bd. 3, Abt. 2. Leipzig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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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宗教哲学之争的政治意蕴

(1) 围绕施特劳斯使问题尖锐化而引发的激烈争论，开启了有关黑格尔宗教哲学之基督教性质争论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种尖锐化被视为他的思想起点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至少在涉及一方面“理念”和“哲学神话”与另一方面作为纯粹事实性的历史分道扬镳这一点上是如此。一种“理性哲学”在教条上正确地陈述上帝的人格和灵魂的不朽方面存在困难，至少对“思辨的有神论者”来说一点也不出乎意料——恰恰相反。但是，它为将耶稣的生平消解为一个神话开辟了道路，却最终彻底否定了这种哲学。即便如此，当时人们认为必须针对这种思辨的成果提出的种种顾虑，也远未穷尽：围绕施特劳斯《耶稣传》的争论不仅分裂了黑格尔学派；它还导致了从以宗教哲学为中心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争论时期，过渡到第二个时期，即法哲学或至少是政治的阶段（参见第III.3章）。

尽管在形式上宗教与国家有着广泛的分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强烈的内在联系，正如这种联系在国王的君权神授中找到了其最高表现形式一样，因此，对神学和宗教的每一次——真实的或被认为的——攻击，同时具有了重大的政治关联：对信仰基础的攻击显得也是对国家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基础的攻击。虽然将道德和国家共同生活的法律基础从宗教中剥离出来的开端，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这个时至今日仍未完成的进程在1830年代的德国，随着当时的“科隆教案”——属于俾斯麦时代后来的“文化斗争”的一个前奏——才刚刚进入其决定性阶段。对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众舆论而言，毫无疑问：谁不尊崇传统的有神论上帝观念，谁就不能为其政治和法律上的可靠性提供保障：他甚至无法宣誓，从而也无法在公共生活中担任任何职务——例如大学教师。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将他从这样的职位上免职。

(2) 然而，除了这种当时复辟势力——例如海因里希·莱奥曾极力主张——对黑格尔左派采取的普遍战略之外，从施特劳斯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解释中，似乎还能得出更加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后果，其隐含的、施特劳斯本人最初也未察觉的政治侧面，简直被夸大成了“叛国罪”。因此，在这里似乎同时也到了从政治上解决这种不受欢迎的宗教哲学的有利时机：此外这也省去了理论交锋的麻烦。恰恰在这里，在大量关于黑格尔右派和左派的文献中，经常被遗漏并同时被一贯忽视的一点，就是宗教哲学争论转变为政治争论的转折点。

因为施特劳斯不仅将耶稣的生平消解为了一个哲学神话；他还（并且在这一点上与黑格尔相反）认为众多神-人（Gottmenschen）的存在是可能的：理念实现自身的方式根本不是“将它的全部丰富性倾注于一个样本之中，而对所有其他样本则显得吝啬”（1835/36，第2卷，第734页）。对于复辟时期的政治神学来说，这种对神-人统一性的否定不仅是亵渎神明，也是对君主制的一种隐蔽而又猛烈的攻击，同时也是在颠覆性地为“多数人”辩护：也就是为共和国辩护。

这种从神学向政治学的转变，只有在当时既定的、今天已无法直接理解的政治神学的视域中才能被理解。当时“实证的”、“基督教的法学和国家学”——例如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斯·斯塔尔的学说（参见第III.3.1章）——援引晚期谢林的“基督教哲学”，试图将国家的统一性建立在上帝人格的原则之上：将君主的统一性理解为上帝统一性的流溢。谢林自己也说出了这种联系：国家中人们对国王的渴望，对应着人们对上帝人格的渴望；个人能够爱这个国王，并且在国王面前所有人都平等，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谢林全集》，第11卷，第569页及以下）。当阿尔滕施泰因部长要求格舍尔反驳布雷特施奈德对施特劳斯和黑格尔学派的理性主义批评时，格舍尔首先在一份给部长的手写意见书中，随后在他的《论丛》（1838）中，借助传统的首-肢体象征，将这种政治神学推向了政治基督论（politische Christologie）：正如一个国家的人民服从于一个元首，即君主一样，人类也服从于一个元首，即神-人。政治现实因而成为了神-人统一性的可靠基础，同时也成为了施特劳斯解释之谬误的标准。然而，这就使得——通过一个黑格尔“右派”代表——“左派”的思想不仅被烙上了不敬神的印记，同时也被定性为了叛国——围绕宗教哲学的争论变成了一场围绕政治的争论（Jaeschke 1979b）。不过，划定这种平行的随意性，也同样允许相反方向的论证过程——而这主导了三月革命前夕（Vormärz）的最后阶段：既然我们是泛神论者，我们必定也是民主主义者（Briese 1998，第81页）。

(3) 在这种局势下，过去未能得逞的黑格尔的旧敌——例如卡尔·恩斯特·舒巴特（1839）——也重新发声，因为他们现在看到了公开的证据，证明黑格尔的学说违反了宗教，从而也违反了国家的基础。这类观点不仅被出版，甚至被以鉴定意见的形式提交给了仍然在职的文化部长阿尔滕施泰因，后者曾将黑格尔召入柏林，并（像对待施莱尔马赫一样）多次保护他免受复辟势力的攻击。因此，直到阿尔滕施泰因时代结束（1839年）之前，这些观点虽然没有取得直接的政治成功——但之后却产生了更加持久的影响。

文献来源：格舍尔（Göschel）：《关于上帝和人以及神-人的思辨哲学论丛。兼顾D. F. 施特劳斯博士的基督论》（Beiträge zu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von Gott und dem Menschen und von dem Gottmenschen. Mit Rücksicht auf Dr. D. F. Strauß’ Christologie），柏林，1838年；卡尔·恩斯特·舒巴特（Karl Ernst Schubarth）：《论黑格尔国家学说与普鲁士国家最高生命及发展原则的不相容性》（Ueber die Unvereinbarkeit der Hegelschen Staatslehre mit dem obersten Lebens- und Entwicklungsprinzip des Preußischen Staats），布雷斯劳，1839年，部分转载于里德尔（Riedel）：《黑格尔法哲学材料》（Material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第1卷，第249–266页。——参考文献：耶施克（Jaeschke）：《原初人类与君主制。黑格尔右派的一种政治基督论》（Urmenschheit und Monarchie. Eine politische Christologie der Hegelschen Rechten），载《黑格尔研究》第14卷（1979b），第73–107页；玛丽莲·查平·梅西（Marilyn Chapin Massey）：《揭下面具的基督。<耶稣传>在德国政治中的意义》（Christ unmasked. The Meaning of »The Life of Jesus« in German Politics），教堂山/伦敦，1983年；奥拉夫·布里泽（Olaf Briese）：《竞争。1830–1850年德国的哲学文化。肖像与侧影》（Konkurrenz. Philosophische Kultur in Deutschland 1830–1850. Porträts und Profile），维尔茨堡，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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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基督教性与反基督教性

(1) 令这场争论在政治上加剧而在思想上变得浅薄的一个因素，也是由于批评者阵营从一位早先本人也算在黑格尔圈子里的男士那里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声援：即来自海因里希·莱奥（Heinrich Leo）的声援。他对《黑格尔信徒》（Die Hegelingen）的攻击在形式上固然仅仅针对黑格尔左派。然而，由于莱奥将他们与黑格尔的对立主要看作是：黑格尔“恰恰对于其学说中破坏人民宗教意识的后果没有做出清晰的表态”（1838，7），因此他的攻击绝不亚于也是针对这位大师的宗教哲学。正是由于其“不清晰”，它比左派的“清晰”还要更加危险。莱奥的这本小书在一年后被大幅扩充，其实质上包含大段引自米希勒（Michelet）和拜尔霍费尔（Bayrhofer）著作的引文，他在脚注中对这些引文进行了论战性的评论。莱奥之所以放弃论证性的交锋，大概是因为他满怀信心地认为，所引用的“亵渎神明之语”自会不言自明，而青年黑格尔派的那些“地狱怪胎”反正也会互相吞噬（1838，26）。何况，在前言中汇编的那些指控也并不新鲜：青年黑格尔派教导“无神论”；教导“福音书乃是神话”；教导“一种唯独属于此岸的宗教”。第四项指控说黑格尔信徒们依然骗取“基督教誓言的许可和对外在基督教圣礼的参与”，这表明了这场争论新的、政治化的尖锐化趋势，在其中，对一个哲学命题之真理的检验，已经被对其所谓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政治后果的告发，以及呼吁国家干预所取代。由此，辩论被降低到了这样一个层次：在这种层次上，一场以学者-学院派语调进行的关于宗教哲学的交锋，将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危险。

(2) 前右派黑格尔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从这种已变得具威胁性的局势中得出了结论：在一位全副武装、口诵《圣经》金句的虔敬派信徒的伪装下，他吹响了《末日审判关于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号角》（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1841）。莱奥的指控书直接仅仅针对左派（施特劳斯）和左翼中间派（米希勒、拜尔霍费尔），并在形式上将这些派别置于不义的境地。与此相对，鲍威尔坚持左派黑格尔主义的解释与黑格尔宗教哲学之间的一致性：左派黑格尔主义者是这位大师忠实的门徒，而右派却透过其有神论的眼镜曲解了他的宗教哲学，从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掩盖了它的革命潜能。在形式上，这种解释与来自“思辨有神论者”一方的论战相一致，尽管这位《号角》作者追求着截然相反的意图。他试图通过将左派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异端化，从而帮助它取得突破的战略，在哲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他的这本著作相对缺乏可以讨论的论据。它的构思免除了其作者对那些精挑细选的引文进行一致解释的负担，作为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第二版（1840年）的实际编辑，他手头掌握着大量这类引文。作为抵御反基督者黑格尔的唯一武器，他认为只有无条件放弃一切哲学论证并退缩到假虔诚的立场上才是有效的。他将对黑格尔的一切哲学批评谴责为与理性的娼妓苟合，只能使人陷入更深的毁灭——正如“思辨的有神论”的自我毁灭所显示的那样。不仅是黑格尔关于理性与启示同一性的学说，而且所有非黑格尔式的调和宗教与哲学的尝试，都被他如此坚决地揭露为魔鬼的杰作，以至于最终倒向魔鬼的阵营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黑格尔所宣告的宗教与哲学的和解在政治上的失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这里表现得更加赤裸裸了。

那种刻意炫耀的关于黑格尔正在颠覆教会、国家和伦理实体的担忧，是模仿莱奥的《黑格尔信徒》而加以风格化的。但其真正主题却是宗教哲学的理论结论：无神论。这位《号角》作者认为它被隐藏在双重面纱之下。虽然只有傻瓜才会被第一层面纱——基督教性——所欺骗。但宗教哲学还用实体性立场、用泛神论的面纱来伪装自己，而这层更深的面纱只有用信仰的批判之刃才能揭开。最后，“这个体系中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战栗、扼杀一切虔诚和宗教性的核心”表现为：“宗教关系不过是自我意识对自身的一种内在关系”（Bauer 1841, 48）。

《号角》作者将宗教哲学的核心限制为“自我意识的独裁”（同上 127），这种做法目光短浅。如果他把黑格尔的立场发展为“理性”乃至“精神”的立场，他就很难维持其关于宗教与哲学不相容的论点了。然而，这一论点却提炼了关于宗教哲学十年争论的精髓。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宗教哲学的神经，即关于理性与宗教内容同一性的论点，还仅仅是以宗教的名义遭到反驳。如今，对这种同一性的激烈抵抗不仅使任何坚持这种同一性的做法都成了幻想。“思辨的有神论”同时进行的调和事业也表明，当理性过于鲁莽地急于求成时，它很快又会重新受制于不那么理性的启示。对于宗教哲学调和要求在事实上已经破产的这一洞见，早在《号角》作者之前不久就已经得出了不可逆转的结果。近代哲学史中令人惊讶但回顾起来又显得顺理成章的过程之一，就是从这种由于局势而产生的对黑格尔的辩护中，在短短几年内产生了一种自以为已经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及其传统批判的立场。

(3)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针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复杂论证战略，与所有其他学生的战略有着根本的区别。他的文章《对“实证”哲学的批判》（Zur Kritik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1838）以及《论哲学与基督教》（Über Philosophie und Christentum，1839）——原本计划作为对森格勒（Sengler）和莱奥著作的评论——甚至没有试图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从不具基督教性的恶名中解脱出来。它是否与基督教宗教相一致，“不仅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绝对笨拙且毫无意义、误解了哲学之本质的问题”（费尔巴哈 1839，250）。相反，黑格尔标榜为基督教的东西是否与基督教相一致，这个问题虽然是合理的，但必须在考虑到“宗教哲学中的对象与宗教本身中同一个对象之间的无限差异”的前提下进行探讨。这种差异并不在于宗教哲学的一个可以消除的错误中。它毋宁是必然地从其作为哲学的性质中得出的（参阅 Frauenstädt 1840，IXf.，108）。在此之前，所有学生都借助宗教与哲学的内容同一性和形式差异性定理，来解释宗教哲学偏离基督教的现象。但针对黑格尔哲学的攻击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个定理虽然开启了通过概念来批判宗教表象的机会，但也反过来使思辨暴露在来自表象方面的批判之下。为了使哲学摆脱这个控制机构，费尔巴哈的双刃剑式的辩护放弃了思辨宗教哲学的基本定理——转而主张宗教与哲学之间有一种“不可消除的差异”：后者的内容是思维，前者则是“幻想和心情”（费尔巴哈 1839，220）。

从他强调一般而言的基督教与哲学，以及特殊而言的宗教哲学的差异，本来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完全放弃这种本质上非基督教的哲学。那些具有正统思想的批评者也正是坚持理性和启示的不相容性，并由此推断出哲学的虚无性。因此，费尔巴哈将不具基督教性的指控转而指向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神学——指向现代的“教义信仰”，认为它“不过是一株人造的温室植物，一种不信仰的精致的反思产物”（费尔巴哈 1839，235 f.），以此来支持他将哲学从宗教的监护下解放出来。他选择君士坦丁堡之前的基督教作为真正基督教性的标准，从而不仅剥夺了宗教哲学或一般哲学的当下的基督教性——也剥夺了将其作为指责其他立场的权利。因为在现代世界的条件下，任何向这种早期形式的回归都是不可能的。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反对者的批判构成了在论辩背景（思辨宗教哲学构想最初即属于此背景）框架内进行生产性解释的最后一次尝试。但他那表面的辩护对宗教哲学的质疑，却比反对者最猛烈的攻击还要强烈。他的战略是易于理解的；然而，其执行却建立在一系列未经讨论的决断之上。黑格尔关于其宗教哲学与基督教相一致的主张，无法被费尔巴哈方法论上有问题的、非历史地用纯粹起源来对抗当代退化的做法所动摇。同样，黑格尔关于信仰与理性同一性的学说，也不能因其仅仅提出了一个极端狭隘的、被限制在虔诚心情悸动上的宗教概念对立面而被废止。在这一阶段，费尔巴哈并未证明解散宗教与哲学内容同一性的合法性。他并不赞同思辨宗教哲学的这一基本定理，这在他早前十年将特许任教资格论文寄给黑格尔的随附信函（1828年11月22日）中就已初露端倪。然而，他后来的论战却表明，这种早期的观点在宗教哲学争论的印象下得到了巩固，并使宗教与哲学的彻底分离在理性的利益看来也显得不可避免了。

(4) 证明黑格尔宗教哲学在本质上不具基督教性，这并没有妨碍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领》（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1842b）和《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1843）中，将神学揭露为思辨哲学的秘密。它离世的灵魂在黑格尔哲学中像幽灵一样游荡（1842b，243,247）。费尔巴哈新获得的立场将体系各学科之间的区别降格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受到这种指责的不是专门的宗教哲学，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的神学性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争论中那些特殊的宗教哲学问题随之退居次要地位。如果所有神学理念都植根于人类的愿望之中，那么问题就不再是去澄清关于上帝的人格性、个体的灵魂不朽和神-人的现实性问题，而是要在原则上克服那个唯一能够有意义地讨论它们的层面。而思辨宗教哲学也处于这个层面上。

在当时的一篇应时文章中，费尔巴哈再次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立场。与此相呼应，他强调了这种对比：与施莱尔马赫相反，黑格尔误解了宗教的本质。但他从这种评价中得出的结论却是黑格尔式的：如果在主观上感觉是宗教的首要之事，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客观上上帝本身只不过是感觉的本质”（1842a，230）。当黑格尔将宗教的内容置于思维中时，费尔巴哈却发现自己通过讨论的进程被逼回到了与施莱尔马赫相近的分析上。相反，在他由此得出的实践推论中，他却与黑格尔不谋而合。他认为“将宗教那个黑暗的、畏光的本质完全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是人的道德必然性，是一项神圣的义务”（1842a，234）。正统派和异端派都求助于思辨哲学，他认为这就证明了黑格尔在克服“世界历史性的虚伪”方面的失败。

费尔巴哈试图用不断推陈出新的表述来把握宗教哲学的内在矛盾。它虽然是对神学的否定，但却仍处于神学的基础之上（1843，285），并且不是其彻底的、没有矛盾的否定。这种矛盾性导致了费尔巴哈对思辨的矛盾态度。只要它完成了“对宗教而言位于彼岸的、非对象性的上帝进行理性的或理论的加工和消解”（1843，266），他就支持它。但他又拒绝它，只要它在这样做的同时陷入了所有神学的错误之中，并将被认识为神圣本质之真理的理性重新分离出来，作为一种陌生的、独立的本质对立于人：即绝对精神的幽灵。至于思辨哲学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完成了他所归咎于它的这种固定化，费尔巴哈就不再研究了。他那针对“理性哲学”的新近对“感性”和“现实性”的诉求，以及他激进的宗教批判，使得黑格尔思辨解释使其自身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之间产生的那种对立，在他看来日益显得无足轻重。因此，在人们承认左派黑格尔主义的解释为对宗教哲学的恰当解释的程度上，其批判的合理性也随之消失。同样，在人们不赞同费尔巴哈关于感觉是宗教首要之事的宗教概念的程度上，其合理性也随之消失。然而，无论是在右派还是在左派中，都有一批批评家认同这种理解。虽然其恰当性很难被证明为是无可置疑的。尽管如此，它还是对思辨宗教哲学的争论结果产生了预先判断。因为，如果感觉不是——就费尔巴哈而言，就右派的批评者而言也是一样——宗教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上帝也不能被称为感觉的本质。而且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上帝不是最高的感觉，而是最高的思想。

(5) 因此，在关于宗教哲学的讨论中，那些看似令人困惑的立场和论据的多样性，其实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一贯性过程。对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的批判质疑了理性认识上帝的可能性，从而对刚刚宣告的理性与启示的统一性产生了怀疑，而历史批判则动摇了基督教看似历史性的基础。为了与同样脱胎于这种局势的在主观性——在狭义上的——中奠定宗教基础的做法相竞争，黑格尔试图将“概念”证明为宗教真理的基础。他的宗教哲学是针对抽象主观性的进路和历史批判而设计的。它既不能被后者证实，也不能被后者反驳。因此，施特劳斯的神话学解释并没有超出黑格尔的路径。它仅仅为黑格尔遥遥领先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事后的证据。因此，费尔巴哈有理由宣称他的宗教批判在原则上优于施特劳斯的神话解释，并同时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攻击为正统信仰最后的避难所。因为他发现了一条依然向批判敞开的道路——并且这不依赖于这种批判最终是否正确的问题。思辨哲学固然为“客观真理”提供了躲避历史批判的避难所。但是，就像被它所批判的主观主义进路一样，它同样无法保护基督教免受宗教心理学解释的冲击——免受投射理论的冲击，这种投射理论是费尔巴哈在与黑格尔精神概念的富有成果的交锋中构想出来的，而黑格尔的精神概念恰好具有一种有助于被解释为投射的结构。因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本身就受到了质疑——无论这是否有理，都需要专门的探讨了。虽然本质上是对逻辑学的异议导致费尔巴哈与思辨哲学决裂。然而，他那关于变得独立自主、不再寻找回归“现实”之路的思维的批判，只有在《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的宗教批判背景下才在历史上产生了效力。这种论证语境将宗教批判提升为了批判思辨哲学、甚至批判一切哲学的范式。由于如今——正如费尔巴哈在其反对莱奥的著作中已经要求的那样——不仅神学被揭露为世界的秘密，关于宗教与哲学内容同一性、关于上帝人格性与个体不朽以及关于神-人事实性的争论，在原则上也就被终止了。弗朗茨·安东·施陶登迈尔（Franz Anton Staudenmaier）、赫尔曼·乌尔里希（Hermann Ulrici）或路德维希·诺亚克（Ludwig Noack）稍晚的著作，仅仅立足于思想的这场直至费尔巴哈的生产性运动的彼岸。

文献来源： 海因里希·莱奥（Heinrich Leo）：《黑格尔信徒。所谓对永恒真理之告发的案卷与证据》（Die Hegelingen. Actenstücke und Belege zu der s. g. Denunciation der ewigen Wahrheit），哈雷 1838 年；费尔巴哈：《对“实证”哲学的批判……》（Zur Kritik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 […]，1838 年），载于：费尔巴哈《全集》第8卷，第181-207页；费尔巴哈：《论哲学与基督教——关于对黑格尔哲学的非基督教指责》（Über Philosophie und Christentum in Beziehung auf de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gemachten Vorwurf der Unchristlichkeit，1839 年），载于《全集》第8卷，第219-292页；布鲁诺·鲍威尔：《末日审判关于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号角。最后通牒》（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莱比锡 1841 年；赫尔曼·乌尔里希（Hermann Ulrici）：《论黑格尔哲学的原则和方法。兼作其批判之一助》（Ueber Princip und Methode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Ein Beitrag zur Kritik derselben），哈雷 1841 年；布鲁诺·鲍威尔：《从信仰的立场评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Hegel’s Lehre von der Religion und Kunst von dem Standpunkte des Glaubens aus beurtheilt），莱比锡 1842 年；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评价》（Zur Beurteilung der Schrift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2a），《全集》第9卷，第229-242页；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领》（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1842b），《全集》第9卷，第243-263页；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1843），《全集》第9卷，第264-341页；弗朗茨·安东·施陶登迈尔（Franz Anton Staudenmaier）：《对黑格尔体系的阐述与批判。从基督教哲学的立场出发》（Darstellung und Kritik des Hegelschen Systems. Aus dem Standpunkte der christlichen Philosophie），美因茨 1844 年；路德维希·诺亚克（Ludwig Noack）：《黑格尔的宗教概念。兼作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批判》（Der Religionsbegriff Hegel’s. Ein Beitrag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ligionsphilosophie），达姆施塔特 18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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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围绕法与国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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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围绕“基督教国家”的斗争

(1) “就德国而言，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所有批判的前提。”（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78页）卡尔·马克思这句被频繁引用的话，为一场持续了十多年、极其激烈的辩论画上了句号。这并不意味着费尔巴哈的前提——马克思在此暗指的正是这些前提——已经免于任何批判性的追问。然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批判确实终结了直接挪用和批判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时代——米什莱并非没有道理地指出，在这一时代里，真正的哲学决断都是在围绕黑格尔宗教哲学的争论中做出的（1843, 315 f.; 1841, 7）。在这一时间点之后出现的关于思辨宗教哲学问题的著作，不再源于对当代哲学问题的生动论争。即使这些著作继续以黑格尔为主题，它们也是将他视为一个已经在历史上产生距离的人物来回顾的。这一转变的另一个迹象是罗森克兰茨至今仍具权威性的传记《黑格尔传》（Hegel’s Leben，1844）的出版。只有在围绕谢林晚期哲学的争论中，在思辨有神论的解体中，以及在克尔凯郭尔立场的形成中，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才依然展现出其系统性的现实意义（Jaeschke 1986a, 410–436）。

(2) 与宗教哲学主题不同，直到1830年代末，“法”与“国家”在黑格尔学派的著作中只占据很小的篇幅。围绕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直接论战已是十年前的事（见第II.8.1.3章）。在深受其影响的两部著作中，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的《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继承权》（Erbrecht in weltgeschichtlicher Entwicklung，1824–1835）虽然加深了黑格尔与萨维尼“历史法学派”本来就存在的距离，但并未成为围绕法哲学展开普遍争论的焦点——更何况他根本不被该学派承认为对话者；而格舍尔（Göschel）的《一位首席法学家手稿与辅助档案的散佚篇章》（Zerstreute Blätter aus den Hand- und Hilfsakten erster Juristen，1832–1842）无论如何几乎没有受到关注。欣里希斯（Hinrichs）和米什莱关于法与国家的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不仅很少引起注意，而且它们属于黑格尔接受史中直接的、富有成效的阶段结束之后的较晚时期。这可能归因于宗教哲学辩论的主导地位，以至于黑格尔的直接弟子们没有在法哲学史、政治学史或三月前时期（Vormärz）的政治史中留下印记（参见Bleek 2001, 91–142）。只有甘斯在早逝（1839年）之前对柏林大学的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通过他在1832/33年度关于自然法与普遍法制史的讲座——而且是以黑格尔法哲学的精神产生的，尽管他毫无疑问比他的老师更为“进步”，这一点从他对七月革命的热情中就可以看出。他的《人物与局势回顾》（Rückblicke auf Personen und Zustände），特别是对七月革命前夕和之后法国局势以及圣西门主义的回顾，也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层面——工人阶级的处境——给予了在当时非同寻常的关注，这无疑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1836, 99 ff.）。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将在几年后不仅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提出批判，而且将开创黑格尔接受史的一个全新时代，他就是：卡尔·马克思。

(3) 尽管在1830年代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探讨数量很少，但黑格尔研究中却很少注意到，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早在黑格尔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已经对他的法哲学发起了极具影响力的攻击。没有证据表明黑格尔曾经注意到他的这位“对立面”（Kaufmann 1906, VIII）。施塔尔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谢林的口号“基督教哲学”以及谢林的“肯定哲学”为依据，开始对从康德到黑格尔整个时代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即“理性哲学”发起全面攻击。他反对法哲学“理性主义”的举动，与当时倾向于“肯定性事物”（dem »Positiven«）的时代氛围相一致。因此，他的攻击比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Carl Ludwig von Haller）的《国家科学的复辟》（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见第II.8.1.2章）要有效得多，后者始终只获得了人数虽少但有影响力的圈子的赞同（Jaeschke, 1986b）。

(4) 在他的《基于历史观点的法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 nach geschichtlicher Ansicht，1830–37）中，施塔尔以皈依者的决心站到了他在谢林慕尼黑讲座中所了解到的“基督教哲学”的立场上（见第III.2.1章）。“基督教哲学”或“基督教法学和国家学说”在这里成了战斗概念，正如施莱格尔此前用来反对费希特，现在则特别用来反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现在，代替以理性为基础来论证法与国家的——或者贬损地说：基于哲学家们的假设网络——是基于“肯定性事物”、基于启示的绝对正确的话语，特别是基于前述的上帝的人格性原则的论证（Jaeschke 1979a）。在此，施塔尔引用了谢林的话：“哲学现在通过谢林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认识到，先验地不可能知道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创造、历史、上帝的自由行为和受造物的自由协作。”（第2/1卷第17页）“肯定的”、“历史的”或更好地说是基督教的法与国家学说的基础不在于理性，而在于上帝。正是在上帝的“人格性”中，所有不断变化的、多样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系统性的统一。“我们之所以努力使一切系统化，仅仅是因为上帝是具有人格性的。”“国家也应该是一个统一体，它应该在外在表现上帝在内在所是的——人格的统一性。”“因此，真正的统一性只能由人格化的上帝来提供。”对于这种思维方式，施塔尔甚至要求使用（真正的）思辨概念：“因此，思辨哲学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人格化上帝的自由行为的哲学。”相反，黑格尔既否认上帝的人格性，也否认自由行为——但施塔尔认为，没有上帝的人格性，法哲学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第1卷第330–332、362页）。在诉诸上帝的话语还是诉诸人的话语之间做出的严格非此即彼的选择，省去了任何进一步的辩论：因为从诉诸哲学家的“理性”中，只能预见所有国家和法律关系的毁灭：“人民主权”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施莱格尔在《时代的标志》（Signatur des Zeitalters）中已经将革命揭露为“罪恶”的后果。

(5) 这种方法之所以在今天很少被接受——就像冯·哈勒的《国家科学的复辟》（见第II.8.1.2章）或复辟时期的其他文本一样——可能要归因于其荒谬的性质。然而，这改变了当前对当时法与国家哲学状况的看法的坐标：复辟时期纲领性的、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不再进入当代研究的视野，由于这种视角的偏移，那些在当时处于复辟与革命之间中间立场的著作，今天反而被视为复辟的宣言。

(6) 无论从数量还是影响来看，复辟时期著作当时遭遇的关键反驳与保守派的有效性成反比。然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本身就是一位深受启蒙运动尤其是康德影响的重要法理学家保罗·约翰·安塞尔姆·费尔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Feuerbach）的儿子，在一篇早期仍然完全以黑格尔精神写成的书评（1835）中，对施塔尔的方法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7) 费尔巴哈认为，这种反对一切“理性哲学”或一切“理性主义”，特别是反对其最后一种黑格尔形态的“基督教法哲学”，其最终原则是神圣启示的“无知的避难所”（asylum ignorantiae），它允许将任何渴望的国家管制或伦理制度证明为源于上帝的意志——而且往往是对真实关系的不断颠倒。“基督教法哲学”例如将家庭的基础视为永恒神子的受孕，也将我们人格的基础视为上帝的人格性。费尔巴哈非常敏锐地认识到，这种试图为基督教法和国家寻找所谓的神学基础的诉求，从意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返祖现象，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对论证关系的颠倒，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不恰当的方法。此外，它是以“理智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为代价换来的。费尔巴哈看到，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的、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直接神学奠基，已经被世俗秩序所取代；他也同样清楚地看到，这种与诉诸基督教并列、面向世俗精神的“历史事物”纲领公式，实际上只能是该学派“出于讽刺”而使用的。

(8) 因为恰恰是这种关于“历史事物”的言辞，将一切历史性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以使其成为一个自称为基督教的、复辟的或至少是保守的世界观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神学方面，它将对“历史”文本的义务教条化，从而恰恰取消了这些文本的历史特征；在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上，它用提及社会关系的既有事实性（Faktizität），取代了关于社会关系法律适当性的理性辩论。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完全以黑格尔的精神用尖锐的语言特别批判了这后一点：正是历史法学派——施塔尔也把自己归入其外围——“用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并把“农奴反抗鞭子的一切呼声宣布为叛乱，只要这鞭子是一根古老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80页）。

(9) 即使在宗教哲学争论扩大到政治层面（1838年）之后，黑格尔左派——当时还远未走向任何激进主义——最初仍然试图让普鲁士对其在新教和启蒙运动中的精神根源承担义务。《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就是为这个“就时代及其对立达成谅解”的目标服务的，它是一份由黑格尔主义者特奥多尔·埃希特迈尔（Theodor Echtermeyer）和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于1838年创办的机关刊物，主要代表黑格尔左派，与柏林的《科学批判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见第II.8.7章）竞争。除了青年黑格尔派，它还有其他作者作为合作者：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或赫尔曼·乌尔里希（Hermann Ulrici）。在其1841年被禁后，它最初以《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为名在德累斯顿继续出版——直到1843年1月初在那里同样被禁。

(10) 《哈雷年鉴》将其目标设定为在一个自由国家中实现新教与自由科学的综合。特奥多尔·埃希特迈尔和阿诺德·卢格的“宣言”《新教与浪漫派》（Der Protestantismus und die Romantik，1839/40）尤其服务于这一选择：“被压迫的、由于内心冲动而变得模糊的精神，对最近出现的宗教改革的最后阶段，即对我们精神现实的自由教化（freie Bildung）的抗拒，正在准备一场如今正在撼动我们的斗争。”在其中，作者意图——用一个尚武的比喻——“以严密的阵型深入到真理和自由精神的敌人所有的藏身之处和防御工事中去追击他们”（PLS 4/1.192 f.）。他们当时的斗争绝非针对基督教宗教，而仅仅针对政治、基督教和浪漫派的结合——并以此反对那股当时纠合在一起的力量，这些力量排斥自由思想，部分意图复辟早期状态或至少保守现状——无论是在“基督教国家”还是在“基督教科学”中。

(11) 费尔巴哈对施塔尔的批判虽然以无奈的惊呼“智者自明”（Sat sapienti）达到高潮——但它却在时代精神面前毫无作用地被弹开，而当时发声的并非“智者”。无论是他还是米什莱在1839年对施塔尔《法哲学》1837年出版的最后一卷所作的书评，都未能阻止施塔尔在1840年（在阿尔滕施泰因去世和“浪漫主义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之后），与谢林同时被召到柏林，以根除黑格尔主义的“龙种”。在随即发起的解雇和大规模审查措施——不仅打击了黑格尔左派（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阿诺德·卢格等人），也打击了欣里希斯等右翼黑格尔派，其政治讲座被禁——之后，在“理性”与“新教”结合的旗帜下改革国家的希望变成了幻想。

(12) 布鲁诺·鲍威尔虽然再次强烈反对“基督教国家”的意识形态，他描绘了这样一个国家——自拜占庭以来——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图景。他恳求同时代的人放弃这个纲领，转而与科学结盟：“想一想吧，也许还有时间！也许只有一瞬间，你们就会——错失并失去一切。”（1841b, 43）。但是，甚至在1839/40年之交还为普鲁士国家与启蒙传统以及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新教之间的联盟而战的阿诺德·卢格，现在也对实现这种联盟的希望死心了。他在1840年4月4日写信给罗森克兰茨：“转向愚蠢的基督教和贵族的支持，转向荒谬的、虚伪的神学以代替哲学和新教的彻头彻尾的教化，这种转变快得令人目眩。”而爱德华·泽勒（Eduard Zeller）——面对政治局势，同样充满愤怒、惊讶和无奈——对复辟时期“基督教国家”的批判在不久后（1844年）清楚地表明，在反对这种基督教国家的“客迈拉”（Chimäre，虚幻怪物）的斗争中，带有特定黑格尔色彩、由思辨理性塑造的基督教概念已经丢失，而黑格尔所追求的国家、宗教与哲学和解的政治实现的机会已最终丧失。

(13) 文献来源：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时代的标志》（1820–1823）；爱德华·甘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继承权》（4卷，柏林，1824–1835）；施塔尔：《法哲学》（第1版，1830–1837）；爱德华·甘斯：《自然法与普遍法制史》（[1832/33]，曼弗雷德·里德尔主编，斯图加特，1981）；卡尔·弗里德里希·格舍尔：《一位首席法学家手稿与辅助档案的散佚篇章》（3卷，爱尔福特/施洛伊辛根，1832–1842）；甘斯（主编）：《普鲁士立法修订的贡献》（柏林，1830–1832）；费尔巴哈：《评施塔尔：基于历史观点的法哲学》（载于《费尔巴哈：全集》第7卷第24–43页）；甘斯：《人物与局势回顾》（柏林，1836，重印本 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1994）；特奥多尔·埃希特迈尔、阿诺德·卢格（主编）：《德国科学与艺术哈雷年鉴》（莱比锡，1838–1841，之后为《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莱比锡，1841–1843）；米什莱：《评施塔尔：法哲学，第2/2卷》（载于《科学批判年鉴》，1839年8月，第177–223页）；《阿诺德·卢格通信与日记1825–1880》（保罗·内尔利希主编，第1卷，柏林，1886）；布鲁诺·鲍威尔：《基督教国家与我们的时代》（1841）（载于鲍威尔：《纯粹批判的远征》，汉斯-马丁·萨斯主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8，第7–43页）；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阿诺德·卢格与卡尔·马克思主编：《德法年鉴》，巴黎，1844，第71–8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80页）；爱德华·泽勒：《基督教国家与科学》（载于《当代年鉴》，蒂宾根，1844，第8–23，110–164页）。—— 参考书目：
埃里希·考夫曼：《君主制原则国家学说研究》（莱比锡，1906）；伦茨：《柏林大学史》（第2/1卷，1910）；海因茨-约阿希姆·海东：《从黑格尔的国家到不断革命。1838–1843年<哈雷年鉴>与<德国年鉴>新版导言》（载于海东/格尔诺特·科内夫克：《社会史与教育哲学研究。II. 19世纪德国诸面相》，慕尼黑，1973，第133–177页）；耶施克：《出于基督教原则的国家与基督教国家。论黑格尔与复辟时期法哲学中诉诸基督教的矛盾性》（载于《国家》，18/3（1979a），第349–374页）；耶施克：《宗教中的理性》（1986a）；耶施克：《法律的合理性。围绕民法与宪法之争的黑格尔与复辟时期》（载于卢卡斯/珀格勒主编：《处于欧洲宪法史脉络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1986b，第22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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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直接接受史的终结

(1)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的详尽而深刻的批判（1843年）以及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44年）已经标志着黑格尔法哲学直接接受史的终点：前一篇文本当时并未发表，后一篇则在巴黎的《德法年鉴》（1844年）上发表。但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于1842年初宣告了对思辨哲学的“激进决裂”之后，紧接着也宣告了这一决裂（见第三章第4.3节）。从这一后来的视角，从对被批判者的时代距离来看，他批评的不同对象——一方面是神学和政治的复辟，另一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距离也消失了。马克思确实承认，德国的国家和法哲学“通过黑格尔获得了其最连贯、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并且他强调它是“唯一与官方现代现实处于同等水平的德国历史”（MEW 1.383 f.）。但这并不能保护它免于同样地，并且带着“坚决的否定”，作为颠倒的世界意识的一种形式被抛弃。在马克思看来，它是“德国以往政治和法律意识整个方式的最主要、最普遍、被提升为科学的表达”。正是其相对卓越的地位，使其注定不能成为可接受的或至少可容忍的替代方案，而是成为激进批判的最主要对象（MEW 1.384）。

(2) 但是，与黑格尔哲学的“激进决裂”现在显得不可避免，因为1840年左右的历史经验表明了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彻底决裂的必要性。鉴于这种现实，一个理解现实甚至将其理解为“合理的”理论纲领，显得注定要失败。因为这种现实已不再能让人生活其中，而只能对其进行批判和逃避。来自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向后看的幽灵们，同样坚决地甚至带有行政上的“成功”——通过禁止出版物和期刊——来打击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他们将黑格尔右派——这里又要提到格舍尔——拉入他们的阵营，怀疑并孤立黑格尔中间派，并迫使左派逐渐从他们准备参与改良性政治塑造的意愿中退出，转向激进主义，并进一步部分地进入内部、部分地也进入外部的流亡——直到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恶灵的“激进决裂”显得不可避免。因为如果当时的主导群体一方面将宗教信仰与政治合法性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将理性与革命等同起来，那么革命就必然显得是政治理性的适当实现。

这些斗争——以及黑格尔哲学的直接接受史——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而告终。它为保守派提供了最后一次诽谤和摧毁该学派的机会——奇怪的是，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其中。因为“黑格尔的哲学 […] 在这场世界精神的巨大灾难中保持沉默和闲置，它没有一句话可以教导和把握，没有举起旗帜在它的口号下战斗，而旧的积极信仰和对旧的积极历史秩序的旧有忠诚，则派出了他们的大众进入战场，并为精神财富，也为他们如此轻视的科学和哲学，对抗入侵的野蛮行为而战。”（Stahl 1854, PLS 4/1.436）随着施莱格尔提出并由施塔尔不知疲倦地重复的理性哲学、政治“革命”与“罪恶”之间的等同（Stahl, 1854），当时古典德国哲学的终结在政治上被强制执行，同时其遗产也被挥霍一空。

文献来源：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国家法批判（§§ 261–313）》（1843年），MEW 1.203–33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巴黎 1844年，第71–85页，MEW 1.380；施塔尔：《什么是革命？ […]》柏林 1852年，PLS 4/1.422–432；同上：《法哲学。第三版序言》。海德堡 1854年，PLS 4/1.433–444。—— 参考文献： 耶施克 (Jaeschke)：《国家作为基督教原则和基督教国家：论黑格尔法哲学与复辟时期诉诸基督教的矛盾性》。载于：《国家》18/3 (1979a)，349–374；库尔特·赖纳·迈斯特 (Kurt Rainer Meist)：《阿尔滕施泰因与甘斯：黑格尔法哲学的早期政治选择》。HS 14 (1979)，39–72；《比德迈厄的非时代：德国三月前时期1830-1848的历史缩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编。莱比锡等地，1985年；耶施克：《法律的合理性：民法与宪法争论中的黑格尔与复辟》。载于：卢卡斯 / 珀格勒 (Lucas / Pöggeler) (编)：《欧洲宪政史背景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6b，221–256；多梅尼科·洛苏尔多 (Domenico Losurdo)：《在黑格尔与俾斯麦之间：1848年革命与德国文化危机》。(意大利语 1983年) 柏林 1993年；赫尔曼·克伦纳 (Hermann Klenner)：《复辟与革命之间的法哲学》。PLS 4.87–99；威廉·布莱克 (Wilhelm Bleek)：《德国政治学史》。慕尼黑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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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围绕形而上学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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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宗教批判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1) 黑格尔哲学的直接接受史在其两个最重要的线索中展现出一种典型的进程，这种进程可以自然而然地用一个黑格尔式的模型来描述。他的哲学最初遭到了“基督教哲学”的激烈批判。其旨在捍卫“上帝的人格性”和“灵魂的不朽”等主题的从保守到复辟的趋势，最终激起了发生论-批判性的宗教哲学的形成：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中。它立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基础之上，因为它从黑格尔关于精神自我生产的思想出发。因此，它被同时代的人正确地理解为黑格尔学派的产物，而不是像晚年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86/88年那样，既篡改历史又教条化地声称的那样，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对立立场（MEW 21.272）。但与此同时，费尔巴哈的投射思想标志着与黑格尔的一个对立——当然，这并不在于：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对象化服务于精神的自我认识，而对费尔巴哈来说，宗教意识则是将人的类本质对象化。因为这也可以被把握为自我认识的行为——而且两人也一致看到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黑格尔虽然将源于这种对象化的宗教表象“扬弃”在概念中，但仍将其理解为一种——在历史人类学意义上——合理的、甚至是历史上必然的形态，而费尔巴哈则强调了这种投射的幻觉特征以及与之相连的毁灭性后果。

至少在德国，直到这个时候，这种普遍的宗教批判还是一个未知的现象。此前，宗教的个别特征曾受到批判，以强调其他方面——例如以牺牲“规约性的”内容为代价来强调宗教的道德意蕴。但是，费尔巴哈的发生论-破坏性的宗教批判现在从根本上质疑了宗教——将其视为一种虽然存在于人类精神本质中、最初并未被其自身识破、但最终必须被扬弃的投射。尼采后来的格言“作为最终反驳的历史反驳”——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刻画了费尔巴哈的策略：“过去人们试图证明没有上帝，——今天人们表明，认为存在一个上帝的信仰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怎么能够产生，还有这种信仰是通过什么获得了它的分量和重要性：因此，证明没有上帝的反证就显得多余了。”（《曙光》95；KSA 3.86）这种宗教批判的激进性是由不亚于此的对整个生活进行基督教化的激进要求所激发的。与这种由正统派要求激发的激进宗教批判严格平行，政治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轨迹：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最初提出的是“基督教国家”的口号——而当时试图建立这种国家的尝试，在1840年之后激起了对当时社会形态的普遍批判，甚至直至呼吁革命和废除国家。

(2) 因此，“19世纪思想中的革命性决裂”并没有发生像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在完全无视19世纪3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讨论的情况下、同样教条化地暗示的那样，发生在“老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维护”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颠覆”之间（1941年第1版，1964年第5版，65, 78）。这种决裂——如果真的能谈论它的话——实际上具有一种更复杂的结构：它在于对19世纪30年代在哲学、宗教和国家中出现的、广义上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复辟倾向的反应。因此，实际上应该谈论的是一种“双重决裂”——其中伴随着复辟时代开始而发生的“复辟决裂”，即在宗教和国家中寻求“回到肯定性”的产生巨大影响的解决方案，构成了针对它的“革命决裂”的精神和政治前提。

无论如何，关于这样一种“决裂”的谈论不能让人忘记，以数量以及当时的意义来衡量，它仅仅触及了当时哲学界一个边缘的、而且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部门——尽管在今天的回顾中，这是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具有创新性的部分。相比之下，那些年大学哲学的宽广主流并没有被这种决裂所触及（Köhnke 1986）——正是从这里，在“三月革命后”时期发生了向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的历史过渡。这种“决裂”充其量只是间接地触及了学院哲学，只要某些被怀疑为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失败的1848年革命后被禁止任教。此外，“三月革命后”时期哲学的历史化趋势本来就与时代精神的普遍历史化相一致，它在政治压力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甚至是被强制的——直到它最终反戈一击，转向那些最初将其工具化以服务于其复辟目的的人。尼采也非常精辟地抓住了这种转变——在格言“德国人对启蒙运动的敌意”中（《曙光》197；KSA 3.17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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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形而上学”的转化或限制

(1) 按照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史图景，“19世纪思维活动中的决裂”首先涉及形而上学：据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终结也同时意味着一般“形而上学的终结”。然而，这一假设得益于对“三月革命前”时期发表的哲学著作的大方无视。大概很少有哪个时期比在据称发生了“形而上学的终结”的“三月革命前”时期，发表了更多以“形而上学”为标题的书籍和逻辑学-形而上学内容的论文。作为时代概念的“三月革命前”时期，并非“形而上学的终结”的时代，而是形而上学——即使只是短暂的——复苏的时代。因为它的原则性终结早已在启蒙运动末期，通过康德的批判而出现了。

(2) 在严格的历史限定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已经预设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即作为17和18世纪理性主义学院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前被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说，已经被连根拔起，并从各门科学的行列中消失了。”并且——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接着说——：“这是一个事实，即人们对以前的形而上学的内容、形式或者两者的兴趣都丧失了。”（GW 11.5）同样地，他在1816年8月2日给冯·劳默的信中写道：

“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方面仍坚持旧事物的人，形而上学也已经像法学院的德国国家法那样消亡了。”黑格尔带着惊讶和不无遗憾的口吻确认了这一“事实”——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这种形而上学恢复其先前的尊严。对他而言，早先的“特殊形而上学”也已成为过去，而在关于“一般形而上学”即本体论方面，他遵循了康德所规划的路线，将其重塑为逻辑学（参见第II.6.2.2章）。在逻辑学中，他试图给“与自己的纯粹本质打交道的精神”赋予一个新的定在（GW 11.5）。然而，他由此停留在了“理性哲学”的范围内。在理性哲学的条件下，形而上学只可能作为精神的自我认识——作为精神内部结构或精神的“逻辑学”——而存在。这种洞见引导黑格尔的思维活动发展从仍然认识一种“客观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草稿II》（1804/05）（参见第II.4.6.6章），走向了《逻辑科学》。然而，作为精神的自我认识形式，这种“形而上学”构成了哲学的一个基础性和不可或缺的领域，只有付出“理智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的高昂代价才能放弃。

(3) 面对这种“形而上学”，“基督教哲学”对“理性哲学”的论战远不如在对社会生活敏感的“宗教”和“国家”领域那样成功和彻底。在这里，这种论战更多地具有“学术内部”争论的性质，并且它最终的目的也不是全面消除这种“形而上学”，而是要么将其转化为一种“基督教哲学”，即在基督教启示中为其奠基，要么严格限制在“理性哲学”框架内可能的“形而上学”的范围——例如作为一种“否定哲学”——并通过一种“肯定哲学”来补充和超越它。这种如今仅在回顾谢林晚期著作时才为人所知的区分，广泛贯穿了当时关于所谓“理性哲学”的体系范围的争论。

只要当时形而上学草案的作者属于黑格尔学派，他们就会更新黑格尔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尽管相对于大师的《逻辑学》，他们总是做出一系列真实或自以为是的改进。他们主要倾向于松动黑格尔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严格统一起来的做法——部分通过对逻辑学进行范畴上的扩展，部分通过回归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内部分化。这里可以列举欣里希斯、穆斯曼、埃德曼、库诺·费舍尔和罗森克兰茨的著作，以及他与他的批评者费迪南德·拉萨尔和米希勒之间的争论（耶什克 1980；布尔克哈特 1993）。阿道夫·特伦德伦堡的《逻辑研究》（1840年）这部“晚期浪漫主义”的著作，虽然被抱有政治和宗教兴趣的一方奉为对黑格尔的驳斥，却并未对黑格尔学派的这项逻辑学工作造成损害（Köhnke 1986，48–57）。

相反，只要当时的“形而上学”作者属于或接近“思辨有神论者”的圈子，他们就试图要么在上帝的人格性理念中重新为“逻辑哲学”奠基，要么让它保持为“理性哲学”，但通过一种扎根于肯定事物、扎根于上帝的人格性及其启示理念的哲学来补充它。这里可以列举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魏塞和费舍尔，还有曾格勒和夏利鲍斯。这一讨论线索的最高点和转折点毫无疑问在于魏塞和费希特在1842/43年间的《致信》和《复信》中的论战。它同样属于黑格尔的影响史，不亚于学派核心圈子的著作——因为像在那里一样，这里的核心问题也在于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其遗产的意义，以及一般的“形而上学”或“先验哲学”在当今哲学处境中的体系效能。

(4) 1830年代一种特征性的发展对这些问题没有直接影响：认识论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部分。认识论的这种独立化反映了康德遗产的余音，而在黑格尔哲学中，康德遗产似乎被压制，至少其自身分量被低估了。因为黑格尔总是嘲笑那种想要在认识活动之前认识认识活动的努力——正如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所说，嘲笑那种想在下水前学会游泳的经院哲学家的企图（V 3.79）。尽管如此，自1830年代以来独立认识论的发展，并不必然触及形而上学的地位。毕竟，它的任务不是取代形而上学，而是为其准备地盘。这在小费希特身上已经体现出来了，他在《哲学体系大纲》中同样让认识论先于本体论。

(5) 总的来说，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派别绝不是想要引发一种“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是要最终撤销由康德导致且未被黑格尔撤回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以便为哲学重新争得那些在前批判时期的特殊形而上学中构成思维活动最高点的对象：上帝的人格性和灵魂的不朽。出于这种兴趣，围绕费希特和魏塞的圈子的“思辨有神论”与谢林晚期哲学走到了一起。谢林晚期哲学表达了其最内在的动机以及“转向的信号，从而转向肯定哲学”，这正是自我对一个人格性的上帝和救赎的渴望：“它要他，要他，那个行动的上帝，在他那里有天意，[…] 简言之，那个存在的显赫之主”（SW 1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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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类学与“形而上学”

(1) 这些派别与黑格尔学派之间围绕形而上学进行的斗争，是一场旨在重新获得自启蒙运动以来被摧毁的内容——尽管并非前批判时期形而上学的形式——的斗争。然而，在该学派在宗教与政治斗争中遭到事实上的、政治上的失败之后，在形而上学斗争中也开辟了一条新战线，直到此时，这场斗争才进入了对黑格尔哲学影响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借助于这样一种批判，即黑格尔哲学中并非神学太少，而是依然包含着太多的神学。

(2) 正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自己所证明的那样，他很早就表达了“怀疑”——在他1827/28年同名的残篇中：“思维活动与存在的关系如何，‘逻辑学’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是否有理据？这种过渡的必然性何在，原则何在？[…] 如果没有自然，这不可玷污的处女‘逻辑学’永远也无法从自身中产生出一个自然。”接着，他立刻提出了一个关于哲学与宗教关系的问题（Bd. 10.155 f.）。尽管有这些怀疑，费尔巴哈还是写了一篇完全受黑格尔影响的学位论文，并于1828年以《论唯一、普遍、无限的理性》（De ratione, una, universali, infinita）为题作为教授资格论文发表。1830年左右他在埃尔朗根讲授逻辑学时所面对的听众，甚至接受了学生群体中最“正统”的逻辑学修订。在随后的几年里，费尔巴哈也在宗教哲学和法哲学领域为黑格尔哲学辩护，反击保守派批评者。

直到1838/39年间，围绕宗教哲学和政治的争论迫使人们告别黑格尔关于哲学与宗教内容同一性的论点，对费尔巴哈来说，告别黑格尔逻辑学的时机也已成熟：他的论文《黑格尔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1839年）并非偶然地紧随他的《肯定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1838年）和《论哲学与基督教》（Über Philosophie und Christentum，1839年）之后。甚至在他的黑格尔批判中，他也反对“实证主义者的思辨 [即基督教-肯定哲学的追随者]；因为这非但没有超越黑格尔，反而深深地跌落到黑格尔之下”（Bd. 9.61）。

(3) 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首先与施特劳斯反对“类在某个特定的个体性中绝对道成肉身”的论点联系在一起。但他并没有给这个论点赋予当时被复辟势力所反对的、针对君主制的政治转向，而是将矛头指向黑格尔：他的哲学也不可能是“哲学理念的绝对现实性”——否则时间就静止了。然而，所有的哲学都是“在特定时间产生的”；因此它们具有有限的特征，它们会消亡，“因为人和时代会消亡，而人们不想靠祖先的遗产生活，而是想靠自己挣来的财产生活。”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费尔巴哈除了指出历史相对性的环节，也突出表达了背离黑格尔的意志性环节：为了自身同一性的缘故，人们必须有勇气脱离父辈，甚至有勇气去造成历史的不公。但此外还有一个客观方面：既然时间无论如何都会使所有精神产物相对化，从而也使黑格尔哲学相对化，那么，“思想者的义务和任务就是，通过理性预见时间那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作用”，并且“通过理性走在时间前面，证明它确实是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哲学。”（Bd. 9.20–23）在这一时期，费尔巴哈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还具有狂想曲般、摸索性的特征，其挑衅意味大于论证意味：针对黑格尔以存在的概念作为开端，他反驳说，最好“以存在本身，即真正的存在，作为开端”（Bd. 9.23）——仿佛被谈论和书写的“现实存在”不也是被思维的存在似的。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被他视为“一个既无成果又具破坏性的原则，因为它甚至在特殊事物上也取消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区分”（Bd. 9.53）。他要求用“直接性”来代替黑格尔的“中介”——当然，这是一种与雅各比的主观直接性不同的“另一种直接性”——同时又要求“我与你”之间的中介，作为真理的条件（Bd. 9.26–30）。并且，所谓“辩证法”“不是思辨与自身的独白，而是思辨与经验的对话”，这一点，费尔巴哈除了在黑格尔那里，未在别处学过，而他现在却用这个思想来反对黑格尔。

(4) 费尔巴哈指责黑格尔在《现象学》中“与感性意识绝对决裂”，以此来为自己的“与思辨决裂”做准备。他认为，黑格尔因此从未达到“思想的他者存在”，而仅仅达到了“关于思想的他者存在的思想”（Bd. 9.45）。从纲领上看，他的“与思辨决裂”因此被设定为对思辨所造成的与直接性、感性和直观的决裂的修正——尤其是与“现实性的总括”即“自然”的决裂的修正。因此他的总结听起来简直像是卢梭式的：“回归自然是拯救的唯一源泉”（Bd. 9.61）。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初步论点》（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和《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最尖锐地表达了他对形而上学的背弃。但这些著作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批判形而上学的冲动和以人类学取代形而上学的兴趣，都汲取自宗教批判和神学批判。因此，他主要将“思辨哲学”作为“思辨神学”来批判。在他的手稿《哲学原理。变革的必然性》（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Notwendigkeit einer Veränderung）中，他也通过哲学与基督教——特别是与现代基督教——的关系来展示这种“必然性”：在形而上学批判中，他主要关心的也是从这种基督教中解放出来——因此，所有仍然涉嫌神学或甚至与宗教保持肯定关系的哲学，也必须被摒弃——从而也包括黑格尔哲学。

违背他早期更好的见解，费尔巴哈现在将黑格尔哲学解释为神学，以便能更名正言顺地抛弃它——并与之一起抛弃整个早先的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现在受到怀疑，认为在其中，神学的“逝去精神”“仍然像幽灵一样游荡”（Bd. 9.247）。他认为，思辨理性无非是上帝的知性——但将Deus（上帝）转化为理性并没有扬弃Deus（费尔巴哈 1996，107，125）。然而，这种批判模式，即对某种思想进行笼统怀疑并诋毁其为早期神学残余的做法，是可以随意重复的，因此，对神学嫌疑的重复不久后便指向了费尔巴哈自己的新起点。因为，正如他在思辨哲学的理性概念中看到旧的上帝观念在起作用，并把人证明为上帝的秘密一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麦克斯·施蒂纳（化名约翰·卡斯帕·施密特）的启发下，更有道理地反驳他：“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衍生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走向了‘人’，因此‘人’自然还顶着抽象的神学光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MEW 27.11 f.）

如果人们承认表达神学怀疑具有论证价值，那么这一反驳就更加有理了，因为费尔巴哈用一种黑格尔式的思想模式，将他那针对黑格尔的新哲学包装为黑格尔哲学的“实现”，当然，这是一种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无矛盾否定”的实现。因为：“近代哲学的完成是黑格尔哲学。因此，新哲学 [即费尔巴哈哲学] 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主要与对黑格尔的批判联系在一起。”（Bd. 9.295）早些时候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新哲学“不能通过肯定的途径”，而“只能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否定从它那里衍生出来”（Bd. 9.247）。

因此，所追求的新的“直接性”源自哲学史上的中介过程。费尔巴哈要求彻底决裂、要求形而上学终结的呼吁，因此停留在纲领和口头上的激进之中。在1842年2月13日给卢格的信中，他纲领性地阐述道：“彻底决裂是必然的”——但他接着写道：“但这自然不应排除‘渐进’（peu à peu）。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一些可以用来讲授的东西。最好是依附于黑格尔——他的路径完全正确——当然，要根据新原则对其进行改革。”（Bd. 18.159）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许多反驳仅仅概括了黑格尔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批判，例如他将意识拔高为“现实存在”（Bd. 9.252）。相反，在费尔巴哈超越对神学嫌疑的重复，并在内容上批判旧形而上学以及黑格尔逻辑学的程度上——例如着眼于思维活动与存在的关系——他的论述特有的暗示力就消失了。他用来反对“被思维的存在”的“现实存在”，对他而言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只有在言辞停止的地方，生活才刚刚开始，存在的秘密才刚刚显露。”“存在”、“实存”，对他而言终究是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无：“实存本身，即便没有可言说性，也具有意义和理性。”（Bd. 9.308）

(5) 在“存在”、“直接性”、“实存”等关键词得到重视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当时意识史上的一个普遍倾向，这一倾向——在黑格尔影响史之外——也能在克尔凯郭尔和谢林那里找到踪迹，尽管在那里并不与宗教和神学处于紧张状态。然而，小费希特对魏塞《致信》的《复信》则显现出一种未引起足够注意的、与费尔巴哈的相似性：费希特在这里确认，当代哲学重新展现出从虚幻的辩证法推演纯粹概念抽象的立足点转向经验论的倾向——而且这还带来了一个好处，即在经验领域，即使是薄弱的思辨才能也能有所建树。与其在抽象的贫瘠沙漠中挖掘生命之水，不如转向那唯一永恒涌动着的实在者的生命源泉。然而，这里首要的不是什么科学史上的转向，而是要求洞见神圣精神在世界中的内在性——也就是说，要求一种在传统宗教框架内似乎不再能达到，且不应通过思辨途径获得的洞见（费希特 1843，207–211）。

同样的倾向也贯穿了费希特《思辨神学》（Spekulative Theologie，1846年）的导言：要摆脱黑格尔思想的沉重权威，不能像学派那样通过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区分来实现，而只能通过放弃这些“抽象出的概念”——尽管费希特本人就写了一部充满此类概念的厚重的《思辨神学或一般宗教论》（Spekulative Theologie oder allgemeine Religionslehre）。他用可直观的现实与直接事物来对抗“深奥超验的概念世界”。并非通过概念认识就能认识上帝，相反，他如今已成为科学的一个“在场神明（praesens numen）”。通过这种方式，费希特试图利用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由此导致的科学概念的变化，来服务于他的宗教兴趣。因此，他梦想着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将在“蒙上帝启发的科学的共同光辉下进行哲思，而自制体系的虚荣和自私将化为乌有”。他认为，由于我们思辨教化的片面性和荒芜，上帝已变成一个纯粹的、没有自然和现实的思维物，人们再也无法相信它。费希特用宗教永恒、原初的力量来对抗这种哲学的“伪科学”，他怀着并非没有根据的期望，认为宗教比起思辨哲学，能更容易地与正在兴起的各门具体科学相妥协（费希特 1846，II–XX）。

(6) 这种在二十多年里反复出现的 theological 选项与政治选项结成了紧密同盟，最终结束了黑格尔哲学影响史的第一个阶段。这种政治-神学格局在市民阶层的、几乎没有革命倾向的“三月革命前”时期广泛引起了共鸣——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决定的环境中——从而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直接影响史的终结。相比之下，黑格尔哲学与正在形成的各门具体科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在这里甚至可以描绘出影响的线索——例如，通过费尔巴哈中介的、生理学家雅各布·摩莱肖特在“唯物论之争”（1855年）的前史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但总体而言，迄今为止，对“三月革命前”时期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关系的考察还只是局部的——这与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信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即所谓“德国观念论的崩溃”是由各门具体科学引发的。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发生在一个独立的领域，遵循自身的逻辑，并不诉诸思辨哲学。具体科学的分化似乎不仅不需要形而上学，而且根本不需要哲学，从而使其变得多余；哲学对其成功没有任何贡献。当哲学受到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攻击时，它却被具体科学所忽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在世纪中叶之后的“观念论”与“唯物论”之争中，在笼统贴标签占上风的时候，德国古典哲学才被冠以“德国观念论”的头衔（耶什克，2000b）。这个过程既不能描述为“反驳”，更不能描述为“崩溃”，在较好的情况下可描述为“历史化”，在较糟的情况下则是对这种哲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水平纯粹的压制、忽视和诽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史在这里被吸收到一个意识史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与自己的纯粹本质打交道的精神”变得无处安身和陌生。黑格尔在《逻辑科学》开篇时写下的话语，并非在1812年，而是直到“三月革命前”时期结束时，才获得了充分的合理性。它现在也囊括了被吸收到“逻辑学”中、除了以精神的自我认识为对象之外别无他物的形而上学：“这是一个事实，即人们对以前的形而上学的内容、形式或者两者的兴趣都丧失了。”（GW 11.5） 文献来源：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论唯一、普遍、无限的理性》（1828）。载于：费尔巴哈：《全集》。第1卷，1–173页；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哲学体系大纲》。第1部分：《认识活动作为自我认识》。海德堡 1833年；第2部分：《本体论》。海德堡 1836年；第3部分：《思辨神学或一般宗教论》。海德堡 1846年；卡尔·菲利普·费舍尔：《形而上学科学纲要。供其讲课使用》。斯图加特 1834年；克里斯蒂安·赫尔曼·魏塞：《形而上学大纲》。汉堡 1835年；费尔巴哈：《肯定哲学批判[…]》（1838年，第8卷，181–207页）；费尔巴哈：《论哲学与基督教在受到黑格尔哲学非基督教指责时的关系》（1839年，第8卷，219–292页）；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年，第9卷，16–62页）；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第5卷）；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初步论点》（1842年，第9卷，243–263页）；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第9卷，264–341页）；费尔巴哈：《哲学原理。变革的必然性》。载于：费尔巴哈：《新哲学草稿》。瓦尔特·耶什克与维尔纳·舒芬豪尔编。汉堡 1996年，119–135页；阿道夫·特伦德伦堡：《逻辑研究》。柏林11840年；克里斯蒂安·赫尔曼·魏塞：《当代的哲学问题》。致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的公开信。莱比锡 1842年；费希特：《消极绝对物的概念与否定哲学》。致[…] C. H. 魏塞的复信。载于：《哲学与思辨神学杂志》（1843年），157–217页；费舍尔：《黑格尔体系的思辨特征与批判以及将哲学重塑为客观理性科学的奠基，兼论哲学史》。埃尔朗根 1845年；海因里希·莫里茨·夏利鲍斯：《知识学体系草案》。基尔 1846年；雅各布·曾格勒：《上帝的理念》。海德堡 1847年；罗森克兰茨：《逻辑理念的科学》。两卷本。第1卷：《形而上学》；第2卷：《逻辑学与理念论》。哥尼斯堡 1858/59年；弗里德里希·尼采：《晨曦。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1881年）。载于：尼采：《考订研究版全集》。第3卷。慕尼黑与柏林 / 纽约 198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1886年，修订单行本 斯图加特 1888年，MEW 21.261–307。——参考文献： 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活动中的革命性决裂。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11941年，斯图加特51964年及后续版本；耶什克：辞条《逻辑，（思辨-）辩证的》。载于：《历史哲学词典》。L-Mn卷。巴塞尔 / 斯图加特 1980年，第389–398栏；耶什克（1986a），410–436页；克劳斯·克里斯蒂安·柯恩克：《新康德主义的产生与兴起。观念论与实证主义之间的德国大学哲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6年；贝恩德·布尔克哈特：《处于批判张力场中的黑格尔“逻辑科学”。关于黑格尔“逻辑科学”功能与效能讨论的历史与系统研究》。希尔德斯海姆 等 1993年；耶什克：《论德国观念论的谱系学。意在方法论的构造史评论》。载于：安德烈亚斯·阿恩特 / 瓦尔特·耶什克（编）：《唯物论与唯灵论。1848年后的哲学与科学》。汉堡 2000年，219–234页；库尔特·巴耶尔茨 / 米里亚姆·格哈德 / 瓦尔特·耶什克（编）：《19世纪的世界观、哲学与自然科学》。第1卷：《唯物论之争》；第2卷：《达尔文主义之争》；第3卷：《不可知论之争》。汉堡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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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表

1770

8月27日：作为国库秘书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黑格尔 (1733–1799) 及其妻子玛丽亚·马格达莱娜·路易莎 (1741–1783) 的长子，出生于斯图加特。

1773

4月：妹妹克里斯蒂安妮·路易丝 († 1832) 出生。
就读于德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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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版本

标准版以及精选重印本和预印本

著作

Gesammelte Werke. In Verbindung mit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hg. von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1968–1995: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eit 2009: … und der Künste). Hamburg 1968 ff. (= GW).

Sämtliche Werke. Hg. von einem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erlin 1832–1845 (=W).

Nachdrucke:

Jubiläumsausgabe. Hg. von Hermann Glockner. Stuttgart 1927 ff.

Hegel: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Theorie Werkausgabe. Redaktion: 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 Frankfurt am Main 1970 ff.

Vorlesungen

Gesammelte Werke (=GW 23–30).

Voreditionen, Einzelausgaben:

Vorlesungen. Ausgewählte Manuskripte und Nachschriften, Hamburg 1983 ff. (=V). 16 Bde.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 Edition und Kommentar in sechs Bänden von Karl Heinz Ilting. Stuttgart-Bad Cannstatt. Bd. 1: 1973; Bde. 2–4: 1974 (mehr nicht erschienen).

Naturphilosophie. Bd. 1. Die Vorlesung von 1819/20. In Verbindung mit K. H. Ilting hg. von Manfred Gies. Napoli 1982.

Henrich, Dieter (Hg.): Hegel. Philosophie des Rechts. Die Vorlesung von 1819/20 in einer Nachschrift. Frankfurt am Main 1983.

Vorlesung über Ästhetik. Berlin 1820/21. Eine Nachschrift. Hg. von Helmut Schneider. Frankfurt am Main 1995.

Vorlesung über Naturphilosophie Berlin 1823/24. Nachschrift von K. G. J. v. Griesheim. Hg. und eingeleitet von Gilles Marmasse. Frankfurt am Main u. a. 2000.

Philosophie der Kunst oder Ästhetik [1826]. Hg. von Anne-Marie Gethmann-Siefert und Bernadette Collenberg-Plotnikov. München 2004.

Philosophie der Kunst. Vorlesung von 1826. Hg. von Anne-Marie Gethmann-Siefert, Jeong-Im Kwon, Karsten Berr. Frankfurt am Main 2005.

Die Philosophie des Rechts. Vorlesung von 1821/22. Hg. von Hansgeorg Hoppe. Frankfurt am Main 2005.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g. von Klaus Vieweg. München 2005.

Briefe: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Hg.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 Hamburg 11956, Bde. I-III: Hamburg 31969, Bde IV/1 und IV/2: Hg. von Friedhelm Nicolin. Hamburg 1977 bzw. 1981 (=Br).

Nachträgliche Ergänzungen:

Hegel an Sigmund von Tucher. Ein unbekannter Brief Hegels aus dem Jahre 1815. Mitgeteilt von Gerhard Hirschmann. HS 17 (1982), 41–43.

Aus Hegels Briefwechsel mit Karl Daub. Mitteilungen von Friedhelm Nicolin. HS 17 (1982), 45–52.

Hegel an Kirejewskij. Ein unbekannter Brief mitgeteilt von Arsen Gulyga. HS 19 (1984), 47 f.

An Mademoiselle Christiane Hegel. Ein unveröffentlichter Brief Hegels und ein Briefkonzept des Dekans Göriz. Mitgeteilt und erläutert von Hans-Christian Lucas. HS 22 (1987), 9–16.

Ein unbekannter Brief Hegels an F. L. Göriz, mitgeteilt und erläutert von B. Kortländer. HS 24 (1989), 9–13.

»Ihr so interessantes Vaterland«. Ein Brief Hegels an den ungarischen Gelehrten Ludwig Schedius. Mitgeteilt und erläutert von Klaus Vieweg. HS 30 (1995),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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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考书目

Kurt Steinhauer (Hg.): Hegel Bibliographie.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Hegel Rezeption und zur Philosophie-Geschichte. München u. a. 1980. Teil II, Bde. 1–2: München 1998.

Gernot U. Gabel: Hegel. Ein Verzeichnis der Dissertationen aus sieben westeuropäischen Ländern 1885–1980. Köl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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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da, Hans Friedrich / Horstmann, Rolf-Peter (Hg.): Vernunftbegriffe in der Moderne. Stuttgart 1994.

Fulda, Hans Friedrich / Horstmann, Rolf-Peter (Hg.): Skeptizismus und spekulatives Denken i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Stuttgar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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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著作索引

本索引仅记录正文（而非资料来源和参考文献）中提及的黑格尔和其他作者的著作。较长的标题以缩写形式引用。黑格尔的通信在正文中被连续作为来源引用（通过提供信件日期）；因此省略了对引用信件的单独引用。

3.1 黑格尔著作

Tagebuch (1785–1787) (GW 1.1–33) 1–2, 284, 374

Arbeiten aus der Gymnasialzeit (1785–1788) (GW 1.37–50) 1, 54

Ueber die Religion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1787) (GW 1.42–45) 2

Ueber einige charakteristische Unterschiede der alten Dichter (1788) (GW 1.46–48) 4

Rede beim Abgang vom Gymnasium (1788) (GW 1.49 f.) 2

Exzerpte aus der Gymnasialzeit (1785–1788) (GW 3.1–200) 1–2

Definitionen von allerhand Gegenständen (Ab 10. Juni 1785) (GW 3.201–206)

Ein Aufsatz aus dem Tübinger Stift

Über einige Vortheile, welche uns die Lektüre der alten klassischen Griechischen und Römischen Schriftsteller gewährt (1788) (GW 1.51–54) 4

Vier Predigten (1792–1793) (GW 1.55–72) 5, 54

Studien (1792/93–1794) (»Volksreligion und Christentum«) (GW 1.73–164) 54–59

wiefern ist Religion … (GW 1.75–77)

Aber die Hauptmasse … (GW 1.78 f.) 56

Unsre Tradition … (GW 1.80) 56, 70

Schon in der Bauart … (GW 1.81 f.) 57

Religion ist eine der wichtigsten Angelegenheiten … (GW 1.83–114) 5, 12, 54–56

Ausser dem mündlichen Unterricht … (GW 1.115–120)

Nicht zu leugnen … (GW 1.121 f.) 57

Die StaatsVerfassungen … (GW 1.123–126) 56, 58

Wie wenig die objektive Religion … (GW 1.127–130) 57

öffentliche Gewalt … (GW 1.131–135) 57

Über den Unterschied der Szene des Todes (GW 1.136 f.)

Unter objektiver Religion … (GW 1.138–140) 54, 56, 58

Es sollte eine schwere Aufgabe … (GW 1.141–152) 57–58

Wenn man von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 (GW 1.153–162) 54, 57–58

Jetzt braucht die Menge … (GW 1.163 f.) 59

Exzerpte aus der Berner Zeit (1794–1796) (GW 3.207–219) 9, 61–62

Ein Manuskript zur Psychologie und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1794) (GW 1.165–192) 4, 61–62

Studien (1795) (GW 1.193–203)

Die transzendentale Idee … (GW 1.195 f.) 12, 59

Unkunde der Geschichte … (GW 1.197–202)

In einer Republik … (GW 1.203)

Das Leben Jesu (1795) (GW 1.205–278) 59–60, 63, 80, 434, 472

Studien (»Positivitätsschrift«) (1795–1796) (GW 1.279–378) 60, 62–66, 70, 80–81, 83–84, 87, 89–91

man mag die widersprechendste Betrachtungen … (GW 1.281–351) 60, 62–66

Ein positiver Glauben … (GW 1.352–358) 64

Jedes Volk … (GW 1.359–378) 64–65, 72, 82, 286

Exzerpte zum Berner Staatswesen (vermutlich 1795/1796) (GW 3.221–233) 73

Bericht über eine Alpenwanderung (1796) (GW 1.381–398) 12, 67–68

Eleusis (An Hölderlin) (August 1796) (GW 1.399–402) 12, 68, 70

Nicht näher Datierbares (GW 1.403–410)

Ueber Lessings Briefwechsel mit seiner Frau (GW 1.405–407)

Menschen, frühe … (GW 1.408)

Der Streit über … (GW 1.409 f.)

Nachrichten über Verschollenes (GW 1.411–415)

De utilitate poeseos (GW 1.413)

Bakkalaureats-Rede (GW 1.413)

Magister-Specimina (GW 1.413)

Predigt zum Konsistorial-Examen (GW 1.413)

Schemata zu einer Evangelienharmonie (GW 1.413)

Analyse von Schillers Fiesko (GW 1.413)

Übersetzungen (GW 1.414)

Präparationen zu alten Autoren (GW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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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rauliche Briefe über das vormilige staatsrechtliche Verhältniß des Waadtlandes (Pays de Vaud) zur Stadt Bern (1798) 9, 16, 73–75, 90, 101

Zur Verfassung Württembergs. Vier Fragmente (1798) (GW 2.99–109) 74–77, 90, 93–94, 96, 98, 290, 292, 363

Über Vereinigung und Liebe (GW 2.81–97) (1797–1798) 80

Fragmente zur jüdischen und christlichen Religion (GW 2.15–78, 111–338) (1795–1800) 77–85, 87

Über Religion. Zwei Fragmente (1800) (GW 2.339–348) 84–87, 92

Gedichte (1798–1800) (R 83–85)

Mondscheinbad (1800) (GW 2.610) 14

Pudel (GW 2.609)

An die Natur (GW 2.609–610)

Frühling (GW 2.610–611)

Überarbeitung der Positivitätsschrift (1800)

Zum Begriff der positiven Religion (1800) (GW 2.349–367) 87–90

Nicht näher Datierbares (GW 3.235–240)

Nachrichten über Verschollenes (GW 3.241–245)

Nachrichten über Verschollenes (GW 2.619–622)

Frankfurter Exzerpte (GW 2.583–608) 16

Zum Allgemeinen Landrecht (1797–1800) (GW 2.586) 16

Kommentar zu Steuart (1799) (GW 2.621) 16

Zu Kants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98) (GW 2.587–588) 16

Fragmente einer Kritik der Verfassung Deutschlands (1799–1803) (GW 5.1–219) 16, 82, 93–97, 140, 237, 253, 287, 292, 336, 368

Texte zur Habilitation (1801) (GW 5.221–253)

Dissertati Philosophicae … Praemissae Theses (GW 5.223–228) 19, 98–100, 124, 366

Zur Disputation (GW 5.299) 99

Dissertatio Philosophica de Orbitis Planetarum (GW 5.233–253) 4, 19, 98–101, 148

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1801) (GW 4.1–92) 18, 20, 101–117, 119, 121, 130–131, 135, 143, 161, 247, 249, 281, 293, 410, 438

Rezensionen in der Erlanger Litteratur-Zeitung (1801/02) (GW 4.93–112)

Bouterweks Anfangsgründe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1801) (GW 4.95–104) 117

Zwei Schriften Werneburgs (1802) (GW 4.105 f.) 117

Gerstäckers Deduktion des Rechtsbegriffs (1802) (GW 4.107–111) 117

Krugs Entwurf eines neuen Organons der Philosophie (1802) (GW 4.112) 117–118

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 (1802/03) (GW 4.113–505)

Einleitung. Ueber das Wesen der philosophischen Kritik überhaupt … (1802) (GW 4.117–128) 18, 120–121

Wie der gemeine Menschenverstand die Philosophie nehme, - dargestellt an den Werken des Herrn Krugs (1802) (GW 4.174–187) 18, 121–122

Notizenblatt (1802) (GW 4.188–194) 119

Verhältnis des Skepticismus zur Philosophie (1802) (GW 4.197–238) 18, 123–126, 140, 165

Glauben und Wissen oder die Reflexionsphilosophie der Subjektivität (1802) (GW 4.315–414) 18, 20, 30, 121, 126–133, 135, 140, 234

Ueber die wissenschaftliche Behandlungsarten des Naturrechts (1802/1803) (GW 4.415–485) 18, 133–138, 140, 143, 151, 337, 366, 381

Notiz (1801) (GW 5.512)

Nachrichten über Verschollenes (GW 4.517–518)


	Rezension der zweiten Auflage von Herders »Gott« (1802) (GW 4.517)

	Rezension einer Schrift Fischhabers über Fichte (1802) (GW 4.517)

	Rezension einer Schrift von Salat (1806) (GW 4.518)



Fragmente aus Vorlesungsmanuskripten (1801/02) (GW 5.255–275)

Introductio in Philosophiam (GW 5.257–265)


	– Diese Vorlesungen 138, 145, 383

	– Die Idee des absoluten Wesens 139, 145, 383, 387, 413



Logica et Metaphysica (GW 5.267–275)


	– Daß die Philosophie … 139–140, 145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1802/03) (GW 5.277–361) 134–135, 140–143, 151

Fragmente aus Vorlesungsmanuskripten (1803) (GW 5.363–377)


	ist auf das Allgemeine … (GW 5.365–369) 145–146

	Das Wesen des Geistes … (GW 5.370–373) 146–147

	seiner Form … (GW 5.374–377) 147



Sekundäre Überlieferung (GW 5.449–508)

Fragment vom Dreieck der Dreiecke (ca. 1798?) (GW 5.477) 183–184

Entschluß (1801) (GW 5.511)

Zur Kritik der Verfassung Deutschlands (1801/03) (GW 5.451–454)

Aus den Jenaer Vorlesungen


	– über Logik und Metaphysik (ca. 1802/03) (GW 5.457 f.)

	– über Naturrecht (ca. 1802/03) (GW 5.459–467) 106, 143–144, 399, 409

	– über das System der Philosophie (1803–1805) (GW 5.468–472)

	– über »speculative Philosophie« (1806) (GW 5.473–475)



Jenaer Notizenbuch (1803–1806) (5.483–508) 183

Beitrag zur Spinoza-Edition von H.E.G. Paulus (1802/03) (GW 5.513–516) 20, 130

Zeichnung aus Dreiecken (Zweifelhaftes) (nicht datierbar) (GW 5.531–533) 184

Nachrichten über Verschollenes (GW 5.535–593)


	

	Zur Habilitation (1801) (GW 5.537)





	

	Aus den Jenaer Manuskripten (1804) (GW 5.537)





	

	Vorlesung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805/06) (GW 5.538)





	

	Vorlesung üb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und des Geistes (1805/06) (GW 5.538 f.)







Systementwurf I: Das System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1803/04) (GW 6.1–326) 147–152, 155, 157

Ein Blatt zum System (1803/04)

Daß die absolute Totalität … (GW 7.348–349)

Gliederungsnotiz (ca. 1804)

I. Intelligenz (GW 6.329)

Fragment zum Ende des Systems (ca. 1804)

– ist nur die Form … (GW 6.330–331) 151, 384

Gliederungsentwurf zur Metaphysik (1804)

Metaphysik (GW 7.341–342)

Zwei Anmerkungen zum System (ca. 1804)

Anmerkungen (GW 7.343–347)

Systementwurf II: Logik, Metaphysik, Naturphilosophie (1804/05) (GW 7.1–338) 93, 127, 148, 152–157, 164, 188–189, 218–219, 487

Systementwurf III: Natur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1805/06) (GW 8.1–287) 142–143, 148, 150–151, 156, 161, 163–164, 172, 175, 179–180, 194–195, 384, 387, 409, 411, 413

Ein Blatt zur Naturphilosophie (1805) (GW 8.291–293)

Gliederungsfragment zur Naturphilosophie (1805) (GW 8.294–308)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 (GW 9.1–434) 23, 25, 32, 35, 37, 52, 117, 122, 125–126, 136, 140, 151, 155, 161–183, 185, 188–190, 193–194, 196, 203–204, 207–208, 214, 221, 230, 234, 239, 242–243, 245, 254, 276, 287, 293, 295, 298, 309, 319, 327–329, 371–372, 384, 403, 413, 416, 421, 432, 438, 460–461, 466, 474, 489

Drei Fragmente aus Vorarbeiten (GW 9.437–443)

– Das absolute Wissen (1805) (GW 9.437) 162

– a) göttliches Recht (1805) (GW 9.427)

– c) Die Wissenschaft (1806) (GW 9.438–443)

Ursprünglicher Zwischentitel (1806) (GW 9.444) 163–164

Selbstanzeige der Phänomenologie (1807) (GW 9.446 f.) 167, 185, 203–204

Maximen des Journals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07) (GW 4.507–514) 24, 44, 264

Wer denkt abstract? (1807) (GW 5.379–387) 184–185

Bamberger Zeitung (1807/08) (GW 5.389–447) 25–26, 30

Zwei Fragmente zur Logik (1807/08)

Zum Erkennen (GW 12.257–258) 185

Zum Mechanismus, Chemismus, Organismus und Erkennen (GW 12.259–298) 185–186

Gymnasialkurse und Gymnasialreden (1808–1816) (GW 10)

Manuskripte, Diktate und Sekundäre Überlieferung (GW 10.1–445) 186–203, 216, 302, 304, 342, 386, 461

Reden (GW 10.447–505)

Fragmente (GW 10.509–521)

Schülerhefte (GW 10.523–818) 186, 196, 201–202

Sekundäre Überlieferung

– aus dem Logikkurs der Mittelklasse 1814/15 (GW 10.819)

– aus dem Psychologiekurs der Mittelklasse 1815/16 (GW 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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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预备性哲学科学在文理中学的讲授》（致尼特哈默的私人鉴定） (1812) (GW 10.823–832) 28, 187–188, 191–194, 197, 201–203, 206–207, 210, 213, 299, 320

《关于推论的学说》 (1809)

谓词在其中，即 (GW 12.299–309) 226

《关于弗里斯的笔记》 (1811)

弗里斯序言 (GW 12.311–312)

《关于莱布尼茨的笔记》 (1811/12)

在7个命题中 … (GW 12.310)

《逻辑科学》 (1812–1816) (GW 11.1–409, GW 12.1–253) 29–31, 52, 86, 115, 164, 166, 186, 188–190, 193, 197, 202–234, 239, 254, 260, 283, 287, 298, 300–304, 313, 317, 322, 327, 343, 377, 417, 440, 443, 455–456, 460, 487

《论哲学在大学的讲授》 (1816) (Br 2.96–102) 33, 197, 294, 299, 486–487

海德堡就职讲演 (1816) (GW 18.1–8) 34, 39, 240

雅可比书评 (1817) (GW 15.7–29) 30, 130, 212, 234–236, 239–240, 244–245, 264

《等级会议谈判》 (1817) (GW 15.30–125) 35, 236–238, 264

《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 (1817) (GW 13.1–245) 34, 37, 42, 49, 51, 100, 139, 154, 161, 164, 166, 190–192, 194, 196, 202, 204, 214–215, 220, 238–250, 254, 256, 260–262, 267, 275, 279–280, 283, 286, 293, 295–335, 337, 341–343, 346, 350, 364, 368–369, 372, 377, 384, 386, 388, 391, 409, 413, 420, 429, 431–432, 437, 441, 449, 457, 461, 463, 465–466, 468

《全面教学纲要》第三部分笔记 (1817–1827) (GW 13.251–543) 246–248

逻辑与形而上学讲授课笔记 I (1817)

先生们。在去年冬天之后 … (GW 13.545 f.)

这区分了人与动物 … (GW 13.547 f.)

逻辑与形而上学讲授课笔记 II (ca. 1818–1820)

这门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讲授课 … (GW 13.549 f.)

逻辑是普遍性的科学 … (GW 13.551–554)

逻辑与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及人类学与心理学讲授课笔记 (1817–1827) (GW 13.555–580)

《全面教学纲要》释义听写 (1818) (GW 13.581–596) 304–305

柏林就职讲演 (1818) (GW 18.9–31) 39, 240, 257, 270

《法哲学原理》 (1821) (GW 14/1.1–282) 9, 36, 41–42, 74, 83, 86, 95, 198, 237, 246, 250–256, 260, 270, 272, 285, 293, 295–297, 331–332, 334–335, 337–339, 341–344, 346–369, 372, 376, 380, 443, 460–461, 481

反雨果声明 (1821) (GW 14/2.289 f.) 255

残篇 (GW 14/2.285–288)

世袭的固定王位继承 (1821) (GW 14/2.285 f.)

法权是什么 (GW 142.287 f.)

《法哲学原理》第1–180节笔记 (1821/22–1824/25) (GW 14/2.293–773)

《论建立一份文学批判杂志》 (1820) (GW 15.147–188–189–203, GW 16.423–439) 44, 264–266

《论冯·屈格尔根的画作》 (1820) (GW 15.204–206) 399

克罗伊策《普罗克洛斯版》注记 (1821) (GW 15.253–254) 259–260

欣里希斯《宗教》序言 (1822) (GW 15.126–143) 256–259, 272, 414

两篇关于色彩学说的文章 (1822) (GW 15.255–276) 262–263

主观精神哲学残篇 (1822/23) (GW 15.207–249) 260–262, 319, 321–322, 325

哲学残篇 (不可考) (GW 15.277–278)

《论皈依者》 (1826) (GW 16.3–15) 47, 263–264, 274

《科学批判年鉴》书评 (1827–1831) (GW 16.19–310)

洪堡书评 (1827) (GW 16.19–75) 266–269, 271

索尔格尔书评 (1828) (GW 16.77–128) 20, 41–42, 269–271, 274, 280–282

哈曼书评 (1828) (GW 16.129–187) 211, 272–275, 281

格舍尔书评 (1828) (GW 16.188–215) 275–278

《回应》 (1829) (GW 16.216–274) 49, 241, 275, 278–280, 282, 284, 463, 465

奥勒特书评 (1831) (GW 16.275–289) 281–282

格雷斯书评 (1831) (GW 16.290–310) 282–284, 456

关于哈曼的笔记 (1828) (GW 16.407 f.) 273

《回应》第三篇残篇 (1829) (GW 16.409–415)

《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 (1827) (GW 19.1–416)

见 《全面教学纲要》 (1817)

逻辑与形而上学讲授课笔记 (1829/30) (GW 19.419–435)

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时的演讲 (1829) (Berliner Schriften hg. Hoffmeister, 25–29) 284

奥格斯堡信条300周年纪念演讲 (1830) (GW 16.311–322) 284–286

《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 (1830) (GW 20.1–572)

见 《全面教学纲要》 (1817)

改革法案文章残篇 (1831) (GW 16.416–419)

《论英国改革法案》 (1831) (GW 16.323–404) 9, 51, 76, 287–292, 362, 368, 456

《逻辑科学》第二版序言笔记 (1831) (GW 21.387–390)

关于修订1807年著作 [即《精神现象学》] 的笔记 (1831) (GW 9.448) 165–166

《逻辑科学》。存在论 (1832) (GW 21.1–383)

见 《逻辑科学》 (1812–1816)

柏林时期摘录 (1818–1831) (GW 22)

摘录与笔记 (1809–1831) (GW 22) 423

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讲授课 (1816/17–1826/27) (未流传) 239, 246, 299–300, 304

逻辑与形而上学讲授课 (1801–1831) (GW 23/1–3) 204, 239, 243, 245, 295, 300–304

自然哲学讲授课 (1819/20–1830) (GW 24) 245, 304–318

精神哲学讲授课 (人类学与心理学) (1817–1829/30) (GW 25/1–3) 261, 319–334

法哲学讲授课 (1817/18–1831/32 (已开端), GW 26/1–4) 52, 250–251, 254, 288, 334–367, 440, 472

世界历史哲学讲授课 (1822/23–1830/31) (GW 18.119–214, GW 27/1–5) 51, 269, 284, 294–295, 297, 331, 345, 364, 367–385, 398, 423, 438

论东方历史 (1822/23) (GW 18.221–227) 368

《美学讲演录》 (1818–1828/29) (W X/1–3, GW 28/1–4) 9, 47, 246, 270, 294–295, 297, 299, 343, 383–413, 423

《宗教哲学讲演录》 (1821–1831) (GW 17.1–334; V 3–5; 将来: GW 29) 49, 89, 160, 179, 181, 241, 258–259, 268–269, 282, 284, 286, 294–295, 297, 343–345, 364, 387, 395, 411, 413–437, 441, 458, 461, 465–466, 469, 472, 487

《哲学史讲演录》 (1805/06, 1816/17–1831/32 (已开端), GW 18.33–11, W XIII–XV, V 6–9, 将来 GW 30) 52, 171, 173, 182, 205, 268, 272, 294–295, 297, 299, 310–311, 334, 344–345, 371–372, 382, 426, 434, 437–455, 458, 472

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讲授课 (1829) (GW 18.215–217, 228–336, 将来 GW 31) 52, 201, 226, 275, 287, 367, 451, 455–458

巴特，查理 (Batteux, Charles)


	– 《美的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schönen Wissenschaften) 1



鲍威尔，布鲁诺 (Bauer, Bruno)


	– 《关于无神论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角》(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477



鲍姆加登，亚历山大·戈特利布 (Baumgarten, Alexander Gottlieb)


	– 《形而上学》(Metaphysica) 207



贝内克，弗里德里希·爱德华 (Beneke, Friedrich Eduard)


	– 《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Psychologie als Naturwissenschaft) 320



《薄伽梵歌》(Bhagavad-Gita) 268

布特韦克，弗里德里希 (Bouterwek, Friedrich)


	– 《思辨哲学原理》(Anfangsgründe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117



布鲁克，雅各布 (Brucker, Jakob)


	– 《哲学史批判》(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 439



布鲁诺，焦尔达诺 (Bruno, Giordano)


	– 《论原因、本原与太一》(De la causa, principio e uno) 103



伯克，埃德蒙 (Burke, Edmund)


	–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336, 464



坎佩，约阿希姆·海因里希 (Campe, Joachim Heinrich)


	– 《儿童灵魂学说》(Seelenlehre für Kinder) 2



卡特，让-雅克 (Cart, Jean Jacques)


	– 《让-雅克·卡特致伯纳德·德穆拉特的信》(Lettres de Jean-Jacques Cart à Bernard Demuralt) 73



卡鲁斯，卡尔·古斯塔夫 (Carus, Carl Gustav)


	– 《德累斯顿心理学讲授课》(Dresdener Vorlesungen über Psychologie) 320



卡鲁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Carus, Friedrich August)


	– 《心理学》(Psychologie) 187, 192, 320



《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 1, 50, 66, 273, 284–286, 364

康拉迪，卡西米尔 (Conradi, Kasimir)


	– 《自我意识与启示》(Selbstbewußtseyn und Offenbarung) 466



克罗伊策，弗里德里希 (Creuzer, Friedrich)


	– 《神话学与符号学》(Symbolik und Mythologie) 259, 394, 423



道布，卡尔 (Daub, Carl)


	– 《当代独断论神学》(Die dogmatische Theologie jetziger Zeit) 37



笛卡尔，勒内 (Descartes, René)


	– 《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129, 453



狄德罗，德尼 (Diderot, Denis)


	– 《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ffe) 176



德罗伊森，约翰·古斯塔夫 (Droysen, Johann Gustav)


	– 《历史学》(Historik) 372



杜施，约翰·古斯塔夫 (Dusch, Johann Gustav)


	– 《关于品味教化的信件》(Briefe zur Bildung des Geschmacks) 2



杜腾霍弗，雅各布·弗里德里希 (Duttenhofer, Jakob Friedrich)


	– 《论基督教伦理学说最后原则的尝试》(Versuch über den letzten Grundsatz der christlichen Sittenlehre) 117



埃希特迈尔，特奥多尔 (Echtermeyer, Theodor) / 卢格，阿诺德 (Ruge, Arnold)


	– 《新教与浪漫主义。一份宣言》(Der Protestantismus und die Romantik. Ein Manifest) 127, 270, 398, 483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 致马克思的信 (Brief an Marx) 489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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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其他作者著作

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 《俄瑞斯忒亚》(Orestie) 137



	
– 《七将攻忒拜》(Sieben gegen Theben) 175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16, 83–84, 357

佚名 (Anonym)


	
– 《反对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的信件》(Briefe gegen die Hegelsche Enzyklopädie) 280



	
– 《……一种伦理学》(… eine Ethik) 69–72, 85, 144



	
– 《论黑格尔学说，或绝对知识与现代泛神论》(Ueber die Hegelsche Lehre, oder absolutes Wissen und moderner Pantheismus) 278



	
– 《论理念的科学》(Ueber die Wissenschaft der Idee) 278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 《形而上学》(Metaphysik) 205



	
– 《工具论》(Organon) 205





培根，弗兰西斯 (Bacon, Francis)


	
– 《论科学的价值和进步》(De augmentis scientiarum) 452



	
– 《新工具论》(Novum Organum) 311, 452





巴迪利，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 (Bardili, Christian Gottfried)


	– 《第一逻辑纲要》(Grundriß der Ersten Logik) 101, 114–115



埃申迈尔，卡尔·奥古斯特 (Eschenmayer, Carl August)


	– 《心理学》(Psychologie) 321



费德，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 (Feder, Johann Georg Heinrich)


	– 《新爱弥儿》(Der neue Emil) 2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 《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466, 480, 485

	– 《论理性：单一、普遍、无限》（教授资格论文）(De ratione, una, universalis, infinita) 488

	– 《关于死亡与不朽的思考》(Gedanken über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467

	– 《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479, 489

	– 《哲学原理。变革的必要性》(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Notwendigkeit einer Veränderung) 489

	– 《论哲学与基督教》(Über Philosophie und Christentum) 478, 488

	– 《关于哲学改革的初步提纲》(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479, 489

	– 《黑格尔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488

	– 《“实证”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 478,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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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 《最新哲学文献总览》(Allgemeine Uebersicht der neuesten philosophischen Litteratur) 107

	– 《自然哲学导论格言》(Aphorism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Naturphilosophie) 125

	– 与费希特的通信 (Briefwechsel mit Fichte) 101

	– 《布鲁诺，或论事物的神圣与自然本原》(Bruno oder über das göttliche und natürliche Princip der Dinge) 103, 160, 249

	– 《我的哲学体系的表达》(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18, 102, 110–111, 115, 215, 217

	– 《论神圣事物之作的纪念碑》(Denkmal der Schrift von den göttlichen Dingen) 30, 460

	– 《导言。论一般哲学批判的本质》(Einleitung. Über das Wesen der philosophischen Kritik überhaupt) 120

	– 《哲学体系的进一步表达》(Fernere Darstellungen aus dem System der Philosophie) 100

	– 《自然哲学理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100

	–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 137, 384, 394

	– 《神话学哲学》(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 476, 488

	– 《启示哲学》(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471

	– 《哲学与宗教》(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154, 232, 249

	– 《关于独断论与批判主义的哲学书信》(Philosophische Briefe über Dogmatismus und Kritizismus) 64, 114

	– 《对人类自由本质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161

	– 《吕克特与魏斯，或不需要思维与知识的哲学》(Rückert und Weiß, oder die Philosophie zu der es keines Denkens und Wissens bedarf) 117

	– 《先验观念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18, 101, 110–115, 121–122, 386

	– 《论绝对同一性体系及其与最新（赖因霍尔德）二元论的关系》(Ueber das absolute Identitäts-System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dem neuesten (Reinholdischen) Dualismus) 120

	– 《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Ueber das Verhältnis der bildenden Künste zu der Natur) 307

	– 《论自然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Ueber das Verhältnis der Naturphilosophie zu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120

	– 《论哲学中的建构》(Ueber die Construction in der Philosophie) 120

	– 《论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Ue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orm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58

	– 《论神话》(Ueber Mythen) 11

	– 《论世界灵魂》(Von der Weltseele) 99–100

	– 《讲授课：近代哲学史》(Vorles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454

	– 《艺术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Kunst) 113



席勒，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 《欢乐颂》(An die Freude) 79

	– 《秀美与尊严》(Anmut und Würde) 67, 79

	– 《希腊诸神》(Die Götter Griechenlands) 68, 397, 399, 411

	– 《美慧三女神》(Die Horen) 13

	– 《艺术家》(Die Künstler) 160

	– 《辞职》(Resignation) 380

	– 《尤里乌斯的神智学》(Theosophie des Julius) 79

	– 《华伦斯坦的营地》(Wallensteins Lager) 263



施莱格尔，奥古斯特·威廉 (Schlegel, August Wilhelm)


	– 《薄伽梵歌》(Bhagavad-Gita, id est Θεσπέσιον Μέλος) 268

	– 《拉辛与欧里庇得斯<淮德拉>之比较》(Comparaison entre la Phèdre de Racine et celle d’Euripide) 26

	–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黑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und Hegel) 46, 353

	– 《优美文学与艺术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schöne Literatur und Kunst) 18



施莱格尔，弗里德里希 (Schlegel, Friedrich)


	– 《阿拉尔科斯》(Alarcos) 400

	– 《雅典娜神殿断片》(Athenäumsfragmente) 214

	– 《关于诗的对话。关于神话学的演讲》(Gespräch über die Poesie. 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 144, 268, 422

	– 《卢辛德》(Lucinde) 355

	– 《时代的标志》(Signatur des Zeitalters) 464, 482

	– 《沃尔德玛书评》(Woldemar-Rezension) 163, 271



施莱尔马赫，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


	– 《依据福音派教会原则的基督教信仰》(Der christliche Glaube nach den Grundsätze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257–258, 414

	– 《论宗教。致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Ü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56, 86, 90, 131

	– 《关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卢辛德>的知心书信》(Vertraute Briefe über Friedrich Schlegels Lucinde) 355

	– 《耶稣传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as Leben Jesu) 59, 472–473

	– 《国家学说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Lehre vom Staat) 337, 356, 360



施马尔茨，特奥多尔·安东·海因里希 (Schmalz, Theodor Anton Heinrich)


	– 《论存在、无与转变》(Ueber Seyn, Nichts und Werden) 280



施密特，卡尔·克里斯蒂安·埃哈德 (Schmid, Carl Christian Erhard)


	– 《经验心理学》(Empirische Psychologie) 61–62



舒巴特，卡尔·恩斯特 (Schubarth, Karl Ernst)


	– 《关于荷马及其时代的理念》(Ideen über Homer und sein Zeitalter) 279

	– 《论黑格尔国家学说与……普鲁士国家的不相容性》(Ueber die Unvereinbarkeit der Hegel’schen Staatslehre mit dem […] Preußischen Staat) 280

	– 《论一般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Ueb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und Hegel’s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nsbesondere) 280



舒伯特，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 (Schubert, Gotthilf Heinrich)


	– 《自然科学夜面之观点》(Ansichten von der Nachtseite der Naturwissenschaft) 29



舒尔茨，卡尔·海因里希 (Schultz, Carl Heinrich)


	– 《活体植物的本性》(Die Natur der lebendigen Pflanze) 316



舒尔茨，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 (Schultz, Christoph Ludwig Friedrich)


	– 《论生理视觉与色彩显象》(Über physiologische Gesichts- und Farben Erscheinungen) 262



舒尔策（即舒尔茨），约翰 (Schulze (d.i. Schultz), Johann)


	– 《对康德教授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Erläuterungen über des Herrn Professor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62



舒尔策，戈特洛布·恩斯特 (Schulze, Gottlob Ernst)


	– 《埃奈西德穆或论耶拿的赖因霍尔德教授所提供的要素哲学之基础》(Aenesidemus oder über die Fundamente der von dem Herrn Prof. Reinhold in Jena gelieferten Elementar-Philosophie) 102, 123

	– 《关于绝对者的格言》(Aphorismen über das Absolute) 125, 165

	– 《关于人类认识的怀疑论思维方式的主要环节》(Die Hauptmomente der skeptischen Denkart über die menschliche Erkenntniß) 125–126

	– 《供其讲授课使用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zum Gebrauche für seine Vorlesungen) 320

	– 《理论哲学批判》(Kritik der theoretischen Philosophie) 117, 123–124



莎士比亚，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 《麦克白》(Macbeth) 78, 408

	–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und Julia) 408



辛克莱尔，伊萨克·冯 (Sinclair, Isaac von)


	– 《相识》(Die Bekanntschaft) 15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50



索尔格尔，卡尔·威廉·斐迪南 (Solger, Karl Wilhelm Ferdinand)


	– 《遗作与通信集》(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wechsel) 269–271



索福克勒斯 (Sophokles)


	– 《安提戈涅》(Antigone) 174–175, 408

	–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Ödipus auf Kolonos) 408



斯宾诺莎，巴鲁赫（本尼迪克特）·德 (Spinoza, Baruch (Benedict) de)


	– 《按几何顺序证明的伦理学》(Ethica mor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111, 216, 227, 327, 403, 440



施塔尔，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斯 (Stahl, Friedrich Julius)


	– 《基于历史观点的法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 nach geschichtlicher Ansicht) 464, 481, 483, 485



斯特芬斯，亨里克 (Steffens, Henrik)


	– 《人类学》(Anthropologie) 260, 321



斯图亚特，詹姆斯·德纳姆 (Steuart, James Denham)


	– 《国家经济学原理研究》(Untersuchung der Grundsätze der Staatswirtschaft) 16



施托尔，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 (Storr, Gottlob Christian)


	– 《对康德哲学宗教理论的若干神学注释……，即对康德哲学宗教学说的评论》(Annotationes quasdam theologiae ad philosophicam Kantii de religione doctrinam …, bzw. Bemerkungen über Kant’s philosophische Religionslehre) 61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 《耶稣传，批判性处理》(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59, 278, 472–473, 475

	– 《为我的著作<耶稣传>辩护的论战文章》(Streitschriften zur Vertheidigung meiner Schrift über das Leben Jesu) 466, 475



苏尔策，约翰·格奥尔格 (Sulzer, Johann Georg)


	– 《所有科学简明概念》(Kurzer Begriff aller Wissenschaften) 2



滕内曼，威廉·戈特利布 (Tennemann, Wilhelm Gottlieb)


	– 《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439



特伦德伦堡，阿道夫 (Trendelenburg, Adolf)


	– 《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 487



维吉尔 (Vergil)


	– 《埃涅阿斯纪》(Aeneis) 407, 455



伏尔泰 (Voltaire)


	– 《阿尔济》(Alzire) 49

	– 《老实人》(Candide) 379



魏塞，克里斯蒂安·赫尔曼 (Weiß, Christian Hermann)


	– 《当代的哲学问题。致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的公开信》(Das philosophische Problem der Gegenwart. Send-schreiben an Immanuel Hermann Fichte) 487, 490

	– 《论黑格尔离世之时公众与哲学的关系》(Ueber das Verhältniß des Publicums zur Philosophie in dem Zeitpunkte von Hegel’s Abscheiden) 465



沃尔佐根，卡罗琳·冯 (Wolzogen, Karoline von)


	– 《百合的阿格尼丝》(Agnes von Lilien) 13–14



温施，克里斯蒂安·恩斯特 (Wünsch, Christian Ernst)


	– 《给青年的宇宙论谈话》(Kosmologische Unterhaltungen für die Jugend) 2



齐默尔曼，约翰·格奥尔格 (Zimmermann, Johann Georg)


	– 《论孤独》(Über die Einsamke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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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期刊

《普遍德国文库》(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 2

《普遍教会报》(Allgemeine Kirchen-Zeitung) 475

《普遍文学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2, 19, 21, 44, 118, 255, 264

《普遍国家报》(Allgemeine Staats-Zeitung) 51, 287–288

《普遍经验心理学汇总》(Allgemeines Repertorium für empirische Psychologie) 58, 61

《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 268, 423

《班贝格报》 24–26, 30, 94, 163, 185, 264, 292, 368

《柏林信使》(Berliner Courier) 47

《柏林政治周报》(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 45, 265

《柏林文学、戏剧与社交快报》(Berliner Schnellpost für Literatur, Theater und Geselligkeit) 47, 263

《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 483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484

《埃尔朗根文学报》(Erlanger Litteratur-Zeitung) 117–119, 121, 123

《福音派教会报》(Evangelische Kirchenzeitung) 475

《哈雷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 270, 483

《海德堡年鉴》(Heidelbergische Jahrbücher) 23, 26, 35, 44, 234, 236–237, 264, 272

《赫尔维蒂年鉴》(Helvetische Annalen) 74

《作为科学的医学年鉴》(Jahrbücher der Medizin als Wissenschaft) 21

《科学批判年鉴》 44–45, 264–284, 463, 483

《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s) 44, 265

《哲学批判杂志》 18, 21, 117–138, 293

《天主教徒》(Le Catholique) 284

《密涅瓦。一份历史政治内容杂志》(Minerva. Ein Journal historisch-politischen Inhalts) 9

《箴言报》(Moniteur) 25

《有教养阶层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Stände) 184

《新柏林哲学月刊》(Neue Berliner Monats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265
《新美的科学与自由艺术文库》(Neue Bibliothek der schönen Wissenschaften und
freyen Künste) 2
《上德意志普遍文学报》(Oberdeutsche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58, 61
《哲学杂志》(Philosophisches Journal)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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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题索引


	迷信 (Aberglauben) 2, 57, 88, 128, 176, 274, 280, 422

	绝对者 (Absolutes) 43, 90, 92, 102–107, 111–115, 117–118, 120, 122, 124–127, 129, 133–137, 139–140, 144, 150, 154, 158, 161, 165–171, 176–177, 180, 191, 200, 208, 217, 221–222, 228, 230, 232, 235, 243, 249, 277, 281–282, 295, 302–303, 317, 322–324, 334, 353, 386, 400–401, 410, 433, 437, 454, 458

	– 绝对的 (absolut) 187

	– 抽象的 (abstraktes) 166

	– 否定的 (negativ) 135, 491

	– 非历史的 (ungeschichtliches) 410

	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 (Absolutismus, absolutistisch) 50, 74–75, 98, 176, 237

	抽象的，抽象 (abstrakt, Abstraktion) 46, 81, 88, 90, 101, 114, 117, 121, 135, 141, 146, 160, 164, 177, 185, 188, 193, 195, 219, 223–224, 231, 235, 238, 244, 290, 302, 309–310, 312–313, 315, 325–327, 330, 337, 339, 341, 347, 351–352, 358–359, 365, 372, 395, 397, 400–401, 404, 408, 411, 418, 423, 429–431, 442, 444–446, 448–450, 452–453, 457, 464, 489–490

	新学园 (Akademie, neuere) 124, 448–449

	分析，分析 (Analysis, Analyse) 8, 11, 58, 65, 69, 72, 75, 79, 82–83, 91, 93–95, 114–115, 127–128, 134–135, 142, 144, 154, 159, 171–172, 177, 181, 185, 205, 208, 219, 222, 224, 276, 288, 291–292, 309, 315–316, 329, 341–342, 350, 365–366, 375, 461, 468, 479

	他者存在 (Anderssein) 146, 217, 219, 247, 306–307, 309, 420, 489

	承认 (Anerkennung) 18, 22, 29, 46, 50, 54, 65–66, 76, 89, 98, 100, 138, 141, 143, 147, 150–151, 157–158, 172, 178, 198–199, 210, 231, 270–271, 276, 287, 316, 328–329, 337, 347–348, 350, 352, 354, 356–357, 364–365, 367, 411, 436–437, 441, 452, 464, 479

	开端 (Anfang) 164, 166, 214–215, 221, 230–232, 242, 247

	直观 (Anschauung) 78, 86, 89, 104–105, 113, 121, 128, 131, 137, 139, 141–142, 151, 159–160, 167, 179, 183, 194, 196, 227, 235, 244, 249–250, 258, 312, 328, 330–331, 359, 383–384, 386–388, 391, 393, 396–397, 401, 403, 406–407, 409, 417–418, 466, 489

	– 绝对的 (absolute) 142

	– 美学的 (ästhetische) 110

	– 经验的 (empirische) 134

	– 理智的 (intellektuelle) 164–165

	– 诗性的 (poetische) 146

	– 宗教的 (religiöse) 145, 403

	– 自身直观 (Selbstanschauung) 120, 137–138, 159, 200, 224, 386, 388

	– 感性的 (sinnliche) 389

	– 先验的 (transzendentale) 114, 249

	– 无限的 (unendliche) 113

	阻碍 (Anstoß)

	– 无限的 (unendlicher) 154

	人类学 (Anthropologie) 34, 195–197, 203, 239, 260–261, 319–321, 324, 336, 413, 485, 488–489

	拟人论的 (anthropomorph) 396–397, 403, 470

	古代，古代的 (Antike, antik) 1–2, 48, 54, 57–58, 65, 75, 123–124, 137, 141–142, 144, 165, 174–175, 179, 187, 195, 199, 201, 205, 209–210, 221, 231, 243, 260, 290, 324, 333, 338, 353, 355–356, 358–359, 379, 392, 394, 396, 398–400, 403, 408, 410, 419, 422–423, 444, 446–447, 450, 452, 463

	二律背反 (Antinomie) 61, 86, 92, 102, 105, 109, 124–125, 129, 153, 178, 188, 190–191, 210–211, 216, 218, 227, 244, 312

	反题 (Antithesis) 79, 85, 104–105, 107, 155, 210

	先天 (apriori) 101, 107, 129, 134, 136, 205, 235, 308–310, 320, 326, 336, 351, 375–376, 439, 464, 470, 482, 487

	劳动 (Arbeit) 16, 27, 141–142, 149–150, 157–158, 169, 172–173, 179, 357, 372, 374, 377–378, 381, 397, 422, 455, 481, 487

	劳动分工 (Arbeitsteilung) 65, 86, 142, 443

	建筑，建筑艺术 (Architektur, Baukunst) 196, 386, 401–404

	亚里士多德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aristotelisch, Aristotelismus) 142, 150, 205–206, 348, 376, 445, 447, 449–450

	美学，美学的 (Ästhetik, ästhetisch) 1, 9, 34, 47, 64, 67, 70–71, 110, 137, 187–188, 197, 202, 246, 264, 270, 297, 299, 343, 371, 383–390, 393–394, 396, 399, 409, 411, 413–415, 418, 423, 435, 438, 446, 462

	– 先验的 (transzendentale) 244

	无神论 (Atheismus) 30, 49, 87, 101, 234, 241, 257, 279, 432, 466–467, 477

	无神论之争 (Atheismusstreit) 18, 87, 101, 131, 234, 236, 463

	原子，原子论的，原子论 (Atom, atomistisch, Atomismus) 110, 131, 141, 172, 238, 290, 312, 314, 361, 448

	启蒙运动 (Aufklärung) 2, 4, 7, 10–11, 54–58, 65, 88–90, 121, 126–127, 136, 142, 174, 176–177, 181–184, 192, 234–236, 240–241, 272, 294, 306, 312, 334, 336, 338, 348, 354, 367, 369–370, 380–381, 418, 422, 434–437, 449, 454, 463–464, 468, 475, 482–483, 486, 488

	外在的，外在的东西 (äußerlich, Äußeres) 29, 54, 91, 149, 155, 157, 159, 169, 195–199, 202, 209, 213, 215, 217, 219–221, 227–230, 235, 244, 253, 260, 267, 283–284, 301, 306–307, 310, 312, 316–318, 325–326, 328–329, 331, 333, 340, 343–345, 347, 349–352, 354, 356, 358, 360–361, 363, 365, 369–370, 373, 376, 378, 390, 392, 394–395, 398–401, 403–407, 409–410, 412, 418, 420–422, 427, 439, 441, 446–447, 449–451, 474, 482

	
自律的 (autonom) 58, 64, 80, 135, 174, 339, 348, 405



	
哲学的需要 (Bedürfnis der Philosophie) 106–107, 139, 146, 167



	解放 (Befreiung) 107, 110, 146–147, 170, 173, 208, 214, 228, 232–233, 261–262, 316, 325–326, 330, 357, 399, 401, 405–406, 443, 448, 478

	概念 (Begriff) 98, 105, 108, 110–111, 124, 130, 141, 148, 155, 157, 160–161, 165, 168–170, 179, 181–182, 189–191, 195–196, 208–209, 212–215, 221–225, 227–234, 271, 283–284, 306–308, 310–311, 313, 316–318, 322, 325, 327, 329, 332, 344–345, 351, 360, 362, 388, 390–391, 396, 399, 402, 415–419, 426, 428–430, 433–437, 440, 442, 453, 458, 460, 465, 471, 473, 478, 480, 485

	– 概念的自我运动 (Selbstbewegung des Begriffs) 155, 169, 188, 209, 212, 215, 220, 230–231

	概念形式 (Begriffsform) 131, 181, 196, 391, 418, 434, 436

	占有 (Besitz) 150–151, 157–158, 199, 347

	运动 (Bewegung)

	– 思维活动的运动 (des Denkens) 104, 128, 137, 139, 151, 157–158, 161, 164–165, 167–169, 171, 173, 175, 177, 179–180, 183, 209, 212–213, 215, 218–222, 224, 230–231, 235, 245, 247–248, 261, 295, 323, 325, 337, 370, 378, 381–382, 391–392, 402–403, 442, 455, 480

	– 身体的运动 (des Körpers) 37, 148, 156–157, 191, 220, 305, 307, 312–313,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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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别的 (einzelnes) 151, 171, 177, 373

	– 经验的 (empirisches) 108–109, 135, 137, 142, 150

	– 有限的 (endliches) 417

	– 显象的 (erscheinendes)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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